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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经济学：过去、现在与未来（代译者序）
[1]



几年前，当国内经济学界对“空间集聚”一词还非常陌生时，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在国际学术界已异乎寻常地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空间经济学已成为当代经济学中最激动人心的领域之一，空间经济理论被视为不完全竞争与收益递增革命的第四次浪潮。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年来空间经济理论亦成了国内经济学研究的一大热门，它可为人们研究理论和解释现实经济现象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故而使人兴趣盎然。

当人们穿越时光隧道，透视空间经济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时，一座座里程碑赫然入目，而20世纪90年代的那座丰碑则是The Spatial Economy。它对过去10余年来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和成就做了精炼的概述和及时的总结。这本书于1999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它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大家的合作之结晶：三位作者分别是日本京都大学的藤田昌久（Masahisa Fujita）、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注：保罗·克鲁格曼从斯坦福大学转麻省理工学院工作四年后，于2000年7月赴普林斯顿大学工作。）和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和政策学院的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Anthony J.Venables）。正是由于这本书，三位作者于2001年获得了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日经奖Nikkei Prize（注：Nillei是Nihon Keizai Shimbun的缩写，Nikkei Prize由Nikkei基金会颁发。以Nikkei命名的奖项范围很广，不仅涉及经济，还涉及科技、生物、文学各个方面，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奖项之一。）；而前两位又于2002年双双获得国际区域经济科学协会（RSAI）所设立的第一届阿隆索奖Alonso Prize（注：这是一个为了纪念阿朗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同时表彰在区域经济科学方面写出创造性并极富影响的著作的学者，由国际区域科学经济协会（RSAI）于1999年11月11日设立的奖项。其目的是为了激发区域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们秉承阿朗索的精神，勇于写出创新性学术著作（英文）。RSAI是个跨学科的国际性组织，成立于1954年，它在研究具有空间维度的社会、经济、政治和行为现象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本书的日文版已在2000年出版，同时也被译成了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无疑，任何想在空间经济学这一乐园流连或耕耘者，不得不了解这部经典巨著。然而，正如作者们所说的，这本书是写给博士生读的（注：最近与台湾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学者交流，发现他们正是用这本书作为博士生教材。），有一定的难度，以至于即使在出版国外经济学著作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只因“在一年半时间中遍寻中国找不到合适的译者”，一而再地恳请我担纲主译。译完此书后，我也感到这本书对中国的经济学、管理学博士们来说会很困难，甚至可以说有点艰深难懂。我在南京大学商学院为博士们开设“空间经济学”一课用这本书作为辅助教材，学生们对此深有感触。本文则帮助人们理解空间经济学和阅读这部巨著。

一、空间经济学渊远流长

关于空间经济学的渊源我们应该追溯到德国传统的古典区位理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农业国，英法等国却已走上工业化道路。英国工业化前后，农产品价格上涨，一些目光敏捷的德国农场主通过与英国的农产品贸易而获利，于是尽量多买土地，扩大生产规模，德国农业开始向大型化、商品化过渡。为了研究德国农业经营模式和产业化问题，约翰·冯·杜能潜心经营农庄十载，收集了极为详细的资料，于1826年撰写了巨著《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简称为《孤立国》）。书中对于地租和土地利用的分析使人耳目一新，而对于孤立国（城市）的描述，成了城市经济学的发源（注：该书在1966年由Wartenberg译成英文版，1993年引入中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探索工业区位和厂商定位时，冯·杜能首先探询厂商不愿定位主要的城市（特别是首都和省会）的原因，即离心力（用空间经济学术语来说）。冯·杜能的论述非常全面，囊括了大城市中较高的地租和较高的食品价格对货币工资的影响。接着冯·杜能深入探讨了产业集聚的七大原因。虽然该书写于德国工业革命初期，但要超越他所思考的对产业集聚的形成的精确描述，并不是容易的。）。

到19世纪末，德国已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并迅速成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产业的大发展使得产业迁徙和工业布局问题为学者们所重视。韦伯于1909年撰写了《工业区位论》。在这部名著中，韦伯系统地建立了一系列概念、原理和规则，严谨地表述了一般的区位理论，并发展为空间经济学的另一流派。

新古典区位理论代表人物则是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和奥古斯特·勒施（August Losch）。前者于1933年出版了《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区》一书，提出了中心—地方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后者于1939年出版了《区位经济学》（原名为《空间体系经济学》，于1954年在美国以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为名翻译出版），以最概括性的描述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空间研究。

1956年，沃尔特·伊萨德（W.Isard）出版了《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一书，将冯·杜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易驾驭的框架，把区位问题重新表述为一个标准的替代问题：厂商可以被看作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正如它们作出其他任何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一样。这是一种开创性的贡献。“但是，他在他的这部巨著中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将空间问题带入经济理论的核心，却从未实现……事实上，伊萨德从未提出一个一般区位均衡的例子；这并非偶然，因为不论是他还是那个时代的任何人都不知道怎样做这件事……伊萨德并没有对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相反，他开创了一个折中的应用领域——区域科学。”（注：参见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58～60。）

阿朗索（W.Alonso）于1964年出版了《区位和土地利用》（Location and Land Use）一书，用经常在城市与农村来回穿梭的“通勤者”（commuters）替代农民，用中央商业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替代城市，建立了一个“单中心城市模型”，描绘了一幅比冯·杜能的模型更令人满意的图景。

将区位理论与国际贸易密切联系起来的是贝蒂尔·俄林（B.G.Ohlin），当他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其名著《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1933）被提名为他的主要贡献。在这本书的修订版（1966）中，俄林增加了一篇新的论文《对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看法》作为附录，他指出：“如上所述，国际贸易理论是一个‘多边市场理论’，其他多边市场理论可以从价格差异理论和地租理论中看到。然而，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贸易理论是接近区位理论的……区位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为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区位理论的一小部分。”（注：参见贝蒂尔·俄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34～335。）可以说，俄林开拓了贸易与区位理论之关系的新领域。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注：参见Ekelund and Hebert（1999）,转引自Fujita,M.and Thisse,J-F.,“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Cities,Industrial Location,and Regional Grow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8—19。），再追溯到大卫·李嘉图之前的国际贸易理论，空间因素是得到优先考虑的，通过将环境差异弱化为土地生产力的差异，李嘉图有效地将对空间的考虑从他的分析体系中剔除了。他用比较成本替代了空间因素，并使比较成本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正是因为李嘉图模型和比较成本的重大影响，几乎将空间因素从主流理论中剔除出去，从那之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空间因素即使被研究过，也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主流演绎模型之外处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在空间经济的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消极的分水岭。萨缪尔森（Samuelson）于1983年在“Thunen两百年”中这样说：“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传统上假设要素流动的可能性为零，而商品在国家或地区间流动的可能性为100%。冯·杜能的模型与其背道而驰，在一个不能移动的土地上，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商品的流动要花成本。对于劳动力将在哪里定位的问题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可是冯·杜能考虑了”（注：Samuelson,“Thunen at Two hundred”,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83.Vol.21（4）,pp.1468—1488.）。区位理论与贸易理论的关系也由此可见一斑。

空间经济学研究的是关于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尽管区位理论拥有长久的历史，但是，与时间不同，空间长久以来没有能够成功地被纳入经济学主流。那么为什么区位问题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盲点呢？这并不是历史偶然：由于空间经济学本身的某些特征，使得它从本质上就成为主流经济学家掌握的那种建模技术无法处理的领域，而这种特征指的就是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问题。克鲁格曼认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对空间问题置之不理，并不是因为区位问题在我们的生活中不重要；相反，它很重要，只是因为经济学家没有掌握必要的研究工具。他说，“在空间经济学中，如果你不找到某种方法来处理规模经济和寡头厂商的问题，那么你事实上根本无从入手……正如地理学家因为知道手中没有可以解释山脉成因的模型，所以不会认真研究山脉的位置那样，经济学家也因为知道无法把空间因素模型化，而不去研究经济的空间方面的问题。”（注：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37～39。）

如何才能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这种常态纳入经济模型中去呢？事实上这不仅是区位理论研究的盲点，也是其他一些经济理论研究的瓶颈。至今仍然有许多经济理论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这使得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经济不是以“后院资本主义”（backyard capitalism）为特征的。1977年，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建立了一个非常精巧和独特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这个模型为很多经济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工具，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技术障碍，从此，掀起了经济学研究中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革命。（注：D-S模型被广泛应用到很多领域的经济建模中。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一些理论家开始把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工具应用到国际贸易中；几年后，同样的分析工具又被应用到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中。新贸易理论出现在1984年左右，新增长理论出现在1990年左右。这两大经典理论的整合得益于两部专著的适时问世：E.Helpman and P.Krugman,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Cambridge:MIT Press,1985;G.Grossman,E.Helpman,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World Economy,Cambridge:MIT Press,1991.）这场革命有四波：第一波是产业组织理论，第二波是新贸易理论，第三波是新增长理论，第四波则是空间经济理论。

保罗·克鲁格曼是这场革命的弄潮儿。20世纪80年代他对新贸易理论的贡献众所周知，而在80年代后期，他关注着欧洲经济不断融合的发展趋势，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起初认为有关收益递增的有趣现象要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进行阐述。当他潜心研究时，却发现自己的分析越来越偏离过去所熟悉的国际经济学。在国际经济学里，要素不能流动，而商品可以贸易且运输成本为零，这是进行国际贸易研究的基础。而现实是生产要素可以流动且运输成本也为正，他觉得自己越来越转向另一类模型，它们更接近区位理论而不是国际贸易理论。于是，克鲁格曼从中发现了另一番天地——新经济地理学，并雄心勃勃地想把它发展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区位理论是经济地理学这个更加广阔领域的一部分”，克鲁格曼定义的经济地理，是指“生产的空间区位”（注：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它研究经济活动发生在何处且为什么发生在此处。为什么研究这种经济地理是非常重要的？克鲁格曼解释说有三个重要的理由：首先，国家内部经济活动的区位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对于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生产的区位是和国际贸易一样重要的问题；其次，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譬如用标准的国际贸易范式来谈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没有意义了；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告诉人们一个新的经济学世界观，却很难从贸易、增长和商业周期中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这就是世界经济的实际运行方式，但研究国际、国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时，这样的证据就不难找到，因此，经济地理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提供了一个思想和实证的实验室。

二、空间经济学的建模策略

那么究竟什么是新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的基本问题也是空间经济的核心问题，即解释地理空间中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集聚出现在很多地理空间层面上，种类繁多。例如，小型的商店或饭店集中在临近地区，集聚就发生了。从居民小区、商业区到工业区，都是不同层面上的集聚。城市本身就是集聚的结果，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是集聚的一种形式，集聚的极端则是全球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即国际经济学家密切关注的南北两极分化问题。而所有不同层面、不同种类的集聚都处于一个更大的经济中，共同形成一个复杂的体系。在经济学家眼里，这就需要一个一般均衡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新经济地理的目标就是发明一种建模方法，一个讲述故事的机制，以便人们很方便地谈论使经济活动集聚的向心力和使经济活动分散的离心力，很清楚地理解经济活动的地理结构和空间分布是怎样在这两股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新经济地理与传统的区位理论和经济地理的区别也正在于此。诚然，前人也试图这样做过，但总是因为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而却步（注：在克鲁格曼看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至少有两次空间经济学几乎要开创新时代了，但都功亏一篑。第一次把空间纳入经济学的重大努力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由著名的沃尔特·伊萨德领导，其结果是并没有实现将空间带入经济学核心的目标，却开创了区域经济学。第二次把空间纳入经济学的重大努力是指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风光一时的“新城市经济学”，这方面的文献研究的是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两次努力的失败在于没有给出一个同时包括收益递增、随之而来的不完全竞争、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等内容的正式框架。）。新经济地理则找到了一条捷径，其建模策略可以归于四个口号：D-S模型、冰山成本、动态演化和计算机。

“D-S模型”即前面提到过的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工作，他们的文章将英国剑桥大学的J.罗宾逊（J.Robinson）和美国哈佛大学的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于1933年提出的垄断竞争思想赋予了严谨而漂亮的模型表述。空间经济学中的区域模型（注：参见Masahisa Fujita,Paul Krugman,Anthony J.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9,Ch4“The Dixit-Stig litz Model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ts Spatial Implications”。）是将D-S模型应用于空间分析中，我们几乎可以视之为D-S模型的空间版本。“冰山成本”则是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52）的创造，本来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是不考虑运输成本的，但现实贸易中运输成本是客观存在的，萨缪尔森并不特别描述运用资金和劳动力提供运输服务的行业，相反，他建议人们想像货物在运输途中“融化”了一些，最终只有一部分能到达目的地，损失的那一部分便是运输成本。空间经济学中所考虑的运输成本都采用这种聪明的形式。“毫不夸张地说，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之间的权衡关系是空间经济理论的基础”（注：M.Fujita and J-F.Thisse,“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Cities,Industrial Loc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77。）。

谈到空间经济学中的动态演化方法时我要先介绍一个词：“Ad hoc dynamics”，这个词很多经济学人不太熟悉，至今为止仍然没有确切的译法。虽然在数学界，在运筹学或优化论专家们那里，Ad hoc是个再熟悉不过的词，但有趣的是，专家们讲到这个词时从来都是直读英文，听者也从来都是心领神会，不需要任何中文翻译，它也的确没有适当的词来翻译。如果硬译，就译成“特别动态”，其实它是指rough and ready ideas without very much theoretical background。克鲁格曼等人正是用了这种方法。空间经济的“演化”指的是经济究竟是如何从一些（或许多）可能的地理结构中选择其一的。的确，经济的地理结构是有多种均衡的可能性的，假如2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不是在“南海边”而是在“东海边”或者中国版图的其他某个点“划了一个圈”，那么那个被圈着的“点”今天便会是另一番图景。显然这意味着历史和偶然决定了在那些经济地理各种各样可能的均衡结构中最终哪一种会脱颖而出。经济地理的演化就反映这种历史和偶然。而空间经济学中分析这种演化过程的基本方法（注：参见Masahisa Fujita,Paul Krugman,Anthony J.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9,Ch5“Core and Periphery”。）就类似于Ad hoc dynamics。最近见到国内有人批评空间经济学时说“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中，真实的空间只是‘虚拟’的几何空间的陪衬，显得本末倒置”，我想这样的批评是对Ad hoc dynamics方法不太熟悉而造成的误解。我个人认为，在模拟历史和偶然性时应用Ad hoc dynamics方法是恰到好处的。再以上面的例子来说，为什么当年小平同志是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呢？人们可以说出方方面面的原因，地理学家有地理学的解释，政治家有政治学的解释，社会学家有社会学的解释，经济学家有经济学的解释，历史学家有历史学的解释，军事家或许还可以从军事方面考虑，等等，方方面面的原因都有其道理；偶然性中蕴涵必然性，这就是辩证法，但最终事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历史选择了深圳而不是任何其他地方。

克鲁格曼等人在这本书中建立的所有模型，都是借助数值方法来解决的。人们可以发现，出于某种原因，即便是最简单的阐述，单纯运用解析法是不可能的，想给那些均衡方程组找到一个解析解是极其困难的。那么，使用数值方法肯定离不开计算机，需要计算机模拟。于是还得提到数学家阿兰图灵（Alan Turing,1952），他在研究生物学中的形态起源时，第一次运用计算机模拟求解数学模型，这给予人们新的启迪，本书作者在研究中心体系的自组织形成时，用的就是图灵机器方法。这里还要介绍一件趣事：克鲁格曼在1991年连续发表了三篇重要论文并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了《地理与贸易》一书，之后便受到各地访学和做讲座的邀请，1992年4月16日他受藤田先生的邀请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讲座（那一天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也正好来宾夕法尼亚大学做竞选宣传）。在从机场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出租汽车里，克鲁格曼兴致勃勃地拿出他的笔记本电脑，开始模拟起他在波士顿机场候机时完成的“跑道经济”模型。顺便说一下，书中原文是“the racetrack economy”，翻译成“跑道经济”更合理，但我的学生们却特别偏好“轨道经济”一词，我一时心软便也依了他们。其实这里的“跑道经济”是有渊源的。霍特林（Hotelling，1929）建立了一个线性城市选址模型，萨洛普（Salop，1979）则建立了一个圆形城市选址模型，若干个企业进行价格竞争，它们在圆环上等距离选址，空间差异化外生给定；波尔（Pal，1998）证明不论是伯川德竞争（Bertrand）还是古诺竞争（Cournot），2个企业最终会定位在圆周直径的两端；Matsushima（2001）则证明了进一步推论，假设有n个企业进行这种类似的两阶段竞争，结果是一半企业集聚在一点，而另一半企业集聚在圆环上与之对称的另一点。在这本书中，最初的跑道模型是一个有12个地区的圆周，就像一面钟，商品必须沿圆周运输。不管经济活动最初如何分布，最后制造业企业几乎总是集中到两个地区，并且具有一定的对称性，当地区数目越多时，这种规律越明显。这种跑道经济的试验，就是通过计算机模拟而实现的。

三、空间经济学中的基本模型

空间经济学中有三种模型：区域模型、城市体系模型和国际模型。乍一看来，这应该是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三个不同领域的不同问题，但正如我们前文追溯空间经济的渊源时所知，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均可以看作区位理论的一部分。事实上，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界限一直都很模糊；而这本书的三位作者中，藤田教授是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教授和维纳布尔斯教授则是国际经济学家。

1.区域模型：中心—外围模式

中心—外围模型（core periphery model）考虑的是一个只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的经济，农业是完全竞争的，生产单一的同质产品，而制造业部门是垄断竞争的，供给大量的差异化产品，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两个部门分别仅使用一种资源：劳动力；农业雇佣劳动力要素不可流动，而制造业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农产品无运输成本，而制造品则存在“冰山成本”。经济的演化将可能导致中心—外围格局：制造业“中心”和农业“外围”，条件有三个：当运输成本足够低时；当制造业的差异产品种类足够多时；当制造业份额足够大时。较大的制造业份额意味着较大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它们是最大的集聚力（克鲁格曼特别强调这种金融外部性是集聚的驱动力）。关键系数的微小变化会使经济发生波动，原先两个互相对称的地区发生转变，起初某个地区的微弱优势不断积累，最终该地区变成产业集聚中心，另一个地区变成非产业化的外围。也就是说，经济演化使得对称均衡在分岔点上瓦解，区域性质发生突变。

将两地区的例子推广至多个地区与连续空间，克鲁格曼用Turing方法证明了中心—外围模型中的结论仍然有意义，集聚因素将使得在多个地区和连续空间中会产生数量更少、规模更大的集中。而即便放松农业运输成本为零这一非现实假设，基本结论也不会有多少改变。当然，中心—外围模式能够发生并不表示必然发生，即便发生，是否可维持也是有条件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一个地区形成的产业集聚可以自我维持，但在同等条件下，产业在两个地区分布也是稳定的。（注：CP模型作为空间经济学的中枢，具备以下几个主要特征：1.本地市场效应放大。本地市场效应是指需求区位的一个外生变化使需求扩大区产生一个更大比例的产业再定位，如果把集聚定义为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将刺激进一步空间集聚力量的趋势，则本地市场效应无疑是个集聚力。2.循环因果关系。CP模型的集聚力是自我强化的，在CP模型中可区分为与需求关联的循环因果关系和与成本关联的循环因果关系。3.内生非对称。随着贸易成本的不断降低，原先对称的两个地区最终将演化为非对称区域。4.骤变式集聚。从一个对称结果和很高的贸易成本出发，在达至突变点之前，贸易自由度的边际增加对产业区位无影响；而在超出突变点之后，即使贸易自由度的一个很小增加也将使产业发生骤变式集聚，即完全集聚是唯一稳定的结果。5.区位磁滞。当贸易成本使CP模型出现多重稳定均衡时，将产生区位磁滞，或称之为路径依赖，这时历史将起作用。假设经济始于一个中心外围结果，一个瞬时冲击如一个地区对生产的临时补贴将使经济从一个稳定均衡变为另一个稳定均衡；但随后这一冲击的消除并不能导致这一冲击结果的逆转。6.驼峰形集聚租。在CP模型中当经济处于中心外围结果时，流动要素并非不在意区位的选择，集聚租可度量为当完全集聚是稳定均衡时一个工人从中心转移到外围所招致的损失。随着贸易变得更为自由，集聚租先上升后下降。7.重叠区和自我实现预期。在CP模型中有一重叠区，当贸易自由度处于该范围时对称和两个中心外围结果都是局部长期稳定均衡。当工人是前瞻性的，重叠区使对称结果和中心外围结果之间的跃迁可由预期冲击所触发。——参见Baldwin,Richard E.et al,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p.33—36。）同时这也表明，真实世界中的空间地理结构要比想象中的复杂得多。

譬如，考虑中国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已有珠三角这个制造业中心，其他地区是否还可以建成珠三角似的制造业中心？中心—外围理论告诉我们，有时多中心和单中心的地理都是稳定的——如果过去已有制造业中心，自然它会得到维持；但是如果起初没有，则未必会形成中心。事实上，长三角的制造业中心地位得以维持，而东北或中西部至今也没有形成新的制造业中心。当然，东北和中部地区一些省份也有很好的工业基础，强化这些基础重振旗鼓，也有望成为次级中心。在中国如此广袤的大地上，多中心地理应该是一种稳定均衡结构。中国实施开发大西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部署，如果成功，这种多中心地理稳定均衡将会实现。

2.城市模型：城市层级体系的演化

为什么在地球的苍茫大地上，有那么些地方形成了称之为“城市”的经济体？城市究竟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在人口和企业不断流动的情况下，城市仍然持久不衰？为什么城市会形成不同层级？经济究竟是如何从单一中心地理向多城市地理发展的？形成城市层级体系的自组织结构是如何演化的？一个优化的经济体中，城市规模应该有多大又该如何分布？这都是空间经济学中城市模型所探讨的问题。

城市模型（注：参见Masahisa Fujita,Paul Krugman,Anthony J.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9,Ⅲ“The Urban System”。）以冯·杜能的“孤立国”为起点，定义城市为制造业的集聚地，四周被农业腹地包围。然后逐渐增加经济的人口，农业腹地的边缘与中心的距离逐渐增加，当达到一定程度时，某些制造业会向城市外迁移，导致新城市形成。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又会生成更多的城市，然后继续向外发展。一旦城市的数量足够多，城市的规模和城市间的距离在离心力和向心力的相对强度下将在某一固定水平上稳定下来。如果经济中有大量规模各异和运输成本不同的行业，经济将形成层级结构。这种城市结构的未来趋势取决于“市场潜力”参数。经济演化的过程可看作是市场潜力与经济区位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潜力决定了经济活动的区位，而区位的变化进而重新描绘了市场潜力。随意瞥一眼经济活动在真实世界中的地理，纽约之所以成为纽约，就因为一条运河的作用，尽管这条运河在最近150年里已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起源于大约60年前斯坦福大学决策者的先见之明。当然，自然地理对经济地理的作用不容忽视，譬如，河流和港口的作用。绝大多数拥有200年历史的美国城市（钢铁城市匹兹堡除外）都分布在大西洋沿岸或可以通航的河流的北边。试想如果没有长江没有上海港，就没有当年的大上海和如今的长三角中心；同样没有珠江没有黄埔港，就没有两千年历史的五羊城和如今的珠三角。区位优势有催化作用：当一个新的中心出现时，一般情况下会在这个地区而不是在其他地区形成，而一旦中心形成，它通过自我强化不断发展形成扩大规模，起初的区位优势与集聚的自我维持优势相比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就是空间经济的自组织作用。

借用空间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考虑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为什么是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在那个地方形成了诸如叫做广州或上海或北京的经济体？为什么上海周边还会有诸如杭州、南京之类的次级城市？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应该有多少个类似于珠三角或长三角之类的城市层级体系？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变迁，经济如何从单中心地理演化成多中心地理？新城市终究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出现？城市规模的分布可否预测？自组织结构如何决定城市空间体系的演化过程？市场潜力曲线如何决定城市空间体系的演化路径？空间经济学将会大大拓展我国城市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两门学科之间的界线一直都很模糊）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3.国际模型：产业集聚与国际贸易

国际模型主要讨论国际专业化与贸易、产业集聚、可贸易的中间产品和贸易自由化趋势对一国内部经济地理的影响。贸易和经济地理（区位理论）应该融为一体，这一点细读俄林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开山之作《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注：俄林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而且在瑞典，他是一名活跃的政治家。作为政治家的名声甚至大于作为经济学家的名声。他曾是瑞典自由青年联盟主席，接着任瑞典自由党领袖。他担任了30多年的瑞典国会议员，并曾出任瑞典的贸易部长。他的著述很多，在经济学中他涉足的领域也很多，诸如就业问题、货币问题以及经济危机等问题他都有很深的造诣。中国人对他的了解主要源于他的生产要素禀赋学说，即H-O理论，以及1977年他同英国的J.E.米德（J.E.Meade）因“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理论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同时获诺贝尔奖。）就能理解。然而在过去的170年里，这两个学科分支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空间经济学则想填平这一深壑。在前面两个中心—外围模型和城市体系模型中，要素流动在集聚形成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生产要素的流动会受到种种限制。在世界范围内考虑要素流动，“国界”是不可避免的影响因素。之所以有国际贸易理论存在，就是因为有国界存在。国际贸易壁垒和要素流动障碍都是国界惹的祸（即便没有正式的贸易壁垒，国界仍然会产生大量实际的贸易壁垒）。正是因为国界，在中心—外围模型中起关键作用的产业关联效应，并不能导致世界人口向有限的几个国家集聚，却能产生一种专业化过程，使特定产业向若干个国家集聚。那么关联效应、贸易成本（涉及运输成本和贸易壁垒）和国际不平等或世界经济的“俱乐部收敛”之间有什么关系？对外贸易如何影响内部地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不同产业区域的专业化模式和贸易模式将如何改变？一个忽略国界的“无缝”的世界（更完美的一体化世界）将是什么样子？空间经济学力图回答这些问题。

而对一国内部来说，开放对外贸易是提升了还是抑制了国内的区域专业化水平？国际贸易的传统理论考虑的是国际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所得，将空间经济理论应用到国际贸易传统问题上，更强调了外部经济在贸易中的作用，即行业层面上（与单个厂商层面上相比）的收益递增会导致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专业化生产不同商品。对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本书的模型表明，虽然从总体上看，贸易自由化会使一个国家的工业在空间上显得更加分散，但是对某些工业而言，贸易自由化却可能带来空间集聚。这隐喻着由于存在这些效应，使得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国民福利的增进，比通常讲的贸易所带来的福利要多得多。一般认为，国际贸易所得来自消费者所得和生产者所得，其中后者是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从而改变产业结构所带来的。但空间经济地理的分析表明，贸易可以导致内部经济地理的重新组织，它既在总体上促使制造业活动变得更加分散，同时又促使某些产业发生集聚。当一个产业为了适应贸易方式的变化而重新组织生产时，意味着贸易也许会通过更深一层的作用机制来改变一国经济的福利水平。

四、空间经济学研究的未来方向

空间经济学至少有三个可供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扩展理论菜单、寻求实证研究以及探讨空间经济的福利与政策含义。（注：参见Masahisa Fujita,Paul Krugman,Anthony J.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9,Ch19“The Way Forward”.在国际区域科学经济协会（RSAI）于2002年11月为纪念该学会诞生50周年在波多黎各的首都圣吉安举行的北美会议上，克鲁格曼又提出应该建立一个可用电脑操作的地理均衡模型。）

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是空间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它们各自有三个来源。向心力来自关联效应、厚实的市场、知识溢出和其他外部经济。离心力来自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土地租金/运输成本、拥塞和其他外部不经济。当然还可以考虑这些集聚力和离散力的其他来源，扩大这一理论菜单。藤田认为（注：同样在RSAI的圣吉安北美会议上，克鲁格曼和藤田昌久有一个对话式的演讲，这个对话式的演讲后来正式发表了，见Fujita and Krugman（2004）。），在考虑向心力的其他来源之前，迫在眉睫的是发展一个基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交易关联上的、更一般的垄断竞争模型。空间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学界能否建立起囊括空间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一系列更为一般的一般均衡模型。最近的文献表明，这方面的工作正在进行，如Ottaviano,Tabuchi和Thisse（2002）。

集聚的向心力作用会形成中心—外围模式，基本的CP（core-periphery）模型源于克鲁格曼（1991），这个模型中有很多与实际不太相符的假定，放松这些假定，会得到新的扩展和发展。克鲁格曼和他的同伴们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譬如，基本的CP模型中假设农业部门是完全竞争的，生产单一的同质产品，而且不承担运输成本，而本书第7章则放松了农产品同质的假定，允许不同的地区生产差别化的农产品，并存在农产品贸易成本，得到了更进一步完善的CP模型。最近的文献表明，其他经济学家也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的工作。这里举几个例子。

1.基本的CP模型中，制造业工人的移民行为是集聚产生和强化的关键，但假设制造业工人只依赖当前的工资差异情况做出选择，而鲍德温（Baldwin，2001）则在CP模型的基础上，放松了关于工人移民行为的假定，引入了工人的前瞻预期（forward-looking expectation），即认为制造业工人依赖他们对于未来工资情况的预期做出移民决定。为此，Baldwin在模型中加入了现实贴现率以及移民成本，更细致地从微观角度讨论了历史与预期谁对集聚更重要。此外，Ottaviano和Puga（1998）也利用贴现率对于历史对预期的作用进行了归纳，发现在移民成本低且工人具有耐心的情况下，预期可以推翻历史上形成的空间经济结构。

2.基本的CP模型主要建立在静态的框架之上，其中有一个隐含的假定，即模型中不存在长期的增长。Baldwin和Forslid（2000）扩展了该模型，引入了资金因素和罗默（Romer）的产品创新因素，得到了一个长期增长以及工业选址都是内生的模型，表明了长期增长对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除此以外，两位研究者还敏锐地观察到了当今社会地区之间融合的不断加强的趋势。通过以揭示地区融合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些新的趋势为基础，他们对于经济融合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和分类，并讨论了不同类型的融合对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从而讨论了产业选址、长期增长以及经济融合三者的关系。

3.基本的CP模型中只存在两个部门，即制造业和农业。而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政府行为对于厂商的选址决定有重要的影响。举例来说，在中国经济特区的崛起过程中，政府所制定的优惠政策和提供的高质量服务在吸引经济活动方面功不可没。因此可知，不考虑政府部门的影响，只是一个方便分析的简化假定。充分认识到各地区不同的税收结构在公司和消费者的选址决定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L.F.Nalaspa,F.Pueyo和F.Sanz（2001）在基本的CP模型之中加入了一个新的经济机构——公共部门的作用，从而引入了税收负担水平以及公共管理效率的作用，讨论了政府行为对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

4.基本的CP模型是基于连续时段的长期模型，也就是说，其中的很多因素从长期来看都是稳定的。基于连续时段的情况进行讨论，贸易成本的上升增强了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模式的稳定性。而Currie和Kubin（2003）则在短期的框架中放弃了连续时间的假定，转而采取了离散时间的假定，以讨论从基本的CP模型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是否会受到离散时间假定的影响。采用短期而非长期框架这一扩展，对于模型的分析方法以及结论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期的发展中，经济活动的分布最终都收敛于两种可能的稳定均衡状态，即对称均衡和中心—外围均衡状态，而离散时间则可能导致两地区同时拥有较为发达的制造业部门的暂时现象。

关于厚实的市场，克鲁格曼（1991）提供的一个关于劳动力池的简单模型，已在Gerlach，Roende和Stahl（2001）等人的工作中得到扩展，这些文章重点讨论了公司为提高生产力进行冒险性投资的影响。还有的学者将要素在部门间流动的交易成本纳入此模型。在这些关于劳动力池的模型中，劳动力均被假设成同质的。显然，劳动力不同质的模型应该更有意义。当不同质的工人从事最合适的工作时，厂商可以在技术空间寻求工人和技术的最优匹配，通过相应的外部性获得集聚经济效应。这种劳动力匹配的模型先见于Helsley和Strange（1990），随后由Hamilton，Thisse和Zenou（2000）进行扩展。所有这些劳动力池和劳动力匹配模型，在本质上都是非空间的，更像其他学科所讨论的问题。如果能将这些类型的模型嵌入空间经济学的框架，将为人们提供一个有趣的研究方向。

关于知识溢出和其他外部经济对集聚的作用，得到了无论是经济地理学家、区域经济学家、城市经济学家，还是管理学家如波特（Porter，1998）的最为广泛的讨论。而本书事实上对此谈之甚少。克鲁格曼解释他为什么对这个主题选择沉默，并不是因为他不重视这种集聚力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他还没有发现漂亮的关于知识溢出的微观经济模型，也正因为此，他才转而发展基于关联要素的空间经济学的微观模型。由此可见，发展关于知识溢出的空间经济微观模型是如何之迫切。经济学家已经建立了很多基于马歇尔外部经济的城市和产业集聚模型，但其外部经济来源总不是很清楚，而且外部经济对单个厂商来说是外部的，对行业来说是内部的，外部经济的基本机制总是很含糊的。Fujita和Thisse（2002）很好地描述了信息和知识交流与传播的空间过程，但缺乏对信息和知识外溢这种外部性细节的阐述，譬如，交流的是什么信息以及公司是如何使用这些信息的？

而且，知识溢出在本质上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对知识溢出外部性的完整处理需要一个动态框架。显然，在短期内，人们的相互接近甚至面对面的交流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获得，但在长期内，同样的一群人的集聚有知识同化倾向，所以时间将削弱知识外部性。这也意味着马歇尔的外部性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积累，从而导致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在短期内成立，但在长期内，除非不断注入新的知识要素，否则未必成立。一个成熟的关于知识溢出外部性的模型应该具有一个动态框架，无论人们在短期还是长期内在不同地区的移动或迁徙，都对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因为不同的知识和信息得以在不同的区域间传播和维持。推动信息流动和知识溢出的微观基础的发展，在空间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一定是未来研究的主攻方向。

关于集聚的离心力，一些工作如Helpman（1999）和Tabuchi（1998）将城市土地租金纳入新经济地理模型，表明当制造业的运输成本足够低时，产业会向外围迁徙，以避开城市土地的高租金。但是，在给定空间分离的框架下，很难区分这样的行业分布代表了区域间分布还仅仅是中心区域的郊区化。如果能在连续空间内探讨这类问题，则是空间经济学模型的一种发展。这就需要新经济地理模型和传统的城市模型结合和统一起来。到目前为止，城市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当作两个不同的领域区别对待的。在我国，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专业在经济学院设立，而经济地理学专业则在地理系或现在的城市规划系设立，对不同层次的广大高考学生来说，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学科。这并不是恰当的，这里暂不讨论学科配置的合理性。从理论上说，这些学科本质上都是处理相同的空间现象，如果将这些学科更紧密地相连，它们会发展得更快。

这里顺便介绍，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名称问题是颇曲折的。在克鲁格曼与藤田的对话中提到（注：在RSAI的圣吉安北美会议上，克鲁格曼和藤田昌久的对话式演讲，见Fujita and Krugman（2004）。），当他们用“新经济地理”（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一词时，“好像激怒了传统的经济地理学家，也激怒了一些区域经济学家和城市经济学家”。传统经济地理学家之所以反对，主要是情感上的反对，可能是因为“新”与“经济地理”的结合有些使人反感，因为在他们眼里，“新经济地理”实际上阐述的都是些老掉牙的事情，他们“在老早以前就这么说了”。藤田教授戏言道，如果一个人说“我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肯定会遭到业内人的反击；如果改称为“新地理经济”或“新空间经济”，就不会这样使传统地理学家恼怒了。但他认为当初命名为“新经济地理”还是很有建树性的，至少它吸引了传统地理学家的注意，使得人们发现经济学家和传统的地理学家在理解和对待地理空间上是多么不同。至于一些区域经济学家和城市经济学家为何也持反对态度，藤田教授解释其原因，是因为“乐园遭到了侵略”而一时难以接受。因为对区域经济学家和城市经济学家来说，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经济地理已成为他们专心对空间经济行为进行建模的乐园。不过要说到乐园被侵犯使人情感上有阻碍这一点，区域经济学家和城市经济学家应该可以释怀，因为对于最初的经济地理乐园来说，他们自己也是新的进入者（区域经济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城市经济是在60年代末），所以他们应该不反感这种友好的侵略。（注：呵，我在国内也遇到同样的事情：我的一篇相关文章投向某个著名刊物，匿名审稿人没有对我的模型本身提任何意见，却指出这个问题在某某学科里是个老问题，没有超过某某某（一位先哲）的成果，故不宜发表。尽管我实际上用的是新方法，与先哲的论述完全不同。）而经济学家也倾向于取名为“地理经济学”（the geographical economics）（注：2001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经济前沿理论”书系中的一本书是An Introduction to Geographical Economics（顺便提到，就该书内容来说，这本书的书名翻译成《地理经济学引论》比较适宜，而不是像国内现在所翻译的《地理经济学》）。在该书前言中，三位作者强调说他们宁愿选择“地理经济学”这个术语而不选择其他名称如“新经济地理学”，其原因“不仅是因为‘新’这个标签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不可避免地过时，而且因为这些术语本身也有其缺陷——此术语暗示该理论是由经济地理学家发展而来。但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地理经济学深深根植于国际经济学、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在这些理论基础上再加入了经济活动的地理选择。”不过该书作者们同时也认为称其为“新经济地理学”也未尝不可，他们说：“我们认为，地理经济学将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成熟的空间洞察力和经济学主流理论中的一般均衡框架结合了起来，故从这种意义上说，它也可以被看作是新的经济地理学”。）

，但“经济地理”和“地理经济”从名称上就容易混淆。因此，是不是考虑到我国的国情，既然“经济地理”学科在地理系或城市规划系已经存在，既然区域科学和城市科学也已经存在，既然“地理经济”又容易被混淆，那么在我国命名为“空间经济学”应该比较适宜，这样至少从名词上没有侵犯任何乐园，又颇有新意而不拗口，可以为大家所接受。而且应该说，空间经济学的范畴比新经济地理更广，在空间经济学的旗帜下，会集聚更多学科的研究者。

五、关于《空间经济学》理论和技术风格的一些评论

克鲁格曼无疑极富经济学成就。不仅是新贸易理论，他在1994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使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从他多年来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来看，他对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D-S）垄断竞争模型历来情有独钟，《空间经济学》中呈现的一组模型深深扎根于他所推崇的D-S模型。克鲁格曼的模型是一个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在总量上形成空间集聚的一般均衡分析。但是参与市场的微观经济行为是非动态的，不存在跨越时间的决策。市场参与者（企业和工人）的决策行为均是非远见的、非策略的原子状决策，而这些原子状决策的整体效应使得经济体从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转变。这类静态模型尚需进一步发展，因为现今的主流理论特别强调理性预期和策略博弈。

从技术风格来看，《空间经济学》中所有模型都是借助于数值来模拟的。对于现实经济中的许多问题，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并不太难，然而求出其解析解却难上加难。为此作者大量应用了图灵方法。但这对缺乏一定的计算机基础的读者产生了困难。很多章节的附录里均列出了作者使用的特殊的参数值，但没有提供计算程序。或许是作者认为检验其结果是没有必要的。

学者们对本书风格的最显著的批评之一是，它对其他学者早期所作的非常重要的工作没有提到，甚至疏漏之处很多。举例来说，本书的一个中心观点是，当分散力受到集聚力的制衡时，空间集聚就会产生。而Papageorgiou和Smith（1982）约在20年前对此观点的优雅处理，书中并无涉及。而任何一本开创性的著作，如果能够疏而不漏地介绍前人的思想和工作，将会使该领域的后学者们少走很多弯路。

对《空间经济学》中的基本观点也有一些批评。在国际著名刊物Regional Science &Urban Economics（2001）（注：参见Regional Science &Urban Economics，2001（31）:pp.601—641。）中有一篇书评，批评本书的基本观点时是针对克鲁格曼的一段话（注：参见Masahisa Fujita,Paul Krugman,Anthony J.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9,p.5。）：关联效应只在单个厂商存在收益递增时才发生作用，否则厂商就不会将生产集中在市场最大的地方，而是分别建立生产基地来满足各个市场。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除非厂商拥有内部规模经济，否则市场关联不会推动集聚。而这篇书评的作者认为，其实关联和内部规模经济之间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因为不论是否存在厂商层面上的规模经济，关联总是存在的，譬如工人重视与其他同种行业或相关行业的工人的交流，也是一种关联，而这种关联也能创造集聚。但我想说的是，这篇书评作者的批评中所说的“关联”与克鲁格曼在本书中所说的“关联”其内涵和外延是有差异的。克鲁格曼所说的关联是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垂直关联”，是产业链上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这样定义的“关联”效应只在存在厂商层面的规模经济时才发生作用，克鲁格曼是正确的。我认为，如果将“关联”一词拓展，厂商之间任何有形无形的交往都被称为“关联”，那么除了“垂直关联”外还可以定义“水平关联”（或横向关联）。当然，水平关联与厂商内部规模经济无关，水平关联也可以产生集聚。譬如，知识溢出就是这种所谓的水平关联，而这种水平关联可以产生集聚在马歇尔时代人们就知道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推动了空间集聚？除了关联效应外，影响空间集聚的因素还有其他。我在拙著《产业集聚论》中归纳总结了八大因素，除了国际贸易理论中所强调的要素禀赋外，我将其他七大因素分为基本因素和市场因素两大类：基本因素包括运输成本、收益递增和知识溢出；市场因素包括地方市场需求、产品差异性（消费者偏好）、市场（垂直）关联和贸易成本。譬如，虽然所有的星巴克都销售同样的咖啡，咖啡本身没有差异，但区位的特殊性会形成消费者偏好，某店的一杯咖啡与另外一家店同样的咖啡是有区别的，这也就构成了产品差异性，并因此而产生集聚：星巴克越集中的地方，咖啡的消费者市场就越大；而咖啡的消费者市场越大的地方，星巴克就越集中。

所以，我对《空间经济学》的一个看法是，它清晰地表明了运输成本、收益递增和关联效应对空间集聚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它自始至终都着重强调了关联效应的作用。至于关联效应对空间集聚的作用，我认为它的确是说了个透。至于忽略了空间集聚的其他因素，这也不能说是它的一大不足，因为任何一本书只能承载有限的信息而不能包罗万象，特别是如上所述，它之所以对其他因素譬如最引人注目的知识溢出外部性保持沉默，主要是克鲁格曼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寻找到有坚实微观基础的知识溢出模型，这类模型必须有动态的框架。事实上这本书关注的范围很狭小，可以说只讨论了集聚向心力中的一种：关联效应所形成的金融外部性（pecuniary eaternalities）。克鲁格曼解释说之所以本书关注范围狭小，是为了在经济理论的现代工具下，建立起新经济地理学的稳固的微观基础。但这决不表明空间经济学所关注的范围狭小。

应该注意到，在《空间经济学》所有的章节中都避免了讨论福利经济学和政治问题。克鲁格曼解释他们在空间经济的政策含义方面没有下任何工夫的原因是，本书的目的只是解释“是什么”和“为什么”，对于从事理论模型研究的经济学家来说，尽管他们的模型中所展示的经济正是政府介入的主要目标，但要让他们来推导政策含义，一般都会慎之又慎，因为要将纯理论模型变成可以预测具体政策措施的实验模型是非常困难的，在这方面克鲁格曼有过经验。回想他的新贸易理论，有着强烈的政策含义，但是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可行性一直争论不休。这段经历对克鲁格曼来说仍然记忆犹新，尽管新贸易理论使克鲁格曼在国际经济学界有了重要地位，但克鲁格曼还是很感慨，将不完全竞争模型应用于复杂的现实是多么的困难，而对于主要研究一般均衡而不仅仅是局部均衡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则更显得难以操纵。克鲁格曼心有余悸地说，“老实说，我们（至少对我来说）也担心类似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历史上不太愉快的事情会重现：利益集团不顾一切地招募有名的经济学家支持有问题的干涉主义政策。诚然，新经济地理的主要的研究者都会极力抗拒这种诱惑，但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出现。”（注：引自在RSAI的圣吉安北美会议上，克鲁格曼和藤田昌久的对话式演讲。）

当然，理论总是为现实服务的。既然空间地理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无疑会产生很强的政策效应。经济学的要点之一就是提供政策指导，《空间经济学》的作者们希望并期盼这本书的方法能引致一系列有益的政策建议，以指导与地区的、城市的、包括国际的贸易政策有关的问题。（注：引自Masahisa Fujita,Paul Krugman,Anthony J.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9,pp.349.）作者很清楚地表明了态度，即空间集聚的福利和政策含义是空间经济学未来前进的方向之一。实际上在最近10多年空间经济学的发展中，关于空间集聚的福利和政策含义的研究颇为丰硕。在这方面，我建议读者们去读一读另外一本好书：2003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这本书由五位作者合著，分别是Richard Baldwin,Rikard Forslis，Philippe Martin,Gianmarco Ottaviano,Frederic Pobert-nicoud。

梁琦

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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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原文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第4卷，2005（4）。


英文版序言

经济活动的区位涉及企业和家庭在哪里进行生产和消费决策，以及这些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主流经济学历来极少关注这个问题。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在最新版的《经济学理论回顾》（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1997）中提到“主流经济学对区位理论的不屑是令人费解的”，他同时断言，“这种忽视很大程度上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但事实表明这些评论有些过时了。大约从1990年开始，空间经济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获得了新生（用“诞生”一词也许更贴切），因为这个领域几乎从未受到过重视。借助于新的理论工具,“新经济地理”迅速成为现代经济学中最令人神往的领域之一。

经验表明，在一个新的潮流产生数年后，如果能有人做出概括提炼（成果通常是一本书，该书要能够证明，许多看似迥然不同的模型不过是几个主要问题的变体，同时该书还要能创立一套基本框架，用于研究此类问题），那么人们将获益匪浅。例如，赫尔普曼与克鲁格曼（Helpman and Krugman,1985）关于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的著作以及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关于内生性增长的著作，都为他们研究的新领域提供了雏形并指明了方向。我们相信，在经济地理理论上取得类似成果的时代已经来临。这本书还特别向读者演示了如何将一种立足于收益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流动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常用方法运用到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以及国际经济学中以研究各类问题。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要或者需要读完全书。下面就本书的内容向大家做简要说明。第Ⅰ篇基本上是背景资料，其中回顾了研究此类经济理论的动机，以及一些早期研究中与我们的方法直接相关的问题。第2章的基础——乘数模型及该章附录中对叉型模型的讨论可看成是热身，或许会对后续讨论有所帮助。第Ⅱ篇提出了一些基本方法，并应用到“区域”模型中（指一些生产要素可以在区域间自由流动的模型）。即便对那些主要兴趣放在城市经济学或国际经济学方面的人来说，阅读第3章和第4章也是十分必要的。第3章提出了贯穿全书的市场结构；第4章在提出中心—外围模型的过程中，阐明了若干概念，还得出了一系列数学结论，这些概念和结论都将反复出现。第5章和第6章为选读章节（虽然它们介绍的概念都将在第Ⅳ篇中出现，而且第5章还是第16章相关讨论的前提）。

具备了这些初步知识，读者就可以有更大的选择余地。第Ⅲ和第Ⅳ篇的阅读顺序是随意的，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跳过城市经济学，直接从区域经济学进入国际经济学的部分。在第Ⅲ篇中，第7章启发式的开场白为其后的内容提供了阅读指南；除了第11章的内容显得有些突兀外，以后内容的发展都是一脉相承的。在第Ⅳ篇中，第13章为其余章节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阅读背景，此后章节则是彼此独立的。

本书的部分内容是以作者自己以及与他人合著的早期著作为基础的。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Tomoya Mori，他作为合著者撰写的早期著作为本书第9章、第10章和第12章的大部分内容奠定了基础。此外，Diego Puga和Raul Livas-Elizondo也分别对本书的第14章和第17章做出了类似的贡献。

本书还从很多人提出的意见中受益。部分原稿已经被麻省理工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用作课程讲义，研修这些课程的学生也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阅读过本书草稿并提出了宝贵建议的学者有：运筹学与计量经济学中心（Center for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Econometrics，CORE）的Jacques Thisse、布朗大学的J.Vernon Henderson、达夫斯大学的Yannis Ioannides、博洛尼亚大学的Gianmarco Ottaviano、维也纳科技大学的Martin Wagner以及名古屋财经大学的Hiroyuki Koide。

此外，Hiroyuki Koide和Tomoya Mori对本书的部分内容做了极为出色的编辑工作；位于伦敦经济学院、由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会资助的经济运行中心以及英国台湾文化研究所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藤田昌久

保罗·R·克鲁格曼

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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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地理学的再发现

在英国国家歌剧院（English National Opera）旁边的拐角处就是圣马丁巷（St.Martin's Court），在这条很短的街道上遍布着二手书及印刷品的销售商。对于这些店铺来说，这个位置是十分合理的；但毫无疑问，其他地点可能也同样合适。那么，那些店主为什么要把店铺开在这里呢？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彼此靠近。无疑，还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告诉我们那些二手书商店及印刷品商店最初是如何聚集到一起的，但能使它们维持至今的则是一种循环的逻辑——潜在顾客之所以来到圣马丁巷，是希望在那里找到很多值得一逛的店铺；而店主之所以把店铺开在圣马丁巷，是因为他们知道那里有大批的潜在顾客。

“圣马丁巷现象”也广泛存在于经济中。集聚（agglomeration）是指经济活动的集中，它由某种循环逻辑创造并维持。集聚有许多层次，从城市中为周边居民区服务的当地购物区，到硅谷（或伦敦市区）这样为整个全球市场服务的专业化经济区，都会出现集聚。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地理上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在发达国家，绝大多数人居住在大都市地区，而这些大都市本身也会聚集成区，例如，波士顿—华盛顿走廊（Boston-Washington corridor）。集聚无疑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但它并不是万能的。例如，伦敦很大，但大多数英国人居住在其他地方，这种城市体系在规模和功能上存在很大的差别。

经济地理研究的对象是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及其原因。换句话说，要让经济学家相信这门学科既有趣又重要，应当不会太费劲。然而，这门学科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直到近几年才有所改观。即便是现在，它的各种入门教材似乎都还在描述一种没有城市和区域的空洞经济（大多数类似教材绝口不提城市化的原因或区位在经济决策中的作用等等这类问题）。

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对经济地理的研究，也就是对经济活动的区位及其原因的研究有了戏剧性的增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现实的关注激发了人们对经济地理的研究兴趣，特别是欧洲市场一体化的计划，以及人们试图通过将欧洲内部的国际经济学与美国内部的区域经济学进行比较，从而增加对这种深层次一体化运行机制的理解，都极大地推动了对该领域的研究。一直以来，经济地理都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如果经济学家对它视而不见，那么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该学科不感兴趣，而是它实在太难以驾驭了。经济学家如今愿意研究经济地理，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新的研究工具，特别是用于分析产业组织、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建模技巧，已经消除了关键的技术障碍，把原本令人望而生畏的领域变成了理论家的乐土。

从事经济地理的理论研究始终有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区域和城市发展的任何理论都取决于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如今仍有许多经济理论假设规模报酬不变，但如果我们真的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那么就很难理解为什么经济不是以“后院资本主义”（backyard capitalism）为特征的。因为在那种环境中，每个家庭或小团体都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产品。无可否认，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各地区间会存在人口密度不均匀以及少量贸易的情况。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以及土壤、气候和资源的差异都意味着，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也没有一个地区能够生产所有的产品。然而，现实经济中存在着显著的空间不平衡，如人口稠密的制造业带和人口稀疏的农业带之间有差距，拥挤的城市和荒凉的农村之间也有差别。特定产业集聚在硅谷和好莱坞是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当然不是地区间内在差异的结果，而是某种积累过程的结果，同时这一过程必然涉及某种形式的规模报酬递增，由此地理集中是自我强化的。

不幸的是，规模报酬递增常常给经济理论学家带来麻烦。除个别极其特殊的情况外，规模报酬递增都会导致完全竞争市场的分崩离析；即使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某种技巧解决，但还是会影响到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不过，对于那些决心要在了解经济活动的区位方面取得一些进展的理论家来说，这些困难并不是无法克服的。例如，研究者可以像许多城市经济学家那样，先简单地假定城市（或城市中的中央商业区）的存在是已知的，再研究地租和土地使用的后果，比如，著名的冯·杜能模型（von Thünen model）就以这个假设为基础，产生了丰富而翔实的文献。研究者也可以像以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为代表的城市体系理论家那样，用某种黑箱方式，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局部的生产外部性来处理。这种方法虽然回避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却打开了深入研究其他问题的大门。尽管如此，这些努力直到几年前还游离在主流经济理论的外围。

近几年来，“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开始崭露头角，这是经济学中规模报酬递增革命的第四次浪潮。这场革命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产业组织领域。当时，理论家们首次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着手建立容易处理的竞争模型；特别是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将张伯伦（Chamberlin）的垄断竞争概念形式化。无可否认，这仅是一个特例，但它却被广泛应用于很多领域的理论建模。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些理论家开始把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工具应用到国际贸易中；几年后，同样的分析工具又被应用到技术变革和经济增长上。当然，仅把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Dixit-Stiglitz model）机械地运用到现有学科中是远远不够的，理论家们必须提出新的概念，从而使最初看似不一致的模型和方法不断扩展，其中的每个作者看起来都在创造他们自己的语言和符号。总有那么一天，每个学科都会产生一套有用的核心观点。如果回顾一下，我们就会真切地感受到“新贸易理论”（new trade）和“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是那么和谐，又是那么经典。

我们觉得新经济地理学现在的处境与1984年前后的新贸易理论以及1990年前后的新增长理论十分相似。也就是说，一个生机勃勃且令人振奋的理论已发展到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阶段，但如果仔细探寻，你就会发现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分析都有很强的共性。我们相信，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下专著的适时问世：赫尔普曼与克鲁格曼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Helpman and Krugman,1985）、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的《世界经济中的创新和增长》（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world Economy，Grossman and Helpman,1991）。这些专著都致力于把各个领域合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当然，本书也试图对新经济地理如法炮制。

在本章的其余部分，我们将会阐述这个新领域的统一主题、方法和问题，并列出全书的安排。

关联与因果循环

我们认为，经济地理的定义就是要解释人口与经济活动的集中现象，包括制造业带和农业带的差别、城市的存在以及产业集群的作用。从广义上讲，这些集中的形成和延续都源于某种形式的集聚经济。在这种集聚经济中，空间集中本身创造了有利的经济环境，从而支撑了进一步或持续的集中。与本书第1章介绍的有关城市体系的文献一样，在某些场合中，仅仅假定这种集聚经济的存在就已经足够了。但是，新经济地理文献的核心就是要进入那个特定的黑箱，并通过更基本的考虑来获得空间集中自我强化的特征。问题的要点并不仅在于此，假定集聚经济看起来有点像是在假定结论。正如一位物理学家在听完一个关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报告后挖苦道：“这么说，你在告诉我们集聚的形成是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通过把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模型化并应用于空间集中，我们可以了解这些收益发生变化的时间和方式，从而研究经济行为将如何随之改变。

如何建立空间集中收益的模型呢？一个多世纪以前，马歇尔曾提出一个三重分类法（Alfred Marshall,1920）。用现代术语来说，马歇尔认为工业区源于知识溢出（“商业秘密虽已不再是秘密，但仍像从前那样悬而未定”）、为专业技能创造固定市场的优势以及与巨大的本地市场相关的前后向关联。虽然马歇尔所说的三种力量在现实世界的存在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新地理模型往往只对前两者进行轻描淡写而已，根本的原因是很难把它们清晰地加以模型化；相反，它们非常强调关联的作用。

如果有人愿意对细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话，关联问题还是很容易说清楚的。生产者希望选择接近大市场，并能很方便地得到他们和工人所需的产品的区位。然而，一个不管由于何种原因已经存在的生产者集中地，往往拥有大的需求市场（源于生产需求和工人们产生的消费需求）和大的生产资料及消费品的供给市场（由当地现有的生产者提供）。这两点优势与发展理论的前后向关联完全对应。正是由于这些关联的存在，生产的空间集中一旦形成就很容易延续下去。如果两个地区除了最初的经济规模有微小差别外，其他方面完全相同，那么这种差别也会在这些关联的作用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大。

多年来，与上述理论相类似，基于关联的空间集中的讨论从未间断，区域科学家们已耳熟能详。在本书第2章中，我们着重阐述了两个理论，与普雷德（Pred,1966）的模型大体相同的基础—乘数模型的动态扩展，以及由哈里斯等人提出的应用广泛的市场潜力概念（Harris，1954）。如果愿意在战略上藐视细节，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从这些故事直接上升到模型。这些模型富有启发性，既能够在关于现实世界的吃力不讨好的机智讨论中派上用场，又可以指导我们更为精细地建模。我们相信，逻辑松散、不够严谨的模型在经济学中是不被认可的，我们尽量公平地对待它们。

尽管如此，对关联和经济地理的传统讨论并没有提出一些在讨论比较复杂的问题时会显得至关重要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竞争的本质。关联效应只会在单个厂商的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起作用，否则厂商就不会将生产集中在市场最大的地方，而是分别建立工厂来满足各个市场。但是如果存在规模报酬递增，那么竞争必定是不完全的。在这种情况下，厂商又如何竞争与定价？基础—乘数模型在预算约束方面也是大而化之，人们既不清楚资金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任何一个模型只要有运输成本在其中起关键作用（运输成本必须在关于区位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关联理论中起关键作用，不然的话，区位还有什么意义呢？）就必须考虑如何合理安排运输中使用的资源。

启动新经济地理研究的关键技术是发展一套始终如一的基本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还要找到一个切入点以使理论家能够深入研究这些乍看起来复杂而棘手的分析难题。

建模技巧：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冰山成本、动态演化及计算机运用

我们相信，经济学家过去之所以不愿意涉及经济地理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无法逾越技术上的障碍。因此，我们主要的分析基础也许称为建模技巧最合适，这让我们略有歉意。我们的假定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世界的运行状况，这样做只是为了在不过分伤害分析的实用性的情况下，为地理问题分析的可操作性提供一个判断的标准。

与有关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文献一样，我们的分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迪克西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这是最关键的技巧。如果对经济建模的紧迫性一无所知，可能就无法理解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的流行。虽然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许多产品都是截然不同的，但该模型假定这些产品与需求完全对应。此外，它还假定个人效用函数采用一种实际上完全不可能的特殊形式。即便如此，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还是国际贸易、经济增长以及如今的经济地理领域中大量经济理论的基础。虽然我们偶尔会偏离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尤其是在探索性更强的讨论中），但是该模型的假定仍然贯穿全书。

我们意识到这会让我们的分析有些不切实际，有时《不变替代弹性生产函数的游戏》（Games You Can Play with CES Functions）似乎更像本书的书名。不过，我们认为，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的长处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具有无法抵抗的吸引力。事实上，这个模型能够使我们在不会深陷其中的情况下考虑厂商层面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通过假定服从规模报酬递增规律的经济部门也同样满足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的特殊假设，我们可以保证用一种内在一致的方式描绘市场结构，而不是仅仅重复寡头垄断模型的分类法。同时，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恰好适用于一般均衡分析，它并没有遗留资金的来源和用途等问题。由于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中的市场里有大量厂商，而且它们常常被看成是连续的统一体，所以我们可以把两个看似不相容的目标调和到一起：一方面，承认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个体决策的整数特性（即每种产品通常只在一个地方生产）；另一方面，用连续变量（如一个特定地点的生产份额）来表示这类决策的集合。简言之，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让我们既能把研究的问题化整为零，又能聚沙成塔。

即使运用了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建立一个多区位的经济模型仍然需要做更多假设，这些假设有趣而实用，使新经济地理（相对于新贸易理论或新增长理论）与众不同。该假设有一个关键的简化，即假定运输成本采用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即产品的一部分在运输过程中“融化”或“蒸发”了，而不是对独立的运输环节进行建模。冰山运输成本的假设和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结合到一起可以化解很多潜在的技术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两者的结合有巨大的协同作用。

与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文献更不同的是，我们反复使用某种动态演化来解释静态模型。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几乎不可避免地要运用到这种方法。说起空间集中不断自我强化的积累过程（cumulative process），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这样一幅清晰的画面——城市或区域集中随时间的推移如滚雪球般不断壮大。但是，如果坚持认为经济地理模型能够通过基于理性预期的跨时决策对厂商和家庭建立起清晰的模型，就会使原本已经十分困难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因此，我们就不禁要选择捷径，首先将静态模型写下来，然后把动态方法运用到模型中。譬如说，假设工人只是逐步地迁移到工资较高的地区，再用这个特别假设对均衡进行分类，其中一部分均衡是稳定的，而其他的均衡则是不稳定的。在本书中，我们系统性地选择了这条捷径。

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地讨论这个问题。近25年来，特别动态方法（Ad hoc dynamic）在经济学中几乎已经过时了。人们假定经济的动态演化来自个人理性行为的最优决策。但是，如果一个模型预测到多重均衡的存在（这在经济地理模型中经常出现），人们又该如何选择呢？博弈论学者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精炼”均衡的方法。近年来，他们越来越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假定策略的成效决定其被接受程度的高低，同样地，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参与人也面临着优胜劣汰；这样的假定至少能够帮助我们考察均衡的稳定性。有趣的是，现代“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与已经过时的特别动态方法看起来极为相似。事实的确如此，我们的第一个模型（见本书第4章）用到的基本动态分析法就与“复制动态”（replicator dynamics）完全相同，后者如今已得到了经济学中博弈论学者的广泛认可（当然，生物学领域的博弈论学者将短视性的策略演化的假设视为一种规律，而不是一条靠不住的捷径）。简言之，虽然这些模型并没有为任何决策过程中的动态演化找到依据，但是我们仍然坚信，采用简单的动态演化方法对均衡分类是正确的。

最后，即使将经济地理模型建立在我们阐述的所有特定假设之上，着手分析仍将非常烦琐。不过，如果用特定数字代替各个参数，那么电脑处理起来就会很方便。与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相比，新经济地理的标志是，它愿意在适当的时候借助电脑进行辅助分析，也就是运用高科技的数字示例来指导和补充我们的分析结果。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发现，人们从实践中学到的东西远比他们最初想象的要多。结果证明，数字示例和数值模拟为分析模型开了一个好头，但是人们最终会发现，这些数值结果所表明的解决方案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分析得到。本书虽然使用计算机模拟作为分析工具，但我们并不为此而感到不好意思。与我们的预期相比，本书对纯粹的数值结果的依赖性要少，分析基础也更强。

两个有用的问题

有人可能会就经济地理提出很多问题，本书正涉及许多这样的问题。我们把每个模型都归类到一个或两个并不完全相同的相关问题之下，以此来强调许多不同模型的共通之处。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何时得以维持？无论这种集中存在的原因如何，它创造出的优势得以维持的充分条件是什么？

●在不存在空间集中的情况下，对称均衡何时会变得不稳定？在什么条件下，区位间的微小差别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滚雪球般变成巨大的差别，以至于完全相同的区位间的对称被自发地打破？

或者换句话说，第一个问题问的是除了后院资本主义以外，经济是否还有其他形式，后院资本主义是不是必然结果；第二个问题问的是后院资本主义是否会自动瓦解，它是不是一种可能的结果。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取决于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s）和离心力（centrifugal forces）之间的平衡。其中，向心力指的是促进经济活动空间集中的力量，离心力指的是与这种集中背道而驰的力量。然而，这两个问题在本质上并不完全相同，因为第一个问题问的是一种情况是否均衡，而第二个问题问的则是一种均衡是否稳定。以本书第4章中分析的两地区模型为例，第一个问题问的是如果我们简单假定所有的制造业都集中在一个地区，那么工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是否会提高他的实际工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制造业的集中就不是一个均衡。第二个问题问的是如果以制造业在两地区平均分布的均衡状态为起点，那么少量工人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迁移是否会使目的地的相对工资提高或降低？如果目的地的相对工资提高了，那么就表明最初的对称均衡只要受到很小的扰动就会变得不稳定。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对这两个问题有两个重要的（至少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令人吃惊的）发现：首先，虽然新经济地理模型的全球行为通常很难分析，必须借助电脑进行研究，但是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却常常可以简化为闭合表达式，即我们可以用明确的公式来表示“支撑点”（sustain point;在此处，集聚经济得以产生）和“突变点”（break point;在此处，非集聚经济是不稳定的）。（要想得到支撑点的表达式，我们通常要在均衡处作出猜测并验证该猜测；对于突变点来说，则要在对称均衡附近将模型线性化并求出它的解。）这些表达式清楚地揭示了前后向关联在创造并维持空间集中的过程中的作用。

其次，如果对变量进行恰如其分的重新定义，我们就能从一系列看似迥然不同的模型中导出支撑点和突变点的相同表达式（这在支撑点的情况中特别令人欣慰，因为方程虽然可解但极为烦琐，所以当我们发现这样的工作只需做一次的时候，无疑得到了极大的解脱）。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宣布已建立了一个比任何特定模型都更有包容性的空间集中理论，它使我们可以把很多不同的模型都看成是一个更一般理论的特例。

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并不总需要同时提出。一方面，有些模型并没有支撑点，虽然对称均衡确实被打破了，但是最终的结果并不是所有的活动都集中到一个地区。另一方面，在第Ⅲ篇的城市模型中，经济逻辑使对称均衡被打破的问题变得索然无味。我们发现，假定一个或更多城市的初始存在将更有意义，随后经济的变化将使最初的空间模式无法维持下去，新城市从而得以产生。尽管如此，在这两个问题中，提出至少一个总是有帮助的，同时提出两个也往往是有益的，所以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当作本书的统一主题之一。

本书的安排

本书的其余章节共分为4篇。第Ⅰ篇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分析性文献回顾。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地理悠久的分析传统，这个传统虽然受到了主流经济理论的忽视，却一直处在积累性发展过程中。我们对该传统的两个部分做了某种人为的区分。我们所说的“城市经济学”（urban economics;在本书第1章中对其进行了考察）主要有两个组成部分：一是冯·杜能模型，它尝试借助于黑箱式的集聚经济来解释城市；二是这些概念在城市体系理论中的综合运用，该理论虽然与本书的许多研究不同，却是对后者的有益补充。我们所说的“区域科学”（regional science;折中了各种非严谨建模方法后的统称）与本书一般理论的实质较为接近，二者都试图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导出空间集中。在本书第2章中，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中心地区理论、动态的基础—乘数模型和市场潜力概念上。

本书第Ⅱ篇把我们的基本方法引入“区域”模型。这些模型有一个基本的农业部门，它在地区间是不可移动的。还有一个服从规模报酬递增规律的制造业部门，它在地区间可以移动。本书第3章以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的形式介绍了必要的技术工具。第4章将这些工具运用到一个最简单的模型中，我们可以从这个模型中看到两地区经济是如何分化为制造业中心和农业外围的。该章还第一次相对简单地阐释了如何把数字方法与对支撑点和突变点的分析结合在一起来理解经济的动态性。第5章将相同的基本方法运用于多地区经济中，特别是我们所说的“轨道经济”（racetrack economy），这是一种大量地区排列在圆周上的程式化经济。令人惊讶的是，运用阿兰·图灵（Alan Turing，1952）原本用于分析生物学中形态变化的方法来研究这种多地区经济，我们可以得到条理分明的结果。同样令人吃惊的是，图灵的分析事实上与我们在两地区模型中采用的对称均衡被打破时的分析依赖于同一种方法。最后，第4章和第5章都基于一个经过简化的很不现实的假设，即农产品的运输成本为零。这个假设的影响很大，第6章就研究了农产品运输成本很高时的结果。

第Ⅲ篇研究的是所有要素（包括农业）都可以移动的世界中城市的区位，这似乎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本书第7章延续了第2章中区域科学的讨论，用一种启发式的方法引入这个问题，从而为得出修正式的结果提供了指南。第8章建立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把冯·杜能模型中处理地租的方法与制造业集中的关联解释相结合，说明了在人口不是很多的情况下，农业腹地包围单个城市的空间模式是如何自我维持的。如果人口确实过多，那么少数工人为自身着想就会迁移到其他地方，因此，利用稳定性标准，我们就有可能创建一个用于研究新城市的形成乃至多城市结构的模型，这正是第9章的任务。第10章告诉我们，如果接下来假定事实上有多个制造业中心，那么由于存在不同的运输成本和/或规模经济，城市形成的过程中就会产生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城市层级。第11章暂时偏离了争论的主线，转而讨论真实城市层级具有的实证规律特征，这些规律既引人注目又让人费解。第12章又回到了主题上，说明港口、河流等自然地形的变化如何对城市区位产生影响。

最后，本书第4篇转向了对国际贸易的分析，这里假定劳动力在地区间是不可移动的。然而，这里我们还假定制造业厂商使用他人的产出作为中间投入品。本书第13章说明这种安排产生的前后向关联能够打破对称均衡，其方式与中心—外围模型中的劳动力迁移完全相同。但在这种情况下，打破均衡与恢复均衡会导致国际间工资的不平等。该模型表明，运输成本的长期下降不仅可以解释世界上工业区和非工业区的最初分化，还能够解释制造业最近向新兴工业化经济扩散的现象。第14章转而关注市场增长的效应，从而为上述扩散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第15章研究了制造业部门内国际专业化的起因，并说明了产业集群是如何形成并瓦解的。第16章与第5章相对应，分析了无国家情况下的国际贸易，也就是在连续空间的无国界世界中专业化区域的兴起。最后，第17章研究了国际贸易和国家内部的城市化进程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第18章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综上所述，对于能够使用相同的基本模型结构来分析看似迥然不同的领域中的诸多问题，我们感到十分欣慰。但是，我们要明确指出的是，这些领域并不是毫不相干的。无论是城市经济学、区位理论还是国际贸易，它们研究的都是经济活动的区位及其原因。


第Ⅰ篇 若干知识背景

第1章 文献回顾Ⅰ：城市经济学

尽管经济学界历来极少关注经济地理，但它的一个分支——城市经济学却迫不得已，不得不重视空间问题。相对于经济学界关心的中心问题，城市经济只是一个边缘问题，但事实上它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对城市经济学传统的全面考察已经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本章仅限于对我们分析中所要用到的以下几点做简要的概述。冯·杜能（Von Thünen）的土地利用模型，这个模型直到今天仍在城市经济学中起着核心作用，并在本书的第Ⅲ篇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外部经济作为城市集中的解释的这种普遍观点；J.V.亨德森（J.V.Henderson）及其追随者在城市体系模型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为本书提出的部分问题提供了选择的余地和必要的补充。

冯·杜能模型

关于经济体如何安排空间利用的问题，经济学家通常是怎样处理的呢？答案很简单，他们一般根本就不涉及这个问题。如果需要，他们一般会求助于冯·杜能（1826）于19世纪早期首创的一个模型。

冯·杜能设想了一个孤立的城市，城市的供应品由周围乡村的农民提供。他假设各种农作物的亩产量和运费都不相同，并且考虑到每种农作物都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种植密度。冯·杜能提出了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问题：（1）如果向城市供给一定数量的食品，怎样分配周围的土地才能使生产和运输的总成本最小？（2）如果农民和土地拥有者之间存在着自发的竞争，且各方都是自利的，那么城市周围的土地实际上会怎样分配？

冯·杜能指出，农民间的竞争将会使地租呈梯度状分布，地租以城市为中心向外围逐次递减，城市的地租最高，距离城市最远的耕地地租为零。每个农民都将面临地租和运费之间的权衡取舍。由于各种农作物的运费和亩产量都不同，所以农民权衡取舍的结果是形成同心圆形式的生产布局。在均衡状态下，地租梯度肯定会导致每种农作物的种植量刚好能满足需求，这一条件加上距离城市最远的农民地租为零的条件足以决定最后的结局。

图1—1阐述了冯·杜能模型的典型结论。图的上半部分是达到均衡时3种农作物的竞租曲线，表示在距离城市的任一距离上，农民愿意支付的地租。实线是指图中所示3条竞租曲线的包络线，它决定了地租的梯度。沿着3段实线中的任一段，该种农作物的种植者都愿意比其他种植者付出更高的地租。这样，农产品的生产布局就呈同心圆的形式，图的下半部分给出了该同心圆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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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竞租曲线与土地利用

现在看来，冯·杜能模型非常浅显，但事实上，这个模型的分析巧妙而深刻。经济建模的威力在于可以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结论，在这方面，冯·杜能模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毕竟，要确定一种作物应该在何处种植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把城市附近的一亩地分配给某种农作物时，你就间接地影响了其他作物的运输费用，因为你迫使它们只能在更远的地方生长。除非土地的种植密度不可能变化，否则要在一个自发的市场上决定该做什么或什么将会发生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冯·杜能的分析已对“什么将会发生”这个问题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农作物的生产布局将以同心圆的形式自发出现。事实上，即使没有一个农民知道其他农民在种植什么，也就是说没有人意识到同心圆的存在，同心圆仍然会形成。除此之外，冯·杜能的分析还把经济学一直训练我们应期待的东西告诉了我们，但对大多数非经济学者来说，结论仍然是令人吃惊的（也是不合情理的）：自发的结果是有效的。实际上，它和最优计划一样有效率。说得更具体些，自发的竞争是通过使农作物的生产和运输总成本最小（不包括地租）来为农作物配置土地的。毫无疑问，这是能够想到的能凸显“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范例。每个农民都试图使其收入最大化，因而格外关心地租，但他们的集体行动却使（不包括租金的）函数值最小化。

20世纪60年代，冯·杜能模型重新焕发了生机。当时，阿朗索（Alonso,1964）用通勤者（commuters）代替农民、用中央商业区代替孤立的城市对该模型做了重新解释。这个“单中心城市模型”又一次产生了土地利用的同心圆结果，该模型直到今天仍是大量理论和实证文献的基础。（注：该文献的大部分内容是围绕竞租曲线与土地的利用形式展开的，条件是在提供房屋和其他服务时，可以用劳动力和资本来代替土地。同时还对拥挤的实质、公路对土地的占用及其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关于这些问题的详细研究可参考藤田1989年的著作。我们仅仅关注与本书的研究主线直接相关的文献。）

然而，冯·杜能模型及其同类的模型有一个严重的缺陷，虽然该类模型对城市周围土地的利用（或大城市内中央商业区周围土地的利用）给出了一个条理清晰的解释，但它们都简单地假设城市或商业区本身是预先存在的。这样得到的模型当然不能算错，却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你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在已经存在城市的前提下如何决定土地的使用，而是在一个或几个城市的区位（确切地说，城市的数量与规模）本身是内生的情况下如何决定土地的使用，冯·杜能模型就无效了。当然，城市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缺陷，所以在实践中，他们总是用一个以外部经济为基础的、稍显粗略的集聚理论作为对冯·杜能模型的补充。

对城市的解释：外部经济

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的概念是马歇尔讨论制造商在工业区内（例如，谢菲尔德餐具工业区）生产的有利条件时首次提出并进行阐述的。换句话说，外部经济的概念从一开始就与空间集聚的现实紧密相连。至少从胡佛（Hoover,1948）的工作开始，外部经济就在城市理论中唱起了主角。

正如我们在本书导论中指出的，马歇尔给出了3个原因，用以解释生产商为什么会觉得位于同行业的生产商附近是有利的：（1）地理集中的产业能培育专业化供应商；（2）同行业厂商的集聚有利于创造出一个劳动力蓄水池，这样一来，如果劳动者所在的企业经营状况很糟糕，他失业的可能性也不大，同时，经营状况良好的厂商也更容易雇到劳动者；（3）地理上的接近有利于信息的传播。

事实证明，用任何正式的方法将马歇尔外部经济的3个方面进行模型化都是很困难的。马歇尔外部收益的第一个来源是指市场规模或市场准入效应，此时厂商受到运输费用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制约。本书所采用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效应的公式化。但对其他2个方面，我们没有耗费精力去公式化。然而，马歇尔的观点使城市经济学家相信，他们确实（至少是粗略地）理解了为什么城市和中央商业区会存在。由于经济学家并不明了外部经济的本质（从地理学上讲，这对我们的目标而言是一个致命的缺陷），所以他们把外部经济加入模型这种做法有“暗箱操作”之嫌，但他们仍然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分析，即将整个经济视为城市体系来对待。

城市体系

亨德森（1974）提出了一个模型，将整个经济看成是一个城市体系（即城市的集合）。这个模型被人们广泛用来研究市区规模和类型的实际分布（特别提醒参考他后来的工作；1980,1988）。

亨德森的基本观点极其简单，正如米尔斯（Mills,1967）等学者所强调的，在外部经济与不经济之间存在一股合力，前者与一个城市内产业的地理集中存在相关，后者与大城市联系在一起（如往返费用等）。合力的净效应反映在图1—2中，就是城市规模与一个典型居民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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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城市规模与效用

如果要在城市规模与福利之间取得平衡，那么所有的城市都将在图中O点达到最佳规模，这一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这也正是亨德森的观点，不过，他也承认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他论证城市实际上将会趋于理想规模，以及修改模型从而得到多种规模城市的方法正是他工作的与众不同之处。

暂时假设城市极少，因此作为代表的城市将很大，也就是说，它将位于图中弧线OM的某一点。（注：显而易见，当城市过多时，作为代表的城市就会过小，这种状态是不稳定的，因为其中一些城市将会完全消失。）这样我们就可以直观地看到，单个城市居民不会有任何迁往新地方的动机，因为任何现有城市的福利水平都要高于他孤身前往的新地区。这似乎暗示不仅存在城市规模过大的可能性，城市区位及规模分布也存在多种均衡的可能性。然而，亨德森认为现实被大型机构的前瞻性行为简化了。在只有极少数城市的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会有获利的机会。任何人只要能够组建起“城市公司”，将大量人口迁移到最佳规模的新城市，他就能获利（可能是通过土地价格）。在美国，事实确实如此，规模惊人的开发商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亨德森认为现实中的城市规模能近似地达到理想状态。

那么，城市的规模为什么如此不同？亨德森的论证过程是这样的，外部经济往往在特定的产业发生，不经济则往往是由于整个城市的规模，而不论该城市生产什么。这种不对称产生了两种影响：（1）由于城市规模具有不经济性，因此把不存在相互溢出的产业放到同一个城市是毫无意义的，例如，如果钢铁生产和书籍出版之间几乎产生不了外部经济，那么钢铁厂和出版社应位于不同的城市，这样它们既不会彼此造成拥堵，也不会抬高地租，所以，每个城市都要专攻一个或几个可以产生外部经济的行业（至少在出口行业）；（2）行业间外部经济的差异可能会很大，例如，一个纺织城或许不必建太多的纺织厂，但一个金融中心如果几乎囊括了该国所有金融机构的话，它可能做得最好，所以，一个城市的最佳规模取决于它的功能。

亨德森所做分析的最后一步是要论证相对价格将会调整，直到各个城市（不论属于何种类型）代表性居民的福利处于同一水平。如图1—3所示，各类城市都有一个最佳规模，达到最佳规模时，各类城市都会产生相同的效用，当然，理想规模将因城市种类的不同而变化。

[image: 3]


图1—3 城市专业化

亨德森的分析非常有条理。不过，他的分析确实也有两个地方让人感到有点困惑。

亨德森模型及其同类模型的一个难点是它们依赖于假想的“城市公司”来约束城市的实际数量和规模。当然，开发商通常确实会将集聚的外部性内部化，在这方面亨德森模型无疑是对的。虽然“边缘城市”[该术语由乔尔·加罗（Joel Garreau,1991）提出，用于描述当今挑战美国的商业区甚至使其相形见绌的郊区大型购物中心和写字楼群]的形成有时是自发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是大型房地产机构有意识地大规模规划的结果。然而，如果谈到经济中真正重要的空间问题（所有大都市、地区乃至国家的出现与增长），人们还是更喜欢强调不受控制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亨德森这类模型的另一个让人迷惑不解的缺陷在于，虽然它们处理的实质是空间问题，但模型本身却是非空间的。从总体上看，它们甚至没有将城市的内部结构进行模型化。通过假设产生外部性的活动都必须集中在中央商业区，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它们当然没法回答相对于彼此或相对于其他地区，城市位于何处。对于要研究的众多问题来说，这或许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把空间问题重新纳入经济学的视野，那么解释城市位于何处及其原因所在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多个次中心

上面提到的边缘城市引出了一个问题，它常使城市经济学家难以应付，却又是某些有趣的经济研究的主题。如上所述，城市经济学主要的空间传统来自冯·杜能，经典的单中心城市模型或多或少是对冯·杜能模型的直接替代，即用通勤者代替农民，用中央商业区代替孤立的城市。城市经济学家利用某些形式的外部经济为中心区、城镇或商业区的形成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不幸的是，现代的大都市并不是单中心的，单中心的大都市已越来越少。即使有些大城市仍然拥有至关重要的传统中心区，它们也通常拥有一些可与中心地区在就业方面展开竞争的次中心。从这个意义来看，这些大都市更像一个有着多个相互竞争的大型城市的国家，而不像冯·杜能模型中的孤立国度。这当然就意味着，要想把现代化的大都市加以模型化，即使在该地区既定的情况下，也需要以某种方式来思考它的就业分布是如何决定的。

为此，我们必须到外部经济的黑箱中看上一眼，以了解外部经济达到了何种程度。这就是说，那种假设外部经济同等地适用于中央商业区内所有生产者但不适用于区外生产者的简单做法已行不通了。

为了一睹外部经济的真容，藤田和小川（Fujita and Ogawa,1982）作出了尝试，他们假设生产商之间的外部经济随距离增加而减少。外部经济形成了一股向心力，将就业引向集中的商业区。另一方面，他们保留了工人由于需要生存空间而必须往返于这些商业区的结构。因此，在任何既定的就业分布下，往返费用与地租间都存在着类似冯·杜能的取舍，从而形成了一股离心力，因为远离现有集聚地、位于地租较低地区的商业机构能以较低的工资招到工人。藤田和小川发现，这个模型与单中心模型相比能更准确地描述现代大都市的多中心城市结构。他们同时也发现，即便是刻画该类模型中一个简单可能的均衡特征，也会让人气馁。正如我们在本书中一再看到的，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缩小空间分析中所考虑的均衡集合，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通常的回答是一个“假想的历史故事”，尽管经济如何随着时间演变的历史是一个相当多种甚至是无穷多种可能性的集合，但我们仅能从中观察到它的一个有限子集）。

传统城市经济学的用途与局限

对于传统城市经济学这个丰富而有价值的领域，我们所做的考察是走马观花式的。该领域对城市内和城市周围土地的利用以及城市存在的原因所提出的理论很有见地，把经济视为一个城市体系的观点也令人信服。我们不指望本书所采用的方法能够取代城市经济学的传统甚至与其展开竞争；相反，我们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够互为补充。

当然，传统城市经济学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就它提供了空间经济理论这个意义来说，传统城市经济学是关于经济活动为什么和怎样在离心力（向心力根本就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的作用下扩散出去的理论。（可能有人会说，城市经济学家有点像板块构造学出现之前的地理学家，他们对于使山脉崩塌的力量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却提不出一个像样的模型来解释山脉为什么会出现在最初的地方。）虽然城市经济学家提出一些看似合理的集聚理论，但不过是对他们模型的非正式补充。最主要的就是，由于集聚理论缺乏空间维度（因为他们没有解释这些影响是如何随距离的增加而下降的），传统城市经济学的离心力与向心力之间缺少与距离有关的合力，而这种合力正是我们试图建立空间经济理论的核心所在。

还有一个迥然不同的知识传统也试图理解这种合力。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对它进行介绍。


第2章 文献回顾Ⅱ：区域科学

我们在文献回顾上安排了2章，本书第1章讲城市经济学，本章讲区域科学，这看起来似乎有点异乎寻常。难道它们不属于同一学科吗？实际上，经济地理建模是沿着两条几乎互不相干的轨迹进行的。（注：在本书中，我们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分析，这些分析主要受到了韦伯（1909）尤其是霍特林（Hotelling，1929）经典思想的启发，把问题的重点放在公司选址决策之间的战略互动上。实质上，我们可以说，霍特林的分析把需求和资源的地理分布看成是外生的，而详细分析了厂商战略的相互影响，但本书利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详细分析了需求和资源的内生分布的含义，而放弃了这种战略问题。区位理论参考贝克曼和蒂斯（Beckmann and Thisse，1986）。）一方面，第1章所考察的城市经济学是作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演变而来的，它的主要优点是模型构造精确、思路清晰，但是也容易忽略某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城市在哪里形成以及城市之间的空间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另外一个传统至少部分地提出了城市经济学所忽略的问题，这个传统主要发源于德国，并通过沃尔特·伊萨德（Walter Isard，1956）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传入英语国家，成为区域科学这一新领域的基石。

不论是古老的德国传统还是现代的区域科学，都在推理上显得不够严谨，不仅在市场结构的分析方面往往语焉不详，而且预算约束也常常模糊不清，有时还会把设计方案与市场结果混为一谈。区域科学的贡献之所以不能得到广泛的承认，甚至不被经济学家所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缺陷造成的。虽然区域科学历经沧桑，其精髓却保留了下来，从而为建立更严谨的模型贡献出宝贵的启示。的确，一旦严谨明确的模型证实了这些启示，人们就会发现松散、随意的模型往往也有用武之地。它们可以作为“模型的模型”，帮助人们培养一种直觉，从而避免那些我们若要去严格论证就必然会产生的复杂的代数问题。

在本章中，我们从区位理论和区域科学里精心挑选了几个与本书提出的问题直接相关的概念加以评述：（1）用于解释城市规模和分布模式的“中心地区理论”（central-place theory），这个理论很有名，但尚不完善；（2）用于分析区域增长的“基础—乘数”（base-multiplier）模型，这个分析工具虽然粗糙但非常有用；（3）不够正式却对分析很有帮助的“市场潜力”（market potential）概念。

中心地区理论

我们知道，经济学的传统虽然不完全是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然而，区位理论长期以来就是德国传统的，它包括至少3条支流：（1）源自冯·杜能关于地租和土地利用的分析，这在本书第2章中已讨论过；（2）由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及其追随者提出的工厂最佳区位的问题，这方面的文献在我们的讨论中无足轻重；（3）克里斯塔勒与勒施（Christaller，1933；and L-sch，1940）的中心地区理论，乍一看，该理论似乎回答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形成空间经济的问题。

中心地区理论的基本思想似乎非常直观，假设在一片普通的平原上均匀地居住着一群农民，而为他们服务的一些活动如制造业、行政管理等，由于受到规模经济的约束而不能均匀分布。那么很显然，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间的权衡会产生一个中心地区点阵，该点阵中的每个中心地区都为周围的农民服务。

改进后的中心地区理论虽然没有原来那么一目了然，但在直观上仍是令人信服的。克里斯塔勒认为中心地区形成一个层级，他还提供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例如，有很多集镇都围绕在一个较大的行政中心周围（该中心本身也是一个集镇）等等。勒施指出，如果一个点阵要在一个给定密度的中心地区使运输成本最小，那么市场区域必定是六边形的。因此，每本有关区位理论的教科书都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中心地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心地区层级在空间上形成了一组嵌套的六边形。

中心地区理论最初适用于为农村市场服务的城镇，但也同样适用于大都市的商业区。小型的社区购物点散布在拥有更多专业化商店的大区周围，最终所有的专业化商店以及大百货商店和高端精品店都集中在市中心。用等级来描述这类情况实在是太恰如其分了。

不幸的是，一旦我们开始深究中心地区理论，就会发现它并没有整合成一个经济模型。在经济建模中，我们试图表明一种现象是如何从家庭或厂商决策的相互作用（那些词中的一个又出现了）中产生的。给定决策者的微观动机，如果模型推导出来的结论出人意料却又合乎情理地解释了某种现象，那么这样的模型是最让人满意的。令人深感失望的是，中心地区理论和这个标准根本就不沾边。勒施虽然指出六边形点阵的效率很高，但他并没有描述可能从该点阵中产生的分散化过程。克里斯塔勒虽然认为层级结构似乎是可能的，但他没有说明个体行为是如何导致这种层级出现的（甚至连这种层级出现后如何维持也没有说明）。

那么，中心地区理论是什么呢？它并不是一个表明因果关系的模型。我们最好把它理解为一种分类纲要，一种可以把我们的思想和数据组织起来的方法。它充其量是对经济空间结构的描述，而不是解释。

基础—乘数分析

当我们观察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的经济时，很自然地会把该地区的经济活动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满足来自区域外部需求的经济活动，即该地区的“出口基础”（export base）；另一种是主要为当地居民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经济活动。因此，作为大都市的洛杉矶，一方面有满足美国及世界市场的电影制片厂、军火制造商等；另一方面也有只满足当地需求的饭店、超市和牙科医生等。

基础—乘数分析的基本思想是这样的：一方面，出口活动实际上是一个地区经济存在的理由，或者说是它的“经济基础”（economic base）；另一方面，“非基础”（non base）活动源于经济基础，并且根据经济基础的表现增长或萎缩。举例来说，据加利福尼亚经济跟踪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inuing Study of the California Economy）估计，加州的出口部门仅仅雇用了该州劳动力的25%左右，但当该中心分析1990—1993年加利福尼亚州所经历的严重经济衰退时，仍把注意力放在加利福尼亚州出口部门就业萎缩的原因上（主要原因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飞机制造业的不景气，国防开支日渐减少），而将该州经济中其他产业的衰退看成是派生结果。

基础—乘数分析通常给出一个具体的线性表达式，它给人的感觉是规范的凯恩斯主义。我们假设一个地区出口部门的收入为X，并把该收入当作外生变量。同时假定收入的固定份额a用于消费本地非基础部门的产品。于是，出口部门的直接收入X将由于部分收入在当地支出而导致第二轮收入aX的实现，aX中又会有一部分在当地支出，从而导致第三轮收入a2
 X的产生，如此反复。考虑所有的乘数效应，我们发现地区收入（Y）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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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这作为一种近似地预测中短期收入的方法很有用，但与我们在本书中要回答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如果我们采纳与普雷德（Pred,1966）的一部力著密切相关的观点，即收入中用于当地支出的份额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取决于当地市场的规模，那么基础—乘数分析就会妙趣横生。

普雷德和其他人指出，随着一个地区经济的增长，市场会大到足以支撑一个高效的规模企业，从而使得本地提供更大范围的商品和服务变得有利可图（普雷德还提出了其他一些原因来解释为什么地区经济增长有助于扩大生产，但是在本书中我们暂时只关注这一个原因）。普雷德进而认为，这种关系会启动区域经济增长的积累过程，随着地区经济的扩张，a变大。这意味着乘数更大，因而Y会进一步增长，如此反复。

然而非常奇怪的是，不论是普雷德还是引用其著作的众多地理学家以及区域科学家，都没有把基础—乘数模型的扩展加以公式化。即便在如此简单的例子中，其基本观点的简单代数表达式也蕴涵着一些意想不到的玄机。

现在来看看基础—乘数模型如下的简单扩展，我们假定a是前期Y的增函数（我们引入这一时期的目的是对模型赋予某些初始状态）。特别地，我们假定at
 与Yt-1
 成比例，直至达到某个极大值[image: 5]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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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image: 5]
 ＞0.5时，情况比较有意思，所以我们就假定确实如此。此时X和Y之间的均衡关系如图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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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基础—乘数模型的均衡

在图2—1中，粗实线代表稳定均衡，粗虚线代表不稳定均衡（图形是根据α=0.1，[image: 5]
 =0.8计算的）。为了得到这个图，我们需要做两个过渡性的分析，然后再对其进行修正。

首先，暂时不考虑a的上限，于是X和Y的均衡关系就由下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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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均衡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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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等式定义了X=1/4α时Y的高均衡值和低均衡值。然而，若a＞[image: 5]
 ，那么高均衡值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我们应用方程（2.2）给出的动态关系，那么高均衡值也是不稳定的，因为与Yt
 相比，Yt-1
 上升一个单位引起的增长幅度要更大。

其次，暂时不考虑a对Y的依赖。只要a取到最大值，我们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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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方程（2.4）中的Y值只有在小于方程（2.5）中的Y值时才有意义。然而方程（2.5）本身所描述的均衡成立的条件是αY ＞[image: 5]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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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分析了所有的情况。当X＜[image: 5]
 （1-[image: 5]
 ）/α时，存在唯一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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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image: 5]
 （1-[image: 5]
 ）/α＜X＜1/4α时，Y有三个均衡值，对应于方程（2.7）有一个稳定均衡，对应于方程（2.5）有一个较高的稳定均衡，介于它们之间有一个不稳定均衡，它对应于方程（2.4）的另一个解。最后，当X＞1/4α时，方程（2.5）决定了唯一的均衡。

要理解这幅图的重要经济意义，我们先要考虑两个虚构的经济演进过程：一个是出口部门的规模从一个很低的水平逐渐增长；另一个是从很高的水平逐渐下降。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设想X正沿着图2—1中较低的实线逐步上移。在出口部门的收入上升和当地支出所占的份额上升这两种情况下，地区总收入都会上升，并且前者的影响要超过后者。然而，当X＞1/4α时，这一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化，普雷德的积累过程现在开始起作用了。在这一过程中，地区收入的增长导致乘数的增大，乘数的增大又导致地区收入更多的增长。在如图2—1所示的情况中，X在2.5附近的微小上升致使Y从5上升到12.5。

相反的，假设X逐渐下降。当X沿着较高的实线下滑时，地区收入一开始成比例下降，但当X降至[image: 5]
 （1-[image: 5]
 ）/α以下时，下降的积累过程就开始起作用了，在这一过程中，地区收入的下降导致乘数的降低。在该图中，X在1.6附近的微小下降使Y从8减少到2。

这个扩展的基础—乘数模型在很多方面都不尽如人意。就建模策略来讲，它本身就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模型，尤其是对竞争本质的描述含糊不清。就现实意义而言，该模型也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特别是在以下方面：

●凭经验，市场规模对当地支出份额的影响确实存在，但似乎不可能大到足以产生图2—1中那种有趣的动态变化。问题不在于大地区的当地支出份额过低，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加利福尼亚州的非基础部门大约雇用了当地劳动力总数的75%。相反，即使当地的经济规模很小，当地的支出份额也可能会惊人的高。亨德森（1980）利用单一产业的城镇举例说明，即便是在很小的城市里，非基础部门的就业也超过了总数的一半。要弥补积累增长思想的缺陷，人们必须设想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地区可以提供其他利益，比如，中间产品供给所产生的前向关联。实际上，普雷德也强调了这种关联性，但是它们却大大削弱了基本思想的简洁性。

●有个假定与该难题联系在一起，就是把出口的基础收入X当作外生变量来处理，这也显然不能令人满意。有许多著名的积累性集聚过程的案例（比如，硅谷的崛起）并不是从进口替代中产生的，而是从出口部门自我强化的增长中产生的。

●最后，当人们试图将基础—乘数理论运用于整个经济体，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地区时，它的声望就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如果把整个世界看成一个整体，那么所有的商品都是在当地销售的，所有收入也都是在当地产生的。也就是说，方程（2.1）变成了0/0，而这个结果没有太大的意义。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超越基础—乘数模型，在本书的其余部分建立更具备一致性的模型。当然，基础—乘数模型还是为我们提供了4点有用的启示：

1.规模经济和内生性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会产生集聚的积累过程。

2.不仅研究静态均衡重要，（至少是初步地）研究动态均衡也很重要，因为动态过程起到关键的简化作用，限制了可能出现的结果的数目。

3.在动态经济中，规模经济和市场规模是相互作用的，它的典型特征是存在变化不连续的可能性，当基本参数越过某个临界值后，积累过程就开始了。

4.最后更为微妙的是，朝一个方向变化的临界值往往不同于朝相反方向变化的临界值。例如在图2—1中，地区经济只有在X＞2.5时才“向外聚爆”（explode），在X＜1.6时才“向内聚爆”（implode）。

对于最后一点我们还要再强调一下。在本书以后将讨论的许多模型中，我们需要区分一下有关集聚的两个判别标准。一方面，我们会问一个不存在集聚的均匀的空间经济何时会自发地开始人口集中和/或产业集中，我们把对称均衡瓦解时的临界值称为突变点。另一方面，集聚一旦形成，即使是在一开始无法形成集聚的条件下，它也会继续存在，我们把已形成的集聚不能再维持下去的临界值称为支撑点。

市场潜力分析

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厂商显然偏好接近消费者的地方。但是，如何衡量这种地方的市场准入呢？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发现，用一个界定明确的模型结构来精确地定义市场准入是有可能的。然而，多年来，地理学家普遍使用市场潜力法来刻画不同地区接近的优势以及预测实际选址的趋势，这种方法虽然不正式但多少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典型的市场潜力函数（注：potential function即数学中的“势函数”，但在本书中我们认为将market potential function译为“市场潜力函数”更好，以下同。——译者注）（market potential function）用所有其他地区s的购买力的加权平均数来衡量某地r的市场潜力，其中，权数是距离的减函数。在一个简单且广泛使用的市场潜力函数中，购买力与距离呈反向变化，于是r的市场潜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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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rs
 是r到s的距离，Ps
 是s的购买力。

经典的市场潜力研究是哈里斯（Harris,1954）的工作，他试图用市场潜力来解释美国制造业的区位。哈里斯用了多个方法来衡量市场潜力：一种就如上面的方程（2.8）所示；还有一种是用市场与消费者的平均距离来衡量的。他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高度工业化的地区往往也是市场潜力特别高的地区，这不足为奇。确切地说，是因为美国的大部分人口和生产都集中在制造业带，位于制造业带的地区比美国的其他地区更接近市场。但是这个简单的发现使哈里斯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生产集聚是自我强化的。这个结论与我们在基础—乘数模型中看到的规模经济的影响实质上是一样的，都极其令人兴奋；一方面，厂商集中在接近市场的地区生产；另一方面，在许多厂商集中的地区，其市场准入性也更好。

与基础—乘数分析一样，市场潜力分析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合理。它还避免了基础—乘数分析造成的一些问题，如不用区分基础活动和非基础活动，所以当人们试图把经济地理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其演变时，就不会产生什么疑义。但是，市场潜力分析也留下了一个悬念，那就是如何使它不仅适用于预先划定的地区，而且适用于连续的空间。

区域科学的局限性

区域科学从未胜任过伊萨德所设想的角色。区域科学模型既不够正式，又残缺不全，往往给人一种不严谨的感觉，这些都使它无法成为主流经济学体系的一部分。实际上，区域科学甚至从来没有融入传统的城市经济学。

确切地说，区域科学是一个实务分析的工具箱，一套供全世界的区域规划者和交通部门等用于指导政策制定的方法。即使没有严格的框架作为基础，决策也必须制定，所以一个虽然不够严谨但至少可以提出正确问题的启发性分析，要比一个虽然严谨但却把要考虑的问题放在假定之列的分析好。

事实表明，中心地区理论、基础—乘数分析以及市场潜力分析给予我们的关键启示理应得到更中肯的评价。虽然这些模型在建立时不够严谨（严谨的建模有许多决定性的因素），但所得到的启示是富有教益的。我们的工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伊萨德研究的延续，甚至可以说是对他的研究的确认。

附录：分岔点简介

本章的基础—乘数模型给出了两个分岔点（bifurcations），即经济的动态变化发生质变时参数的临界值。这样的分岔点是我们在本书中所建立模型的普遍特征。出现分岔点是因为我们的许多模型中存在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的合力，其中，向心力促进集聚，离心力破坏集聚。我们的模型中诸如运输成本等外生变量的变化，改变了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的平衡。在这一转变引起经济动态过程发生质变的地方，通常存在临界点也就是分岔点的情形。

尽管数学家们研究了类型庞大的分岔点，但是只有两种基本形式反复出现在经济地理学的简单模型中。这里我们对这两个有代表性的分岔点进行通俗的介绍。

我们首先介绍一种一般的地理模型。假想这样一个场景：某些东西，特别是制成品生产或劳动，必须在两个地区间分配。假设λ是其中一个地区的制造业份额，则1-λ是另一个地区的制造业份额。我们假定λ的变化取决于制造业份额的水平，同时假设两地区间没有内在区别，所以曲线dλ/dt在λ=1/2附近是对称的，且在λ=1/2时通过0点。

现在我们首先能够想到的是，类似图2A—1所示的图形可以充分代表模型的基本动态。要么离心力强于向心力，此时dλ/dt随着λ的增长而下降，经济收敛于对称均衡。要么向心力强于离心力，对称均衡变得不稳定，经济活动倾向于集中在这个或那个地区。因此，人们只需要关注斜率由负值转变为正值的临界点。不幸的是，事情往往没有那么简单，因为dλ/dt和λ之间的关系通常并不显示为一条直线；相反，它是一条在λ=1/2附近对称的曲线，如图2A—2或图2A—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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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1 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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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2 A＜0，B＜0

在我们后面构造的模型中，曲线的实际表达式复杂得让人望而却步，我们总是采用数值示例而不是数学分析的方法（尽管也可能得出一些数学分析的结果）。然而，通过考虑产生这种对称曲线的最简单的公式，我们也许可以了解这些模型是如何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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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0≤λ≤1（这里没有显示λ2
 这一项，因为如果有λ2
 ，将与曲线在λ=0.5附近对称这一点不一致）。

从方程（2A.1）可以立即得出两个结论：首先，λ=0.5总是一个均衡点；其次，只要A＜0（A＞0），对称均衡就是稳定的（不稳定的）。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的均衡决定了A值，那么确实存在这样一个临界点使A由负转正。

至于结果出现哪种临界点，这要取决于描述λ及其变化率的曲线的曲率。就式（2A.1）来说，取决于B的符号：

1.B＜0：让我们先来看看B＜0的情况。此时，当A＜0时，结果就如图2A—2所示，曲线由凸变凹。对称均衡既稳定又唯一。方程（2A.1）还有另外两个根，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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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们是复数根，没有经济意义。

当A为正值时，结果就如图2A—3所示。对称均衡变得不稳定，但两侧存在由方程（2A.2）的根所决定的两个稳定均衡。从图形和公式都可以看出，这些均衡在A=0时重合，然后随着A的增大而加速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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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3 A＞0，B＜0

因此，我们可以用叉形图2A—4来总结经济的动态变化过程。在这个图中，我们把λ的均衡值表示成A的函数，其中实线代表稳定均衡，虚线代表不稳定均衡。当A为负值时，存在一个唯一、稳定的对称均衡。随着A的增加，稳定均衡分裂成两个越来越不对称的均衡。图2A—4描述了著名的叉形分歧（pitchfork bifur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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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4 B＜0：叉形分歧

要弄明白图2A—4的经济意义，我们也许要设想一个虚拟的情形，在此过程中，A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增大。当均衡向着有利于向心力的方向转变时，一个偶然事件都可以引起一个地区比另一个地区吸引略多一点的制造业。随着A继续上升，这种优势变得明显起来，地区间也变得更加不对称。

2.B＞0：尽管标准形式的叉形分歧出现在我们的一些模型中，但我们还是会经常发现某些不同的情形[严格地说是一个派生的“次临界叉形分歧”（variant-subcritical-form of pitchfork bifurcation）]。我们可以通过B＞0时的方程（2A.1）来理解这种叉形模型。

当A<<0时，我们就会得到如图2A—5所示的图形。尽管该图是由凹变凸的，但看起来与图2A—2差别不大。然而，考察方程（2A.2）可以发现，方程的两个不对称根现在是实数了。我们看到图2A—5只有一个均衡，仅仅是因为这些根不在有经济意义的范围0≤λ≤1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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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5 A<<0，B＞0

现在假设A＜0，那么就变成了如图2A—6所示。对称均衡仍然稳定，但它的两侧现在有两个不稳定的均衡。如果λ一开始就在引力能够作用的中心范围之外，那么所有的经济活动最终都会集中于其中的一个地区，要么在λ=0（且dλ/dt＜0）处达到均衡，要么在λ=1（且dλ/dt＞0）处达到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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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6 A＜0，B＞0

从这个图形和方程（2A.2）都可以看出，当A上升时，两个不稳定的均衡显然会内移向中心，最终当A变为正值时就消失了，此时的图形如图2A—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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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7 A=0，B＞0

B＞0时的总体动态过程如图2A—8所示。对于一个足够小的负值A来说，存在唯一、稳定的对称均衡。当A越过某个临界点后，出现了两个稳定的集聚均衡（λ=0或λ=1），但是最初的对称均衡依然保持稳定。只有当A变为正值时，纯粹的集聚均衡才是唯一的结果。我们把图2A—8所示的动态类型叫做战斧形分岔（tomahawk bifurcation）。（注：起这个名字的原因在后面几章的图形（比如，图6—6）中是显而易见的。从技术上来讲，这些分岔都是草叉形的。第一种情况（B＜0）是一个超临界叉形，第二种情况（B＞0）是一个次临界叉形。格兰蒙特（Grandmont，1988）从技术上发展了分歧理论（bifurc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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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A—8 B＞0：战斧形分岔

当经济呈战斧形分岔时，在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平衡过程中会出现两个临界点，正如我们在本书第1章和基础—乘数模型的具体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一个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突变点，在该点处，对称均衡是不稳定的，因而必定会被打破；另一个是我们所称的支撑点，集聚一旦形成就可以自我维持下去直至该点[即方程（2A.2）的根在具有经济意义的范围之内时所代表的点]。当经济呈战斧形分岔时，打破对称均衡所需要的向心力比维持不对称均衡所需要的向心力更强，即支撑点先于突变点出现。

这里包含着更深一层的意义，如果我们设想一个过程是从对称经济开始的，然后均衡逐渐向有利于集聚的方向转变，那么外生变量的连续变化就会使实际结果产生不连续的变化，当经济越过突变点后就会发生巨变。

最后让我们耿耿于怀的一点是，我们的模型所揭示的动态过程永远不能像方程（2A.1）那样简单。好在通常通过数值示例就可以判断出模型蕴涵的战斧形动态。有了这条思路，一般就有可能建立突变点和支撑点的解析表达式，这些表达式无一例外都有一目了然的经济含义。


第Ⅱ篇 劳动力流动性与区域发展

第3章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及其空间含义

在任何一个规模报酬递增起关键作用的模型中，你无论如何都必须解决市场结构的问题。传统城市模型处理这个问题的做法是，假定对厂商而言，规模报酬递增是完全外生的，因而建模者能够继续使用完全竞争的假设。不过本书所采用的方法避免了对外部经济的任何直接假定，以单个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为基础，厂商们在市场上相互影响的结果就会产生外部性。因此我们必须设法把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模型化。这类模型中最常用的当然是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Dixit and Stiglitz,1977）。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是很不现实的，不过它易于处理而且很灵活。正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它导出了一些非常特殊但极具启发性的结论。

本章建立了一个空间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它涉及多个区位，这些区位间存在运输成本。在以后的几乎每个问题中，空间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我们考虑一个只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的经济体。农业部门是完全竞争的，生产单一的同质产品，而制造业部门则供给大量的差异化产品。当然，我们没必要拘泥于“农业”的字面含义。制造业部门是不完全竞争的，而且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把农业部门看成是从事制造业之外生产活动的完全竞争部门。

假定存在大量潜在的工业制成品，因此可以把整个生产空间看成是连续的，这样我们就能够避开产品数量必须是整数的限制。尽管所有的生产和消费活动都发生在特定的地点，但在此，我们只研究经济活动，不考虑地点因素。

消费者行为

对于这两类产品来说，所有的消费者都具有相同的偏好，效用由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函数形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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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代表制成品消费量的综合指数；A是农产品的消费量；μ是常数，表示制成品的支出份额。数量指数M是定义在制成品种类的连续空间上的子效用函数；m（i）表示每种可得制成品的消费量；n表示制成品种类的范围，通常为可得制成品种类的数目。假定M符合不变替代弹性函数（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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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表达式中，参数ρ表示消费者对制成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当ρ趋近于1时，差异化产品几乎是完全替代的；当ρ趋近于0时，消费更多种类差异化产品的愿望越来越强。令σ≡1/（1-ρ），则σ表示任意两种制成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给定收入Y和一组价格：pA
 是农产品的价格，p（i）是每种制成品的价格，那么消费者的问题就是在下面的预算约束条件下使其效用最大化：pA
 A+∫n
 0
 p（i）m（i）di=Y。

我们分两步来解决这个问题（注：由于对农产品和制成品的偏好是可以分离的，而且制成品的子效用函数M在m（i）方面是位似的，因此可以运用一个两阶段的预算约束处理步骤。见迪顿和缪尔鲍尔（Deaton and Muellbauer，1980）对两阶段的预算模型适用条件的讨论。）：第一步，不论制成品集合M是多少，我们都需要选定每一个m（i），使获得制成品组合M的成本最低。这也就意味着要解决下面方程的最小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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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个支出最小化问题的一阶条件是边际替代率等于价格比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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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意一组i和j，都有m（i）=m（j）（p（j）/p（i）1/（1-ρ）
 。将其代入最小化问题的约束条件：=M[image: 27]
 。

并将公共项m（j）p（j）1/（1-ρ）
 放到定积分符号的外面，我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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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3.5）仅表示第j种制成品的补偿需求函数（compensated demand function）。

据此还可以推导出获得制成品集合M的最低成本的表达式。第j种产品的支出是p（j）m（j），利用方程（3.5）对j求定积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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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把（3.6）式右边与M相乘的那一项定义为价格指数，从而价格指数与数量组合相乘就等于支出。将制成品的价格指数记为G，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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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ρ≡（σ-1）/σ或者σ=1/（1-ρ）。价格指数G是购买1单位制成品组合的最小成本，正如我们前面把M看成是效用函数一样，这里我们也可以把G看成是支出函数。将（3.7）式代入方程（3.5），可以把m（i）的表达式写得更紧凑些：（注：为m（j）的表达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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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需要解决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把总收入在农产品和制成品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说选择A和M，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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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的结果我们似曾相识：M=μY/G且A=（1-μ）Y/pA
 。将上面两步合起来可得到下面的非补偿消费需求函数（uncompensated consumer demand functions），

对农产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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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保持G为常数，则每种可得种类制成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也是常数且等于σ。

现在，我们可以把最大化效用看成是收入、农产品价格以及制成品价格指数的函数，由此得到间接效用函数（indirect utility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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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μ
 （pA
 ）-（1-μ）
 是该经济体的生活费用指数（cost-of-living index）。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工作都是对需求理论的直接运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的与众不同（而且在我们的分析中起关键作用）之处是出售的制成品种类n是一个内生变量。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必要了解制成品种类n的变化对消费者的影响。

随着出售的制成品种类的增加，制成品价格指数随之下降（因为消费者注重多样化的消费），获得给定效用水平的成本也随之降低。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假定所有可得到的制成品价格都是pM
 。价格指数（3.7）式就可以简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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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指数对可得制成品数目的敏感度取决于不同种类制成品之间的替代弹性σ，我们看到，σ越低（即各种产品间的差异性越大），产品种类增加引起价格指数下降的幅度就越大。它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由间接效用函数（3.12）式给出。

从方程（3.11）的单一产品的需求曲线可以看出，改变可得制成品的种类会使现有产品的需求曲线发生移动。因为n增加引起G下降，从而使每种产品的需求曲线向下移动。当我们确定生产出的制成品的均衡数目时，这一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制成品种类的增加，产品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使得现有产品的需求曲线向下移动，并使这些产品的销售量下降。

多个地区与运输成本

根据所要建立模型的需要，为方便起见，我们有时候可以把整个经济看成是由有限区域（地区或国家）组成的，有时候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分布在连续空间中的。然而，目前我们只需假设存在R个独立区位就可以了。我们暂时假设每种产品只在一个地区生产，而且所有特定地区生产的产品都是对称的，有相同的生产技术和相同的价格。我们用nr
 表示地区r生产的产品种类数，用pM
 r
 表示各类产品的出厂价或离岸价（F.O.B.）。

农产品和制成品可以在不同地区间运输，可能会产生运输成本。为了避免为一个单独的运输业建模，我们假定运输成本采用冯·杜能和萨缪尔森引进的“冰山”形式。（注：“冰山”运输技术是由萨缪尔森（1952）正式提出的，不过冯·杜能假设谷物运输成本主要是由拉车的马在路上消耗的谷物构成的（1826，第4章）。因此，也可以把冯·杜能模型看成是冰山运输技术的先驱。）具体来讲，如果把1单位农产品（或任何一种制成品）从地区r运到地区s，那么只有其中的一部分[即1/TA
 rs
 （1/TM
 rs
 ）]能够到达，其余的都在运输途中损耗掉了。因此要使得有1单位农产品（或制成品）能运送到目的地，在生产地必须装运TA
 rs
 （TM
 rs
 ）单位的该产品。

冰山运输技术是指如果某种制成品在生产地r的售价是pM
 r
 ，那么这种制成品在消费地s的交货价或到岸价（C.I.F.）pM
 rs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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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地区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可能都有所区别，我们把地区s的价格指数记为Gs
 来表示这种区别。冰山运输成本和特定地区所有制成品价格相同的假定意味着，我们可以利用（3.7）式把价格指数写为：

[image: 38]


现在，根据（3.11）式可以知道地区s对地区r生产的一种产品的消费需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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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s
 是地区s的收入，上式给出了地区s的消费量，但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消费水平，在地区r装运的产品数量必须是它的TM
 rs
 倍。把这种产品在各地区的消费量相加，就可得到地区r此种产品的总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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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17）式可以看出，销售量取决于各地区的收入、价格指数、运输成本以及出厂价。请注意，由于所有地区同种产品的交货价与出厂价成比例变化，而且消费者对每种产品的需求都存在一个不变的价格弹性σ，所以每种产品相对于出厂价的总需求价格弹性也是σ，与消费者的空间分布无关。

生产者行为

下面我们转向经济的生产方面，假设农产品是完全竞争的，并且采用收益不变的技术进行生产。而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存在规模经济。我们假设规模经济只在产品种类水平上存在，不考虑范围经济（economies of scope）与协作经济（economies of multiplant operation）。假设所有地区所有工业制成品的生产技术都相同，固定投入为F，边际投入为cM
 。暂且假定生产中只有一种要素投入即劳动，在给定地区生产数量为qM
 的任何产品需要的劳动投入为lM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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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规模经济、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偏好以及存在无限种潜在差异产品的原因，没有一家厂商会选择与别的厂商生产同类产品，这就意味着每种产品只在一个地区由一个专业化厂商生产，所以现有厂商的数目与可获得的差异产品的种类数相同。

利润最大化

下面考虑一家位于地区r的厂商生产一种特定产品，该特定厂商支付给制造业工人的工资率是给定的wM
 r
 ，产品的出厂价为pM
 r
 ，则利润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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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qM
 r
 由需求函数（3.17）式确定。在价格指数Gs
 给定的情况下，假定所有厂商都选定各自的产品价格。因此需求弹性就是σ，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可知对于所有地区r生产的产品种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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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3.20）和方程（3.22）的结果有点出人意料，但是在整个分析过程中却是至关重要的。这表明，市场规模既不影响边际成本加成定价，也不影响单一产品的生产规模，因此所有的规模效应都是通过产品种类的变化发生作用的。显然，这个结论非常怪异。我们一般认为，市场越大，竞争也就越激烈，而经济体利用市场优势的途径之一是扩大生产规模。然而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却声称，所有的市场规模效应都是通过产品种类的变化起作用的。

我们在前面假设厂商解决利润最大化问题时把价格指数Gs
 看成是常数，这是一种非策略性行为，再加上需求弹性不变的假设，两者共同作用的典型结果就是上面的结论。如果我们放松非策略性行为的假设，即所有厂商都意识到自己的选择可能会影响价格指数，这种对市场权力的认识往往使厂商降低产量，提高边际价格成本（price-cost margin）。如果我们采用一种特定的合作寡头垄断形式，比如，古诺竞争或伯川德竞争（Cournot or Bertrand competition），那么我们就能得到具体的定价表达式，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边际价格成本是每个厂商市场份额的递减函数。（注：见史密斯和维纳布尔斯（Smith and Venables，1988）对这些表达式的推导。）在这些假定条件下，市场规模的扩大会产生促进竞争的效应。这会引起更多的厂商进入，从而降低了边际价格成本，使得厂商必须以更大的规模（更低的平均成本）进行生产以保持收支相抵。我们在本章“消费者行为”一节中已经看到，种类效应是如何在市场规模与价格指数之间建立起一种负向关系；而促进竞争效应是加强这一负向关系的又一力量。

纵观前面的分析，我们却忽略了促进竞争效应。假设成本加成定价和厂商规模保持不变大大简化了分析过程，才使得我们能够干净利索地建立模型来处理用其他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

制造业工资方程

我们已经知道，厂商零利润的条件也就是它们的产出为q*
 的条件。根据需求函数（3.17）式可知，如果下列方程得到满足，那么地区r的厂商的产出就能够达到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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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上式叫作工资方程（wage equation），今后经常会用到它。如果给定所有地区的收入水平、价格指数以及运输成本，那么就可以计算出各个地区制造业厂商收支相抵时的工资水平。从工资方程可知，厂商所在市场的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厂商进入市场越容易（TM
 rs
 越低），厂商在这些市场面临的竞争越少，那么工资水平就越高（前面我们讲过，价格指数是所售产品种类数的递减函数）。

关于工资方程我们需要注意两点：（1）我们假定自由厂商总是不赚钱的，因此，这个方程中的wM
 r
 表示的是厂商数目不为零的任何地区制造业现行的工资，从长期来看，这个工资水平也就是制造业劳动力的供给价格，但是从短期来看，两者可能不相等，只要两者有出入，就会产生动态调整，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研究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一直假定厂商的自由进出是瞬间完成的，所以利润总是零，但是劳动力在部门或地区之间的再分配却较为缓慢，我们会建立动态模型对此进行阐述；（2）方程（3.27）决定的制造业工资也适用于不存在制造业的地区。它可以用来衡量这些地区的潜在进入厂商所愿意支付的最高工资。

实际工资

各个地区的实际收入与名义收入成比例，可以由名义收入除以生活费用指数Gμ
 r
 （pA
 r
 ）1-μ
 得到。也就是说，地区r的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ωM
 r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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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标准化

制造业价格指数和工资方程贯穿于本书始终。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选择合适的计量单位对它们加以简化。请注意，首先我们可以自由选择产出的计量单位（1单位、10单位、1千克或1吨）。我们选择的单位要使边际劳动需求满足下面的方程：

[image: 46]


同时产量方程变为q*
 =l*
 。

其次，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厂商的数目仅是实轴上的一个区间[0,n]，在不失一般性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为这一范围选择合适的计量单位。在本书的第Ⅱ篇和第Ⅲ篇中，我们选择合适的计量单位，使固定投入需求F满足下列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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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方程（3.24）可知，各个地区的厂商数目与该地制造业劳动力的规模有关，此时方程（3.24）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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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反复地使用这两个方程来说明均衡的特征并研究其稳定性。实际上，在选择了合适的计量单位后，我们的注意力就从制造业厂商的数目与产品的价格转移到了制造业工人的数目及其工资率上面。

价格指数效应与国内市场效应

价格指数方程（3.34）以及工资方程（3.35）并不能界定一个完整的经济模型，但是它们却包含几个重要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些关系中推导出结论，为了找到它们有必要进行详细的研究。

下面我们只考虑一个两区位模型下的价格指数方程和工资方程。完整的价格指数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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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方程中，我们没有把上标M写出来有3个原因：（1）我们现在只研究制造业；（2）我们已经将区位之间的运输成本记为T；（3）我们自始至终都假设同一地区内不存在运输成本。这两组方程是对称的，因此存在一组对称解。也就是说，如果L1
 =L2
 且Y1
 =Y2
 ，那么就有G1
 =G2
 且w1
 =w2
 。通过检验，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对称的均衡值满足下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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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为均衡值是对称的，所以在这个方程里没有标出下标。

把价格指数方程和工资方程在均衡点附近线性化，我们就可以揭示其中所包含的关系。在这个点附近，一个地区某个变量的增长总是会引起另外一个地区同一变量大小相等但方向相反的变化。所以，可令dG=dG1
 =-dG2
 ,…，并分别对两个方程求微分：

[image: 52]


从方程（3.39）中我们可以看出制造业地区分布的变化对制成品价格指数的直接影响。假定制造业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弹性，则dw=0。记住，1-σ＜0且T＞1，从方程（3.39）可知，制造业就业的变化dL/L对价格指数产生了负效应，即dG/G是个负数。我们称之为价格指数效应（price index effect）。价格指数效应意味着，如果一个地区的制造业部门较大，那么制成品价格指数也较低，理由很简单，即该地区全部制造业的消费中只有较小部分承担了运输成本。

接下来，我们考虑相对需求是如何影响制造业地区分布的。为方便起见，引入一个新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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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这个方程中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若将我们的经济模型放宽，假设制造业劳动力的供给具有完全弹性，即dw=0，那么就会产生国内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制成品的需求变化（dY/Y）为1%，制造业的就业（乃至制造业的产量）变化（dL/L）就会达到1/Z%（＞1）。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的制造业部门增长速度要快于国内市场的增长速度，因而国内市场大的地区出口工业制成品。（注：不论集聚的累积过程是否起作用，国内市场效应都应该适用。事实上，这个效应最初是由克鲁格曼于1980年在一个相对市场规模完全是外生的模型中提出的。戴维斯和维恩斯坦（Davis and Weinstein，1977）近来所做的工作就是试图用实证的方法衡量国内市场效应在国际贸易模式中的重要性，他们已经发现前者对后者具有惊人的强大影响。）

第二，尽管我们已经分析了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弹性条件下的国内市场效应，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果劳动力供给曲线向上方倾斜，那么国内市场的部分优势就会转化为高工资而非出口。因此，一个地区对制成品的需求较大，其名义工资可能也较高。（注：因为0≤Z≤1，所以dw/w的系数为正。）

但请注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L的增长，G逐渐下降。由此可见，如果某个地区的收入Y比较高，那么它的实际工资也会较高，因为该地区的名义工资高而物价指数低。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制成品需求较大的地区其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也较高。

当然，其他条件不一定相同，但我们刚才已经概述了累积因果关系的几个要素。在我们的模型中，这种因果关系往往会导致集聚。由于存在价格指数效应，在制造业部门较大的地区，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指数较低。由于存在国内市场效应，在制成品需求较大的地区，制造业部门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国内市场的增长速度。如果我们再考虑一种关系，即制造业工人本身对制成品也有需求，因此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对制成品的需求往往也较大，那么我们很快就可以得出最终结论了。这一点我们会在本书第4章中加以详细说明。

“非黑洞”条件

我们已经知道，扩大制造业部门的规模会引起实际收入的增加。然而，我们还希望为该效应的作用设置一个上限。这种情况只有在封闭经济（当Z=1时）下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

考虑一个制造业工人的实际收入[参见方程（3.28）]。假定农产品的价格不变，那么对（3.28）求全微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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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方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保持整个行业的支出不变（dY=0），从而名义收入也不变。那么增加一个封闭经济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会对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造成什么影响呢？显然，制成品的支出不变，工资支出也不变，这就意味着L的增加使工人工资w同比例下降。然而，制造业就业的上升会增加制成品的种类，从而降低G，并往往会提高实际收入。在以上两种效应中，后者的影响无疑会超过前者，因此，工人数量的增加实际上提高了他们的实际工资。

我们一般对规模报酬递增特别明显的经济不感兴趣，这只是因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集聚力在这种经济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经济体最终会塌陷为一个点。为了避开这种“黑洞区位”（black-hole location）理论，我们通常加上了一个所谓的非黑洞假设（assumption of no black h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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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为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可以开始考察地理问题了。


第4章 中心与外围

在上一章中，我们给出了一套基本工具，用于将垄断竞争经济模型化。这些工具其实是一套理论方法，据此可以假定在单个厂商层面上存在收益递增现象，并且研究由该假定引出的市场结构问题。现在我们就运用这个工具来构造第一个经济地理模型。

以下的分析并不切合实际情况。除了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有一些基本假定（对于本书的几乎所有模型来说，人为假定都是必要的组成部分）外，我们在本章中做的另外一些假定也与事实不符。当然，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会放弃这些假定或对其进行修改。我们的目的是要尽可能简单明了地说明厂商层面的收益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引起空间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变化的。结果表明，运用这种方法得出的一些结论对于假定的变化很敏感。我们暂时只需要学习这个模型，与假定有关的讨论可以稍后进行。

假定

我们来考虑本书第3章中所阐述的经济体。该类经济体由两个部门组成，垄断竞争的制造业部门M和完全竞争的农业部门A。这两个部门分别仅使用一种劳动力资源，即工人和农民。此外，我们还假定各部门的要素供给量不变。

资源的地理分布由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共同决定。假设地区数为R，世界上的农民数量为LA
 ，且每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即农业劳动力份额是外生变量且既定的，记为[image: 255]
 r
 。与此相对应，制造业的劳动力是随时间变化的。我们用LM
 表示全世界的工人数，并且用λr
 来表示地区r在任何时点上的制造业劳动力份额。适当地选择单位（注：除了本书第3章中选定的用于表示产出和厂商的单位外，我们还可以选择单位用以分别量度两种不同类型的劳动。）可使得LM
 =μ,LA
 =1-μ。

各地区间运输成本的表现形式很特别。我们采用本书第3章引入的“冰山”形式来表示工业制成品的运输成本，即如果1单位的工业制成品由地区r运往地区s，那么只有1/Trs
 单位的产品可以运抵目的地。与之相对应，我们假定农产品的运输是无成本的。这一假定是很不切合实际的，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价值1美元原材料的运输成本通常要高于价值1美元产成品的运输成本。暂时假定农产品的运输成本为零，会使我们现在的模型简单得多。我们会在本书第6章中放弃这一假定并研究其后果。

由于农产品的运输是免费的且规模报酬不变，所以各地区农民的工资率相同。我们以此工资率为计量单位，即wA
 r
 =1。然而，各地区制造业工人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都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们将wr
 和ωr
 分别定义为地区r制造业工人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

哪些因素决定了地区间工人的流动呢？我们没有试图构建一套复杂的动态理论，只是简单地假定工人会流向实际工资高的地区，而离开实际工资低于平均水平的地区。特别地，我们将平均实际工资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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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假定特别动态方程为（注：虽然我们没有对这个公式进行深入的论证，但是这些动态模型等价于演化博弈论中常用的“复制动态”。事实上，如果读者愿意，可以将我们的模型视为一个演化博弈（参见Weibull，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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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λr
 的增量必须能够保证所有地区份额变化的总和为零。）

在我们的模型中，各地区间制造业的分布在任一时点上都是给定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分布会因地区间实际工资的差别而变化；另一方面，地区实际工资本身也依赖于制造业的分布。因此，我们下面就来研究这种依赖关系。

瞬时均衡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用于描述瞬间均衡状态。我们发现，用同时满足4R方程的解来描述这种均衡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这组方程决定了各地区的收入、各地区消费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指数、该地区工人的工资率以及该地区的实际工资率。

收入

收入方程很简单。由于农产品的运输不需要成本，因此各地区农民的工资相同，我们将其设为度量单位，即为1。我们之前曾选择单位使得制造业的工人和农民数分别为μ和1-μ，（回想一下，）则地区r的收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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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指数

第二个要素是各地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指数。我们已在本书第3章中做了阐述，并由方程（3.34）给出。由于地区s的制造业工人数为LM
 s
 =μλs
 ，因此价格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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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4.4）显示的价格指数效应我们曾在本书第3章中见到过。如果假定各地区的工资都相同，那么从该方程不难看出，与地区r保持低运输成本的那些地区制造业的份额越高，地区r的价格指数将会越低。尤其是在仅有两个地区的情况下，如果其他条件相同，那么制造业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将会降低后者的价格指数，从而使得该地区对于制造业工人具有更强的吸引力。这是我们曾在本书第2章中做过简要讨论的前向关联的翻版，也是可能产生经济地理结构的力量之一。

名义工资

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可能存在一定的工资水平使地区r的制造业收支相抵。该工资水平由方程（3.35）给出，我们在此重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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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表示价格指数的方程一样，这个方程也值得花些时间研究一下。假设所有地区的价格指数都相似，则根据方程（4.5）可知，如果与地区r之间运输成本较低的那些地区的收入较高，那么地区r的名义工资将会更高。理由很简单：如果厂商能够接近较大的市场，那么它们就有能力支付较高的工资。我们曾在本书第2章中简要介绍了基础—乘数模型，本章模型所体现的后向关联则促成了基础—乘数模型的形成，从而强化了上文描述的前向关联。

实际工资

最后，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定义工人的实际工资（ωr
 ）：由于工业制成品在工人支出中所占的份额是μ，由此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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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农产品价格均为单位价格，因此，如方程（3.28）所示，生活消费指数会导致名义工资下降。

均衡的确定

我们可以认为此模型的瞬时均衡由能够同时满足4R方程的解来确定。4R方程包括收入方程（4.3）、价格指数方程（4.4）、工资方程（4.5）和实际工资方程（4.6）。（注：利用数值示例处理时，我们需要解这个方程组。虽然简单的反复代入未必是效率最高的方法，但它的确奏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给wr
 赋值，其中，r分别等于1，2，…，R；依次计算隐性向量Y和G的值；再计算出w的新值；重复上述过程直到收敛。）很显然，我们很难找到这些方程的一般解。然而，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一个显而易见的特例来深入理解这个问题。该特例是一个仅有两个地区的经济体，农业在两地区之间平均分布。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制造业是在两地区间平均分布，还是集中在一个地区？也就是说，该经济体是否会分化为制造业“中心”和农业“外围”。这个特例因此被称为中心—外围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模型是如何运作的。

中心—外围模型：说明与数值示例

中心—外围模型仅包括两个地区，而且农业在两个地区间平均分布，它是我们前面所描述模型的一个特例。这意味着我们不必明确写出各地区的农业份额，因为它们都是1/2。此外，我们还可以对符号稍做简化，令T为两地之间的运输成本，无下标的λ为地区1的制造业份额（1-λ代表地区2的制造业份额）。则下面的8个方程可以描述瞬时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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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型共有8个联立的非线性方程，因此看上去仍然不太容易处理。但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如果一定要解出这个中心—外围模型明确的解，也的确可以得到。然而，首先还是来看一些数值示例，这对于寻找我们所需要的结论很有帮助。

图4—1、图4—2和图4—3绘出了ω1
 -ω2
 与λ的坐标图，其中，ω1
 -ω2
 是两地区制造业的实际工资率差额，λ是地区1的制造业份额。这3个图形都是按照σ=5，μ=0.4计算出的。但各图中的运输成本T各不相同：图4—1中的运输成本较高，T=2.1；图4—2中的运输成本较低，T=1.5；图4—3中的运输成本中等，T=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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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实际工资差额，T=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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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实际工资差额，T=1.5

[image: 65]


图4—3 实际工资差额，T=1.7

在图4—1中，当λ小于1/2时，工资差额为正；反之则为负。这说明如果一个地区拥有超过半数的制造业劳动力，那么该地区对工人的吸引力就比不上另一个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很明显将收敛于长期对称均衡，此时制造业在两地区间平均分布。

与图4—1相比，图4—2中的工资差额则严格随着λ单调上升。也就是说，其中一个地区的制造业份额越大，该地区就越有吸引力。当然，曲线单调上升的结果是由本章“瞬时均衡”一节中所讨论的两种关联效应造成的。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地区的制造业劳动力较多，那么，一方面，较大的当地市场会使得名义工资较高（后向关联）；另一方面，当地生产的较多种类的产品可以降低价格指数（前向关联），从而增强该地区的吸引力。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制造业在两地之间的平均分布依然是一种均衡状态，但它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地区制造业部门的规模比另一地区哪怕大一点，其制造业部门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扩大，而另一地区的制造业部门会不断萎缩，从而最终形成所有制造业都集中在一个地区的中心—外围模式。

最后，对于中等水平的运输成本，图4—3给出了更为复杂的情况。与图4—1中相同，对称均衡是局部稳定的。然而，如今在其两侧分别出现了一个不稳定均衡，如果λ的初始值足够高或者足够低，那么该经济就不会收敛于对称均衡；相反，所有的制造业都会集中于一个地区，从而形成中心—外围模式。因此，图中存在五个均衡：三个稳定均衡（对称均衡和制造业集中于任何一个地区的均衡）和两个不稳定均衡。

有以上三个实例做基础，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懂图4—4，该图表明各类均衡是如何随运输成本的变化而变化的。与图2—1相同，实线表示稳定均衡，虚线表示不稳定均衡。如果运输成本足够高，那么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此时制造业在两地区间平均分布。如果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水平之下，制造业就会集中于一个地区，从而产生新的均衡。如果运输成本继续下降至另一临界水平之下，那么对称均衡就会成为不稳定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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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中心—外围分岔

此处给出的模型与基础—乘数模型的相似之处是很明显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它们都有两个临界点，即支撑点[在图4—4中用T（S）表示]和突变点[在图4—4中用T（B）表示]。在前一个临界点上，中心—外围模式一旦确立就能够维持下去。而在后一个临界点上，两地区间的对称均衡是不稳定的，因此一定会被打破。

现在就来看看如何用分析的方法来处理我们的模型。我们希望确定中心—外围模式得以存在的条件（即支撑点）和必然导致中心—外围模式的条件（即突变点）。

中心—外围模式如何得以维持？

我们假定，开始时所有制造业都集中于一个地区（比方说地区1）。为了确定这种情况是否达到了均衡，我们需要考虑以下的问题，如果有一小批工人从地区1迁往地区2，那么比起留下的工人，他们是否可以得到更高的实际工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中心—外围的地理分布就不是一种均衡，因为制造业会不断向外围地区转移。反之，中心—外围模式就是一种均衡，因为制造业的集中可以自我维持。

简言之，为了考察中心—外围模式是否可以维持下去，我们需要假定一种情况，使λ=1，并在此条件下比较ω1
 和ω2
 的大小。如果ω1
 ≥ω2
 ，那么中心—外围模式就是可以维持的，因为此时制造业工人不会迁离地区1。（注：当然，我们也可以研究对称的情况，即令λ=0，看是否有ω1
 ≤ω2
 。）

我们令λ=1，同时简单地假定w1
 =1，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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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方程（4.11）可以确定w1
 =1确实是一个均衡值。请注意，此时地区1的收入高于地区2，这是由于前者还得到了制造业就业所产生的所有收入。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地区2的价格指数高于地区1，这是因为地区2需要的所有工业制成品都必须进口。这两点事实是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的基础，而这两种关联又支撑了中心—外围模式。

由于w1
 =1且G1
 =1，所以同样有ω1
 =1。我们现在只需要确定ω2
 的值，看它是否大于1。代入名义工资方程（4.12）和实际工资方程（4.14），我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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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方程（4.16）形式复杂，却是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很好注解。方程中的第一项T-u
 代表前向关联：由于地区2必须进口制成品，所以地区2的价格指数是地区1的T倍。因此这一项的值小于1，原因如下：地区2必须进口工业制成品，使得该地区的工业制成品较贵，因而无法吸引制造业的工人到此定居。

第二项代表一定的名义工资，在此工资水平上，位于地区2的厂商收支平衡。地区1的收入水平用T1-σ
 衡量，它也小于1。这是由于地区2的厂商在向地区1供应产品时，面临运输成本方面的劣势。与此对称，我们用Tσ-1
 表示地区2的收入水平。由于地区1的厂商在向地区2供应产品时，也面临运输成本方面的劣势，所以Tσ-1
 大于1。尽管这些效应是对称出现的，但它们意味着，打算到地区2选址的厂商在规模较小的市场中经营良好，但在规模较大的市场中的表现则不尽如人意。因此，在生产集中导致的需求和厂商能够支付的名义工资率之间存在着后向关联。

关于中心外围结构的稳定性，方程（4.16）究竟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我们首先来考察运输成本的作用，为此需要将方程（4.16）改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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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ω2
 ＜1=ω1
 ，所以在较低的运输成本水平上，集聚必然是稳定的。

让我们再来考虑T值很大的情况。此时，方程（4.17）中的第一项显然可以任意小。而第二项则存在两种可能性，如果（σ-1）-μσ＜0，那么此项也为任意小，因此ω2
 趋向于0。回想一下我们在本书第3章中的讨论，可知（σ-1）/σ＞μ正是非黑洞条件。我们现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释另一种情况，即如果（σ-1）/σ＜μ,那么集聚力量就会足够强大，从而使得中心—外围模式始终是一种均衡。

如果非黑洞条件仍然成立，即（σ-1）-μσ＞0，那么方程（4.17）中的第二项就为任意大。图4—5描述了此条件下发生的情况。图中的曲线把ω2
 定义为T的函数，在T=1附近，曲线先向下倾斜，既而向上倾斜。曲线与ω2
 =1这条水平线的交点界定了支撑点T（S）的值：当T小于该值时，中心—外围结构是一种均衡；反之则不是。

支撑点T（S）的值是如何依赖于各参数的呢？如果σ（以及ρ）的取值较小，那么图4—5中的曲线就会向右边伸展，使中心—外围结构得以维持下去的T的取值区间会因此增大。反之，当σ（以及ρ）的取值很大时，支撑点处的T值就会接近于1。当运输成本非常低时，贸易就会中止，因此为了满足当地的需求，制造业就必须在两个地区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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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支撑点

从图4—5中还容易看出，ω2
 ＜1的可能性（此时存在中心—外围均衡）取决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是否足够大。若μ=0，方程（4.16）就可以简化为[（T1-σ
 +Tσ-1
 ）/2]1/σ
 。假如T＞1，由于上式的取值始终大于1，所以不会形成中心—外围模式。考虑更一般的情况，当μ取值较小时，图4—5中的曲线就会向上旋转，从而减小了使中心—外围结构得以维持下去的T的取值区间。如果制造业部门较大，则供给和需求可以分别产生显著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由此形成的向心力就足以在较大范围的运输成本水平上维持集中均衡。

对称均衡何以瓦解？

从图4—1~图4—4中，我们可以发现，当运输成本足够高时，对称均衡是稳定的；反之，对称均衡就不稳定。这些图还告诉我们如何找到突变点。如果我们在模型中设定参数使ω1
 -ω2
 曲线在对称均衡状态下是水平的，那么就会出现突变点。为了找到突变点，我们需要对均衡[由方程（4.7）～方程（4.14）给出]求λ的全微分，即均衡微分d（ω1
 -ω2
 ）/dλ。

这项工作看似艰难，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是就对称均衡进行微分的（就像我们在本书第3章中“价格指数效应与国内市场效应”一节所做的那样）。在此均衡状态下，我们知道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的值。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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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以下方法检验上述各值，首先，λ=1/2是对称均衡的定义；然后将这些值代入方程（4.7）～方程（4.12），我们看到这些方程都得到了满足；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省去表示地区的下标，并用G、Y等符号表示对称均衡时各变量的取值。

由于我们是就对称均衡求微分，所以可以做进一步的简化。地区1的任何一个内生变量发生变化，地区2的对应变量也会作出相应的变化，二者大小相同，但符号相反。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必分别表示两地的变量，而只需将其记为dY≡dY1
 =-dY2
 。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表示其他变量的变化。

为了了解这种方法是如何运用的，我们来考察收入方程（4.7）和方程（4.8）的全微分。具体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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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T1-σ
 反复出现，这是由于该项既反映了一个地区某一变量上升造成的影响，又反映了另一地区相应变量下降引起的后果。我们可以通过定义一个变量Z来做如下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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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得到dω/dλ，为此需要将dG/G，dw和dY从方程（4.21）、方程（4.24）、方程（4.25）以及方程（4.26）中消去。替代过程虽长却一目了然，我们在附录中给出了详细的替代过程。以下表达式是必不可少的，它给出了工人迁移所引起的真实工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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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是用ρ替代σ得到的，其中ρ=（σ-1）/σ（这样表达式就可以显得简洁一些）。当dω/dλ为负时，对称均衡就是稳定的;反之，就是不稳定的。由于Z的取值位于0（自由贸易）和1（自给自足）之间，并且μ和ρ均小于1，因此易知分母为正值。可见，该表达式的符号取决于方括号中分子项的符号。当Z接近于0时（运输成本很低），此表达式的符号显然为正，对称均衡当然是不稳定的。当Z值上升时，分子变小。若Z=1（即运输成本无穷大），即当ρ＜μ时，分子项为正，反之为负。这正是我们在关于突变点的讨论中得出的两种情况，如果非黑洞条件得不到满足，即ρ＜μ时，对称均衡就始终不稳定;反之，当运输成本足够高时，对称均衡就是稳定的。

在图4—6中，我们把dω/dλ看成是T的函数，此时满足非黑洞条件（即ρ＞μ）。在自由贸易条件（T=1，Z=0）下，工人的重新分布（dλ）对地区实际工资的微分（dω）没有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当不存在运输成本时，两地区在经济上没有差别。当T的取值适中时，与工人重新选址相关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抬高了迁入地的真实工资。因此，dω/dλ＞0，对称均衡是不稳定的。当T∞（自给自足）时，如果某地区的产业工人增多，那么该地区的实际工资就会下降，因为该地区制成品的供给上升了，这部分制成品如今却无法出口。突变点位于点T（B），dω/dλ的符号在该点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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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突变点

我们可以从方程（4.27）中得出突变点的T值的一个明确的表达式。令方括号中的分子项为0，并代入Z，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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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满足此方程的参数值，我们可以界定使对称均衡变得不稳定的突变点的值。我们对这些值有何了解呢？首先，突变点处的T值是唯一的，如果我们保持非黑洞条件不变，则当贸易成本为正，即T＞1时，突变点就会出现；其次，突变点处的T值随μ的增加而上升，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制造业工人份额越大，则导致不稳定对称均衡的T的取值范围也就越大；此外，突变点处的T值还随ρ的上升而下降（因此对于σ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产品的差别化程度较高，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也较大，那么ρ相应就较低，并产生强大的前向和后向关联。

通过一些数值示例，我们可以言简意赅地总结出突变点和支撑点对参数的依赖性。表4—1中所记录的数字，依次给出了突变点和支撑点在μ和σ取不同值时的值。由于这两个临界值都随μ的增加而上升，随σ的增加而下降，因此，产生中心—外围结构的运输成本的范围越大，则经济中制造业的份额越大，厂商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也就越大。请注意，如图4—4所示，由于分岔呈战斧状，所以支撑点处的T值总是大于突变点处的T值。

表4—1 T的临界值：突变点T（B）和支撑点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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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与结论

可以说，本章所给出的动态空间模型尤其是两地区的中心—外围模型在我们研究经济地理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2×2×2模型在规模报酬不变贸易理论中的作用大同小异。也就是说，虽然这个模型形式简单，非常便于分析，却能够得出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有趣结论。从这个模型中，我们知道集聚经济是如何从个体生产者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这三者间的互动中产生的。此外，我们还对向心力与离心力之间的合力，以及随之产生的不连续变化的可能性都有了清楚的认识。最后，我们还初步了解了如何将动态分析作为有力的简化工具，从而进行分类整理，并最终减少静态分析所得出的可能情况。

虽然中心—外围模型具有所有这些优点，但它可能并没有那么诱人，就如同贸易领域的2×2×2模型一样。模型中的一些结论对假定条件很敏感，这些假定又是人们不愿意为之辩护的。因此，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们会放宽模型的限制条件：首先，我们会考虑多地区的情况；然后我们会引入更切合实际的运输成本结构。

附录：对称均衡瓦解

我们希望了解变化量dλ对于对称均衡的影响。下面我们就来求均衡在对称点附近的全微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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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方程（4.21）代入方程（4.25）可消去dY，并且改写方程（4.24）和方程（4.25）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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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1-ρ）替代σ，并利用Z的定义（4.23）式，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文中的（4.27）式。


第5章 多个地区与连续空间

本书第4章开篇就在一个经济体中建立了区位模型，该经济体的地区数是任意的。然而，当我们着手研究这个模型的时候，却直接转向了两地区的特例。两地区使问题得到了大大的简化，因而它的优点是有目共睹的（即使是两地区的情况也有难以捉摸的地方，也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难题）。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地理的理论分析必须努力超越这种两区位的特例：首先，经济研究的模型虽然都与现实有很大距离，我们却希望它们能反映现实，用两地区的特例来分析现实世界的地理问题基本上是一厢情愿的事；其次，区位理论传统上有相当部分是空间研究，也就是说，它强调经济活动在不同地区的选址问题（而且常常是在连续空间中不同地区间的选址问题），虽然我们并不一定要拘泥于传统，然而我们仍想看看有多少传统问题能够运用新模型重新进行研究；再次，我们将上一章的基本方法运用到多地区的情况，得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结论，而这一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运用阿兰·图灵在理论生物学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来分析一些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简单结论。下面，我们把两地区情况做一个最简单的推广，开始研究三地区情况。

三地区情况

按照本书第4章中的两地区模型如法炮制出一个三地区模型是轻而易举的。只要想象有三个地区分别位于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三个角上，每两个地区之间的运输成本都为T；同时，假定每个地区都有规模为（1-μ）/3[而非（1-μ）/2]的农业部门。这些方程简单明了，就不必再一一罗列了。

要得出三地区情况的解析解是比较困难的。然而，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方法得到这个模型的数值解，然后把这些解用图形表示出来。结果表明，三地区模型的定性特征与两地区模型十分类似。

作为三角形中的一个点，三地区中任何制造业的位置安排都可以在两维空间中表示出来，这使得三地区模型更为直观。在这样的点上，地区r的工人份额为λr
 ，各个地区的工人份额总和为单位1。接着，我们可以通过绘制一个“向量场”（vector field）来了解模型的动态：首先，我们计算出三角形中一系列点（λ1
 ，λ2
 ，λ3
 ）的地区实际工资；然后根据那些实际工资[利用方程（4.2）]计算出地区制造业份额的变化率[image: 80]
 ；最后，用与该向量大小成比例的箭头表示这些变化率。由此，我们只需要跟随箭头指引的方向就可以了解模型的动态变化。

图5—1、图5—2及图5—3说明了一个三地区模型的典型向量场，其中μ=0.4，σ=5。它们与图4—1、图4—2及图4—3极为相似。图5—1表示的是运输成本较高时的情况，此时，T=2.5。很明显，这时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制造业在各个地区平均分布。图5—2表示的是运输成本较低时的情况，此时，T=1.5。在这种情况下，当制造业在各个地区平均分布时，均衡状态显然是不稳定的；最终，制造业总会集中到一个地区。究竟集中到哪个地区，这要取决于初始条件。显而易见，三角形被划分为三个“引力盆地”（basin of attraction），每个引力盆地都会流向三角形的一个角，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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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三地区动态，T=2.5

制造业最终会集中到其中的一个地区。最后，图5—3表示的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情况，即运输成本适中的情况，此时T=1.9。在这种情况下，有四个引力盆地，包括一个促使制造业最终在各个地区平均分布的中心盆地（对应于一个相当平均的初始分布），以及三个导致制造业在其中一个地区集中的盆地。在这四个稳定均衡状态之间存在着三种不稳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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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三地区动态，T=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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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三地区动态，T=1.9

在定性特征上，这些结果与我们在两地区情况中发现的结果明显相似。推测起来，用三维分岔图来总结整个序列还是有可能的，但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

这样，我们就可以照方抓药，继续研究有四个距离相等地区的经济体，接着研究有五个距离相等地区的经济体……运用图形分析开始越来越困难，很快就行不通了；不过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些结论。然而，这些扩展研究似乎并不能给我们多少启示。并且，用三角形表示的三地区情况有一些直观意义，用四面体表示的四地区情况则很难形象化，而我们主要研究的是有实际意义的经济体。

另一方面，如果有多个地区的一般模型是用任意形式表示的，我们似乎并不能从中得出什么简单的结论。如果要说对多地区情况的研究有什么进展的话，也主要是通过假定一个虽不现实却很实用的独特图景来达到的。在这个图景中，一些地区分布在一个圆上，它们之间的运输只能沿着圆的边缘进行。

轨道经济

我们称之为“轨道经济”（racetrack economy）的特例不仅囊括了本书第4章介绍的多地区模型的所有假设，还包含以下若干特殊简化形式：R个地区均匀分布在一个圆周上，其中地区r+1与地区r相邻，地区R与地区1相邻；农业平均分布在各个地区；运输必须沿着圆周进行，1单位工业制成品每运输1单位距离就会有常数部分τ消失。最简单的表达方式就是把地区r和地区s之间的运输成本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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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s｜是圆周上从地区r到地区s的（较短的）距离。（想象一个钟面：从3点到10点的距离是5而不是7，因为按逆时针方向计算比按顺时针方向更容易从3点到达10点。）将距离标准化是很方便的，这样圆周长就是2π，任何两个相邻地区之间的距离为2π/R。因此，该经济体中最远距离的运输成本为Tmax
 =eτπ
 。

正如两地区和三地区的情况一样，利用数值示例来着手分析这个模型会十分有效。然而，当超出三地区时，我们就不能将初始情况表述为一维空间或二维空间中的点，当然也无法将模型动态用一张简单的图形总结出来。因此，我们必须转而尝试通过试验的方式来了解模型的情况，也就是用不同的初始条件来测试不同的参数值，然后观察发生了什么。

我们从最简单的随机分布着手。图5—4表示的就是这种典型分析的结果，这是一种有12个地区的情况，其中，μ=0.4，σ=5，Tmax
 =4（12个地区的例子常常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为虽然12是个相当小的数字，但它却有很多因子）。柱状图的实心部分表示初始时制造业在各地区的随机分布。柱状图的阴影部分表示经济运行一段时间后各地区的制造业份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所有制造业都集中到两个地区；而且，制造业在这两个地区的分布是完全相同的，这两个地区间隔的距离也相同：记住，由于地区12与地区1相邻，所以集聚恰好位于跑道的相对位置上，两者之间各相隔5个农业地区。

[image: 85]


图5—4 有12个地区的制造业的演变

在图5—4中，各地区制造业的劳动力一开始是随机分布的。当为相同的参数设定不同的初始值来重复上面的实验时，我们发现制造业最后几乎总是集中到两个地区。虽然它们并不总是恰好处于对称的位置上，规模也并不总是相同的，却有很明显的规律性。

我们可以用一种有些令人吃惊的方式使这种规律更加显著。我们不是将制造业的初始分布设为随机的，而是让它对一致性有一个较小的随机偏差，也就是说，制造业的初始分布无规律可循。对一个已知的均衡来说，这个初始状态可能会被看成是一个小干扰。毕竟，在假定了所有地区的对称性之后，制造业在各地区均匀分布的位置[“平地”（flat earth）]也必定是各地区实际工资相同的位置。但是，平地并不稳定，集中的循环逻辑甚至使一个受到更小扰动的平地把制造业自发地集中到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地方。图5—5[在一个研讨会上，美国西北大学的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即兴为它起了个“59号凯迪拉克图”（59Cadillac diagram）的绰号]阐述了这一过程。现在地区数有100个而不是12个，它们排列在水平面上；纵轴表示每个地区制造业劳动力的份额。这幅图描绘了经济体随时间演变的全过程。除了有一个随机扰动外，制造业的初始分布几乎是均匀的，以此为起点，最终又回到所有制造业都集中在两个地区的结构。在这个例子中，两个“获胜”地区的位置又恰好是对称的；我们还发现，只要制造业的初始分布足够均匀，这种规律性就是有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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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有多个地区的制造业的演变

因此，轨道经济的试验为新兴的结构提供了鲜明的例子。从随机状态开始，逐渐产生了规律；这种规律越能预见，初始状态就越无章可循。那么又该如何解释这种规律性呢？

图灵方法

在图5—5所说明的情景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几乎均匀分布的制造业逐渐演化成一个非常不均匀但是很有规律的结构。这与图灵（1952）在一篇理论生物学的经典论文中提出的以下问题十分相似，对于一组由几乎完全相同的细胞组成的胚胎来说，它是如何自我组织成迥然不同的有机体的呢？事实上，图灵的中心分析模型是关于一个由细胞环组成的简化胚胎的，这与轨道经济的结构基本上完全相同。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借用图灵的巧妙方法。

尽管图灵用数量虽多却有限的细胞来阐述他的分析，但事实上，用连续空间来表述会更简单。所以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们将从对分散地区的分析转移到对连续空间的分析上来。现在，λ（r）表示圆环上地区r的制造业密度。

应用图灵方法的第一步是找准问题的焦点。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要么像图5—5中那样把经济体的整个演变过程模型化，要么像图5—4中那样至少要了解动态过程最后止于何处。然而，图灵提出把着眼点放在差别化过程的起点（即细胞间初始的对称状态被破坏的时候）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在我们的研究中，这就意味着把着眼点放在图5—5中所示过程的早期阶段，此时经济体开始偏离平地均衡状态（flat earth equilibrium）。

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将模型线性化。我们现在就来看该模型的一般简化形式，至于细节问题留待以后再谈。在一种情况中，任何一个地区制造业部门的变化率都取决于制造业在所有地区的分布。有这样一种均衡状态，其中所有地区的产业水平都相同，我们称之为平地水平λ。我们还假定存在许多地区，因而实际上可以把空间看成是连续的。在平地附近，我们的模型动态的简化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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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地区r的制造业的变化率取决于其他所有地区制造业的份额；同时，由函数k（θ）可知，另一个地区r+θ的制造业对地区r造成的影响取决于这两个地区之间的距离θ。于是，欲分析平地附近的动态，我们只要研究一个如方程（5.2）这样的线性系统，而不是模型在一般情况下所呈现的那种高度非线性系统。

现在来看图灵分析的第二步，要领悟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线性系统（5.2）的动态特性简单得让人吃惊。我们暂且假定制造业对平地水平值的实际偏差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简单的正弦波动（注：我们称该波动为余弦波。然而，只需重新标识原点，就可以把任何波动定义为正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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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式也是能够简化的。首先，由于cos（r+x）=cos（r）cos（x）-sin（r）sin（x），这样就可以把方程（5.4）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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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制造业的实际空间分布和方程（5.3）所示的一样，但是我们已经说明方程（5.3）定义了动态体系的一个特征函数，即特征向量的连续形式。方程（5.6）是用特征函数（5.3）式来表示体现在微分方程（5.2）中的动态体系的，其中，特征值由γv给出。事实上，任何正弦波动都是一个特征函数，其中包含了一个取决于其频率v的特征值（即增长率）。

当然，通过把变量的初始向量分解为特征向量的加权和（其中每个特征向量按照其自身的特有速率增长，该速率等于相关的特征值），我们就可以对线性动态系统进行分析。接着，我们只需要把平地密度附近的制造业分布分解为规则的正弦波动。这个程序是大家所熟知的，它实际上就是把分布表示为傅里叶级数（Fourier series）。

现在我们来看图灵方法的最后一步。每个频率v都有自己的特征值，该特征值由方程（5.7）给出。对于一些频率而言，特征值可能为负；在这些频率上，对平地均衡的偏差就消失了。如果所有频率的特征值均为负，那么所有偏差都会消失，从而表明平地均衡是稳定的。然而，如果任何频率的特征值均为正，那么在该频率上偏差的振幅就会随时间逐渐增大，平地均衡就是不稳定的。而且，如果起始点十分接近平地水平，那么等到经济体与该处的偏离足够大的时候，频率的特征值最大且为正的波动（最不稳定的频率）就会支配其他所有的波动，从而决定了孕育于经济体中的集聚模式。

当然，这一推理的基础是经济体在平地附近的局部特性，我们并不能确定它也同样能预测该体系在远离平地均衡时的特性。但这看起来似乎是可能的。回顾一下，图5—5是从随机扰动开始建立的，我们同时还允许经济不断演变。从随机状态开始，一个极为规则的结构逐渐建立起来；我们现在知道，这是由于该经济体在频率v=2时的特征值最大。

下一步我们将把决定经济体动态的特征值与偏好、技术和运输这些更为基本的参数联系起来。

波动的增长率

为了把图灵方法应用到轨道经济中，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表达式以确定波动的频率是如何影响波动的增长率的；这里的波动指的是方程（5.3）所描述的那种制造业分布中对一致性的正弦偏差。为此，我们只需要研究与制造业就业中的偏差相关的实际工资模式。因为我们已经在方程（4.2）中假定，一个地区制造业的增长率与实际工资对平均值的偏差是成比例的。因此，哪个频率波动与单位实际工资的振幅的最大变化相关，它就是增长速度最快的频率，即“首选频率”（preferred frequency）。

为了找到这一频率，我们在连续空间中对轨道模型重新进行阐述。现在我们假定经济体是一个周长为2πD的圆环，其中，D为经济规模，同时，Tmax
 ≡eτπ
 D（至于为什么没有把经济规模标准化为2π，原因在下文中将会不言自明）。我们选择计量单位使农业劳动力等于（1-μ）πD，制造业劳动力等于μπD。这意味着单位空间的农业劳动力密度为（1-μ）/2，同时平地处的制造业劳动力密度为μ/2。我们定义λ（r），单位空间的制造业劳动力密度就是μλ（r）；处于平地水平时，λ=0.5。

在该经济体中，瞬时均衡的方程式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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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过是方程（4.3）～方程（4.6）在连续空间上的类推。它们虽然不直观，但是我们照例可以迅速确定平地均衡。当在任何地方都有λ=0.5时，就有w=1，Y=0.5；价格指数的平地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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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程组看起来相当棘手。但我们现在假定方程（5.3）始终成立，即λ（r）是平地均衡附近的正弦波动，其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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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参阅形如cos（x）e-x
 函数的积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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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方程组（5，10）就简化为如下的简单形式：（注：我们再一次运用本章“图灵方法”一节曾讨论过的cos（vr+vs）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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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ω′（r）/λ′（r）=δω
 /δλ
 ，则正如我们把方程组（5.12）中的最后一个等式代入方程（5.11）时看到的那样，比率δω
 /δλ
 衡量的是制造业中就业的微小正弦扰动对实际工资的影响。

我们现在就可以完成分析。在方程（4.2）中，微分方程给出了制造业就业的变化。在平地处，平均实际工资为单位1，且λ=0.5，所以线性化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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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正弦偏差λ′（r）=δλ
 cos（vr）是一个特征函数，特征值γv=γδω
 /2δλ
 ，其中，δω
 /δλ
 由方程（5.16）中给出。从方程（5.14）和方程（5.16）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特征值取决于模型的参数μ、ρ（或σ）和τ，以及波动频率v。现在我们需要研究这些参数是如何决定特征值的符号及大小的，同时还要找出首选频率，即给出最大正特征值的v值。

确定首选频率：大型经济

如果我们把着眼点放在一个范围广阔的经济（即D很大的情况）上，那么就有可能得到一些相对清晰的结果。如此一来，我们的问题就变得更简单了，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Z的表达式变得更简单了，由于方程（5.14）中的第二项趋向于1，因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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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随v单调递减。其次，如果经济规模较大，那么我们会猜测首选频率对应的波长仅为2πD的一小部分。这意味着对可能频率的整数约束（要求沿圆环的波动次数为整数）就变得不那么明显了，我们于是可以把v和Z近似地看成连续变量。

接下来，假设我们把Z视为一个连续变量，只能在0（v极大的时候）和1（v接近0的时候）之间变化，那么我们可以从方程（5.16）中了解到什么呢（该方程把Z和波动的增长率联系在一起）？首先，我们马上注意到，当Z=0时，δω
 /δλ
 也等于0；其次，当Z为较小的正数时，δω
 /δλ
 严格为正，也就是说，高频率、短波长的波动往往随时间而增长;再次，我们发现当Z接近1时（对应于波长非常长的波动），δω
 /δλ
 的符号与μ（1+ρ）-（μ2
 +ρ）的符号相同。后者经过重新整理后变为（μ-ρ）（1-μ），倘若μ＜ρ，其值为负。该条件在本书第3章和第4章中已经出现过，我们应该对它相当熟悉了。它就是非黑洞条件，说的是不论运输成本如何，整体经济水平的收益递增效应都不足以强到使制造业产生集聚。将这些结论总结起来，我们可以肯定，当频率下降的时候，特征值首先从0增加为一个正值，然后又转而减少为一个负值。这意味着存在一个使平地均衡不稳定的频率范围，以及一个使特征值为最大正值的内在频率。

图5—6说明了频率和特征值之间的关系，其中，横轴为频率v，纵轴为δω
 /δλ
 [计算依据是方程（5.14）给出的Z，而不是作为我们讨论基础的近似值，即方程（5.19）]。这证实了我们的讨论，说明存在一个使平地均衡不稳定的频率范围，以及一个使特征值取得最大值的内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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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作为频率函数的特征值

我们曾讨论过，起支配作用的频率具有最大的正特征值，也就是图5—6中频率为2的情况。数值示例最好地说明了该频率是如何取决于模型参数的。表5—1给出的首选频率是μ、σ和Tmax
 的函数。我们看到，运输成本越高，首选频率就越高。这个结果是十分自然的，它是说当运输成本较高的时候，制造业活动就会出现数量相对多但规模相对小的集中。如果没有出现这种集中现象，那么向农业地区供给制成品的成本会高得让人望而却步。出于类似的原因，一个较高的σ值会有相同的效果。当σ值较高时，作为距离函数的贸易量迅速下降，从而促成了相对较多的集聚。

表5—1 首选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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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中工业的份额μ较高时，它产生的影响是降低首选频率；这意味着（从平地均衡开始）存在一些规模较大的集聚，而不是很多较小的集聚。这是因为由产业集中产生的前后向关联越强大，生活费用指数中的工业份额（前向关联）就越大，同时人口（可流动的）份额（从而收入和需求的份额）也就越大（后向关联）。

从局部到整体

本章从“图灵方法”到“确定首选频率：大型经济”这三节中的图灵分析是局部的，也就是说，它是基于对模型在平地均衡附近的线性近似。这就提出了两个问题：（1）当经济体系不断演变以致偏离平地均衡时，会发生什么情况？（2）如果经济位于除平地均衡之外的某点之后又经历了参数的变化，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对于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我们目前都没有分析工具来作出回答，但是参数模拟却似乎给出了有说服力的答案。

通过比较图5—6和图5—5（两者都是根据相同的参数值绘出的），我们会看到当偏离平地均衡时会发生什么事情。从图5—6中，我们看到首选频率为2。打量一下图5—5，我们看到出现了两个集聚，同时，这两个新兴集聚产生的优势是随着过程的继续不断累积的，从而向我们展示了图5—6中的整体图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图灵分析所预测的初始优势被推翻的案例。

第二个问题要更难一些。假定已建立了某种集聚模式，接着参数就会发生变化，比如，贸易成本不断减少，那么集聚会有何变化呢？现有结构对间隔较大的参数变化的反应十分有力，但是之后就会经历脱胎换骨的变化，因为参数取到某些值时，经济会重组为不同的结构。这个问题我们留到本书第16章中再充分阐述。

结论

本章一开始我们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本书第4章建立的直觉对两地区模型的运用依赖过多，一旦我们转而研究多个地区时，情况可能就不同了。因此，我们干脆完全抛弃地区概念转而研究连续空间。我们是这样论证以上问题的，多地区模型确实包括了两地区情况中没有的可能性，所以需要新的分析工具。特别地，我们不得不把着眼点从“集聚是否会发生”转移到“形成了多少集聚及它们的相对位置如何”上来。然而，我们也看到中心—外围模型中的很多内容仍然保存了下来。该模型中的促进经济活动集中的因素在多个地区或连续空间模型中同样也会产生数量更少、规模更大的集中。我们还在两地区模型和连续空间模型之间发现了意想不到的相似之处：当我们用图灵方法分析空间差异的时候，需要求解的方程组与在中心—外围分析中计算突变点时的方程组是同构的。

遗憾的是，地理或生活中的美并不真实。我们发现，在放松了“只有两个地区”的不现实假设之后，从中心—外围模型中得到的大多数结论都仍然成立。但是，在放松了“农产品的运输成本为零”这个不现实的假设之后，它们是否仍然成立呢？

附录：模拟参数

在所有的图中，都有σ=5且μ=0.4；在图5—1、图5—2和图5—3中，分别有T=2.5,T=1.5,T=1.9；在图5—4、图5—5和图5—6中，都有Tmax
 =4。


第6章 农业运输成本

在前面各章中，我们的分析是围绕贸易成本展开的，由于要把制成品出售到遥远的地方，所以存在贸易成本，但我们又假定另一个部门（农业）不用承担此类成本。虽然这一假定使问题得到了简化，但显然是不真实的。如果两个部门的产品都存在贸易成本，那么情况又有何不同呢？凭直觉，农业贸易成本明显不利于集聚。这是因为制造业集中的地区不得不进口农产品，运输成本则抬高了农产品的价格，从而增加了当地的生活费用，移民就不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那么农业运输成本是否可以推翻我们前面各章的分析呢？

在本章中，我们逐一考察了这些问题，并说明了农业运输成本是如何缩小引发集聚的参数取值范围的。但我们也发现农业运输成本下降能促使中心—外围地理的形成，这和本书第4章中所提到的制造业运输成本下降的影响是一样的。这为集聚的原因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而且比起制造业运输成本的单独变化，农业运输成本的变化与历史上的一些集聚现象可能联系得更为紧密。

贸易成本：现实情况

由于运输成本是我们研究方法的核心，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它的真实水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主要有两种方法：（1）直接衡量运输成本；（2）观察贸易量，看它随距离的增加而下降的速度有多快。

前一种方法要对运输成本进行大量的估算，劳赫（Rauch，1996）为该方法的运用提供了一个范例。劳赫把商品分为两类，即同质产品和差别化产品。把可以得到报价的商品归入前一类（之所以能够得到报价，要么是由于此类产品的买卖是在有组织的交易场所内进行的，要么是由于它们有参考价格）。而有些产业的产品具有差别化特性，如果没有深入到个体供应商层面进行调查，是无法得出报价的。劳赫把这些产品归入第二类，他还以美日贸易为例，对运输成本（包括保险费和运费）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同质产品的运输成本约占产品价值的13%，差别化产品的相应比例为6%。

这个方法是有缺陷的，我们模型中的运输成本只是象征性的。事实上，我们对在地理空间内进行交易所发生的所有成本都感兴趣。为此，我们需要一种衡量全部成本的方法，全部成本包括远距离交易产生的所有成本（缺乏面对面的联系，信息的收集和交流既昂贵又复杂，还可能存在语言文化、法律制度和产品标准等方面的差异）。虽然以上因素都难以直接衡量，但是可以通过贸易数据反映出来：如果两地之间的贸易量随着距离的扩大而不断下降，那么推测起来可能是交易的全部成本上升的缘故。

利用引力模型这个标准方法，我们能够对贸易量与距离之间的关系进行估算（模型概述参见Leamer and Levinsohn，1996）。对于贸易量而言，距离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典型的贸易距离弹性大约介于-1.0～-0.6之间。

引力模型是否可以衡量不同部门之间贸易成本的差别呢？由于部门间的需求弹性可能会不同，所以一个既定的贸易成本对贸易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显然为我们的分析带来了困难。劳赫（1996）曾经试图区分这些影响，他发现差别化产品和同质产品的距离系数相似。至于原因，劳赫认为差别化产品的信息收集工作非常复杂，因此抵消了此类产品较低的运输成本。

以上的简要评述说明，除了差别化产品的制造以外，其他部门至少承担了和差别化产品一样多的贸易成本，这是相当可观的。在我们的研究框架中，制造业以外的这些部门都被归类为“农业”，下面我们就来分析此类成本的影响。

贸易成本模型

和上一章一样，我们首先假设农产品是同质的，且1单位的农业劳动力可以生产1单位的农产品。两个地区各占农业劳动力总量的一半，我们用wA
 r
 来表示地区r农业劳动力的工资。农业工资也就等于农产品价格，但是由于农产品也要按比率TA
 支付“冰山”运输成本，所以两地间农业工资以及农产品价格不再相等。两地区间农业工资的差额取决于该地区是农产品的出口方还是进口方。如果农产品的供给是既定的，那么一个地区是农产品的出口方还是进口方就依赖于需求，从而最终由两地各自的收入决定。图6—1简要地演示了各种可能的情况。横轴表示各地区的收入份额，而实线则把地区1与地区2之间的相对工资wA
 1
 /wA
 2
 表示为收入份额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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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农业工资与农产品价格

假设地区1的收入占世界收入的份额较大（如果该地区包含制造业部门，这种情况就会出现），那么该点位于图的右侧，此时wA
 1
 /wA
 2
 =TA
 。这是因为只要地区1进口农产品，那么地区1的价格就是地区2价格的TA
 倍。现在我们来看该图的中心部分。如果两地区的收入相等，那么就不存在农产品贸易，同时两个地区的农业工资也相等。那么，在中心点附近的aa带状区域内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从对称均衡开始向右边移动，则地区1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从而提高了地区1相对于地区2的价格。然而，只有当wA
 1
 /wA
 2
 达到TA
 时，两地才开始有贸易往来，在aa带状区域内不存在农产品贸易。

在了解了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工资后，我们现在就来看农业运输成本的影响。我们采用第4章“中心—外围模型：说明与数值示例”一节中的模型，但用上标M和A来区分变量的制造业和农业属性。用wM
 r
 和wA
 r
 分别表示制造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工资，那么两地区的收入形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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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外围结构抑或对称均衡？

农业运输成本是如何改变均衡结构的呢？与从前一样，我们分两个部分来分析这个问题：（1）中心—外围结构是否可以维持？（2）对称均衡是否稳定？为了研究中心—外围结构的稳定性，我们首先假定该结构已经存在，然后再检验它是否达到了均衡。（注：在模拟基础上对该问题进行的研究见Calmette和Le-Pottier（1995）。）

假定所有的制造业都集中于地区1，即λ=1。地区1就必须进口农产品，如果以地区2的农业劳动作为计量单位，那么就有wA
 2
 =1，wA
 1
 =TA
 ＞1。

为了得到地区1的制造业工资，我们需要将方程（6.1）和方程（6.2）相加得到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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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部门的产出μwM
 1
 等于对制成品的需求μ（Y1
 +Y2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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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地区2的农业产出看成1单位，则农业贸易成本会增加地区1的名义收入及制造业工资。

地区2的制造业工资已由工资方程给出。λ=1暗示两地区的物价指数分别为GM
 1
 =wM
 1
 ，GM
 2
 =wM
 1
 TM
 。同时，把方程（6.11）中的收入代入方程（6.6），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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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2和地区1的生活费用指数的差别就在于因式（TM
 ）μ
 （TA
 ）μ
 -1，因为与地区1相比，地区2的农产品价格较低，制成品的价格则较高。因此，制造业的实际工资比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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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式的值小于1，中心—外围结构就是均衡的，制造业劳动力就没有由地区1迁往地区2的动机。

当TA
 =1时，即是对本书第4章中导出的支撑点条件的归纳。农业贸易成本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先看当TA
 ＞1时，上式中方括号内的值下降，中心—外围结构因而比较容易维持。这就是后向关联效应，由于地区1的农业工资较高，所以名义收入和需求也较高，该地区对于制造业来说就更有吸引力。而第二种效应则来自（TA
 ）1-μ
 这一项，该项体现了较高的农产品价格对生活费用指数的影响。第二种效应使表达式的值变大，从而增加了集聚维持下去的难度。这是由于，如果一个地区拥有制造业，那么它的农产品价格就较高，该地区劳动力的外迁动机就较强，难以继续留在此地。

对于进口农产品的地区来说，后一种效应的作用必定会超过前一种效应，表现为ω2
 /ω1
 曲线向上移动。图6—2选择了3个不同的TA
 值，将ω2
 /ω1
 描述为TM
 的函数。其中，当TA
 取最小值1时，曲线和图4—5完全相同。此时，对于任何小于t1
 的TM
 值，中心—外围结构都是可以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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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支撑曲线

第二条曲线对应的是取值适中的TA
 。我们现在看到，只有在tt区间内，中心—外围结构才得以维持。这是因为当TM
 取值较小时，靠近地区1制造业工人市场的那些厂商获得的收益相对较少，而地区2所供应的产品只需要承担较低的运输成本。但是地区1的制造业工人必须为进口农产品支付较高的价格，因此他们可以通过移民到地区2来获利。

最上方的曲线对应的TA
 值很大，足以使得中心—外围结构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维持。

这些曲线的确切位置取决于维持条件中的其他参数。μ取值较大时，曲线就向下移动（如果TA
 =1，曲线就从起始位置顺时针旋转），因为一个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性较高，后向关联就会得到加强，从而支持中心—外围结构。如果σ取值较小，那么也有类似的影响，即同样扩大了使集聚得以维持的TM
 的取值范围。

下面，我们来研究对称均衡稳定与否的问题，并作出简要的回答。在本书第4章中，我们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在对称点附近对均衡进行微分，并估算微分形式d（ω1
 -ω2
 ）/dλ的值。如果该式的值为正，那么对称均衡就是不稳定的，因为地区1的制造业工人增加会抬高该地区的实际工资。对方程（6.1）～方程（6.8）进行同样的分析，过程与第4章“中心—外围模式如何得以维持？”一节相似（注：原文有误，此处应为第4章“对称均衡何以瓦解？”——译者注），但是现在多了一个内生变量dwA
 （≡dwA
 1
 =-dwA
 2
 ）。不过我们可以求出这个变量的表达式，还可以通过观察图6—1找出该变量的来源。在对称均衡附近，不存在农产品贸易，因此农产品价格随两个地区各自的供求作出调整。地区1的农产品供给价值为（1-μ）wA
 1
 /2，而该地区用于农产品的支出为（1-μ）Y1
 ，因此，dwA
 =2dY。

关于d（ω1
 -ω2
 ）/dλ的推导过程将在本章的附录1中给出（附录1计算了一般情况，包括本章“差别化农产品”一节中的内容）。事实证明，如果ρ＞μ（非黑洞条件），那么对于TM
 ＞1的任意TM
 ，农业贸易成本都足以保证d（ω1
 -ω2
 ）/dλ＜0，因此对称均衡在任何一点都不会被打破。也就是说，如果制成品的贸易成本开始就很高而使得中心—外围结构无法维持，那么随着贸易成本的不断下降，经济体有可能形成中心—外围结构。但由于不存在突变点，对称均衡始终保持稳定，并且在我们简单的动态模型中，也没有诱因会导致其形成中心—外围结构。从直觉上判断，在一个地区增加一名制造业工人，就会提高该地区的农产品价格，价格上涨的幅度足以防止移民引起实际工资的上升。

总而言之，均衡结构的形式如下：

如果不存在农产品运输成本，即TA
 =1，那么情况与第4章中的分析相同。此时支撑点和突变点都出现在TM
 ＞1的条件下，均衡状态如图4—4所示。

如果TA
 ＞1但取值不太大，那么制造业贸易成本就存在一个取值范围（即图6—2中的区间tt），使集聚能够维持下去，但是此时不存在突变点。均衡的具体分布如图6—3所示。在区间tt中，集聚和对称均衡都是稳定的均衡。在稳定的均衡之间必然存在不稳定的均衡，这在图6—3中用虚线表示。但是对称均衡始终是稳定的，因此，如果假设在一个经济体中，TM
 随时间推移不断下降（由外生因素造成），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会形成中心—外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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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同质农产品的分岔，TA
 =1.1

最后，如果TA
 ＞1且取值相当大，那么对于任何TM
 值，集聚都无法维持下去。在任何的制造业运输成本水平上，对称均衡都是唯一的。

差别化农产品

迄今为止，我们在假设农业部门在生产单一种类的同质产品的基础上分析了农业部门承担运输成本所带来的后果。关于同质农产品的假定是最简单的，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实证分析中却无法让人满意，因为不同的地区通常种植不同的农作物。

除了实证分析结果不尽如人意外，同质农产品的假定还具有以下奇特的影响，即使运输成本无限小，也会对经济的性质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在引入农业运输成本后，不论这些成本多么小，都意味着对称均衡始终是稳定的。这样明显的结论当然不是主观臆断的，它是我们通过用一个无穷小的偏差dλ对均衡的稳定性进行检验得到的。无论图6—1中的带状区域aa有多窄，dλ引起的波动总落在此区域内。因此，只要TA
 ＞1而无论TA
 如何变化，dλ对于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工资的影响都不变。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案就是看制造业工人（比方说Δλ）的协同行动。它可以导致一个超出带状区域aa的变动，减小dwA
 /dY这一项的值，从而使对称均衡变得不稳定。工人的协同行动有可能改变均衡的性质，这样的观点才更具有普遍意义。正如我们在本书第1章中提到的，这种协同行动是亨德森类型城市体系理论的根本特征。然而，本书的宗旨却是探索微观行为的影响，因此，这种解决方案的吸引力并不大。

另一种方案是允许各地区生产略有差别的农产品，以去除图6—1中相对工资曲线上的结点。我们保留农业部门完全竞争以及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但允许不同的地区生产差别化的农产品，如一个地区生产葡萄，另一个地区生产谷物。（注：这是应用在很多可计算的均衡贸易模型中的阿明顿假定（Armington,1969）。）这样一来，在对称均衡处就存在农产品贸易，并且各地区需求的变化会引起贸易量和农产品价格的平稳变化。

在对第二种方案详细建模之前，我们先来考察它是如何使农产品价格对需求变化的反应发生改变的，这会对我们的分析有所帮助。图6—4与图6—1类似，但是包括三条曲线。保持农业运输成本TA
 不变，对于三个不同的η值（两地区间农产品的替代弹性），这些曲线分别给出了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工资对收入差额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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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农产品价格和农业部门的工资

当η=∞时，农业部门生产单一的同质产品，曲线如图6—1所示。位置较低的两条曲线对应较低的替代弹性，分别为η=20和η=10。我们引入了差别化的农产品，并且用较低的替代弹性表示。对于其影响，我们需要指出两点：首先，不论世界收入如何分配，农业工资的地区差距都会缩小；其次，在对称均衡附近，农业工资的地区差距也会缩小。因为消费者对于两类农产品都有需求，并且我们假定两条需求曲线的斜率均为负且连续。（注：当替代弹性为单位弹性时，各种产品在世界收入中的份额都相同。因此，两种产品的相对需求及相对价格都不变，图6—4中相应的曲线是高度为1的水平线。）

图6—4表明，农产品差别化可以缩小地区间的农业工资和农产品价格差距，从而增加一定的农产品运输成本导致中心—外围结构形成的可能性。下面我们对农产品的差别化正式建模，看情况是否真的如此。

假定两地农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不变，那么各产品的需求以及相应的支出函数或价格指数就可以从不变替代弹性偏好函数[参见方程（3.2）]中导出。我们用GA
 r
 来表示地区r的农产品价格指数，同时借用以前描述制成品需求的方法，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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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的供给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并且地区r的农业产出在当地和其他地区的价格分别为wA
 r
 和wA
 r
 TA
 。两地所生产的产品种类是外生变量且既定的（注：我们可以认为两地各生产一种产品，或者更准确地说两地分别生产固定种类的产品。），我们用一个常数1/2来替代描述制成品种类分布的变量λ，从而使得两地所生产的农产品种类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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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方程（6.14）～方程（6.19）这6个方程，以及与收入和制造业相关的方程（6.1）～方程（6.6），我们就可以确定均衡。

这个模型支持何种结构的均衡呢？我们可以采用通常的方法来解答这个问题:（1）看模型中使中心—外围均衡得以维持的参数范围；（2）看使对称均衡变得不稳定的参数值。我们首先从模拟分析着手，所得的结论如图6—5所示。（注：这里利用了非黑洞条件（ρ＞μ）。）图中的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运输成本TM
 和TA
 ，标有SS和BB的曲线则给出了支撑点和突变点对应的运输成本值。中心—外围结构在SS曲线下方是可维持的，在其上方则无法维持下去。同时，对称均衡在BB曲线上方是稳定的，在其下方则是不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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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突变点和支撑点

对于不同运输成本水平上的各种均衡，图6—5都给出了完整的描述。针对不同水平的TA
 ，我们可以考虑改变TM
 的值所产生的影响，这是一种极为简单的理解方法。

如果TA
 水平很高（位于SS曲线最高点的上方），那么只存在唯一的均衡，此时经济活动在两地之间平均分布。由于过高的农业贸易成本使中心—外围结构难以维持，所以TM
 的下降不会引起集聚。

如果TA
 水平适中（位于SS曲线最高点的下方，但位于BB曲线最高点的上方），那么均衡结构的性质会发生如图6—3所示的变化。此时TM
 存在一个取值范围使中心—外围结构得以维持，而对称均衡也始终不会瓦解。

如果TA
 的取值位于BB曲线最高点的下方，那么均衡结构（是TM
 的函数）如图

6—6所示。此时TM
 也存在一个取值范围，使中心—外围结构得以维持，但存在两个突变点，对称均衡在这两点之间是不稳定的，所以必然形成集聚。随着TM
 的不断下降，均衡数目发生“1—5—3—5—1”的变化，变化同时，中心—外围结构在适中水平的TM
 出现。形成这一均衡结构的原因在于，如果TM
 很大，那么和往常一样，不流动的农业劳动力确保了对称均衡的形成。如果TM
 很小，那么制造业部门内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都非常弱，农业运输成本的影响也就超过了它们。只有当TM
 水平适中时，后向关联与前向关联才会强大到足以使对称均衡失去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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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差别化农产品基础上的分岔，TA
 =1.27

上文中说明的均衡模式的普遍性如何呢？本章附录1研究了模型的突变点，证实dω/dλ是TM
 的二次函数。当TA
 =1时，dω/dλ=0有两个根，其中一个根在TM
 =1时出现；另一个根在TM
 ＞1时出现，这与本书第4章的分析完全相同（见图4—6）。然而，如果TA
 略大于1，那么当TM
 ＞1时就有两个根。因此，BB曲线的基本形状具有一般性。这就意味着当TA
 较小时，对称均衡在TM
 很高和很低时都是稳定的。

如图6—5所示的结构是对第4章中的模型的大体归纳。该图表明，农业和制造业贸易成本的下降都可以促使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我们来考虑一种更一般的情况，随着农产品和制成品的运输成本以不同的速率下降，经济先后穿过SS曲线和BB曲线，从而使得对称均衡不再稳定，并导致了中心—外围结构的出现。也就是说，农产品运输成本是集聚的不利因素，所以减少农产品运输成本可以引发集聚。

图6—5还表明，制成品运输成本下降可能先引发中心—外围结构的形成，随后又将其打破。从根本上讲，贯穿本书的集聚力在制造业运输成本适中时是最强的。如果贸易成本较高，那么消费者的不可流动性将形成离心力，这种来自需求方的离心力将超过集聚力，制造业因而分散。然而，如果贸易成本较低，那么农产品的进口需求将形成离心力，这种来自供给方的离心力也可能超过集聚力。图6—6演示了贸易成本对集聚模式的非单调性影响，这种影响将会在本书以后各章中反复出现。

结论

我们为本书第4章的模型放松假定引入农业运输成本，这看上去只是一个较小的扩展。的确，一些基本的东西也没有改变（并且如同以往，一般的建模方法在本章中也非常有用）。然而，加入农产品运输成本却使得我们的故事更加丰富，研究方法也因此而更具有普遍意义。一旦农产品运输没有成本，那么所有的作用力（包括向心力和离心力）都源于制造业部门。因此，唯一的问题就是该部门所产生的力的方向——散居的消费者所产生的扩散力与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相比，孰强孰弱？但是在加入另一种离心力后，我们所关心的就不仅仅是制造业部门所产生的力的方向了，还包括强度问题。此外，即使制造业部门产生的合力有利于集聚，它是否足以促使集聚的形成？我们知道，对于适当的运输成本，这是肯定的。

在以前的文献中，人们认为农产品运输成本在城市的发展中起到了制动器的作用[拜罗奇（Bairoch，1988）称之为“距离的暴政”（tyranny of distance）]。把农业运输成本纳入我们的模型，这样就可以了解它的影响。通过扩展模型，我们还可以论证农业运输成本的下降是如何导致集聚形成的，就像制造业运输成本的下降一样。在模型中引入农业运输成本，一方面提醒我们这些成本本身在空间经济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可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引导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距离逐渐消失（运输成本不断下降）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一定是单调的，运输成本最初的下降可能有助于经济活动的集中，如果运输成本继续下降，则可能会使刚形成的集中土崩瓦解。我们将会在第Ⅲ篇中看到，有了这个结论，我们就可以对全球经济作一些妙趣横生的分析。

附录1：对称均衡瓦解

我们希望知道变化量dλ对于对称均衡的影响。为此，我们计算了差别化农产品模型，并且还专门考虑了同质农产品的情况。

采用与本书第4章相类似的方法，我们在对称点附近对均衡求全微分：

由方程（6.1）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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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b的取值位于1（当ζ=0时）和μ（当ζ=1时）之间。和第6章“中心—外围结构抑或对称均衡？”一节中的分析一样，由于当η→∞时会出现农业部门生产同质产品的情况，所以，ζ→1，b→μ，且dwA
 /dY=2。

现在我们可以解出与制造业相关的变量了。将（6A.7）式代入方程（6A.1），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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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列式Δ由下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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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方程（6A.7）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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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方程显性地给出了变量dλ引起内生变量变化的表达式。请注意，当TA
 =1从而b=1时，以上方程简化后，与本书第4章附录中的表达式一致。

同质农产品（参阅第6章“中心—外围结构抑或对称均衡？”一节）

对实际工资方程（6.7）和方程（6.8）进行微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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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Δ＜0，因此条件ρ＞μ可以保证对于有经济意义的相关区间中的所有Z值，Z∈（0，1），都有dω/dλ≤0，对称均衡始终不会被打破。

差别化农产品（参阅第6章“差别化农产品”一节）：

由实际工资方程（6.18）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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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ζ＞0，则当Z=0和Z=1时，dω/dλ＜0（因为Δ＜0且b＞μ）。

为了找到突变点，我们令dω/dλ=0。方程（6A.22）的等号右边是Z的二次项。如果ζ=0（因此b=1且B=0），则当Z≥0时有根。如果ζ＞0但是取值较小，则存在两个正的实根。图6—5中的BB曲线给出了与特定参数值对应的根的情况。

附录2：模拟参数

在以下的所有图形中，都有μ=0.4,σ=5。

图6—1：TA
 =1.5。

图6—3：TA
 =1.1。

图6—4：TA
 =1.5。

图6—5：η=10。

图6—6：η=10，TA
 =1.275。



注释


[*]
 原文有误，该式应为[image: 375]
 。——译者注


第Ⅲ篇 城市体系

第7章 城市体系的空间模型：启发式的介绍

区域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界限一直都很模糊。然而，本书的第Ⅱ篇所运用的分析方法更像是区域经济学而不是城市经济学。首先，在第Ⅱ篇中我们集中考虑的是由少数几个不连续的区域构成的经济，而不是城市经济学家通常假设的连续空间。同时，分析还忽略了很多城市经济学特别关注的问题，例如，新的城市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规模各异的城市能够共存？自发或人为的运输费用的变化会对城市分布产生怎样的影响？当然，我们也忽略了城市经济学家一直以来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即地租梯度在地区决策中的作用。

在这一篇中，我们用一个分析框架来研究一系列模型。这一分析框架与第Ⅱ篇的非常相似，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而这些细节上的差异使得该分析框架能更好地处理城市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特别地，我们主要在连续空间中进行分析，同时引入对农业更为现实的处理方法，即认为地租梯度在地区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注意力的转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颖而又富有价值的视角。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在空间上是如何演进的。尤其是提出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新思路，这对我们理解以两幅共同演进的图景表示的空间经济学很有帮助。就这两幅图景而言，一幅显示了经济活动当前的分布状况，另一幅显示的是经济活动的分布状况在市场潜力作用下的未来演变趋势。然而，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是要花费一番心血的。与区域模型相比，空间城市模型肯定要涉及更多的代数运算。

在第Ⅲ篇中，用模型来理解复杂的经济活动并不困难，难的是如何处理建模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细节问题。其基本思想是非常简单的，因此在讨论细节之前有必要将模型的基本思想讲清楚。

为此，在本章中，我们运用启发式的方法来介绍城市体系的空间建模。这与本书第2章中的区域科学模型有异曲同工之妙，即说这种方法是启发式的，也就委婉地表明这种方法不够严谨，例如，对预算约束和市场结构的处理就经不起仔细的推敲。不过，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所看到的那样，一些人为的模糊自有它的用处。基础—乘数分析法虽然经不起认真的推敲，却有效地培养了我们对区域经济学的重要直觉，并成为我们实证研究的向导；它不是对已有的中心—外围模型的替代，而是一种颇有价值的补充（并有助于我们了解这种更加完善的模型是怎样运作的）。本章所采用的分析框架在方法和内容上与第2章的都很相似：这是一种很特别却不太严谨的方法，它既可以用来研究制造商怎样在相互依赖中选址，又可以充当随后更为完善的分析的向导。

现在让我们转入正题，将框架展开，看看运用此框架所能论述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只是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在后面，每个问题都会得到更为完善的分析。

区位决策与需求分布

设想有这么一个经济体。在该经济体中，人口和经济活动都分布在一条线上（比起本书第5章中的图灵模型来，这条线是一条普通的直线而不是圆圈）。像区域模型中的假设一样，该经济体中只有两种产品，即农产品与工业品。农业是外生的，并在地理空间中均匀分布；而制造业是可以流动的。（注：在第Ⅲ篇其他章节建立的模型中，我们允许农民迁移，因此，农业生产的地区是内生变量。不过由于本章讨论的需要，我们暂不考虑这个现实问题。）同时，假设制造业部门包含很多对称的产品，没有哪种产品能在制造业部门的产出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此我们对现实进行了简化。对于市场结构、价格决定和每种制成品所面临的需求，我们都没有在模型中明确地表达出来，只是很模糊地提一下。我们假定每种制造业商品的人均消费量为一个固定值（我们可以将其标准化为1），在此并没有明确地考虑价格弹性。事实上，我们完全没有考虑价格的作用。我们假设每种商品都由一个垄断厂商生产。在消费的地理分布既定的情况下，垄断厂商会建立一个或几个工厂，以使生产和运输的总成本最小化。

每个制造商可以随意选择工厂的数目。但是每增加一个工厂，就会导致固定成本增加F。生产的边际成本为常数c，单位商品的单位距离的运输成本为τ。至于这些成本用何种单位度量，我们不予考虑。

最后，假定在制造业中就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μ，则每种商品所面临的需求中有μ来自制造业工人，而且制造业工人的地理分布与生产的地理分布是相同的。当然，这意味着制造商的选址是相互依赖的，每个制造商的一个或几个最优选址都依赖于其他制造商所选择的厂址。

必须承认，我们的假设与现实有较大的出入，而且有时也会前后不一致。不过，借助这些假设，我们可以展开一系列的分析。这些分析对随后几章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城市区位的维持与锁定

是什么使城市合成一体？为什么在人口和企业不断流动的情况下，城市仍然持久稳固？我们可以利用一种非常特别的启发式分析法来深入了解这些困扰了我们很久的问题。这种特别的启发式分析法在本书第8章中将会得到更为完善的发展。

假设经济体中的全部人口都分布在一条长度为1的直线上，并将人口总量标准化为1（因此对每种工业品的消费也为1）。占总人口的1-μ比例的农民均匀分布在这条线上，他们对每种工业品的消费量也为1-μ。同时假设固定成本F相对于运输成本非常大，因此每个制造商都不考虑其他制造商的位置而仅仅选择在一处设厂。这样问题就变得简单了。我们不用考虑每个制造商有多少个工厂，只要考虑它们在哪里选址就可以了。

一种可能性是，所有的企业都集聚在单一的城市地区，比如r。其中，r是一个大于0小于1的数。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这样的集聚是一个均衡？（注：我们没有考虑这样的集聚是怎样出现在最初的位置的。对于这一问题，本书第5章的图灵模型给出了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以后再给出。）

每个制造商都会考虑选择一个地区（比方说s）以最小化生产与运输的总成本。就像我们前面描述的那样，不管位置选择如何，生产成本相同（固定成本既定，边际成本不变）。因此问题就简化为运输成本的最小化。

图7—1表明，当其他制造商都聚集在地区r，若一个制造商将厂址定在地区s，则应该如何计算该制造商的总运输成本。首先，该工厂西边的农民在全部农民中所占的比例为s，他们距离该工厂的平均距离为s/2。其次，所有农民的总需求为1-μ。于是，将工业品卖给这部分农民的运输成本为（1-μ）τs2
 /2。同理，将制造业产品卖给该工厂以东的农民的运输成本为（1-μ）τ（1-s）2
 /2。最后，城市消费者距离该工厂的距离为|r-s|。同时，他们的消费量为μ。于是，将工业品卖给他们的运输成本为μτ|r-s|。因此，总运输成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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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工厂位置

图7—2表示的是，在参数τ=0.1，μ=1/3，r=0.4（也就是说，城市在该国地理中心以西）的情况下，作为s函数的总运输成本曲线（图中运输成本为负值，因此企业将选择位于曲线顶部而不是底部的点，这样做是为了强调运输成本函数与市场潜力函数之间的相似性，市场潜力函数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导出）。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运输成本达到最小的点，即在其他企业的位置给定的情况下，该企业的最优位置在s=0.4=r处。也就是说，每个企业都将厂址定在其他企业的所在地。因此，对于该经济体来说，位于r=0.4的城市是个均衡的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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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地区与运输成本

为什么均衡可能偏离地理中心呢？如果均衡的城市出现在r=0.5处，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坐落在中心使得将商品运往农业区的成本最小。其他均衡之所以是可能的，当然是因为制造业部门本身就是个市场，从而吸引每个制造商向其他制造商靠拢。在偏离中心的城市的带动下，每一个制造商的最优位置也会偏离中心。

对于经济的这种维持并使城市偏离地理中心的能力，可能仍有人感到惊讶。假定城市最初位于地理中心，然后将它向东或向西移动。制造业的最优区域不仅随城市移动而移动，而且必须自始至终紧紧跟随。有人认为，企业的最终选择将是一个折中方案。该方案所选定的位置必定位于两个位置之间：一个能使将商品运给农民的成本最小；另一个能使将商品运给城市消费者的成本最小。果真如此的话，当设想中的城市偏离中心时，企业将在地理中心与城市之间选址，因此偏离中心的城市将不会成为一个均衡。但事实上，在一定范围内，企业不会去做折中的选择，它们会将厂址设在城市所在地。

图7—3说明了这一点，参数的取值与图7—2一样。横坐标r表示设想中的城市集中的区位；纵坐标s表示单个企业的最优区位，它是通过计算（7.1）式的最小值获得的。在r=0.25至r=0.75这个相当大的范围内都有s=r，即此时每个企业最优的位置决策就是将厂址设在城市所在地。在该范围内，城市建在任何地方都是均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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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城市位置与工厂位置

这个结果是由方程（7.1）的形式决定的。方程（7.1）表明，运输成本函数在r处（导函数在这一点上是不连续的）达到极值。如果将工厂逐渐向东移动，只要工厂原来位于城市的西面，那么将商品运给城市人口的成本就会不断下降。一旦到达城市并背离城市继续向东移动时，成本转而突然开始上升。使导函数变得不连续的点，进而使得将厂址选在城市所在地成为成本最小的决策。

即使在更加完善的模型中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在下面几章建立的模型中，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厂商选择的是相当复杂的市场潜力函数的最大值，而不是简单度量运输成本的方程（7.1）的最小值。然而，市场潜力函数仍然会在城市集聚处取得最大值。而且，城市集聚还会在此处得到维持。也就是说，在现存的城市范围内，市场潜力函数可取得最大值。

我们的分析也可稍微偏离一下，以便至少可以为我们分析在人口和企业不断流动的情况下城市还能保持稳固的原因提供参考。假设用一个新企业来代替城市里的任一企业。新企业的市场潜力函数与原企业稍有不同，甚至于这个企业对地理中心以东的地区有点偏爱。但是，只要该企业与现存企业的差别不是太大，新企业的市场潜力函数仍会在城市范围内达到极值。因此，城市所在地仍是该企业的最优位置。

当然，结论不是在所有的城市地区都成立。在图7—3中，我们看到，如果城市距离地理中心过远的话，企业就不会在那里设厂。因此，只有在一定范围内，城市才会是一个均衡。可以说，一个城市就是通过使市场潜力最大化来自我维持的。我们可以将城市的范围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考虑总成本函数在s=r左右两侧关于s的导数，即工厂由城市以西向城市以东移动时总成本的变化。它们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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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式成立，则方程（7.3）为正。

同理，如果城市坐落在地理中心东面，我们就需要确定，将工厂稍微向西移动一点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也就是说，方程（7.2）必须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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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式成立，则方程（7.2）为负。

前面我们一直在考虑μ=1/3的情形。将μ=1/3代入（7.4）式和（7.5）式，可以得到此时城市的范围是0.25＜r＜0.75，这也正是图7—3显示的结果。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城市一旦形成后，它是怎样自我维持并稳固的了。但是，我们如何才能理解多个城市的形成过程？又怎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会存在一个包含着多个城市的体系？

人口增长与城市形成

在本书第5章中我们看到一种考虑人口集中的形成的方法，先设想一幅制造业厂商随机或（几乎）均匀分布的画面，然后引入动态过程，再描绘出井然有序的空间结构的形成过程。运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有时比较有效。然而当我们考虑城市的形成时，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没有必要使用这种方法，同时它也不是一种有用的理论分析方法。

而本书第1章所综述的城市体系文献中耳熟能详的方法却是最好的方法，想象一个经济体，其中已有一个或几个城市存在，允许人口增长。然后，使用一般的动态分析方法（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原本非常复杂的空间均衡分类整理清楚），考虑新的城市将在何时何地出现。

为此，需要谨慎处理市场结构和一般均衡；我们将在本书第9章中对此展开讨论。不过，还是让我们先用启发式的分析方法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假设一个经济体，其基本结构与前面相似。不同的是，我们在这里假定，代表经济体的整条线很长，农民不再均匀分布于整条线上。在不失一般性的情况下，我们假设，只有在-S～S这一段，农民是均匀分布的。设农民的人口密度为d，同时假设所有的制造业厂商都集中在地理区域的中心（即位置0）处。

现在，我们假设人口开始增长，但是农业人口的密度保持不变，因此农业的边界将会向外扩张。随之而来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为减少将工业品运往农业区腹地的成本，制造商会选择在现有城市之外的某处建立新的工厂。我们分三步来讨论这个过程：首先，如果制造商确实需要建立新工厂，那么它们会在哪里建造；其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建立新的工厂才是有利可图的；最后，我们转而考虑由此而得到的启示。

图7—4显示了新工厂是如何减少运输成本的。当新工厂不存在时，现有城市东面从0到S间的农村市场将全部由城市中现存的工厂供给。如果在s处建立一个新工厂，那么只有从0到s/2间的农民由原工厂供给，剩下的从s/2到S间的农民将由新工厂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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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人口增长与城市形成

如果真要建立新工厂，应在哪里建造呢？就像前面所讨论的那样，只需考虑运输成本的最小化。对城市东面的所有农民而言，可以将他们分为三组消费者来讨论。（城市居民和城市西面的农民由原来的厂商供给。）有s/2的农民仍由原厂商供给，他们距离原厂商的平均距离为s/4；另外s/2的农民更靠近新工厂，他们距离新工厂的平均距离也为s/4；在新工厂东面有（S-s）的农民，他们距离工厂的平均距离为（S-s）/2。因此，总运输成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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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总成本最小化的地区在s=2S/3处。因此，如果要建立新工厂的话，就应建在与农业边界的距离为2S/3的地方。

应该建立这样一个新工厂吗？如果不建立的话，中心以东至距离为S的农民将全部由原工厂供给，他们距离制造商的平均距离为S/2，因此运输成本为τdS2
 /2。如果建立的话，只有S/3的农民由原工厂供给，他们距离原工厂的平均距离为S/6，因此运输成本为τdS2
 /6。因此，运输成本减少了τdS2
 /3。另一方面，建立新工厂要花费固定成本F。所以，当二者相等时，就应该建立一个新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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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标准对所有厂商都适用。因此，当S的取值为S*
 时，一个新的制造业中心就会在2S*
 /3处出现（事实上，即使企业间存在些许差异，制造业中心的出现也将会扩大市场规模，并导致很多企业蜂拥而至）。市场潜力函数会在新的制造业中心处取得最大值，从而使得该地区自我稳固。

考虑人口进一步增长的情况。只要农业的边界越过许多现存的城市抵达S*
 ，制造商就又会开始建立新的工厂。随着时间的发展，最后将会形成一个城市体系。在这个城市体系里，城市与城市间的距离为2S*
 /3。距离的大小取决于模型中的参数。在方程（7.8）中，我们看到当F增加时，城市间的距离也会增加。城市间距离的大小间接地反映了固定成本的大小，从而可以用其来粗略地测量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当运输成本τ或农业区人口密度d增大时，城市之间的距离会减少。

应该注意到，这里的分析阐述了本书导论中的一个原理：在存在收益递增以及由此形成的多重均衡的情况下，动态分析方法通常是一个很简便的分析工具。在这一情形中，借助于动态分析方法，我们可以深入了解模型的基本参数与城市规模及位置之间的关系。如果只用静态分析方法来分析，将很难达到这一点。

城市层级

在本书第2章中我们指出，生动地描述了城市层级的中心地区理论，在空间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直到最近，中心地区层级才开始出现在一个分散的市场过程中。我们这里所采用的方法至少对中心地区层级是如何形成的提供了借鉴性的看法。要得到城市的层级分布是相当困难的（即使采用启发式的讨论也有模糊不清的地方），人们越是悉心思考有序的中心地区层级，就越不能轻易地接受它。不过，至少我们可以了解真正的中心地区模型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假设现在有两类制造业，行业1和行业2，雇用的劳动力分别占总人口的μ1
 和μ2
 。两个行业的参数不同，这种差异使得行业2的临界值S*
 （值得建立新工厂的农业部门边界的距离）是行业1的好几倍。假设刚开始所有的制造业都集中在一个城市，同时允许人口增长。

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当新的城市形成时，这些城市一开始只包含“层次较低”的行业1。随着农业的边界不断向外扩张，在行业2值得建立新工厂之前，会形成几个“第1类”（type 1）城市。

然而，当行业2建立新工厂后有利可图时，新工厂不仅要为农村人口提供商品，还要尽量向就业于第1类城市的工人靠拢。行业2的市场潜力函数在已经形成的第1类城市处取得最大值。这似乎表明（但不确定），行业2会在第一类企业集聚的地方建立新企业。至此，我们已经能了解其大概的进程：人口的增长会导致一系列小城市的形成，这些城市只包含行业1；然后出现了一个既包含行业1又包含行业2的更大的城市；然后继续发展。总之，经济体中形成了一个中心地区层级。

我们没有理由将讨论只限定在两个行业中。在第10章中我们将讨论三个层次的中心地区层级。

港口与运输中心

即使随意一瞥也会发现，虽然城市位置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但是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主要是拥有一个好的港口或是其非常接近主要的水上通道。我们希望用一种正规的方法来解释港口和交通枢纽易于成为城市中心的原因。利用下面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解释大城市很可能就是港口的原因，我们利用图7—5来阐述交通枢纽的作用。假设经济体就是一条直线，这条线在b点出现分岔。两条分支上都分布着农田并一直延续到S点，S点到0点的距离相等。（注：我们同时假设2b＞S，这样如果在大于b的任意一点建立工厂，都能使商品提供给两个分支上的消费者的成本达到最小。）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假设已有一个城市坐落在0点。那么当人口增加时，新的城市将会在哪里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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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港口与运输中心

显然，比起其他可能的位置，分岔点b具有特别的优势。具体到一家已在0点设有一个工厂的企业，当我们将其第二个工厂由0点向右不断推移时，想象一下总运输成本是如何计算的。首先，当我们将该工厂从0点向东推移时，将商品运往0点西面的农民的成本将会上升，而运往0点东面（包括两条分支）的农民的运输成本会不断下降。但是当工厂越过b点向任一分支移动时，将商品运往另一分支上的农民的成本将会增加。因此，分岔点是总运输成本曲线的一个极值点。

企业的运输成本可以用下式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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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分岔点位于已开发的区域的边缘，也就是说，在该点以外没有土地，否则第一个导数的值将比第二个的小，因此分岔点是个极值点。其次，因为第二个导数的值是正的（由于s＞b），所以将工厂建在分岔点的右侧不能使成本达到最小。对于所有小于且等于b的s来说，如果b＜4S/5，则第一个导数的值将为负。这意味着，如果分岔点与城市的距离少于从城市到边界的距离的80%，那么在分岔点建立工厂将会使成本最小化。只有当这一条件不成立时，即分岔点非常接近S时，在其他点设厂才会使成本最小化。

现在我们看到，分岔点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新城市的所在地。除非在参数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即在参数空间内有一个测度为0的集合，其他点才有可能成为新城市所在地。因此，在相当大的参数范围内，交叉点都会成为城市所在地。

结论

在本章中，我们用于分析城市存在与形成的基本方法有一些不够严谨的地方，不能完全解决最大化或均衡的问题，但它为我们理解下列问题提供了启示，为什么城市能够存在（企业将会在由其他企业集聚而形成的市场潜力函数的极值点建立工厂）？城市是怎样形成的（农业人口的不断增长导致人口向外扩张，最终使得制造商建立新的城市变得有利，并且新城市由于会成为极值点而自我稳固）？为什么城市会形成层级（运输成本及商品间规模收益的不同使得城市的层级不同）？自然优势（例如，有一个港口）是怎样促进城市的形成的[通过在市场潜力函数中形成自然极值点（natural cusps）]？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阐述细节来对这些充满吸引力的问题进行更好的讨论，即首先从一个单一孤立的城市模型开始，对冯·杜能模型进行修改。


第8章 单中心经济体

你如果想举一个关于著名经济学家是如何用十分简洁的语言来概括事物本质的例子，那么最好要熟悉冯·杜能的经典著作《孤立国度》（The Isolated State）一书中开头的一段话：

假设存在一个大城市，其四周都是肥沃的平原，大城市位于这个平原的中心。平原上没有河流与运河。整个平原上的土地肥沃程度相同，且适于耕种。离大城市极远的地方是一片不适合耕种的荒野，它切断了整个国家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平原上也没有其他城市存在。因此，中心城市必须为其周围的农村提供所有的工业品，同时又从周围的农村获取其所需的农产品。（注：引自冯·杜能（1826）著作的英文版本，译者为沃顿伯格（Wartenberg，1966，第7页）。）

以此为始，冯·杜能发展了一个经典模型来同时决定土地利用和土地租金。从那以后，人们就开始对这个模型不断地进行修正。（注：最近，萨缪尔森（1983）、内洛夫和萨德卡（Nerlove and Sadka，1991）从一般均衡的角度发展了这一模型。）然而，对所有这些修正模型而言，它们都简单地假设制造业都集中在中心城市。据我们所知，以冯·杜能的模型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各种理论，都没有同时推导出中心城市的存在和土地利用的模式。在本章中，我们将会弥补这个缺陷。

我们这样做有多方面的原因。当然，首要原因是我们想填补人类思想史上的空白。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尽管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超越单中心地理去考察城市体系，但是这种单中心的情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能将我们的分析工具运用到一种相对简单的情形中去。此外，在后面几章中我们将会发现，以这个单中心的例子为基础，也可以把多城市体系看成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模型中城市不断增加这一假设条件的结果。显然，研究多城市体系的出发点必须是只有一个城市的经济体，即单中心经济。

本章中模型的基本结构与本书第Ⅱ篇所分析的模型密切相关。经济体包括两个部门，即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前者提供单一、同质的农产品；后者提供连续的差异化产品。同本书前几章所述一样，向心力是在规模经济、运输成本以及要素流动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在本章中，我们主要对要素的定义进行了修改。我们假定，经济体中的所有劳动者都是同质的，并且可以自由流动，可以选择在农业或制造业部门中工作。然后再引入一种与离心力有关的不可流动的要素：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这使得我们可以引入土地市场以表达出冯·杜能模型的基本思想。在整个第Ⅲ篇的分析过程中，我们的研究都是以连续空间为背景的。

那么我们怎样分析连续空间中的区域呢？我们将会看到，主要分析工具是市场潜力函数。虽然这个函数在某些细节方面同哈里斯（1954）及其他一些理论先驱所考虑的不一样，但其本质还是相同的。

在本章中，我们要问的主要问题是，如果所有制造业商品集中在单一城市进行生产的冯·杜能式地理是一个均衡的话，那么这个均衡在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我们将会看到，在对模型的参数做一些常规的限定的情况下，只有在人口数小于某个临界值时，单中心地理才是稳定的，才能够持续下去。这个发现为我们在后面几章中研究多城市体系奠定了基础。（注：若想了解单中心经济体的比较静态分析，请参考藤田与克鲁格曼（1995）的第5篇，这是本章的基础。）

模型

我们考虑一个狭长的、延伸很远以至于可以忽略边界的经济体。换句话说，我们的研究是在一维线性空间中进行的。在这条线上，分布着同质的土地，每单位距离相当于1单位土地。经济体中有N个劳动者，在此模型中（不同于本书第Ⅱ篇中的模型的假定），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工作的部门或地点。经济体中的消费者包括这些劳动者和地主。为了使问题简化，假设这些地主是依靠其所拥有的土地来维持生计的，亦即地租收入必须在获取租金的地方进行消费。（注：在一个包括土地在内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地租在哪里使用是个棘手的问题，必须用某种方法加以处理。）与第3章一样，我们假设所有消费者都有相同的偏好。

农产品的生产要使用两种要素，且投入比例固定，即生产1单位产品需要投入cA
 单位劳动力与1单位土地。工业品的生产只需要投入劳动，且生产技术同第Ⅱ篇中的假设。最后，运输成本的含义同第5章中的定义，由于单位距离内产品的损耗比例是个常数，因此，如果1单位产品A[M]的运输距离为d，那么到达目的地时实际上就只有exp（-τA
 d）[exp（-τM
 d）]单位的产品了。

这个模型中离心力和向心力的产生方式与本书第4章至6章中完全相同。农业生产需要土地和劳动力两种要素，所以农业生产者必须分布在这条线上。这就产生了一种使制造业也分散的动力：一方面不仅要接近农村市场，还要接近廉价的农产品市场；另一方面，制造业的地区既要接近其他制造业工人形成的需求市场（后向关联），又要接近其他制造业工人所生产的工业品的供给市场（前向关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最终结果是，当制造业工人彼此接近时，其实际收入会得到提高。我们的结论可以从促使集聚形成的向心力与破坏集聚的离心力两者的合力中引导出来。

我们立刻就可以猜想到，如果工业品的差异化程度非常大，同时工人总人数不是特别多，那么向心力就会超过分散的农民所带来的离心力，这使得所有工业品的生产都集中在一个单独的城市中。也就是说，经济地理是单中心的。但是，如果工业品的替代性很强，以及（或者）人口足够多（因此，单中心经济体中的农业地区将延伸到离中心城市很远的地方），那么单个生产者就有动力到离城市很远的地方设厂。此时，单中心结构将无法存续下去，并将会有其他的城市出现。为了表明这些猜测是正确的，我们的研究将分两步进行：首先，我们假定存在一个单中心地理经济体，并且推测出这样一个冯·杜能经济体中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各种价格；其次，再通过分析每个制造业厂商是否愿意离开假设的集聚中心来考察这个单中心地理。

在我们开始分析之前，还需要注意几点。与本书第3章一样，我们继续将用来衡量产出和产品数目的单位进行标准化。不过，我们没有将衡量劳动力的单位也标准化。这是因为我们要考虑任何一种情况下劳动力规模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此外，与第5章一样，我们稍稍修改了标记来说明假设空间的连续性：我们不再使用下标表示区域，例如，将地区r的工资率记为wM
 r
 ，而把所有变量都看成是连续区域的函数，因此，我们将地区r的工资率记为wM
 （r）。其中，r表示这条线上的某个位置。

冯·杜能经济体

考虑图8—1所描述的冯·杜能经济体的空间轮廓。

在这个图中，假定所有工业品的生产都发生在一个城市。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重新标记区域以使得城市坐落在0点处。农业地区从-f延伸到f，f表示（内生的）农业部门的边界。城市为其周围的农村地区提供工业品，同时又从周围的农村地区购买农产品。现在，我们简单地假定经济体的空间结构就是这样的，并且利用这个假定来决定产品的均衡价格，要素的均衡价格以及均衡的土地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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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单中心空间结构

令pA
 ≡pA
 （0）以表示农产品在中心城市的价格。假定农业地区的每个区域只生产1单位农产品，并且在满足当地消费需求后将剩余产品提供给中心城市。由于存在农产品运输成本，所以离中心城市越远，农产品价格就越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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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R（r）和wA
 （r）分别表示地区r的地租和农业劳动力的工资率。土地租金等于每单位土地的产值减去耕种这单位土地所需的cA
 个劳动力的总工资，即R（r）=pA
 （r）-cA
 wA
 （r）=pA
 e-τA
 |r|
 -cA
 wA
 （r）。

在可耕种土地的边界上，即与城市的距离为f的地方，土地租金为零。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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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部门都能带来收入。中心城市有LM
 个制造业工人，因此，城市中的收入等于制造业工人的总工资wM
 LM
 。在其他地区，收入等于农产出的价格pA
 （r）。

转而考察制造业，我们把中心区域的工业品价格作为参照物，这就意味着城市中制造业的工资也是1。根据方程（3.30），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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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运输成本的存在意味着，离中心区域越远，价格指数也就越高。令G≡G（0）来表示中心区域的价格指数。

现在我们已获得了所需要的各种信息，下一步就要决定均衡了（再一次强调，目前只是简单地假设制造业集中在城市）。我们可以认为，均衡是由以下两个条件决定的，即农产品市场出清以及农民和工人的实际工资相等。下面我们将依次考察这两个条件：

首先，中心城市获得的收入是wM
 LM
 ，占收入1-μ的部分花在农产品A上，所以城市的食品消费量为DA
 =（1-μ）wM
 LM
 /pA
 。同时每个农业地区也将占其收入1-μ的部分花在食品上，留下μ单位提供给城市。从s区域出发，μ单位中只有e-τA
 |s|
 部分到达城市，所以城市中的食品总供给为SA
 =2μ∫f
 0
 e-τA
 |s|
 ds。但是，城市的劳动力等于总的劳动力减去农民的总数，即LM
 =N-2cA
 f，而且城市中的工资水平为1，即wM
 =1，因此我们可以把农产品市场出清的条件归结为农民的数目与食品价格之间的一种关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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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8.2）给出了位于边界地区的农民的名义工资，他们的实际工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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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表明市场出清的条件（8.5）式和实际工资相等的条件（8.8）式是如何同时决定农产品A的价格以及农业地区的规模f的。很明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口的增加会引起pA
 的增加直至市场出清；随着N的增加，市场出清曲线向上移动，结果使得均衡时的边界向外移动。

[image: 136]


图8—2 价格pA
 与边界f的均衡值的决定

给定相对价格和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制造业部门之间的分配情况，其他变量就可以确定了，尤其是实际工资率（均衡时所有劳动者的都相同）。通过对方程（8.7）进行连续代入，就可以把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表示为边界距离f的函数，f是人口规模N的单调函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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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是大于零的常数。

从这个方程中可以看出，如果经济不满足非黑洞条件（即ρ＞μ），那么dω/df总是大于零的，因此实际工资总是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而增加。不过，如果我们假设经济满足非黑洞条件，那么在f比较小时，斜率dω/df肯定为正。然而，当f比较大时，斜率dω/df就变成负的了。所以人口规模和实际工资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反U形（图8—3中的曲线与图1—2中的曲线十分相似。事实上，亨德森假定城市规模与城市居民效用之间的关系是反U形的，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分析看成是证明这种假定合理性的一种方法。不过，应该要注意的是，当不存在城市内部的交易成本以及土地利用时，也可以解释城市规模的界限。通常的做法都是给定城市的边界）。当人口从低水平开始增长时，较大的制造业部门所获得的利益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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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N和ρ对实际工资ω的影响

但是，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遥远的农业边界的不利因素最终会占上风。使实际工资最大化的人口规模的变化规律是：工业制成品差异化程度越大，制成品在消费中所占的份额μ越高，以及两个部门的运输成本越低，人口规模就越大。

我们现在已经对经典的冯·杜能模型做了解释，下一步的目标是超越经典分析，证明城市本身存在的合理性。

市场潜力函数

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简单地假定制造业生产只发生在城市中。不过，为了说明这个单中心结构是一个均衡，我们必须要保证所有厂商都没有远离城市的动力。我们可以用一种常规的方法来对此进行讨论，即看看城市以外的其他区域的零利润厂商将会支付给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多少。如果其他任何一个区域的厂商都不会支付比城市高的工资，那么这种结构就是稳定的。事实上，将潜在的实际工资做一个单调变换就能方便地达到上述目标。我们定义制造业的（市场）潜力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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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此可以看出，每个地区的实际工资之比都等于名义工资之比，并且农业部门的名义工资为wA
 （r）=e[μτM
 -（1-μ）τA
 ]r
 。（注：在城市中，wA
 （0）=1。同时，为了保证整个农业地区的实际工资相同，则名义工资必须与生活物价指数成反比。生活物价指数为pA
 （r）与G（r）的函数，其中，pA
 （r）由（8.1）式决定，G（r）由（8.4）式确定。）我们现在的研究方法与本书第4章中建立中心—外围模型的研究方法完全相同。我们需要知道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方程，这个方程恰恰就是方程（3.35）在连续空间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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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做铺垫，我们就可以推导出市场潜力函数了。

在得出市场潜力函数的精确解析式之前，我们通过数值模拟来说明它的结构。假设其他所有参数固定不变，只改变人口规模，就可以得到图8—4（我们只画出了中心城市右边的几个区域的曲线；当然，左边与右边是对称的）。（注;图8—4是在下列一系列参数的基础上画出来的：ρ=0.75（即σ=4），μ=0.5，τA
 =0.8,τM
 =1，以及cA
 =0.5。）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而且从这个图中也可以看出Ω（0）必须等于1。随着与城市的距离的增加，市场潜力函数刚开始是下降的，但后来又变成上升的。这反映了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之间的一种抗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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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不同N值情况下单中心体系的潜力曲线

一方面，离城市较近的区域比较有吸引力；另一方面，离城市较远的地方由于距离的存在使得厂商避免了与其他厂商之间的激烈竞争，这种动力促使厂商远离中心城市。

只要N足够小，除城市以外的其他所有区域的市场潜力值就都小于1。如果满足这个条件，单中心地理经济就处于均衡状态：此时没有一个区域的厂商可以达到收支相抵且支付比工人现有实际工资水平更高的工资。然而，人口的增加使得市场潜力曲线向上移动。在人口的临界值（critical population）N处，市场潜力曲线第一次在城市以外的区域达到1。我们称该点为，即制造业部门的临界距离（critical distance）。现在，制造业厂商打破单中心结构迁出中心城市是有利可图的。

一旦单中心结构被破坏，就会有别的结构出现。不过我们在下一章中再分析这种变化。目前，我们要更进一步仔细研究市场潜力曲线。

市场潜力函数与城市的稳定性

下面，我们进一步研究市场潜力函数。为此，我们必须求工资方程的积分。这就要求我们将积分分解为三部分，因此工资方程（8.14）就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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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程的每一部分都可以根据Y（r）与G（r）的定义[方程（8.15）和方程（8.4）]进行简化，然后利用第8章“冯·杜能经济体”一节（注：英文版原书中为9.1节，疑为印刷错误，在重新编排体例后，应为第8章第2节。——译者注）中的均衡条件消去pA
 与LM
 。或者也可以根据经济体的对称性，只研究城市右边的区域以简化方程。将方程（8.16）右边的4个部分分别记为A、B、C和D，我们可推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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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一个公式都很复杂，但我们将这些零散的公式整理后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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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函数与我们在前面几章[比如方程（4.16）与方程（6.13）]推导出的中心—外围地理的稳定性条件非常相似。右边第一项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建立在地区r的某个企业必须补偿工人在地区r与城市之间的生活费用差异（较高的工业品价格与较低的农产品价格）。（1+μ）/2是城市的收入份额μ与城市以西地区的收入份额（1-μ）/2之和。方括号里的第1项衡量的是位于地区r的某个企业在较大的中心市场上以及城市以西的市场上销售时所面临的劣势。方括号里的第2项表示的是厂商在城市以东的市场上的销售量，所以必须根据r在东部地区的位置来调整其销售量，而且这个调整是根据ψ（r,f）进行的。

给定的这个市场潜力函数有哪些性质呢？（1）人口的增长使潜力曲线向上移动。我们已经知道f是N的增函数。变量f只通过ψ（r,f）的分母对市场潜力函数产生影响。因此，Ω（r）在每个r≠0的区域内都是f的增函数，这可以由图8—4中的市场潜力函数的位移加以说明。

（2）吸引所有厂商迁入的地区r是怎样决定市场潜力的？很容易求得市场潜力函数曲线在城市所在区域（r=0）的斜率。在r=0这一点上，Ω（0）=ψ（0，f）=1，因此我们进一步可以推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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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等式的值小于0，那么在城市附近的潜力函数的斜率就如图8—4所示。也就是说，这个条件表明，在城市右半部分市场潜力函数曲线的斜率严格为负（在左半部分则严格为正）。因此，市场潜力函数在城市所在的区域有一个极值点（我们已经在本书第7章中看到了这个极值点的直观形式）。

如果该式的值大于0，单中心结构绝对无法持续下去。离城市较近的区域能够支付较高的工资，吸引更多的企业和工人。下面两种情况不利于单中心结构的稳定，如果μ较小，那么集聚在中心城市的制造业工人及其收入都少；如果ρ较小，那么需求弹性小，因远离城市而造成的销售量的损失也相对较小；而且（或者）如果τA
 与τM
 相比较大（正如我们在本书第6章中看到的那样），那么农业贸易成本也不利于集聚。

这样我们就找出了单中心地理的稳定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市场潜力函数的曲线在城市所在的区域向下倾斜。当然，如果N非常小，那么f接近于0，则它同时也是充分条件：在狭窄的农业地区有Ω（r）＜1。现在，让我们先假定这个条件成立，再来看看在N比较大从而f也比较大的情况下将会发生什么。

这一点可以通过考察N和f趋向于无穷时Ω（r）的性质来实现。因为市场潜力Ω（r）随着f的增加而增加，这条极限曲线（limiting curve）给出了所有潜力函数的上限，记为Ω（r）。通过考察ψ（r,∞）（参见本章附录2），并且利用市场潜力函数（8.24）式，我们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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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r
 （0）是由方程（8.25）确定的导函数。这个函数的值始终为正（正如市场潜力函数也必须是正的一样，尽管这样写并不能很明显地看出来），而且r=0时函数值为1。因为这里我们仅仅研究Ωr
 （0）＜0的情况，所以函数在原点处就是向下倾斜的。由于方程（8.26）关于这两个以r为变量的指数函数是线性的，所以它至多有一个拐点。这表明Ω（r）在某个r处取值大于1（当且仅当r→∞时其极限大于1）。通过观察方程（8.26）就可以发现，由于第二个指数项会随着r→∞而趋近于0，所以第一个指数项（和非黑洞条件）决定了市场潜力函数的极大值。如果非黑洞条件得到满足，即ρ＞μ，那么K值就是正的。因此当r足够大时，Ω（r）＞1。所以，单中心结构是不稳定的。但是，如果非黑洞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么Ω（r）随着r增大是减小的（注：在Ωr
 （0）＜0的前提下，如果ρ＜μ，那么（8.26）式中的两个指数项随着r→∞而趋近于0。这意味着对所有r来说，[image: 153]
 （r）必须是递减的（否则，它的极值点就不止一个了）。如果ρ=μ，那么0＜K＜1，而且在r＞0的时候，[image: 153]
 （r）=K+（1-K）exp-[（1-μ）（σ-1）τM
 -Ωr
 （0）]r是递减的。），这意味着单中心结构总是稳定的，即不论人口与农业地区有多大，制造业都不会远离现有城市这个集聚中心。

综合所有的结果，我们可以用表8—1来概括各种可能性。如表中左边第一栏所示，单中心结构决不会达到均衡。正如我们已知的那样，随着离城市越来越远，市场潜力函数的值在不断上升，这意味着企业肯定会迁出城市。

表8—1 单中心均衡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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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边的两栏里，随着离城市越来越远，市场潜力函数值在不断下降，而随着N的增加，单中心结构的稳定性取决于非黑洞条件。如果不满足非黑洞条件，即μ≥ρ，那么单中心结构总处于均衡状态。非黑洞条件已在本书中反复地出现：在不满足非黑洞条件下，即使给定固定支出，工人人数的增加也会提高他们的实际工资（见第3章）；不论农产品有没有运输成本，中心—外围模式必定会出现（见第4章和第6章）；轨道经济的首选频率为零（注：原文有误，轨道经济的首选频率应为2。——译者注）（见第5章）；单中心经济的实际工资是人口的严格增函数（见第8章第2节）。简言之，在黑洞条件下，集聚所带来的收益是如此大，以至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抵消它。

最后来看表格右边一栏满足非黑洞条件的有趣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当f（N也是）足够小时，单中心地理是均衡的。不过，现在人口的增长最终会破坏均衡。这是因为，人口的增长使得农业边界延伸更远，此时，企业远离中心城市也是有利可图的，厂商可以为更远的农村地区服务。图8—4就说明了这一点。对于人口而言，有一个临界值N。在这一点上，市场潜力曲线第一次在别的地区而非现有城市达到1，我们把这个区域离中心城市的距离称为临界距离，记为r。

人口的临界值与临界距离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呢？首先，只要（1-μ）τA
 -（1+ρ）μτM
 ＜0，在现有城市附近建立制造业企业是无利可图的，所以r＞0。也就是说，对其附近的地区而言，城市形成了一个集聚阴影（agglomeration shadow）：这个阴影有锁定城市区域的效应，即城市既不能向左也不能向右移动。因为向任何一边的一点移动都会对城市本身产生不利影响。其次，可以很容易地证明，农业运输成本τA
 越高，N与r就越小；正如我们在本书第6章中看到的那样，农业运输成本不利于经济活动的集中。

这些临界值告诉我们，何时何地在现有城市之外建立制造业生产基地是有利的。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仔细研究城市形成的动态过程。

附录1：市场潜力函数的界定

为了弄清楚市场潜力函数（8.11）式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中广泛使用的市场潜力函数概念之间的关系，我们把方程（8.11）用另一种形式写出来。即如果某个企业位于区域r，且将出厂价定为p，然后代入方程（3.17），并在本章的各种假定之下，可以得出此企业的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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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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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把φ（r）看成是既定的常数。应该注意到，方程（8A.2）中的关系在p取任何值的情况下都成立。尤其是，当企业面临的农业工资为wA
 （r）时，根据方程（3.30），我们有p=wA
 （r），所以q[r；wA
 （r）][wA
 （r）]σ
 =φ（r）。如果企业面临的是零利润条件下的工资率wM
 （r），即p=wM
 （r），且根据定义有q[r；wM
 （r）]=q*
 ，因此就有q*
 [wM
 （r）]σ
 =φ（r），其中,q*
 ≡μ是由方程（3.33）决定的零利润企业的产出水平。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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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等式表示的是在每个区域r都面临相同农业工资率时，企业的总销售量（被零利润产出q*
 标准化了）。

回忆一下，在传统的经济地理中，每个区域r的市场潜力由方程（2.8）决定。方程（8A.5）显然是方程（2.8）的一般化形式，前者考虑了企业间竞争的另外两个因素，即生产所在地的工资率的不利影响｛用[wA
 （r）]-σ
 表示｝和各个市场上竞争的温和程度[用G（s）σ-1
 表示，需要注意的是，较高的G（s）意味着市场s中来自其他厂商的较弱的竞争]。

附录2：市场潜力函数的极值

为了推导出（8.26）式（注：英文版原书中为（9.27），疑为印刷有误，特此更正。——译者注），首先令（8.22）式中的f→∞，然后求各项的积分，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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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把这个式子代入方程（8.24），就得到了方程（8.26）。



注释


[1]
 要了解方程（8.11）所示的函数与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的市场潜力函数之间的关系，参考第8章附录1。


第9章 新城市的出现

在本书第8章中我们看到，冯·杜能式的空间模式（即一个孤立城市被农业地区所包围）一旦形成，就可以一直维持下去而无论它是怎样形成的。但是一个城市是如何出现的，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考察多城市的经济？在本章中，我们将提供一种方法来同时回答这两个问题。但看起来似乎没有必要同时回答这两个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分析多城市经济要与分析城市的形成过程结合在一起？但将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研究的确极大地简化了我们的分析。

一方面，要研究多城市经济的结构，通常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一旦达到均衡状态，就有许多均衡是稳定的。于是，只有说明事实上哪种均衡最有可能实现，我们才能将分类减少至可以处理的水平，否则就可能淹没在无穷无尽的复杂分类中难见天日。另一方面，尽管可以想象，在各种各样的初始条件下讨论城市的形成（比如，本书中别的地方所提到的“平地”假设），我们还是会很自然地认为，相对于经济体中有一定历史的、已有的城市结构而言，城市是新兴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关于城市如何形成的讨论，必须在一个多城市的模型中进行。

于是，在本章中，我们会采用本书第8章中的基本方法，并增加两个方面的考虑：人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增长，以及城市制造业区位的动态调整过程。基本思想是很简单的。在本书第8章中我们看到，（给定参数的某些限制）单中心经济体只有在人口少于某个临界值时才可能达到均衡。据此推测，当人口增长超过某个临界点时，新城市就会出现；当人口继续增长，超过下一个临界值时，会出现更多的新城市；依此类推。

为了考察这一过程是如何起作用的，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城市版”一般动态调整的演进过程。然后，我们转入最简单的城市形成的情况——当单中心城市体系的人口超过其临界值时发生的转变。最后，我们描述多城市模式是如何随着人口的继续增长而出现的。

动态调整与空间体系的稳定性

我们假设一个经济体随着时间所发生的变化有两个来源：首先是由人口的稳定增长所带来的“外在”的动态过程，我们认为它是外生的；其次，工人会流向工资较高的地区，而这种行为也改变了不同地区的工资，在此基础上就产生了动态过程的第二个来源，即“内在”的动态过程。我们通常认为这两种变化的来源会同时发生作用。然而，为简便起见，我们假设经济的外在变化相对于内在的调整过程而言要缓慢得多。说得再清楚一点就是，我们认为经济体的演进是一个两阶段的过程。我们从均衡的空间布局开始，然后逐渐增加人口，并保持下去，使经济处于新的均衡，然后循环往复。

我们所采用的有关城市人口调整的动态过程与我们先前使用的相类似。假设有K个城市（注：已存在的和新的，稍后我们会讨论它们的区位。——译者注），设特定时期k地区的人口为Lk
 （k=1，2，…，K），（注：在更一般的情况下，制成品不仅会在零散分布的城市生产，而且会在一个连续的区域生产，后者也就是工业带。本书中我们仅仅关注零散分布的城市，如果要研究工业带，请参阅莫里（Mori，1997）。）这些制造业工人（城市居民）的总数加上农业工人的总数LA
 ，等于人口总数N，即∑k
 Lk
 +LA
 =N 。城市k的实际工资是ωk
 ≡ωM
 k
 ；在整个经济体中，平均工资为ω≡（LA
 ωA
 +∑k
 Lk
 ωk
 ）/N ，其中,ωA
 是支付给每个农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我们假设，每个城市的人口增长率与其实际工资和整个经济的平均实际工资的差额成正比，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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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式给出了制造业工人迁徙的动态过程。那么，农业工人迁徙的动态过程又是怎样的呢？一般而言，我们认为，随人口增长而出现的动态区位调整过程既包括制造业工人的迁徙，也包括农业工人的流动。但是，这样做会增加数学计算的难度。我们想尽量避免这一麻烦。所以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假设农业人口能非常迅速地流动，故在一瞬间就能使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均等化。农业实际工资由ωA
 给出，即所有农业工人面对的实际工资相等。

我们需要选择把哪些假想的新城市纳入这一体系。这看起来有些武断，然而，令人感兴趣且具有发展潜力的城市历来屈指可数，所以我们无须为这一问题而感到苦恼。

要识别这些有发展潜力的新城市，我们需要求助于市场潜力函数，回到本书第8章的分析，市场潜力在第8章中被精确地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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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已经存在一个或更多城市的城市体系。在现有的城市中，所有农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和所有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必定是相等的。所以，如果地区k是一个城市，那么Ωr
 =1。如果这一系统处于空间均衡的状态，那么在所有r≠k的其他区域，Ωr
 ≤1。因此，对一部分工人来说，迁徙到其他地区后不可能获得更高的实际工资，因为其他地区所提供的实际工资比农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少，或者说比起已存在的城市所提供的工资要少。

但是，现在我们假定，人口的增长刚好推动市场潜力曲线上升至某一点。在这一点上，某些地区的市场潜力略大于1。那么，如果一部分工人迁入这些地区，就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简而言之，当市场潜力曲线上移至1以上时，我们可以期望在那些市场潜力大于1的地区出现新的城市。

如果想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让我们先看一看最简单的情况，即一个单中心体系的人口增长至某一点，以至于单中心城市无法继续维持下去。此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基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总是假定模型中的参数满足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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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表8—1中右边一栏的条件相同。

从一个城市到三个城市

新城市的区位

回顾本书第8章“市场潜力函数”一节，当N到达N时，市场潜力曲线刚好在临界距离r处达到1。这意味着，即便那里没有任何集聚，它对制成品的生产也会变得与已有城市一样具有吸引力。同时，这反过来也说明，已有的城市中即便只有极少数的制造商在这一临界点建立新工厂，也会触发空间集聚的正反馈机制，从而导致一个新的城市在该点（更确切地说是两个点）形成，这是因为-r处的市场潜力和r处的是相同的。实际上，当N达到其临界值时，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在-r和r这两处出现两个新兴的城市。

对此需要展开一些讨论。在我们所设定的动态过程的背景下，在-r和r两处同时发展两个城市很可能是不稳定的。如果其中一个比另一个略多一点人口，它就会发展得更快，于是整个动态调整也许就是一种由单城市向两城市演化的过程。或者说更一般的情况是，非对称演进（asymmetric transitions）会使一个城市变为两个城市。在本章附录2（注：英文版原书中为附录9.2，疑为印刷有误，特此更正。——译者注）中，我们明确考察了一般意义上的三城市情况，并说明了非对称演进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在这里我们把自己限定在这样一种由单城市向三城市转变的情况，即在原来的中心两侧出现两个相同规模的城市。

这个限定或许可以得到两个合理的解释：首先，它比一般意义的三城市模型简单得多，却还可以将基本的经济内涵表达出来；其次，尽管在我们所设定的动态过程中出现不对称的城市确实是可能的，但是它会引起农业人口的巨大流动。假设新城市只在原来城市的一边（比如说东边）出现。随着两城市的规模趋于一致，新的两城市经济体也逐渐实现均衡。但是要支撑两个城市，农业人口重心就应该迅速转移，即必须放弃西部大量的土地，转而在东部开辟大量的耕作区。但是我们设定的动态过程却把这种情况排除在外，而它看起来确实也不合理。

无论怎样，让我们暂时确定我们的问题，即随着中心两侧的新城市在r和-r出现，经济体是否能实现从单中心体系向对称的三中心体系的转变，以及这一转变何时将会发生。

动态调整与分岔

我们希望构造一个类似于图4—4的叉形图。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描绘出侧翼城市相对于经济体中其他地方的实际工资，并将其写成城市间劳动力分布的函数（这一过程与构造图4—1至图4—3相类似）。然后利用这些信息描述稳定与不稳定的人口分布的结构，进而画出叉形图。

令L1
 和ω1
 分别表示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实际工资，L2
 和ω2
 表示每个侧翼城市的人口和实际工资。于是，在给定N的情况下，经济的动态过程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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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得确定在给定L1
 、L2
 和N时，ω1
 、ω2
 和ωA
 的值。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组公式是前面的章节中提到的价格指数方程、工资方程和实际工资方程，不过现在又增加了一个给定农业地区的规模的公式。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从最简单的情况即农产品可以无成本的自由运输开始，然后转入更为一般的情况。

首先假定τA
 =0。于是，农产品的价格在整个经济中完全相同，故将其标准化为w1
 =1。这样，利用（3.34）式，就可以得到每个区域s的制成品的价格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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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表示从农业区域的边缘到中心城市的距离。（注：通常，一个多中心的经济体可以有被非耕作区隔开的几个农业区。然而，由于我们研究的是冯·杜能的地理模式在变得不稳定以后会发生怎样的转变，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地假定农业区从-f绵延至f。）用价格指数去除名义工资，得到每个城市的实际工资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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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N、L1
 和L2
 ，联立方程（9.7）～方程（9.14）就决定了实际工资ω1
 、ω2
 和ωA
 。同时，ω1
 、ω2
 和ωA
 又会影响L1
 和L2
 的动态变化过程[见方程（9.4）]。这个系统太复杂了，以至于无法求出模型的解析解。但是，很容易对其做数值分析。我们用下面的一组参数来做一次数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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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人口的临界值为N=2.57，临界距离为r=1.14。

图9—1表示的是这个系统的动态变化过程，同时它也表明了随着N的增长所发生的分岔的本质。为了在一个两维的图形中演示这一系统的动态变化过程，我们按以下方式设定有关数字。纵轴是ω2
 /ω1
 ，横轴代表侧翼城市的制造业工人在所有工人中所占的份额，即λ2
 ≡2L2
 /（L1
 +2L2
 ）。（注：在图9—1中，横轴要么是L2
 ，要么是λ2
 ≡2L2
 /（L1
 +2L2
 ）。但我们为了规范起见，用λ2
 作为横轴。请注意，因为[image: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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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给出了6条曲线，每条曲线所对应的N的值都不相同。先将一定数量的工人L2
 分配给每个侧翼城市，然后再调整L1
 和农业工人的数量，直到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等于经济中的平均实际工资，即ωA
 =ω。这样，我们就可以画出这6条曲线的图形。每条曲线都给出了侧翼城市和中心城市实际工资的相对值（ω2
 /ω1
 ），λ2
 不同的取值对应于不同的L2
 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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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沿ωA
 =ω轨迹的ω2
 /ω1
 曲线

如果ω2
 /ω1
 ＝1，就可以得到一个长期均衡。（注：因为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与经济体中的平均实际工资相等，即ωA
 =ω，所以当且仅当ω1
 [image: 381]
 ω2
 时，我们有ω1
 [image: 381]
 ω。）如果ω2
 /ω1
 ＞1，那么从微分方程（9.4）来看，L2
 和λ2
 都是递增的；相反，当ω2
 /ω1
 ＜1时，L2
 和λ2
 都是递减的。因此，在图9—1中，不论位于方框的内部（ω2
 /ω1
 ＝1）还是处在方框的边缘的，空心的小圆圈都代表不稳定均衡，实心的小圆圈则代表稳定的均衡。

在图9—1中，不同的人口规模对应于不同的均衡结构。当人口为2.0时，只有唯一的均衡，侧翼城市没有任何工人（λ2
 ＝0）。这个单中心的地理模式是一个稳定的均衡，因为λ2
 从0开始的任何增长（进而L2
 的任何增长）都会导致ω2
 /ω1
 ＜1，所以λ2
 又重新回到了0点。当人口小于N=2.33时，发生的情况都如出一辙。

当人口达到N=2.33时，侧翼城市有了工人（λ2
 =0.26），新的均衡出现了；N再略大一点时，出现了三个均衡（λ2
 =0，以及比0.26略大或略小的两个λ2
 值）。其中，中间一个均衡是不稳定的。就目前的三城市体系而言，单中心的地理模式仍然是稳定均衡。继续增加人口，当N经过N=2.52时，又出现了两个均衡。在其中的一个均衡点，所有的制造业都集中到了侧翼城市，这是一个稳定均衡。

当人口规模达到临界水平即N=2.57时，原来的单中心结构不再是均衡的了。在N=2.57时，单中心结构（λ2
 ＝0）依然满足ω2
 /ω1
 =1，但是ω2
 /ω1
 随着λ2
 的增长而增长，所以企业和工人任意小地偏离中心城市而前往侧翼城市的行为，都是有利可图的，结果就形成了三城市均衡的模式。

当人口处于2.57＜N＜2.92范围之内时，存在三个均衡。其中有两个均衡是稳定的，一个均衡是三城市并存，另外一个是只存在侧翼城市（λ2
 ＝1）。最后，当N＞2.92时，存在唯一的均衡，此时，经济中只有两个侧翼城市。

我们可以利用图9—2这幅叉形图来总结我们的结论。图形的横轴表示总人口数N，纵轴表示侧翼城市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份额λ2
 ≡2L2
 /（L1
 +2L2
 ）。实线代表稳定均衡，虚线则代表不稳定均衡。以低水平的N值为起点，此时，单中心的格局是唯一的（稳定）均衡；当N的值较高时，三城市的格局将成为稳定的均衡，尽管我们的动态过程并没有说明当N增加至N时，均衡是如何实现的。我们可以把N视为支撑点的翻版；一旦越过了这一点，所有制造业都集中在一个城市的模式就不再是一种可维持的均衡，动态过程将导致三城市结构。然而，在图9—2所给定的参数背景下，当人口数量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即N=2.92时，这种均衡再也无法维持下去，此时，两城市结构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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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三城市体系的叉形图

我们这里所图解的结构具有多大的普遍性呢？首先，这幅图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完整的，也许会有其他的均衡（即在r和-r以外的区域也存在城市），这在图中没有显示出来。然而，由于r和-r是市场潜力最先达到1的区位，因此可以断定，我们所设定的动态过程首先得到的是这两个城市，而不是其他的城市。在下一节，我们将会转而讨论出现更多城市的可能性。

在图9—1和图9—2中，中心城市在N值足够大时消失了，但这不具有一般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旦我们允许更多的城市发展，这些新发展的城市就会限制我们在这里所描述的侧翼城市的规模，从而降低了中心城市被取而代之的可能性。（注：正如下一章所描述的那样，引进农业运输成本还降低了中心城市被取代的可能性，因为农业运输成本阻止了侧翼城市的过度膨胀。）

至于叉形图的形状，在本章附录1中，我们得出了叉形图在N处为战斧式（次临界的）分岔的充分条件。在图9—1中，N=N时之所以会出现战斧式分岔，是因为当λ2
 ＝0时，ω2
 /ω1
 曲线斜率为正；也就是说，在N=N时，沿着ωA
 =ω的轨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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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附录1解出了使该不等式成立的充分条件。即便是在考虑农业运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这个条件也依然可以确保该不等式成立。

最后，去掉农业运输成本为0的假设会有什么区别呢？当我们考虑更为合理的情况（即τA
 ＞0）时，我们必须决定每个地区的农产品应该运往何处，即农产品的流动模式（flow pattern）。因此，分析将会变得相当复杂。这里的问题是，假设两个侧翼城市很大，中心城市非常小。于是，侧翼城市以外（即|r|＞|r|）的土地所产出的农产品全部被侧翼城市消费掉了。但是，在中心城市和侧翼城市之间（即|r|＜|r|的地方），也还有一些农业产出。这就意味着农产品的价格不会像方程（8.1）所描述的那样，从中心城市开始以指数形式下降。也就是说，农产品的价格在每个侧翼城市都会有一个峰值。

幸运的是，这一问题并不影响分岔的本质。因为这一问题依赖于L2
 =0附近的动态变化。在这一点，两个侧翼城市对农产品的需求非常小，这不会扰乱农产品的价格。然而，在下一节的数值模拟中，我们将农产品的运输成本规定为正值。这样我们就必须要明了农产品的流动，并构造出农产品价格的函数。

新城市终于出现

现在，在三城市的基础上扩展我们的分析，考察持续的人口增长与城市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随着人口的增长，当市场潜力曲线在一个新的地方达到1时，我们所设定的动态过程就引发了新城市的产生。

很明显，在这里我们很难求出模型的解析解。然而，尽管参数值的不同设置会使结果产生微小的差异，但是参数的取值并不会对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为只要满足（9.3）式中的两个条件，城市体系的长期演进过程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使用与本书第8章相同的参数设置，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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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这些数值，图9—3刻画了随着N的逐渐增长，空间体系是如何随着时间流逝而演化的情形。我们给出两个系列的图形：一个系列表示地租曲线，它反映了经济活动的分布；另一个系列表示市场潜力曲线，它决定经济活动分布的未来演化趋势。（注：我们可以舍弃第10章“19世纪美国的城市层级体系的形成”（注：原文有误，此处应为第10章“模型”一节。——译者注）一节中所有公式中的产业指数h，以获得任意给定的N水平下空间经济的均衡条件。为了节省篇幅，这里不再赘述。第9章附录3以（9A.17）式的参数设置为背景，详细分析了一般的三城市经济的动态调整过程。）两种曲线的同时演化描绘了在长期过程中，空间体系是如何通过一系列的分岔而变化的。首先，图9—3（a1
 ）描绘了初始人口规模为N=3时与单中心均衡相联系的市场潜力曲线，其中，r≥0。图9—3（a2
 ）描绘了经济体中与之相关的地租曲线。因为对于所有的r≠r1
 ≡0，都有Ω（r）＜1，所以这一单中心均衡是稳定的。（注：利用图8—2中农产品的供给曲线比需求曲线陡峭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当不考虑任何新的城市形成时，单中心的均衡总是稳定的。而且即便考虑了新城市形成的可能性，图9—3（a1
 ）所描述的单中心均衡也是稳定的。这是因为对于所有r≠0，都有Ω（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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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空间体系的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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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 空间体系的演化过程（续）

然而，如图9—3（b1
 ）所示，当N达到临界值，即N≡4.36时，市场潜力曲线在r≡1.10处达到1（在-r≡-1.10处同时达到），因此单中心系统变得不稳定了。所以，我们从现有城市（在r1
 =0处）向r2
 =1.10和r-2
 =1.10处转移任意小数量的制造业工人，就会触发（9.1）式所描述的动态调整过程。图9—3（c1
 ）和图9—3（c2
 ）刻画了在动态调整过程末期出现的新的（稳定的）空间体系。比较图9—3（b2
 ）和图9—3（c2
 ）中的两条地租曲线，就会发现空间体系在这一分岔点发生了巨变。特别是由于每个城市所在地的地租大致和城市的人口规模成比例，（注：在同样的地租曲线图中，这准确无误。但是，既然在目前的数值分析中，城市最右端的农产品价格总是被标准化为1，那么在不同的地租曲线图中进行绝对值的比较就显得毫无意义。）图9—3（c2
 ）表明新的边界城市2（以及边界城市-2）与原来的城市1相比，人口规模要略大一点（事实上，就在出现这种分岔以后，我们得到L1
 =0.74和L2
 =L-2
 =0.97）。

图9—3（d1
 ）和图9—3（d2
 ）描绘了N=6时居于第一个分岔和第二个分岔之间的三城市体系。图9—3（d2
 ）表明两个边界城市已经变得比中心城市1大得多了。接下来，图9—3（e1
 ）说明第二个分岔发生在N=7.47处。此时，边界城市的市场潜力曲线在r2
 =2.11（及r-2
 =-2.11）处恰巧达到1，空间体系再次变得不稳定起来。如图9—3（e2
 ）所示，在第二个分岔之前，每个边界城市的人口规模都比中心城市大得多（L2
 /L1
 =2.10/0.63=3.08）。图9—3（f1
 ）和图9—3（f2
 ）描绘了产生突变的分岔后，五城市空间体系的产生。

图9—3中的各个图形表明，随着城市数目的增长（因为人口N在增长），空间体系与一个很规则的中心地方体系非常接近。在这个很规则的中心地方体系中，所有城市的规模都大致相同。更精确地讲，如图9—3（h2
 ）所示，两个边界城市的规模总是最大的（因为在它们的外侧没有城市与之竞争），并且与这两个边界城市相邻的城市的规模最小（反映了来自边界城市的激烈竞争），而中间的城市规模大致相同。特别地，我们从图9—3（h1
 ）中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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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每两个相邻城市之间的距离都近乎于一个常数。此外，如果我们要利用市场潜力曲线极值点两侧的斜率差[即Ω′-
 （rk
 ）-Ω′+（rk
 ）]来衡量每个城市锁定效应的强度，就会发现对于每一个k（代表每个城市所在地市场潜力曲线的极值点），两侧斜率的差值（即锁定效应的强度）基本上也是相同的，且Ω′-
 （rk
 ）-Ω′+（rk
 ）=3.80。图形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所以，一旦某地诞生了一个新城市，它就会永远存续下去，而其邻近区域不会出现新的城市。（注：更精确地讲，如果农产品的运输成本（1-μ）τA
 异常的高，那么在这一演化过程中现有的城市就不会消失。相反，当运输成本远远小于μτM
 时，从长远来看，部分现有的城市就会消失。这是因为当（1-μ）τA
 远远小于μτM
 时，边缘的农业区就拥有比边缘城市高得多的工资率。因此，边缘城市的劳动力成本总是低于它们前方的区域，这就推迟了在其外侧出现新城市的时间。每一个现存的边缘城市的制成品都拥有无可比拟的市场，这使得边缘城市的规模较之中心城市要大得多。于是，每一个边缘城市最后都可能吞噬与其直接邻近的中心城市。）

图9—4描述了N=13.62处九城市均衡时每个城市k（k=1，2，3，4，5）产出的市场份额曲线。九城市均衡对应于图9—3（h1
 ）和图9—3（h2
 ）所描述的空间体系。在图9—4中，城市k生产的制造业商品在消费地r的市场份额MSk
 （r）（以r地的交付价格来衡量）可以通过下式得到[利用方程（3.16）和方程（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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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 N=13.62时，九城市均衡的市场份额曲线

图形表明，除了城市4（以及城市-4）外，每个城市从其他城市（大多是直接与自己相邻的）购买的用于消费的制造业商品都小于10%。因为在边界城市5的外侧没有其他城市与之竞争，所以其规模最大，从其他城市进口的制成品相对就较少。相反，城市4规模最小（因为它处于边界城市5的阴影之下），进口的制造业商品份额也最多。应该注意，我们模型中的制成品贸易模式所实现的这些市场份额曲线与按照克里斯塔勒和勒施的经典的中心地区理论建立的市场份额曲线是不同的。在我们的模型中，市场潜力曲线呈钟形，对贸易距离也没有明显限制。而在中心地区理论中，每个城市（或中心地区）的产品都有一个明确界定的市场区域。这种差异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在我们的模型中，每个城市生产的一系列产品都不同于其他城市，而在经典的中心地区理论中，同级别的城市生产的是无差别的同质产品。（注;经典的中心地区理论所假设的市场区域结构，我们称之为市场区域的经济法则（LMA）。劳恩哈特（Launhardt，1885）提出了它的雏形，费特尔（Fetter，1924）在此基础上做了一定的改正。相反，（9.20）式所描述的市场区域结构与零售引力法则（LRG）相似，这一法则是赖利（Reilly，1931）作为经验性规律提出的。因而，可以把我们的模型（以差异产品的垄断竞争为基础）看成是从理论上对LRG进行的确认。表达式（9.20）看起来很像介绍现代LRG的对数模型也就不足为奇了（参阅Anderson et al.，1992，第3章和第4章）。）

图9—5概括了演化的过程。图9—5（a）描述了城市规模的分布在演化过程中的变动轨迹。我们看到，现有的空间体系出现分岔后，会周期性地导致一个新的边界城市（更精确地说是两个边界城市）的诞生，并且新的边界城市规模最大、增长最快。但是，当附近又出现一个新兴的边界城市时，它的规模就变小了。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在图9—5（a）中看到，N=7.47时，新城市3作为边界城市出现，在N到达10.52之前，其规模都是最大的，增长速度也是最快的。当N=10.52时，新兴城市4作为分岔的结果就出现了。图形也表明，长期中，随着城市数目的增加，大多数城市（除了边界城市及邻近城市外）的规模都近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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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5 对演化过程的总结

下面再看图9—5（b），它描绘了在均衡状态下与此相关联的工人实际工资的循环变化。同时，它还表明实际工资首先随着时间流逝而下降。但是，当新兴边界城市周期性地诞生之后，人口增长带来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时，实际工资就会不连续地反弹，并长期保持不变。对比实线与虚线表示的曲线是非常有趣的。如果经济勉强维持单中心模式，那么均衡状态下工人的实际工资就会如虚线所示。

图9—5（c）描绘了实际总地租的循环变化。实际总地租（total real land rent，TRLR）的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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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图9—5（c）中的每一条TRLR曲线（实线代表实际的空间体系，虚线代表单中心体系的基本情况）体现的趋势与图9—5（b）中的对应曲线截然相反。最后，如果我们把经济中总的社会福利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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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图9—5（d）中的实线就表明社会福利几乎与人口N成比例地增长。我们如果把这条曲线与同一图中的虚线表示的图形（单中心的情况）进行比较，那么就会明白，正是由于新兴边界城市的周期性诞生，才使得经济的总体表现出在长期足以维持收益不变的特性。

结论

在这一章中，我们实际上是尝试着将冯·杜能和勒施的思想整合在一起，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为本书第8章中的冯·杜能模型提供了一个微观基础，并阐明了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该模型如何演化为中心地方体系。这一演化过程反映了一种内在联系，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的合力，其中向心力由后向关联和前向联创造，离心力则来自土地的不可流动性；这与本书第4～6章中对区域模型的推导是同样的逻辑。同时，我们的数值模拟表明，随着人口的增长，由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的合力所决定的城市间距离往往趋向于一个常数。

我们相信，这种多城市模型确实是冯·杜能单城市模型的重要拓展。然而，它仍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在这一模型中，所有的城市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它们都生产同样的产品，并且一旦人口数量足够大，那么所有城市的规模也会大致相同。不论是真实的世界，还是经典的中心地区理论所假想的世界，其城市的规模都不尽相同，角色都不一而足。我们下一步就是要说明模型经过修正，确实可以导出克里斯塔勒式的城市层级。

附录1：农产品运输成本不为0时的分岔

我们想证实，当N达到其临界值N时，单中心均衡通过战斧形分岔转变为三中心体系。这一转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图9—1中，当N=N时，ω2
 /ω1
 曲线在λ2
 =0（即L2
 =0）处的斜率为正。也就是说，沿着ωA
 =ω的轨迹，（9.16）式成立。在本附录中，我们会得到能使该不等式在一般情况下成立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我们打算考虑农业运输成本为正的情况。因为这一分析过于复杂，我们先给出分析的主线，然后在本章附录2中补充计算过程。

当考虑加进农业运输成本后，首要的问题就是决定农产品A的流动模式。幸运的是，既定的目标是验证L2
 =0附近的动态过程，这个问题立即就迎刃而解了。换句话说，给定N=N，只要L2
 （=L3
 ）足够小，两个侧翼城市（位于r和-r两处）对产品A的消费也会少得可怜。于是，处于（-f，-r）和（r，f）范围之内的侧翼农业区（地区A）所生产出来的部分产品A就会被运往中心城市。这也就意味着，每个农业区多余的产品A肯定会被运往中心城市；因此，产品A的价格曲线可以使用与（8.1）式相同的方程来表示。如此一来，用pA
 （r）代替（8.1）式中的pA
 ，前面由（9.9）式～（9.12）式以及（9.14）式所确定的均衡条件分别被修正如下：（注：尽管（9.11）式没有任何变化，但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还是把它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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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9.7）式、（9.8）式和（9.13）式不需要进行任何改动。

在（9.16）式中，要沿着ωA
 =ω的轨迹，考察导函数d（ω2
 /ω1
 ）/dλ2
 的性质，我们先对均衡状态下的方程（9.7）、方程（9.11）、方程（9.12）以及（9A.1）式～（9A.5）式进行全微分，然后令L2
 =0，那么，正如附录2（a）～附录2（d）所说明的那样，我们可以得到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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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在L2
 =0处对ωA
 =ω进行全微分，如本章附录2（e）所示，我们就能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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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9A.11）式代入（9A.6）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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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D总是正的[参见本章附录2（f）]，如果F和上述中括弧内的各项的值非负的话，（9A.15）式就是非负的。所以，再回想一下（9A.12）式中的F，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如果下面两个条件得到满足的话，那么（9.16）式中的关系恒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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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2
 由（9A.10）式给出。特别是，如果w2
 ≥1，也就是μτM
 ≥（1-μ）τA
 ，那么条件（Ⅰ）恒成立。由于条件（Ⅱ）最后一项中的w2
 并不小于1，因此，为了保证（9.16）式中的关系恒成立，就需要下面两个条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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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iia）得到满足的充分条件是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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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保了每个城市生产的制造业商品M在当地消费能带来强烈的乘数效应。（注：合并（9A.16）式和（9.3）式中的（b）式，我们可以得到ρ＞μ≥ρ/（1+ρ），如果ρ＞μ=0.5，则不等式恒成立。请注意，如果（ia）条件成立，则（9.3）式中的（a）式也总可以得到满足。）

只给定这些充分条件（这些充分条件一般都是能得到满足的），我们也能够得出结论：（9.16）式中的关系在参数取值范围很大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成立（但要求μ和τM
 都不是特别小）。所以，即使考虑了农业运输成本，仍然存在大范围的参数，可以使人口的增长最终蕴涵由单中心体系向三城市均衡的巨大转变。

附录2：对附录1的补充计算

下面，我们提供一系列的计算以补充本章附录1的分析。

（a）当N=N且L2
 =0时，利用（8.14）式和（8.16）式，就可以从本书第8章的单中心均衡得到：

[image: 183]


（b）重新将（9.7）式和（9.8）式分别代入（9A.1）式和（9A.2）式，然后求（9A.1）式、（9A.2）式和（9A.13）式的导数。再令L2
 =0，解这些方程就得到df、dpA
 和dw2
 ，然后利用（9A.18）式和（9A.19）式对它们进行简化，我们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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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E和Z分别由（9A.8）式、（9A.9）式和（9A.7）式定义。

（c）接下来，对（9A.3）式、（9A.4）式和（9A.5）式分别进行全微分，然后令L2
 =0，我们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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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Λ由（9A.7）式定义。

（d）因为λ2
 =2L2
 /（L1
 +2L2
 ）。同时，当L2
 =0且N=N时，有ω1
 =ω2
 ，所以就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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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9A.22）式和（9A.23）式分别代入（9A.24）式、（9A.25）式后，再令ω1
 =ω2
 ，然后将结果代入（9A.27）式，我们立即就可以得到（9A.6）式。

（e）因为当L2
 =0且N=N时，ω1
 =ω2
 =ωA
 。在均衡点求下面关系式的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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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将（9A.24）式和（9A.26）式代入（9A.29）式，并利用（9A.21）式和（9A.22）式，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推出关系式（9A.11）。

（f）欲证明（9A.8）式所定义的D是正值，首先观察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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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同时也就意味着，（9A.8）式所定义的D是正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9A.14）式中的不等式是如何得来的，我们把（9A.9）式中的积分分解为两部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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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9A.9）式就可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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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就是（9A.14）式的所要表达的关系。

附录3：一般的三城市体系的动态调整过程

在本章“从一个城市到三个城市”一节中，我们考察了一个三城市经济的动态调整过程，其中暗含了三个城市分别位于-r、0和r三个地方的假定（这里的r是单中心经济的市场潜力曲线首次达到1的临界距离）。但是，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将自己限定在两个侧翼城市的规模均相同的情况中。在本附录中，我们将摆脱这一束缚，重新审视同一个三城市经济的动态调整过程，包括非对称演进。（注：我们这部分的研究是建立在藤田和莫里（1997）基础之上的。）这一更具有普遍性的分析将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最初的单中心体系如何突变为一个新的结构。由于很难求出模型的解析解，所以我们只做一个数值分析。在下面的数值分析中，我们采用与（9.17）式相同的参数设置，同时还利用（9.18）式所给出的临界值。从而，可能会出现的三个城市（城市1、城市2和城市-2）会分别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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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中心体系的上述背景下，对于每个给定的人口总数N，我们总是令（9.1）式中的K=3，然后解出每种可能的初始人口分布所对应的动态调整过程（9.1）式。可能的人口分布必须满足L1
 +L2
 +L-2
 ＜N。要将结果全部表示出来就必须用到三维空间L1
 ×L2
 ×L-2
 的相位图。但是，实际上基本的结果可以在两维图像中表示出来，因为对于每一个给定的N值，三维空间L1
 ×L2
 ×L-2
 包含了目前三城市体系所有可能的均衡（既有稳定的，也有不稳定的）以及调整路径的目标指向（注：如果τA
 =τM
 =0，那么这个子集的等式就可以由L1
 +L2
 +L3
 =μN给出。这是在所有商品都不存在运输成本的情况下的农产品市场出清条件。但是，在目前运输成本为正的背景下，这个子集是凸向原点的，所在位置与平面L1
 +L2
 +L3
 =μN相比，距离原点较远。举例来说，这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制成品的生产在两个城市以相同规模进行，那么双中心经济体的农产品的平均价格相对于单中心经济体就较低，于是引起农产品的大量生产和消费，进而导致双中心经济体比单中心经济体拥有更多的农业人口。），在这其中存在一个二维的稳定子集。在图9A—1中，这一稳定的子集由阴影平面M1
 M2
 M-2
 表示。由此可知，要研究与总人口变动相联系的三城市体系的转变，只要研究这一子集的动态调整过程如何随着N的变化而变化就可以了。图9A—2给出了几个结果。（注：在下面的稳定性分析中，我们采用标准的方法，也就是取动态系统（9.1）式在均衡点的线性近似，以此来确定每个均衡点的稳定性或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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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A—1 三城市体系的稳定子集

在图9A—2中，每个相位图的实线都描绘了所有的稳定、不稳定的平面，而虚线则描绘了有代表性的动态变化轨迹；而且，每个实心圆圈都代表了稳定的均衡，空心圆圈则表示不稳定的均衡。在每一个图中，以城市k（k=1，2，-2）为中心的单一均衡，记作Mk
 ，以与图9A—2中的点Mk
 对应。M1
 M2
 M-2
 的每条边所对应的空间结构都是双中心结构，M1
 M2
 M-2
 的内部对应的则是三中心的空间格局。我们也留意到，每个相位图都是以M1
 D4为对称轴对称的，这是因为城市2和城市-2是关于城市1对称的。

图9A—2（a）描述了N＜1.8的情况，此时只有单中心的格局可以被称之为稳定的均衡。尽管在D1
 、D′1
 和D4处存在双中心均衡，以及在T1
 点存在三中心的均衡，但是它们无一例外都是不稳定的。所以，在平面M1
 M2
 M-2
 上，无论从哪一点开始（除了恰恰处在双中心和三中心均衡的点），经济体最终都会实现单中心均衡。当N=1.8时，新的双中心均衡D2
 和D3
 从D1
 点裂变出来，从而使D1
 变得稳定起来。而D2
 和D3
 则反映了D1
 所固有的不稳定性。图9A—2（b）刻画的是1.8＜N＜2时的情况。

接下来，如图9A—2（c）所示，当N=2时，不对称的双中心均衡D5和D′5从D4点裂变出来，使D4趋于稳定。N的进一步增长只有达到N=2.97时，相位图才会发生变化。此时，在M1
 和T1
 之间出现了三中心均衡T2
 。随着N的增长，还会继续裂变为T2
 和T3
 。这一过程如图9A—2（d）和图9A—2（e）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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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A—2 稳定子集中的动态调整过程的相位图

比较图9A—2（e）和图9A—2（f），我们会发现，N=3.1时，T3
 裂变为T4和T′4，而T1
 裂变为T5和T′5。值得注意的是，T4和T′4的出现使T3
 变得稳定，如图9A—2（f）所示。现在N大得足以维持一个稳定的三中心均衡T3
 。在三中心均衡T1
 、T2
 和T3
 处，城市间的相对规模N2
 /N1
 分别为4.99、0.02和0.66。在达到N=4.36以前，动态过程都是由图9A—2（f）来解释的。

当N达到其临界值N=4.36时，相位图中最主要的变化出现了。对比图9A—2（f）和图9A—2（g）的结果就会发现，在这一人口规模的临界点上，两个不稳定的双中心均衡D2
 和D′2
 以及另外一个三中心均衡T2
 全部并入M1
 ，与其重合；不稳定的D3
 并入M2
 ；不稳定的D′3
 并入M-2
 ，这种变化使所有三个单中心均衡M1
 、M2
 和M-2
 全部变得不稳定了。举例来说，如果经济体先前一直处于图9A—2（f）中的位置M1
 处，在达到临界值时，市场潜力曲线Ω（r）在r=±r处刚好达到1，如前所述，这会引起新城市在r和-r处同时产生，或者仅在其中一处出现。至于这个时刻究竟是出现一个新城市还是两个新城市则取决于机遇。如果碰巧在r和-r出现的制造业企业数目相同，那么三中心体系就形成了；否则，形成的就是双中心体系。因此历史在这里起了关键的作用。

当N=5.1时，三中心均衡T1
 、T5和T′5分别与双中心均衡D4、D5和D′5重合。图9A—2（h）刻画了5.1＜N＜7.2时的相位图。最后，比较图9A—2（h）和图9A—2（i），结果表明，当N＞7.2时，面M1
 D5（对应的M1
 D′5）与面M1
 M2
 重合（对应的M1
 M-2
 ），只有T3
 仍然是稳定均衡。举例来说，这象征着，如果以前空间体系在N=N=4.36时，从M1
 转入双中心均衡D1
 ，那么在N=7.2时，肯定要再次转变，转入三中心均衡T3
 。（注：应该要注意到，我们这里的讨论仅限于三城市体系。一般而言，D1
 也可能转换为四中心结构。）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图9A—2（i）似乎说明了对于任意的N＞7.2，三中心的结构T3
 都会保持均衡，然而，这只有在没有任何其他的新兴城市诞生的情况下才能成立。事实上，就像我们在本书第9章“新城市终于出现”一节中所描述的那样，当N达到7.47时，市场潜力曲线在r=±2.11处再次达到1。这意味着那里可能会有新城市出现。



注释


[1]
 原文有误，应为[image: 376]
 ——译者注


[2]
 原文有误，这里应为[image: 377]
 ——译者注


第10章 城市层级体系的演化

本书第9章说明了经济体如何从单中心地理发展成为多城市地理。但是，这种多城市地理仍令人感到索然无味。对所有制造商都生产同一商品（虽然种类很多）的假定，使得所有的城市从事的活动大同小异。显然，最终所有城市的规模都将趋于一致。亨德森式的模型和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区理论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制成品的特征差异将使得城市体系向这种城市层级体系演化，即不同种类不同规模的城市形成明确分工。在本章中，我们所要说明的是，拥有几个不同制造业部门的经济体（运输费用或替代参数不同，或两者都不相同）是如何演化出一个城市层级体系的。也就是说，在此体系内，可以明确区分“高等级”（higher-order）城市与“低等级”（lower-order）城市：高等级城市不仅会从事低等级城市所从事的一切活动，而且还会从事其他更多的活动。

本书第7章解释了（不过仅在启发式的模型中）这种层级体系出现的基本机制。在包含了对市场结构的完整描述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想清楚了解层级体系的出现要困难得多。不过，情形基本相似。从本质上说，当公司发现建立新工厂生产“高等级商品”（即运输费用较低和/或替代参数较小的商品）有利可图时，考虑到现有的低等级城市中消费者的后向关联效应，它们将趋向于在这些城市建立工厂。因此，高等级城市的形成通常是通过对现有低等级城市的升级得到的。不断重复这个过程，最终就形成了一个城市层级体系。

虽然我们的研究主要关注的不是模型的现实性，但是本章的结论依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实世界中城市体系的演化过程。特别是，第10章“形成城市层级体系的自发组织”一节（注：英文版原书中为11.5节，疑为印刷有误，特此改正。——译者注）所模拟的城市层级体系的演化过程，在本质上与19世纪美国西部开发期间的城市体系发展过程极为相似。我们首先介绍一些历史资料，以加深对现实世界的了解。

19世纪美国的城市层级体系的形成

图10—1说明的是1830—1870年间美国的城市体系的演化过程。（注：有关实证研究的详细情况（包括图10—1），请参考藤田、克鲁格曼和莫里（1995）的研究。）在此期间，美国的人口增加了3倍，从约1300万人增加到3900万人。与此同时，农业区越过芝加哥和圣路易斯向大西部（注：大西部指的是19世纪美国西部俄亥俄河或密歇根湖畔广阔的内部地区（Cronon，1991）。）扩张。图中显示了在1870年人口超过3万人的城市。这些城市被划分为三个级别（order）：最大的圆圈代表唯一的“一级”（first-order）城市纽约，它的人口超过130万；中等圆圈代表“二级”（second-order）城市，人口在13万～130万之间；最小的圆圈代表“三级”（third-order）城市，人口在3万～13万之间。（注：图10—1是通过改变Borchert （1967）的图5～图8而得到的。根据1960年对美国178个城市规模次序的分类，Borchert定义了四个人口规模的临界值（在这些临界值处，规模次序分布的斜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60年以前，在s年（s=1830或1870）第i个规模次序的临界值用下面的关系式表示，Tis
 =Tio
 （Ns
 /No
 ）。其中，Tio
 是1960年第i个规模次序的临界值，Ns
 [No
 ]是美国s年（1960）的人口。绘制图10—1时，出于简化的目的，我们将原来的二级城市和三级城市合并；并将原来的四级城市和五级城市合并为新的三级城市。）同时，该图还指出了从1830—1870年每个城市规模次序的变化，以此来说明1870年的城市体系是怎样由1830年的城市体系发展而来的。（注：1830年每个规模次序的临界人口如下：一级城市的人口超过53万人（事实上不存在），二级城市的人口在90000～530000人之间，三级城市的人口在15000～90000人之间。）带阴影的圆圈表示提高了一个或更多级别的城市；中间有一条线的圆圈表示降低了一个或更多级别的城市，但其规模仍然大于或等于三级城市的规模；空心圆圈表示跌到三级以下的城市；实心圆圈则表示级别不变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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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美国城市体系的演化（1830—1870年）

图10—1揭示了几个有趣的事实：（1）意料之中的是，绝大多数在1830年前建立的城市（钢铁城市匹兹堡除外）都分布在大西洋沿岸和可以通航的河流北边。这表明，对于美国的国内贸易以及美国与欧洲的贸易而言，水运交通都很重要。（2）由于1830—1870年美国的人口增加了3倍，这导致农业区域不断向大西部扩张。到1870年，美国的中西部与大西部涌现出很多新的三级城市。新城市的出现是为了满足不断扩张的农业区对日常生活用品和农用工具的需求。每个新城市负责为当地的农业区提供一般的消费品和农用工具。（3）几个位于中西部的原有的三级城市（例如，圣路易斯、芝加哥、克利夫兰和底特律）升级为二级城市。它们不仅在人口上超过了原有的三级城市，还作为区域中心向更大的农业区提供更高等级的商品和服务（例如，商业/贸易服务和复杂的农业机械）。（注：当然，这些二级城市也向临近的农业区提供大部分其他地区由三级城市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换句话说，二级城市是通过往三级城市添加功能自我升级而形成的。较高等级的城市也是如此。因此，整个经济体形成层级结构，较高等级的城市供给较低等级的城市所供给的大部分产品。）（4）原有的二级城市——纽约升为美国独一无二的一级城市，并向全美国供给最高等级的商品和服务（例如，主要的金融服务和全国性的报纸）。（5）从图中也可以看到，虽然到1870年、1830年就已出现的城市中绝大部分继续存在，但是几个原来的边缘城市已渐渐消失了（也就是说，它们的人口已经低于三级城市的下限）。

总之，随着美国人口的增长，一个城市层级体系自发地形成了。（注：这个故事不是唯一的。在12世纪的欧洲，当其人口迅速增长时，也发生过类似的城市化进程。想要全面了解美国和欧洲的城市化进程可以参考Marshall（1989）等人的研究。）没有人对此有过什么策划，它是复杂体系自行组织的经典案例。

模型

本章所运用的分析框架与前两章相同，只是制造业现有H个行业，每个行业（h=1,2,…,H）生产隶属于本行业的差别化产品。因此原先的效用函数（3.1）式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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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μh
 表示行业h在消费中的份额，Mh
 表示行业h的总产出[在方程（3.2）中就是ρ=ρh
 和n=nh
 ]。

H个行业中每个行业的生产方式都与前面讨论的制造业部门相同，只是允许描述每个行业的参数进行变动。因此，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份额μh
 、替代弹性σh
 ≡1/（1-ρh
 ）和运输成本τh
 在行业间都可以发生变动。

运用价格指数方程、收入表达式、工资方程和市场潜力函数，我们可以立即描绘出均衡的特征。假设一个经济体中有K个城市，第k个城市坐落在rk
 处（k=1,2,…,K），城市k中的行业h的雇用人数为Lh
 k
 。地区r的行业h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指数Gh
 （r）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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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前一样，我们用Gh
 k
 ≡Gh
 （rk
 ）表示城市k的价格指数值，用pA
 （r）表示地区r处的农民收入，用|XA
 |表示农业区规模。全面描述农业是相当复杂的，对此我们将在本章附录1中给出。复杂性是由本书第9章间接提到的农产品流动问题引起的。农产品的价格函数pA
 （r）不是由（8.1）式所表示的简单的指数函数。而且地理区域之间的间隔可能没人使用，因此我们用来表示农业区的|XA
 |很可能小于2f。与前面一样，农业部门的工资等于农业区的边界上农产品的价格。

在城市k中，收入Yk
 可从制造业总的雇用人数推导出来，即Yk
 =∑h
 wh
 k
 Lh
 k
 。在每个农业区，收入都为pA
 （r）。因此在地区r处，行业h的工资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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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把生活费用指数代入效用函数（10.1）式的两项中，就可以利用农产品价格指数和每个行业中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将名义工资化为实际工资。如前所述，我们用ωh
 k
 =ωh
 （k）来表示城市k中的实际工资。

为了完整地描述均衡的特征，我们还需要考虑三个因素。经济中劳动力市场出清就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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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均衡是稳定的。如果行业h在新的地区r=rh
 处有Ωh
 （rh
 ）=1，那么根据本书第9章所讨论的新城市出现的动力机制，新城市将会在rh
 处出现。

单中心体系

与前面一样，我们以单中心体系为起点。对此的描述在本质上与本书第8章相似。城市坐落在中心r=0处，所需农产品由宽度为2f的农业区供给。农产品的需求与供给相等，以及农业工人与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相等这两个条件共同决定了农产品的价格和农业区的规模。

多种行业的存在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对整个制造业与单个行业加以区分。很简单，我们将整个制造业在支出中所占的份额定义为μM
 ，将制成品的运输成本的加权平均数定义为τM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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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附录2中，我们将全面阐述单中心经济体的均衡条件。不过对我们的讨论而言，我们需要注意两点：（1）在单中心体系中，所有的制造业都集中在城市中心，中心城市的收入在整个经济体中所占的份额为μM
 ；（2）如果不同行业的运输成本不同，那么根据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和不同制成品贸易成本的加权平均数，生活费用指数将随距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由e[∑h
 μh
 τh
 -μA
 τA
 ]r
 =e[μM
 τM
 -μA
 τA
 ]r
 得知，地区r处的生活费用指数与城市生活费用指数有所不同。

上述观察表明，每个行业的市场潜力函数现在变为:

[image: 202]


除这两点外，这些方程与本书第8章中的方程相同：（1）这些方程式是具体到某一行业的，因此替代弹性与运输成本分别采用σh
 和τh
 的形式。但是，支出份额μM
 并没有具体到某一行业；与往常一样，这些支出份额给出了城市内外的总收入水平，并对所有制造业行业的收入水平进行了加总。（2）公式（10.10）中方括号外面的项度量的是地区r处的生活费用与城市中生活费用的差异。因此它包括制造业运输成本的消费加权平均数τM
 。

这些函数有哪些性质？通过微分就很容易得到这些函数在中心城市附近的斜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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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远离城市（向右移，r增加）时，判断单中心体系是稳定结构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这些斜率的值为负。这一条件对所有行业都成立。

随着人口的增长，市场潜力函数向上移动（r=0这一点除外），考察市场潜力函数的极值将有助于我们的分析。建立每个行业的极限市场潜力函数（the limiting potential function），与方程（8.26）相似，我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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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h
 是由下式决定的一个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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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Ωh
 r
 （0）是（10.12）式给定的导函数。

与（8.26）式一样，（10.13）式的变化趋势由第一个指数项决定。如果第一项中的指数为负，那么对于所有的r＞0,Ωh
 （r）都是递减的。（注：从本质上讲，这里的方法与证明方程（8.26）时所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而且，若所有的行业都满足该条件，则单中心体系一直都是稳定的。但是，如果对某一行业来说，该指数为正（于是对于该行业来说，K也为正），那么当N取某一范围内的值时，单中心体系将会被打破。

表10—1概括了各种可能的结果。在表中左边一栏里，行业市场潜力函数的值在城市边缘处上升，该行业的厂商当然会迁出城市，因此单中心体系绝不会达到均衡。在右边两栏里，当我们远离城市时，市场潜力函数的值开始下降。随着N的增加，单中心体系的稳定性取决于非黑洞条件。在中间一栏，对于任一行业h，都有μM
 （τA
 +τM
 ）/（τA
 +τh
 ）≥ρh
 。因此，对于所有的行业，只要r≠0，不管N有多大，该行业的极限市场潜力函数小于1。也就是说，不管N有多大，由于城市中所有行业的集聚所形成的向心力非常大，所以新城市不会出现。

表10—1 单中心均衡是稳定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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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边一栏里，可以肯定当N达到某一值时，满足不等式μM
 （τA
 +τM
 ）/（τA
 +τh
 ）＜ρh
 的行业会移出城市，从而打破单中心体系的均衡。假设所有行业的市场潜力函数在中心城市处取得极大值，根据它们是处在中间一栏里还是处在右边一栏里，将所有行业分为两类。对于h≤H的行业，当N足够大时，市场潜力函数的取值达到1（这类行业位于表10—1的右边一栏）；然而，对于h＞H的行业，市场潜力函数的取值绝对达不到1（这类行业位于表10—1的中间一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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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H≤H。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对每个行业的市场潜力函数的性质进行了研究。共同参数f（即农业区的宽度，而且f随经济体中人口N的增加而单调递增）使得所有行业的市场潜力曲线的移动是同步的。特别地，假设N的初始值很小，经济体为单中心结构。那么当N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时，如前所述，所有行业的市场潜力曲线向上移动。此时，当某一行业的市场潜力函数r≠0在某处首先达到1时，第一个城市（或第一对城市）就会出现。因此，关键问题是哪个行业的市场潜力函数会最先达到1？有一种猜想认为，如果某个行业拥有较高的替代弹性（这意味着均衡时较低的规模经济）或较高的运输成本（这意味着该行业将随农业区边界的移动而发生迁移），它就会从城市中迁出。事实确实如此。在本章附录3中，我们证明了下面的结论：

假设μA
 τA
 ≤μM
 τM
 ，给定任一组行业h和g，且h≤H，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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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θh
 ≡|dΩh
 （0）/dr|。

总的来说，给定一组行业h和g，如果ρg
 和τg
 分别小于或等于ρh
 和τh
 （其中一个要严格小于），那么我们说g的等级比h要高。当然行业未必一定能按等级排序，一个行业可以在拥有较高替代弹性的同时拥有较低的运输费用；反之亦然。如果行业可以按等级排序的话，假设逐渐增加单中心经济的人口，则与等级较高的行业相比，等级较低行业的市场潜力曲线会率先凸起并超越1。

图10—2展示了ρh
 对临界市场潜力曲线（critical potential curve）即Ωh
 （r;Nh
 ）形状的影响（τh
 的影响在本质上和ρh
 是一样的）。图中给出了三条假想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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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单中心体系中的临界市场潜力曲线

因而，行业3是等级最高的行业，行业1的等级最低。我们很容易就能证明这些参数在H=2时，满足（10.15）式中的条件。在图10—2中我们描绘了与此相关的三条临界曲线，并随之得到下列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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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经济体中人口达到最小的临界值（N1
 =0.88）时，行业1的临界市场潜力曲线会在最小的临界点r1
 =0.32处率先到达1。

形成城市层级体系的自发组织

上一节的讨论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包含许多不同等级行业的经济体的增长会自然地形成城市层级体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无法用解析解来确认这一论断。不过，借助于数值模拟我们可以对此进行阐述。为了便于进行模拟分析，我们选择的参数需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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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如此，才能确保经济的空间结构是单极的（monopolar）；也就是说，经济体只拥有一个最高等级城市，它生产门类齐全的制成品。（注：显然，条件（10.21）式与非黑洞条件相关。如果H=1，则两条件等同，对于所有的N，经济体都为单中心结构。当H＞1时，条件无疑会变弱，它无法阻止新城市的形成，不过还是可以确保经济为单极的。）不过经济中还存在较低等级的城市。就像我们所要展示的那样，通过与新城市的诞生、厂商的重新定位、现有城市的合并及城市中行业组成变化相关的一系列分岔，较低等级的城市形成了。假定空间体系的长期演化过程，在本质上是参数位于表10—1中的右边一栏并同时满足式（10.21）的城市体系演化条件。下面我们将描述一个有代表性的数值模拟的结果。

假设经济体中有三类制成品（h=1,2,3）。规定参数取（10.18）式和（10.19）式中的值，相应的临界值由（10.20）式给出。三个制造行业的临界市场潜力曲线（与单中心结构相关）可像图10—2那样绘出。因此，（10.18）式和（10.19）式意味着，如前所述，行业3等级最高、行业2次之、行业1等级最低。

下面，我们先假设经济体的人口规模N（t）随时间的推移而缓慢增长，再研究较长时期内空间体系的演化过程。在本节的前半部分，我们具体研究当N（t）达到第一个临界值N1
 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研究表明，新的侧翼城市的形成过程可能与前一章中的单一等级的（single-order）城市体系的形成过程有所不同。在本节的后半部分，我们研究空间体系的长期演化过程。

从一个城市到三个城市

回忆本章前一节结尾的讨论。当N（t）足够小时[N（t）＜N1
 =0.88]，三条与单中心体系相关的市场潜力曲线，在城市r=0外的任一位置都严格小于1。因此，单中心体系是一个稳定均衡，三种制成品都由唯一位于r=0的城市生产。然而，当N（t）达到最小的临界值N1
 =0.88时，行业1的潜力曲线在r1
 =0.32处到达1（参见图10—2）。此时，单中心体系的均衡状态被打破。（注：更确切地说，此时单中心体系的结构不再稳固。意即N超过N1
 少许，单中心就不再是稳定的（从一般意义上讲）。）

一对新的城市将出现在r1
 和-r1
 处。新城市出现的动态过程表明，当N逐渐增长并超过N1
 时，新城市的人口会从0开始不断增长。因此，与第9章的单一等级体系不同的是，新城市将以草叉分岔（pitchfork bifurcation；即超过临界值的分岔）形式出现。这是因为，分岔只发生在行业1。而且，在我们的例子中，单独一个行业无法形成足够的前向关联或后向关联，以带来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种非连续变化。新城市专门从事行业1的生产，分岔后行业2和行业3的市场潜力曲线在r≠0时严格小于1。

发生草叉分岔有2层含义：（1）当N（t）达到N1
 时，必有两个新城市出现在r1
 处和-r1
 处，因此，与前面不同的是，此时历史机遇无法影响演化过程（回忆第9章对N达到临界值时，将出现一个还是两个城市的讨论（注：在前面第9章的情形中，当一个新的城市诞生时（N达到临界值），两个城市的规模相同，从而空间体系是稳定的。然而，在当前的情形中，如果仅有一个城市出现在r1
 处，则所形成的两城市体系不对称，这会使体系变得不稳定。因为在r1
 处，任意少量的行业1的企业的出现都会加剧该行业内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潜在的想要进入行业1的厂商来说，由于与r1
 相反的区位不存在竞争，因而比r1
 更有吸引。所以，当N达到N1
 时，只有当一对（相对应的）城市出现在r1
 和-r1
 处时，空间体系才会保持稳定。）；（2）在分岔后不久，每个边界城市是如此之小，以至于它们无法在同一个位置维持下去。如果城市继续在原处维持下去的话，当农业区进一步向外扩张时，在城市边缘地带市场潜力函数的斜率可能为正。因此，为使空间体系维持稳定均衡状态，每个边界城市都会不断地向外移动，直至其能自我维持下去为止。（注：事实上，城市很少会出现在边界地区。将城市基础设施引入模型，可以消除这一不寻常的现象。）

在此，有必要简单地将本例与第9章所分析的（并利用图9—1阐述的）例子联系起来。在第9章中，在发生分岔的地点，侧翼城市的工资随新城市中制造业工人的人数严格地按比例增加（在λ2
 =0处，ω2
 /ω1
 随λ2
 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在这里，当N达到N1
 时ω2
 /ω1
 =1，而ω2
 /ω1
 却随着λ2
 的增加而减少。因此人口没有任何非连续性的跳跃，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会稳步增加侧翼城市的规模。其原因在于，当一个城市专门从事的行业在支出中所占份额较小而且替代弹性较高（例如，μ1
 =0.1和ρ1
 =0.9）时，行业规模进一步的增长既不能产生显著的（与当地的实际工资有关的）前向关联效应，又不能产生显著的（使该产业的产品在当地的需求提高的）后向关联效应，但是企业间的竞争却变得更加激烈了（比如，想象一下许多面包店出现在同一小镇上的情形）。因此边界城市的行业的规模只能随着当地对该行业产品需求的增加而增加，而需求的增加又与农业区的扩张有关。

长期演化

有了以上初步的分析，现在我们着手研究长期内空间体系演化的过程。假设经济的人口规模N（t）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增长，且起始人口小于N1
 。规定所有其他参数取（10.18）式和（10.19）式中的对应值。由此我们就可以模拟城市的形成、消失、升级直至层级体系的产生这一过程。图10—3和图10—4概括地说明了这段历程。前者显示了人口N（t）从N1
 =0.88增长到9.79时所经历的分岔；后者描绘的是市场潜力曲线的形状沿演化路径的变化。这一过程错综复杂，不过对它的描绘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向心力与离心力之间激烈的抗衡是怎样导致空间结构的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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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 城市层级体系的演化过程

回想前面三种可能的城市类型，其中，最高等级城市包括三个行业，中间等级城市包括行业1和行业2，最低等级城市只包括行业1（参数值的选取将使得行业3绝不会离开最初的中心城市）。在图10—3中，对于给定的人口数值，我们在水平线上描述了相应的经济空间结构（由于经济空间结构是对称的，这样我们只需描述右边的图就行了）。举个例子，图10—3中水平线20显示，当人口N（t）=5.83时，均衡的空间体系包括：一个坐落在r=0处的独一无二的最高等级城市；一个坐落在r=1.37处的唯一的中级城市以及四个分别坐落在r=0.49，r=0.65，r=0.98以及r=1.70的最低等级城市；此时右边农业区的边界在r=1.82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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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 市场潜力曲线沿演化路径的变化

首先，让我们利用图10—3和图10—4简要概述本节前半部分的内容。刚开始的情形与图10—4（a）相似，当N1
 非常小[（N（t）＜N1
 =0.88]时，三条与单中心体系相关的市场潜力曲线在城市r=0外的任何地点都严格小于1。因此，单中心体系处于稳定均衡状态，三种制造业商品都由位于r=0的（最高等级）城市生产。当N1
 达到最小的临界值（N1
 =0.88）时，情形就像图10—4（b）所描述的那样，行业1的市场潜力曲线在r=±r1
 =±0.32处到达1。这导致两个新的边界城市在那里出现。新城市的出现是由一个连续的分岔形成的，因此在新城市形成后不久，每个边界城市是如此之小，以至于无法在初始区位继续维持下去。图10—4（c）就这一点进行了描述，即使当N=0.95时，行业1的市场潜力曲线的斜率在边界城市的右边边缘处仍为0。因此，就像图10—3中的直线（1）和直线（2）上各点之间的线段所表示的那样，为了使空间体系保持稳定均衡状态，当N（t）从0.88增加到1.23时，边界城市一定会相应地不断向外移动，从r=0.32移到r=0.41。只有当N到达1.23时，边界城市才拥有足够大的规模，进而拥有足够大的锁定效应，从而使城市能够维持在原有区位上[参见图10—4（d）]。

接下来，当N进一步增长（超过1.23），进而边界区域继续向外扩张时，边界的市场潜力曲线向上移动；最终当N（t）=1.37时，市场潜力曲线在r=0.47处达到1[参见图10—4（e）]。此时，突然发生了一个（微小的）分岔，导致原本位于r=0.41处的现存边界城市重新定位于r=0.47处[图10—3中的直线（3）和图10—4（f）]。在N（t）=1.61时，又发生分岔，一个新的边界城市在r=0.58处开始形成，而原来的边界城市保持在原来的区位0.47处[图10—3中的直线（4）和图10—4中的（g）和（h）]。（注：不同于第一个边界城市的是，分岔发生后，第二个边界城市（在r=0的右边）会停留在同一区位。总的来说，当一个新的边界城市出现在大城市（最高或中间等级）的临近区位时，它逐渐成长并不断向外重新定位。相反，如果新的城市出现在最低等级城市（通常很小）附近，它迅速成长，并从一开始就维持在同一位置。）不过原先的边界城市不久就被新的边界城市吸收，并在N=1.84时完全消失[图10—3中的直线（5）]。当N=2.01时，分岔再次发生，在r=0.72处一个新的边界城市开始形成，而原边界城市保持在原来的位置0.58处[图10—3中的直线（6）]。经过一系列的变动，包括在r=0.43处创建了一个新的最低等级城市[图10—3中的直线（7）]，以及通过两个分别位于r=0.43和r=0.58处的现有城市的合并获得新的区位r=0.49[图10—3中的直线（8）]，位于r=0.58处的最低等级城市最终定位于r=0.49处。由图10—3可知，此后，该城市会一直维持在区位r=0.49处。当N=2.42时，继续发生分岔，在r=0.85处一个新的边界城市又开始形成[图10—3中的直线（9）和图10—4（i）]；当N=2.77时，原来的边界城市（r=0.72）重新定位于r=0.65处[图10—3中的直线（10）]（如图10—3所示，该城市此后一直位于r=0.65处）。此后，当N=2.87时，再次发生分岔，在r=0.98处一个新的城市又开始出现了[图10—3中的直线（11）]。

与此同时，图10—4（a）～图10—4（j）表明，行业2的市场潜力曲线在不断向上移动。而且,这些曲线在现存的低等级城市处会变得弯曲。尤其是在图10—4（k）中，当N=3.09时，行业2的市场潜力曲线在边界城市处首次抵达1（r=0.98）。至此，一个最低等级的边界城市转化为中等城市，并生产行业1和行业2的两种商品。转变来源于低等级城市中工人对行业2商品的需求，它使得行业2的市场潜力曲线遇到低等级城市就会变得弯曲，并在它的牵制下向上移动。在所有现存的低等级城市中边界城市人口最多，因此行业2的市场潜力曲线在边界城市处最为弯曲，受到的拉力也最大[参见图10—4（k）]。由此，行业2的市场潜力函数在边界城市处首次达到1，导致边界城市转变为中等城市。中等城市是通过在原来二级城市中添加一个新行业形成的，（注：原文有误，应为通过在原来三级城市中添加一个新行业形成的。——译者注）它自然满足克里斯塔勒（1933）的层级原则。（注：克里斯塔勒的层级原则是指较高等级的城市除了供给较低等级中心区域所提供的全部消费品外，还供给属于自己这一等级的城市的消费品。）

图10—5表明了现存城市的需求拉力对较高等级行业市场潜力曲线形状的影响。该图的画法是，将图10—4（k）放大，

同时增加一条新的曲线——单中心体系的Ω2
 （r）曲线，它代表在人口相同的情况下，假想的单中心城市体系（所有的制造业都集中在唯一的城市r=0处）中行业2的市场潜力曲线。由图10—4可知，现有低等级城市中的工人需求（尤其是位于边界r=0.98处较大的低等级城市的需求）将行业2的市场潜力函数大幅度向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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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 N=3.09时，9城市均衡的市场潜力曲线

回到对图10—3和图10—4的叙述上来，分岔致使位于边界r=0.98处的城市变为中等城市。该城市成长得很快，不久就吸收了附近r=0.85处的低等级城市[图10—4（l）]。随着N进一步增长（超过3.10），边界继续向外扩张。当N等于3.43时，一个新的边界城市出现在r=1.15处。不过比起r=0.98处的中等城市来，它还太小，尚无法在此形成足够强的锁定效应。因此，当边界区进一步向外延伸时，边界城市不断重新定位（这一过程是不连续的），最终在r=1.37处稳定下来[图10—3中的直线（13）到直线（17）]。

观察图10—4（m），当N进一步增长时，行业2的市场潜力曲线在边界区域又逐渐向上移动。如图10—4（n）所示，尤其是当N=4.70时，行业2的市场潜力函数再次在边界城市（r=1.37）处抵达1。此时，与边界城市相比，现有的中等城市（r=0.98）已变得没有多大吸引力,因此会突然发生一个大的分岔。受它的影响，处在r=0.98的行业2整体向边界城市迁移，在将原本位于r=0.98的中等城市降为低等级的城市的同时，将边界城市升为中等城市[图10—3的直线（18）和图10—4（n）～图10—4（o）]。从图10—3中可以看到，这场规模次序的变动使得中心城市（r=0）和新的中等城市（r=1.37）间的区域空间结构变得稳定。不过在边界区域，空间结构继续变化[图10—3中的直线（19）～直线（25）和图10—4（p）～图10—4（r）]。特别是，当N到达7.60时，r=1.92处的边界城市被升级为中等城市。至此，出现了两个中等城市（在r=0的右边）。在这两个中等城市之间，有一个低等级城市[图10—3中的直线（24）和图10—4（r）]。中等城市在r=1.92处形成后，在边界城市处，空间结构像以前一样继续变化（通过新城市的出现和现有城市的重新定位），两个中等城市间的低等级城市移到两者之间的中点位置[图10—3中的直线（25）～直线（30）和图10—4（s）～图10—4（t）]。当N达到9.79时，一个克里斯塔勒式的很有系统性的城市层级体系就出现了[图10—3中的直线（30）和图10—4（t）]。至此，我们的模拟分析结束。

接下来，在图10—6中，实线表示N=9.30时的均衡（名义）工资曲线，虚线表示在人口相同时（假设的）单中心体系下相应的均衡（名义）工资曲线。我们发现，虽然所有的中等城市和低等级城市都要比中心城市小得多，但是这些很小的低等级城市的存在却极大地影响了工资曲线的形状。（注：对应图10—3中的直线（30）上的城市编号k=1,2,…，8,当N=9.30时，每个城市的人口分别为N1
 =6.42,N2
 =0.00691,N3
 =0.0722,N4
 =0.0478,N5
 =0.167,N6
 =0.000763,N7
 =0.138,N8
 =0.0240。）尤其是（位于r=1.37和r=1.92处的）中等城市对当地的工资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每个城市都满足了当地附近对制成品1和商品2的大部分需求。

[image: 221]


图10—6 N=9.3时，5城市均衡的工资曲线

考虑图10—7可以更为明显地理解上述最后一点。它描述的是在N=9.30时15城市均衡的背景下，制成品的贸易模式[在这幅图中，城市的编号与图10—3中的直线（30）一致。因此，城市1是最高等级的，城市5和城市7次之，其余为最低等级的城市]。城市k生产的制造业商品h在每个消费区位r的市场份额MSh
 k
 （r）（根据地区r处的成交价格来判断），可通过（3.16）式和（3.30）式得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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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取h=1,2，由（10.22）式就可以得到各个城市制造的每种商品的市场份额曲线（根据定义，对于行业3，位于r=0处的最高等级城市在任一地区都拥有100%的市场份额）。例如，在图10—7（a）的中央，钟形的实线曲线表示城市5生产的行业1的商品在每个地区r上所占的份额。从图10—7（a）中可以看到，除最小的城市2和城市6之外，其他城市在生产和消费行业1的商品上都能自给自足，而这两个最小的城市所消费的行业1的商品大部分都从毗邻城市进口。更有趣的是，图10—7（b）表明，对于行业2的商品，城市1、城市5和城市7的产品占据了毗邻城市的大部分市场份额。也就是说，不但最高等级城市1，而且中等城市5和城市7，在当地消费市场上都占有最大份额，同时还向毗邻城市大量出口。因此，现有的城市层级体系也展现了制成品贸易空间结构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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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7 N=9.3时，15城市均衡中各城市所生产的工业品的市场份额曲线

最后，图10—8表明了两个福利水平测度指标沿演化路径的变化趋势。它们与图9—5中相应的（b）和（c）形成了鲜明对比。图10—8（a）表明，在均衡状态，每个工人的效用水平随经济体中人口规模的增长而增长。在图10—8（b）中，由（9.21）式定义的经济体中总的实际地租，随着经济体中人口规模的增长而加速增长。因此，经济体永远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由于选取的一组参数满足（10.21）式中的条件，因此经济体维持单极空间结构。而且，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尤其是最高等级城市的人口的增长）会通过制造业商品种类的增加，推动经济继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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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8 福利水平测度指标沿演化路径的变化趋势

结论

虽然诸多城市在空间上形成一个层级体系的想法非常有吸引力，但是据我们所知，至今还没有人说明这样的层级体系是怎样在分散化的市场进程中出现的。在本章中，我们对此进行了证明，行业间规模经济和/或运输成本上的差异，使得分散的消费者与已形成的集聚之间的力量相互抗衡，从而可以对不同的行业按次序排列；行业的这种排序转而又导致了一个包括许多不同类型的城市的层级体系。在这个层级体系中，与较低级别的城市相比，较高级别的城市包含更多的行业种类。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证明是多么的困难。在对城市建模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明显地发现，要加入中心—地方理论的简洁思想也并非易事。然而，从本质上讲,我们的理论模型证明，城市会自然趋向于在空间和行业结构上形成层级体系。模型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一个典型的城市规模，为什么实际的城市规模分布是如此之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状况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在下一章中，我们暂且不谈理论结构，而只是就城市规模的整体分布描述一些令人惊讶的事实。

附录1：农产品市场的均衡

如前所示，在τA
 ＞0这一更为现实的情形中，分析会变得相当复杂。因为我们必须要确定来自每个地区的农产品正被运往哪个城市，即农产品的流动模式。事实上，我们只能通过下面所介绍的试错法来求得农产品的均衡流动模式。

用{1，2，…，k，…,K}≡R表示本章“模型”一节中的经济空间均衡中的一组假想城市，用（r1
 ,r2
 ,…,rk
 ，…，rk
 ）表示相应的区位。为了得到经济中的农产品在均衡状态下的流动模式，首先要从农产品贸易的角度将经济体的所有地区划分为区间{A1
 ，A2
 ，…，Al
 ,…,Ar
 }。对于每个区间，Al
 =[f-
 l
 ,f+
 l
 ]X都用来代表X（≡经济的区域空间）中农产品贸易达到均衡的最小的间隔区。为了便于讨论，假设区域1位于左边的最远端，区域2位于紧接着的最远端，然后依次向下，这意味着f-
 1
 ＜f+
 1
 ≤f-
 2
 ＜f+
 2
 ≤…f-
 r
 ＜f+
 r
 。由于假设每个区间Al
 表示X中农产品贸易均衡时的最小的间隔区，所以在Al
 区域必定存在一个城市k（l）。我们称它为区域l的中心城市，所有多余的农产品（来自所有的农业区）都直接流向该城市。用pA
 （s）表示每个区位s∈X处的农产品价格。为了支持区域l处的农产品流动模式，在该区域农产品的价格曲线必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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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rk（l）
 ]表示中心城市k（l）的农产品价格，它是个未知量，具体的形式以后将会给出。也就是说，在每个区域农产品价格曲线拥有唯一的顶点。同时，当两个区域彼此相邻时，农产品的价格曲线在边界处必须是连续的。也就是说，对l=1,2,…,R-1而言，如果f+
 l
 =f-
 l
 +1，则有pA
 （f+
 l
 ）=pA
 （f-
 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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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每个区位s处，从农产品生产中获得的多余利润归土地所有者所有，所以地租R（s）的表达式为:

这意味着R（f-
 1
 ）=0和R（f+
 r
 ）=0;对于l=2,3,…,R,若f-
 l
 ＞f+
 l
 -1，则R（f-
 l
 ）=0；对于l=1,2,…,R-1,若l+
 l
 ＜f-
 l
 +1（注：原文有误，此处应为f+
 l
 ＜f-
 l+1
 。——译者注），则R（f+
 l
 ）=0。也就是说，如果边界区域附近没有被占用，则那里的地租必为0。同时，也可以很容易地证明，在均衡状态下，未被占用的土地不属于任一区域。

接下来，在区域l处，农产品的需求与供给必须保持均衡。为了表示这个条件，可以发现在每个非城市区域的单位距离上，农产品的超额供给等于1-[μA
 Y（s）/pA
 （s）]=1-μA
 [根据（10A.2）式有Y（s）=cA
 w（s）+R（s）=pA
 （s）]。用R（l）表示区位l处的一组城市，在每个城市k∈R（l）处，工人对农产品的需求是μA
 Yk
 /pA
 （rk
 ）=μA
 Lk
 wk
 /pA
 （rk
 ）。由于所有多余的农产品都被运往rk（l）
 处的城市，考虑到运输中农产品的耗费，在位于rk（l）
 处的城市中，农产品需求与供给相等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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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假设农产品可在任一区域l处流动，必须证明在区域l的其他城市处，对该城市农产品的总供给必须不少于那里对农产品的需求。

如果没有均衡解能满足所有的均衡条件（本章“19世纪美国的城市层级体系的形成”一节中的条件以及上述均衡条件）（注：应为本章“模型”一节中的条件。——译者注），则我们必须要重新考虑区间划分和/或一组新的中心城市。

附录2：单中心经济体的均衡条件

中心城市坐落在r=0处。同时，为了将价格标准化，我们把城市中的工资率设为1。对于任何行业h，只要Lh
 1
 ＞0，就有w1
 =wh
 1
 =1。农产品价格函数的形式与方程（8.1）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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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与边界地带农业工人工资相等的过程如下。城市工人的名义工资为1，边界地带农业工人的名义工资由（10A.5）式给出。由于因子e[∑hμh
 τh
 -τA
 μA

 ]f
 的作用，f处的生活费用指数与城市中的不一样，所以实际工资相等就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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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M
 和τA
 （注：原文有误，此处应为τM
 。——译者注）在（10.9）式中有说明。均衡条件与第8章极为相似，唯一不同的是（10A.7）式中制造业贸易成本的加权平均数。在（10A.6）式和（10A.7）式给定pA
 的值并间接给出f值的情况下，可以解出其他变量的均衡值。从方程（10A.6）和方程（10A.7）中消去pA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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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8章中一样，f是N的单调递增函数。

最后，为确保没有企业迁出城市，所有的行业都必须满足稳定性条件（10.8）式。每个行业h的市场潜力函数由（10.10）式给出。

附录3：从（10.16）式推出（10.17）式

我们来分几步证明，可以从（10.16）式推出（10.17）式。

（a）首先，我们将市场潜力函数（10.10）式改写成便于我们讨论的形式。将负指数项exp-（σh
 -1）τh
 r从（10.10）的方括号中移出，同时将市场潜力函数明确地用r和f来表示，有:

[image: 233]


（b）接下来，任取一个行业h≤H，用f表示与临界人口Nh
 相对应的临界边缘距离。临界市场潜力函数Ωh
 （r;fh
 ）在临界距离rh
 处与水平线相切并达到1（参见图10—2）。因此，（rh
 ,fh
 ）这组值必须满足下面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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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方程（10A.17）和方程（10A.18）可知，rh
 必须满足下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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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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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如果我们将rh
 ≡r（μA
 ,τA
 ,ΔT,σh
 ,τh
 ）代入（10A.18）式，fh
 就可以表示成f（μh
 ,τA
 ，ΔT,σh
 ,τh
 ），并且它的值是唯一确定的。用（10A.31）式可以很容易证明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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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接下来，虽然ΔT（≡∑h
 μh
 τh
 -μA
 τA
 ）中包含了每个τh
 ，但是我们还是将ΔT作为常数来处理（应该要注意到，我们这里的目的不是要对临界值做比较静态分析，而是要在一组固定的参数值下对不同行业的临界值进行排序。当参数固定不变时，ΔT为常数）。运用与e中相似的方法，我们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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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样可以证明，（10A.37）式也意味着fh
 ＜fg
 和Nh
 ＜Ng
 。利用同一种方法，还可以证明，如果ρh
 ≥ρg
 （即σh
 ≥σg
 ）和τh
 ＞τg
 ，则有rh
 ＜rg
 ,fh
 ＜fg
 和Nh
 ＜Ng
 。最后，由定义可知，（10A.37）式就意味着θh
 ＞θg
 。因此，综合上述结果，我们就可以从（10.16）式推出（10.17）式。


第11章 经验研究：城市的规模

现实中城市规模和种类的变化范围很大，这就是第10章中分析的经验基础。如同我们所看到的，各产业在规模经济和/或运输成本上存在的差异确实能产生城市层级体系，这就证明了克里斯塔勒（1933）的经典分析是正确的。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我们以及所有其他城市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目前仍然难以解决理论和数据的不匹配问题，而这个问题是非同寻常的。

在试图将经济学理论与数据匹配起来时，通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过于简洁的理论能够提供简单而深刻的预见，但是现实世界却是一幅复杂而混乱的图景。然而，在讨论城市的规模分布时，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是，描述现实世界的数据所提供的图景是如此令人惊讶的简洁，以至于无法在任何看起来正确（甚至看上去不合情理）的理论模型中重现出来。

城市的规模分布

至少在70年前，人们已经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美国大城市的分布可以用一个幂律（power law）很好地描述出来。也就是说，人口多于S的城市的数目基本上是与S-
 a成比例的。在这里，a非常接近于1[参见卡诺尔（Carroll，1982）对与城市规模分布有关的大量经验研究的文献综述]。为了表明这个定律如何很好地描述了事实，现考虑1991年的情况。在这一年，美国有40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大都市，其中有20个城市的人口超过200万，有9个城市的人口超过400万（休斯敦的人口只是略小于400万）。图11—1是按《美国统计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列出的130个这样的地区绘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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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美国城市的规模

其中，X轴是大都市的规模的对数，Y轴是城市等级（如纽约=1、洛杉矶=2，等等）的对数。值得注意的是，图像大致是一条直线，与X轴的夹角约为45度。而且，更为正式的统计分析也证实了这一初步印象。令N（S）为人口数量大于等于S的城市的数目，然后进行对数线性回归（log-linear regression），就可以得到：

[image: 242]


这不仅仅是某个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情况。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至少在上个世纪，就可以用一个指数接近于1的幂律来描述美国城市规模的分布。多布金斯和约安尼德斯（Dobkins and Ioannides,1996）用现代大都市的定义重新分析1900年以来美国“城市地区”（即单一管辖权下的城市）的历史资料，并估计了每一人口普查年度的a值；在1900年，a的估计值为1.044；而且每年的a值都与1相差不远。（注：实际上，多布金斯和约安尼德斯估计了所有城市的a值；绝大多数其他的估计只使用了上端数据。例如，他们估计的1990年的参数值就涵盖了334个都市地区，而不是我们的回归分析中的130个。后面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分析都表明，如果他们将研究限制在较大的都市地区，成果将比现在更加惊人。）国际数据有比较大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很难定义大都市这个概念。然而，罗森和雷斯尼克（Rosen and Resnick,1980）的经典研究指出，指数接近于1的幂律很好地描述了绝大部分国家级都市的规模分布。而且指数越接近于1，大都市的定义就越严谨。

但是也有一些证据表明，城市规模分布的经验定律不一定成立。实际上，城市规模符合指数为1的幂律的命题通常被称为齐普夫定律，这是为了纪念乔治·齐普夫（George Zipf）而提出的。乔治·齐普夫（1949）的著作《人类行为和最少努力原则》（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收集了许多在社会科学中显然会成立的经验规律。城市规模分布的经验定律的另一个名字就是等级—规模规则（rank-size rule）：如果指数为1的幂律严格成立，那么第二大城市的人口将是第一大城市的人口的1/2，第三大城市的人口则是第一大城市的人口的1/3，依此类推。

城市理论能否预测等级—规模规则？

本书第10章中的城市层级体系模型并不能自动推出等级—规模规则。直接考察模拟分析的结果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与图11—1类似，图11—2描绘出了我们在第10章推导出的15个城市的层级体系“数据”。显然，这些数据甚至没有重现真实数据的对数线性特性，更不用说指数是1了。也可能会找到一些参数组合，使得图像更切合等级—规模规则。然而，该规则的关键性质是它的稳健性（robustness），以美国一个世纪的数据来检验，它一直都是正确的。而且，对许多其他国家而言，这一规则也大致适用。这就意味着，任何解释都应该有类似的稳健性，而不能依赖于某一狭窄范围内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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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不断变化的城市规模

在试图用其他城市规模分布的模型解释等级—规模规则时，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本书第1章中描述的亨德森式的城市体系模型。回忆一下，在第1章中，这种模型通过如下论证生成了规模分布：外部经济基本上都是与特定产业有关的，但是外部不经济则取决于城市的总体规模，而不论它生产什么。这种不对称带来了2个结果：（1）由于存在城市规模的不经济性，因而把相互之间没有溢出效应的产业放在一个城市是没有意义的，如果钢铁工业和出版业没有共有的外部经济，那么钢铁厂和出版社就应当分布在不同的城市，这样，既不会形成拥挤，又不会有很高的地租，所以每个城市都应当在一个或几个能为其带来外部经济的产业（至少应当在它的出口产业）进行专业化生产；（2）这些外部经济的大小可能会随产业不同而有很大的变化。一个纺织业城市可能只需要寥寥几个工厂，而一个金融中心最好能包括一个国家几乎所有的金融行业。所以一个城市的最佳规模取决于它的角色。

这一分析非常简洁。它使城市规模成了一个经济变量，而这一变量又由一种原则上可以度量的力所决定[亨德森的模型已经引发了许多经验工作，如亨德森（1988）的研究]；它也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城市实际规模分布的范围十分广泛而没有缩小的迹象。

然而，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模型能产生看似幂律的东西。假设金融业城市的最佳规模为400万人口，高新技术制造业城市的最佳规模为200万人口，而低技术城市的最佳规模为100万人口，那么，经济体为什么必须要求金融业城市与高新技术城市的规模之比要跟高新技术城市与低技术城市的规模之比相同呢？而且，由于在亨德森模型中，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我们假定它们都取决于生产技术、通讯技术和交通技术等因素）之间的合力导致了规模分布的产生，人们当然会根据这个模型预测，城市规模的分布应当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而不会像实际情况那样保持着神秘的稳定性。

简言之，城市规模分布的规律确实是一个谜，我们分析城市规模的方法和其他许多用于分析城市规模的方法，似乎都不能解释它。

随机增长能否解释等级—规模规则？

我们的城市层级体系的空间模型和亨德森式的城市体系模型，尽管都依赖于某些初始的动态变化来限制可能结果的范围，但是本质上分析的都是静态的权衡（static trade-offs）：在亨德森模型中，是外部经济与外部不经济之间的权衡；在第10章的中心地区理论中，是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之间的权衡。然而，还有另外一个传统，这主要归功于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他认为，城市规模大范围的变化实际上就表明，并不存在什么权衡。也就是说，城市规模的大小与这些因素并不相关。西蒙指出，正是由于这种不相关性，才使得随机增长过程可以让城市规模在极大范围内发生变化。而且，这一变化范围的上端可以由幂律很好地描述。

令人感到十分惊讶的是，西蒙最初对随机增长模型的研究（Simon，1955；Ijiri and Simon，1977）并没有对经济学思想产生什么影响。这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考虑经济方面的问题。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无话可说了；但是，也可能是因为他的研究极其晦涩。这里我们提供一个简化版的西蒙模型，以展示该模型的洞察力和不足之处。

西蒙模型

首先，考虑城市规模的幂律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我们知道其上端可以用N=kS-
 a来描述，其中，N是人口多于S的城市的数目。因此，我们也就可以说，城市规模的分布密度为n=akS-
 a-1。最后，我们可以说城市密度的规模弹性为-a-1，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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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表达式。

现在，我们转而考察西蒙的城市增长模型。西蒙假设，一个城市的人口随时间的推移会产生不连续的增长，而且将人口的增加量称为“块”（lumps）。同时，他假定在任何一个时点上，以块衡量的人口为P。当一个新的块产生时，它会流到哪里去呢？西蒙假设，它会以某个概率π流到以前无人居住的地区去，即创造出一个新城市。它以1-π的概率流到某个现有城市中去。而任一城市得到下一个块的概率与其自身的人口数量成比例。

这是一个虚拟的简单模型。它假设城市规模既没有优势也没有劣势：一个城市只是简单地由块堆积而成，它的期望增长率与规模无关。只要你愿意，也可以把一个块看成一个产业。此时，西蒙模型表明，在同一个城市里，所有产业生成其他产业的可能性是相同的。而且这与城市规模无关。

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们认真研究这样一个模型，除非城市规模的分布确实遵循幂律。当城市规模的分布确实遵循幂律时，西蒙模型不但预测了这个结果，而且至少给出了一条线索使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城市规模的分布在技术和经济结构变化巨大的情况下仍可能保持稳定？

要分析这个模型，我们暂时假设城市规模的分布随时间变化而趋向稳定状态。即规模为S的城市数目ns
 与人口之比趋向于一个常数。有三种原因会使比率ns
 /P发生改变。一个规模为S-1的城市可能扩张一个块，这就使得ns
 增加；共有ns
 -1个这样的城市，而其中某一个城市产生这种扩张的概率为（1-π）（S-1）/P。一个规模为S的城市也许会以（1-π）S/P的概率扩张一个块，这会使ns
 减少。而总人口在增加，这又会使ns
 /P减少。把P增加时ns
 /P的期望变化写出来，并注意到P的变化的不连续性，我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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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可以推出n对于S的弹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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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式与（11.1）式一起告诉我们，城市规模分布的上端可以用指数为a=1/（1-π）的幂律加以刻画。

这是否真的成立呢？答案是肯定的。图11—3显示了π为0.2时模拟分析的结果。其中，在开始时，城市规模为10个单位块，并让人口增长100倍。图中显示了排名在前50位的城市等级—规模关系；它的对数线性特征较为明显，斜率与预计值相差不大。

[image: 247]


图11—3 随机增长的城市规模

如果我们关注这种城市规模的幂律（其指数不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普遍适用性，那么至少有三个理由表明，西蒙模型代表了“经济主义”模型（economistic model）的一大进步：

1.它预测了幂律，而城市体系模型和中心地方模型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2.决定幂律中的指数的参数是形成一个新城市的概率。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一概率并没有像规模经济或城市运输成本这些变量那样发生巨大的变化。

3.神秘的指数1，尽管看起来很难证实，在这里却有一个自然的解释：一般而言，当增加的人口流入现有的城市而不是形成新的城市时，就会出现指数为1这种情况。

于是西蒙模型似乎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城市规模的幂律。但是，它还缺少一些经济含义。即使我们忽略掉这一点，还存在更深一层次的问题。

退化问题

在从西蒙模型推出幂律的过程中，关键的第一步是，假设城市规模的分布趋向于稳定状态。然而，这个假设不可能完全正确：最大城市的规模没有上限，因而它总是倾向于增加。尽管如此，模型仍然成立。这是因为，在长期中，最大城市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越来越小，于是人口增量中使得最大城市更大的份额也会越来越小。假设城市规模的分布确实始终遵循幂律（实际上它只在上端成立，但这就够了），令Smin为可能的最小城市的规模。可以直接看出，规模大于任一给定S的城市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份额为（S/Smin）1
 -a。因为这是一个常数，所以人口增长中使最大城市更大的份额最终会减少至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这就意味着稳定状态假设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上述结论只有在a＞1时方能成立，这要求π＞0。如果a=1，那么就无法从西蒙模型推出幂律。因为当a=1时，幂律将预测规模大于任一给定S的城市的人口将变得无穷大。但数据表明，a非常接近于1，也就意味着π基本上等于0。

或许会有人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假设π只是非常接近于0而不是恰好等于0来回避这个问题。然而，直觉告诉我们，当π非常小时，城市人口需要极大的增长才能产生平滑的幂律。模拟分析证实了这种直觉：当π接近于0时，分布只在人口大规模增长后才趋向于稳定状态。实际上，图11—3显示了当π为0.2（这个值还是比较大的）时的模拟结果。为了使分布相对平滑，城市人口不得不增长100倍，而且它仍不如实际数据那样平滑地切合幂律。

实际上，自19世纪中期以来，美国的城市人口增长了50倍。然而，如我们所述，至少从1890年起，美国城市规模的幂律（a非常接近于1的情形）就开始奏效了。此外，等级—规模规则对于人口增长大大低于美国的国家也是适用的。

顺便提一句，在实际数据中，指数为1的幂律并不意味着人口为无穷大，因为整数约束条件的存在避免了这个荒谬。连续使用幂律对美国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有0.5个城市的人口是纽约的2倍，0.25个城市的人口是纽约的4倍，依此类推，直至人口变成无穷大。但是，显然不存在这种分数城市，所以这实际上就不是一个问题。这个事实应当会令那些对物理学史有所了解的人失望，为了避免得出无穷大的黑体辐射（black-body radiation）带来能量的量子性质，就必须加一个整数约束条件。类似地，城市规模的幂律中的指数必须取某一个特定的值，此时，城市的不可分性才使分布变得有意义，这一点非常有启发性，但它启发了什么仍然是个谜。

其他的随机模型

某些其他类型的随机模型也许可以解释齐普夫定律的不同寻常的韧性。许多专家提出，一个近似的幂律可以从吉布莱特定律（Gibrat's Law）中产生，但要假设城市的期望增长率和其规模无关。最近，加巴斯（Gabaix，1997）更加精确地说明了需要什么条件来使其成立。他假设当城市规模在某个范围内变化时，城市人口的期望增长率和该增长率的变化都与城市规模无关，且期望增长率为0。这样，就会得到一个稳态分布。这一稳态分布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近似模拟幂律，且指数为1。考虑如下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城市规模可以是1，2，4，8，16，32，64；并假设除了最大和最小城市之外，每一个城市都有1/3的机会使人口翻倍，2/3的机会使人口减半，这样，人口的期望增长率就是0（最小城市的人口以某个概率保持不变，否则人口就会翻倍；最大城市亦然，只是人口会减半而不是翻倍）。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在电子制表软件上展示，这个规则确实能产生齐普夫定律。

这是否解答了前面提到的那一个谜呢？我们认为，它具有独创性，但并非完全令人满意。即使有扰动，也可以假设城市的规模收益是不变的，这样，期望增长率就会与规模无关。然而，吉布莱特定律还要求增长率的变化也与城市规模无关。这就比较难以理解了，如果一个城市只是由几个产业简单地组成，各产业间既没有正的溢出效应也没有负的溢出效应，那么仅就多样化来说，增长率的变化难道不会随着规模的增加而降低吗？经济学仍然不能解释这一疑问。

克鲁格曼（1997）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幂律中的随机性也许与随机增长无关，而与空间上的随机连接有关。例如，假设一些港口城市通过一个由运输点之间的随机连接而形成的运输网络来供应内地，其首选连接方向则反映历史或地理上的事件。另外，我们也可以假设这种连接存在于产业关联的某些抽象空间里。不论是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内陆地区的规模分布都将反映出“渗透理论”（percolation theory；物理学中的一个非常成熟的领域，最初激发此思想的例子是多孔岩的连接部分的规模分布）中的一些原理。渗透模型很容易产生幂律。实际上，以流量衡量的河流规模的分布相当切合幂律！渗透模型也许能解决与西蒙模型有关的一些问题。当然，所有这些都仅仅是猜测。

结论

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来解释城市规模分布中那惊人的规律性。必须承认，它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给我们对城市的认识带来了真正的智力挑战。首先，尽管西蒙早期的分析及其后来的变体都深入研究了等级—规模规则的产生过程，但是现在还没有人能完整地解释这一过程。

其次，还有一个意义更为深远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到目前为止所提出的随机模型都依赖于城市的规模收益不变这一假设，因此城市的期望增长率与其规模无关。然而，现有的与城市有关的经济模型都认为城市的规模收益是可变的。更应该说，这些模型研究的是收益递增与和收益递减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为任何给定类型（亨德森模型中的产业专业化，本书第10章的中心地方模型中的城市等级）的城市确定了一个特定规模。也许还有我们现在尚不能理解的其他方法可以用来调和离心力与向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认为这两个力在微观层次上决定了城市的规模），而且似乎可以在宏观层次上运用假定的固定收益的动态过程（the as-if-constant-returns dynamics）来解释这一问题。我们希望未来的研究能解开这个谜团。


第12章 港口、交通枢纽与城市区位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讨论有关城市的问题时，我们确实受到了冯·杜能的影响。我们首先将冯·杜能设想的“肥沃却没有任何河流与运河可供通航的平原”线性化，在此基础上，我们试图解释空间结构的出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中小学生都可以告诉你，许多城市的起源恰恰要归因于它们所在的河流、运河和优良港湾等等诸如此类的地理位置。确实，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城市都坐落在这样或那样的交通枢纽处。

在本书第7章中，我们假设经济在某一时刻发生分岔，形成类似于字母Y，或者更一般的，类似于星号（*）之类的结构。这种方法可以在不损害线性经济简洁性的前提下，介绍这类交通枢纽的作用。在本章中，我们用第8章和第9章建立的模型来分析这种几何意义上的分岔。同时说明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意义上，一个城市最有可能出现在分岔点（Y的分岔点）上。

图12—1展示了修正后的世界的几何形状。如前所述，假设均匀的土地沿着一条直线延伸，但是这条线在记作b的分岔点处分裂为无差别的两个分支。对这幅图的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一个山谷的三条支流在某一点汇集。但是，我们将其视为任何一种交通枢纽的象征。这种交通枢纽既可以形成于交通路线的汇集点，也可以产生于港口对货物的有效输入与输出。（注：也就是说，可以认为图12—1表示的是，由水平线所表示的“旧世界”与通过港口进行无成本的运输的“新世界”（由倾斜的射线表示）相互连接在一起情况。如果想研究在港口间运输成本为正这一更现实的背景下港口的枢纽效应，请参阅藤田和莫里（1996）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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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新的区位空间（k=1）

很明显，我们可以立即看出，分岔点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一个城市的所在地。当我们离开b点而前往任何一个分支时，就接近了该分支上的消费者，而远离了其他两个分支上的消费者（如果经济体呈现星形结构，则会远离更多分支上的消费者）。因而，在同等条件下，我们可能会期望b点成为极好的市场进入点。

更准确地讲，我们将阐明当经济的农业区域蔓延至所有三个分支的土地时，即便在分岔点不存在城市，制造业的市场潜力曲线也会在该点取得极大值。于是，分岔点很可能成为市场潜力曲线的一个局部极大值点。因此，当人口增长到足够大时，很可能有新城市在那里出现。

我们在这里使用“很可能”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城市并不是一定要在b点发展。如果分岔点位于已存在的城市的集聚阴影之下，那么城市的形成过程就会绕过这一点[现实世界中比较贴切的一个例子是，韩国最大的城市（首尔）并不是一个港口城市。尽管距离首尔100公里的仁川所拥有的海港是首尔通往世界的门户，但是首尔的锁定效应是如此之大，以致仁川至今仍未发展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但是，鉴于直线上的大多数点只有在参数和初始条件的特定组合下（通常是在相关空间中取测度为0的集合）才得以发展为城市的，而分岔点如果要发展为城市，则总会存在一定范围的参数和初始条件可供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城市在分岔点的出现是“很可能的”。

单中心经济体

从一个假想的人口规模比较小的经济开始我们的研究。在这个经济中，只存在一个城市，而且它碰巧又不在分岔点上。分析表明，将现有城市所在的Y（或星形结构）的那一个分支与另一个分支（到底是哪一个分支并不重要）放到一起来考虑是很有用的。我们称这两个分支构成了经济的基线（baseline）。下面我们将沿着这条线计算各点的市场潜力的大小。设城市最初位于这条线的原点上，在图12—1中，现有的城市就位于0点。

图12—1用来刻画拥有三个分支的经济。也就是说，经济由一条基线外加一个分支组成。当然，我们也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描绘出一个拥有一条基线外加k个分支的星形经济。当k=0时，我们就会得到第8章所述的线性区位空间。当k=1时，我们得到的则是图12—1中的Y形区位空间。我们将利用位于O点的城市作为原点以测度所有分支上的区位；因此，对所有的分支（以及该城市和交叉点之间的那一段分支）而言，其区位坐标也就是到该城市的距离。

除了引入一个分岔的区位空间外，这一单中心的世界与第8章所讨论的完全一致。因此，我们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来描述它，而只需要考虑一些微小的差异就行了。

当人口足够小时，农业仅仅出现在现有的城市附近。此时，模型与第8章相差无几。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农业地区的边缘地带开始远离城市。由于可耕种的土地的吸引力仅仅取决于它距离城市的远近程度，而不是其所在的方向，所以农业向所有的分支扩展。特别是，一旦边缘距离f超过分岔点b离原点的距离，农业地区就向每个非基线分支（nonbaseline branch）延伸了f-b。为了方便起见，让我们引进一个新的变量δ。并假设:

[image: 249]


基线上的耕作区永远等于2f，非基线分支上的耕作区为δk（f-b），因此，总的耕作区就等于2f+δk（f-b）。除了这一变化外，我们的单中心经济体均衡条件与第8章相同。简单地讲，在第8章中，f是N的增函数。而且，当N趋近于无穷大时，f也会趋近于无穷大；和以前一样，单中心经济中所有的变量都可以表示为f的函数。

当我们转而研究隐含的市场潜力函数时，因为分岔的缘故就产生了差别。以前，我们将市场潜力函数定义为一种比率的变形，这里的比率是指在零利润条件下制造业厂商所能支付的工资与农业工资的比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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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工资方程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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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第8章[参见方程（8.14）]的关键区别就在于（12.3）式的第三项，它代表的是不在基线上的农民所提供的市场对零利润条件下工资率的影响。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当制造业厂商离开城市接近交叉点时，它与不在基线上的农民的距离会平稳地下降；但是，一旦越过交叉点，则其与不在基线上的农民的距离就会呈现上升态势。于是，市场潜力曲线就是在这一点取得极值的。

要完整地写出市场潜力的表达式，我们还需要调用单中心均衡中的价格指数和农产品价格的表达式[分别是方程（8.4）和方程（8.1）]。将它们代入工资方程并重新整理，就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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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将上式代入（12.2）式，就可以推导出每个区位的市场潜力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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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市场潜力曲线上所有点的值都小于1时，单中心的地理模式才可能维持下去。

交通枢纽对市场潜力函数的影响

我们将市场潜力函数分为两部分，也就是以交叉点为界分为左右两段，这对分析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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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image: 255]
 （f）表示非基线分支上的农民提供给城市的农产品在所有农产品供给中所占的份额。

当f＜b时，我们有δ=0，进而[image: 255]
 （f）=0；于是上述的市场潜力函数与（8.24）式相同。这与我们所预计的情况一致。当f＞b时，[image: 255]
 （f）随着f的增加而增加，这会使得上述的市场潜力函数与本书第8章中的市场潜力函数的差别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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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枢纽效应下的市场潜力曲线

如图12—2所示的是在f＞b的情况下的几条市场潜力曲线。画该图时所使用的基本参数与图8—4相同，只是另加了两个地理参数k=2和b=0.5（这也意味着两个流域在距离城市0.5的地方分岔，从而脱离了基线）。与我们在图8—4中所看到的情况相对比就会发现，现在市场潜力曲线在b点有很明显的极值点。可以通过在r=b处分别对Ω1
 （r）和Ω2
 （r）求导来看这一极值点出现的突然性，我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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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市场潜力曲线的导函数在分岔点不连续。因为[image: 255]
 （f）随着f的增加而增加，所以当农业地区远远扩展至b点以外的区域时，这一效应得到了加强。还要注意到，[image: 255]
 （f）也随着k的增加而增加。因而，分支越多，分岔点就越具有吸引力。

回顾第8章描述单中心经济体的图8—4，随着f的增加，除了r=0这一点以外，市场潜力曲线会整体上移。但在目前的背景下，情况有点复杂。随着f的增加，城市右方小于2b的区位会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然而，与原来的城市相比，与城市的距离超过2b的区位就更不容易进入不在基线上的分支之中。所以，随着这些分支上的人口的增加，它们实际上会失去其市场潜力。（注：回想一下，城市所在地的市场潜力被标准化为Ω（0）≡1。因此,任何地区的市场潜力总是相对于城市的区位而言的。）除了这一技术上的细节，N的增加对市场潜力曲线的影响就跟第8章所描述的一样：如图12—2所示，我们可以认为市场潜力曲线会随着N的增加而自动上移。

图12—2给了我们一些灵感：由于市场潜力曲线有很明显的极值点，所以当人口达到临界水平（在这一水平上新城市会出现）时，新城市确实很可能正好出现在分岔点b（很可能但也不能肯定）。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模型中可能出现的空间演化模式来结束本章。

空间演化的模式

考虑经济体可能的空间扩张，我们将经济的参数设为常数，假定只有一个变量：分岔点b的区位。那么经济体的空间演化将按照图12—3所示的三种基本模式中的一种模式进行。（注：以下讨论的基础是以第8章的注释7给定的技术/偏好参数进行模拟所得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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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空间演化的可能模式

首先，假定b与r相比小得多。其中，r是从第8章的非分岔模型中借用过来的临界距离（如图8—4所示）。然后，随着N的增加，就出现了第一种空间演化模式：交叉点永远不会发展为一个城市；相反，第一个新城市（或者说几个城市）会在b点以外的某个地方出现。交叉点之所以永远不会发展为一个城市，是因为它距离现有的城市太近了，因此始终处在现有城市的集聚阴影之下。图12—4（a）描述了与模式1相关的临界市场潜力曲线，它在与现有城市的距离为r1
 的地方刚好达到1。在这一点，由于市场潜力曲线在k+1个新地区同时达到1，所以有多达k+1个新城市将通过突变分岔而出现。尽管很难精确地确定在这一时刻究竟会有多少新城市出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随着N的增加，每一个分支上都会出现很多城市。但是位于O点的城市，在其直至交叉点的附近区域仍继续保持优势地位：虽然现有的城市实际上并不是正好位于b点，却有效地阻止了竞争者在那里出现。因此，借助该交叉点通往其他分支的门户作用，现有城市将成长为主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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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与每种模式相对应的临界市场潜力曲线

其次，如果b既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那么就会出现模式2[如图12—4（b）所示的情况],新城市恰好在分岔点出现。在这个两城市经济中，位于分岔点的新城市总是比位于O点的原来的城市规模大。当新城市出现时，原有的城市也许会完全消失。实际上，经济体仍然只有一个中心，只是它不再固守在不适当的区位而已。（注：在图8—4给出的参数背景下所进行的数值模拟显示，如果k≥2，那么只要新城市在分岔点出现，则原来的城市会消失。）

最后，假设分岔点距离现有城市非常远，于是就产生了模式3。图12—4（c）说明，第一个新城市会出现在分岔点的左侧，此后，新城市扮演了位于O点的现有城市的角色，基本的分析开始重复出现。

有一点很重要，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基线上一般的点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能成为新城市的所在地。的确，只有在现有城市正好位于恰当的位置时才可能发生。反之，总是存在一系列的条件可以使分岔点出现新的城市。实际上，引入分岔后所形成的明显的极值点，使得人们试图让经济体在那里建立一个城市以辐射所有的方向。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尽管不能肯定，但是分岔点确实是一个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城市的地方。

结论

当本书的作者之一向他的一个不是经济学家的朋友提到，我们已经成功地阐明了港口和其他交通枢纽为什么会发展为城市时，朋友的反应充满了疑惑：“我们难道不知道这些吗？”当然，我们确实知道，但是从来没有对其模式化。在本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在将城市出现在平淡无奇的平原上这一现象模式化时，所用到的分析框架采用了一些严格的假设，现在，在一些更加贴近现实的假设条件下，我们也可用这一分析框架来研究交通枢纽如何改变了空间演化模式。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启示：一个枢纽在城市区位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就是催化作用。枢纽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城市带来利益，但是它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在经济增长使新城市的出现成为必然的关键时刻，使城市所在区位相对于其他地方处于优势地位。我们的理论也可以巧妙地破解世界大城市之谜：虽然那些大城市几乎都是（或者曾经是）主要的港口，但是很多城市早已不再作为主要的港口城市而存在。换句话说，我们的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么一个好像是悖论的事实：伊利运河（Erie Canal）导致了纽约的兴起，现在却只是一个旅游胜地。



注释


[1]
 当f≤b时，我们有[image: 255]
 （f）=0。继而，对于所有的r都有Ω（-r）=Ω（r）；也就是说，Ω是关于r=0对称的。当f＞b时，对于所有的r＞0,我们有Ω（-r）＜Ω（r）。所以，当我们研究新城市[在Ω（r）=1时出现]的形成时，关注r≥0可以获得全面的结论。


第Ⅳ篇 国际贸易

第13章 国际专业化

60多年前，俄林（Bertil Ohlin）完成了他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开山之作《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并且宣称，国际贸易理论只不过是国际区位理论。然而事实上，在过去的170年里，这两个学科分支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因此，我们现在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填补这个缺口；本书的这一部分将要说明，我们在区域和城市的研究中所采用的同样的基本方法，亦能为国际专业化和国际贸易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启示。

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国家是什么？当我们在地理空间中移动时，跨越国界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事实上，国界就是一个地点，是政治权限发生变化的地点。不过，我们的模型尚未涉及政府，因此在这里也就不介绍政府了。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事实上应该把国界与实际存在的商品流动壁垒联系起来，不仅指关税与进口配额之类的有形壁垒，还包括由于语言差异、标准不一致以及出入境不便等产生的无形壁垒。来自美加贸易的证据表明，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边界也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McCallum，1995；Helliwell，1997）：平均起来，加拿大各省之间的出口量大约是加拿大对同样距离的美国各州的出口量的20倍；而来自城市物价变动的证据表明，国界阻碍了套利行为的发生，阻碍的程度相当于1700英里的空间距离所带来的影响（Engel and Rogers，1966）。

尽管以上对贸易的限制都是国界惹的祸，但是它们并不是什么新鲜问题，本质上与我们在本书第Ⅱ篇和第Ⅲ篇中所讨论的问题是相同的。因此，我们不去试图把边界对商品流动的“空间几何”（geometry）影响模型化。

相反，我们将集中注意力研究通常与国界有关的另外一种壁垒——人口流动壁垒。如今，尽管发达国家对商品贸易的限制通常很少，但它们无一例外地严格限制移民；而且有证据表明，即使是在那些移民政策相对宽松的地方以及不存在语言障碍的地方，国际间的人口流动也远远小于国家内部的人口流动。赫利韦尔（1997，p.20）写道：“对于加拿大某省的每一个出生在美国的居民来说，你能够碰到多少出生在加拿大的与该省规模、距离以及人均收入都相似的其他省份（魁北克除外）的居民？目前的答案看来是将近100”。结果是国家间的工资率以及人均收入的差异要远远大于国家内部：虽然欧盟与美国的人口规模相近，而且在地理位置上比美国更紧凑，但是欧盟各国人均收入的差异却是美国各州的两倍。

简言之，国界是与劳动力流动壁垒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把它看成是国家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本章及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先假设劳动力是随时间流动的，流动的结果是使各地区的实际工资均等化；在另一个极端，我们假设劳动力在国家之间是不可流动的。

当然，如果劳动力是不可流动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从一般意义上理解集聚了；前几章所描述的地理集中的累积过程发生作用的方式也要改变了。然而，国际专业化过程与典型的集聚过程非常相似，它是从既作为生产者又作为中间品消费者的制造业双重角色中产生的。拥有较大制造业部门的地区提供的中间产品的种类通常也较多，这就降低了最终产品的生产成本，产生了所谓的前向关联。相反，较大的制造业最终产品部门能够为中间产品提供广阔的地方性市场，这就是后向关联。在特定的国家，这些关联效应并不能导致人口的集中，但是可以产生一种专业化过程，使制造业或特定产业集中到有限的几个国家。

本章我们将介绍一个两国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中间产品的作用相当于第4章介绍的两地区模型中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在“与中间产品有关的模型”之后，我们在“均衡结构”一节转而考察由前一部分模型产生的产业专业化模式。“集聚与国际不平等”一节介绍了模型的几点启示，有利于我们把握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实际收入的影响；在“农业收益递减”一节中，我们将模型一般化，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更好地解释贸易成本与国际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与中间产品有关的模型

当经济学家谈到中间产品的时候，他们通常考虑的是许多通过投入产出矩阵联系在一起的产业部门。一些部门相对来说位于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其他部门位于下游，大部分产出用于最终消费。虽然生产的投入产出结构至关重要（将会在后面几章讨论），但是往往也使问题复杂化，而如果可能的话，这是我们尽量避免的。幸运的是，只要我们处于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所假定的环境中，即制造业部门是一个生产多种产品的单一部门，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个小小的技巧来引入投入产出关联，而实际上并没有引入任何其他的产业。我们简单地假定：制造业将它自己（劳动除外）作为一种投入，也就是说，消费者所需的各种制成品同时也是生产各种产品所需的投入品。因此，同一产业既是下游，生产最终消费品，同时又是上游。

为了说明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我们来看每个制造业厂商的生产技术。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都假定生产只投入一种要素，即劳动力，其在区域r的价格为wr
 。现在我们改变一下制造业生产函数，以便使投入要素包括劳动和中间产品。我们用相关价格指数间接地定义生产函数，而不是明确地写出来。（注：s国单个厂商的生产函数不是F+cqs
 =ls
 [方程（3.18）]，而是F+cqs
 =α-α
 （1-α）α-1
 l1-α
 s
 [image: 382]
 。其中，ls
 代表劳动力投入，xrs
 是r国生产的每种产品的投入。右边最后一项是中间产品投入的集合，该集合具有CES函数的形式，类似于方程（3.2）给出的数量指数。）令区域r中间产品的价格为Gr
 ；然后再假设投入组合是劳动力与中间产品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间产品所占的份额为α，因此投入价格为w1
 -αr
 Gαr
 。这个投入价格既适用于生产的固定成本，也适用于边际成本；与以前一样，我们选择合适的计量单位使得边际投入需求等于价格成本加成（c=ρ），从而保证厂商根据下式来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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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s
 是区域s生产的各种产品的种类数，ps
 是离岸价，Tsr
 是运输成本。上式与第3章[参见方程（3.15）]完全一样，它意味着同一个价格指数既适用于消费者偏好，也适用于厂商的生产技术。（注：对于消费者来说，价格指数是支出函数；而对于生产者来说，价格指数是成本函数。）换句话说，对消费者和厂商而言，各种制成品的替代弹性都是相同的。这个简化的假定对我们的结果并不重要，却可以使分析变得更容易处理。（注：这种情况适合于单一制造业产业。在本书第14章中我们将讨论多产业背景下的情况，并且区分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

这种生产技术意味着厂商把各种制成品作为中间产品投入生产，所以可以因这个地区拥有大量的制成品而获益。这就创造了一种前向关联：靠近大量的中间产品可以降低价格指数，从而降低使用这些中间产品的厂商的生产成本。此外，从当地获得的产品种类越多，成本就越低，因为节约了中间产品的运输成本。

下面来讨论销售问题。每个厂商的产出都有一部分作为最终消费品进入消费者市场，一部分作为中间产品进入企业市场。这样一来，在每个地区，制成品的需求就有两个来源。定义区域r的制成品支出Er
 为：

[image: 261]


方程右边第一项是来自消费者的需求，和前面一样，μ是消费支出中工业制成品的份额，Y是收入。第二项是厂商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假设厂商零利润均衡时的销售量为q*
 ，区域r厂商的总成本就等于总产值nr
 pr
 q*
 。总成本的α部分由中间产品的支出构成，这是厂商之间后向关联的源泉。区域r的厂商数目越多，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就越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制成品的总支出也就越大。

我们现在设想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每个国家劳动力的总供给都为1。在各个国家内部，劳动力可以在农业和制造业部门之间自由流动。r国制造业部门中劳动力的份额为λr
 ，r国制造业的总产值为nr
 pr
 q*
 ，因此制造业的工资支出就是总产值的1-α：

[image: 262]


以上表达式与前面几章的类似表达式很像[比如，方程（4.9）和方程（4.10）]，但是这里的价格指数不仅取决于各地区的工资，还取决于价格指数本身，因为价格指数与边际成本以及厂商定价有关。

当厂商的定价使销售量为1/（1-α）单位时，利润为零。同前面一样，这就决定了零利润条件下的制造业工资。工资方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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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格方程一样，这两个表达式又似曾相识[比如，方程（4.11）和方程（4.12）]，当然也存在几点不同：（1）每个地区制造业的支出如今是由E1
 和E2
 决定的（而不是μY1
 和μY2
 ）；（2）我们对厂商规模1/（1-α）的选择，可以解释方程左边的分母一项；（3）方程左边的分子决定了零利润厂商的定价，如今它既取决于每个地区的工资率，又取决于价格指数。

我们已经知道，支出来自消费者（收入的μ部分）和厂商对中间产品的需求（产出的α部分）。把（13.4）式代入（13.3）式就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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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和制造业部门都能产生收入。我们把农产品看成是可自由交易的，并作为计价标准，不过现在我们要考虑一个更一般化的农业生产函数。根据生产函数A（1-λr
 ）的凹性及递增性，我们知道农业产出取决于农业部门雇用的劳动力数量1-λ。因此，每个国家的收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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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每个国家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份额λ1
 与λ2
 ，方程（13.6）～方程（13.12）描述了短期均衡的特征，并且给出了每个国家的工资水平以及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的工资差距。现在我们假设一个简单的动态调整过程：在各个国家内部，如果vr
 是正的，那么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制造业部门；反之亦然。长期均衡在两种情况下达到：要么两个国家的vr
 都等于0，要么在角点处，两个部门中的其中一个萎缩为0。因此，长期均衡时，制造业工资方程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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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如果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那么工资就会均等化；如果经济体中的农业部门萎缩为0，那么制造业部门的工资可能大于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如果制造业部门萎缩为0，那么制造业部门的工资一定小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工资。

均衡结构

为了了解模型中影响产业定位的因素，我们考虑增加国家1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数量λ1
 所产生的效应。它是加大工资差距[即w1
 -A′（1-λ1
 ），此时，会引起λ1
 的进一步增加]，还是减少工资差距呢？这里有四种因素在起作用。第一种因素是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的响应。如果农业生产函数是严格向下凹的，那么减少农业雇佣工人会提高其边际产出，因而降低了劳动力进一步流向制造业部门的动力。其次是产品市场的竞争。λ1
 的增加意味着更多种类产品的供给，因而和往常一样降低了价格指数G1
 。这使得每个厂商的需求曲线向下移动，从而降低了制造业工资[该效应是通过方程（13.8）右边的价格指数项来反映的]。

不论是农业工资的响应，还是产品市场的竞争效应，都是稳定性因素，并不促进集聚。与它们起相反作用的因素是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前向关联是在λ1
 的增加引起G1
 的下降从而降低中间产品成本的情况下发生的，它倾向于提高瞬时均衡工资（该效应体现在工资方程左边的G1
 项中）。需求联系或者后向关联是在较高的λ1
 提高国家1制造业支出[方程（13.10）中的E1
 ]的情况下得到加强的，它使得厂商的需求曲线向上移动，往往会提高制造业的工资[参见方程（13.8）]。

这些因素之间的平衡就是本章的主题，不过我们将以一个简化的形式作为出发点。首先，我们通过以下两个假定来忽略农业工资效应：（1）农业生产函数是产出的线性函数，即A（1-λr
 ）=（1-λr
 ），这就意味着，农业工资是1，从而只要经济中还存在农业劳动者，均衡的制造业工资就还是1；（2）消费支出中的制成品份额μ不大于1/2。也就是说，制成品的需求水平可以小到所有的制造业都位于一个国家，这样就可以保证，即使所有的制造业都集中在一个国家，该国还是会存在农业部门的。这两个假定共同确保两国的均衡工资都是1。制造业能够以不变工资从农业吸收劳动力，从而使要素市场的竞争效应失效。

为了弄清楚均衡结构，我们首先进行模拟分析，结果如图13—1～图13—3所示。横轴和纵轴代表每个国家制造业的劳动力份额λ1
 和λ2
 。曲线w1
 =1是λ1
 和λ2
 的组合，在这条线上，国家1的制造业工资与农业工资相等（都是1）。曲线右边的工资小于1，左边的工资大于1。前面我们曾经假定，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是随着部门间工资差异而增加或减少的，即图中的水平箭头表示λ1
 的发展变化。对国家2的w2
 =1来说也是一样，只不过垂直箭头表示λ2
 的动态变化过程。

三张图分别对应高、中、低三种贸易成本水平下的均衡结构。

当贸易成本较高时（图13—1），曲线w1
 =1相对陡峭，而w2
 =1相对平坦（考虑极端情况可以对此作出直觉上的解释：假设两个国家都自给自足，那么w1
 =1是垂直的，而w2
 =1则是水平的）。结果，当λ1
 =λ2
 =μ时，存在唯一的稳定均衡。制造业均匀分布在两个国家，这两个经济是对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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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制造业就业和工资，T=3

贸易成本较低时，曲线w1
 =1变得平坦，而w2
 =1则变得陡峭。图13—2表明在这种情况下，两曲线相交且方向与图13—1相反，此时存在三个均衡。对称均衡现在变得不稳定，而所有制造业集中在国家1或国家2却是稳定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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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制造业就业和工资，T＝1.5

贸易成本居中时，情况如图13—3所示，存在五个均衡。对称均衡以及制造业集中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均衡都是稳定的。三个稳定均衡之间还有两个不稳定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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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制造业就业和工资，T＝2.15

上面的分析在第4章中似曾相识：同那里一样，我们发现当贸易成本足够低时，制造业的地理集中成为可能；贸易成本再低一点时，地理集中就不可避免了。因此，我们的分析任务就是找到图13—2与图13—3所示的集聚均衡得以存在的支撑点，以及使对称均衡变得不稳定的突变点。

为了找到支撑点，我们首先假定制造业都集中在国家1，所以λ2
 =0。两个国家的工资都是1，我们假定的农业规模报酬不变对两个国家都适用，所以两个国家的收入也都是1。这就意味着λ1
 =2μ，即制造业工资支出λ1
 等于提供给两国消费者的制成品价值2μ。因此价格指数[见方程（13.6）和方程（13.7）]的取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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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两国的收入都是1，所以制造业的支出水平（13.10）下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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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上式小于或等于农业工资1，制造业在国家1的集中就是一个均衡，因为国家2的工人不会流向制造业部门。

令人吃惊的是，这个支撑条件的表达式和第4章是一样的，只是经济中流动要素的份额（第4章中用μ表示）如今被生产中所需的中间产品份额α所取代。T-
 α这一项代表前向关联，如果厂商在国家2建立工厂，那么它必须承担中间产品的运输成本T，占产品成本的份额为α。方括号里的这一项代表后向关联。国家1分担全世界制成品支出的（1+α）/2，权数是T1-σ
 ；该权数表示国家2的厂商向国家1供应产品时，面临的运输成本方面的劣势。国家2分担全世界制成品支出的（1-α）/2，权数是Tσ-1
 ，表示国家1向国家2的市场供应产品时，面临的运输成本方面的劣势。

我们没有必要花费时间来研究方程（13.16）中关系的形态，因为它与第4章以及图4—5所描述的内容完全相同。假如（σ-1）/σ=ρ＞α，则存在唯一的支撑值T＞1，低于这个值时，制造业在一个国家的集聚就是稳定的。不等式ρ＞α实际上就是非黑洞条件的另一种形式。

现在我们来研究对称均衡被打破时的突变点。处于对称均衡时，每个国家制造业的工资都等于农业的劳动边际产出[见方程（13.13）]，而且如果增加制造业工人的数量使得制造业的工资低于农业工资，那么这个均衡就是稳定的；反之则不稳定。因此，我们必须考察下面的导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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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本节假定农业部门的投入要素只有劳动，其规模报酬不变，因此A″等于零。为了考察dwr
 /dλr
 ，必须对方程（13.6）～方程（13.11）定义的均衡求全微分。我们已经在前几章中看到，在对称均衡点附近进行计算可以大大简化问题。首先，我们轻而易举地可以计算出内生变量的对称均衡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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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对称均衡，所以可以忽略下标。其次，我们来看在对称均衡点附近发生微小变动时的情况：dλ≡dλ1
 =-dλ2
 导致每个地区同一变量发生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变化，同样可以类推dG≡dG1
 =-dG2
 、dE≡dE1
 =-dE2
 等引起的变化。

对价格指数（13.6）式或（13.7）式全微分，我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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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资方程（13.8）或方程（13.9）全微分，并进行同样的替代，我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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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的推导过程以及Δ的表达式由本章附录1给出。

在农业收益不变的前提下，对称均衡是否稳定取决于dw/dλ的符号。方程（13.25）中的分母Δ这一项在非黑洞条件（α＜ρ）成立时是负的。因而对称均衡的稳定性取决于（13.25）式的分子，其形式与第4章对称被打破时的类似方程（4.27）如出一辙。和第4章一样，我们可以利用Z的定义把对称被打破的点清楚地表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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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支撑条件与突变条件，我们现在对均衡结构有了一定的了解。运输成本较高时，每个国家必须发展制造业以满足当地需求，因而对称均衡是唯一的。当运输成本较低时，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起主导作用，所以制造业集聚在一个国家。运输成本处于某一中间范围时（位于支撑值与突变值之间），此时有三个稳定均衡。我们可以借用第4章（见图4—4）的叉形图来进行分析，只不过要做一个小小的改变，即纵轴现在表示的是每个国家制造业雇佣工人的份额（λ1
 或λ2
 ）。

集聚与国际不平等

在上一节，我们通过两个假设（A′=1和μ＜1/2）来保证国家之间的工资水平相同，即使当只有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对劳动力有需求而另外一个国家没有需求时，也是如此。不过，在更一般的情况下，人们可能认为制造业雇佣工人的增加会使工资率提高。这对我们的分析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分两个阶段来解决这个问题：（1）我们仍然沿用前面的假设，保证农业的劳动边际产出不变，但是令μ＞1/2；（2）我们假设农业的劳动边际产出随着劳动力的减少而稳步上升。

如果制造业产品支出超过收入的一半，那么当两个国家的工资相等时，所有的制造业就不可能只集中在其中的一个国家。如果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得制造业集中起来，那么最初制造业集中的那个国家的工资就会上升。由于存在工资差异，某些制造业活动可能会继续在另外一个国家进行。

为了更系统地分析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考虑一下对称均衡及均衡被打破的点。分析过程与上一节完全相同。我们继续假定A′（1-λr
 ）=1和A″（1-λr
 ）=0，因此在对称均衡点附近工资等于1，而且前面的分析方法同样适用。方程（13.26）给出了均衡被打破的点。

现在考虑国家1制造业集中的稳定性。这里我们对“集中”（concentration）一词的理解要非常谨慎。两个国家都可实行专业化，国家1从事制造业，国家2从事农业。然而，对于较大的μ来说，在更常见的情景中，虽然一个国家专业化生产制成品，但在另外一个国家也可以存在较小规模（较低工资）的制造业部门。现在我们只考虑由方程（13.6）～方程（13.11）决定的对称均衡这种情况；只不过我们在这里放松了假设，令λ1
 =1和λ2
 ＜1[根据方程（13.13）可知w2
 =1]。当国家1的工资小于1时，这种情况就不是一个均衡，所以劳动力将流向农业部门。也就是说，在支撑点上，如果给定λ1
 =1和w2
 =1，我们就有w1
 =1，所以在这个点之外，国家1不再专门从事制造业。这个支撑点没有简单的解析表达式，因此我们通过数值示例来说明均衡结构。（注：在该点上，制造业的供给等于需求意味着λ2
 =2μ-1。从均衡条件（13.6）式～（13.11）式可推导出支撑值T。）

图13—4描绘了λ1
 与λ2
 的均衡值，这里我们把λ1
 与λ2
 看成是贸易成本水平的函数。实线表示稳定均衡，虚线表示不稳定均衡。当T较大时，对称均衡唯一且稳定。当T降到T（S）水平以下时，专业化从事制造业生产的国家（假设是国家1）还是维持现状，继续从事制造业生产。当降到T（B）时，对称均衡开始变得不稳定。支撑点和突变点的布局是我们根据定性分析得出的，结果与本章“均衡结构”一节中一样。但是制造业在消费支出中的份额较高时，这就意味着虽然国家1专门从事制造业生产，国家2仍然可以生产某些制成品，该结论由图中λ2
 大于零的水平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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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 叉形图

图13—5给出了与图13—4相对应的稳定均衡情况下的实际工资：ω1
 =w1
 G（μ-1）1
 和ω2
 =w2
 G（μ-1）2
 。我们发现，制造业在国家1的集聚导致其实际工资向上不连续地跳跃，国家2则刚好相反。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有两个：（1）制造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提高了用农产品来衡量的国家1的实际工资；（2）拥有制造业的国家由于不用支付进口制成品的运输成本，因而生活费用指数较低。这种效应增加了国家1的收益，还降低了国家2的实际工资。两个国家之间工资差距的规模在贸易成本的某个区间内可能会继续扩大，不过，它最终会随着运输成本而下降。在极端情况下，当所有成本接近零时，要素价格达到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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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5 实际工资

如图13—4与图13—5所示的均衡结构使我们想起了在另外一个地方（Krugman and Venables，1995）提到的一个故事，我们称之为“世界的历史第一篇”。在这个故事里，我们把国家1称作北部，把国家2称作南部，并且想象运输成本在长期中不断降低的情景（起初是小吨位轻快帆船，然后是汽船和铁路，再后来是空运……）。最初，两个国家的情况完全相同，接着一个非均衡的发展过程导致劳动力在国际间自然而然的重新分配。北部立刻从中获益，而南部由于限制工业化，一开始就遭受损失。世界经济必然发展成为中心—外围结构：制造业集中在北部；南部因缺少足够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而工资过低，不足以吸引制造业。不过，运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最终会使世界进入全球化阶段。随着运输成本的降低，接近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好处在不断减少，因此南部和北部之间可以维持的工资差距缩小了；当完全不存在贸易成本时，要素价格达到了均等化。在整个全球化阶段，北部的实际收入和相对收入可能都降低了，如图13—5所示。

图13—4与图13—5中根据定性分析得出的对称均衡结构很常见。北部实际收入的不连续增长以及南部实际收入的不连续下降也很常见，其中后者是在专业化发生的那一点开始的。图13—6与图13—7定性地说明了实际收入与参数之间的相关性。在图13—6中，关联强度得到了加强：参数α（代表投入生产的中间产品的份额）从0.4增加到0.5，不仅扩大了引起集聚的运输成本范围，而且增加了绝对工资差距。在这里，它说明的

是λ2
 =0时运输成本的变动范围。图中ω1
 曲线的平坦部分即可说明这一点：没有进口竞争时，运输成本的下降并不会改变国家1的实际收入。在图13—7中，α恢复到先前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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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6 当α较大时的实际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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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7 μ较大时的实际工资

消费支出中制成品的份额μ则从0.55增加到了0.70。这使得国家2能够容纳更多的制造业，同时意味着国家1在全球化阶段的实际工资并不会下降。随着运输成本的减少，实际工资会稳步上升，因为国家1消费的制成品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进口的，这样它就可以从运输成本的下降中获益。

农业收益递减

现在我们进一步研究更一般的情况，假设农业工资是农业雇用工人的减函数，也就是说，生产函数A（1-λr
 ）是严格向下凹的。这就意味着制造业劳动力供给曲线总是向上倾斜的。制造业工人数目的增大可能会提高制造业工资，但是同时也提高了农业工人的工资，因此，均衡的稳定性就取决于这两者之间的相对变化。

在本章均衡结构一节中我们已做过类似的工作，这里进行的分析更具一般性。均衡的稳定性取决于由下式决定的dv1
 /dλ1
 （=dv2
 /dλ2
 ）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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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就是方程（13.17），在本章“均衡结构”一节中，农业技术的假设使得第二项为零。如今它严格为负。这对我们的分析结果有何影响呢？

首先要特别注意的是，当运输成本非常低时对称均衡如今一定是稳定的。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当T→1时，dw1
 /dλ1
 →0[从方程（13.25）以及Z→0可知]，而A″仍然是负的。一个简单的说明就可以证明我们的直觉并且得出一个更强的结论。运输成本变得非常小时，地方厂商从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中获得的收益趋近于零，所以随着T→1，两国的制造业工资趋向均等化。但是，对于一个严格凹的农业生产函数来说，只有在两国的农业工人数目相等即λ1
 =λ2
 时，农业工资才会相同。因此，随着T→1，分散活动的均衡不仅稳定而且唯一。

这就说明，随着T的降低，我们可能会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当T非常高时，经济活动是分散的，对称均衡稳定且唯一。当T居中时，集聚开始攻城略地，对称均衡变得不稳定。但是当T足够低时，对称均衡又一次变得稳定起来。我们可以通过模拟的方法来验证这种模式。假设农业生产函数采取以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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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η表示农业中劳动力的份额，K是一个常数，我们选择的K使得对称均衡的农业工资是1（可以把K看成是农业部门特定要素，比如，土地的存量）。

可以用下面的叉形图（图13—8）来表示模拟产出，该图把两国制造业工人的份额看成是贸易成本的函数。图13—9描述了相应的实际工资，说明制造业份额较大的国家是如何拥有较高的制造业工资以及较低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从而形成图中的实际工资轨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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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8 农业收益递减时的分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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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9 农业收益递减时的实际工资

本章附录1对这两种叉形图做了分析。我们发现，突变点（即对称均衡从稳定变为不稳定的那一点）方程是T的二次函数。如果A″的绝对值不是太大，方程就有两个正实根。A″的绝对值越大，集聚活动发生的范围就越小；如果该值足够大，那么在任何贸易成本下，对称均衡都是稳定的。（注：当|A″|足够大时，方程有虚根。当μ值较小时，图中的曲线分开，此时可能存在一个区间使λ2
 =0。）

这两个不同突变点的存在证实了我们的猜测：随着T的不断下降，均衡要经历三个阶段。我们认为，运输成本对产业区位的非单调影响实际上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这和我们在本书第6章中的研究结果类似，在那一章，农业贸易成本是不利于集聚的因素。当贸易成本较高时，决定区位的主导因素是接近最终消费需求，高贸易成本阻碍了制造业的地理集中。当贸易成本较低时，决定区位的主导因素是工资成本，而制造业分散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当贸易成本中等时，导致集聚的关联效应的力量相对于其他力量是最强大的。因此我们通常认为，贸易成本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呈倒U形。

图13—8与图13—9也独树一帜，其分岔是平滑的叉形分歧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见的战斧形变种。这对我们主要的定性结论（存在一系列值，使制造业集聚得以发生）并没有什么影响，其原因是我们在方程（13.28）中对农业的建模方法。显然，在等弹性生产函数的前提下，这两个区域总是存在一些农业，因为农业边际产出会随着农业雇佣工人趋近于零而不

受限制地上升。结果是，在方程（13.28）给定的特定农业生产函数形式下，农业边际产出的弯曲部分使得分岔呈草叉状。（注：回忆一下本书第2章的附录：分歧点的特征取决于将λ所处的水平与其变化率联系在一起的图形的弯曲部分。在临界点上，我们有[image: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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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表达式为正，则结论相反。结果表明d3
 w1
 /dλ3
 1
 是负的。如果农业生产函数的四阶导数是正数且大于d3
 w1
 /dλ3
 1
 的绝对值，那么函数由凸变凹，就会出现叉形图。反过来，一个正的四阶导数恰好为我们在例子中所使用的农业生产函数提供了等弹性形式。）

结论

在一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里（我们把这些国家看成是可贸易的地理单元，但劳动力在各国之间是不可流动的），人口意义上的集聚不会发生。然而，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效应会导致产业集聚的过程，这种集聚在概念上与我们在区域分析和城市分析中所讲的集聚类似。而且国际经济中的生产地理结构与在国家内部一样，在参数尤其是运输成本改变时可发生质变。

至此，我们已经表明可以把前面用来分析城市和区域的工具运用到世界贸易的分析中，而且这种分析模式也几乎和我们前面所做的一模一样。不过，还是有两点重要的差别：（1）第Ⅱ篇和第Ⅲ篇中的关联效应导致了人口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而我们现在不仅看到了制造业非均衡分布的可能性，而且也看到了随之出现的工资率和生活水平不平等的可能性，我们并不是说这个故事就是对世界各国贫富分化的主要或者唯一的解释，但它确实提供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启示，即不均衡发展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个现象；（2）更有趣的是，同样的分析隐含着近年来发达国家与（某些）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可以部分地归因于这种一体化趋势的持续。随着运输成本的不断降低，开始出现国际不平等，随后这种不平等又会消失。

显然，所有这些分析还仅仅是一种猜测，这种猜测是建立在一个引人入胜但尚未经过检验的模型基础上的。甚至在同一个地理框架下，从产业扩张到新兴经济还会有其他的可能性；而这正是第14章的主题。

附录1：对称均衡瓦解

在本附录中，我们推导出了模型中的对称突变点。为了找到这个突变点，我们必须在对称均衡附近求全微分并且计算出dv/dλ。从前面我们可知方程（13.21）、方程（13.22）以及方程（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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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的Z∈[0，1]，如果满足非黑洞条件（α＜ρ），那么行列式Δ就是负的。

稳定的必要条件是给定dλ，比较制造业工资的变化率和农业工资的变化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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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A″=0，那么dv/dλ=0的条件就得自（13A.2）式，它给出了突变点唯一的Z值和T值[比较（13A.2）式和（4A.5）式]。

如果A″＜0，那么在Z=0和Z=1时，dv/dλ＜0。dv/dλ是Z的二次函数，当A″足够小时，它有两个正实根。

附录2:模拟参数

图13—1～图13—3：σ=5，α=0.5，μ=0.4，分别对应T=3，T=1.5以及T=2.15。

图13—4～图13—5：σ=5，α=0.4，μ=0.55。

图13—6：σ=5，α=0.5，μ=0.55。

图13—7：σ=5，α=0.4，μ=0.7。

图13—8～图13—9：σ=5，α=0.4，μ=0.55，η=0.95。



注释


[1]
 这个公式是埃西亚（Ethier，1982）利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模型（1977）推导出来的，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新增长理论中。


第14章 经济发展与产业扩散

“贸易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是贸易理论中的一个标准观点。事实上，要素价格（尤其是工资）远未实现均等化，因此熟悉上述论断的任何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他必须设法对此作出解释。为了弄清真相，我们需要了解在同一市场中不同国家的工资差别为何会达到5倍、10倍甚至20倍。而另一方面，在最近的25年里，世界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各国的工资差距一直在缩小，至少低工资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情况是这样。举例来说，中国台湾1975年的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6%，到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34%；同期韩国的工资水平分别为美国的6%和43%。那么，这种国际不平等的根源在哪里？有些国家为何能够迅速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呢？

在本书第13章中，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答案。这就是在“世界的历史，第一篇”中所提到的：在一个关联效应可以产生外部经济的模型中，随着实际运输成本的长期下降，世界将首先分化为富裕的中心和贫穷的外围两部分，这种分化结构最终又会土崩瓦解。在本章中，我们将讲述一个与之紧密相关却又别具一格的新故事，其中，国际经济不平等的根源是一样的，但是制成品需求的长期上升会带来改变。简言之，新故事是这样的：我们想象在世界经济中，其中一个地区最初已经取得了自我强化的制造业优势，而这一优势使该地区的工资水平高于其他地区。然而，世界对制成品的需求在不断上升，这就提高了制造业地区的活动水平，从而强化了集聚，也抬高了工资。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推进，地区间的工资差距可能会大到无以为继。这时候，单个厂商在另一个地区建立制造业就会有利可图，这个地区又会开始发展自身的累积循环优势，从而导致工资的大幅增长。一段时间之后，第三个地区也会经历同样的过程，依此类推。这个故事不仅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可能的解释，还为以下问题的解释提供了线索：在任何特定时期，只有部分发展中国家发展迅速，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发展滞后。

把劳动密集度和投入产出结构等方面有差异的多种产业引入模型，我们的研究就可以更深入、更细致。有鉴于此，我们观察了一个典型的发展生命周期的产生；在此周期中，率先工业化的国家在最终形成成熟的产业结构前，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与其他部门关联弱的产业。而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特殊的工业化模式，它使人们联想到日本曾经经历过的、中国和其他一些低工资的制成品出口国正在经历的工业化进程：在产业结构完全成熟之前，这些国家在一段时期不仅要为国内，也要为全球市场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关联弱的产品。

增长与持续的工资差异

首先，我们给出一个模型，它与第13章中所介绍的模型尽可能相近。和以往一样，我们假定一个两部门的经济，由于中间产品的存在，制造业内部产生了前向和后向关联。但是，我们现在要引入一个增长过程，以此作为经济变化背后的推动力。由于我们关心的是增长的空间含义，而不是增长的源泉，所以我们将增长过程看成是外生的。也就是说，我们只是假定技术进步会稳定地增加所有初级生产要素。把上述因素引入模型，我们可以用效率单位来衡量初级生产要素的效率，并把该效率水平记为L。这样，Lλr
 和（1-λr
 ）L就分别是r国制造业和农业所用劳动的效率单位数量，wr
 现在则表示每效率单位的劳动的工资。

我们还修改了消费者需求公式。我们的模型要求制成品需求上升的速度要快于现有工业化国家的供给潜力。但是，L的上升会同时增加供给和需求。为了把某些影响排除在增长之外，我们用公式来替代农产品和制成品之间的柯布—道格拉斯消费偏好，其中，制成品在支出中所占份额随收入的增加不断上升。线性支出系统是胜任这个任务的最简洁的表述，在该系统中，假定消费者为维持生存有一个最低的食品消费水平[image: 288]
 。于是，如果一个消费者的收入为Y（根据农产品来衡量），那么在个人收入中低于[image: 288]
 的部分就都用于消费农产品。对于收入中高于[image: 288]
 的部分，我们假定μ用于购买制成品，1-μ用于购买农产品。（注：由于偏好不再类似，所以为了构建总需求函数，我们需要假设经济体中的所有家庭的收入都相同。这就意味着地租是平均分布的。）这一假定带来的结果就是，随着L不断上升，家庭收入也不断增加（每个家庭初级生产要素的效率单位都更高），用于制成品消费的支出份额也因此增加。在我们的分析中，相对于农产品需求而言，制成品需求的膨胀是一种推动力。

我们把这些假定加入到第13章的模型中，从而对相应的方程做了如下改写。对于任意多个国家来说，价格指数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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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的第一项是制造业的就业收入，第二项是农业产值。两个部门中所有主要要素（土地和劳动）的技术进步率都相同，因此L在（14.4）的两项中均为乘数因子，并且农业部门中每效率单位劳动的工资为A′（1-λr
 ）。与第13章“农业收益递减”一节一样，我们在本章中始终假定A（1-λr
 ）是严格向下凹的，那么所有的国家就总是拥有农业部门。在那些同时拥有制造业部门的经济体中，两个部门的每效率单位劳动的工资相同，因此：

以制造业集中于其中一部分国家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我们希望找出制造业从现有的工业中心向其他国家扩散的那一点。当然，我们可以通过找到支撑点来达到这一目的。假定只存在两个国家，制造业集中在国家1，那么λ1
 ＞0且λ2
 =0。在此专业化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14.1）式和（14.2）式推导出两个国家制造业的相对工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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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然，该条件和我们在其他章节推导出的支撑条件相似，只是上式右边包括了内生变量。我们可以用直截了当的方法推导出这些变量的均衡值。由于国家1的生产满足制成品的总需求，因此国家1的工资满足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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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有了估算支撑条件（14.7）式需要的所有信息，我们就能从（14.9）式解出各国的支出水平。

图14—1中的曲线SS是支撑曲线。该图的轴表示参数T和L，曲线是集中均衡[方程（14.9）～方程（14.11）给出了制造业的工资、就业水平及支出]满足支撑条件（14.7）式中的等号时参数的轨迹。在曲线以下，制造业集中在国家1是可以维持的；反之则无法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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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突变点和支撑点

和通常一样，支撑曲线向上隆起的形状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当贸易成本很高或很低时，集聚相对来说难以维持。这一论断和我们第13章“集聚与国际不平等”一节与第13章“农业收益递减”一节中的发现完全一致。通过观察支撑曲线方程（14.7），我们可以了解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所扮演的角色。（注：由于w1
 、λ1
 、E1
 和E2
 都不依赖于T[参见方程（14.9）～方程（14.11）]，所以很容易了解T是如何进入支撑条件的。）前向关联体现在T-
 ασ这一项上，表示国家2的厂商为中间产品支付的价格是国家1的厂商的T倍，而T越高，前者的劣势就越大。方括号中的项体现了后向关联效应。提高T值，就会使国家2市场的支出向当地厂商转移，对国家1的市场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

然而，本章着重讨论的并非贸易成本的变化，而是效率参数L的变化。图14—1表明，随着L不断增大，国家1的制造业集聚最终会难以为继。因为当[image: 288]
 ＞0时，提高L会使w1
 和λ1
 同时增加，这一点可以通过对方程（14.10）和方程（14.11）全微分得到证实。原因在于，收入增加导致对制成品的需求相对于农产品上升，而且，这一制造业的增长集中在国家1。这对支撑条件又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它提高了国家1的工资，国家2对制造业就更有吸引力；另一方面，恰恰由于国家1生产更多的制成品并支付更高的工资，因此，该国在全世界制造业支出中的份额上升，从而增强了后向关联，并巩固了现有的集聚。就支撑方程而言，E1
 /（E1
 +E2
 ）上升，国家2的相应份额会下降，又因为Tσ-1
 ＞T1-σ
 ，因此方括号中那一项的值下降。

由此看来，支撑条件的净效应取决于相对工资的变化和不断增强的后向关联之间的合力。在图14—1中，前者占主导地位，使得经济穿越SS曲线。然而，情况未必总是如此。举例来说，如果消费中制成品所占的份额μ非常低，那么当L→∞时，λ1
 和w1
 的极值相对就小了，因此永远无法达到支撑点（从图14—1来看，曲线SS中总有两段是垂直的，因此对于所有的L，必存在一定范围的T，使得横轴位于曲线SS之下）。一般来说，曲线SS的位置越高（因此集聚维持的时间就越长），制成品的份额μ就越小，投入产出关联α也就越大。较高的α值表明，要补偿制造业由现有中心向外转移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关联效应，需要更大的工资差距。

经济穿越曲线SS会怎样呢？这取决于分岔是战斧形还是草叉状。在前一种情况下，存在一个不连续点，各经济越过该点完全趋同，即λ1
 =λ2
 。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如图中区域Ⅱ所示，λ1
 和λ2
 随L连续变化，这样我们就进入一个λ1
 ＞λ2
 ＞0的区域。向上移动越过该区域，则会导致λ1
 上升，我们最终会在一点完全汇合，即λ1
 =λ2
 ＞0。这些点的轨迹就组成了曲线BB，当分岔为草叉状时，曲线BB上的点都是对称均衡被打破的点[与前面各章的分析不同，现在我们是从相反的方向穿过该点，所以可将其理解为对称均衡恢复点（restoration）]。

现在，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来看随着技术效率要素L的不断增加，经济将会沿着怎样的道路发展。如图14—2所示，令T=1.3，随着L不断增加，我们可以通过描绘相对实际工资（各国实际工资与两国平均实际工资的比值）的变化来作出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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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2 相对实际工资，两国模型

在阶段Ⅰ，当L处于横轴上的区间Ⅰ范围内时，制造业集中在国家1，且该地区的工资高于国家2的水平（不论是从实际工资还是从农业产出来看，都是如此）。L的增长提高了制成品的需求，从而对国家1的制造业集聚形成了压力，导致该国农业部门的萎缩和工资的上涨。因此，在此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国之间经济结构和收入水平的背离现象。

国家2的工业化发生在阶段Ⅱ。当两国的工资差距大到足以抵消国家1的厂商与当地其他厂商之间的关联优势时，一些厂商迁出国家1就有利可图，而国家2就会开始其工业化进程。在阶段Ⅱ内不断增大L，会导致国家间工资差距加速缩小。当然，原因就在于工业在国家2的扩散催生了自身的关联，从而使国家2能够以加速度达到与国家1同等的水平。在此过程中，国家1的工业份额下降，而工人的人均实际工资既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具体取决于其他的就业机会（此处用农业生产函数的方式来代表）、潜在的技术变化率以及价格指数的变化，后者是由价格较为低廉的进口制成品的可得性引致的。

最后，如果L进一步增加，我们就进入阶段Ⅲ。这是一个成熟的阶段，各经济在该阶段中完全趋同。

多个产业与多个国家

我们现在来研究多个国家和多个产业的情况。有了多个国家，我们就可以考虑工业从一个国家扩散到另一个国家的地理模式。如果开始时工业集中在一个国家，那么它是向其他所有国家均衡扩散，还是首先扩散到一个国家，然后再扩散到另一个国家，依此类推？

有了多个产业，我们就可以致力于研究一些与工业化进程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和贸易模式相关的问题。由于关联强度上的差别，不同产业和现有集聚地之间关系的亲疏程度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如何判断哪些产业会首先迁出业已存在的集聚地呢？据此，我们又能否确定在工业化进程中，以及工业活动不断向新兴的工业经济转移的成熟阶段，一国的产业结构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变化？不同的产业会为其他产业创造不同的关联效应，那么在经历工业化进程的经济中，首先开始重新选址的产业对于工业化的速度和特征有怎样的影响？

我们曾经对一个包括5个国家和7种产业的模型进行了模拟分析，试图就上述问题的回答给出一些启示。其结构与上一节中的完全相同，并且我们还在本章附录1中把它推广到多个产业。假定这些国家在偏好、技术和禀赋方面的基本结构完全相同，开始时所有工业都集中在一个国家，我们称其为国家1。然后，我们追踪了产业向其他国家扩散的过程。7种产业具有不同的特征，因此它们可能在收益递增水平、运输成本、产出的需求来源和投入构成等方面有所差别。为了把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分离出来，我们着重分析了产业投入产出系数差异的影响，通过跟踪一系列假设的投入产出矩阵下的工业化进程，我们还把研究向前推进了。

劳动密集度差别

最简单的情况是，除了劳动密集度以外，各产业在所有的关键方面都毫无二致，我们就从这里着手研究。（注：为了使不同产业间劳动投入份额的改变与产业部门间相应的投入产出系数相一致，我们允许工业以农产品为投入品。这样一来，劳动投入份额较低的产业对应的农产品投入份额就会较高。由于所有国家的农产品价格都相同，这使得我们可以用尽量纯粹的形式进行该实验。）产业1的劳动密集度最高，而产业7的劳动密集度最低。图14—3和图14—4展示了该条件下其中3个产业的经济演进情况。（注：我们将L提高到一定水平，使得只有三个经济体得以工业化，从而着重研究五个经济体中的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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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3 相对实际工资的多国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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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4 产业份额：最上方的矩形对应劳动密集度最高的产业

由于存在多个国家，所以我们提出第一个问题：工业是向别国同时扩散的，还是依次扩散的？我们可以用如图14—3所示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把每效率单位劳动的相对实际工资看成是效率水平L的函数（注：在图14—3中，我们令工资为度量单位1。由于可以享受产品种类增加带来的好处，实际工资因此有上涨的趋势，且国家间的差别更大了。国家间的实际工资差别更大的原因是价格指数存在国际差异。），在横轴上标出主要的发展阶段，我们就可以了解其演变过程了。在阶段Ⅰ中，所有工业都位于国家1，并且国家1、国家2和国家3之间存在工资差距。L上升会导致工资差距扩大，直至差距大到使得一些产业的重新选址有利可图为止，阶段Ⅱ由此开始。在阶段Ⅱ中，国家2开始进行工业化，同时我们可以观察到国家1和国家2之间的工资差距加速缩小，最终两国的工资相同。

在此阶段中，国家3的工资相对于国家2工资的变化可以回答我们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工业是同时向所有国家扩散的还是依次向单个国家扩散的。在阶段Ⅱ刚开始时，国家2和国家3都着手进行工业化，所以曲线ω2
 /ω和ω3
 /ω在很短的区间内是彼此重合的。然而，随着国家2和国家3的国内关联效应不断增强，两国产业结构相同的均衡就不再稳定了。如果某国领先一点点，那么它的领先优势就会扩大；而另一国则会落在后面，这正是我们亲眼目睹的现象。虽然在现有的框架下，我们还无法确定哪国领先哪国落后（我们只是简单地将其分别记为2和3），但是如果在关键时刻使一国略胜一筹，那么国家之间即使是非常微小的差异也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阶段Ⅱ结束时，国家2已经完全赶上了国家1。这两个国家与国家3之间存在工资差距，并且这个差距开始扩大。在此阶段中（记为阶段Ⅲ），国家1和国家2的制造业就业不断增加，从而造成工资差距的扩大。在某点上，工资差距大到无法维持下去时，国家3的工业化进程由此开始（阶段Ⅳ），国家3的工资开始以加速度（最终会中断）赶上国家1和国家2。

从图14—3中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国家间的工业化进程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沿着一系列波状的轨迹向前推进。当一国建立的工业规模达到临界点时，各个国家都依次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进程。然而，工业化的成功会导致工资上涨（我们假定制成品需求不断上升），从而最终为工业向另一国的扩散铺平了道路。

图14—4给出了与该工业化进程相关的一些细节。共有7个产业，而图14—4中的三个矩形则分别描述了产业1、产业4和产业7（劳动密集度处于最高、平均和最低水平的产业）的情况。横轴依然表示技术效率水平L，而纵轴则表示各国在工业总产出中的份额[因此，每个矩形中的三条线si
 （i=1，2，3）相加起来总和为1，也就是矩形的高]。该图中需要注意两点：首先，劳动密集度最高的产业最先离开国家1到国家2和国家3扎根，由于高工资导致了产业重新选址，所以这并不出乎意料；（注：请注意，在阶段Ⅱ的初期，产业1开始在国家3发展，然而由于两国同时发展并不稳定，所以它就落后了。）其次，后转移的产业（即劳动密集度较低的产业）比先转移的产业能够更迅速地进入别国，这一过程也可能是不连续的。这是因为先转移的产业形成了前向和后向关联，从而便于其他产业厂商的进入。这就解释了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现象。

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

现在我们来看投入产出矩阵的产业间结构是如何决定工业的扩散过程的。各产业的投入产出系数间可能存在差别，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分以下这几种情况来考察：

销售导向第一种可能情况是假定所有产业的成本结构相同，但销售导向不同，即产品面向厂商或是最终消费者的程度各异。因而，就投入产出矩阵中的产业间交易部分而言，所有列的系数都相同，但各行的系数却不同。由于各产业都使用相同的投入品，所以它们创造（creat）相同的后向关联（同时也享受相同的前向关联）。然而，如果一个产业的行系数较小，那么它享受（receives）的后向关联也较弱（创造的前向关联同样也较弱）。这是由于该产业产出的大部分都被用于最终消费而非中间产品的缘故。（注：我们增减产业的规模，使得它们在初始均衡时的规模相同。而需求参数μi
 则有所区别，从而抵消了产业间中间需求的差别所造成的影响。）

这种情况下的发展模式是：消费导向的产业首先从已建立的集聚地迁出。由于对这些产业产出的需求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最终消费而非其他厂商，所以需求集中在国家1的程度较低，这使得消费导向的产业最先迁出国家1。从性质上来说，总体发展模式与不同条件下的劳动密集度类似。即工业首先向国家2扩散，在达到与国家1完全相同的水平后再向国家3扩散，依此类推。

投入导向如果各产业的产出面向工业及最终消费者的销售模式相同，但是中间投入的需求不同，那么情况又如何呢？从投入产出矩阵来看，如今行系数相同，列系数却不同。对于列系数较小的产业来说，来自其他不完全竞争产业的投入就较少，它们所享受的前向关联以及自身创造的后向关联也较弱。（注：所有产业都有相同的劳动投入系数。同样，农产品被作为一种投入品以保证各产业的投入份额总和为1。）因此毫不令人惊讶，这些对中间投入需求低的产业首先迁离，因为它们对其他厂商供给的依赖程度较低，它们的选址决策对工资差异也更加敏感。

上游/下游

在以上的例子中，各产业要么前向关联（各行之间）不同，要么后向关联（各列之间）各异。如果各产业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都不同，情况又怎样？我们来研究两种可能的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每个产业所创造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之间完全负相关。因此存在一个明确无误的“最上游的”（most upstream）产业，该产业创造出强大的前向关联（它的销售是工业导向型的，所以行系数最大）和微弱的后向关联（列系数最小）。相反地，也存在一个“最下游的”（most downstream）产业，它的前向关联微弱，而后向关联强大。（注：实际的投入产出矩阵和具体的构建过程见本章附录2。）

图14—5演示了产业结构的变革，其中，最上方的矩形表示最上游的产业，而最下方的矩形则表示最下游的产业。该图有两个显著特征：首先，最上游的产业最先迁出；其次，每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一旦步入正轨，发展都会非常迅速。以上两个现象都是由同样的基本原因造成的。在该模型中，前向关联强于后向关联。上游产业很少使用制成品作为中间产品，因此所享受的前向关联较弱。这就意味着上游产业会最先与现有的集聚地分道扬镳。然而，上游产业创造的前向关联也最强，从而吸引其他产业的厂商进入。这有助于形成我们在图14—5中所看到的快速过渡。

关联强度

在相反的情况中（上一节开头提到的两种情况中的第二种），每个产业所创造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之间完全正相关。现在，我们可以将产业按照关联强度（两个方向都包括）从最弱到最强进行排序，结果如图14—6所示。关联最弱的产业最先迁出，关联最强的则最后迁出，这个迁移顺序并不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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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5 产业份额：最上方的矩形对应最上游的产业

[image: 297]


图14—6 产业份额：最上方的矩形对应关联最弱的产业

如果迁往一个新国家的第一个产业享受到的关联较少，创造出的关联也不多，那么与前一种情况相比，该情况中的发展进程就比较缓慢。在这种情况中，我们还发现产业结构存在“超调”（overshooting）现象，新兴工业化国家（先是国家2，后是国家3）在关联微弱的部门中占据了世界最大的产出份额。虽然所有的完全工业化国家都具有相同的产业结构（因此这些国家之间的唯一贸易是产业内贸易），但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形成成熟的贸易模式以前，要经历从农产品的净出口国到关联较弱的制成品净出口国的过渡阶段。

在阶段Ⅱ中，国家3的命运也是引人注目的。尽管在上游/下游的情况中，国家3在整个阶段Ⅱ中产业得不到发展。在此情形下，国家3关联最弱的产业（产业1）的发展与国家2在阶段Ⅱ的大部分时间都类似。对于产业1来说，国家3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比该产业与其他产业缺乏关联（微弱）要更有价值。

结论

在本章中，我们对基本模型稍做修改，讲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世界经济的工业化是通过一系列戏剧性发展的迸发冲刺实现的，其中有些国家的产量和工资一直大幅上升，而其他国家只能袖手旁观。在世界经济中，经济增长的形式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整齐划一的；相反，有些是富国，有些是穷国。发展就是各国依次相当快速地实现从穷国俱乐部到富国俱乐部的跳跃。

当我们考虑特征各异的多个产业时，我们也能就发展的自然生命周期讲一个发人深省的甚至是激动人心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各国发展的典型模式都是先生产某些产品，然后再把这些产业让渡给紧随其后的国家而向“高级产业”（upscale）转移。

和本书第13章一样，我们有必要谨慎对待一些问题。实际上，我们并不相信这个模型体现了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所有甚至大部分的驱动力。然而，该模型确实说明，采用地理方法可以从非常简单的基本假设中导出一些非常复杂却富有启示的行为模式。

附录1：多国多产业模型

为了推导出完整的多国多产业模型，我们可以采取和本书第3章中同样的方法，即首先着重研究厂商的数量及单一种类产品的价格，然后再转而研究就业水平和工资。R表示国家的数目，下标指的是国家。H表示产业的数量，用上标来区分特定产业变量。

首先，我们给出价格指数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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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程（14A.2）中，等号的右边是劳动和中间产品的柯布—道格拉斯成本函数，其中，αi
 是劳动份额，αji
 是产业i承担的由产业j的中间产品投入所造成的单位成本。∑j
 αji
 -αi
 ≤1，且如果该式为严格不等式，那么一部分农产品就被用作中间产品，因此，投入份额的总和为单位1。与以前一样，我们选择产出的计量单位，使得产品加价与成本参数相互抵消。

s国对于r国产业i1单位产出的需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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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用于各产业产品的支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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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方程（14A.5）变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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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定产业间劳动分配的条件下，以上三个方程加上收入方程（14A.7）决定了价格指数、工资、支出以及收入的均衡值。从长期来看，该模型会调整到使不同部门间的工资水平均等。

附录2：模拟参数

全部模拟都采用本章中的方程以及本书第13章中的等弹性农业生产函数方程。参数值为：

图14—1：σ=5，α=0.4，μ=0.9，η=0.95，[image: 288]
 =0.67。

图14—2：σ=5，α=0.4，μ=0.9，η=0.95，[image: 288]
 =0.67，T=1.3和1.5。

图14—3~图14—6：σ=5，η=0.94，[image: 288]
 =0.7，T=1.2。

图14—3和图14—4：

需求份额：μi
 =0.086，i=1，…，7。

劳动份额：αi
 =0.67，0.61，0.56，0.51，0.45，0.4，0.34。

制造业的中间产品份额：αi
 j=0.0471；i=1，…，7；j=1，…，7。

图14—5：

需求份额：μi
 =0.083，0.088，0.094，0.10，0.105，0.111，0.116。

劳动份额：αi
 =0.5；i=1，…，7。

制造业的中间产品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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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矩阵的构建中，我们以产业1为上游产业：它的列系数是产业7的列系数的一半，并且它的行系数是产业7的行系数的两倍。

图14—6：

需求份额：μi
 =0.117，0.112，0.106，0.101，0.095，0.090，0.084。

劳动份额：αi
 =0.5；i=1，…，7。

制造业的中间产品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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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矩阵中，产业1的关联较弱，它的行系数与列系数均为产业7的一半。



注释


[1]
 该式应为：[image: 385]
 ，疑为原书印刷错误，特此改正。——译者注


[2]
 该式应为[image: 386]
 。——译者注


第15章 产业集群

尽管诸如世界分化为高工资国家和低工资国家这样一些重大问题既令人着迷，又是我们建模方法的试验场，但是，许多重要的与经济地理有关的政策问题却不那么引人注目。很少有人会想到欧洲市场更加紧密的一体化很可能会限制欧洲大陆的外围或中心的工业化。另一方面，还存在一个实际问题，即降低贸易成本如何影响各个产业的选址。举例来说，欧洲很多产业，从汽车产业到金融服务业，现在还保持有数个明显的国家级生产中心；相反，美国则仅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区域。随着欧洲市场越来越趋于一体化，其产业的多中心地理模式会瓦解而让位于美国式的集中模式吗？高新技术产业会集中于某个欧洲的“硅谷”吗？金融服务部门是继续保持目前的多中心城市的结构，还是会集中于伦敦（或法兰克福）？这些都是与产业集群（industry clustering）有关的问题。我们相信，利用经济地理中的基本方法可以合理地解释这些问题。

为此，我们必须使经济中的投入产出结构更加丰富。在这一章中，我们主要分析具有两个或多个制造业部门的模型。这使得我们既可以研究在整个制造业部门内形成的集聚力量，又可以研究在每个产业内产生集聚的力量。于是，我们可以把问题“制造业会在哪里集中（如果确实发生的话）”改为“哪一种制造业会在哪里集中”。

在本章中，我们建立了一系列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设想一个已经完全工业化了的经济，不考虑收益不变的农业部门。当然，仍然需要作出一些假定以确保我们的分析容易处理。我们所采取的简化方法主要就是应用了对称性，不仅将其应用于产业参数之中，而且应用于假定的投入产出矩阵。无疑，这些假定允许我们继续运用与前几章极为相似的分析方法来解决专业化的问题。

在我们建立的第一个模型中，有两个国家、两种产业和单一的生产要素。我们建立了可以使每个产业都聚集到一个国家的条件，并考察了运输成本的变化对产业区位和实际收入的影响。在第二个模型中，我们增加了第二个生产要素，从而把我们的方法与2×2×2形式的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贸易模型联系起来了。最后，我们考虑许多产业的情况。每个产业都聚集在一个国家，但是每个国家的产业数量可能是不确定的。一个国家可能比另一个国家拥有更高的全球产业份额，进而拥有更高的工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不同国家间工资差异的最大值是多少。

产业集群：经验证据

大量的证据表明，与权威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测的结果相比，产业更有可能形成集群。我们已经提及了硅谷和一些全球性的金融中心，而好莱坞之类的产业中心也会闪过脑海。产业在地理上形成集群是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的核心（Porter,1990）。他精心挑选了一些产业集群的案例（德国的印刷机械、意大利的瓷砖、日本的工业机器人以及美国的医疗检测仪器）进行研究，用实例表明许多国际性竞争行业在一些国家的集群现象。

克鲁格曼（1991b）利用美国的数据研究产业地方化现象，他的研究提供了一些与地理集中有关的经验证据。在计算了美国三位数的制造业区位基尼系数（locational Gini coefficients）之后，他惊讶地发现美国制造业存在高度集中的现象。（注：克鲁格曼以州为划分单位，计算了每一个产业i的基尼系数si
 j
 /∑i
 si
 j
 。其中，si
 j
 表示j州中产业i中所雇用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以美国的汽车业（其一半的就业仍在底特律）为基准，将近一半的其他产业都拥有较高的区位基尼系数。基姆（Kim，1995）研究了一个更长的时间序列数据（1860—1987年）。研究表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产业的地方专业化（regional specialization）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同一时期，美国正在发展交通系统使其成为一个一体化的经济体。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地方专业化水平则持续下降。这一研究结果也很好地反映在对欧洲数据的研究中。数据表明，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产业的区域集中和各国产业结构的差异近来都有上升态势（Amiti,1997；Brulhart and Torstensson，1996）。

当然，任何区际贸易或国际贸易以及专业化理论都可能预示，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会有不同的产业结构。虽然埃利森和格莱泽（Ellison and Glaeser，1997）已指出集聚的出现并非纯属偶然，但是上文中所提到的研究并没有对以集聚为基础的区位理论（这一理论是违背其他一些理论的）进行严格考证。埃利森和格莱泽指出，即使不存在任何产生集中的潜在力量，随机因素也许就意味着产业最后都是集中的，尤其是当内部规模收益递增所达到的程度足以导致产业内的厂商所剩无几时。然而，利用美国各州的数据进行分析后，他们发现，美国企业的区位集中程度相当高，单单用偶然性是无法解释的。

于是，我们先将产业集群看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验现象，再构建一种理论来说明它是如何出现的。

产业集群：理论模型

我们首先讨论包含两个国家、两个产业和单一的生产要素（劳动）的情形。每个国家都被赋予一单位的劳动，并假定劳动在国家之间是不可流动的；两个产业都要使用劳动这种生产要素（我们假定这里不存在农业部门）。要区分两个产业还需要一些额外的标记。我们通过使用上标1和上标2对产业进行分类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为了避免标记过于复杂，我们先从一个国家（“本国”）的模型开始，并且不使用国家下标来标注本国。必须要识别出“外国”时，我们就在变量上添加一个符号“～”。

和前几章描述的一样，两个产业都是垄断竞争性的产业。它们在以下几个方面也是对称的：在需求方面，都具有相同的消费者需求参数，每个产业都获得消费者一半的支出，并且具有相同的需求弹性σ；就技术而言，它们都有相同的固定成本和均衡的企业规模；同时按照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技术要求雇用劳动力、使用中间投入品，中间投入品既可以由它们自己所在的产业提供，也可以由其他产业提供。投入产出矩阵给出了每单位成本下不同投入的值，其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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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矩阵的产业间系数部分是对称的，所以对于每一个产业，来自其他产业的投入在成本中所占的份额为γ，来自同一产业所占的份额为α。正如我们所要看到的那样，α＞γ意味着产业内的联系大于产业间的联系。劳动力所占的份额为β，显然α+β+γ=1。

选择适当的单位以满足边际投入等于价格成本加成（即c=ρ）。这意味着产业1和产业2中的本国企业所要求的价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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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1
 和G2
 是国内每个产业的价格指数，w1
 和w2
 是国内每个产业的工资率。国内每个产业雇用的劳动力数量为λi
 ；国内劳动总供给设为1（即λ1
 +λ2
 =1）；我们假设企业的规模为q*
 =1/β，这样，产业i的工资总额就是wi
 λi
 =βni
 pi
 q*
 =ni
 pi
 。现在我们可以写出每个产业的价格指数[参考方程（13.6）]，它们采取以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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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我们以前所用到的工资方程[例如，（13.8）式和（13.9）式]类似，可以认为，它们决定了每个产业的工资水平w1
 和w2
 。这种工资水平给定了产品的价格，在这一价格水平上，产业内各企业的利润为0。

每个产业的支出由下面两式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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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等于每个产业部门的工资总额，消费者偏好使得收入平均分配在两种产品的消费上，这就给定了第一个方括号内的项。第二个方括号内的项表示对中间投入品的需求取决于每个产业的工资和技术参数。

对于一个给定的劳动力配置λ1
 和λ2
 ，方程（15.3）～方程（15.8）决定了本国的瞬时均衡。对于外国，我们可以如法炮制一组方程，于是就产生了含有12个未知数（两个国家两种产业的价格指数、工资和支出水平）的12个方程式。在长期中，劳动力是会随着工资的差异而在两个产业之间流动的，但我们仍然继续保留劳动力在国际间不可流动这一假设。

集中还是分散？

这一模型支持什么样的均衡呢?一种可能性就是分散：每个国家都拥有每种产业一半的市场份额。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地理上的集中：每种产业都形成企业集群，从而每种产业的企业只位于一个国家。可以先设定一些条件，以使得这一模型中的空间结构都处于均衡状态。

我们先来看一下集中这种结构的稳定性。虽然模型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双重对称使分析变得简明易懂。所谓双重对称源自两个国家两种产业都是对称的这一假设。让我们看一下这一假设的影响，先假定产业1集中在本国，因此λ1
 =1，那么外国就拥有产业2，于是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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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意味着两个经济体的实际工资水平也是一致的。本国工人全部在产业1就业，获取工资w1
 ；外国工人则全部在产业2就业，获取工资w2
 。

我们现在研究产业集聚时均衡的条件，并确定集聚得以维持下去的参数值。首先，我们看一下价格指数（15.3）式和（15.4）式，如果产业1仅在本国运营，产业2仅在外国从事生产，那么价格指数间就会存在以下的跨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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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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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式表示w2
 /w1
 是一组参数的函数。如果产业2并不支付较高的工资，即w2
 ≤w1
 ，那么本国的产业1的集聚是可以维持的。

毫不意外，读者们会发现这正是我们在第4章和第13章中推导出来的条件。但是参数的解释又一次发生了变化，现在α-γ（对角线上的投入产出系数与不在对角线上的投入产出系数的差值）起着重要的作用。

表示均衡条件的方程式在其他方面都是完全一致的，为什么要用α-γ来代替（第4章中的）μ和（第13章中的）α与前面一样，方括号外面的项反映前向关联；如果产业1要在国外建立企业，它会发现，来自产业1的投入要昂贵得多，而来自产业2的投入则相对便宜，这些投入在成本中所占的份额分别是α和γ。方括号内的部分反映后向关联。其中，本国对产业1的支出占世界总支出额的（1+α-γ）/2，本国对产业2的支出占（1+γ-α）/2。

对均衡条件的解释是顺理成章的。如果α-γ是负数，那么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就强于产业内的关联效应。于是，对于所有的T＞1，（15.16）式的右边项小于1（注：此处有误。我们可以举出一个数值反例：取T=9，[image: 387]
 3>1，便与原文相悖。事实上，[image: 388]
 是集聚不可维持的必要条件， 所以， 此处应改为“（15，16）式的右边项大于1” 。——译者注），集聚绝不可能维持下去：因为企业可以从与其他产业的企业联系中获取最重要的区位利益，国家倾向于发展多元化产业的混合经济。相反，如果α-γ是正数，那么产业内的关联效应就强于产业间的关联效应，于是产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对于一个足够小的T值而言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这与前几章的讨论是一致的。虽然我们给出了限定条件α-γ＜ρ=（σ-1）/σ（此为非黑洞条件的新形式），但是α-γ越大，使集聚得以支撑下去的T值的范围就越大。

转向突变点时，我们希望明确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是如何引起每个部门的工资变化的。我们可以考察对称均衡附近的变化。当λ1
 =λ2
 =1/2时，会出现对称均衡。很容易证明，在对称均衡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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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例，我们必须对这一均衡附近的均衡条件方程（15.3）~方程（15.8）进行全微分，但是当我们微分时，双重对称的特征开始凸现。对于每一个变量，本国的产业1的增长伴随着产业2的下降，同时也伴随着外国的产业1的下降。换句话说，导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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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其他变量也同样适用。

我们希望得到全微分dw/dλ；本章附录1给出了计算过程和明确的表达式。我们发现，dw/dλ=0时的参数值和对称均衡被打破时的参数值，都是由下式给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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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条件和第4章、第6章及第13章中提出的条件也完全相似。它意味着这里的均衡结构正是我们以前所看到的。当贸易成本较高时，两个产业同时在两个国家运营；但贸易成本下降时，空间集中开始变得可能，然后成为必然。由于我们所设定的对称性，两个经济体总是有相同的工资和收入水平，尽管它们在技术、偏好或者禀赋上没有任何差异，两者还是走上了完全专业化的道路。

极其引人入胜的是，我们可以用这一模型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和欧洲拥有相同的经济规模和技术发展水平，但是产业的地理布局看上去却迥然不同这一现象。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产业呈现典型的单中心模式，它们集中在硅谷、底特律或者华尔街及其周围。通常，那些同样的产业在欧洲会有三个或四个主要的中心。显而易见的解释是，欧洲的众多国界导致了较高的实际贸易成本，从而阻碍了欧洲整个大陆层面的产业集聚。所以我们的模型同时说明了，逐渐推进的欧洲市场一体化进程会打破欧洲多产业地理模式的对称局面，从而导致集中的累积过程，最终产生美国式的单中心模式。

但是，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对此，欧洲决策者应该予以关注吗？

调整与实际收入

我们一直认为，这种类型的模型能够使我们洞察地区间经济一体化（可能是欧盟或者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效应。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分析一直都是在实证意义上展开的；那么，这些分析有哪些规范性的含义呢？也就是说，如果贸易壁垒导致了上一节中所述及的某种经济地理组织的出现，那么对于降低贸易壁垒的成本和收益，模型会作出哪些解释呢？

图15—1将每个产业在本国的实际工资描述为λ1
 的函数。其中，λ1
 代表国内劳动力在产业1中就业的比例。实际工资是由名义工资除以消费价格指数后得到的，即（注：由于劳动力只能在国内流动，因此分析均衡的结构时，既可以使用wi
 ，也可以使用ωi
 。在第15章“集中还是分散？”一节中使用wi
 最简单。现在，我们想大致说明一下实际收入的含义，所以我们使用ω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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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部门就业和工资

图形只描述了本国经济，但是在绘制它时，也考虑到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对称性，比如，λ1
 =[image: 317]
 2
 等等。实线描述了产业1的实际工资，虚线则对应于产业2的实际工资。曲线是在考虑了两种贸易成本之后才绘制出来的。位置较低的两条曲线（两者交于a2
 、d和a1
 ），其贸易成本恰恰处在使集聚得以维持下去的水平上[T（S）=1.8]。位置较高的一对曲线（用粗线表示，两者交于D点），其贸易成本较低，在这一水平上，对称均衡开始变得不稳定[T（B）=1.625]。

首先，我们看一下较低的这两条曲线。d点的均衡是稳定的（这是因为λ1
 的增长就意味着ω1
 ＜ω2
 ）。由于a1
 、a2
 两个端点都满足ω1
 =ω2
 ，所以这两个点分别对应于拥有产业1和产业2时的均衡（回想一下，这两条曲线是在T处于支撑点水平时绘制的；当贸易成本与之相比较高时，λ1
 =1，则ω1
 ＜ω2
 ，此时集聚无法维持下去；当贸易成本与之相比较低时，λ1
 =1，则ω1
 ＞ω2
 ）。从这些曲线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点，如果集聚发生，就会带来实际收入的增加：a1
 、a2
 两点在d点之上。集聚意味着将制成品运到消费者手中会引致更多的贸易成本，而这往往会降低福利水平。但是，集聚节约了中间产品的贸易成本，企业会从中获益。如果集聚是可以维持的，那么后者的效应就占据主导地位，净效应则增加了实际收入，如图所示（本章附录2给出了两种情况下的福利表达式，并证实了与小的T值下的多样化生产相比，集聚可以带来更高的实际收入）。

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图15—1中的实际工资曲线上移并发生旋转。对于处于支撑水平和突变水平之间的贸易成本，存在5个均衡（两个端点，位于d和D之间的对称均衡，在对称均衡侧翼的两个不稳定均衡）。在突变点，当实际工资曲线在D点相交时，曲线的方向发生了改变，正如图中的ω1
 和ω2
 在D点相切所表示的那样。

如果贸易成本稳步下降，那么经济将从d循迹而上直至D。当达到D点时，多样化开始不稳定，于是集聚就产生了。假设本国吸引的是产业1，那么λ1
 开始上升，当这一现象发生时，产业1的工人的经济状况日趋改善：如图中ω1
 曲线上的箭头所示，他们的工资从D点向前移动到A1
 点。那么产业2中的工人呢？他们的实际工资将沿着图中ω2
 曲线上的箭头所给定的路径变动。实际工资的不断下降损害了他们的福利，尽管当λ1
 上升至1时，在这类产业中就业的人数无疑会下降至0。

因而，主旨是一目了然的。如果贸易成本的下降引发了集聚，那么从这些成本的下降中所获得的收益就会被放大：实际工资增长源于产业集聚。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存在调整成本。在我们的简单模型中，有一半的劳动力不得不转行。在这一进程中，这些工人的实际收入受到了损害。当然，实际收入损失的大小取决于调整的速度，同时也取决于其他的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性。我们不对这一点进行描述。

多种要素：赫克歇尔—俄林世界中的产业集群

到目前为止，我们用于分析的模型仅有一种生产要素。即使专业化的源泉是受关联效应驱使的集聚，而不是外生的比较优势，这实际上还是一种李嘉图式的国际贸易模型。然而，长久以来，贸易理论家一直都确信，拥有多种生产要素的模型的典型特征就是弱化李嘉图模型中极端专业化的结论。在这里，这也是正确无误的吗？再讲得通俗一点，当我们转而研究一个拥有两个或多个生产要素的模型时，模型的结果会有什么变化？

既要回答这些问题，又要尽量保持模型的简洁明了，我们采用基恩（Keaen，1965）的贸易理论中所介绍的方法。现在考虑，不再把每种商品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初级”投入品作为生产要素，而是把它们自身也视为更基础的要素生产出来的产物。也就是说，现在假定，λ1
 和λ2
 是由劳动和资本之类的初级要素“生产”出来的，而且λ1
 和λ2
 会随着要素密集度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由这些投入创造出来的经济就有一个严格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PPF）。图15—2展示了这样一个边界。这与标准的两商品竞争模型（例如，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中所获得的两种产品的

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同。由于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力图使成本最小化，所以它的绘制方法与最终产品空间中生产可能性曲线的绘制完全一致。照例，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斜率表示λ1
 和λ2
 之间的边际转换率，在竞争性的要素市场上，这等于它们的价格比。因此，生产可能性曲线在某一点的斜率测度了λ1
 和λ2
 在该点的相对价格，我们称之为价格比ν2
 /ν1
 。这些价格是根据经济中基本的初级要素的价格制定的，但是考虑到我们要直奔主题，所以就没有必要对这些要素价格追根究底。

分析中要用到的并不是完全一般化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我们保留了关于两个产业对称的假设（意外！），这使得生产可能性曲线关于45°线对称。这意味着在一个赫克歇尔—俄林式的分析框架中，如果选择赋予每个国家相等的1单位的资本和劳动，那么在所有的要素价格水平上，产业1的资本劳动比率是产业2资本劳动比率的倒数。我们也会取适当的单位以使得生产可能性曲线的端点位于λ1
 =0，λ2
 =1和λ1
 =1，λ2
 =0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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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2 两要素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通过对λ1
 和λ2
 的重新解释，可以很容易地将我们对集聚的分析拓展至一个生产可能性曲线呈凹形的经济中。假定均衡包括本国的产业1的集聚和外国的产业2的集聚，这就是图15—2中的A1
 点。此时，λ1
 =1，λ2
 =0。从第15章“集中还是分散？”一节中，我们了解到本国企业提供的投入物λ2
 和λ1
 的价格，其比例形式

w2
 /w1
 由（15.16）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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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投入的均衡价格比等于v2
 /v1
 ，它由生产可能性曲线在A1
 点的斜率给定。因此，如果存在w2
 /w1
 ≤v2
 /v1
 ，那么集聚就是可以维持下去的；如果这一不等式成立，那么要素流向产业2就是无利可图的。

图15—3可以说明这一点。该图中的曲线反映了w2
 /w1
 与T之间的关系，其形状非常熟悉（举例来说，看看图4—5）。在仅有一种生产要素的情况下，生产可能性曲线是一条斜率为-1的直线，因此其支撑条件就是第15章“集中还是分散？”一节中所描述的条件；在图中，由t（s）点表示。但是，生产可能性曲线严格凹意味着，在A1
 点，我们有v2
 /v1
 ＜1，因此集聚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图15—3中水平实线的高度为v2
 /v1
 ，最终得到两个支撑点T（S）。我们看到，假定v2
 /v1
 不是太低，那么总是存在一个T的区间可以使集聚维持下去，而过高或过低的T值都可能使集聚无法维持下去。这种认识非常直观明了。如果经济体中仅有一个产业是活跃的，那么这一产业所密集使用的要素就昂贵，另一个产业所密集使用的要素就便宜（通过v2
 /v1
 ＜1可以表明这一意思）。这种要素价格上的差异，使得进入另一个产业对企业来说更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在完全的自由贸易中，这样的价格差异不可能持续下去（毫无疑问，要素价格会均等化），因此，集聚在T=1处（包括其附近的区域）是不可能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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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3 支撑点

那么突变点呢？λ1
 的增长使产业1为了获取其投入必须支付高于其通行价格的价款。当出现这一情况时，多元化的均衡就不稳定了。处于对称均衡时（如图15—2中的D点所示），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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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15章“集中还是分散？”一节中所勾勒的那样，在附录中我们会详尽给出dw/dλ的表达式；我们在图15—4中给出了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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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4 突变点

在第15章“产业集群：理论模型”一节中生产可能性曲线呈直线的情况下，（15.23）式的右边为0。此时，临界点和以前一样[参见（15.19）式]，在图15—4中，由t（b）点表示。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曲率意味着dν/dλ是一个正值，假定这一曲率不是太大，那么就会有两个突变点T（B）。直观地看，要素价格的变动与两个产业的规模的变化有关，它们是使均衡保持稳定的力量，可以抵消（但并不必然超过）由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所创造的不稳定力量。

图15—5将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配表示为贸易成本的函数，并画出了一个完整的叉形图。我们可以发现，在贸易成本很高和很低时，每个国家每种产业都只雇用了一半的工人，当贸易成本很高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每种产业都需要服务于终端消费者；而当贸易成本很低时，这种情况的发生则基于要素供给的考虑。居于两者之间，存在一个范围使集聚足以维持下去。同时，在一个较狭小的区间里，多样化均衡是不稳定的。

[image: 323]


图15—5 两要素情形下的叉形图

读过本书第6章和第13章以后，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应该很熟悉。在那两章中我们发现，当除了运输成本以外的离心力作用于制造业商品时，运输成本和集聚之间的关系往往呈倒U形：当运输成本很高时，集聚不会发生，运输成本居中时出现中心—外围模式（这时接近终端消费者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关联效应依然强大），最后，制造业再次分散以利用低运输成本下的低工资和低食品成本。我们曾认为这可能是相当普遍的一种形式。的确，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这种形式。

图15—5中所示的结构如何依赖于两产业中使用初级要素的生产函数呢？图15—3～图15—5绘制的是两要素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两种产业都采用要素密集度不等的柯布—道格拉斯技术。在本章附录2（注：怀疑原文印刷有误，应为本章附录3，特此更正。——译者注）中，我们详细地说明了这些问题。扩大两种产业的要素密集度差异，则会产生缩小集聚发生范围的效果（在图15—3中，推动ν2
 /ν1
 下移；在图15—4中，推动dν/dλ上移）。

柯布—道格拉斯技术产生了图15—5所示的双战斧形结构（我们计算过的所有例子都是如此）。不难看出，其他的函数形式会产生不同的格局。举例来说，固定系数技术意味着生产可能性曲线为两段直线在对称均衡处弯折。在这样的技术下，对称均衡永远不会变得不稳定，但集聚有可能维持下去（叉形图类似于图6—3）。在另一个极端，考虑生产可能性曲线在对称均衡附近呈线性（斜率为-1），但接近坐标轴的部分严格向下凹的情况。对于某些参数而言，这种技术可能会导致对称均衡变得不稳定，但（完全专业化的）集聚无法维持下去。于是我们就得到一个存在不对称内部均衡的标准的草叉形结构，而不是一个战斧式结构，这与我们在第13章中看到的（如图13—8所示）一样。再强调一遍，均衡的结构究竟是标准的草叉式还是战斧式，并不是由我们对制造业进行建模的方式所决定的，而是由各产业间所采用技术的曲率所决定的。

最后，应该注意到这一分析对初级生产要素的价格的意义。模型阐述了贸易自由化在一定范围内不能使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可能性。要素价格均等化可以在贸易成本很低时实现，而且因为经济被构建得完全一样，也可以在贸易成本很高时实现。但是，如果贸易成本的削减引发了集聚，如图15—2中的点A1
 ，则会在本国经济中提高λ1
 相对于λ2
 的价格，对国外经济的作用则完全相反。由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效应（Stolper-Samuelson effect）继而发挥作用，所以任何λ1
 相对于λ2
 的价格差异都会导致初级要素价格差异的扩大。

多种产业与稳定的跨国差异

我们现在回到单一初级要素的假设中来，但是允许多个（多于两个）产业的存在。当集聚发生时，多少种产业（或者说，在所有产业中，有多大比例的产业）会在每个国家都有企业？只有两个产业时，答案是每个国家只有一个产业，这也就意味着，（在各产业是对称的这一既定前提下）两个国家拥有相同的工资和收入水平。但是在一个存在许多产业的模型中，不需要对半划分，其中一个国家可能会比另一个国家拥有更多的产业。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也会拥有较高的实际工资。（注：从本质上讲，这一分析与鲍莫尔和戈莫里（Baumol and Gomory，1987）的研究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一定范围内，产业在国家间的实际划分是不确定的。在这一范围内，每个国家都试图吸引尽可能多的产业。本节的首要任务就是识别出这一不确定性的范围。我们可以通过使用熟悉的方法做到这一点，即确定哪种类型的集聚是可以维持的。

我们对第15章“产业集群：理论模型”一节中的模型进行修正，以容纳更多的产业。以此为基础，再展开分析。我们假定，所有的产业都是对称的，且规定产业的总数为H。同时，我们也假设投入产出矩阵中不在对角线上的元素γ为0。这样，只存在产业内联系，α＞0，且α+β=1。对于我们想要的结果来说，这一假定并不是必须的，但它可以大大简化下面的表达式。在这些假定下，对于每一个i=1，…，H，产业i的一家本国企业所制定的价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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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消费者将他们收入的1/H用于对每个产业产出的消费，求和给出了本国经济中的工资总额。

我们考察一个均衡的稳定性。在这一均衡中，每个产业都集中在一个国家。那么按照惯例，我们假定各产业在国家间划分，然后验证它是否可以维持下去。假设将产业划分为两类，Ⅰ类产业和Ⅱ类产业，分别在本国和外国建立企业。属于Ⅰ类的产业数量由h表示，Ⅱ类产业的数量为[image: 325]
 。因此，我们有h+[image: 325]
 =H。使用上标Ⅰ和Ⅱ来表示与两类产业有关的变量。例如，λⅠ
 表示每个Ⅰ类产业在本国的劳动雇佣量。每个经济体都会在其拥有的那类产业中充分利用一单位的劳动力禀赋，因此，这种分类就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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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说明本国在Ⅱ类产业中不存在就业，它的所有劳动力（一单位）平均分配于Ⅰ类产业中的h个产业。第二行则给出了外国相应的情况。应该要注意到，若h＞[image: 325]
 ，则λⅠ
 ＜[image: 317]
 Ⅱ
 。亦即，如果本国拥有多于世界一半的产业，那么本国每个产业的劳动雇佣量就比国外每个产业的劳动雇佣量小。

在这种既定的产业分布下，均衡具有什么特征呢？首先，很容易推导出每个国家现有产业的相对工资wⅠ
 /wⅡ
 。每个产业在全世界的收入中都占有相同的份额，作为成本的工资支出所占的份额也相同。这就表示，所有产业的工资总额都是相同的。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业水平取决于产业的分布[参见方程（15.28）]，所以工资作相反方向变化，这意味着下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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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能验证前面假定的产业划分格局的稳定性了。为此，我们必须比较，处于现有产业和进入另一产业的企业所能支付的工资大小。而就本国经济而言，我们必须要比较Ⅰ类产业和来自Ⅱ类产业的潜在进入者所能支付的工资大小。根据（15.26）式，Ⅰ类产业和Ⅱ类产业的工资比率等式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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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表达式小于1，那么wⅡ
 ＜wⅠ
 ，因此Ⅰ类产业的工人没有流向Ⅱ类产业的动机。

这个条件与其他的支撑条件有类似的结构。而且，当h=[image: 325]
 =H/2时，这一条件就完全变为第15章“产业集群：理论模型”一节中的最简单的支撑条件（15.16）式。这一关系由图15—6中的实线将其形式化。在图15—6中，横轴表示运输成本，纵轴表示国家1在世界产业中所占的份额。这条实线是使得（15.33）式等于1的点的轨迹。对于实线以上的h/H的值来说，没有任何Ⅱ类产业中的企业愿意进入本国经济（wⅡ
 ＜wⅠ
 ）；反之，对于实线以下的h/H，均衡是不稳定的（wⅡ
 ＞w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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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6 稳定均衡集

这条曲线的形状是由以下几种力量决定的。与以前一样，（15.33）式右边第一项T-
 α反映了前向关联效应；当一定要从国外的供应商那里进口所有的中间产品并为此支付运输成本时，潜在的对均衡的偏离才会出现。（方括号中的）最后一项反映了后向关联效应，并且是h的增函数；由于有更多的产业会增加收入、扩大市场，因此对于来自Ⅱ类产业的企业来说，在本国建立企业更具有吸引力。但是，中间的一项[image: 325]
 /h反映了两区位间的相对工资[参见（15.29）式]，并且它是h的减函数；由于本国有大量的产业会抬高工资水平，这就减弱了本国对更多产业的吸引力。综合考虑这些效应，等式右边作为一个整体是h的减函数，h越高，别的产业就越不可能在本国设立。

对于可维持的均衡，我们必须同时确定，进入本国Ⅱ类产业的企业不会得到任何利益，进入国外Ⅰ类产业的企业同样也无利可图。因此，我们必须为外国推导出第二个支撑条件；类似于（15.33）式，但是给出的是wⅠ
 /wⅡ
 ，且需将h和[image: 325]
 交换一下位置。它由图15—6中的虚线表示。在虚线上方，外国的工资水平相当低，这使得进入Ⅰ类产业的企业是有利可图的（wⅠ
 /wⅡ
 ＞1）。

将两条曲线放在一起就发现，在两条曲线之间的区域内，既定的国家间产业的划分就是可以维持下去的。比较（15.33）式和第15章“产业集群：理论模型”一节中的支撑条件[参见方程（15.16）]，就可以看出，两条曲线的交点所代表的T值刚好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支撑点。也就是分配给每个国家世界上一半的产业，这种结构能得以维持下去的点。当运输成本高于这一点时，集聚根本不会发生。在另一端，当T=1时，要素价格必然实现均等化，致使每个国家的产业数目相等。于是，和往常一样，贸易成本不高不低时，产生集聚的可能性最大，此时可以使均衡维持下去的参数的取值范围最广。

在给定的运输成本水平上，产业内的关联效应α越强，可维持的产业配置范围越大，进而各国间的工资差异也就越大。图15—6是根据α=0.4画出来的。α的增长会大大拓宽使均衡可维持的产业配置范围：在α=0.67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所拥有的产业数目可能是另一个经济体的3倍之多。将模型一般化，考虑产业间的关联效应（γ＞0），可以说明，集聚是可维持的必须有α-γ＞0。并且，α-γ越大，可维持的产业配置范围也越大。

尽管模型对是什么决定了国家间产业的实际划分这一问题只字未提，但是，很明显国家间存在利益冲突，以至于每个国家都希望吸引到大量产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各国会提高名义工资，缩减与运输成本相关的消费份额。但是，有两种力量会从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一种力量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的卷入，本国经济中每个产业生产的产品种类会减少；而另一种力量是，随着外国经济的衰退，贸易量会下降，因而会丧失从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与此相反，随着外国对本国产出的需求的下降，本国的贸易条件开始恶化。

吸引更多的产业对实际工资会产生哪些净效应呢？我们已经推导出实际工资作为国家间产业配置的因素的函数表达式，但远没达到一目了然的程度。我们把这一工作放在本章附录4中来做。然而，模拟分析的结果显示，在均衡可维持的范围内，每个国家的实际收入都是其制造业份额的严格递增函数。也就是说，尽管从原则上说，过分地推行“产业争夺”（industry grabbing）政策可能并不符合国家利益，但是模拟分析表明，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攫取尽可能多的产业的确是有利可图的。

结论

我们认为，本章中所考察的模型不仅展示了本书所采用方法的灵活性，而且还展示了其普遍性。在本书第4章中首次介绍的中心—外围模型，其关注的焦点看来是相当明确的：农业和制造业构成了一个国家的全部，在这种背景下考察了区域集聚问题。现在，我们不但看到了类似的模型除了用于区域之外，还可以应用于城市和国家，而且，很多相同的洞见通过对包括特定产业的地理集中等问题进行合理的重新阐述而延续下来了，为所观察的产业集群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

本章提出的问题也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尽管模型对于什么决定了国家间产业的实际分布只字未提，但是很明显，特定产业的区位选择可能会受到磁滞现象（hysteresis）的影响。假如一个国家经历了短暂的经济衰退，部分产业流失到了其他国家，那么当经济形势好转时，并不存在什么机制能使这些产业重新回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即便我们假定所有的产业都是对称的，国家间依然会存在利益上的冲突。如果认为某些产业具有战略意义（即在这些产业与其他产业部门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效应），那么这种冲突就会愈演愈烈。

附录1：对称均衡瓦解

持续性

当集聚处于均衡状态时，各变量的均衡值为λ1
 =[image: 317]
 2
 =1，λ2
 =[image: 317]
 1
 =0（方程15.9）和w1
 =w2
 =1。价格指数和支出水平为：

[image: 330]
 
[1]



稳定性分析

在对称均衡处，我们有λ=1/2，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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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式中，我们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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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σ-1）/σ≡ρ＞α-γ，则（15A.9）式的值为负。

附录2：调整与实际收入

实际收入为：

[image: 333]


当T=1时，两者相等。在T=1附近分别对T进行微分，可以证明，如果α＞γ，那么对于T＞1的某个区间，则有ω（a）＞ω（s）（注：原文有误，应为ω（a）＞ω（d）。——译者注）成立。

附录3：生产可能性边界

用k1和k2来表示初级生产要素禀赋，价格分别为r1和r2。产业的技术由初级投入所构成的成本函数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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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可能性曲线的斜率是ν2
 /ν1
 =R1-2δ
 。如果λ1
 =1，那么R=δ/（1-δ）。同时，我们还可以得到ν2
 /ν1
 =[δ/（1-δ）]1-2δ
 。在对称均衡点，我们有λ=k1，R=1。同时，还可以得到，λdν/dλ=（2δ-1）2
 /[4δ（1-δ）]。

附录4：多种产业的情况

本国的实际工资为w1
 [（GⅠ
 ）h
 （GⅡ
 ）h
 ]-1/H
 ，我们可以将本国的劳动力当成计价物，因此，w1
 =1。利用（15.28）式、（15.29）式和（15.31）式我们可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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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就可以推出实际收入函数的显性表达式。这样，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实际收入是产业配置h和[image: 325]
 的函数。

附录5：模拟参数

图15—1：σ=5，α=0.4，β=0.6，γ=0，T=1.8和T=1.625。

图15—2：不是通过参数模拟绘制的。

图15—3～图15—5：σ=5，α=0.4，β=0.6，γ=0，δ=0.4。

图15—6：σ=5，α=0.4，β=0.6，H=100。



注释


[1]
 原文有误，应为[image: 389]
 。——译者注


第16章 无缝的世界

出于某些理由，国际经济学历来非常重视跨越国界的贸易流量。边界是一个可以搜集数据的地方。尽管形式上的贸易壁垒非常低，但国界与贸易流量还是有很大关系的。然而，人们可能会把一般的贸易理论看成是用来解释整个地理空间的贸易流量的，而不是用来解释跨越国界这种人为分隔线的贸易流量的。在本章中，我们将构造一个专业化模型，并假定贸易是在一个“无缝”（seamless）的世界中进行的。在这个世界里，国界被忽略了，甚至所考察的经济区域（它们是边界模糊的区域，而不是点）也不是事先确定的。

虽然我们不知道曾经有哪些相关的研究工作，但是为了便于分析问题，在这个无缝的世界里，我们将构造一个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贸易模型。比如，设想一个李嘉图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连续的区位分布在从北到南的一条线上，这些区位的气候以及葡萄酒和小麦的相对劳动生产率随着纬度的变化而发生缓慢的变化。然后，你可能立刻会有这样一个模型，它是从小麦和葡萄酒生产区域的边界这个角度，而不是从国家的专业化这一角度，来考察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均衡问题的。人们会很自然地想象，这个世界由两个区域构成：一个生产小麦；另外一个生产葡萄酒。但是这两个区域的边界似乎是内生的，而不是预先指定的。

出于某些目的，我们把整个世界模型化为一个无缝的世界。事实上，这种方法是很有用的。比较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可以解释世界贸易。但是，正如我们在整本书中所做的一样，在这里我们只是吸取比较优势方法的精华，而非完全套用这种方法。我们假定，存在两个（或者更多）制造业产业，并且提出问题：这些产业能否形成不同的专业化区域？这种模式与前面几章所述的是一样的，因此厂商之间的关联效应会产生促使产业集中的力量。在一个无缝的世界里，这些力量会导致专业化经济区域的形成吗？如果会，这些区域有多大，会形成多少这样的区域？我们利用本书第5章中的工具（研究新结构出现的图灵分析法）来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常规的专业化结构的出现伴随着专门从事某种产业的区域的形成。接下来，我们还要解决一系列问题。模型参数的变化将对专业化结构产生什么影响呢？比如，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在某种意义上，现有的区域专业化模式将变得不太适合新的环境。但是，正是现有结构的存在产生了一种锁定效应：厂商不愿意离开现有专业化区域，因为这样做意味着他们将失去关联效应带来的好处。因此，就在维持现有结构的循环因果关系和降低贸易成本而引起的改变这种结构的压力之间存在一种合力。这个合力是如何平衡的呢？答案是，地理变化是以“断续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为特征的。（注：这一个术语是由进化论专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奈尔斯·埃尔德雷奇（Niles Eldredge）创造的。应该注意到，其他一些进化论专家将这一概念称之为“突然的演化”（evolution by jerks）。）区域专业化结构一旦建立，即使经济体的参数改变，它在一定时间内还是会继续存在下去的。但是，当参数最终超过某个临界值时，就会出现分岔：专业化结构变得不稳定，从而出现了另外一种经济地理。

最后，（与第15章一样）考虑到欧洲一体化的影响，我们放弃区域和产业都是对称的这一假定。考虑一个能够从根本上区分中心和外围区域的地理结构。研究表明，对于任何给定的贸易成本水平，中心和外围区域总是存在一种独特的产业分布。但是，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这种分布会改变，甚至会发生逆转。

模型

首先回忆一下第5章中的轨道经济。各个区域分布在一个半径为D的圆周上，区域记为r,s∈[0,2πD]。

产业结构与前一章一样：不存在农业部门，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垄断竞争的行业，厂商之间通过中间产品的生产和使用联系起来。同我们在第5章最后所做的一样，尽管放松下面的假定同样可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仍然继续认为，每个厂商所使用的中间产品均来自本行业,在投入产出矩阵中，只有主对角线上的元素不为零。我们继续沿用第15章“多种要素：赫克歇尔—俄林世界中的产业集群”一节中的生产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个产业所需的各种投入都是由初级要素沿下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生产出来的。不过，为了便于计算，在本章中，我们不是根据赫克歇尔—俄林式的两要素模型来推导生产可能性边界，而是根据李嘉图—瓦伊纳模型（Ricardo-Viner model;Jones，1971；Samuelson，1971）中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来推导的。在李嘉图—瓦伊纳模型中，流动的生产要素必须在两个产业之间进行分配，而且每个产业都有自己的特定要素。

我们把地区r中产业i的特定要素的价格记为yi
 （r），它在价格中所占份额为κ。在每个地区，特定要素的禀赋为ki
 。因此地区r产业i厂商的要价由下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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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β表示价格中劳动力的份额，α表示价格中从本行业获取的中间产品的份额，κ表示价格中产业特定要素的份额，且α+β+κ＝1。这些参数对于两个行业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同前面一章一样，这两个行业是对称的。

要素在各区域之间是不可流动的，其价格的调节能保证各地区每种要素都得到充分利用。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技术下，很容易找到各行业特定要素的价格的表达式。如果地区r中产业i的工资支出为wi
 （r）λi
 （r），那么特定要素投入的均衡值yi
 （r）ki
 ，满足yi
 （r）ki
 =wi
 （r）λi
 （r）κ/β。通过对特定要素选择合适的计量单位，使其总供给水平为ki
 =κ/β，i=1,2,因此特定要素的价格就变为y（r）i
 =w（r）i
 λ（r）i
 。把这个式子代入方程（16.1），得到地区r每个产业中的厂商的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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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特定要素的影响。如果κ＞0，那么某个产业的扩张[即λi
 （r）增大]，由于提高了成本和价格，因而面临收益递减。同前面的几章一样，我们将会发现，这种要素供给效应相当于离心力，不利于产业的集聚。

现在我们可以写出模型的方程式。每个地区的劳动力供给为1，所以λ1
 （r）+λ2
 （r）=1。各地区各产业的产品的价格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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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方程第一项的系数表明，收入是由劳动力和特定要素共同创造的；因此总收入为（β+κ）/β乘以工资支出。第二项是同一部门对中间产品的需求产生的后向关联效应。

最后，我们假定，尽管生产要素是不可流动的，劳动力却可在同一地区内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这种动态调整遵从下面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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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r）是r地区两个部门的平均工资。λ2
 （r）则按照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方式进行调整，以保证总就业量为1。

集聚的频率

考察这个模型的均衡可以得出哪些结论呢？起码，必然存在一个平地均衡。在这个均衡中，所有区域中两个产业的情况完全相同。在平地处，λ=1/2，w=1（忽略区域和特定产业的标记）。通过观察均衡条件，我们发现，E=1/2β，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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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地均衡可能稳定也可能不稳定。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来看微分方程（16.10）的特征值。根据第5章的图灵分析法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现在我们只关心局部稳定性。因此，将其线性化并且观察在平地均衡附近发生微小偏离时的情况；由于所有正弦波动都是这个系统的特征函数，而且我们可以把任何偏离平地均衡的情形看成是正弦波动的总和，因此在这里我们仅仅考虑正弦波动。

我们借助各变量的变化来描述偏离平地均衡的情况，就业份额的偏离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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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是波动的频率，δλ
 是波动的振幅。λi
 （r）上的这些扰动引起了其他同样为正弦波动的内生变量的变化。而且，这些变量还有一个特点，其中一个产业的成长伴随着另外一个产业的衰退，因此,它们一定以下列形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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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δw/2δλ
 就是其特征值。它取决于扰动的频率υ；如果任何一个频率所决定的特征值都为正，那么平地均衡就是不稳定的，而且专业化产业区会在拥有最大特征值的频率处形成，在第5章中我们将这个频率称为首选频率。

为了确定首选频率，我们需要考虑两个关系：方程（16.15）表示的是由v和τ决定的Z；方程（16.14）则给出了由Z决定的特征值δw/Zδλ
 （注：原文有误，此处应为δw/2δλ
 。——译者注）。现在，和第5章一样，我们暂时假定D非常大，这样就可以把v看成是连续变量，而且Z的表达式也将变得非常简洁：（16.15）式中的第二项将趋近于1，因而就有：

[image: 345]


首先考虑该产业不使用特定要素的情况，即κ=0。通过观察上式，我们知道当Z=0时，特征值为0，Z比较小时，特征值为正，因此,频率高、波长短的波动必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加强。不过，在Z=1时，如果满足非黑洞条件，则表达式为负。根据以上分析，可得到特征值与Z之间的关系：如图16—1中的上面那条曲线所示。在Z的某个内部水平上，波动增长率达到了最大值；这个时候的Z值所对应的频率就是首选频率，它决定了早期各专业化产业区之间的距离。

[image: 346]


图16—1 特征值

我们也能够立即证明早期专业化产业区的规模取决于贸易成本。事实上，首选频率和τ成比例，这可以通过（16.17）式看出。注意，v总是可以v/τ的形式出现。

如果产业使用特定要素，即κ＞0，那么描述特征值与Z之间关系的曲线就会向下移动。因此，可能不存在特征值为正的波动频率；此时，平地均衡就是稳定的，而且决不会出现产业集中的区域。不过，在图16—1中下面那条曲线所表示的情况下，当Z值居中以及频率居中（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时，波动将会增加。

注意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考虑一个频率给定的波动，并且假设运输成本τ在不断变化，我们就可以得到通常情况下运输成本与集聚之间的倒U形关系。当τ很高时，Z趋近于1；当τ很低时，Z接近于0。所以只有当τ在某个中间范围内变动时，任何一个频率给定的波动都有加强的趋势。

图16—2描绘了当κ=0.025,σ=5以及α=0.4时（受计算机的性能所限，以规模有限的经济为例），首选频率与τ之间的关系。横轴上的单位表示的是经济体中距离最远的地区之间的运输成本，Tmax
 ≡eτπ
 D。图中的实线（δw/δλ
 ）*
 表示的是首选频率，首选频率所对应的特征值最大。两条虚线表示的是对任一运输成本特征值都为零的一对频率。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个图，我们以其中的一个频率为例，沿着这条虚线水平移动，不难发现，贸易成本存在两个临界值，且两个临界值之间的特征值为正，因此会发生集聚，这与我们在第15章“多种要素：赫克歇尔—俄林世界中的产业集群”一节中的分析一样。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当贸易成本较低时，要素供给不利于集聚；当贸易成本较高时，由于向不可流动的消费者提供产品，这也不利于集聚；当贸易成本不大不小时，集聚带来的利益（在一个特定的频率处）占主导地位。（注：在图16—2中，我们发现，当运输成本非常低时，所有频率的特征值都是负的。再看一下（16.17）式和（16.18）式，这个结论似乎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将τ的下降与v的等比例下降结合起来呢？但是，在一个规模有限的经济中，波动频率不可能小于1！我们的直觉是，当τ很低时，就算垄断了整个世界市场，也不足以导致波动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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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2 不稳定的频率

从局部到整体

通常我们的分析都是针对平地均衡附近的情形进行的，而模拟分析表明，局部的首选频率实际上也能够决定长期均衡。均衡的整个演化过程如图16—3所示，纵轴表示产业1中的雇佣工人的数量，前面的横轴表示区位，图形还引入了时间因素。它所使用的参数值与图16—2一样，且Tmax
 =4。所以我们从图16—2可以看出首选频率为2。在刚开始的地方，只存在偏离平地均衡的微小的随机偏差（地表前面的边缘地区明显很平坦）。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专业化产业区和一个平滑而又均匀的空间结构。产业1的经济活动有两个峰值。显然，产业1的两个峰值之间的凹槽恰好就是产业2的经济活动的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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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3 制造业的演化

有必要详细地研究长期均衡的特点。内生变量的长期均衡值如图16—4所示，横轴表示区位。振幅较大的那条曲线描述了劳动力在两个产业之间的分配情况，λ1
 是用右边纵轴的刻度来衡量的，λ2
 =1-λ1
 。显然，存在两个区域专门从事产业1，还存在两个区域专门从事产业2。但是，由于特定要素的存在，并不存在完全专业化的区域。而且，如果特定要素的重要性增强（κ增加），那么曲线的振幅将减小（假设特定要素重要性的增强不会大到能够阻止集聚的产生）。相反，当κ趋近于0时，各区域的专业化程度逐渐增强。而且，图16—4中的λ1
 曲线也将变成一个阶梯函数，从而划清完全专业化区域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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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4 均衡就业与工资

振幅较小的那两条曲线描绘的是各个区域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名义工资曲线w/w表示的是各区域中的名义工资与整个经济体中平均名义工资的比率，而且我们可以看出，曲线的频率为4。在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地区（不论是专业化从事产业1还是产业2）,工资最高；在专业化程度居中的混合地区，工资水平较低；这仅仅反映了在专业化区域中心进行生产带来的好处。实际工资曲线ω/ω[ω≡w（G1
 G2
 ）-
 1/2]很不寻常。它包括4个相同的整体最小值，它们位于中间区域。名义工资曲线的极值也有类似的情形。然而在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区域，实际工资达到局部最小值。原因是另外一个产业的价格指数在这些区域非常高，从而减少了实际工资。而最终效果是：产生了8个区域，在这些区域里实际工资达到最大。而这8个区域并不是完全专业化的产业区。这些地区的工人不仅从较高的制造业工资中获益，而且从相对较低的生活物价指数中获益。

断续均衡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都在一个假想的情形中进行研究。在这个情形中，平地演变为不同的制造业地区。不过，现实的情况如亨利·福特（Henry Ford）所描述的那样,麻烦事接踵而至。我们并不试图解释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要了解，在无缝的世界中，基本参数的变化是如何改变已经分化为不同产业地区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模式的?特别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专业化模式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可以通过下面的实验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逐步地减少运输成本，而且在每次减少运输成本之后，都允许模型化的经济一直发展至稳定状态；然后再采取下一步措施。对于已经读过前面几章的人来说，都能猜到在这个实验中将会发生什么。随着运输成本的降低（实际上相当于整个世界在缩小）,这个模型最终会出现一个分岔点。在这点上，制造业地区的均衡结构发生改变，出现了新的结构：制造业地区的数目更少，但是面积相对变大了。我们继续减少运输成本，这种新的结构会维持一段时间；然后瓦解，如此循环等等。

可以用图16—5来概括整个实验的结果（其参数值与图16—3～图16—4相同）。实线给出了从平地均衡开始所达到的首选频率；箭头向下指的虚线表示的是以下情况所产生的影响，存在多个产业区，地区间运输成本刚开始很高，后来又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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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5 断续均衡

接着假设，最初的运输成本非常高以至于产生了一个五地区结构（也就是说，产业1有5个地区，产业2有5个地区）。当运输成本下降时，这种地区结构仍然保持不变，直到达到某个临界值（Tmax
 大约是9.5），此时五地区结构瓦解，三地区结构形成。然后三地区结构再次瓦解，两地区结构形成，最后演变为每个地区专门从事一种产业。应该要注意到，尽管四地区结构的存在也同样可以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转变为三地区结构（在图中可以证明这个转变），但是在这个虚拟的故事里，我们还是跳过了四地区结构。我们发现，尽管基本参数的变化是逐步进行的，但是整个世界的空间结构演变的特征仍为断续均衡。这种不连续的变化破坏了长期内的稳定性。

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运输成本下降时模型所“经历”的均衡与一开始就处于平地时所达到的均衡是不相同的。因此，在均衡结构中就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以便进一步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假设一开始就处于单一制造业地区的均衡状态，然后逐渐增加Tmax
 。这一演变过程可以用图16—5中箭头向上指的虚线来说明。这个模型的分析方法同上，只是空间结构的变化方向不同：从事产业1的区域的数目从1增加到2，再增加到3。而且这种转变发生时，对应的运输成本水平与前面不一样。当然，这些变动范围肯定存在重叠的地方。这个模型表明，均衡结构中的路径依赖程度相当高。即使是在近乎一致的世界的自组织过程中，各区域内的产业也依赖于初始条件。除此之外，当经济体随着时间推移而演化时，生产的空间结构的整体特征也取决于经济体的初始状况。

图16—5并没有说明每个产业新的聚集区在哪里。不过，我们的模拟分析表明，产业1的新的聚集区总是建立在旧的聚集区的基础之上的。虽然有一些聚集是在旧的聚集区发展起来的，还有一些新的聚集发生在旧的聚集区之间，但是从整体上看，聚集区在空间上是均匀分布的。

最后，我们早在前几章中就已看到，模型中分岔点的出现有两个不同的原因：某个均衡可能变得不稳定或者可能已完全不再处于均衡状态（均衡变成不可维持）。这里将会发生哪种情况呢？通过计算分析过程中每一步微分方程系统的特征值可以找到答案。当远离某个临界点时，不存在正的特征值，因此结构是稳定的。（注：图16—5是根据六地区计算得到的。这些特征值是包含60×60个微分方程的动态系统的特征值。由于我们不是考虑平地均衡附近的正弦波动，因此它们也就不是本章“集聚的频率”一节中的图灵系统的特征值。甚至当均衡是稳定的时候（即不存在正的特征值），总存在一个或多个零特征值。与零特征值相关的特征向量仅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产业1中的雇佣工人从该产业区的一边流到另一边；也就是说，它使轨道经济中的现有产业结构发生逆转。当然，这与制造业区位是不确定的这一事实完全吻合。）当到达某个临界点时，我们发现，这个系统的某些特征值变为正值，因此结构就变得不稳定了。所以，当运输成本到达其临界值时，现有结构的不稳定性就导致了地理结构中的分岔点的出现。

多个产业

上述分析是在两个产业的背景下进行的。如果存在多个产业，又会有哪些不同之处呢？在这种情况下，图灵分析法可以很清楚地给出解释。观察方程（16.4）～方程（16.8）可知，就特定的产业（产业1）而言，价格指数和工资方程只与那个产业的就业水平、价格指数、工资水平以及支出水平有关。支出水平包括了总收入，它取决于两个行业的变量。但是，当我们在对称均衡附近进行微分的时候，总收入不会发生变化[参见方程（16A.4）]。这就是说，这个模型中的图灵分析法同样适用于在单个产业层次上进行分析，而且我们推导出来的结果与产业的数目无关。因此，一系列特定的产业参数以及运输成本意味着每个产业的最佳集聚频率是一样的，而不管有多少个产业。

在模拟分析的过程中，局部结论同样适用于整体均衡的分析。如图16—6所示，它模拟了三个产业模型的情况，其中所有的产业参数和前面的图都一样。纵轴代表总就业，曲线表示每个产业的累积就业份额（虚线为λ1
 ，实线为λ1
 +λ2
 ）。可以看出，与图16—4一样，每个产业都集中在两个地区。而且三个产业的区位模式均相同；改变曲线排列的顺序只会改变图形的相位，而不会改变曲线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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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6 三个产业的均衡就业

尽管每个产业的聚集区的数目与产业数目无关，但是在整个世界中，产业区的数目却并非如此。如果存在H个产业，其首选频率是v，那么分析结果表明，整个世界可以划分为H×v个专业化产业区。

中心与外围

在本书中，我们的分析步骤一般是先假设所有地区都是完全相同的，这样就可以只客观地考虑地理方面的自组织等纯粹因素的影响，而排除掉固有的地区差异对我们主观分析的影响。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是对称的。现在我们看一下非对称性对新的地区模式的影响。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自然地理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均天然地存在某些不同，那么哪些产业会集中在哪些区域？如果贸易成本降低的话，这种专业化模式将如何改变？我们还无法以解析解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模拟分析提供了一些启示。

现在我们假设，地理空间分布在给定长度的一条线上，这条线上的每一点都拥有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和特定要素。然而，我们不再在轨道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研究：这条线有端点，因此经济体一开始就存在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在这种地理分布下，中心区域有一种天然的优势：既接近市场又接近供应商，因此它就会比外围区域支付更高的工资。这对产业专业化的地理有什么影响呢？

与本章的前面几节一样，假设存在两个产业。但是我们首先假设这两个产业的运输成本参数不一样；更精确一点，假设产业1的贸易成本总是产业2的两倍。图16—7的横轴代表区域，并且标出了产业1所在的区域。整个图描述了三种不同运输成本下的情况（保持两个产业之间运输成本之比为2∶1）。位置较低的图，其运输成本也较小；最上面的图是从平地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下面的两幅图是从贸易成本逐渐减小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这些图中肯定存在着断续均衡，不过我们这里只是列举了三种不同运输成本下的均衡结构，波动的均衡过程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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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7 中心区域和外围区域的就业

看看这三幅图，我们可以观察到两点：（1）当贸易成本由高变低时，集聚频率越来越小，这和我们预料的一样；（2）频率的变化是和产业地区的显著变化联系在一起的。特别地，看看那两幅较低的图，我们发现产业2（贸易成本相对较低）逐渐从中心地区向外围地区移动。这种产业结构逆转的原因可以用我们已知的集聚力加以解释。集聚力和市场进入考虑驱动着产业的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说，当运输成本居中时，集聚力的作用最大。中间的那幅图，低贸易成本产业（产业2）的运输成本居中，因此它占据着中心区域。但在下面的那幅图中，两个产业的贸易成本都降低了，现在高贸易成本产业（产业1）的运输成本居中，因此它位于中心区域；而低贸易成本产业（产业2）位于工资较低的外围区域。实际上，产业2的贸易成本低到使得集聚力变得相对不重要，产业重新定位在外围区域，享受低工资带来的好处。

产业的特征还有哪些不同呢？假设其中一个产业的投入产出系数α较低，劳动力投入系数β较高。这个产业密集使用的劳动更多地来源于本地（在中间产品的生产中也使用劳动，但是一部分中间产品是从其他地区进口的）。结果我们发现，这个产业位于工资最低的外围地区。如果运输成本低，那么该产业只位于外围地区，中心地区被那些关联效应强的产业占有。但是，当运输成本较高时，这又使得每个产业离它们的消费者太远了。因此我们发现，α值较低的产业既可能位于边缘地区，也可能位于包括部分中心地区在内的其他地区。

即使是最简单的自然地理（比如，处于线段的两个端点处）与集聚的经济地理相结合，看来也能产生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贸易成本的降低能够显著地改变产业区位。（注：对此，维纳布尔斯（1998）以数值模拟的方法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结论

现实世界不可能是无缝的：海洋、沙漠、文化差异、语言差异以及国界都能把现实世界划分成不同的部分。即使不存在正式的贸易壁垒，国界仍然会产生大量的实际的贸易壁垒。然而，当我们把这个研究过程看成是一种理论演绎或者看成是对更完美的一体化世界将是什么样的预告时，在不考虑空间单元差异时考察一个空间的经济地理还是很有趣的。

我们发现，即使在没有事先划分特定区域的情况下，整个世界仍然朝着专业化产业区的方向发展：由于空间结构会自动地发展变化，因此没有必要对其进行强制性的规定。此外对于模型的参数变化，空间结构是强健的，因为经济地理被厂商区位决策的相互依赖而锁定。但是锁定效应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超出这个范围，参数的改变会引起经济地理的突变，即断续均衡。经济地理的这种变化可能是剧烈的，使得许多区域的专业化活动发生变化。

本章这一分析方法的优点是，它将经济学中的（自古以来人为划分的）两种理论——区位理论（一般在连续空间里考虑问题）和贸易理论（把国家看成是离散的点）衔接起来。无论如何，本章所述的模型虽然不现实，但是它们确实是分析全球专业化和国际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同时它们也正是区位理论学家通常使用的连续空间模型。至少在一些特殊假定下，我们的模型使得分析更容易处理，使得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两者的合并成为无缝的。

附录1：对称均衡瓦解

为了分析动态变化过程，我们必须在平地均衡附近将模型线性化。在平地处，w=1,λ=1/2,E=1/2β。G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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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对均衡条件进行微分时，用的是各变量在平地处的值，并且利用了对称性，比如，λ（r）′≡λ1
 （r）′=-λ2
 （r）′。对价格指数（16.4）式和（16.5）式进行微分运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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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上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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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ρ[σ＝1/（1-ρ）]代替σ，就可以得到方程（16.17）。（注：此处应为方程（16.14）。——译者注）

附录2：模拟参数

图16—1：σ＝5，α=0.4，β=0.575，κ=0，以及κ=0.025.

图16—2：σ＝5，α=0.4，β=0.575，κ=0.025.

图16—3～图16—6：σ＝5，α=0.4，β=0.575，κ=0.025，Tmax
 =4.

图16—7：σ＝5，α=0.4，β=0.575，κ=0.025.

最上面的图：T1
 max
 =10，T2
 max
 =6.

中间的图：T1
 max
 =4,T2
 max
 =2.5.

最下面的图：T1
 max
 =2,T2
 max
 =1.5.


第17章 对外贸易与内部地理

在本书中我们已经建立了三种模型：区域模型、城市模型和国际模型。在区域模型中，工业制成品的投入要素是可以流动的，而农产品的投入要素是不能流动的；但在城市模型中，除了土地以外的其他投入要素都是可以流动的；同时在国际模型中，投入要素不能流动，但中间产品能够带来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当然，从原则上讲，我们应该综合考虑这些假设条件。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中间产品在各区域的分化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在同一个模型中综合考虑上述假设条件。（注：例如，普嘎（Puga,1998）就建立了一个能综合考虑劳动力的流动和产业内关联效应的模型。）而且在现实世界中，这些人为的分类也是不适用的。尽管如此，各种模型之间的区别确实有助于我们将每一种分析所需要考虑的变量限定在最少的范围之内。经验检验确实会使模型变得更加复杂，但是我们认为，只有在对城市—区域—国际理论进行综合分析能说明更多的经验事实时，才有必要将三个模型放在一起考虑。

最近，汉森（Hanson，1993）在他的一篇研究墨西哥贸易制度变革对工业区位变化的影响的文章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墨西哥采取了通过进口替代来发展工业的传统策略，结果就导致了内向型经济基础的出现，大部分工业都集中在墨西哥城周围。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墨西哥的贸易自由化进程突然加快，并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的签订而达到顶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墨西哥的工业开始从墨西哥城分散迁向该国的北部地区。很明显，墨西哥工业的这种分散式迁移，主要是因为相对于国内市场而言，美国市场显得更加重要了。但是，为什么这些工业要从墨西哥城的周边地区迁出？

最简单的答案就是这与地理位置有关：在墨西哥，大多数迅速成长的新的工业中心要比首都墨西哥城更接近美国。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解释也是正确的。但是，汉森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还涉及许多其他的重要因素。他指出，在任何情况下，贸易自由化都会使工业变得更加分散。其理由是很久以来，墨西哥国内的中心—外围地理现象都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尽管在拥挤的大都市里有更高的运营成本，但是由于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效应（在一个内向型经济中，把企业建在首都附近，既能接近国内的投入品市场，又能接近消费品市场），使得墨西哥的很多工业都集中在首都墨西哥城附近。然而，一旦经济变成外向型，这些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如果一个厂商能从国外市场得到大部分投入品，并将其大部分产品销往国外，那么它就没必要将企业建在国内的中心地区了。因为此时集聚在中心地区的成本大于关联效应所带来的收益。

考察城市经济学与国际贸易政策之间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埃兹和格莱泽（Ades and Glaeser,1997）提供了一些支持这项分析的经验证据。他们在以85个国家为样本的分析中发现，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与该城市GNP中的进口份额呈反向相关，而与关税壁垒正向相关。克鲁格曼和利瓦斯（Krugman and Livas，1996）最先将汉森所描述的情况写成了正式的模型。为了与我们在本书中所使用的一般的方法相比较，我们在这里只提供克鲁格曼—利瓦斯模型的一个简化版本。

汉森也发现，不同产业的区位变化模式是不一样的。某些产业部门与其他产业部门相比，边境地区对它们的影响要大得多。还有一些证据表明，区域专业化也会得到加强。（注：这里的专业化是指按两位数分类的产业的专业化，而不是按四位数分类的产业的专业化，参见汉森（1993）的论述。）这就提出了如下问题：在对外贸易政策与我们在本书第15章中研究的产业集聚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对外贸易是提升还是抑制了国内的区域专业化水平？

在本章中，我们的理论表明：虽然从总体上看，贸易自由化会使一个国家的工业在空间上显得更加分散，但是对某些工业而言，贸易自由化却可能带来空间集聚，同时也会使各个地区变得更加专业化。我们认为，由于存在这些效应，这就使对外开放所带来的国民福利得以增进，比我们通常所讲的贸易能带来的福利要多得多。

开放经济中的城市集中

我们考察一个包括三个特定地区的世界经济：地区1、地区2和地区0（其中，地区0代表外国）。这三个地区相互之间都能进行贸易，但劳动力只能在地区1和地区2这两个国内地区间流动。

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我们以地区0中的劳动力为计价单位，即在地区0中，劳动力的价格被标准化为1。记地区0中的劳动力数为L0
 ，我们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单位来使得国内劳动力的总数为1。其中，地区1的份额为λ，地区2的份额为1-λ。于是，三个地区的收入就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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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们假设只有一个制造业部门，它使用生产要素（劳动）生产差异化的产品，其生产方式与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一致（注意：与第4章相比，该经济体中没有农业部门；其实只要设μ=1，就可以将第4章中的模型化成本章中的模型）。同时，假设产品的运输需要耗费一定的成本。我们进一步假设，如果产品在国内两个地区之间运输，每一单位的产品只有1/T能到达目的地；如果要将产品从本国运到国外去，则每一单位的产品只有1/T0
 能到达目的地。这也就是说，从国内的两个地区向国外运输的成本是相同的，即国内任何一个地区都不比另外一个地区更接近外国市场。

这就意味着，一般形式的价格和工资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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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这个模型还不包括任何收益递减的情况。由于只有一种生产要素，而且这种生产要素在国内的两个地区之间又是流动的，所以，并没有明显的理由说为什么所有的劳动不能集中在一个地区或另一个地区。于是，为了展现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相互作用，我们必须引入一种与集聚力对抗的作用力。我们曾经提到的那些不能流动的投入要素（如土地）的存在，就产生了这种作用力。实际上我们在其他模型中就是这样假设这种力的存在的。然而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在这里只是简单地假设存在某种相对于城市规模而言的拥塞成本，并且直接将它代入实际工资方程。（注：克鲁格曼和利瓦斯（1996）对地租的影响做了明确的处理。然而，就目前的分析目的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那些起离心作用的因素，因此，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就可以将每个地区的实际工资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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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1-λ）δ
 和λδ
 表示每个地区的拥塞成本。同时，我们假设δ∈（0,1）。（注：用收入的一部分1-（1-λ）δ
 来表示地区1的拥塞成本，因此拥塞成本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并且这一函数的曲线的形状是凸的。）这就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某个地区的人口增加时，该地区的实际工资水平会下降，而且实际工资下降的速度是递增的。进一步地，如果全国所有的人口都集中到该地区，该地区的实际工资水平就下降至0。劳动力的区际分布λ，则是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工资水平与整个经济体中的平均工资水平的差异来调整的。

现在，我们提出如下问题：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一体化（以成本T0
 来测度）是如何影响劳动力在国内两个地区之间的均衡配置的？

贸易自由化效应

首先让我们进行数值分析。图17—1表明，以λ表示的国内劳动力的均衡配置是对外贸易成本T0
 的函数。如同以往，稳定的均衡用实线表示，不稳定的均衡则用虚线表示。从图中可以看到，当对外贸易成本T0
 的值较低时，两个地区的人口相等；当T0
 值较高时，两个地区的人口就不再相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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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 叉型图

要想对这一问题作出直观的解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考察两地区人口相等时的那个均衡的稳定性。当T0
 值较低时，经济是外向型的。此时，国内每个地区的生产者都将其大部分产品销往国外市场。如果我们将一单位的劳动力从区域2转移到区域1，就会使区域1的市场增大，同时也就缩减了区域2的市场规模，从而使得区域1有更大的区位吸引力。但是这一后向关联效应相当的弱，因为企业很大一部分的销售额并不是源自国内市场，而是源自外国市场。与此相反，很高的拥塞成本却产生了更大的消极影响。因此，这个均衡是稳定的。

当T0
 值较高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在T0
 值很高的情况下，企业会更加依赖于国内市场，所以劳动力的流动所带来的后向关联效应会更强。这就使得两个地区劳动力相等的均衡变得不稳定。

如果是两个规模相等的生产中心，现在均衡变得不稳定，那么将发生什么情况呢？从我们对拥塞成本的模拟计算过程来看，经济显然不会终止于这样一个角点解，即所有的人口都聚集在一个地区。如果这种极端的情况发生，那么该地区的居住成本将变得无穷大，以至于实际工资水平变为0。方程（17.9）和方程（17.10）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反，我们假设，存在两个规模不等的生产中心：一个生产中心的规模较大，因此就拥有关联效应所带来的优势，但它也有拥塞成本；另一个生产中心的规模则相对较小。

从图17—1容易看到贸易自由化对国内地理的影响。我们从高贸易壁垒的情形开始。随着对外贸易变得越来越容易，国内两个地区在规模上的差异会逐渐变小。由于规模较小的地区离外部市场也很近，因此这一地区的劣势变得越来越小，这就会使它得以成长。这一成长过程会一直加速，直到达到分岔点。在这一点，两个地区的规模变得同样大。

现在我们开始分析分岔点的特征。和往常一样，我们可以在对称均衡点（λ=0.5）附近将模型线性化，并求出dω/dλ的表达式（注意到dω=dω1
 =-dω2
 等等）。虽然不可能直接地解出国内价格（G）和工资（w）在对称均衡点的精确解，但它们可以由本章附录1中的式子隐含地给出。在该附录中，我们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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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是很直观的。第一项看起来应该是很熟悉的：它只是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另一种表达方法而已[与（4.27）式相比较就会发现，令（4.27）式中的μ=1即可]。在这个特定的表达式中，第一项总是正的，而且它代表了这个模型中的向心力，第二项表示城市集中的成本。

当dω/dλ为正时，对称均衡是不稳定的。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当Z=0时，dω/dλ为负，而且dω/dλ的值随着Z的增加而变大。进一步地，如果拥塞成本δ不是太大，它将变为正。

Z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各参数的取值。这一点可以从本章附录1中G和w的表达式看出。如果考虑对外运输成本，就会发现，Z是随着这些成本的增加而增加的。这是因为随着T0
 的增加，G会增加而w会减少（对外运输成本的增加会提高进口价格，因此价格指数增加；同时，对外运输成本的增加还会使出口机会减少，因此会使工资减少）。Z是T0
 的增函数，这意味着较高的对外贸易成本会使对称均衡点变得不稳定，进而会形成两个规模不相等的城市，即非对称均衡。换言之，只要δ不是太大，均衡的结构就可以由图17—1来表示。经济的更加开放，也使得其内部地理结构的集中程度降低。

很有必要更加深入地讨论这个模型的一些含义。首先，应该考虑对临界点做一个比较静态分析。δ越高、L0
 越高、T越低，T0
 的临界值就越高（此时，该经济体很有可能会出现两个规模相等的城市）。毫无疑问，更高的拥塞成本阻止了集聚的发生，而更大的国外人口份额则意味着开放程度更高：它提升了每个企业销售中的出口份额。更低的国内运输成本弱化了经济体内部的集聚力，这使得该经济体更倾向于有两个规模相等的城市。

其次，还应该考虑分岔的形状。在本模型中，分岔的形状是叉形。但是，如前文所述，分岔的形状对离心力（即拥塞成本）的变化非常敏感。假设在实际工资和拥塞成本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即以表达式ω1
 =w1
 /G1
 -δλ来代替原来的表达式ω1
 =w1
 （1-λ）δ
 /G1
 。在这一线性关系下，分岔的形状就会变成战斧形。显然，当λ趋向于1时，工资不会趋向无穷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ω对λ的三阶导数为正，因此函数在对称均衡的分岔点会由凹变凸。

产业集聚与对外贸易

我们已经看到，从总体上看，加大对外贸易的开放度能够引起国内人口和制造业活动在空间中的分散。那么，它对某些特定产业的集中又有什么影响呢？这些特定产业中的企业，是更倾向于集聚在某个特定的地区，还是更倾向于分散在不同地区？

我们曾在本书第15章中建立了一个用于研究产业专业化的两部门模型。该模型可以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在该模型中，产业之间的相互关联产生了向心力：企业因更接近上游企业和顾客而获利；而离心力则产生于每个地区的消费者的最终需求。（注：正如本书第15章“多种要素：赫克歇尔—俄林世界中的产业集群”一节中所论述的那样，这还取决于模型的假设，它也可能来自固定要素的供给。）对外贸易会弱化这两种作用力。这是因为，此时企业会使用更多的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并且将更多的产出用于出口；而消费者也将消费更多的进口商品。然而，这两种作用力是如何达到平衡的？

我们分两步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假设国内这两个地区的人口相等，然后再看贸易自由化是否能够提升产业集聚水平；其次，我们通过增加拥塞成本并允许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来将此问题与本章前面几节中的模型联系在一起。我们得到了极为丰富的结论，即在国内两个地区之间存在层级结构；在这个层级结构中，各地区的人口规模不相等，而且各地区的产业结构也不相同；贸易自由化在使人口分散的同时，也促进了某些产业的集聚。

我们首先假设国内人口分布是不变的。这样只需要对本书第15章中的模型做一个很简单的概括就可以了。与本章第1节中的处理方法一样，我们假设，存在两个产业部门和三个地区（两个国内地区和一个国外地区）。产业部门以上标表示，而地区则以下标表示。例如，可以用Li
 j
 来表示产业i在地区j所雇用的劳动力。同时，我们设国外地区的两个产业部门所雇用的劳动力是相等的，即L1
 0
 =L2
 0
 =L0
 /2。另外，我们假设国内每个地区的人口都是固定的，且均为国内总人口（单位值）的一半。于是,对每一个国内地区（j=1,2）而言，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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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国内地区的内部，劳动力根据工资差异在产业之间流动。同时，由于同一地区内的所有工人所面临的生活费用指数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里讲的工资差异就是名义工资差异。

各地区不同产业的价格指数Gi
 j
 可以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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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上三个方程与方程（15.3）～方程（15.8）类似，只是加入了一个国外地区，且γ=0。）

与通常的情况一样，这一模型有一个对称均衡点。而且，本章附录1给出了各个内生变量在该点的取值。问题是，当对外贸易成本T0
 改变时，该均衡点的稳定性如何？让我们直接进行解析。在第15章的附录1中，我们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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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w/dL在Z较小时为正，在Z接近单位值时为负（倘若α＜ρ）。Z随T和T0
 的增加而增加。正如本章“贸易自由化效应”一节所阐述的那样，由于T0
 的变化会影响到G/w的取值，所以T0
 的变化会影响到Z的取值。这就意味着，减少内部或者对外贸易壁垒，就可以使经济通过对称均衡被打破的那一点，从而能使dw/dL由负值变为正值。图17—2就给出了几种可能的情况。曲线BB给出了，当L0
 取三个不同的值（L0
 =1，2，10）时，T和T0
 在对称均衡的突变点的取值。对称均衡点在这些曲线的上方是稳定的，而在其下方则是不稳定的。我们看到，经济越开放（T0
 越低，L0
 越高），均衡点就越趋向于不稳定。当然，由本书第15章可知，即使经济体是封闭的，T也总会有取值要低于其在对称均衡的突变点的值。

[image: 364]


图17—2 突变点

当对称均衡点不稳定时，就存在两个稳定均衡。此时，每个地区专门从事某一产业。这就与我们在第15章中所看到的情况完全一致了。（注：正如我们在第15章中看到的那样，此时分岔是战斧形的。）从我们目前这一角度看，当对外贸易自由化所产生的效果，与我们在第15章中研究的内部贸易成本减少的效果相似时，对称均衡的突变点就会出现。此时，厂商和消费者会变得更加外向化，但居主导地位的是消费者将会更少地依赖于当地厂商。这就使得对称均衡被打破，从而发生产业集聚。

产业结构与城市集中

现在，让我们把前面几节中讨论的问题放在一起，考虑当劳动力可以在两个产业之间（包括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流动时，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对此，我们需要详细分析，劳动力在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两个产业之间流动的动态变化。我们假设，劳动力根据各产业的工资水平与该地区平均工资水平的差异，在同一地区内部的两个产业间流动；同时，劳动力会根据每个地区的平均工资水平与整个经济体的平均工资水平的差异，在两个地区之间进行流动。

我们将定义θi
 为产业1在地区i所雇用的劳动力的份额，λ表示地区1中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份额。于是,我们就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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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中，γλ
 是调节速度，ω1
 和ω2
 分别是每个地区的实际工资的平均水平，而ω是整个经济体的实际工资的平均水平，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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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方程（17.14）～方程（17.16）和方程（17.19）～方程（17.23）将模型完整地描述了出来。如果γλ
 =0，那么这个模型就变成了本章“产业集聚与对外贸易”一节中的模型；如果γθ
 =0且α=0，则这一模型就简化成了本章“开放经济中的城市集中”一节中的模型。（注：与本章“开放经济中的城市集中”一节不同的是，这里有两个产业。但是，如果它们是对称的，而且不存在内在关联（即α=0），则产业数目的多少并不会影响到模型结论的有效性。）

我们不去推导这个模型的解析解，而是用数值分析方法来说明对外开放程度的变化会怎样改变经济结构。与图17—1一样，图17—3以对外运输成本为横轴，劳动力雇佣水平为纵轴。与图17—1不同的是，该图并没有对所有的均衡点进行详尽的描述，而只是刻画了经济中一个特定的均衡点在对外贸易成本减少时的变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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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3 对外贸易与内部经济地理

以一个较高的T0
 值为初始位置，在这一点上，其中一个地区（如地区1）拥有经济体中的绝大部分人口，该地区的两种产业产值也占到了整个经济体的产值的绝大部分。L1
 1
 是该地区的产业1所雇用的劳动力，L2
 1
 是该地区的产业2所雇用的劳动力，两者之和等于L1
 。相对而言，另外一个地区的人口就非常少，而且都被其中的一个产业所雇用。因此，设L2
 =L2
 2
 ＞0，且L1
 2
 =0。所以，当规模较大的地区的两个产业都在雇用劳动力进行生产时，这就是一种人口集中而产业分散的情况。（注：只有在内部和外部的运输成本都很高时，我们才会发现，规模较小的地区会发展两个产业。）这与我们在本书第10章中所看到的城市体系的层级结构相似。即人口较多的地区拥有两个产业，而与之共存的人口较少的地区则专门从事某一个产业。

现在考虑对外贸易壁垒减少的效应。当我们减少对外贸易壁垒时，就会发生两种变化：（1）规模较大的地区的人口会流向规模较小的地区（L1
 =L1
 1
 +L2
 1
 减少），如同我们在本章“贸易自由化效应”一节中看到的那样，当经济变得更加外向时，来自消费者支出的后向关联效应就会变弱，因此，由拥塞成本而引起的离心力会使人口变得更加分散；（2）规模较大的地区（地区1）中的产业2会逐渐转移到地区2（L2
 1
 减少，L2
 2
 增加），这使规模较大的地区变得更加专业化。这是因为，此时对外贸易起到了平衡各地区各部门的产品供需关系的作用，这样就促进了由产业内关联引致的产业专业化。T0
 的进一步减少最终会使得经济到达这一点：在这点上，两个地区的人口相等，而且各自专门从事两个产业中的某一个产业。因此，对外贸易自由化会导致人口分散而产业集中。

图17—3所表达的分析结论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不仅展示了对外贸易自由化是怎样改变内部经济地理的，也展示了相当复杂的内部经济地理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两个产业和国内两个地区原本是对称的，但是随着T0
 值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发生变化，经济体中就出现了区域层级结构。即一个地区拥有大部分人口，且会同时发展两个产业，而另一个地区则拥有较少的人口，并在某一个产业上进行专业化生产。

结论

一般认为，进行国际贸易所获得的收益来自消费者所得和生产者所得。其中，后者是通过发挥比较优势，从而改变产业结构所带来的。当一个产业为了适应贸易方式的变化而重新组织其生产时，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有关文献，就会另外考虑贸易使竞争加剧后所产生的收益，以便对贸易所得进行深入分析。本章的分析表明，国际贸易也许还会通过一些更深一层的作用机制，来改变国内经济的福利水平。贸易可以导致内部经济地理的重新组织，它既在总体上促使制造业活动变得更加分散，同时又促使某些产业产生集聚。虽然我们没有直接解出一个解析解来表示这些变化对国内经济的福利水平所产生的影响，但是直觉告诉我们，贸易能带来许多收益（数据模拟的结果也支持这个结论）。拥塞成本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而且函数图形是凸的。所以，更均匀的人口分布可能会提升经济福利水平。同时，正如我们在第15章中所看到的那样，产业集聚使厂商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它最终会带来真实收入的增加。

附录1：对称均衡瓦解

本附录中的分析是以方程（17.14）～方程（17.16）和方程（17.19）～方程（17.23）所构成的一般模型为基础的。各地区的每一个产业所雇用的劳动在对称均衡点的取值为：L1
 0
 =L2
 0
 =L0
 /2和L1
 1
 =L2
 1
 =L1
 2
 =L2
 2
 =1/4。根据假设可得，表示国外情况的变量在对称均衡点的取值为G0
 ≡G1
 0
 =G2
 0
 ，而表示国内情况的变量的取值为G≡G1
 1
 =G2
 1
 =G1
 2
 =G2
 2
 等。因此，各变量的对称均衡值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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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要找出劳动力在地区间分布或部门间分布上的一个微小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考虑劳动力配置上的一个微小变化dL，它对劳动力在各区域的配置的影响可以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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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J=1，那么一个大小为dL的变化会使地区1中的两个产业所雇用的劳动力都增加，而使地区2中的两个产业所雇用的劳动力都减少。我们用这个微小变动来检验本章第2节中的地区移民模型的稳定性。对这一模型而言，当α=0时，就无法建立起一个一般模型（当α=0时，在每个地区都有两个对称的产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与只有一个产业时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任何差别）。

如果J=-1，那么在各地区和各产业劳动力的总雇佣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配置上的一个微小的变化，就会使地区1中的产业1所雇用的劳动力增加。同时，比较一下方程（17A.2）和方程（15.18），就可以发现，我们可以用这个微小的变动来检验产业集聚模型的稳定性。

对均衡条件（17.14）式～（17.16）式进行全微分，并使用方程（17.18）所定义的Z，就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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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资的改变就是dω/ω=dw/w-dG/G-δdL/L，我们从中可以推出方程（17.11）。

如果J=-1，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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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模拟参数

图17—1：σ=5,L0
 =2,T=1.25,δ=0.1

图17—2：σ=5,L0
 =1,2,10,α=0.05

图17—3：σ=5,L0
 =2,T=1.25,δ=0.1,α=0.05



注释


[1]
 该式应为[image: 390]
 2
 =γθ
 （w1
 2
 -w2
 ）θ2
 。——译者注


[2]
 正式地，若k=j，则Ti
 kj
 =1。若k≠j，且k或j中任何一个等于0，则Ti
 kj
 =T0
 。其他则Ti
 kj
 =T。


第18章 前进的方向

在本书中，我们阐述了两种十分简单的观念：第一种观念，在一个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都很重要的世界里，前后向关联效应可创造出一个集聚的循环逻辑，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生产者希望将企业建立在它们的供应商和消费者的附近，这意味着它们希望相互之间离得很近；第二种观念是，某些资源（比如土地和许多情形中的劳动）的不可流动性起到了离心力的作用，与集聚的向心力方向相反。离心力和向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经济的空间结构的演化。

大家已经看到，这两种观念使我们得以深窥一系列范围甚广的现象：从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宽泛地分为制造业区域和农业区域，到等级严密的城市层级体系的自发产生，再到国际贸易中产品循环的动态变化。更重要的是，我们建立了用来分析很多不同问题的模型，结果发现这些模型都有相似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虽然参数表达形式稍有不同，但相同的问题不断出现，模型中经济的定性行为通常会产生几个相同的表达式。这些表达式反映了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

总而言之，研究表明，本书所使用的基本方法的灵活性及其含义的潜在一致性都令人十分满意。然而，经济学总是这样：一个模型解决了一些问题，却又提出了其他的新问题。下一步就是，在这些新出现的领域中，我们该做些什么？

我们建议未来的工作应关注以下四个重要方向：扩大理论菜单（theoretical menu）；用经验证据来支持这种方法；从基于假定的计算到实际的量化；以及考虑整个分析的福利和政策含义。

理论菜单

在经济地理学中考虑模型的选择，一个有用的方法是：将可能的选项列成菜单形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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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表的左边一栏，我们列出了马歇尔所说的三种形式的外部经济（这在本书导论中已经描述过了）。在表的右边一栏，我们列出了在某种程度上与之相对应的抵消集聚的三种力。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认为，所有这些力不但都在真实世界中起作用，而且几乎与所有真实世界的经济地理学问题都有一定的关系。然而，在我们的研究中并没有将所有这些力均加以考察。对于理论家来说，经济建模中自然且恰当的做法是：把问题简化，只把其中某些可能的情况作为关注的焦点。所以，在我们的模型中，一般只是将关联效应作为向心力，而将要素的不可流动性作为离心力。

当然，也有其他的选择。冯·杜能对土地的传统分析可以表述为，外部经济创造出一个城市中心，中心周围的地租梯度决定土地的使用；在城市体系理论文献中，亨德森及其追随者事实上选择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作为问题的焦点，得出了人口和效用之间的倒U形关系。我们则在某些地方采取了特殊的处理方法：第Ⅲ篇的城市模型与冯·杜能的分析有关，而第17章的贸易与城市化模型（trade-and-urbanization model）又将外部不经济视为离心力的一种来源。

然而我们依然认为，应当对我们的理论菜单的含义进行更加系统化的探索。这样，就可以考察模型在多种离心力和向心力同时发生作用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同时还可以判断这些模型的预测是如何取决于这些力的相对重要性的。只有进行这样的探索，我们才能解释在下一步的经验研究中得到的结论。

经验研究

一般认为，存在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型是很难用于经验研究的。有人曾经这样评论产业组织理论的教科书：在20世纪70年代的理论革命之前，它们包含很多事实但没有什么理论；在此之后，它们包含很多理论，但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内容了。经验研究的缺乏可能是因为，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型具有典型的很强的非线性。这就对传统的经济计量学方法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挑战。经验研究的另一个障碍可能是，为了提出理论上容易处理的模型，需要做一些简单假设，但是又很难放松这些简单假设。而要使用真实世界的数据，就需要修正这些假设。

尽管如此，实践证明，经验研究已经成为“新贸易”和“新增长”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经验研究有助于提供一些典型事例和约束条件。在这一方面，新经济地理学的一些重要著作做了许多工作：在城市地区间进行的跨区域研究（Glaeser，Scheinkman and Shleifer，1995）、国际比较（Ades and Glaeser，1997），甚至最近的一些对结构方程[例如，由新地理模型导出的“市场潜力函数”（Hanson，1998）]的估计。显然，我们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要尽可能地与理论模型紧密相连。作为一种方法，经验研究可以用来判断，在哪些因素之间存在真正的相关关系；同时也可以用来指出，模型在哪些地方还需要进一步的拓展。

量化

在经济学的一些领域，特别是在公共财政和国际贸易领域，量化模型（quantified model）是很重要的分析工具。我们所称的量化模型并不仅仅是指适合实际数据的模型；相反，我们指的是那种理论一致的模型，它的参数建立在数据和假设之融合的基础上，所以可以对这类模型进行模拟分析。一般而言，用于分析贸易政策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就属于这一类；另外，对在不完全竞争情况下讨论贸易政策起到重要作用的调整模型（calibrated model）也属于这一类[例如，参见克鲁格曼和史密斯（Krugman and Smith，1993）的研究]。尽管无法直接检验这些模型，它们仍然非常有启发性：譬如，在纯理论文献中，世界贸易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使得政策分析者比以往更加重视贸易条件的影响；而在讨论战略性贸易政策时，调整模型表明，其实没有必要过多地关注租金的国际分配。

我们当然希望能在经济地理学这一领域进行类似的实践，譬如，建立可计算的地理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ographical equilibrium model）。特别是，我们希望至少能结合实际情况对分岔图进行初步分析：在哪些条件下，经济体才能真正地自发演化为中心—外围模式？欧洲是否真的能够维持它的多中心产业地理？

建立这样的模型并不容易（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由于技术相当复杂而没有把它们放进这本书）。也许需要一些新的建模技巧来使模型与数据保持一致[就像贸易理论中的模型通常要依赖于“阿明顿假设”的一些变体（一个关于偏好的特殊假设）来与多边贸易的实际模式相匹配]。

然而，建立这样的模型将是重要的一步。这将使理论经济地理学真正成为一门预言性学科，能够衡量假设条件的冲击（包括政策的改变）对经济的空间结构产生的影响。

福利含义

有些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在与福利含义有关的问题上是寡言少语的。在某些情形中，结论是很显然的：例如，在本书第13章提出的国际专业化模型中，你宁愿你的国家成为工业化的高工资的中心，而不是低工资的外围。但是一般而言，我们倾向于强调地理经济的实证研究而不是规范研究。

至少有三个理由可以用来解释我们的这种缄默。第一点，我们觉得，经济学的方法应当在用于指导实际问题之前展现其解释现实的能力；在这一方面，我们的观点与马克思完全相反。换句话说，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解释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

第二点更加微妙。一般认为，在市场失灵时（尤其是存在正的或负的外部性时），政府应该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我们认为政府应当促进技术外溢，限制环境污染。然而，在相当程度上，一个经济体的空间结构却是外部经济与外部不经济（孕育集聚的关联效应和信息溢出与拥塞以及其他阻碍集聚的不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哪种外部性的作用更大呢？例如，大城市是太大了（看看交通、空气污染、犯罪），还是太小了（想想如伦敦或纽约这样的大都市由于其城市体系中各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带来的收益）？事实上，没有人知道。而且，在对此进行大量艰巨的经验研究之前，都不会有人知道。由定义就基本上可以看出，纯理论的推测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最后，我们这么做也是出于一种策略性的考虑。在这之前，在尝试着将收益递增的概念引入经济学（特别是新贸易理论）的过程的前期，一些局外人抨击新贸易理论代表的是干涉主义政策的利益。随后，这些抨击的不成熟就显现出来了：新观点的政策含义在实践中比它们的理论源泉（最初的新重商主义）要微妙得多。显然，新经济地理将会导出重要的政策含义，但我们希望在它设想可能的干预之前，它应当有坚实的理论和经验的基础。总的来说，经济学的要点之一就是提供政策指导，我们希望并期盼这本书中的方法最终能引致一系列有益的政策建议，以指导与地区的、城市的、可能还有国际的贸易政策有关的问题。

我们的立足点

最后，研究经济地理的主要理由是，它是这个世界很显著也很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不如国际贸易那样受到关注？为什么生产区位不如主流经济学中的资本理论或收入分配那样受到重视？除了传统上的分析难以驾驭之理由外，我们找不到任何其他的理由。在本书中，我们揭示了如何通过一种特殊的途径来研究空间经济，以及它又怎样带出了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还会有其他的途径或其他的故事将更有启发性，更具诱惑力。而如今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借口可以忽略经济生活的空间方面了。它永远是有趣的且重要的；现在，你可以尽可能严谨地研究它了。

人们可能会说，研究经济地理的时代已经到来。但是，显然，我们更愿意说，这门理论终于安得其所了。


参考文献

Ades,A.F.,and E.L.Glaeser(1997).“Trade and circuses:explaining urban giant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1):195—227.

Alonso,W.(1964).Location and Land Us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Amiti,M.(1997).“Specialization patterns in Europe.”Discussion paper no.363,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erson,S.P.,A.de Palma,and J.-F.Thisse.(1992).Discrete Choice Theory of Product Differentiation.Cambridge,MA:MIT Press.

Armington,P.S.(1969).“The geographic pattern of trade and the effects of price changes.”IMF Staff Papers 17∶488—523.

Arthur,B.(1994).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Bairoch,P.(1988).C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From the Dawn of History to the Present.Translated by C.Braid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aumol,W.J.,and R.E.Gomory.(1987).“Inefficient and locally stable trade equilibria under scale economies:Comparative advantage revisited.”Kyklos 49∶509—540.

Beckmann,M.,and J.-F.Thisse.(1986).“The location of production activities.”In P.Nijkamp,ed.,Handbook of Regional Economics.Amsterdam:North-Holland,pp.21—95.

Blaug,M.(1997).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rchert,J.R.(1967).“American metropolitan evolution.”Geographical Review 57∶301—332.

Brulhart,M.,and J.Torstensson.(1996).“Regional integration,scale economies,and industry loc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Discussion paper no.1435,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London.

Galmette,M.-F.,and J.Le-Pottier.(1995).“Localisation des activites;un modele bisectoriel avec couts de transport.”Revue Economique 46(3):901—909.

Carroll,G.(1982).“National city size distributions:What do we know after 67years of research?”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6∶1—43.

Chisholm,M.(1990).Regions in Recession and Resurgence.London:Hyman.

Christaller,W.(1933).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Jena,Germany:Fischer(English translation by C.W.Baskin,London:Prentice Hall,1966).

Cronon,W.(1991).Nature's Metropolis: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New York:Norton.

Davis,D.,and D.Weinstein.(1999).“Economic geography and regional production structure: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European Economic Review,February.

Deaton,A.,and J.Muellbauer.(1980).Economics and Consumer Behaviou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cken,P.,and P.Lloyd.Location in Space: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Economic Geography.New York:Harper and Row.

Dixit,A.K.,and J.E.Stiglitz.(1977),“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3):297—308.

Dobkins,L.H.,and Y.M.Ioannides.(1996).“Evolution of the U.S.city size distribution.”Mimeograph,Tufts University,Medford,MA.

Ellison,G.,and E.L.Glaeser.(1997).“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U.S.manufacturing industries:A dartboard approac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889—927.

Engel,C.,and J.H.Rogers.(1996).“How wide is the borde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6(5):1112—1125.

Ethier,W.J.(1982).“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turns to scale in the moder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389—405.

Fetter,F.A.(1924).“The economic law of market area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38∶520—529.

Fujita,M.(1988).“A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model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D ifferentiated product approach.”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8∶87—124.

Fujita,M.(1989).Urban Economic Theory:Land Use and City Siz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ujita,M.,and P.Krugman.(1995).“When is the economy monocentric?von Thünen and Chamberlin unified,”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5∶505—528.

Fujita,M.,P.Krugman,and T.Mori.(1995).“On the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s.”Discussion paper no.419,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Kyoto University,Kyoto,Japan.

Fujita,M.,and T.Mori.(1996).“The role of ports in the making of major cities:Selfagglomeration and hub-effect.”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49∶93—120.

Fujita,M.,and T.Mori.(1997).“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evolution of urban systems.”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7∶399—442.

Fujita,M.,and H.Ogawa.(1982).“Multiple equilibria and structural transition of nonmonocentric urban configuration.”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12∶161—196.

Gabaix,X.(1997).“Zipf's law for cities:An explanation.”Mimeograph,Harvard University,Cambridge,MA.

Garreau,J.(1991).Edge City:Life on the New Frontier.New York:Doubleday.

Glaeser,E.L.,J.Scheinkman,and A.Sheleifer.(1995).“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section of citie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6∶117—143.

Grandmont,J.-M.(1988).“Nonlinear difference equations,bifurcations and chaos:an introduction.”Working paper no.8811,Institute for Mathematical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Stanford,CA.

Grossman,G.,and E.Helpman.(1991).“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World Economy.”Cambridge;MIT Press.

Hanson,G.(1996).“Increasing returns,trade,and the regional structure of wages.”Mimeograph,University of Texas,Austin.

Hanson,G.(1998).“Market potential,increasing returns,and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Mimeograph,University of Texas,Austin.

Harris,C.(1954).“The market as a factor in the localization of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4∶315—348.

Helliwell,J.(1997).“National borders,trade,and migration.”Working paper no.6027,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Cambridge,MA.

Helpman,E.,and P.Krugman,(1985).“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Cambridge:MIT Press.

Henderson,J.V.(1974)“The sizes and types of cit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640—656.

Henderson,J.V.(1980).“Community development:The effects of growth and uncertain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894—910.

Henderson,J.V.(1988).Urban development:Theory,Fact,and Illus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irschman,A.(1958).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

Hoover,E.M.(1948).Th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New York:McGraw-Hill.

Hoover,E.M.,and R.Vernon.(1959).Anatomy of a Metropolis:The Changing Distribution of People and Jobs within the New York Metropolitan Reg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telling,H.(1929).“Stability in competition.”Economic Journal 39∶41—57.

Ijiri,Y.,and H.Simon.(1977).“Skew Distributions and the Sizes of Business Firms.”Amsterdam,North-Holland.

Isard,W.(1956).“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Cambridge:MIT Press.

Jones,R.(1971).“A three factor model in theory,trade and history.”In J.Bhagwati,R.W.Jones,R.A.Mundell,and J.Vanek,eds.,Trade,Balance of Payments,and Growth.Amsterdam:North-Holland,pp.3—21.

Karaska,G.,and D.Bramhall,eds.(1969).“Locational Analysis for Manufacturing.”Cambridge:MIT Press.

Kauffman,S.(1993).“The Origins of Ord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eeble,D.E.,P.L.Owens,and C.Thompson.(1982).“Regional accessibility and economic potential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Regional Studies 16∶419—432.

Kenen,P.(1965).“Nature,capital,and trad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3∶437—460.

Kim,S.(1995).“Expansion of markets and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the trends in U.S.regional manufacturing structure,1860—1987.”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4)∶881—908.

Krugman,P.R.(1980).“Scale economics,product differentiation,and the pattern of trad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950—959.

Krugman,P.R.(1991a).“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483—499.

Krugman,P.R.(1991b).Geography and Trade.Cambridge:MIT Press.

Krugman,P.R.(1993a).“On the number and location of citie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7∶293—298.

Krugman,P.R.(1993b).“First nature,second nature,and metropolitan location.”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33∶129—144.

Krugman,P.R.(1997).“Zipf's law and city size.”Mimeograph,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Krugman,P.R.,and R.E.Livas.(1996).“Trade policy and the third world metropoli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49(1)∶137—150.

Krugman,P.R.,and A.Smith,eds.(1993).Empirical Studies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rugman,P.R.,and A.J.Venables.(1995).“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4)∶857—880.

Krugman,P.R.,and A.J.Venables.(1997).“Integration,specialization and adjustm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0∶959—968.

Krugman,P.R.,and A.J.Vevables.(1997).“The seamless world:A spatial model of 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Mimeograph,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ambridge：MA.

Launhardt,W.(1885).Mathematische Begründung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Leipzig,Germany:B.G.Teubner.

Leamer,E.,and J.Levinsohn.(1996).In“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The evidence.”G.Grossman and K.Rogoff,ed.,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3,Elsevier,Amsterdam,pp.1339—1394.

Lewin,R.(1992).Complexity:Life at the Edge of Chaos.New York:Macmillan.

Lorenz,E.(1994).The Essence of Chao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L-sch,A.(1940).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Jena,Germany:Fischer (English translation,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54).

Marshall,A.(1920).Principles of Economics.London:Macmillan(8th ed.).

Marshall,J.U.(1989).The Structure of Urban System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McCallum,J.(1995).“National borders matter:Canada-U.S.regional trade patter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5∶615—623.

Mills,E.S.(1967).“An aggregative model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a metropolitan are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197—210.

Mori,T.(1997).“A modeling of megalopolis formation:the maturing of city systems.”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42∶133—157.

Murphy,R.,A.Shleifer,and R.Vishny.(1989).“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big pus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5)∶1003—1026.

Myrdal,G.(1957).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London:Duckworth.

Nerlove,M.L.,and E.Sadka.(1991).“The von Thünen model of the dual economy.”Journal of Economics 54∶97—123.

Nicolis,G.,and I.Prigogine.(1989).Exploring Complexity.New York:W.H.Freeman.Ohlin,B.(1933).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orter,M.E.(1990).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New York:Macmillan.

Pred,A.(1966).The Spatial Dynamics of U.S.Urban-Industrial Growth.Cambridge:MIT Press.

Prigogine,I.,and I.Stengers.(1984).Order out of Chaos.New York:Bantam Books.

Puga,D.(1998).“The rise and fall of regional inequalitie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forthcoming.

Puga,D.,and A.J.Venables.(1996).“The spread of industry;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10(4)∶440—464.

Rauch,J.E.(1996).“Networks versus marke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Discussion paper no.5617,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Cambridge,MA.

Reilly,W.J.(1931).The Law of Retail Gravitation.New York:Knickerbocker Press.

Rosen,K.T.,and M.Resnick.(1980).“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cities:An examination of the Pareto law and primacy.”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8(2);165—186.

Samuelson,P.A.(1952).“The transfer problem and transport costs:The terms of trade when impediments are absent.”Economic Journal 62∶278—304.

Samuelson,P.A.(1971).“On the trail of conventional beliefs about the transfer problem.”In J.Bhagwati,R.W.Jones,R.A.Mundell,J.Vanek,eds.,Trade,Balance of Payments,and Growth.Amsterdam:North-Holland.

Samuelson,P.A.(1983).“Thünen at two hundred.”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1∶1468—1488.

Simon,H.(1955).“On a class of skew distribution functions.”Biometrika 42∶425—440.

Smith,A.,and A.J.Venables.(1988).“Completing the internal market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Some industry simulation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2∶1501—1525.

Tobin,J.(1955).“A dynamic aggregative model.”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3∶103—115.

Turing,A.(1952).“The chemical basis of morphogenesis.”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237∶37—72.

Venables,A.J.(1996).“Equilibrium locations of vertically linked industries.”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7∶341—359.

Venables,A.J.(1998).“Geography and specialization:Industrial belts on a circular plain.”In R.Baldwin,D.Cohen,A.Sapir,and A.J.Venables,eds.,Regional Integr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forthcoming.

von Thünen,J.H.(1826).Der Isolierte Staat in Beziehung auf Landschaft und National-konomie.Hamburg(English translation by C.M.Wartenberg,von Thünen's Isolated State,Oxford:Pergamon Press,1966).

Weber,A.(1909).Urber den Standort der Industrien.Tübingen,Germany:J.C.B.Mohr.

Weibull,J.W.(1995).Evolutionary Game Theory.Cambridge,MA:MIT Press.

Zipf,G.(1949).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New York:Addison-Wesley.


术语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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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农业运输成本的集聚with agricultural transport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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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力和向心力对集聚的影响effect of centrifugal and centripetal forc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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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中间产品的两国模型中的集聚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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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中心—外围模型中的集聚in two-sector core-periphery model

存在农产品贸易成本的两部门模型中的集聚in two-sector model with agricultural trade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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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门agricultural sector

存在差别农产品的农业部门with differentiat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中的农业部门in Dixit-Stiglitz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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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美国的农业部门in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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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乘数扩展模型中的均衡equilibria in extension of model

基础—乘数分析的概念idea of

分岔bifurcation

贸易自由化效应分析中的分岔in analysi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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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成本对分岔的影响effect of transport cost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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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斧式分岔bifurcation,tomaha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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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中心经济体中的支点in mono-centric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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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点break point

集聚的突变点of agglomeration

存在中间产品的两国模型中突变点的推导derivation 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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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两产业单要素（劳动）模型中的突变点in two-country,two-industry with labor model

存在中间产品的两国模型中的突变点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两部门中心—外围模型中的突变点in two-sector core-peripher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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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中心地区体系central-place system

（克里斯托勒的）中心地区体系的层级hierarchy of （Christaller）

中心地区体系的潜在层级potential hierarchy of

近似中心地区体系的空间体系spatial system approaching

中心地区理论central-place theory

中心地区理论中的城市层级hierarchy of cities in

中心地区理论的观点和逻辑ideas and logic of

离心力centrifugal forces

离心力的定义defined

分岔讨论中的离心力in discussion of bifurcation

离心力对集聚的影响effect on agglomeration

离心力对经济空间结构的影响effect on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外部经济的离心力of external economies

两部门单中心模型中的离心力in two-sector mono-centric model

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s

向心力的定义defined

分岔讨论中的向心力in discussion of bifurcation

向心力对集聚的影响effect on agglomeration

向心力对经济空间结构的影响effect on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y

外部经济的向心力of external economies

两部门中心—外围模型中的向心力in two-sector core-periphery model

单一城市经济体的两部门单中心模型中的向心力in two-sector mono-centric model of single city's economy

城市cities

三城市体系的调整动态adjustment dynamics of three-city case

城市的集聚区agglomeration shadow of

新城市出现的条件conditions for emergence of new

单中心体系向三中心体系转变的条件conditions for transition from mono-centric to tri-centric system

（盖罗的）边界城市edge cities （Garreau）

涉及人口规模的城市的出现emergence in relation to size of population

19世纪美国的一级城市、二级城市与三级城市first-,second-,and third-ord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U.S.

新城市的形成formation of new

高层级城市与低层级城市higher-and lower-order

城市体系的空间模型中的城市区位locations in spatial model of urban system

九城市均衡中的制造业市场份额manufacturing market share in nine-city equilibrium

市场潜力函数与持续性market potential func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单中心城市模型mono-centric city model

作为港口与枢纽的城市as ports and hubs

城市空间演变的可能模式中的城市in possible pattern of urban spatial evolution

城市形成的模拟历史simulated history of form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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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中的城市规模in Henderson's urban system model

城市规模分布的幂律power law of distribution of

随机增长的城市规模from random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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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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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市场的竞争in factors market

不完全竞争imperfect

产品市场的竞争in product market

自发的竞争unplanned

冯·杜能土地利用模型中的竞争in von Thünen model of l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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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中industry

两国两产业单要素（劳动）模型中集聚的持续性sustainability in two-country,two-industry model with labor

可持续的城市集中sustaining urban

另见人口；空间集中（population;spatial concentration）

消费consumption

不连续区位的消费in discrete locations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中的消费in Dixit-Stiglitz model

中心—外围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

评估两地区中心—外围模型的持续性assessing sustainability of two-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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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外围模型关注的焦点focus of

两地区中心—外围模型的表述与实例statement of two-region model and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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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外围结构core-periphery structure

中心—外围结构产生或瓦解的条件conditions for emergence or breakup of

存在农产品贸易成本的两产业模型中的中心—外围结构in two-sector model of agricultural trade costs

国家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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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点的产生cre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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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求demand and supply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中的供求in Dixit-Stiglitz model

城市体系的空间模型spatial model of urban system

存在中间产品的两国模型中的供求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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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development phases

存在增长的多国多产业模型中的发展阶段in multi-country,multi-industry model with growth

差别differentiation

两部门模型中农产品的差别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wo-sector model

中心—外围模型中的差别in core-periphery model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中的差别in Dixit-Stiglitz model

两部门单中心模型中制造业的差别in manufacturing sector of two-sector mono-centric model

多地区轨道模型中的差别in multi-region racetrack model

距离distance

中心—外围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中的距离in Dixit-Stiglitz model

距离对分岔的影响effect on bifurcation

新城市区位中的距离in location of new cities

单中心体系中的距离in mono-centric system

轨道经济中的距离in racetrack economy

与市场潜力函数相关的距离related to market potential function

贸易量与距离之间的关系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volume and

三城市情况three-city case

轨道经济的图灵方法中的距离in Turing approach to racetrack economy

另见区位；运输成本；城市体系（location;transport costs;urban systems）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Dixit-Stiglitz model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动态dynamics

特别动态法ad hoc

调整动态adjustment

新兴城市的动态建模modeling of newly emerging cities

复制动态法replicator

动态的作用role of

三地区经济地理模型的动态of three-region economic geography model

E

经济地理economic geography

经济地理模型中的分岔bifurcations in models of

经济地理的定义defining issue of

经济地理中的建模modeling in

单中心经济地理mono-centric

新经济地理new

经济地理中的政策问题policy issues

与经济地理相关的人口与经济活动population and economic activity related to

对经济地理的研究research on

使用电脑辅助思维的经济地理using computer-assisted thinking

经济地理模型economic geography model

决定经济地理模型中的瞬时均衡determining instantaneous equilibrium in

三地区经济地理模型的动态dynamics of three-region

两地区经济地理模型two-region

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

规模经济与市场规模的互动interaction with market size

制造业的规模经济manufacturing

经济体economy,the

地区的经济活动activities in regions

区域经济的基础—乘数分析base-multiplier analysis of regional

单中心经济中的分支branching in mono-centric

经济的中心—外围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 of

向心力和离心力对经济的影响effect of 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forces on

单中心两部门经济模型mono-centric,two-sector model of

轨道经济模型racetrack economy model

经济中层级体系的自我组织self-organization of hierarchical system in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空间模型中的经济in spatial Dixit-Stiglitz model

经济的空间演变spatial evolution of

经济的空间不均衡spatial unevenness of

冯·杜能模型中的经济of von Thünen model

另见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

特征函数eigenfunction

动态体系的特征函数of dynamic system

存在竞争性产业的轨道模型中的特征函数in racetrack model with competitive industries

特征值eigenvalues

竞争性产业平地均衡的特征值of flat earth equilibrium of competitive industries

与偏好、技术和运输相关的特征值related to tastes,technology,and transportation

波动频率与特征值之间的关系relationship between frequency of fluctuation and

轨道经济模型图灵方法中的特征值in Turing approach to racetrack economy model

稳定均衡与不稳定均衡。见对称均衡equilibria,stable and unstable.见equilibrium,symmetric.

均衡equilibrium

中心—外围模型中均衡的决定因素determinants in core-periphery model

冯·杜能土地利用模型中均衡的决定因素determinants in von Thünen model of land use

与人口规模相关的均衡差异equilibria differences related to size of population

基础—乘数模型中的均衡equilibria in base-multiplier model

存在中间产品的两国模型中的均衡结构equilibria structure 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d goods

长期均衡long-run

可视作均衡的单中心地理mono-centric geography as

断续均衡punctuated

单中心均衡的持续性sustainability of mono-centric

两国多产业模型中的均衡in two-country,multi-industry model

两部门单中心模型中的均衡in two-sector mono-centric model

存在多产业的两部门单中心模型two-sector mono-centric model with multiple industries

冯·杜能地租模型中的均衡in von Thünen model of land rent

平地均衡equilibrium,flat-earth

轨道模型中对平地均衡的偏离divergence in racetrack model from

多地区轨道模型multi-region racetrack model

存在竞争性产业的轨道模型中的平地均衡in racetrack model with competitive industries

另见差别；波动（differentiation;fluctuations）

对称均衡equilibrium,symmetric

三城市情况下调整动态中的对称均衡in adjustment dynamics of three-city case

存在对外贸易的产业集聚分析中的对称均衡in analysis of industrial clustering with external trade

贸易自由化效应分析中的对称均衡in analysi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effect

产业集聚分析中对称均衡的瓦解break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ing analysis

两部门中心—外围模型中对称均衡的瓦解breaking in two-sector core-periphery model

存在农产品差别的两部门模型中对称均衡的瓦解breaking in two-sector model with agriculture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对称均衡的瓦解breaking of

中心—外围模型中的对称均衡in core-periphery model

两国模型对称均衡中突变点的推导derivation of break point in two-country model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中围绕对称均衡的差别化differentiating in Dixit-Stiglitz model around

两国两产业单要素（劳动）模型中的双重对称double symmetry in two-country,two-industry with labor model

非黑洞条件对于对称均衡的影响effect of no-black-hole condition on

离心力和向心力对于对称均衡的影响influence of centrifugal and centripetal forces on

两国模型中的支撑点和突变点sustain and break points in two-country model

三地区中心—外围模型中的对称均衡in three-region core-periphery model

两国两产业单要素（劳动）模型中的对称均衡in two-country,two-industry model with labor

存在中间产品的两国模型中的对称均衡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两部门中心—外围模型中的对称均衡in two-sector core-periphery model

存在农产品贸易成本的两部门模型中的对称均衡in two-sector model of agricultural trade costs

另见分岔；突变点；支撑点（bifurcation;break point;sustain point）

支出expenditures

多国多产业模型中的支出in multicountry,multi-industry model

两国两产业单要素（劳动）模型中的支出in two-country,two-industry with labor model

存在中间产品和增长的两国模型中的支出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and growth

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

外部经济的向心力和离心力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forces of

（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概念concept of （Marshall）

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中的外部经济of Henderson's urban system model

特定产业中的外部经济in particular industries

F

生产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

市场中对生产要素的竞争competition in markets for

作为向心力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性mobility as centripetal force

两国两产业模型中生产要素的价格prices in two-country,two-industry model

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生产要素in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存在竞争性产业的轨道模型中的生产要素in racetrack model with competitive industries

区域模型中的生产要素in regional models

基本的初级生产要素underlying primary

另见劳动力（labor force）

厂商firms

存在中间产品的两国模型中厂商的关联linkages 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存在竞争性产业的轨道经济中的厂商in racetrack economy with competitive industries

流动模式flow pattern

城市层级中农产品的流动模式of agricultural goods in hierarchy of cities

存在分岔的农产品的流动模式of agricultural goods with bifurcation

波动fluctuations

波动的定义defined

频率波动对增长率的影响effect of frequency on growth rate

波动的增长率growth rate of

多地区轨道模型中的波动in multi-region racetrack model

波动的首选频率preferred frequency

波动频率与特征值之间的关系relationship of frequency to eigenvalue

边界城市frontier cities

存在分岔的边界城市的产生creation with bifurcation

城市空间体系长期演变中的边界城市in long-run evolution of urban spatial system

九城市均衡中边界城市的市场份额market share in nine-city equilibrium

19世纪美国的边界城市in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未来的工作future work

实证工作empirical work

资格认证qualification

福利问题welfare implications

吉布莱特法则Gibrat's law

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s

H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

（克里斯托勒的）层级原理hierarchical principle （Christaller）

国内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

I

收入income

中心—外围模型中的收入in core-periphery model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中的收入in Dixit-Stiglitz model

冯·杜能土地利用扩展模型中的收入in extension of von Thünen model of land use

存在农产品贸易成本的两部门模型中的收入in two-sector model of agricultural trade costs

产业集聚industrial clusters

产业集聚的证据evidence for

对欧洲和美洲产业集聚的影响influences on European and American

产业集聚中劳动力的流动性labor force mobility among

运用产业专业化的两产业模型中的产业集聚using two-sector model of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工业化过程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存在增长的多国多产业模型中的工业化过程in multi-country,multi-industry model with growth

世界经济中的工业化过程in world economy

产业industries

存在增长的多国多产业模型中的产业集中concentration in multi-country,multi-industry model with growth

城市产业诞生的条件conditions for spinning out of city

多产业城市中的市场潜力函数market potential function in city with multiple industries

存在增长的多国多产业模型中的产业in multi-country,multi-industry model with growth

西蒙的城市增长模型中的产业in Simon's urban growth model

两国多产业模型中的产业in two-country,multi-industry model

两国两产业单要素（劳动）模型中的产业in two-country,two-industry model with labor

存在多个产业的两部门单中心模型中的产业in two-sector mono-centric model with multiple industries

另见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

两国两产业单要素（劳动）模型中的投入产出表input-output matrix,two-country,two-industry model with labor

K

（马歇尔的）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s （Marshall）

L

劳动力labor force

劳动力流动障碍barrier to mobility of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劳动力模型in Dixit-Stiglitz model of

集聚产业间的劳动力流动性mobility between clustered industries

贸易自由化效应分析中的劳动力流动性mobility in analysi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effect

两地区中心—外围模型中的劳动力流动性mobility in two-region core-periphery model

农产品贸易成本的两部分模型中的劳动力流动性mobility in two-sector model of agricultural trade costs

单一城市经济模型中的劳动力in model of single-city economy

城市体系的空间模型spatial model of urban system

存在中间产品的两国模型中的劳动力供给supply 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存在增长和中间产品的两国模型中的技术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 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growth and intermediate goods

存在劳动力的两国两产业模型中的劳动力in two-country,two industry model with labor

两部门单中心模型中的劳动力in two-sector monocentric model

另见农业工资；制造业工资（wages,agriculture;wages,manufacturing）

劳动力市场labor market

多产业城市模型中的劳动力市场出清clearing in model of city with multiple industries

存在劳动力的两国两产业模型中的劳动力市场in two-country,two-industry model with labor

作为离心力的土地land as centrifugal force

地租land rent

空间体系演进过程中存在循环变化的地租with cyclical change in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spatial system

层级城市体系演进中的地租in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

存在人口增长且不断发展的空间体系中的地租in evolving spatial system with population growth

冯·杜能土地利用模型中的地租in von Thünen model of land use

土地利用land use

城市经济学对土地利用的启示insights of urban economics to

冯·杜能的土地利用模型von Thünen model of

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linkages,backward and forward

贸易自由化效应分析中的前后向关联in analysi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effect

集聚的循环逻辑中的前后向关联in circular logic of agglomeration

发展理论中的前后向关联of development theory

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中心—外围结构中贸易成本的影响effect on trade costs in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冯·杜能土地利用模型的扩展中的前后向关联in extension of von Thünen model of land use

导致专业化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leading to specialization

存在增长的多国多产业模型中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in multi-country,multi-industry model with growth

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在经济地理中的作用role in economic geography

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在产业集中里的作用role in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支撑中心—外围模式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supporting core-periphery pattern

存在劳动力的两国两产业模型中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in two-country,two-industry model with labor

存在中间产品的两国模型中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存在中间产品和增长的两国模型中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and growth

两部门中心—外围模型中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in two-sector core-periphery model

两部门单中心模型中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in two-sector mono-centric model

区位locations

作为城市区位的分岔点branch point as urban location

不连续的多区位discrete multiple

存在中间产品的两国模型中的区位力量locational forces 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轨道经济中的区位in racetrack economy

贸易自由化效应分析中的区位规模size in analysi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effect

城市体系的空间模型spatial model of urban system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中的两区位two locations in Dixit-Stiglitz model

另见距离；运输成本（distance;transport costs）

区位理论location theory

另见中心地区理论（central-place theory）

M

制造业部门manufacturing sector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中的制造业部门in Dixit-Stiglitz model

多区位制造业部门的演变evolution with many locations

随机分配的12个区位制造业部门的演变evolution with twelve locations allocated randomly

层级城市体系中的制造业部门in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

存在多产业的城市制造业部门模型model of city with multiple industries

存在分岔的单中心经济中的制造业部门in mono-centric economy with branching

多地区轨道模型中的制造业部门in multi-region racetrack model

区域模型中的制造业部门in regional models

制造业部门初级要素投入的份额share of primary factor inputs

制造业部门的空间分析spatial analysis

城市体系的空间模型中的制造业部门in spatial model of urban system

三地区中心—外围模型中的制造业部门in three-region core-periphery model

存在劳动力的两国两产业模型中的制造业部门in two-country,two-industry model with labor

存在中间产品和增长的两国模型中的制造业部门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and growth

两地区中心—外围模型中的制造业部门in two-region core-periphery model

两部门单中心模型中的制造业部门in two-sector mono-centric model

另见制造业的市场份额（market share,manufacture）

市场潜力market potential

市场潜力分析analysis

存在人口增长的空间体系演变中的市场潜力in evolution of spatial system with population growth

传统经济地理中的市场潜力in tradi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市场潜力函数或势函数market potential function

冯·杜能土地利用扩展模型中市场潜力函数的推导derivation in extension of von Thünen model of land use

存在不同人口规模的市场潜力函数with different population sizes

对新兴城市进行动态建模的市场潜力函数for dynamic modeling of emerging new cities

存在多产业的城市模型中各产业的市场潜力函数of each industry in model of city with multiple industries

市场潜力函数的极限limit

冯·杜能土地利用扩展模型中制造业的市场潜力函数manufacturing in extension of von Thünen model of land use

运用市场潜力函数的衡量方法measurement using

存在多产业的城市模型中的市场潜力函数in model of city with multiple industries

传统经济地理中的市场潜力与市场潜力函数的关系relation of market potential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to

市场markets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中的国内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 in Dixit-Stiglitz model

劳动力市场labor market

马歇尔分析中的市场in Marshall's analysis

与市场规模相关的生产者行为producer behavior related to market size

产品市场的竞争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制造业市场份额market share,manufacture

十五城市均衡中的制造业市场份额in fifteen-city equilibrium

存在增长的多国多产业模型中的制造业市场份额in multi-country,multi-industry model with growth

九城市均衡中的制造业市场份额in nine-city equilibrium

存在中间产品和增长的两国模型中的制造业市场份额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and growth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Marshall Alfred

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概念external economies concept

马歇尔的知识溢出观点idea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可维持的单中心结构mono-centric structure,sustainable

N

非黑洞条件no-black-hole condition

非黑洞条件的假定assumption of

非黑洞条件有效或失灵的影响effect of hold or failure of

存在竞争性产业的轨道模型中的非黑洞条件in racetrack model with competitive industries

维持单中心均衡状态中的非黑洞条件in sustainability of mono-centric equilibrium

存在劳动力的两国两产业模型中的非黑洞条件in two-country,two-industry with labor model

存在中间产品的两国模型中的非黑洞条件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两部门中心—外围模型中的非黑洞条件in two-sector core-periphery model

冯·杜能土地利用模型中的非黑洞条件in von Thünen model of land use

P

渗透理论percolation theory

人口population

存在对外贸易的产业集聚分析中的人口in analysis of industrial clustering with external trade

存在不同人口水平的分岔bifurcation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人口的分布distribution of

与市场潜力函数相关的人口related to market potential function

人口规模与市场潜力函数的关系relation of size to market potential function

冯·杜能模型中的人口in von Thünen model

人口增长population growth

存在人口增长的城市兴起与分岔bifurcation and emergence of cities with

存在人口增长的战斧形分岔的条件conditions for tomahawk bifurcation with

人口增长对新兴城市出现的影响effect on emergence of new cities

存在人口增长的城市体系的演变evolution of urban systems with

人口增长意味着从单中心体系向三中心体系的转变implies transition from mono-centric to tri-centric system

人口增长与城市形成的关系relation to city formation

西蒙的城市增长模型中的人口增长in Simon's urban growth model

19世纪美国的人口增长in United States during nineteenth century

作为城市中心的港口ports as urban centers

幂律power laws

描述城市规模分布的幂律describing city size distribution

渗透模型中得出的幂律from percolation models

西蒙的城市增长模型中的幂律in Simon's urban growth model

关于美国城市规模的幂律on size of U.S.cities

另见城市规模；等级—规模法则；齐普夫定理（city size;rank-size rule;Zipf's law）

生产可能性边界PPF.见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PPF）

价格指数price index

中心—外围模型中的价格指数in core-periphery model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中的价格指数in Dixit-Stiglitz model

多国多产业模型中的价格指数in multicountry,multi-industry model

两国两产业单要素（劳动）模型中的价格指数in two-country,two-industry with labor model

存在中间产品的两国模型中的价格指数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制造业的价格指数price index,manufacturing

冯·杜能土地利用扩展模型中的制造业价格指数in extension of von Thünen model of land use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空间形式的制造业价格指数in spatial version of Dixit-Stiglitz model

冯·杜能土地利用模型中的制造业价格指数in von Thünen model of land use

价格prices

存在中间产品的两国模型中的价格弹性elasticity 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冯·杜能土地利用模型中制成品的价格弹性of manufacturing goods in von Thünen model of land use

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价格比率price ratio in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农产品价格prices,agricultural products

层级城市体系发展中的农产品价格in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

冯·杜能土地利用模型中的农产品价格in von Thünen model of land use

生产production

生产的地理结构geographic structure of

生产的投入产出结构input-output structure

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

存在中间产品的两国模型中的农业生产函数of agriculture 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两国模型中的制造业生产函数of manufacturing in two-country model

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PPF）

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concave

产生初级要素投入的生产可能性边界for creation of primary factor inputs

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推导出的生产可能性边界derivation from Heckscher-Ohlin type model

由李嘉图—维纳模型推导出的生产可能性边界derived from Ricardo-Viner model

产品市场竞争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R

轨道经济racetrack economy

轨道经济模型racetrack economy model

轨道经济模型中的平地均衡flat earth equilibrium in

在连续空间中得到重新阐述的轨道经济模型restated in continuous space

试验得出的轨道经济模型结构structures emerging from experiments

应用于轨道经济模型的图灵方法Turing approach applied to

存在两个竞争性产业的轨道经济模型with two competitive industries

另见平地均衡（equilibrium,flat-earth）

等级—规模法则rank-size rule

低人口增长国家的等级—规模法则in countries with lower population growth

与等级—规模法则相关的城市理论的预测predictions of urban theory related to

以随机增长作为对等级—规模法则的解释random growth as explanation for

区域模型regional models

区域科学regional science

伊萨德的区域科学of Isard

区域科学的局限limitations of

现代区域科学modern

地区regions

地区内的产业专业化industry specialization in

多地区轨道经济模型multi-region racetrack model

三地区中心—外围模型three-region core-periphery model

两地区和三地区经济地理模型two-and three-region economic geography model

两地区中心—外围模型two-region core-periphery model

S

连续空间space,continuous

在连续空间中对轨道经济模型的重新阐述restatement of racetrack economy model in

图灵方法Turing approach

空间集中spatial concentration

影响空间集中的向心力和离心力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forces affecting

空间集中的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s to

基于关联效应的空间集中linkage-based

空间集中的模型化modeling of

关联效应在空间集中的建立及维持过程中的作用role of linkages in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空间集中的自我强化self-reinforcement of

另见离心力；向心力（centrifugal forces;centripetal forces）

空间结构spatial structure

空间结构建立中的离心力和向心力centrifugal and centripetal forces in creation of

冯·杜能的单中心空间结构von Thünen mono-centric

另见城市体系（urban systems）

专业化specialization

地方专业化结构中的分岔bifurcation in structure of regional

亨德森城市体系模型中城市的专业化of cities in Henderson's urban system model

新兴的专业化结构emergent structure of

国际专业化international

存在中间产品的两国模型中的专业化模式patterns 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支撑条件sustain condition

两国两产业单要素（劳动）模型中的支撑条件in two-country,two-industry with labor model

存在中间产品和增长的两国模型中的支撑条件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and growth

支撑点sustain point

集聚的支撑点of agglomeration

支撑点的解释explained

存在中间产品的两国模型中的支撑点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两部门中心—外围模型中的支撑点in two-sector core-periphery model

T

技术进步technical progress

存在增长和中间产品的两国模型中的技术进步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growth and intermediate goods

国际贸易trade,international

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国际贸易的定义defined

国际贸易自由化liberalization

国际贸易受到的限制limits to

距离与国际贸易量之间的关系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ance and volume of

贸易成本trade costs

农产品贸易成本agriculture

两国两产业模型中的贸易成本均衡equilibria in two-country,two-industry model

农业部门的贸易成本模型model of agricultural sector

与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关的贸易成本related to concave PPF

两国两产业单要素（劳动）模型中的贸易成本in two-country,two-industry with labor model

存在中间产品和增长的两国模型中的贸易成本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and growth

另见运输成本（transport costs）

静态权衡trade-offs,static

运输中心transportation hubs

运输中心对市场潜力函数的影响impact on market potential function

作为城市中心的运输中心as urban centers

运输成本transport costs

作为向心力的运输成本as centripetal force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中的运输成本in Dixit-Stiglitz model

各国间运输成本变化的影响effect of changes among countries in

运输成本的冰山形式iceberg form of

多地区轨道模型中的运输成本in multi-region racetrack model

城市体系的空间模型spatial model of urban system

两地区中心—外围模型中的运输成本in two-region core-periphery model

三地区中心—外围模型中的运输成本in three-region core-periphery model

冯·杜能土地利用模型中的运输成本in von Thünen model of land use

农产品运输成本transport costs,agricultural

存在较高农产品运输成本的分岔bifurcation with high cost of

农产品运输成本对集聚的影响effect on agglomeration

农产品运输成本对于对称均衡的影响effect on symmetric equilibrium

农产品贸易成本的两部门模型中的农产品运输成本in two-sector model of agricultural trade costs

图灵分析Turing analysis

对新兴结构的图灵分析of emergent structure

运用图灵分析的多地区轨道经济multi-region racetrack economy using

U

城市经济学urban economics

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局限limits to traditional

主流经济学中的城市经济学in mainstream economics

另见城市体系；冯·杜能土地利用模型（urban systems;von Thünen model of land use）

（西蒙的）城市增长模型urban growth model （Simon）

城市体系urban systems

城市体系中边界城市的产生条件conditions for creation of frontier cities in

城市体系的发展development of

城市体系的演变进程evolutionary process

19世纪美国城市体系的演变evolution of U.S.nineteenth century

伴随人口增长的城市体系的演变evolution with population growth

（亨德森的）城市体系经济模型model of economy （Henderson）

城市体系的演变模式patterns of evolution

作为城市体系中心的港口和运输中心ports and transportation hubs as centers in

城市体系中人口调整的过程process of adjustment of population in

另见城市；距离；边界城市；区位；地区（cities;distance;frontier cities;locations;regions）

层级城市体系urban systems,hierarchical

层级城市体系中的高层级城市与低层级城市higher-and lower-order cities in

层级城市体系的长期演变long-run evolution of

制造业部门在层级城市体系演变中的作用role of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evolution of

层级城市体系的自我组织self-organization toward

城市理论urban theory

城市理论的外部经济概念external economies concept in

作为等级—规模法则预言者的城市理论as predictor of rank-size rule

冯·杜能土地利用模型von Thünen model of land use

V

冯·杜能土地利用模型von Thünen model of land use

W

工资wages

存在增长的多国多产业模型中的工资in multi-country,multi-industry model with growth

两国两产业单要素（劳动）模型中的工资in two-country,two-industry model with labor

存在中间产品的两国模型中的工资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两部门单中心模型中的工资in two-sector mono-centric model

工资方程wage equation

农业工资wage,agriculture

层级城市体系演变过程中的农业工资in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

存在中间产品的两国模型中的农业工资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冯·杜能土地利用模型中的农业工资in von Thünen model of land use

制造业工资wages,manufacturing

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中的制造业工资in Dixit-Stiglitz model

层级城市体系演变过程中的制造业工资in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

存在中间产品和增长的两国模型中的制造业工资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and growth

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wages,nominal and real

存在中间产品的两国模型中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in two-country model with intermediate goods

两地区中心—外围模型中的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in two-region core-periphery model

福利标准welfare measures

城市空间体系长期演变进程中福利标准的趋势trends in long-run evolution of urban spatial system

Z

齐普夫定理Zipf'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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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默顿·米勒是一名学术界罕见的一流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街头斗士”。倘若这也算是过于奉承的赞誉，我宁愿再加上一句：如果再有些许做交易商的经验，他可能会更加非凡。

他开创性的工作奠定了现代公司金融理论的基础，彻底颠覆了私有企业制定投资和融资决策的模式。他也因此而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代公司金融理论不仅对商业和金融世界进行描述，而且帮助塑造其成型。很少有经济理论分支能够如此地贴近实际决策。

我们这些从事金融衍生产品行业的人都异常清楚，但凡与金融期货有关的重大的主题性和概念性议题方面，默顿·米勒都提供了不胜枚举的洞见。每当金融衍生工具一如既往地遭到攻击——尤其是来自监管者和新闻媒体的攻击——的时候，他都可以众望所归地指出这些金融工具在管理金融风险、制定恰当的风险回报组合以及价格发现方面的价值。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其对市场的深刻洞察力引导着他如同一名最终决策者一样行事。他的工作对金融界具有如此重大的价值，这正是关键原因之一。

他鼓励市场积极尝试新产品和新交易方式。并且，一旦管制者做出可能破坏这些新产品的顽固而又反动的行动，他总是第一时刻站出来反对。对于金融衍生品行业，特别是期货交易所的那些更有经验或更为狂热的支持者而言，这些都难以想象。默顿积极参与了许多议题的公开讨论，范围广泛，从1987年股市崩盘到1993年德国金属公司事件。再比如，目前，他是一家联合战略行动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该委员会致力于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之间建立合作关系。这些努力体现了默顿著作中一个绵延不断的主题，那就是强调将提高经济效率作为金融市场的首要作用。

一如既往，默顿在做所有这些事情中所持有的观点都旗帜鲜明。这些观点是多年磨砺学术著述的结果，与市场参与者的那些观点明显不同。这些差别在许多议题方面都有体现，诸如场内交易商或场内自营商与场外金融机构、对冲基金和商品基金之间的交易力量对比平衡等一般性议题，又或者如基差风险对组合收益的重要性等具体议题。

在本书中，默顿展示了他对金融市场一般情况，特别是金融衍生品行业的一系列深刻而富有价值的思想洞见。业内人士及其他感兴趣的人士会发现，这些思想既发人深省，又引人入胜。

汤姆·迪特默

雷福科公司


作者前言

在伊利诺伊州，一位邻居租住在我第二所住宅里，并在我的玉米和大豆田里劳作。最近，他问我退休后都在忙些什么。我回答说，我已成为一名职业主题演讲人。他说：“不错嘛，至少也是个室内的工作；而且看来好像让你繁忙而充实。”

的确如此，因为每年召开的会议数量一直在无止境地增长，而且每次会议至少都要有一名，有时甚至几名主题发言人来设定基调、阐述主题。本书中的22篇文章大多数是过去6年里，我在世界各地的各种会议上做的这类主题演讲。

尽管每篇文章讨论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有两个主题却始终未变。其一，过去20年中出现的所谓“衍生品革命”，不仅没有受到冷落，反而备受赞许。我可以自豪地说，学术界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与那种广为人们接受的观念相反的是，金融衍生工具使世界变得更加安全，而不是更加危险。这些金融产品使企业和机构高效、经济地处理风险和灾害成为可能，这些难题已经困扰了他们没有几个世纪也有几十年了。诚然，有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在衍生品交易方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有些企业和机构总会在某些途径方面赔钱。我们不能认为优良的决策和好的运气是理所当然的。面对所有有关金融衍生品的可怕故事，我们依然需要强调的是，世界上许多银行在房地产交易中遭受的损失远远大于它们在衍生产品组合投资中的损失。

贯穿于这些文章的第二个关键主题是，在衍生品交易中必定有部分企业和机构会犯一些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有义务去阻止它们受到伤害。而且，甚至许多监管机构，特别是我们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仅仅只迫不及待地想要承担这些责任，但这注定无法成功。那种所谓英明的政府规则总能一定程度上阻止所有衍生品交易灾难发生的说法，绝对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因为政府的监管顶多也只能针对上次报告的已经发生过的灾难。新的而且完全不可预测的潜在灾难形式无时无刻不在演变。实际上，正如我在过去曾经指出(本书第1章再次强调)的那样，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创新的引入，都是精确地绕过了管制性的障碍。管制者总是在问题发生以后才出现，而且正好一步不差。如果管制者真的以为自己能够未卜先知，而不是等问题发生以后再做出反应，你能够想象联邦法规资料库的规模会有多大吗？

私营部门的人们和企业确实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有远见的判断和投资。这是因为，自由市场与私有企业制度的先天优越性将那些决策者的成本与回报紧紧捆绑在一起。但是，这种自我平衡机制并不适用于我们所熟知的那种普通管制过程。没有人真正知道管制者想最大化什么目标(也就是在经济学上的“目标函数”)，也没有人清楚他们的成效如何，甚至都没有人考虑过他们的成效。一些“公共选择”学派的学者认为，政治竞争能够确保管制过程的有效性，就像商业竞争有助于提高私营部门的效率一样。这种观点在我看来，只不过是表面上的类似，并没有实质上的共同之处。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是表明，监管环境不会发生改变，那些无用的或更常见的特定利益保护主义者的管制措施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不会消除。有时这种变化确实发生，尽管其原因没有得到公共选择经济学充分的解释。对于管制存在的原因，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些比较好的描述性理论（见第5章），而对于管制放松的原因，却尚未有较好的理论。源源不断的批评性学术研究(还有主题发言！)试图摘下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戴在管制头上那束为美国所钟爱的光环(依然为日本以及除英国以外的大多数西欧国家所钟爱)，尽管只是在较低程度上。这是放松管制理论建立的机遇。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我对当前美国(以及日本)金融管制所持的异常否定态度，不应简单地视为芝加哥大学的反政府偏见而受到驳斥。与普遍流传的观念恰恰相反，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认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一无用处。我们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也遵守交通标志！事实上，我们坚信国家强制力（归根结底它就是管制之源泉）是一种宝贵的国家资源。而且，如同其他自然资源一样，这种强制力也需要节约。当且仅当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使用非强制性的替代品(主要是私人契约和竞争规则)将导致大量不良的社会后果时，才能使用这种资源。在这些文章中我提出，那些当前金融管制结构的护卫者尚无法证明这种时刻已经到来。我也拒绝被他们标准而毫无逻辑的推理所蒙蔽。他们的推理是：既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那么它的监管环境从技术意义角度看，必定是经济有效的，即便它对美国的成功没有什么真正的贡献。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大多数狂热辩护者正是这么认为的。诚然，我们国家目前状况确实不错，但是如果能够把成本—收益计算的严格标准应用到监管的上层建筑中去，这种状况肯定会变得更好。

在本书中，我对摧残美国乃至全世界资本市场的如此无用而且代价高昂的管制猛烈攻击。这也是有意振臂高呼，向我在金融学术领域中的同事们吹响战斗号角。就如同我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演讲时所总结的那样（复制自第15章）：

与经济学中那些比较传统的领域不同，金融领域中的焦点不是公共政策问题。我们注重的是实证经济学而非规范经济学，追求的是基于简单但组织严密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正如其本身所显现的，我们的金融领域基本已经成熟。因此，或许能够说服我的同行们时不时从他们的数据资料库中抬起头来，给更广泛的读者带来我们这个领域，特别是在公共政策方面的真知灼见。

然而，对于我在金融领域的那些同行而言，可能除了在银行业和储蓄和贷款业等特殊领域外，尚没有看到为了使得监管措施更合情合理而设置大量堡垒进行战斗的迹象。

金融衍生工具及其监管这两个成对的主题是本书前三部分的焦点。第一、第二部分假定读者已经掌握了一些（尽管不是多到令人畏惧的）关于金融衍生工具概念及运作(特别是股票指数衍生产品)的知识。对于那些第一次接触这类议题的读者来说，在进入第一和第二部分颇具争议性的议题之前，先从第三部分的引导性材料入手或许会更容易一些。

第四部分突然转向一个乍看起来完全不同的方向：公司金融。那是我倾注全力于金融衍生工具之前，专门从事了多年的经济领域；正是在该领域的成就使我荣获了199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这部分收录了我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词——“财务杠杆”，以及我关于美国、日本、德国、中国等国公司金融和公司治理问题的三篇演讲词。

最后一部分，即第五部分，包括一系列针对当前更广泛经济热点的文章。其中，金融衍生工具不是重点。不过，广义上的监管仍是这一部分的主要论述内容。

在整理润色六七年前的演讲稿时，总有一种力量在诱惑自己删除那些明显预测失败的例子。我竭力抵制住这种诱惑，基本保持各篇演讲稿原来的特色。对少数案例，我对其随后的重要进展增加了一些简短的介绍。例如，关于加利福尼亚奥兰治县的事件，我修改了第二章和第五章的原始文字，以反映我自己对该事件的最新研究成果。尽管文章文字基本上没有改变，不过我那能干的编辑伊达·奥尔特斯还是针对其中交叠和雷同的部分做了细致的删减以避免重复。她襄助我挑选和编辑材料（有很多很多材料），并使其浑然一体。在整个过程中，她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没有她，本书的文字工作不可能完成。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卡里多尼亚集团公司的鲍勃·坎菲斯，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他持续的关心和鼓励。

学术菜鸟们都知道，或者应该意识到，每当自己与同事交流时，在学术方面必定受益匪浅。这种收获对我而言，更是良多。本书中讨论的许多公共政策问题，经常是芝加哥大学方庭俱乐部里激烈争论的焦点。在那里，多年来我有幸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巨擘们一起共进午餐，他们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已故的乔治·斯蒂格勒、加里·贝克尔以及罗伯特·卢卡斯等。我很高兴，这种形式活泼的非正式午餐讨论会传统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董事会成员中也保持着。正是在这些场合，他们使我了解到期货交易所的真正运行过程。局内人的游戏与局外人眼中所看到的常常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我在第6章相关内容中会有解释。

第三个我应该感谢的群体是我在芝加哥大学金融管制讨论班的学生们。在过去10年间，这些学生提交的论文以及用作课堂讨论的议题，涉及了本书涵盖的许多监管方面的问题甚至更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我应该深深感谢的另外一批人是博士论文候选人，是他们激发了我的学术灵感。特别是克里斯托弗·卡普，我与他就各种管制问题合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研究论文和报纸专栏文章。和他的合作使我受益良多，希望我们的合作没有耽误他的博士论文太久。

最后，这里要特别感谢雷福科公司的汤姆·迪特默，他为本书作序，充满溢美之词。这里我要透露的是，他是一名长线交易商。他对于交易所大厅流动性不断下降的观察，收录在本书第11章的尾注8中。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衍生品交易。他本来可以成为一名伟大的金融学教授，但是，我很高兴他选择了其他的工作。有谁希望在学术领域跟他一起竞争呢？

默顿·米勒

1997年3月于芝加哥


第一部分 衍生工具革命

第1章 衍生工具革命：成就与展望

瑞普·凡·温克尔20年后醒来，世界巨变，令他惊奇不已。与之相比，自1970年2月起，酣睡（于办公桌前）20年的银行或金融业的后辈醒来所见到的巨变与惊奇，更甚往昔。在这过往的20年中，金融机构与金融工具的创新进程如此之快，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诸如互换与互换期权、指数期货、程序化交易、蝶形差价组合、可回售债券、欧洲债券、抵押担保债券、零息票债券、组合保险、合成现金等新奇事物，更多更奇异的甚至尚未命名。这些概念对于我们现在来说耳熟能详；但对这位睡眼惺忪的人而言，丝毫没有以前的相关知识储备来理解这些概念。有史以来，尚没有哪个20年目睹创新活动如此集中地爆发。如此爆发性的增长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从社会视野来看，这种创新是否真正有益？我们是已经接近创新浪潮的尾声抑或需要继续更多的创新？这正是我们下面要逐一关注的议题。

金融创新大爆发

始于20年前的金融创新大爆发，其原因有如下若干解释（例如，参见Miller，1986；Van Horne，1985）。

转向浮动汇率制度

触发金融创新活动大爆发的最流行的动因被认为是以固定汇率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一批学院派经济学家，特别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强力推动下，美国政府最终废止了黄金与美元挂钩的汇率体制。自那以后，汇率大幅波动，给所有的国际贸易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推出了在交易所上市的外汇期货合约品种。后来，由于汇率的剧烈波动传导至利率，这种创新又引发了一系列产品。

但是，切断黄金与美元的纽带并非故事的全部，因为后来证明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金融期货不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唯一主要的突破。仅仅数月以后，另外一种产品粉墨登场，并且在随后的发展中几乎与之并驾齐驱。但无法认为它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汇率事件直接有关。它就是交易所交易的股票期权，由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同城竞争对手——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推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期权比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金融期货推出稍晚，主要原因是官僚主义。迫于传统农业产品市场的停滞，两家交易所几乎同时启动了新产品的开发，以实现多元化。为获得这些新方向的突破，二者都需要寻求相关监管机构的合作，或者至少非对抗。

其中，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更幸运。它只需要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接洽。而二者当时都是尼克松政府推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强力推手。
[1]

 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却面对的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该机构产生于罗斯福新政时期，对于任何有投机倾向的活动都高度敏感。
[2]

 当证券交易委员会完成期权交易的详细审查之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新产品已经上市。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

20世纪70年代金融创新大爆发的另外一个解释认为，信息技术特别是电子计算机技术革命是关键。某种类型的计算机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问世，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随着晶体管电路技术的完善，计算机才变得价格便宜、性能可靠，可以用于设计新产品和交易策略，例如股票指数套利或抵押担保债券。的确，没有计算机的强大数据处理能力，我们现在所常见的巨大交易量是无法实现的。不过，金融期货与交易所交易的期权等基本上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创新却不需要计算机就可以实现商业化交易。

事实上，商品期权一直在CBOT进行常规化交易，直到1934年被美国国会禁止。该决定源于1929年股市大崩盘之后的一段周期性反投机热潮。期权曾经有过长时间交易的这段历史之所以不被人们所熟悉，是因为当时CBOT以奇怪的术语“特权”（privileges）来称呼期权。但是，现代人所熟知的交易工具“买权”（calls）、“卖权”（puts）等期权术语却远早于“特权”，可以追溯到17世纪晚期的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de la vega 1688）。而常规化期货合约交易的历史则更长。

创新与世界经济增长

还有一种可能性，我认为是最有说服力的（参见Miller，1986），就是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金融创新，可能仅仅是长期增长的金融改善路径的迟滞性回归。这种爆发看起来颇具震撼力，不过是仅仅相对于一段长时间的经济停滞时期（该时期始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大多数世界经济体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重大的金融创新在该时期内严重匮乏。

1929年后的世界经济萎缩严重，未曾亲身经历的人真的无法想象。经济长期萧条抑制了任何开发新金融工具与金融市场的需求；同时政府强化监管也扼杀了供给方的创新动力。这些新监管措施中的大部分，尤其在美国，事实上是对假想的恶魔，特别是1929年大崩盘的反应。他们认为大崩盘是由于整个20世纪20年代，通过交易所交易因而流动性相对较强的普通股股票发展成为主要投资和融资工具所造成的。

当然，金融创新从未停止过，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这类创新活动依然存在，尽管程度比20世纪20年代相对缓和。不过，主要的创新都是政府资助的，而不是市场引致的。很多例子是与特定房屋相关的金融工具，比如分期偿还抵押贷款、联邦住房管理局贷款担保以及后来称为“储蓄机构”（我们现在认为这种称呼是某种程度上的讽刺）的直接或间接支持。新的美国国债工具也被开发出来，或至少被很广泛地应用，特别是针对小额储蓄者的E系列储蓄债券；并且，另外一个极端的发展是，美国国库券很快取代商业票据和活期借款工具，成为银行和公司主要的短期流动性资产。

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干扰，私人部门主导的金融创新可能在20世纪40年代就差不多复苏了。战争不仅耗尽了正常市场活动所需的人力和资源，而且导致对金融交易——特别是国际交易的新监管与限制。

管制与放松管制对金融创新的刺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30—40年代在全世界兴起的庞大金融管制体系，旨在抑制某些金融创新（确实经常取得成效），但却在其他方面起到了促进金融创新的作用。事实上，那些想方设法成功绕过政府监管阻碍的人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不少这样的妙招（或英国人称作的“诡计”）后来证实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远超其发明者最初的想象，即便在当初的监管政策被修改或废止之后，这些金融创新依然兴盛。

这种监管驱动型金融创新的最经典的例子是互换。在互换中，一个公司将其固定利率债务与另外一个公司的浮动利率债务进行交换，或者将日元面值的债券转换成马克面值的债券，如此等等，经过排列组合，可以产生数量多到难以想象的互换品种。有些互换是通过经纪人安排，交易双方直接见面达成；有些则是先由银行充当交易对手与一方达成交易，然后再利用远期或期货对冲头寸，或者与另外一个交易对手反向交易以冲销头寸。目前，这类互换（包括利率和货币互换）的未平仓名义金额高达万亿美元，并且正在快速增长。不过，据传说，很有可能，金融互换是源于英国海外旅行者空屋置换协议。这些旅行者长期苦于携带到海外货币数量的限制。一套伦敦公寓两周的免费居住可以补偿一个法国旅行者在巴黎的对等条件的居住权，或者一个美国人在阿斯彭同等条件公寓的居住权。假使这个聪明的英国创新者恰好在城里的某个商业银行工作，将该概念扩展到公司货币互换就是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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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以外的，就是互换发展史了。

由管制或税收引致的类似金融创新例子很多，包括欧洲美元市场、欧洲债券市场和零息票债券等。这些只是针对20世纪30—40年代监管体系漏洞中影响最深远的创新的一部分而已。(有关税收和监管引致的创新的详细情况，见Miller，1986。)私人部门在1970年后貌似触发了一大波金融创新浪潮。当前，对这些私人部门是否放任自流存在争议。在考察这些争议之后，需要考量的议题是：如果不接受审查监督，它们能否继续产生创新？

金融创新浪潮使得我们生活更美好还是更糟糕？

一个新产品是否增加社会福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采用一个简单的标准进行判断：人们是否愿意用自己辛苦挣来的钱去购买它？显然，用这个标准衡量，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产品已经证明了其远超所值。但是，为什么它们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它们真正的附加值源自何处？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在于它们本质上降低了众多金融活动的交易成本。

例如，考虑一家养老金或保险公司，持有当前价值2亿美元的充分分散化的普通股股票组合。假设基金管理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将基金组合从股票转换成国库券可以给基金受益人带来更高的收益。最直接的方法是，将组合中的股票逐只出售，这将招致佣金、费用以及市场对每笔交易的冲击；然后，将现金收入投资到国库券，再次产生交易成本。不过，第二种方法更经济，只需要以现价简单出售约1 000张标准普尔500股票指数期货合约即可。由于期货合约价格必须维持期货与现货市场间的均衡，因此这里一次交易与前面两次交易的效果相同，而费用、佣金、市场冲击等成本只有五分之一甚至更低（更多细节见第9章）。

或者以其他形式的金融成本为例，考虑一家银行持有一定数量国债存货以备销售。就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一样，国债存货的充分意味着银行客户可以获得更好、更快捷的服务。但是，这同时给银行带来巨大的风险，因为债券价格可能下跌，有时甚至一天内狂跌。

为避免这种损失，银行可以通过出售国债期货来对冲存货风险。如果国债价格在期货合约存续期内下跌，国债期货合约收益将抵消国债存货损失。如果没有期货转移风险，银行就必须寻求其他昂贵的方式控制存货风险，或者干脆放弃这项业务。

保险与风险管理

当然，银行利用期货对冲存货风险并不能够消除基础债券的价格风险，而仅仅是将其转移到其他人。之所以有人愿意承担风险，要么是因为他或她具有更强的风险耐受力，更有可能是其他公司或投资者需要对冲债券价格上升的风险。期货与期权交易所大大节约了每个风险转移者寻找具有相反风险敞口的交易对手的时间（也即费用）。

期货与期权合约及其交易市场，无论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组成一个系统，恰好类似于一个巨大的保险公司。有效的风险分担正是多数期货与期权交易诞生的全部意义所在。这也正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国际货币市场部1972年推出外汇期货后，“风险管理”这一术语日益成为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主打招牌的原因。不过，老实讲，我们不得不承认，关于近年来巨大创新浪潮本质上有利于社会的这种观点，并未得到全部社会公众甚至是学院派经济学家的认同。

反对金融创新的案例

关于金融创新对社会有害的一些观点基本上不脱离重农主义的翻版。重农主义为18世纪风行一时的经济教条。该理论认为国家财富的最终源泉在于物质性产品，尤其是农业产品的生产。物质产品生产以外的职业都属于非生产性的。现代重农学派鄙视对消费者权益的任何呼吁，机械地将成千上万在纽约华尔街和芝加哥拉塞尔街运用新金融工具的从业人员完全划入非生产性阶层。

一个有害的观点是，由于新金融工具降低了交易成本，导致了太多频繁的短期交易，这不仅浪费资源，而且会过分缩短企业和投资者的计划周期。尽管基础股票交易量大幅度攀升的关键性刺激因素更有可能是1974年高额固定佣金制度终结，而不是期货与期权的推出，但交易量在近些年火箭般的蹿升却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国债而言，其交易量的刺激则是始于1981年的联邦政府债券的巨额扩张。必须承认，有关交易成本降低会引致更多交易的批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从社会角度看，更多交易未必意味着更多浪费。散落（这是必然的）于整个经济系统中不同的相对独立部分的零零散散的经济信息，需要相互集结并最终融为一体。交易则是这个融合过程的一部分。可以说，交易利润可视为某种“诱惑”，社会用以激励人们收集整理零散的供求信息，并最终融合展现。

指数期货与股票市场波动性

尽管许多反对新金融工具投资的观点仅仅是针对掮客和投机商从内心反感的标准的反映，但依然有部分观点足够具体，可以用现有的数据进行检验。最显著的例子是，金融新闻几乎每日广泛传播一种观点：近年来股票市场波动性急剧增加，股指期货和期权负有不可推卸之责。然而，数据证据却不支持波动性急剧增加这一公众广为接受的观点。

波动性是以收益率的标准差进行度量（以月、周甚至日为时间间隔进行计算）。目前的波动性与股市较为平和的20世纪50—60年代相比，稍微高一点；但是明显低于20世纪30—40年代的水平（Schwert，1989）。甚至在20世纪50—60年代也爆发了短暂的波动性异常增高的情况，只不过，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稍长。20世纪80年代，单日大幅波动（任一方向波动3%或以上）的次数确实比20世纪30年代以来任何一个十年都要高，但这几乎全部是由1987年10月19日股灾期间或之后几日的巨大波动造成的。每次大崩盘一般都会伴随着这种波动性显著增加的现象（如1990年大部分时间内的日本股票市场所显示的那样）。事实上，股市崩盘之后波动性上升，而股市暴涨之后波动性下降的这种趋势，是波动性序列的时间序列特性领域的专家们少有的已经可以进行模型刻画的具有完整记录的事实之一。崩盘之后波动性的这种暴增，一般在几个月内就消失，1987年股灾就是如此。不过，20世纪30年代却显著不同，紧随1929年崩盘之后的高波动性水平持续了好久，直到下一个十年。

指数产品与1987年股灾

统计数据无法证实波动性增加的趋势，这表明公众可能以不同的非技术性的方式使用波动性一词。他们可能简单地将1987年股灾本身（以及后来1989年10月13日所谓的小股灾）当作市场波动性的定义。毫无疑问，1987年股灾造成了有记录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关于1987年股灾的发生机制与教训，详见第18章。）1989年10月13日的小型股灾跌幅为6%，虽然也比较大，但远未破纪录。如果1987年股灾是公众认为波动性增加的根源，那么考察创新性金融工具与波动性之间关系的任务就变得相对直接，即只需要考察股指期货与期权是否真的与股灾及其严重程度有关。在这一点上，至少学术界一致认为需要考察备受争议的两个策略，它们都与期货和期权相关，那就是：组合保险与指数套利。

就组合保险而言，学术界判定其不是股市大崩盘的实质原因，但却对股灾起到一定程度推波助澜的作用。毕竟，投资组合保险在1987年完全是美国所特有的事物。而当时，10月19日的那场暴跌，早在纽约或芝加哥开盘之前，貌似就已经在远东爆发了。而且，全球各市场的下跌幅度与该国是否具有指数期货和期权交易没有关系（Roll，1988）。即使在美国，没有采用组合保险策略的投资者在10月19日的抛售额（包括受大量散户投资者现金赎回而引致的共同基金抛售在内）也是采用组合保险策略的投资者抛售额的4~5倍。

当然，从理论上讲，与止损指令或金字塔式保证金等一些传统的正反馈投资策略类似，组合保险利用期货，具有潜在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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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这里，“利用期货”的条件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组合保险运用指数期权（指数期权本质上必须是从市场上买入的看跌期权，而非通过实时对冲技巧以期货合成复制看跌期权），则可以大大降低其潜在的不稳定性所造成的影响。利用交易所买卖的看跌期权，组合保险的下跌立即就可以在看跌期权的市场价格和其隐含的波动率中显现出来。相比之下，利用期货或者无法对冲的场外交易的看跌期权，组合保险的下跌很可能先被黑纱掩盖起来，而后突然集中爆发，令公众猝不及防（Grossman，1988）。

指数套利：新的元凶

无论其在1987年的股灾中是否发挥作用，利用期货而不是期权的组合保险都几乎彻底地消失了。可以确定的是，它在1989年10月13日发生的那场小型股灾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它在金融界犯罪照片集中的位置已经基本上被计算机“程序化交易”所取代，特别是被指数套利的程序化交易所取代。

不过，指数套利遭受如此臭名昭著的公共声誉的原因远未搞清楚。当组合保险在市场中的交易没有提供信息，无法得到充分的认识，就会导致市场不稳定。与此不同，跨市场进行的指数套利，对市场的影响基本保持在中性。一个市场的卖方下行压力总是被另一个市场上力量相同、方向相反的买方压力相平衡。仅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些可相互抵消的交易才能对整体市场的价格水平或波动性产生影响。

如果套利界限在一定程度上被首次突破，触发了流动性相对不足的现货市场中的大量抛售，以致计算的指数下跌幅度明显超出使两个市场靠拢所需的水平，则指数套利就很有可能会增加市场的波动性。随后，新的一轮套利抛售活动就会从相反的方向展开。虽然证券交易委员会常常对这种“市场拉锯战”的行为表示关切，但是至今没有相关情况出现的资料记录。（有关研究，详见Duffie et al.，1990。）他们发现程序化交易后的市场行为完全与以下观点一致，即：市场价格恰恰是由“消息”驱动，而不仅仅是期货市场的投机性“噪声”，如同指数期货经常受到的责难那样。

这些发现无论如何不值得奇怪。指数期货交易成本低廉，使得期货市场成为有关宏观经济的最新信息的天然输入港口。如果这些信息足够重要，可以推动价格突破套利界限，它们就会通过套利者的程序化交易由期货市场向现货市场传播。通过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电子指令流程系统，这种传播异常迅捷。但是，套利依然只是传播消息的媒介，而非消息的制造者。

近年来，数量如此之多的批评冲着消息的传播者而非消息制造者本身而去。这只能表明，公众对过去20年中改变我们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体系的巨大变化，毫无疑问地反应迟钝。毕竟，指数期货的出现还不到10年。以散户投资为主的股票市场向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转变，也不过在15年前才开始。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随着经验的丰富，公众对新环境的理解一定能跟上步伐，当然，除非新一轮的金融创新浪潮即将席卷，将公众的认知远远甩在后面。

金融创新：新一轮浪潮正在来袭？

过去20年中深刻改变金融图景的创新浪潮，在下一个20年中能否延续甚至可能呈现加速态势呢？我认为不会。当然，变化依然会发生。新的金融工具与新金融机构将传播到发达世界的每一个国家中去（甚至可能到新近获得自由的东欧经济体）。期货和期权合约会在不断扩大的基础商品和基础证券标的之上创设。但是，这一过程将是正常、缓慢和渐进式的变化，而不是像过去若干年的那种“间断平衡”式的变化。
[5]



关于这种变化的长期预测只会徒增笑柄。有谁能忘记那位美国专利局局长？20世纪初，该局长就曾建议关闭其所负责的机构，因为所有值得申请专利的发明都已完成。我们也知道，尽管在放松管制和降低税率方面已有重要进展；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管制和税收这两种长期刺激创新的因素，依然大量存在。不过，有些重要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当今经济学和金融学先锋派的学术文献中，很少看到新思想和新观点能像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那样喷涌而出，并在随后特定的创新中开花结果。

学术性思考和批评对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大波金融创新所起到的预示作用，至今依然没有引起充分重视。如前所述，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浮动汇率的支持者，特别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等学者的著作中，就已经普遍出现创立外汇期货市场并分析由此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呼吁。而对普通股票而言，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主要的学术突破是马科维茨（Markowitz）的均值—方差组合选择模型（Mean-Variance Portfolio Selection Model），以及夏普和林特纳基于该模型建立的所谓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PAM）。在后一理论中，“市场组合”起着核心作用。20世纪70年代初期，第一家消极管理的指数基金面世，市场组合的概念最终成为现实。而世界也自此迈入了广泛的市场组合交易时期，或作为一篮子股票，或以指数期货和指数期权的形式进行，更是一如所期。同样，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布莱克与斯科尔斯及罗伯特·默顿关于理性期权定价的奠基性文章发表。早在此之前，这两篇文章的手稿已经在学术界非正式地广为流传。这些以及其他激动人心的景象大量存在于20年前的学术文献之中。但是，现如今，学术界却极少见到亟待实践实施的新观点与新概念。

正如现有文献所揭示的那样，与未来发展征兆密切相关的是交易所本身的结构而非在其中交易的产品。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于整日盯着其个人电脑屏幕的学术界人士而言，新近发生的由大厅内交易向电子交易的市场变迁，实属理所当然。在大量有关1987年股灾的论文中，有很多人推测在那个繁忙的时刻，当时的交易系统失灵。与政府债券或银行间外汇交易等非交易所市场中基于电脑屏幕的交易系统相比，这些交易系统被轻蔑地贴上“落伍”和“过时”的标签。

电脑屏幕交易终将在某一天取代大厅内交易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不过，这种替代是否会在20世纪末之前发生，还不太明确。蒸汽船的案例很有指导意义。在溯河航运和抵御风浪与潮汐等方面，新蒸汽机技术明显优于帆船动力。很快，蒸汽船就占领了内河航运市场，而不是首先占领海洋航运市场。彼时，蒸汽机的质量的确很好，但却异常昂贵。因此，蒸汽机只能在军事领域和单位价值较高的客运中找到用武之地。仅当燃油成本降低以后，蒸汽船才逐渐占领海洋运输中单位价值较低的大宗货运市场。实际上，对于木材之类的大宗商品而言，自第一艘蒸汽船实际运营之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100多年时间里，帆船常常是比较便宜的运输方式。

这种比较优势原理同样也适用于电子交易系统。在那些重要的期货交易所里，在交易厅里公开喊价买卖成交的方式看起来虽然有些混乱不堪、陈旧过时，但在市场价格波动剧烈的情况下，这确实是高速而且频繁地处理大宗交易的最便宜的方式。截至目前，电子交易在该领域中尚未具备成本竞争力。屏幕交易在其他地方才有用武之地。比如，电子计算机系统可以在指令传递、数据处理以及一些交易监督等方面，而不是在交易大厅里发挥作用。（关于大厅交易与电子交易的比较优势对比，详见第11章。）

不过，即使电子交易很成功，也并不意味着作为一个功能性商务实体而存在的交易所必然消失。交易所通过交易大厅提供的交易设施与便利，是其目前所提供的最主要而且最富有魅力的服务，但远不止这些。交易所还能够提供诸如清算与交割、履约保证、交易记录、审计跟踪以及价格信息的收集和发布等虽然平凡但重要的功能。在支持那些目前通过场外进行的金融交易方面，这些服务的市场潜力巨大。利用自己的专业技术和大量现有的资本投资，期货交易所完全可以进入这些新兴的市场，并占有相当数量的市场份额，就如同20年前一样。当时农产品业务萎缩，迫使其进入金融期货与期权市场。

（本文改编自“Financial Innovation：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Vol.4，No.4，Winter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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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是乔治·舒尔茨，他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以前的同事和多年的朋友。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是亚瑟·伯恩斯，他也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老朋友。在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介绍下，两人都亲切地接见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利奥·梅拉梅德，并对他有关外汇交易的建议予以了肯定（Melamed，1988）。


[2]
 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最初的安排中，只有看涨期权可以交易。因为看跌期权被认为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显然，证券交易委员会还没有真正地理解和接受看跌—看涨期权平价理论。


[3]
 第一笔货币互换交易是由伊利诺伊大陆银行的伦敦分行于1976年安排促成的。因为创始人有保持竞争优势的考虑而保密，所以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仍然不清楚。（详见Hu，1988，note 13，page 363。）


[4]
 见Brennan and Schwarta(1989）。然而在他们俩的演示中特别有趣的是，如其余公众投资者了解情况进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潜在不稳定性有多小。


[5]
 这种演进当然也包含有“灭绝”。近期的一些金融创新将不可避免地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另外一些可能会在严厉的监管中被淘汰。


第2章 最近的衍生品“灾难事件”：损失估计

在过去几年里，到底有多少财富在失败的衍生工具交易中化为乌有？太多了，看看报纸就知道。据报道，宝洁公司(Procter and Gamble)在一次利率互换中就损失了15亿美元。据推测，德国最大的企业集团——德国金属公司(Metallgesellschaft，MG)，在原油期货交易中的损失是上述金额的近10倍。奥兰治县在利率衍生工具交易中账户损失甚至更多，高达17亿美元。巴林银行在日经指数期货和期权交易中的损失则超过了20亿美元，这可能是目前所有衍生品交易灾难事件中最大的一次。

这些灾难事件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对金融衍生工具采取更多的管制措施呢？我曾经在1994年探讨过这个问题（Miller，1995；另见本书第7章），并得出结论：截至当时，在前面三起臭名昭著的衍生品灾难事件中（1995年2月的巴林银行倒闭事件当时尚未发生），没有一起可以将原因合理地归结为金融管制网络存在漏洞。我们拥有的管制手段已经足够多，甚至有些人认为过多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更好地认识金融衍生工具并学会如何管理它们。

在这里，我从一个略有不同的角度，再次关注金融衍生工具的管制议题。这次我着重强调的是成本—收益方面的考量。在自由社会中，每当动用政府强制力量为任何公共目的服务的时候，无论这样做多么值得，这种考量都应该是核心问题。基于“负负得正”的原理，本章试图通过以社会成本为手段来估计实际损失，从而测算对金融衍生工具采取更多管制措施带来的潜在收益。在管制下，这些社会成本原本可以避免。因为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以及大量银行审查机构等任何一家或所有监管机构的管制下，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止这些灾难交易事件发生。

为避免衍生交易灾难事件而导致的社会成本，尽管受到特别关注，但是它充其量仅仅能够给出管制带来的净收益之上限。金融衍生工具的管制并不是一件免费物品，特别是考虑到强加于终端用户身上的间接成本。因为管制使得金融衍生工具获取的成本高昂，那些终端用户被迫转而寻找其替代品，但这些风险管理替代品效果低下。另外，除非保持严格的警惕性，否则管制措施常常会变质。有些人，比如我已故的同事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甚至认为管制经常会变质，成为简单的日本式的特殊利益保护主义（日本金融服务业中的保护性管制在第5章有详细讨论）。现在，让我们把管制的社会成本的问题放在一边，将视角缩小，回到估计衍生品灾难交易事件的实际社会成本的问题上。长期以来，这个问题始终是公众谈论金融衍生工具的热门话题。

衍生品灾难事件的直接社会成本

对于最近几次衍生品灾难事件造成的社会损失，最方便的列表分析是从宝洁公司与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的例子开始。它们通过谈判协商签订了一笔名义本金为2亿美元的奇异互换合约。在这笔“5/30年关联互换”的交易中，宝洁公司向信孚银行出售以长期债券价格为标的的看跌期权。1994年3月债券价格下跌，看跌期权转为实值状态，宝洁公司不得不向信孚银行支付1.5亿美元以赎回该合约。
[1]



不过，即便这1.5亿美元是宝洁公司在这笔交易中自身的个体损失，它能否被当作社会成本的度量呢？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宝洁公司每损失1美元，信孚银行就收入1美元。社会中还有其他人因此而遭受损失吗？我确信我自己没有受损。这是因为专门负责管理我的养老基金的大学退休股权基金（CREF)，同时持有宝洁公司和信孚银行的股票。这样，我的养老基金在宝洁公司股票上的损失，通过信孚银行股票又赚了回来。这仅仅是一笔对冲交易而已（或者本应该就是对冲交易，详见下文）。
[2]



当然，这种损益的相互抵消绝对不是只发生在宝洁事件上。金融衍生工具总是有两种交易方向：多头与空头。并且，这两个方向的头寸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相互抵消。其收益与损失仅仅代表财富在不同群体间的纯粹转移（经济学家给出的称呼），而不引起社会总财富的变化。请注意这与日本神户大地震之类事件具有明显差异。后者确实表现为社会总财富真正的净损失，包括住宅、工厂、道路，当然还有生命。

当然，社会总财富的减少不仅仅可以由自然灾害造成，也可以由人为事件造成，比如股票市场崩盘。尽管人们小心翼翼，这种崩盘也在所难免。经济学家对公司特有的风险（个体股票的盈利与亏损可以分散掉，如同我大学退休基金的例子那样）与市场整体风险做出了区分。后者会同时对所有股票产生影响。当整个股票市场发生崩盘，不会发生宝洁事件中的那种抵消交易，因为几乎可以确定，社会整体处于股票净多头状态。
[3]



不过，尽管每次衍生品交易都有数量相同、方向相反的双方存在，但是像宝洁事件中那样的抵消交易却并不总是很容易看到。让我们来看一下奥兰治县的案例。奥兰治县的财政部门买入所谓“逆向浮动利率”的结构性票据，其支付形式为15.5%减去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LIBOR)的2倍。因此，当LIBOR和其他短期利率下调的时候，它们收到的利息流就上升。除此以外，奥兰治县的财政部门还大量使用了所谓“逆回购”协议，它听起来像是一种奇异的金融衍生工具，其实不然。其功能等同于以保证金买入某种证券，在本例中是长期国债。如果能够确信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内保持不变（投资者就能因此获取长期债券利率与正常情况下较低的短期利率之间的利差），以保证金买入长期债券就会相当划算。

一段时期内，奥兰治县的财政部门押在利率不变或下调上的赌注获得了不菲的回报。从1991年到1994年初，奥兰治县基金总共赚取的利润超过7.5亿美元，其现金回报率比加利福尼亚州基金高出400个基点。这也正是奥兰治县当局不断地将越来越多的资金存入该基金的原因所在。但是，当短期利率上扬的时候，比如1994年中期，奥兰治县的逆向浮动利率票据和杠杆性长期债券价值急速下跌，跌幅大约为17亿美元，使得残存价值比该县总债务价值还要低。1994年12月6日，奥兰治县申请破产（随后我将继续讨论这一问题）。（作者注：在此次演讲的初稿中，基于新闻界的报道，我推测，奥兰治县除了申请破产之外，别无出路。可是，后来我与莱斯康（Lexicon）公司的大卫·罗斯（David Ross)合作研究，结果表明：实际上，在申请破产时，奥兰治县的投资基金既不是没有偿债能力，也不是流动性不足。1994年12月6日，这家基金的净资产超过60亿美元，而且大量的现金还在以每月3 000万美元的速度流入（而不是流出）该基金。破产决定可能仅仅是一种战术策略，以证明对美林以及其他经纪公司提请损害诉讼的合理性，它们都向奥兰治县投资基金出售了证券。）

毫无疑问，那些向奥兰治县出售逆向浮动利率票据的人，会从利率的上扬中获利。那么，这些人是谁呢？它们是住宅贷款银行理事会以及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等其他政府住宅融资机构。在本例中，财富从奥兰治县居民和纳税人转移到美国全国纳税人共有的实体中。
[4]



在德国金属公司（MG）一案中，由于其美国子公司——MG提炼与销售（MGRM）公司的石油产品销售计划涉及很多不同的部门，财富转移的路径则很难看到。一方面，MGRM公司在短期原油和石油产品期货(以及互换)交易上做多。这样，当油价在1993年最后一个季度下跌时，MGRM公司不得不安排大约13亿美元资金以维持保证金追加。当然，乍一看，这笔保证金简单地转移到那些在期货和互换交易中处于空头的幸运儿手里。不过，这只是事情的开始。MGRM公司还以空头的身份，与客户签订了长期固定价格的远期交割合约。实际上，MGRM公司用期货和互换交易中的多头头寸与远期合同交易中的空头头寸精确对冲。与其他对冲交易一样，一头的亏损可以用另一头的盈利来抵消，因此，至少在原理上，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MGRM公司能够做到完全的对冲。这样，在油价下跌时，幸运的期货和互换交易空头所获财富，就完全来自MGRM公司在远期交割合约方面的客户，它们在交易中以多头身份出现。

从原理上讲，对于MGRM公司而言，这种做法本是一种冲销交易。但是，在实践中没有完美的对冲存在。当1993年短期期货价格的跌幅超过长期期货价格的跌幅时(也就是当市场上典型的“现货升水”转变为“期货升水”时)，部分地，由于为实现其对冲策略而进行“滚动展期”交易所需的成本，导致MGRM公司遭受了净损失，尽管实际损失远远低于报道中经常引用的数字。虽然MGRM公司在期货以及等同于期货的对冲交易中耗尽的现金达13亿美元之多，但是卡普和米勒（Culp and Miller，1995b）估计，这家公司的销售与对冲联合计划在1993年实际造成的损失不超过1.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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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宝洁公司、德国金属公司、巴林银行和奥兰治县遭受的实际损失有多大，我个人认为，新闻界频繁援引的亏损数字并不能度量相关的真实社会成本。与神户大地震或者安德鲁飓风不同，人类世界千辛万苦积攒下的祖传财产在上述衍生品事件中的损失非常之小。确切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所有情况，这个原因我会解释——金融衍生工具的恐怖之处在于其财富转移。

我们是否应当关注财富转移？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将公众高度关注的衍生品交易损失仅仅当作没有多少社会意义的财富转移，这种观点过于轻率（或者过于无情)。他们可能还会争辩，如果有人拿枪指着你的胸口，抢走你的钱包，这也是一种财富转移。诚然，他们怀疑，甚至我也注意到了这种转移中的负面社会效应。不过，我必须坚持，这两种情况之间存在着关键的基础性的区别。在我们经济学家眼里，抢劫可称作无法补偿的财富转移。它完全不能刻画我在前面所讨论的那种财富转移情况。

我们还是采用宝洁公司的例子，假定利率在1994年不是下跌而是上升。那样，宝洁公司将斩获颇丰。依据其与美国信孚银行的合同约定，宝洁公司将获得5年期的低利率融资，该利率比商业票据的利率还低75个基点，不管商业票据利率跌至多低。宝洁公司的投资总监也将作为天才而受到整个金融界的赞誉。而信孚银行或者买入这份合同的其他企业或个人，将承担巨额损失和同行的嘲笑。

当然，信孚银行也知道如果利率下跌，自己将遭受巨大的损失。是什么导致该银行愿意将自己暴露在如此大的风险之中？不是为了赚取佣金，因为这些收益与其整个现金流相比微不足道。相反，它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预期，即宝洁公司在利率上扬时将承担信孚银行相应的风险。互换不是抢劫。它是两家公司就各自的利率风险敞口所进行的一种的自愿的、互惠互利的交换行为。

互惠互利一词必须得到强调，因为金融衍生工具常常被描述为零和博弈。确实如此，事后看，金融衍生工具的现金价值之和为零——或者甚至为轻微的负数和，因为还要考虑佣金和其他交易成本。但是，在事前，即交易之前，它们交易的现金价值之和一定为正。衍生品交易的每一方，都可以在两种数量相同、方向相反的风险中，自由选择自己适宜承担的风险。这样，无论最终现金结果如何，每次衍生品交易在交易达成的时刻，都会改善双方的状况。理由很简单：如果双方都感觉不到状况改进，就不会达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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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灾难事件的间接社会成本

当然，我们坚持认为，最近几次衍生品灾难事件的直接社会成本几乎为零，并不是说就没有产生任何社会成本。我们还必须考虑衍生品灾难事件的“外部性”（事件附带的负面影响）。

一种外部性是这些事件导致的诉讼成本。例如，据我所知，德国金属公司至少已卷入六起引人注目的诉讼案件。宝洁公司不承认其管理高层对涉嫌交易的投资总监的行为失察或者监管不力，反而高喊受到欺诈，要求起诉对方。
[7]

 诚然，律师们在诉讼案件中的工作，不像制造轿车或汉堡包那样，可以产生生产性的GNP（国民生产总值）。不过，必须清楚的是，与金融衍生工具有关的诉讼案件总量实际上非常少。这个现象的现实意义非凡。因为依照衍生品的定义，在成千上万笔衍生品交易中，每一笔都有一名受损者，若假定它们都因此成为潜在的原告的话，诉讼案件将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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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衍生品灾难事件所造成的另外一种，也可能是更严重的一种社会成本，当属破产成本这一总的范畴。上述事件中有两起导致破产，它们是巴林银行和奥兰治县。德国金属公司勉强避免了可能的破产，至少其现有的管理使我们相信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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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破产一词被赋予大量的消极含义，因此，我们必须谨慎，不能对其反应过度。毕竟，我这里关心的不是不幸的破产企业股东承受的损失和痛苦，而是衍生品所导致的破产带来的附带损失，如同旁观者无辜受伤一般。抛开高昂的法律和谈判费用，破产案例中实际社会资本遭受的损失常常出奇地少。漫步芝加哥密歇根大道，你看到的旅馆和写字楼，其中许多都有过破产经历，有些甚至经历过多次。这些建筑仍然屹立在原来的位置上，开张营业，一如从前。原来的股东和管理层早已不在了，但这些财产却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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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一家企业被清算而非重组，其有形资产也不会在地球表面消失。这些资产通常被转换到另一家企业，就如同另一种形式的循环利用。在清算过程中，没有真实的社会损失发生，除非社会财富确实遭到破坏或者未得到应该有的充分利用。这种情况确实会在破产中发生，尽管这种情况是不必发生的，如同最近巴林银行破产案所显示的。荷兰国际集团安智银行（ING)同意承担巴林银行在期货和期权交易方面的10亿美元损失，接管了巴林其余部分完好无损的资产。ING设法尽可能多地保留巴林银行持续的营业价值，尽管巴林银行的声誉遭受了无法避免的损害。

的确，ING随后解雇了绝大多数巴林银行前高级管理层人员，也破坏了很多巴林银行积累多年的人力资本。这些在理论上与其他资本一样，都是社会资本。ING却摧毁了它们，因为这些资本已没有价值。尽管这些被解雇的高层管理人员对新加坡分行发生的事态可能并不十分清楚或者没有得到通报，但是他们却对该分行突然间的大量现金需求没有引起警惕。诚然，他们本应该看到允许一名交易员掌管证券结算室（也就是，既允许交易又允许记录结算）所可能导致的危险。毕竟，对这类问题未雨绸缪，是这些高级经理领取这么高薪酬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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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比的是，巴林银行和德国金属公司管理人员的命运截然不同。德国金属公司银行监管董事会负责人于1993年4月上任。他目前依旧大权在握，而且一直坚称，对于油价下跌会导致石油销售计划面临巨额期货对冲的现金损失一事，自己毫不知情，或没有人告知。

在巴林银行破产一案中，人们很自然地也想知道，如果ING认为巴林银行或其剩余价值不值20亿英镑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若果真如此，除了由已遭受毁灭性打击的股东承担之外，巴林银行的损失还要落在那些向巴林银行的期货头寸提供融资的银行和其他债权人身上，其提供融资的行为有时是无意识的。在巴林银行近4亿英镑的原始股东资本消耗殆尽后，这些债权人将无法得到偿还。这就会引致我们多次讨论的议题——“系统性风险”，即由于恐慌，一家大银行的倒闭将击垮另一家大银行，进而导致再一家大银行的倒闭，直至全球金融体系彻底崩溃，类似于切尔诺贝利事件。诚然，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但是其可能性不大。主要的衍生品交易商都是大银行。全球的大银行——请记住，巴林银行并不是大银行——都具有高度资本化、高度分散化的投资组合（附带说一下，这种分散部分归因于金融衍生工具），并且不断监控其总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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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全球的中央银行尽管拥有权力，但遗憾的是，并不总是有意志或智慧来阻止金融系统中任何螺旋式的下降趋势。就这方面，我们自己的联邦储备体系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遭受了惨痛的失败。不过，它们至少学到了一些教训，使得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再次发生。可是，日本银行似乎还没有掌握避免其资本市场出现自我增强的螺旋式上升或下降的艺术。事实上，对此论断的一个有力证据是，日本中央银行的管理者在过去5年中通过货币政策对该国财富带来的破坏，远远超过衍生品交易在过去或者今后100年内带来的损失。

奥兰治县破产案

由于奥兰治县破产案的最新发展，与破产相关的外部性议题呈现了新的方向。1996年11月，破产法庭解除了该县的破产状态，并授权其额外发行新证券以帮助清偿未支付的债务。为避免违约而使债权人两手空空，法庭还裁定，其他偿债的资金必须通过削减市政人员薪酬或者出售市政资产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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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失信于债权人的决策，对奥兰治县的纳税人来说，是一种十分理性的选择。毕竟，人们偿还自己的债务，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该做的，而且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在一件普通的公司或个人破产案中，法庭指定的破产法官会强制要求债务人交出财产以满足法定的偿债要求。不过，在市政破产案中，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因此，奥兰治县的纳税人本可以一走了之，而且可以像传说中的金融冒险家吉姆·费斯克那样，总结道：“毫发无损，除了名誉”。当时，在海军准将范德比尔特的逼迫下，他离开纽约以避免被捕。

若奥兰治县决定对其债务违约，不仅仅必然导致该县未来借款利率上升，还会影响加利福尼亚州（甚至其他州）其他郡县和地方政府的借款利率。对奥兰治县以及其他州和地方政府而言，这种利率的上升是否就代表着奥兰治县衍生品灾难事件所带来的真实的社会成本呢？如果该事件仅仅表明，当情况变糟并且税负加重时，市政当局违约的概率明显高于市场预期，那么现有债券上的损失显然是私人成本而非社会成本；从盯市的角度来看，这种损失仅仅是财富从原来的债权人向债务人的转移。再者，任何针对新借款的较高的风险溢价都可以看作社会福利。通过纠正先前过于乐观的违约预期，较高的风险溢价有助于减少过多的资源流向市政部门。

不过，奥兰治县的违约可能还有一个比较阴暗的理由。市场总可以把该事件解释为，市政主体会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随意拒不履行过去的责任，不管是在它们无法增税的困难光景，还是在它们可以增税的好光景。当然，这种做法无异于抢劫，如果类似事情大量发生的话，市政当局和地方政府再想借款就难了。没有什么事情对金融市场的毁灭速度，能快过债务偿还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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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毁灭市场的社会后果之严重程度，取决于被毁灭的市场规模及其可替代的途径。在市政债券市场的特定案例中，有些犬儒主义者（以及保守主义者）甚至将市政债券市场的消失看作是虚伪社会中的一件幸事。正如他们所说的，可以把它（市政债券市场的消失）看作是对肆意挥霍的城市与国家的一种“平衡预算”要求。但是，社会法律规制下的信用腐蚀，永远不可等闲视之。

结语：维护市场的完整性

奥兰治县衍生品灾害事件的深远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最终搞清楚大多数真实世界的监管人员认为我的观点所存在的致命缺陷是什么。我对金融衍生品灾难的评价观点是：它们仅引起没有任何社会影响的财富转移。他们可能承认，在考虑抵消收益的情况下（总是有收益抵消），这些灾难事件可测量的损失确实很微小；而同时，他们又坚持，对更多金融衍生工具的管制目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他们认为，管制的真正目的是保护社会公众对市场公正性和完整性的信心。社会公众普遍认为衍生品灾难事件的确是灾难性事件——但可以预防，因此，该信念本身就是金融衍生需要更多管制的根本原因。

当然，管制者发起有关社会公共信心的讨论，不仅只为了维护他们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观点，同时也可以用作维护所有其他观点。既然它可以作为真实的无可辩驳的直接证据，为什么不这样用呢？对于一个行业中为了自身利益而经常企图获得管制性工具的部门而言，它就是一种自动的争议停止器和一个完美的掩体（有关案例参见Miller，1995，重新编辑为本书第7章）。

不过，幸运的是，经济学给我们指明了另外一条途径，以测量完整市场中任何可感知的损失。假如公众真的对衍生品市场丧失了信心，市场的交易量很快就会枯竭。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15]

 并且，要求更多管制的呼声，不仅将发自社会公众、新闻界以及试图扩大地盘的监管部门，而且也会来自这一行业中那些感觉其业务量急剧下降的企业。确实，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情况正是这样。在经历了1929年股市崩盘及随后的交易量急剧下降之后，证券业大多数公司接受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及其产品质量许可证（Good Housekeeping Seal of Approval）作为恢复行业境况的一种途径。

今天的衍生品产业所处状态与之前大不相同。其原因显然不仅仅是因为衍生品交易量仍然较高，而且还因为业内人士貌似依然相信，除了正常的公关活动外，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针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负面宣传。（最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会于1995年8月大张旗鼓推出的自愿交易指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近年来，唯一从商务角度要求给予金融衍生产品更多监管的呼吁来自一些衍生品的终端用户，它们试图寻求更严厉的“适应性”规则，并希望因此而强化其在以后的损失诉讼案中对抗交易商的手段。（不过，为什么这些终端用户认为交易商不会就额外的诉讼风险进行收费的原因还远不清楚。）在过去，那些“适应性”规则的寻求者本来可以大量依靠国会支持，以“包退包换”代替过去曾经实行的“一经售出概不退换”的原则。但是，1994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赢得权力，有关金融衍生品的这种法案——类似于“酒肆责任”法案中允许酒驾肇事后的司机起诉酒肆——通过的前景大大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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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产业作为一个整体，持续兴旺繁荣。与此同时，其中部分市场（特别是抵押担保债券（COMs）、反向浮动利率债券和其他奇异结构性票据）的交易量出现明显下降。监管者推出一系列敌意规章，提高了交易商成本，使得这些产品遭受了打击。不过，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公司的投资总监迟早意识到，作为市场偶然的业余选手，他们不太可能冲到一线，将奇异期权出售给专业化的职业互换交易商，特别是在缺乏估值技术（或者仅具有非常原始的技术）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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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票据和COMs可能会因此而消亡（尽管下此结论还为时尚早)，但是，那又如何呢？如果它们提供的服务真的可以满足有效的市场需求，那么，无论有多少负面宣传，只要条件适宜，它们终究会重生，就像垃圾债券一样。大量在媒体眼里被错误地视为废纸、一文不值的垃圾债券，在迈克尔·米尔肯的雏菊链策略运作下，成为市场缔造者。另一方面，如果结构性票据、COMs和奇异期权确实不能填补空白——即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无助于“市场完全”（complete the market），那么，它们就会消亡以利社会。并且，其消亡不应当被视为最近衍生品灾难事件导致的社会成本，而应当被看作这些事件带来的社会收益。简言之，这个例子（根本不需要更多）足以生动表明，我们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完全有能力识别并杜绝“有毒废物”，根本无须政府管制干预。

（本文为作者在第七届环太平洋资本市场研究会议（1995年7月7日，菲律宾，马尼拉）上的主题发言，发表于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1996)，Elsevier Science，版权所有。本文初稿曾得到克里斯托弗·卡普（Christopher Culp）和赫苏斯·萨·特雷革霍（Jesús Saá-Requejo）的建设性意见，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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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双方协定，信孚银行以5.3%的固定利率付息给宝洁公司，而宝洁公司在交易最初的6个月按商业票据利率减去75个基点后的浮动利率付息给信孚银行。到目前为止，这是一笔很普通的固定利率对浮动利率的互换交易。然而，在最初的6个月结束后，如果宝洁公司不退出的话，它在这5年期合同里执行的浮动利率将会变成像以前一样——商业票据利率减去75个基点，但是需要再加上额外的“利差”，它等于17.4倍5年期国债利率与30年期国债价格的差额。如果这个差额为负，就像1993年11月首次签订合同时的情形，则利差就相应设定为0。然而，到1994年初，由于5年期国债利率的上涨和30年期国债价格的下跌，导致该额外利差达到正的几百个基点。（有关宝洁公司与信孚银行互换交易的详细介绍，见Gamze and McCann，1995。）


[2]
 当然，实际上信孚银行的市场价值在1995年大幅下跌。它在吉布森礼品公司一案中的自愿清产被公众当作认罪伏法的行为。信孚银行名誉的损害又因为多家管制机构的处罚而进一步加深。不仅联邦储备委员会，而且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都对信孚银行进行了谴责和罚款。虽然事实上它们都不是像信孚银行这样的银行的主要监管机构，但是它们都急切地向各自在国会的监管者和社会公众表现自己作为市场监管者的热情，从而寻找一切借口利用额外的罚款和处罚等手段来积累自己的功劳。一些人打趣将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这种不请自来的干预行为比作“追着救护车跑的管制性掮客”（regulatory ambulance chasing）。


[3]
 类似1994年初那些大量衍生品交易事件，债券市场崩溃会不会也对社会总财富造成损害呢？对于公司债券市场而言，答案显然是不会。债券持有人的损失总是等于债券发行人的收益。但是，对于政府债券而言，答案取决于你是否相信公众有足够的理性，认为自己持有的政府债券就是他们自己及其后代所纳税款的现值。如果你相信（即如果所谓的李嘉图等价理论成立），那么政府债券就跟公司债券一样，也只是一种冲销债券；如果你不相信，那么至少债券中的一部分可能构成社会财富净值。这一议题仍然是经济学家公开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但是马奎尔（Meguire，1995）近期的一份非常详细的研究表明，相对于净财富观点，结果更可能是李嘉图的观点。


[4]
 事实上，奥兰治县在逆回购协议和杠杆性持有的长期债券上的损失与在逆向浮动票据和其他衍生品上的损失一样多。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区别仅仅是迂腐之见。无论对错，奥兰治县终将因衍生品交易事件而被永载史册。（有关奥兰治县的投资事件的详细介绍，见Jorion，1995。）


[5]
 虽然对于世界最大银行之一的德意志银行及德国金属公司（MG）的主要债权人和股东来讲，这些损失确实不算什么，但是这笔钱绝对不是小数目。同时，它也是一种比油价在1994年和1995年反弹回来所获得的弥补还多的损失。当然，这还不是MG公司故事的结尾。在1994年初，油价开始反弹。在结清大多数对冲后，MGRM公司的新任负责人突然意识到前任负责人通过的一系列未偿付的远期交割合同这时已经没有对冲的作用了，他们赶紧取消了这些合同。但是因为当时油价仍然低于交割合同上的成交价，所以MGRM公司在这些合同上完全可以小有收获。而无偿地取消合同，实际上是把MGRM公司已经到手的钱又退还给它们的客户。由此看来，在MGRM公司的最终损失中，至少有一部分不是衍生品交易事件造成的，而是该公司自伤行为的结果。（有关MGRM公司一案的更详细介绍，见Culp and Miller，1995 a，b and c 以及本书第13章。）


[6]
 我经常被问及，如果亏损的一方真的知道结局会如此糟糕，那么它们怎么可能会认为这些衍生品交易对自己有利呢？在大多数衍生品交易事件中，主要参与者显然知道遭受损失的严重性，但是在发生最初的损失后，它们都选择了“翻倍下注”的策略——如宝洁公司在利差首次变正时并没有买回自己的看跌期权（见上文尾注2）；而在巴林银行的案例中，巴林银行在日本市场出售指数期权导致亏损后，仍然在日经指数期货上投入更多的资金。这些交易的决策者清楚地知道，一旦他们投入的赌注出问题了，他们自己必定会身败名裂。但是，这比他们的老板们一开始就知道亏损差不到哪儿去。另一方面，在MG公司的案例中，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德国母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停止其在美国子公司的营销计划，而不是继续注入资金（见Culp and Miller，1995b）。更耐人寻味的是，如果那些头寸再持有几个月的话，所有这些衍生品交易事件在这里所认定的损失都将转化为盈利。到1995年5月，日经225股指期货比2月份神户大地震后的最低点上升了30%，利率大幅下调，并且油价回升到了1993年中期的水平。而此时，那些交易决策者早已把钱都输光了，就像典型的“赌徒的毁灭”（gamblers ruin）一样。（虽然在MG公司的案例中，应该更准确地称为“对冲者的毁灭”（hedgers ruin）。）在奥兰治县的案例中，米勒和罗斯（Miller and Ross，1996）的研究表明，如果奥兰治县在1994年12月没有申请破产，而且也没有将其投资组合转变为低收益的流动性基金的话，该县在下一年的收益将远不止弥补全部账面亏损。


[7]
 1995年10月4日，宝洁公司起诉信孚银行诈骗一案获得新进展，美国联邦法庭裁决，允许宝洁公司在该案中追加民事诉讼，或者《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The 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RICO）Act）的指控诉求。法庭接受RICO的指控，开启了三重损害赔偿（triple-damage award）的可能性，这会迫使那些甚至最坚定的被告也不得不停止诉讼而寻求庭外和解。市场利用股价变动反映出来的信息判定宝洁公司胜诉：信孚银行的股票价格跌至69.25美元，跌幅为0.75美元，而宝洁公司的股票价格涨至78.25美元，涨幅1美元。宝洁公司对信孚银行的起诉最终以宝洁公司获得大部分赔偿（但不是它所要求的全部赔偿）而告终。（另见下文尾注17。）


[8]
 律师费一般不会被人们当作无谓的净成本。针对“律师无用论”，史蒂文·麦基和弗兰西斯·麦基（Steven Magee and Fances T. Magee，1996，即将发表）提供了最为清晰有力的阐述。但是，也有人强调法律诉讼作为解决合同条款纠纷的一种办法，就其长期得以生存这一点来看，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率。两位麦基先生强调，因为大多数寻租行为能够抓住一切机会，从政府的管制中获利，所以司法机会主义者以及律师们所做出的、被经济学家称为寻租活动的种种行为，会给社会造成危害。然而，合约各方当事人中，如果谁认为自己受到其他方的欺诈，此时就明显需要某种补救措施。否则，交易成本——任何交易的成本——都将急剧地增加。因此，操作性问题就被归结为究竟哪种抑制欺诈的方法最具有社会效率：是私人诉讼、监管干预，还是借助于黑手党？假定宝洁公司一案以及其他近期衍生品诉讼案件涉及的各方均是大型上市公司的话，至少在我看来，私人诉讼比其他解决办法更有优势。


[9]
 在德国奇怪的大型公司治理体系下，身兼主要债权人和控股股东两职的银行仅作为“监事会”发挥作用，而把公司日常活动的管理权限交给管理董事会。控股银行保留有变更管理董事会的权利，但是通常也仅限于在发生重大经营问题的情况下行使这项权利。如果控股银行急切地想改组管理层，它除了策划一场“危机”外别无他法。（有关MG公司“几乎破产”的进一步讨论，见本书第13章。）


[10]
 学术界的金融专家也强调指出，与破产的实际发生频率不同，仅仅是破产周期就会造成社会成本。这是因为它将迫使企业采取各种费时费力的措施来避免破产，而这些措施首先会导致企业削减产出并且传染给其他企业。由于金融衍生品在运用得当的情况下可以为企业减少破产风险提供一条低成本的途径，所以政府出于安全考虑，限制衍生品使用的管制，实际上可能会对生产力的提高构成负面影响。但是，这种见解显然算不上有新意。


[11]
 这正是将宝洁公司、德国金属公司、奥兰治县和巴林银行发生的事情归纳为衍生品交易事件容易引起误解的原因。这些事件的出现不是因为正常的商业决策出了问题，而因归结于高级管理层出于这样那样的理由，难以对当下的行动制定合理有效的决策。只有在高级管理层搞清楚真正的事态后，才能避免最终灾难性的后果，或者至少可以大大降低后果的严重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指责金融衍生品就像责难汽车要对酒驾肇事行为负责一样。当然，有些人也认为金融衍生品更容易使得那些“流氓交易员”（rogue traders）能比以往更快地制造亏损，但是这种观点也有待商榷。几年前德意志银行的施耐德房地产项目崩溃、最近的大和银行丑闻以及住友银行铜交易等事件显示，流氓交易员即使采用传统的交易方式，也能造成巨大甚至更大的亏损。


[12]
 另一方面，如前所注，即使像大和银行这样的大机构也会因为内部控制的松懈而受创。在11年内，无论是内部审计人员还是外部审计人员，都没有履行最基本的审计程序，没有将该银行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数量与保管银行（例如信孚银行，极具讽刺意味）的数字加以对比。外部审计人员最终只是标明大和银行美国分支机构存在问题，从而将证券交易功能从结算功能中剥离出来（类似巴林银行的情况）。但是任何纠正组织缺陷的行动都没能立刻揭穿这场骗局。它们仅能迫使那名交易员为掩盖痕迹而更加努力地工作（甚至自愿牺牲他自己的例行休假，但是这不仅没有引起其上司的怀疑，甚至得到了上司的称赞）。一些报道认为，大和银行内部控制的失败，可能与某种不确定性有关，即到底是日本的还是美国的会计人员应该对发生问题的大和银行纽约分行负责。


[13]
 1995年9月13日，加利福尼亚立法机关批准了一项计划，该计划允许奥兰治县通过发行新的“参与凭单”（certificates of participation）产生的收益来清偿该县的大多数票据。这些新凭单的利息支付将由该县运输和其他服务账户上转出的资金予以担保。即使市场接受了这些新凭单（据说其信用等级不到Caa级），奥兰治县仍有数亿美元的账户无法偿还。那些未获得清偿的债权人，特别是奥兰治县市政当局存款人，正在被要求通过起诉美林证券公司来保全自己的资产。破产法庭为这些诉讼批准了大约5 000万美元的律师费。


[14]
 事实上，如果法律不宣布这些合约不仅是非强制性的“赌注”，衍生品产业根本不可能取得发展。然而，最近针对合约的法律强制力的怀疑，正是由管理当局自身的行为所引起的，它们被认为是市场的保护人。下面是一个尤其异乎寻常的例子：在判定MGRM公司与客户签订的供货合同中有一部分为“非法的场外期货合约”，并且合同无效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于1995年7月27日对该公司强制执行裁决。由于这些有问题的合同与广泛应用于原油和天然气产业的“必付”（take-or-pay）协议在主要内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一时之间使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些以及类似衍生品交易中的亏损一方——记住每个衍生品合约都有亏损的一方——因为获得了一种“免费”权利：要不就用盈利支付损失；要不就违约，声称他们的合同也不合法。可以预料，大有争议的诉讼将会长期出现，除非国会能终止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行动，并且澄清过于含糊的商品交易法案。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正是依据该法案窃取了对“场外期货”的控制权。（作者注：不过，由于受到来自互换交易商一连串不利的批评，近来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否认自己有意采取激进的态度看待自己对MGRM公司的强制行动。）


[15]
 在巴林银行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内，全球期货交易所的成交量与上年相比确实出现了下降，但是，这种下跌有多少是由于期货公众形象恶化所导致的还远没有弄清楚。利率和汇率的波动性也大幅度减弱。各品种交易量下降的表现也不一致。例如，外汇期货的成交量似乎是在下降，但是股指期货以及玉米、大豆期货成交量却在上升。短期利率期货的成交量剧烈下降，但是长期利率期货却仅出现轻微下降。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从巴林银行事件中受到的打击本应该相当严重，但是实际上，到1995年6月为止，与1994年相比成交量却出现了上涨。（一个稍微更新的观点另见本书第11章。）


[16]
 尽管美国国会不大可能对金融衍生品颁布新的适应性限制，但是许多州的政府不是已经通过，就是正在考虑制定政策，以限制其市县政府及部门使用衍生产品，有些州政府甚至禁止本州各级政府利用这种产品。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约束较多的解总是要次于约束较少的解。但是，请记住，在挑选负责重大投资决策的政府官员时，常常更多看重的是他们的政治能力而非财务能力。因此，对他们可能采取的投资战略进行限制比对他们严密监控要经济得多。


[17]
 信孚银行的交易商在宝洁公司一案中公布的录音带，以及来自吉布森礼品公司一案中的类似材料，不禁让人怀疑，在衍生品交易中以交易的另一方身份出现的那些公司财务官员怎么可能看不出这些在交易商看来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即便在扣去一般交易商臭名昭著的吹牛浮夸之后），即那些财务官员正在以极低的价格出售他们的看跌期权？对于那些财务官员而言，他们在预测利率走势时，自恃技术超凡而表现出的自大，无疑是他们失策的一部分原因。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被自己专业词汇的欠缺所误导。公司财务官员们，甚至拥有MBA学位的那些官员，都倾向于根据收益率差异而非现值来考虑问题。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现值计算过于复杂和困难正是成败的关键，而交易商们对于这种计算恰恰了如指掌。果然不出所料，那名老辣的交易商提供的录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新闻界仍不得不收起他们在宝洁公司一案中摆出的冷嘲热讽，根据其他公司在与信孚银行的交易中所受的损失来推测该银行惯用一种“敲诈”的伎俩。当然冷嘲热讽总是存在，同样在每次衍生品交易中（事后）总会有一方要亏损。如果信孚银行的交易对手中从未有人亏损过，那么该银行就是每次交易中亏损的一方。这样，它的交易登记账簿永远也不可能再次恢复平衡，这样，它肯定要从这个行业被淘汰出去。


第3章 指数套利的经济学与政治学

股票交易所、证券经纪业和证券监管者多年来一直发动着一场经济和政治上的战争以应对期货交易所的竞争。不过，这场战争在美国和日本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演进。经过了一次长期、大规模、无效的攻击之后，美国证券经纪业转而选择当年结束越战泥潭时所采用的策略：宣布胜利，然后撤退。而在日本，对指数期货的攻击却仍依然暴烈如初。仅在日本金融市场大规模（而且早该如此）放松管制之后，交战双方才实现和平共处。

在解释为什么指数套利是假想敌之前，先对其作一简要介绍。长期以来，经济逻辑和大量实证研究已经表明，指数套利不应当对市场波动性增强或者市场崩盘负责。在跨市套利活动中，数量相同、方向相反的两次交易，推动现货指数和期货价格相互接近（比起单纯通过所谓“好买家”（good shoppers）交易来说，速度要快很多。这些好买家能够也确实在两个交易所同时交易）。指数套利不会影响，实际上也不能影响股票的净价水平。在本文记载的交易所之间的政治战中，“指数套利”一词只不过是一件便利的战术武器——一种掩盖证券经纪业及其盟友真正攻击点的烟幕弹。

指数套利在美国的政治问题

1982年5月，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推出标准普尔（S&P）500股指期货合约，首次成功地开启指数期货之先河——新期货合约在当时可是件稀罕事。区区3年之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每日的股指期货成交量，折算成股票当量（share-equivalent）后，就已经大幅度超过了纽约股票交易所(NYSE)。在这些期货交易中，有一部分属于净增加的业务量。因为机构投资者调整组合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而依照需求曲线，交易量自然上升。不过，至少从表面看来，也有一部分是本该经由正常的股票经纪途径直接流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交易量。

纽约股票交易所与证券经纪行业对于这种新出现的低成本竞争方式的反应十分自然，完全可以理解：它们前往华盛顿以寻求保护。不过，美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如此，诉求表达不是从极端个体利益发出，而必须从假定的整体社会利益出发。尽管人们对于取消期货交易所的社会收益尚不十分清楚，但“指数套利”及其代理人“计算机驱动的程序化交易”却是如丧钟般臭名昭著的术语，这让公共获益论听起来貌似合理，至少在金融媒界是如此。

证券经纪业最初向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主席、来自密歇根州的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国会议员约翰·丁格尔(John Dingell)寻求保护。丁格尔领导的委员会负责监督证券交易委员会(SEC)。SEC管辖股票和期权交易所，而期货交易所并不在其监管范围之内。彼时，丁格尔本人成为重要的“民粹主义”捍卫者，支持小人物对抗金融资本利益集团。他抨击套利，认为它无利社会，无论你我。只有摩根士丹利和其他华尔街的大佬们才能从中获利；而且，它们从套利中攫取利润，无须承担风脸，也无须净资本投入，一如词典中套利词条所显示的那样。丁格尔的言论，对期货行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其在关于遵守一价定律的标准而苍白的学术争议中获胜。实际上，当一名学术界的证人在他的委员会谨慎地发表意见，认为套利者在资本市场中也应有一席之地时，丁格尔主席轻蔑地回答道：“是的，就像蟑螂在厨房中的位置。”

尽管有丁格尔议员的支持，但是证券经纪业反对期货行业的斗争在华盛顿毫无进展，直到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到来。纽约股票交易所、新闻界以及除少数以外的几乎所有金融学术专家都因为1987年股灾而谴责期货市场。由华尔街老派银行家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担任主席的一个总统委员会向期货行业进一步发起了攻势。就如同每次崩盘之后的情形一样，1988年纽约股票交易所的零售交易量几近枯竭。这进一步坐实了指控：正是期货交易和指数套利增加了股市的波动性，挫伤了投资者信心，吓跑了股市的散户投资者。1989年初，尼古拉斯·布雷迪出任布什政府财政部长，并成为金融管制政策事务中的关键人物。1989年10月13日爆发的小型股灾，让他找到了必要的理由，他更加热情高涨地加入到反对期货行业的战争中。1990年年初，圣诞节休假结束之后，国会开始了针对期货业的立法活动。

布雷迪部长提议的“改革”方案主要有两项特征：其一，将股指期货的监管权由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移交给缺乏善意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其二，将股指期货保证金（期货界更倾向于称之为“履约保证金”）设置权由期货交易所移交给联邦储备体系。后者一直负责股票交易保证金率设定，并且通常都被设定得非常高。实际上，保证金率如此之高，以至保证金购买在当前股票交易市场中的作用微不足道。然而，每笔期货交易都需要保证金。如果将期货交易的保证金率提高到“审慎性水平”之上（也就是超过确保交易所清算室正常运作的水平），势必增加期货交易的交易成本，降低期货交易所的竞争力。

不过，期货交易所也许借鉴了日本汽车制造业的经验，“自发”地将股指期货交易的保证金率提到远高于审慎性水平的程度。但是，对于更为重要的监管权问题，期货业有力地进行了反击，拒绝让步。面对较高的保证金率也许还能找到一线生机，但是面对充满敌意的监管者绝对没有活路。在为了避开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斗争过程中，期货交易所在参众两院的农业委员会中都找到了强大的天然盟友。这两家委员会都强烈抵制任何削弱它们对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监管权的行为。如同我们国会经常发生的那般，监管管辖权立法的问题形成僵局，至今没有解决。

与此同时，由于自己的部分以零售为主的会员呼吁对指数套利采取行动，迫于压力，NYSE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台了自己的80A规则，使得道琼斯指数上下浮动50点后的指数套利交易变得更慢，而且成本更高。期货交易所和许多学者，包括我本人，刚开始都担心80A规则会削弱交易所之间的联系。不过，幸运的是，用作正式套利交易的替代品非常丰富，足以维持市场之间的联系，即便市场大幅波动。更妙的是，自从80A规则出台后，没有再发生股市崩盘。显然，这使得纽约股票交易所和金融媒界确信指数套利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不再需要进一步“改革”。甚至在1992年6月18日，期货交易所突然降低保证金要求，也没有引起明显的关注。宣布获胜的NYSE现在对期货交易所的关切程度少于它对场外交易的关切——这是它们共同的敌人，可以两家联合起来，同仇敌忾。

指数套利在日本的政治问题

尽管部门间的冲突在美国已经消失了，但是完全的、公开的敌视仍然在日本继续存在。目前，这种冲突甚至正在溢出到日本境外。

当然，在日本，斗争的焦点从来就不是东京股票交易所和证券经纪业能否将政府机器争取到它们对抗期货交易所的斗争中去。日本政府通过大藏省(MOF)这个官僚机构，不仅长期站在证券经纪人的阵营，而且实际上还变成了它们的突击队。已故的乔治·斯蒂格勒通过观察我们自己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发展了其管制俘获理论，而日本大藏省可以进一步提供精彩绝伦的研究案例。

大藏省在日本就如同国内证券经纪卡特尔的管理人，可谓厚颜无耻。我这里特意使用卡特尔一词，是因为其标准的经济学含义是通过固定价格，提高成员企业的利润——在本案中，大藏省管理的卡特尔是通过固定经纪佣金和承销费用。大藏省不仅固定价格，而且还将其水平制定为全世界最高。

不过，每个卡特尔的管理人都知道，行业利润不可能长期维持在垄断水平，除非对行业准入予以限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藏省一直都这样做。但是，最终，在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强大的压力下，大藏省还是让步了，允许美国一些大经纪公司和投资银行进入日本市场，甚至成为东京股票交易所的全权会员。几乎与此同时，同样在海外巨大的压力之下，大藏省也同意允许股票指数期货与期权交易。

围绕1988年大藏省允许股指期货现金结算的各种讨论和争执，今天重新读来，可以发现，大藏省貌似一直怀疑新金融工具会击垮日本证券部门，后者已经如纸牌屋一般脆弱。但是，大藏省不过是庸人自扰。正像那时和现在的许多其他日本人一样，大藏省过多地关注了股票价格水平。1988—1989年间，股市高涨，人人大丰收——经纪公司赚到了利润，其客户获取了资本利得，企业降低了资金成本，银行获得了隐秘储备，政客们也有现金回报。大藏省担心，期货交易会冲蚀日本反对抛售股票——不仅仅是卖空，还包括任何抛售——的浓厚文化禁忌，从而威胁到这架万能的财富制造机器。由于大藏省的规定，以及许多公司在实践中鼓励持股人经常重新登记股权（通过这种方法，公司可以掌握哪些人将股票借给了卖空者），以显示忠诚，卖空行为在日本已经很难实现。日本大量的企业之间、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交叉持股习惯，进一步强化了忠诚度，达到类似于互换人质的程度。

期货交易会冲蚀反对抛售的文化禁忌，是因为期货属于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投资工具。只需持有期货空头，就可以随时减小股票面临的风险暴露。此时，基础股票实际上根本无须离开持有人的保险库。无论何时，只要需要，这些股票都可以拿出来登记。实际上，这些股票已经被转化为无风险的货币市场工具。利用期货交易的匿名性特点，日本的保险公司和其他主要金融机构将对其投资组合进行对冲，并导致大量步调一致的抛售浪潮，如同美国组合保险相关的情况那样。这因而成为大藏省的梦魇。

当然，事实证明，大藏省无须担心组合保险抛售会转移到日本市场。对于保险公司这种股权市场最大的机构投资者而言，日本的会计和税法准则使得其对冲行为一点也不划算。而且，实际上，日本的许多保险公司，在1990年和1991年日经指数下跌期间，没有卖出股指期货，而是大量净买入。在股市下跌的时候，它们利用期货提高了股权敞口，而不是降低敞口。

尽管事实证明，大藏省最初对机构投资者对冲交易的担忧站不住脚，但是1989年之后股票价格长期下跌却让大藏省既关切又迷惑。直觉告诉它们，指数套利者一定是真正的肇事者，即使没有造成股市崩盘，至少也要对恶化股市下跌并阻碍任何试探性反弹负责。毕竟，股市下跌越多，外国套利者赚钱似乎就越多。市场下跌与它们的利润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但那是什么呢？

难道不可以解释为套利者在倾销股票？外国套利者卖出期货，但它们实际上是在买进股票，而且两者的数量大致相当。大藏省看到了，或者我们认为它看到了，套利者买入并持有巨量的股票头寸，有一天最终会释放出来，给市场造成太大的下行压力。不过，这只是一个未来的梦魇而已。不管怎么说，大藏省要求外国套利者不断滚动持有那些头寸，并就此达成非正式的谅解。（外国企业很乐意遵守该项政策，其原因稍后就会明了。）因此，关于套利者如何从一个下跌的市场中挣到那么多钱，大藏省依然一无所知。

当大藏省向自己的学术专家咨询的时候，他们一定听到了相同的故事，如同其他任何国家的学术专家讲的一样：套利者通过挖掘两个市场之间的细微价差赚钱。大藏省肯定对此嘲笑不已。数百万美元的利润从日本的资本市场流出，月复一月，仅仅源自东京市场与大阪市场的价差？象牙塔中的学者或许对此深信不疑，但大藏省身经百战的专家绝不会受此蒙蔽。

大藏省对于外国套利者从其市场中赚取巨额利润的原因晕头转向，这使我想起了在比利时听到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农夫骑自行车，车筐里带着一袋沙子，来到荷兰边界的海关收税亭。荷兰海关官员怀疑他走私物品入境，把他这袋沙子仔细筛了一遍，结果什么也没有。一周之后，他又带着一袋沙子来了。海关官员照样仔细筛了一遍，仍然什么也没发现。如此反复，经过几次，都无功而返。海关官员实在忍不住了。“我们知道你一定在走私什么东西”，他们说，“告诉我们是什么，我们不追究你的责任。”

“很明显”，农夫回答道，“我在走私自行车。”

大藏省肯定也决定把一些外国套利企业单独拉到一边，向它们提供豁免权以换得其套利的内容。“很明显”，答案是，“我们在套取佣金。”

如果仅仅是因为经纪人处理股票交易指令的成本较高，那么普通股票的经纪人佣金应当高于指数期货的经纪人佣金。但是，由于大藏省的证券经纪卡特尔制定的高位固定零售股票佣金政策，导致投资者构建或调整分散化的股权组合的成本，不像当前美国的情况那样，利用股票的成本仅仅是利用期货的成本的3或4倍，而是达到了30~50倍之高！然而，这种高的差距只适用于外部的客户，却不适用于任何在东京股票交易所拥有会员席位的外国套利公司。会员可以直接购买股票，无须支付佣金，然后通过向日本普通投资者卖出期货进行对冲。对于日本投资者而言，期货合约的报价虽然相比理论现金价值有一定的溢价，但相对于以全额零售佣金直接购买股票，还是要划算得多。

甚至东京股票交易所的非会员也可以通过套取佣金获得利润，只要它们的交易量足够大，符合大藏省制定的佣金折扣条件。许多外国企业确实符合折扣条件，更多的企业想必也符合，只要它们被允许进入日本市场。当然，日本企业同样也可以攫取这种套利利润，但是它们却选择把这块肥肉让给了外国人，不是因为外国企业在套利方面具有先进的技术优势——实际上，纽约最大的指数套利者是日本的野村证券——而是因为日本公司偏爱将资本配置到它们自己的股票零售网络，该领域具有高额利润，并且对国外竞争者有效封闭。再说，即便日本企业想进入套利领域，大藏省蹙一下眉头就足以阻止它们。

1992年春天，大藏省采取了许多甚至疯狂的措施解决其零售股票佣金结构被利用的问题，这表明大藏省最终对佣金套利的原理醒悟过来。大藏省一直想方设法保护其国内的卡特尔成员，包括采用所有熟知的老方法，比如对外国企业的指数套利活动实施严格的配额限制；以及一些新方法，比如要求外国企业向大藏省（实际上，十有八九，是向与其竞争的日本企业）披露其套利头寸等。

然而，这些措施如此明显地直接针对外国企业，近来带来了负面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和美国之间本已紧张的贸易关系。实际上，对于日本整个套利事件颇具讽刺意味的事情是，最近众议员丁格尔给大藏省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指责大藏省对于在日本的美国套利企业设置了“繁重和不平等”的限制。对于众议员丁格尔而言，套利者可能是蟑螂；但是，上帝作证，它们就是他的蟑螂。

大藏省给众议员丁格尔的答复同样措辞激烈，声称绝不让步，回信充斥着标准股票市场相关的资本筹集和“摇尾巴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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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陈词滥调，外加一些额外的说教，比如经纪公司以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而不仅仅是作为其客户的代理，这属于大大的罪恶。为了进一步支持其证券经纪卡特尔成员的代理业务，大藏省提高了所有交易者的指数期货交易成本，包括国内的交易者和国外的套利者。期货佣金也大幅提高。指数期货的履约保证金或保证金水平也被提高到明显具有惩罚性的程度，即使依据较高的波动性水平。高的波动性水平伴随着东京长时期的熊市，最近熊市还在持续。大阪股票交易所的交易时间被缩短，同时还安装了复杂的价格限制规则和“断路器”，以进一步限制有效交易时间。

这些措施之外，还采取了更多的办法，但是都毫无效果。日经指数持续下滑；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成交量也继续惨淡，越来越多的日经指数期货交易转移到了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Simex）。最近，大藏省和东京股票交易所试图通过威逼利诱，希望Simex将交易费和保证金率提高到与日本一致的水平，以遏止这种转移。但最终可耻地失败了。

看到大藏省为了支持其零售经纪卡特尔所做的斗争，英勇无畏而又无可奈何，使人联想起了一部名叫《砂之女》（ Suna no onnd ）的忧郁电影，导演是敕使河原宏。影片讲述了陷入沙丘底部洞穴中一男一女的故事。他们白天必须铲走夜里流入沙穴并威胁到整个村庄的沙子。最终，男主人公意识到，他的工作毫无希望，但是继续这么做是他的责任与命运。

现在，在为维持证券经纪行业利润而展开的斗争中，大藏省一定也有类似的认识。沙子从太多的缝隙中不断流入。不过，大藏省的卡特尔成员，连同金融新闻出版界中的大多数人，貌似尚未意识到他们的抗争毫无实际效果。大藏省过往表面上的成功给它们自己树立了一个无法实现的预期。这可能给大藏省以及整个日本金融体系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因此，大藏省的当务之急是结束这些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利润和价格的不合理预期。除了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融入世界的其他部分，大藏省还有哪条路可走？

为了获得信任，大藏省应当立刻宣布终止固定佣金制度。取消长期以来大藏省强制实施的佣金率下限，不仅有力地标志着一个新政策时代的开始，而且还可以解决大藏省当前最为头疼的两个问题。其一，佣金自由浮动可以减少指数套利的部分利润，从而将该类活动的影响压缩至适当的水平，如同世界上其他市场那样。当然，跨市套利活动不会彻底消失，因为日本市场还有许多阻碍有效价格发现的藩篱(其中多数由管制导致)。但是，至少报纸很快就会对这类问题失去兴趣，就像美国当年一样。否则的话，类似80A规则的“安慰剂”或许能派上用场。

其二，更重要的是，从长期来看，取消佣金下限可以根除那些动摇普通日本国民（选民）信心的丑闻根源，他们本来对金融市场的公正以及大藏省的管理信赖不已。由于不能通过公开降价参与竞争，证券经纪公司要么通过保证优质客户不遭受损失，要么采取以虚假的价格为其交易等形式进行私下交易。这里提到的仅仅是无穷无尽的巧妙回扣计划中的两种，它们近些年来经常见诸日本报刊头版头条。

终止固定佣金制度肯定会淘汰很多经纪公司。毕竟，人为抬高卡特尔价格的主要后果之一是浪费资源，这会导致服务领域存在过多的公司、过多的分支机构、过多的销售人员和过多的业务通讯。从日本过度臃肿的零售证券经纪业身上挤去这些无用的赘肉，不会一帆风顺、毫无痛苦（尽管肯定会设计相应的补偿计划以缓解阵痛）。但是，如果以美国经验作为指导，通过竞争而不是行政指挥来实现金融机构的有序运转，对投资者管理财富和企业筹集资本而言，其长期益处都是巨大的。并且，对于日本，这意味着日本金融市场终将有一天与其在文化和技术方面业已取得的巨大成就相匹配。

（本文为作者在第四届环太平洋资本市场研究会议（1992年7月6—8日，香港）的主题发言，发表于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Vol.1， No.1，March 1993 ，标题是：《指数套利在美国和日本面临的经济与政治问题》（“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Index Arbitrage in the U.S.and Japan”） Elsevier Science，版权所有。



注释


[1]
 指分析师的预测影响市场，而不是相反。——译者注


第4章 互换、衍生品与系统风险

我记起多年前带我的一个孩子去看病的情形。孩子不停地哭闹，医生最后恼怒地说：“别哭了，你不告诉我到底哪里不适，我怎么给你看病？”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像最近不断听到的监管者们担心互换给银行系统带来系统性风险的种种叫嚷。我希望他们别再叫嚷了，并且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令他们不安？

有些人指责互换交易记录簿上巨额的名义本金规模。他们似乎在说，看，互换交易的名义本金达到了4万亿美元（或者6万亿美元)，这一定有问题。然而，互换的名义价值仅仅是由会计记账规则所致，并不是真正的货币。他们让我想到了一个虚构的股票交易员的故事，他在交易惨淡的一天，通过两只单价2.5万美元的猫交换一条5万美元的狗，以持续磨炼其交易技术。毕竟，互换的要义在于，它交换的不是名义资本价值，而仅仅是收益流。在数量上，后者比前者至少要小一个数量级（即不到其十分之一）。而且，换手的并不是全部收益流，只是两笔收益流的差额，这样至少又降低了一半的风险敞口。

诚然，与任何远期合约系统一样，互换交易中也有信用风险的成分。不过，一旦一方违约，其交易对方的损失也仅限于其在交易中的“实值”部分（in the money）。即便如此，那也仅当该损失无法抵消在与违约者其他交易中的“虚值”部分以及违约者以前的抵押物时，才会真正造成损失。通过创造性，将银行间远期市场和期货交易所清算室的信用管理经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互换交易商有效地处理了信用风险。了解了这一点，没有人不为之心动。事实证明，较之于清算大多数倒闭的储蓄与贷款协会（S&Ls）或陷入困境的商业银行贷款组合而言，结算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和新英格兰银行的互换交易登记簿，不仅简单得多，而且成本更低。实际上，我相信，一个有说服力的案例可以充分地显示，作为所有货币互换和大多数利率互换的参与者，当已投保的存款银行将其商业和房地产贷款转而投资到互换时，银行业本身只会变得更安全，而不是更危险。

那么，令监管者叫嚷不已的那些系统性风险来自何处呢？有否可能来自银行系统外部？这似乎更符合理查德·法伦特(Richard Farrant)的观点，他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业监管部副主席，同时也是巴塞尔监管委员会表外风险分会主席。他对于系统性风险的全面担忧，始于1992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互换交易商协会年会上他那次著名的主题发言。他在该会议上的危言耸听的评论，触发了更多的私人和政府部门的传闻，甚至多过1987年股灾事件。

让我们重温监管达人法伦特先生那段常被人引用的、关于互换的警告之言：

不同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大大地增加了冲击由一个市场转移到其他市场的潜在可能性，以我们尚未充分了解的方式进行（斜体字）。

对于单纯经济学家来说，这些指责相当难以应对。就像我孩子的医生警告的那样，如果监管者不能真正了解造成困扰的原因，他们根本别指望得到帮助。

如果对监管者作稍微进一步的调查，像一个优秀的医生询问病人那样，你常常就会听到类似的比喻：“我们担心的是，如果一块重要的砖掉落，整座墙都会坍塌”，或者“我们担心的是，如果抽去一根线，整套衣服就会彻底报废”。这些比喻显然传达了监管者严重的隐忧，但是并没有明确建议监管者或者市场参与者采取什么特别的举措。

如果再进一步询问管制者，他们往往会从含糊不清的类比，明确到一个个可怕的故事，特别是1987年10月19日的那场大崩盘。通过布雷迪委员会的报告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报告，美国证券与银行监管者、国会议员以及财金记者的传统智慧表露无遗，那就是（1）1987年股灾当日，美国的支付系统近乎瘫痪或完全系统性崩溃，这恰好应和了理查德·法伦特的观点；（2）导致大灾难发生的冲击源于监管不足的衍生品市场——当然不是互换交易市场，彼时其规模极小——而是期货和期权交易所。

如果你们对此信以为真，我也确信你们中的大多数这么认为——这种说法几乎就像华盛顿与樱桃树的故事，逐渐成为美国民间传说的一部分——我绝对没有办法在几分钟之内让你们放弃这个错误观点。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力劝你们，如果你们有空闲时间，深入研读一下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的蓝带委员会关于股灾的事后分析报告。该报告清楚地表明，1987年10月19日抛售的狂潮并非始于期货市场。这股狂潮同时席卷了纽约和芝加哥的市场。它乍看起来开始于芝加哥，因为纽约市场的许多股票尚未开盘。至于组合保险，你们可能会惊诧地发现，在10月19日这天，其他投资者的抛售额，包括零散客户赎回的共同基金，是组合保险的5倍。

当然，我并非想表明10月19日这天的股灾只不过像是公园里一顿愉快的野餐——尽管如此，还是让我们去面对它，虽然围绕着这场灾难喧嚣不已，但它并没有在经济上留下永久的印记。我也不是说10月19日和20日的金融瘫痪与可能崩溃没有被谣传。但是，谣言其实是：一家大经纪公司违约，并威胁到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清算部门，可能致其倒闭。

我们现在都知道（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清算中心的人知道得更清楚），那家出问题的经纪公司缴纳保证金慢了一步，这是因为它对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清算规则理解有误，并且混淆了应交纳保证金的确切金额，而不是因为该公司不能缴纳这笔钱。也就是说，不是因为它真的有违约的风险。实际上，尽管在1987年股灾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额资金流动，但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清算与交割程序（保证金、日内保证金追加、盯市、取消大额信用堆积、预定转账连接、银行信用证安排等所有规则），整体上运转出色，阻止了滚雪球式的违约事件发生。以至于不少人敦促建议为互换和场外衍生品建立类似的清算机制。

让我再补充一点，在1987年的股灾中，没有雪崩或者瘫痪——你想到的任意比喻——发生，即使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清算所规则当时允许的内部轧平后的净保证金流的规模远远小于现在，并因此导致过多现金流频繁地进出银行系统。

从原理上讲，建立金融衍生品清算中心，有利于额外安抚监管人员对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担忧。但是，即使真的需要建立清算中心，也要让它自然地演进，而不能由某些国会强制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或者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或者其中几家联合来建立国立衍生品清算中心。你们可能会记得，布雷迪委员会建议建立统一的股票、期权和期货清算与交叉保证金中心，就是如此思路。好在他们强制合并清算中心的建议，最终胎死腹中。我说“好在”一词，是因为布雷迪委员会的成员们，从来没有意识到合并不同的清算中心有多么困难，尽管它们都来自华尔街。即便是对两家期货交易所，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在大多数方面很类似；但是，在长达3年的谈判和协商之后，其清算中心依然看不到合并的迹象。在联合战略行动委员会（有关该委员会更多的详细情况，见本书第11章）的主持下，CME和CBOT租赁部门的合并谈判于1996年重启。的确，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和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设法实现提供（也是经过几年的艰苦谈判，特别是在管制者的促成下）指数期权和期货交叉保证金服务。但是，在当时，该项服务也只向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指数期权做市商及会员企业的优先账户开放，并不针对一般公众。如同律师们指出的那样，相对于股票或债券这样的有形资产，在期货和期权之类无形的衍生产品上，更容易出现“说的比唱的好听”的情况。

不仅统一各交易所的清算中心很困难，布雷迪委员会的委员们甚至从来没有意识到——或者他们可能有此意识——对于期货交易所而言，其清算中心也是一项重要的竞争工具。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清算中心引以为豪的著名广告语是：“真情善待，分毫不差”（对我们会员的财富）。一旦被迫与其他制度不够稳健的清算中心合并，使得这句承诺大打折扣，最终将给该交易所的竞争优势造成严重损失。顺道提一下，还有更多这样的例子，在互换领域，强迫高信用等级的机构与信用较差的机构达成多边协议，也同样存在不情愿。大银行深知信用等级是自己最主要的营销工具。同样，华尔街大投资银行新成立的AAA级子公司也是如此。

因此，从正常的情况角度来讲，我们希望，期货交易所的清算与交割方式向互换领域的延伸，是由现有实力强的期货交易所的清算中心通过自下而上扩张完成的，而不是像布雷迪委员会建议的那样，由自上而下的强制命令所推动。问题是，在我们陈腐、无可救药的无效监管体系下，这个领域的市场演进无法获得正常的进程。由于一些原因，诸如商品交易法案中的排他性条款，期货交易所及其相关的任何事务，都处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管辖之下，同样也处于农业巨头的管辖之下，它们通过监管CFTC的国会委员会实现管辖。

在过去，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试图掌控（并有可能扼杀）股指期货之时，那些农业巨头的势力范围保护的确对期货交易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最终表明，这不过是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因为它不利于期货交易所与互换交易目前的竞争。是的，我很清楚，互换与期货是互补的，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欧洲美元合约的增长很清晰地显示了这一点。不过，互换与期货之间也是相互竞争的。

那么，就让它们竞争吧。谁又能阻止呢？但是，这时，排他性条款起作用了。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同意放弃对互换交易的管辖权，从而获得了互换交易商及其监管者们的政治支持。但是，对期货交易所及其清算中心推出的任何互换型金融产品（某种程度上，就是互换的竞争性产品），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依然保持着管辖权——一种昂贵的、农耕式的、爹妈壶喜剧一般的零售交易规则。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也请求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放弃对这些合约的监管，但是迄今为止，仍没有结果。（作者注：截至1997年2月，本书写作之时，国会有关钳制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立法，仍处于激烈的讨论中。不过，过去的经验表明，要消灭这个机构并不容易。）毕竟，这样的话，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呢？

作为结语，我要说的是：我相信，如果把期货行业的清算中心前向整合到货币现货市场和外汇互换市场中，银行间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就可以减小。并且，既然这一过程也会提高互换市场的竞争性和透明度，那么，我们就应该消除那种前向整合当前的监管障碍，越早越好。

（本文为作者1993年5月6日在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有关银行业结构研讨会上的发言，是银行间市场系统性风险专家小组调查报告的一部分，发表于Proceedings of the 29th Annual Conference on Bank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May 1993。）


第二部分 金融市场监管的理论与实践

第5章 现代监管理论

30年前，我已故的、非常想念的朋友和同事乔治·斯蒂格勒在有关监管的经济理论革命运动中打响了第一枪。其目标直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是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政府时期创立的改革机构王冠上的一颗明珠，旨在应对20世纪20年代的金融萧条。在列举证券交易委员会头30年推行的大量新监管措施之后，斯蒂格勒提出了下面一个让人有点吃惊的问题：证券交易委员会有什么实证证据，可以显示它推行的监管措施达到了其所宣称的公共政策目标？

根本没有这样的证据，斯蒂格勒说。他因而做过一些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本应该由掌握大量资源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来做，要么在监管及其相应成本施加到公众之前做，或者，如果那样做不切实际，就在管制措施推行足够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来测度产生的效益。

斯蒂格勒发现对于其所研究的特定的监管措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可以产生社会效益。这带来了更为令人费解和不安的问题：一家机构为什么要不断推出看起来很难产生预期效果的监管措施？毕竟，执掌监管机构的人们不是傻瓜。是否有可能是，他们的监管措施真的起作用，只不过实际完成的目标非常不同于他们所宣传的？

斯蒂格勒遵循这一思想，随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巅峰之作是1971年那篇著名的《经济管制理论》。这篇经典之作奠定了现代管制理论的基础，不仅在经济学上，而且在法学上及其生机勃勃的联合产物——新兴的法经济学领域。

在阐述管制经济理论的观点和预测时，斯蒂格勒使用了许多来自美国管制经验的案例，这情有可原。但是，近来重读他的文章，我惊奇地发现，这些论断非常贴切地适用于日本的管制经验，特别是日本大藏省（MOF）推行的金融管制。其契合度有如量体裁衣，令人赞叹，因为据我所知，斯蒂格勒并没有掌握日本大藏省所作所为的第一手资料。

今天我所要建议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这是可以真正令人信任的唯一的实证工作），就是采用斯蒂格勒的模型进行样本外预测，并通过某些特定的细节展示斯蒂格勒的管制经济理论如何能够解释大藏省的政策；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面对无法达到其宣称的目标，那些完全卑鄙甚至毫无光彩的失败时，这些政策依然能够持久。

管制理论

让我们从某些方面可以说是斯蒂格勒最基本的贡献开始，这就是将管制经济理论由规范经济学转向实证经济学。他给经济管制理论赋予了明确的使命——不是通过判断税收和津贴的净计划是否达到最优或次优解来判断市场失灵，从而罗列出许多可能造成这些失灵的原因（诸如垄断、信息不对称或外部性）；相反，其使命是解释“谁将从管制中受益或受损，采用何种形式的管制，以及管制对资源配置产生何种效应”。在1971年的那篇论文中，斯蒂格勒给出了这个新的实证理论的中心思想，引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作为一种游戏规则，管制专为一个产业而生，该产业主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设计并实施它”，哪怕管制政策最初可能会遇到该产业的反对。

斯蒂格勒承认，也有某些管制措施导致净效应为亏损的可能性存在。但是，他认为这种情况极少出现，并且可以采用同一理论解释，只不过再深入一两个层次而已。稍后，我会展示有关产业—利益假说的这种貌似例外情况的一些案例，包括日本和美国的例子。

下面，我还是赶紧讨论斯蒂格勒1971年的那篇论文。该文开创了这个领域，并进一步激发了有关实证管制理论的学术研究。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及其中的“管制俘获理论”已经相当成熟，但是，自那以后，它还是得到了大量的扩展和补充。例如，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及公共选择学派，将管制者自卫的偏好和本能加入管制目标函数。其他一些人，特别是爱德华·凯恩(Edward Kane)，称之为“管制服务业”，并强调其本质上具有竞争天性，尤其是在当今市场全球化的时代。

不过，还是有些人强调了那些所谓“管制松弛”和管制惰性在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人类会自然衰老、死亡，犹如过客；但是，管制和管制机构却不会如此。当它们产生的条件发生改变时，它们就必须被消除。不过，这并非易事。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美国的农村电气化管理局。这家机构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通电的美国农户不到10%，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时该机构依然存在，此时美国农户中不通电的已不足10%。

近些年来，由于国会和执行机构之间通过谈判达成大量预算协议，管制惰性所致的异常现象在美国成倍增加。依据这些协议，几乎不可能通过立法来取消任何能给政府带来收入的管制措施，即使每个人都认为管制措施引致的社会成本是其带来的收益规模的数倍。要取消它们，就必须以其他的税收来弥补收入损失。或者，更准确地说，你必须弥补的收入损失，要在假设所有相关弹性为零的情况下进行估计。

在美国目前的金融管制中，一个特别离谱的例子是，最高法院裁定国税局可以向商业企业普通的、零利润、纯粹的对冲交易征收所得税。所有人都知道有关国税局的这种裁定没有任何经济意义，但是如果上诉取消这项裁定，那么通过立法手段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花费20亿美元以上的其他替代性税收收入。

管制惰性的确是对斯蒂格勒1971年那篇论文的一个重要扩展，我不是有意贬低它。但是，在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管制时，最好的策略还是从斯蒂格勒开始，假定在被管制的行业中一定有人受益。

日本大藏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证券经纪业

我认为，无论日本大藏省还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其管制措施的受益人都是“证券经纪业”。该行业广义地定义为：由通过为外部投资者买卖（包括承销）证券（主要是公司证券）赚取佣金收入的所有企业组成。

当然，我也注意到，大藏省的管辖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给出的证券经纪业的广义范畴。不过，我这里准备重点从证券经纪的角度比较大藏省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之间的异同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仍然主要局限于公司证券交易。SEC前任主席理查德·布瑞顿(Richard Breeden)在其任期大部分时间内极力抗争，试图扩大管辖范围，类似日本大藏省那样——不言而喻，这是以牺牲其他监管机构的相关权力为代价的，特别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股指期货的管辖权、财政部对国债交易商的监督权，以及联邦储备体系制定规则要求商业银行报告所持证券价值的权力等等。但是，这种企图失败了。

还需要补充的是，尽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名义管辖权比日本大藏省要小，但是美国证券经纪业的规模要远大于日本，我这里并不仅仅是依据名义美元价值判断的。近些年来，经常有传闻说，日本股票的市值实际上已经超过美国股票。但是，这并非事实，即使在1989年的巅峰时期，也没有超过。当时，日本银行与企业之间被允许大量交叉持股。在东京股票交易所市值已经比巅峰时期下降了50%~60%的今天，这种传闻更不可能是真的。

但是，不考虑市场规模的测度问题，单就提供的产品与服务种类以及经常性的新产品创新来看，美国的证券经纪业显然更为复杂。即便依据复杂性程度，全球第二大证券经纪业也不在日本，而在英国。

关于管制的另一种观点

斯蒂格勒认为，日本大藏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同类机构主要为证券经纪业利益服务。当然，这种观点与这些机构本身自诩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观点非常不同，也不同于普通公众对这些管制机构的作用的看法。

一般人持有的斯蒂格勒所称的“另一种观点”是：“管制的目标主要是为保护公众中大多数人或多数阶层的利益”。因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明确将其使命确定为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小的和不成熟的投资者，不受经纪人、交易商以及其他从业人员的欺诈和不公平对待。这种观点很符合美国公众的观念，他们不是将证券交易委员会看作处理通常意义上的“经济问题”的机构，而是犯罪审判系统的一部分——打击内幕交易者和毫无意义的证券传播者。

无论证券交易委员会本身还是公众，都将该机构视为证券业中缉拿欺诈分子的执法者。这种观点实际上与斯蒂格勒的管制产业—利益理论一致，而不是相抵触。证券交易委员会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当时美国证券经纪业的业务量几近崩溃——该崩溃是由于华尔街专业人士的欺诈和不法行为所造成的。

整个行业都希望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严厉的警察形象出现，改善行业灰暗的形象，恢复投资者的信心，在此过程中，哪怕将一些人，比如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等，拿来祭旗。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不同的是，日本大藏省本身以及公众，都没有把它看作是根除市场欺诈行为的一家机构。事实上，我看过的许多新闻报道（当然是翻译后的）都指责大藏省严重缺乏查处欺诈和腐败行为的热情。相反，从来没有人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这种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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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近对大藏省所辖的大和(Daiwa)、山一(Yamaichi)、日兴(Nikko)和野村(Nomura)等日本证券公司高举监管之鞭，提请国内指控，因为它们违反了美国的一系列证券法条，包括竞购美国国债时虚假报价。

与证券交易委员会不同，大藏省很少关注法律在微观层面的施行，而更多考虑宏观经济管理。大藏省将其主要任务界定为维持高的且不断上涨的股票价格水平。大藏省宣称，高的且不断上涨的股票价格不仅有利于公众投资者，而且使得日本公司筹集股权资本更为容易、费用更低廉。此外，这样还有助于日本银行在账面上形成隐性储备，使得它们更容易满足国际资本的需求标准，因而在国内和国外的贷款业务中具有更有效的竞争力。

实际上，大藏省将自己的管制目标看得如此高尚，不禁让人好奇：为什么没有其他监管机构，当然不是我们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借鉴大藏省的做法，也就是，将支撑股票价格作为自己的主要责任？斯蒂格勒的经济管制理论的确揭示了为什么只有大藏省可以在这条航道上航行。但是在此之前，还是先来梳理一下，大藏省在日本金融领域的管制确实主要为证券经纪业利益服务时，所采取的具体方式。可以看到，根本不是像它本身宣称的管制目标那样高尚、美好。

管制如何使证券经纪业受益

斯蒂格勒给出了管制当局运用国家力量使特定产业受益的四种主要渠道：补贴、准入控制、价格控制和替代品压制。我这里主要想讨论替代品压制问题。不过，首先还是对其他几种渠道简单说几句。就从补贴开始吧，这是管制受益最明显的形式。

补贴

截至目前，向证券经纪业提供直接补贴的做法在美国还比较罕见。但是，间接补贴的确存在。目前，一个特别具有争议的问题是，谁为管制者支付薪金和其他费用？例如，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目前的账单大约为5 000万美元一年，由一般纳税人支付。然而，在布什政府时期，有些经济学家，其中不少人还读过斯蒂格勒的论文，质疑华盛顿：受益者是受管制的行业，为什么却让公众为管制付费？有鉴于此，他们曾经建议开征所谓的用户费或交易税来支付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预算开支。克林顿政府期间，因为发现缩减预算支出更为困难，最近对此又旧事重提。

这项新收费提议影响最直接的金融部门做出了坚决的抵制，并列举了几条理由。毕竟，没有人愿意纳税。而且这种税收在经济上是无效的。它不是由终端零售客户承担，而是由做市商承担。不过，最能助长行业不满情绪的可能还是在于，它们相信，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管制措施中获得的收益还抵不上这些税费。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信誉远比不上证券交易委员会，它为提升自己信誉所做出的努力，只能增加该产业的成本，进一步削弱其在同外国期货交易所抗衡中的竞争地位。

但是，对于日本大藏省而言，直接对产业进行补贴远远比单纯将管制机构的薪水负担转嫁到纳税人身上来得重要。日本大藏省买进并储存股票，就像美国农业部收购、储存农产品一样。大藏省对庞大的日本邮政储蓄系统的投资组合，拥有法律上的控制权；而对保险公司的投资组合，则拥有实际上的控制权。在股票价格—支持的行动中，大藏省会毫不犹豫地动用这两种投资组合。

准入控制

获取直接补贴是动用政府强制性力量为管制产业谋利的最简洁途径。当然，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政治肌肉支配这种力量，并且在其他方面不必为此支付过高代价。

代价过高的一个典型案例是美国航空业，在其早期，为了获得政府巨额的航空邮件补贴，它非常乐意接受民用航空局(CAB)严厉的微观管制。（这里使用“严厉”一词，是因为CAB事无巨细，确实告诉航空公司在头等舱的沙拉中应该放多少生菜。）但是，当正常客运收入的逐步增长使航空邮件补贴相形见绌时，民航业突然转而寻求自由市场，呼吁放松民航业管制。

除直接补贴之外，斯蒂格勒还观察到，“第二个被产业内现有人士寻租的主要公共资源，是控制新竞争者进入”。当然，在保护证券经纪业现有人士的利益方面，日本大藏省更具有控制力，远远强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后者没有签发证券经纪许可证的权力，因而无法对其进行限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所能做的最佳途径是，通过提高经纪公司的资本金需求，进而一定程度上减缓竞争者的进入速度，因为规模较小、努力挣扎的新进入者不可避免地难以承受这种需求。

然而，尽管日本大藏省初始的管制任务比美国管制者所面对的任务简单得多，但其保护壁垒也遭遇到困难。日本企业最担心的潜在进入者是外国证券经纪公司和投资银行，如美林和摩根士丹利。当然，将外国竞争者拒于市场之外几乎成为日本的一种艺术形式。但是，大藏省最终不得不屈服于无情的压力，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华尔街的大公司最终进入了日本市场，其后果正像其他强大的新进入者一样，一如所料。不过，其进入方式多少有些出乎意料，至少对大藏省而言是这样，这个我会做解释。

我并不是说，只有大藏省试图通过阻止外国企业的进入来保护国内产业。美国的金融管制者也会这样做，只要它们认为自己有丝毫可能。对日本公司来讲，要想成为合格的美国国债一级市场交易商，确实不容易或者很难自动获得资格，即便日本公民是这些债券的主要认购者；类似地，日本投资者想要对一家美国期货交易公司控股，也很困难。事实上，地方管制者不限制外国竞争者进入的例子不多，据我所知，伦敦算一个。当时，瑞典期权交易所(OM)试图进入英国市场，很容易就实现了，速度也很快。这家企业首先开展瑞典股票期权业务，然后开展更多业务。不过，当时伦敦期权市场规模小，算不得什么大事，或者因为两国期权市场大不相同。

价格控制

被产业内现有人士寻租的第三种公共政策是固定价格。斯蒂格勒曾经记述：“对单个企业来说，若不存在大规模不经济，要想取得比竞争性收益率更高的收益率，价格控制至关重要”，即使该产业已经掌握了准入控制权。在这一点上，大藏省执行得相当好。尽管当时该行业利润和成交量都比较低，但是大藏省设定的最低固定零售佣金水平却依旧属于全球最高的，它们强制设定的最低承销费也是如此。

日本大藏省的固定价格政策常常被用来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所谓的自由市场政策进行不太友好的对比。然而，这种比较对大藏省不太公平。在1975年以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强制设定的固定佣金水平甚至比大藏省的水平还要高。而且，也不是由于自由市场热情的瞬间喷涌导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放弃其固定价格政策。金融市场的逐渐演化才使得这些政策难以维系。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设定的单一固定佣金率为每手交易100股，每股支付佣金70美分。这显然对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非常不公平，后者每手交易为1万股或10万股。这些机构投资者明白自己遭到了剥削，因为1万股的交易收取佣金7 000美元，比起处理该交易指令所需的边际成本至少高一到两个数量级。为了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规模较大的养老基金试图

通过购买现有经纪公司，或者购买当地股票交易所的席位进入证券经纪业。但是，都没有成功。证券交易委员会在每个回合中都能挫败它们。所有这些机构投资者所能做的，只有向其证券经纪公司索取更多的回扣及其他好处，后者负责其买卖委托的指令处理。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勉强同意通过适度数量的折扣，以尽量延缓这种私下交易对其佣金体系的腐蚀。但是，折扣力度太小，也太晚了。1973年后，在大熊市和成交量枯竭的压力之下，美国的固定佣金体系几近坍塌。面对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不太友好的催促，证券交易委员会最终只得在1975年5月1日宣布废止固定佣金政策。
[2]



很明显，日本大藏省正经历着与美国几乎一样的演进历程。回扣、私下贿赂及相关丑闻在日本已经臭名昭著，这里需要进一步关注——而不仅仅是每次都奇怪新的丑闻来得突然。毕竟，政府强制的价格管制一直是腐败的公开邀请函，无论在哪里。

日本大藏省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为保护其固定佣金体系所面临的任务，在某些方面，比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70年代时更为艰巨，这是由于证券业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技术进步。这就引出我要说到的、斯蒂格勒指出的第四个被产业内现有人士寻租的公共政策，即鼓励补充品和压制替代品，尤其是后者。

替代品压制

作为具体解释，斯蒂格勒援引了黄油生产者的例子。他们压制人造黄油的生产和销售很多年。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黄油短缺的压力，对人造黄油的禁令不得不有所放松。但是，黄油生产者依然可以阻止人造黄油生产者将其产品染成黄色。这使得人造黄油看起来像猪油一样让人倒胃口。

斯蒂格勒引用人造黄油的例子，也属于芝加哥学派圈内的小幽默，其要点对于大多数年轻经济学家而言，可能很难把握，因为他们的记忆没有那么遥远。在20世纪40年代，斯蒂格勒多年的良师挚友，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彼时只是一名有前途的年轻农业经济学家。他因为批评针对人造黄油的禁令而声名鹊起，但也因此而被艾奥瓦大学解雇。毫无疑问，这是艾奥瓦大学的损失，也让芝加哥大学捡了个大宝。

人造黄油压制的例子对于斯蒂格勒而言，引人入胜。在金融管制中，这样的例子几乎不胜枚举，特别是针对所谓衍生证券——期权、期货和互换。毕竟，这些衍生产品作为一种廉价替代品，不是为了真正拥有基础证券，而仅仅是为了交易基础证券。而证券交易及其相关的佣金和各种费用，正是传统证券经纪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该产业呼吁管制者压制这些廉价替代品，也是在所难免。

斯蒂格勒在其1971年的论文中没有提到股权类衍生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那时尚不存在。严格地讲，当时股票期权已经存在。不过，规模很小，仅是场外市场中高度专业化的一部分。其时，股票期权的成交量微不足道，二级市场的交易极为烦琐，佣金也高。

但是，要不是因为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管制惰性，交易所交易的股票期权本来早在1971年就可能推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自信地认为，较之纽约的场外期货卖出与买进经纪人，它可以更便宜地在自己的交易大厅交易期权。于是，该交易所早在1969年就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允许期权上市交易。

然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反应极为缓慢。其原因并非为了保护证券经纪业中的主要成员（它并不真的相信期权交易能掀起多大风浪），也不是为了保护普通的期货卖出与买进经纪人（其规模很小，数量不多，不足以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施加多大影响），而是为了保护证券交易委员会自己。证券交易委员会必须极力避免因为引发类似20世纪20年代那样的投机浪潮而受到苛责，而正是那场投机浪潮直接导致了1929年的股灾，并最终导致证券交易委员会在1933年成立。

尽管我们今天可能对这些担忧（诸如给予风险承担者期权交易的机会将抽干流向公司部门的股权资本）觉得好笑，但是人们在那些日子里对期权确实知之甚少。例如，布莱克 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也只是两三年前的事。而且，证券交易委员会中并非每个人都意识到期权费（即期权价格）大幅下降与期权交易成本大幅下降之间的巨大差别。当然，后者才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所有希望所在。

然而，证券交易委员会担心的远不止这些宏观考量。还有一个重要的担心是，开放期权交易的二级市场，有可能使得交易者绕过该机构针对纽约股票交易所等主要市场的关键管制措施，特别是内部人交易限制以及所谓的“提价交易规则”。提价交易规则是美国特有的管制卖空交易的方式。在其他某些国家，卖空交易要么被管制者彻底禁止（例如，最近资本市场自由化之前的瑞典），要么被法律规定为非法（正是这一裁定，而非郁金香泡沫，扼杀了17世纪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普通持股公众中的许多人无疑希望证券交易委员会禁止卖空。然而，要完全禁止卖空，还有太多立法上的技术性原因，尤其对交易商和做市商而言。于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妥协了。你可以卖空，但你必须完全真实地借入股票，并将借入股票的销售收益在借据上注明，而且还要保证这些借入股票的卖出价格不得低于前次交易的价格。

上述最后一条限制就是提价交易规则。这项限制实际上广受欢迎。尽管尚无证据表明其有效性，但是证券经纪业及其客户中的许多人却将其视为抵御“抛售浪潮”（大量卖空倾泻而下，导致价格更低）的一种基础性保护措施。其他许多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属下，如新股承销人以及计划首次或再次发行股票的企业主们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只有那些令人讨厌的投机者不再破坏承销人维持较高发行价格的努力，他们才愿意发行股票。

证券交易委员会很快意识到，几乎不可能将提价交易规则推广到期权交易中去，因为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这样的公开喊价市场没有连续的交易记录设备。这种记录完全是股票交易所的特征。这样，为防止卖空者通过期权市场对价格施加下行压力，证券交易委员会起初只同意开展看涨期权交易，不同意看跌期权交易——这绝对是监管机构做出的一项史上最愚蠢的规定。若干年后，当证券交易委员会了解到看跌—看涨期权平价理论之时，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替代市场——现在熟知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BOE），在期权交易中的地位已经坚如磐石、牢不可破。

在期权首次上市交易10年以后，另一种成本低廉的金融衍生替代品突然出现，对传统证券经纪业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1972年获准交易的所有期权都是针对单个公司的股票。新推出的是股指期货，特别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推出的标准普尔500种股指期货合约——该产品对于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这些投资者不仅持有（和交易）大的分散化组合，并且经常以标准普尔500种股指作为基准来评价投资业绩。

新出现的指数期货产品非常有吸引力，迅速为机构投资者所热捧，以至在三年内，股指期货折合股票当量的数量超过了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股票成交量。在这些巨额期货成交量中，有相当部分是新增加的业务。这是因为，较之数百次单独的股票交易，采用一次性期货交易在现金和股权之间来调整大的投资组合，成本确实低廉很多。另外，股指期货给个股的交易价格带来更多的冲击，因为市场认为股指期货的交易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由某些特殊的信息优势所驱动。当然，股指期货的一部分成交量也经由指数套利回馈给纽约股票交易所，但这很难抚慰那些老式的零售企业。因为它们认为，这些依靠计算机驱动的套利程序大大提高了市场正常的流动性水平，将它们许多虽然小但依然可以获利的零散投资者吓跑了。

证券交易委员会不得不在尴尬中听取其下辖企业的抱怨，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它让这些企业失望了。当指数期货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第一次被提议时，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实际上将证券交易委员会推定为股权类金融产品的监管人，与之接洽疏通，就像芝加哥期货交易所10年前与其接洽疏通，以获得期权交易许可一样。然而，证券交易委员会拒绝了这个管辖提议，可能是因为受到当时个股期权成交量稀少的误导。

但是，基于指数构造合约使得整个世界翻天覆地，不仅仅对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是这样，对芝加哥期权交易所也是如此。后者在同一年推出了标准普尔100股票指数期权合约，其成交量很快超过了所有个股期权的成交盆总和，即便刚开始时，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的持仓限额过低，以使该产品对大机构投资者没有吸引力。当证券交易委员会意识到当初拒绝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标准普尔500股指期货合约的错误之时，为时已晚，无法收回其管辖权。该合约现属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管辖。尽管这家机构规模很小，也没有多大名气，但像其他任何监管机构一样，不愿意主动地放弃自己的任何管辖地盘。证券交易委员会在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旷日持久的谈判中所得到的最大收获，是1984年达成的所谓“沙德 约翰逊协议”(Shad-Johnson accord)。在该协议中，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同意，不再批准任何成份股过少或某种成份股比重过大的股票指数产品作为个股的有效替代品（也就是说，为了防止内幕人交易的目的）。

证券交易委员会、其下辖的证券经纪业，及其在国会中的监督者（特别是来自密歇根州的约翰·丁格尔众议员）一直在对指数期货所形成的竞争进行指控，但是毫无寸功，直到1987年10月19日那个不幸的日子。马上，他们所有人就此一致指责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管辖的期货业应当对1987年股灾负责，而且要求将指数期货的管辖权交还给证券交易委员会。他们“一个市场，一个监管人”的呼吁很快被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 Brady)任主席的总统市场机制委员会所采纳。布雷迪本人是老牌投资银行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全部来自华尔街的主要机构及其他大公司。没有一个真正了解指数期货或指数期权的专家被该委员会请去服务；也没有经济学家，甚至像乔治·斯蒂格勒这样自愿提供服务的经济学家，在受邀之列。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特定的环境，布雷迪委员会的报告所产生的影响只能够持续15分钟，然后很快被人遗忘。之后，尼古拉斯·布雷迪很快出任财政部长，成为布什政府政府内阁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我在这里不想对后来证券交易委员会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之间发生激烈的管辖权之争的历史细节进行回顾（有人称，这种争执是因为布雷迪 布瑞顿试图恶意接管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我只想让大家注意到，管制性接管提议失败了。（有关此主题，详见本书第3章。）期货业及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之所以有能力对比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貌似强大得多的对手进行还击，是因为一些公共选择学派长期强调的因素。例如，如果将美国砂糖进口配额的成本分摊到全社会消费公众，人均每年也才几美元。但是，对于数量较少的砂糖生产商而言，其受益将是巨大的，只要它们有动机并愿意投入，为保留配额进行政治斗争并取得最终胜利。对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及其下辖的期货业而言情况类似。零售股票证券经纪业的规模虽然比期货业庞大，但也更分散。

期货业不仅具有比较严重的区域集中特性，而且其监督主体仍是国会所属的农业委员会，即便到1989年交易量占优势的期货品种是利率期货、股指期货和外汇期货，这是由于期货交易诞生的原因最早是为了对冲玉米、小麦和其他农产品风险。无须提醒，大家都知道，任何国家的农业利益集团都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从来也没有人会指望，美国国会中实力强大的农业巨头不抵制接管其管辖权的威胁。

农业集团的实力虽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击败证券集团的程度，但是，它仍有能力而且确实形成了僵持的局面。布雷迪 布瑞顿的攻击发起之后，历经两年多的迟滞和修整期，证券经纪业丧失了继续战斗的热情。越来越多的证券经纪企业在它们的日常业务中增加了期货交易的内容。可以这么说，产业的两个部分相互“通婚”了。自1988年陷入低谷以来，零售股票成交量呈现显著恢复。纽约股票交易所本身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设法平息针对指数套利和程序化交易的种种抗议。这些措施对双方都没有产生实质的负面影响。纽约股票交易所已将其注意力从期货交易所转移到了另外一个更为严重的竞争威胁上面，那就是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本已经登记上市的股票到场外进行交易。

让我代表某些人做一个简短的补充说明，他们最近听到期货业呼吁统一的金融监管人。没错，确实是期货业呼吁。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何将其与期货业以往的全力抵制协调起来？过去，这种主意甚至提都不能提。如何用斯蒂格勒的模型进行解释？

基本上，答案是，期货业需要获得更好的（也就是，成本更低的）监管服务。期货业开始意识到，在寻求农业集团保护以对抗证券经纪业时，实际上是做了一笔浮士德式的交易。农业集团的确保护它们，但是，它将本来针对农业的行为方式施加到现在业已成为金融部门一部分的期货业身上，这导致了沉重的代价。

期货交易所都迫切希望摆脱农业监督者的控制，但也不想转向证券交易委员会那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成员不可信任，因为他们早已心有所属。为此，期货业建议新成立一种内阁级别的金融监管部，其组织结构按职能划分为八个独立（但平等）的运作部门：（1）审慎性和系统性风险部门（主要负责资本金需求）；（2）信托和集合投资工具部门（负责共同基金）；（3）信息披露和报告部门；(4)投资类证券市场部门（主要负责债券和股票工具）；（5）风险转移市场部门（负责期货和期权市场）；（6）银行与保险部门；（7）投资者保险部门（负责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和养老金福利保障公司（PBGC）等）；以及（8）投资者保护部门。

显然，依照上述思路组建的机构确实能够大大减少现行体制中的重复管理状况。但是，一个类似于大藏省模式的新机构能否为期货业提供安全的港湾，毫无疑问，尚不清楚。

在美国证券经纪业及其监管者已经适应——虽然不很情愿——期货和期权交易竞争的同时，旨在压制这些替代品的战斗却仍然在日本继续，未曾有丝毫减少，甚至蔓延出日本国界。

毫无疑问，这些金融监管演进的差异表明，大藏省确实将支撑股价视为自己的主要职能。如果听任其自行其是，大藏省可能永远也不会允许指数期货交易。只有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大藏省才勉强批准指数期货的交易。当时，不少美国金融服务企业认为自己在衍生产品领域拥有专业知识，可以与日本企业形成有效的竞争，因此将衍生品交易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为支持这些企业进入日本市场，美国政府向日本施加了强大的压力。

大藏省认为指数期货威胁到其反对抛售的政策——不仅是卖空，而是包括所有出售行为。期货交易之所以能够弱化这些政策的作用，是因为期货属于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投资工具。只需持有期货空头，就可以随时减小股票面临的风险暴露。此时，基础股票实际上根本无须离开持有人的保险库。无论何时，只要需要，这些股票都可以拿出来再登记。确实，从实际作用看，股票在这里已经转换成了现金。

大藏省的梦魇是，日本的保险公司利用期货交易的匿名性特点，对其投资组合进行对冲，并掀起一阵抛售狂潮，类似于美国当年组合保险所起的作用。但是，大藏省本不必为此担心。它们的会计制度和税则已经使得保险公司的对冲行动经济上不划算。而且，尽管1989年以后股票价值不断缩水，但是许多日本保险公司实际上都是买入期货，而非卖出期货。那么，到底是谁在卖出期货呢？答案当然是那些外国投资银行，特别是那些在东京股票交易所拥有席位的外国投资银行。这些外国公司仅仅依靠简单而直接的套利，每年也能获取差不多数百万美元的利润，即便日本股票价格稳步下跌。然而，这种套利活动与纽约和芝加哥市场间的那种套利不是一类。在日本，套利的目标不是细微的价差，而是巨大的佣金差额。

从大藏省疯狂地试图阻止外国套利企业解开其套利头寸的行为看，大藏省起初并没有真正搞清楚这种佣金套取过程。大藏省充分了解到，解开套利头寸意味着卖出股票；但它显然还没有搞清楚，这同时也意味着买入期货。这样会对价格水平产生大小相同、方向相反的影响。当然，外国企业非常乐意迎合大藏省。每次应大藏省要求对其套利头寸进行滚动展期，它们就赚到更多的钱。

不过，大藏省最终还是搞明白了其中的关窍，这从近来该机构采取的大量行动可以看出。这些行动大幅度增加了指数期货的交易成本，针对所有人，包括日本国内的客户和外国套利者。在提高指数期货佣金的同时，保证金要求也提高了。此外，大阪股票交易所的交易时间也被缩短，同时还安装了复杂的价格限制规则和“断路器”，以进一步限制大阪期货的有效交易时间。所有这些措施只能导致巨额的成交量流向新加坡。

大藏省试图通过威逼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Simex），希望它将交易费和保证金率提高到与大阪一致的水平，以遏制这种流动。但是，其结果失败了，令人无地自容。大藏省和东京股票交易所出访的代表团在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遭到了一味的嘲笑。他们要求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OSCO）支持他们针对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的立场或发布一项政策，授予各国对本国指数期货的专有监管权，无论它是何时上市交易的。这种努力也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当然，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的例子，并非大藏省的政策第一次将日本市场的业务赶往海外。大藏省的种种限制，加上它强制的高企的固定承销费率政策，已经“掏空”了日本债券和权证市场，创造了欧洲债券市场，使得日本企业和投资者在伦敦交易。

结 语

面对大藏省给日本资本市场带来危害的大量证据，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本能的反应是建议彻底放松管制，拆散大藏省，推倒重来。为什么要让20世纪的经济受到17世纪管制体系的羁绊呢？

在这一点上，我和其他许多人一直建议，为了建立人们对放松管制的信心，有用的第一步应该是终止固定证券佣金政策，就像美国在1975年那样。这样做还将有助于解决困扰大藏省的另外两个难题，即可以减少回扣和指数套利的压力。

斯蒂格勒可能会嘲笑我以及类似的建议过于天真。他写道：

针对公共管制的理想主义观点深深地扎根于专业经济思想之中。例如，太多的经济学家因为其以前的铁路政策而谴责洲际商务委员会（ICC），重复多遍，就流于文字上的陈词滥调了。……此类批评最根本的缺陷是搞错了关注的方向。……改变佣金的唯一途径是，改变对该委员会的政治支持，并且让委员会成员的报酬与其服务对象无关。

快速读一下这段文字，发现它也搞错了关注的方向，过多地关注了管制者从其管制产业那里获得的物质回报（以将来工作的形式）。这一点确实重要，特别是在日本，尽管与美国没有多少差异。

但是，证券交易委员会与大藏省之间确实也存在着差异。毕竟，不管多么不情愿，证券交易委员会最终还是放弃了固定佣金政策。而且，除了有限程度支持提价交易外，证券交易委员会从来没有坚持支撑股票价格水平。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非常谨慎，避免承担任何类似的责任，哪怕是暗示。这是基于两点原因。首先，与大藏省不同，证券交易委员会明白这种政策起不了作用。如果有大量资金注入，该政策貌似短时期内有效，但是股票价格不可能无限期地背离其真实的经济基本面。一旦这些基本面转向糟糕，股票价格水平迟早会下跌调整，甚至可能暴跌。

证券交易委员会不愿意承担支撑股价的第二个原因，也是更具决定意义的原因是：一旦不可避免的股市调整出现，证券交易委员会将会因为试图支撑股价的政策失败而承担指控。它们以及它们的政治后台也将被扫地出门。现在，我们就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大藏省及其后台不必承担其政策失败的责任，即使是悲惨的失败，因为日本不存在有效的政治竞争。

关于美国的政治环境，斯蒂格勒曾有记述：

如果一个政党贪得无厌（或者其有效愿望被严重误读)，很可能另一政党被推举上台，而后者提供政府服务的价格与其政党的成本更相称。

除非日本具备这种政治竞争，否则，我不得不遗憾地断言，有关日本金融管制放松和改革的所有讨论，都只能是一种空谈。

（ 本文为作者在一桥国际论坛“全球变革中的金融市场”（1993年3月23—24日，东京）上的主题演讲，发表于Hitotsubashi Journal of Commerce & Management 28，1 ，December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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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作为对公众种种不满的一种回应，大藏省（MOF）最近也成立了一家类似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审查机构，但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不同的是，该机构不具有独立性，而且人们很可能把这家机构视为纸老虎，除非它确实能够提出并且最终赢得一项议案。


[2]
 各家期货交易所当时也实行了固定佣金政策，但是，这更多是借助了直接的共谋而非法律强制力。在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的压力之下，期货业也被迫于1975年放弃固定佣金制度。


第6章 金融管制：圈内人的比赛

我决定尝试一种新的方式来论述金融衍生产品及其管制这一沉闷乏味的主题——一种有点像米勒淡啤(Miller Lite)口味的版本。

我称呼这一版本的金融管制为圈内人的比赛（inside game），并将之与某些电视体育节目归为一类，如圈内人的棒球（inside baseball）和圈内人的篮球（inside basketball）。对于现场或电视机前的普通球迷而言，这些比赛很简单；而对于运动员和教练这些圈内人士来说，这些比赛异常复杂、精细。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二者之间的差异有云泥之别。金融管制比赛中存在同样的差异：一种是金融记者和读者眼中的游戏，另一种是专业人士即圈内人眼中（更为复杂）的比赛。实际上，这两种比赛的差别如此之大，以至新闻界和普通大众等圈外人搞不清谁是比赛参与者，更别提谁是赢家了。

圈外人单纯地担心衍生品会引发金融体系崩溃，并希望这种威胁可以通过新的政府管制措施来消除。但是，圈内人知道得更多。圈内人懂得，金融衍生品使得这个世界更安全，而不是更危险，而且衍生品导致金融体系崩溃的严重可能性也并不存在。不过，请注意我这里谨慎的用词：没有发生衍生品导致的金融体系崩溃。企业将会继续因为糟糕的决策和衍生交易而赔钱，这就跟直接采用基础证券进行交易一样。当然，在这个世界众多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中，一两次出大问题总是在所难免。但是，即使这种危机来临，其根源也不是来自私营部门双方之间你情我愿的衍生品交易或其他交易行为，而是由全球一家或多家中央银行的错误行为所致——猛然地紧缩银根，导致信用危机，这往往是对其以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矫枉过正。

圈内人还懂得，实际上，要求对金融衍生品进行更多政府管制的建议没有一项能使这个世界更安全，甚至这些不断的建议与呼吁真正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如此。不过，想要理解个中原委，你首先必须了解对圈内人的比赛。在这里，我计划对圈内人的比赛作一番解释，特别是管制者在其中扮演的不易理解的角色。从很大程度上讲，这种解释就像对英国听众解释美式足球一样。

让我还是先从介绍运动员、参赛队伍以及他们所在的竞赛联盟开始。我们将重点关注美国金融衍生产品联盟，毕竟是我们发起了这项比赛——但是我们没有垄断。一些欧洲大银行看到我们从这项比赛中获得了非常多的乐趣——也就是挣了非常多的钱，于是逐渐放弃了它们的拘谨，大张旗鼓地参与进来，一般通过购买奥康纳金融集团（OConnor & Associates）一样的参赛队伍以自由人的形式参与。

当时，我们的美国金融衍生品联盟拥有三支羽翼丰满的参赛队伍。每支队伍都有三组队员。一组由一线进攻球员——司职运球、达阵得分的跑卫(running backs)组成。另外两组形成防守组，主要司职线卫。

目前活跃于美国金融衍生品联盟的三支球队——我用各队著名跑卫的名字指代其队名——分别是交易所队、银行队和证券经纪人/交易商队。庞大的芝加哥交易所队之于金融衍生品，就像芝加哥熊队之于橄榄球现代T字阵形的关系一样。交易所队在20世纪70年代普及了现代金融衍生品的竞赛。当时，它推出可在交易所上市的外汇期货，紧接着推出了交易所上市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利率期货以及现金结算的股指期货和期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交易所队处于优胜地位，就像常春藤联盟各球队曾经在大学生橄榄球联赛中的地位一样。然而，也正像这些常春藤联盟球队被半职业化的州立大学队以及后来公认的职业化的国家橄榄球联盟（NFL）球队所取代那样，银行队现在已经占据了优胜地位，证券经纪人/交易商队虽然与其保持一段距离，但也勇夺第二。

在持球进攻的球员之后入场的是各队其余的两组队员，就是所谓的首席监管人和国会监督人，这些名字听起来好笑，可能没有恐怖地刻画出他们真正的作用，但是却真实刻画出了其地位，就像橄榄球中的边锋、棒球中的游击手、板球中傻傻的右外野手一样。当然，圈外人并不认为首席监管人和国会监督人是运动员，而把他们看作裁判员，向犯规严重的队员亮出红牌并将其送到相应的惩罚席。而且，实际上，观众的这种看法，正中圈内人的下怀。多年前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公众认为，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只是司法部的一个部分，就像联邦调查局(FBI)一样，其主要职责是缉拿内幕交易者。不过，强制行为其实只是首席监管人和国会监督人所有工作的一小部分。当然，除去其自己的权力和外快不说，他们主要关心的就是帮助自己所在的球队获胜。

关于政府管制，请允许我讲一些题外话。我注意到，芝加哥大学的反管制传统实际上包括两种截然不同的流派。一种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典范，强调公众及国会的推理错误。许多人真挚地相信，美国的经济状况会改善，比如，通过向日本汽车征收关税。指出这种思想脉络的谬误就是该派经济学家的任务。另一种是芝加哥流派，以我已故的大学同事乔治·斯蒂格勒为代表，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那里，该派要愤世嫉俗得多。斯蒂格勒坚持认为，我们所见的各种管制措施之所以存在，并非由于失误或偶然，而是精心策划的结果。无论辞藻如何华丽，这些管制的真实目的都是让其发起人受益，而以牺牲竞争为代价。

如果你觉得这种经常被称为管制俘获的理论太过于愤世嫉俗，你应当多考察一下日本，在那里，支持其本国队伍的管制技术已经上升为一门艺术形式。（有关现代经济管制理论更广泛、更深刻的介绍，详见本书第5章。）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建立团队合作精神的日本把戏是“挂职”，字面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官员空降”。在日本大藏省勤劳工作的每一名官员，只要在任期内能够作为团队的一分子尽力维持声誉，他退休后就能在一些日本银行、保险公司或者证券经纪公司的董事会或高级管理层中找到一份报酬丰厚的挂名闲职。当然，这一点美国与日本并无二致。例如，瑞克·凯彻姆（Rick Ketchum），证券交易委员会市场监管部的前任负责人，现在是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NASDAQ)的执行副总裁。或许，较之日本，美国有更多的双向流动。比如，亚瑟·莱维特(Arthur Levitt)，美国股票交易所前总裁，目前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但是，不像日本管制者那样，美国管制者的真正区别在于，它们至少要假装自己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公众的利益。

对于交易所队，或至少其中的期货业部分，其首席监管人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而国会监督人则是参众两院各自的农业委员会（尽管是关于金融衍生品的比赛）。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干的机构之所以能成为金融期货的监督人，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不过，也正是这种偶然严重弱化了其队伍的比赛实力，因为它们确实没有承诺过要取胜。它们的心思不在比赛上面。在农业委员会看来，金融衍生品的比赛只是其主要利益以外的一个插曲而已。而对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这个首席监管人而言，它们最关心的是让自己看起来忙碌不已，同时期货交易所队不要失分太多，以致危及到自己的饭碗（顺便地，就这一点，我有时在想，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是否发现，它们之所以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关系如此对立，是因为其行业规模过小，因而无法为管制者退休后提供足够的位置。缺乏空降挂职的愿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官员们只得为自己另做打算）。

对于证券经纪人/交易商队而言，其首席监管人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即大名鼎鼎的SEC，该机构曾经被公众誉为监管界名副其实的马拉多纳；但是，现在也像那位曾经伟大的阿根廷足球运动员一样，明显老化，体形臃肿，不再是任何公开赛的夺冠威胁。该队的国会监督人非常强大，不过，其在参议院中的势力远不如其在众议院中的势力。

对于第三支队伍——银行队而言，其监管人和监督人成分则更为复杂，依据银行业的规模和历史，参与衍生品交易的每家银行要受三家不同的监管机构（即联邦储备体系、货币监理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中至少一家的管制，大多数情况下是一家以上。在国会的监督层面上，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影响力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直到最近由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冈萨雷斯（Gonzalez）众议员任主席之前，一直是“二流货色”。

以上就是各参赛队伍及主要参赛队员。但是，比赛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与任何其他比赛一样，其目标是获胜。在本项比赛中，获胜就意味着从联盟中其他各队手中抢占市场份额，不过，首要的，还是确保自己的份额不被别人抢走。各支队伍的首席监管人和国会监督人，即我所说的线卫，其目标也是如此。

当然，线卫们从来不会完全满足于自己在队中所处的第二位的、防守性的地位，它们会时不时尝试捡起掉在地上的球，为其球队得分。一个典型例子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在其队友——纽约股票交易所和零售经纪人的鼓动下，通过指控交易所上市的期货应对1987年股灾负责，试图从交易所队及其管制者——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那里夺取对股指期货的管辖权。纽约队及其负责监管的线卫声称，芝加哥的指数期货交易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这显然是不实之词。指责的真正原因是它们损失了大量的佣金收入，而这些收入正在流向芝加哥。

尽管证券交易委员会倒地哀嚎，双手抱膝，以足球场内标准的方式高喊犯规，但这些作秀举动并没有达到目的。这家机构还是没有获得股指期货的管辖权。国会中的农业巨头虽然没有胃口为它们下辖的期货交易所争取更多的地盘，但是它们也不愿意放弃已有的地盘，更不用说被财大气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占据的那些地盘了。不过，为了避免另外两个强大的国会线卫结盟，农业巨头不得不达成妥协，迫使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宣布，放弃对其他两支队伍中互换产品的管辖权。（多年前，在互换产品产生之前，美国国会授权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期货及其他类似期货的金融产品专有管辖权。当然，除名字以外，互换与期货在各方面都等价。如果互换交易商真想单独出来，具有进取性和团队意识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必定会通过立法予以阻挠。不过，由于存在重新授权的危险，以及主席更替频繁（直到最近才固定）等因素的影响，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不太可能为此战斗。然而，新上任的主席最近就互换产品问题发表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讲话，但在言论之外是否还有更实质性的进展，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同时，由于来自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威胁消除，证券经纪/交易商队中的互换交易商计划从其他方向得分，比如与银行队进行竞争。前面提过，银行队在互换交易中，占据了绝对的优胜地位，特别是在所谓的普通利率互换和货币互换中。这并非是银行队真的比其他两队强很多，而是因为联盟官员不想让它们输。对于互换交易而言，关键问题总是交易对手的信用风险。而作为与银行交易的客户，你很安心，因为知道我们的政府不会允许银行欺骗你，至少足够大的银行不会。

由于无法直接取得像银行队那样高质量的交易对手地位，证券经纪/交易商队将其衍生品交易业务分立成独立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借此将自己的信用等级提高到甚至超过银行队的水平。证券经纪/交易商队设立3A级子公司的做法乃聪明之举，但在战术上也是相当危险的，如同在第三档进攻时搞闪电突击一样。这种做法使得证券经纪/交易商队很容易招致其他参赛队伍中管制性队员的敌意报复，尤其是银行队。银行队刚刚叫停其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的队员设立自己独立资本化的3A级子公司。

果不其然，这种报复出现了。我们在阅读美国会计总署（GAO)在1994年5月的预印版报告时发现，它呼吁对证券经纪/交易商队的衍生品子公司制定新的实质性的管制措施，同时却认为银行队和交易所队的衍生业务健康、安全。（它们看来逃过了GAO的审查，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缺乏管制的3A级子公司的信用等级，实际上比处于管制之下的银行类似机构还要高。）我们预计其他队伍会针对证券经纪人/交易商队而拉帮结派的判断看来得到了证实。因为众议员爱德华·马基(Edward Markey)宣布其委员会正在听取美国会计总署的报告，并且准备征召一批长期以来对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批评的人士组成陪审团。这些批评人士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杰拉尔德·科里根（Gerald Corrigan），他在两三年前以不祥的预言警告金融衍生品会导致金融灾难发生，从而引发整个业界对金融衍生品的抨击；还有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理查德·布瑞顿，他是股指期货最激烈的反对者。但是，这一次，马基要求更多管制的呼声却绝对没有得到支持，甚至是他自认为的是其天然盟友的这些人。

愤世嫉俗者可能怀疑，这些反对者的态度发生变化是源于其角色的易位，因为科里根和布瑞顿都已经成为参赛队员，两人分别供职于高盛公司和永道公司（Coopers & Lybrand）。然而，让众议员马基难堪的事情还在后头。证券交易委员会现任主席亚瑟·莱维特，拒绝了马基将该机构管辖范围扩大到所有3A级子公司的提议——这种拒绝就像篮球运动员拒绝教练延长其比赛时间的行为一样极其罕见。而且，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作为银行队的代表，也完全不支持美国会计总署的报告。通常，银行队被预期，会赞成进一步阻碍证券经纪人/交易商队的发展。由于担心国会的干预有可能导致交易流向海外——这是华盛顿这些日子里针对反管制行动唯一严肃讨论的理由——格林斯潘声称，现有的监管体系已经足够充分了，谢谢你！空余可怜的众议员马基待在原地，就像一首老歌中的男人一样：他带着竖琴来到晚会，但是没人邀请他表演。

马基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衍生品产业，各方面残酷的竞争已经达到了一种竞争平衡状态，没有人再愿意冒险打破这种平衡。在简单的互换交易方面，证券经纪人/交易商队远落后于银行队；但是，在更为奇异的期权和结构化产品交易方面，它们却把握得很好。这很有点像近来的一些电视广告：远离日经指数，落后于德国马克，只余纯利！

即使是在互换方面饱受委屈的交易所队，也对其他各队的成功起到了间接作用。例如，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推出的欧洲美元期货合约，已经成为银行和其他互换交易商平衡账户风险的首选工具，因为无须增加更多的监管性资本需求。

不过，只有在市场不断繁荣的前提下，现有联盟内这种和睦共处的局面才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水涨后所有船都升高，就像肯尼迪总统多次提到的。但是，一旦交易清淡，情况又会如何？那样的话，你将会再次听到要求增加新管制措施的呼吁，正如乔治·斯蒂格勒的论断：这些呼吁发自各参赛队自己，而非美国会计总署这样的旁观者或局外人。

呜呼！这可能就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有关金融衍生品的大量负面宣传，使得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和财务总监（CFO）们犹豫不决。此时，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情绪可以用一幅卡通画来很好地表达，画中的乞丐手拿一个罐头盒，上面写着“谢绝衍生品”。企业管理人甚至不敢用衍生品对冲风险，不像宝洁的例子中，一个通万事的CFO先就利率进行高杠杆倍数的对赌，然后翻倍投入以挽回损失。

这种状况给衍生品交易商们带来了伤害，它们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华尔街的证券经纪人/交易商，此刻正在缩减规模或进入裁员模式。它们开始寻求某种能够带来戏剧性变化的行动以恢复市场信心，就像在1929年股灾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那样。1933年，公众对证券经纪业的信心降到如此之低，相应地，成交量也如此低。这使得当时处于领头羊地位的公司都真切地欢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诞生，盼望其在该产业中扮演严厉的警察角色。对紧张不安的投资者而言，证券交易委员会就像一个经过认证的好管家。并且，大体上，它们的策略奏效了。即使到今天，纽约股票交易所还不时在一些广告中自豪地将自己标榜为“世界上管理最为严格的股票交易所”。

那么，这些用以建立信心的新手段会是什么呢？

当然，首先，证券经纪人/交易商将尝试重复以往行之有效的办法。那就是“信息披露”。至于谁被要求披露信息，共同基金无疑是其中之一，特别是证券交易委员会下辖的货币市场基金。这些本来被视为无风险的基金中，有不少基金通过一两种类似于逆向浮动利率票据（严格地讲，这种证券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衍生品”）的奇异证券，抢先下手，从其竞争者那里夺取优势。今后，这类基金将受到约束，要么遵守信息披露的规定，要么被彻底禁止。再说，货币市场基金也不会博得其他联盟成员的同情，因为正是它们明显让人失望。

我还没有看见这种详尽的信息披露规则应用于金融衍生品的其他终端用户，比如普通的商务企业，尽管这是会计总署建议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当时新闻的主要焦点。（作者注：对于此，我显然预测错误。不顾交易商和许多终端用户的反对，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后来颁布了极为复杂的衍生品信息披露规则。）对于衍生品的企业用户来说，这种信息披露昂贵而又烦琐——有可能招致大量的法律诉讼。企业用户处于它们自己的另外一个联盟之中，甚至具有更强大的线卫，因为证券联盟过去就发现自己在某些场合无能为力。今天，美国国民主业依然是商业，而不是金融业。实际上，企业商务联盟的实力如此强大，以至我们能够更经常地看到，在那些向企业客户兜售衍生品的银行以及证券经纪人/交易商身上，它们强加了更为苛刻的适应性要求。

这些当前热议的、公认的、近乎琐屑而又巨大的粉饰般的管制变化，是否足以克服近来丑闻的影响，将球迷带回到体育馆（重新唤起人们对金融衍生品的信心）呢？不管怎样，在1920年的布莱克·索克斯（Black Sox）丑闻之后，棒球做到了这一点。让我们期待历史会再次重演，因为这次确实更为事关重大。过往经验表明，作为一个国家，没有棒球，至少可以在几个月没有捧球，我们依然可以存活。然而，我不清楚，面对当今残酷的国际竞争，如果没有衍生品这种基础性的风险管理工具，美国的银行和企业还能否生存那么长时间。

（ 本文发表于1994年12月的《税收杂志》（The Tax Magazine ）1994 By CCH Incorporated，Chicago，Illinois 60646.版权所有。)


第7章 金融衍生品管制：已经够了

那些非常关注金融衍生品的人士可能会注意到，最近出现的金融衍生品基本可以分为三类，就像核物理中的夸克粒子一样。

历史上，第一类具有现代形式的金融衍生产品，自然应当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芝加哥出现的，在交易所交易的期货和期权。（尽管其祖先可追溯到17世纪的荷兰以及大约同时期的日本，日本这个让人惊诧。）随后出现的一类，就是所谓的互换。顾名思义，互换是一种协议，协议双方同意互相交换现金流支付。典型地，是以浮动利率现金流交换固定利率现金流，或用美元现金流交换马克或日元现金流。最后一类，也是最近出现的，所谓“结构化票据”的爆炸性复苏。举一个疯狂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巴西企业，贷一笔美元，利率为5%加上巴西股市与墨西哥股市两者的收益率之差。不可否认，这些定制的结构化交易，有时会让圈外人士觉得怪诞不经。但是，事实上，在过去20年中，这三类衍生产品的应用获得快速增长。这是为什么呢？

我坚持认为，这些衍生产品的应用之所以快速增长，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一种重要的商务需求。有了这些衍生产品，企业和银行总算可以通过较低的成本来有效地管理商务和金融风险。这些风险折磨了它们好久，即使没有几百年，也有几十年了。

但是，尽管我和其他大多数经济学家，至少芝加哥学派，都看到了金融衍生品给社会带来的益处，但它们近来却受到了非常负面的新闻报道。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现实。目前，每个人想必都已知道了宝洁公司和德国金属公司发生的事件。宝洁公司是一家制造小块象牙色香皂的企业，它在衍生品交易上亏损了大约1.5亿美元。德国金属公司是德国最大的企业集团，据推测，它在原油期货上的损失是宝洁的10倍之多。这些恐怖的衍生品故事使人产生了一种印象，那就是：衍生品已经带我们走近金融领域的切尔诺贝利，威胁到整个经济的安全，除非政府对金融衍生产品给予更严厉的控制和监督。
[1]



谁是真正的威胁：金融衍生品还是中央银行？

在展开进一步探讨之前，我要强调的是，真的不存在所谓金融衍生品导致金融体系崩溃这样的严重危险。请注意我谨慎的用词：衍生品导致的金融崩溃不存在。企业将会继续因为糟糕的决策和衍生交易而赔钱，这种情况正像它们经常在股票、房地产等普通资产交易上的表现那样。而全球金融市场中，一两次地出大问题总是在所难免的。但是，金融市场的这种危机不是像地震那样的外生性灾难。它们属于政策性的灾难，其根源不是私营性质的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而是由某地的中央银行有意紧缩银根所致，这往往是对其以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矫枉过正。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4年春天，美联储突然上调短期利率，导致美国债券市场出现混乱。为什么美联储觉得自己应当上调短期利率呢？这是因为美联储之前把短期利率的水平降得过低，当时它希望低的短期利率可以导致长期利率相应下调，从而拉动美国经济迅速走出衰退。宣布驱动利率下调的政策给银行、对冲基金以及大机构投资者提供了万无一失的套利机会，即借入短期资金、贷出长期资金。低的短期利率降低了它们的借款成本，美联储彼时担心依然很脆弱的美国经济扩张被扼杀，这也决定了利率的走低。这样，长期债券的价格就只有一条路：上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些打赌长期利率下降的杠杆交易者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但是，最终，美联储发现，或者我应该说重新发现，只需要冒着通货膨胀重新抬头的风险，通过快速增加货币供给，就可以使短期利率达到预定水平之下。因而，美联储突然决定通过提高短期利率来控制货币供给，希望其反通货膨胀的豪言能够抑制具有更高通货膨胀敏感性的长期利率的上升。但是，美联储的愿望落空了。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同步上升，华尔街血流成河，损失巨大（包括奥兰治县）。到目前为止，美联储的货币紧缩政策对美国经济的实际影响还比较小。但是，我们不应为此而洋洋自得，更严重的紧缩或许还在后面。我们只要看看美联储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错误管理，就可以知道中央银行带给一国经济的永久性伤害有多大。

衍生品管制现状

为了进一步安抚那些担心金融衍生品缺乏管制而给经济带来危害的人，让我再次向他们保证，金融衍生品已经得到非常广泛的管制。例如，期货交易所受到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管制（并且是铁腕般的）。该类机构在日本只是官样文章的大型制造者中的一员。高盛，或者所罗门兄弟这样的证券经纪人/交易商企业，则由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管制，这家机构的严厉警察声誉，世人皆知。

不过，在这一点上，一些批评人士，包括美国会计总署，最近抱怨，证券交易委员会在管制交易商及其资本金充足率的同时，却没有针对衍生品运作制定专门规则或细则。但是，如果你了解近些年来华尔街的衍生品业务是如何组织的，就会明白会计总署的这一观点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衍生品业务的核心是信用质量。如果你不能让别人确信你拥有充足的资本，或者即使你没有这么多资本，也有相当的抵押资产，就没有人愿意与你进行互换交易。在部分具有高信用敏感性的市场中，为了获得更高的信用级别，有些大经纪公司甚至将自己的衍生品业务分立成独立的全资控股子公司。这些子公司从穆迪和标准普尔这样的私营信用评级机构获得了3A级信用等级。顺便提一句，这些评级机构对被评企业的资本和信用分析，比证券交易委员会所做的或所能达到的程度更为严格。实际上，评级结果表明，这些子公司没有出现任何资本匮乏情况，其信用等级反倒比集中了大多数衍生品业务的那些银行高。

退一步说，即便目前占据了衍生品业务大约70%份额的那些银行，本身也面临着严苛的管制。每家银行交易商的衍生品活动要受到至少一个，有时甚至多达三个不同部门的管制。这些银行的官员经常发现，自己刚刚从后门送走一个检查团，另一个检查团又从前门进来。

储贷业危机与管制不足的所谓危害

但是，若果真如我所言，金融衍生品已经处于充分管制（或过度管制）的状态，我又该如何回答下面这些人的问题呢？他们说，他们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听到过同样的关于管制过度的言论，当时储蓄与贷款行业（S&Ls）一直坚称它们受到了充分的管制。可是，现在你看看，结果呢？

不过，这两个案例真的很相似吗？非常确定地，不！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储蓄与贷款行业的所谓放松管制，与其说是让自由市场的魔力发挥作用，还不如说是国会试图延长一个产业的生命，而该产业在数年前就应该被真正的自由市场终结。之所以不允许该产业自然消亡，是因为居民住宅及相关事务已经成为美国政坛上的一头圣牛，触碰不得。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会一直鼓励美国居民购买住房，地方储蓄与贷款协会给予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这些协会的资金来源于已投保的存款。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通货膨胀率以及随之的利率上升，储蓄与贷款协会发现需要付出6%甚至更高的利率才能使自己的存款不流失，而此时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利率还是几年前确定的4%~5%。实际上，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通货膨胀速度的加快，从技术的角度看，依照盯市的基准，该产业中的大多数企业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境地。

在这一点上，国会不愿意关闭这个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储蓄与贷款机构，然后用税收人的钱帮助经过联邦政府担保的储户脱离困境；而是给了该产业最后的生存机会，即允许它们向单一的家庭住房抵押贷款这一传统业务以外的其他领域投资。现在，它们可以向商业地产、高级公寓和旅游地产等方向投资，这种分散化的投资组合使得该产业的境况不太糟糕。不过，储蓄与贷款协会被允许支持商业地产开发的同时，无须满足风险投资所需要面对的正常市场资格审查。美国国会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就是说，没有举行听证会或进行任何公共讨论），将储蓄与贷款行业中经政府担保的存款账户的下限，由每个账户1万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计算依据既不是按每人，也不是按每户，而是按每个账户。按照今天的价格水平折算，它相当于每一账户20万美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这样，储蓄与贷款协会就可以吸收这种几乎没有限制的资金并用于投机性地产，而仅需要支付的利息为现行存款利率再加50~75个基点。存款经纪人也相应地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吸纳存款。存款人从不过问储蓄与贷款协会打算怎样去赚那额外的50~75个基点利息。他们为什么要操心？因为有美国政府提供担保呢！

引用储蓄与贷款协会摆脱困境的例子来作为管制金融衍生品的证据，不仅会掩盖由政府引发灾难性事件的关键所在，而且也无疑具有讽刺意味。如果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金融衍生品就唾手可得的话，它就可以维持储蓄与贷款行业作为居民住宅的贷款人而自行生存下来，根本不需要政府补贴性存款的强大生存支持。如果你面临的问题是浮动利率存款与固定利率抵押贷款之间的期限不匹配，那么利率互换、利率期货以及利率期权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确实，这才真的是当时留给储蓄与贷款行业的出路。当然，该产业还可以通过发展可变利率抵押贷款，甚至将本地的抵押贷款打包到抵押贷款池，然后进行证券化，以帮助自己生存。这些贷款池反过来构成了另一类衍生证券的资金来源，这就是所谓的抵押支持债券（CMO）。抵押支持债券支持许多新的利率风险控制策略。不过，对一些不太熟练或者运气不好的人来讲，它又平添了几条赔钱的新通道。

衍生品与银行系统安全

今天，由于金融衍生品的存在，不仅使得储蓄与贷款协会比过去更安全，而且使得商业银行也是如此。尽管围绕着金融衍生品，充斥着无数新闻界的喧嚣与负面报道，但是今天的银行业确实更加安全，而不是更危险，理由如下。

首先，从总体上看，银行衍生品交易方面的客户比普通贷款组合中的那些客户拥有更好的信用状况。这些顶级蓝筹客户偏好通过公开市场融资，特别是商业票据融资，因而已经有多年没有同银行打交道了。现在，互换和期权又把它们带回来了。甚至对于某些信用一般、处于居中位置的银行贷款，互换交易也有效地加强了银行控制长期固定利率贷款的能力。当某家企业的信用状况开始恶化时，通过这种互换交易，银行就可以迅速采取措施加以规避，而无须眼巴巴地看着违约实际发生。

另外，银行在互换和期权交易方面具有典型的高度分散性；而其商业贷款组合高度集中于某一地区、某一行业（比如大陆银行集中于石油信贷业务）或某一国家（比如花旗银行集中于拉丁美洲信贷业务）等。而且，在前面储蓄与贷款行业案例中也提过，银行的互换和期权可用来控制利率风险。

如果在银行利率互换客户中，多数愿意选择选择浮动利率一方，而非固定利率一方，银行就可以与那些恰巧持有相反头寸的交易商直接交易，将剩余的头寸简单平衡掉。我很高兴地说，还有一个办法，这家银行也可以利用交易所上市的金融期货，比如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的欧洲美元期货，对冲这些剩余的互换头寸。

但是，如果真的如我所宣称的那样，互换和其他衍生品能够使得金融系统更安全，为什么最近还听到那么多要求加强管制的呼声呢？我怀疑，部分原因是因为公众和金融媒体误解了这些风险的严重程度（更多有关内容，见本书第4章）。这些误解容易搬弄是非。它们普遍将未平仓互换合约的名义规模当作实际风险敞口金额。去年，按常规统计的互换交易规模为8万亿美元，今年达到12万亿美元。然而，无论是8万亿美元还是12万亿美元，都是一个天文数字。倘若这些数字真的是风险敞口，公众的担心也就无可厚非。

但是，这些数万亿美元的数字，仅是账本上一笔记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账面数字，并非实际交易金额。以利率互换为例，互换双方交换的不是数万亿美元的本金，而仅仅是以本金为基础的利息，后者的规模比前者的小一个数量级。即使如此，这个利息数字也有水分，因为实际交换的只是固定利率与浮动利率之间的利差，这又将风险砍去了一半。因此，我们谈论的暴露于风险中的头寸实际上并不是12万亿美元，而只是其中的1%~2%。当然，这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但是，如果各大银行和交易商都装有精确的风险控制程序的话，这也并非恐怖不堪。

国会针对金融衍生品的行动前瞻

美国的国会议员们除了与其监察对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还有其他的选民，而且可能正是这些选民在为加强衍生品管制添柴加火。国会的议员们很清楚，一旦他们监察的领域发生灾难，势必要受到这些选民的指控。甚至并不是真的灾难，国会议员们也常常面临这些指控。

国会对新闻界的反应，有时让我想起自己上大学时的情景，当时学校管理我们行为的规范是：只要你别让学校的名字见报，学校不干涉你的校外行为。但是，一旦见报，学校就得采取某些措施了。我们的国会也一直在考虑，是否采取一些行动，以回应最近报纸上关于金融衍生品的貌似很可怕的故事？然而，除了是一场大灾难，很难想象这还会意味着什么，我没见过它们有什么妙计。我们可能还听到更多要求信息披露的呼声。长期以来，这个字眼在华盛顿就像魔咒一样。当然，从纯粹科学的证据看，尚不能够表明，证券交易委员会制定的信息披露规则真的曾经从糟糕的投资中挽救过谁，或者，甚至该机构有关披露规则的文本能否被律师之外的其他人理解都是个问题。要读懂这些文本，律师还得是受到欺诈后愿意接受调解的可怜的企业聘请的原告律师才行。但是，除了一些愤世嫉俗的学者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对信息披露承诺的治疗效果（价值）提出质疑。

关于谁会被要求就自己持有的金融衍生工具予以详细披露，第一个无疑是共同基金，特别是货币市场基金。这些本来被视为无风险的基金中，有不少基金通过一种或其他奇异期权，达到其广告承诺的收益率，从而在其竞争者那里占得先机。各方在这种收益率竞赛中投入的赌注相当巨大，不是真的为了收益率本身，而是因为有些专门从事基金业绩排名的机构存在。有时，甚至几个基点就会让某个货币市场基金的排名上升好几位，从而导致基金存款（以及管理人的管理费收入）大幅攀升。然而，1994年初，利率上扬，一些通过衍生品提高收益率的攻击型无风险基金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不得不依靠其母公司——证券经纪公司才摆脱困境。有一家基金甚至不得不破产清算。

尽管货币市场基金必须完全遵守这种信息披露规则（否则可能被彻底禁止衍生品交易），但是，我还没有看到有关衍生品信息披露细则应用于衍生品的企业型终端用户或者创设衍生品的交易商。甚至，还没有人能够说清信息披露的真正意义。金融衍生品不像一项地产，你记在账簿上并且时不时地进行估值。衍生品交易商的账簿及其风险敞口，每分每秒都在发生变化。而且，“在险价值”（VaR）的估计对于所采用的特定风险模型十分敏感。当然，模型误差问题一直存在。但是，那些强制披露信息所致的误差，可能会导致你以站上集体诉讼案的被告席的结果而告终。尽管如此，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最近还是公布了详细的披露细则，强制金融衍生品交易商和企业用户进行信息披露。从今往后许多年中，大量混乱和法律诉讼在等着我们。

虽然国会或监管机构想通过要求交易商披露信息来赢得公众的支持，但是外国竞争威胁却很快扑灭了它们的热情。欧洲银行业虽然涉足衍生品业务有点晚，但它们现在正大举进军这个领域。这些后来的欧洲银行规模远大于在衍生品方面充当先锋的美国银行。它们也具有更高的信用等级，这一直是该领域的关键。而严苛的信息披露规则使得美国的交易商展开衍生品业务越发困难，风险也越来越大。我还看不出美国国会有丝毫乐意把这个产业让给欧洲。

如果国会觉得必须采取措施缓和公众对金融衍生品的关注，它就可能尝试推出所谓的适应性需求；那就是，交易商在向其客户销售衍生产品时，有义务确保向客户详尽告知相关风险，并且这些风险与客户的情况相适应。否则，若衍生品后来出现问题，交易商就会吃官司。以“包退包换”的卖方负责制代替“一经售出，概不退换”的买方负责制，绝对是为美国所特有的一种管制思路。推到极端（比如，采用证券法而非普通的互换），这种思路会有效地扼杀美国的互换业（或者，至少迫使其转向海外市场子公司）。对此，我只想说：请记住，在任何一次衍生品交易中，总有一方会赔钱。

进一步审视近来的若干衍生品灾害事件

我们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揭示隐藏在最近引人注目的衍生品恐怖灾难事件背后的真相，以缓和公众对金融衍生品的担忧。这就像小朋友害怕床底下藏着什么东西，这时只需要用手电筒照一下，就可以打消其恐惧。因此，可能只有让这些恐怖的衍生品事件背后的真相大白于众，公众的担忧才会消除（当然，这正是本书第2章的主题）。

尽管这些恐怖事件确实给相关的所有人士带来了痛苦，但是它们至少还可以帮助人们对于当前针对衍生品的不安情绪有更好的了解。德国金属公司、加州奥兰治县以及宝洁公司遇到的麻烦，不能归罪于金融衍生品，而最终是由于其管理高层在交易程序启动之前没有对技术人员询问正确的问题所导致。管理高层依照其他大多数大宗交易的惯常模式行事。可是，金融衍生品是一种全新的陌生的事物，不能采用惯常的管理标准与控制方法。不过，这都可以理解。

毕竟，金融衍生品革命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其中部分产品还是新近才面世。现在绝大多数美国或德国公司和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都太老了，在他们的大学或MBA时代，没有学习过衍生产品。甚至那时，衍生品都没发明出来。尽管金融衍生工具本身并不复杂，只要点拨得当，不像他们想象的“火箭科学”般那么复杂；但还是需要一定的勤奋和课外作业——而那些繁忙的CEO们总是没有时间，可能也应该没有时间。所以，我们不得不在类似德国金属公司或美国宝洁公司事件的痛苦中继续生活约十年，直到具有金融衍生品和计算机知识的新一代成长起来，并最终接管各企业。

在与金融衍生品带来的问题与机遇之间挣扎的同时，许多现任管理人员可能会妒忌其年轻的继任者，因为他们对兆字节（Mb）、调制解调器（猫）以及敲出期权（knock-out option）等知识如数家珍。但是，这种嫉妒大可不必。他们应当明白，今天的少壮派，最终也会成为跟他们一样的守旧派。下一代商界领袖也会面对他们自己的技术革命——这些变革的轮廓在今天还隐隐约约、很难觉察。在生机勃勃、积极进取的社会中，这正是万物亘古不变的发展规律。谁又真的想让它有所变化呢？

（本文为作者在第六届PACAP金融年会（1994年7月6—8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上的主题发言， 发表于Pacific Basin Finance Journal ，Volume 3，No.2（1995）1995 Elsevier Science B.V.版权所有。）

参考文献

Culp，Christopher L.，and Merton H.Miller，“Hedging a Flow of Commodity Deliveries with Futures：Lessons from Metallgesellschaft，” Derivatives Quarterly ，Vol.1，No.1（Fall1 994).

Culp，Christopher L.，and Merton H.Miller，“Metallgesellschaft and the Economics of Synthetic Storage，”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Vol.7，No.4（Winter 1995).

Miller，Merton H.，“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Index Arbitrage in the U.S.and Japan，” Pacific Basin Finance Journal ，Vol.1，No.1（March 1993).

Miller，Merton H.，“Functional Regulation，” Pacific Basin Finance Journal， Vol.2，No.2（May 1994).

Miller，Merton H.，“Inside Financial Derivatives，” Taxes， Vol. 72，No.12（December 1994).



注释


[1]
 有关金融产品引发的种种“灾难”和造成的损失，详见本书第2章。


第三部分 衍生品市场与风险管理

第8章 作为保险市场的期货和期权交易所

期货和期权交易所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了解，可能是因为金融期货业的爆发性增长没有得到应有的广泛重视。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期货业主要集中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和芝加哥商业交易所。而现在，金融期货交易所遍及世界上每个主要国家，甚至一些不太大的国家。

金融期货和金融期货业为什么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其原因与任何其他产业成功增长的原因殊无二致：该产业提供的产品急人之所需。只要人们真的愿意掏钱购买，就足以表明他们需要。

什么产品是看起来全世界都需要而且需求量非常大？答案是：保险。世界需要保险来抵御价格风险。

假设你是一名国债交易商，刚刚在一次国债拍卖中购买了价值5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你计划将这笔国债分成若干小块，在日常的业务活动中卖给你的客户，这里2 500万美元、那里5 000万美元等等。

你基本上从事批发业务，当一切状况正常时，你可以借此谋生。但是，如果利率偶然提高，这些债券价值会小幅降低，从而让你一败涂地。更进一步，请记住，你可能已经用这些存货作抵押进行了贷款。也就是说，你持有的这些债券是以短期贷款为基础的。这样，如果利率突然上升，且毫无征兆，你的净资产头寸就会受到沉重打击。

你要如何才能确保自己不会因为利率提高而被扫地出门呢？卖出利率期货。如果利率上扬，你的存货就会遭受前述的损失，但你在期货合约上会得到一笔可以抵消的收益。你实现了“对冲”。然后，随着你的存货零星出售，你可以通过买回期货合约以逐渐解除对冲。

你卖出和买回的期货明确地起到了抵御价格风险的保险作用。但是，你们中的很多人可能会想知道：在期货业诞生之前，人们是怎么处理这种事的呢？——就像我的孩子们疑惑地问我：“爸爸，电视出现之前你都做些什么呀？”

嗯，当然，我听收音机，或者看书，尽管他们觉得这难以置信。任何事物总有自己的替代品。即使没有期货市场，从事政府债券业务的人们也能设法过关。不过，不会像在期货市场上那样顺利或有效率。如果没有期货市场用于风险对冲，就会有更多从事小额买卖的交易商。一大笔5亿美元的交易，本来一个交易商就可以买入，现在代之以10个交易商来购买，每人只买5 000万美元。类似地，如果交易商无法对冲其存货的话，它们在竞拍时就不会报出那么高的价格。而且，当它们将债券零售给客户时，也不得不以较高价格出售，以补偿它们在持券待售时可能增加的风险。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财政部一直是国债期货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它们深知，给予交易商对冲其存货的机会能够降低公共债务的管理成本。事实上，有一个很有名的小插曲：国债拍卖预定开拍的那一天，恰好期货市场不开盘，这意味着交易商无法对冲其存货。在这种情形下，美国财政部推迟了拍卖时间。

啊，不过，你们可能会说：“美国财政部这么支持金融期货，是因为这个国家拥有巨额财政赤字，以至于它不得不持续地融资。”那么，那些没有巨额财政赤字的国家又在担心什么呢？是的，非常奇怪，即使是在拥有财政盈余的国家，金融期货也一样存在而且兴旺繁荣。这是因为，即便政府没有财政赤字，但是该国经济体中的许多企业却有财政赤字。这些企业不得不发行证券、不得不找承销商。这些证券的承销商面临着与政府债券的承销商完全一样的问题，它们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使用金融期货和国债期货：对冲存货因不可预期的利率变化导致的风险。

金融期货市场不仅能够提供价格风险保险，而且对用户而言，在保险的时候，较之次优选择，其成本更低、流动性更强、可信性更高。这三条都非常重要——成本更低、流动性更强、可信性更高。如果你想搞明白为什么金融期货会有如此快速的增长，那你就必须理解这三条。

我可以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讨论这三条中的每一条，以及期货市场如何构建才能比其替代品以更低的成本、更好的流动性和更高的可信性为价格风险提供保险。但是，相反地，让我从保险这个主题上离开，聚焦到一些据我所知你们中的许多人都十分关注的话题，那就是：所有这些关于对冲和保险的探讨难道不是一个烟幕，它们掩盖了期货交易所的本质，也就是，它只是一个经过美化的赌场？允许期货交易难道不是让社会暴露于所有大规模投机的恶魔的笼罩之下？期货交易难道没有真的破坏股票市场稳定？

好吧，让我先简单回应最后一个指控。不管你们从美国金融出版物上看到过什么，股票指数期货交易事实上并没有增加美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性。期货交易的引入也没有增加任何其他市场的波动性。我们对过去50年间的这种效应进行过大量细致深入的学术研究。然而，这种荒诞说法和印象依然存在：期货市场会破坏经济与其他市场的稳定。原因之一可能是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让事实真相大白于公众。这也正是我在许多场合一再以这种口吻写文章或发表演讲的部分初衷。

关于投机及其与期货市场的关系，让我先问一下，什么是“投机”？实际上，投机可能有许多种定义。人们使用投机者一词时，有很多种含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对冲者的对立面”。即投机者不是进行风险对冲的人。

最近，我偶然与芝加哥一个中等规模的石油公司的财务官员聊天。他抱怨说，海湾战争结束后，石油价格急剧下跌，公司的石油存货遭受了巨大损失。

我说：“正好，这可以让你们进行投机和赌博了。”

但是，那位财务官员却说：“哦，不，我们没有投机。我们压根就不用期货市场。”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我回答，“当你手中持有存货时，不对冲就是在赌博。你在赌油价不会下跌，但你输了。”

投机者一词还有一个狭义的用法。在期货市场上，从技术意义上讲，不符合对冲条件的任何交易者都是投机者；也就是说，只要不持有基础商品，它就是投机者。

人们常常惊诧于市场中很少有投机者或非对冲者。从这种技术意义上看，在期货市场上从事交易的所有人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人可以归类为“投机者”，其余的都是对冲者。

你们可能会感到疑惑：“怎么会是这样呢？”毕竟，每个空头必然有多头相对应。对于每个对冲者而言，必须有一人成为其交易对手。答案在于，一个对冲者的交易对手通常是另一个对冲者。

让我举另外一个芝加哥当地企业的例子。该企业从事照相胶片生产业务，将胶片卖给医院和其他人用来拍X光照片。由于它们签订了固定价格的长期供货合同。如果银价突然上涨，该企业将遭受重大损失，因为银占据其原材料成本中最主要的部分。于是，该企业通过买入银期货合约对冲其风险。

通过买入期货对冲价格上涨风险，称为“多头”对冲；相反，“空头”对冲则是通过卖出期货来对冲价格下跌风险。这种抵消或双向对冲是金融期货市场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再来考虑利率情况。对于每个担心利率上升的借款人来说，总有一个担心利率下降的贷款人存在。当它们彼此相遇时，交易自然就达成了。

然而，尽管市场中空头对冲者与多头对冲者同时存在，不过，有时在一些市场中会出现空头对冲者占优势的情况——更多的人想要买入保险以抵御价格下跌。这时，投机者就是那些向它们出售这种保险的人。

不过，你们可能会说，称投机者为“保险推销员”，是不是过奖它们了，可能就像街道清洁工坚持自己叫“废品管理工程师”一样呢？你们可能还会说，我们了解它们；它们不过是一帮赌徒，总想一夜暴富。

但是，在经济学中，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动机。你们可能认为它们在赌博。它们可能也认为自己在赌博。然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它们在出售保险。而且，它们不仅仅出售保险。如果它们亏损了（它们中的许多人确实如此），那么它们是亏本出售保险。这让我们这些保险购买者大大受益。换句话说，期货市场利用投机者的赌博天性造福于社会。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政府官员对此惴惴不安。毕竟，他们也利用国家彩票做同样的事情：利用人们的赌博天性造福社会。

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赌博者和期货投机者亏损，却对社会无益，那就是：它们和对冲者都被欺骗或诈骗了。我很遗憾地说，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在禁止期货交易的国家发生，因为那里存在着足够强烈的赌博需求，需要得到满足。人们将开办我们所称的“非法经纪”公司（bucket shops），美其名曰期货市场以愚弄那些经验不足的人。

建立这些虚假的期货市场十分容易；只需要一个店面、一台收银机和一个交易报告显示屏。它们中的一些能够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而不出问题，是因为收支大体平衡，而且所有者的利润很高，足以覆盖任何普通的收支差异。但是，平均法则使得最终还是会出现失衡现象。逐渐地，出现了太多的赢家而没有足够多的输家（或者输家至少愿意一次性全部付清）。此时，这些非法经纪公司将无法偿还其债务。

于是，它们倒闭了，先前所谓的“赢家”发现它们根本没有赢。它们什么也没有捞到。在这里，我给大家带来了最让人放心的消息，那就是：如果任何人想要利用美国期货市场——不管是作为对冲者还是投机者，都可以绝对放心，它们永远不会成为合约违约的受害者。

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之间开展业务近150年了。虽然我们这么多年来历经多次经济动荡，但从来没有一个用户因合约违约而遭受损失。让我向你们保证，这不是运气。它将来不可能会发生。它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我们的市场构造方式本身足以防止合约违约行为发生。

这些是如何做到的呢？送你们的技术专家到芝加哥来，我们将向你们展示这些是如何做到的。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

但是，请允许我推荐我们客户保护战略的一小部分内容，人们本应该对这个很了解，但却了解得不够。当你在美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以保证金购买股票，哪怕是经手一名诚实的经纪人，这名经纪人就是你的一个债权人。但是，从你账户中股票的角度看，你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它的债权人，那是它的一部分资本。如果它破产了，你可能会失去你的股票。但是在期货的情况下，你的账户就不再是经纪人资本的一部分了。它被存放在一个单独的银行账户中，经纪人的其他债权人无法接触到它。

这只是期货市场历经多年发展以保持金融整体性和可信性的众多防范措施中的一条。正如我前面强调的那样，可信性是支撑期货市场巨大增长背后的三个关键要素之一。

（本文是作者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在台北联合举办的期货市场研讨会（1991年3月21日，台北）上的发言。）


第9章 衍生品市场及其对应的现货市场

金融衍生品与现货市场之间是如何发生关系的？我的回答是，它们就像是进入同一栋房子的两扇门。这不是美国或日本从事股票零售经纪业务的人们告诉我的。他们的回答极有可能是，衍生品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就像一条狗和一根路灯柱。

纽约（或东京）的零售经纪业与芝加哥（或大阪）的期货和期权交易所全然不同。它们的蔑视态度从其对期货与期权交易所的称呼上就可见一斑： 衍生品 市场而已。不是真正的市场，像股票市场那样，而是衍生或寄生的市场，依赖于现货市场的价格而存在，宛如橡树上的常青藤，吮吸橡树的树汁，破坏它的力量。

实际上，与特定企业的股票定价相比，一谈到权益（Equity）定价时，通过近来的例子，你有理由说，股票市场才真正是指数期货和期权交易的衍生品。芝加哥的期货和期权市场（我把美国股票交易所的权证和期权市场也归入此类，尽管它们位于纽约），已经成为一些特定重要消息的自然输入口。我所说的消息是指那些能够影响经济整体或投资环境，特别是那些关于利率变化、汇率变动、税收政策变化等诸如此类的消息。

那些具有广泛经济影响的事件，其中大量发生在近些年，很可能都是最先在芝加哥的市场上显露出来。然后，纽约股票交易所现货市场的个股价格会依据权益的新价格水平进行调整——如它们在交易中所言，这种新的价格水平由芝加哥交易所“发现”。

为什么这些所谓的衍生品市场已成为权益的主要舞台，将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我也会分析衍生产品在建立和调整权益头寸中的优势。

衍生品市场已经从传统的股票交易所那里赢得了给权益定价的角色。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美国，在近年来建立了指数衍生品市场的其他许多国家中也是如此。我们希望很快可以看到墨西哥的名字加入到这个很长且不断扩大的名单中来——不是靠运气，也不是靠不公平的手段，而是与任何一种成功并赢得很大市场份额的新产品一样，凭借如下原因，即它提供的有价服务比其竞争者更便宜。

事实上，一些权益类衍生品的批评者声称，这些衍生品太便宜了。它们太容易驱使那些不谙内情的投机者涌入市场，将市场价格哄抬到荒唐的高度，以至于只能看它日后猛然下挫。这不仅会毁了它们自己，也会威胁到整个经济面临着金融崩溃。这些指控，尽管常常被一再重复，但完全站不住脚。不过，在开始面对它们之前，让我首先回顾一下权益类衍生品能够而且已经向投资者提供的有价服务。

近来，权益类衍生品一词的内容包罗万象，我无法逐一介绍，甚至详尽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相反，我只重点介绍一种衍生产品，即交易所上市的指数期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相对于现货市场交易，其成本优势最容易解释。

为了解机构投资者为什么以及如何使用指数期货，想象你是美国一家保险公司、大型投资组合、养老基金，又或者银行信托基金的经理人。你知道，从长期水平来看，充分分散的权益投资组合的回报率比公司或政府债券等其他替代性投资要高。不过，你也知道，用于养老金、医疗福利或向受益人发放的其他保证型回报等方面的现金流出，有时会超过流入。因为股票在长期以及正常年份中的收益较好，但不一定每年都好，所以当现金流意外出现大量短缺时，就需要将组合中的一部分卖出变现。如果这种被迫进行的变现行为发生时，股市正处于萧条期，则给你的客户带来的利益损失可能会非常巨大。因此，你在持有股票的同时，试图持有一些政府和公司债券以规避这种风险。这些债券的长期回报率低于你所持有的股票，但其市场价值的逐年波动程度也比较低。

于是，一个同时包含股票和债券的组合（即所谓的平衡型组合）就成为养老保险基金和信托基金的标准战略。至于你应将多少资金投向债券，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也无法提供明确的指导。固定收益部分由组合经理自行选择，这取决于他们对风险和收益的权衡，或者像古语所说的那样，看你和你的客户是想吃好还是想睡好。

一种典型的配置比例是，比如，股票占60%，债券占40%。如果你跟大多数组合经理一样，就不会保持这种比例一成不变。有很多好的理由，有时你可能觉得持有60%的权益风险过高。此时，你可能觉得，对基金及其受益人而言，50%的权益和50%的债券是更安全的组合比例。当然，你一直有权恢复原来的比例，或者甚至将来进一步提高权益份额，只要条件或市场前景发生变化。

恰在决策循环的这一点上，如果你再次考虑自己的权益风险敞口，你应该考虑指数期货。在进一步详细解释为什么建议你考虑指数期货之前，让我先来介绍一两个有关的术语。在下面所有例子中，我用作解释的特定衍生品都是交易所上市的指数期货合约。不过，在这些例子中，同样也可以采用交易所上市的期权、场外期权以及银行议价安排的互换交易等，其结果都一样。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期货合约多少更容易理解。

衍生品在调整组合比例中的用途

为了更具体，假设你打算削减2 000万美元的权益风险敞口，并将其转为固定收益组合。你有两种不同的途径做到这一点。其一，利用基础现货市场减少权益头寸：一只接一只地卖出2 000万美元股票，得到现金收入。然后，将这些现金投入到债券市场或债券交易商那里，购买合适的短期固定收益工具，比如国库券。这种减少权益头寸的方法肯定更为人们所熟悉和更容易理解。但是，它的速度会很慢，哪怕是在拥有Superdot系统(超级订单传送系统)和程序化交易的今天。并且，它的成本也比较高昂。

还有一种途径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假设你代之以简单卖出价值2 000万美元的标准普尔（S&P）500种股指期货合约（依据目前的价格水平，需要约100份合约）。这笔交易——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可以完成——的效果与前面先卖出股票再买入债券的两步方法，具有完全相同的效果。

一笔简单的交易是如何发挥如此大的作用的呢？这看起来像魔术（而且可以说是巫术）。但是，像大多数魔术一样，它有直观的解释。当你卖出2 000万美元的期货合约时，你就消除了2 000万美元股票面临的所有风险。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这么轻松地说出售期货合约，但实际上你什么也没有卖。你只不过进入期货交易中的某一方，同意向期货交易所清算中心支付或获取资金，具体金额取决于股票指数在你期货合约持有期内如何变动。如果你在期货合约中进入的是空头，则这在功能上等价于在现货市场中卖空。此时，如果股票指数上涨，你必须将期货头寸上的损失支付给清算中心。但是，这些损失正好用你继续持有基础股票所得予以抵消。反之，如果股票指数下跌，你会在期货上赚钱，而在股票上亏损。由于不论价格向哪个方向变动，你都能得到完全的保护，或者对冲风险，因此，你的2 000万美元股票就有效地转化成无风险资产，如同国库券一样。而且，由于期货合约的定价必须相对基础现货指数进行以消除任何套利机会，所以你新持有的2 000万美元无风险资产的收益将与单独持有等价的无风险国库券相同。

因此，你通过这两种策略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达到同一目的。但是，关键的一点是，走指数期货这条路的成本更低，在美国可以减少到原来的1/5，在日本则减少到原来的1/10 甚至更少。

为什么利用期货调整权益头寸会使成本这么低呢？经纪人佣金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而在类似日本这样的国家则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日本大藏省特意支持其证券经纪卡特尔，要求对所有股票交易强制征收高额的固定佣金，包括大型机构投资者。典型地，指数期货的买卖差价也比基础股票的差价要低得多。并且，大规模交易指令对市场的冲击成本也比较低，就像你在有众多竞争性做市商存在的情况下大规模交易标准化产品时所能预期到的那样。

走期货路线还有一个好处。就像现在许多养老基金计划的发起人一样，当你把日常组合管理任务分派给若干相互竞争的下层经理人——比如说，一个负责成长型股票，一个负责周期型股票，还有一人负责“抄底投资”（bottom-fishing），诸如此类。此时，期货可以帮上忙。如果你想减持2 000万美元的股票头寸，则不必将把这笔减持任务在所有下层经理人中分派，否则会存在扰乱他们的战略计划（或者他们与业绩挂钩的奖金）的风险。只需交易一笔指数期货就可以搞定。

由于这些及其相关的原因，你就可以利用股票指数衍生品减少或增加基金持有的权益头寸，从而降低成本。这个已为人所熟知。然而，刚刚才开始为人们所认识到的是，这种方式对于国内外投资者利用指数期货在一国市场中构建权益头寸，具有非常巨大的优势。

其实，该思想本身很古老。传说其来历可以追溯到某南海群岛，该群岛上的居民在岛与岛之间进行贸易时并不用金子来结算，而是用巨大而又雕刻复杂的圆石进行结算。这些石头通过木筏从一个岛运到另一个岛。

有一天，当人们又用同样的方式贸易时，突然遭遇了风暴，搬运石头的木筏从债务人的岛驶向债权人的岛之时沉没。刚开始，所有人都为之沮丧，因为丧失了这样一大笔有价值的国家财富。但是，货物进口岛的酋长，恰好是该岛中央银行行长，他与货物出口岛的酋长一起坐船到珊瑚海中，指着湖底，圆石清晰可见——古时候的水要比现在清澈多了，说：“喏，那是你的石头。”

这正是今天你利用指数衍生期货所能够做的事情：不动用有形资产，只动用其收益。

你只要跟我早前所述的过程相反，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在先前的过程中，通过卖出期货，也就是在指数期货合约中持有空头头寸来减少股权持有。你仍然实际上持有基础股票，但是期货交易已经消除了它们的风险，将它们有效地转换为国库券。实际上，由于该原因，买入股票并相应卖出期货以对冲其风险，该过程有时被称为创造“合成的”国库券。

采取类似的方式，你也可以创造合成权益。例如，一个美国或其他国外投资组合经理正在为其客户寻找参与墨西哥经济增长的机会，或者只是为其客户寻找进一步国际分散化的好处，该经理可以通过把墨西哥权益类（Equity）投资品加入到组合中实现这一点，比如，可以购买价值20亿比索的墨西哥国库券，外加持有名义金额相同的墨西哥指数期货合约多头。依照市场价值计算，这种策略将与直接购买20亿比索的墨西哥股票产生完全相同的投资效果。但是，采用这种策略，组合经理无须研究数十家不同公司；无须支付高额的佣金、价差成本和市场冲击成本；无须请人托管股票；也无须烦琐的税收和会计账面工作，以收取大量小公司派送的红利。而且，较之于目前的其他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即封闭型基金和美国存托凭证（ADRs），这种采用期货的策略，成本更低廉。

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采取合成股票这条路的优势也相当可观，而且也不会产生外国人所有或控制墨西哥企业的任何联想，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臆测的。这有点像待在水底的那些圆石。墨西哥投资者仍然可以继续拥有基础股票，并行使表决权及其他有关的所有者权利。他们只需要持有与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多头头寸相反的头寸或者空头头寸，就可以把墨西哥股权的市场风险与收益转移给外国投资者。正如我们所见，这使得他们的墨西哥股票组合毫无风险。因而，他们可以把自己拥有的国库券卖给那些需要的外国投资者，让他们实现合成权益头寸。这样，墨西哥投资者就可以将所得到的收入低成本地分散投资于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合成权益。所有人都因为更有效的组合而获得好处。

股期市场和期货市场：共生问题

关于这一点，我重点关注股权衍生工具与基础现货股权指数之间如何发生关联。我在具体解释中采用了指数期货。不过，如上所述，采用期权、权证或任何场外工具包括银行间互换等，同样也可以解释该问题。事实上，银行间互换和期货基本上是一回事，银行业的监管人也开始认识这一点。只不过，期货合约是在交易所内上市，公开竞价交易，每个人都能够实时看到成交价格和数量。

但是，期货交易所的这种公开性也恰恰是其最大的竞争脆弱性的源头。那些政治上处于强势地位的现货市场部门及其监管人，会随时关闭与之竞争的指数期货交易所，或者，类似地，制定一些管制措施以削弱这些交易所的成本优势。这种威胁无时不在。

美国指数期货业的历史目前正在日本痛苦地重演，这一点可能会给墨西哥一些启示。几十年前，指数期货刚刚出现时，零售股票经纪业压根没把它当回事。但是，随着期货交易量的稳定增长，它们对指数期货的不满日益增多。其中的某些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没有人喜欢把业务让给成本低廉的竞争对手。

不过，只要股票和期货的总成交量一直在增长，不满情绪还只是慢慢发酵。但是，1987年股灾发生时，股票零售成交量急剧下滑，指数期货遭到的攻击如火山般爆发。

学术界、交易所、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监管人，以及由后来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尼古拉斯·F·布雷迪担任主席的一个总统特别委员会，都对期货市场在那场股灾中起到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布雷迪委员会特别批评了在股灾中与期货相关的策略，如所谓的组合保险；但是，随后的学术研究并不完全支持或赞同该观点。组合保险确实在当时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并非全部甚至大部分都不算。例如，小投资者恐慌性抛售的股票是组合保险的5倍。而且，在致命的那一天，全球股市都出现了下跌，其中跌幅最大的一些国家根本没有指数衍生市场——很不幸，其中包括墨西哥。关于指数套利，或者常被误称的程序化交易，它在1987年组合保险消失后成为新的罪人。学术界研究后基本取得了一致的判断：尽管美国和日本的金融报刊几乎每天都在重复对其进行指控，但指数期货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对整个股市的波动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今天的股市波动性并不比20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高，并且比20世纪30—40年代显然要低很多。

现在，经过多年痛苦的争论，指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关系之争终于难得地休战了。可以这么说，传统经纪业中的一部分已经加入到期货业中，并和谐共处。请记住，股票指数期货才10年的光景，当初它们问世的时候，许多股票经纪公司由于缺乏专业技术而无法从更为专业化的期货经纪人手中赢得业务。但是，那些拥有大量机构客户的经纪公司完全赶上来了，现在能够提供一系列完整的金融衍生品，既有与交易所上市的期货相竞争的产品，也有与之互补的产品。

与此同时，零售股票经纪业中那些依然回避期货交易的更为传统的派别，在布雷迪委员会的一些建议下，其态度已经得到软化。例如，依据布雷迪报告，期货交易所已经安装了“断路器”，该装置可以在市场大幅波动时暂停或延迟期货交易。学院派经济学家发现，很难相信，不让想交易的人进行交易是让他们受益的做法。这些学者倾向于把这些断路器视为“安慰剂”。但是，这些“安慰剂”看起来已经平息了部分小投资者以及金融记者对于期货引发崩溃的非理性恐惧。毕竟，这正是好的安慰剂所应起到的作用。

期货交易所也被迫将指数期货散户的保证金或履约保证金提高到足以使市场上的散户最终离开的水平。与机构投资者相比，这些散户的规模总是很小。但是，他们至少可以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并且对交易所的管理费收入作出有益的贡献。给定指数当前的波动性水平不变，那么现在的散户保证金水平不仅远远高于保护清算中心所需的水平，而且甚至可能还要高于布雷迪委员会所要求的“协调”股票和期货保证金的水平。实际上，高额的散户保证金就是期货业不得已支付给布什政府的赎金，以阻止指数期货（可能包括所有的期货）的管辖权由同情期货的管制者（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转移到根本不具同情心的股票市场管制者（证券交易委员会）手里。这也正是布雷迪委员会当初向国会推荐以及后来布雷迪部长向国会建议的内容。

但是，目前来自零售经纪业的指控之所以日渐减弱，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所谓的改革，还不如说是散户参与股市的盛况得到恢复的结果。很难抱怨说是期货市场吓退了散户，因为零售成交量（及其经纪佣金）正在接近历史纪录水平（至少在美国）。

目前衍生品市场与基础股票市场之间的休战到底能够维持多久，还很难说。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下一次股市崩盘来临——必定会来临——时的政治格局。毕竟，历史记录表明，每隔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严重程度不同的股市崩盘就会出现。

此时，我们可以完全自信地宣布，股权衍生品已经有了立足之地；如果不是在交易所内，就是在场外交易市场上。如果不是在美国，就是在伦敦和巴黎，或者墨西哥城。我盼望墨西哥加入到拥有活跃的衍生品交易所的国家俱乐部中来，我也希望墨西哥能够避免新旧交易方式间这种非生产性的无谓纷争。近些年来，这种纷争严重地伤害了美国衍生品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关系。

（本文为作者在第三届墨西哥证券市场会议（1992年4月28—29日，墨西哥城，墨西哥）上的演讲。）


第10章 期货合约的风险与收益：芝加哥视角

我非常高兴能来到这里参加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成立9周年庆典。当然，在这样的场合中，不可避免地，一些年老的亲戚们会评论你们长得好，夸耀你们从他或她那边的家族那里继承了漂亮的外表或聪明的头脑。今天，我就准备扮演这样一个称赞的亲戚，提醒你们从芝加哥那里继承了很多东西。我的意思不是仅仅指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目前我正好是该交易所董事会的一名公共董事。就这一点，在座各位肯定都承认，正是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对冲协议，才使得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由一个普通的小型新加坡黄金交易所蜕变成当今东亚领先的金融期货市场。

但是，对冲协议只是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与芝加哥之间最直接也是最明显的联系。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经由芝加哥大学与芝加哥以及我本人有着许多重要的间接联系。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教学，通过识别和解释期货市场对社会的重要贡献，帮助期货在全世界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为捍卫期货交易所，使其免遭来自竞争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及其俘获的管制者——比如日本的大藏省——的疯狂攻击，这样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名单太长了，我无法在此一一列举。相反，我只能重点介绍两名芝加哥学派的成员：其中一位非常杰出并为我们大家所熟知；另一位名气稍逊，但在20世纪20—30年代极具影响力，其工作与目前有关期货交易的风险和收益之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米尔顿·弗里德曼

让我先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开始吧，他目前是，而且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芝加哥自由市场经济学派中的最顶尖代表人物。在我看来，他也是20世纪最顶尖的经济学家。然而，20世纪对于经济学家们而言，并不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世纪，就像我的同事、已故的乔治·斯蒂格勒常常快速补充我的话一样。斯蒂格勒本人也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完全赞同我关于弗里德曼在学术界所处地位的观点。

关于米尔顿·弗里德曼，可能不大为人所知的是，他一直都是期货市场的热情而又口齿伶俐的捍卫者。事实上，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国际货币市场部，就是受到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激发与鼓励。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与该部门一脉相承。我确信，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听过这段故事了——或许已听过多次——但是这段故事太妙了，值得再简单地重述一遍，以防万一有人错过。

故事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时，在全球维持了25年的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日益显示出不堪重负的迹象，在很多方面与1992年的欧洲货币体系情况极为相似。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英镑的价值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被严重高估，已经无法再维持其固定汇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是1英镑对4.00美元）。为了做空英镑，他去当地银行，要求工作人员向他出售英镑“远期”。工作人员忍住笑声，告诉他，银行不为散户做那种事。货币远期市场仅用于商业交易。工作人员可能还告诉他，即使他们能这样做，他们也不愿意做。对一名大学教授而言，远期交易太危险了。不要笑。在当时，远期和期货也被认为对妇女风险太大了；妇女不允许在期货经纪人那里开设账户。

被银行拒绝后，米尔顿·弗里德曼致信《华尔街日报》，对于不让他用自己的钱卖空英镑的愚蠢规定进行了猛烈抨击。利奥·梅拉梅德和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其他人看过此信后对他们自己说：“如果卖空一种外币是个问题，我们可以解决它。只要建立一个外币期货市场就可以了。”他们说干就干。

但是，建立一个新的期货市场并不容易。甚至在你开始着手合约设计、交易规则及清算和交割程序等困难的细节之前，你只能让管制者控制一切。对于任何与既得利益者相竞争的金融创新提议，他们本能的反应就是说“不”，更不用说是为臭名昭著的期货交易所而提议。此时，为了再一次帮助利奥·梅拉梅德和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克服，或者至少是绕过华盛顿的那些管制性路障，米尔顿·弗里德曼再次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委托他撰写一篇表达外汇期货市场能给社会带来益处的立场的论文。时至今日，那篇论文依然值得一读。他在文中提出，只要出口商和进口商有足够的手段对冲其外汇交易，浮动汇率就不会破坏贸易流量。这个重要观点仍然未被一些中央银行行长们完全理解。

但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对当时华盛顿权力体系的影响还有另一个更为间接的渠道。回想起来，当时建立国际货币市场的提议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尼克松政府首届任期内提出的。彼时，在该届政府中对经济问题最具影响力的几个人物，特别是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也都是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他们与米尔顿·弗里德曼私交甚笃。你能想象出，如果财政部长是布什政府的尼古拉斯·布雷迪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吗？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将一直处于等待之中，或者更有可能，外汇期货交易早就移师伦敦了。

但是，如果说作为成功的期货市场的一名激发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巨大成就是国际货币市场的建立，那么，据我所知，就在那一天他也酿成了一个重大失败，令他痛心疾首。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学术著作和致报纸编辑的信中都抱怨说，在美国没有一种方便的方法能依据真实的经济状况进行借贷或签订合约，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说法，就是依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的合约。当然，在其他一些国家你们能做到这一点。英国政府就是其中之一，它们发行了与通货膨胀挂钩的债券，尽管像大多数英国的东西一样，不太复杂。它就是政府债券中的美洲虎。其他一些国家也有，但是美国没有。请不要问我为什么。就像米尔顿·弗里德曼反复争辩的那样，没有什么好理由。

米尔顿·弗里德曼说，如果政府不想做，为什么私营部门，特别是期货业不做呢？他和其他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随后撰写了大量立场坚定的论文鼓励生活费类期货合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约在1983年，这些合约由咖啡、糖和可可交易所推出。原则上，利用这种合约，你能够锁定实际利率并对冲工资协议中所有生活费条款的风险。我是说你能够，但没有人真的做过。一年后，这种合约在人们的漠视中消失了。

事后，传统的分析认为，这种合约出现得太晚了；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通货膨胀和利率刚刚开始起跳前，就应该引入这种合约。到1984年前后，通货膨胀已经不再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到今天，这甚至都不算是个问题了。但是，如果美国的通货膨胀卷土重来，我们早有防备，采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高盛商品指数合约就可以对付它。今天，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如俄罗斯和中国，还没有驯服通货膨胀这个恶魔，一些类似米尔顿·弗里德曼式的生活费期货合约那样的东西仍然可能会有意义，至少可以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直到它们的货币供给得到较好控制。（作者注：米尔顿·弗里德曼希望发行反通货膨胀的美国国债的愿望终于在1997年1月实现。美国财政部首次发行的反通货膨胀10年期债券获得空前成功，这几乎让华盛顿和华尔街所有人士吃惊，除了米尔顿·弗里德曼。）

哈代和凯恩斯

很显然，米尔顿·弗里德曼对期货的贡献举足轻重。（我希望有时间告诉你们有关他对于投机的社会价值所作的简洁而又优雅的辩护，这一辩护精妙绝伦，其批评者花了40年时间，一直试图寻找其瑕疵，几近抓狂。）但是，还有一位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也值得一提。这位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极具影响力，尽管在今天知道他的人已经不多。在当今时代，商品交易顾问盛行，商品已经被视为一种资产类型，养老基金开始进军期货市场。他关于期货交易风险和收益的观点得到重新发掘。

这位长期被忽视的芝加哥学派成员就是查尔斯·O·哈代（Charles O.Hardy）。他于70多年前出版的《风险与风险承担》 （Risk and Risk Bearing） 一书，是第一部认真阐述今天我们称之为“风险管理”产业的著作。该书不仅涵盖了远期和期货的风险管理，还包括了保险合约和证券的风险管理。当然，他没有讨论可交易的期权或互换（那时它们还没有以现代的形式出现），但我不认为他会惊讶于现代的人们如何使用这些工具。

在20世纪20年代，哈代和其他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什么使得期货市场得以生存。也就是说，既然期货合约是一种“零和”博弈——这意味着每一个赢家都对应着一个金额相同、方向相反的输家——那么，是什么使得这种过程不断进行呢？事实上，这一谜题还有更令人费解之处。由于佣金和其他费用必须支付，对于交易各方来说，期货市场实际上是一种“负和”博弈。可是，期货交易所不知因何缘故却在成长和繁荣。怎么会这样呢？

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提供了一个答案。实际上，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我们称之为咸水经济学家的那些人，将凯恩斯列在米尔顿·弗里德曼之前，认为他是20世纪的头号经济学家。咸水经济学家位于波士顿和斯坦福近海的地方，与之相对的是住在密歇根湖边芝加哥的淡水经济学家。当然，正如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一样，他们在这件事情上的看法并不正确，至少是有争议的。

与米尔顿·弗里德曼一样，凯恩斯也是一名期货市场的狂热粉丝，他对期货市场的热情远远超出了股票市场。20世纪20年代，凯恩斯为自己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都挣了一大笔钱。当时，他是该学院的司库。由于他撰写了一些有关商品期货的著名文章，我们这些20世纪30—40年代的经济学学生通常都猜测他挣的钱来自商品或外汇交易。但是，他没有。正如你们从凯恩斯自传中了解到的，凯恩斯从未在远期或期货上面赚过钱，他有时甚至向家人求助以凑足追加保证金。他赚的那一大笔钱似乎来自股票，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他那些常被引用的关于股票价格非理性的评论。

为了解释零和期货市场的生存性，凯恩斯提供了一个天才的答案。我相信，该答案对于你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似乎再自然不过，但在20世纪20年代却是一个全新的观点。凯恩斯的观点有时被称为对冲压力观点或保险费观点。加工商在收获季节积累存货——请记住，当时的期货几乎都是农产品，谷物、棉花、羊毛等——然后加工商卖出期货，以免存货价格在加工周期内下跌。

它们大量卖出的期货合约都被所谓的“投机者”买去。以持有成本为标准，投机者以平均较低的价格买入，并从中牟利。当然，它们并不是每次都能获利。有时，投机者也会亏损。但平均来说，它们还是赚钱了。这也正是它们持续参与期货博弈的原因。

凯恩斯争辩说，因为期货是一种“零和”博弈，投机者的平均利润当然就是对冲者的平均损失，但不是经济损失。对冲者仍然有钱赚，就像你我购买火灾保险后还有得赚一样。在精确的精算价值外，我们还必须向保险公司支付一笔附加保费。但是，为避免重大的损失，这样做还是很值得的。凯恩斯认为，投机者的平均利润恰好是对冲者缴纳的平均附加保费。

相对于多头对冲或空头与多头的组合对冲策略，凯恩斯可能过于强调了空头对冲，但他以基本保险市场的类比来解释期货市场，这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现在依然如此。当我们讨论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或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推出的新合约时，我们知道，如果仅仅以投机方的利益为基础，它们就别指望获得成功。要使一个市场能够运转下去，就必须有一种真正的、基础性的对冲动机。

芝加哥学派的查尔斯·哈代没有就对冲者是市场关键的论断与凯恩斯进行争论。这也正是凯恩斯不买期货的另一个原因：平均而言，投机者，作为一类人，其所赚的钱正是对冲者们，即另外一类人的支出。我想补充的是，哈代并非一名只待在象牙塔里的教授。他在期货交易所里花了很长时间，观察该行业各层次的人士并与他们交谈。他的观察导致了他关于对冲者与投机者之间关系的观点完全不同于凯恩斯。请允许我引用他书中关键的一段话。

关于这一问题，虽然没有相关统计数据，但是事实上，投机者看起来不太可能比那些跟他们交易的交易商更为专业。平均说来，谷物交易商、磨坊主和其他习惯于进行对冲的人从事期货交易的时间可能比投机者长不少，因而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投机者群体中包括了一定数量从事大规模交易的专业人士，他们年复一年地成功待在业内，很可能一直获得满意的利润，但他们只是少数的幸存者，更多的人耗尽了财力，或者在获得职业地位之前已经满足了投机趣味。少数投机者赚到了巨额利润，但是，十之八九，这种提供对冲合约的业务活动基本上属于无偿服务于社会的服务业之一种。

简言之，成功的投机者所获取的利润并不是来自对冲者，而是来自其他技术欠佳的投机者，这些人留在期货博弈中可能是为了消遣。将这两类投机者的收益加总在一起，投机者作为一个整体，在财务上基本持平，这相当于对冲者免费获得了保险。

哈代关于投机者整体收益为零的观点绝不是武断得出的。你可能会回想起他在上述那段话中是如何开头的：“关于这一问题，虽然没有相关统计数据”。对于芝加哥学派而言，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科学，而不仅仅是理论教条。对于哈代来说，平均而言，投机者事实上是盈利还是亏损，是一个只能由数据来解决的问题。

哈代本人从来没有真正就这一问题进行过任何统计工作。但是，芝加哥及其他地方的有些人做过这类工作。实际上，关于期货交易风险和收益的研究多如牛毛。然而，尽管有这些研究，恐怕我们对哈代的问题仍然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仅仅通过观察某个特定的商品，很难说非对冲者的平均收益为负、为正还是为零。影响收益的变数太多了，很难对平均收益进行精确的估计。你可以同时将几个合约集中到一起，也就是模拟一个商品基金，以提高估计的精度。此时，你经常会发现，统计的平均收益显著为正，即便是对风险进行调整之后也是如此。但是，正如统计学家所说的，这些结果严重呈现“样本依赖”特性。加上或减去几年的数据，其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

因此，不太可能有高度的自信可以说，期货投机头寸的平均收益过去一直是正的或将来还可能是如此。当然，即使对于普通股票，也不能下这样的论断。我们在芝加哥的证券价格研究中心搜集的数据表明，从长期来看，股票收益率超过了国库券等低风险证券。当然，并非每年都是如此。但是，在以5年为期限的大多数时期是这样，如果以10年为期限，则更普遍。对于股票，我们可以从经济学上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这种关系将来仍然可能继续。而关于期货，我们还不能这样说。我们不能说，作为一个整体，投机者平均而言已经在赚钱或是将要赚钱，我们也不能说他们亏损了。至于是什么力量维持零和博弈的期货市场继续存在的这个凯恩斯 哈代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我常常就风险和收益发表评论时，就用上面这句有尚未解决的注释作为结束语。但是，欧洲汇率机制在1992年秋天和1993年6月发生的事件，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可以解释为何远期和期货市场能够维持下去的谜题。

你可能记得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那句著名的评论，即：每个市场都有一个糊涂蛋，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那很可能就是你自己。的确，货币市场中也有一些糊涂蛋。我所指的并不只是那些得到报酬过多的公司财务主管，虽然他们没有劳神费力地为了对冲交易而四处询价。我指的是我们这个世界上一些中央银行，它们为了保护其币值使其免受市场冲击而一直战斗，却屡战屡败。

仅是这些中央银行于1992年9月及1993年6月亏损钱，就足以支撑你们以及全球私营风险管理业中的其他人未来20年的用度，无论是在交易所内还是在交易所外。例如，仅在那个6月，德意志联邦银行就动用了相当于900亿美元的资金以支持法国法郎。法国法郎下跌了4%，因此德意志联邦银行的净损失（也就是你们私营部门的净盈利）高达36亿美元。在过去几周，日本银行为了防止日元相对于美元升值而遭受的损失至少也有这个数，随后会损失更多。

你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也想知道，怎样才能幸运地找到一个有这种糊涂蛋的市场？毕竟，大多数糊涂蛋早晚都会耗尽资本并退出这场游戏，就如同哈代在前面那段话中所说的一样。但是，中央银行的这些家伙们是不会把钱花光的，因为事实上他们就是印钞机。欧洲汇率体系中的中央银行的工作人员认为他们不能退出游戏——他们为了保护其货币而不得不继续参与这些昂贵却最终毫无成效的战争。他们之所以毫无成效，是因为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差异很大，没有办法使汇率的波幅收窄保持在2.5%的范围内，而同时不致使至少其中一部分国家遭受到政治上难以承受的通货紧缩压力。

当然，一个国家能承受的通货紧缩压力大小取决于该国对痛苦的阈值。在这一点上，瑞典可能保持着历史记录。1992年9月，为防止瑞典克朗下跌，瑞典将短期利率的年化率水平迅速拉升至500%，但最终徒劳无功。这一失败与巴拉克拉瓦的轻骑兵一样英勇壮丽。但是，对于瑞典这样的国家，其乐趣在于，把自己锁在森林中的小木屋里，开大暖气，用白桦树枝抽打自己，然后裸身在雪地里打滚，你又能指望发生什么情况呢？这是一个能够承受痛苦的国家。

像瑞典、法国或西班牙这些国家的公民和纳税人之所以愿意承担面临这种痛苦事件的风险，是因为他们担心政府借助于通货膨胀将他们毕生积蓄抢走。因此，为了缚住政府的手，他们坚持自己的货币应与马克挂钩，这样发行马克的德意志联邦银行就被他们视为自己的保护神。但是，很不幸，在同民主德国统一的时候，德意志联邦银行自己也不得不面临国内通货膨胀的问题。为了扑灭德国本国的通货膨胀，却迫使其他国家遭受同样的通货膨胀折磨。

不过，即使没有两德统一，也有其他的问题。对于加入欧洲汇率体系的国家而言，它们所称谓的“收敛汇率”存在巨大差异，这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欧洲这样一个巨大而又多样化的大陆。然而，法国法郎汇率在1993年5月和6月期间出现的混乱局面，最终可能给这一进程引入一种新的现实意义。欧洲人已经允许其汇率波动的范围由2.5%放宽到11%，从实际应用目的看，这相当于将原来的汇率制度转变为浮动汇率制度。当然，对于私营部门的货币交易者和投机者而言，这并非一个好消息，因为旧的固定汇率制度（或者，我应称之为半固定汇率制度）提供了十分诱人的收益—风险比率。一旦某种货币下跌到接近其下限时，该货币可能贬值的谣言随之四起，每个在市场中卖出或做空该货币的人都可以轻易地给中央银行以打击。如果该货币真的贬值了，你就将因此大赚一笔。但是，即使没有贬值，你的损失也很有限。你会受到2.5%波动上限的保护。当然，在波动幅度上升到11%的情况下，你受的保护要少很多。这样，你最终还是要回到零和博弈中去，不得不利用凯恩斯或者哈代所说的方式去挣钱。

但是，大家不要绝望。中央银行的那些糊涂蛋们还会回来。现在，随着博弈规则的改变，汇率波动范围扩大了，市场也不再面临自我实现的汇率失衡预言，欧洲货币市场的波动最终也会减弱。几个月之后，汇率除了只有一些小幅变动而无其他变化的话，欧洲人就会下结论，认为危机已经过去，原来2.5%的波动幅度可以放心地恢复，尽管汇率可能已处于新的而非旧的平价水平之下。

在阅读那些关于外汇汇率和期货合约的风险与收益的记录时，这个结论是致命的陷阱。收益分布具有统计学家所称的“尖峰分布”特征。这就是说，在大多数日子里，没有什么情况发生。如果你正在卖出无保护的虚值状态的看跌期权，那么你几乎每天都会获得一点溢价收益。然而，偶尔地，市场真的发生变动，你又会把赚到的钱送回去，然后再赔进去一些。因此，欧洲的中央银行迟早会被市场的平静所迷惑，再次试图恢复较窄的波动幅度。此时，你参与的博弈将由“零和”变为“正和”。对于你们这些耐心地作为听众的投机者和交易商而言，我希望这种事情越早发生越好。

（作者注：由于已经认识到维持窄幅汇率波动的无效性，欧洲现在试图通过采用单一的欧洲货币，即欧元，来绕开这个问题。事实上，在1997年1月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它们能否取得成功还很不明朗）。

（本文为作者在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有限公司(Simex)成立九周年庆典(1993年9月10日，新加坡)上的主题发言。）


第11章 期货市场还是否有未来？

大约在1995年中期，美国各地的期货和衍生品产业都面临绝境。这是可以理解的。丑闻和灾难性事件貌似每个月都会发生一次，所造成的损失看起来也一次比一次大。拥有高额佣金的结构票据和奇异期权很快就销声匿迹了；甚至大众型利率互换似乎也快要枯竭了。美国主要期货交易所的成交量大幅下降，而糟糕的是，海外的成交量却在持续上升。甚至有报道称，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LIFFE)的成交量超过了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到处都是前景一片暗淡，为了平衡7年预算，紧急通知要重新开征交易税，这对于期货行业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犹如噩梦。

当然，我们中的一些人当时曾经辩解到，尽管到处都弥漫着焦虑情绪，但情况实际上没有看起来的那么糟糕。仅一件事情，美国的期货交易所成交量下降的问题远没有在全球一致地发生。一些部门，特别是玉米、小麦以及其他一些农产品的成交量反而出现了大幅攀升。股票指数类产品，尤其是标准普尔指数产品的情况也是如此。巴林银行事件后，广受公众诟病的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Simex），也在1995年迎来了其历史上最好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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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于外汇期货成交量大幅下挫所致的恐慌也至少部分是错觉。期货业坚持用期货合约的成交张数来度量其产出，而不论合约的规模有多大，其原因已经遗失在历史中。例如，一张玉米期货合约的名义价值大约为17 000美元，而一张欧洲美元期货合约的名义价值则为100万美元。成交量看似正在超过美国的交易所的大多数外国期货合约规模都比较小。不过，期货和衍生交易二者均大幅上升的现象却真的发生在美国以外的交易所里。世界各国貌似最终才认识到在我们这里已经谈论了好多年的问题，那就是，从广义上而言，金融衍生品交易不仅为金融服务企业提供了巨大的盈利机会，而且也为那些试图降低业务和组合风险的个人和公司带来了可观的利益。既然已经从中吸取了教训，我们自信地希望，在今后几年里，海外期货的这种增长会继续出现，直到其在全球期货业中的比例与该国在全球财富中的比例相称为止。

但是，在一年半以前，美国衍生品产业的某些领域仍继续增长的时候，作为衍生交易旗舰合约的利率类产品，其成交量在1995年确确实实出现了急剧下降，到1996年也才部分恢复。这些利率类产品的成交量还能再回到1994年巅峰时期的水平吗？对此，我表示怀疑。

对于许多经济学家而言，包括我本人，近几个月来一条最大且最具决定性的新闻，就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通货膨胀貌似已经得到了完全的控制（至少在美国是如此）。这条新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利率的变动，尤其是短期利率的变动，主要反映了——请注意，我说的是主要而非完全——对未来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变化。因此，随着对未来通货膨胀率预期的不确定性消失，对未来利率预期的不确定性也无疑会相应消失。当然，不确定性（或者说波动性，如果你喜欢）正是金融衍生品的对冲和投机需求方的所有关注之所在——假定这二者之间确实有差异。如果利率根本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人们为什么还要花一大笔钱将利率锁定在一个偏好的水平上呢？简言之，通货膨胀的波动性出现下降就意味着利率类产品成交量的下降。对于外汇类衍生品而言，类似情况也同样适用，因为汇率的变动主要受到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不确定性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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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率不确定性的降低可降低利率和汇率的波动性，但是，却不能完全消除波动性，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即使你已经剥离了通货膨胀驱动的成分，利率中所谓实际或者通货膨胀率调整的成分依旧存在。这部分成分仍然具有波动性，尽管来自那些拥有通货膨胀保值债券的国家的数据表明，这种受商业周期驱动的波动比受通货膨胀驱动的波动要小得多。顺便说一句，财政部长鲁宾最近宣布要发行新的购买力债券，我们很快在美国也能直接见到这种债券了。这样，就自动有两种新产品可用于交易，即实际利率债券和通货膨胀率债券（可用名义债券和购买力债券之间的价差交易近似替代）。不过，这些产品的成交量不大可能出现大幅波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咖啡—糖—可可消费物价指数（CPI）期货的经验表明，不能指望经由通货膨胀期货交易来发财，除非通货膨胀率及其不确定性（由于二者之间明显相关）再次飞升到超高水平。

其次，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下一任主席或者甚至现任主席，只要其任期足够长的话，总有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现在通货膨胀已被控制住了，联邦政府就可以放心地发动货币供给以刺激经济增长了。这样，我们就开动起来，重新步入典型的停停走走的过山车式的轨道。如我所言，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发生，但不是很可能，因为全世界的中央银行行长已经日渐从反周期货币政策的幻想中清醒过来。稳定价格水平和对付通货膨胀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对于金融衍生品产业而言，这既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在可预见的将来，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及其所致的利率波动性，不大可能上升到现有水平之上。好消息则是，它们也太可能出现较大程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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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衍生品产业年度增长率稳定保持在两位数，由此我建议应该考虑的一个有趣问题就演变成，当衍生品市场不再快速扩张的情况下，市场这块蛋糕如何在期货交易所和场外互换交易商这两个主要的利益攸关方之间分配？

期货交易所与其他场外交易企业之间的竞争边界

期货交易所拥有集中的交易场地、清算中心和日常的结算规则，名列电报、电话、铁路和电力等19世纪主要技术发明之中（技术上，期货交易所的发明可追溯到17世纪的日本；但是，由于日本的官僚不接受自由市场及其传达的信息，它被谋杀了，毫无痕迹，就像那时的其他许多金融创新一样）。然而，尽管期货交易所的创新十分巧妙，而且其价格发现和价格透明等副产品一样具有重要社会价值，但它随时都面临着来自其他技术的竞争，过去如是，将来亦如是。

在这里，城市间的旅行是一个有用的比喻。从芝加哥到纽约，你可以坐飞机，可以坐火车，也可以坐汽车，或者自己开车去。那些认为时间比金钱更宝贵的人会选择坐飞机；而那些认为金钱比时间更宝贵的人则会选择坐汽车或火车。可以说，每一种交通方式都有自己天然的顾客基础。但是，关键的一点是，各种交通方式彼此之间的竞争界限并非固定和一成不变（尽管前美国州际商务委员会斗争了好久，也很难维持这种固定的界限。它艰苦地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无人对此感到惋惜，该委员会实际上仅仅是政府在铁路及其工会方面的工具，现已取消，但无人表示惋惜）。随着人们偏好和技术的变化——它们经常变化——不同竞争性交通方式之间的分界线也在发生着变迁，有时以令人吃惊的形式变迁。甚至在5年前，谁能想到西南航空最终会完全取代芝加哥与得梅因之间的汽车旅行呢？西南航空公司未必优雅舒适，但它的确很便宜。

交通运输业中的不同交通方式相互竞争时的情况，就跟衍生品和金融服务之间竞争一样。期货交易所可能算是19世纪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而互换则是20世纪的重大技术突破。提供金融衍生品的每种技术模式都有其天然的客户基础，其间的界限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企业或银行的规模越大、信用等级越高，可供选择的产品供应模式就越多。到底选择哪种模式，取决于成本的高低。广义而言，这里成本不仅包括差价和佣金，还包括被欺诈的可能性、交易对手的违约风险以及定价缺乏透明度等因素。由此可推断，如果某一部门的营运成本相对于其竞争对手有所下降，那么该部门很可能会扩张。反之，如果其营运成本相对上升，那么该部门几乎肯定会处于收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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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衍生品这块蛋糕在期货交易所与场外交易部门之间的切割，很可能会与相对成本的变化率有关。在这里，必须强调“相对”一词，因为在竞争市场上的成功依靠的远不止严格管理和避免开支上升这么简单。事实上，运行企业就如同在跑步机上跑步。例如，在制造部门，仅仅就是为了与竞争对手同步，它们必须将单位成本平均每年降低至少1~2个百分点。当然，在服务部门，由于一些至今还没有完全弄明白的原因，每年收益增长率并不总是能达到那种水平，这也正是美国总体生产率的增长如此逊色的原因。但是，期货交易所不能指望在生产率零增长的情况下无限生存下去。已经有初步迹象显示，其竞争对手，即场外交易企业的生产率可能会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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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公开叫价的交易环境之下，通过缩减交易成本，期货交易所有望很好地达到上述类似的收益增长率吗？确实，近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谷物交易池内的混乱故事并不鼓舞人心。但是，无论何时，只要某一系统的需求接近有效的最大产能时，任何操作的成本都可能直线上升，谷物交易池内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事实上，我们有些人争辩说，正是由于这种成交量的大幅攀升，超过了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有效处理能力，才导致了1987年10月股灾时的诸多麻烦。）
[6]

 不过，对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而言，幸运的是，它已经建成了新的交易所大厅，具有处理更多谷物交易的充足能力，可以防止近来出现的明显的高度拥挤现象再次发生，甚至无须让那些为了让交易指令顺利进出交易池而建议的700万美元电子增强设备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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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增加谷物交易的处理能力，就能够以固定的资本成本来替代因需求剧增所致的高额变动成本。但是，正常成交量下的长期平均成本能够迈向平稳下降的路径并足以阻止交易所与场外交易企业之间的竞争界限向不利于交易所的方向移动吗？给定交易大厅的结构，该问题就变成了个人交易商平均成本可能的变动路径问题。这里，一些成本显著下降的可能性明显存在。但是，这种可能性能否真的及时实现并使期货业大大受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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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大厅内成本削减的范围

一个明显具有成本节约潜力的地方在交易记录这样的基础性领域。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交易记录是通过在交易卡上写五个或六个符号进行的。这些卡随后被收集起来，输入一个或更多的计算机数据处理系统中。这一过程不仅十分缓慢，属于劳动密集型，而且容易产生大量误差，表现为某一方在交易中“大占上风”。而这种情况必须在第二天一大早双方恢复交易前通过面对面的谈判予以解决。在重建所谓的审计追踪（本质上是精确记录交易时间)以监测交易所规则是否受到违反时，额外的成本也会发生。

解决交易记录和交易时间锚定问题的一个自然的办法，应该是使用某种手提式无线电子设备，当交易发生时进行记录并将信息实时传输给适当的计算机。某一方在交易中大占上风的问题也就可以当场解决；而同时，交易记录依然是新的，交易序列的重建也可以自动完成。清算中心成员监控场内交易商的成本也会下降，因为交易商的信用限额可以通过程序很容易控制。实际上，值得大加称赞的是，两个交易所正在合作开发这种手提终端技术。不过，迄今为止尚未取得成功，尽管已经投入2 000万美元资金——是的，我说的是2 000万美元。

对于手提技术这种明显的资源浪费，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及其国会农业委员会的监督人进行了大量的批评，他们就审计追踪一事向期货业严重施压——该事件对社会来说是无足轻重
[9]

 ，但对管制者的公共关系形象却至关重要，特别是1989年联邦调查局（FBI）那次著名的“刺激”（Sting）行动之后。由于管制者制裁和报复的威胁，交易所不得不冒险，在新技术应用之前采用了一种应急方案以替代那种近于完美的审计追踪计划。这些毫无必要的管制枷锁也很难看到尽头。陈腐不堪且丝毫不经济的管制体系导致交易所背负高昂的交易成本。这如同让它们在背上绑一袋50磅重的砖，然后与轻装简从、少受管制的场外交易市场（OTC）进行赛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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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交易所本身与期货佣金商(FCMs)的所谓“后台”操作中，采用期货路线也会增加额外的成本。期货佣金商是交易所与客户之间中介机构。在不久的将来大幅降低成本的前景，至少现在看起来还不错。由于多种原因，期货交易所在采用统一的行业技术标准方面已远远落后于其他行业。
[11]

 例如，在盘后电子交易系统方面，期货佣金商目前至少面临着三种完全不兼容的系统，即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Globex、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Project A和纽约商业交易所的Access。而且，还有更多其他的系统涌现。此外，每个交易所也保持了自己特有的指令输入和头寸报告系统，缺乏兼容性，这不仅增加了期货佣金商的成本，还导致大量的计算机设备重复购置，纯属浪费。例如，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之间至少有五台独立的主机，每台主机每年花费超过100万美元。如果彼此之间进行相对简单的协调，最多只要两台主机就可以了；如果它们能够安排一个恰当的紧急场外备份，那么可能只要一台主机就够了。

通过合并它们实际上类似的清算和结算操作，并且采用统一的下单及确认标准，交易所及其客户能够（为了它们的生存也必须）大幅降低成本。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尽管姗姗来迟，但它才是新近成立的联合战略行动委员会（JSIC）背后的激发动力。该委员会由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发起，我受邀成为该委员会的执行委员。该委员会的成立受到新闻界和许多外部观察家的大量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两个长期宿敌之间有着天然的敌意。但是，这两家交易所事实上已就一些联合项目（包括那个不幸的手提交易终端大跃进项目）设法合作多年。而且，我相信，如果能够一定程度上解决它们本身内部管理制度带来的问题，它们就能够再次合作。

至少在美国，期货交易所不是按投资者所有的公司形式组建，像瑞典期权交易公司（OM）那样，而本质上是一种“交易商合作组织”。只有有限部分运营决策委托给专业的经理人员。例如，联合战略行动委员会面临的所有关键决策必须先由30名左右来自两个交易所董事会的成员（外加一些“公正”的圈外人士）投票表决；然后，对于事关重大的问题，还要由数百名交易商进行投票表决，相当于全民公决。由于意识到在进行任何重大合并之前都需要征得成员们的同意，这两个交易所各自向联合战略行动委员会及其下属的6个委员分会提交了包括20多名“有影响力”的成员名单。从长期来看，这种广泛的成员基础无疑有助于具体提案在提交两个交易所批准时获得通过。然而，从短期来看，该组织的庞大规模使其面临极端困难，甚至在安排委员会或者分会会议时都是如此。

不过，我依然坚信，达成一致所遇到的这些体制性障碍最终都会被克服。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相信，只要有足够多的效率改进——我也坚信有——那么，相关个体之间的谈判和契约就可以获得这些效率改进。必须承认的是，在普通的公司谈判中，如果补偿方有机会采用现金或股票等常规形式进行补偿，就会使事情大大简化，从而加快协议达成。不过，对于交易所而言，在缺乏这种机会的情况下，场外交易与国外竞争对手带来的日益增大的竞争压力至少也可以部分替代这种机会。用萨缪尔·约翰逊博士那句著名的话来总结：没有什么能比迫在眉睫的景象更令人集中精力的了。

关于电子交易的题外话

15年前，普遍的观点是：在眼睛可以看见的未来，交易池公开喊价的方式将在期货交易中占主导地位。而电子交易会被限制在期货业的外围——可能是盘后交易系统，以及更一般的小额交易场所。现在，这种传统看法已经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子交易已经被应用于银行间外汇交易领域，甚至是一些主要的期货交易所，如德国期货与期权交易所（German Deutsche Terminbrse），这导致许多人相信，公开喊价方式很快就会消失于世。

不过，公开喊价方式即将消亡的传闻被人们过度夸大了。事后看起来，技术的更新换代总是比其真实情况或当时看起来要突然得多（作者注：请回忆一下第1章中蒸汽船的例子）。

由于比较优势的原因，在“即时性”需求最高的市场中，公开喊价的交易方式不会轻易或那么快地从其原有的位置上被赶下来。在即时性至关重要的地方，现行电子交易技术中还没有什么能与数百名相互竞争的场内交易商之间同时激烈的竞价相匹敌的——个中原因，那些曾使用过分时计算机的人应该熟悉。

但是，公开喊价方式的强大力量有时也会成为其最大的弱点。让数百名交易商报告工作情况，并站在那里随时填写指令，这根本没有任何经济意义，除非有大量连续不断的交易指令等待处理。因此，美国的电子交易主要在小额盘后（after-hours）交易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尤其东亚，期货市场刚刚起步，基于任何一个预制的“全包”（turnkey）系统之上的电子交易很有意义。通过这种方式，新建一个小型交易所的管理费用能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而且无须培训数百名技术熟练的、专业性的场内交易商。
[12]



也请记住，尽管公开喊价方式具有高即时性和流动性的特点，但交易者并不总是关心这些特点。例如，当我在卖自己房子的时候，如果我认为再找一找也许会有更好的结果，那么我肯定愿意放弃第一家购买意向。毕竟，房屋价格不至于波动太过剧烈，乃至当我还在等待一个急于应标的买主之时，就已经大幅下跌。类似地，如果我想解套大量头寸的股票或其他资产，情况也如此。我不会将股票一下抛售到拥挤的交易大厅去，不管它会带来什么收获。我会让价格再“上一层楼”，然后“操作”交易，哪怕完成这笔交易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总而言之，正如场外交易商和期货交易所之间存在不断移动的竞争边界一样，公开喊价和电子交易之间的竞争边界也是如此。至少从中期来看，比如说在下一个10年左右，芝加哥公开喊价的交易所可能会将年均生产增长率保持在与其主要竞争对手一样的水平之上，至少不落后太远。然而，从长期来看，前景却比较暗淡，因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大量影响深远的技术发展不仅对交易所，而且对整个金融交易的现有结构都形成威胁。毕竟，交易大厅和交易显示屏的主要作用是使得交易商和其他金融中介把买卖双方集中起来，克服因双方需求不能完美同步所带来的问题。但是，由于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的发展，买卖双方日益能够直接找到交易对方，而无须中介服务，肯定也无须交易大厅了。当然，管制者会尽其所能地保护其交易所及证券经纪业的投资。但是，如果历史可资借鉴的话，管制者最多只能减缓而不能阻止革命性的新技术传播，因为我们注定要进入新信息时代。
[13]



不过，交易大厅的最终消失并不意味着期货交易所本身的消失。它们主要的功能从简单地提供交易服务为主变成提供清算和结算服务为主。就今天交易所的优势地位而言，这看起来或许是件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技术常常就是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对大家熟悉的牌局重新清洗。
[14]

 今天，还有谁记得，蒸汽机最初发明出来是为了从煤矿中抽水的呢？

（本文为作者在1996年APFA/PCCAP金融会议（1996年7月9日，中华台北）上的主题发言。即将发表于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 （1997)。本文较早的一个版本提交于金融衍生品与公共政策会议（1996年6月6日，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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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如果荷兰安智银行（ING）没有介入和接手巴林银行剩余资产的话，整个事件对新加坡国际期货交易所甚至整个期货交易的打击会更严重。如果没有那20亿美元的亏损，要解开“谁欠谁什么”这个谜团也将是一个费时费力的重大难题。但是，到头来，实际上这次事件只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即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到客户交易保护系统在管理得当时也能起到真正的作用。


[2]
 尽管随着通货膨胀率水平和波动性的长期下降，利率类产品很有可能会首先受到影响，但有形商品的期货合约也会受到影响。实证研究表明，从总体上看通货膨胀水平越高，构成物价指数的各种商品所具有的平均波动率就越高。当然，对股票而言，波动性与股票价格水平的程度和变动关系密切。在价格下降的时候，波动率会上升。


[3]
 随着有严重通货膨胀问题的国家正在缩小通货膨胀数字（或者像日本是通货紧缩问题），逐渐恢复至原来的水平，利率和汇率的波动性在短期内还是有可能不时出现急剧增大。对日本而言，在其从长期的衰退中摆脱出来的同时，短期利率最终很可能会大幅走高（而日元对澳元的汇率也会升高）。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类似1992年或1994年底的那种货币混乱局面。实际上，如果欧元真能成为一种通用货币的话，外汇期货界的许多人都将另觅出路。


[4]
 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除了有竞争性的成分外，当然也有互补性的成分在里面。就像货运部门将装载货物的拖车绞在货运火车上拉走一样，互换交易商也使用欧元和国债期货来抵消它们所承受的利率风险。但是期货交易所和互换交易商在本质上仍然是竞争性部门。


[5]
 生产力攀升的一个显著性标记，就是较低的利润正在迫使许多小公司退出这一行业或被大公司收购。规模较小的公司更可能是那些处在淘汰边缘、成本较高的企业，它们的退出有助于提高该产业生产力的整体水平。尽管这种通过淘汰一批企业获取规模经济的做法常常过于残酷，但确实是有效的。


[6]
 见Miller（1991），特别是本书第3章。另见本书第18章。


[7]
 有效接入和使用交易大厅时出现的大量拥挤成本，是由于交易所不愿意为交易池内的交易席位明确“产权”所致。因此，最好的席位没有自动赋予最活跃的做市商，而它们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席位的作用。一哄而上的交易商太多了。好在交易所出现了一系列非正式产权制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种无效局面。但是，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及其他面临类似拥挤问题的地方，有意识地借助于价格机制显然会形成更好、更经济的解决办法。


[8]
 通过期货交易所进行交易要负担的另一种成本是“市场冲击”（market impact）成本。有些观察家声称近来在交易池内出现了一种相对恶化的迹象——流动性损失，他们将其归结为由个人构成的多数场内交易商相对于场外交易商所处地位的下降，这些场外交易商逐渐转由金融机构和商品期货基金等构成，它们拥有更多的信息渠道和巨大的资金来源。就像一名长期从事期货交易的交易商近来向我哀叹的那样：“过去，动手搏杀的人在场内，胆小鬼们则在场外，而现在情况正好反过来了。”然而，像标准普尔500指数、欧洲美元或者中长期政府债券期货合约等这些活跃的交易，其场地中都没有发现流动性减少现象。恶化的影响可能来自某些方面，因为有些竞争性场外交易（特别是外汇交易）的价格变动单位，不仅常常低于交易所中的价格变动单位，而且有时比期货合约限制的最小价格变动单位还要小。由于较高的价格变动单位正在削弱竞争优势，交易所显然希望降低这些限制。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已经允许在某些欧元合约上实行减半的价格变动单位，并且将价格变动单位减至1/4的方案也正在酝酿讨论中。


[9]
 例如，格罗斯曼和米勒估计，1985年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有关审计跟踪的建议所导致的成本超过收益至少一个数量级，且有可能达到两个数量级。


[10]
 尤其令期货交易所难堪的是，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优先购买权允许商品交易顾问和期货公司仅就它们当日代表的许多客户的账户报告一个单独的平均价格。不同于期权交易所的交易过程，每笔期货交易与其形成的（大量的）书面记录必须区分开来。在期货交易所的巨大压力下，近来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被批准在期货交易场地进行“孤注一掷”（all or nothing，AON）的大批量交易。其初步的反应令人鼓舞。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管制结构向期货业提供了重要的竞争好处，这一点正像所有管制结构对其管制对象所做的一样（见Miller，1993和Stigler，1971）。然而，这种好处不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给予证券公司的那种保护。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形象大大消除了这种保护。但是，1974年国会通过的将期货交易管辖权划归给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法案，有效地削弱了各州对期货交易的管制——这些管制常常具有敌意性和限制性。例如，如果没有联邦管辖权，像标准普尔500股指合约或者欧洲美元合约等这些“现金交割”至关重要的合约，在各州法律的管制下会难以立足。另外，《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法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1936年商品交易法案》）要求所有“期货合约”的交易必须在由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管制的一家“交易所”内进行，这无疑使得场外交易产业无法再复制主流合约和场内交易的主要技术特征，如标准化、可互换性、抵押担保和逐日盯市等，因为害怕复制后被列入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关于“期货”的确切构成具有天生的不明确性，这确实抑制了场外交易部门的竞争性创新活动。但是，期货交易所为此却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它们必须将自己对合约所做的创新提交给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批准——完成这一过程可能需要超过18个月的时间。多亏近来国会中政治格局的变化，交易所最终才能得以成功说服国会农业委员会中的那些监督人同意考虑减少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审批合约的权利。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转而通过“自愿地”同意加快审批速度（对于无关轻重的问题只要10天时间那么快！）的办法，以尽量弱化提议中的新《卢格 莱希法案》（Lugar-Leahy）立法的影响。但是，不足为奇的是，该委员会仍然坚持，为了保护“公众”利益，它必须继续拥有新合约的审批权。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认为在州际商务委员会被取消之后如何能继续以“便利性和必要性的证明”（certificates of convenience and necessity）来继续维护公众的利益仍然是一个谜。


[11]
 期货交易所在推行针对小额零售的交易指令自动处理系统方面已经落后于期权交易所和股票交易所。期货交易所正在认真考虑与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RAES程序（零售交易自动执行系统（Retail Automatic Execution System））相类似的一些方案——小额交易按当前市价分配给随机抽出的场内交易商，以防止场外交易商过多涉足散户交易领域。像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RAES程序或者NASDAQ的SOES程序（小额指令交易系统（Small Order Execution System））这样的自动系统有助于吸收更多的零散交易，但是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净利润额不确定性增加等诸多其他问题。


[12]
 当然，类似情况同样也适用于现有的交易所推出的新合约。由于交易商的机会成本太高，交易商需要有巨大的金融动机诱使它们让会员给新合约在交易池内配备人员。并且除非成交量急剧上涨，否则即使是有这些诱因也很可能起不到多大作用。因此，一些交易所目前正在考虑采取新产品的其他推出办法。首先是采用显示屏交易并且只有当合约的成交量和流动性都足以支撑一个交易场地时再转为场内交易。


[13]
 就像谚语“不大于人手的云”那样被视为危险征兆的信息技术应用的首秀出现于1996年春季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小型制造企业。这家公司的主席邀请那些打算扩大或缩小在该公司所持股权的股东通过互联网表明他们的期望。虽然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很快就介入了，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对该公司采取什么惩罚措施。非传统的互联网技术应用首次出现后的几个月，互联网技术的这些新奇应用基本上每周都出现一次。交易所认为这些新奇应用中的一些可能只是“非法经纪公司”（bucket shops）有计划地钻监管层的漏洞，但是另外一些可能代表了交易技术的真正创新。


[14]
 例如，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最近成立了一家子公司，叫作CME存管信托公司，利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定期清算程序的许多特征，向互换交易商提供抵押品管理服务（该公司对于交易对手方违约风险进行担保，严格禁止涉足存款的抵押）。然而，目前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正在大规模地将其清算所的担保服务进行延伸，延伸到一种被称为期货转现货交易（Exchange for Physics，EFPs）的场外交易。虽然期货转现货交易规模不大，但却是农产品期货交易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主要为了利用合同到期交割进行存货出清提供方便。然而，在最近几年，期货转现货交易对于金融期货，尤其是货币期货越来越重要，它不仅可以便利交割，而且可以用于在常规交易时间后调整投资组合，并且允许交易商“划掉”（cross）一些清算所内的客户订单。因为期货转现货交易绕过了交易大厅，所以交易所的有些成员希望禁止这类交易。但是，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没有这样做，反而代之以向期货转现货交易收取费用，并且目前正从这种“清算费”上获得数目不菲的额外收益。


第四部分 公司金融与公司治理

第12章 日美公司治理对比

美国企业的投资眼光真的太短浅了吗？是的，这正是《资本选择》（ Capital Choices ）这份报告的结论。该报告于1992年8月出版，由哈佛大学商学院迈克尔·波特教授领衔的25 名学者共同撰写。这份波特报告受到包括美国金融媒界以及日本观察家在内的广泛赞誉。例如，大阪木津贸易公司副总裁海野胜郎先生的一段话被1992年8月24日的《芝加哥论坛报》（ The Chicago Tribune ）引用，该段话说道：

非常有趣地看到，美国终于有人醒悟到美国公司竞争力下降背后的真正元凶。我认为，我们许多日本人很早就知道，美国的资本配置系统有着先天的缺陷。

波特、海野以及其他诸位先生看到的缺陷，就是在美国公司治理制度中对股票价格和股东回报的过分重视。《芝加哥论坛报》在同一篇报道中还援引了日本经济企划厅所做的一项调查。作为对比，该机构调查了日本和美国企业各1 000家。他们以0~3作为标度进行调查打分，其中3表示最重要。结果发现，日本企业给予“较高股价”的分值只有0.02，而“提高市场份额”却高达1.43，这几乎是美国企业的两倍。

当然，调查不可能过于精确。日本的经理人员肯定不会认为提高市场份额是公司压倒一切的目标。为你的产品取得百分之百的市场份额，其实很简单：只要白送给别人即可。盈利性必须也需要而且总是需要予以考虑。的确，被调查的日本企业在“投资回报”上给出的分值为1.24分——尽管远远低于美国企业给出的2.43分，但仍然比“较高股价”几近于零的分值要远远高出太多。

尽管该调查存在一定的技术局限性，但是，我认为，它仍然准确地反映了两个国家在公司管理行为方面的差异。较之日本企业经理人，美国的经理人员更关注公司自身股票价格的当前走势。而且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不过，在美国公司治理体系中，经理人强调股东回报并非缺点，而是其主要的优势。

实际上，我的一些学术同行认为，美国大公司的管理层将股东回报看得太轻，导致股东财富和国家财富都大量浪费。不过，我的观点是，他们的论据还不能令人信服。这些批评家采用IBM和通用汽车等公司近年来出现的上十亿美元亏损的案例作为证据。这些证据，与其说是证明了美国公司治理体系的失败，倒不如说是证明了美国公司运营环境的竞争激烈性。

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公司主要目标

从下面开始，我将为美国的公司治理进行辩护。在美国社会，个体为王——不是国家，不是政府，不是生产商，也不是销售商，而是个人，特别是个体消费者才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我要强调的是，美国公司管理层关注股东价值，只不过是这个更一般性命题的一种具体应用而已。它绝不是日本这里广为接受的那种终极经济至上思想，尽管这种思想有正在改变的迹象。

消费者至上与公司治理之间的联系，不仅仅体现在他们从公司的产出中获得福利。消费者并不是企业服务的唯一对象。股东、投资人、所有者——无论怎么称呼他们——也都是消费者，正是他们的消费，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驱动着股东价值最大化原理。

为了究其原委，考虑一家企业的例子。该企业的董事们正在讨论，应该从企业当期利润，比如1 000万美元中拿出多少，给股东分配红利。如果这1 000万美元全部当作红利，那么股东们显然可以获得额外的1 000万美元现金用做消费。不过，假设这1 000万美元不分配，而是全部用于企业投资——购买机器设备、扩建工厂、设立新的分支机构或其他你可以想到的事情。现在，股东们拿不到现金，但他们也不必因此而觉得不利。而这主要取决于股票市场如何对这些拟议的投资项目进行估值。

如果市场认为该企业经理人的投资英明，那么其股票价值可能会上涨1 000万美元甚至更多。那些想要将潜在消费转变为现实消费的股东只需要出售股票，将收入用于消费即可。但是，如果市场认为这些投资极为愚蠢，那么该公司股票价值的上涨幅度，就可能少于先前的1 000万美元，可能只有500万美元，或者可能一分钱也没有。这些新投资可能会扩大公司的市场份额，也可能会大大提高公司的形象及其经理人员的声望。但是，它们没有增加股东的财富和潜在消费，而是减少了这些东西。

当前市值与未来收益

用股票市场的反应来度量拟议新投资的真正价值，可能会让日本这里的许多人惊讶地认为，正是这种短浅的目光使得那么多的美国公司误入歧途。因此，这里需要了解的是，在美国式的股票市场中，关注股票当前的价格并非目光短浅。关注当前收益可能是短视；但关注股票价格却不是短视，因为股票价格反映的不仅仅是今天的收益，还包括市场对未来预期的收益。

未来预期收益在确定股票当前价格时占有多少权重，仅是这个问题就一直让那些不习惯于采用现值公式，特别是增长公式的人们疑惑不已。不过，增长公式，无论是采用红利还是收益，很少让我的日本朋友或日本学生觉得其需求迫在眉睫。毕竟，许多日本企业仅仅只支付名义红利，那些公式本身也没有办法搞清楚，投资者在购买一只成长型股票时，究竟买的是什么。

因此，让我将目光从企业的销售增长率或收益增长率，转到其本来应该去的地方，也就是在有意义的视野下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还是让我用目前流行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market-to-book ratio，也就是所谓市账比或价格账面比）来测量那些竞争环境的强度，采用这个比率的原因，后面自会清楚。如果将其视为以初始成本为基础，那么，该比率中的账面价值近似等于企业当初购买时资产的实际市场价值。这样，市账比为1（抽除掉任何纯粹的价格通胀因素）就是一个自然的标杆，它表明一家企业既没有竞争优势也没有竞争劣势。这家公司预期只能获取正常的利润，采用经济学家们对该术语的理解，也就是说，利润水平仅够向股东支付平均的、经过风险调整的股权回报。

如果需要售价显著高于市账比等于1.0的情况——也就是说，获得某种正的“特许经营权价值”（franchise value）——该企业就必须拥有长期竞争优势，使得其生产性资产赚得的收益率高于正常收益率。不过，这件事要做起来却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高于正常水平的利润，其本身也总是伴随着衰败的种子。它们会从国内外吸引竞争者，从而导致利润和股票价格无情地回落到竞争性的正常水平上。因此，投资者买入一家企业股票就需要判断，该企业及其经理人是否比其竞争对手拥有竞争优势，特别需要判断的是，这种可使收益率高于正常水平的竞争优势在未来能够持续多久。

一些具体的数字或许会有助于固化这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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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一家美国企业，其市账比为3.0——确实还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再进一步假定，这家公司将其所有现金流转化为投资，以赚取2倍于正常的竞争性收益率的收益。然后，投资者以3倍于账面价值的价格购得股票，他们实际上期望这家企业会继续壮大，并在其后的20年中一直保持遥遥领先于竞争者的地位。

这才是真正的目光长远。或许有人说，在这个高度确定的世界中，这样做太过于远视了。而且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日本经理人员本能地怀疑采用股票市场来指导或评价管理决策的原因。他们并不真的相信日本股票市场的价格。因为在1989年股市达到顶峰时，其市账比不仅仅是3.0，即使是不考虑房地产以及其他交叉持股的企业股票，该比率照例达到5.0甚至10.0，这预示着，在未来几个世纪里，获取超额而免受竞争者影响的投资回报率的机会来临了。

自那以后，股票价格和市账比都大幅下跌。但是，这些仍然不足以当真，因为它们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场价格。股票的价值不仅被普遍的交叉持有非交易的股票所扭曲，而且就是少数随时可入市的那部分交易清淡的股票，其价格也常常受到大藏省大规模的市场干预。日本的经理人有时会疑惑，他们的股票市场是否就是一个木偶剧场（Bunraku），而由大藏省的官僚们则在幕后操纵着木偶。这种想法是情有可原的。

大藏省这些臭名昭著的托市行为，也在其他方面与日本的公司治理相互作用。许多美国的学术观察家（特别是我自己）将大藏省著名的P.K.O.行动（价格维持行动，同时也是一种双关语，指日本参加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归因于其在日本证券经纪业中扮演的卡特尔管理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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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另外一种动机则可以追踪到日本银行业。不像美国的银行，日本的银行可以持有那些接受它们贷款的公司股票；进而，这种双重角色又常被引证为日本管理成功的真正关键。与银行的这种纽带可能会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对公司管理决策提供更好的监控，而最重要的是，它允许公司在确信有连续的财务支持以保障项目顺利完成的情况下，从事一些利润丰厚但风险也颇高的长期投资。

但是，日本经济在治理方面获得的任何收益，都是以其他方面的巨大付出为代价的。在股市高涨的时候，比如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情形，公司股票将是银行的一笔巨大的资产。股价升值也为银行提供了大量的监管要求的资本以支持其贷款活动。但是，当股市崩盘的时候，比如日本1989年后的情形，那些隐蔽的股权储备会消失，并威胁到银行的偿付能力以及整个国家支付体系的完整性。

当我们回想起日本的持股情况在这两个方向都有时，其前景更令人不寒而栗。不仅银行持有企业的股票，而且，可能也是出于改善治理的考虑，企业也持有银行的股票。其结果是形成一种经典的、不稳定的正反馈型资产金字塔。这也难怪大藏省必须持续支持股价，而且看上去总是不停地跑来跑去，就像荷兰谚语中那个大堤上的男孩，拼命堵塞其管制体系中的裂缝和漏洞。

股票价格与信息

说美国股市比日本股市更接近于理想中的自由市场，并不表明美国的市场估值就永远正确。不过，如果投资者对某些特定的股票或整个股市持有熊市观点，他们至少可以通过卖出，甚至卖空股票来表达他们的悲观情绪，而无须遭受那些让大藏省臭名昭著的反抛售规则与禁忌。当然，这些悲观者完全可能判断错误。同样地，那些预期未来收益和价格上涨的人也会错估形势。

在严肃的股市学者中，没有人会认为，股票价格能够总是“正确地”测度股票市场真正的“基本面”，无论这些词代表什么意义。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股票价格并没有像日本那样被系统性地扭曲。在日本，大藏省常常采取严厉手段限制抛售股票。正如某些学者所争辩的（我认为，争辩十分不成功），美国的股票价格也不仅仅是一些被荒诞怪念所驱动的人造数字。有证据压倒性地表明，股票价格确实将投资公众可得的有关某家公司的所有信息无偏地反映出来。

不过，“可得”一词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如果没有掌握有关公司制定管理计划的足够信息，股东和潜在的外部投资者就不可能对这些拟议的投资项目进行准确的估价。并且，由于担心惊动竞争者，公司管理层也很可能相当犹豫是否披露这些信息。用一个时髦的学术名词来说，不可避免的信息不对称正是被视为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的真正缺陷。净现值为正的项目，甚至可能净现值很高，也可能得不到实施，因为外部投资者无法恰当评价投资项目的价值并谴责管理层浪费股东的钱财。实质上，这也就是波特的观点。作为一种解决的办法，他建议修改美国的治理规则，允许公司将一些专属的、具有竞争敏感性的信息，有选择地向部分愿意承担公司长期投资的股东披露。

投资会因为无法有选择地披露信息而受阻吗？有可能。这种情况发生过吗？有多大规模？这个很难说。这种情况曾经在美国广泛存在的一个主要证据是，由银行约束的日本制造企业的收益和增长业绩，据说高于由毫无耐心的股东约束的美国同类企业。请注意，我强调的是日本的制造企业。没有人会认为，以占据市场份额为导向的日本企业在服务业，尤其是零售业或者商业银行业，能够处于优势地位。

我应该说，在当前的经济衰退袭击日本之前，制造业才是证明日本治理具有优越性的主要证据。那次经济衰退，尽管造成了痛苦的后果而且仍在影响着日本经济，但至少可以提醒我们，近视并不是折磨公司经理人员的唯一视觉疾病。他们可能还患上了散光（斜视）或远视或甚至超远视等病症。回顾过去的20年，大量的事实表明，美国企业迫于股东分红的强大压力，在资本密集型技术方面的投资太少。然而，在同一时期，由于没有面临这些压力，许多日本企业在高度资本密集型技术方面明显投资过度，但这些技术几乎永远也无法收回初始投资，更不必说获得正的收益率了。我甚至都不愿意提及它们浪费在本土及海外的土地和办公楼上的数万亿日元投资。

毫无疑问，没有一种公司治理形式，无论是日本的还是美国的，能够保证管理层拥有正常的视力。总是会有一些遗漏与疏忽过失等方面的问题。我的意见仅仅是，关注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美国经理人，较之那些只注重增长或市场份额或者其他时髦的、假想中的战略优势最大化的人们，至少拥有一组更好的校正透镜，能帮助他们在当期投资和未来利益之间作出适当的权衡。

管理目标与股东利益

眼镜当然能帮你看得更清楚，但只有戴上才行。至少在美国学术界，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中存在着一种观点，抱怨美国的经理人并不是总戴着他们的股东利益校正眼镜进行工作。由于美国公司的所有权如此广泛地散布于大量被动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手中，因此，正如以上观点所言，经理人可以自行追求目标。而这些目标可能会，但不必，与股东的目标相吻合。

然而，股东们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尽管无法也不愿意每天监控管理层的营运决策，但是股东们有权选择公司的董事会。而董事会有权改组管理层甚至设计经理人补偿方案，通过这些重要的杠杆发号施令，就能使管理层的目标与股东们的目标相一致。

报酬方案与管理激励

董事会有一个工具箱，装满各种杠杆工具，但是，可惜没有任何简单明了的使用手册。实际上，学术界的代理理论表明，在成功取决于运气和能力的情况下，要使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一致，并不真的存在一套十全十美的报酬方案——没有“最优”，也就是说，相对地只有次优甚至次次优解。

想要知道为什么，问一下你们自己，董事们如何让经理人接受股东的风险态度？具体地，假设董事们试图采用一种明显以业绩为基础的报酬策略，向经理人赠送公司股票。这能让经理人像一名股东那样行事吗？与董事会只提供一份单纯的——也会很高——固定薪水外加丰厚退休津贴的方案相比，这种方案或许更有可能达到上述目的。拿固定薪水外加退休津贴的经理人更有可能是为债权人而非股东工作。他们显然没有多少动机去考虑那些存在有严重下跌风险的项目。

经理人持股至少能让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营运所得，但仍没有解决管理过度谨慎的问题——过度是相对于外部股东的最大利益而言的。这些股东高度分散化，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因此，他们愿意拿自己在公司中的全部投资去冒险，哪怕成功的概率只有50%，因为这些股票在他们的总财富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毕竟，这正是所有权零星分布且极易转手的公司形式所带来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福利：更有效地分担商业风险。但是，经理人却基本无法分散化。他们大部分的个人财富和人力资本都与公司捆绑在一起。谨慎而不是鲁莽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的信条。

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发明了经理人股票期权，其目的正是为了抵消分散性不足的公司经理人所具有的谨小慎微的营运倾向（尽管从那以后，税务考量和会计规则已经模糊了最初由刺激驱动的期权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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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向下的潜力，通过放大奖励经理人向上的潜力，适当结构化的经理人股票期权就可以发挥作用。比如说，一个抛掷硬币的赌局，如果正面朝上赢1 000美元，反面朝上则赔1 000美元，这很难让那些典型的风险厌恶型经理人动心。但是，如果正面朝上能赢5 000美元，反面朝上仅赔500美元，那么这种抛掷硬币的赌局很快就能变得极富吸引力。

经理人股票期权及其诸多变种——包括高杠杆率资本结构等类似的期权等价物——不仅能减少管理层对风险的天然厌恶，而且还会进一步诱使经理人员从事风险过高的投资活动。如果这些小概率策略确实发生并产生回报，那么经理人就获利巨大。如果没有成功，那么巨额的损失将由股东、可能还有债权人以及其他优先求偿人承担。许多观察家认为，这种资本化不足情况下所有人—经理人报酬的非对称性，正是导致美国储蓄与贷款行业出现危机的根源。

某些学术界的批评家指出，公司管理层和股东在利益和风险的态度上很难保持紧密一致的情况，在公司分散多元化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显著。公司分散多元化确实可以减少管理层的风险。但是，由于股东们能够直接进行分散化投资，所以当企业，比如说通用汽车，用本可作为红利发放的资金去购买罗斯·佩罗的企业——电子数据系统（EDS）公司时，股东获益甚少（除了可能通过内部冲销而非损失递延来获得一些税收利益，某些情况下这些利益比较大）。不过，平心而论，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股东在这样的收购交易中也不会有什么损失，除非收购方为了控制权而支付了过高的价格——据知，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

如果公司分散多元化可以预见地一味地牺牲专业化效率，股东们也会受到损失。有证据显示，这种情况的确存在——尽管我认为，这很难充分证实那些反对公司多元化和混合经营的学术批评家所提出的观点。他们的指责是，由于通用汽车（GM）、IBM或西尔斯(Sears)等公司近年来在管理目标及相关治理问题上的失误，已经给股东们，进而整个国家的财富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

确实，对那些公司而言，其股票总市值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但是，如果将这种下跌当作一场类似大地震那样的全国性灾难，则是忽略了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之间的区别。例如，考虑图12—1中的情况。该图描述了一家类似IBM的公司，它意外卷入了一场反托拉斯诉讼案（需要明确的是，这里仅是一个解释性的示意，而不是建议）。这家公司最初的需求曲线 是d1d 1，长期边际成本曲线是〖WTBX〗BJ（为简化起见，假定为常数，因而与平均成本相同）。由于该公司拥有“市场支配力”，将其产品价格定于OC（也就是，高于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这样它可以获得的超额利润以BCDF〖WT〗表示。这些可预期的超额利润将被股票市场资本化，并被企业以较高的市账比溢价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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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公司市值损失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

现在，让政府在这场反托拉斯诉讼中获胜，并立即迫使该公司的价格和产量回到竞争性的水平〖WTBX〗（OB代表价格，OK代〖WT〗表产量)。超额利润会逐渐消失，股票价格也随之下跌，市账比溢价也相应消失。然而，国民财富或福利没有出现净损失。财富仅仅由公司股东的手中转移到其消费者那里；生产者剩余也转化为消费者剩余。实际上，在图示案例中，整个社会的境况在盈亏相抵后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由于产量提高至竞争性水平，消费者获得了额外的消费者剩余，以哈伯格（Harberger）三角形DFN表示。

在这个反托拉斯的情景中，社会和私人各自的后果能很容易区分。但是，如果股票市场价值的下跌是由公司自己造成的，情况又将怎样呢？毕竟，IBM没有输掉自己的反托拉斯官司。其市值是被拥有新技术的新公司的意外进入侵蚀掉了。

不过，这种情况的市值损失肯定不是那些公司治理的批评家所指的那种全国性灾难。毕竟，社会消费者为什么要在意新产品是产自IBM，还是英特尔或苹果呢？又或者是来自沃尔玛还是来自西尔斯？或者就此而言，是由通用汽车还是由丰田公司制造？批评家们指责的很可能是，甚至在新竞争者渗入市场以后，这些公司的管理层没有能够尽快地进行精简和重组。由于没有受到他们在董事会精心挑选的马屁精的审查，这些顽固的管理层继续将大量资金注入到那些过时的、赔钱的企业生产线上，而不是让他们的股东将这些资金重新配置到其他更具有竞争优势的领域。

但是，继续向一个夕阳产业投资——就像那句老生常谈：“花钱填无底洞”——并不能够自动当作经济无效率的证据，当然也不能当作管理不善的依据。在经济逻辑或经济常识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表明，最佳的退出路径总是速度最快的那一条。如果一家企业需要撤出资本，可以采用净投资为负的办法，也就是保持总投资率低于折旧率。总投资的边际收益率也可能会很高，即使那些过去投资于部门或整个企业的沉没成本的平均收益率较低或甚至为负值。如果退出的直接成本（比如退职遣散费）很高，同时公司至少还可以收回其变动成本（据我所知，这一点与许多俄罗斯的企业不同），那么，此时继续投资以减少损失常常可能就是一个净现值最高的投资计划。

然而，为了方便讨论，假定某些顽固的经理人的精简调整行动过于迟缓。他们所报告的企业损失仍然不能被看作是治理不善导致的社会成本。想要弄清楚这一点，回过头再来看图12—1。该图依然是前述那家企业，不过是新竞争者进入后的情况。新竞争者受到其原先的高额利润吸引。这家企业〖WTBX〗目前的需求曲线是更富有弹性的d2
 d2
 ，而且长期均衡产量为OL，小于原有的均衡产量OH。

如果这家公司试图维持原有的市场份额OH，就会产生净损失ABFG，正像那些批评家所坚持的那样。不过，其中只有MFG部分属于精简失败引发的社会成本。剩下的ABMG部分，仅仅转化为消费者剩余。当然，从一幅示意图中还看不出有多少损失属于社会成本，有多少损失变成了消费者剩余。这需要有一种专门的实证研究。然而这种研究在近来大量谴责美国公司治理的学术文献中还无法找到。

当然，对于那些眼见自己毕生的养老积蓄在IBM、西尔斯或者通用汽车等公司中化为乌有的股东而言，所谓这些公司近年来遭受的损失不是社会损失的说法，无法给他们带来多大安慰。他们希望，在新竞争战略的成功得到明确证实以前，董事们以某种方式迫使管理层放弃先前的成功战略。他们的这种想法无可厚非。不过，幸运的是，股东们虽然力量弱小，无法对管理层实施昂贵的监控，但是，他们拥有另外一种屡试不爽的办法来保护他们的积蓄免受管理层遗漏或疏忽过失的危害，那就是分散化。一名适当分散化的股东会心满意足地知道，自己在IBM或者西尔斯又或者通用汽车等股票上的损失，甚至都算不上个人损失，因为这些损失在投资组合中会被来自微软、英特尔、苹果、沃尔玛以及其他新进入的拥有新技术的海内外公司股票的收益所抵消。

结 语

总的来看，关于美国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我们看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经理人员过于关注股东的当期收益。该观点广为日本人和以迈克尔·波特为首的那批学者所接受。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的经理人对股东收益关注过少。这种观点广泛为美国的金融专家所持有。

哪种观点是对的呢？都对，也都不对。双方都能举出看上去能支持自己主张的具体案例或例子。但是，他们认为，相对股东或社会最佳利益而言，美国企业总体上存在着长期系统性的偏差，要么近似或远视，要么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度。在这一点上，这两派都出现了错误。因为根本不存在固有的偏差，这是由于美国的市场力量在不断地发挥作用，将公司资产控制权从那些在配置效率方面缺乏竞争或眼光的经理人那里剥夺下来。

我们最具戏剧性地感受到这些力量，或许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接管战、杠杆收购和公司重组，以及最近众多广泛宣传的由董事会主导的公司暴动当中。但是，尽管富有戏剧性，这些事件（有时看起来只不过是经理人和股东之间，就公司特许权溢价如何分享所展开的角逐）只能代表整个社会生产性资本在企业之间配置过程的一部分，而且绝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对于美国任何一家企业的经理人而言，终极约束总是来自包括外国企业在内的其他企业经理人，与他们为了客户而展开面对面的竞争。只要美国继续拥有大量这类竞争，我，作为其中一个，就不会严重关切我们公司治理体系的这种所谓致命缺陷。

（本文为作者在主题为“日本和美国的公司治理与组织”的全球金融市场第二届论坛上的演讲。该论坛由密歇根大学商务管理学院与三井生命金融研究中心共同主办，1993年5月11日，东京，日本。我的同事Steven Kaplan和Anil Kashyap以及Donald Chew对该文作了有益的评价，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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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以下计算由米勒和莫迪利安尼（Miller and Modigliani，1961）的有限增长模型改写而来。我将 ρ 值（经风险调整的资本成本）取为10%（其他值会如何？），取 k 值（投资—收益比率）为1.0。一家市值—账面值比率为1.0的公司就相当于一家平均内部收益率恰好等于资本成本的公司。


[2]
 欲详细了解大藏省如何系统地利用其管制性力量来维持日本证券经纪行业卡特尔以及支撑股票价格水平，见本书第3章。


[3]
 参见Merton Miller and Myron Scholes，“Executive Compensation，Taxes and Incentives，”in Financial Economics：Essays in Honor of Paul Cootner ，Willam Sharp and Catheryn Cootner（Eds），Prentice-Hall，Englewood Cliffs，NJ，1982。


第13章 德国的银行主导型公司治理

常常有人问我，从所谓的破产边缘死里逃生后，德国金属公司（MG）于1994年2月成功实现了资本重组，这些教训对于美国的公司治理是否可资借鉴。我相信，这次事件确实在公司治理方面提供了一些教训，但不是目前一些美国学者总结出的那条教训。他们把德国金属公司在德意志银行的领导下于2月份推行的重组，视为第11章中那种美国式律师密集型重组的一种价格低廉的德国替代品。可能成本的确低廉。但是，破产方案仅仅是公司治理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对德国金属公司而言，关注所谓重组的低成本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首先需要考虑重组？

在这里，我要争辩的是，德国公司治理的作用远没有那么优秀。我要赶紧补充的是，我并不是说因为德国公司治理机制的缺陷才导致了德国金属公司遇到的问题——尽管这确实是一种貌似合理的假设，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我看来，当面对德国金属公司那种短期现金流出之时，德国公司真正的失败不是它的治理做得不如同样情况下美国的管理层和董事会，而是它确实没有做得更好。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些条件下，德国的银行主导的公司治理本来可以更优，就算是为了抵消次于英美式股东驱动型治理模式的其他许多方面的不足。

我知道，美国治理模式在许多方面领先于德国模式的说法，可能会让德国听众面带微笑，因为你们看到最近美元对马克的汇率持续下滑。但是，美元相对马克的汇率走势与公司治理真的没有任何关系。汇率是一种宏观经济现象，而非微观经济现象。它主要由各国国民储蓄率和货币政策的差异驱动。

实际上，从微观层面来看，德国和日本的大公司治理体系可能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阻力而非贡献者。这两国的经济将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随后的时间里保持健康的增长，不是依靠它们那些由银行主导的大企业，而是依靠小型的、刻意不与银行保持密切联系的、独立的企业。

德国（以及日本）银行主导型治理的捍卫者往往过多强调两种管理误差类型中的一种，而忽视了另外一种。就像在统计学上有第一类误差和第二类误差（接受错误的误差和拒绝正确的误差）两种误差一样，我们在管理上的两种误差，分别是低收益前景下投资过度的误差和高收益前景下投资不足的误差。

德国和日本公司治理积极的一面，始终是银行纽带能够克服投资不足的误差，允许企业及其投资人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资本密集型项目，而不像由股东驱动的美国企业一般会做的那样，对短期亏损反应过度。例如，近来我们从韩国获悉，三星公司计划进军汽车制造业，并且已经充分准备好在盈利之前忍受长达10年的亏损。韩国的公司治理一般采用日本模式。20年前，俄罗斯天然气管道获得德意志银行融资。那是一种财大气粗、眼光长远的策略，据认为一般为德国的银行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所采用。但是，在德国金属公司一案中，却没有采用这种策略，我会给大家展示这一点。

然而，还是让我快点向你们保证，我并不打算让你们一步步地重温德国金属公司事件的全过程。如果那样的话，整个故事太过复杂，而且我和我的合作者克里斯托弗·卡普(Christopher Culp）就这一案例撰写了3篇文章（有的篇幅长过20页，脚注超过了50个）。对进一步细节感兴趣的人可以在期刊《银行法律与银行》( Zeitschrift für Bankrecht und Bankwirtschaft ）1995年2月那一期上找到我们这些观点的充分表述。

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德国金属公司的美国子公司——MGRM公司，就美国中部的取暖油和天然气，出售长达10年期的固定价格的远期交割合约。在这些合约达成之时，MGRM公司的毛利大约相当于每桶原油3美元。作为市场中实际上独此一家的合约商，MGRM公司能拿到这些获利颇丰的交易，是因为它的客户愿意支付一大笔溢价以获得价格和交割保障。但是，从这些合约上获得高额预期收益的同时，在合约存续期间，MGRM公司也暴露在价格可能上升的风险之下。例如，在海湾战争期间，原油价格涨到了近40美元一桶。

因此，相当明智地，MGRM公司对这种价格风险进行了对冲，从而允许它在保持基本的“市场中性”的同时，集中精力管理其营销/交割业务中的所谓“基差风险”。为了使整个市场风险中性化，MGRM公司选择的对冲策略是一种一对一的“集中式展期”（stack and roll）策略。该策略基于短期期货或它们的等价物之上。当然，一般美国的金融学教授不大可能建议那种对冲策略。但是，跟你们从这些教授中的一些人那里听到的恰恰相反，对于MGRM这样的公司而言，这种策略倒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对冲方案。

美国的金融学教授一般不把公司对冲看作基本管理方案的一部分，而是看作为了最小化现金流的波动性，因而最小化独立于外部债权人之外的公司可能出现的“财务困境”之成本。当然，MGRM公司却并非独立于外部债权人之外的公司。它是德国金属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而德国金属公司正是那种典型的、由银行主导的德国大公司，其主要的债权人和股东是德意志银行。无论德意志银行如何极力和频繁地否认这一点，MGRM公司在美国石油贸易中却一直被认为得到了德意志银行的资金支持。否则，MGRM公司的期货和互换交易对手永远也不会让它持有那些头寸。

金融学教授们还坚持，MGRM公司应该采取所谓“带式”(strip)或者期限匹配的对冲策略，而不是集中式展期的对冲策略。当然，如果正好有适当的、低成本的、期限高达10年的期货和互换在市场上存在（事实上没有），这种策略确实可以消除任何基差风险。但是，MGRM公司只是想管理基差风险，而不是要消除它。毕竟，如果这些必不可少的低成本长期对冲工具唾手可得的话，那些客户也就不再需要MGRM公司了。它们完全就可以对自己的供货需求直接对冲！

与此有关的一个有趣的花絮是，为急于表现公司的运营方式发生了多么大的改观，德国金属公司现在的管理层将远期合约的期限大幅缩减，这样就可以通过期货实现带式对冲。很好。这意味着他们的策略能够通过学术检验，很好。但是，他们尚未发现这些短期合约有什么市场需求，而且他们也不大可能发现那种需求。

MGRM公司的集中式展期对冲策略确实抵御了价格上升的风险，即使是我们最极端的批评家也接受这一点。但是，当价格下跌时，由于保证金支付，这种做法也耗尽了大量的现金，就像1993年秋天的情形那样。截至1993年12月6日，这些流出的现金已经接近10亿美元，MGRM公司的管理层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有三种理性的管理对策可供采用。首先，继续执行原先的对冲方案，只要德意志银行支持由此所致的一切额外资金需求。毕竟，这正是德国银行主导型治理体系所应具有的优势：它不会对暂时的短期困难反应过度。如果此方案从长期来看是合理的话，就应该坚持下去。然后就可以成功渡过难关。

此时，真正具有远见的管理层可能会说：后来油价的确出现了下跌，这使得我们必须拿出大约10亿美元的保证金来维持那些集中的期货头寸。但是，我们毕竟是对冲。我们已经与客户签订了远期交割合约，而这些合约在油价下跌时会升值。

必须承认，较之期货合约的贬值，远期交割合约的升值很难让人注意到。你每天都能够从期货交易所得到一份报告，告诉你自己当前的情况。即使是一名蹩脚的会计师也能看懂它，他只需要汇总账单。但是，对于MGRM公司式的交割/对冲联合方案来说，只有远见卓识者才能看出，当前的现金外流只是暂时的，随着远期合约的交割，这些资金还会再逐渐流回来。

当然，这种集中式展期对冲策略确实也会产生大量的展期成本——1993年平均每月达到了2 000万美元。不过，真正具有远见的管理层会意识到，这种情况在油价下跌的时候总是要发生，这种展期成本在油价上升时又会变为展期收益。实际上，如果你回顾整个油价变动的历史，如同具有远见的管理层应该做的那样，你就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原油展期收支的均值不仅仅是趋向于零：实际是收益占优。对于这种非对称性——也就是所谓油价中的“交割延期费”，有不少很好的经济解释。

MGRM公司的现任管理层刚刚宣布，他们没有熬过12月份的那场难关，因为他们觉得那样做不是一个合理的长期策略。但是，我觉得这种说法难以让人信服。如果那个策略在12月份不合理的话，那么它在6月份也不会合理，当时新的监督董事会已经接手。如果他们认为该策略确实不合理，他们在当时就应该终止该策略。新的监督董事会现在说，那个策略方案在6月份确实不合理，但前任董事会在该策略的真实前景上欺骗了他们。然而，这种说法同样难以让人信服。除非这家德国的监督董事会只是象征性的窗户外饰，否则，它的工作不应当是受欺骗。

举个例子，让我们来看一下荷兰安智银行接管巴林银行时的情况。他们解雇了整个高级管理层，不是因为这些经理人员应当对尼克·李森(Nick Leeson)的行动直接负责。荷兰安智银行意识到高级管理层并不知道尼克·李森在干什么。但是，他们本应该知道。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没有试图去了解，所以他们只有离开。

彼时，有一种可能，就是继续执行对冲/交割联合方案。但是，我从心底里明白，对于没有参与制定早期方案的新管理层而言，必须报告亏损，哪怕是暂时性亏损都非常困难。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我预期，面对同样的情形，大多数美国公司的管理层可能会廉价卖掉MGRM公司，或者至少卖掉它的远期合约组合。而那些合约在1993年12月原油现货价格再次下跌大约5美元之后，能值一大笔钱。到那时，MGRM公司从这些远期合约上面能够获得的毛利大约为每桶8美元甚至更多。按1.5亿桶原油计算，其数量相当可观。

当然，现任管理层坚称，他们在任何合理的价位上都找不到买主。然而，你如果只想匆匆忙忙甩掉包袱，永远也不会有买主。你必须花时间去寻找最好的买主并细致推敲合同的每一个条款。毕竟，那才是优秀的、负责任的管理层应该付出的，尤其是我们经常耳闻的、据说是极富耐心的德国公司管理层，更应如此。

但是，当油价进一步下跌，需要更多的现金作为保证金支付的时候，新任管理层如何才能赢得时间呢？实际上，手头有一个相当简单而又直接的办法，能在阻止现金外流的同时又赢得时间，那就是：买入原油的看跌期权。那样做可能需要约2亿美元的支出——这大概就是他们后来用作结构重组的费用——但是，至少在那笔卖出生意还在谈判之时，可以消除价格进一步下跌的全部风险。事实上，有证据显示，MGRM公司原先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员工向新任管理层提出过这一建议。但是，新任管理层并没有采纳这项建议。

另外一种终止这项方案而不是长期提供资金的可能选择是，一点一点地解套头寸，就像清算一个互换交易登记簿的通常做法那样。也就是说，MGRM公司依次去拜访它的每一名长期客户，并说：由于价格已经下跌，你的交割合约已经发生了大量的损失，我们可以让你用这些远期合约的现值购买回去，脱离原来的交易。这样，随着每一名客户购回当初签订的合约，对冲的相应部分就被结清了。当然，我在这里并不认为他们应当采取这种策略。采取这种策略会导致昂贵的谈判，特别是客户都知道MGRM公司正急于解套。我个人认为，他们要是将整个公司彻底出售的话，境况明显会好得多。但是，一点一点地解套无疑也是该公司当时面临的三种理性选择之一。

相反，德国金属公司的管理层没有采纳上述选择中的任何一种。他们采用的可能是最糟糕的策略。在12月份市场处于底部之时，他们清理掉了超过一半的期货对冲头寸。这样，到次年1月和2月，价格开始回升，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的那些远期合约暴露于风险之中。因此，为了使远期合约与对冲的期货头寸相对应，他们取消了相当部分未交割的远期合约。这就是说，德国金属公司让那些本该亏损的客户轻易地从这些合约上脱身，而没有向客户索取任何补偿。采用美国金融界的一句行话，我们称之为“宝山空回”（leaving money on the table），而在德国他们管它叫“有钱不赚”（throwing money out of the window）。不过，这说的都是一回事。

这还不是整个故事的尾声。一旦现任管理层发现，他们因为无偿取消那些合约而受到抨击时，就立马编造故事说那些被取消的合约实际上不名一文。那些只是所谓交割由企业灵活掌握的合约（firm-flexible contracts）。而且，依据最近的“独立”审计特别报告，那些合约的价值不是仅仅为零，而且还小于零。按照该公司的说法，股东们因而实际上从这些无价值的合同取消中受益。他们好像就不担心，如果继续这样辩解下去，某一天管制者会让他们负责为何向客户兜售毒垃圾一样的产品。

在这里，我不打算深入追究，到底提供这些估计的所谓独立审计人士是否真的独立和无偏。只要说他们在提供那些企业弹性合约(以及企业固定合约)价值的数字时，没有进行任何计算或证明记录就足够了。他们是被简单地假定为权威。

毫无疑问，一个人总是可以想象出一系列的假设，以证实独立审计人士给出的数字。或许我们可以从德国金属公司在美国尚未结束的诉讼之一的过程中，看到这些假设并进行仔细的审核。但你们却从不会在德国的正常诉讼过程中看到它们。各家银行没有兴趣让它们的失误被公开讨论。在我看来，德国的银行主导型公司治理体系中真正的、终极致命的缺陷是：无论初始动机多么好，德国的管理体制看来已经演变成为电气工程师们所谓的闭环系统——该系统完全依靠自身内在的动力运转，不受外界的任何引导和修正。

许多人已经意识到这种纯粹自给自足的公司治理体系所蕴涵的风险，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个体系，因为他们相信，将大公司的管理权委托给银行是解决投资不足问题的唯一途径——主要是向长期潜力巨大但短期处境困难的大型项目提供融资的问题。德国重工业在19世纪的发展总是被引证以捍卫德国的治理模式。但是，那种发展发生在很久以前，而且当时的环境也与现在大不相同。近来，像德国这样的成熟经济体存在的更严峻的问题，不是德国金属公司式的问题，而很可能是投资过度问题。由于很少受到外界审查，顽固的管理层不断将大量的资本浪费在低收益的投资项目上，以维持其权力规模而非资金的市场收益率。

毫无疑问，在美国，我们也有这种问题。但是，我们也有多种机制能使这类浪费处于一定的控制之下——从养老基金和其他大股东对管理层的压力到更换经理人的恶意接管。然而，德国却不存在这些解决办法，由于其公司治理体系，特别是交叉持股制度以及围绕该制度发展起来的银行持股制度等原因。例如，在德国金属公司一案中，德意志银行直接持股10%。该公司其他很大部分股票则为戴姆勒 奔驰公司所持有，而德意志银行通过安联保险（Allianz）及其个人股东又持有奔驰公司大量股票。安联保险的这些个人股东将代表委托权存放于德意志银行。这正是克里斯托弗·卡普和我总是在我们的论文中将德国金属公司与德意志银行这两个名称交互使用的原因所在，这甚至导致有些德国人说我们没有真正弄懂德国监督董事会是如何运作的。

他们告诉我们，即使监督董事会真的拥有全部股份，它也不能合法地干预公司的日常运营。这是管理董事会专有的领地。因此，即便监督董事会，也就是德意志银行，想要解雇德国金属公司原有的管理层，也不可能做到。当然，除非出现一场危机要求监督董事会进行紧急干预。

但是，如果只有发生危机才能使控股股东换掉自己选出的经理人，那么你大可不必愤世嫉俗地相信“危机”将会成为德国公司治理模式的一件相当普通的副产品。实际上，有些人认为，这才是德国金属公司一案真正的问题所在。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德意志银行想要撤换先前的管理董事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加速了一场危机的爆发。

不管所有法律上的细微差别，如果德国的大银行对德国公司管理没有法律上的控制权，也有事实上的控制权。因此，公司治理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到管理银行的那些人身上。在这一点上，我必须给你们讲讲我的一名德国学生的事情。他目前正在撰写一篇关于德国公司股票交叉持股的论文。为了揭示谁是真正的所有者，他建立并求解了一组联立方程，其中德意志银行持有戴姆勒公司的一部分股份，而戴姆勒公司又持有德意志银行的一部分股份，如此等等。

上周的一天，他非常不安地来找我，说：“我想我已经找到谁拥有德意志银行了。就是德意志银行自己！”那个时候，我无法说这个结论究竟是对还是错。事实上，学生们的计算总是需要仔细检查多次。但是，那个结论确实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数千亿德国马克的财富的最终控制权掌握在一小撮自我选择、自我延续、只对自己负责的银行家手里。

如果这套体制在一定程度上真的能够挑选出最优秀、最睿智的银行家负责这项工作，并且这些银行家确实能有效履行监督责任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更加繁荣。对于德国的大公司，我的确也希望如此。但是，德国正在使自己置于过分关注管理模式和资源接触机会的不幸境地。而在美国，至少我们从来没有准备用我们的经济未来去冒那种险。我们对市场和竞争的信任胜过对银行家的信任。而且，我也不认为德国金属公司一案会导致我们改变我们的认识。

（本文为作者在慕尼黑大学的一次演讲，1995年6月12日。）


第14章 中国公司治理的可选战略

在我看来，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对国家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这不仅仅因为微观经济效率方面的原因——这个我后面会讨论，还因为宏观经济稳定的原因。目前，无效益的国有企业——我们得到的报告表明这类企业非常多——造成了大量的净现金损耗，这些最终表现为中央政府财政赤字的一部分。由于中央银行的贷款要么用于弥补这些财政赤字，要么直接用于弥补企业亏损，由此引发更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就在所难免。

当然，给定目前可供中央政府选择的收入筹集方式，通货膨胀也许是弥补财政赤字缺口的一种成本最低的策略。但是，通货膨胀绝对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低成本的策略。它会带来国民劳动成果和资源的严重浪费——如果政府屈服于实施价格管制的诱惑，这种浪费会更加严重。价格管制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相反还会弱化生产的动机并滋生腐败，从而使情况实际上变得更糟糕。

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重组对于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十分重要，但这也绝非易事，因为我们所说的许多大型亏损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一座座城市而不是单纯的经营性企业。企业中纯粹的经营性部分必须一定程度上与企业现在提供的学校、住房及其他市政服务分离开来，这样才能使企业的各个组成部分能够独立地进行管理和融资。如何实现这种分离呢？这个问题我必须留给本次会议上的其他发言者。我这里打算关注另外一类问题，与改革和重组有关，不过更接近于我的专业领域——金融经济学。改革本质上就是为经济学家们所谓的“公司治理”选择一种战略。你如何能确保企业的经理人能为那些合理的、有利可图的项目筹集到所需的适量资金而不是超量资金呢？经理人在经营业务过程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标准或准则？谁来决定经理人是否真正在成功地利用公司资源？而如果没有，又由谁用更好的人选来撤换他们？

不过，为了避免大家期望太高，请允许我先向大家提个醒，对于公司治理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广泛接受的解决办法。这个主题是当前许多争议的焦点，不仅在美国，在许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这里，我只能够为大家粗线条地勾勒一下这方面大量研究的一些主要轮廓。因此，大家不要把我的话当作一个综合性的评述，而应该当作更类似于中国古代水墨画的风格，只用几条粗线和一些点就清晰地描绘出一只栖息在柳树枝上的小鸟。

关于公司治理的最佳形式，目前尚缺乏共识，这对整个中国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在改革进程的初始阶段，中国可能还可以选择最适合当前需要的治理类型，而不必像成熟经济体那样只能够局限于有可能成为经济负担的那些类型。

另外，虽然我强调公司治理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决定治理战略是你们必须面对的唯一重大难题。当企业必须进行清算的时候，你们也应该建立高效、低成本的程序，以加快企业破产重组或回收利用可用资产。你们还需要建立一套不致扭曲投资和融资动机的公司所得税制度。可惜，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容易解决或已经解决，而你们又有一系列让人茫然无措且又相互冲突的模式可供选择。但是，你们必须选择，并且越早开始摸索这些模式越好。

公司治理的主要模式

在谈到治理时，如果你们原谅我的过于简化，就会发现，在西方经济体中有两种主要的治理模式：一种是日本和德国的银行主导型模式，另一种是美国和英国的股东驱动型模式。在日本和德国的大型公司治理模式中，典型地，一家大银行既是一名主要的债权人，同时，如果不是真的控股股东，也是一名主要股东。由于银行提供了那么多的资金，又拥有那么多的股票，因此实际上是主导银行选择了公司的高级管理层。并且，在赋予经理人大量日常运营决策自主权的同时，主导银行通常对公司的总体情况也保持着严密的监控。

与此对比，在美国模式下，银行在普通公司中不能持有股份，绝对不能持有控股股份，除了在公司破产重组过程中以债权转股权的形式暂时接收一部分股份以外。并且，即便如此，银行也必须尽快处理掉这部分强加于身的股份。虽然作为债权人的银行肯定会对公司的管理层施加一些影响，但选择和更换经理人员的权限仍然保留在公司董事会手中，而董事会在技术上则是股东选举产生的代表。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和德国拥有令人难忘的经济增长记录，而尽管看起来美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但对于中国来说，在选定其中任何一种模式之前，强烈建议先弄清楚它们各自的优劣所在。因为一旦选定，就无可挽回。人们通常认为，德国和日本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解决所谓的投资不足问题。

在公司治理中，我们既要关注高收益项目的投资不足问题，也要关注低收益项目的投资过度问题。由于德国和日本银行是局内人而非局外人，以及银行从一开始就参与公司的战略制定，因此，公司经理人员大概能用一种长远眼光来看待那些有望高收益但延迟支付的资本密集型投资。当然，美国公司在理论上也能够通过在公开的资本市场上出售证券而筹集到相同数量的资金。但是，在说服外部投资者相信项目的盈利性时，它们又冒着将公司战略的关键内容披露给竞争对手的风险。并且，一旦项目上马后，如果遇到暂时性的短期困难，外部投资者可能就会对此误解。于是，公司股票价格会出现急速下跌并进而导致管理层变更。面对这些风险，以及由于外部资金支持枯竭导致破产的可能性经常存在，高收益的项目可能永远也不会上马，大好的盈利机会就错过了。当然，这正是我们要讨论“投资不足”问题的原因。

文献中大量充斥着有关日本和德国公司治理据说如何克服投资不足这个问题的例子。特别地，在日本经济繁荣时期，我们反反复复听说，大型项目需要大量资金，尤其需要确保资金来源不致被中途突然切断。

投资过度问题

然而，即便与银行的密切联系有助于德国和日本企业克服投资不足问题，但是由于这种关系，企业似乎能从银行那里获得无限资金，这也常常会导致相反的问题，即投资过度。现在，日本惨痛的教训清楚地表明，许多企业投资于资本过度密集的工厂，永远也无法收回初始投资，更不用说获得正的收益率了。我甚至都不愿意提及它们浪费在本土及海外的土地和办公楼上的数万亿日元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的全盛时期，日本企业有时大肆投资，看起来就好像资本成本为零或接近于零一样。如果你用作未来价值折现的利率过低，那么，几乎所有的投资计划，无论多么愚蠢，似乎都能稳赚不赔。

当然，指出德国和日本的公司治理模式尤其不利于避免投资过度问题，并不是说美国的模式就能够完全克服同样的缺陷。很显然不是。事实上，投资过度问题是由阿道夫·伯利(Adolph Berle)和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于20世纪30年代针对美国公司治理的一份经典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伯利和米恩斯提醒人们注意所有权和控制权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在美国大型商业公司中逐步出现，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很像中国目前的情况）。在此期间，大多数目前人尽皆知但那时才刚刚成立的美国商业巨头，比如IBM、通用电气、通用汽车等，向公众大量出售普通股股票。关于这一点，我要指出的是，福特汽车公司，另一家著名的汽车业巨头，是这种标准的股东所有模式的一个重要例外。福特公司是一个家族所有制企业，拥有相当少的外部股东，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20世纪60年代。（亨利·福特也不喜欢银行家，就像他不喜欢外部股东一样。他全部依靠内部资金成功地支持了企业的增长。但是，和许多其他伟大的企业家一样，他也没能解决管理继承的问题。）

尽管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股份被证明是20世纪20年代通用汽车这样的公司获得增长资本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是，伯利和米恩斯指出，这种外部投资者数量众多，散布于全国——实际上是散布于全世界。这意味着，真正控制着公司的是一群自我选择、自我延续的经理人，而不是公司股东。关于如何使用公司运营所得现金流，经理人实际上拥有完全的、无可争辩的自行处理权。而正是这种控制导致了过度投资。不是将公司的收益作为红利派发（并且通过在市场上发行新证券来为新的投资筹集资本），经理人能够而且就是将这些资金简单地再投资到公司里，只要他们认为合适。

尽管20世纪30年代的伯利和米恩斯，以及其后的其他许多学术批评家，都把公司管理层将股东红利转为公司“自由现金流”的权力，视为对本该拥有公司的股东利益的潜在危害；但重要的提醒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如果公司将营运收益用于再投资而非支付红利，而这些新投资的收益又高于资本的机会成本——也就是高于股东自己投资的所得——那么，股东根本不会遭受什么经济损失。这些盈利性的留存收益将会表现为更高的股票价格，即以他们所谓的资本利得的形式。对于许多股东来说，这样实际上比现金分红更划算，因为美国的所得税法对资本利得通常采取较为优惠的政策。（顺便说一句，如何依据所得税法处理资本利得，也是中国最终必须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公司管理层投资明智无比，再投资收益的资本利得可能会抵消减少的红利。尽管如此，但是，伯利和米恩斯及随后的批评家都指出，没有什么能够确保出现这种结果。公司管理层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动力去最好地利用股东的资金。如果你的鲁莽行为主要是为他人利益做嫁衣，为什么要冒着丢掉饭碗和和企业的危险呢？简言之，当所有权与管理层相分离时，厌恶风险和自甘平庸就蔚然成风。也许事情还会更糟糕：经理人可能会将自由现金流只用于建立他们自己的私人王国，用集团中盈利部门的利润去补贴亏损部门——将总收益仅仅维持在不致使股东们反抗的水平上，但却远不足以体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因此，如果顽固而且平庸的经理人为自己的企业少保留一些营运的现金所得，而将这些收入以红利或股票回购的形式，返还到资本市场，重新用于高收益投资项目，那么，股东以及整个国家的福祉都将因而改善良多。

管理激励和投资过度问题

尽管公司投资过度以及低盈利能力商务部门之间的交叉补贴问题最初是在研究美国公司时提出来的，但这是一个普遍的管理问题，无论是对于中国自己的国有企业，还是德国和日本，都是如此，这一点我早前提到过。事实上，我认为真实情况在德国和日本比在美国还要糟糕。由于美国具有激烈的股票市场环境，大型企业必须要在其中生存，所以美国公司董事会较之其德国和日本同行，拥有更多可供选择的“控制杠杆”，以奖励那些能（或惩罚那些不能）使投资收益率高于投资资金本身机会成本的经理人。由于结构巧妙的股票期权与相应的股市收益联系在一起，与另外一种公司治理模式相比，美国经理人的激励动机能够更好地与其业绩协调一致。

在德国的银行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中，经理人真的很少有机会浪费公司的现金流。银行直接或间接地为其客户企业提供了更多的资本，并通过收取利息的形式从这些企业拿走了更多的现金流。然后，银行将这些现金流再分配给自己的这家或那家客户企业，实际上起到了用个人裁判替代非个人的市场裁判的作用。

当然，如果一个国家拥有足够精明、极富奉献精神的银行家，那么这种模式可能会运转得相当好。但如果他们没有那么精明，情况又会如何呢？德国的每个人又如何能够知道实际情况呢？毕竟，握有控制权的德国银行家们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社会。银行之间相互持有股票。每个银行家都是其他银行的董事；他们私下彼此熟识，像亲密的朋友一样，每个人都愿意掩盖其他人的过错。由于他们从来不必面对外部裁决，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确说明他们的投资决策到底有多好或者多差。

尽管股票市场在日本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比在德国要大一些，但是，不幸的是，日本的治理体系在很多方面拥有跟德国一样的闭环控制特征。不过，股票市场的作用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大一点，是因为大藏省时常对市场的干预使得作为报酬补偿基准的股票价格受到了显著的任意性的影响。因而，优秀业绩的奖励机制很难构建。

然而，更糟糕的是，德国和日本的模式使得银行及其经理人不必面临那些被许多观察家们视为最强力和具挑战性的任职者所要面临的事情：恶意接管。由于存在着大量的交叉持股——就好像相互交换人质——恶意接管实际上在德国和日本几乎无人知道。恶意接管在美国也不常见，并不像有些外国观察家们认为的那样频繁。但是，至少这种威胁总是存在。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反接管措施，但即使像IBM和通用汽车这样的商业巨头也不会认为自己最终能躲开外界的惩罚。事实上，由于受到恶意接管的威胁（以及产品市场激烈竞争的影响），近年来，这两家公司都大幅度缩减规模并进行了结构重组。

至此，以我之见，两种主要的公司治理模式就是：要么依靠资本市场，特别是自由、激烈的股票市场来评价、奖励和惩罚大公司的经理人员；要么绕过资本市场，而将这些任务留给一个封闭的、自我延续的银行家和经理人共同体。

现在，我想你们目前已经明白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因此，我准备就此结束对这一问题的评论。我相信，你们中的许多人，像大多数经济理论家一样，都会认为，我花费了太多时间来谈论纯粹假想的世界——而没有告诉你们如何才能到达那里。幸运的是，本次会议上的其他人会讲到如何让你们到达那里，你们到时可以听到。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国有部门改革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由中国经济协会与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1995年7月19日，中国上海。）


第15章 财务杠杆

根据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意愿，这项奖金应授予一项“重要的发现或发明”。因此，从一开始就请大家明白，我获得这项奖是因为前者，而非后者。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之后，与你们看到的有些报道恰恰相反，我并不是杠杆收购的共同发明人。杠杆收购与其他交易相比，可能更容易成为20世纪80年代所谓金融过剩的象征。在杠杆收购（LBOs）中，一家企业中一群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经理人，借入资金，从退休的企业创始人手里（或其遗产中）购得控股股份。这个故事早就成为公司图景中一个既定的形象，远在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和我就财务杠杆和资本成本问题于1958年发表我们首次合作的论文之前就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的杠杆收购，仅仅在规模上有所差异，因为涉及的基本是公众公司而非私人公司，因此接管常常是恶意性的。

有关相信弗兰科·莫迪利安尼和我发明了这些接管的说法，无疑会让人哭笑不得，因为我们的M&M定理（莫迪利安尼 米勒定理）的核心思想是，企业价值与其资本结构无关。由于受到下面就要提到的一项重要条件限制，你不能指望仅仅依靠提高杠杆率，就能增加企业的股东价值。投资者不会因为企业提高杠杆率而愿意支付溢价，因为他们总是可以利用个人账户借入资金来提高自己资产的杠杆率。尽管M&M定理的分析中可以得到这种看起来非常明确的预言，但是据报告，20世纪80年代的杠杆收购照样使得股东得到的溢价超过40%，有些情况下甚至高达100%。而且，请注意，所有这些溢价都是投资银行家的巨额佣金扣除之后的结果。

前面提到的M&M价值不变定理的限制条件，涉及未合并的美国公司所得税情况下的利息抵扣问题。正如我们在1963年的那篇论文中所表明的，在某些条件下，这种利息抵扣能使杠杆运营产生大量的收益。毫无疑问，从20世纪80年代公司债务比率普遍上升，特别是近来的一些杠杆收购和自愿性重组等方面看，这种税收驱动型收益都可以得到反映。但是，扣除杠杆化资本结构的抵扣性税收成本之后（例如我在1977年的《债务与税收》以及其后的几篇论文中所讨论的内容），单单是税收节约还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观察到的杠杆收购溢价。

公司杠杆化

杠杆收购：收益来自何处？

实际上，杠杆收购在20世纪80年代所获得的巨大价值收益，其源泉根本不是来自近来颇引人关注的金融领域，而是来自历史更为悠久的经济学领域——产业组织。可能说产业重组更为贴切一些。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可能只是让perestro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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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词流行起来，而20世纪80年代实施杠杆收购的企业家们却将LBO付诸实践，而且是以20世纪早期以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当时，许多我们认为的大企业被J.P.摩根和约翰·D·洛克菲勒这些主张合并的企业家们合并在一起。

通过重新集中企业的控制权和重新配置资产，实施杠杆收购的企业家们取得了巨大的真实效率收益。这些案例在一大批学术研究文献中有详尽的记载（参见Kaplan，1989）。但是，这种对于杠杆收购及接管的基本正面的观点，远没有被更广泛的公众普遍接受。有些人对于恶意接管之后出现的解雇和工厂关闭有巨大反应，尽管这两种现象在美国汽车产业中司空见惯，而该产业迄今为止尚未发生接管事件。其他人则担心，这些短期收益仅仅是一种短见，它以牺牲将来获取更高但是却长期延后的利润的机会为代价——这种争论首先假定市场不会恰当地计算折现价值。甚至更多人担心，真实的效率收益即使存在，也会被用于重组的财务杠杆化所导致的附带损失所抵消。

公司杠杆化问题：真实还是虚构？

上述担心将是本次演讲的主题。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规定，领取诺贝尔奖时的演讲主题“应当是获奖的工作或与之相关”，就我个人而言，这就意味着M&M定理了。不过，我不打算对该定理做简单的回顾，或者讨论其随后引发的研究（这项任务已经完成，参见Miller，1988）；相反，我在这里要向大家展示，这些定理为当前的过度杠杆化背负了多少关注——这些关注在某些方面已经接近歇斯底里了。特别地，我首先要争辩的是，垃圾债券市场上可见的高额损失和违约并不表示过度杠杆化真的发生；其次，尽管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但是公司都提高杠杆率并不意味着增加经济系统整体的风险；再次，对于那些具有高杠杆率的企业而言，其财务困境主要涉及私人成本而非社会成本；最后，资本市场拥有控制过度杠杆化的内在机制——目前，这些控制机制明显非常多。近来，我们的监管者无视这些内在的市场机制，劳神费力，摧毁垃圾债券市场，并且通过银行向杠杆借贷施加额外的直接控制，因而，使得所有无意识的后果一般都与这种管制性干预有关。这些干预会降低我们经济中重要部门的效率，并提高它们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是资本成本）。

当然，认为当前强调过度杠杆化的弊端有可能是虚惊一场，这并不意味着情况一切良好。我的意思不是想说：“放轻松，高兴些，别担心。”我们应该担心，至少在美国，我们应当担心那些我们面临的严重问题，比如，貌似我们无法让政府支出处于理智控制之下，或阻止我们曾经引以为豪的公共教育体系不断恶化。让我们不要把有限的担忧放在财务杠杆这类次要的而且大部分可以自我修正的问题上。

公司杠杆化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

关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过度杠杆化的指责明显非常地多，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文献资料。1989年后期如此多的垃圾债券发行人违约，有关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违约的新闻几乎每天都有。与之相比较，关于债券过度发行的证据，还有什么能够比这个更有说服力呢？

垃圾债券：作为另一种风险证券

然而，要以自然的方式展开这个话题，就得将关注重点放在“债券”一词而非“垃圾”上。的确，债券就是承诺支付。债券发行人确实也希望信守这些承诺，但是，由于竞争性或周期性的原因，企业的现金流无法覆盖支付义务，因而这些承诺就无法兑现或至少不能完全兑现。

当然，垃圾债券的购买者也希望发行人能够信守承诺。但是，他们显然对此并不抱指望！为了挽救那些最无可救药的轻信者，垃圾债券的期望收益率（根据马科维茨的方法，不同可能情况下收益率的概率加权和）低于名义或约定的收益率。在好的年份可能获得较高的约定收益率，通常被理解为是对于可能出现的不好的年份以及整个垃圾债券组合中的劣质债券的补偿。简言之，较高的名义收益率本质上是一种风险溢价。1989年，对于许多先前发行的垃圾债券来说，这种风险确实发生了。

尽管在金融上假定，违约表示事后不好的结果，而不是像传统的观点那样，认为违约是对其事前真实的可能性进行了系统性误判；但这个假定还是无法让人信服。垃圾债券收益率的时间序列仍然过短，无法通过那些公认的资产定价模型来判断这些收益率是否确实异常地过低（或者甚至可能是异常地过高）。与我一起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威廉·夏普及其后继者提出了这些定价模型。到目前为止，被识别出的这些异常的资产类型还不多。高收益债券的特征中，没有一条表明，它们应该划入异常的资产类型之中。

我把垃圾债券上已实现的风险本质上视为类似地震或干旱那样的外生冲击，有人可能会质疑这种做法的公正性。确实，他们声称，正是以垃圾债券为代表的公司杠杆比率上升，导致了经济总体风险水平的升高。然而，就这一点来看，一般意义上的现代金融理论，特别是M&M定理，都提供了一个大大不同并且在许多方面与直觉相反的观点。

公司杠杆比率的提高增加了社会风险吗？

想象一下，作为一名令人肃然起敬的金融学教授，你正和一名头发同样灰白的公司财务官员对话。跟他的绝大多数同行一样，他相信财务杠杆的确增加了整体风险。“你肯定得承认，教授”，他很可能这样开始，“提高公司资本结构中的杠杆比率会使余下的股权承担更多的风险，对不对？”“对。”你说。例如，一家公司的负债/股权比率为1，其基础资产的收益率为20%，向债券支付10%的收益。当然，这些债券拥有优先求偿权。那么，公司的股东就会获得30%的收益率。然而，如果基础资产的收益率降低25%，达到15%，那么股权收益率的下降幅度就更大（在本例中是33.333%）。毕竟，这也正是我们使用“杠杆”（leverage）这个形象的词的原因所在（或者同样地采用“gearing”一词，英国人喜欢用该词）。这种收益率的高变化率对于杠杆化的公司股东而言，就意味着更大的风险，这恰好是我这里的同伴，哈里·马科维茨和威廉·夏普所采用的意义。

得到这一点承认后，那名财务官员继续反问：“还有，教授，任何债务加入到资本结构中，其风险性肯定会增加，与提高杠杆之前未偿付的其他债务相比，其信用等级更低、利率更高，对不对？”“对。”你再次同意，理由也完全和前面一样。毫无疑问，求偿权在偿付时间上排名越靠后，其承受的风险就越高。

现在，这名财务官员步步逼近，进行最后一击。“杠杆化提高了股权风险，也增大了债券风险。因此，它就会提高整体风险水平。对不对？”“不对。”你说，并准备打出M&M定理这张牌。M&M定理是金融上的守恒法则。在这里，不变的是公司营运性资产产生的收益流所承受的风险。在企业资本结构中，杠杆比率的升高或降低，只能起到在该公司各类证券持有人之间重新划分这种风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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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知道风险去哪里了，考虑下面这个解释性的案例。假定一家企业共有10名证券持有人，其中5人持有债券，其余5人持有数量相同的股票。进一步假定这5个债券的利息到期可以完全支付，基本可以视为没有任何风险。因而，该企业的全部风险由5名股东承担。当然，这些股东也期望其投资收益率比那些假设无风险的债券高很多。现在，假设其中的2名普通股股东开始意识到自己负担的风险高于他们所能承受的水平。他们要求将自己持有的股票换为债券，但他们知道，这些交换得来的2份新增加的债券，其利息无法在所有可能状态下都得到支付。为了避免稀释老债权人的求偿权，新债券的偿付级别必须排在老债券后面。由于新债券风险较高，所以2名新债券持有人希望他们获得的收益率高于老的无风险债券，当然，依然低于先前持有的风险更高的普通股。这样，7名债券持有人的平均风险和平均期望利率都有所上升。与此同时，其余3名股权持有人承担的风险也相应增大（因为那2名转而持有债券的原股东现在拥有更高级别的优先求偿权），他们的期望收益率也必须提高。因此，这两类资产的平均风险都增加，但总风险却完全保持在那2名股东变更证券类型之前一样的水平。余下3名股东所增加的风险，正好是以前的2名股东减少的风险，后者将优先级别降低，成为次级债券持有者。
[2]



财务杠杆与财务困境的无谓净成本

有些人可能愿意承认，温和的杠杆率变动不会影响总体风险，但是，在杠杆比率增加到某一点，使得破产真的成为可能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不承认了。当然，杠杆率越高，发生这种不幸事件的可能性就越大。

然而，实际上，只要满足下列限制条件，即使在违约的极端情况下，M&M风险守恒定理也仍然成立。这一结果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仅仅是因为破产一词在情感和心理上的暗示赋予该特定的结果以更多的影响，大于其在严格的经济领域内的影响。从一种无情的金融视角来看，违约仅仅意味着股东现在失去了其在企业中的全部利益。可以说，他们的权利已经失效，不名一文。现在，债权人变成了新股东，他们原先的债权收益就是企业剩下的全部资产。

早前提到的风险守恒定理的限制条件是，当企业处于持续经营的状态时，债务人向债权人转移资产的过程本身会在原有状况之外产生新的风险和净损失成本。有些所谓的“财务困境的成本”甚至在违约发生前就可能出现了。像一些诗人一样，债务人不会“温和地走进良夜”。他们为了企业生存，会拼命挣扎，即使有时根据任何一种理性的考量，这些企业消亡更好。在维持企业生存的过程中，债务人常常得到破产法的帮助，后者极大地增强了他们与债权人谈判的实力。当然，有时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况，过于贪婪的债权人会迫使本可以存活下来的企业进行破产清算。不过，首要的是，我们可以放心地得到一个结论：一旦这个案子进入破产法庭，经常延长的谈判中的所有各方都将求助于其律师，而律师费又吞噬掉一部分企业资产，这些资产本来可以满足债权人的清偿要求。对于小企业而言，破产过程的直接成本会轻易消耗掉整个主体的本金（一个很恰当的词）。但是，它们本质上属于固定成本，因而在大企业破产案中，它们在全部回收价值中仅占很小的一部分。当然，总体而言，即使直接破产成本被完全当作社会财富的浪费，但它与整个经济的规模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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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困境成本：私人成本还是社会成本？

尽管财务困境本身的无谓成本整体上并不高，但破产确实是件令人痛苦的个人悲剧。即使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不受公众欢迎的人物，当他为了艳俗的塔杰·马哈尔赌场的控制权，与债权人展开较量时，也几乎成为公众同情的对象。但是，即使他官司打败了，损失也是他自己的，而不是社会的。特朗普的赌场及相关建筑物将依然屹立在那里（或许有人会加一句，呜呼！）。唯一的区别就是门上的标志：处于新的管理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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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的破产案件导致的社会后果或许可以不予考虑，但是有些人会认为，接二连三的大批破产风潮却不能这样看待。他们担心，一家负债过重的企业破产会给其负债同样过重的供应商企业造成冲击波，进而导致更多的破产，直到整个经济最终崩溃，哀鸿遍野。然而，无论是在经济学上还是在金融学上，特别是在金融学上，都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财务杠杆化所致的这种“破产乘数”或传染效应的观点。如前所述，破产后的企业并不会从地球上消失。它们常常继续运营良好，一如从前，尽管所有权发生了变更，并且可能缩小规模，即使它们确实被清算、关闭，其存货、设备与装置被关闭，员工被解雇，其客户也会流向经济中的其他企业。破产企业错过的那些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会被其他企业获得，即使不是立刻，也会在随后，只要经济环境变得更为适宜。近年来的宏观经济学研究表明，许多过去我们认为的在商业周期中不可挽回的损失，实际上只是一些被推迟的结果，尤其是在耐用消费品行业。

当然，说破产企业的人力资本资源最终将被重新利用，并不是否认，失业的个人成本就不值得重视，特别是在这些成本广泛存在的情况下。所有的现代经济体都采取了措施以减缓在人力资源转向其他更好用途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痛苦，或许它们在这方面应该做得更好。但是，从长期来看，推迟或阻止资源的必要流动同样会带来社会成本，甚至会更高，就如同东欧经济正在发生的情况那样。

20世纪30年代早期，持续不断的破产浪潮貌似表明，这种将破产视为只与私人成本有关且不致产生严重外部性的、相对温和的观点并不正确；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5]

 与大家普遍的认识恰恰相反，破产浪潮并没有导致大萧条。真正的因果关系是经济大萧条导致了大量破产，而不是相反。1929年股市的崩盘和1931—1932年间美国银行体系的瓦解给人造成了是由金融引发了灾难的印象。但是，那次灾难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是另一次过度杠杆化的郁金香泡沫不可避免的爆裂。（实际上，近来的研究甚至已经开始怀疑最初的郁金香泡沫存在的真实性，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有关例子参见Garber，1989。）将一次正常的下跌转化为史无前例的严重大萧条的责任，应当主要由联邦储备体系的负责人来承担。作为公众和银行体系流动性剩余的供给人，他们没有充分尽到自己的责任。美国的货币供给在1930—1932年间减少了30%，这拖累了整个经济和价格水平随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AAA级信用看起来也和垃圾债券没有什么两样。

当然，这种噩梦般的情形在目前条件下再次出现的可能总是存在的。不过，至少直到最近，大多数经济学家还一直将其视为不可能发生的极端情况。据悉，美联储现任主席本人及其职员已经深度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那次不幸事件，并且也深刻意识到了他们倒霉的前任如何以及为什么会铸成如此大错。1987年10月19日股市暴跌（以及1989年10月13日小型股灾）之后，美联储迅速采取行动，以支持银行系统的流动性。这些都表明，该机构已经吸取了教训。然而，目前，仍然有人担心，由于对储蓄与贷款行业危机采取了过度管制性反应，美联储维持整个经济流动性及其信用体系的意愿和能力，正在遭受损害。那种过度性反应部分源于低估了市场对于过度杠杆化的内在控制作用。

公司杠杆化的自我修正趋势

究竟是需求变动与供给变动的哪种结合触发了20世纪80年代杠杆化证券的急剧膨胀，终将被未来的经济史学家们弄清楚。我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无论我们讨论的是汽车，或是杠杆化股权，抑或高收益债券，市场对于偏好变化（或生产技术变化）的反应是有限的，而且是可以自我调整的。任何商品的生产商加快供给，超过购买者需求增长的程度，价格就会下跌，产量最终也会萎缩。金融市场也同样如此。如果接管的企业家们高估了公众对垃圾债券的需求，那么他们必须向垃圾债券的购买者支付较高的利率，从而吞噬掉一部分其交易所得。进一步杠杆化的进程将因此而放缓，甚至可能反转。

甚至在政府采取一系列的组合行动（包括对一些主要的投资银行家和垃圾债券的做市商提出犯罪指控、强迫处于困境的储蓄与贷款机构处理掉垃圾债券的存货，以及对商业银行的杠杆信贷给予更严厉的管制），以降低高收益债券市场的流动性之前，与这种杠杠化内生性放缓极为相似的情况在1989年早期就已经出现。那时，不仅高收益债券的发行计划陷入停滞，而且许多高杠杆率的企业也转而用股权替代目前这些高成本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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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债券和储蓄与贷款行业危机

指出市场对于过度杠杆化具有强大的内生控制能力，并不意味着谁持有这些高度杠杆化的证券的问题就无关紧要。确实，美国的储蓄与贷款机构不应该动用政府担保的存款去购买这些高风险的垃圾债券。但是，过于关注一小撮储蓄与贷款机构在垃圾债券上的损失，就会错过整个悲剧的关键情节。当前围绕储蓄与贷款机构投资垃圾债券的种种叫嚣，只不过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从而放过某些人。正是这些人扩大了政府存款担保的范围，鼓励储蓄与贷款机构从事收益高，但是可惜风险也高于其传统的长期住宅抵押贷款业务的投资。

那时，有些人捍卫政府扩大存款担保范围的行为，他们认为，那只是为了补偿那些储蓄与贷款机构，它们因为承担社会责任而提供固定利率的长期抵押贷款，从而遭受了无法处理的利率风险。然而，先不论提供抵押资金是否存在其他的、不易受到冲击的途径，就像当时的大多数金融专家所预言的那样，存款担保对于住宅所有权来说，被证明是一种最不幸的补贴形式。由于存款担保赋予储蓄与贷款机构的所有人一种相当于无须政府节制的权力，因此他们可以从事那些成功可能性极小的不经济的投资项目。相比之下，这些项目使得垃圾债券看起来反倒成为安全的投资。如果这些项目成功了，就归功于储蓄与贷款机构的所有者，如果失败了，则由保险基金来承担损失。

然而，较之仅仅只是无关痛痒地责备这些试图控制市场的失误来说，更要紧的是，这个具有强大政治力量的产业在经济上根本没有生存的必要。如果从储蓄与贷款行业危机中得出不当的教训，其后果会远远超出这个不幸的产业范围。美国幽默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曾经说过，如果一只猫跳上过一个热炉子，就再也不会往炉子上跳，即使是个冰冷的炉子。看起来，我们的商业银行监督人遵循的正是这一模式。商业银行现在可能不是一个相当冷的炉子，但是它至少是一个具有一定生命力的产业。此外，与储蓄与贷款机构不同，商业银行在金融业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特别是，但不必唯一的是，有些机构因为太小或太不知名而无法提供直接进入公开证券市场的机会，此时银行扮演重要角色。监督人因为误读了储蓄与贷款行业危机的经验与教训，给予商业银行贷款严厉的限制。这将提高这个重要业务部门的资本成本，进而降低该部门的资本的使用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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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及相关的管制性限制是否已经走得过远，导致了一场过去与货币紧缩有关的那种“信用危机”，至今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但是，我倾向于将这个问题留给货币和银行方面的专家。作为一名金融专家，我关注的问题是当前反对杠杆化的这种歇斯底里带来的更不易察觉的长期后果。这种歇斯底里已经破坏了高收益债券的流动性。金融期货市场，因为其所谓的过度杠杆化目前正在遭受猛烈攻击，它将是下一个可能被取缔的对象，至少在其栖息地美国是如此。

许多金融学者看到这些针对金融市场，特别是新出现的金融产品市场的无端攻击时，惊慌失措。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争论采取了一种旁观者的态度。与经济学中那些比较传统的领域不同，金融领域中的焦点不是公共政策问题。我们注重的是实证经济学而非规范经济学，追求的是基于简单但组织严密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正如其本身所显现的，我们的金融领域基本已经成熟。因此，或许能够说服我的同行们时不时从他们的数据资料库中抬起头来，给更广泛的读者带来我们这个领域，特别是在公共政策方面的真知灼见。

（本文为作者在瑞典皇家科学院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讲，1990年12月7日，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基金会（The Nobel Foundation）1990；发表于 Journal of Finance ，Vol.XLVI，No. 2，June 1991 。本文初稿曾得到我的同事Steven Kapla和Robert Vishny的有益评价，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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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1]
 意为“改革”，特指苏联的“经济自由化改革”。——译者注


[1]
 在原始MM定理的文章中，企业全部资产的实际收益情况给定，且不受财务决策的影响。随后的研究识别了许多实际收益与企业财务之间可能出现的相互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对于企业风险的作用并不总在同一方向上，并且，从实际的角度看，它们在这里的重要性相对次要一些。


[2]
 顺带提及的是，即使这两名变更持股的股东选择优先股而不是次级债券，也会得到同样的结论。虽然会计师们将优先股归为股本，但它们在功能上等同于次级债务。事实上，优先股在筹资活动中就是被当做次级债券来使用的（也常常因此受到外界的批评），在20世纪30年代，公司税率的急剧升高使得优先股让位于那些享有同样优先权、收益可在税前扣除的证券。


[3]
 破产（更一般地讲是财务困境）本身所致的成本，从总体上看可能微乎其微，但它们确实存在。因此，可以在标准的福利经济学中找到消除未合并的公司所得税对债务补贴的理由。要在债务和股本之间形成完全的税收中性，就必须取消公司税——在可预见的将来，这是不大可能迈出的一步。


[4]
 事实上，根据最近的报道，特朗普的债权人已经允许其至少在短期内可以继续掌管企业。但是，一旦他不能实现约定的收益目标，债权人就可以在所谓的“预先包装”（prepackaged）的破产中接管其剩余资产。这种破产程序的速度更快、成本更低，而且所有条款都已事先商定好。这种更灵活、更富有效率的转移企业控制权的办法预计在今后肯定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5]
 就像空气污染一样，只有当一家企业的行动导致其他企业的相关成本增加，真正的外部效应才会产生。公司债券所产生的类似空气污染那样的外部效应可能就是将破产企业的养老金成本转向政府进而转向纳税人。


[6]
 但是，从总体来看，这种影响只能起到次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美国税法的作用，目前将股权转换为债券的进程（实质上是前文“公司杠杆比率的提高是否增加了社会风险”中股票转换为次级债券的相反过程）会走得更远。将股权变换为折价销售的债券会在“免去债务”（cancellation of indebtedness）的过程中产生一部分税收收入。但是，对于破产企业存在一个例外，即如果这些企业的债券在发行时有较大幅度的折扣，那么将股权变换为债券就比其他做法更具有吸引力。


[7]
 近期，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货币监管局和美联储下辖的所谓高杠杆交易（Highly Leveraged Transactions，HLTs）管理部门等联合颁布的若干准则就是这些限制的范例。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这些准则都切断了公司重组的资金供给。但是，这些准则制定得非常含糊，实施时又极具不确定性，以致也波及了其他的贷款。最近一段时间的银行贷款常常会附加一个条件，即如果日后银行监督人将其归为高度杠杆化交易一类，则可在利率上自动增加100个或更多的基点。


第五部分 常被问及的问题

第16章 中国能否实现经济增长的奇迹？

最近，当经济学家们关注东亚地区的时候，他们不得不为中国大陆经济的实际增长潜力及其对世界经济带来的深远影响而感到惊奇。例如，如果下一个50年内，中国大陆能够复制台湾地区过去50年所取得的经济进展与成就，那么毫无疑问，中国大陆将成为领先的世界经济力量。尽管日本也在努力保持其现有的繁荣，但它也只能沦落为一个小的迅速老龄化的岛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瑞士。

别笑。请记住，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可能会再次发生。也请注意，至少在明朝（1368—1644年）以前，中国远远比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还富裕。中国当时有引以为荣的几座繁华大都市，其规模都远远大于西方的任何一座城市，而且这些城市支持着异常复杂的劳动力分工。中国当时的技术在人类活动的任何一个领域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而且这些技术流动也主要是由东方流向西方。显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国已经失去了曾经世界领先的地位，尽管中国经济发展进程戛然而止的原因仍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无疑，其中一部分原因应归结为贯穿于19世纪的一系列战争、被侵略和政治动荡（包括万分愚蠢的皇室和官僚阶层），以及其后在20世纪中更多的被侵略、内战和“文化大革命”等上面。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严肃地探讨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还能重新夺回昔日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显然，中国大陆能够做到这一点，只要复制台湾地区在过去50年中令人惊奇且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的经济增长记录。但是这种可能性有多大？这二者之间有何差异与相似点呢？

关于相似点，用一个更好的词就是，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无疑拥有共同的人文基础，特别是它们都很重视美国人所说的“家族价值”。当然，中国人并不是唯一重视家族价值和家族延续性的民族，但是确实没有别的文化比他们更重视这一点。在中国大陆，重视家族价值的传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很大程度的削弱；但是，1979年以后，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传统的家族观念又在以迅猛的速度重新抬头。

中国人重视家族价值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中国的父母一般为子女在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就承担了巨大的压力。用某些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中国的家庭都准备为他们的子女进行高额的人力资本投资，哪怕收入再微薄。而这种投资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都是相当高的。

作为中国传统教育增值问题的题外话，我每次访问台湾地区，都会惊奇地注意到，台湾当局的每个人，包括总统，都拥有博士学位。这难道是中国人“学而优则仕”传统的现代翻版？中国大陆现在还远未达到公务员和实业家高学历化的地步，但是，在过去10年内流入西方大学的优秀年轻人——请注意，他们是这个国家未来的领袖——的数量相当可观。依据新闻报道，中国大陆在海外的留学生总量已经达到5万人，其中多数人学习经济学和商业管理，对此我很高兴。

中国家庭为了子女在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就进行的投入是人力资本的关键，同时，我们也不能低估家庭在金融资本积累中的重要作用。毕竟，一个社会的增长，基本依赖于储蓄——这就是，通过消费低于总产出，并把这些从即期消费上节约下来的资源投入到工厂、设备和其他形式生产性资本投资上——这些投资能带来更高的未来产出和收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稍后我将对其中一些必要条件进行扩展——一国的储蓄率越高，该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实质上就是生活水平增长率——也就越高。（反之亦然，依据我们从这个国家得到的经验。）

当然，由储蓄推动高速增长的典型例子是日本，但是在过去50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台湾地区的储蓄率也保持了较为可观的水平。中国大陆的储蓄率，虽然有时可能还达不到据称的40%，但确实非常之高，即使在扣去官方数字中的水分后；而且如果其经济继续快速增长，仍有可能保持那种储蓄率水平。对于努力寻求经济增长的国家来说，大自然会以某种方式予以馈赠：它们必须依靠储蓄来实现增长，但是增长却不会耗尽储蓄。成功的增长会为进一步增长创造更多的储蓄，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而非恶性循环。

然后，较高的国内储蓄是经济增长方程中的一个要素，但并非唯一要素。储蓄必须明智地转化为高利润率的投资，这需要有企业家精神，而这里，再一次地，华人人力和文化圈为此提供了充足的准备。成功创业的天才华人，不仅见诸台湾地区、广东省和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中国的乡镇企业，而且在泰国、越南、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一些名义上非华人国家也屡见不鲜。实际上，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华裔企业家和华裔银行家，尽管由于当地社会同化法律的原因，这种事实不总是看起来很明显。这些国家的华裔商人常常在其名片上印有两种文字，一面是当地语言，另一面则是中文。

实际上，如果将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拥有的财富归并为一国经济总量的话，则其在世界经济上大致处于第八或第九的位次，而在中国大陆外商投资来源中的位次会更高。尽管大名鼎鼎的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吸引了大多数公众的关注，但是真正的外国投资却是另外一回事，成千上万的中小型企业是由海外华人设立并管理。当然，这些财富中的绝大部分最初来自家族储蓄，这些资本明智地投向家族银行和工商业，然后以其利润稳步地进行再投资，年复一年。

然而，撇开偶尔丑陋的一面不说，家族商务纽带确实也具有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储蓄的优点。与香港不同，无论台湾地区还是中国大陆，都没有受过英美“法治”传统的熏陶，因而缺乏一套完善的司法体系来确保有效合约条款得到切实的履行。这种保障的缺乏大大增加了商业活动的风险，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绊脚石”。不过，家族之间商业联系的网络，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替代这种理性的、相当廉洁的、由政府运作的司法体系，而后者正是我们西方解决合同纠纷的手段。（我必须补充的是，在完全进入19世纪以前，西方的司法体系跟现在大不相同。）

依靠私人家族纽带而不是公共司法制度来监控合约的履行，可能并不是一种有效的办法，但是，它至少要强于黑手党式私人部门的争端解决途径。该黑手党式的途径作为一种替代方法盛行于俄罗斯，这也一直是几个世纪以来西西里及意大利南部一些落后地区，作为公共司法制度替代的一种昂贵的争端解决办法。

总之，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确实拥有相同的文化及家族价值模式，这种模式从总体上讲非常有助于经济增长。但是，这些模式仅是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也正是还无法确定中国大陆是否有望复制台湾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所在。

相对于50多年前接管台湾，蒋介石的国民党比今天处于经济增长的关键路口的中国政府要幸运得多——尽管我确信它貌似不会像20世纪50年代那么幸运。但是，对于他们而言，在一张白纸上写字确实是一件幸事。岛上几乎没有工业和制造业基础，台湾几乎全部是农业。当然，大陆也是如此，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推进经济增长的时候，还基本是农业；但是，两者却有重要的差异。

除了农业，邓小平及其治理下的企业也继承了一些重要的工业和制造业部门。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部门中的多数技术陈旧，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或者，最糟糕的情况是，有些甚至无法产生足够的销售收入以抵消材料成本）。中国大陆拥有的这种幸存的恐龙数量，比苏联要少很多，但依然为数不少。

臃肿不堪的国有企业，尽管最近的状况有所改善，不能被指望对将来的经济增长会有多大贡献。私有化的解决办法也同样无法奏效，尽管私有化一词颇为西方经济学家，包括我本人所钟爱。实际情况完全相反。请记住，那些大型国有企业不仅仅是工厂：它们是一座座城市。这些工厂复合体向其劳动力提供了学校、医院、道路、住房、公用设施以及几乎其他所有的社会服务。也请记住，由于有这些“铁饭碗”，就像他们有时所称的那样，有数千人无所事事或干事很少，这实际上相当于美国的社会保障及医疗保险制度。当政府开始解雇这些数以百万计——我是说数以百万计——的养老金领取人时，很像是在吟唱那首古老的西方农村打油诗：“你已经为我工作了这么多年，亲爱的妈妈。现在出去吧，去为你自己工作。”

政府想要维持其天命是不可能的，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也没有私人买主自愿承担这些责任。

对于这些庞大而又笨拙的“铁饭碗”而言，其短期内最迫切的需求实际上与私有化相反。提供安全网络以及市政服务的责任，必须从大型国有企业中剥离，转移到公共部门。否则，企业在商务活动中就不可能做到理性的经济权衡。更糟糕的是，这些集企业与城市于一体的大型经济组织所面临的巨大预算赤字，使得其管理层面对新设立的私人部门或乡镇企业的竞争时，寻求（并得到）政府的保护，因为这些竞争者没有额外的包袱。若果真如此，中国大陆将很难得到台湾那种良性发展；在后者的发展中，非国营部门相对于国有公共部门快速发展，从而吸收了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大量劳动力。

中国大陆由小企业导致的增长过程——就跟台湾一样——已经呈现出良好态势，但有一点跟台湾有不同寻常的差异。从技术意义上讲，其中许多企业为乡镇或地方政府所有；而且如果中央政府能够解除它们的后顾之忧，还会相应涌现出更多的小企业。

这些地方政府和乡镇所有的企业是属于公共机构还是私营机构呢？这很难讲清楚。中国的事情总是很难清晰地划入西方那些刻板的类别。但关键的一点是：它们确实看起来对我们所说的经济激励（incentive）有呼应。在这里，我们不讨论典型的共产主义命令加控制式的管理，正是这种管理方式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斯康棱斯克城中那次著名的市政大厅坍塌事件。那座建筑物倒塌的原因是大厅安装的灯饰太过沉重了。为什么呢？因为灯饰厂的目标是基于生产的灯饰重量来制定的。显然，工厂经理认为，通过制造一件所有灯饰的“灯饰之母”的巨型产品，就可以完成全年的生产任务。不要笑。如果我们使用的是经济附加值以外的管理标准，我们也会一样白痴。

中国的企业由乡镇或地方政府拥有，它们完全意识到了本尼特·斯图尔特(Bennett Stewart)所列出的那些经营目标不当会带来的问题。（例如，去年夏天，我参观了上海的一家纺织厂。我惊奇地发现该厂拥有一套大型的、极为昂贵的德国纺织印染设备。“这个用得着吗？”我问工厂经理，“毕竟，中国属于劳动力成本低而资金成本高的经济；你们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劳动节约型的设备呢？”“是这样”，他说，“我们过去属于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但现在不是了。现在，劳动力真正便宜的地区是乡下。要保持一定的竞争力，我们必须采取自动化作业。”）

在这些中国中小企业中快速增长的前沿，甚至在技术上为政府（尽管是地方政府）所有，也非常注重这种在经济上的理性管理分析。事实上，甚至让我吃惊的是，邀请我出席今年夏天在中国举行的一次研讨会（连续举行的第三届）的中国经济学家告诉我，他们希望西方经济学家今年能讲点儿别的东西。不要像往常那样，挨个地向大家宣读论文，他们希望我们今年给来自广东省的实业界工厂经理们讲一些最新的经济管理技术——特别是经济附加值法（economic value added，EVA)。是的，他们听说了EVA，而且很高兴知道我是EVA理事会的成员。他们告诉我，一定要多带一些材料，同时想办法劝说乔尔·斯特恩(Joel Stern)、本尼特·斯图尔特还有其他EVA理事会成员，考虑在北京设立一家分支机构。

让我还是回到最初的问题以做结语：中国能否实现经济增长的奇迹？我的感觉是，如果你们的意思是中国在今后50年内能做到的话，那可能有点乐观。即便不考虑由乡村到城市的国内人口大流动所造成的不断累积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中国的问题也多得惊人。要纾解、释放这些经济增长导致的压力，中国政府，不管愿意与否，迟早必须通过选举政治而非警察力量或者街头冲突来完成。然而，他们首先更愿意尝试其他办法。

对于中国大陆而言，50年内赶上台湾地区地区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太可能的，不过，100年就有可能了。对于我所认识的中国朋友和学生而言，这个日期似乎有些悲观；然而，实际上并不是悲观。如果还没意识到中国正坚定地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你就无法像我一样见证正在上海、北京（甚至像昆明这样的内陆地区）等地发生的波澜壮阔般的巨大转变。只需要比台湾地区长约50年的时间而已。但是，区区50年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又算得了什么呢？

（本文为作者在EVA协会会议上的发言，1996年2月18日，拉昆塔，加利福尼亚。）


第17章 利率到底会如何变动？

每当说到我们近来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利率会有哪些变动”时，我确信自己可以代表经济学奖得主的同仁这么说。请注意，这个问题不是“股价会如何变动”，而是利率会如何变动。对于前者，即股票市场这个永恒的主题，显然，30年来学术界关于从公开信息很难预测股价——我的一些同事会说不可能预测——的研究，最终站稳了脚跟。现在，人们意识到我们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实际上并不能预测股票价格，或者我们都太富有而不屑于浪费时间跟他们谈论。但是，在利率这方面，一个自然的假定是，任何经济学家——当然也包括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于利率走势一定有特殊的洞见，这种洞见是一种私人的智慧宝藏，经济学家们非常乐意与人分享。

不可避免地问到利率问题已经演变为一种仪式，我也被问到该问题很多次，以至我近来忍不住对一位正准备介绍我的日本大银行总裁开了个玩笑。在一大群随从和翻译的前呼后拥下，这位总裁径直前来欢迎我。我非常明白这些人教他说什么。于是，我决定先下手为强，我说：“啊，川松总裁，很高兴见到你。你认为利率会如何变动？”

我能看出他眼中绝对慌乱的神情。我问了他想问的问题，这使得他在愕然中不得不转向那些同样慌乱的助手们求援。

我意识到这太残酷了，居然捉弄如此重要、高贵的绅士，因此我决定在他感到难堪前为他解围，于是我说：“我认为利率会上升”，本次演讲的后面我将对此给予解释（作者注：请注意，当时是在1994年秋天）。

让我还是从强调“利率”的含义开始。这个简单的词，我们一再随意地提及。它实际上指的是两种互相关联但截然不同的概念，经济学家称其中一种为“名义”利率，而称另一种为“实际”利率。对名义利率用预期通货膨胀加以调整就是实际利率。这个命题我在后面称为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法则，以纪念这位伟大的美国经济学家（有人说他是美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他在20世纪初首次提出了这一命题。如果你借一笔钱给某人一年，名义利率为20%，并且你预期该年物价将上涨15%，那么根据费雪法则，预期实际利率只有5%。

在我解释的示例中，我故意编造了不现实的数据，目的是让你们考虑一下自己的实际利率。正是这种利率才对经济决策影响重大。如果你以20%的利率抵押贷款购买一所住宅，这个利率看起来绝对很高。但是，如果物价也上涨20%，你实际上相当于免费买房。如果物价上涨幅度超过名义利率，这种情况有时在某些国家会发生，其政府竭力控制利率上升。此时，你的债权人实际上给了你购房补贴。

目前，美国的实际利率情况如何呢？这个很难说，因为不像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我们的政治家一直坚决反对发行购买力调整债券。（作者注：一直拒绝，直到1997年1月，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美国政府债券才最终发行。）当然，如果有了这些债券，你不仅能够直接得到实际利率，而且还可以通过名义利率减去实际利率，直接测度公众的预期通货膨胀率。这种预期是对我们的政治家和中央银行行长们工作业绩的较为清晰、个性化的评价卡片，而这恰恰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无法确切获得美国的实际利率或预期通货膨胀率，我们仍可以利用其他某些国家的结果进行合理的估计，那些国家很幸运，发行了这种经过通胀调整的政府债券。毕竟，由于人们反复提到的“金融市场全球化”这一概念，我们了解到，这种全球化力量可使各国间实际利率的差异不致过大。当前，在英国，30年期政府债券的实际无风险利率接近4%；而美国30年期政府债券的名义利率为7.8%左右，因此，公众对于今后30年的年平均预期通货膨胀率介于3.5%~4.0%之间。这样，如果我预测利率上升的判断没错的话，我就可以预测到要么是实际利率会上升到4%以上，要么是通货膨胀率上升到3.5%~4%以上，或者两种情况同时发生。

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通货膨胀率。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二者之中，通胀率的预测更容易出问题，至少就美国而言是如此。然而，在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甚至像土耳其这样已经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通货膨胀更容易预测。

当我访问这些国家的时候，特别是那些由社会主义转变而来的新兴国家，比如越南，其相关的政府官员中很少有人之前接触过西方经济学。我每次都很享受让当地官员目瞪口呆的感觉，因为我总是精确地估计到了他们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尽管我可能飞抵那里才几个小时而已。不过，这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大诀窍。全部原因在于一个简单的公式，这个公式我们经济学家们已经使用了几个世纪了，我们称之货币数量论。我只是问了问：“你们目前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是多少？”如果他们回答说是每年30%，那么我就用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的口吻说：“你们的通货膨胀率，我估计，目前大致是每年20%多一点。”实际上，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减法而已。因为货币数量论告诉我们，在一个通货膨胀可充分预期且持续发展的世界中，通货膨胀率就是货币扩张率——他们的是30%——减去经济实际增长率。在这些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其年度经济增长率能够高达8%或更多，但很少有持续超过10%的，即使是中国。这样，无须多言，30减去8到10之间的某个数等于20或多一点。

很不幸，这类小把戏目前很难在美国奏效。近些年来，美国的年度货币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12%左右；而经济实际增长率大致为3.5%，这样就可以得出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8%~9%左右——显然，这个结果与我们的实际感受相差甚远。这是为什么？曾经可靠的古老货币数量论哪里出了问题？

答案隐藏在我前面曾使用过的一个限制条件后面，这就是：“可充分预期且持续发展的通货膨胀”。简单的货币数量论公式必须在通货膨胀年复一年大致平稳的情况下才有效——例如每年20%或像土耳其1980—1990年间那样每年为75%，或者某些幸运的国家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的零通胀。但是，在货币增长率陡然增长，比如由20%升到30%，或由10%降至0时，货币数量论就失效了。当类似上述变化发生的时候，各因素在系统中仍然各司其职，其他因素进入货币数量方程之中，使得货币增长、产出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基础货币增长率由1991年的接近于零调高至1992年和1993年的12.5%，却没有导致物价快速上涨，在若干过渡性影响因素之中，有三项暂时性因素可能值得关注。一是1991年以后前共产主义国家货币体系的崩溃（加上那一年，巴西、阿根廷这样的非共产主义国家也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这导致了美元作为替代性货币的巨大需求。另外一个能消耗美联储12.5%货币增长率的因素是，美国经济的周期性复苏（1993年第四季度经济强劲复苏到7.5%）。我不介意将这种正常的周期性复苏归功于克林顿政府，当然，只要他们准备好在下次周期性萧条出现时承担恶名就行，这种萧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真有一届政府愿意接受这种指责，那将是史上第一次。大家就别指望了。

吸收美联储货币扩张的第三个暂时性因素是，1993年短期利率大幅下降，这就降低了企业和家庭持有大额现金的成本。利率的这种下调总是要归功于美联储刻意的政策努力，但是通常只有在经济陷入衰退时利率才会下降。不过，美联储还是值得赞扬，至少它没有通过控制货币增长来遏制利率的下降，相对于日本中央银行，美联储更值得可圈可点。

但是，在缓冲了1991年经济陷入衰退时美联储加快货币增长速度所引致的价格冲击之后，截至目前，这些暂时性因素在其轨道上走得更远。从现在起，货币扩张，直到几个月前仍在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很有可能对物价造成更大的冲击。根据费雪法则，利率反映了市场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预期，现在利率已经开始上升，当前的舆论也希望这种上升势头能继续保持。

我又是如何确知当前舆论对利率上升的意见的呢？难道我有某种秘密的民意调查方法？实际上，我无须四处询问人们对利率变动有何看法。经济学家有一种更简单的办法来获知舆论对利率走势的看法。我们只需寻求每日报纸上金融板块标有国库券、中期国债和长期国债的那些表格。这种表格，我们称之为“利率期限结构”，列有所有政府债券（因而是无风险的）现在的市场价格、到期收益率或利率，从期限只有1周的国库券到长达30年期限于2014年到期的长期国债。要从表格中推导出公众的看法，我们可以比较长期与短期政府债券工具市场利率的差距。如果长期债券的利率低于短期国库券，就像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样，那么舆论的看法就是利率会下降。但是，如果长期利率明显高于短期利率（或者像我们所说的，如果利率期限结构当时是向上倾斜的），那么市场的观点就是利率有可能上升。至于这种舆论调查方法是如何运作的（我相信你们当中许多人会对它着迷，像魔法一样），还是让我留到其他的场合去解释吧。如果你们下次长途旅行时有幸在飞机上坐在一位经济学家旁边，可以向他（她）请教一些期望利率理论的知识。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与其他经济预测一样，公众舆论的观点也可能是错误的。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当我第一次接触经济学的时候，有关利率期限的舆论观点都是错误的，年复一年，连续超过了10年。然而，在过去50年中，这种记录的质量好多了。当利率期限结构的斜率明显不适合预测时，任何对这种预测持强烈反对意见的人都找到了一个好的理由。

新闻界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克林顿政府中的许多官员，拒绝了有关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上升的公共舆论预测，因为他们相信，当前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整个经济的不景气会抑制物价和工资水平的上涨。这些评论家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是由成本推动而非货币拉动所致，至少只要经济没有达到所谓“充分就业”的关键状态。显然，这些人忘记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段“滞胀”的日子，当时我们同时面临高的通货膨胀率和高的失业率。不过，尽管有这段痛苦的经历，人们在观念上仍然认为较高的失业率意味着低的通货膨胀率，或者更离谱的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意味着较低的失业率。

说到这种关系，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隐含的替代关系就称为菲利普斯曲线，以纪念英国（其实是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他于40年前首次从历史数据中发现这种关系。自那以后，数以百计的统计研究文献试图精确给出高通胀与低失业之间替代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然而，就像传说中的尼斯湖怪兽一样，许多人声称看到了那只怪兽，但没有一个人能拿出已被证实的照片。

经济学家，至少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是，他们从不相信菲利普斯曲线，因为在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变化之间并不存在可靠的、长期稳定的替代关系。这二者之间可能，我强调是可能，存在某种短期的暂时性替代关系，而且这种可能性也在不断得到增大，尽管有点拐弯抹角，当前的公共舆论认为短期利率很可能走高。

这样说吧，假定你们认为，美联储突然出人意料地增加货币供给，会带来短期利率的下降，并导致商业银行更急切地扩大信贷规模。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取得共识。现在继续假定，新增的银行贷款能使贷款企业扩大产出规模和就业水平。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这一招存在很大的疑问。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方法确实不起作用。但是，为便于讨论，假定这一招确实可以起作用；假定产出增加，失业率下降。那么，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但是，现在残酷的部分来了。由于不存在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这意味着失业下降效应只是暂时的。如果此时美联储不再进一步采取任何行动，初始货币刺激会缓慢而平稳地在经济系统内起作用，逐步带动物价和成本的上升。随着物价的上涨，失业又爬回到整个过程开始前的水平。但这显然行不通。失业虽然不会永久地下降，但物价却可以永久地上涨。

当然，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就没有那么糟糕。如果你今晚咕嘟咕嘟连喝几口威士忌，你可能会暂时头晕，甚至会宿醉一晚；然后，第二天早晨又恢复正常，并回到工作上。但是，如果你借酒浇愁，试图通过喝更多酒来忘记上次的痛苦，麻烦就大了。

类似地，对于那些将控制失业提上议事日程的中央银行而言，情况同样如此。随着初始货币刺激的减退，失业率逐渐走高，这诱使更多货币的注入，以期望失业率下降的球继续翻滚。此时，这些中央银行就真的陷入了泥沼。为了对失业率产生影响，第二次以及随后注入的货币量必须越来越多，这导致物价上涨，不是一次性地跳涨，而是稳定地甚至可能是激增，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即使失业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况绝不能保证出现）。依据费雪法则，如果存在较高的通货膨胀预期，利率也会保持较高的水平，甚至可能会持续上升。

简言之（为了让本质突出，请原谅我的同事不可避免地作了必要的简化），正是这种机制使得当前的利率期限结构向上倾斜，并且公共舆论预测利率有可能上升。市场显然相信，当成本对通胀的推动力增大后，美联储不得不，或者至少认为自己必须，在保持物价稳定与减少失业，或者至少不增加失业之间做出抉择的时候，美联储不可避免地会选择后者。而随后，这种选择又会让货币政策使得两件事情都变得更糟糕：不会产生失业下降的长期效应，相反，却保证会导致非零的通货膨胀率。

但是，你们也许会说，美联储现任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最近几个月来反复强调，稳定物价是美联储压倒一切的目标，而非控制失业。我相信他本人是这么认为的。可是，公众真的相信他吗？即使相信他，毕竟他的任期也没有多少年了。公众如何知道他的继任者会延续他的主张？事实上，美联储现任副主席艾伦·布林德尔(Alan Blinder)，最近有关美联储应将失业问题与通货膨胀同等对待的评论，已经在债券市场引发了一场大恐慌。这可以理解，我也希望你们弄明白了。

那么，像艾伦·格林斯潘这样一个可怜的中央银行首脑，凭什么能让人相信美联储确保物价稳定的承诺呢？我恐怕短期内还没有什么办法。为了获得信任，你还得用老办法：你必须说到做到。你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表明，你集中全力控制通货膨胀，绝不受政治压力而转移目标，比如对付失业或促进经济增长等别的事情。这样，就可以赢得声誉，尽管不太容易，而且需要时间。德国中央银行，即德意志联邦银行，就是这么做的。实际上，德国马克已经成为稳定的硬通货的典范，这是我们的美元很多年前曾经扮演过的角色。然而，时至今日，如果有人说，你健康得就像美元一样，你大概应该去看看自己的医生了。

在抑制通货膨胀的战斗中，为什么德国人会比我们更成功？毕竟，德意志联邦银行和美联储都是独立的中央银行，其他许多国家却不是这样。在那些国家，中央银行只是财政部的一个分支机构，经常爆发通货膨胀在所难免。这也是那些国家自己融资的手段；也就是说，通过印制钞票来支付政府账单，这实际上就是某种形式的税收，只不过相对于直接征税或大幅度缩减政府开支，这种方法承受的政治压力更少。我知道，我们通常不把通货膨胀看作一种税负，但它就是这么一回事。它是就现金余额进行征税。每天晚上，当你睡着的时候，它就像一个小天使或小恶魔，悄然来到你的卧室，从你的皮夹或钱包里取出一点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然后转交给政府。这也正是为什么世界上弱小的政府普遍使用通货膨胀税的原因。如果它们想用普通的征税办法来筹集这笔资金，人们会痛打征税者。

对于有些政府而言，把通货膨胀税当作一种最便宜的替代品很有意义，但这确实需要成本，尽管只是间接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公众千方百计阻止隐形征税者半夜光顾而浪费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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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通货膨胀附带给公众的损害，特别是社会损害。在德国和美国，人们对通货膨胀及其替代品带来的痛苦程度的感知，最终可以从他们的态度差异上显示出来。在20世纪20年代初，德国人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恶性通货膨胀——这场空前的灾难摧毁了公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为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恶性通货膨胀也因此成为德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挥之不去的噩梦。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和巴西，也经历了类似德国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虽然没有变得像德国人那么挥之不去，但是过去一些年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些国家的公众看来最终是受够了。它们的穷苦大众——他们占据着这些国家人口的大多数——最后发现，真正被通货膨胀欺骗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银行家和富人们，他们有办法不受通货膨胀的伤害。阿根廷和巴西两国最近都建立了货币稳定计划（巴西至少是第5次，阿根廷最少也有3次），这些计划的开端出奇地好，获得了广泛的政治支持。

我们美国从来没有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甚至都没有达到两位数（更不用说三位数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卡特政府后期。截至目前，我们的通货膨胀问题属于那种慢性的、缓缓爬行的类型，而不是那种能导致严重社会动荡的急剧恶性通货膨胀。我们共有的、挥之不去的梦魇不是通货膨胀，恰恰相反，而是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时，物价下跌，三年内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跌了30%，经济发展的核心被掏空殆尽。

甚至，这段历史也以一种反常的方式与通货膨胀发生着关系。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通货膨胀都是指商品和劳务价格的上涨。但是，一旦通货膨胀进程启动，也会引起房地产、普通股票等这些资产的价格上涨。这种明显的价格上涨给货币管理当局带来巨大的压力，迫使其“采取某些措施”来结束这些不道德的投机活动——当然，这些投机性繁荣或投机性泡沫最初是由货币当局自己先前的膨胀性政策所致。

有时，就像日本在1989年以后那样，政府在应对上述压力时，采取了货币供给急刹车，导致股价和房地产暴跌的做法。例如，在1989年以后，为了终结所谓的泡沫经济，日本采取了超级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导致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下跌近50%。想想吧—— 50%啊！在此过程中，日本经济被迫进入了二战后形势最糟糕、历时最长的衰退期。1979—1982年间的沃尔克危机（Volker Crunch）的情况与此类似，尽管形势没有那么严峻。

然而，经济萧条并不总是归罪于刻意的货币供给急刹车。在1929年股市暴跌之后，由于害怕股市再次出现暴涨，美联储拒绝放松银根，这导致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严重性被放大了很多倍。

因此，这正是你们典型的中央银行行长所面对的问题。他采取行动该骂，不采取行动也该骂。他如何才能够树立反通胀之鹰的信誉而不招致经济萧条呢？

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而言，我恐怕其中央银行行长很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他最大的愿望是获得一个能在通货膨胀开始之前迅速收缩银根的声誉。很明显，这正是格林斯潘在打消怀疑者疑虑的过程中，竭力想做到但始终未能做到的事情，这也是市场预期利率会持续走高的一个原因。

到现在，我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名义利率以及驱动它们变化的通货膨胀预期上面。但是，实际利率的情况又如何呢？它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走势？

乍一看，如果仅仅因为东欧经济，甚至是东亚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复苏，形成了巨大的资本投资需求，实际利率在今后几年大幅上升貌似不可避免。在中国规划建造的许多巨型项目中（就这些项目的规模而言，中国人很像过去的得克萨斯人），有世界上最高的建筑、最长的桥梁，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坝，横跨长江，其规模远远超过埃及的纳赛尔大坝。如果一旦它们开工——当然我们绝大多数人希望它们不会开工（因为像世界上众多其他著名的工程一样，长江大坝将是一个经济失败的案例）——全世界水泥产量中的绝大部分将被它们消耗。

但是，即使他们意识到这一点，转而建造一些小规模的水坝，中国用于修建水坝、公路、桥梁、住房、工厂、铁路、机场及其他设施的资本需求量也是惊人的。当然，资本需求本身不会导致实际利率的上升。它取决于供求之间的平衡，也即投资需求与储蓄供给之间的平衡。在这里，如果储蓄供给一方有剩余的话，就会抵消实际利率的上升——这可以说是一种优点。

尚不清楚上帝为什么对我们如此青睐。但是，事实是，经济增长为其自身的融资需求创造了新的储蓄（对此，40多年前我的老友兼同事弗兰科·莫迪利安尼并没有给出解释）。今天，哪个国家拥有最高的储蓄率呢？中国！甚至比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增长达到巅峰时的储蓄率还要高。如果中国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发达到能将这些资金汇集到生产性投资上的话，中国国内储蓄所形成的这些巨额资金流，将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引擎的强大动力。当然，外资的流入也能发挥部分作用。与纯粹的资本流动相比，伴随着资本流入的技术转移同等或更为重要。要实现持续、长期的经济增长，每个国家终归需要以其本国国内创造的资本源泉为主要依靠。

由于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之间这种自我补偿的特征，我们才不会在今后几年看到实际利率出现快速的上升。不过，几乎确定还是会有一定幅度的净上升。实际上，这种趋势可能正在造成近来全球利率的上升。

较高的实际利率真的那么糟糕吗？这些日子，如果你听到了所有来自华盛顿有关低利率对经济健康重要性的声音，你也许会这样认为。然而，这只是一面之词。你偏好高利率还是低利率？这取决于你是资金净借入者还是净借出者。进而，它尤其取决于你处在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如果你是一名年轻人，正着手购入自己的第一套住房，担心自己的信用卡账单、抵押贷款、汽车和家具等支付，那么，你当然希望利率低一点。但是，如果你是一名退休的老人，设法依靠自己的投资收入维持生活水平，那么，你就会希望实际利率升高。不言而喻，由此也表明了我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然而，深入地想一想，利率高低真的都无所谓。你在一生当中，得与失会大致持平。你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利率的走势，而是政府会从你的收入中拿走多少。但是，想必你们把我从芝加哥远道邀请而来，不是为了告诉你们这些东西。

（本文为作者在接受杰奎琳·鲍德温·邓拉普美国杰出讲师称号时的演讲，1994年10月19日，杜布克大学。）



注释


[1]
 这里比喻为了对抗通货膨胀而浪费的资源。——译者注


第18章 我们从1987年股灾中学到了什么？

我们真的从1987年股灾中学到了什么吗？我想是的。实际上，我们学到的东西如此之多，以至于我几乎不可能在这个简短的发言中把它们面面俱到。所以，在这里，还是让我重点关注我个人的感觉，我们从这次暴跌及相关事件的学术研究中得到的东西——是学术研究，而不是布雷迪委员会或证券交易委员会那样辩论性的或从特定利益出发的辩护。

首先，还是确认一下，我们所使用的暴跌（crash）一词都具有相同的经济含义。我所使用的暴跌一词，通过一个华尔街基金经理人的故事，可以得到最好的诠释。该经理人在股市暴跌的次日就夸耀，他在暴跌当日就将客户的股权风险敞口降低了20%，甚至都不需要做一笔交易。

这番话的意义远比你们的想象更为丰富。毕竟，在任一时刻，每个人都期望拥有适当的股权风险敞口，无论他们是否根据那些术语进行思考。而且，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如果更多的人希望降低而非增加这些股权风险敞口，就必须有所舍弃。由于股权和债务证券的供给量在短期内基本固定，因此，能够重新恢复平衡的“东西”就只能是股票和债务工具的价格水平。

是的，我确实也说到了债务工具，也就是债券的价格水平。有关这次暴跌，所有人的关注都只强调了股票市场的财富损失。他们很少提到10月19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30年期国债期货市场上出现的涨停板。然而，伦敦市场照旧开放，而且又上涨了200多个基点。在那天，市场出现了新闻界通常说的那种“追求品质”（flight to quality）的迹象，或者像我们所说的，偏好低风险证券的趋势。你们应该把债券上的增值和股票价值的减少加总在一起，以得出暴跌后实际财富的净变化。由于债券的价值显著大于股票价值，所以在10月19日那一天财富的净减少实际上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小得多。还需要注意的是，还有大量的财富并没有受到这次暴跌的影响，比如房地产、人力资本等等。

我之所以强调这种财富效应，是因为股市暴跌那一天的价格变动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但是，股权价格的变化确实不是什么问题。如果说有，它也只是解决如何拥有适当的股票风险敞口这一问题所必需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价格变动实际上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它不仅能直接调整各种比例关系，就像我开玩笑说的，而且还能继续调整，直到公众不想再调整为止。

那么，我们所有人都看到了社会本身把财富从股市口袋里取出然后又放入债市口袋里，为什么价格下跌还是引来了所有人的注意呢？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人们将价格的大幅度变动当作一种异常情况——市场或者经济或者二者都要崩溃的某种信号。由此，暴跌一词——就像挑战者号或飞机失事一样，紧接着有大批人涌出华盛顿，仔细筛选碎石瓦砾，只是为了寻找一只损坏的O形环。

然而，早在30年前，我们就应该从本诺伊特·曼德尔布罗特(Benoit Mandelbrot)那里知道，任何股票价格大幅度的突然变动，无论是单只股票还是整体股票市场水平，都不是什么新奇的或异常的情况。在有数据可查的历史内，每10年中，价格的每日波动幅度达到3%甚至更高（包括上涨和下跌，顺便说一下）的次数有数十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认为这种情况还会发生。这是野兽的天性。在经济学上，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明，经济或股票市场会依照复利方式，年复一年地稳定增长。长生资产，诸如普通股、长期债券以及房地产（特别是商业地产），天生具有高波动性。这些资产的价格会剧烈变化，事实确实如此，并且还将一直这样。

当我们买进一只普通股时，我们并不是买进它的当前收益或当前红利，尽管我们在谈论起股票的价格与当前收益之比或当前红利率时，常常采用这种简洁的方式。我们买进的是股票未来的收益与红利，而非当前的。多久的未来呢？如果红利率是3%——大致是1987年夏天的水平——并且，如果恰当的、经风险调整的折现率是10%，那么，超过一半的股票价值是由未来5年以后——也即从第5年起直到永远的红利构成。毫无疑问，估计这么久远的将来的事情，显然非常非常不切实际。

股票价格也不是仅仅考虑收益或可能取消的红利逐年变化那么简单。无论是好是坏，收益和红利流都具有一定的持久性，就像天气一样，今天的价格水平必须考虑这种正的序列相关。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有一句谚语：当8月的拉塞尔大街上方的天空中飘来一片云团的时候，大豆期货价格就会出现跌停板。为什么仅仅是一片云团就会招致这么大的反应呢？也不像真的要下大雨的样子。大豆价格下跌可以理解，因为大雨意味着大豆产量的增加，而产量增加则必然带来大豆价格的走低。然而，这只是一片云团，并没有下雨。

但是，天气模式具有持久性，就像曼德尔布罗特所强调的那样。云团的出现可能是夏季长期干旱即将结束的信号。当然，市场价格已经考虑了这种干旱。每个无雨的日子都减小了丰收的希望，从而导致收获季节的预期价格上升。市场不仅反映了缺雨的累积效应，而且预期这种情况会进一步持续，因为天气具有一定的持久性。云团的突然出现意味着这一推断要终结了。仅仅是这一个因素就导致了大豆价格的下跌。但是，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云团还可能预示着雨季模式的开始，从而导致预期价格进一步走低。

股市的情形与此类似。由于持久性的存在，在可观察到的经济气候中，只需一个很小的变化就能大大降低投资者想拥有的股权敞口，进而导致股票价格的剧烈变动。如果你喜欢采用估价公式来考虑这些问题，会发现它们具有高度的非线性。哪怕经风险调整后的折现率上升半个百分点（风险调整很重要，因为这种调整不会总是在报价利率上表现出来），再加上红利增长率下降半个百分点，二者一结合，可能导致股票价格下跌20%。

1987年10月份，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经风险调整后的折现率上升（或红利增长率下降），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我认为，我在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的同事马克·米切尔(Mark Mitchell)，与佐治亚大学的杰弗里·奈特(Jeffrey Netter)，可能已经触及到了这一问题的实质。他们直指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0月13日发布通告，并于10月15日再次发布扩展通告，目的是为了取消恶意接管以及很大程度上自愿性的公司重组过程中的利息支付的税前扣减。他们两人认为，这正是股灾前一周内压垮市场的最后的那根稻草。

实际上，在股灾前一周内出台的税收提议所引发的市场下跌幅度很大，如果不是受到10月19日事件的掩盖，肯定会引起更多的关注。阳光灿烂的时候，没有人会注意到月亮。事实上，由于股灾前一周内的跌幅如此巨大，以致看起来似乎是这次下跌导致了外国投资者愿意持有的股票数量发生剧烈变动。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ll)从国际视角考察这次股灾的文章表明，东亚市场在10月19日率先开盘，之后一路直线下跌。这股抛售浪潮从那里扩展到英国，再从英国扩展到美国。

每当听到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税收提议很可能是这次股灾的导火索时，人们总是一笑了之。毕竟，那项提议可能增加的税收也只不过区区几亿美元而已，而股票市值却下跌了5 000多亿美元。但是，请记住，那张税单仅仅是根导火索。萨姆特堡的开火触发了南北战争，但并非起因。现在尚不清楚南北战争的真正起因是什么。或者即使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因果关系的概念有什么意义的话，也是如此。股灾的情况与此类似。手指指向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作为这场事件的触发器——打个比方说，就像猛然地折断小树枝，从而引发雪崩一样——该事件导致投资者改变了他们对未来收益的预期。顺便提一句，这些投资者的预期看起来基本上是对的。股灾前后5年实现的实际收益率大致相同。换言之，20%的下跌看来是一种平衡性调整，而非简单的暂时性恐慌，这原本暗含着灾后超出常规的收益率。

此外，作为股市暴跌的导火索，提议的税收变化也并非那样地不寻常。还记得1989年10月13日的那次小型股灾吗？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接管计划的破产，导致股市在不到两小时内下跌了6%。市场在此时准确地感觉到，20世纪80年代繁盛的接管大浪潮最终宣告结束了。

尽管学者们花了60多年的时间才找出1929年股灾的原因，但是这次股灾也有一个管制性的导火索。乔治·彼特林迈耶(George Bittlingmeyer，1992，1993)发现，在司法部长于黑色星期一之前的星期五发布的那个公告中，有关司法部制定新的、更严厉的反托拉斯强制政策的内容，是那场灾难的导火索。就像米切尔和奈特一样，彼特林迈耶跟踪了司法部长在该问题上随后的一系列盘整措施，他注意到了股票市场的反应：在可预测的方向上，股市的反应总是非常显著。

然后，回到1987年，我们发现，10月19日的抛售浪潮始于东亚，继而波及美国。请注意，我指的是美国，而不是芝加哥。这股抛售浪潮同时袭击了纽约和芝加哥。仅仅是因为两个市场的微观结构不同，才使得貌似是这股浪潮首先袭击芝加哥，然后再由芝加哥扩展到纽约。在芝加哥，这股抛售浪潮立即以价格下跌的形式显示出来。芝加哥市场一直致力于发挥价格发现的最高效率。当开盘铃声响起的时候，交易就开始，哪怕这意味着找到新的平衡之前，价格需要一个巨大的跳空。而另一方面，纽约市场却把价格连续性的重要性置于价格发现的前面。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不予置评，它只是个事实而已。这就是它们的业务运作方式。你们可能会问，它们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它们怎么能够在一个基本上不连续的世界中维持价格的连续性呢？答案是，它们在内部设置了一名小人物，称为专业经纪人，此人能够平滑价格曲线。

在纽约，如果开盘时出现较大的失衡，导致价格跳空，这名专业经纪人就会推迟开盘，同时设法凑足相反方向上的交易量。但是，报价商必须不停地报告上次交易的价格，就是上周五的收盘价格。

我相信你们中的许多人熟悉下面两幅图，对于那些最近没见过它们的人而言，这两幅图有助于澄清真相。图18—1显示了在正常一天——比如说，暴跌前一周的1987年10月14日，芝加哥股指期货与其基础股票指数之间的关系。请注意，除了开盘和收盘（更靠后一点）时的两块小区域外，股指期货的价格都正常地高于现货指数。这是因为你在进行期货交易时，实际上无须拥有股票现货，从而节约了资金利息。不过，你当然也会因此而损失红利。由于彼时的利率要高于红利率，所以净效应就是期货价格也比现货价格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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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 标准普尔500股价指数及其期货合约（1987年10月14日)

资料来源：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和标准普尔。

图18—2显示了10月19日早上两个市场的情况。开盘时的小块区域内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缺口。图形本身还难以恰当说明问题，因为你必须细化刻度，以得到更精确的数据。这是一个7%的缺口——用以往任何一种标准衡量，都属于一个巨大的缺口。如果你不知道怎样看懂这个图形（太多人都看不懂），那么对于全世界的人而言，它看起来就像期货市场在向下拖曳现货市场，这也正是布雷迪委员会的基本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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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2 标准普尔500股价指数及其期货合约（1987年10月19日)

资料来源：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和标准普尔。

但是，这当然不是事实的真相。正如我提到的那样，这股浪潮同时袭击了期货和现货两个市场。不然，它又会如何呢？像所罗门兄弟这样的公司在这两个市场中都极为活跃（在伦敦和远东市场也是如此）。你认为它们在最终开始交易的时候，不知道这些股票开盘就要下跌？这就是线索：当它们开始交易的时候。但是，一些大企业，像IBM，其股票却没有开盘交易。所以，报价器上显示的是星期五的收盘价格。你没有办法就这一缺口进行套利，因为你不可能在星期一用星期五的价格进行交易。

专业经纪人尽可能地延迟开盘，以便他们能够搜寻到买家——这在平日一般只需要几分钟——而在那一天却不得不最终放弃，而以实际的交易水平为股市开盘，当然，这7%的下跌早已经被自由交易的期货市场发现。

然而，他们并没有将所有的股票一次性开盘，而是一只接一只地开盘。随着每一只股票的开盘，未开盘股票按星期五价格、已开盘股票按星期一价格，二者合计平均计算的股票现货指数逐渐逼近期货价格的水平。一个半小时以后，当最后一只大股票最终开盘时，这两个价格序列收敛到了其正常关系。

于是，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得出结论，此次暴跌并非由期货市场上出现的某种失败经由套利活动传递到现货市场所致——我们称该论调为布雷迪 布瑞顿式股灾市场机制理论。请记住，那恰好是布雷迪委员会的官方头衔：总统市场机制委员会。其实，后来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斯坦福大学艾伦·克雷顿(Allen Kleidon)的研究表明，市场机制方面出现的那些严重失灵——可以说是破碎的O形环——其实是产生于纽约股票交易所。

让我们再看一下两个价格序列在10月19日的行为，可以看到，它们确实在芝加哥时间上午10点左右重新恢复正常关系。然而，紧接着，期货再次跌到现货价格以下，并且一直将这种状态保持到当天交易结束。事实上，随着那天的交易时间流逝，两个市场间的缺口越来越大。在那天发生的所有异象中，这一点给研究市场微观结构的同行们提出了一些最为严峻的智力挑战。

为什么没有套利活动将该缺口抹平呢？你们都听过有关市场有效性的那些笑话，讲的是掉在地上的20美元钞票的故事，不过，那是很荒谬的。而我们这里讨论的是1 000美元的钞票。这两个市场间的缺口如此之大，如果你真的可以在那些价位上进行套利活动，你就可以退休养老了。那么，为什么这么多钱没人赚呢？

当我和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choles)以及伯特·马尔基尔(Burt Malkiel)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的蓝带学术小组研究这次暴跌的原因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直觉是，很可能出现了与开盘时一样的市场机制，也就是无交易。专业经纪人不仅有权延迟开盘，而且也能够在市场严重失衡而无法拉平缺口的情形下暂停交易。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拉里·哈里斯(Larry Harris)在一项极为细致的研究中对此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如果交易出现了交易暂停，它们也远远不足以解释这个缺口。

因此，我们就转而寻求其他原因。我们认为，它也可能是由所谓的提价交易规则所致，该项规则禁止卖空交易，除非其价格高于前一交易。因而当市场出现下跌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过多的卖空交易。但是，也不可能是这种原因。的确，你不能在下跌的情况下卖空，但是，至少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最近的80A规则出台之前，你可以卖出你持有的股票多头，并买入股指期货。通用汽车公司的养老基金，持有350亿美元的股票投资，由世界上最老练的专业投资人士管理。它们对期货市场和各种套利机会了如指掌。但是，这一缺口却继续存在。这是为什么呢？

这也正是斯坦福大学的艾伦·克雷顿最终所解决的问题。他发现，终极问题是任何组织都面临的共同问题，那就是，一个组织，这里是指纽约股票交易所，其内部各部分的结构以不同速度升级。纽约股票交易所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交易处理量达到10亿股。不幸的是，股市在20世纪80年代结束之前就出现了暴跌。

纽约股票交易所迈向10亿股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是推出电子下单系统，即著名的Superdot系统。这是一套令人难以置信的系统。它不是采用老式的电话委托下单和纸面跟踪确认方式，而是只要按一下计算机上的按钮，就可以将指令直接发送给专业经纪人，交易确认也原路返回。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讲，Superdot系统完全是一种电子产品的奇迹。它的一个特征是，有一个傻瓜式命令“列表”（list），使用该命令你就可以同时发送16种不同的交易指令。因此，尽管Superdot系统本身是为零售客户所设计，但结果却证明它对程序化交易商和套利者的价值最大。一个按钮就足矣。程序化交易商成群结队地聚集使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管理当局惊愕不已。

然而，尽管Superdot系统很强大，但它只能够处理市价指令，不能处理限价指令。后者依旧用老式的方式处理：电话交易大厅，得到一张打印的单子，交给场内专业经纪人，放置到他的指令簿中。没过多久，限价指令规划升级了。（现在，它们完全是自动处理的。专业经纪人的指令簿已经不再是两个口袋的本子了，已为显示屏所取代。）但是，直到1987年10月19日，只有大约20%的限价指令是自动处理的；而带来问题的正是那些手工处理的指令。

限价指令输入和撤销的过程非常慢，以致某些股票的打印机前排起了长队。此外，用常规的标准来看，处理量太大了，导致各种机械故障发生。打印机的色带被撕碎了，不得不更换。有些站点的软件也出了问题（看起来似乎总是这样），有些限价指令输入后你都无法再撤销它们。

尽管麻烦遍布，但并不是所有股票受到的影响都是一样的。有些股票能够处理完排队等候的指令，然后，按照现价交易一会儿以后又排起了一个指令长队。价格很难赶上它本应该达到的水平，直到依次处理完这些排队等候的指令。阻塞于等候队列中的股票在拉里·哈里斯（Larry Harris）的数据库中以未收盘进行登记；从严格的技术意义上讲，它们确实尚未收盘。但是，从实际角度看，它们已经收盘了。而且，它们对于套利缺口错觉的影响，与开盘时产生的影响确实是一样的。报告的指数是过去和现在价格的移动平均数。股票现货的当前价格与股指期货一致。或者，换句话说，期货的价格是由指数所代表的平均价格的边际数。而当边际价格低于平均价格的时候，平均价格就会下降。

这个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因为求知欲，而且还由于它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整个断路器事宜。毕竟，断路器存在的最严峻问题就在于两个市场间所谓的脱钩。交易暂停可以让缓慢移动的股票市场有机会赶上期货市场价格，至少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克雷顿的研究表明，问题是由于纽约股票交易所的交易能力不足所致——自那以后这种不足已经得到补救。

你可能再也看不到这两种指数间不断延长的缺口了，除非你通过一系列限制措施，例如纽约股票交易所的80A规则，使市场间的套利活动在市场大幅波动出现后变得更为昂贵。如果你关心的是防止10月19日纽约股票交易所交易大厅的那种混乱场面再次出现，那么你真的不需要同时在两个交易所之中安装的断路器。但是，我们已经安装了，已经没有办法再清除掉它们了。整个世界，特别是金融新闻界，认为这些断路器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们让世界从这次不幸的灾难事件中走出来。它们阻止了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抑制住了凶恶的程序化交易怪物。如果他们真的这样认为，我们这些学者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的幻想破灭呢？毕竟，安慰剂也是药物治疗中十分标准的、可以接受的部分。

让我简要回顾一下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然后给出本次发言的结语。在该领域，学术研究已经帮助我们澄清了与暴跌相关的事件，也就是对有关波动性的认识。通常的认识（我将其称为布雷迪 布瑞顿观点）是，低保证金率的股指期货在1982年的引入，导致了股票市场的波动性的显著增加。股灾在所难免。果然它在1987年就发生了。然而，比尔·斯沃特(Bill Schwert)对于波动性的不朽的、经典的研究却否定了这种观点。斯沃特不仅将有关波动性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延伸至暴跌之前，还扩展到19世纪——也就是研究了150年的波动性情况。你只需要看一下整个时间序列，将其在一张绘图表上展开，就能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什么特别显著的地方。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的波动性水平远远低于20世纪30年代正常的波动率水平。

当然，在1987年10月，股市的波动性的确出现了一次陡然增加。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一下那张图，你就会发现，自19世纪早期开始，平均每10年都会出现两次或更多次波动性增加的情况。1987发生的波动性增加幅度比较大，然而价格下跌的幅度也同样明显。我们对波动性问题了解甚少，在为数不多中的一点是，它总是在暴跌结束以后才增加。1929年和1987年的两次股灾都属于比较严重的股市暴跌，而且它们导致波动性增加的程度也大致相当。只是，1929年以后，货币供给崩溃，银行系统瘫痪，整个经济与之一道陷入危机。那时，很少有人疑惑，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的波动性没有迅速回复到它以往长期、稳定的水平上去，就像1987年股灾以后那样？或者，换句话说，1987年的下跌属于正常情况，而1929年的下跌属于异常情况。

当然，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讲，这也正是1987年的股灾当时备受关注的原因所在。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担心一切会重现——即20世纪30年代的那种大萧条正在袭来。但是，这种情况显然并没有发生；而且任何一个研究过20世纪30年代货币政策的人都知道，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除非艾伦·格林斯潘及其伙伴们都完全昏了头。

对了，我知道，在1992年的大选中，很多人都在争论说，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真的正在发生。但是，我很清楚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请相信我，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情况与20世纪30年代并不一样。而且，即使是那些认为我们确实已经陷入大萧条之中的人，也没有把目前这种萧条状况与1987年的股灾联系起来。（或许与罗纳德·里根联系起来，但不是那次股灾。）这两个事件在公众心目中的联系最终还是被打破了。如果这就是我们从1987年股灾中所学到的东西，那也不失为好事。因为我们都可以停止为那些假想的问题而忧心忡忡，而开始关心我们的社会和经济所面临的真正问题。

（本文为作者在首届金融管理国际会议上的主题发言，萨福克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系主办，1992年11月12—13日，波士顿，马萨诸塞州；以标题《1987年股灾5年后：我们学到了什么》（“The 1987 Crash Five Years Later：What Have We Learned？”）发表于 New Directions in Finance ，Eds.Dlip K.Ghosh and Shahriar Khaksari，Rutledge，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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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经济学法则适用于日本吗？

尽管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翻译文化”，可是我今天的发言却强调相反的东西。对于文学、艺术或电影上的文化成就而言，翻译可能确实必不可少。但是，经济学却不是如此。不存在日本（或美国）所独有的经济学，正像不存在日本特有的物理学或化学一样。经济学的基本法则适用于任何一个地方，日本当前的经济衰退及其伴随的银行业危机作为这种普适性的例证可能是最好不过的了。

这两种相伴生的危机，至少在轮廓上都可以在经济学上找到比较明确的解释，尽管那些出了名喜欢争论的职业经济学家们可能会对其中的细节争论不休。而大多数严肃的经济学家，尤其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比如我，都能够对日本在这段经济史上相当困难的时期适当的政策，达成基本的共识。就像过去10—15年间多次强调的那样，我们今天还要对日本说，你们不能像17世纪大名的农业庄园那样，雇用一大群管家来经营20世纪（很快就是21世纪）的经济。你们应当更多依靠非个人主义的市场力量，特别是在资本市场领域，依靠市场力量来引导资源在经济活动中的流动，而不是像东京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主导大藏省（MOF）那样采用行政指挥。否则，你们只能不断地犯错误，从一次危机到另一次危机，在此过程中，不仅会摧毁大量的国民财富，而且还会破坏日本人际关系中的礼仪，而这些礼仪正是我们众多西方人一直羡慕又妒忌的东西。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艰难的时期，来说服你们相信那些在我们看来明显不过的东西？显然，部分原因是因为你们过去的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从一个一无是处的国家一跃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整个那段高速增长的特别时期，日本经济看起来似乎是被一种戏称为“日本株式会社”（Japan Inc.）的东西所引导——该联合体由自民党的政治垄断、通产省的产业政策及大藏省事无巨细的金融市场微观管理所组成。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人们对日本公司提出批评，总会得到这样一个明确的答复：它可能并不完美，但你得承认它能起作用。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那种方式会犯一个最古老的逻辑谬误。它如此古老，经常被认为是古罗马人命名的“后此谬误”（the post hoc，propter hoc fallacy），把时间上的先后当作因果联系。雄鸡一打鸣，太阳就出来。但是，太阳肯定总会出来，哪怕那只公鸡被放进蒸锅。

“日本株式会社”的情况与此类似。将日本经济的成功归功于官僚和政客，绝对是对日本人民的一种侮辱。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日本人民的创造性、技术水平、职业道德和企业家精神；特别是他们巨大的储蓄意愿，也就是，放弃即期消费，而为了将来，有时甚至是遥远的将来的利益。这些才是日本成功的真正源泉。事实上，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即使没有那些政客和官僚，日本经济也能取得成功。

“日本株式会社”的官僚主义其实具有反生产力的观点貌似已经被通产省所接受。但是，想要认识到大藏省的负面影响还需要更长的时间，部分原因是因为金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太过抽象。任何时候，只要金融政策方面的议题推出，人们的眼睛立马就会随之一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银行业及相关领域的灾难可能是一件幸事，它能引导日本公众将目光更多地关注金融问题，并使他们认识到，大藏省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只能带来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是，指责大藏省、日本中央银行和日本政治机构过去15年中所犯的政策失误——这种失误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足以将政客和官僚挂上绞刑架——是很容易的，然而要为改革设计任何一套完整的蓝图却不太容易。甚至都不会有一个外国人愿意做这种尝试。相反，我在这里提议，把目光关注到一些有点广度，但依然相对简单的、到目前为止新闻界和公众绝少关注的长期性改革上面。

我知道这种方法会让很多听众失望，他们会说：这像一个经济学家说的话吗？房子在着火——也即银行系统正陷于困境——而他却在谈论未来在大厦里应搞什么样的装修，好像我们可以走到那一步一样。在美国，人们也经常把我的这种谈话嘲笑为是重新布置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椅子。但是，作为自我辩护，至少让我向你们再次保证，目前你们银行业面临的问题确实痛苦，但真的并不很复杂。

简单的经济学——其实是像会计学——告诉我们，如果一家银行拥有100单位的资产和80单位的存款，那么它的资本净值或股本就是20单位。但是，如果这些资产的价值下跌，比如跌至70单位，而存款仍然维持在80单位，那么，这家银行现在就没有资本了。实际上，它的资本净值是负值。该银行在技术上已经资不抵债了。

当然，一家银行资不抵债并不意味着它无法作为银行在许多活动中继续发挥作用。人们可以继续日常的存款和取款（两者的金额大致平衡）；他们可以继续偿还他们的分期贷款和抵押贷款，这家银行也能把这些偿还的收入再以新的分期贷款和抵押贷款的形式贷放出去。不过，这家银行不能做的，是通过向工商业部门扩大贷款组合规模来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可以非常容易地看到，当那家银行的资产价值降至70单位时，其资本净值变为-10单位。但是，如果资产的价值不是降为70单位而仅仅是82单位，该银行还有一点儿资本，从而避免了技术性的资不抵债；此时，一个更为隐秘的问题就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在这些条件下，这家银行的所有者和经理人会有强大的动机，不仅仅是继续放贷，还会去冒更大的风险，远远超出一般谨慎性的银行贷款政策。如果这些高风险的投资取得了成功，这家银行就获救了。赚到的利润将恢复这家银行的资本金水平，而银行所有者的财富也不仅仅得到恢复，还将扶摇直上。如果冒险失败，大部分的损失将落在存款人身上，这实际上意味着损失将落在广大纳税人身上。这正是发生在美国储蓄与贷款行业崩溃过程中的事情。

当然，管制者，在日本就是大藏省，在银行资产跌至或不足银行债务的时候，也面临着一个类似的“道德风险”问题。就像一个赌徒双倍下注以期捞回先前的损失一样，大藏省可能也会尽量避免采用必要的治疗行动，寄希望于当前资产价格的下跌只是暂时的，而随着经济的复苏，银行业危机可以在不太久远的将来自行解决。当然，这种双倍下注的方式有时候能够成功。但有时不会成功，其最终损失将会成倍放大。

当然，这也正是许多日本公众此时所担心的问题（就像担心日本各家银行有许多外国债权人一样）。因此，有必要强调的是，当银行股东、债券持有人以及广大的一般税人最终可能会遭受巨额损失的时候，而存款人可能不会受到影响。不管是否拥有一套正式的政府存款担保体系，没有一个现代政府会允许其公民存于银行的一生积蓄中的大部分遭受损失。英国人声称，他们不会自动偿付所有存款人的损失，而且其公众也明白其存款担保受到严格的数量限制。它们以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倒闭的例子来证明自己拒绝“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信条有据可依。但是，我认为，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事件中的受害者主要是外国人和移民，而不是一般的英国人，这绝非一种巧合。而且，不管是哪件案例，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以及巴林银行）都是规模相对较小的银行发生的单个、孤立的事件，而非系统性的失败事件。

因此，出于明显的政治原因，如果对银行资不抵债的担心引发储户同时大规模从这些陷入困境的银行挤兑存款，那么一些类似美国储蓄与贷款行业紧急救助这样的事件也就完全在意料之中。而正是由于那些十分独特、奇异的日本金融机构的存在，这种事情很可能发生。这些日子，日本的银行储户得好好地问他或她自己，为什么要冒险相信政府对我们自己银行账户的担保呢？即使政府像英国那样拒绝偿付的可能性较小，在拿回存款时也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延迟和填写烦琐的表格。为什么要冒这种风险？还是让我把存款转到国有的邮政储蓄系统中去吧。利率完全是一样的，而担保从一开始就有。这种易于公众选择的替代方案，将对你们的商业银行构成长期的竞争威胁，直到邮政系统最终也被私有化。由于其生成运行的潜力，邮政系统同样也会对它保持一种短期的威胁，直到在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恢复，以及公众对这一产业的健康状况和生存能力重新恢复信心。

如何着手去做到这一点，是经济学界可以大说特说的一个主题；不过，如我前面所述，我更愿意把如何应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具体细节留给那些专家们，而把注意力集中到为防止银行业危机再次发生而需要的某些深层次结构性改革上来。你们将会看到，这些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大幅度减少大藏省在日本经济中的作用。

日本银行业和金融市场监管的长期改革战略

我们知道要降低大藏省在日本金融领域中的地位，但是很难搞清楚如何着手。实际上，大藏省推出的每一项规则和管制政策都给大多数日本公众带来了某种无谓的成本，尽管它常常使相对较少的公司和个人受益良多，大藏省其实是为这些利益集团工作的。我经常强调，按照西方卡特尔一词的理解，应该把大藏省看作是一名卡特尔的经理而非一名管制者。（我需要补充的是，西方的管制者像大藏省一样，常常关注如何保护自己所管制产业的竞争性利益，但它们受到更多的政治制约。纽约股票交易所确实很想谋取类似大藏省那样的政府力量来阻碍期货交易所的发展，然而，各家期货交易所自己也拥有足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来击退这种攻击。此外，美国的管制者，比如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必须每年到国会去争取维持自己的雇员和程序所需要的资金。而大藏省从来不必为此操心；像政府的其他部门一样，大藏省可以决定自己的预算。）

作为削减大藏省对经济活动广泛影响的第一步，我建议应彻底取消大藏省对银行业的管辖权。银行业监管的微观层面，包括审计、监察以及确保银行内部控制符合国际标准（大和银行丑闻的曝光，表明不能再对这类事情放任自流了）等工作应当转交给一家专业的独立机构来负责。不过，这家新成立的银行监察机构，不能只是大藏省原有部门换个新名称。大藏省的官僚们与各银行中大藏省爱好者之间的长期关系，让日本银行业的“监督”受到质疑。为什么不把这项监控各家银行安全性和诚实性的任务交给税收部门的人？他们作为看门狗，被证实更为可靠。

银行业的宏观层面，与银行准备金及货币基础其他部分的水平和增长有关，应当转交日本中央银行负责。现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日本中央银行要完全独立，不仅仅独立于大藏省，还要独立于政府本身的行政和立法机构，就像德意志联邦银行一样。

我知道，这个建议会让许多人觉得奇怪，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一国的中央银行在出现流动性危机的时候总需要扮演最后一道防线的角色，难道它不应该很自然地拥有对银行体系的监管权威？我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完全不必如此。对于商业银行运作的详尽监督，是或者说应当是，关注偿付能力和管理失当等微观层面的问题，而不是流动性，这基本属于宏观层面的问题。原则上讲，中央银行能够处理好这两方面的任务——就像我们美国联邦储备体系一样——但是，日本已经饱受过于庞大的管制机构之害。我十分确定不把美国式的银行管制推荐给日本，因为这种监管模式有着相反的问题，就是管制性监督过度重复，有时甚至会有多达5家不同的机构检查同一家银行。最好还是建立单一独立的监管机构，这不仅有利于出现问题时更好地分清责任，而且还能允许微观和宏观层面上的管制者各自在履行其主要责任时提高专业化效率。

有人可能会反对日本中央银行独立，因为这家银行无论是在处理导致20世纪80年代所谓泡沫经济的事件上，还是在应对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所致的余波中，都没有辉煌的经历。实际上，不少这些事件的研究者还责怪日本中央银行在1991—1992年间没有听取大藏省的建议，以将其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调节得更快、更有力。但是，对于以往的一些特殊决策，无论是大藏省还是日本中央银行，不管谁正确，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只要日本中央银行的运作被看作是政府经济政策（也就是说，大藏省经济管理）中的一个标准部分，麻烦就不可避免，特别是当你考虑到这两个机构之间因日本中央银行主席职位的5年周期轮换而不断加剧对抗的时候。

毕竟，你们现在遇到的这些麻烦，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藏省的5年任期内就埋下了种子。依照1985年的《广场协定》，以及更有可能的是，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日本政府同意放缓美元资产积累的速度，并让日元相对美元升值。然而，由于担心日元升值会影响日本的出口产业，从而导致国内经济的严重衰退，日本中央银行重重踩下了其国内货币供给的加速器。在其后的几年中，按照多种方法计算，日本货币供给每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10%。拥有大量现金和准备金的各家银行，婉转点说，都急切地想把这些钱贷给它们的企业和个人客户。

正常情况下，当中央银行以这种强有力的方式注入货币的时候，价格和工资会开始上涨，公众很快会注意到他们过去积累的银行存款、债券以及其他以名义价值计价的资产，其实际价值受到侵蚀。随着公众对中央银行持续性通货膨胀政策的认识不断增强，名义利率的不断上升可以预警货币管理当局，严重的负面政治后果可能出现，就像美国的卡特政府在1979年得到的教训一样。但是，经典的通货膨胀景象并没有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其原因依然没有被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们完全搞清楚。可以肯定的是，部分原因在于，人们非常担心的衰退从来没有发生；依照西方的标准（当然是实际增长率，其中扣除了货币扩张对价格的影响比重）来看，日本经济仍然以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前进。另外，尽管起初看来，日元的不断升值会影响出口的价格和利润，但它同样也降低了进口价格，因而降低了日本消费者的生活成本。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种效应被无效率的日本零售流通体系所掩盖。通货膨胀没有表现为价格的不断上涨，而是表现为价格的下跌远没有在日元升值情况下本应该有的那样迅速。

无论是什么原因，事实却很清楚。尽管货币快速增长，但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日本零售价格的涨幅依然非常小——涨幅如此之低，以致甚至像米尔顿·弗里德曼那样热心的反通胀之鹰，也会对日本中央银行大唱赞歌。而且，在所有针对价格膨胀与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的统计检验研究中，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冲击之后的若干年内，日本总是像一个异常值：既接近银行独立性轴线的底端，又接近银行通货膨胀轴线的底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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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中央银行孜孜不倦地向日本经济注入的货币，并没有导致消费价格水平大幅提高，这是事实。然而，它不得不表现在其他某些方面。那就是表现为建筑业的繁荣，资产价格的上涨——股票价格，当然也包括住房价格、商业地产价格，甚至高尔夫球场会员资格等，所有这些都受惠于相对低廉的银行贷款的慷慨资助。

由日本中央银行宽松的信用政策所推动的资产价格膨胀，又因为大藏省的某种善意但最终不当的干预行动而加剧。在1987年10月美国股市暴跌期间，美国股票的价值下跌了大约20%。日本股市也感受到了强烈的下行压力，但大藏省迅即采取了著名的价格维持行动(Price Keeping Operations，PKOs)。日本股票市场的跌幅保持在7%~8%。我还记得当时大藏省官僚们评论说，在如何管理我们的股票市场方面，我们美国看起来还没有在如何管理美国的汽车公司方面懂得多。

但是，大藏省方面一贯的价格维持行动，即使被看作是成功的，也可能会事与愿违。如果公众相信，只要股票价格开始下跌，大藏省就会施以援手，那么就等于承认日本的股市不再有下跌风险。实际上，股票市场已经转变为一种看涨期权市场，价格除了一路上涨，别无选择。而且，它们确实也是这么上涨的，涨到目前看来几近荒唐的水平。

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持续上涨的势头几乎不受节制，直到5年一期的日本中央银行主席轮换中，大藏省的人选被一位更为传统的银行家取代之后，这种势头才宣告结束。此人上任伊始，就在1990年初立即着手戳破被他称为“泡沫经济”的东西。资产价格膨胀的进程戛然而止，在随后的5年间转而进入了一个令人极度痛苦的下滑期，先前收益中60%以上的部分都化为无形。

许多人都想知道，如果一位更为传统的中央银行行长，就像三重野主席这样的，早些上台的话，比如在1984年而非1989年，是不是这一系列灾难性的上涨—下跌事件就可以幸免。我的答案是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除非日本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比现在具有更大的独立性。

至少，我们都知道，一旦资产价格的膨胀开足了马力，就很难再为中央银行所控制，部分原因是因为缺乏明显的受害者来产生足够的政治压力以终止这一进程。在资产价格的膨胀中，每个人看起来都能从中受益：企业更容易得到便宜的资本，银行拥有更多的基础资本用以扩充其贷款业务，证券经纪业从其客户的股票交易中挣到了巨额的佣金，而客户本身的资产净值也在稳定地增长，有时甚至一天接一天地上涨。总之，就像一位美国中央银行行长曾经所指出的那样，当每个人都在晚会上如此尽兴的时候，没有哪位中央银行行长愿意充当端走五味酒钵的冤大头。

由于缺乏明显的货币工具以处理我们所谓的“部门性”问题，这进一步加大了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的压力。目标信用控制不再比其他控制手段更可靠地起作用；人们很快可以想出办法绕过这些手段。在我们的1929年股市暴跌之后，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坚信保证金要求可以抑制股票市场波动，但是最终因为多年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而不得不放弃。购买股票的保证金要求在过去20年当中也就一成不变地保持下来。因此，一家面对资产价格膨胀的中央银行会感到自己面临残酷的抉择：要么任由这种繁荣继续泛滥；要么猛踩货币供给的刹车，并冒着可能将整个经济拖入一场混乱的风险。

然而，与隶属于政府一部分的情况相比，一家真正独立的中央银行可能会在这一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准备冒险去早点踩下货币供给的刹车。但是，不言而喻，即使是独立的中央银行的行长们，也不能将自己锁进小黑屋中，挡住来自外部真实世界的所有感知。他们还必须认识到，什么时候让脚松开货币供给的刹车，重新恢复到正常的驱动模式上来。由于担心价格膨胀之火再次点燃，日本中央银行一直没能在银行系统内维持必要的流动性。当然，日本中央银行（以及在其之前的美联储）最终还是终止了货币紧缩的进程，但并不是在对银行平衡表和普通公众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之前。

当然，没有什么可以保证中央银行能够避开停停走走、收放交替的货币政策，无论它抵御短期政治压力的能力有多强。正是这种政策折磨了日本和西方经济如此长的时间。我们期望的最佳结果是减少或消除干扰，让中央银行行长们集中精力确保货币增长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独立性有助于去掉他们的压力，而不必对汇率或失业率的每一个变化作出反应。但是，至少目前还有另一种干扰能够而且必须被消除。我指的是银行系统整体的盈利性和资本充足率。（这与单个银行的相关指标不同，如前所述，那些终归只是微观问题，最好还是留给银行监察者去处理。）银行资本金和盈利性问题在宏观层面上给中央银行带来的干扰，可以通过对银行资产组合规则作一个相对简单而直接的调整来得到大大削减。

银行持有企业股票的所有权

具体地，我建议，不应该再允许日本的银行持有其他企业的普通股（除了一些暂时性的情况，比如当企业破产重组时接收股票以代替债务，或者当银行持有自己运营性子公司的股票时）。作为一名忠诚的芝加哥自由市场学派成员，由我来建议对银行组合决策予以立法限制，多少会让一些人反感。但是，这种立法限制确实在长期和短期范围内，能带来大量好处，而这些好处从意识形态方面出发很容易被忽略。
[1]



就算没有其他效果，这种限制也将有助于我前面所说的主要目标的实现，也即削弱大藏省在日本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因为这种限制可以消除经常性干预股票市场的主要动力，亦即阻止股票价格下跌导致银行系统缓冲资本不足。请记住，依照国际清算银行（BIS）的规则，银行持有的未变现的股票增值中的45%可列入第二级资本（Tier Ⅱ）。因此，一旦各家银行不再持有股票，就比较容易说服大藏省放弃那个巨大的装满价格支持武器的军火库，像禁止发行新的普通股、阻挠股权类衍生产品的发展等——正如我们在过去5年多所看到的，这些武器事实上并没有真的维持价格上涨，反而削弱了金融市场的资本配置效率。

但是，强制日本各家银行放弃持有的股票，甚至还有更为直接的好处。如前所述，日本许多银行已经滑向核心资本即第一级资本（Tier Ⅰ）的边缘，而不仅仅是突破第二级资本要求。从理论上讲，通过利润再投资（如果银行确实有利润的话），或发行新股（如果那些原始股东确实愿意接受发行新股给股权带来的巨大稀释作用的话）
[2]

 ，银行都可以获取额外的第一级资本。银行要补充自己的资本金，只需出售资产组合中的股票，将那部分未列入第二级资本的已实现的利得的55%视为利润，这些利润不仅可以大大充实第一级资本，还可以作为备用现金以支持银行当前不景气的贷款计划。这是多么简单的事情！

当然，在理论上，这些银行可以自行选择这条增资途径，而无须强制性剥离规则。但是，这种自愿的解决办法至少面临着两大主要障碍。首先，它显然会涉及巨额的股票交易，这绝对让大藏省感到毛骨悚然——似乎有些办法让银行体系的大量股权重新资本化，同时又不会对股票市场构成压力。
[3]

 大藏省显然偏向于在增加银行资本金的同时，对现有银行体系的各部分不产生影响，特别是不影响它对该体系的管辖权。要实现这些目标，大藏省可以走的一条路是，借鉴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重组金融企业计划的思路。在该计划中，美国政府通过购买专门为此目的而新发行的优先股，向身处困境的银行体系注入资本金。

强制剥离银行持有的股票所面临的第二个障碍是，即使按照今天已经萧条的价格销售这些股票，也会让银行背负沉重的资本利得税，虽然那些很久以前购买的股票金额以今天的标准算不了什么。然而，幸运的是，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把银行和其他企业的资本利得税税率设置为零，就像目前对个人投资者的税率一样。在我建议的切断大藏省与银行部门之间联系的计划中，这是第三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讲，无疑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当然，让大藏省远离银行部门，只是迈向以非个人的市场裁决取代官僚命令这一终极目标的第一步。即使卸去了银行业这一臂膀，由于它还控制着预算和税收，大藏省依然掌握着庞大的、不受制约的集中权力。

仅当开始意识到特权的维持成本日益高昂的时候，大藏省行政指导的众多受益人才有可能被说服牺牲他们长久以来享受的特权。许多日本人已经得出了这个结论。我希望更多的人很快扔掉自己身上那只裹了太久、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毛毯，转而支持一种更为开放、以市场为基础的系统，在那里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之花可以盛开。

（本文为作者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一次主题为“翻译文化”的研讨会上的发言，1995年11月28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联团）会议中心，东京，日本。）



注释


[1-1]
 表明日本央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之间不具有统计相关性。——译者注


[1]
 从理论上讲，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房地产。所有商业银行，包括处在当前银行业危机下一群最险恶罪犯之中的住宅信贷银行，都不能再直接持有房地产，而且要尽快抛弃接受一切抵押品的想法。这些规则不仅能够促使房地产市场具有更快的流动性，而且还能使这些银行更快地意识到它们的损失将会成为银行融资支持的房地产项目上的一种有效的约束。


[2]
 实际上，目前短期利率已经大大低于政府债券的长期利率水平，这使得几乎任何一家银行都有可能获取一些利润。但是通过这种途径不能较快地恢复资金。


[3]
 这项建议也会让一些人感到吃惊。这些人相信在日本或德国模式下密切的银企关系的主要益处表现在优化公司治理，尤其是允许企业用长远眼光来对待那些资本密集型投资项目。这一问题不宜在此讨论（尽管必须说明长期以来我对日本或德国模式下的银企关系的种种好处一直持有一种怀疑态度），但是它可能成为学术上的争议。就像在美国的情形一样，一些真正大型的企业在投资活动中已经开始逐渐减少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


第20章 日美贸易关系：美国英雄兰博能否战胜日本怪兽哥斯拉？

我对日美贸易关系的观点，尽管与美国大多数学院派经济学家的见解一致，但会让你们中间的许多人失望。事实上，会让你们如此失望，以至于我打算先从阐明我的三个主要观点开始。

观点之一：你们多次听到的美国对日本的商品贸易赤字绝对不是一场危机——这是克林顿政府一直喜欢用的词之一。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当局也知道它不是一场危机。克林顿政府故意（且直截了当地，这颇有些讽刺意味）利用赤字，来发动美国公众对日本的不满情绪，以支持其制定的所谓市场开放日程表。

观点之二：那些被高度吹捧的市场开放倡议只不过会带来一些暂时性无足轻重的效果，即使依照政府自己的计算考量。原因很简单：尽管有各种可怕的描述，但日本政府维持的种种贸易限制性措施，其实与它们的贸易顺差或我们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多少关系。克林顿政府的计划，如果成功了，顶多也只能让一小部分美国企业受益。但是，如果它失败并导致贸易制裁，将会使我们其他的美国人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克林顿政府这些“兰博式”的战术属于典型的糟糕投资：市场上行时回报甚少，而在市场下行时却面临高额亏损的风险。

观点之三，也是最后一个观点就是，即便美国政府以制裁相威胁的鲁莽做法真的能迫使弱小且无安全感的日本政府让步，并接受我们产品出口的数量目标，那些威胁也会吞噬我们作为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倡导者还仅剩的一点信誉。他们会把我们视为重商主义的伪君子，决心要把我们的产品强行出口给别人，完全就像我们指责日本人那样。请注意，我们美国人正在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怪兽哥斯拉，而此时，越来越多的日本人逐渐意识到哥斯拉式的政策并不符合该国的最佳利益。要在这一点上恢复我们的道德制高点，在与日本的谈判中，我们应该同意认真考虑开放我们的市场，取消我们的反倾销法案以及所有残留的“自愿”和非自愿进口限制——诸如食糖配额和多纤维纺织品协定等，而不是像过去10年那样，依据关贸总协定(GATT)缓慢地分阶段放开限制。但是，可别抱太多指望。

政府增加对日出口的战役：收益与成本

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暴力政策有很充分的理由，这个我们必须面对，因为日本人看起来确实在频繁地封锁美国产品，并且是以一些最浅薄可笑的原因作借口。我确信，每个人都会津津乐道于日本通产省前大臣羽田孜的一个故事。他拒绝美国牛肉进入日本市场，理由是这种牛肉不适合日本人较小的肠胃。不过，在对此付之一笑的同时，我们还应该记住，日本人的口味的确经常跟我们不一样，而且美国公司也并不总是相应地改变自己的产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克莱斯勒公司。当李·雅科卡最大声地抱怨自己的汽车被排斥在日本汽车市场之外的同时，克莱斯勒公司实际上并没有生产一辆右侧驾驶的汽车。现在，它们已经生产出这样的汽车了——切诺基吉普车在日本销量很好，就跟我们这里一样。

还需要记住的是，我们所抱怨的众多日本限制和管制，并不真的是进口限制。它们同样适用于日本企业，尽管在长期的实践中，这些日本企业常常机智地绕过去。但是，并非总是如此。近来的一项关于日本零售贸易法的研究显示，与美国人广泛持有的观点恰恰相反，取消该项法律会导致减少从美国的进口。实际上，这项零售法给日本小型供货商带来的负担大于美国出口商。

这样，综合所有正面和负面影响后，我们对日本的整体贸易赤字在不久的将来也不会出现明显持久的变化，哪怕是日本取消所有具有争议的管制政策。请注意，我说的是整体贸易赤字，因为在减少下来的美日双边赤字中，有一部分肯定会表现为美国对中国或对印度尼西亚之间更大的双边贸易赤字，由于被挤出本国市场的日本企业会通过增加对上述国家甚至我们美国的出口，把被挤掉的份额弥补回来。你们曾经尝试过在一只充气不足的排球上弄出一道凹痕来吗？

我们政府的经济学家们都知道，通过与日本的双边谈判并不会让我们的总体贸易平衡产生什么大的变化，无论米奇·坎特（Mickey Kantor）和那些律师们声称谈判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既然如此，政府为什么还要加紧推行一项在大多数学院派经济学家看来极端鲁莽的计划呢？答案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决策不是由美国经济协会的成员投票决定的。他们甚至无须考虑政府内部的经济学家们的意见。根据我自己曾经作为一名政府经济学家的经验，政府经济学家的作用是为其上级政治领导已经接受的主张进行合理化而提供机智缜密的论点。请相信我，美国政府中的经济学家们相当出色地应对了这种挑战。

他们必须使之合理化的那些决策，确实是依据投票产生的，但这种投票采取的是国会和总统选举的形式。在那些投票中，厂商利益集团常常能拉到足够的选票（以及获取更多票数的金融手段），最终获胜。在我们对日本的贸易政策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对日本保持强硬态度的压力不是来自美国消费者，而是来自某些——我这里特别强调“某些”一词——美国厂商，特别是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大型建筑公司、硅谷企业以及一些华尔街大投资银行，如摩根士丹利。它们希望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成为新一代的海军准将佩里，这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再合适不过了。政府会施惠于具有强大政治力量的商业界，不言而喻，政府也希望商界能投桃报李。我们只要看看在一个新政府宣布其施政纲领时，有哪些企业列队于白宫玫瑰园就足够了。

就这一点来看，本届美国政府无疑一点也不次于前面的任何一届政府。请记住，对日本汽车进口的所谓“自愿”配额，正是在伟大的自由贸易者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on)任内引入的。还有，乔治·布什本人亲自率领一个由美国汽车公司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要求日本政府允许他们在日本从事更多业务。然而，他施加的唯一压力就是将污物吐在首相宫泽喜一的鞋子上。不过，这位总统的确也曾经威胁要贸易制裁日本，这倒完全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

毕竟，日本无疑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旨在减少从日本进口的各种制裁不仅将使美国消费者遭受巨大损失，而且也会破坏美国几代人成功确立的外交和贸易主动权。为什么仅仅就为了一小撮美国公司的销售额增加这一锅少得可怜的肉汤而要冒这种风险呢？

我怀疑，答案可能是因为美国政府觉得，它不会真的实施那些制裁。仅仅威胁一下就足够了。日本人会在最后一分钟屈服，一如既往，因为他们在贸易战中损失的甚至比我们更多。他们甚至都不能依靠自己养活自己。在一段时间的恶劣天气后，他们就需要进口大米，更不用说原油、煤炭、铁矿石以及其他工业原材料了，即使在天气好的时候，他们也需要每天都进口这些东西以维持生存。

但是，据其运转的情况来看，即使美国政府的考量肯定具有足够的理性，你也不能总是确信另外一方会按照你的剧本行事。大量的学术研究显示，对双方而言，庭外和解几乎总是要优于支付诉讼费用。可是，法院的日程表还是排得满满的。采用我们政府的这种推理逻辑，你可以证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永远不会爆发。但是它们确实发生了。在法律或外交上并不存在什么确定的东西。

你必须一直考虑你的虚张声势被看穿的可能性，此时，日本人或者拒绝你的要求，或者从近几次的事件判断，更有可能是大张旗鼓地同意作出一些毫无意义、无关痛痒的让步。现在，你怎么办？如果你接受这些纯粹装样子的让步——无论是在日本贸易还是在中国人权方面——你就会丧失作为一名参与者在将来的信誉。对方将为你的威胁空洞乏力而欢呼，而且开始在世界各地向你那块毯子踢沙子。实际上，如果你看上去越理性、考虑越周全——比如比尔·克林顿，那位伟大的政策“专家”（wonk）就是这样的——那么，你在国际上失去的影响力就越大。理查德·尼克松用报复作为威胁是可信的，因为你从来就不清楚他是否真的疯狂到敢动手的地步。罗纳德·里根也可以这么做，那些被他解雇的空中交通管理员们都知道这一点。甚至连乔治·布什都可以这样做，因为他在海湾战争期间就动手了。但是，比尔·克林顿却做不到这一点。

从所有这一切中得到的教训，就是那条古老西方人所熟知的法则：如果你不想开火，绝不要拔枪。不要动不动就威胁，除非你真的准备实施它们。而真正让我担心的事情是，一些在政治上具有强大力量的美国政府选民，可能真的希望我们实施这些威胁。这是“挽救美国的就业”的一个多好的借口和机会啊！可以阻止日本的汽车、钢铁和照相机等产品洪流进入美国，一劳永逸。

美国政府坚持认为，这些担心都可以烟消云散，只要日本人停止阻碍谈判，“回到谈判桌前”。然而，政府所使用的谈判一词，其实具有十分奇怪的含义。唯一可供讨论的议题是他们可以作出多大和多快的让步。作为他们维持现状的回报，我们仅仅是不痛扁他们——这完全是和一个抢劫犯做“交易”。这不仅是我们这方面的一个愚蠢政策，原因在前面我已经说过，而且还给我们美国人贴上了伪君子的标签。上帝知道，我们自己有大量封闭市场的管制政策，而我们都不准备单方面放弃它们。多边相互妥协让步，就像关贸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中那样，可能是消除贸易壁垒的一种较为缓慢的途径，但是，相对于美国政府的恐吓政策，这才是扩大世界贸易的更可靠、更安全的方法。

让我在这里针对关贸总协定作一个简短的警示性的评论。关贸总协定的协议于1994年初在摩洛哥大张旗鼓地签署了，但是，在美国执行这些协议的立法尚未列入国会的议事日程。关贸总协定于1993年建立起来的动量逐渐在衰退，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正从1993年12月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区（NAFTA）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并重新积聚力量。他们准备就关贸总协定问题在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中大做文章。更为复杂的是，为了维持关贸总协定的预算中性，需要提供大约200亿美元的资金来抵补收入或支出的削减。这个协议最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绝不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日本贸易盈余的真正源泉及其未来前景

在许多学院派经济学家看来，美国政府出于政治目的打击日本的言论是一种特殊的刺激剂，因为他们知道，日本被夸大的贸易盈余并不是某种蓄意的为了把失业硬塞给其他国家的以邻为壑的政策，就像政府宣传机构反复强调的那样。它们的贸易盈余主要应归结于日本家庭和企业极高的储蓄率，这相应地反映出日本社会的文化特征，特别是人口统计特征，但是，更多的是日本过去30年间，至少截至最近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快速、持续增长。

当然，拥有如此多储蓄的日本家庭必须把这些储蓄放到什么地方。首先，他们会将其存入银行账户，购买人寿保险单，以及日本政府和企业发行的债券。但是，这些储蓄的数量太多，远远高于日本经济在本土以较高回报率吸纳的能力。因此，他们、他们的银行和保险公司采取了与后来美国家庭在低利率时期相同的做法：追求更高的收益率。他们通过分散化投资，特别是国际分散化投资，以寻求降低投资风险。对他们来讲，在20世纪70—80年代，这就意味着购买美国的证券——包括为厂房和设备筹集资金的公司证券，以及向20世纪80年代军备扩张提供资助的政府证券，而正是这种军备扩张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但是，日本人是用日元在储蓄，而我们则以美元卖出我们的公司和政府证券。日本人从哪里得到购买美国证券所需要的这些美元呢？他们只有按照现行汇率，比我们卖给他们的汽车、木材、葡萄柚等产品更多的数量，向我们出售他们的汽车、照相机和传真设备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日本的贸易盈余或美国的贸易赤字，是所有人攻击的对象。

当你去掉所有带有感情色彩的字眼，如赤字、逆差等等，你就会看到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特别是作为消费者——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不管我们从事哪种职业——一直从这种贸易安排中获取着巨大的好处。在20世纪80年代，无论何时，只要我的日本朋友开始炫耀他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我就会取笑他们说，我们美国人实际上在跟你们开一个残忍的玩笑。我们诱骗你们给我们送来这些费尽千辛万苦生产出来的、奇妙的汽车、照相机和机床。而我们又给你们提供什么了呢？只不过是一堆乔治·华盛顿的头像。

这个游戏到底能玩多久呢？直到日本储蓄率下降或者美国储蓄率上升为止。而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这个等式的两个方向上都孜孜不倦地努力。但是，它的建议依然自相矛盾，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在本土和海外的政治紧张局势。

在提高美国国内储蓄率的问题上，克林顿政府力图降低联邦预算赤字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这与其前任布什政府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反对派一样。减少政府的超支会带来国内净储蓄的增加。但是，就减小贸易赤字这一问题来看，如果你们要维持国内生产性投资的水平不变，就必须降低政府消费或者个人消费。政府最初建议部分采用降低前者的策略，只需要将部分政府消费改列为政府投资；在降低后者的消费方面——不是全面增税，虽然那样做也会抑制消费——而是采取只对高收入阶层和公司增税的做法。这样处理或许在政治上方便很多，但是那部分税收大多还是要落在储蓄上面，而储蓄正是政府千方百计想要增加的。

至于日本的储蓄，美国政府不能直接影响，却希望迫使日本政府采用大量增加赤字支出的手段来间接影响，而当我们自己处于衰退期的时候，这种手段甚至连我们的国会和公众舆论都不能容忍。日本人拒绝按我们所要求的去做，仅仅是对我们虚伪的一种情绪化反应。在经济学界存在着一种非常直率的怀疑态度——尽管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报告中猜不到这种态度——他们怀疑政府提出的那些财政措施的真正功效，那些措施是为了使日本摆脱衰退并在此期间刺激日本人对一般消费品，尤其是美国产品的购买力。从严格意义上讲，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属于20世纪6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我将其称为幼稚（naive）的凯恩斯主义，但这暗含着可能还有其他的类型。

近些日子，经济学家们并不相信，财政刺激能够像政府发言人所说的那样，可以自动见效，特别是在具有日本这种近代历史的国家。日本家庭刚刚见证了他们累积的财富很大部分由于股票价格下跌而消失，而在房地产下跌中失去的财富就更多了。即使大幅削减所得税，日本家庭也不大可能冲出去把这笔钱花掉，而是要把它存起来，以在收入和资产净值之间恢复其理想中的平衡。

日本家庭的储蓄可能会进一步提高，这是由于预防性的原因，因为日本人看到日元相对美元升值，就将这种升值归于美国恶意的干预。我不是说美国现在正在进行干预，不过，是否干预确实没有什么关系。在这里，跟过去一样，感知很重要。他们相信，我们正在推动或至少在讨论如何促使日元升值。这种信念就会导致日本企业更快地从美国抽回利润，日本银行和投资者也会卖掉持有的美元资产，把资金带回家，其结果当然是进一步推动日元的升值。对于日本人而言，不断升值的日元、可怕的日元升值（endaka），具有极其重要的感情暗示。日元升值预示着困难时期的来临。这种恐惧不仅仅是一种迷信，因为汇率在长期内无关紧要——经济内部的价格和工资水平会简单地调整，以保持实际或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交换价值处于由基本面保证的水平——在短期内，这种国内价格和工资调整的过程确实很痛苦。裁撤雇员和关闭工厂在许多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型企业很常见。别忘记，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自己的衰退企业曾经遭受的创伤，时值美国对日元和马克的汇率不断翻升。

就近期而言，我还看不到日本的储蓄率可以下降到足以对它们的贸易盈余以及我们的贸易赤字产生较大影响的希望。随着日本逐渐走出当前严峻的经济衰退，它们的贸易盈余肯定会下降一些。而且它们还可能会通过限制较少的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加速这一进程。日本中央银行看样子仍然走不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些痛苦的记忆，当时它最后一次试图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抵消日元升值的影响，却导致了股票价格和土地价值爆炸性地上涨。但是，假定美国政府声称对日本的出口要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威胁只是虚张声势，那么在下届总统选举之前，我们美国与日本的贸易状况就别指望出现大的变化。

然而，从长期来看，这种贸易格局极有可能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对从现在开始的一代人而言，也就是到20~25年以后，日本目前和近些年来的贸易盈余，似乎只能成为一种金色的回忆。到那时，支撑这些盈余的巨大的家庭储蓄将会大量枯竭，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促成这些储蓄习惯的文化力量会随着和服以及每日单程2小时的上下班通勤而逐渐消亡。但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日本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个国家将处于老龄化时期，年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将下跌到我们美国这样的成熟社会所拥有的水平。随着储蓄率的降低，日本的贸易盈余不仅会减少，而且极有可能转变为贸易赤字，就像我们美国那样。而它们又将怎么为进口超过出口的那部分赤字筹措资金呢？采取同我们一样的办法：收集以往在海外投资的利息和红利，向那些增长更快的经济体中的储蓄者出售证券。对日本而言，这个国家很有可能就是中国。这种转变一定会让那些仍然健在的老重商主义官僚们痛心疾首，他们视贸易赤字为危机。但是，至少他们再也不必浪费时间虚构新的理由和政策来取消赤字了。因为他们可以循环利用克林顿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制造的那些陈旧、过时的材料。

（本文为作者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1994年4月21日，圣巴巴拉，加利福尼亚。）


第21章 MM定理是否适用于银行业？

莫迪利安尼 米勒定理
[1]

 是否（以及如何）适用于银行业？大约15年前，我与一群银行家就同一问题进行过讨论，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把话说完。今天，我终于有机会为此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了。那次研讨会的举办人是卡特·戈勒姆比(Carter Golembe)，我相信你们很多人一定熟悉这个名字。他总是喜欢在一些奇异的地方举办研讨会，那次是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殖民地时期的市政大楼里举行。我所在的特别小组被安排在一个幽雅的房间里，透过窗口可以俯瞰村庄绿地里修剪整齐的草坪。我们那天研讨的主题是（这还用问吗？）银行业中的资本金需求。有些事情看起来从来没有改变过。坐在我旁边的银行家刚刚结束他的发言，他抱怨说，由于资本金不足，他的银行不得不放弃一些利润不错的贷款机会。

“那么，你为什么不增加资本呢？”我问他。

“太贵了”，他说，“我们现在的股价只有账面价值的一半。”

“这跟你们的股权资本成本并没有什么关系”，我回答他，“那只是市场的说法：看看这些家伙们，你给他们1美元，他们能想法儿把它变成50美分。”

就在这时，同样是银行家的听众中传来一阵嗡嗡的嘈杂声，他们大多数人所在银行的股价甚至不足账面价值的一半。而在此时，我恰好抬头向上看。透过窗户，我看见一队士兵，身着独立战争时期的军装、手持当时的步枪，走在那个村庄绿地上，向着市政大楼的方向行进。

我的上帝，我想，他们送来了一支行刑队。

毫无疑问，他们当然没有向我开枪，但是那些银行家也没有让我再说什么。我似乎再也没有引起会议主席的注意。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处理问题的方式或许有不当之处。尽管那个银行家没有充分有效地表达他的观点，但是他有一点很有道理。哪怕只考虑大量的发行成本和承销费用，股权资本也可能是一种较为昂贵的资本筹集方式，特别是对于那些小银行而言，更是如此。正如我希望不必提醒那位听众那样，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上述观点无论如何也不会与MM定理相抵触。

MM定理属于事前（ex ante）命题。它们只与正在拥有的股权资本有关，而与增加股权资本无关。如果一家企业已经发行了大量的债券，而且这些债券的初始合同利率没有考虑新股本的注入，或者没能重新谈判以体现这一新变化，那么，对于企业的现有股东来说，发行新股显然是极为昂贵的。这些新股主要是提升了企业债券的价值。这好比给别人的汽车打气，就像米基·鲁尼以前支付赡养费时常说的那样。

当然，市场有时也会把新股发行理解为内部人企图在市场处于顶峰时抽取资金。而仅仅通过减少红利发放来增加资本金的做法，也无法总是避免这种负面消息造成的影响。市场很可能将红利减少的行为解读为“拉动红色警报的把手”，这句话引自伊利诺伊大陆银行总裁。当时风传该银行即将倒闭，后经证实这是谣言。为了抵御该谣言，他解释为什么要维持大陆银行的红利政策时说了这句话。

企业筹集新资本，无论资金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都会带来一些问题，这我稍后会讲到。还是让我先把目光由意外的红利或股权变化，完全转移到“事前的”银行资本比率上来。MM定理能像在其他产业中那样同样程度地适用于银行业吗？或者银行业存在什么根本的不同？如果有，那是什么呢？

存款跟其他证券一样吗？

MM定理可能适用于银行业的观点，乍一看会让很多人感到奇怪，因为代表银行主要资金来源的活期存款，与普通的公司证券在许多方面有差别。事实上，在过去30年中，银行甚至不能合法地向这些存款支付利息，而公众却仍然持有它们。试试在公司债券上这么做，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当然，存款利息禁令仅适用于现金支付。银行只能采用效率相对较低的非现金形式支付利息，如采用低成本的支票签收、便利的分支机构，甚至送烤面包机。事实上，我至今还保存有20世纪50年代初银行免费送的烤面包机，它的寿命其实比那家银行还长。尽管我无意触及现场某些老银行家的痛处，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名义利率攀升，那些银行家经典的固定价格卡特尔也开始出现裂缝，并于20世纪80年代初彻底土崩瓦解。干得好，伙计们，我真钦佩你们能那么长时间地维持零利息的把戏。

不过，尽管现在活期存款也支付利息，像其他所有证券一样，还是有人认为，利息比其“应有”的水平低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银行的融资成本低于其他行业的任何可比融资渠道。这些免费午餐究竟从何而来呢？不可能仅仅是因为银行存款是唯一的流动性工具。每种证券都有一定的流动性，或高或低。从降低融资成本的角度看，如果在你的证券中提高流动性，那么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会带来成本。如果发行超高流动性、方便转换的即期债务真的能够产生独特的租金，那么显然更多的一般企业会蜂拥而至，到这块水域打鱼。我们还不能否定这种情况，因为到目前为止，其中的一家企业，也仅此一家获得了这种收益。

在这里，我指的不是那些货币市场基金，它们确实发行了即期债务，可以与银行竞争；但是，它们却没有将这些即期账户当作一种为常规业务活动进行融资的方式，比如美林。相反，我指的是IBM信贷公司，厉害啊；这是IBM公司旗下的一家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子公司，它利用连续的存架登记（shelf registration）手段，发行了一种证券，称之为可变利率（即浮动利率）记账式即期票据（variable rate book entry demand note）。目前，其发行规模已达到10亿多美元。从各方面情况看，其功能与银行活期存款相差无几。那么，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公司闻风而动呢？这我真的不清楚。也许，它们都会这么做，只要它们意识到自己在这种即期证券上面拥有比银行更多的竞争优势：不需要有法定准备金，不受银监会监管，也不受《社区再投资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制约。（在这里，我要向我的同事，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表示感谢，是他提醒我注意IBM公司的即期票据。这些票据没有受到太多公众关注，可能将来也不会，除非有人为它们想出简洁缩写。）

那么，在一个自主运行的资本市场中，很难找到将活期存款视为一种证券这样特殊的东西，可以将MM定理排除在银行业的应用之外。不过，如果银行业真的出现了这种东西，那么资本市场就不可能是自主运行的。政府对银行活期存款做出的偿还担保——我还没有发现其他哪家公司证券有这种担保——肯定会影响这种形式的融资成本。但是，这种担保到底是一种净补贴还是一种净税收呢？

许多有关银行业的学术文献，特别是1990—1992年银行业和储蓄与贷款协会遇到危机的时候，照例将保险计划当作一种补贴，使得银行以低于按适当风险调整后的成本水平获得融资。这种优势据说导致了银行囤积居奇的状态，它们尽可能提高存款债务与收益性资产的比率，同时尽可能降低资产的权益比率，这跟我们1963年有关MM税收修正的文章所描述的情况一样。然而，20世纪50—60年代的许多银行家，而今天甚至有更多的银行家都认为，他们从这种偿付保证中得到的收益远不足以抵消为此所支付的保险费。这两种观点可能都很有道理，因为想要选择一种统一的保险费率计划来精确地匹配每家银行的担保价值，这是不可能的。保险费对于某些银行肯定过高，而对于另外一些则又过低，即使是同一家银行，保险费水平在不同时期也可能过高或过低。可是，话又说回来，难道其他证券一直都能在风险调整的基础上进行精确定价？

银行的股权成本到底有多高？

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转移到资本结构方程的另一侧，即股权资本方面而非存款债务方面，也许会更清楚地看到MM定理对于银行业的不适用性。确实，人们经常告诉我，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想象一家拥有95%存款、5%股权资本的银行可以存活下来，但无法想象由5%存款、95%股权资本构成的银行可以存活下来。嗯，我倒是可以想象一个。这看起来不可思议，仅仅是对于那些将股权资金成本当作一个固定数字，比如12%的人而言。12%恰好是过去70年中投资者从美国股票上获得的平均收益率。显然，如果一家银行贷款组合收益率为8%，而其资金成本为12%，那么这就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股权资本成本并非一个固定数字，而是一个函数，它取决于企业收益性资产的风险以及企业资本结构中的杠杆比率。我前面所说的12%，仅是该函数上的一点，反映出美国股票市场的平均商业风险与平均杠杆率水平。任何企业，如果其商业风险和杠杆比率都低于平均水平，那么其股权资本成本就会比较低；如果杠杆率为0的话，这种成本就会更低，可能低至比如说6%。在这种状态下，甚至是一家完全由股权资本构成的银行，哪怕资产的期望收益率只有8%，它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其股价还可能达到账面价值的1.3 倍。

但是，如果市场预期这家银行在今后几年的平均资产收益率只有5%，情况又将怎样呢？此时，该银行的股票价格将跌至账面价值的80%。现在我们到了令人心碎的时刻。此时，即使这家银行通过仅以4%的利率吸收存款来提高资本结构中的财务杠杆，因而提高每股期望收益，但是其股票的市值仍然将停留在账面价值以下。财务杠杆确实提高了这家银行的每股期望收益，但是还不足以补偿因为提高用杠杆而给股东带来的额外风险。所有这些我所补充的东西，都是MM定理Ⅱ的基本内容。

总之，当我们把MM定理应用于银行业时，需要注意的一个基本信息是，你不要指望将母猪的耳朵做成丝制的坤包，即财务杠杆未必增加银行价值。你可能认为，在境况不错的时候可能做得到，但是，一旦情况变糟糕，你都会还回去，甚至变本加厉。

有人会在这一点上反对说，全部是股权资本的银行在理论上可能会存在，而在实际生活中却不存在，这表明MM定理实际上不适用于银行业。当然，依照字面理解，这个定理到哪里都不适用。在过去30年中，金融领域中的许多研究，其焦点一直是集中于放松MM定理的严格假定，这或多或少会对一家企业理想的长期目标资本结构中的杠杆比率产生推动或倾斜作用。尚没有见到一套非常简洁或一致的倾斜准则(tilting principles)出现。就此而言，在不同企业之间也没有观察到任何明显的资本结构模式。甚至各家银行在选择营运风险和金融风险类型时，也表现出了巨大(且不总是易解释)的差异。

但是，对于学术界积累的有关MM定理的扩展和限制条件的文献，全方面地甚至仅对最重要的方面进行评述，无论时机与场合，现在都不成熟。还是让我回到MM定理如何帮助解决银行资本金需求这一伤脑筋的政策问题上来，作为这次发言的结语。

MM定理框架下的银行资本需求

在考虑银行资本需求与MM定理等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又回到了我以前一篇论文涉及的一个有关银行持有企业股票的管制问题上。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和我在1978年撰写了这篇论文。在那篇论文中，我们从一个有条件的命题开始：如果政府确实遵循“大而不倒”的教条，为银行存款提供保险，无论采用显性方式还是隐性方式，那么，对于银行的所有者来说，政府都将以债权人的身份出现。为了具有社会效率，政府的管制措施应当与类似处境下自由签约的私营出借者所采取的举措类似。至少在大体框架下，它们确实类似。例如，二者均强调应对债务人业务活动中的变化给予监督，因为这有可能危害贷款安全。二者都制定有强制的股权资本需求条件，都对股东的分红进行监控，因为这可能导致资本比率降至议定水平之下。它们的模样如此接近，以致我在听到银行家抱怨资本需求时忍不住想笑出来，因为我知道他们也总是将同样的规定强加在自己的债务人身上。

从表面上看，管制性和来自市场的债权人的政策大体上确实很相似，但它们在一些重要细节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之一就是对进入资本需求的资本进行界定的方式。如果一家私人贷款机构提供任何产品都像《巴塞尔协议》对资本的界定那样专断，那么它就别指望在充满竞争的信贷市场上作为主要参与者而长久生存下去。但是，在1978年的那篇论文中，我们呼吁人们注意一个更为重要的差异：“在私人市场上，贷款人提出的资本金需求涉及一种交换条件（quid pro quo）：在双方就贷款进行谈判的时候，如果借款人额外给自己追加资本，那么贷款人就会采取降低利率中的管理费成分的形式，将好处补偿给借款人。而在政府对银行的管制中，却并非如此。”

或者，至少在1978年时还不是这样。从那时起，尤其是在近年来的银行改革立法中，逐渐采取了一些附加的奖惩措施，特别是，将保险费率与银行资本金增减挂钩，但这并非唯一的措施。这的确是在明智的方向上迈进了一步，我为这些原始建议中的独创性喝彩。但是，直到国会表决通过这些措施的时候，我们还不清楚，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效率边界。

无论如何，这种情况也不值得意外或惊奇。政府制定的标准、冒失而又一刀切的管制措施，不可能也不应该被指望能够切合那种通过私人契约达成的微妙的利益平衡。因此，银行资本需求将继续成为摩擦和效率不足的根源，特别是当它强迫银行增加更多股权资本时。银行家们在最终拒绝一名遇到麻烦的老客户时，常常会说：是时候找一名新的债权人用新眼光来看看这个问题了。

费希尔·布莱克、理查德·波斯纳和我隐晦地暗示了新措施可能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们那时并没有准备采取激进的步骤。别忘记，在我们的论文完成于下面一系列事件之前：20世纪80年代初期储蓄与贷款协会和银行业第一次出现致命危机，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陆银行紧急救助案发生，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规模更大的银行和储蓄与贷款协会紧急救助案发生。由于MM定理，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依然可能相信，一套简单强化的资本需求方法可以充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其成本相对低廉，或者至少比银行家们所认为的成本要低得多，当然也比当时其他几种方案的成本要低。我们也意识到，资本金条件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当然，它们也无法防止贪污腐败，这是过去美国一些银行失败的常见原因。它们也不太容易阻止银行进一步提高其资产风险，从而抵消对存款人利益的额外保护。但是，给定银行现有的监管、核查体系——就像那个更富信任的年代中大多数的外部观察家一样，总之，我认为他们更为保守——那么，我们断定，在现有管制框架内，这种强化的资本需求方法将是最廉价的解决手段。

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待在这种框架内呢？委婉地说，这种框架确实没有明显的成功之处。为什么不废弃包括存款保险、资本需求以及风险监督在内的这一整套昂贵的体系，转而接受欧文·费雪的100%货币计划的一个变体呢？在该新体系下，被保险的存款——不必对存款账户规模进行限制——必须只能投资于短期国库券或相近的替代品。这样就能够确保支付系统的安全，防止将来动用纳税人的钱进行紧急救助的任何情形发生。同时，它也不会剥夺需要银行融资的中小企业的权利。它只会迫使银行以各种各样的利率和价格发行一系列没有担保的证券，从而为其贷款组合筹集资金。而这些证券的利率和价格较之任何其他可行的保险费率计划，更精确地反映了银行的风险状况。

除此之外，费雪方案同样还有其他许多优点。它能一劳永逸地终结类似1930—1933年间货币体系瓦解所致的那种威胁。这也正是费雪将其列在首位进行提议的原因。随着这种威胁的终结，货币管理当局最终可以用更积极的眼光来看待金融创新和金融试验。可以理解的是，对于那些感到自己肩负整个国家（以及全世界）支付系统安全重任的人来讲，想要他们友善地看待表外衍生品交易的爆炸性增长是极其困难的，即使总体而言，金融衍生工具正在降低整个经济的风险水平。

当然，在费雪的解决方案中，至少还有一种附带的好处：它给了我们一个幸运的解脱，终于使人们不再进一步关心MM定理是否真的适用于银行业这个问题了。

（本文为作者在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及资本作用会议上的发言，该会由沃顿金融机构中心举办，1994年3月9—11日，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本文早期版本曾得到我的同事Geoffrey Miller和Anil Kashyap的有益评价，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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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以下简称MM定理。——译者注


第22章 大学研究活动应为多少才足够呢？

如果这个标题让你们认为我是在赞颂学术科研，那你们大可以忘记这一切。这只是一个简短的关于经济学的讲座而已。毕竟，我认为今后你们不会记得我在这样愉快的场合上讲了什么内容。在1943年我自己的毕业典礼上，恰好是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致辞，如今我基本上都不记得他所讲的内容，好像是有关纳粹党(Nahrzis)，他这样称呼他们，他反对纳粹党。

在那些时候，根据过去的传统，在大学做毕业典礼致辞有两个话题是禁止的：性和金钱。如今就只剩下金钱了，而今天我打算打破这个传统，讨论科研的资金方面。在这方面我们花了太多金钱吗？或是太少了？这两种观点被讨论得很激烈。

最近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大张旗鼓地发布一份报告，政府应该将更多纳税人提供的资金援助商业产品开发的研究。同时，《芝加哥论坛报》通过一周的系列文章呼吁伊利诺伊大学和其他大学削减全体教员研究的经费。在我看来，无论是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还是《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都没有为它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提供有说服力的经济诊断。

让我从国家科学基金会最近呼吁资助产业研究开始讲起。

国家科学基金会专门小组（the NSF panel）肯定知道新产品开发研究是由利润驱动的活动，因此，如果私营部门中那些由利润驱动的企业目前没有做更多这样的研究，那么以下两种情况必居其一。要么，企业认为未来预期收益折成现值太少，无法弥补目前的成本支出；要么，这个活动确实是有利可图的，只是这些企业太过愚钝，还没有意识到。而后者本质上是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观点。

此外，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报告指出，日本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我们自己，因为美国的业务经理和股东，特别是机构股东，眼光狭窄，过于关注眼前短期的利润。与此相反，据说有耐心的日本企业更关注市场的长期渗透而不是当前的收益底线。日本企业在长期的商业产品开发方面投入的资金比美国企业的要多。事实确实如此。

时至今日，日本企业传奇的远见和美国企业的短视已经成了传统观念。九年前，当我在这样的夏季典礼上最后一个做演讲时，这个观点已经接近陈词滥调了。不过，在当时及此后的多个场合，我争辩道，这两种管理风格的差异并不能解释美国经济相对于日本貌似下滑的原因。

请注意，我说的是貌似下滑。经济理论预测认为，在没有永久性技术秘密的世界里，所有由市场推动的经济最终会收敛到同一种生活水准，尽管对于那些刚起步的国家来说，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是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达到。但是，由于我们美国经济处于领先位置，所以其他正在收敛的国家势必从我们这里得到收获。（的确如此，尽管是当前竞选辞令的需要，但是，如果依照某种经适当的汇率调整后的购买力计算，我们美国确实已经是或接近最高的生活水准。你们下次去德国时，只需要看看麦当劳的巨无霸的成本，就知道了。）

必须承认，自1945年以来，日本一直在加快缩小与美国的差距，速度要快于19世纪70年代明治维新过后非同凡响的高潮时期。这没什么好惊异的。从损失惨重和毁灭性的战争中复苏的国家，如德国和日本，随着资本重新积累，应该有较高的人均储蓄率，因而有快速增长率；出于同样的原因，像我们美国这样没有经历战争破坏的国家，就会把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较少用于储蓄，因此增长的速度就会比较缓慢。我们作为赢家所固有的缓慢经济增长在20世纪30年代后，一度受到了掩盖，当时是为了追赶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所遗留的投资欠债。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们美国经济又重新回到了长期的缓慢增长轨道上，这与我们高水平的人均财富相适应。

日本的经济政策不仅强化了它们战后经济恢复的自然进程，甚至加速推进了这一进程。20世纪80年代期间，日本中央银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股票市场膨胀，以至于对于日本企业而言，资本如同尘土一样便宜。如果你认为股权资本只花了你很少的钱，就非常容易放眼长远。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具有高市盈率（P/E）的美国企业也犯过同样的错误。

但是现在，这种葡萄酒和玫瑰的日子已经在日本结束了。日本中央银行已经从晚会上端走了那个五味酒钵，调整了货币政策，正如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所喜欢行事的那样。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已经崩溃。随之，日本商业银行不再有足够的资本借贷给企业，它们从贷款人变成了借款人，特别是成了其企业集团内部企业的借款人。很多日本企业在其生命中首次遭受亏损。破产的企业数量一直在上升，生产能力过剩困扰了各行各业。到处都在削减预算。事实上，日本金融媒体忧心忡忡，担心日本经济落后于更有远见的韩国。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商业研究的关注过少，这有可能是误解，但至少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为什么会有美国大学研究活动过多的担忧呢？毕竟大学研究产出不像工厂排出的副产品烟尘那样，造成空气难以呼吸、衣服难以洗干净的局面。虽然大家认为大学研究活动是不值得的，但是没有人相信大学的研究活动是有害的。的确，有些研究活动是没有必要的。然而，同样地，对于艺术、文学或音乐也是如此。但是，有些研究活动确实具有很大的价值，尽管我们需要多年以后才可以辨别它们，这也许就是命运的残酷之处。

实际上，最好的基础性研究非常重要，以至现代各国政府都对此提供资助。与狭窄的商业研究不同，基础性研究的好处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太过广泛，这导致研究人员无法通过价格或特许权费回收开发成本。你如何界定万有引力定律的产权呢？如果放任市场经济自行其是的话，很可能没有任何基础性研究成果产生。有可能没什么收获。这也正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真正应该担心的。

一些大学研究活动的批评者可能同意政府给基础性研究提供资助，至少在原则上如此。他们有争议的是如何获得资助，特别是从大学教学计划脱离出来的那一部分应该如何获得资助。作为学费的支付人，批评者认为，大学研究活动的投入成本看似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假设大学里有100名教师，每人教学和科研各占一半的时间，那么只需要50名全职教学的教师就可以完成同样的教学工作量。但是，学费就应该相应地减半。

然而，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有多种理由，在其中，一些重要的自我调整的市场力量被忽视了。如果大学向其学生收取双倍于其教学成本的学费，那么它办不了多长时间，除非它有牢不可破的垄断地位。否则，竞争者会分拆产品，以半价的形式提供不含科研的教学产品。

在竞争激烈的美国高等教育市场上，一些高教培训机构确实这么做，只不过有可能不是以半价收取费用。如今，美国很多院校完全专注于教学，多数商学院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美国高等院校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毕竟，与欧洲单一的局面相比，这正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魅力所在。

因此，专业化的教学机构能够生存，这并不足为奇。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是，在高度竞争的行业中，像我们这样将所有功能捆绑在一起的私立研究型大学，牺牲了单一任务的专业化所带来的效益，我们如何能够继续生存呢？

答案只能是，教学和科研相结合，从而提高教学质量，足以抵消科研带来的成本。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些学术研究的批评者认为我的这个观点站不住脚。音乐指挥家海顿（Haydn）、修女音乐大师维瓦尔第（Vivaldi）以及我们美国的和声教师伊斯利·布莱克伍德（Easley Blackwood）花时间、劳神费力地创作新音乐，这肯定能够大大提高他们的表演水平。为什么在其他严肃的智力活动领域就要有所区别呢？

但是，仅仅教师做科研，甚至是高水平的科研，并不能自动提高教学质量。跳探戈都需要两个人。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也是同等重要的。可是，有很多学生都只是校园的匆匆过客。我怀疑，这正是《芝加哥论坛报》所抱怨的。首要的是，学生需要与优秀教师互动的刺激，而一位优秀教师的座右铭不仅仅应该是浑浑噩噩的生活不值得过，还应该是经不起检验的科目不值得教。

今天，你们中有部分同学已经顺利毕业了，成功地完成了与教师之间有时让人精疲力竭的互动和交流。我代表全校教师向你们表示祝贺，希望你们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中一切顺利。保持联系。

（本文为作者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致辞，1992年8月28日。）


[image: ]



版权信息

书名：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

作者：【美】托马斯·C·谢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12-1

ISBN：978-7-300-16952-1

价格：38.00元


目录

CONTENTS


译者序



致谢



第1章 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

目的性行为



市场行为



均衡分析



交换和其他交易行为



人为市场和局部市场



互动行为





第2章 抢凳子游戏中必要的数学分析

概念的定义



两类群体的匹配



两类群体的分布率



成长的动态学



加速原理



在分配中的地位



排队等候和循环运输系统



漏损和衰退系统



模式和结构





第3章 自动调温器、次品以及其他类似模型集合

社会科学中的模型



临界密度、倾斜以及次品



临界质量图解



公 地



自我实现及其他预期



自我约束的传统习俗



社会契约





第4章 分类与融合：种族与性别

个体激励和集体性的结果



一些数量限制



分离的机制



分类和争先恐后



一个自我形成的邻里模式



连锁反应



这是“分隔”状态吗？



有界邻里模式



关于“容忍度”分布的描述



位移的动力



另外一些容忍度安排



另外一组数据



种族融合论者的偏好



政策和工具





第5章 分类与融合：年龄与收入

分类与融合的模型



离散的与连续的变量



离散的与连续的行动



限制性恒等式



开放式模型



封闭式模型



封闭模式中的其他偏好



稍微更为一般的公式



第三个房间



分离或不分离的最优性



建模的需要



几个应用



其他的一些“分类变量”



模型的结构



市场上的类比



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改变



协调性变量





第6章 选择孩子们的基因

选择的菜单



选择的技术



性别选择的特异性



选择孩子们的性别



选择其他特征



选择后代的一些人口学后果



选择后代在文化方面的一些后果



预测,还是猜测？



与传统优生学的对比



一些动机性的或者人口学意义上的结构



为谁而选择？



拥有选择的后果





第7章 曲棍球头盔、夏令时以及其他二元选择

知识和观察



囚徒困境



概念的扩展



重要参数



一些不同的结构



交叉曲线



有条件的外部性



公 地



双重均衡



作为不完整双重均衡的MPD



曲线弯曲度



一致性



互补性



充足性



概要总结





索引



返回总目录



译者序

作为译者和审校者,我有幸仔细阅读了托马斯·C·谢林教授的《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一书。书的主题是关于个体动机、行为（或微观动机）与所带来的总体结果（或宏观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在书中不仅探讨了个体行为所导致的令人惊奇的宏观结果,也讨论了宏观结果中所蕴涵的个体动机或行为,以及是否可以从所观察到的宏观行为中推导出微观动机。由于有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经济学教育背景,以及在美国社会十几年的生活经历,再加上在美多年的工作经历，因此，我对美国人的行为和思想较为了解，对书中的内容深有体会。

在人类的行为中，我们常常观察到一些特异的集体性行为，如一个民族聚集为一个国家，或聚集在一个国家的局部地区，如世界各国的唐人街，德国人、意大利人、黑人或拉丁人邻里等的存在。更为常见的日常行为包括男生和男生习惯一起活动，女生和女生习惯一起活动，社会上关于吃、喝、穿、用等方面的规范，以及关于人们交往的各种风俗习惯、社会地位与等级的形成。

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并不相同，甚至是出于完全相反的原因。比如，流行趋势和游行示威或暴动的形成可能是出于从众心理，即为了不使自己看起来和其他人不同。有时是因为法不责众，比如大家都违规驾驶或停车时，自己也这样做；或者大家都贪污或考试作弊时，自己也贪污或作弊。

这类问题中的一个特殊例子被作者称为“抢凳子游戏”。如果一个房间中的凳子数少于要坐凳子的人，那么不管这些人如何行为，最后总有一些人没有凳子可坐。这种在物理学上一般被称为“宇宙守恒”现象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扑克游戏、麻将游戏以及公地问题等。扑克游戏和麻将游戏都是零和游戏，赢家的数量和输家的数量总是相等。在经济学中著名的“公地悲剧”问题说明，一种不能排除其他人使用的公共资源，如公地、公共水源、海洋等，由于其资源总量是有限的，一部分人或全体人的滥用将会导致其他人或全体人的效用受到损失。

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有多种不同的理论描述，除了上面提到的“抢凳子游戏”外，还包括“自我证实的均衡”、“临界质量”、“次品”、“加速原理”等。“自我证实的均衡”模型说明，只要人们能够预期到某种结果会实现，那么这种结果就会实现。就像原子的质量集聚到一定的质量（即临界质量）后，就会发生核子爆炸；雨水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洪水；货币集聚到一定程度也可能会发生金融危机。经济学中著名的“次品”理论说明，如果一个集合中存在次品和非次品，那么这两类产品会自动形成各自分隔的市场，如旧车和新车市场的分隔。“加速原理”说明，在人们的分离和融合的过程中，一开始也许分离的速度较慢，但是这一过程会逐渐自我加快，以实现分离的结果。比如说，如果在一个混合居住的居民区中有白人开始搬离，一开始也许搬离的白人较少，甚至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随着白人在该居民区的减少，更多的白人也许会决定快速搬离，从而加速该社区的分离速度。

利用以上原理，谢林教授用几章的篇幅分析了各种类型的相关问题，包括人们在衣、食、住、行等行为活动中如何受离散变量如种族、肤色、性别或语言的影响，如何受连续变量如年龄、收入、技艺水平等的影响，以及如何受将来可能出现的变量如性别选择的影响。

为了解释这些普遍的现象，谢林教授对常见的“囚徒困境”模型进行了扩充，得到了一个“多人囚徒困境”模型（MPD）。在这个模型中，每个人都面临一个二元选择，而且选择的收益都一样；同时，不管其他人选择什么，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偏好的选择；不管一个人选择什么，如果其他人中选择不受他偏好的选择的人越多，他的境况就会更好。最后，存在某种规模的联盟，从而使其中的成员通过选择不受偏好的选择来改善他们自己的境况。我们知道，“囚徒困境”的重要特征是，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最优策略选择，最后的结果将是非合作性的占劣均衡，即劣于每个人都选择非最优策略时的合作结果。但是后者并不是一个稳定均衡，而前者的占劣均衡却是一个稳定均衡。所以为了维持“囚徒困境”博弈中的非稳定均衡，常常需要一定的强制性协议或外部力量的存在。根据行为人选择不同策略时的收益函数与选择非偏好策略人数的关系，可以得到不同类型的均衡结果，甚至可以得到多个均衡，包括稳定和不稳定的均衡。

尽管书中讨论的各种问题很有趣，但是它仍然有一些明显的不足。第一，它不是像书名表示的那样是一本纯学术性的著作。书中不仅引文较少，而且论证和模型也多为叙述性的，很多推理过程和结论只是一概而论，未能详细说明。第二，它探讨的许多问题的实质是基本相同的，但是所举的实例并不很实际，如书中开头所说的关于就座的例子，其实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能作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和代表性的事件来对待。第三，有些假设虽然符合逻辑的一致性，但是并不能说明由该假设得出的结论就是合理的。举例来说，书中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关于社区分离的游戏（第4章），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是每个格子中的硬币要求相邻格子中的白色和黑色的硬币必须是某种比例。如果使这一假设贯彻始终就会得到书中所说的结果，但是一般情况是，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这种对邻居的比例要求才会贯彻始终。当社区颜色的硬币比例达到某种水平后，或者某种颜色的硬币数量达到一定数量后，这种对严格比例的要求可能不再重要，从而不会导致书中所说的结果。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的例子中，如学生在不同餐厅的就餐模式等。

尽管如此，但总的来看，它不失为一本佳著，它能够启发我们对很多社会问题的广泛思考，特别是当每个个人将自己放在集体或社会环境下来考虑的时候，这种考虑对于邻里社区的形成、社会风气的产生和维护，以及众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促进具有重要作用。

李天有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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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微观动机和宏观行为

我曾一度受邀在晚上八点开始给很多听众做报告。当我在陪同人员的陪伴下从讲台侧门进入报告厅，站在讲台侧面，并将麦克风挂在脖子上时，我看见前12排一个听众都没有。我猜想报告并不是八点开始，而是八点半才开始，因为学术会议可能都会这样，但是接下来我惊奇地发现主持人走上了讲台，冲着几排空椅子点了点头，并且开始介绍我一。尽管有点抵触情绪，我还是从侧厅走上了讲台。

大厅里有800人，他们拥挤地集中在从第13排到接近后墙的座位上。当我做报告时，感觉似乎在对一群位于河对岸的人演讲。之后，我问了主办方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安排观众就座。

主办方根本就没做安排。

自始至终根本就没有安排任何座位，大厅里也没有引座员。这种座位安排完全是自愿的，仅仅反映听众的偏好。我们要推想的是，观众的这种偏好到底是什么呢？

有可能每个人都偏好于挤进最靠后的20多排里，而把前12排座位空出来。但是，除了树立一个榜样外，对其他人坐在哪里，任何人都无法控制。人们也没有在自己能接受的范围内对一个就座计划进行投票。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当他们走在过道上扫视整个大厅时，从他们所能看到的可供选择的座位中选择座位就座而已。

我们能不能猜测一下，人们在选择他们的座位时所遵循的是什么法则？我必须在这里补充一点，就我所知，在不同排就座的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别。坐在前面或后面的人并没有看起来老一些，或者穿得更好一些，或者主要是男性或女性。坐在前面的——我指第13排——可能看上去比其他的听众更专注，或许他们知道，即使是那个距离，我也能够清楚地看得到他们昏昏欲睡或打着盹儿，从而更能使他们打起精神来听讲。

然而，尽管我如此好奇，我也忘了问主办方，人们在不同排就座时是什么顺序。观众是以从后往前的顺序就座的吗？人们在最后20多排选择座位时是随机的吗？或者是最先到的人坐在了第13排，后来者就顺次在后面就座？最后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最早来的人选择的座位形成了一个就座区的前部界限，后来的人都挤在这个界限后面的座位上，那么就要求最初选择的这个界限所容纳的人数应该正好是当时到场的人数，而这只能是一种巧合。这一动态过程必须与下列事实相一致，即在一个紧凑区域里就座的人们并不知道后面到底要来多少人。

我们之所以关注人们在选择时的所作、所为、所想等问题，原因有多种。一个原因是我们对这个结果不满意；我们希望他们都坐在前24排，而不是最后24排，或者是分散坐在整个听众席中。如果我们想改变听众的就座模式，但是以尽可能不进行组织或干预他们的偏好为前提，那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否能够含蓄地改变他们的行为动机或者他们对于观众席的认识，以使他们“自觉”地选择一个更好的就座模式。

在这样做之前，我们必须知道观众自己是否喜欢他们选择的就座安排，以及他们按照他们的选择方式选择座位这一事实是否证明了他们一定对最后的结果满意。

另一个引起我们兴趣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个过程中的某些因素提醒我们去注意这些有关人们以某种模式自觉定位的其他情况。这种模式虽然是人们自己选择的，但未见得它具有明显的优势。选择住址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这种观众席里的就座过程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其他情况的线索。

我请读者们推测这种就座模式的目的并不是想写一本关于听众席管理的小册子，也不是要由此来推断人们的住址选择行为、群体行为或者停车行为，等等。这里只不过是要就本书的内容给出一个生动的例子。本书所要阐述的是一种分析模式，分析是绝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的特征，尤其是偏向理论性的研究部分的特征。这种分析探讨构成某些社会群的个人的行为特征与群体特征之间的关系。

这一分析有时使用所谓的个体倾向（intention）作为对群体的预测。如果我们知道每位听众作为有社会性的人，都想和别人坐在一起，但又总想与其他人之间空出一个座位，我们就可以预测当全体听众都到场时将出现怎样的就座模式。换句话说，这种分析就是我请读者做的工作——尝试推导出什么样的个人行为倾向或行为方式将会导致我们所观察到的这种模式。如果其他一些可能行为最终也可能带来这种模式，我们就可以从中找到一些选择这些行为的依据。

当然，也有一些简单的情况，其中集体仅仅是个人的外延（extrapolation）。如果我们知道每个司机都在天黑的时候打开车灯，那么我们可以依此推测出从直升机上能够看到一个区域内的车灯同时亮起来。如果黄昏时在马萨诸塞高速公路上使用光流感应的罗盘，我们甚至可以看到罗盘指针向西移动。但是如果多数人只是看到部分迎面而来的汽车已经开灯了才打开自己的车灯，那么从空中观察到的景象就会不一样。在第二种情况下，司机根据他人的行为做出反应，并同时影响着他人的行为。人们对周围的环境做出反应，而在这个环境中的其他人，则对他们周围的环境做出反应，而他们的环境又是由人们的反应组成的。有时候这种动态过程是序贯的：如果你的车灯促使我打开车灯，那我的车灯又会促使除你之外的其他人打开车灯。有时候这种动力也会相互影响：听到你在按喇叭，于是我也按喇叭，从而促使你一直按下去。

在人们的行为或选择依赖于其他人的行为或选择的情况下，通常不能通过简单加总或者外推得到群体行为。为了找到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通常需要考虑个人和他们所处的环境之间的互动体系，也就是个人和其他个人或个人和集体之间的互动体系。有时候结果是出乎意料的，不容易猜测得到。有时分析起来很困难，无法确定。但是即使是这些不确定性的分析也能够提醒我们，不能仅仅从所观察到的群体行为就做出有关个体倾向的结论，也不能仅仅从我们所了解或猜测的个体倾向就做出有关群体行为的结论。

回到我的听众这里，让我们来简单猜测一下他们就座的动机所在。（不需要假设他们都有同样的动机。）用什么可能的猜测——即可以选择的假设——来说明是什么导致了那些人做出我所描述的那种结果呢？怎么通过假设来评判这一结果？怎么根据不同的假设来影响结果呢？每个假设中能允许多大的偶然性和人为设计所带来的偏差？我们是否能对每个假设一一考察，并能从中选择到合适的假设，或拒绝所有假设并继续探求呢？

一种显而易见的可能性是每个人都喜欢尽可能地靠后就座。最早到达的人坐在最后面，后来者虽然希望能来得更早一些，但是对于全体听众来说，这种改进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将哪个听众换到后面都会有另一个听众必须要换到前面来。如果我们确实想让他们都往前坐，那么把最后12排座位封锁起来，这样所有人都能往前移12排。

第二种可能性与刚才不同，就是每个人都喜欢坐在其他人后面——不是大厅的后面，而仅仅是别人后面。（可能他们想在会议结束之后尽快退场。）他们可能希望别人坐得尽量靠前，这样他们也能尽量靠前，但是仍然保持在别人后面。如果是这样，最早到场的人就要坐得距最后一排足够的远，从而给后来者留下就座的余地，因为他们要坐在先来者的后面而非前面；或者，如果先来者认为后来者将采取这样的行为，先来者就会选择最远离后排的座位，否则后来的人将会拥挤在他们后面。同样，如果我们想让他们往前坐，可以将最后12排封锁起来，这样他们整体都会前移，而且他们自己可能也愿意这样。只是他们没能实现这个结果。

第三种可能性是每人都想与其他人坐在一起，或者是因为人的社会性，或者是因为不想显得特别孤立。如果最先到达的少数人恰好坐在比较靠后的位子上，后来的人将聚集在他们周围，直到人群挤到后墙。这时除了往前之外已经没有空位子了，为了与别人靠近，后来的人就会紧挨着人群坐在靠前的位子上。如果我们能够使最先来的少数人坐在前面，这个过程的结果将完全不同：后来者看到前面已经坐满了，于是就会紧挨着人群坐在靠后的位子上。任何一种方式都会使人们紧凑地聚集在先来者周围。但是，一种情况是人们坐在前面，另一种情况是人们坐在后面。我们可能更喜欢前一种结果，或者是后一种结果。

第四种可能性是每个人都喜欢看到别的听众走进来，就好像人们参加婚礼时那样。为了不至于拧着脖子或者防止被别人看见自己，他们选择尽量靠后的地方就座，看着人们在走道里来来往往。但是一旦听众们都坐下来了，坐在后面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了——无论是坐在其他人的后面，还是坐在听众席的后面。如果我们能够大致估计一下听众的规模，并将后排座位封锁起来，那么每个人都可以任意观察四周，并且更靠近演讲台，同时演讲者和听众之间也不会出现这样尴尬的距离。或者如果我们可以使人们从前门而不是后门进来，先来者就会选择靠近前面的好位子，以便于观察后来者。

还有另外一种假设是，听众中的多数人在其他场合已经养成了他们的就座习惯，即他们发现坐在前面没有好处。于是，和平时一样，他们不假思索地坐在了后面；尽管他们也许会发现老师并没有要点前排的同学起来回答问题，因此他们完全可以稍微往前坐一些，以便听得更清楚。我们甚至可以假设人们仅仅是因为比较疲惫，所以当他们进入大厅时会选择最近的空座。但是这种行为涉及礼貌原则——第一个人无论在哪一排，必然坐在两走道的中间，以使后来的人走的路程最少——这种“最少费劲”的假设就产生了我们现在观察到的结果。

我还发现了一种有趣的假设，尽管非常有限，但是足够充分。这就是每个人其实并不在意他到底坐在哪里，只要不是太靠前就行——比如，不在第一排。在可能被部分坐满的24排座位中，人们并不关心坐在后23排中的哪一排，只不过是不想坐在第一排而已。

实际上，每个人可能都想坐得尽量靠前，但是他们都受到一种“不应该坐在第一排”的固定思维的限制。在不知道听众到底有多少人的情况下，为了安全起见，人们会选择坐在后面；当看起来似乎大多数人已经到场之后，后来的人就会穿过已经就座的人群，坐在人群中间的空位子上，而不是去坐前面的空位子。

当然，有些人最终还是坐在了所有人的前面。但是如果全部听众都往前移12排，他们可能会一样高兴，或更高兴一些。坐在另外23排的人当然也愿意整个人群都往前移。

甚至还可以使假设条件更弱，只要紧挨在后面的座位都坐满了，人们并不介意坐在第一排，这样他们自己也不会显得特别突出。这种假设可以导致同样的结果。


目的性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假设中，都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即人们都拥有偏好、追求目标、尽可能少费力或减少尴尬、使视野或舒适程度最大化、寻找或避免伙伴，或以我们称之为“目的性”行为的其他方式行动。并且，这些目的要么与其他人及其行为直接相关，要么受到由同时也在追求自身目的的其他人构成的环境的限制。这种偶然性行为——即依赖于其他人行为的模型就是我们常常拥有的行为模型。

在其他学科中，比如有时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形象地把行为归于动机，因为有些行为看起来就是要达到一种目的的。水寻求其自身平面，大自然厌恶真空，肥皂泡使表面张力达到最小，光在不同的媒介中行进速度不一样，不过，都会沿着行进时间最短的路径行进。但是，如果我们将水注入一个J形的试管中，并且封住较低一端，试管中两端的水则无法达到自然水平，这时，没人会意识到此时水处于不自然的状态。如果打开试管的较低一端，水就会洒到地上，这时，没人会认为这是因为水要实现自身水平而洒到地上。我们多数人都不认为光的速度快是因为它很忙碌。近来有些人认为向日葵如果不是朝着阳光就会枯萎，我们也知道，树叶寻求在树上的位置，以在它们之间分配光源来使光合效应最大化。如果我们从事木材生意，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希望树叶能够这样生长，但不是为了树叶本身；我们甚至不能确认树叶的这种行为到底是主动的，还是仅仅在酶的驱使下才产生的，抑或是一个我们完全无法用“目的”和“寻求”这样的词来归类和评价的化学系统的一部分。

但是对于人类来说就不一样了。当我们分析人们逃离火灾现场的行为时，我们的意思就是人们确实会试图逃脱，而不仅仅是表现得“好像”不喜欢被烧伤。人不同于光束或者水，我们通常会认为我们的行为是在追求或近或远的目标时有意识的行动或适应性行动，是在所获知的信息范围内和在对如何克服所处环境的限制以达到自己目标的理解下所进行的行为。实际上，我们常常可以将此归结为人类解决问题的某种能力——即对如何从一点到达另一点进行估算和直觉观察的能力。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正在试图解决问题，并且我们认为他确实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也能解决，那我们就会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并按照我们认为他能理解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这种方法叫做“代理问题解决法”，是微观经济学中大多数理论的基础所在。

在研究“寻求目标”的无意识的物质时，比如寻求自身水平的水，或者生物学中进行自我保护和扩散的基因时，有一个优点是，我们时刻记得我们所谓给予的动机不过是为了表达的方便，是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类比物，或者是一个有用的定式。而对人类来说，我们却会陶醉于自己对寻求目标或解决问题的想象中。我们可能会忽视人们会追求错误的目标，或者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有时会沉浸在或经历一些与他们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潜意识过程。我们还常常会在人们实现了（我们所认为的）他们追求的目标时夸大他们的成就。

尽管如此，无可否认这种分析模式有待评价。如果人们在采取有目的性的行为时，不对结果的有效性格外挑剔和在意的话，我们很难得知他们是如何选择行为的。社会科学家更像是森林里的护林员而不是自然主义者。自然主义者关心导致物种灭绝的原因是什么，而不关心这种物种是否灭绝。（如果一种物种已经灭绝了上百万年，他自然不会去考虑。）而护林员关心的是美洲野牛是否会消失，以及如何使它们与周围的环境保持一种平衡状态。

这种评价的有趣之处也是困难之处在于需要对群体行为的总体后果进行评价，而不仅仅是单个人在限制性环境下的行为问题。在一栋着火的大楼里，跑是比走能更快到达最近出口的方式，尤其是当别人都在跑的时候；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如果每个人都采取这种对自己最安全的行动，也就是每个人都跑的时候，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安全离开大楼。来听我演讲的每个人在进入大厅时，选择的可能都是在他们进来时看来是最好的座位。（在所有800人都就座后，当看到别人所坐的位置以及知道有多少人到达时，有些人可能会希望他们能坐在更靠前的位子上。）然而，最有意思的问题并不是有多少人在看到其他人的就座位置后想和别人换座位，而是是否存在其他不同的座位安排能够更好地满足多数人，或者绝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的需要。

个人如何使自己适应周围的社会环境，与他们从他们集体营造的社会环境中所得到的满意程度，并不是一回事。


市场行为

在社会科学中，与我刚才所描述的分析最一致的是经济学。经济学中的“个体”指的是个人、家庭、农场主或公司的所有者、计程车司机、银行和保险公司经理、医生、学校教师、士兵以及银行或矿产公司的工作人员，等等。无论他们是否驾驶自己的计程车，或是否管理着洲际航线，多数人都对整个经济及其运作方式知之甚少。他们知道自己买卖东西的价格，在银行存贷的利息，以及他们有关当前生活、经营和消费方式的各种不同选择。牛奶场场主无需知道有多少人吃黄油，以及他们住多远；也无需知道有多少人养母牛，多少婴儿喝牛奶，或者啤酒和牛奶的消费哪个更高。他需要知道的只是不同饲料的价格，不同奶牛的习性特点，根据黄油脂肪的含量所确定的牛奶销售价格，雇员和电力设备的相关成本，以及如果将养奶牛换成养猪，或者干脆卖了农场去他愿意去的城市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他能得到的净收入可能是多少。

然而，不知为何，所有这些行为看上去都像是经过协调安排过似的。计程车能载你去机场，飞机上的午餐有黄油和奶酪，炼油厂为飞机提供燃料，卡车为飞机运输燃料，水泥浇铸机场跑道，电力保证电梯运行，而最重要的是，有旅客想乘飞机去飞机要去的地方。

事实上，在雨天里，你从来都找不到你需要的计程车；在3000英尺的高空飞翔比在300英尺的高空飞翔更舒适，而且航班有时还会被超额预订。这些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有多么的娇气。有时，我们希望这个精妙复杂的系统可以协调得更好一些。上百万的人每周都在做出上千万的决策：要购买什么，要卖出什么，在哪儿工作，储蓄多少，借贷多少，完成哪些订单，保留哪些股票，移居到哪里，选择什么样的学校，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在什么地方建造超市、电影院、发电站，何时投资于地面上的建筑，何时投资于地下的矿产开采，何时投资于货物运输，何时投资于轮船和飞机的制造——如果这些问题让你感到吃惊，那么当你看到这个系统确实工作时会更加惊讶。其实惊讶是不必要的：一旦你理解了这个系统，你或许认为还有更好的系统，或者这个系统还有更好的运行方式。我仅仅是请你考虑一下，这个系统运行得到底如何。在多数国家，尤其是那些经济系统受到相对较少干预的国家，系统的运行方式与蚁群一样。

蚁群中的任何一只蚂蚁都知道蚁群是如何工作的，这一点使人们通常感到难以置信。每一只蚂蚁都有自己特定的工作，并且与其他蚂蚁协调合作，但是没有任何一只蚂蚁来关注整个蚁群。这个系统不是哪个蚂蚁设计的。社会生物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将单个蚂蚁的世界与蚁群的世界整体联系起来。蚁群中有各种各样的模式、规则以及不同行动之间的平衡比例，同时还有对群体的维护、修整、探险，甚至紧急情况时的动员。但是没有任何一只蚂蚁清楚地知道当前有多少蚂蚁在寻找食物，有多少蚂蚁在暴风雨之后重建洞穴，以及有多少蚂蚁在协助运送甲壳虫的尸体。每一只蚂蚁都生活在它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它对当前环境下的其他蚂蚁做出反应，以及对那些不知来源的信号做出反应。为什么这个系统如此运行，为什么这个系统有这样的效率，是社会学和生物进化论的一个动态问题。它到底是如何运行的——每一只蚂蚁在自己有限的小世界中所做出的有限决策组合，最后如何形成了我们所描述的蚂蚁社会和蚂蚁经济中丰富而有意义的集体行为模式——这与我们所谈到的牛奶问题比较类似，即人们是如何知道应该养多少奶牛来生产所需要的牛奶，以形成人们购买牛奶制造出来的黄油、奶酪和冰淇淋的价格，来弥补养奶牛和挤奶，以及将每一小块黄油用铝箔包装并印上航空公司自己的标志等成本。

让你感到惊讶但不一定要赞美的只是整个集体行为的巨大的复杂系统，一个使身在其中的个体无需了解也毫无察觉的系统。这是不是一个丛林生态系统、一个奴隶系统或者一个寄生性疾病蔓延的社会？假如我们看到了模式、秩序和规则性，那么我们不应该急于判断，而应该首先弄清楚，构成这个系统的个人的行为到底是什么，以及他们的行为如何从整体上形成了我们观察到的模式。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根据个体的行为动机来评价最终所形成的模式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愿望。

在经济学中，通常的情况好像是大量自由的、未经控制的个人行为带来了并不太差的整体效应。确实，如果有人在那里发号施令，并且知道应该做什么，同时让每个人都按照他所安排的去做，也未必有更好的结果。200年前，亚当·斯密（Adam Smith）将这类系统的特征描述为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着协调作用一样。

实际上，经济学家通常并没有进行仔细的观察，也没有将他们观察到的现象与他们所能设想到的其他选择进行比较，就去判断说结果是好的。他们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从他们所认为的人们的行为特征出发推断出一些系统的整体特征，并推导出一些评价性的结论。如果加拿大的农场主运送了过多的圣诞树到奥尔巴尼（Albany），而送到布法罗（Buffalo）的圣诞树数量不够，那么布法罗的销售商就能以比奥尔巴尼更高的价格卖掉这些圣诞树。而有些在奥尔巴尼的人就会买下一些圣诞树，连夜用卡车送到布法罗，第二天这两个城市中的圣诞树分配将会更加“平衡”一些，这一平衡反映了与其他商品相比这两个城市的人们对圣诞树需求的迫切程度。其他商品也是这样。

这一过程常常被描述为“市场运行”。“市场”意味着一整套复杂的制度，在这套制度下，人们可以做出买卖行为、雇佣和被雇佣、借贷行为、相互贸易、订立合约，甚至逛街淘便宜货的行为等。经济学家的推理过程可能漏洞百出，但是他们在谨慎地给出结论时却不无道理。自由市场可能并没有或者根本没有按照你我喜欢的方式在人们之间分配资源和机会，也没有引导人们按照我们喜欢的方式行动，更没有引导人们按照我们喜欢的方式去消费。市场可能更多地鼓励了个人主义而并非集体价值，而且市场可能无法阻止人们的短视行为和自我放任。市场还可能会造成雇员与雇主之间、借方和贷方之间不对称的人际关系，赋予物质成就以过高的评价。考虑到经济的高涨和萧条，市场运行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很糟糕的。然而，即使市场有这些严重的缺陷，无可否认的是，它确实对于协调、调节以及整合众多自行其是的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起到了相当好的作用。

我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得出有关“自由市场”特性的优点的判断，也不是要讨论自由市场的价值与其价格是否相符。我所感兴趣的是经济学家的结论在经济学之外有多大应用空间。如果说经济学家研究这个问题已经有200年了，并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得出了结论，即一个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通常是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有效方式，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假设，在这些社会活动的所有其他方面，即不像经济学所研究的人们追求私利时相互碰撞的活动方面的那些方面，是否也能够得到这个结论？在此我必须列举一些这样的行为以供讨论（除了在观众席中选座位这样的行为）。为了举例说明，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所说的语言，以及我们如何说这些语言，我们和谁结婚，是否有孩子，我们给孩子起什么名字，我们和谁做邻居，选择与谁交朋友，玩什么游戏，形成了什么习俗，追求何种时尚，我们是出去散步还是待在家里，我们如何驾驶汽车，在公共场合是否制造噪音或者抽烟，我们怎么管理自己养的宠物，等等。此外，还有饮食习惯，吃午餐的时间，乱扔垃圾或经常打扫卫生的习惯，对小笑话或者流言、新闻以及有用信息的传播，集团及其运动的形成，甚至等待时是否排队，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的行为活动，它们受到他人行为的影响，也关心其他人的行为，抑或他们相互关心并相互影响。在许多社会中，包括我们自己的社会在内，这样的行为多数都有不受中央管制下的自由，或者只受到法令条规的间接限制。（字典可能会告诉我对于一个7岁的小孩来说“炸药”意味着什么，但是一个7岁的小孩并不是从那里学会这一词语的。）尽管人们可能比较在意集体结果，但是他们自己的决策和行为通常都是从他们自身的利益出发的，并且只受到整体模式中一个有限范围的影响。几乎任何一个与高个子或者矮个子结婚的人，都很难说仅仅是出于对下一代身高的考虑。但是上一代人相互结合的模式，比如高个子是否与高个子结婚，矮个子是否与矮个子结婚，还是高个子与矮个子结婚，或者根本就是随意结合的，会影响下一代人关于高矮的看法。


均衡分析

现在我将要说明的是，个体自行其是的行为不一定会带来集体的满意后果。经济学研究的是一种特殊的情况——一种重要的特殊情况——我下面将会说明为什么经济学研究的是一种特殊的情况。

但是，在此之前，我需要首先给出一个人们给予了过多关注的错误观点。经济学、生物学以及许多非生命科学中都普遍应用的一种分析方法是对于“均衡”的研究。均衡指的是一种已经没有某些行动、活动、调整或反应的状态，使事物处于静止、不动、“平衡”的状态，或者在几种事物相互作用和相互调整的情况下得以调整，并最终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和静止的状态。如果将奶油倒入咖啡里，当咖啡表面不再泛起涟漪，这就是一种“均衡”；如果奶油在咖啡表面均匀扩散或在咖啡表面形成了一层薄膜，那又是另外一种“均衡”。在经济学中，针对圣诞树的需求，就有圣诞树分配上的“均衡”，如果圣诞树的价格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郊区之间都非常接近，那么没人能够通过将圣诞树从城市运到郊区，或者从奥尔巴尼运到布法罗挣钱。同样，如果汽油的价格在不同地区差别不大，不超过地区之间的运输成本，并且人们愿意支付的汽油的平均价格与生产者能够以合理利润投放市场的价格是平衡的，那么我们就称汽油市场处于均衡状态。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一种均衡状态可以是精确的均衡，也可以是近似的均衡。均衡可能是一种能够无限接近却无法达到的状态，潜在均衡本身就是在不断变化的。同时，均衡可以分为部分均衡或完全均衡，短期均衡或长期均衡。圣诞树可以在城市之间达到平衡，但是如果出现了整个市场上的超额供给，那么圣诞树的供应者今年就会赔钱了，明年他们就会减少圣诞树的供给，因此明年或者后年的圣诞树市场就不一定会处于均衡的状态。

这里要说的关键是均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引人之处。均衡只不过是一个结果而已。均衡只是将那些没有稳定下来的因素稳定下来之后所出现的状态。均衡的思考表明了对调整过程的认可，除非有人对事物的稳定过程特别感兴趣，多数人都能够对事物稳定后的状态进行简化分析。在马尔萨斯（Malthus）的分析里，当食品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供给相对于人口非常贫乏时，低生育率和高死亡率使人口数量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这时人口就处于均衡状态。当夏天的公共海滩特别拥挤，以至于对任何想来海滩的人都不再有吸引力，但又不是非常缺乏吸引力，以至于使已经在海滩上的人离开海滩回家，那么这时海滩上的人数就处于均衡状态。当世界上的剩余鲸鱼数量少到人们很难捕捉到足够的数量来获取利润，而现有的少量捕鲸者没有更好的活儿可干，他们捕捉的鲸鱼数量正好能够抵消新出生的鲸鱼数量时，那么我们说世界上的鲸鱼数量处于均衡状态。对于国家警察来说，当对超速者的拘留处罚频率抵消人们想开快一点的欲望时，高速公路上所设定的速度标准就处于均衡状态。

“均衡分析”中可能也有很多缺陷，包括在均衡分析中可能因忽视了调整过程而过于简化，或者可能由于忽视了那些决定均衡的参数的变化而夸大了均衡存在的可能性。但是不应该有人去反对“均衡分析”的可能性，唯恐一旦承认某样事物处于均衡状态，就等于承认这个事物状态良好。一个被绞死的人，如果尸体在绞刑架上不再摇摆，那么他就处于均衡状态，然而没人会认为他状态良好。对经济学分析不信任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于人们假设经济学家对所讨论的均衡持肯定态度。我相信这个假设通常情况下是错误的——尽管并不总是错误的，但通常都是错误的。

所以，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这种差别，无论是对的还是错的，将不会体现在分析方式之中，尤其不会体现在一种使用均衡系统，而另外的不使用的情况中。一个经济学家会以均衡概念来描述听众席中的就座模式，就像他对待空调市场那样。当所有人都就座之后，如果没人愿意换到其他座位上，这种就座模式就是一种均衡。把它称为均衡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甚至任何一个）都喜欢这种就座安排，只不过任何一个人群无法通过变换座位来得到更好的结果。称之为均衡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均衡的就座模式，或者完全不同的均衡就座模式。


交换和其他交易行为

为了弄清楚为什么经济学研究的是一种重要的特殊情况，而不仅仅是一种分析所有社会现象的模型，请注意我所关注的所有行为系统的特征。这种特征就是人和人总是在互相碰撞并且互相适应，人们的所作所为总是影响着其他人。人们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他们的行为目标，取决于其他人是如何行动的。你的驾驶情况取决于其他人的驾驶情况，你把车停在哪里取决于其他人的车停在哪里，你的词汇量和发音也依赖于其他人的词汇量和发音。你与谁结婚取决于你遇到了谁，谁愿意和你结婚，以及谁已经结婚。如果交通拥堵是一个让你头疼的问题，实际上你自己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如果你因为喜欢热闹而加入了人群，你自己也就成为人群的一部分。如果你因为不喜欢你孩子的同学而让你孩子退学，你也就使他的同学失去了同学。如果你为了使别人能听见你说话而提高嗓门，实际上你也就制造了噪音，从而使别人也不得不提高自己的嗓门。当你把头发剪短，不管有多短，你也改变了其他人心目中关于人们头发长度的印象。

有时你关心其他人到底在做什么：当交通拥堵时，你希望街上的车少一些。有时你不关心别人做什么，但是你需要适应环境。你是否拥有上坡或下坡的优先行路权力是无关紧要的，你只要知道谁拥有这种权力就行了。通常人们既关心别人也受别人行为的影响。（如果你既不关心也不受到影响，那么你就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外。）

现在让我们讨论经济学的特殊之处。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人们作为自愿参与者（voluntary participant）相互影响时的交易行为。最典型的行为是人们在自家的后院里用蔬菜交换鸡蛋。在一定条件下，这是一种“好事”。除非你对鸡蛋的需要超过对蔬菜的需要，否则你不会这样做，而你的邻居也不会这样做，除非他对蔬菜的需要胜过鸡蛋。其他人都不关心也无需知道你的午餐是什么，是否有煮老了的鸡蛋或生菜西红柿三明治。

当然，下面这些有点夸大其词：

鸡蛋可能含有过多对你不利的胆固醇。

你的邻居因为知道你会用蔬菜和他交换鸡蛋，可能会去偷鸡蛋。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养鸡场对小鸡过于残酷。

那个将和你交易的邻居可能已经知道鸡蛋是坏的。

当他煮你卖给他的卷心菜时，楼上的住户可能会非常讨厌卷心菜的味道。

虽然如此，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直指的是自愿交换，即对未参与交易或没有机会影响交易的所有人都不存在明显影响的交换。如果任何受到影响的人都是交易的一部分；如果交易是自愿的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以正当的理由阻止它发生；如果交易容易辨认，并且人们能够很清楚地了解他们自己的利益，从而从相关方面都可以通过参与或者阻止交易的发生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如果当人们在交易中表明自己的利益时，面对盗窃和敲诈等行为不是那么脆弱；如果在市场上卖蔬菜的人们能够得到保护以免被盗；还有，如果法律阻止人们通过给其他人的鸡投毒这种不正当的方式来为自己的产品创造需求，那么就可以大说特说“自由市场交换”是好的。至少在这种情况下是好的，即人们可以通过自由市场获得更多他们喜欢的东西，而这样做无需其他任何人付出代价。

要创造一个运行良好的自由市场，甚至一个完全的自由市场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除了物质上的保护和契约的强制执行之外，人们还必须经常在周围逛逛，从而知道交易市场的行情，或者使人们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从而使他们不用逛就能知道市场行情。在典型的自由市场背后，是几个世纪关于产权及其他法律安排、商品及服务的特定标准以及描述它们的术语等各种因素的漫长发展过程。想一想你通过电话就能购物，你也确信你能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且能一眼就看出商品之间的差别。但是这需要有保障制度，即一系列的法律和制度设计，以保护那些受到交易的影响但又无法改变交易的人的权利。

经济学家知道为什么市场无法使所有人满意的诸多原因。我已经在前面提到了一些。人们缺乏有关购买医疗保健用品的知识。很难说一部车况良好的二手车与车况较差的二手车之间有什么不同，或者一次欺诈性的维修工作和诚实的维修之间有什么不同。不泄露一项秘密，就很难把它出售出去。一些市场很容易就被垄断了，经济学家不认为垄断市场运行会很好。为了说明这些问题案例，经济学家会习惯性地问市场为什么不起作用，并且他们还有一些相当不错的问题清单来帮助他们对市场进行诊断。如果保安人员在突发事件中无法勇敢地履行其义务；如果寿险公司不知道哪些客户是高风险的，但这些高风险的客户自己知道；如果治癌药品市场上的癌症病人关于自己的疾病获得了错误的信息，或者迷信于其他能治好他们疾病的药，或者很容易误认为自己是否得某种病；如果人们忽视危险机器的危险；如果人们能够免费收听新闻和天气预报；如果没人管理公共泳池中游泳者的违规行为；如果在体育比赛或赌彩中下重注者能够干预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状况；如果一些提供电话服务的部门必须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即垄断；如果在十字路口的优先通行权问题上汽车和卡车司机互相之间没有渠道交流他们的想法和达成协议，那么这些市场都是失灵的。

注意，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最初都有理由相信市场可以运行下去。通过观察，我们发现尽管某些药品、信息、保险和演出合同的市场确实可以运行得很好，但是对于这些特殊的例子，它却可能无法运行，或者不能很好地运行，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得到其中的原因。

同时，还有一些我们并不喜欢的市场，但它们却运行得非常好。例如，赃物市场就是这样，它鼓励了盗窃；同样的还有投票选举、倒卖交通车票的市场、政治回报市场，以及伪造的检查证明市场，甚至绑架商人市场——这些都是不应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

如果没有人买我的书，尤其是如果有人写了一本更好的书并占有了全部市场，我会因此而抱怨，但是我可能不会因此而怪罪“市场”。当我提到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交易，其中每个受到影响的人都是自愿的参与者的时候，我必须说明一个限制条件：如果你购买了其他人的书，我可能会因此感到“愤然”，因为我希望你买我的书。我希望人们喜欢我所提供的产品并愿意支付一定价格，并且能够在一个愿意接受的价格上提供我自己想要的产品，但是这通常都不过是对未发生的交易的一种希望，而不是对已发生的交易的反对。

市场通常只在部分事情上表现比较好。当协调行为有效进行时，市场产生的收入分配可能无论从整体上说还是仅就我们自己而言，都并不如意。这也是为什么我让你对市场行为只感到惊诧而不是赞美的原因。（或者，即使无比赞美市场行为，也没有必要绝对肯定它。）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样一种行为，初看起来像是“市场行为”，但是如果仔细观察却不是。为了说清楚我的观点，我将选择一个对于多数人来说都非常熟悉也没有争议的例子：圣诞贺卡的“非市场”。确实存在一个圣诞贺卡市场——在市场上可以购买到圣诞贺卡，而寄圣诞贺卡却要通过一个政府垄断的市场。但是我考虑的是，选择给谁送圣诞贺卡，送什么样的贺卡，送多贵的贺卡，什么时候寄出贺卡，是否要附言，以及如果要送给非基督教徒该怎么办。除了个人之间相互祝福的贺卡，我们还有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贺卡，当选官员和选民之间的贺卡，保险销售人员与他们的投保人之间的贺卡，当然，还有你的报童给你的贺卡。

我认为相互赠送圣诞贺卡是一种“互动过程”，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习俗、对他人期望的预期、对他人可能送的贺卡的预期、去年收到（或没收到）的贺卡以及今年已经收到的贺卡，当然这是以贺卡成本和邮资多少、人力花费以及选择贺卡和在上面写字所产生的快乐或厌烦为条件——我发现人们的感觉和我都一样。

人们觉得从别人那里收到了贺卡，那就必须寄给别人贺卡；常有的情况是他们收到贺卡只是因为寄卡的人期望收到贺卡。有时送贺卡是因为已经持续几年了，如果突然停下来可能会引起误会。人们还会提前送出贺卡，以避免收到贺卡的人猜疑他们是不是因为收到了贺卡才会回赠的。学生送贺卡给老师，因为他们相信其他学生也会这样做。人们可能很容易达成不要去劳神费劲地互送贺卡的协议，但是正常的人都会感觉这一协议会令人很尴尬，或者事实上达成这样的协议并不值得。（如果他们能够遵守这个协议，他们会高兴地送出一些“自愿”的贺卡来表示庆祝，然而这样一来，他们还是掉进了这个陷阱中！）

我对贺卡市场的初步探讨可以说明一个广泛而一致性的观点，那就是经济系统具有陷阱的某些特征。即使是那些平常喜欢圣诞贺卡的人，也会发现这个系统的某些部分非常滑稽可笑、荒谬，甚至令人愤怒。有些人希望根除整个制度。有些人希望来一次“破产程序”，从而使所有的圣诞贺卡记录都被删除，并使人们可以重新开始，仅仅从友情和节日的意义出发，而非从积累的义务出发赠送贺卡。

没人认为这个系统能达到最佳结果。即使每个人都可以猜测到他将收到哪些贺卡，并且在节日结束之前送出他所愿意送出的所有贺卡，也不会送出他不愿意送出的贺卡，那么这个结果仍然与理想状态有很大的差距。并且没人能够改变这个状况。

幸运的是，小小贺卡并不太重要。

人们最初可能将这种相互交换祝福的行为称为“自由市场行为”。但是“交换”在这里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比喻。“市场”也不过是一个比拟，与实际相差很远并且这种比拟毫无好处。事情并不会达到最优结果，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没理由能使它们达到最优。没有任何机制将人们的个人反应行为协调为集体行动。

我们甚至不能说，如果整个系统运行得很糟糕，它就会消失。也没有任何机制来引导人们不要再送贺卡，即使每个人都和其他人一样不喜欢这个系统，并且希望它赶快消失。

曾经有一段时间哲人们认为行星应该遵循圆形轨道旋转。但是观察结果却清楚地表明事实并非如此，问题就被提了出来：“为什么不是这样的？”人们试图找到行星的轨道不是完美圆形的原因所在。人们最终认识到，由于存在运动和地心引力规律，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行星的轨道是圆形的。圆形不是常态，椭圆形才是。

当我们问为什么圣诞卡的“自由市场”没有带来最优交换时，答案就是，它根本不是一个市场，因此，一开始就没理由希望它能达到最优结果。运行良好的自由市场是复杂的自愿交换可转让商品的一种特殊情况。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椭圆才是圆形的。


人为市场和局部市场

我必须在此为市场定义加上两个限制条件，一个扩大了市场安排的范围，而另一个则缩小了这一范围。前者指的是通过法律和制度创新通常有可能使某些行为具有市场的特征。法律关于“版权”的创新使得书写文字成为一种可市场化的商品。就好像一个伐木者，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把他砍伐下来的木头拿走，那么不管他砍得多快，他都不会继续砍伐木头了。如果任何人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抄袭作者精心创作的文字，作者也就不会继续写作了。产权法禁止我采摘你的蔬菜送给我的朋友，通过将“产权”定义扩展到原创性作品上，法律也不允许我出售你所写的著作，除非你授权给我。

在炎热的夏天，拥挤的海滩不再令人向往，甚至会叫人扫兴而归（即使在沙滩上也感受不到乐趣），而海滩的所有者可以对它进行更好的利用，比如对每个来海滩的人收取一定的入场费用，这也增加了所有者的收入。或者将这种准入权在来海滩的人之间进行分配，并仔细计算，以提高所有来海滩的人们的总体乐趣，喜欢洗海水澡的人也可以花钱从其他人手中买到准入权，因为后一种人可能更喜欢拥有金钱而不是游泳。

这些并不是所谓的“自由市场安排”。它们需要某种权威力量的介入来建立起一个管理系统，但是这个系统是模仿市场原则建立的。一种广泛而有用的原则就是创造一个类似市场的系统，但是这种方法还不能广泛应用。这种方法适用于公共海滩上拥挤的人群，然而对于那些拥挤在着火的大楼前看热闹的人们，尽管他们妨碍了救火人员的工作，使着火的大楼烧得更凶，但却不适用这种方法。版权法也不能阻止人们传播恶意的流言，或者阻止人们提前透露电影的结局而破坏对电影的悬念。

第二个限制条件指的是市场通常看上去运行得比实际和谐。我们在此不考虑一些社会性后果。市场似乎在给那些需要住处的人分配房屋或公寓的问题上做得不错，但是它只是将人与居住空间进行了搭配，却没有将人们与他们的邻居进行搭配。在选择房屋和居住环境以及邻居时，人口的、种族的和文化的模式都对整个互动过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市场交易则仅仅只把房东和租户包含在内。

同样，市场看上去对香水、除臭剂和便携式收音机等商品的生产和分配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使感兴趣的各方根据有关因素决定其用途的市场。

宠物市场也是如此。在猫市上无法反映出爱鸟者的利益，在狗市上也无法反映出爱猫者的利益，动物弄脏了人行道，但是市场也无法反映出行人的利益。确实，宠物买卖现象、对宠物的培训和管理以及管理不当，是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在宠物市场、宠物粮食市场、兽医服务市场，甚至有时是毒品市场上表现出来。

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我讨论的范围之内，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处于“市场安排”的界线之上。这就是婚姻。除了其他各个方面，大多数现代国家里的婚姻是自由人之间所达成的自愿的契约安排。缔结契约的两个当事人也是受影响最大的人。他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同时也有一种预期的经济上的劳动分工。这种关系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对称的，人们与他们的女佣、管家、商业伙伴、登山向导、家庭教师、飞行员以及计算所得税的会计师之间的契约关系也都是不对称的。但是婚姻关系远不像上述长期的双边专属性服务契约关系，婚姻关系带有某些契约的性质，但是远不止于此；人们可以想象俗世中的婚姻关系也是一种契约法律关系。如果人们在情感上或宗教上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那么他们就忽视了婚姻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是如果把婚姻关系仅看成一种私人之间的长期互惠的专有性契约关系，则会忽视了婚姻更重要的特征。除了那些特别富裕的人、特别著名的人，以及某些忠诚的民族主义者，婚姻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种个人选择。婚姻选择虽然受到语言、宗教、地域、教育等因素的限制，但是人们之所以要结婚，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想结婚，并且配偶的选择并不属于遗传或文化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婚姻选择在总体上对遗传、宗教、语言、社会经济和下一代所处的地域结构等都有很大影响。除了孩子以外，婚姻本身会影响语言、宗教、社会流动、饮食口味和风俗习惯的分散与集中，甚至未婚者也会受到他们同龄人婚姻比例的很大影响。种族和宗教分离主义会受到已婚夫妇种族宗教结构的极大影响。而婚姻中收入水平、职业背景、技术能力、聪明才智或者残疾、残障等是否匹配影响着经济和职业的流动性。

婚姻的多种社会后果使这一行为成为社会科学画卷中的一个核心现象，事实上市场过程仅仅是从一个角度来反映这个现象的某些重要方面。


互动行为

现在我们需要列出更多具有我刚才所讨论的性质的社会活动。首先，让我们回到有关听众席中的听众这个例子，并对它进行扩展分析。这个例子实际上研究的是对空间的分配问题。除了听众席中分配座位的例子，同样的行为方式还表现在人们在海滩上或在公共汽车上分配座位时；表现在人们一旦从拥挤的人群中挤出剧院就无所事事地站在人行道上，堵在拥挤的剧院出口处，挡住了仍然在向外挤的人们的情况中；表现在人们在聚会或招待会上聚集的方式上；表现在观看比赛、发生骚乱或观看展览时形成拥挤的人群时。从大的方面讲，还表现在居民区的居住模式上；从动态的方面讲，表现在棒球比赛发生骚乱时人们冲向出口或争先恐后离开停车场的时候，也表现在公路上汽车之间的车距上，还表现在登机时间快到人们排队等候的时候，或者在看表演时选择座位的时候。

没有哪一种单一的行为模式能够涵盖所有这些例子。有时候人们想相互离得近一些，而有时候又四处分散；处在人群边缘的人可能想冲进人群中去，而在人群中的人却不堪拥挤。如果每人都想处在人群的中心，那么人群就会非常拥挤，如果每人都想处于人群的边缘，那么人群就会逐渐分散，甚至不成为一个人群。

如果人们想要与特定的人保持亲密或者一定的距离，他们的行为就要复杂得多。人们由于性别、种族、年龄、语言、穿着或社会地位，或者熟识程度、友谊关系等而被区分。个人动机很有可能会带来惊人和意想不到的集体结果。

许多大学最近已经实现了男女同校，或者已经不再按性别将学生分开，然而问题也出现了，如果男生和女生们能够自由选择他们想与之同住的人的性别比例，那么应该如何将他们自己安排在现有的宿舍和餐厅呢？在20世纪70年代的哈佛大学，学校大约有12栋宿舍，学生总数中女生占1/3。根据这些数字我们可以做出很有限的几种可能性安排。4栋宿舍分配给女生，剩下的8栋分配给男生。也可以12栋宿舍各有1/3住女生，2/3住男生。还可以8栋房子中一半住男生一半住女生，剩下的4栋宿舍全住男生。还可以1栋宿舍住女生，4栋宿舍一半男生一半女生，3栋宿舍中2/3住男生，1/3住女生，剩下的4栋全部住男生。还可以有其他各种安排。

即使只有2栋宿舍，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假设我们现在分析的这2栋房子是餐厅而不是宿舍，并且假设在非常拥挤的情况下，任何一个餐厅都能够容纳大多数学生。如果学生们能够在这2个餐厅自由选择男女就餐比例，他们将会如何在餐厅之间进行选择呢？

最简单的一种情况就是所有男生和女生都愿意选择男女生之间的比例为1∶1，并且都会选择那个男女就餐人数最接近对等比例的餐厅。假设有120个女生和100个男生，女生必须优先选择，并且每个人都知道所有人希望是50∶50的搭配。

女生们希望男生根据两个餐厅中女生的比例按比例分配，并且，如果女生不喜欢太过拥挤，她们也会在两个餐厅之间平均分配。

现在轮到男生们来选择了。当3/4的男生到达时，可能有40个男生在一个餐厅，35个男生在另一个餐厅。后来的人发现这两个餐厅中的男女比例有一点细微的差异，从而会选择更接近对等比例的餐厅。一个餐厅中有60个女生和40个男生，另一个餐厅中则有60个女生和35个男生。前者吸引力稍大，后来者也就会选择这个餐厅，那么这个餐厅中已经有50个男生，而另一个只有35个男生。现在男女比例的差别在这两个餐厅中就表现得更明显了，后来的10个男生进入有较多男生的餐厅，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餐厅中有60个男生和60个女生，而另一个餐厅中只有35个男生和60个女生。最后来的5个男生更愿意选择有较多男生的餐厅，最终的结果是这个餐厅的比例是60∶65，而另一个餐厅的比例为60∶35。

如果另一个餐厅的男生现在可以自由选择改变就餐位置的话，可能有10个人觉得值得起来换餐厅，因为这时另外一个餐厅接近相等的男女比例，要明显好于他们所在餐厅的几乎是1∶2的男女比例。如果这10个男生换了餐厅，前一个餐厅的男女比例就变成了75∶60，这已经破坏了原有的接近平衡的比例，而且他们刚离开的餐厅的男女比例是25∶60，这时这个餐厅的男女比例几乎为1∶3，因此又会有更多的男生愿意到前一个男女比例为5∶4的餐厅中去。又有15个男生换了餐厅，使该餐厅只剩10个男生，这样，男女比例就变成了1∶6，而那个拥挤的餐厅中的男女比例却是90∶60。3∶2比1∶6还要好一些，于是最后的10个男生也换到拥挤的餐厅中去了，从而这个拥挤的餐厅的男女比例最终变成100∶60。

最终的结果是这样的，尽管所有男生都更倾向于50∶50的对等比例，但最终的结果却是100∶60。有一半女生所处的餐厅中男生数量以1.6∶1的比例超过她们，而另一半女生就餐的餐厅中没有男生，并且没有男生愿意改变。

如果我们强制性地将40个男生换到只有女生的那个餐厅，所有男生都会发现这种安排所达到的比例更令人满意，所有女生也会这样认为。但是这40个男生却不会停下来，因为有更多男生的餐厅总是更吸引人一些，尽管当男生们都去选择这个更吸引人的比例时，最终出现的结果一点也不吸引人。

最后，在没有男生的餐厅中的女生们也去了男生较多的那个餐厅，最终所有人都挤在一个拥挤的餐厅里就餐。

这个小例子——也是“均衡分析”的一个实例——并不是要得出某个结论。这个例子只是为了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相互结交和亲近——无论是在居住上、社会集会上或者工作地点上，甚至婚姻上——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探讨人们根据年龄、收入、性别、种族或语言相互融合与分隔的过程。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婚姻这个例子就是此种现象的一个实例，但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婚姻中的另一些因素。结婚时配偶双方的年龄差别，都会受到其他夫妻结婚时年龄差别的影响。离婚和再婚的可能性都取决于在某个特定年龄段上是否有足够高比例的离婚和再婚，尤其是，如果离婚的人之间可以互相结合，一个较高的离婚率就会使离婚变得很有可能。

语言几乎是一个完全的适应性行为。一个人究竟说什么语言，取决于他遇到的人说什么语言，尤其是在他的家庭内部说什么语言。但是在双语国家或者多语国家，比如加拿大、芬兰、瑞士以及早期的以色列和美国，尽管受到学校、政府、广播和路标的引导、鼓励及刺激，语言的集中或分散还是能表现出个体选择和反应所带来的倾向。

每个专业都可以研究其语言的发展。一些用语延续下来，而另一些则没有。有时为了应付某种需要而匆忙选择的用语会被不断重复模仿，成为语言，但是没人注意到这种说法的不准确性。即使有人意识到有些用语实际上比较糟糕，但是他们也会在一时想不出更好的表达方式时使用它们。当大家都懒得再创造新的合适的词汇时，我们也就听之任之了。一个拥有准确含义的用语一旦流行开来，就会被人们滥用，并且也不能精确地传递信息。这种情况就好像有时发现了一个自然的词语、一个简单的词语正好可以表达人们需要表达的丰富含义，于是这个词语就被人们选进了他们的词汇表中。我想在此提醒您在阅读时注意像“好人”、“坏人”和“丑陋的人”之类的词语。

语言是由个体自由行为所发展起来的交流系统，比如流言的传播、新闻信息的传递，以及有关性、烹饪、园艺和汽车维修等正反信息的传递，笑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的流传以及比赛及裁判争端的规则等。参与到这个交流系统中的每个人都是系统的一部分，他对系统的参与是对系统的维持、修改、改变，甚至有时会使这个系统逐步衰弱或灭亡。人们从何处获得有关股票市场和赛马场的小道消息，如何得知批发商品的地点，看什么电影，上哪个餐馆，怎样避免感冒，和谁约会，如何寻求帮助，都包含在两种即时发生的相关行动中。他们在信息网络中传送特定信号，并且使这个网络得以维系。

信息网络、种族隔离、婚姻行为以及语言发展都是相互重叠、相互关联的问题。通常看到的是，商场、商店、出租车公司或汽车旅馆的劳动力都是同质的。无论是爱尔兰人还是意大利人，古巴人还是波多黎各人，黑人还是白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这种同质性都能说明这些行业的目的，但是决定因素可能是一个交流网络。在这些岗位上工作的人都是知道有这些空位置的人，他们通常都是通过已经在那里工作的熟人知道这些空位的，而这些熟人通常与他们来自于同一学校、社区、家庭、教堂或俱乐部。这些岗位上的新员工都是可以由老员工提供担保的。

很遗憾，我现在不得不偏离本节的主题来描述一个我曾经经历的有关人群隔离的例子。我生日的时候偶尔会带一群年轻人去看波士顿红袜队的棒球比赛，去第二次或第三次时，我发现坐在我们周围的人都与我们惊人地相似——他们的肤色、口音、行为以及穿着，这种发现在第四次和第五次时得到了验证。这里并没有明确的人群隔离，座位的票价都是一样的，因此我能够承担这样的票价，坐在这里的其他人也能承担。这里有10个售票窗口，并且在窗口排队的有年轻人和老年人，有黑人和白人，有男性和女性，有衣着光鲜的和穿着朴素的，有喧哗的和安静的。为什么我们总是坐在一群与我们如此相似的人中间呢？

过了多年我才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生日宴会需要相互协调，因此我提前购买了座位。我是在哈佛广场的地铁站买的票。多数人都想坐在一起，这样如果售票处最初拿来的是一整个就座区的票，他几乎剩不了多少零散的票。于是，可以肯定坐在我们周围的人都是事先在哈佛广场买的票。（我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但是确实有些人因为接受同一自助洗衣机店的服务而开始了他们的罗曼史。）

如果继续列举下去，我们的研究对象还包括由礼仪、礼节、社会地位、社会阶层所构成的系统。这个系统包括“马路行为”——站在大街上还是驻足停留；眼光注视前方还是点头打招呼；向别人问路，借火柴，问时间，换零钱等；以及是否带枪支上街，等等。它还包括骚乱和暴动的形成，惊慌举动，道路交通规则，交通习惯，以及人们相互识别的信号和标志。它也包括风格和口味、发型和化妆品、服装样式和珠宝、饮食习惯、咖啡时间和鸡尾酒时间、香烟、大麻、乱扔垃圾、擅自横穿马路、遵守或违反交通规则，以及是否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们。

我不认为存在一个作为所有这些行为的基础的单一机制。恰恰相反，在有些情况下，人们想与他人保持一致，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人们却想与他人表现出差别。有时法不责众——擅自横穿马路、吸食毒品、违规停车（如果违规的车很多，警察不可能对所有的违规车都开出罚单）——另外一些时候人群过于庞大会使乐趣减少。有时人们需要共享一个秘密活动，而行动的结果取决于对个人向陌生人暴露自己的行为是否有一定的处罚。有时人们想和其他人关系更亲密一些，这些人可能是老人、富人、高官，甚至是桥牌或网球打得特别好的人。另外一些情况下，人们会觉得年龄大一些，更富有些或更好一些，就会很舒适，而有时会觉得处于中间水平就是最好的。如果每个人都想待在家里，观看电视上时代广场上的人群，那么时代广场上就不会有人群了，而如果每个人都想加入到电视中的人群里去，那就没有人看电视了。

下一章我们要考察一个特殊的类别，也是一类特别有趣的行为模式。这种类别的行为模式的特点是无论群体中的个体采取何种行动，在总体上总是会实现的。抢凳子游戏就是一个例子，无论孩子们多么全神贯注，总有一个人会在音乐停止的时候抢不到凳子。纸牌游戏是另外一个例子，无论人们在游戏中如何算计，赢的钱和输的钱总数相加总是为零（除去买三明治的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花掉手里持有的25分加拿大硬币，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我们却无法做到。总有1/10的学生的成绩排在最后的10%。如果你把波士顿地区每个黑人的白人邻居加起来，并且把波士顿每个白人的黑人邻居加起来，只要你对于“邻居”、“波士顿”、“白人”、“黑人”的定义是一致的，并且计数时间相同，那么你得到的数字一定是一样的。

第3章我们要讲述社会科学家考察这些过程时所使用的6个一般行为模式。不同的运行机制有很多，但是许多只不过是在广泛行为区域内的重复表现而已。一些这样的重复性行为模式有固定的名称（我前面谈到的“命名现象”）:“自我满足预期”、“临界物质”、“公用品”、“次品市场”、“加速原理”。第3章中我试图尽量证明一些探究这一丰富而复杂的情况的模型是有效的，此后即使对这个问题还不是很清楚，读者也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我引导大家关注这个问题的目的。

第4章和第5章将通过详细研究“分类和融合”，借分离和整合的过程来阐明这种分析方式。并不是所有的选择都像与谁交往、与谁同住、与谁共事、与谁游玩、与谁共餐以及与谁同座那样是互动的、相互依存的行为。第4章着重研究种族、肤色、性别、年龄等离散性分类问题；第5章则研究年龄、收入、技术水平这样的“连续”变量的分类问题；第6章则着眼于一系列不太常见的选择，它们完全会在将来出现，并且可能是完全相互依赖的——比如对孩子性别的选择。

最后，第7章更严谨地说明了如何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建立正规的理论。这是比其他章节都难的一章，读起来会比较慢，而且也不太容易理解。就好像读设计图一样，几乎任何人都能读懂这一章的图表，前提是要对它们进行仔细研究。我知道在这个丰富多彩且具有广泛影响和重要意义的课题上，没有捷径可走。我希望前面的章节已经激发了你攻克最后一章的兴趣。前六章中除了在第4章结尾有一些图表以及第5章出现的一点基本代数之外，多数内容都应该很容易理解，尽管有时候你可能会停一下，但是也只是思考，而不是研究。如果你在读第7章时认为它的内容应该浅显易懂，那你就会感到失望。读图表有点像学习一种语言，只有多练习才可能更熟练。对经济学以及其他图表分析比较熟悉的读者在第7章的图表上仍要稍微多花点时间，不熟悉图表的读者花的时间则要更长一些。要知道，第7章中的多数内容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了解这一点可能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第2章 抢凳子游戏中必要的数学分析

一个人的行为影响其他人的行为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打电话一。个电话导致另外一个电话。有人可能会回电话，有人从这个电话中知道了新的信息，于是再打电话告诉其他人，或者一个电话可能促成了某些事情的发生一。每个读到此处的人都可以回忆一下最近几天接过的一个电话，它使我们打了一个或者更多电话给其他人。

这种行为值得研究。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发现有的人打电话高度依赖于他们所接到的电话，而有的人打电话则是比较独立的。有些人打出的电话远多于他接到的电话，而有些人接到的电话多于他们打出的电话。我们可以根据人们对于所接电话的回应比例来对他们进行分类。

我们也可以以国家为一个单位计算这个比例（这里不考虑国际长途，因为我们无法从其他国家获得所需要的数据）。为了避免概念上的一些混淆，我们应当定义“打出电话”和“接入电话”。有两种途径使这个比例数据很容易获得。一种途径是电话公司可能有通话记录。另一种途径是我们不需要从电话公司获得任何数据，但可以根据这样的逻辑推算出来，即除了偶然情况，一般不会有打出电话的数量正好与接入电话的数量相等的人，但是我们所有人整体上接电话和打电话数量是完全相等的。

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把接到一个电话或打出一个电话计作一个或多个通话。如，圣诞节打给祖父母的电话记成一个通话，也可以记成几个通话，只要两边一致，结果都是一样的。分机之间的转接可以只记一次，也可以记两次，但在接收两端要一致。如果我们把所有人定义为一个封闭的系统，那么这个系统打出的电话和接入的电话数量是完全一样的。

尽管送圣诞卡与打电话出于不同的动机，送出的圣诞卡主要是刺激了贺卡的回赠，实际上它与打电话是同样的现象。（我偶尔会打电话叫计程车，但是计程车从来不会打电话给我；收到我赠送的圣诞卡的人，多数人都会回赠——虽然我通常记不得到底是谁最先送的。）有些贺卡我们没有回赠，有些人收到了别人的贺卡，但是却忘了或者不愿意回赠给他。有些人送出的贺卡比我们收到的多，而有些人收到的贺卡比我们送出的多。如果我们对人们进行调查，到底送出的贺卡没有得到回应的情况多，还是收到意外贺卡的情况多，答案可能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对邮政系统中的每个人来说，这两种情况出现的频率必须是完全相等的。对每一张不是相互发送的贺卡，送出者都没有得到回应，而接收者也没有回应。

从人们对电话的反应方式与对圣诞卡的反应方式中似乎很难找到什么重要的含义。之所以以这种方式开始本章的内容，是因为一些重要的行为都有这样的特征，如果把这一特征放在电话联系这个人们熟悉的事情上，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一些。事实上，要是说接入电话等于打出电话，是打电话这种行为的一个特征，这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观察方式没有对人的行为做任何研究。无论人们的行为是什么——或者拒绝接电话，或者在周日从不打电话，或者答应给别人回电话却从不回，或者把每一点流言飞语都通过电话告诉给其他人——无论有多少人按照接到的电话来派遣出租车和救护车，也无论人们是否传递电话，总体来看，我们接入的电话与我们打出的电话是一样多的。这个结果和人们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

这和电话通话的结构有关系：每一次严格定义上的通话都有一个打出方和一个接入方。（这里用限定语“严格定义上”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排除掉计数上的不一致性。如果是为了其他的目的，比如配置电话分机，其他的限定语就会更有意义，并且计数结果也不一样。）打出一个电话和接入一个电话是不一样的；对记账来说，“打出电话”和“接入电话”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一个完善的记录系统应该在一个复式记账系统中对每个电话进行记录，每列一个数字，这样在“有操作性的定义”下对双方事件的记录就应该是一样的。

这个电话的例子是一类重要命题的实例：总体上正确的命题在细节上可能并不正确，并且总体上的正确性独立于人们个体行为的人数。这一命题对于一个封闭的行为系统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每个人的行为则不是，甚至对于任意一个比整体小的集体，这一命题也并不成立。有些这样的命题是显而易见的，不用我在此指出来。毫不奇怪，在波士顿，所有大小为8号半的运动鞋中，左鞋的数量与右鞋的数量基本上完全一致。不太明显的是如果把美国作为一个整体，那么骑着偷来的自行车的人数与丢自行车的人数是相近的。（我们允许两个数字之间有一定的差异，是因为被盗的自行车可能是在运输途中，或者在偷的时候被损坏了，或者骑到一定程度磨损了，或者偷来的自行车又被偷了。）

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这种起主要作用的学科。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学主要研究等值物品之间的交换问题。如果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我得到了一辆自行车但失去了150美元；商店失去了一辆自行车但得到了150美元。商店将其中的90美元给了批发商以补充一辆自行车，40美元用来支付房租、工资和水电，20美元是商店自己的收益。如果我以同样的方式分析90美元批发的自行车，它可以细分为要组装的零件，装配商店的工资、租金和水电等。支付的电费又分解为燃料费、工资、发电厂的利息、红利、税金等。如果我们这样一直细分下去，我们会发现从我购买自行车的150美元中所获得的收益，包括收入、利润和所得税在内，其总和正好是150美元。

为什么这些收益加起来的结果“必须”是150美元，收益和税收的定义与这个重要的数字性结论有什么关系，除非你研究过国民收入核算，否则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我倒希望这个结论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因为我认为，多数命题都不是一眼就能理解的，有些甚至读第二遍也未必能理解。

在经济学中这种“会计报表”是分析收入和增长、货币和信贷、通货膨胀、贸易收支平衡、资本市场和公共债务的基础。它们通常都不是浅显易懂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相对于那些经常进行数据整理和分析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就好像是抢凳子游戏一样，在不同的房间里都有参加者和凳子，人们可以单独行动，也可以以组为单位，人们不容易发现搬走的凳子，有时新参与者和新凳子会加进来。每个人只知道，要是他不够快，那么在音乐停止的时候他将抢不到凳子坐下，于是，就要被淘汰出局。人们在游戏中对行动较慢的人会很不耐烦，因为我们知道凳子的数量始终比参与者的人数少。无论游戏如何进行，音乐停止的时候必然会有人没有座位，这个数字丝毫不受参与者积极程度的影响。如果我们不停地加入与淘汰出局的人数量相等的新参与者，补充参与者人数而不搬走凳子，我们可以计算出每个人因为抢不到凳子被淘汰出局之前能参加多少轮游戏的平均数。就算有人玩得非常好一直都没有被淘汰，或者有人第一轮就被淘汰了，这个平均数在数学上也是预先确定了的。

我们在经济学中要处理的典型问题与许多社会科学一样，也是反馈系统问题（feedback system）。“反馈循环”就是这种问题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不管人们如何行动，这个循环都存在。系统一端的输出是另一端的输入。我们不能通过不花钱而变得更富裕，就像在圣诞节时我们可以使自己收到的礼品价值比送出的礼品价值更高，只要可以也能通过花较少的钱购买送给别人的礼品。

有时候像关于圣诞卡的命题这样直接的命题似乎很容易被忽视，就像股票市场的一天可能被称为大“卖”或大“买”(great“selling”or great“buying”）的一天那样。除非有人买你的股票，否则你将无法将手中的股票卖出去，同时，你也无法卖出你还没有持有的股票。同样，除非有人卖出他的股票，否则也没办法买进。人们通常都希望出现股票交易波动，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需要经常提醒我们自己的是，如果没有对等的购买行为，也不存在卖出“波动”，无论我们是否用这个词来称呼它。


概念的定义

我马上就要研究更多这种独立于人们行动之外的“行为”命题了，并且要证明，这些命题对于思考人们选择配偶、生育孩子、生活、工作、迁徙和退休等都是有帮助的。不过，先对这些命题的重要性进行讨论是值得的。

注意，当我描述这些命题或者至少希望能描述它们时，它们都具有公理性的一些特点，或者在数学上可能被称为“恒等式”。恒等式表示等式结果与数值没有关系。比如，命题（a+b）(a-b）=a2
 -b2
 这个等式并不是一个方程，我们无需求出其特定的a，b值，这是一个对于任意a，b值都成立的等式，是一个无条件命题。我们不需要通过一系列数据代入来证明此命题的正确性，等式的每一边都可以通过标准运算推出另一边。类似地，口头陈述是我们通常把这种情况说成是“定义正确”，或者更精确地说，通过逻辑运算从定义、公理、假设中推导出来。

有时候这种情况意味着任何一种定义正确的命题——即相对于任何可能的事实，无论取何值其结论都必然正确的命题——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信息。如果我们说美国住房空间体积的立方英尺数等于全部住房面积乘以天花板的平均高度，那么这个定义除了提醒我们什么是立方英尺的定义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要注意的是，从某个角度来说，我所讨论的这种命题取决于它们的定义。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几乎所有命题都取决于其定义，包括那些必须建立在实证数据基础上的命题。考虑这样一个命题，平均来说，一个城市家庭的收入水平越高，花在住房上的比例就越少。如果这个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它并不是一个“定义正确”的命题。它的正确性取决于“收入”、“住房”和“城市家庭”这些词语的定义，尤其当我们把这个陈述用数字形式进行表示时是这样。我们必须定义“住房”这个概念是只包括主住宅还是也包括度假住房、宾馆、学校宿舍以及车库；是包括土地还是只包括建筑物；是包括所有屋内设备还是只包括房屋本身；是指家庭居住的房屋还是仅指租住的房间。对于自住房屋，这个定义就需要详细说明“开销”是否包括房地产税，以及与财产的租用价值等价的设备数量；还要说明“收入”必须包括还是不包括家庭自身本应支付的租金以及任何的资产升值。这个定义还必须仔细规定工作了的孩子们是否住在家里，或者祖父母是否是“家庭”的一部分，以及祖父母的退休金是否属于“收入”的一部分，等等。总的来说，定义越清楚，命题就越正确，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一些有趣的行为规律，那么“更好”的定义将是那些在统计上能导致正确命题的定义。

但是这里可能有另一个命题，它属于本章将要考虑的一类命题，即城市家庭的住房开销等于为城市家庭供应住房的总收入。如果我们根据最终收益人和最终权益人对住房款的分摊进一步进行详尽的细分，从而对“总收入”的定义更为细致，那么这个命题就越接近于正确。如果我们的定义忽视了维修成本和当地政府在房地产税上的“收入”，或者在总收入中排除电费开销，而在开支中却计入电费，那么我们的命题就不是正确的。（与之相似，如果每一个询问天气预报的通话都只计为打出电话而没计为接入电话，那么我们关于电话通话的命题将不会是正确的。）

这两种命题都严重依赖于对等式两边相关条件的定义。区别只在于一种情况下等式两边，或命题的两项之间，在逻辑上并不必然地表现出这种一致关系——当收入增加时，住房开销所占比例可以上升，也可以下降——而另一种情况下，命题的正确性只唯一地取决于我们认定的所有可能性和在命题中准许可能性的详尽程度。同样地，如果住房花销所占比例上升的话，其他开销所占比例就必须下降，这个命题不需要建立在对食品、娱乐、税收、储蓄债券等进行计算的基础上。相同的例子还有，如果肺结核的致死率下降，其他致死源的死亡比例就会上升，只要我们能找出每一例死亡的原因。

问题是，尽管这些命题的有效性取决于我们是否对条件定义得足够清楚以使它们成立，但它们是否能够告诉我们任何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或者告诉别人——那些不在意命题的定义是否使其成立的人——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判断。如果这个命题能够告诉你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或者你从没想过的东西，那么你就获得了进步。尽管它告诉了你有关这个世界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个命题不是一个经过实证检验了的科学性结论。你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为什么今天比50年前越来越大比例的人死于非传染性疾病，原因之一就是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下降了，而并不是因为其他疾病的致命性程度有所改变，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即使你可能会为一开始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感到羞愧，那你也是有进步的。

许多问题看起来似乎都没有包含能够解决问题的充足数据，但是实际上这些问题都具有一个不太明显的共同特性。（一个问题有意思的地方通常就在于当你一再咀嚼它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要点其实很“明显”。）你有一杯杜松子酒和一杯苦艾酒。你舀起一汤勺杜松子酒倒进苦艾酒里。接着你舀起第二杯里面的液体，即掺了一点杜松子酒的苦艾酒，然后倒进第一杯里。现在是杜松子酒里的苦艾酒多呢，还是苦艾酒里的杜松子酒多？

一个男人在船上掉了一个瓶子（带瓶塞），但是当他发现时他已经逆流划了半个小时了；他掉过头以同样的划桨速度顺流而下，他找到瓶子的时候这个瓶子正好漂到水坝边。水流的速度是每小时2英里，那么水坝离瓶子失落的地方有多远？

要用2英尺乘1英尺大小的瓷砖铺满一个16×16平方英尺的地板，需要128块瓷砖。但是若想在东北角和西南角分别留出1平方英尺，以作为暖气和电路的接口。留出来的2平方英尺正好等于一块瓷砖的面积，那么127块瓷砖就应该足够了，但是这些瓷砖不能一排一排平铺在地上。到底应该怎样摆放？还是根本就没法摆放？

对于有些人，即使经过一些思考，也不能立刻明白答案，本章结尾会给出一个注释。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人并不少。本章一开始所提出来的电话问题的命题，也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有人把这个命题应用于异性之间的长途通话，那么它就更不明显了。大量的教学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学中一些最基本的“会计恒等式”一开始都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不容易表达，学生们必须对它进行仔细研究，才能理解这些关系，如纸牌游戏中赢的钱正好等于输的钱，或者即使快速地将25分的加拿大硬币传递给其他人，最终我们中的一部分人仍会持有硬币。

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命题都不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人们一直在从事着与命题相关的工作，但是他们发现命题与他们的经验不相符合。如果在同一天，一个人既交了过期的保险费，又还了银行最后一笔贷款，还交了彩电最后的一次分期付款，他不可能知道哪一笔交易减少了美国的货币供给。更有意思的是，他的银行家和彩电销售人员可能也不知道。一个学生选择就读的大学或学习的课程时，可能希望自己的成绩好过班级里的多数同学；一个顾客给他的理发师小费时，可能希望自己所给的小费比平均水平高一点；如果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他们就不必庸人自扰。在一个长方形的桌子周围坐了几对夫妻，每人都坐在异性旁边，每对夫妻都互不相邻，男主人和女主人正好坐在桌子两头相对的位子上，那么总共应该有几对夫妻，可能有人还是算不出来，即使对那些婚礼招待人员也一样。如果每个男人都娶了比自己小4岁的妻子，而人口增长速度保持在每年3%，那么适婚妇女的人数就会超过适婚男子人数12%。即使包括那些专门筹办婚礼的人在内，多数人可能都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多数人都认为通货膨胀会降低购买力，而不去考虑他们自己工资的增加正是其他人感到通货膨胀的原因，且至少有一部分必须相互抵消。

这些命题只有在考虑整体时，或者只有双边交易的双方都被考虑的时候才是正确的。人们的经验通常只是单方面的，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觉得只要自己快一点，就会领先于其他人。在有些收费桥梁和收费公路上，在每周6天之内，几乎所有路过的车辆都有去有回，但是人们还是要来回收费两次，使成本和交通延误都加倍了。


两类群体的匹配

如果一个匹配组合的两个方面由互补的两类群体组成，那么就不可避免地要用到数学。婚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一夫一妻制的优点在于，在一个男人和女人人数基本相等的自然群体中，人们的预期寿命相似，这种安排对于两性双方来说，有较高的结合机会和两性平等的机会。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一夫一妻制的群体中，未婚女性和未婚男性的人数差别与男女之间人数的差别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定义一个适婚年龄段，在一个稳定的群体中，这两者差别的百分比将与这个年龄的预期寿命差别的百分比相等。
[1]

 如果女性活的时间更长，或者结婚更早，女性人数就会比男性多一些。社会中未婚女性比未婚男性就要多一些。因此，结婚的人越多，未婚女性与未婚男性的比例越大。如果女性17岁就可以结婚（美国就是如此），而且此时她们的预期寿命还有60年，男人可以在21岁结婚，他们的预期寿命还有50年，那么在一个人口稳定的社会中，成年女性将会以60∶50的比例超过成年男性的人数。如果有1/5男性未婚，那么就有1/3女性未婚。如果女性比男性早3年结婚，且比男性多活7年，那么在女性平均比男性多活的10年里，她们或者离婚，或者守寡。

有人认为婚姻习俗与预期寿命之间出现了不一致，女性比男性寿命长一些，结婚时比男性年轻一些，并且有长时间守寡的可能性。男性或女性是否愿意看到另外一种情况，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减少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差别，或者将其颠倒过来。首先让我们在一个恒定的人口中考虑第一次婚姻情况，假设在10年内所有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平均年龄差别减少为零。在这之后所有事情都同步发生：男性与女性年龄相等，并且此时像过去一样更容易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但是在达到这一点之前，将会有3年的年龄差别。男性结婚更早，女性结婚更晚，或者两者都有。如果男性结婚更早，那么10年内在妇女人数不变的情况下，有13年的男性青年都到了适婚年龄，那么就有3年的男青年找不到配偶。如果女性结婚晚3年，那么就有10年内的男性适婚青年，并有7年的女性达到适婚年龄，但是仍会有3年的男青年找不到配偶。这两种情况的任意一种组合都是一样的。

这种数学关系并不仅仅针对婚姻问题。如果存在阶段转换，它也可以应用于解决任何两组事物或人群之间的同步流动问题。

在婚姻的例子中，我们一开始就讨论了寡妇比鳏夫数量多，所以有多余的女性匹配男性。但是如果一个50岁的男性和一个70岁的女性相配不合适，那么未婚男性的年龄分布将在半个世纪中都会呈现出驼峰形状。

不仅如此，如果每个人都早结婚，并且离婚现象很不普遍，那么这三年的男性剩余数将会成为过剩的一代（就好像战争中男性大量死亡后，女性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因为存在离婚，并且不是所有人到了适婚年龄就结婚了，因此在每个年龄阶段都有未婚的妇女存在。有些年轻男性会娶比自己大的女性，有些年龄较大的男性甚至娶了比自己年龄还大的女性，就是因为存在这三年的剩余数。如果将这个阶段推移三年，就会使三年的适龄男性不能在这个阶段结婚，或者娶比自己年龄大的女性。这就不能将年轻男人和年轻女人进行匹配。由于存在三年的剩余供给，因此必须有其他的安排，这就好像当夏令时结束的时候，有额外的一个小时多余出来。

匹配人口的数学问题同样适用于跨种族或跨语言的婚姻。对于具有同质特征的家庭来说，比如种族和语言，与一个初次婚姻年龄阶段的年轻男性和女性人数是大致一样的。如果跨群体婚姻中的男女存在不对称性——比如，说英语的男性有更多机会娶说法语的女性，即说法语的女性有更多机会嫁给说英语的男性——而不是相反，那么无论有多少人结了婚，说英语的未婚女性都会出现剩余，而说法语的未婚男性也会出现剩余。（驻外军事部队就是一个例子。）

把所有的跨群体婚姻放在一起考虑，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定义正确的结论（前提是一夫一妻制以及人群中只有白人与黑人），那就是白人嫁给黑人与黑人嫁给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正好相反。在美国这一代人中，不管黑人与白人结婚的总人数到底有多少，黑人嫁给白人的比例大约是白人嫁给黑人的比例的8倍。



注释


[1]
 这不太符合实际。在美国每年出生的男孩人数多于女孩,比例为1.05∶1;年轻男性夭折的比女性多,到25岁时,男女之间相差不到3个百分点。因此,实际的情况比上文中所说的要略微复杂一些。


两类群体的分布率

婚姻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人们常常会对一些地方的两类群体的比例问题感兴趣。一个例子就是如何将大学中占总数3/4的男生分配到12栋宿舍的问题。很多种分配组合都是可能的，所有主体都受到一个数量限制。举例来说，所有宿舍都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单一分配比例：3∶1。还有一种方法分配男生和女生，从而使女生住在有一半男生的宿舍楼里，6栋楼一半住男生一半住女生，剩下的6栋全部住男生。如果2栋宿舍只住女生，剩下的10栋宿舍中男女比例平均应该是9∶1。如果有2栋楼只住女生，另有2栋楼中一半住男生一半住女生。这个原理对于大一的学生、黑人学生、已婚学生或任意群体都是成立的。如果黑人学生是学校中人口总数的1/12，他们都可以住在一栋宿舍中，或者以50∶50的比例分配在2栋宿舍中，或者以1∶3的比例分配在4栋宿舍中。这些宿舍楼里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平均比例不可能超过12∶1。

如果规模比较小，人的不可分性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如果在4个人的宿舍里进行分配，每人占总人数的比例不可能少于25%。如果黑人是总人数的1/12，那只有3/11的白人可以有黑人舍友。如果每个黑人都想与黑人同住，而且白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唯一可以接受的比例就是2∶2，其中10/12的宿舍都只住白人。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医院里的病房分配、部队分班，甚至还适用于更极端的例子，例如当警察二人一组坐在二人巡逻车中，每一辆巡逻车里的警察都按照50∶50的比例进行分配，每辆巡逻车中的两个警察肤色都不相同。

如果我说每个人都有可能在这种枯燥乏味的数学上犯错误，你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然而我必须说明人们确实会忽视这一点（即使这看上去极其浅显，人们甚至不必花费精力去研究它）。想一想这些命题听起来多老套，令人震惊的是校方委员会居然花了那么多时间去研究那些有关宿舍中男女混住，或者黑白混住，或大一学生与大二学生混住的建议，这样的研究方式违背了简单的数学定理，即无论你如何对学生进行分配，所有宿舍里的学生人数加起来必须等于所有学生人数。


成长的动态学

人口统计学中充满了许多不可违反的数量关系。这些关系中多数是一些简单事实，比如每个人活一年也就老了一岁。去年20岁的人，不考虑在这一年中死亡的，今年就是21岁。21岁的人变成22岁只有一个办法：等待一年。

我们看到了在两类同龄人群的适婚年龄段变化时的特殊情况；在单一人群中也存在相似的现象。
[2]



如果某些行为只有达到一定年龄才可以参与，那么考虑一下如果将这个年龄改变一两岁，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应征入伍的年龄，或者是上小学一年级的年龄，或者将高中就读年限增加一年或减少一年。

假设部队里的现役军人共有200万，都是21岁应征入伍，并且都服役两年，考虑一下如果将现行政策改成20岁应征入伍，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可能有如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有一年的成年男性可以不用应征入伍。改变入伍年龄之前与之后，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可能会在某一年入伍；政策变动的这一年对某些人来说是个幸运的年份——这年21岁的成年男性不用应征入伍，他们可以多过两年的市民生活。

第二种情况，我们可以在这一年中招收两个年龄段的成年男性，使我们的部队在这两年中达到300万人。第三种情况，我们可以使20岁和21岁的青年同时应征入伍，而22岁的青年提前一年复员；第二年同样也有一半军人只需要服役一年就提前复员。

换句话说，有100万人跳过了两年的服役期；200万人分别节省一年的服役期；或者说，部队增加的100万人服役两年。

这就好像在一个每小时预约一次而且24小时开放的曲棍球场上，当夏令时生效时一样。那些预订了午夜12点到第二天凌晨1点的场地的年轻人，在11点45分钟来到场地，换上冰鞋，15分钟以后，已经是第二天凌晨1点了，而他们预订的时间已经“过了”。或者是他们与预订了1点到2点的人挤在一起，或者他们各自使用30分钟场地。时钟转动的速度没有改变，但是对时针上的一个小小阻碍都会产生供给和需求上永远的重叠。

同样，如果入伍年龄提高，我们可以在两年中使部队减少100万军人，使两届军人服务三年，或者从别的地方征召100万军人，从数学上看不可能是其他情况。

请注意这里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应征入伍率、服役期限，以及人口规模。如果每年有200万人达到了服役年龄，你希望每人都要平等的服役，并且希望部队里每年保持200万现役军人水平，那么每人都必须服役一年。如果你想要保持200万现役军人水平，但是希望每人都服役两年，那么每年你就只能征召100万：也就是100万青年入伍，另100万青年不用。如果你想要每年征召200万人，每人服役两年，又保持部队人数在200万的水平，你只能自创一种新的数学方法。

如果法庭想对犯罪指控进行加速审理，那么同样的数学模式也适用于这个过程。监狱可能在相当于平均服刑期限的一段时间内更加拥挤，否则，就一定有更多的罪犯被释放，或者有一些罪犯被提前假释出狱。在医院排队等候床位也是同样的现象。

如果控制人口出生率，使之等于正常死亡率，因而出现“零人口增长”，那么小于25岁的人口比例到2000年时将会比当前的43%低一半左右——即22%，并且如果当前各年龄段的死亡率保持不变的话，这个比例还会逐渐增加到33%。



注释


[2]
 人口增长的动态学有一个有趣的而且乍看起来令人感到迷惑的统计事实。根据当前美国的死亡率，25%的人死时不到65岁，死亡者中超过1/3的人不到65岁。这个差别来自于人口增长。假设25%的人50岁就死了，75%的人75岁才死，出生率每年增长2%。75年前每出生100个人，就有75人于今年死去，相对于75年前每出生100个人，50年前出生了100×(1.02）25
 即164个人，他们之中的25%，即41个人于今年死去。


加速原理

我有一个喜欢劈柴火的朋友，他喜欢劈柴火就好像人们喜欢打网球一样。但问题是他必须有木柴才能劈柴火。

他也烧木柴，但是劈的柴火与烧的木柴数量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这两种行为是毫不相关的，只不过前者正好制造了燃料，而后者正好是消费燃料。他喜欢劈的柴火比他烧的木柴数量多得多，他也不能把劈的柴火扔掉。如果要他承认他仅仅是将这些木柴劈开，使它们腐烂得更快，那么劈柴火的乐趣也就没有了。他不能卖掉那些柴火，也不可能把它们送给别人。

我有一些喜欢小孩的朋友，尽管他们也喜欢十多岁的孩子，但是他们尤其喜欢儿童。儿童会长大，他们不想要那么多大孩子。如果一个小孩要花15年时间才能长到7岁的话，这些朋友会愿意要两到三个孩子。但是他们如果想在未来的大约20年中使家庭中总有两个7岁以下的孩子的话，他们的家庭将会变得越来越大，以至于他们无法负担。

住房建筑非常重要，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补充或增加了住房供应，还因为它是很多人谋生的途径。它为其他行业提供了机会，比如水泥和木材行业、油漆和管道行业；而且对于那些把汽车和棒球门票卖给房屋建筑者的人来说，也是重要的。但是住房是一个耐用品。如果建筑行业要在5年内增长25%的住房供应，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建筑行业原来每年要替换掉现有住房的1%，并且额外增长2.5%，那么要使住房总量以5%的速度增长，那就要使现有房屋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6%，而不是3.5%。建筑行业的生产率必须在5年内以每年接近两倍的速度增长，然后再回到一个新的“正常”生产率水平上。如果住宅存量每年再多增长2.5%，建筑行业必须即刻以近100%的速度扩张，5年后，当住宅行业股票重新回到2.5%的增长水平时，建筑行业才会开始收缩。

对少数民族的招募也是一样的。假设某些劳动力的更新率是每年5%——比如说，邮递业雇员。黑人雇员人数一直保持在总共50万员工的5%的稳定水平上，也就是说25 000人，正常的招募应该是每年招收1 250个黑人和23 750个白人。现在有人决定在4年内使黑人的比例从5%增加到11%。在这4年内，有5 000黑人要离职或退休，招募黑人的数量必须增加30 000人，所以必须招募35 000人，而整个招募人数仍然是100 000。这样黑人在招募的员工中的比例就从5%提高到35%，增加了7倍，并且在第4年末降到11%。

注意，如果更新率提高两倍（而且人们平均工作10年而不是20年），每年的招募人数也将会提高两倍，4年内招募的人数将达到200 000人，招募的黑人达到40 000人，或者说从5%上升到20%，而不是从5%上升到35%。稳定水平量的改变对招募比例产生的“杠杆作用”与人口的寿命同向变动，而与更新率反向变动。如果一个四年制大学打算将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从5%提高到15%，如果计划要在两年内完成，那么每年招收的少数民族学生必须占新生总数的1/4，如果计划在一年内完成，那么当年招收的少数民族学生必须占新生总数的45%。

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有关200万应征新兵的例子。新兵要花6个月时间训练，这样，部队就有150万经过专门训练的士兵。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在6个月内使经过专门训练的士兵人数翻番。以往我们每6个月增加50万士兵，训练他们6个月，使他们替换那些已经完成两年服役期的士兵。现在我们在6个月内替换50万士兵，再加上原有的150万士兵。6个月内我们增加的招募士兵人数是以前的4倍。到年中时受过训练的人数是原来的4倍。如果士兵的服役期仍然保持为两年，每半年招募的士兵人数就会从200万下降到50万，平均训练次数也同时会下降。

我们可以使这个原理更加复杂。假设训练应征入伍士兵的教官本身也要参加两个月的培训课程，那么教官和受训者的人数比例就是1∶11，而且一个典型的教官（即他自己也是应征入伍的士兵）要在工作岗位上待22个月。训练50万新兵需要大约45 000名教官，加上4 000名在受训的教官，以及每月2 000名更换的教官转业。当我们需要在6个月内使部队人数翻一番，并且要对新兵训练4次时，我们就需要4倍的教官，即180 000名教官而不是45 000名。而且我们现在就需要他们。那么我们一次就要让137 000名新教官参加两个月的培训课程，而这个培训课程以前一次只承担4 000名教官。一下居然增加了35倍！（我认为我们根本无法做到。）

再让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关键变量，它们是：（1）某种人口存量水平的增加，（2）增长发生的速度，（3）持久性或长期性，比如按增长率增加人口的更新率。在经济学中这被称为“加速原理”。只要两种性质完全独立的行为之间存在相关联系，一方是另一方增长的原因，加速原理就起作用。（慢跑鞋生产的数量通常与慢跑鞋的销售率成比例——如果慢跑运动人数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恒定的话，也与参与慢跑运动的人数成比例——但是生产慢跑鞋的工厂新建速度更可能与生产率的增长率成比例，与“加速度”和速度之间的关系一样。“加速原理”这个名称也是由此而来。在经济学中有关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数量关系的加速原理也非常重要。）这个原理还反映在每个人的个人能量供应系统中，饮食和体重之间的性质完全不同，但是一方的数量影响着另一方的变化，其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分配中的地位

问一问司机他们认为自己的驾驶水平比平均水平高还是低，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比平均水平高。但是当你这样告诉他们时，大多数人都会露出窘迫的微笑。

这有三种可能性。他们头脑中的平均水平是一个算术平均数，如果有少数人驾驶得很差，那么多数人可能都“高于平均水平”。每个人都把自己所认为重要的品质给予较高的评价：驾驶比较谨慎的司机认为在驾驶水平中谨慎非常重要，而驾驶技术比较好的司机会认为技术非常重要，而那些自己不具备这两者的司机认为至少他们非常礼貌，驾驶中礼貌是很重要的，因此在他们自己的品质排名中他们认为礼貌的重要性是很高的。（为什么每个孩子都认为他们自己的狗是全社区最好的狗，这是一样的道理。）或者另外有些人可能就是自己骗自己。

我们可以问得更明确一些，比如他们认为他们在驾驶过程中谨慎程度是高于平均水平还是低于平均水平；现在如果我们从比较谨慎的司机中挑出一多半人来问这个问题，当我们告诉他们结果时，将会有较少的人感觉窘迫（虽然他们可能希望大家都有尴尬的笑容）。

事实上，有20%的人确实是那最穷的20%，有15%的人确实是最富的15%，有10%的大学新生确实就是他们班排名最后的1/10。

准确地说，这不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定义。如果最后的10%可以确定的话，那就是个“事实”；如果用一定的平均数可以将每人都划分到一定的百分点范围，那就是个“事实”；如果在棒球比赛中本赛季第一周前10名平均击球最好的选手有决定性意义，那么这就是个“事实”。如果“美国最佳个人全能运动员”仅仅只有一个人——即使有时候没人符合条件，而有时候可能有两个人能当此殊荣，那这个“事实”也成立。然而，就好像说最高的1/3的人比次高的1/3的人个子高，这不过是个定义而已。

即使一个班级中排名最后的1/10或社区的老年居民中年龄最小的1/5退出了集体，这个事实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即使社区里老年居民中年龄最小的1/5退出了或被驱除出社区了，也无法通过排除1/5来消除老年居民中年龄最小的1/5。

更重要的事实是，在许多行为和情况中，人们是比其他人老还是年轻，贫穷还是富裕，高还是矮，以及特别是他们到底是属于那最后2/3、1/2，还是最后1/4，抑或甚至是最后1/10，确实事关重大。当我们组成一支沙滩棒球队时，在居民住房区征求老年人入住时，加入一个网球俱乐部时，或报名参加一个法律学校时，这些也是重要的。

确实有1/5的人就是那最年轻的1/5，尽管这个论断的信息显得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它的含义却并不简单。注意这个论断对于每个特定的人来说都不是正确的。这不是一个有关个人的论断。这仅仅是一个有关群体组成的论断。如果我们详细定义了那些不仅在意他们自己是否在最后的20%中，而且还对此有一定想法的人，或者定义了那些一贯认为他们自己所在群体是比较年轻或比较年长，而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的那些人，那就是一个切合实际的论断——一个科学的、可经过实践检验的观点。如果人们认为网球俱乐部里90%的人都比自己打得差，从而不愿意呆在俱乐部里，那么每个人都会相继离开，俱乐部最终就会解散，而打得最好的人逐渐地也就成了打得最糟糕的。这种情况发生的速度取决于是只有2%的人认为他们是前10%呢，还是前15%的人认为他们是前10%，还取决于是否前10%中最好的5%会快速离开，而稍逊一些的人则慢慢离开，以及80%感到满意的人能在多快的时间里发现较好的运动员都在相继离开或已经离开。

空间关系，正如我们在本书开始时所讲到的观众席问题，也是这个原理的一个特殊例子。就好像有人总是年龄最大的一样，有人总是坐在前面。如果所有人都想成为人群的中心，他们将达不到目的，如果所有人都想处于人群的边缘，那么他们也达不到目的，而且可能使人群解散。他们的愿望从个体上来说都是合理的，但是集体上却是无法满足的。

这个原理对于人们的行为是成立的，对于人们本身也是成立的。每个人在给侍者小费时可能都希望自己给的比平均水平多一些，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学期论文比平均水平写得长一些，每个人都希望当多数人都到场的时候再入场。当然，这些都能够用平均值和中值，如前1/3和后1/4，以及前10%等来表示。当然可能没人愿意成为极端的那种人，没人愿意是集体中最年轻的，或最矮的，或最穷的；或者没人愿意是第一个站起来的，第一个鼓掌的，第一个说话的，第一个裸泳的。


排队等候和循环运输系统

在滑雪吊索（运送滑雪者上山坡的吊索设备）旁排队等候时（队很长），我听见有人抱怨吊索应该走得更快一些。尽管这可能需要一个更大的引擎，但是管理方应该能支付得起这个价格。这样的抱怨值得声援，但是事实上这个建议根本就无法实行：吊索速度越快，排的队越长。

对于一定数量的顾客，我们有一个循环系统。每个人都在重复这个循环，尽管顺序不同。前面的一对顾客送走之后，后一对顾客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有座位。两个滑雪者进入吊索的时间是6秒，这个时间与吊索速度没有关系（尽管如果吊索速度快一点，掌握正确姿势就更重要一点，上吊索的间隔时间还会稍微长一点）。现在每分钟大约能上20个人。

可以把所有人划分为4种：往上升的，往下滑的，排队等候的，以及在温暖的小屋里休息的。如果待在室内的时间与吊索运行毫无关系，我们可以只分析乘吊索上升的人、下降的人和排队等候的人。如果上吊索的速度是每分钟20个，那么山顶上下吊索的速度也是一样的。如果人们滑雪下山的速度并不受到他们上山速度的影响，吊索的速度就不会影响正在滑雪的人数。从固定总数中减去这个不变的数量不改变另外两种人的人数。但是当吊索速度要加快时，在吊索上的椅子数就应该减少；人们上吊索的速度没变，但是在吊索上停留的时间会更短。（吊索上的椅子与椅子之间离得更远了。）如果下山过程中的人数没有变化，而上山过程中的人数变少了，那么就有更多的人在第三个阶段，那就是在等候的队伍中。所以提高吊索的速度并不会减少等待时间，它减少的仅仅是坐在吊索椅子上的时间。

如果我们上班时遇到连续的交通拥堵，我们也会有同样的经历。当我们的平均时速只有5英里，在冲出重围之前总是在不停地起步停车，我们总希望有人能拓宽一点马路，或者减少左转弯道，或者修理一下路面，使交通速度快一些。令人高兴的是一天早上马路确实拓宽了，我们开车出去都不需要减速——但是在下一个较窄的地方又排起了队。我们前面的人也是这样。这个队比平时长了两倍，他们所做的只是拓宽了一个狭窄路段，结果却使人流车流集中在了下一个狭窄路段。

我们在这里讲的是“守恒数量”问题。在物理学和化学中有“守恒定理”，比如能量守恒、物质守恒或动力守恒。如果你将一个网球场向天空发射，那么它的重力中心轨迹将不受到场内比赛的影响。内部运动力会相互抵消。这些守恒原理在物理学中的作用等于会计系统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会计系统是一个复式记账系统。赌博时，也存在“资产守恒”定理，即从整体上来说总资金并没有增加或减少。对于周末的体育比赛的博彩，赢的钱等于输的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像物理学家和化学家那样仔细地了解比赛中所有的例外或“漏损率”，并且将它们记录下来，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在赌博过程中有一部分赌资交了场地费，我们应该把这部分钱计为赌博者的“成本”，而不是“输掉的钱”。如果政府对赌博征税，我们必须将政府看成是“赢家”，或者我们应该将“输家”输的一部分钱看成税收支付。同样，机械系统中的能量守恒也应该允许磨损所造成的损失存在，因为磨损以一个固定交换率产生的热当量正好等于机械能量消失的那一部分，因此能量最终是平衡的。

我们的滑雪吊索也是一个“守恒系统”。有从停车场新来的人，也有在关门之前离开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允许有迟到和早退的人，允许存在一些吃午饭的人和上厕所的人，那么我们就把所有人都计算在了这个记账系统中。我们所定义的吊索线上循环的三个阶段——吊索上升阶段、滑雪下山阶段和排队等候阶段——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半封闭”的意思是，对于我们要跟踪的事物，其收益和损失只发生在一些有限的进出点上，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计算这些点数。（基本上所有事情都可以看成一个半封闭系统，即使是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但是以这种方法分析某件事情是否有意义，取决于更新率是否足够快，以使得无法将它作为一个几乎是全封闭的系统来处理。）

移民也是一个半封闭系统。任何一个城市或州都可以减少享受社会福利的人数或者清除那些将依赖社会福利的人，或者引导他们离开当地。但是除非人们死亡，或者离开这个国家，各个州或各个城市在总体上无法同时减少它们的福利开支，除非是失业的移民在城市之间流动，或者有些去了农村。十年前一本有关城市政策的畅销书建议一个城市只要不去修建低收入住房，就可以提高它的平均收入。如果住房很差，低收入的人就会离开，而不是移居过来。这一建议对于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是可行的。但是对一个城市有效的政策对另一个城市可能是无效的，除非差房子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城市贫困人口的人数，否则所有城市不可能都实现这一政策。（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但是这与这个建议无关。）

许多人口在半封闭系统中流动，而有些却表现出特殊的流动模式。在旧金山海湾桥上，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往往，他们早上涌向一个方向，下午则涌向另一个方向。冬天新罕布什尔州93号州际公路上一到周末总是挤满了汽车，先涌向北边，后涌向南边。人们在一天中不同的时间里涌向北边，但是他们都在周日晚上相同的时间涌向南边。在公路收费站前排起的队伍足足要走30分钟。在旧金山桥上他们可能会对一个方向的车收取双倍费用，而对另一个方向的车不收费；几乎所有人支付的费用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司机都节约了时间。对于不常过桥的人，如从西雅图到洛杉矶要掏双倍费用，而从洛杉矶到西雅图则要少付25美分就可以通过，同时减少了收费成本。新罕布什尔高速公路上没有用到这个方法，而新罕布什尔的滑雪场很早就用到了！如果你能够使他们掏钱上山的话，那么你根本无需在他们下山时再收一次费。如果在93号高速公路上也遵循守恒原理对行人实施这种收费方式，人们应该能够理解。这样就应对北向人群收双倍费用，而对南向人群不收费，在这种方式下他们支付的费用其实是一样的。
[3]



其他类似半封闭系统内的“人口”流动的例子还有回收瓶，Avis汽车，以及DDT。有人提议每辆新车都要交纳“丢弃税”(disposal tax)，用以抵消汽车报废之后的最终成本，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了所有生产出来的汽车迟早都会报废，而且只报废一次。



注释


[3]
 希望人们不要把这个事例与另一个混淆：如果连续的十字路口的交通灯同时变化，使从东到西的速度达到每小时35英里，那么从西向东是否也是每小时35英里？


漏损和衰退系统

在规划一场网球锦标赛的后勤工作时，如果参赛选手人数是2的倍数，比如32，或128，后勤工作就会轻松一些。每场比赛需要一罐球，并且很容易计算出来需要进行几场比赛。如果第一轮有128个选手，则会有64场比赛，第二轮减半，依此类推，直到最后一轮比赛。但是假设有129个选手报名参加。第一轮中就有一个人轮空，他可以参加第二轮，这样第三轮就又有一个选手轮空，那么我们需要多少罐球呢？

我们不需要做这个数学题，因为有人已经观察出来，每场比赛淘汰一个选手，直到最后一个选手无法再被淘汰，比赛就结束了。如果有129个参赛者，那么必须128个人各输球一场。因为没有两个选手会输掉同一场球，所以需要128场比赛来淘汰128个人。我们需要128罐球。如果不是129个人，而是128个人参加比赛，我们需要计算64+32+16+8+…，想一想我们要得到最终答案有多么容易。如果问题更难一点，我们就会想办法找到一个公式来代替上述计算方法。

当一个人买了一个195美元的热水器时，我们也可以以同样的方法计算出由此所带来的收益。我们可以估计一下需要开采多少铁矿，并将其炼成钢；将煤炭用铁路运送到炼钢厂，并将钢运送到金属加工厂需要生产多少石油来提供所需要的能量；给热水器外壳喷漆的喷漆设备上的尼龙喷嘴需要用多少石油化工品，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加价分别是多少，生产玻璃板的工厂的工人工资率和生产率是多少，所有工厂支付的利息和房地产税是多少。如果我们想要知道销售一台热水器所产生的收入增量体现在哪些地方，由谁获得，我们需要知道所有这一切。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想知道收入到底增加了多少，我们只需要像上述关于网球比赛的例子那样处理。根据少许条件的限制，这次购买支出所引起的收入增量应该是195美元。

第一个收到这195美元的人留下一些，剩下的依次分配下去了。我们不去考虑他是否按工资、利息、税收、租金或热水器批发商的购买价格等进行分配，他无法留作收入部分的钱就是“花费”。每一笔“花费”的一部分都作为某些人的收入，而其余部分则以“花费”的形式支出出去。同样，他可能将剩下的收入作为税收、工资、利息、送货费、原材料成本或其他可能的支出传递给其他人。他无法留作收入的部分也分配下去了。下一个阶段也有人将一部分作为收入而剩下的继续分配下去。依此类推，如果我们一直追踪这个过程，直到这笔支出最后分配完，除非我们没有追踪完全，否则这些数额加起来不会多于195美元。

如果有人在交易中遭受了损失，那实际上是他增加了开销，其花费超过了他的收入。如果我们将这种情况看作负收入，那么总量仍然是一个“数量守恒”。有人可能使用了手头上的一罐油漆而没有付费，但是他在开销上的节省并不形成“收入”，因为他使用的资产是有价值的。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法进行计算：我们可以计算他购买一罐油漆时所产生的收入，或者，我们也可以计算他再去装满油漆的时候所产生的收入，或者，我们还可以用一个相关的概念“负投资”来抵消这195美元的投资，其形式就是存货（油漆）的清仓形式。甚至在网球比赛中我们也可以允许人们自己带网球来。

下面这个问题中也涉及一个相似的原理：如果每对夫妻生男孩和女孩的可能性都是50%，而每对夫妻都只想要男孩，并且生了男孩之后就不再生了，那么男孩和女孩的比例将会是多少呢？一半人头胎生了男孩，他们就不再生了，而生了女孩的夫妻还会接着生，并希望生育一个男孩。这种情况将会如何改变人口中男孩与女孩之间最终的比例呢？（有时候人们认为这种行为动机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定人口中男孩比女孩总是略微多一点，尤其是那些残害女婴的地方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只要稍稍思考一下就知道，任何这样的“停止规则”根本不会影响男女的最终比例，比如头胎生了男孩就停止下来。在第一轮中，一半婴儿是男孩；在第二轮中，只有一半的家庭还会生孩子，但是仍然是一半男孩；又生了女孩的家庭还会接着生第三胎，而且由于50∶50的假设，还是一半男孩一半女孩。如果每一轮中都是一半男孩一半女孩——无论生育什么时候停下来——那么最终的比例也必定是一半男孩一半女孩。（毋庸置疑，我们不用计算就知道有多少孩子。最终，每个家庭都有一个男孩，女孩的数量等于男孩的数量，并且，平均每个家庭都有两个孩子。）

遗传学中也有一些相似的原理。如果一个退化的基因与相同的基因配对对早期生命会产生致命的后果，而对有关最终繁殖的问题没有影响，那么在一个稳定的人口中，人口总数中不因这种基因而死亡的人数，必须正好等于这种基因数目的一半。这一要求与基因在结婚的人当中如何分布没有关系。如果人口是持续增长的，那么，相应地，论断也会更复杂。


模式和结构

我们已经给出了足够的例子来说明，即使社会科学所处理的诸多数量关系问题中的这种模式和结构不是遍地可见，但是也非常频繁。这些模式和结构使变量遵循一定的原理，减少了相关行为的“自由度”，限制了一些数学上的可能安排和结果，并使那些乍看上去似乎相互之间没有关联而实际上有关联的事件、活动或任务之间的等式成立。

对所有这些封闭体系、守恒数量、配对事件、反向流动、会计报表和跃迁矩阵、建立在对称和双向基础上或仅仅从交易定义衍生出来的定理，构思一个逻辑体系或详尽的分类方法应该是很有益的。但是我不知道，也不确定要做这样的工作时应该如何对它们进行界定。

关心气候和能源的人必须要确定这样一个原理，即在一个封闭系统内，存在于大气、海洋、新鲜的和腐烂的蔬菜，以及还没有燃烧的燃料中的二氧化碳是一个近似确定的数量（一些二氧化碳产生于火山爆发，而另一些则进入了岩石）；因为蔬菜的腐烂、燃烧和新陈代谢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可能在新鲜蔬菜中再循环，而燃烧石油和煤炭产生的二氧化碳是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净增加量，除非有一些在海洋中溶解了，或者进入蔬菜的总量中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影响了地球太阳能系统的平衡。无论你把二氧化碳看成化学的、地质学的还是气候学的研究范畴，它都是一个对我们的环境非常重要的部分，并且它也遵循我们在其他情况下所看到的守恒定理：我们不能说把水银倒进河流水银就消失了，也不能说把老年人移居到其他州他们就不存在了，更不能说我们把收到的残币快速地花出去残币就没有了。

“二氧化碳预算”与另一个守恒系统“能量预算”是相交叉的，根据后者，到达地球的太阳能要么被地球反射回太空，要么通过光合作用以其他的化学形式保留在蔬菜中，要么被水蒸气吸收，或者融化在冰雪中，或使大气、海洋、地球表层升温。即使在西南部的沙漠中，太阳能被“收集”起来并转变成了电力，用来给东部的电动汽车的电池充电，最终也会被释放回大气中，就像储存在稻谷中的能量一样；风车不仅产生电力，还减慢了风速，把一种储藏的能源转换成另一种能源。

由于所有的水都存在于海洋、湖泊、河流、溪流、冰层、雪层、云、湿气、雨水、植物中的水汽、湿润的土地、地下水层、动物体内，或者在能够氧化后形成水的碳氢化合物中（以及一些游离氢中）循环，所以地球上的“水预算”也是交叉能源预算。

非社会科学家的世界中充满了诸多这种封闭的循环系统、均等行为和反应、增长率和衰亡率数值，以及与其他指标具有此消彼长关系的指标，以至于直到这个理论体系找到了一些恒定性的基础，才不再受到经常的怀疑。受过训练的统计学家通常知道如何发现隐藏在某些变化之下的恒定规律。物流公司需要安排货车、航线和校车的时间表，它们也经常与这种半封闭系统打交道——有些巴士或飞机因故正在维修，有些新的还没有送过来，如果有些交通工具还没有被其他人租走或滞留在偏远的地方，就可以加以租借。

正如我所提到的那样，经济学建立在以下研究对象的基础之上，即：复式记账和四重记录的处理方法，投入产出矩阵中价值的双向流动，其他指标的增长率（就像建筑行业与房地产股票之间的关系或商业贷款与货币供给之间的关系一样），以及可以相互替换并且正负影响相互抵消的赌债数量、公司债务和债券，甚至还包括一个无论购买者和销售者能力及意愿如何，购买数量（经过适当定义的数量）与销售数量完全相等的简单“市场”。

在物理学中，这些相等关系和恒定关系有时被称为规律和原理。（当然，当人们发现热能可以以一个固定的转换比率转换成为机械能，并能通过摩擦以同样的比率反向转换成为热能时，这个命题也就会得到后人的修正和补充。）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中，这个关系有一个更朴素的名字：“市场均衡等式”、“会计等式”，有时候也被称为“社会计量式”。人口统计学是社会科学中与经济学最接近的一门学科，它们建立的基础都是成对出现的交易、转换、持久指标和事件，双边关系或对称关系，以及一些在数量不多的进入、退出和转移点上进入、退出或改变系统的可数或可度量的事物。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处理的是可数事物，这些事物保持着自己的特性，并具有可数的数量，具有类似于结婚和离婚、销售和购买这样的行为，是离散的、定义明确的，通常还是对称的，有时也是可逆的。在其他的社会科学中，一般很少有建立框架的传统，在这些框架和一定数量约束下，人口循环和市场交易发生。

由于这些数量模式和结构缺乏一个逻辑体系或一个详尽的细分，我最多只能尝试性地给出有关这些限制性结构的某些可能的表现方式。

第一，许多现象都是成对出现的。这是因为交易通常都发生在两个参与者之间，而有时候是因为行为具有双面性或相互性。有一个借方就一定有一个贷方，有一个租户就一定有一个房东，有一个发信人就一定有一个收信人，销售者对应着购买者，支付对应着收款，生产性行为对应着收入的获得，盗窃对应着犯罪。这些成对出现的现象的两个方面本身并没有什么，但是如果它们都定义明确并且可数，尤其是如果它们出现的原因互不相同，那么它们之间不仅仅服从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等价关系，有时也会服从于我们无法预测的关系。

第二，某些群体和某些可度量的数量在一个封闭系统中遵循“守恒原理”。金钱从一个人手中到另外一个人手中，从买者手中到卖者手中，从贷款人手中到借款人手中，金钱本身没有受到破坏；人们从一个城市移居到另外一个城市，但是他们并没有消失；当热能进入到烟囱里，它不会就此从更大的系统中消失；当含有DDT的动物被其他动物吃掉后，DDT并不会从生态系统中消失；而我们把垃圾倒到别人的院子里，垃圾也并不是就此不存在了。

第三，一些可度量的指标和可数人口通过“半封闭”系统来转移或者在这些“半封闭”系统中转移。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关于“高速路收费处”的例子。在这个收费口前排队的人数等于累计到达收费口的人数减去已经通过收费口的人数，而已经通过的人数等于所有累计到达收费口的人数减去正在排队的人数。稍微复杂一点的是交通拥堵问题，所有人所有事物都流向一个方向，人群拥挤在路碑之间，或者道路收费处排起长龙。其他的例子还有：（1）所有人都要离开所念的小学，或者有些人离开被征召的军队，有些人则进入，停留一段后再离开。（2）交互系统，比如通勤往返需要路过的桥梁和隧道，或者像我们的滑雪吊索那样的循环系统。（3）类似于人口年龄特征的系统，或等级系统中的阶层特征，人们进入这个系统之后仅向一个方向变化，沿着死亡或退休的路径退出系统。（4）更复杂的系统，比如刑事司法系统，罪犯要么在蹲监狱，要么在法庭上，或在假释中，或处以缓刑，或被人保释，或正在拘留，或者正在第二次或第三次作案。在这个系统中不是所有罪犯都沿着相同的路径在活动，不管存不存在一个“循环”，有人还会故态复萌，重复系统中的某些环节。（5）流动不受方向限制的自由移民系统，但是所有人口流动都在有有限的几个进出口的边界上进行。（这些系统总的形式将被称为“转换矩阵”。）

第四，有一些活动和关系包含着互补的群体集合，两种性别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一夫一妻制遵循“单一匹配”规则，而兄弟姐妹关系则遵循多重匹配的规则；男性和女性在婚龄、死亡和离婚的同步变化之间遵循阶段性的关系；白人和非白人群体之间，或人们与他们居住的房屋之间，或人们与他们拥有的汽车之间则遵循联合分布。

第五，某些变量独立地看是有趣的，但是一方的变化率恰好是另一方的“出生率”、“死亡率”或“净增长率”。对某些传染性疾病具有免疫力的人口的增加量等于患这种疾病的人数减去当前死于这种疾病的人数，正如车龄为一年或小于一年的新车的数量等于所有车辆每年增加的总数量一样。

第六，行为系统中的独立变量通常都是系统中非独立变量数目的总和。我是否驾车出行的决定可能取决于目前的交通状况如何；我如何投票的决定可能取决于我对谁是多数派的预测；我囤积稀缺商品的决定可能取决于这种商品在市场上的销售程度；我是否去海滩，或者是否待在那里的决定可能取决于海滩上的人口密度；甚至我向联邦基金（United Fund）捐款的多少也可能取决于其他人捐款的数量。但是不管是交通密度，还是海滩上的人口密度、咖啡的稀缺程度、联邦基金的总捐款数量，以及多数派得票结果，都是我们共同决定的，我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我是你的问题的一部分，而你也正是我的问题的一部分，我对环境的考虑正是环境的一部分，或者说我根据一定数量或数字做出的反应正是众多像我一样进行决策的人的反应的和。但是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人们的行为，比如在拥挤的路上开车，追赶时尚潮流，离开正在变坏的社区，或者快速赶到滑雪地点以排在人群前面，我们发现人们实际上都是在对一个整体做出反应，而这个整体正是由他们自己组成的。

第七，也是与上述内容紧密相连的，即什么是行为平均数或其他有关行为的统计结果的独立变量。这样的例子有许多，例如给学生评分略低于平均水平，或者给侍者的小费略高于平均水平，比预订时间早到一点以便于找到停车的地方，或者比预订时间晚到一点以免于浪费时间等待其他人到达，或者某人参加一个可能获得第二名的四人网球对抗赛，等等。

第八，有时两个不同的变量有一个共同的组成部分。特定人口中的已婚男士和女士是我们谈到的最早的例子，此外还有在经济核算中，企业对企业的销售等于企业对企业的购买，因此总销售和总购买之间的差额就是销售给最终用户的产品和服务与直接支付给个人、政府和其他非企业供应者之间的差额。

第九，“详尽细分”在此值得一提。如果每一例死亡都有一个直接的原因，那么只要其他死因的致死率总体没有增加，某一个死因的致死率就不会下降。

对于杜松子酒和苦艾酒，把一勺杜松子酒倒入苦艾酒中，再把掺了杜松子酒的苦艾酒舀出一勺倒入杜松子酒中。我们无法知道这两杯混合物的具体成分到底是什么，但是这并没有关系。无论倒回来的那一勺酒中苦艾酒占多少比例，这一勺里除了苦艾酒剩下的就是杜松子酒，因此，在苦艾酒中剩下的杜松子酒与倒入杜松子酒中的苦艾酒是一样多的。（同样地，如果我们载一车男生去一个女子学校，然后载一车学生回来，那么回程车上女生人数必然等于走了的男生数量。）

对于划船去寻找丢失的瓶子的例子来说，河流与湖泊没有任何差别；河流的流动速度对于瓶子和船都是一样的，因此它们相互抵消了。我们没必要知道划船人划船的速度是多少。如果他丢失瓶子之后划了半个钟头才发现，那么如果以同样的速度划船，他就需要花半个钟头才能找到瓶子。如果河流速度是每小时两英里，那么瓶子一定漂了两英里。

在第三个问题中你必须把一块瓷砖切开。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试图把一个16乘以16的区域想象成为一个棋盘，上面分布着256个1平方英尺的小区域。将每行每列都标上从1到16的数字，在每一个方块都写上相应的行和列的和。在同一行或同一列中，相邻方块的数字之间仅仅相差1，因此，所有这些方块里的数字都有一半是奇数一半是偶数，并且任何两个相邻方块中的数字都有一个是奇数一个是偶数。每一块瓷砖都覆盖一个奇数方块和一个偶数方块。所有瓷砖覆盖的奇数和偶数是相等的。但是右上角（即东北角）的那个方块是奇数：1+16=17，而西南角（即左下角）的那个方块也是奇数：16+1=17。因此我们应该铺128个偶数方块，126个奇数方块。如果我们做一个交替的安排，将256个1平方英尺的方块像棋盘一样刷上颜色，从左上角开始刷白色，东北角的那个方块是黑色，西南角的那个方块也是黑色；每块瓷砖都覆盖一个白色和一个黑色的方块。这样，当我们试图使白色瓷砖数量和黑色瓷砖一样多时，我们必须铺128个白色方块和126个黑色方块。与某些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如果我们把这256个方块换成观众席中的256个座位，左后和右前的座位分配给引座员，每一排从左向右使不同性别的人交叉相邻而坐，每一列从前往后也使不同性别的人交叉相邻而坐。读者可以自己计算一下，我们是否能邀请127对已婚夫妻来观看演出呢？


第3章 自动调温器、次品以及其他类似模型集合

家庭自动调温器是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仪器，它是一个加热系统的智能中枢，通过对室温的反应来控制室内温度。这个加热系统，包括自动调温器在内，是许多行为系统——如人、蔬菜和机械等的一个代表性模型。之所以称之为代表性“模型”，是因为它以一种清晰的方式再现了诸多其他行为系统的本质特征。

加热器将水加热一，但加热水需要定的时间；热水在散热器中循环，将空气加热，加热房间也需要时间。自动调温器温度升高后一，使金属闸片膨胀，从而切断加热器的电源开关，使加热器关闭。自动调温器温度降低则使金属闸片打开加热器的电源开关。室外的温度大小、风力大小和绝缘程度如何，都决定了建筑物的热能损失水平，并进一步决定了暖气管通过产生热空气流动来控制金属闸片的速度。

如果系统能够完成达到理想温度的任务，它就会产生一个循环过程。早上的温度升高到自动调温器设定的理想水平——并将超过这个水平，每天早上总会这样。然后温度会降低到设定水平——并低于这个水平，室内温度将永远不可能一直停留在我们所设定的理想水平上。

当清早室内温度首次达到最高时，人们可能会试图降低调温器所设定的温度。降低设定温度会产生两个后果：一个是使温度降到比原来设定的低的理想水平；另一个是与前一个相矛盾的，即：如果室内温度过低，自动调温器会重新设定温度，此后所达到的高温将比没有经过调整时所达到的高温超出理想温度更多。

自动调温器是智能设备，但是它还不能称为完全智能。或许你可以花更大价钱买到一个更智能的调温器，它甚至可以超前思考。比如，如果你把这种调温器温度设定在70℉，而此时的温度是68℉，加热器就会在68℉时自动关闭，但是如果温度超过了72℉，加热器却不会自动关闭。这种调温器不仅会对温度作出反应，而且还会对温度变化的方向作出反应。

这种系统是由各种循环过程所组成的模型。这些过程产生了温度的交错上下。其中就会产生一个上升变量超调和一个下降变量低调。温度的超高调节和超低调节实际上都是室温以某种方式不断接近“设定”的温度的某些阶段而已。

自动调温系统非常简单，我们可以观察到超调是如何发生的。调温器的加热设备只有两个状态，要么开，要么关。当加热器开着时，调温器充分工作，直到室内温度达到设定的温度为止。加热器工作时，暖气片中的水温越来越高，直到加热器停止工作时，散热器温度达到最高。毫无疑问，此时室内温度还在继续升高，但是当室温提高时暖气片中的水温却开始下降了，一直到无法再提高室温。室内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时，加热器关闭，暖气片不断降温，室内空气温度也不断下降，直至回到设定的水平。这时自动调温器的加热系统自动打开，但是在暖气片中的水重新加热之前，室内的温度一直都在下降。这又回到了我们最初的起点上，这个过程会一直重复下去。如果系统“工作顺利”，室温的升降就会非常小，并最终呈现出稳定的波浪形的运动状态，波形振幅的大小取决于系统滞后的时间。

正是时间滞后引起了循环过程。如果加热器是一个开放式的炭盆，没有暖气片，那么一旦达到设定温度后，室内温度就会立刻下降，并且加热器就会像一个信号器一样交替变化，以保持室温的平衡。

更昂贵的调温器与热水系统相连接，则会以一种纯机械的方式对室温进行控制。在升温过程中，气温达到69℉就关闭，而不是70℉。这样它只超调到73℉而不是76℉。同样在72℉时它就自动开启了，这样在温度刚低于70℉时暖气片就开始重新加热。这时低调就会小得多。

另外，与一般的家用加热系统相比，这个系统可以设定两个温度：一个高温和一个低温。当室温低于设定温度很多时，它就会开始全力工作，当室温达到70℉，它就会调节到低温运行状态。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温度循环，但却无法完全消除这种循环。

现在，让我们来考虑这样一个场景：在一艘航行的客轮上，人们都簇拥在甲板右舷梯的栏杆边上观看海豚。轮船负荷失衡已经到了很危险的程度，并且开始出现向右舷梯倾斜。当右舷梯栏杆快沉没时，人们争相爬上倾斜的甲板，希望远离危险，也可能是认为这样能使轮船平衡。有些人爬到了舷窗口，这时轮船略微平衡了一些；随着倾斜程度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人都可以爬上甲板了。最后，船调整到接近平衡的状态，他们都穿过中心线，放心地看着轮船继续寻找平衡，甲板越来越接近平衡。但是好景不长，因为一旦轮船达到平衡，就有两个因素在破坏着这一平衡：第一，所有的乘客都在甲板一边，使轮船向这边倾斜；第二，即使船上的乘客能马上在甲板上自动进行平衡分配，轮船本身的运动冲量仍然会使它向另一边倾斜。一分钟前在右舷梯边发生的一幕，此刻在左边再次上演，乘客们会再一次纷纷跑向舷梯更“安全”的一边。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负责过一个贫穷国家的婴儿麻疹疫苗接种项目。一开始这个项目进行得挺顺利；当地的麻疹疾病非常严重，母亲们都不顾路途遥远，带着孩子来注射疫苗。很快，多数婴儿都注射了疫苗，未接种疫苗的婴儿数量很少，不会形成流行性疾病了。在这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那个地区都没有麻疹。因此，在这段时间内这个地区的新生婴儿中又有许多没有接种疫苗，而且数量多到足以使疾病蔓延的程度。在这次流行性麻疹中，有的孩子死了，有的则具有免疫能力，母亲们都吓坏了，再次纷纷带着孩子们来接种疫苗。一年之后这场疾病又逐渐被人们淡忘了，母亲们也不再带着孩子们来接种疫苗了；再过一年之后，又一群未接种疫苗的婴儿再次带来新一轮疾病的流行。

在这场麻疹流行的循环中，疾病发生的高涨和下降所产生的原因是不同的。疾病发生率的下降与母亲们对于流行疾病后果的反应时间相关；疾病发生率上升则是由于麻疹对于一个新人群的病学反应时间所产生的。有的循环持续几个月，而有的则能持续数年，循环模式并不是波浪式的连续运动，而更像一连串离散的独立的波浪起伏。在富裕国家中，无论是小儿麻痹症，还是天花（没有被完全消灭的情况下），都呈现出与那个穷国的麻疹流行一样的模式。

超调现象在个人层面也很常见。小孩子爱吃巧克力，而父母们则爱喝酒，一直到喝多。然而通常当人们在发觉到已经吃饱时，往往已经吃得太多了。胃里的酒，就好像暖气片中的热水，尽管存在于系统之中，却还没有被调控器发觉到。一个人吃了巧克力，五分钟之后他仍然可以感觉到巧克力的味道，只是味道已经没有那么浓了而已。

大量的社会现象都表现出循环行为的特征，或者是轻微的波动，或者是剧烈的起伏。自动调温器的例子提醒我们要去寻找反应中的时间滞后，或者寻找像热水这样的累积存量。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对美国拉响了警报，使之感受到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才的缺乏，于是美国资助了许多旨在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项目。因为使年轻人投身科学研究和工程研究的事业，并培养他们接受大学教育及更高程度的教育需要时间，所以这个过程缓慢。这个“人才培养方案”在高中阶段就开始了，六年之后才可能在年轻人的职业生涯中初步体现出效果。除非系统有一种前面所谈到的昂贵的自动调控器，在可观察到的系统缺陷完全消失之前就自动中止或减少了项目计划，对新科学家和工程师这种产品的制造（而不是数量）将可能达到一个高峰，直到自动调控器叫“停”。就好像暖气片中的热水一样，这个系统会产生出科学家和工程师六年的供给，我们可以猜想到这六年里累积起来的剩余供给将会打击和阻碍一代年轻人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信念。当几年后这个供给数量最终回复到平常水平时，科学家队伍的后备人才力量已经到了非常低的水平，这样又会导致接下来至少六年更糟糕的供给短缺，然后又开始好转。这个循环会不断地重复下去。


社会科学中的模型

周期性行为是诸多社会行为中的一种，它对于我们建立一系列相似模型很有帮助。我所说的“模型”指的是以下两种情况之一：一种模型是指对引起某些现象的一系列关系所作出的精确而简约的说明；另一种模型则是一种实际的、生物学上的、机械的或社会的体系，它以一种特别清晰的方式使一系列关系具体化，使某些现象作为这些关系的必然结果明显地表现出来。“模型”的这两种含义并非完全不同。加热系统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模型，是因为我们能对它进行简明扼要的描述，并几乎能直接将它转化成数学形式。每个人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头脑里可能都会出现特定的房间、暖气片，等等。但是房屋的形状、位置，房间和窗户的排列，以及加热器用的燃料、房屋所在地的真实气候等因素都不进入模型。我们可以不必统一各自头脑中的房屋情况，而只在模型上达成一致。

自动调温器的加热设备只有两种状态：开或者关。当加热设备处于关闭状态时，水温是一个逐渐趋近室温的变量；当加热设备处于开启状态时，水温是一个逐渐升高的变量；当水温较低时，室温是一个逐渐趋近室外温度的变量；当水温较高时，室温根据室外温度的高低逐渐接近这个较高的上限值。自动调温器本身不过是一个行为控制器，当室温低于某一特定水平时就会开启加热器，当室温高于某一特定水平时就会关闭加热器。

通过将室外温度处理成另一个变量，我们可以对这个模型进行扩展；由于建筑物的热能损耗是与室内外温度差成比例的，而暖气片的热能损耗也是与水温和室温之差成比例的，因此我们可以将水温变化的临界水平与室外温度联系起来。如果我们用一般形式的代数变量x,y,z，而不是“水温”、“室温”、“加热器开启”、“加热器关闭”这样的变量来处理这一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抽象的数学系统。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数学符号来精确说明加热系统的某些特征，只用这些特征所建立的模型，可以解释我们所研究的周期性行为的特征。

更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了一个不局限于加热系统的一般性的数学公式。变量x的上升和下降取决于变量y的水平，而变量y的上升和下降则取决于另一个变量z是处于“开启”还是“关闭”的状态（而z变量的“开启”和“关闭”状态取决于x变量是高于还是低于某一特定的目标水平），在这个系统中的变量模拟了加热系统的行为。加热系统是这种行为关系系统的一个“代表”，能够用这个模型进行描述的其他任何行为系统都遵循该模型所描述的行为特征。

当然，这个模型是否对我们的研究有所帮助，要看是否存在其他一些有意义的事件能够由这个模型来描述，以及这个模型是否是我们所需要的，也就是说，模型是否能启发我们认识某些现象以及产生这些现象的机制，以及是否能启发我们去寻找诸多有趣现象的解释。如果模型过于简单，那么它可能只能解释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而处理这些简单的问题可能根本不需要模型。如果模型非常复杂，那么它可能过于特殊，只能适用于可以导出它的特殊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模型仅仅给出了我们所分析的特定现象的特殊公式而已。模型的有用之处在于，它既要简单到能适用于多种行为现象的分析，同时还要足够复杂，以适合于需要解释性模型来帮助解释的行为。

如果一个模型符合上述简单原则的要求，就像自动调温加热系统一样，它通常不仅能描述物理系统、机械系统，也能描述社会现象、动物和人类行为、家庭活动，甚至也能描述科学原理。“临界质量”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对于一个原子反应堆来说，如果核裂变连锁反应能够自动维持下去（self-sustain），那么它就达到了“临界”状态；任意一个原子反应堆或原子弹中，必须有一个最小数值的裂变性物质，以使压缩状态下所产生的系列反应能够持续下去。人类很早就知道，用木头生火就是这样一种现象：点燃一根柴火，让它自动燃烧起来。临界物质原理非常简单，所以它出现在人类流行病史、时尚潮流、物种的生存和灭绝现象、语言系统、种族融合现象，甚至交通违规行为、恐慌性行为以及政治运动等种种社会现象中是不足为奇的。

社会科学中所使用的模型多数都是模型集合而不是单一模型。循环性行为不存在单一模型，也没有任何单一模型能够描述“临界密度”，但存在一些既具有共同本质特征又存在差异性的相关模型的集合。麻疹疫苗接种与自动调温系统两者之间具有某些共同的本质特征，但是在一些重要方面又存在差异。未接种疫苗情况下的麻疹流行病模型尽管存在不同之处，但是也被认为是这个模型集合中的一部分。比如，有些模型可以用来描述服装样式以及婴儿起名的循环性潮流，有些可以用来描述寄生虫和宿主的循环性互动关系，而有些则可以用来描述造船工业的经济周期，这些模型尽管有所区别，但是大同小异。

临界物质密度具有同样的特性。模型是一种工具，只有当它是灵活的或具有我们所需要的适当因素时才是有用的。就好比说尽管扳手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工具，但是一个只能拧3.75英寸的六角螺母的单柄扳手，无法为我们解开所有的谜题。

本章的内容主要是一些在社会科学中运用得比较广泛的模型集合。许多模型在动物生态学、流行病学或物理学中都能找到与其相对应的规律。这些模型并不是完整的理论，仅仅是用来描述循环行为模式的模型，通过与模型集合中的常见模型对比，人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这些循环行为模式。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型有助于人们进行沟通交流，尤其是在这个模型有名称时。

据我所知，对这些常见模型并没有一个标准性的集合。有些模型是经济学家最为熟悉的，有些是社会学家最为熟悉的，有些模型为流行病学家所熟悉，有些为工程技师所熟悉。研究种族隔离的学生可能不知道，动物生态学中所用的模型与他们所用的模型非常相似；有些模型被应用到经济学中，而一些类似的模型则被应用于人口统计学中。模型之间的相似性加深了人们对于模型的理解，提高了模型使用的效用，使人们认识到除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外，这些模型还另有用武之地。一旦人们认识到一个模型或一组模型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就有助于他们认识到他们所研究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或一般的现象，而不是什么奇特的或怪异的或独一无二的现象。

本章并非要对那些经常使用的模型集合进行权威性的罗列，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在不同研究领域和不同的问题领域中有一些共同的模型集合，并启发人们，使人们认识到，这些模型集合不仅仅是有用的工具。人们对适用这些模型来解释的现象的多样性越熟悉，这些模型对他们就越有价值；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必须关注模型发生时的情况，任何时候，只要发现了新的模型，就应该将其加入到他已有的知识储存库中。

模型之间通常也会相互重叠。麻疹病流行模型通常是一个临界密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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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性麻疹病的持续爆发对应着一个循环模型，其中间或出现流行病易感（susceptible）人群自我调整的间断过程。在流行病中同样可以发现第2章中所提到的加速原理：当前的感染率——即当前确诊的麻疹病患者人数——是易感人群的递减率，在减去死亡率后，这个比率也是免疫人群的增长率。

第4章中会用一个“有界邻里模式”来研究种族的融合与分离，或者进出某个环境的任意两个群体之间的融合与分离问题。在不同的解释方式下，同样的分析框架也可以用来解释两个增加或减少的物种之间的关系。生物学家就是用同样的模型来研究竞争性物种、相互依赖的物种、肉食动物与它们的猎物之间成长和衰亡、生存与灭绝的关系的。肯尼斯·鲍丁（Kenneth Boulding）就曾经运用这样的生态模型来研究群体冲突。
[5]





注释


[4]
 茅利斯·S·巴特莱(Maurice S.Bartlett)在《流行病学》(Epidemics)一文(见Statistics:AGuide to the Unknown,eds.Judith M.Tanur and Frederick Mosteller,Holden-Day Inc.,1972,pp.66～76)中，明确地给出了研究麻疹流行病的一个基本模型，以及对于不同城市之间数据的比较结果。


[5]
 参见J.Maynard Smith,Models in Ecolog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chapter 5,“Competition”;Kenneth E.Boulding,Conflict and Defense,Harper and Brothers,1962,chapter 6,“The Group as a Party to Conflict:The Ecological Model”。


临界密度、倾斜以及次品

在哈佛大学的教员中存在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叫做“逐渐没落的研讨会”。最初通常有人组织一个25人左右的团体，他们热切地希望能经常聚会，讨论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这种聚会的时间通常定在人们都有空的时候举行。第一次聚会的出席率很好，能达到3/4或更高，只有少数人时间上有冲突；到第三次或第四次聚会时，出席率就不会超过一半了；过不了多久，就只有少数人参加了。最后，由于团体聚会的少数几个人的默许，或者组织者的放弃，不再组织新的聚会，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也就此搁浅了。

最早加入团体的成员难免会对团体的失败表示遗憾，每个人都感到遗憾，因为其他人认为这种聚会没有多大意义，最终得出的结论总是团体内部不存在共同的兴趣。

但是，共同兴趣看上去似乎一直都在，尽管如此，它还是没落了。如果问起来，几乎所有人都宣称，如果别人都对研讨会给予了足够重视，经常参加讨论会的话，他们也会一直坚持参加讨论会。

我住的房子后面是一片草地，我每年秋天都可以观察到一种有关的社会现象——我个人认为是有关的社会现象，好像是做实验一样。有人建起了一个排球网，召集一群朋友在这里打排球，也吸引了其他人的参与。接下来就会出现两种可能。到第二天或第三天，来打排球的人之间开始相互熟悉，他们就开始讨论什么时候一起打球最合适，此外还有一些旁观者希望加入他们。这项活动是成功的，并且可能成功地维持到下雪的时候。否则，这个集体就会重蹈研讨会的覆辙——人们尽管有兴趣，但是没有足够多的人使他们对这项活动投入足够的忠诚和热情，来维持活动所必需的人数，并减少缺员率。

在一天之内，我可以遇到好几起类似于排球比赛这样的事情。在剑桥最繁华的十字路口，一些行人非常敏捷地在交通灯下穿过车流，而更多的行人则在那里犹豫，他们也想一拥而过，但是如果人数不够多，没人愿意冒险。人们站在那里左顾右盼——他们不是在看路口交通如何，而是在看其他行人！到了一定时候，一些行人认为行人人数已经足够多了，他们可以安全地加入进去，使它扩大，从而让那些仍然在等候观望的行人也会觉得足够安全而加入进来。很快，即使是最胆小的行人也会加入到人群中去，这时司机别无选择，只有停下来等行人通过。但是在人流稀少的十字路口，因为等待观望的行人不多，少数人冒险冲过路口时，通常会回头张望，看看有没有人跟在他们后面；但是过街的行人太少，不足以改变路口的交通，也不足以使后面等待的行人一拥而上，因此，那些冒险的行人往往不得不又退回到路边来。

在最后一节课上，当老师收拾起讲义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些学生出于义务、礼貌或者感激，犹犹豫豫地开始鼓掌。这时如果鼓掌的人数足够多，可能会引起全班同学热烈的掌声；如果最初的掌声很少，也不够坚决，可能就会越来越小，最后会变成难堪的无声。除了最后一节课，平时老师们会发现，在一节课快结束时的最后几分钟，如果继续不停地讲课，学生们就像十字路口的行人一样，开始七倒八歪，有的开始收拾书包，有的甚至试探性地站起来，只等多数人开始离开，他们就会一拥而出。

如果看见别人在践踏草坪，我可能也会从草地上走过；如果看见别人并行停车，我有时也会并行停车。如果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地排队买票，我也会排队，但是一旦人们都挤向买票的窗口，我也会马上挤过去——尽管我无法挤到第一个，但是至少不想成为最后一个。如果有些人在禁止吸烟的场所抽了烟，可能因为管理人员当时正好有事不在，于是就会有更多的人在此抽烟，禁烟就变得不可能，也没有人对他们进行劝阻，或者即使劝阻也不起作用。还有，我们可以看到报纸上报道说，某些旧居住区的环境正在不断恶化，这是因为那些喜欢保持家居整洁的人都搬走了，而这些人之所以搬走是因为周围的环境越来越差了，由于他们这样的人搬走了，所以环境就更差了……在一些学校里，如果白人学生太少，有些白人学生就会退学；而他们的退学又使得白人学生人数更少了，那些本来并不在意白人学生比率的人也开始在意现有的比率使留下来的白人学生更少了，而他们也可能在明天离开。而在另一些学校里，出于同样的动机，黑人学生也觉得在这个环境里人数太少而有不舒适感，于是会陆续退出。而他们的退出又使留下来的黑人学生人数更少了。

所有这些例子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人们的特定行为取决于有多少人参与这一特定行为，或者他们参与特定行为的程度如何——多少人参加讨论会，多长时间参加一次；多少人参加排球比赛，多长时间参加一次；多少人在公共场合抽烟，多少人并行停车；多少人鼓掌，掌声多大；多少人搬出逐渐恶化的环境，以及多少人退出学校，等等。

我们把这类行为统称为“临界质量”。社会科学家从与原子弹有关的核物理工程学中借用了这个概念。如果在铀这样的物质中产生了放射性衰变，中子就会被释放出来，并释放到空气中，除非它们在离开铀物质之前撞击到了核子。在前一种情况下，它们形成一些新的中子，并重复前述行为。如果铀块比较小，每个中子都在一个较小的空间里移动，包含的其他原子也少，而从中子的角度来看，因为此空间里的大部分是“虚空”，因此只可能产生少量的引致性行为增量。如果铀块较大，在空间里移动的中子产生两倍或两倍以上中子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而不是直接释放到空中。如果铀块足够大，使半数中子在其中成双倍复制，这个过程就可以自动维持下去，这种情况下的铀块的数量就被称为一个铀的“临界质量”。任何较大的铀块都能使每个中子在其中以至少一倍的速度自我复制，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链式爆炸反应（就好像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一包火药的燃烧会引起其他火药的爆炸一样），直到消耗掉所有的铀为止（除非铀块裂开，使连锁反应中断）。

如果我们坚持要使用核弹这一类比来处理人群的“聚集”问题，那么我能想起的一个例子就是人的体温问题。一个独自站立的人向空中释放热能，两个人的热能就会相互反射，如果有更多人聚集在一间房子里，那就可以使彼此都觉得暖和。如果你把足够多的人放在一起，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他们也会使他们自己觉得热。

但是即使对于原子弹来说，“质量”也不是严格正确的。铀块的密度、纯度、形状、质量以及它的反射层，共同决定了这个铀块能否处于“临界”状态。此外，铀块的临界质量还与原子数量成比例，而且临界原子数量也同样是一个合适的度量。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把临界质量看作是临界数量、临界密度、临界比率，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的诸如身体热量、二氧化碳的产出量等真实物质的总称。所有这些临界质量模型都包含某些活动，一旦某个活动量超出特定的最小值，这种活动就能自动持续进行下去。但是无论这个活动量指的是参加活动的人数，还是人数乘以活动的频率，无论是指活动持续的时间，还是指参与者与未参与者之间的比率，抑或是每平方英尺、每天、每部电话分机上所发生的这种活动的频率，我们都可以将其称为“临界质量”活动，并且许多人都能理解我的意思。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所说的“活动”专指在（或不在）某一地点的活动：如果决定留下来的人足够多，那么每个人都可能因此决定留下来，这样总人数就会足够“多”，从而使每个人都留下来；如果留下来的人不够多，就可能每个人都会选择离开。对于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居住在一个小区里讲英语的人和讲法语的人，加入一个学校的黑人与白人，以及参与和不参与某些社会政治活动的人来说，重要的不是他们的人数分别有多少，而是他们之间的比率是多少。

临界性质量模型有很多种。在一种情况下，人们根据参与此项活动的人数的多少来作出他们的决定——比如人们通常倾向于加入大的政党，如果有20个人愿意义务劳动，那么自己也愿意，如果参加会议的人足够多，那么人们就不会离开会场，陪审团中对判决投“有罪”的人足够多，人们通常也会认为他确实犯罪了。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人数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这个数字所带来的影响才重要——比如，是法不责众才使人们在每个人都并行停车的情况下也并行停车；使人们提高嗓门以使别人听得到所带来的噪音水平；汽车司机给予骑自行车的人的不情愿的照顾，如果足够多的人骑自行车可能会使骑自行车更加安全。有时候，这种关系还包括个体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如果人们都去传播他们最近听到的流言，并且相关人群达到一定的规模，那么流言在人们之间就能够传播，否则它就会像疾病的流行一样逐渐消亡，而不是大面积传播。

此外，有些行为具有连续性和可逆性——只要有很多人都在天黑后散步回家，你也就会这样做，但是如果散步回家的人并不太多，你也就会放弃走着回去。但是有些行为是不可逆的，比如文身，或者自杀。有些行为是单一行为，比如只要多数人都不是穿得很正式，那么你也可能会选择穿牛仔裤去参加正式会议；有些选择是二元的——比如是靠右超车还是靠左超车；有些选择则是多元的——学哪一种语言能够和尽可能多的外国人交谈。有时就是“是”或者“否”的选择——比如今天是否打领带；而有时则是对于速度、密度和频率的选择——比如决定在沙滩上把你的收音机音量调到多大，才能够盖过其他收音机的声音。

尽管这可能不是物理反应或化学反应，然而在社会反应中，这些都是典型的一个人区别于其他人的“临界数量”例子。只要有足够的人穿得很正式，为使你不显得那么突出，你可能就会穿得正式一些，但是我只有在别人都穿得很正式的时候才会穿正装，以免显得太与众不同了；学校里的异性比同性只要不超过三到四倍，你可能就会进入这个学校，但是我可能不愿意加入一个异性同学人数占多数的学校；如果某个竞选候选人有相当的获胜希望，你可能就会尽力去支持他；只有在你认为别的候选人获胜的机会大于所有其他候选人时，你才会支持他；而我如果不是肯定他几乎一定会获胜，我就不会支持他。

因此，这种一般性模型包括了我们所讨论过的所有具备同样临界点条件的情况，以及如果有10个人经常参加研讨会，那么我们中的5个人也会经常来参加；一旦经常参加研讨会的人数达到了15个人，又可能会额外吸引5个人来参加，这样增加的总人数就达到了10个；如果有30个人经常参加，可能就会总共多吸引30个人；而如果有40个人参加，可能会总共多吸引50个人。

因为人们的决策点互不相同，所以引起群体行为改变的数值范围可能也很大。也就是说，从事某项活动的人数即使达到一定数量，也仍然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这个数量还不够大，尽管其他人都认为这个数量已经大到足以吸引他们参与进来。当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这个数量还不够而放弃这项活动时，参与人数就会降低，这进而又会导致更多的人退出活动，并且这种情况将一直继续下去，最终会使所有的人都退出活动。在结束时没有人参与这一事实，并没有表明在每一个时间点上缺少多少感觉满意的参与者。

在我们前面提到的“逐渐没落”的研讨会例子中，可能的情况是，不管有多少人在场，总会有两到三个人感到不满意；当这两三个人退出后，人数的减少又使另外两三个人感到不满意，这样就引起了连锁反应。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人由于被引诱或被逼迫而没有离开，这可能会使整个情况变得可行，使参加人数固定在某个水平上，这个人数可以多也可以少。但是研讨会“逐渐没落”的过程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距离使研讨会切实可行的这个点有多远。

这个模型同样可以完美地运用到别的情况上。在这些社会活动中，无论参与某项活动的人有多少，有一部分人总是一定会参与，而另一部分人则一定不会参与。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一所法学院里考试评级的情况。假设所有学生都可以选择他们的考试评级方式，即一种方式采用“及格”和“不及格”，另一种方式则采用字母分数。通常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有多少其他选择，总有一部分人会选择“及格—不及格”这种方式；不管有多少人选择“及格—不及格”这种方式，总有一部分人会选择字母分数这种方式；而剩下的一群中间分子可能就会见机行事，如果选前一种方式的人多他们就选前一种，反之就选后一种。注意，第一部分人和第二部分人的行为方式不受第三部分人的行为影响，但是反过来就不同了；那些自身行为不受他人影响的人，却在影响别人的行为。因此我们不能忽略这两部分人的行为，尽管他们的行为是独立决定的，而只分析显示临界质量的那部分人。如果前两部分独立行为的人的数量比较少，那么可以得出两个结果：如果所有非独立选择的个人都选择了“及格—不及格”的打分方式，那么选择这种方式的人数（包括独立选择此种方式的人数）就是可以自动保持的，如果选择字母打分方式的人数中包括了所有非独立选择的个人，那么选择这种方式的人数也是可以自动保持下去的。

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些独立选择了“及格—不及格”打分方式的学生数量可能比较多，足以使一些独立选择的学生也选择这种方式，而他们的选择又会使得更多的人选择这种方式，这样持续下去，直到那些除了无条件地选择字母打分方式的学生外，其他人都选择了这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两种能自动维持下去的结果——一种是几乎所有人都选择前一种方式，另一种是几乎所有人都选择后一种方式——而只有一个单一结果。临界质量产生的前提是存在这样一些行为不受他人影响的人，并且连锁反应的发生与否只是一种自动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模型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究竟哪一种结果更好。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假设每个人做出的选择都取决于有多少人选择“及格—不及格”评分方式。这里至少有三种可能性。第一，可能大家都认为“及格—不及格”的评分方式更好，但是如果选择这种方式的人不多，他们就会感觉到不安。第二，每个人都认为字母打分方式更好，但是如果多数人都选择“及格—不及格”打分方式，他们也会感觉到不安。第三，有些人可能认为前者好，但是如果选择的人不多他们也就不能肯定自己的看法，而另一些人认为后者更好，同样，如果选择的人不多他们也不能肯定自己的看法。观察到的选择结果可能是每个人都偏好的，也可能是没有人偏好的，或者是一些人赞同而另一些人不赞同的。

因此，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一致满意的，也可能不是一致满意的。即使结果是大家一致选择的，我们也不能因它是大家选择的而推断这个结果是所有人都满意的。如果每个人都使用夏令时和公制单位，如果每个人都用女士来称呼妇女，用名字来称呼老师，如果每个人过马路时都等待绿灯，那么我也一样会这样做。如果每个人都和我想的一样，那么我们的行为就会不约而同地一致。但是，除非我们在做这些行为时皱眉或微笑，否则别人无法得知我们内心深处的好恶，无法明确得知哪些人喜欢这样，哪些人不喜欢这样，以及我们究竟对所维持的习惯态度如何。

现在有两个特殊的模型可以用来对临界质量现象进行再划分。一个是倾斜模型，一个是次品模型。

次品模型并不仅仅是关于某类特定的独立行为的模型，而且还有一个能够诠释它的名字。这个名字的由来既不是历史沿袭的，也不像“公地”这个概念一样，被人为地规定用来表示某种特殊含义；这个名字也不是从核物理学、生态学或者园艺学等其他学科中借用来的。但是这个名词也并非凭空捏造的，它最早是由一位经济学家引入的，因为“次品市场”所具有的某些特征可以为我们在观察一系列的现象和问题时提供帮助。这位经济学家头脑中的“次品”可不是柠檬
[7]

 ，而是人们驾驶的汽车。
[6]



他指出，二手汽车的销售者知道汽车是不是次品，但是购买者却只能估计市场上的平均水平，他们只知道在这个市场上有些汽车是次品，但是并不知道他们正在购买的特定汽车是不是次品。因此，购买者只能根据二手车市场上的平均次品水平出价。购买者所出的这个平均价格对次品来说是高价，但是比市场上高质量的车的价值低。好车车主自然不愿意以这个价格销售他们的汽车，即不想为其他人卖次品车提供条件。于是好车逐渐退出市场，而市场上汽车质量的平均水平会逐渐下降。顾客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再次降低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以反映更多次品这一事实。这样，二手车市场上的汽车平均质量水平会再次被低估，因此车主们更不愿意出售他们的汽车，市场上次品比率继续上升。最后，尽管二手车市场上也存在一些制度性安排，比如质保条款，以及车行根据自己的良好声誉给出的质优车证明等，但是都无法改变这个市场最终走向衰亡的趋势。

阿克洛夫（Akerlof）将这一模型扩展到了众多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上——通常情况下，保险公司掌握的投保人个人信息比投保人自己知道的少，比如，投保人是不是意外事故易发者，投保人是否易于患上遗传性疾病，或者投保人是否有自杀倾向等等。对65岁老人的人寿保险制定价格时必须考虑到有很大一部分老人即将辞世了。但是那些知道自身很健康，家族有长寿传统，以及生活平安的老人在购买保险时所支付的保费却和那些具有高风险的人一样，因此，对于他们来说，保费价格不具有吸引力，他们就不愿意购买保险。他们的退出会使保险公司降低对客户的平均寿命预期，这样保险费率会继续上升，这时，这一保险服务即使对于那些具有正常预期寿命的人来说，也不具有什么吸引力。这个过程就这样循环下去。

第5章中我们会在把年轻的老年人召集到“老年人之家”的例子中再次发现这个过程。这种情况与以下情形有关或完全重合，低于平均水平的人或事物会退出，而高于平均水平的人或事物根本不加入，最终会使潜在市场或机制解体。因为人们都是千差万别的，而且平均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可能并没有真正的可以使某一过程持续存在的临界质量。那些使市场解体或失灵的行为以及不能使这种活动启动的失败尝试看起来很像是临界质量，尽管很像，但是并不完全具备临界质量的特征。因此，这是两个非常相关但又相互独立的模型集合。

我在前面提到阿克洛夫的次品模型这个名称显示了临界质量这一概念。“次品模型”已经比较成熟了，正在逐渐成为经济学语言中的一个永久性名词，但是为了使人们不至于忘记它，读者可以为它做一些努力。

倾斜这个名词最先运用于某个邻里环境的迁徙情况。假如在某个特定区域内的居民是同类人群，我们可以观察到，如果有一些少数族裔迁移到这个环境里，通常有一些原居民就会搬离这个区域，或者有想要搬走的表示。他们的搬迁会使这个区域空出一些位置，因而，更多的少数族裔可以搬进来，新居民的进入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原居民离开，相似的过程一直持续下去。有些原居民的离开可能是因为区域里住进了一些少数族裔；有的人则是因为看到别人搬走了，认为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而有的人则是因为担心他们会恐慌性地卖掉自己的房子。早期研究这个问题的作者并没有明确地解释这个模型。20世纪60年代，由于美国少数族裔问题再次激化，以及白人学生的退学现象，这个概念才被用在学生入学和学区划分上。这个概念后来还被用在有关职业、俱乐部和兄弟会、医科学校和大学、公共海滩、网球场、餐馆、夜总会和公共停车场等问题上。

很明显，作为对模型的补充，这里有一个“内倾”过程，也就会有一个对应的“外倾”过程。白人搬离特定的居住区域，一方面是因为少数族裔的迁入，而只要迁入的少数族裔数量越大，它就会吸引更多的少数族裔迁入，并且迁入的速度会越来越快，而使这个迁入过程得以自然持续下去的初始数量则很少。内倾过程和外倾过程一样，其中都包含了某种预期过程在内——原居民不会一直等到外族迁入超过他们的忍耐程度之后才搬走，而少数族裔也不会等到区域内的本族人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才决定迁入，只要他们有信心预期到区域内少数族裔人数会不断增加就会决定迁入。

倾斜模型是临界质量现象的一个特例——一个非常广泛的特例。这个模型的特点是：（1）每个人的行为的改变点有很大差异；（2）人们的行为特征通常包括居住、工作或娱乐的地点因素，一般来说，包括行为的发生地点而不仅仅是行为本身；（3）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群体的临界性数量，每个群体都独立地进出某个区域；（4）这个过程既包括了有意识的决策，也包括了预期因素。这种情况发生的场合有大有小，小的例子有在餐厅吃饭时白人不与黑人同坐一张桌子，大的例子有津巴布韦的白人的离开。



注释


[6]
 参见George A.Akerlof,The Market for“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84(August 1970),No.3。


[7]
 英语中“柠檬”与“次品”是同一词。


临界质量图解

临界质量模型可以用一组图形进行说明，在此我们将对其中的某些图形进行说明。我们假设对于某项活动——比如说，周六上午参加一个对某门课的非强制性的复习课——无论参加人数多少，总有一些人坚持定期参加，但是总有一些人从来不参加，但是多数人只在看到有足够多的人参加时才会选择参加。每个人对于“足够多”的概念定义不尽相同，它既可以是多到使人们感觉这个活动足够有趣，也可以是多到使人们觉得不参加活动不太合适。

对那些根据预期的参与人数决定是否参加活动的人，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个数字：就是正好能够促使这个人参加活动的最小人数。这个数字可以是一个绝对数，也可以是总人数的一定比例；如果我们把一个班的数字定为100，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人数，也可以看作一个百分比。如果有一部分人的决策不取决于其他人是否参加会议，那么参加的总人数一定比100少。我们把临界数字定为50，20，1，或75等，并制成表格，画出柱状图，每一个柱形的高度表示两个数字之间（比如20和25之间，25和30之间，等等）的临界人数。我们可以把这个柱形图转化为一条光滑的频率分布曲线。如果临界人数分布集中在某一个平均值周围，越趋近两个端点就越稀少，曲线的形状就类似于一个颠倒的钟形；如果群体是差异性的群体，而且他们的平均值集中于两个不同取值范围内，或者在两个极端值的端点，那么它们的频率分布曲线是一条双峰U形曲线。这条频率分布曲线与无条件参加会议的人数一起，构成了我们所要的图形。

这个图形不过是将频率分布转换成了累积分布形式。累积形式表示，对于任意期望的参加人数，有多少人认为这个人数足够多。之所以称它为“累积”的形式，是因为对应于横轴上的任意一个点，都包括了原始分布中处于此点左边的所有人。比如，35这个点表示了所有临界数值不超过35的人，而45这个点既包括这些人，同时还包括了临界数值在35到45之间的人。100这个点表示如果每个人都会参加，所有人都会参加。因为参加人数的期望值越大，愿意参加会议的人数也就越多，这一累积性曲线向右边持续上升，或者至少不会下降，因为预计参加的人数越多，偏好参加的人也就越多。（如果有些人只有在预期到参加人数不太多时才会出席会议，他们偏好亲密而不是人群，我们就需要两条分布曲线，一条表示只要具备一定人数就能来参加会议的人，另一条表示到一定人数就觉得太多的人，累积曲线反映了两者之间的累积性差异，这条曲线可以是从左到右上升的，也可以是下降的。）

这条累积曲线在纵轴上的开始点表示，即使没有任何人参加，他们也会参加会议的人数，在0到100之间从左向右上升，包括了所有根据预期人数做出决策的人，横轴上的100记录了除了一定不会参加会议的人之外的所有人。

这条累积曲线的斜率与频率分布曲线的高度成比例，如果原始的频率分布曲线呈钟形，累积曲线在到达原始分布最大点之前斜率逐渐上升，此后斜率逐渐下降，我们通常将这种曲线称为S形曲线。

图3—1就是这样一条曲线。根据这条曲线，只有期望的参加人数达到一定数值，才会有人愿意参加活动，如果预计所有人都会参加，最终参加活动的人数是85，多数人的临界数值在总数的1/3和1/2之间。（作为这条累积曲线基础的频率分布，其高度与此曲线的斜率成比例，在总人数的45%处达到最大，包括了总人数的85%，并呈现出基本对称的分布；大多数人都集中在35%到55%之间。）45度直线作为参考，在这条线上的点纵坐标与横坐标相等，这条线使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对于那些要求特定的期望人数的人，实际参加人数究竟是多还是少。我们很快就能看出，如果预计有25个人参加活动，实际参加的人数却不到25人，因为25人这个点所对应的曲线位置位于45度线以下，但是如果预计有60个人参加活动，实际参加的人数却超过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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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假设因为上个星期有25人或30人参加活动，因此预计这个星期参加人数也是25人或30人。在这个预期人数上实际参加人数将只有12人，他们大多都会感到很失望，其中只有一两个人才愿意参加只有12个人参加的活动。到下一周我们可以预计几乎没人来参加活动，而再过一周就根本没有人来参加活动了。换一个假设，如果预计2/3的人会参加活动，那么实际来参加活动的人就会达到3/4，这比人们预计的人数要多，没有人感到失望，若是预计3/4的人会参加本次活动，那么更多的人就会出现，下个星期，如果预计有3/4的人参加，实际到场的人数会达到80人或更多。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所有曾经参加过的人都会来参加活动。如果人们预期85人或更多人会来参加，那么85个人将会参加，没有人会失望，并且会一直持续下去。

在这里我们得出了两个稳定均衡点。一个是期望参加人数85人和实际参加人数85人，另一个则是0预期参加人数和0实际参加人数。低于40人的预期参加人数就会使有些人感觉不满意，并退出活动，从而引起其他人退出，这种情况持续发生下去，直至所有人都退出。任何超过40人的预期参加人数不仅能使参加活动的人感到满意，而且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活动，从而持续提高参加活动的实际人数，吸引更多的参与者，直到全部85个人都参与进来。如果预期参与人数正好是40人，那么实际参加人数也是40人，但是在这个点上关于预期人数的任何一点变化都会吸引或者排斥一些人，从而使最终参与者的人数比例要么达到85%，要么降低到0。40人这个点是一个不稳定均衡点。

图3—2给出了另外三种可能性。C曲线表示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会有12个人参加活动：这条曲线与纵轴交于12人这个点，这12人可能会另外吸引几个人来参与，在16人或者18人处达到稳定均衡。如果预计参与人数是25人或30人，实际参与人数一定少于25人或30人，人们就会陆续退出活动，直到只剩下16人或18人。大约50%这个点是一个不稳定均衡点，而稳定均衡点在85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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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曲线描述了“逐渐没落”的研讨会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不存在临界质量。如果预期有一半人会参加会议，实际到场的会达到1/4；而如果预期有2/3的人会参加，那么就会有1/2的人参加；如果预期所有人都参B加，实际到场人数可能会达到2/3，而不是所有人都参加。在这个例子中没有可以自我持续的到会人数水平。

在B曲线中，临界质量不是问题，任意一个在0到70人之间的期望人数水平都会A吸引这么多或更多的人参与，参与人数趋向于整条曲线上的唯一的稳定均衡点，即曲线与45度线的交点。大于70人的期望水平是不能持续的，此过程最终会收敛到70人这个水平。

B曲线是一组代表模型，与临界质量模型非常类似，并且具有有趣的“乘数效果”。对于任何一条像B一样的曲线，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如果我去掉那些总是参加或增加那些以前从不参加的人，那么对均衡结果会有什么影响。具体地说，根据B曲线，如果25个原本无论如何都会参加活动的人之中，有12个人现在无法参加活动了，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他们的缺席使整条曲线沿着纵轴平行下移12个单位。（对纵轴重新划分，将原来的12人处定义为原点，并把45度线向上移动12个单位，就能得到新的曲线。）现在25人处是新的均衡点。这时有多达45人会不来参加活动，其中的33人是因为参加活动的人数减少了而不参加的。这个比例，45/12或3.75就是“乘数效应”。

乘数公式取决于曲线的斜率。尽管曲线的斜率是变化的，但是新曲线和原有曲线之间的平均斜率一样，即为：（45-12）÷45，或者是1-（12/45）。如果用S表示斜率，M表示乘数，那么S等于1-（1/M），且M=1/（1-S）。如果斜率是1/2，乘数就是2；斜率是1/4或3/4，乘数就是4/3或4。（斜率不能超过1，也不能像B曲线那样从上面穿过45度线。）

没有显示的是一个表示“拥堵”的曲线：期望人数越大，愿意参加的人就越少。这样一条曲线将起始于左边纵轴较高的一点，表明如果人们自己能拥有这一空间，那么有多少人愿意参加，它向右下方倾斜，表明期望人数越多，实际愿意参加的人数就越少。很明显，这条曲线与45度线只相交一次，产生单一稳定均衡点。

为了练习一下我们刚说的模型，我们举一个特殊的例子。假设在一个地方滑冰场里有两种滑冰的人：一种是少数的专业滑冰运动员，他们希望冰场上空无一人；另一种是业余的滑冰爱好者，他们既不喜欢冰场上人太多，也不喜欢人太少。我们用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来表示人数较少的专业群体，它跨过45度线，趋近左下方。同时我们用一个山形的累积曲线来表示人数较多的业余群体，它起始于横轴上偏右的某一点，然后逐渐上升并超过45度线，接着在越过某个点后开始下降，此时再多的预期人数已经不再对他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将两种人群结合起来，我们把两组人数相加，这样便得到一条表示与任何一个预期参加活动的人数水平相对应的愿意到场的人数的曲线，这条曲线左起纵轴的某个点，然后向下倾斜，在上升之前可能达到45度线，也可能没达到，最后穿过45度线，再向右上方倾斜。

如果曲线与45度线只有一个交点，向左下方倾斜的曲线在到达45度线之前就向上倾斜了，那么专业滑冰运动员根本就不会来滑冰。最初的专业运动员的人数足够吸引一些业余爱好者来滑冰，而他们又可以吸引更多的人，直到滑冰场上的人数多到对专业运动员来说已经完全没有吸引力为止。（如果这条曲线靠近纵轴的左边较低处呈现U形，这个曲线的形状就有一点像前面所说的B曲线。）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存在专业运动员，那么0也是这个曲线的一个均衡点，因为如果冰场上人很少，业余爱好者也不愿意来滑冰。因此，专业运动员的存在，使滑冰场对业余爱好者来说具有了吸引力，而业余爱好者最终会将专业运动员挤出滑冰场。

换作另一种情况，如果人数和偏好使所达到的关于专业运动员的均衡水平远远不够吸引业余爱好者来参与，曲线一开始就会降到45度线以下，然后再向上倾斜，与45度线再相交，从而产生两个均衡点。在一个均衡点上，滑冰场上充斥着友好的业余爱好者，但是他们的人数太多太拥挤，不能吸引专业运动员的参与；而在另一个均衡点上，滑冰场上只有少数专业运动员，他们人数很少，滑冰场看起来冷冷清清，一般人都不愿意参与。当然，如果有一些社会上的滑冰爱好者做出了“错误的估计”，以为会有很多人来滑冰，他们就会兴冲冲地赶来，而且发现他们的预计是正确的，在第二天又会吸引更多的人来滑冰。

在前面谈到的有关讨论会的例子中，我们假设学生人数是固定的，但是对于不同大小的群体来说，影响人们决策的到底是总人口的比例，还是绝对人数呢？毫无疑问，对于某些行为来说，比如语言、时尚或者周末聚会，影响人们决策的是比例，而不是绝对人数，而对于另外一些行为——打桥牌、参加读书会，可能也包括周末聚会——影响人们加入或退出的是绝对人数。因此，我们的分析分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是不相同的。

一个不同点在于，如果绝对人数是关键因素，并且如果它的影响是正的，从而使从事这项活动的人越多，那么吸引来的人就会越多，这样的活动对一大群人来说可能持续下去，而对于一小群人则不一定。

如果起作用的是人数比例——比如，是否抽烟、穿高领毛衫或说某种特定方言这样的行为，通常取决于多大一部分人有这样的行为——存在一种使人群分开或分化的可能性。如果人们容易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包括一起工作生活的人，一起玩耍的人，共进晚餐的人，同一所学校的人，同乘一辆公交车的人，同一所医院的病友，同一间牢房的狱友，等等，这种人群在某个范围内的聚集最可能表现出某种行为使其至少在这个范围内增加了其行为达到临界质量状态的可能性。让我们再看看A曲线，我们将曲线的上部分成两个部分，分界线是与纵轴上的50这个点相交的水平线。图的下半部分描述了一半人的行为——这一半人很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而参加。现在先忽略图的上半部分，对这些人我们暂不考虑。其次，让我们对纵轴重新进行划分，将原来的50%记为100%。现在因为我们将纵轴压缩了一半，但是横轴保持不变，这样我们以前的45度线就变成了一条斜率为1/2的线，它是我们的矩形中的一条从左下角延伸到右上角的直线。这条直线与A曲线相交，交点右边的任何一点都表示现有人数超过了活动得以维持下去所需要的最小人数。

剔除了图中一半的人，尤其是剔除了一半最不可能参加活动的人，我们实际上使每个参加活动的人的影响力增加了一倍——因为他或她所代表的人的比例增加了一倍。现在我们得到两个均衡点，一个是没人参加活动，而另一个是所有人都参加活动。通过将总人数平均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容易受影响的，另一类是不容易受影响的，于是，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半数人口参加是可以维持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B曲线上的大多数均衡。假设我们不希望太多人参加这种活动（比如吸烟之类的行为）。同样，我们还是通过在纵轴中间画一条水平线将人群划分成为容易受影响的和不容易受影响的两类。剔除图的下半部分，也就是容易受影响的一半人。将纵轴重新按0到100进行划分，并画出这一长方形中从左下角到右上角的斜线。这时整个曲线都在原来的45度线的下方；这种行为会逐渐消失，或者根本就不会开始。但是处于原图下半部分的人还在从事这样的活动，虽然他们无论如何都会继续这种行为，而且有接近2/7的人已经停止了这项活动。换一种情况，如果我们认为这种活动是有益的，而现在有两类独立的人群，一群人总是完全参加这种活动，而另一群人从不参加，将这两群人混合成为一个人群，就将会使参加这种活动的人又多20人左右。假设大一新生比较容易受影响，而大二的学生则不太容易受影响，两个班相互分开，各有50个人，大一新生参加周末课堂，大二的学生不参加，如果将两个班的学生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班，或者两个班相互交换一半学生，结果会使大约20个大二的学生受到影响而去参加。


公 地

几年前格雷特·哈丁（Garrett Hardin）曾经选择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名词来描述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有关动机的结构，它正在逐渐成为我们日常使用的词汇。他曾经做了一次题为“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演讲，演讲稿刊登在《科学》（Science，Vol.162,No.3859,December 13,1968,pp.1243～1248）这一杂志上。现在有关公地的参考书比比皆是它与，“乘数”“、噪音”“、零和”“、临界质量”或“”从众这些词一样，正在成为某种现象的代名词。十年前，“囚徒困境”走出了博弈理论的领域，而变成了描述两个人之间某种常见关系的代名词，即这两个人如果分别做出了自私的选择，那么他们对各自的伤害就甚于对各自的帮助，但是如果他们都不从自己的角度进行选择，结果对两人都会更有利。哈丁所讲的公共放牧场则是研究具有同一行为动机结构的一种特殊的多人情况。

下面的比喻可能让人难以接受。每次当我们驶入拥挤的高速公路时，都可能会使我们想起在拥挤的公共草场上过度放牧的情形。那些在会议上高谈阔论却又言之无物的人们，可能看上去就像牧场上的牛一样，他们一边吃一边践踏另一头牛正在眼巴巴地看着的草。经济学家研究公地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了，这个名词的流行既不是偶然的，也不能说是格雷特·哈丁个人天赋所致，现在这个词已经被广泛地用于研究在公共水域倾倒污水的行为，在公共石油层开采石油的行为，在公海猎捕鲸鱼的行为，甚至于将地球和地球上的资源比喻成一个公共养殖场，人类在其中过度繁殖等。

“公地”这个词现在用来描述这样一种范式，即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相互之间会产生利益冲突，如果他们能够进行自我约束，他们的整体福利会得到提高，但是如果某个人进行自我约束，他的个人福利并不会有所改善。英格兰或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某个村庄的公共牧场不仅仅是村民们的共同财产，而且对村民们的牲畜也是无限制开放的。在这片牧场上放牧的牛（或羊或别的牲畜）越多，每头牲畜能够获得的草料就越少——而且被践踏的草地也越多——但是只要在公共牧场上放牧还有一点好处，村民们就会继续这样做。在草场上放牧300头牛比200头给主人们带来的收益会更小，而且在同一片草场上300头牛可能比200头牛产肉和奶的数量还要少；但是对于一个家里有两三头牛需要在草地上放牧的人来说，他只看到他自己的牛的肉产量和奶产量，而不关心所有奶牛的平均产量下降1～2个百分点，或者全村产量的下降。如果他意识到包括他自己的所有牛的产量小于他把自己的两三头牛退出公地的情况下的产量，他知道这也适用于所有其他人将两三头牛退出的情况，他也知道就算他自己不在公共牧场上放牧，结果还是一样的，而他自己却得不到任何好处。

计算起来大概是这样的：假设牛奶是我们生产的主要产品。最初在公共牧场上放牧的牛很少，每头牛每季可以产1 000夸脱奶，牧场规模具有这样的性质，即每增加一定数量的奶牛，每头奶牛的产量就会减少，直到最后牧场上如果有1 000头奶牛，尽管都可以存活，但是牛奶的产量就变成了0。如果牛奶产量的减少是线性的——这个假设可以简化我们的计算——200头牛时平均每头牛产800夸脱奶；400头牛时平均每头牛产600夸脱奶；600头牛时，平均每头牛产400夸脱奶；800头牛时，平均每头牛产200夸脱奶。计算一下每100头牛的产量，如果有100头牛，总产量是90 000夸脱；200头牛，总产量是160 000夸脱；300头牛，总产量是210 000夸脱；400头牛，总产量是240 000夸脱；再往后分别是250 000夸脱，240 000夸脱，210 000夸脱，160 000夸脱，90 000夸脱；1 000头牛时总产量变成了0。这样看来，如果牧场上超过500头牛，我们还不如把多余的牛宰杀掉剥牛皮，因为500头牛的产奶量比600头牛的还多。但是即使牧场上已经有800头牛了，我自己的牛每头还可以产200夸脱奶，而公共牧场不花我一分钱，如果把我自己家里的10头牛处理掉，我个人就要损失2 000夸脱的牛奶产量。（即使这种做法可能会使其他牛的牛奶总产量提高不止2 000夸脱。）

公地是一种广为普遍的现象中的一个特殊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又无处不在，人们的行为的成本或损失超过了他们自身的掌控范围，他们要么不知道这种成本或损失，要么根本不关心。污染、疾病传染、乱扔垃圾、噪音、危险驾驶、随意玩火或者囤积短缺商品都是这样的行为。人们可能会自觉使这些行为服从于集体约束，因为这种行为对个体来讲应该不受约束，但是对集体来讲都是有成本的。

认识到公地的这种特殊性质是很有用的，因为这有利于我们进行比较研究。公地模型的应用广泛而随意，公地模型既有广泛的也有不那么严格的相关应用。将公地模型的严格模式和一致相关的模型加以区分是值得的。严格地说，公地具有两个显著特征：（1）只有使用公地的人受制于他们使用公地的方式以及他们对公地的使用程度；（2）使用或过度使用公地的成本与获得或损失的收益同向变化，比如，前文中牛奶产量减少的例子。相对于另一些问题，比如噪音、污染、公共安全等来说，这种模式更符合“交通拥堵”或“野蛮开发”等类问题。除了公共牧场问题，同样的还有在拥挤的高速公路上车流速度未必比旁边小道更快的情况。此外，在异常拥挤以至于使人们后悔到这里来的沙滩上，在水泄不通的以至于你真恨不得自己去买书的图书馆里，也都存在这种问题。另外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在公共石油产区，上十家独立的石油公司在这里拼命钻井，疯狂地开采石油，而根本不考虑环境保护，因为他们知道，开采的石油就是自己的，而他留下的则是属于别人的。

对“公地”更宽松的定义包括两种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分析结构。把图书馆里的书储藏起来；独占繁忙机场里的收费电话；为保住座位，休息间歇一直坐着；尽管他愿意搬走，并且也没有别的什么优势，但仍会握着有租金约束的公寓的长期使用权，等等，这些例子都是对于稀有资源的“浪费性”集体占用。为了处理烟尘、垃圾和废水而过度使用的风能、水能和土地，就像过度使用了当地的公共卫生处理场一样——在国家的每个地方，这种“公地”普遍存在，是很好的现代实例——然而和严格的公地模型不同。在这些情况下，由于过度使用或不正当使用产生的不利后果并不局限于当事人本身。当我把车驶入收费的高速公路时，这种效果就好像把我的牛赶到公共牧场上一样，我也阻挡了其他司机的前进；但是我的车所排放的废气给住在高速公路周围的人的眼和肺造成了影响，尽管他们并不使用这条公路（而那些坐在装有空调的轿车里的司机们却并没有受到废气的影响）。

公园、海滩或路边的噪音和垃圾比较接近严格定义上的公地情况——公园、海滩和道路本身是免费使用的公地，噪音和垃圾主要影响使用这些公地的人。拥挤的机场，就像拥挤的道路和海滩那样比较接近公地情况；而飞机噪音则主要影响居住在机场附近的人，而不是机场的使用者，并且，与海滩上或公园里收音机产生的噪音不同，机场噪音属于另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受众是他人，而不是对公地的其他使用者。

通过对公地的数学计算可区分三种公地的使用强度，最为典型的包括：放牧牲畜、猎捕鲸鱼、参观博物馆、在高速公路上驾驶以及使用风来驱散烟尘等。公地的某个使用水平表示它得到了最经济的利用：限制使用不仅没有好处，有时反而带来损失，虽然公地的使用减少了平均收益，却使总收益增加到某个水平。（在前面的例子中，这个使用水平就是500头牛的水平。）超过这个使用范围，尽管每个使用者仍能获益，但是过度使用却使总收益下降。在一个公平的限制系统中，公地的使用者都能从中获益，任何人想要增加对公地的使用都会造成其他人的损失。此损失会超过他自己的收益。但是，在这两个区域之间找到一个分界线却并非易事，不管是对拥挤的博物馆还是对最佳的牛奶产量，结果都一样。如果人们对于拥挤程度的敏感度差异比奶牛产奶量对于草料质量的敏感度差异更大，或者人们的驾驶水平影响交通拥堵状况的行为差异比奶牛践踏草坪的行为差异更大，那么找到最佳分界线就更加困难。

当公地的使用远远超过了合理水平（比如1 000头奶牛）时，就会出现使用强度的第三个水平，这个水平会使公地完全丧失价值——高速公路上车太多，以至于车速不比小道上更快；海滩上或音乐厅里人太多，以至于后来的人只看了一眼就回家了；几乎所有人都不能获得更大效用。这不仅仅是公地由于过度使用而几乎完全丧失价值的点，而且还是使现有使用者不能获得效用改进的点，因为只要公地使用还有正的价值，现有使用者所做的改进就会为他人所享有。如果限制高速公路的使用者每周只能使用三天，这样每个人的使用频率降低到原来的3/5，高速公路上的车流也会减少到原来的3/5，这样所有人都会更好；但是如果那些以前因为公路拥挤而放弃走高速公路的人，发现交通状况有所改善也来走高速公路的话，他们就有可能成为那剩下的2/5，从而减慢公路上的交通速度，使原来那些限制自己使用频率的人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自我实现及其他预期

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时，德国牧羊犬是众所周知的“警犬”，我们都很害怕这种狗。我们害怕它们的原因是：它们非常不友好。但是这种狗之所以很凶狠，一定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很害怕它们，并且对它们也很不友好。而且狗的主人也希望它们变得凶狠，这样好保护主人的财产，因此他们有意挑选那些令人生畏的狗来饲养。但是，如果我们固执地认为“牧羊犬”就是警犬，忠诚而温顺，粗鲁却善良，那我们就可能完全误解了狗主人的意思，颠倒了整个体系，并对可怜的狗施加了不必要的警惕。

自我实现的预言是一个叙述性的恰当的概念，最初它不仅广泛应用于描述它们本来要描述的特定现象，后来它还拥有了自己的意义，与原有的语言环境逐渐脱离，成为一个宽泛的语言概念，意思也可以相当于任何类似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含义是指，某种期望具有这样一种特征，它所导致的行为会促使这种期望实现。“预言”这个词不过是为了使这个概念更生动讨巧而已；预言本身当然不会自我实现，但是期望这种行为通过一系列或短暂或长久的活动及其相互作用，最终会产生一个与期望一致的结果。（一个不被重视的预期自然也不会自我实现。）

这个词最初的用法是特指一个有更多限制性条件的有关期望与行为的模型，而今天它被广泛地应用于一系列的机制。最初，这个概念用来指白人对黑人，或者任何社会的主流群体对弱势群体或地位较低的阶层所持有的特定观点——或者期望或预期等。在这种观点指导下的白人行为将引致一定的黑人行为向他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举个例子，如果某个社会弱势群体被主流人群认为不具备担任重要职责的能力，那么人们就不会雇用他们担任重要的职责；他们因此也没有担任重要职责的机会；而缺乏担任重要职责的锻炼，他们也就越发地让人觉得无能。如果某种残疾人被认为不具备操纵某种特殊机器的能力，并且操纵这种机器需要培训和锻炼，那么残疾人就永远不会有得到培训和锻炼的机会，当然也就不具备操纵机器的能力。如果大学学生与老师之间关系比较疏远，或者老师在场时他们就感觉别扭，老师可能就会尽量回避与学生们在一起，从而更会使学生产生这种情绪。

现在我们已经有三个不同的自我肯定期望模型了。一个是单边过程，即首先对人们的行为有一个单方面的看法，接下来根据这个看法进行行动，最后使这个看法成为现实。一个是双边过程，比如老师和学生之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雇主和雇员之间，都存在某种先验的看法，这些相互的看法因此影响了彼此的态度以及与这些态度相一致的行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认为，别人只要一有机会，就会不宣而战，那么我们一定会觉得为了自我防御，一有机会我们也应该不宣而战。）另外还有一个选择性过程，即前面关于选择警犬作为看家狗的例子，在这个过程中扮演某种特定角色的人一定会是顺从而合群的，因为人们意识到只有这样的人才会选择这份工作，承担这种角色。比如，如果男人们都认为只有妓女才会在公众场合抽烟，并且女人们都知道男人们的这种共识，那么女人们就可能只在家里抽烟——也可能到一定时候才这样做。

“自我实现”这个术语可以运用于更广泛的现象，不仅仅局限于种族歧视或者相互不信任等。如果我们都认为咖啡的供应将出现短缺，我们只要按照人们相信会出现咖啡短缺的信念那样作为，就可能真的会促成这样一种现象产生。20世纪30年代当人们都认为银行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时，他们都会去银行挤提存款，从而导致他们担忧的银行破产。如果人们认为某个职位的候选人得不到支持，获胜的机会很小，那么他可能就真的得不到什么支持，获胜的机会也很小。如果每个人都认为你会早点到会场占一个好座位，那么你就必须早去占一个好座位。如果参议员们认为，一定有足够的参议员投票反对卡斯维尔法官以否定他进入最高法院的听证，那么事实上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出现。

即使是这些例子，我们也能将它们进一步划分成为至少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下，人们的期望程度越高，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无论这个事件是什么；相信其他人会准时到场的人越多，实际上准时到场的人就会越多；认为参加庆典的人数很少的人越多，参加庆典的人就会越少；认为某人在竞选中获得的支持很少的人越多，他实际上获得的支持就会越少。另一种情况涉及了“临界质量”，通常在这些事件中会出现全部极端或根本不出现极端。如果社会主流群体人数越多，弱势群体的劣势就越大；如果某个候选人成功的可能性越大，那么及早支持该候选人就越重要；如果认为银行将破产的人越多，那么在银行破产之前提出存款就越紧急；每个人都认为所有人都持有这些相同的预见，并会因此付诸相同的行动，他们因此就会做出对未来比较极端的判断，从而确实导致一个极端的后果。古巴巴提斯塔政权的突然倒台，1960年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撤军之后法国殖民者的随之退出，居住在一些非洲国家的白人因为相信其他白人都要离开而抛弃了自己的房屋和财产离开非洲，这些都是生动的例子。

下面，我们还可以再放宽一点这个定义，把那些后果与最初的预见不一致的情况也包括进来。让我们回忆一下这样一些情况，人们总希望自己给的小费比平均水平高一点，自己到场比大多数人早一点，自己比竞争者给雇员发的工资高一点，给自己的学生成绩比平均水平稍好一点，或者在审核研究生的入学申请时，自己表现的批评态度比其他同事客观一点。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动机，并且每个人对平均水平都有共同的认识，他们的行为通常就会使实际平均水平偏离他们的预计。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自我偏离预言”。如果每个人不仅都有这样的动机，而且对其他人是否也有同样的动机表示怀疑，那么他们会考虑到每个人的这种偏差，并且进一步调整他们的行为，从而使实际情况更加偏离预见水平。给出租车司机的小费最终达到的稳定水平，是人们支付不起超过平均数的小费，但是学生的分数却会不断上升。

于是，我们得到了一个“自我否定预言”。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参加某项活动的人会很多，场面会很拥挤，因此都不参加，结果可能是活动现场一点都不拥挤。如果一场暴风雪之后，从气象预报得知交通状况将很糟糕，若人们听信预报，那么街道上将会很空。如果每个共和党人都认为他们的候选人会以绝对优势获胜，那么他们可能不会去投票，结果可能并不是绝对优势。如果出去露营时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会带食物不带水，结果可能是所有人都带了水但是没有带食物。

从最后一种情况我们又可以引出一个“自我平衡期望”。如果这周六去露营时因为预计别人可能都带食物而不带水，结果我们都带了水而没有带食物，那么下周六是不是可能完全反过来，只带食物而不带水呢？结论可能就是这样的。我们可能带了过多的水或过多的食物，但是不会出现完全极端的情况；再下一周我们又进行了一些调整；最后我们会逐渐趋向平衡。此后每次露营，尽管可能因为一些突发原因，比如说参加露营的人员出现了变化，我们可能会出现带的水过多或者带的食物过多的情况，但是接下来的一周内一定会出现平衡调整的趋势。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系列“自我修正预期”。也可能不是这样——没有任何保证可以使我们长期脱离这种翻来覆去的情况，但是如果这一过程是经常性的和连续的，总有人会不断地做出修正性调整，从而使扭转而不是大幅度跳跃成为经常趋势，进而使行为和预期实现均衡。

还有一种情况可以称为“自我肯定信号”。如果抽烟的人认为含薄荷的烟都是绿色包装盒或蓝绿色包装盒，竞争性厂商就会发现以这种颜色来专门包装薄荷香烟将会有利可图。如果人们普遍认为去某个特定的单身酒吧就意味着要寻找伴侣，那么到这个酒吧去本身就是一种信号，而且这个信号也为酒吧里的其他人所接受。


自我约束的传统习俗

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都会走右边，那么大家都会走右边。如果在听音乐会时每个人都认为别人不会在演奏间歇鼓掌，那么基本上就没有人会在这时鼓掌。

多数单行道标志不需要警察来执法，在这里指挥人们行为的——或者说提醒人们行为的——就是自我约束力量。许多法规具有这样的特征，无论这样的法规是好是坏，有总比完全没有法规强；通过人们的预期实现的习惯是非常有用的。（想一想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字母顺序的时代，该是多么糟糕的事情！）但是自我约束力量有时候也会误导人们的行为。一个糟糕的单行道系统与一个良好的单行道系统所产生的自我约束力可能是一样的。男人和女人、白人和黑人、学生和老师、雇主和雇员之间存在的细微差别也具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尽管有时候他们的一方或双方不喜欢这种传统，但是只要明显的例外并不存在，这种情况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发明交通信号的人一定有化繁为简的天赋。
[8]

 他认识到在两条街道的交叉处，因为人们互相影响而会出现混乱和时间损耗；也许出于个人的经验，他发现行人的自律和相互礼让无法解决这一通行问题。在这里，即使那些很礼貌的人也会因为相互等待而耽误时间。而一旦人们对自己过马路的时间判断错误，就会引起碰撞事故。

他以高度的概括性将所有行人分成两组，一组行人是东西向的，一组行人是南北向的。他把交通问题转换成了一种交互模式。人们过马路时不需要买票，不需要时间表或者事先约定。所有必要的指令都简化成了两种信号：绿灯和红灯；在这个十字路口平面的所有行人都能看见信号；一个简单的信号转化机制就能控制两组交通灯。不需要事先的计划安排，对信号灯和行人都不需要和其他活动进行统一协调，甚至也不需要执行：一旦行人习惯了交通灯的指示，他们就知道，逆交通流而行是很危险的。交通灯创造了一种秩序，不遵守秩序就会受到惩罚。同时交通灯对每个人都是不偏不倚的：它们不对行人区别对待，也不会因为给予某些人好处而伤害另外一些人的感情。

社会管理者可以从交通信号灯的例子中得到很多启示。交通信号提醒我们，尽管计划管理往往与控制联系在一起，协调通常才是关键因素。人们需要根据他人的行为，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事实上，人类社会最具有创造性的一种计划，有可能就是把时钟和日历进行统一的机制。我不用每天早上起床时都把时间拨到零，并让它按照十进制运行一整天。我的表和你的表所显示的时间是一样的，有了统一的时间，我们可以轻松地与所有其他人进行协调。谁也无法欺骗时间。

每年入夏的时候，我们一起把我们的表向前拨一个小时来实行夏令时，这实际上是对这种协调的一种称颂。对于政府来说，要求每个人干每件事情都把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实际上是一种干预，这与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利相冲突；我们都不得不每次检查谁实际上改变了时间安排，而谁又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在同一个晚上同时把我们的表都拨快一个小时，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夏令时本身是一个出于良好愿望的武断决定。为什么正好是一个小时呢？难道是因为当古中东人按照与十二宫图和旧式货币中的便士与先令的十二进制（而不是按照我们最初用十指计数从而采用十进制）相一致的方式，将一天划分为24个部分时，他们已经预见到了1 000年或2 000年之后，城市工业化社会将每天的活动日程正好提前1/24吗？就像母鸡下的鸡蛋大小通常正好能和一杯面粉调在一起一样，是不是某种目的论原理决定了计算时间的单位正好等于夏季天黑前将高尔夫球打入9个球洞中的时间？

我知道这样一个人，他曾经计算过时钟应该调快1小时35分钟，而另一个人的习惯是在8月假期里将表拨快40分钟，这样在某个特定时间正好使太阳越过船的横桅杆。我想他们永远都不会让当局通过这一法案——正如一个以秒表（stop-match）计算的最快的87码跑的运动员不可能获得奥林匹克组委会的认可一样。

交通信号和夏令时这两个例子反映了在诸多社会决策中导致人类行为趋同的强制力。度量衡的制定、螺丝钉的斜度、十进位币制、靠右驾驶等行为，都不是某个人能够影响得了的。即使对于政府来说，很少有什么决策比控制人们夏天什么时候起床更简单。先进的钟表工艺使夏令时的推行变得异常容易，它比通过换掉公路指示牌和路标来使另外一边的所有车辆都在同一时刻注意到这种改变更容易。货币流通比螺丝和螺帽的流通可要快多了。如果我们要清除我们所有五金器具中的螺纹端面角，那可需要花好几年的时间。

十进位币制和靠右驾驶也许值得集体努力。历法改革或许可行。字母拼写改革也有过成功的经验。但是如果要全国人民都讲另外一种语言，这可能是一个专制政权，也可能是某种宗教的狂热，或者原有语言的口音太过杂乱而易混淆，使得新语言的形成成为可能。

在这些社会决策中，有些惯性是非常强大的，有时甚至是惊人的。人们学会用双手使用打字机之前，打字机键盘就已经产生了。打字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对它加以改进的意见，而实验也证明确实还有更有优势的键盘，而且容易掌握。改变打字机键盘上的键的成本并不高，甚至更换一台打字机也没多少钱，特别是当一幢大楼里不同楼层上的打字员可以使用不同的键盘，且不相互影响。尽管如此，对于我的孩子们来说，不管他们生活多久，与食指相比，都会更方便地使用他们的无名指打字。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一个与夏令时类似但是更加复杂的问题，即在遥远的过去对标准键盘的设计如果发生在遥远的未来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到某些社会决策的惯性所在。美国普遍实行5天工作制，但是人们可能还想多些闲暇以带来生产率的增长，少花点时间在生产金钱可以购买到的物质产品上，这样来看，4天工作制可能会很吸引人。没人保证四天工作制可以得到实施——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可能是具有弹性的——而且无法认为这一较短的工作时间就已经达到了一周工作时间的最短极限。（如果四天工作制确实是最短极限，一天工作9个小时可以使一周4个工作日更容易接受。）那么你想在一周中的哪一天休息？你认为最后会是哪一天休息呢？

这里至少有3个不同的问题：（1）作为个人来说，如果一周之内确实还可以休息一天，那么哪一天是我们各自想要的？（2）总体来看，如果我们所有人的休息日必须一样，哪一天是我们都愿意接受的第二个星期六？（3）如果我们要测算一下2030年时的工作日情况，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测算呢？

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你愿意休假的那一天可能取决于别人愿意休假的时间。工作日是去看牙医的最好时间，除非牙医们不在同一天上班。周五是去郊外的好时间，可以避开周六的交通高峰期，只要不是所有人都在周五休息就行。如果周三是孩子们不上课的时间，那么周二就不是去海滩的好时间；但是如果孩子们在周二放假，那么这天最好还是和孩子们一起过。把休息日错开可以缓解高尔夫球场和购物中心的压力；但是如果一周当中每天都有1/5的学生不来上课，那会大大挫伤老师和班级的积极性；如果四年级的学生周二放假，而五年级学生周三放假，家长们会感到很困惑；老师放假的那天学生们也不能很好地去上学；如果牙医放假了，带着孩子们去海滩玩耍，老师们也不能去看牙医。

从总体上看，一个重要的可能性是我们还是喜欢错开工作日的，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缓解各处的交通堵塞和上班高峰，但是我们都会更愿意在选择周五休息的20%的行列中，因为这样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在周五去看牙医，并且在不需要看牙医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去度一个三天的周末。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就无法把我们自己的休息日在一个星期的几天内错开；我们只能把周五安排作为共同的假期——这样周五就成了交通拥挤的日子，总体上说这时周五休息还不如在周三休息。路上又出现了拥堵，高尔夫球场或滑雪场排着长队，开门的商场不多，购物也不划算；我们一起把周五这一休息时光给破坏了。我们在周五出现的拥堵就好像公共牧场一样，是随意做出我们每个个体的独立选择的结果。

每个人都希望生态平衡，希望有更高的集体理性，希望有一个目的性的进化过程。但是这并没有使错开高峰期这样的事情起任何作用，这实际上根本不受政府影响。我们似乎不能把二月的每一周设成不同地区庆祝华盛顿生日的日子，以使这一天的飞机航线和高速公路的旅行比滑雪场运行得更平稳。

当然，我们应该感谢上帝至少赐予了我们统一夏令时的能力。



注释


[8]
 根据鲁塞尔·L·亚当斯(Russell L.Adams)在《伟大的黑人,过去与现在》(Great Negroes,Past andPresent)(California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acramento,1973)中的记载,格雷特·A·摩根(Garrett A.Morgan)在1923年发明了“自动的禁行标志”，并将专利权以40 0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通用电气。


社会契约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曾经报道过波士顿东南高速公路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如果早上向南的线路上发生了一起反常的或严重的交通事故，那么向北的道路上的汽车车速比发生事故的道路上的汽车车速下降得还多。因为人们会纷纷减慢车速，想看看车道另一边发生了什么。好奇心在这里起到了瓶颈的作用。甚至一个晚了10分钟到达事故现场的司机可能会感觉他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即使他眼前的道路已经没有拥堵了，但如果没看上一眼，他会不甘心的。

最后大多数司机为了看10秒钟事故现场而多花了10分钟的开车时间。（更可笑的是，现场可能已经被清理干净了，他们仅仅因为前面的人可能在看什么，而觉得好奇，于是放慢车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一些本来可以快速通过的司机，可能出于好奇停留了一会儿；多数司机凭借多年的开车经验，知道当他们到达现场时，他们看一下大约要耽误10秒钟的开车时间。然而当他们到达出事现场的时候，10分钟的延误已经是沉没成本了；而他们仅花了10秒钟匆匆看了一眼。在他后面慢慢爬行的几十辆车上，所有人也额外多花了10秒钟时间。

每个人都花了10分钟时间看了一眼，但是他们为自己花了10秒钟，却为前面司机的好奇心多花了9分50秒。

这真是不划算。

更正确地说，这个不好的结果是因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作为一个整体，司机们绝对会做出的选择是不损失这么多时间，如果每个人少看这10秒钟，那么每个人都能在高速路上节约10分钟。然而因为不存在组织协调，他们都受一种分散记账体系的约束，在这种体系下，司机对他后边的人造成的损失并不在意。

仅仅因为从某个回城的货车顶上掉下了一个床垫子，周日下午从好望角回来的汽车被耽误了超过一英里距离的时间，在路上缓慢爬行。没有人知道有几百辆车在一英里之前就开始减速，5分钟后才到达这个遗失的床垫那里，等待交通畅通，并且在恢复速度之前还逡巡了半天。最后可能有人把车停在床垫子前边的紧急停车区，走下车把它挪开了。如果没人这样做的话，没准这个床垫子到下个周日还在那里放着。

这里同样不存在讨价还价。在没有司机愿意做这样的好事的情况下——在炎热的高速公路上带着一群饥肠辘辘的孩子的人，是没有这样一种心态的——某个人必定是被选定做此事，或加以补偿后才做此事。挪开这个床垫对于已经开过去了的司机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并且开过去之前也没有人会去挪开这个床垫。

如果有人在高空直升机上看到了这一情况，他可能会建议后面的100辆车在他们经过那个挪开了床垫的人的时候，每位司机从右车窗给他扔下10美元。这实际上等于将清理了的公路的产权给予了清理人，使清理公路的这个人的投资有所回报，并使后面的消费者都能受益。但是长长的车队的共同点只是他们的路程一样，在他们通过床垫时无法进行声音交流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动态集体会议的情况下，他们无法进行合作。因此我们只能感谢那些时常会出现的个体记账系统，其中会有人认为不计名利地做好事是值得的。

东南高速公路上的好奇心和通过床垫堵塞路段之后的归心似箭，都说明了有关个人决策和集体利益的一种普遍情况。人们做什么事情或不做什么事情，都会从正面或负面影响着其他人。在没有适当组织的情况下，个人行为产生的后果可能是相当不令人满意的。人们很容易就此谴责“人性”；但是，如果承认多数人对自己的事情比对别人的事情更关心，而且多数人对自己的事情也比对别人的事情更了解，我们就会发现人性本身不如社会组织更重要。这些问题常常可以得到解决，而解决的方法取决于一种人为设计的组织或是自发产生的组织，一个长期组织或者一个临时组织，一个自愿的组织或者一个强制性组织。

在一种情况下——即停下来看看事故现场的情况——问题是要使人们放弃做那些需要别人承担成本的事情。在另一种情况下——即把床垫子从路上拉开——问题是需要某个人麻烦他自己来做这件对他自己毫无好处但是对其他人非常有利的事情。

这两个例子的另一个区别是，第一种情况涉及了所有人，而第二种情况只涉及某个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挪垫子行为反转过来，使它成为一种由于不小心而伤害他人的行为，而不是出于自身利益做出的善良行为。那个绑床垫子的人可能考虑到了如果绑得太随便的话床垫子可能会遗失，但是他不可能考虑到有上千个家庭也许因为他没有绑好床垫子而耽误了回家时间。所以，我们也可以抛开司机们那莫名其妙的好奇心不谈，而去假设人们都在正常驾驶，且考虑着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并不急迫，但是他们后面的某个人可能会有急事在身，事实上也可能有很多司机都着急赶路。如果要这个不紧不慢的司机加快速度，或者选择另外一条路，可能需要花费大家的时间，甚至金钱。可是他自己并不觉得做错了什么，他可能甚至还认为那些想要赶路的司机应该为他让路的行为付给一定的报酬。如果没有组织化的沟通，他可能根本就不会意识到后面的人有多着急，而且也不在意后面的人有多着急。

社会组织的很大一部分——也就是我们之所以称之为社会的那部分——就是一些制度性安排，这些制度性安排可以克服个人所感受到的利益与某些更大的集体利益之间的偏差。有些社会组织是市场导向的——所有权、合同、损坏赔偿诉讼、专利权和版权、期票、租赁合同以及各种通信系统和信息系统，等等。有些社会组织和政府有关——用以提供公共服务的税收、对人的保护、气象局（如果气象信息不能成为市场商品的话）、单行街道、禁止乱扔垃圾的法令、在向南的线路上的事故现场清理人员和在向北的线路上指挥交通的警察，等等。更多的社会组织是选择性组织——如工会、俱乐部、社区等——它们可以建立一些激励性机制和制度来帮助人们做一些个人无法完成但集体可以做的事情。道德可以取代市场和法规促使我们有时候凭良知做事，但是从长期来看，人们只有在肯定能够得到互惠的情况下才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在个人独立行为动机与集体行为之间通常存在的偏差。考虑一下夏天的限电措施。我们总是被告知说，如果我们在盛夏时不限制用电量，系统可能会超负荷，后果将不堪设想，如出现突然断电或持续电力不足以及其他无法预计的后果。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水资源短缺的警告，水龙头漏水是水资源浪费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都被要求使用新型节水装置。只要我们的多数人（即使不是所有人）都形成顺手关灯的习惯，或者减少一些对空调的使用，修好家里漏水的龙头，让家里的草坪变得更黄些，让自家的车更脏些，从而降低一点对公共用水和公用电力的需求，那么毫无疑问的是，我们都会从中获益匪浅。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遭受到更严重或更不可预期的结果——在用量超过负荷，或不得不实施某种糟糕的紧急配给制度时，空调可能会在最热的那天因为断电而无法工作，所有的电灯可能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熄灭。

但是把我的空调开小点，或者在我离开房间的五分钟内关掉电灯，以及修好我家里漏水的龙头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我需要的电力或水力能源不过是很小一部分，而当把我的行为所造成的微小差别乘以受此影响的人数时，我自己的行为对成本的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

在家里我们通常在周五晚上简单地冲个澡，以节省热水，而不是自己先洗澡，并恨不得把热水用光。这是因为我们会相互照顾家人，或不得不假装我们相互关照，或我们可以相互观察，并给每个人的洗澡时间计时。但是要照顾其他人或被其他人照顾则要难得多，如那些我不浇草坪他就可以更有效地洗车的人或那些我不洗车就能使草坪更绿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一个强制性的社会契约。如果别人都遵守这个契约，我也会遵守；所有人都采取合作行为而不是各自为政，我个人的福利就能够得到改进。就好像在紧急情况时一样，美德和榜样的感召往往使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恪守共同的黄金准则。对集体具备认同感，并且相信别人也与我们一样。我们愿意面对当前的问题，并且为这种美德与集体感到骄傲。许多社会道德实际上就是一种行为准则，如果人们都遵守这种准则，这种行为就是值得称道的。（尽管个人可能不能从遵守行为准则中获得好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令人鼓舞的英雄主义；如果需要做的事情非常麻烦费事；如果人们与其他通过水管相联系的大多数人没有集体感觉；如果人们坐在房间里需要不时调整空调的温度，或者需要不时地出去检查一下水龙头是否需要维修；尤其是如果人们怀疑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遵守这些规则，多数人就会三心二意，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这样做。当他们看见水龙头在淅淅沥沥地滴水，直到没有水流出，或者看到尽管一再号召人们少用空调，电力短缺问题却还是没有解决，那么甚至连那些不情不愿的行动都会被放弃。

当人们晚上走到房子后院，竖起耳朵，听到夜色中其他人家的浇水装置滴滴答答的漏水声时，心中的不满就会更强烈。因此，他可能会一边谴责缺乏强制性的节水措施，一边把自己家的浇水装置也打开了，从而使大家共同违反规定。

人们一边谴责他人，一边自己重复同样的行为，这对他来说并不矛盾。他希望执行强制性措施，但是如果没有执行这样的措施，他会浇自己家的草坪，特别是其他人都这样做的时候，他对为其他人做好事不感兴趣，而这些是他根本不认识的人，他不希望因此而使自己的草坪枯萎；但是他愿意遵守社会契约，如果别人都能不灌溉自己的草坪，他也能不灌溉草坪，这样他们在淋浴、使用洗衣机、冲厕所和用水池的时候都能少受到一些限制。

然而，困难就在于如何使这种社会契约固定下来。能在每天用水的最高峰时候调节快慢的水表，以及将每周的用水费率或用水配给量在每个夏天都公之于众，将无疑会有助于人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豪华的水表很昂贵，而且用水费率的不断变化，不仅会带来麻烦而且难以监控；大家庭通常要洗一大堆脏衣服，他们会抱怨配给的水费太高，而没有小孩的家庭还可以用水来洗新买的车。在我们还来不及设计并公布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时，潮湿而阴冷的秋天已经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制定一套规则以强制性地在某些公路上使用雪地防滑轮胎，以防在早到的暴风雪突袭时，因为我的车在上坡时滑向路边，而使后面的所有车都受阻，从而造成交通混乱的情况出现。我可能会为了等圣诞节后的大减价而迟迟不把我的车换上雪地防滑轮胎，这等于是我在用我的晚餐时间和轮胎的价格进行赌博。

有时候只要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就能够解决问题。如果用电负荷只超出不多的几个百分点，有一半人可能就会执行自愿的用电限制，从而避免断电情况的出现。另一半人不进行自我限制，这会使我们感到非常气愤，更让人气愤的是这另一半人因为电力紧张而造成的忧虑心情刚刚消失，他们就开始放松警惕，大手大脚，把所有的灯都开着，因为他们知道，为了避免断电，我们关掉了我们的电扇。尽管如此，即使我们不对这样的行为处以重罚，而让我们当中的一半人承担全部责任，这样的契约仍然可以称为一个好的契约。“免费搭车者”比我们获得了更大的福利改善，但是对于采取合作行动的一半人来说，我们也获得了福利改善，因为我们自己减少了所用电力。

然而，有时候只有几乎所有人都参与行动才能够解决问题。我们首都的垃圾桶上都写着“乱扔垃圾可耻”，但是真正破坏公园和马路的是开始的垃圾，多十倍的垃圾会使环境变得糟糕，但不是十倍的糟糕。只要一辆割草机就足以破坏周日宁静的早晨，使宁静的社区像喧闹的工厂一样。确实，一旦第一个人大胆开动他3.5马力的割草机并破坏了周日的宁静，其他的邻居也会纷纷开动他们的机器，因为他们相信没有人会谴责他们，因为很明显，仅仅关掉其中任何一台机器根本不足以提供一个宁静的周日。

道德和善良可能会起作用，无论合作性行为的技术是什么——是否所有乱扔的垃圾都破坏了环境，或者只是一开始的几件垃圾破坏了所有的环境——那些愿意与其他人一样恪守职责的人们，那些愿意遵守共同社会公德的人们，还有一些像其他人一样拥有共同的自私特性的人们，他们不能容忍甚至不愿意提到有些人违背社会契约，背弃社会公德，不能容忍有人嘲笑那些尽量减少往河水里抛洒剩余洗衣粉的人，或者嘲笑那些把落叶扫走而不是一烧了之的人。

尽管如此，有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共同的社会契约中获得福利改进。有些人得到的多，而有些人得到的少，有的甚至不能弥补他遵守社会契约而放弃的东西。关掉空调，以使电灯和重要的家用电器正常工作这样的协议对于那些对花粉过敏的男人或女人来说，就不是一个好交易，因为他们宁愿在黑暗中有一个干鼻子，也不愿意在灯光下不停地打喷嚏。禁止人们在室外使用水尽管有点不近人情，但是对多数人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对以浇洒他们的花园为乐的夫妻就无法接受这样的条款。在出了事故的高速公路上警察突然出来维持秩序，宣布所有的车都应全速前进不允许滞留，这对于那些本来还要缓慢爬行一英里才可能到达事故现场的人来说自然是一个很好的消息，然而那些已经缓慢爬行了十分钟而且马上可以看到事故现场的司机们可能就会不高兴了。如果十分钟前宣布这个消息他们都不会生气，但是十分钟前他们前面的有些司机就会不高兴。

如果参与社会契约需要一致同意，那么为了所有人都能参与，可能需要对那些收益不能弥补成本的参与者进行补偿。不过，补偿会使这项社会契约变得更加复杂，当那对爱好花园的夫妻在得知他们的花枯萎后可以得到补偿时，他们的邻居就可以知道他们究竟有多热爱他们的花园。

在经济学中，与这种一般现象最相似的情况涉及某些缺乏供给弹性的稀缺资源和商品，它们对所有人都是自由供应的，直到供给被用完为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美洲水牛，内战结束的时候还有2 000万头或3 000万头美洲水牛在密西西比河西边的草原上徜徉。野牛肉当时还没有在市场上销售，而且铁路运输还不能把鲜活动物直接送达美国西部。因水牛舌头味道非常鲜美，价格也很高，故在几年的时间里，水牛舌的买卖都很兴旺，最后留下了成千上万吨没有舌头的腐烂牛肉。后来水牛皮又成了抢手货，这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在大约六年内200亿磅的水牛变成了腐尸。当时，货运火车为了回避腐烂的水牛尸体散发出来的臭味都绕道而行；地上每增加5磅水牛肉，就有人从水牛皮的买卖中获得1美分的利润。15年后，牛肉可以销售了，在任何利息水平上，鲜牛肉销售都可以带来更多的收益。但是，这对过去一天宰杀50头水牛的猎户来说，没有任何好处。他不可能宣称对一头水牛拥有产权，并拥有在15年后出售它的后代的权力。

鲸鱼和电力，水牛和供水，都是这个社会的稀缺品，但是只要还存在，它们对于个人来说就是“免费”的。从小的方面来说，如果6个商人进餐时要求侍者将所有费用都写在一张支票上，这种现象就会发生。他们为什么会为了集体节约6美元而吃汉堡，而如果点牛排，点菜者只要多付出1美元？若宴会提供免费饮料，人们往往会喝得更多，而每个人的花销是在最后来计算的；相比于他们能支付的来说，这种方式通常能使人们消费得更多，而宴会通常也会推荐这种方式。但是，俱乐部经理将告诉人们，每个月的饮食开销只需要所有成员平均分摊，这将是毫无道理的。


第4章 分类与融合：种族与性别

可以根据多种方式和方法区分人们。人们会因性别、年龄、收入、语言、宗教信仰、肤色、个人偏好以及由历史偶然性所决定的地域位置而被分隔成不同类别。有些分隔是来自于组织的活动；有些分隔则是人为的故意安排；有些分隔是由带有某种偏好色彩的个体选择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有些分隔是由于特殊化的交流方式所决定的，比如语言；而有些分隔则是另外一些分隔模式的结果，比如居住地与工作地点和交通工具密切相关。

假设黑人不允许白人参加他们的宗教活动，或者白人不允许黑人参加他们的宗教活动，这将会导致分隔，而这种分隔可能是相互的，也有可能是单方面的。如果黑人恰好是基督教新教徒，而白人恰好是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徒，那么不管他们愿意与否，这两种不同肤色的教徒都会在礼拜天早上分开。如果黑人觉得与相同肤色的人在一起比较融洽而选择去黑人的教堂做礼拜，而白人出于同样的原因都去白人的教堂，那么这种不受指导的个人自愿的选择将会导致分隔。另外，如果教堂的公布栏是人们公布租房信息的地方，那么黑人和白人将分别只从相同肤色的人那里租住房屋，因为他们的沟通系统与教堂相关，而后者又与肤色相关。

大学教授们也因相同的机理而被分隔。大学可能拥有只供本校教职员工使用的住房，教授们依据各自的收入情况选择住房条件。住房以不同的价位被分成不同的群落，而教授们也以不同的收入情况被分成不同的群落。有些教授偏爱比较学术化的居住环境，教授密度的差别都会使他们趋向集中，并增加当地的密度，使这些地方的学术氛围更浓厚，并吸引更多的教授。那些寻找心仪住所的教授们从同事及其配偶那里了解不同类别的住房，而他们想了解的住房自然也是教授们密集居住的地方。

相似性到此为止，没有人会试图建立一个委员会以将学者们分开。教授们不会去怀念那些在住房选择上与自己并不一致的同事们；他们也不太会被与自己同住在一个社区内的教授们所注意；而且虽然他们从比例上看比较集中，但是通常还是属于社区内的少数派。虽然他们确实会远离那些他们不喜欢的而又住在一起的人，但是他们往往更注意到自己身居何处，而不去关注他们并不居住的地方。他们的积极选择与其说是一种分隔，不如说是一种聚集，尽管从选择的结果来看，两者并没有太大区别。

本章即致力于研究由歧视性的(discriminatory)个体行为所导致的分隔——或称其为分离(separation)、分类(sorting)。我在此处所提到的“歧视”，反映的是对性别、年龄、宗教信仰或肤色或任何其他组成分隔基础的因素的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认知，它是影响在何处居住、与谁同席而坐、选择或避免何种职业、与谁合作以及与谁交谈等行为的一种认知。本章将研究导致集体(collective)分隔的个体(individual)的行为动机和个体对差异的感知。本章还将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能从实际上的集体分隔中导出关于个人偏好、个人偏好的强弱，以及个人偏好影响集体分隔的机理等的推断。

这里主要研究在美国由“肤色”所引起的分隔。这种分析虽然显得有点大而不当，但是有关任何一种特征的两种划分都可以构成一种分类，比如白人和黑人、男孩和女孩、军官和士兵、学生与教职员工，等等。本章的分析只需要这样一种两重的、详尽的和易于区分的分类。（当然，肤色既不是一种一分为二的分类标准，也不是一种一维的分类标准，但是从传统分类法来看，这种分类基本上是一种“一分为二”的方法，即使在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中也是如此。）

至少有两类分隔过程不在这一章的讨论范围内。一类是有组织的行为过程——合法的或不合法的、强制的或排外的、微妙的或明目张胆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善意的或恶意的、追求道义的或是追求实惠的。另外一类是在很大程度上而又并非完全地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过程，比如在哪里工作、居住、餐饮和休闲、与什么人相知相交、与什么人约会以及与什么人一起上学，穷人与富人分隔、受教育不多的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分隔、无技巧的人与有技巧的人分隔、穿一般衣着的人与穿戴良好的人分隔。很明显，肤色与收入相关，而收入与住所相关，因此，即使在对住所的选择上不受肤色影响，也不受某种有组织的歧视行为的影响，白人和黑人的住所也不可能是随机的自由分布。

要想将“个体驱动”的分隔与有组织的分隔或由经济因素所引致的分隔区别开来并非易事。习俗和传统可以替代组织的分隔作用，对惩罚的恐惧会强迫人们的行为，不管这种恐惧是否合理，或者恐惧是否是一致的共谋，或是来自别人授意的。共同的预期将会导致协调一致的行为。

由经济因素引致的分隔也一样与歧视行为相关联。选择居住社区即选择邻居。比如说，选择一个拥有良好教育环境的居住社区，即选择了想送孩子上好学校的邻居们。即使是在做经济决策时，人们也可能依赖歧视肤色的信息，即相信较深肤色的人群平均来说比较浅肤色的人群要贫穷，人们可能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将肤色作为判断贫富水平的指标，或者相信其他人也会将肤色作为判断贫富的指标。

由于诸多原因，个体驱动的、由集体实施的和由经济因素引致的分隔并非泾渭分明的分隔方式。同时，它们也并不代表分隔的所有机理。单独的或者专业化的沟通交流方式——尤其是不同的语言——能产生强大的分隔作用，尽管语言与上述三种分隔方式共同起作用，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它的确是一种不同的分隔方式。


个体激励和集体性的结果

经济学家们都知道，某些系统通常会产生个体既不想要也无意识的集体结果，有时这些结果没有明显对应的个体行为。由商业银行制造的货币就是一个例子，由个体的储蓄行为所导致的经济萧条或通货膨胀也是一个例子。

生物进化导致了大量的分类和分离，但与此同时，微小生物之间的交配、繁殖和生息也带来了生物物种的分隔、地域的分离以及物种的灭绝。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第二语言的存在或消亡即是这样一种现象。它虽然受政策法令和学校课程安排的影响，但是并不是有意识的集体选择的结果。

正如本书第1章所云，恋爱和婚姻纯属个体的行为，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但是，它们形成的基因后果却具有根本性的集体性。法律和教会也许会限制我们对恋爱和婚姻的选择，某种传统习俗上的分隔更是势力强大，但是除了皇室的婚姻以外，很少婚姻是基因计划的一部分。倘若一个矮个子男士娶了一位高挑的小姐，或者一位金发碧眼的小姐嫁给了一位肤色黝黑的小伙子，他们的初衷肯定不是为了增加基因的随机性或者是改变人口中的某些频率分布。

一些分隔现象和个体选择的动态过程一样复杂。有人或许会猜想，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将人们以某种形式分开，而这种形式既不是人们的预见，也不是人们的设想，它只是符合某种一致的意见、集体偏好或者公众意愿。但是我们从经济学的知识中知道，很多宏观现象，比如经济萧条或通货膨胀，并不反映任何公众对于更低收入水平或者更高价格水平的一致渴求。这个道理对于银行破产或者市场滑坡现象同样适用。小储户的“心思”与他们是否导致经济萧条几乎毫无瓜葛。在一个分隔的社会里，广大人民的心思、动机和习惯跟他们作为一个集体所造成的巨大后果之间并不一定有必然联系。

对集体分隔的社会有效性加以怀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中每个人的选择范围通常都很狭窄。依据对美国几乎所有大都市的人口统计，很容易找到都是白人或者基本上都是白人的居民区，以及全是黑人或者几乎全是黑人的居民区，但是却很难找到那些白人或黑人都占不到（譬如说）3/4的居民区。如果对一个地区每十年的人口分布进行一次比较就会发现，很少有地区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种族融合，以使一对夫妇能够安心地供完住房款或者让他们的孩子们一直上完中学。


一些数量限制

计算一个社区或者棒球队中白人和黑人的人数，并不能告诉我们他们之间相处得怎么样。但是它仍然能传达一些信息，尤其是当这些人数和比例能影响到迁入或迁出这个社区的人的时候，或者影响到这个棒球队招募的新队员的时候。对于数量分析，类似于经济学上的收支平衡表，我们需要一些逻辑意义上的限制。（作为逻辑意义上的限制条件，除非人们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它们，它们本身都并不包含任何新的信息。）

关于混合在一起的两个群体的最简单的逻辑限制是，在给定的边界限制内，并非两个群体都能够有数字上的优势。对于整个群体来说，二者的数字比例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对于某一个地区而言，比如在一个城市、一个社区、一个教堂、一个学校或者一个餐馆，白人或黑人二者都可以占大多数。但是如果二者都想在局部占大多数，那就只有一种混合结果可以使他们都满意：完全的隔离。

如果放宽这一限制条件，即如果白人要求至少占人口的3/4，而黑人要求至少占人口的1/3，那么这种人口分布就是不可行的；如果白人要求至少占人口的2/3，而黑人要求不少于人口的1/5，那么就会存在一系列的组合满足这些条件，而且如果总体的人口比例不在这些分布内，那么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存在于这样的组合之中。

在空间分布中，比如邻里社区或者医院的病房，每个人都和别人毗邻。在一个社区中，可能有10%的白人或黑人，但是假设你左右两边都有邻居，那么相反肤色的最小比率是50%。如果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划定“边界”，那么就会使每个人都处于一个少数派中：在共进晚餐时，男士和女士相间而坐，从局部来看，每个人都以2∶1的比例被异性的人超过，但是如果他把对象范围扩展到两边的第二个人的话，他就成为占3/5的多数性别中的一员了。


分离的机制

对比例和混合的简单数学运算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结果具有逻辑上的可能性，但是并不能说明导致某种结果的行为。为了理解何种分离或联合有可能由个体选择引起，我们很有必要弄明白形成不同分隔或者组合的过程。我们必须研究清楚个人动机，以及由这种动机所引起的行为，尤其是要研究组成社会的个人是如何相互影响各自的选择，以及如何对彼此的存在做出反应的。

白人和黑人，或是男孩和女孩，可能由于很多不同的动因或者标准而分离。可能仅仅因为白人就喜欢跟白人在一起，而黑人就喜欢和黑人在一起。换句话说，白人可能只是想刻意避免和黑人在一起，而黑人则刻意避免和白人在一起。白人可能喜欢和白人在一起上班，而黑人则并不在乎这一点。白人可能喜欢和白人在一起，黑人也喜欢和黑人在一起，但是如果白人能够在黑人无能力跟从的地方生活、饮食和交往，那么分离也会出现。

白人和黑人可能都不介意对方的存在，也可能都更希望融合，但是会尽可能使自己不变成少数派(minority)。除非是严格的50%对50%的情况，否则就没有一种组合可以自我持续下去，因为它们都会有一个少数派，而且一旦少数派出现分离，完全分离就会产生。如果白人和黑人都能忍受处在少数派的状态，但是为这种少数派的比例设定了下限，比如说25%，那么一个群体中的任何一派一开始所占的比重如果介于25%和75%之间，那这种人群构成将能持续下去；如果少数派一开始所占的比重小于25%或多数派所占的比重大于75%，那么这个群体中的少数派将会逐渐消失，直至最后成为单一肤色群体。而这些离去的人群在加入他们作为多数派的人群之后，将会增加这个新的群体的多数派比例，从而会使另外一种肤色的人离开。

很显然，如果一个群体中对于能够忍受少数派的比例的心理底线更低一些，或者一开始就已经形成了彻底的分离，那么就不会有人离开自己所属的群体。这时彻底的分离将是一种稳态均衡。


分类和争先恐后

在道奇镇（道奇附属俱乐部春季集训所在地）的美国二级职业棒球队员采用自助形式就餐。“队员们可以随意入座”，总经理说，“我们是有意这样设计的，如果一个白人队员不想和别的肤色的队员坐在一起吃饭，他可以出去自己买饭吃。这样做迄今还没有出现任何麻烦。”
[9]



一级职业棒球队员们在就餐时并不一定要在指定位置就座；尽管白人和黑人混合而坐的桌子也不少见，但也并不是必须要这样做。如果我们假定一级和二级职业棒球队对于种族的态度差别不大，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餐厅里的种族倾向还是存在的，不过这种倾向弱于就近就餐的倾向。

事实上，还存在另外一种选择：白人和黑人运动员也可以在排队就餐的时候，就站在与自己肤色相近的队员旁边，这样在他们端起盘子入座以后，就会“无意”中跟与自己肤色相近的队员坐在一起了。但是很显然他们没有这样做。试想一下，如果他们要这样做的话，那就必须设定一种排队方法。也许我们可以依此得出结论，尽管对肤色的偏好可能会使队员们在就餐时分隔开来成为一般规则，但是其力量还不至于强大到使队员们在拿到饭前就愿意花费精力来接近与自己肤色一致的人。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即队员们会预先制止就餐时插队的行为，以使其不能成为一种寻找座位的手段。

不过，即使是二级棒球职业运动员们也应该提前几码就知道，是否前扑就可以把球队的比分提高。很难想象，如果一群队员们想坐在一起就餐的话，他们不会想到在排队前就聚集到一起；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因肤色而导致的分离。

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些假设。一种是队员们消除对肤色的敏感，随意就座；另外一种选择是，队员们可以忽略、接受甚至喜欢不同肤色的人混合而坐，但是当一个圆桌上的某种肤色过于一边倒时，他们会变得不舒服，或者会认为同桌的队员们不舒服。在一个有6个白人或是黑人在座的桌子旁就座本来是一件很随意的事情，但是如果新来的第7个人跟他们的肤色不一样的话，这种差异就会使每个人心中产生一种异样的自我认知，因而，会打破餐桌上融洽的气氛，从而形成彻底的和持久的分隔。

举办鸡尾酒会的女主人们肯定熟悉这样的尴尬局面。在酒会上，先生们和女士们随意地站在大厅里对话，气氛很友好，但是如果某种随机的原因，或者可能由于一些男士或女士在某个专门话题上聊得太久，就会形成男士或女士分别扎堆的现象。这样，选择性活动就会导致类似于道奇职业棒球队餐厅就餐那样的鸡尾酒会。有经验的女主人掌握了类似于二级职业棒球队员餐厅排队的规则：她们会让不同性别的来宾在餐桌上轮流就座，或者牵着来宾的手臂以使他们在酒会上来回走动，或是为来宾们沏上咖啡，让他们自助取走，从而打破这种性别分隔。

不过有时候事情恰恰相反。在飞机上和其他封闭的公共场合，将瘾君子和不吸烟者分隔开来是一件好事；出于安全考虑，将游泳者和冲浪者分隔开来通常是很有必要的；在公路上，让行驶速度较慢的机动车靠右边行驶也是很有必要的。这样的二分法很多是不对称的：抽雪茄的人很少影响到不抽烟的人；冲浪者不希望自己的甲板撞到别人的头上，而有的人则更不希望如此；在公路上，当一辆慢速行驶的卡车超车时，这辆卡车的司机对于他后面的车的认识，肯定不如后面的车的司机对于他的车的认识。不同的人行为方式也不同：冲浪者们喜欢挤在一起，并在没有规章制度约束的情况下一起冲浪；冲浪爱好者喜欢分散性的和运动性的运动；而且很少能跟游泳爱好者分享水域。

这些分离、分隔、共享、混合、分散甚至追逐等过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尽管这些过程的后果是总体性的，但是对它们的决策却是完完全全由个人做出的。那些尽量避开冲浪运动员聚集的海滩的游泳者们，以及那些聚集在冲浪滑板数量较多的地方的冲浪者们，对环境会作出个体反应，而环境又是由那些做出同样反应的个人组成的。这种结果可能是无意识的，甚至是不被觉察的。不吸烟的人们可能会聚集在列车上较少有人吸烟的车厢；当这些车厢变得比较拥挤时，那些瘾君子就会选择到人较少的车厢吸烟，不管他们是否注意到，也不管他们是否喜欢，他们会发现他们在一个不太拥挤的地方，集体吞云吐雾。

更为重要的现象当属对于居所的选择以及其他诸如职业选择、城市之间的迁徙、学校和教堂等相关选择，在这里，分离和组合涉及具有持久影响的关系。那些在道奇镇就餐的二级职业棒球队员们，他们没有像在自助餐厅排队那样的机制来选择他所居住的家庭住址；即使他们的住所是随机分布的，他们中的白人和黑人也不会随机地混住在一个住宅区中，因为这种混住的居民区很少存在，而且对于白人或是黑人而言，他们对于住房的选择一般情况下也是要么在白人区，要么在黑人区——除非连这样的选择权都被限制。

要从那些集体选择现象中得出驱使个人做出各种决定的动机是什么，以及这些动机有多强，并非易事。飞机上的瘾君子也许并不知道坐在他前排的乘客对烟草味很敏感；滑水者可能很愿意呆在离岸四百码的海面滑水，如果不用给其他滑水者留出最佳滑道的话。在鸡尾酒会上的先生们和女士们可能也厌倦了在同一性别的人群里扎堆，他们都希望女主人能将这种僵局打破，但是如果没人组织，任何人都不能做什么。那些喜欢在英语和法语双语环境下工作的人士，如果发现自己所说的语言正好是某个工作环境中较少使用的语言时，他们会感到很不自在；而他们一旦有了抽身而出的念头，就会恶化这种情形，使自己最后不得不离开这个工作环境。

如果人们经常会做出“极端化”的选择，比如选择一个都是白人或者都是黑人的居住社区，选择一个都讲法语或者只讲英语的俱乐部，选择一个很少白人或者很少黑人的学校，等等，而经常以这样的方式进行选择又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极端特性。他们这样做并不表明他们喜欢被分隔，而只是因为在分隔已经存在的前提下，人们只能在非此即彼的人群中做出选择。人们更喜欢跟与自己相似的人而不是不相似的人在一起。

这种选择的机制并不都是让人一目了然的。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连锁反应、被夸大的感知、滞后的反应、对未来的预测以及或成功或失败的组织力量。三个具有同一特征的人可能会单方面解除房租合约、搬出公寓而没人察觉；但是如果他们在同一星期搬出来，那么就会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加以评论。社区里的其他居民就会很警觉地注意看看是白人、黑人、老年人，还是有小孩的家庭或无小孩的家庭在搬走，从而形成他们认为他们预知过的少数派状态。

这种少数派的形成过程可能是消极的、系统的或者是无意之中完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可能不是不偏不倚的。如果公司里空缺的职位通过口头方式招聘，或者公寓里的住房都由大楼里住户熟悉的人居住，或者男士们只娶自己认识的女士，而自己只认识讲同一种语言的女士，那么一种带有偏向性的沟通系统就会形成，从而强化某种已经起主导作用的同质性。



注释


[9]
 参见Charles Maher,“The Negro Athlete in America,”The Los Angeles TimesSports Section,1968 03 29。


一个自我形成的邻里模式

有些少数派的形成机制很容易被读者观察到，只要他有半个小时的空闲时间，一卷角币和一卷分币、一个桌面、一大张纸、一种探求科学的精神，或者，即使他缺乏这种精神，但只要有对游戏的热爱精神也可以。

取一卷分币和一卷角币，在这一大张纸上画好格子，每个格子为一平方英寸的小正方形，最好是每一个正方形至少和棋盘的格子一样大（8行8列，划分出64个小正方形），然后找出一种随机选择方格的方法。我们可以将一些一分硬币和一角硬币放入其中的方格中，并假设这些一分硬币和一角硬币分别代表两种同质的人群：男人和女人、黑人和白人、说法语者和说英语者、军官和士兵、学生和教职员工、冲浪者和游泳者、衣冠楚楚者和衣着不整者，或者是任意一种二分法分出来的完全易于辨认的人群。我们可以将它们随机摆放或是按照预想的方式摆放在方格中。我们也可以拿同样多的一分硬币和一角硬币，或者让其中一种数量较多而另外一种数量较少。我们也可以设定各种不同的对单个硬币的摆放规则。

比方说，我们可以假定，每一个一角硬币都希望摆在它旁边的至少有一半也是一角硬币，而每一个一分硬币都希望摆在它旁边的至少有1/3也是一分硬币，如果任何一个一角硬币和一分硬币旁边的“邻居”不满足这两个规则，就将这些“邻居”拿走。这样，我们按照这个规则进行排列和摆放，拿走不合格的，进行重新摆放，直到最后在棋盘上的所有硬币都符合规则，这时让我们来看一下结果会是什么样。（当然，最终结果不会出现，那就观察一下我们的假设带来了什么样的无休止的动荡或循环往复。）

我们定义，每一个硬币的“邻居”为围绕它的8个硬币，这样，每个硬币都居于一个3×3正方形的中心。这个位于中心的硬币对于自己“邻居”满意或者不满意，取决于它8个“邻居”的“肤色”是否符合前面所讲的规则，当然，有些格子可能是空的。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如果某一枚硬币对自己“邻居”的颜色并不满意，它可以选择就近移到一个没有被其他硬币所占据的、符合它的要求的空缺里面。

至于移动的次序，我们可以让最接近棋盘中央的“不满意”的棋子先移动；或者让棋盘最左上角的硬币先移动，然后再逐步往右下方移动；或者让一角硬币先移动，再让一分硬币移动。我们会发现，通常而言移动硬币的次序并不重要。

然后我们选择一分硬币和一角硬币的比例，这两种颜色可以一样多，也可以是其中一种多而另外一种少。我们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分配这两种硬币：我们可以按照我们想检验的预想的固定方式放置硬币，或者随机地放置硬币。

假设我们有一样多的一分硬币和一角硬币，并且假设它们的要求都很“温和”：它们都只要求1/3以上的“邻居”和自己一样，而“邻居”的数量可以是从0到8的任意一个数。我们的规则的详细说明如下：如果某个硬币只有一个“邻居”，那么这个“邻居”应该和它的颜色一样；如果它有2个“邻居”，其中至少有1个和它一样；如果有3个、4个或者5个“邻居”，那么就应该至少有2个“邻居”和它的颜色一样；如果有6个、7个或者8个“邻居”，那么就应该至少有3个“邻居”和它的颜色一样。

我们最终有可能达成一种使各个硬币都得到“满足”并且有规则地“整合”在一起的排列模式。图4—1给出了其中的一种间隔排列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四个角落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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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在这个图中，除非是移到4个角落去，否则，没有哪个硬币能够移动了，因为除了这四个角落以外已经没有任何空缺的格子。现在我们把这些硬币加以混合，同时把一些硬币拿走，从而使硬币可以动起来。

在这个棋盘上，一共有60个硬币。先任意拿走20个硬币，然后，在这些空缺中任意挑选5个空缺，并随机地将一分硬币或一角硬币放入这5个空缺中去。这样，在这个有64个格子的棋盘上，有45个硬币和19个空缺。在这45枚硬币中，40枚硬币的位置与我们移动20个“邻居”之前所处的位置相同，有5个是新加进去的。图4—2中左边的图显示了这样一种结果。“#”代表的是一角硬币，而“O”代表的是一分硬币。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代表的是说法语者，而“O”代表的是说英语者；或者“#”代表的是黑人，而“O”代表的是白人；或者“#”代表的是男孩，而“O”代表的是女孩；或者任意一种你喜欢的分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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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图4—2中右边的图显示的是对自己的“邻居”不满意的9个硬币：6个“#”和3个“O”，想离开自己的位置。而剩下的硬币现在很满意。整个棋盘上的两种硬币仍然是充分“整合”在一起的，甚至于不满的硬币周围也有一些跟自己一样的硬币，而且在满意的硬币当中大都有异类的“邻居”。这样看来，整个棋盘的格局并没有出现被强烈分隔的现象。在这个阶段，要全部隔离#“邻居”或O“邻居”是很难的，将45枚硬币中的9枚进行重新定位，让它们移动到19个空格中的某一个格子，以求达到使每一枚硬币都满意的效果。

任何一枚移动了位置的硬币都将留下一个可以由其他硬币来填补的空缺。与此同时，任何一枚移动了位置的硬币都会留下一枚或者两枚与它相同的硬币在周围；但这枚硬币移动位置时，它原来的“邻居”就会少一枚与它们相同的硬币作为它的“邻居”，从而可能会引起它们的“不满”。当一枚硬币移动到新的位置之后，都会有与它自己相同的“邻居”，在它自己的邻区增加一个类似于自己的“邻居”，但是也会给它的新“邻居”增加一个不同色的“邻居”。

我并非强烈地建议你亲手用硬币做这个实验。在这里我只能够给你演示一两个实验结果。电脑能为你演示成千上万次实验的结果，试验“邻居”的需求变化，对棋盘上的硬币比例的变化，邻里的变化，等等。不过，无论计算机如何聪明，总是代替不了你亲手做这样的试验，并观察其结果。在一个小时内，你可以重复几次，并试验不同的游戏规则，不同大小和形状的棋盘，而且可以根据需要（如果你把硬币的正反面也当成是硬币的一个特征的话），将角币分成不同的小组，并使它们对其邻里的颜色组成有不同的要求。


连锁反应

这一实验的发人深省之处在于它“没完没了”的过程。每一个选择新环境的人的离开都会对他原来所在的环境和他所进入的新环境产生影响。这是一个连锁反应。这种反应可能会在某个环节很快减弱，但是也有可能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当然，这些结果只是指示性的，因为我们当中很少人会生活在棋盘那样的格子中。）

图4—2所描述的格局所导致的结果如图4—3所示。我之所以说它只是“一个结果”，是因为我还没有对个人迁移的过程作详细的描述。如果读者自己亲自做一下这个实验的话，他也许会得到一个稍微不同的结果，但是一般结构不会相差甚远。图4—4则描述了通过另外一种途径由图4—2演变而来的一种结果，它与图4—3唯一不同的是移动的顺序。只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重复一次这个试验，人们很快就可以得到所期望的结果。如果改变邻里的要求和使用相当于分币两倍的角币，那么得出来的结果将会发生巨大改变；不过对于固定的硬币比例和硬币对邻居的需求，得出来的结果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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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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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图4—3和图4—4中的所有硬币都处在一个满意的状态。相对于图4—2而言，它们被隔离的程度更高了，这并不只是视觉印象。在图4—2中，所有“O”的“O”邻居和“#”邻居基本上一样多，尽管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有3个“O”对自己的“邻居”不满意。对于所有的“#”而言，它们的“#”邻居和“O”邻居比例是1∶1，在棋盘左上角有一片“#”比较集中，还有6个比较松散分布的“#”对自己的邻居不满意。在图4—3的结果中，对于“#”和“O”而言，它们的“相同的邻居”和“不同的邻居”之间的平均比例是2.3∶1，是图4—2中相应比例的2倍，是每一种格子所要求的比例的3倍！图4—4更是将这种隔离效果显示得淋漓尽致。图4—4中“#”和“O”的“相同的邻居”和“不同的邻居”之间的比例是2.8∶1，差不多是图4—2中相应比例的3倍，是每一种棋子所要求的比例的4倍！

另一个有意思的比较是看变化前后“#”和“O”旁边“非同类硬币”的数量。在图4—2中，每一枚硬币旁边都至少有一枚与自己不同的硬币；而在图4—3中，有8枚硬币旁边没有和自己不同的硬币；在图4—4中，有14枚硬币旁边没有和自己不同的硬币。

我们可以从这些练习中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至少可以批驳一些思考，而这些思考本身是基于并不比棋盘更复杂的推理。那些开头就说“不言自明的是……”的陈述，有时可以由极为简单的现实所否定，也就是说，尽管它们可能是对的，但说是“不言自明的”并不确切。我们也可以因此而告诉我们自己，有一些机制会发挥微妙的作用，而且可观察到的总体现象也可能与“原子运动”的规律相符，即使这些运动与它们所决定的总体结果并不严格一致。

也许会有一些更意外的发现。如果我们提高一种硬币对“邻居”的要求，而降低另外一种硬币对“邻居”的要求，那会怎么样呢？图4—5显示了一种典型的结果。在这里，我们将“#”所要求拥有的“邻居”的数量增加一个，将“O”所要求拥有的“邻居”的数量减少一个，与图4—3和图4—4相比，在这样的要求下，“分隔”结果与图4—3和图4—4显示的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人口的分布密度：“O”分布得比较松散，而“#”分布得比较集中。如果读者有兴趣自己拿一些角币和分币来做一些这样的试验，那么就会发现如果两种硬币对“邻居”数量的要求是一样的，但是一种颜色的硬币数量是另外一种颜色的2～3倍，那也会得到与图4—5相似的结果：“少数派”的硬币趋向于分布比较密集。从图4—5我们也许可以得出推论，如果冲浪者对游泳者的介意程度超过了后者对前者的介意程度，那么冲浪者的分布就几乎是完全分散的，而游泳者们则会更紧密地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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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这是“分隔”状态吗？

读者可能会问，是什么样的个人偏好导致从图4—2演变为图4—6的结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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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在图4—6中，对于所有的“#”和“O”而言，在它们的“邻居”中，相同的硬币与不同的硬币之间的比例比3∶1稍高一点；有6个“O”和8个“#”没有跟自己颜色不同的“邻居”。这显然是一种分隔状态；但是，如果按照我的逻辑来思考的话，我们也可能会说这是一种聚集过程，因为给予图4—6中的“#”和“O”的行为规则，就是不管存不存在相反颜色的邻居，每个格子都移动到有三个邻居时为止。这样的一种个人动机与形成图4—3和图4—4所示格局的个人动机是非常不同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们却很难辨认出究竟是什么动机形成了图4—3和图4—4那样的格局，是通过什么过程形成了图4—6那样的分离模式。但是这些动机和过程确实重要！

这种展示给予读者的第一印象可能是——除非读者认为这个问题跟自己无关——令人沮丧的。避免自己成为少数群体的一种良好初衷，却使得接近混杂而居的状态被打破，从而造成了更大程度上的分隔局面。如图4—1所示的一种人为安排的格局，一旦被一种小的随机事件扰动，就会脱离原来稳定的状态，而成为如图4—3、图4—4、图4—5、图4—6所示的分隔状态。而这些状态被证明是能够有效地抵御来自外部的连续扰动的。

然而，对于那些不愿看到分隔的人，尤其是对于那些因为在集体追求分割的过程中而形成了更大的分隔的人来说，希望可能还有。导致分隔的深层次的动机远远比我们所观察到的结果类型要简单。从图4—2中可以看出是什么导致了分隔的产生；后面的图示表明，一旦分隔的过程稳定下来，要恢复到使每个人都满意的“融合”状态有多么难。在图4—2中，只有45个人中的4个人有迁移的动机，如果我们能够劝说他们留在原来的位置上，那么所有的其他硬币也就没有问题。事实上，可能有比较愿意动脑筋的读者会考虑，在图4—2中，也许只需要再给棋盘上增添几枚硬币，或者在棋盘上将原有的硬币做少许的调整，就不会使任何人想要迁移了。比方说，只要将两枚孤零零的“#”放到第三枚孤零零的“#”旁边，那么这三枚“#”就都不再是孤零零的了。不过，第一枚硬币不会移动，除非它能得到保证：第三枚硬币也会跟它移动到一起。在没有协调或者没有任何规章约束的条件下，三枚硬币都会朝着一个更大的相同硬币的聚集地靠拢，并且可能会抛下原来身边孤零零的“邻居”不管，而在它们到达的新聚集地，肯定会使得附近的该种颜色的“邻居”数量超过另一种颜色的“邻居”。


有界邻里模式

现在让我们改变“邻里”的定义，转入另外一个模型。在前面讨论的模型中，“邻里”是从每一“邻居”本身的位置出发来定义的。现在，我们改变一下定义方式，将“邻里”定义为具有共同概念即边界。每一个人要么在这个“邻里”边界内，要么在它外面。每一个人都关心在这个“邻里”范围内的颜色比率，但是并不关心“邻里”的颜色的分布状况。这样，在“邻里”范围内的“居住”即可以被解释为在工作上、办公室、大学、教堂、选区、餐馆或是医院里的一种成员身份或参与。

在这个模型中，每一个人，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愿意住在某一区域内，除非在该区域内的相反肤色的人口比例超过了某一个临界水平。每一个人，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有他自己的心理临界水平（或者称“容忍度”，有时候我这样称呼这一概念）。如果不同肤色的人员的构成比例超过了某个人的临界水平，他就会离开这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在那里，跟他肤色相同的人口比例占了大多数，或者在那里肤色根本就不重要。

我们应该认识到，“容忍度”只是一个相对的测度，对于不同的地点，“容忍度”是不一样的。在某个地方的白人对黑人的“容忍度”可能比不上其他地方的白人，但是可能对其他地方上的黑人的“容忍度”更高。

很显然，黑人和白人对对方的“容忍度”必须是相互协调的，它们之和至少应为100%，否则双方就不可能和谐地共存下去。同样，很显然，如果没有人能够忍受极端的肤色比例的话，那么一个从一开始就由某种肤色的人占据的地点就会永远保持那种极端的状态。除非有相当数量的少数群体达成了共识，并且同时进入到一个不同肤色的人群中，否则没有哪个人愿意单独行动，做出头鸟。

我们可以做一个关于频率分布的实验来考察“容忍度”所导致的结果。（我们不能用真实的频率分布来做实验，因为人口分布依赖于其所在的地区，而我们并不知道所要研究的具体地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观察某个地区内入住的情况或居住情况：是白人，还是黑人，抑或他们混合居住，并要找出能够将这种肤色构成比例的变化跟“容忍度”、初始的职业以及运动的动态过程联系起来的规律。

我们假设，所有人的偏好都是统一的：每个人对自己周围的肤色构成要么并不在乎，要么在乎，这样，就会在心理上存在一个对不同肤色在本地区出现的一个上限，只要不超过这个上限就会使得他能够继续待在这个地方，而不是选择离开。但没有下限。没有人会选择成为所在人群的少数群体，更没有人会因为某个环境中不同特征的人没有好好融合在一起就选择离开。绝对的人口数量并不重要，只有人口比例构成才重要。在这种混合中，也不存在个人的处境：没有人靠近群体的中央，或靠近群体的边界，也没有人有一个紧挨着的“邻居”。

为了研究这个群体的动态性，我们假设，不断有人离开，也有人返回。（有一个限制条件：如果对某一个地区的偏好仅仅是因为在这个地区已经有一些相同特征的人在居住，而且离开这里的成本较高，那么离开这里之后如果再返回，也不能追回离开所带来的成本。）人们离开是因为这里的肤色比例超出了他们的心理底线；而有人要进来是因为这里的肤色比例没有超出他们的心理底线。

我们还假设，信息是完全充分的：每一个人在做出决策时都了解当地的肤色比例。但是人们无法知晓其他人的行为愿望，也无法预计未来该地区的人口周转率。因此，我们还需要做出一个略显模糊的假设，假设有两个对本地区的肤色构成不满的白人，那么不满程度更高些的同时也是“容忍度”更低的那个白人肯定会选择首先离开这里。这样留下来的白人的，“容忍度”肯定高于任何外部的白人；同样，这个推论对于该地区的黑人也成立。“”容忍度最低的白人们首先离开，而“”容忍度最高的白人首先进入，同样的道理对于黑人也成立。

我们最初使用的数据是有关两种肤色人群“容忍度”的累积频率分布。我们可以对不同的分布做实验，不过对于刚开始做的这个实验而言，我们使用的是直线分布。


关于“容忍度”分布的描述

对于白人而言，横轴代表白人的数量，而纵轴则代表白人的“容忍度”，即他们能忍受的黑人对白人的最高比例。假设白人总数为100人，“容忍度”位于中值的白人愿意和同等数量的黑人居住在一起，这意味着，这100个白人里面有50个人能够容忍黑人和白人的比例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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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更高。最能容忍的人能接受的比例为2∶1（也就是说白人愿意成为只占人口1/3的少数群体），而最不能容忍的白人则不希望有任何黑人出现在自己居住的环境内。这样，白人“容忍度”的累积分布就如图4—7左边的曲线所示。它是一条直线，上面的端点代表的是2∶0的“容忍度”，而下面的端点代表的是100个白人组成的一个纯肤色的群体。

假设黑人的“容忍度”分布和白人的完全一样，唯一不同的是黑人的总人口只有50人。

在这种情况下，至少有一部分黑人和一部分白人能够和睦相处。100位白人里面有50位白人愿意和这50位黑人住在一起，尽管这50位黑人并不都愿意和这50位白人住在一起。但是，25位白人和25位黑人能融洽地住在一起。有10位黑人的“容忍度”为1.6∶1，也就是说他们能和16位白人融洽地住在一起；那么差不多80个能够容忍黑白比例为10∶16的白人中的任意16个都能和这10个黑人融洽相处。为了探究能达到融洽混居的所有可能组合，尤其是为了研究不同肤色的人进入或离开该群体的动态过程，我们有必要将“容忍度”的比例转换为绝对数量，并把它们放在同一图表中进行分析。

“容忍度”数据的图形转换

这个转换结果在图4—7中右方的曲线中得到了体现。曲线W是对白人“容忍度”的图形转换结果。对于在横轴上每个白人人数，他们能够容忍的黑人人数，等于他们自己的人数相对应于“容忍度”图表上的数字。50个白人能容忍同等数量的黑人；75个白人能容忍有他们一半的黑人，也就是37.5个黑人；25个白人能容忍有他们1.5倍的黑人，也就是说37.5个黑人；90个白人能容忍有他们1/5的黑人，也就是18个黑人；20个白人能容忍32个黑人；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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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这样，我们就将图4—7中左方的直线容忍度转换成了右方的抛物线。在曲线上，白人数量和其所能容忍的黑人数量建立起了一一对应关系。（经济学家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由累计频率分布图转换成容忍人数数量图的过程，与由需求曲线转换成厂商的总收入曲线的过程是完全一样的。）通过类似的方式，可以将黑人的容忍度转换成其能容忍的白人人数，从而得出一条较小的曲线，得到了图4—7中右面的开口朝向纵轴的曲线。

在图4—7中右方的两条曲线覆盖区域的交叉部分中的任意一点，代表了一种可以和睦共处的白人和黑人的人数组合。在这些组合下，该数量的白人能够容忍该数量的黑人，而该数量的黑人也能够容忍该数量的白人；位于W曲线下方和B曲线右方的所有点，都代表所有白人达到了满意的状态，而并非全部黑人达到了满意状态（有一部分黑人能达到满意的状态，但肯定不是全部）；位于两条曲线之外的任意一点，也就是位于两条曲线右上方的任意一点，代表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没有达到全部满意的状态。两类人中的有些人将会感到不满意。



注释


[10]
 原文为1∶0。


位移的动力

正是位移的动态过程，决定了某个区域最后居住的人群会是什么样的肤色组合。最简单动态过程是：如果在某个区域内居住的白人都对自己的邻里环境很满意，那么区域以外的白人在搬进来之后，也会感到很满意；白人们继续搬进来，只要这个区域内的所有人都感到满意，区域外的人只要搬进来也会感到满意。而如果在区域内一部分白人感到不满意，他们会离开这个区域；他们离开的先后顺序是由他们不满意的程度来决定的，所以留下来的白人肯定是最有“容忍度”的；当留下来的白人数量和黑人数量达到了某个比例时，就再没有人离开了，区域内剩下的所有白人都达到了比较满意的状态。黑人的离开和进入过程也遵循相似的规律。

现在让我们用箭头划出图4—7中各个点的人口变化方向。在曲线W和曲线B重叠的区域，白人和黑人的数量都会增加。在曲线W内部但是在曲线B外部的点，白人会进入这一区域，但是黑人会离开，这个过程反映为该点向右下方运动，直到区域内全部黑人都离开，而且全部白人都进来。在左上方，即曲线B的内部和曲线W的外部，黑人数量会增加，而白人会离开。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所有的白人都离开，以及所有的黑人都进来。在曲线W和曲线B以外的右上方的点，白人和黑人都会选择离开，直到这个点移动到某种肤色的曲线
[11]

 以内，然后，另外一种肤色的人口数量的继续减少会改进在它自身曲线以内的比率状况，那些离开的人会开始返回，而另一种肤色的人口数量会完全降为零。

根据图4—7中的“容忍度”分布，只有两种稳定的均衡：一种只有白人而没有黑人，另一种只有黑人而没有白人。至于究竟会出现哪种均衡，则依赖于初始状态，或者还有白人和黑人的相对运动速度。如果一开始就有一种肤色的人口占了大多数，那么人口分布就会朝着使这种肤色的人口比例达到百分之百的方向运动。如果一开始两种肤色的人口都存在，并很满意，那么白人和黑人中哪一种肤色的人口迁入速度较快，就会导致另外一种肤色的人口开始对“邻里”环境不满意并迁出。如果一开始两种肤色的人口数量都很大，那么两种肤色的人迁出该地区的速度对比就会决定最后哪一种肤色的人对人口构成比例满意，使得人口迁移发生逆转，占据该地区的唯一肤色。

在图4—7中，曲线W和曲线B重叠的区域代表的是白人和黑人都满意的混合状态。但问题是，这种人口组合会吸引外来人口迁入，使得一种或两种肤色的人口增加，之后就只有一种肤色的人口增加，最后会形成某种肤色的人口占主导的局面。此时该地区内的少数不同肤色的人们就会离开，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进一步减少该肤色在该地区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而使得留下来的该肤色的人口中有更多人不满意，于是，他们也会选择离开。就这样，少数派变得更少，最后的累积结果是使他们全部离开。



注释


[11]
 即白人的W曲线或黑人的B曲线。


另外一些容忍度安排

前面讲的情形当然不是唯一的可能。出现的结果依赖于“容忍度”的分布和不同肤色的人口大小。刚才我们所得出的结果并不是因为黑人相对于白人数量较少：假设黑人的人口和白人的一样，我们最后所能得到的结果仍然是单一色的均衡。不过，如果曲线更陡一些，而且两种肤色的人口数量相同，那么，我们将可以得到拥有更大数量的两种肤色人口的稳定混合。

具体地说，“容忍度”位于中值的白人愿意和2.5倍数量的黑人居住在一起，也就是说，白人能够容忍居住在一个白人人口只占大约30%的社区内。假设最有“容忍度”的白人能和5个黑人住在一起，而“容忍度”最低的白人则根本不愿意和黑人住在一起。那么“容忍度”曲线和纵轴相交形成的截距是5。如果黑人的“容忍度”分布与人数和白人的一样的话，那么，由两者“容忍度”曲线转化而成的对等曲线如图4—8所示。

在这个图中，除了在100∶0和0∶100两点形成的稳定均衡之外，在80∶80处也形成一个稳定组合。事实上，在绝大多数初始情况下，通过黑人和白人的迁入和迁出，最后形成的正是这一80∶80的均衡。只要两种肤色的一半以上的人口存在——事实上只要两种肤色稍高于40%即可——黑人和白人的迁入和迁出会使这个社区的人口比例最后变成80∶80的稳定组合。即使是对于两种肤色的初始人口非常少的情况来说，只要初始比例落在图4—8中两条曲线相交的区域内（允许两种肤色的人口比例稍稍超过4∶1），而且如果某种肤色人口的增加速度不至于比另一种肤色人口的增加速度快很多，那么最后这两种肤色的人口比例就会趋于80∶80。此外，如果该地区刚开始只有某一种肤色的人口，那么至少需要另一种肤色的人口同时迁入25%或更高，才能最后形成这一稳定均衡。这样，这三种均衡状态——全是黑人、全是白人或者80∶80的组合比例——是稳定的，能抗拒较强的外来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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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另外一组数据

如果图4—8中某种肤色的人口超过了另外一种，比如白人是黑人的2倍或者相反，那么这种平衡就将被打破。在这种情况下，一条曲线就会B存在于另外一条曲线内部，而不是与之相交，如图4—9所示。

限制人口的迁入有时候能够形成一种稳定的组合。如果这个区域内的白人人数被限制W在40人，而“容忍度”最高的40个白人总是最先进入、最后迁出，那么图4—10就可以用来代替图4—9，来描述这种情况。这里会形成一个稳定均衡，即40个白人和相应数量的黑人。然而，对于图4—7中的曲线，必须对两种肤色的人口迁移都进行限制，才能形成一个稳定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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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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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注意，限制白人的数量就等同于假设超过这一数量的白人的“容忍度”为零。不管那些没有“容忍度”的白人是被人排除出这个社区，还是他们自己将自己排除出这个社区，总之，他们的“缺席”，使得白人不能在数量上压倒性地超过黑人，并使得这种不同肤色的稳定组合成为可能。

因此，“更大的容忍度”并不总能增加形成稳定组合的可能性——尤其是当“更大的容忍度”仅仅意味着在某一个人群中，某种肤色的一些人口在统计上由其他更能容忍的人口所替代时。恰恰相反，在图4—9中，如果“容忍度”较小的2/3的白人被“容忍度”更小的白人所替代，那么白人的迁出就会使白人不会成为该社区中占绝对多数的人口。（如果我们使所有白人的“容忍度”都很低的话，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很显然，我们可以对很大范围内的“容忍度”安排和不同肤色的人口进行实验。当然，我们不可能选择很多的组合来操作。本书所提供的方法很简单，而读者也可以根据自己最感兴趣的情况来做实验。（在画出绝对数曲线的形状时，逻辑上唯一的限制条件是，从原点出发的一条直线与一条曲线只能相交一次。）


种族融合论者的偏好

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分析结果并非因为每一种肤色的人都喜欢分隔居住，甚至并不取决于人们是否喜欢成为某个区域内的多数派！

为论述方便，我们假设每个人对相异肤色都有一个“容忍度”，如果肤色比例变得太极端的话，他就会选择离开。现在的问题是：假设这些白人和黑人实际上都偏好混合居住，那么用我们得出的模型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刻画这一邻里偏好呢？

回想前面的分析，似乎我们已经做了相关分析，同一个模型表示两个不同假设。不仅如此，两个不同的假设前提可以得出同一个结果。

我们假定，人们更偏好于混居在一起，并且将容忍度重新解释为人口肤色的比例上限，在这个极限比例上，人们对融合居住的偏好，受制于他们极端的少数派地位或他们不适当的多数派地位。

同样的模型适用于两种不同的解释。结果既对研究融合偏好适用，也对研究分离偏好适用。对混合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的研究结论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对称之处在于，我们没有假设能够接受相异肤色的最低界限——也就是接受相同肤色的最高界限——是多少。）


政策和工具

以上分析对研究数量定额、比率定额或是数量限制对于某种混合的稳定均衡的可能性的影响一样适用，且对于研究协同行为也同样适用。两条曲线的交点可能形成一个稳定均衡，但并不能保证会产生这一均衡。通常情况下它与极端的单一肤色的稳定均衡是相对立的。当存在几种可能的稳定均衡状态时，初始的居住比例和迁移的速率会决定最后的结果。

从一种稳态均衡跳转到另一种均衡，常常需要强大的外部冲击，或者是协同的行动。通过协同一致的行动，人们能达到另一种均衡。（黑人和白人不可能同时成功地朝着不同的方向运动；无论哪种肤色的人，都有可能会朝着超过对方肤色的方向运动，但绝对不可能是两者同时发生。）

这一章所讲述的模型对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有其局限性，因为它假定人们没有投机心理，没有行为上的时滞，没有有组织的行为，也没有误解。这个模型仅包括单一地域，而没有把更多的地域因素同时考虑在内。不过，我们可以将这个模型加以修正，用以将这些事实的因素考虑进来。
[12]





注释


[12]
 对于这个方面的问题的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请参见Schelling,“Dynamic Models of Segregation,”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1(1971),pp.143—186。


第5章 分类与融合：年龄与收入

假设一个组织内部的成员年龄各异，而且每一个人都关心其同事们的年龄。说得更具体一点，假设该组织内部的成员年龄在20岁到70岁之间均匀分布，而当该组织成员的平均年龄超过某一个人的年龄10岁，或是低于某一个人的年龄20岁时，这个人就不会在这个团队中继续待下去一。开始，组织内部的年龄平均分布在20岁到7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5岁，那么低于35岁的成员就会离开，同样，大于65岁的成员也会离开。那么，这个组织的规模和年龄分布是什么样的呢？

同样地，我们面对的是人们都会对自己所处的外部环境做出反应，而外部环境又是由相互反应的人们构成的。当人们做出这些反应时，他们又会影响到与他们有关的人的外部环境，并持续不断地影响。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反应，都会影响到周围的人所处的环境，而不管这种影响有多大。“反应”在这里指的是离开或者是被允许的进入或重返。反应的结果用总体表现、平均值和频率分布情况来描述。但是，除非个人能够服从组织的或者纪律性的选择，否则最终的结果都来自个人的决定。


分类与融合的模型

关于分类与组合或是分割与融合存在一些理想的模型。假设有一群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对该群体中的某一特征做出反应，比如比率、平均数或者是百分比。我们可以假定这个群体中的个人对于该群体的特征具有某种偏好，来考察该群体中反应的动态过程。

我们对于这些模型的兴趣将来自于可能成立也可能不成立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们能够找出一个具有某些重要社会过程的模型，哪怕这种模型离我们非常遥远而且也非常抽象，或者仅仅刻画了社会过程的一部分。第二种是，这些模型的结果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即结果与模型阐述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从而使我们必须做出复杂的推理才能够知道这些结果。


离散的与连续的变量

在本章所研究的模型中的变量都是连续的。离散的变量包括信仰、语言、性别、“颜色”、国籍、政党，以及根据二分法所划分的文官和武官、教职员工和学生、医生和护士，等等。连续的变量包括年龄、收入、智商、身高以及网球或桥牌的技艺。（在这里我之所以将“颜色”一词打上引号，是因为颜色本身是连续的，不过在美国，对于分隔现象来说，“颜色”更多的是指肤色，而且基本上是指黑白两种二分的肤色。）有一些连续的变量具有准确的定义并可以测量，比如年龄；而有一些连续的变量，就只能做一个大概甚至任意的定义，比如收入；也有一些连续的变量，只能排序，而不能被准确地衡量，可能或不可能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计量，比如智商和网球球技；还有一些变量，即使在一个抽象模型中，也需要包括太多的其他方面来作为一个单一变量以对其做出一个衡量，比如“社会地位”。


离散的与连续的行动

除了要研究群体的特征，本章的模型还需要识别群体的行动。当我们谈论在居住地的邻里中因种族或者年龄而导致的分割时，我们不仅需要关于“种族”或者“年龄”的定义，同时也需要关于“居住地”和“邻里”的定义。我们可以研究一个这样的模型，即我的“邻里”和我邻居的“邻里”指的是一个概念，亦即“有界邻里”模型；我们也可以研究一个这样的模型，即我的邻居的“邻里”概念比我的“邻里”概念有扩展，虽然与我的有所不同，但在空间上是连续的，因此，“环境”一词的所指有可能是连续的，也有可能是离散的。而有些活动——比如联合、接触或者居住地——可以是“开/关”式的离散变量，也有可能是在组成、频率和距离上可度量的连续变量。


限制性恒等式

最简单的例子莫过于研究一幢公寓楼、老人院或是邻里，并假设没有人愿意待在一个平均年龄比自己要大的地方。年轻一些的人会选择搬出去，从而使平均年龄上升；这时又有人比平均年龄小，所以也搬出去。最后，留下来的就是那些年龄同时达到最大的人。同样的情形会在网球俱乐部发生：球技最差的10%的成员会发现这个俱乐部的会员身份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具有什么吸引力。

这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限制性“恒等式”，即不能忽略的数学条件。对于任何一个人们可以借以排序或衡量的变量，在任何一个群体里，有一半的人会在变量中值以上；1/4的人会在下1/4数值水平之下；不超过10%的人会在上1/10数值水平之上。每个人的加入或离开都会影响别人在集体排序中所处的位置。如果超过平均水平的人离开，就会降低这个群体的平均值；而如果他们加入，就会提升平均值。

如果我们将一个群体一分为二，那么这两个新群体的加权平均值和整个群体的平均值应该相等。年轻人不会出现在那个平均年龄较大的群体内，年龄比较大的人也不会出现在平均年龄比较小的群体内，不管他们如何想有这样的安排。

这样的分组是否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依赖于一种“开放式”的模型。在这种模型中，如果人们的要求没有得到绝对满足，他们可以选择离开。而在另一种“封闭式”的模型中，人们仅仅在有更好的环境吸引他们时，他们才会选择离开。我们会根据某种变量——比如说年龄——将人们进行排序，同时征询他们如何自我分配到两个或更多的不同分组（compartment）中，如邻里、组织，或者只是“分组”。


开放式模型

现在来考虑本章一开头所提出的问题。最初，有一群年龄平均分布于20岁到70岁的人，他们的年龄均值是45岁。任何一个35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人都感到不满并且会离开。最后的结果视人群运动情况而定；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是不是所有不满意的人都会选择在同一时间离开；或者，如果他们不是同时离开的话，那么年轻人离开的速度是否快于老年人离开的速度；或者，最不满意的20岁的人的离开速度是否快于30岁的人，因为后者的不满与前者的不满在时间上的差距仅仅有5年，而不是15年。

首先让所有不满的人一次性离开。这样留下来的人的年龄介于35岁到65岁之间，他们的均值是50岁。这时，所有40岁以下的人都想离开；更多的年轻人的离开使这个群体的平均年龄上升。那些年龄超过65岁的人怎么办呢？还让他们回来吗？如果我们不让他们回来的话，那么最后的结果就会变成这样：这个群体中所有人的年龄都介于45岁到65岁之间。如果我们重新吸纳那些在平均年龄上升之前离开这个群体的老年人，亦即那些如果继续等待的话本来就不会离开的人们，那么这个新群体的所有人的年龄将会介于50岁到70岁之间。

截然不同的初始状态会导致完全相同的结局。如果只有年龄介于20岁到40岁之间的年轻人一开始在这个群体中，而且本来不属于这个群体的人在感觉有足够吸引力时加入这个群体，那么年龄更大的人就会加入。年轻人又会离开，最后会形成年龄只介于50岁到70岁之间的稳定状态。年龄介于40岁到50岁之间的中年人又会加入，这将导致年轻人的离开，从而也会导致他们自己离开，因为他们发现，由于他们的存在，吸引了过多的老年人进来，使他们不能忍受。

假设这个群体的年龄分布出现了年龄的断层，也就是说没有年龄介于40岁到50岁之间的人。这样的话，外边的老年人就不会加入这个年龄介于20岁到40岁的群体。所以说，上一段所述的中间年龄段的群体赶走了年轻人，而到头来自己也被他们吸引过来的人赶走了！

如果要求群体中高于40岁的人不能加入，那么40多岁和50多岁的人就会反对。如果要求离开的年龄上限往上抬高一点的话，那么这些人就会加入这个群体；只有当年龄更大的本来没有什么兴趣加入的老年人随之加入后，他们才会离开。


封闭式模型

假设有一群人，他们年龄各异，可以自由选择待在两个房间（比如说是餐厅）中的任意一个。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所在的餐厅中的所有人都跟自己年龄相仿。是否能够实现这种均衡呢？这种均衡状态如何实现呢？这个实现均衡状态的过程如何受到运动规则、错误判断、不同的人做出选择的顺序以及不同的人行动的速度的影响？调整过程是连续性的，还是仅存在几个有限数量的尝试？

很显然，我们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均衡。首先将所有的人按照年龄排成一排，然后将其分成两部分。假设处于分界线上的人要么更偏好跟年龄较大的人在一起，要么更偏好跟年龄较小的人在一起，或者无所谓。如果他更偏好跟年龄较大的人在一起，就将他归入年龄较大的那一群人中。持续进行这一过程，直到处于分界线上的人不再偏好年龄较大的一组。在第一次分隔的时候，年龄较小的那一群人中，有人更愿意和年龄较大的人在一起；当我们将年龄较小的人归入年龄较大的人群中时，我们就可以降低两个人群的平均年龄。这样的话，在年龄较小的那群人中的一些人本来还比较满意，由于年龄较大的人群的平均年龄逐步接近他们的年龄，所以他们也更愿意将自己归入年龄较大的那群人中去。不过，很容易就可以发现，最后还是能够达成一个均衡（哪怕最后有一个房间里的人的年龄非常小）。通过对人们移动到其他组别的速度以及人们估测这一参数的速度（比如算术平均数）做出一些较为可行的假设，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逐渐衰减的调整过程，即最终收敛结果是所有人都分配在两个房间中。不过，我们还应该考虑其他的偏好假设。

有一种极端的情况，即所有的人都想到平均年龄最高的那个房间中去。那么，一种可能的均衡就是，所有的人最后都汇集到了某一个房间中。（当然，这种情况是否是一种均衡情况，还要看我们是否允许年龄最大的人进入某一个空房间内，因为如果年龄最大的人进入一个空房间而且这个房间只有他一个人的话，那个房间的平均年龄就是他自己的年龄，这对他的吸引力无疑是相当大的。）

另一种可能就是，超过平均年龄的人想处于平均年龄比自己小的房间内，或者相反。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偏好情况。


封闭模式中的其他偏好

对于周围人群年龄的一组偏好具有如下特征：如果“所偏好的中间年龄值”较高，那么一个人的年龄越大，平均年龄与受偏好的平均值越接近，平均年龄就越被偏好。这种简化了的偏好仅仅关注所在人群的算术平均年龄值；但事实上，很难说这样一个单一的统计变量如人口均值就是人们所关心的。不过，关于这个算术平均值的讨论可以作为我们的热身训练，以作为有教育意义的研究。

让我们用尽量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们所要讲的问题以及可能的答案。我将使用“年龄”一词，但是在这样的抽象层次上，任何其他一种测度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所要讨论的例子是用算术平均值作为一个重要的统计变量的，这隐含着用一个可供衡量的指标来描述人的某个特征。不过，对于一个均匀分布而言，中间值和均值是相等的。）

假设有一个人群，他们的年龄均匀分布在0到100之间。同样，假设在同一楼层有两个房间——我们可以设想它们为同一楼层的两个餐厅，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进入他所选择的房间，并可转换到年龄中间值与他/她的偏好更接近的房间内。没有人关心自己在哪个房间，所有的人只关心跟什么年龄的人在一起。下面，我们可以尝试给出有关这些人的不同偏好结构。

（1）每个人都更愿意待在平均年龄和他自己年龄最接近的房间内。

（2）每个人都更愿意待在平均年龄比他自己年龄稍微大的房间内。更具体地说，每个人都希望所在人群的平均年龄和他自己的年龄有一个差额，这个差额是自己的年龄和这个人群中最高年龄（也就是100岁）之差的一定比例，而且此比例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而不管其年龄是多大。（如果说这个比例是1/3的话，那么一个40岁的人希望进入其中所有人的平均年龄最接近60岁的那个房间。）

（3）每一个人都更愿意待在平均年龄比自己的年龄更接近人口平均年龄50岁的房间内。更明确地说，每个人都更愿意根据差别的某个固定比例选择平均年龄更接近50岁的房间。（如果这个比例是1/5的话，那么一个30岁的人更愿意待在一个平均年龄为34岁的房间内。）

稍作思考，我们就可以得出，任何稳定的分隔必须是以年龄为基础的，在一个房间内的所有人都在这个年龄之上，而在另外一个房间内的所有人都小于这个年龄。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处理第一种偏好情形：如果每一个人都希望所在房间内的人的平均年龄和他自己的年龄相仿，那么就存在一个50∶50的稳定均衡。假设初始状态是以40岁为界，那么第一个房间内的平均年龄为20岁，而另外一个房间内的平均年龄为70岁。每个介于40岁到45岁之间的人都希望到那个平均年龄较小的房间中去，从而提升两个房间的平均年龄：年龄较小的那个房间的平均年龄上升到22.5岁，而另外那个房间的平均年龄上升到72.5岁。在这种情况下，年龄介于45岁到47.5岁之间的人就会更偏好到年龄较小的那个房间去。这种情况一直会持续下去，直到两个房间的人以50岁为界时。

第二种偏好情形则更为复杂。每一个人都希望所在房间内的年龄平均值更接近于一个年龄值，它比他自己的年龄高出100减去本人年龄后的差额的一部分。如果每一个人都希望所在房间的年龄中间值比他本人年龄多出100岁减去他本人年龄后的差额的1/3，那就是说，一个25岁的人希望自己所在房间的年龄中间值接近50岁。假设两个房间的人的年龄以50岁为界，那么两个房间里的人的年龄中间值分别为25岁和75岁。25岁左右的人对于自己所在房间的年龄不在乎，但是30岁的人就不是不在乎，他们更希望自己所在房间的平均年龄接近于53岁。25岁以上的人都转移到那个平均年龄更大的房间里去了，使得两个房间内的平均年龄都有所降低。这一过程一直会持续到所有的人都聚集到一个房间里为止。（对于新生儿而言，理论上，他们的偏好值是33岁。他们更偏好于一个所有的人都在的年龄中间值为50岁的房间，而不是留在他们自己所在的年龄平均值为0岁的房间内。）

经过计算，我们可以得出，除非上面我们所说的比例（即我们参考公式中的参数）比0.25要小，否则就无法将人群稳定地划分在两个房间。如果比例小于0.25的话，那么这个稳定的划界年龄就是100(1-4a)/(2-4a），其中a指的是这个比例。比如说，如果这个比例是0.2的话，稳定的划界年龄就是16.7岁；如果比例是0.1的话，那么稳定的划界年龄就是37.5岁；当然，如果比例是0的话，那么我们以50岁作为划分的年龄界线。

这是一个“均衡分析”的例子。在这里，代数计算是比较基本的。我们应该考虑，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才能够使得在某个年龄（比如说30岁）上形成稳定的划分。只有当年龄较大的房间内的最年轻的人和年龄较小的房间内的最年老的人都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比较满意时，这个划分才是均衡的。如果以30岁作为一个划界年龄，那年龄较小的那个房间内的平均年龄是15岁，而年龄较大的那个房间内的平均年龄是65岁，而15岁和65岁之间的中间年龄是40岁。如果一个30岁的人希望自己所在房间的年龄平均值在40岁以上，他将会去那个年龄较大的房间；而如果他希望自己所在房间的年龄平均值在40岁以下，那么他将会去那个年龄较小的房间；而如果他恰好希望自己所在房间的年龄平均值是40岁，那么他就无所谓了。所以说，以30岁作为划界年龄是稳定的，仅当30岁的人偏好40岁与他们自己的年龄差为100减去其年龄后的10/70时成立。

如果以0岁作为划分界线，那么就要求新生儿对于平均年龄为0岁和50岁的差距无所谓；他们肯定更偏好25岁，所以能够维持划分方式的最大比例应该是1/4。

为了得出计算公式，我们约定，处在划分年龄界线上的人，偏好于两个房间内年龄平均值的中间数。如果以年龄D作为划分两个房间的界线，那么年龄较小的那个房间的年龄平均值为D/2，而年龄较大的那个房间的年龄平均值为（100+D）/2。这两个年龄平均值的中间点为[D/2+(100+D）/2]/2，也就是25+D/2。年龄处在D上的人希望所在房间的年龄平均值超过D的年龄值为a×(100-D），他偏好的平均值与这两个房间的平均值的中点重合，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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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提到的第三种偏好情况下，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所在的小群体的平均年龄数比他自己的年龄更接近整个大群体的平均年龄，这样的话，将存在三种可能。如果他所偏好的他本人年龄与大群体平均年龄之差的比例大于0.5的话，那么任何划分都将是不稳定的，每个人都会在同一房间内。如果比例小于0.5的话，将会得到稳定的划分；而如果比例刚好是0.5的话，那么任何年龄上的划分都是中性的均衡。

这些结果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但我们很快就可以知晓其中奥妙。我们注意到，不管用什么年龄划分，划分之后两个群体的平均年龄的中位数正好和50岁与划界年龄的平均数相等：[25+D/2]=(50+D）/2。比如说，我们以60岁作为划分界限，那么将可以得到两个群体，他们的平均年龄分别是30岁和80岁，两者的中值是55岁，正好是50岁和60岁的中位数。

如果以50岁作为划分界线，那么就没有人愿意改变自己所在的房间。正好是50岁的人无所谓；而每个人都更偏好于自己所在房间的平均年龄数，如果他超过50岁，那这个平均年龄数就是75岁；如果他低于50岁，则这个平均年龄数即为25岁。但是，如果划分两个房间的年龄是60岁，那么就会出现以下情况中的一种：

一种情况是，每一个人都更希望所在房间的平均年龄离自己的年龄更近，而不是离50岁更近。在这种情况下，等于划界年龄或在划界年龄附近的人都偏好年龄更大的房间的平均年龄。比如说，如果以60岁作为划分界线的话，那在60岁左右的人都会希望所在房间的平均年龄数能够更接近某一个比55岁更大的年龄。这样的话，这些人就会加入那个年龄较大同时人数也较少的群体，从而使这个群体的人数增加。在划界年龄上的人们总是会更偏好于加入那个平均年龄较小的群体，这种人口流动一直会持续到划界年龄变成50岁时。

另一种情况是，每个人都希望所在群体的平均年龄介于他们自己的年龄和50岁之间，但是更接近于50岁。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不是刚好以50岁作为划分界线，那么在划界年龄附近的人们就会更偏好于那个人数更多的群体的平均年龄。比如说，以60岁作为划分界线的话，他们就会更希望所在群体的平均年龄比55岁要小，因为与80岁相比55岁更接近30岁。所以他们会移动，在那个人数较少的、年龄较大的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跟着移动，因为年龄接近划界年龄的人总是希望自己能够加入那个人数较多而且年龄较小的群体。（百岁老人们则更愿意加入任何其他平均年龄为50岁的群体，而不是待在自己的老人群体中不动。）

这两种相对运动的分界线是人们对平均年龄刚好处于自身年龄和50岁的平均年龄上的偏好，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处于分界线上的人们总是对两个均值无所谓，因为他们偏好的平均值是这两者的中点。这时任何分隔都是一种被称为“中性均衡”的例子请注意另外一。种可能情况。如果人们希望平均年龄更接近于50岁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年龄，而实际上划界年龄又刚好是50岁的话，那就没有人会移动。这时没有一个人数“更大”的群体能吸引在分界线上的人们。但是如果年龄介于48岁到52岁之间的人恰好都进入了同一个房间，那么两个房间的平均年龄就会分别下降到24岁和74岁。这种情况下，敏锐的47岁的人就会移动到48岁的人所在的人更多且年龄更小的房间去，因为他更希望所在群体的平均年龄接近于74岁。46岁的人们也会随后而至。所以说，以50岁为界的年龄划分方式虽然是一种“均衡”划分方式——在这种划分方式下，除非有人先移动，没有人会移动到别的房间中去，但这是一种非稳定的均衡。任何偏离都会打破均衡，而这种均衡的破坏是不可以自我修复的，而且还会越来越恶化，导致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原来的那个不稳定均衡。最后所形成的一个新的稳定均衡会使所有的人都聚集到一个房间内。这种最后的均衡是稳定的，因为任何人的离开都会使它再恢复过来。


稍微更为一般的公式

在原来代数上较方便的水平分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较为方便地使用算术平均方法以外的统计方法来考察人口移动的过程。此时，平均值和中位数是重合的。但是，我们所要考察的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处在其中的上1/4或者下1/4或者40%或60%的人最接近某个特定偏好值（该值亦为他们自己的年龄，或者自己年龄的某种调整值）的群体中，那么会发生什么。

我们的第一种偏好很容易被转化为四分法或者十分法的表述。假设每一个人都希望处于这样的人群中，即其中下1/4的人的年龄和他自己的年龄最为接近。在水平分布的年龄结构下，我们可以首先在脑海里做一次计算。最后处于划分界线上的人（也就是处于年龄较大的那个群体中的最小的人，和处于年龄较小的那个群体中的最大的人）的年龄，离两个群体的各自下1/4界线的年龄距离相等。由于人口是均匀分布的，所以年龄较小的群体中3/4的人数与年龄较大的群体中1/4的人数相等；因此年龄更大的群体所包括的年龄跨度是年龄更小的群体的3倍。也就是说，分界线将处于这个整体的下1/4处，在年龄较小的房间内的人数是在年龄较大的房间内的人数的1/3。

对于水平分布而言，此结果可以扩充为：如果群体中“一部分”人希望自己离所在群体的某个分割点（比如说1/10、2/5或者3/4）最近，那么最后这个群体就会在这个分割点上形成均衡分割，将人群划分为两个群体。我们在上一节中之所以能够利用算术平均值得到均匀分割的结论，是因为在水平分布下，均值就等于中值，它将总体分为两半。

下面将要得出的较为一般性的公式，能将这些情况都包括进来。假设每一个人都希望所在群体中的下1/P的分界线离某个年龄最近，而这个年龄将他本人的年龄和某个参考年龄R之间做出了一个比例为a的划分。如果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所在群体中的下1/4的界线最接近他自己的年龄x和60岁之间的1/5，那么此时P为0.25，a等于0.2，R等于60；他希望所在群体的下25%的分界线离x+0.2×(60-x）最近。如果这个人群在年龄D处进行了划分，那么当且仅当以下等式满足时，这种划分才是稳定的：

[image: ]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令P=0.5表示中值（均值），R=100，或R=50，我们就可以得到D=(1-4a）/(2-4a），或D=1/2【3】。如果分母是负数的话，平衡将会被打破，稳定的划分点就不再存在，公式也就不再起作用。所以当P=0.5时，对于R分别取100和50时，a的最大值分别是0.25和0.5。

这个公式并不值得我们去记，因为偏好不可能像前面所讨论的那样符合理想化的模型。不过，这个公式有助于我们研究类似模型的工作原理。


第三个房间

如果现在增加一个房间，会不会有人进去？正如在a值很大时第二个房间不会有人一样，只有当a值较小时，第三个房间才会有人。我们可以首先将人群均衡分配到两个房间内，然后问那个年龄较小的房间内的年龄最小的人是否愿意去第三个房间，这个房间内的平均年龄或中间年龄就是他们自己的年龄。为方便起见，我们仍然采用算术水平分布，在年龄较小的房间内平均年龄正好等于划分这两个人群的年龄的一半。年龄最小的人，也就是年龄为0的人，如果他所偏好的平均年龄aR更接近于0，而不是更接近于划分两个房间人群的年龄的一半，那么他将会转移到第三个房间去。也就是，如果4aR<100[（P-2aR/100)/(1-2a）]，用均值（中值）作为感兴趣的统计量，P=0.5，R=100，即每个人都希望所在群体中的平均年龄要比自己的年龄稍大，那么只有当a比0.096小时，第三个房间内才会有人。如果R等于50，从而使参考年龄成为人口年龄的均值，那么只有当a小于0.25时，第三个房间才会有人。

当R等于100时，如果第三个房间是空的，年龄最大的人肯定会偏好于去第三个房间。因此，在有三个房间的情况下，只有当a比0.096小时，人们才会稳定下来；否则，年龄较小的人就会转移到年龄较大的人的房间去，人最年轻的房间被清空，从而又会吸引年龄最大的人进来。当R等于50且a比0.25小时，空房间要么会被最老的人所占据，要么会被最年轻的人所占据，不管是谁先进去。但不管怎么样，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分离或不分离的最优性

前面我们所讨论的将人均衡分配到两个房间是否代表某种最优化的结果，或者是否会使福利最大化，或者是否会使集体偏好得到最大满足？我们不应该指望这一结果，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模型中，没有人会去留意自己的行动会对他所加入的集体的平均年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比方说，我们可以考察，最后形成的均衡分配是否使得最后形成的实际平均年龄和人们所偏好的平均年龄之间的差距之和最小化。当然，人们的满意度不一定与这个差距之和成比例，但是，如果确实如此，那至少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人们偏好的平均年龄和他们达到的平均年龄之差的和是什么样的。

假设参考年龄为100岁，那么，对于任何正值的a，最后在均衡分配下所形成的差距之和就不是最小化的。事实上，a越大，差距之和就越大。现在先来看一下当a等于0.25时的情况：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个房间内。那么，如果我们迫使这群人中较老的那一半人在一个房间内，而将年龄较小的那一半人赶到另外一个房间内，情况会怎样？

待在年龄较大的房间中的每个人都会增加福利。50岁的人偏好的平均年龄是62.5岁，这个62.5岁正好是原来的平均值50岁和新的平均值75岁的中间值；在年龄较小的房间内，最年轻的1/3，即全部人口的1/6的人也会得到改进。他们更喜欢新的平均年龄25岁，而不是原来的50岁；年龄倒数第二小的1/6的人，也就是年龄介于16.7%到33.3%之间的人，他们的福利水平会下降。因为他们更希望所在房间的平均年龄是50岁，而不是25岁。不过，他们也不会主动地转移到那个年龄较大的房间里去，因为那个房间内的平均年龄是75岁。而他们无疑会更偏好于25岁。年龄倒数第三小的1/6的人，也就是从33.3%到50%的人，他们的福利也恶化了。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更愿意搬到那个年龄更大的房间里去，因为在75岁和25岁之间作一个选择的话，他们会更愿意选择75岁。不过，对于所有这些人，如果我们能够计算一下分离前后每个人所偏好的平均年龄与实际平均年龄的差别的话，我们会发现分为两个房间减少了这个总和距离。事实上，如果把年龄最大的40%的人留在年龄较大的一个房间，而让年龄较小的60%的人去另外一个房间，这个总和距离将会实现最小化。
[13]



以上分析表明，一个均衡的划分并不一定会导致最优结果。而且，它也提醒我们，一个人为强制性的划分，会使一部分人的福利增加，也会使另外一部分人的福利减少，尽管不会使他们主动离开；还会使一部分人不满意，而且可能的情况下他们会愿意主动离开。



注释


[13]
 让60岁以上的老人在一个房间，而其他人去另外一个房间，和所有人都在一个房间的情况比较如下：60岁以上的人都赞成这种划分；40岁到60岁之间的人在那个年龄较小的房间，但是却更偏好于60岁以上的老人们所在的房间的平均年龄，也就是8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必须给予他们一定的动力，他们才愿意留在这个年龄较小的房间）；年龄介于20岁到40岁之间的人更偏好于原来的状态——所有人都聚集在一个平均年龄为50岁的房间内，但是当然也不会有兴趣转移到那个老年人集中的房间，因为后者的平均年龄高达80岁；年龄在20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喜欢现在的新状态，即平均年龄为30岁，而原来的平均年龄为50岁。所以说，60%的人改善了福利，40%的人因此而降低了福利水平。相比待在一个房间内的状态，在分开以后，每个人离自己偏好的年龄平均数的平均差距缩小了6.67岁（小了1/3左右）。


建模的需要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建模的意义之所在的两种情况。首先，我们所建立的模型必须是对现实有意义的——对住所的选择、成为某个社团的成员或者是对于某个组织的参与，其中的分离和组合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其次，个人行动对集体所造成的系统性后果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以至于我们不能将集体作为集中的个体对待，而只有借助模型才能研究清楚。

我一直都在努力展示第二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个人的行动动机都已经给定，而且个人的特征也很突出，但是，要想研究它们所导致的宏观结果，仍非易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借助模型的帮助，我们就不能根据集体行为的表现来对个人行为的动机妄加揣测。对个人行为的了解也不能自动地推导出对集体行为的预测，或者是得出影响这些集体行为的政策。我们必须在对宏观现象的研究基础上才能够得出对它们的恰当政策。

对人为环境下的简化模型的研究可以说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比较野心勃勃的：这些模型是基本模拟现实的，它们是对现实的一阶近似，可以以较高的可信度来模拟我们想要的现实情景。第二个目的则比较一般：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比较简单的模型的考察来进一步得出与现实更为接近的模型，它们让我们知道哪一种分析是必需的，哪些现象是值得期待的，哪些问题是值得提出的。

我前面所描述的案例的主要用意是要实现第二个较为一般的目的。我所选的模型都比较容易描述，可观察性较强，也比较容易用算术进行计算。但是，即使是这些比较人为的模型也需要做进一步说明。比如说，在封闭式模型中，我们可以援引一个新的变量比如“密度”，以得到了一种新的划分法，即将人群划分在两个房间内，直到不同年龄的吸引力和人口密度的排斥力相互平衡为止。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应该辅以某种物理维度和某种短缺的设备，对“房间”这个词给出一个比较具体而不是抽象的定义。（某个小孩可能比较偏好于加入某个有年龄较大的男孩的棒球队，但是如果他自己并不能经常上场打棒球的话，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某个人可能比较偏好和一个有年龄较大的成员的小组进行旅行，但是，如果他坐在靠窗的座位的机会较少的话，情况就可能不一样；某个人可能会更偏好参加一个年龄较大的小组进行讨论，但是如果讨论的会场比较拥挤、会场更加喧闹、发表谈话的机会较少而且自己被选为大会主席的可能性也比较小的话，情况也可能会不一样。）当我们考察的模型的维度越来越多时，考察的模型就会越来越具体，我们也可能就会越来越怀疑我们是否应该研究这一模型。而且在对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发现找出所要研究的对象的实际特征，比归纳出它们之间在某个连续变量上的共性更具成效。养老院、网球俱乐部、桥牌锦标赛、社交聚会、律师事务所、公寓、本科大学和舞蹈学习班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共同之处，而且，有很多其他方面，比如说年龄、智商、行走速度、驾驶速度、收入、级别、体型和社会角色，会使人产生大致相似的行为。不过，研究工作最终要想获得成功，对各个成员之间的共性的关注和对他们各自的特性的关注是一样重要的。


几个应用

一个比较容易描述且不难找到的例子是关于老年人的住所的问题。这通常被归入我们的“开放式模型”中，在这一模型中，人们可以自由地加盟或者离开，虽然这样做并不是没有成本。（开放式模型总是被认为是封闭式模型的一个特例，它将模型以外的东西看成是一个外部世界，由于这个外部世界的人口数量很大，所以相对而言，它们的整体特征对模型的大小来说是不变的。）

要想某一个社区内的居民都由同一年龄的老年人来组成并不太现实。很多人是结了婚的夫妻；时常有人去世或者残疾，这时候就会面临补充空缺的问题。但是由于市场是高度本地化的，所以找房子的人并不太多，于是，不能将他们分配到大小相当的房子里。而且，如果单元太小的话，找房子的人就不一定会认为那是属于自己的“住所”。对于混居而言，人口的年龄分布并不是严格排列的，而是和其他特征（比如精力、饮食、视力和记性）联系在一起的，其他特征随着一定年龄和时间而改变。

所以说，该地区内的居民的年龄分布是混合的。现在问题就出来了：对于这个研究群体而言，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群人，不管年龄组成如何，他们都愿意彼此住在一起呢？我们注意到，即使是年龄较大的人愿意和年龄相仿的人住在一起，也不一定存在这样一个群体。（这个问题所涉及的数学与精英大学新生班遇到的情况相似：如果按某种共同的制度，没有人愿意自己在班上的排名属于最后的10%；并且如果每个人都在加入班级之前就能准确地预见自己在将成立的班上的排名，那么最后这个班就不可能成立，或者说这个班就不可能延续下去。）

一个有关的问题是：如果给定年龄的人们对他们自己愿意住在一起的群体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有些人希望自己成为这个群体中年龄最小的，而另外的人则不这样想；或者有些人希望自己成为这个群体中年龄最大的，而另外的人则不这样想，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组成新的群体，比方说使所有80岁的人都加入并使一部分60岁的人也加入。那么如果能将这些分组形式有效地付诸行动，最后究竟能吸引多大比例的老年人过来呢？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允许自由地进入和退出，那么我们将得不到任何大小的稳定的人群组合。如果我们设定限制条件或者是优惠条件，吸引他们进来或者是让他们待在群体之外，那么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不是就变成了究竟是吸引他们进来还者是让他们待在外面的问题？或者说这两个问题是可以互相替代的？（让一部分最年老的人待在外面，可能会吸引一些年轻人进来。）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一个群体是稳定的，那么应该吸引这个群体中的多少人待下去才能让群体中的其他人自愿继续待下去呢？注意，我们在本章一开头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得到的答案是一群年龄介于50岁到70岁之间的人。如果我们往里面加入一群年龄介于40岁到50岁之间的人，那么平均年龄将会从60岁降到55岁。那群年龄介于45岁到50岁的人的平均年龄则会保持不动（尽管他们自己不愿意加入），只要能吸引40岁到45岁的人们保持不动。

年龄有一个有趣的特征：年龄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正常改变。所以，对于任何一个群体或年龄组，我们都可以从时间角度来考察以上几个问题。如果某个群体在目前可以持续下去，那么它的年龄构成在5年或10年以后还适合它的所有成员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但是我们仍让它维持一段时间，情况又会怎么样？如果现在有一个群体，其中最年轻的人的年龄是65岁，那么当年龄最大的人相继去世时，我们一直往里面补充65岁的新人，由死亡率形成的年龄分布是否代表一个稳定可行的群体？


其他的一些“分类变量”

大学生们可能都对他们所要加入的大学的奖学金等级和体育活动的发展程度比较关注。有些人希望成绩出众；有些人希望更多地参与活动；有些人希望自己的潜能被激发；有些人希望能进入一所蜚声海外的高校深造，或参加一支表现杰出的球队。最后的结果一般就是，可能每一个人都希望进入一个比自己希望的要更好一点的高校。严格的录取政策限制了排名较高的学校的学生密度，如果高校录取是严格按照个人能力来进行的话，那申请读大学的学生就会依照这些排序变量被录取到不同层次的高校。（这个原理对于教师队伍和硬件设施的质量同样适用。）


模型的结构

这些模型中最简单的一个可以描述如下：每个人跟所在人群中的某个统计测度有两方面的联系：每一个人对这一统计测度都有自己的偏好，而他本身又为这些统计测度值的改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两种联系方式通常是不一样的：自己是中年人，并不意味着一定愿意和中年人待在一起；自己是富人，并不意味着一定愿意和其他富人待在一起。不过，这两种联系虽然不一样，但也是相互关联的。

除了共同拥有的某种偏好以外，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只是群体的一个样本，并没有什么聚集的理由。如果“偏好”和“贡献”之间是负相关关系的话，那这个群体就有离散的趋势。任何一个群体，如果因为他们的组合而使得这个群体的某些统计指标远离平均值，并朝着某一个极端变化的话，那他们就会寻求加入另外一个群体，从而使另外一个群体的统计指标朝着另外一个极端变化，而这又会使这个群体的人也像第一个群体的人那样想寻找同样的群体。如果肥胖的人想跟苗条的人待在一起，而且苗条的人也想跟肥胖的人待在一起的话，那肥胖的人或苗条的人分别待在一起的情况就不可能存在。

只有当“偏好”和“贡献”之间是正相关关系时，将两种不同特征的人分开才有可能。

有一个指标，每个人对它的贡献是一样的，尽管每个人对他的偏好可能都不一样。这就是人口规模或人口密度。有一些人更偏好喧闹的海滩和咖啡屋，而另外一些人则更偏好独处。除去体型差别不算，每个人对于所在群体的人口密度的贡献度为1.0。没有变化就没有相关性，所以上述的相关性原理并没有什么帮助。让我们仍然先假设存在两个房间以做进一步讨论。

如果每一个人都偏好于进入一个不太拥挤的房间，那么当两个房间的人数相等时就会出现稳定性；如果每一个人都偏好于进入一个比较拥挤的房间，那么所有的人都会聚集到其中某一个房间里；如果房间大小一样，每个人都希望进入一个聚集了最接近人口总数55%的房间，那么所有的人都会聚集到一个房间里！（如果将10%以上的人强行从这个房间转移到另外一个房间去，那么每一个人都会得到福利改进：15比100更接近55。但是分出去的15%的人肯定不愿意待在原地，因为85比15离55更近。）

如果人们对所在群体的人口密度的偏好有所不同，那么两个房间的人口分布情况就决定于那些偏好于待在刚好有一半人口的房间内的人。（如果两个房间一样大，人口密度和人口数量呈比例对应关系，两个数的中点等于总数的一半。）如果有少于一半的人愿意待在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数量的房间内，那么人们将会在两个房间内等量分配；如果超过一半的人愿意待在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数量的房间内，那么最后两个房间内的人口数量将取决于那些偏好于待在刚好有一半人口数量的房间内的人。如果在100个人中，他们对房间内人口的偏好在每间20人到120人之间均匀分布，那么就有30个人更偏好于房间内少于50人的人口密度，70个人更偏好于房间内多于50人的人口密度，而且两个房间内的人口数量分别是30人和70人。不仅如此，任何一个群体，只要第30个人更偏好于有50个人在其房间内，那么也会导致两个房间内的人口数量分别是30人和70人。


市场上的类比

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真切地关心他们身边的人的特征，比如他们的年龄、收入或者是智商。但是，有很多的市场现象，它们以一种非人性化的方式发挥作用，不过仍然具有我们所讨论的分隔模型的特征。

现在来考虑一个保险模型。其中每个人都支付相同金额的保费，那些死亡或者是受伤的人或者是他们的受益人得到理赔。那些最不可能死亡或受伤的人从保险中得到的回报是最低的。如果这些人知晓这一情况，而保险公司却不能针对不同健康状况的人收取不同的保费，那这些人就会放弃这家保险公司，转而成立他们自己的协会，一个对证明自己风险度低的人收取较低费率，并排除较高风险的组织。在他们退出原来的那家保险公司时，去那家保险公司投保的人的死亡率和事故率将会上升，因此保费必须要提高，这将会导致更多的人离开。如果那些预期收益为负的人都离开这家保险公司，那么最后就没有人会留下来。（如果每个人都愿意以一定的费用投保，那么最后只会留下那些高死亡率和高事故率的人群存在，而他们的人数又足够小，以至于使他们的平均赔付额在最少受益的成员的费用之内，这种投保的计划就可能不能持续下去。如果健康状况的分布是指数分布，那这种投保人类别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如果在制度上保险公司不推出因人而异的保费标准，但可以把那些风险较高的人排除在外，那么投保的人就可以根据死亡率和事故类别而被分成不同的组别。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关心的并不是他们自身，而是自己加入某个组别而导致的成本。
[14]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收取固定费用的餐厅，它收取的费用正好足以弥补成本。这样的餐厅就比较适合那些喜爱昂贵食物或很多副食的人；只喜欢吃沙拉的人们每个人的花费比吃的要多一些。如果那些胃口一般的人不来这里，那么餐厅的平均价格就要上升。这时，那些胃口稍好点的人在为那些橄榄球队的食客们埋单，所以他们也可能会离开这家餐厅，去寻找其他更加经济实惠的选择。直到最后，可能就只有那些最能吃的食客们仍然会来光顾这家餐厅，即使他们付的钱可能比自己所吃的要多！他们自己最后也有可能会离开这家餐厅，去寻求一家价位和他们刚开始的付费标准差不多的餐厅，这时这家餐厅也就差不多要关门了。

因为不能实行歧视，所以那些“老年人之家”就要收取年费或较高的入伙费，同时很多服务又是免费的，这一事实将市场层面的因素加进了老年人选择的考虑之中。



注释


[14]
 关于这一类市场现象，乔治·A·阿克洛夫在《次品市场》一文的第488～500页中给出了精彩的论述。


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的改变

随着时间的流逝，与个体相关的变量会发生什么改变呢？年龄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变量：年龄每一年会增长一岁。而且这种变化不受周围人的年龄的影响。在一个人的早年时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所能容忍的年龄范围可能在扩大。所以如果某个群体中的年龄分布结构尽管并不稳定，但是可以使其推后一些时间，那么年龄结构的兼容性就会出现。

玩桥牌或者网球的人的技艺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所在俱乐部的整体水平。同样，他所在的俱乐部的平均水平和他本人的水平之间存在一个最佳差距值。这时，一组固定的人群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技艺上的差别。技艺最好的人长进肯定不会太快，因为没有匹配的竞争对手；技艺最差的人会退出，因为他们不堪竞争的压力；剩下的人的水平的上升速度与他们本人的水平和平均水平（或是其他统计指标）之间的差距成比例。

社会地位也是一样的：在学术界或者在人生中，一个人通过和有地位的人建立联系，而得到自己的地位。就像这可以成为人们建立联系的部分动力一样，它也可以减少一个团体内地位的分散程度，因为个人会被一个团体的地位逐渐同化。


协调性变量

我一直假设，具有不同年龄、收入或者智商的人比较关心所在群体中的其他人的年龄、收入或者智商状况。然而，偏好通常是关于年龄、收入、智商或技能的某种函数。在小孩子们中间，他们的体型、体力、年龄和技巧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所以当他们将自己按年龄进行组合时，如在棒球队中，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对应的是相应的体型、力量和年龄。学校制度将孩子们按年龄划分，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年龄与体形、体力、技巧、经验和已有的教育相关。成年人自己可以按年龄进行组合，是因为不同的年龄对应的是不同的家庭地位和生活方式。那些将要生小孩的人们就想居住在更适合婴儿成长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些家庭里的父母的年龄都差不多大。

喜欢清静的人们更喜欢和喜欢清静的人们住在一起，倒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彼此，而是因为他们都喜欢清静；不喜欢狗的人们更喜欢和不喜欢狗的人们住在一起，倒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彼此，而是因为他们都不喜欢狗；喜欢热闹的人们更喜欢和喜欢热闹的人挤住在一起，倒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彼此，而是因为他们都喜欢热闹；愿意加入年金计划的人们更愿意和短寿的人们住在一起，倒不是因为他们偏好拥有不久于人世的朋友。


第6章 选择孩子们的基因

“选择孩子们的基因”有几种解释。通常而言，它指的是我们共同为下一代选择他们的基因。不管我们是否是他们真正的父母，他们都可以被看成是我们的“下一代”。而如果我们将“选择孩子们的基因”理解成一种优生优育的概念，那么它就意味着对于孩子们父母的选择。

在这里，我指的是一种本义上的解释。我将要讨论的是父母们如何选择他们自己的孩子们的基因，而不是试图决定其他人及其孩子们的基因政策。

我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我所要讨论的是如何选择那些本来属于我们生物意义上的孩子的基因，而不是选择一个捐献者或制造者的基因。如果我的妻子和我，或者是你的丈夫和你，能够从现有的基因组合中选择一个特定的遗传组合——我为我的孩子，你为你的孩子——那么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会有什么不同吗？


选择的菜单

在一对夫妇结合之后，他们生下的孩子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基因组合。根据当前的遗传学理论，他们最后得到的那个孩子，只是他们从可能拥有的比地球人口数量还要多1万倍的可能组合中随机得到的一个。这就是一对夫妇能够在许多具有不同染色体的孩子中所能做出的选择。

一个男性能形成800万（223
 ）个有遗传功能的彼此相异的精子，而一个女性也能形成800万个有遗传功能的卵子，尽管她实际产生的卵子可能比这要少许多。如果你将这两个数字相乘，你就可以知道你可能得到的孩子的数量了。夫妇之间得到的可能是其中任何一个。接下来我要讨论，如果父母能够在这60万亿个可能的孩子中间做出一些选择，那会出现什么情况。

尽管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但是实际上可供挑选的余地并不大。对我来说，我的孩子可能得到的染色体只有两个来源：我妻子的和我本人的。我的孩子可能没有凯伦·贾博（Kareem Jabbar）那么高，也不太可能像巴赫（Bach）那样有音乐天赋，也不太可能跟这本书的某位读者长得很相像。我本人和我妻子有限的遗传信息决定了我们只可能面对一定数量的选择组合。所以，尽管我们有60万亿个可能的孩子可供选择，但实际上我们也许只有几千万个选择机会。而且，不管你喜欢与否，我们生出来的小孩极有可能跟我或者我的妻子非常相似。他们也不太可能离我们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这种类型的人太远。

请注意，在这种选择中，我所讲的小孩都是自然的小孩。任何试图通过人工干预而改变基因组成的小孩出生的概率和其他小孩出生的概率是一样的。这里没有人工因素，没有所谓人为制造的小孩。至于为什么我们所选择的小孩不可能是我们原来所预想的那样，我们并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

一个父亲所产生的800万个左右的精子，不仅基因上与这位父亲十分相似，而且其染色体遗传种类也非常有限（23种）。（我是说，我们不能把染色体一一打开来选择基因，而只能选择整个染色体。）如果你要从你的祖母那里遗传到极高的音乐天赋，那就必须同时也要遗传到她的近视眼，因为你必须同时接受这个染色体或者同时拒绝这个染色体，而不能只挑出对你有利的基因。


选择的技术

我应该跳过不谈——也许有些人会认为我在骗人——有朝一日能够实现对染色体的挑选。简单地讲，一个人必须首先从一个胚胎、精子或是卵子中的两个染色体中挑选出一个我们所感兴趣的。我们还必须辨认出由那个染色体所决定的特征。（可能不容易直接观察到。）也许必须从个人的先辈们那里追寻这些特征，然后再进行取舍。选择的对象是胚胎或者是精子。（如果有可能筛选精子或者卵子的话，我们只能看到数量有限的卵子，这依赖于我们的技术水平准许我们在任何时间选择多少卵子和多少精子以进行检查和利用。所以说，选择将主要存在于家庭中男性的一边，而不是女性的一边。）

检测一个细胞所包含的染色体所需要的外部能量可能足以使这个细胞的存在受到威胁；所以也就没有一种安全的办法可以用来检测精子或卵子而只能对胚胎进行检测。
[15]

 这就意味着非常有限的选择。我们不会去对上百万的精子进行挑选而只能一次检测一个胚胎，看是否有必要保留它或是继续尝试。

判断一个胚胎是否有必要保留，可能取决于人们是否能从胚胎附近的液体中抽取细胞物质进行分析，虽然这对不到三个月大的胚胎可能并不安全；或者我们是否能在孕期早期得到胚胎细胞物质，以不伤害胚胎。

我们确实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并不是一个空的选择集合。现在我们在医学上可以检测出胚胎的性别，如果父母并不喜欢这一性别的孩子，就可以流产。当然，我们也可以检测出胚胎的其他染色体特征，目前我们较为关注的特征主要是跟病理学有关的。

从目前技术水平来看，这种技术实际上至多是一个要承担高昂成本的选择，胚胎必须在腹中三个月，应该还没有对父母的识别能力，所以可以做出不要这个孩子并重新开始的选择。如果父母选择在堕胎以后重新开始的话，那么他们在怀孕期间失去至少六个月的时间，同时也会造成一定的焦虑，失去怀孕初期的快乐。所以说，选择堕胎并重新怀孕是要承担成本的，但这是可以做到的。

假设在刚怀孕的前一两周内就能够得到细胞物质并对其进行检测，那么在这个时候进行选择的成本就可能非常低。这时选择就是要决定在哪个月怀孕，并按照未来婴儿的特征和性别来怀孕。



注释


[15]
 决定性别的染色体除外，因为它们会影响精子的大小、重量甚至是生命，并且通过离心机或者其他技术可以被分离出来。


性别选择的特异性

对性别的选择不同于多数的其他选择。现在人们可以自由地说出他们更希望要一个男孩或是女孩。也许对于太太们来说，她们不会像她们的丈夫那样简单扼要地说出对小孩的喜好，她们是否愿意将自己音乐天赋遗传到后代身上去，或者是否要孩子像丈夫那样在这方面有天赋。她们可能会觉得讨论夫妻身上的种族优点或是缺点遗传在后代的男孩或女孩身上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讨论他们是否喜欢男孩或女孩并不是不合时宜的，事实上，也很难避免这种讨论。所以说，这种选择是合法的，而其他的选择基本上还不存在。（这种合法性可能取决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并不存在真正的选择，即没有决定要做，所有的只不过是空谈！）

但是由于这种选择是可行的，所以可能会刺激这方面技术的研究。比如，它足以使得研发部门收回开发的成本。由此技术，人们就可以对染色体进行选择，而不仅仅是对性别进行选择。

随着对婴儿性别进行选择的技术的发展，这方面的经验也在积累，包括人种上的和家庭内的经验，从而使从前只有上帝才能办到的事情，或者说上帝偶尔才会把机会留给我们去办的事情，现在在我们自己手上也能办到了。

当然，也许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人们为孩子们所选择的种种特征取决于孩子的性别。一个例子是体型。我想大多数父母大概不会为一个体型比较纤细的女孩而感到惋惜，但是一定会为一个瘦弱的男孩而感到无奈；同时，大多数父母不会为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孩而感到惋惜，但是一定会为一个体型庞大的女孩而感到无奈。所以说，对人们可能要选择的很多方面来说，如果他们确实能选择的话，这种选择将取决于孩子的性别。因此，性别选择在许多方面都是这一主题的重要方面。


选择孩子们的性别

设想一下，我们能够事先选择我们孩子们的性别。我们也很容易做出这样的假设，并且要认识它的要义也没有什么困难。

我们已经能够选择是否要生小孩，在什么年龄生小孩，生几个，以及使孩子们的年龄如何分布，等等。我们甚至还能够控制孩子们的性别比，比如当我们有一个男孩和女孩后就会停止生小孩了，如果我们还没有我们想要的，我们就会继续生。进行性别选择，也不会造成什么新型家庭的产生，因为各种各样性别比例的家庭组成都已经存在。

我们的兴趣在于性别选择的后果，而不是性别选择的技术。我们还对如何去处理以前不重要的选择感兴趣。不过，技术本身能够影响我们想要研究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性别选择技术是由母亲一个人来控制，还是由夫妇双方来合作实施？进行性别选择的事情要不要跟别人说，跟谁去说？如果本来想要一个女孩，最后却生下来一个男孩，那么这种情况究竟是由这种技术的缺陷造成的？还是由于工作人员的粗心造成的？抑或是由欺骗行为造成的？如果一个小孩想知道自己当初究竟是不是父母所想要生下来的，那么避孕技术的出现会影响孩子对正面答案的接受与否。如果性别选择技术使孩子知道父母当初尝试要过其他性别的孩子，情况会怎么样？

暂且先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不管，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人们能够选择的话，她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能做的只不过是设想。不过，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这样的证据。我们无法研究人们实际上选择了什么，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做选择。而且即使我们去问他们（如有些研究人员有时做的那样），我们也很难得到比较严肃认真的答复。

这种情况就好像你在路上突然碰到一个巫女，她能让你实现三个愿望，以让你放她走。由于没有期待这种情况的发生，你不可能有很多时间来好好构想你的这三个愿望。关于孩子的性别选择问题，虽然不是对所有人，但是绝大多数人对此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尤其是那些从未生过小孩的年轻夫妇。不可能有人能够在研究人员问他们问题之后的短短几分钟之内就能够对这个问题做出决策，而且很少有夫妇会协调他们之间的分歧，或者是认真地探究各自不同的偏好，以为调查提供可能性的数据。

美国家庭增加对避孕技术的采用部分地可以被看作是有意的，所以有人就试图研究在选择是否继续怀孕时所展现的性别偏好。这种想法很简单：如果那些已经有两个男孩或者是两个女孩的家庭，比起那些已经有一男一女的家庭，一般更会生第三个小孩。那么这就意味着，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中男女各有一个，如果头两个孩子不满足这种要求，他们就会继续尝试。但是统计数据并不能说明这种情况，因此有了其他各种解释。一个广泛的观察是只有男孩的家庭和只有女孩的家庭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家庭，而且很多父母都同意这一点。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即已经有两个女孩的家庭在决定要第三个小孩时，并不是想要男孩，而是因为他们觉得两个孩子也不算多，孩子们可以增添家庭生活的乐趣，所以他们想要第三个孩子；然而，已经有两个男孩的家庭会觉得自己的家庭过于喧闹，或者对自己的家庭环境较不满意，或者同样满意，或者认识到两个小孩已经足够多了。换句话说，也可能男孩和女孩对于父母关系（比如离婚）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这对于是否要第三个小孩具有一定的统计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确实在统计数据上观察到这些偏好，我们也不能确定我们所观察到的是对男孩还是对女孩的偏好。

更进一步地说，至少有两方面可以说明，当某一个选择变成现实时，夫妇的偏好或许会发生变化。在很多文化中，生男孩是有男性气概的象征，或者是神对这个家庭的恩赐；一个有些强制性的传统是父亲都想要男孩，而且当一个父亲宣布他家里生了一个男孩时，别人对他的恭贺听起来似乎也更发自心底。当一个家庭里的第三个小孩仍然是女孩时，连她们的祖父都会觉得遗憾。一旦我们知道婴儿的性别只是说明了母亲要么是吃了一颗蓝色的药丸，要么是吃了一颗粉红色的药丸而已，那所有这些也就不存在了。一个坚持说他很高兴他的第二个孩子像第一个孩子一样是个女孩的父亲，不会被认为是在故作姿态。因为人们清楚地知道如果他想要一个男孩的话，他也做得到。

但是，伴随这一选择的将是一系列社会学和人口学的问题，如果父母们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后代的性别，那么后代们的性别比例就会偏离传统的50∶50。如果在一个种族群体、地区或者社会阶层里，父母们借以为孩子们选择学校、婚姻和职业的性别比例和传统的比例发生了严重偏离，尤其是当政府利用某些计划来影响这种性别比时，人们就不得不考虑作为所在群体中的多数派或少数派的好处和坏处。从目前来看，人们对于未来性别比例的计算更多的是一种预测，不过这种预测对于大家来说是一种公平的猜测。如果一个小男孩对父母报告说，他幼儿园班上有2/3是男孩，只有1/3是女孩，那么他的父母就会在决定再要男孩或者女孩之前对这个数字进行严肃的思考。

人们会为这个新技术带来的选择而高兴吗？我们仅仅是多了一种选择而已？或者多了一种冲突的来源？或者是多了一种懊悔的理由？因为生活已经要面临太多选择，而夫妇之间已经有太多容易发生冲突和争执的地方。

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的影响主要是总体上的：总体性别比，或者一个涉及社会生活和婚嫁迎娶等活动的特定年龄群体、种族群体、社会经济群体和其他群体中的性别比。另外，这种性别的选择还会对家庭发生作用，尽管这种作用目前还很难评价。比如说，如果选择的主要方向是追求一种平衡的性别结构，也就是说，在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中，这两个小孩最好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那就会有很多的男孩没有兄弟，有很多的女孩没有姐妹；更多的男孩只有姐妹，更多的女孩只有兄弟。根据目前的技术，在有两个小孩的家庭中，有一半的男孩会有兄弟；而在追求性别平衡的技术的引导下，男孩们不再有兄弟。

对于总体性别比，我们可以用一些简单的算术来考察，在不同的选择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在对欧美的访谈和问卷调查中发现，一个偏好是至少在家庭中要有一个男孩。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混合的男性偏好。当然，如果家庭对女孩的偏好数量至少也是一个的话，那么实际上就不算是什么偏好了。在调查中也时常观察到家庭的一个假设性偏好是先要一个男孩。这两种选择可能反映了相同的偏好：如果你至少想要一个男孩，那么先生一个男孩就能极大地缓解这种对男孩的期盼。

要想感知一下这种计算，那么考虑一下如果每一个家庭都想先要一个男孩的情况。最后的结果要看各个家庭是否在要了一个男孩之后再随机地生其他孩子，还是先生一个男孩然后再生一个女孩以作平衡。当然，我们的计算还要看有多少家庭最后有一个孩子，多少个家庭有两个、三个或者四个小孩。假设每一个家庭都先生了一个男孩，那么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的孩子性别都是男性，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其男性孩子占的比例可能是1/2，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其男性孩子占的比例可能是2/3，等等。考虑到美国家庭的规模，以多种方式出生的新生儿的男性占70%，而女性则占30%。这一男女比例比2∶1还高。如果每个家庭在先要了一个男孩之后，再轮流交替地生女孩和男孩，那么有偶数个成员的家庭将会有同样多的男孩和女孩，有奇数个成员的家庭男孩将比女孩多一个。新生儿中男孩将为60%，女孩为40%。在这样的人口中，每一个女孩会有一个兄弟；3/5的女孩没有姐妹；1/3的男孩没有兄弟。

假设每个家庭都想要至少一个男孩，但不去人为选择腹中的婴儿，而只是听天由命地随机生下小孩，一直到最后一个孩子。如果他们还没有生男孩的话，就用现代技术选择一个。除了少数那些事先只想要一个孩子的家庭以外（这些家庭所占的比例远远比目前美国只有一个存活小孩的家庭比例21%要小很多），这种计划的影响很小；只有那些一直只生女孩的家庭不会受到影响，因为他们必须生一个男孩来代替那个女孩。不过如果有些家庭在完成这个计划之前就已经停止生育了，那么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

性别比不平衡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在我们所有的制度中，一夫一妻制是跟这种不平衡联系最紧密的。不过，从这方面讲，这种不平衡已经存在。第一，在不同的地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性别不平衡。在华盛顿地区，女性大量超过男性；在一些西部地区，尤其是夏威夷和阿拉斯加，男性数量又大大超过女性数量。第二，在美国婚龄女性已经超过了婚龄男性，因为男性的初婚年龄趋向于比女性的大。随着新生婴儿每年按3%的增长率增长，如在1956年之前的1/4世纪那样，三年的初婚年龄差距就意味着婚龄女性要更年轻一些，而且要比婚龄男性多10%。第三，在美国女性比男性更长寿，而未婚的女性比未婚的男性要多得多。对于年龄在45岁以上的未婚者来说，未婚的女性与未婚的男性之比大约是4∶1。对于20岁出头的年轻男女来说，他们的期望寿命之差为6～7岁。所以那些嫁给比自己年长三岁的男性的年轻女性们可以预计自己要比丈夫平均多活10年。很明显，即使在出生时的男性和女性基本实现了数量平衡，在一些重要的年龄上仍然会存在很大的不平衡。

如果出生婴儿的数量很不平衡，或者说出现周期性不平衡（发生在长期内能够平滑，但是在相继的年龄组别内存在较大的循环性的不平衡），那么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从“技术性政策”层面上来看，处理这种问题并不比处理通货膨胀、失业、能源、出生率的变化以及退休人员与总工作人口之比的变动等问题更难。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的财政手段来稳定婴儿出生率（比如差别化的所得税减免措施，对不同性别的差别化服役条款，差别化的大学收费标准，以及一系列的针对不同性别的优惠奖励措施和以性别为基础的歧视性的强制行为）。尽管这些不太容易出台的政策能够成功，但是从目前政府试图稳定的一些经济指标来看，内生分析上并没有多大不同。

但是，社会的甚至宪法上的含义都是非常深远的。试想一下，现在政府试图通过一项政策来实现新生儿的“目标”性别比。这时总统候选人就必须辩论，让男性数量超过女性数量5%或者10%会不会更好，或者让女性超过男性的利弊所在。除了需要在政府的支出、收入和管制计划中融进一系列以性别为基础的奖赏和惩罚措施外，对拥有多少“正确”数量的男女需要制定一定的政策。

已经有人指责，联邦政府推出的帮助穷人阶层的家庭计划有种族歧视的含义，甚至还有种族歧视的动机。设想一下，政府设立了明确的人口目标会有什么结果：总统会通过采取一些措施，使通胀率控制在4%以内，使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使多出生的男婴控制在6%以内。

所以说，不仅仅是父母们可能不愿意享受这项新技术所带来的新选择。还有一些事情——天气情况可能算一个，婴儿的性别也算一个——无法更好地控制。给出的公正是随意的，但它可能比歧视要好。


选择其他特征

有没有你可能要考虑选择的其他特征？

体型？

长寿？

种族认同？

左撇子或右撇子？

视力？

体育素质？

智商？

秃顶程度？

用以选择的技术可能因为这些特征的不同而不同。有一些特征跟连续的变量相关联，比如说长寿和体型；而有些特征跟离散的变量相关联，比如左撇子和秃顶；有些离散的选择，比如说跟“病理学”相关的选择，可能需要经过检测才能得到某种特定的唯一特征；其他的选择可能涉及某个极端值或者平均值。有一些选择可能跟某个特定的染色体一一对应，而其他的选择则可能与某一染色体有关但并不是一一对应。比如说，决定长相的基因肯定比决定长寿的基因更集中于染色体上。最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特征可能由同样的染色体来决定，这使单独挑选这些特征比较困难。


选择后代的一些人口学后果

如果在连续几代人中，绝大多数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比其他人都高大一些的话，我们最后将会使我们的后代变得非常高大，“我们”是指人类，而不是指20世纪的父母。世界上将来所需要的是更矮小的人，而不是更高大的人。即使父母们对孩子的体型并不太关心，仅仅是希望孩子的个头不要低于最矮的10%，那么如果人人都这样做的话，人们的平均身高就会受到显著的影响。由于预期到别的父母会挑选更高大的孩子，所以每一对父母都会放弃原来的放任自由的挑选孩子的方式，以平衡将来的风险，从而避免使自己的孩子因父母这一代稍微低于平均数，而到了他们那一代就显著地低于平均数。这种选择的结果就会使后代身高的增长像更熟悉的通货膨胀现象一样。


选择后代在文化方面的一些后果

假设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自己的孩子是右撇子还是左撇子，但是如果有机会选择的话，还是更希望自己的孩子不是左撇子，因为左撇子有时不太符合大众的习惯。如果很容易选择成为右撇子的话，大家可能更希望将左撇子从一个很普遍的、无关紧要的特征——甚至还是某种值得自豪的特征——转变为一种较为少见的特征，以至于人们为了防止自己的后代成为具有某种少见特征的孩子，而会尽量避免这样选择。就这样，由于大量并没有协调过的个体行为，一个本来很普通的特征就变成了一种缺陷。


预测，还是猜测？

这一定是一个猜测性的话题。不管我们对于基因选择技术的发展情况是否明了，也不管这门技术将来能够给我们提供多少选择染色体的机会，我们总是会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不是缺少用以猜测的元素，而是可供我们猜测的无用数据太多。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猜测别人的选择，可以猜测其他人对别人选择的猜测，以从这些猜测中可能得出的动力。我们还可以用这些数据猜测人们对于个人选择的态度和职业意见，政府和宗教部门可能推行的政策，以及个人决策的方式。这种决策通常涉及父母或者其他更多的人。

我们要想辨认出在什么时候哪些选择是极端危险的，哪些选择是轻率的，就更困难了。我想，在前面我所罗列的一大堆特征中的最后一个特征“秃顶”，应该算是比较轻率的一种了。阅读广告页就可以了解，秃顶成为一种“病症”，虽然并非完全如此。关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探索性质的投机行为，比如为后代选择特征，如果我们关注其中某些并不是非常重要的选择，也许我们就能享有更大的选择自由。“秃顶”也许就是由社会文化所决定的一个“审美学”选择，它可以被用来作为“长相”或者“容貌”的代名词，它对人群中的分布密度极为灵敏，并且还跟性别相互关联。它也许可以用来显示一个社会中的歧视和不公平是如何产生的。


与传统优生学的对比

秃顶还可以用来显示传统的优生学和未来对染色体的可能选择之间的惊人差异。差别是这样的，优生优育和畜牧业有点相似，但更偏重于父母的选择；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从父母那里选择特定的染色体。传统的优生学——在这里我指的是大概在一代人之前提出过的用来“选择我们的后代的基因”的任何可能的措施——包括了是否让一个人成为父母的决策。（这一点在畜牧业中是不一样的，在畜牧业中，我们可以有选择性地消灭后代、使后代绝育或者是阻止其进一步繁殖。）所以说，这种做法会涉嫌干涉了一个人最重要的个人权利。现在我们所讨论的对染色体的选择就显得较为人性化。对染色体的选择可以听天由命，也可以人为地由父母进行选择。父母一方的一个主要“特征”在第二次尝试时就会有50对50被筛选成功的可能。而且如果精子能够被筛选到的话，那一个主要的特征就能够从大量的精子中挑选出来，而且对父亲而言没有任何损失，除非应选择出的特征包含了一个染色体，它影响到了其他的特征，比如说孩子的性别。在染色体中的那些可以追溯到上几代祖先的隐性特征，在这个选择过程中也可以用相似的方法去掉。相对于严重的疾病而言，能够从生出不好的孩子和不要孩子之间解放出来，可能是一件巨大的幸事，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可能已经变成了现实。这个原则对于那些轻率的选择同样适用。

也许目前最大的约束条件就是，可能决定孩子性别的染色体还决定了孩子的其他特征。这是关于“基因在染色体内”集聚的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也是关于性别选择的一种特殊的尽管不是独一无二的重要性所在。如果一对夫妇想要一个男孩或者女孩，那么他们就只能接受由决定性别的染色体所决定的其他特征。


一些动机性的或者人口学意义上的结构

为后代选择不同的特征的动机和方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一些特征可能是人们要避免的，因为不管这些特征在社会上出现的频率如何，其社会地位决定了具有这些特征在社会中可能会留下比较痛苦、尴尬或者是令人恐惧的记忆。这些特征被认为是不健康的表现。

还有，一些特征由于比较少见或者代表了分布的极端值，所以被认为是危险的和不合时宜的。它们中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因为社会对它们有偏见。（不过，一些比较少见的特征正是由于其稀缺性，甚至因此而具备了较高的经济价值。）不过，在那些人们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特征和已经被外部环境所决定的选择之间，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前者为人们沿着某种价值取向选择的数值，与他周围相关人口的频繁性特征和平均值无关。人们所偏好的体型应该是有很多前提条件的。人们基本上都希望自己的体型比平均水平高一些，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这么想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认真思考一下，是否有必要长高6英尺而不是3英尺。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外部环境条件都是竞争性的。人们希望长到平均个头就够了，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找到适合自己体型的衣服和裤子；不过他们也许也希望自己能够比别人体型更大些、更强壮些，也更高些，因为这样的话，在某些方面会有优势。在一个竞争性的环境中，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某些让别人处于劣势的特征，比如身高；而与之相反，音乐天赋却不是这样的。一个有音乐天赋的孩子能够让身边的人产生愉悦的感觉，而不是使身边的人感到处于劣势。

但是，某些由外部环境所决定的选择可以是遵从、融入，或是认同，而不是简简单单地“适应”或者“超越”。比如，父母可能让孩子的肤色跟大众基本一致，头发的颜色要跟别人不一样，个头比一般人要高一些，与自己所属的种族相像或者不相像，长寿但是不必早熟早慧。

这些不同的偏好会形成非常不同的动态变化趋势。如果长寿不会牺牲其他方面有用的特征的话，那肯定就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特征，尤其是当它能够有效地防止短寿时更是如此。父母们为孩子们所进行的非自然选择的这个特征通过影响部分或整个人口分布，肯定会使人口平均年龄上升。配偶或同伴们预期寿命的上升，更会使长寿有价值。

很难想象，如果能为孩子们的面相或其他可以看得到的特征做出选择的话，那情况会是什么样。个人选择可能会使整个种族的特征发生融合，也可能会使整个种族的特征发生分化。

智商可以被当作是一种竞争性的特征。由于它本身比较有价值，所以可能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里，智商会被更加认为是一种更富有价值的特征，不管这种竞争是建立在对智商测度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智商起很大作用的学校竞争的基础上，或者是一个人在竞争性职场上的成功程度的基础上。如果父母们都相信在父母对染色体的人为选择下的基因组合比随机选择下的更能提高孩子的智商；如果父母们都相信，在某些社会阶层中，人们都在利用这门技术，那么他们就会觉得有压力来进行选择，这不是因为他们对其孩子的智商不满，而是想到，必须与新一代人看齐。


为谁而选择？

智商和长寿两者之间有趣的区别在于，智商更注重自己的幼儿在成为孩子时的表现，而长寿则更注重孩子在成年以后的表现。如果决定一个人长寿与否的染色体跟智商没有关系，那么选择的难度在于父母从无数的精子中挑选出智商和长寿的最佳组合，或者根据将来的智商和长寿程度将那些表现不佳的胚胎流产掉。那些即将要生小孩的父母们，考虑更多的是他成为小孩时的情况，而不是他们到老年之后的状态。

与此同时，这些父母们本身并不是小孩子了。一位父亲大概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在上中学时就已经秃顶了，而如果他本人的年龄已经足够大的话，他大概会考虑为正在扩大的家庭做一些财产安排，考虑自己的生活，并且可能的话，他还会考虑为自己的事情做出一些应有的安排，而不仅仅是为孩子做选择。


拥有选择的后果

至少在两方面，选择染色体的能力不会有人利用。首先，在一些我们非常热衷的选择上，我们所做的一厢情愿的选择也许只会使事情在整体上变得更糟糕。我已经用孩子的体型举例说明了这个问题。也许对于个人来说，比别人高大一些也会有一些好处，但是从集体来看，人口平均身高的上升，并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有一些本来比较细微的缺陷，如果在社会中变得越来越少见，但还没有完全消失，那么通过大众的“不受人欢迎的比赛”，就会变成一个不良的特征。尽管一两个例子并不足以说明集体选择的社会学和人口学后果会大于收益，但是也足以提醒我们，由外部决定的资源的集体选择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带来什么好处。

第二个困难存在于家庭内部。比如说，对孩子性别的选择问题。这是增加即将成为父母的夫妻之间以及他们与对方的父母之间意见不一致的来源之一。（如果选择孩子性别的技术并不是十分过硬，那么他们尽管能在一起决定生男孩好还是生女孩好，但是最后要得到所偏好的孩子是有一定风险的。）那些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但是还想要第三个孩子的家庭，要冒的风险就更大。

长得比较瘦弱的男孩也许会想，如果当初不是他的母亲坚持要在他出生前把他的较强壮的体型方面的基因换成音乐天赋方面的基因的话，那他也可能和别的男孩一样强壮，现在就可能不在上小提琴课。如果对他说，“他”本来就只有一种大小，他也不会满意这种回答的；他可能是60万亿个小男孩或小女孩中的另外一个。


第7章 曲棍球头盔、夏令时以及其他二元选择

布卢恩斯队的特迪·格林（TeddyGreen）在打曲棍球时脑袋挨了一棍子。结果，《新闻周刊》（Newsweek，1969年10月6日）马上就有评论：

出于某些缘故，队员们从来不主动戴头盔。芝加哥的球星巴比·哈尔（Bobby Hull）一语道破个中缘由：“虚荣心”。但是很多队员坦率地承认，戴上头盔打球，会降低他们的速度，使其处于不利地位，而有些人则是担心被对手们嘲笑。只有担心打球时会受到像特迪·格林那样的伤害，或者是有某种规则的约束时，大家才会带上头盔……有个球员很好地总结了大家的想法：“不带上头盔是愚蠢的，但我还是不想戴，因为其他人都没有戴。我知道这样做是非常愚蠢的，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不过，如果联盟要求大家都戴上头盔的话，我想大家都会乖乖地戴上它，而且也没有什么好介意的。”

这则《新闻周刊》的评论还引用了董·奥瑞（Don Awrey）的话，“当我看到特迪的模样时，我当时的感觉糟透了……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戴上头盔，我也不再去管别人说我什么。”但是第38频道（波士顿）的观众们知道，奥瑞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

这一章所要讲的是关于二元选择的外部性问题。这些是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的选择。“外部性”指的是，你比较关注我的选择，或者我的选择会对你产生影响。也许你并不在意，但是你必须知道：当我们相遇时，你应该从左边还是右边走过去；或者你也许并不需要知道，但是你也许会在意：不管我是否开车，你都会开车，不过你还是希望我能够不开车。
[16]



要不要为属于你自己的那份埋单就是一个例子，在打曲棍球时要不要戴头盔也是一个例子。同样的还有，要不要把你的狗拴住，要不要在ERA选举中投赞成票，要不要继续待在某个社区内或是搬走，要不要加入一个商品抵制活动，要不要在请愿书上签名，要不要打预防针，要不要携带枪支，要不要购买责任保险，要不要买一个拖车链，驾车时要不要开前灯，要不要骑车去上班，要不要修理自家房前的人行道，或者要不要使用夏令时，等等。问题不是研究每个人做多少，而是有多少人做出这种选择或那种选择。

加入一个具有自我约束力的组织，或是不加入并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一个二元选择。如果我们考虑到一个组织可能施加的各种限制，那么我们就会有很多问题；但是如果组织已经存在，它的规则已经固定下来，那么加入还是不加入就是一个二元选择。如果要认可一个核计划协议，或者是要对最高法院的判决举行听证，那就有多方面的选择，除非这项协议或听证已经完成。通常情况下，那仍然是一个二元选择的问题。
[17]



在某些情况下，不同的安排结果也是不一样的。假设每一个人都需要100瓦的灯泡照明才能进行阅读，邻座的灯泡能够给自己提供相当于邻座灯泡一半亮度的照明，并且每个人头顶上都有一个60瓦的灯泡，这样的话，只要每个人的左边和右边都开着灯，他就能进行阅读。将一群人围成一圈，如果别人把他们的灯打开，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灯打开（如果有邻居不开灯，那么他也不会开灯）；将这群人排成一排，坐在两边的人不管怎样都没法阅读，于是就只好关掉自己的灯，这样造成他们各自的邻座也得不到足够的照明，于是也会关掉自己的灯，这一过程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把自己的灯关掉了。在这里，我们只讨论每个人的处境都完全一样的情况。不管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每个人最后的处境都完全依赖于旁边的人数。



注释


[16]
 “外部性”不是本书所发明的术语，但是由于它已经被固化为经济学的一部分，所以你必须对它熟悉。它是指一个公司的行为、一个机构或者某个个人的行为的效果，发生在公司记账系统、机构视野或个人兴趣和关系之外，但是却在别的记账视野或者个人的兴趣范围之内。


[17]
 在讨论参议院对法官卡斯维尔的投票时，理查德·哈里斯(Richard Harris)对于在n=101的情况下的近似二元选择的相互依赖性进行了发人深省的描述（只有离开或者弃权两种选择）。其中，选择具有不同程度的可逆转性；不完全的甚至有时是被操纵的信息；具有特殊影响的小型网络；参与者之间迥异的偏好，等等。详见Judge Carswell,“Annals of Politics”,The New Yorker,Dec.5 and 12,1970;Decision,Ballantine Book,Inc.,1971.


知识和观察

如果人们依赖于别人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模式，那么他们能否发现别人在做什么就很重要。在下雪天，只要我环顾一下四周，就能知道有多少人用了雪地轮胎；不过在出现紧急情况时要想知道有多少路过的车上有拖车链，就显得有点困难了。我不可能知道周围的人有没有接种疫苗，除非我让他们一个个把袖子都卷上去；不过我的私人医生只要看一下统计资料就能告知我这个数据。我对学校里有多少人经常穿西装去教师餐厅进餐较有把握；但是，在某次非正式的聚会上，究竟有多少人会穿得比较正式，而有多少人会穿得比较随意就很难知道，除非我决定亲自到场。

连续性的或者是重复性的双向选择，如果是易于观察到的而且是没有转换成本的话，就可能准许我随时根据大众的行为模式来调整自己的决定。那些不容易改变的决定往往是在不清楚的状态下做出的。有一些决定，比如什么是对老板抗议的辞职，是容易观察到的；而有一些决定，比如上了膛的枪支或者是种痘留下的疤痕，有可能是明显的，也有可能是隐性的；有些选择，比如扔废弃物到一个公共的水池里，既不容易看见，也不容易被发现。某一项政策或者是规定能否得到有效执行，只要看是个人的行为还是集体的行为，抑或只有一定比例的人的行为能被有效地监测到。除非特别说明，我一般认为，人们能观察别人的行为，并会按照别人的选择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但是我们应该记住，这仅仅是一种我们比较容易处理的特殊情况。

事实上，人们真正“看到并去适应”的，有时候并不总是选择的数量，而是选择的后果。参议员要投总统提名人的反对票，可能会对投给提名人的反对票总数非常关心；并行停车的车主更关心可能造成不安全的人数，而不是人数本身；那些选择不为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的父母们，会对别人家孩子的接种能带来多少保障关心，尽管他们也许更清楚有多少人接种，而不清楚有多少人不接种。数量本身和这些数量背后所隐含的后果（这是大多数人真正关心的，也是能够观察得到的）之间的区别，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应该是很清楚的；但是在这里，我通常还是假设人们更关心选择本身，而且能够对选择看得更清楚。

那么，我们现在有的，是一个包括n个人的群体，每一个人都可以在“L”和“R”（“左边”和“右边”）之间做出选择：在一条水平直线上，这对应于两个方向，或者在实际生活中，它表示人们选择在某条道路上的左边走或者是右边走，或者表示两个持不同政见的党派。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选择“L”或者“R”所能得到的收益，要视究竟有多少人选择“左边”或者“右边”而定。


囚徒困境

对此问题的一个较好的入门讨论是被称为“囚徒困境”的二人博弈模型。它分析了两个人之间的二元选择。具体描述如下：

（1）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无条件的偏好：不管对手做出的是什么选择，自己都偏好同一选择。

（2）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对对方行为的无条件的偏好：这种对对方行为的偏好并不受自己所做出的选择的影响。

（3）两个人的偏好方向是相反的：每一个人偏好的选择不是他希望对手偏好的选择。

（4）两人偏好的强度说明，如果两个人都能够做出那个他们所不情愿做出的选择，而不是两个人都偏好的选择，两个人的福利会增加。

图7—1给出了一个描述性的矩阵。其中一个人R，代表“行”，他所做出的选择可以用选择图中的上下行来表示；而另外一个人C，代表“列”，他所做出的选择可以用图中的左右列来表示。在每个方格中，左下角的数字代表R的选择的收益值，右上角的数字代表C的收益值。不管C的选择是什么，R都偏好于下面这一行的选择；而不管R的选择是什么，C都偏好于右边一列的选择。如果是这样一种选择的话，那么最后两个人的收益都为零。如果两个人都选择自己“不偏好”的选择，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左上角的那个方格，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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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每个方格中，左下角的数字代表R的收益值（选择行）；而右上角的数字代表C的收益值（选择列）。

人的收益都为1，如果他们各自转换到他们偏好的行或列，每个人都可以多得到1个单位收益，但是会给对方造成2个单位损失。

这种情况很容易描述。但是，当我们考察多人模型时，这个情况就会变得模糊起来。如果只有两个人，那么“其他人”指的就是“其他所有人”；而如果人数超过两个，那么就存在很多中间可能性。我们必须用一种比较清楚的定义来准确地反映囚徒困境的实验，然后来看我们是否有一些足够清晰的结论来给予它一个合适的名称。


概念的扩展

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概念问题。（1）周围选择非最优化决策的人越多，个人是否总是会获得效用改进？（2）无论其他人选择做出何种决策，个人的自我偏好是否总是会保持不变？

为了定义起见，我们暂时对以上两个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同时假设在这个问题中起到作用的只是人数（即不存在个体特性），并且所有人的收益排序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对一个标准的多人囚徒困境（后面简称为MPD）作出如下描述：

（1）有n个人，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二元选择和相同的收益。

（2）无论别人如何选择，每个人都有一个偏好的选择；并且这个受偏好的选择也是其他人偏好的选择。

（3）无论一个人做出的选择是什么，周围选择不受偏好的决策的人越多，他就越能获得效用改进。

（4）对于某个比1大的数字k，如果排序等于或超过k的个人选择了不受偏好的决策，而剩下的人选择了受偏好的决策，那么那些选择了不受偏好的决策的人将比在所有人都选择受偏好的决策时获得的效用更大；但是对于排序小于他的人来说，这个结论不成立。

将以上四个陈述作为囚徒困境问题的可能扩展，我称之为MPD模型，我们立即可以发现，k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它表示任何能通过放弃最受偏好的选择而获得收益的群体的最小规模。这个最小的有组织的人群能为加入其中的人带来好处（尽管可能会对没有参加组织群体的人带来更大的利益），不过，他们很厌恶那些搭便车的人。

在一条从0到n的横轴上我们可以画出两条收益曲线。（在此，为了方便，我将n个人转换为n+1个人，这样对任何一个人，n表示他人的数量。）一条曲线表示受偏好的选择，这条曲线被认为左起于0点，并向右逐渐升高，可能渐趋平缓，但是不会下降。在这条曲线下方我们画出不受偏好的选择曲线，这条曲线起于0点之下，逐渐升高，与横轴相交于某一点，记做k。我们用L（“左”）来表示人们偏好的选择，用R（“右”）表示人们不偏好的选择。选择“右”的人数用横轴上任意一点与左端点之间的距离来表示。当横轴上的值为n/3时，即该点位于从左到右的1/3处时，这两条曲线表示对于某个人来说，当周围的人有1/3选择R，2/3选择L时，他选择L或R时获得的价值。

图7—2给出了符合这一定义的几条曲线。对这些曲线的唯一限制在于每幅图中的两条曲线的四个端点都像显示的那样与纵轴相交，并且每条曲线都向右逐渐升高，彼此互不交叉。将图7—2中的每一幅图与现实情况对应起来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我把这个任务留给读者。在其中的图A中选择R的劣势是一直存在的；在图B中选择R的成本随着选择R的人数增加而增加，选择L会比选择R获得更多的外部性收益。

对于不同的个人来说，选择R和选择L所带来的“价值”增加也许有共同的度量尺度，也许没有。对于气味、噪音以及其他外界刺激所产生的反应并不能在人群中进行累加。即使有共同的度量尺度——比如生病的频率、排队等候的时间损失、电话中的忙音——如果不加选择地进行加总，结果也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即使不假设我的时间与你的时间具有同样的价值，那研究我们之间的时间损耗总量也是有意义的。通常情况下，如果对于不同个人的权重与他们对L和R的可能选择之间不存在所期望的相关关系一，个简单的总数就可以用L来代表某种适当n的加权和。图7—2中的虚线表示选择R和选择L的人所得到的总价值（或称平均价值）。在图的左端，每个人都选择L，总R价值（或平均价值）与L曲线重合。在图的右端，总价值则与R曲线重合。在横轴中点上，总价值曲线点正好位于L曲线与R曲线之间距离的中点上，而在1/3和2/3的分界点上，总价值则正好是从L曲线到R曲线之间距离的1/3与2/3的分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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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参数

在对MPD进行描述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参数是k，即可行性联盟的最小规模。在此，“可行”指的是在二选一的决策选择的基础上，假设不再有其他人合作，某个合作者群体人数达到k，就一定能够从选择R策略中获益。这是能够自我获益的最小规模组合。显然，要刻画任意一种MPD情形，我们需要不止一个参数。图7—2表明，即使k是固定的，各种MPD情形也是存在差异的。然而，现在暂时假设k不变，我们可能会问是否要集中考虑k/n，或者说n-k等。

如果n是固定的，这些情形都是一样的。但是n在不同情况下各不相同，所以k，k/n，以及n-k是不是控制参数不是一个定义问题，它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是哪种情况。

如果k是遵守国际捕鲸配给量的捕鲸船数量，那么关键的参数可能不是k，而是n-
 k。如果不受限制的捕鲸人数足够多，那么就没有人能够通过限制自身的捕鲸行为而获得利益。如果收费公路上的汽车使用弹性是无限的，那么无论我们如何限制自己的驾驶行为，我们也无法缓解公路拥堵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捕鲸者需要一个灯塔，并且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对灯塔的成本进行补偿，那么捕鲸者就只需要建立一个足够大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细分建造灯塔的成本，使灯塔为他们带来的收益超过他们每人的成本。如果灯塔对每艘船的价值与获得多少收益无关，那么排序为k或更后的捕鲸者的成本收益就能持平，或通过分摊成本来增加收益，而不管有多少船只没有对使用灯塔付费。

如果起作用的变量是比例——比如装载紧急设备的船只部分——k将与n同比例变化。因此，我们得到标准的MPD模型的第二个重要特征：k和n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重要的参数是在L和R两种选择之间的价值差别是什么。随着联盟规模的变化，选择L——即不参加联盟——的积极性是会增加还是会减少？如果进入捕鲸行业是受到限制的，而我已经在这个行业之中，被限制捕鲸数量的人越多，我在这个自我限制联盟之外能捕到的鲸鱼就越多。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参加这个联盟仅仅需要支付建造灯塔的成本份额，那么加入团体的人越多，分摊的份额就越少。

我们可以根据选择R的人数变化所带来的两条曲线之间的垂直距离的变化来计算这个成本。在图7—2中，有的曲线之间的距离向右逐渐扩大，表示差异在扩大，而有的曲线之间的距离则逐渐减少，表示差异在缩小。

如果我们将这些收益价值作为增加值的话，我们可以得到第四个重要的参数。这就是使总价值最大化的选择R的人数（在图7—2中由虚线的最高点表示）。如果定量配给机制过于严格，那么如果有些人选择L，即有些人不参加有限制性的集体，捕鲸者集体行动就可以捕到更多鲸鱼，或者获得更多利益。接种天花疫苗的最优人数通常要比总人口数少，因为疾病传染的风险与免疫人数成比例，而在流行病学上接种疫苗的收益在达到百分之百以前就开始逐渐减少了。

在有些情况下，如果对联盟的条款进行适当界定，集体最大化只有在所有人都选择R时才可能出现。如果设定每人每个季节只能猎取一头鹿，那么护林员将不得不全体出动去寻找那些过度捕鹿的人，这种规定是很愚蠢的。如果所设定的猎捕数量使猎手们都能遵守，并且获得最佳收益，那么就无需依靠某些搭便车者来管理鹿群。然而有时并不能如此安排，比如我们很难设计出一个机制，使每人每个季节都能猎获4/3头鹿。

接下来利益冲突出现了。考虑一下疫苗接种问题：如果最优的接种数是人口的90%，并且每个人不可能只接受9/10的疫苗接种，那么必须有一个体制来决定谁接种疫苗谁不接种。（事实上，人们确实可以“部分”地接种，只需要在免疫力下降后再接种的间隔时间较长就行。）在高速公路问题上和猎鹿者问题上，人们可以寻求必要的数量调整，以使得所产生的最佳利益为全体成员都满意，尽管为了维持一定比例，有时不得不准许人们每3年猎取4头鹿。

自从1949年以来美国还没有出现一例天花病例，并且人们也相信这种疾病目前已经在全世界被消灭了。接种天花疫苗所带来的并发症迄今为止只造成了一例意外死亡，大约1 000个人里有一个人会出现轻微的过敏反应。美国公共卫生局也不再推荐对年轻人进行常规的天花疫苗接种。因为免疫力在逐渐下降，许多曾经接种过天花疫苗的成年人可能现在已经不再具有免疫力了。

假设美国公共卫生局宣称，考虑到疾病及其蔓延，以及接种疫苗的风险，美国最佳的疫苗接种人数是总人口的2/3。你会选择让你的孩子接种吗？（假设它还同时提到，如果总人口的2/3接种了疫苗，那对于全国来说就是最优选择；然而，对于个人来说，不接种疫苗则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集体利益的最大点发生在k的左边，那么可能会有更多冲突发生。除非我们能够解决分配的问题，否则集体最大化就必然会给选择R的人带来净损失，而不仅仅是少获得利益的问题。如果人们有自愿的选择权，所做的选择是非此即彼的，并且选择是不可补偿的，那么任何一个可行的联盟都会陷入大而无效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联盟——即便是一个非自愿的联合体——可以仅仅通过它的存在而改变收益。在最近的一篇研究高等学校的舞会的文章中，作者描述了在她做出要求穿燕尾服的决定时一些男生的行为反应：这些男生不愿意自己到外面去借燕尾服，但是又赞成穿燕尾服的主意，因为“对许多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们盛装打扮参加舞会的唯一机会”。还记得巴比·哈尔对头盔的反感的解释吗：虚荣。人们自愿戴上头盔可能会被视为一种软弱的行为，但是如果一个棒球运动员戴上棒球头盔，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个懦夫，因为如果他不戴头盔，棒球联盟会不让他参加比赛。人们不仅会经常性地戴摩托车头盔，而且在要求佩戴的州里，他们可能会更乐意戴头盔。本章中我将再次假设，收益仅取决于选择本身，而不取决于选择产生的方式，但是读者必须对其他的可能性有清醒的认识。

我已经用了“联盟”这个词来表示被引诱选择R策略的那些人。他们这样选择可能是因为某个可执行的协定，或者是受到他人的强迫，或者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选择可以使别人也做出同样的选择，而如果他们不做，别人也不会做这种选择，或者是他们恪守一项做人准则的结果。

但是，“联盟”通常有一个制度性定义。它表示在这个特定的二元选择中，拥有足够规范的组织结构的一个群众子集能为团体中的成员，或部分成员，或者在一定情况下的所有成员形成一个集体决策。他们可以是某个协会中的成员，例如贸易联合会、教工会、枪支俱乐部或老兵组织，他们在政治活动中作为一个集体进行投票，遵守一定的规则，共同捐献，或者加入更大的组织中去。团体行动有以下两种方式：要么对成员的个人选择做出限制，要么团体代表他们做出集体选择。


一些不同的结构

到现在为止，我们仅仅考察了MPD。我们还必须研究其他几种情况：曲线相互交叉，并在交点、端点上达到均衡；或者两条曲线向相反的方向倾斜。我们必须研究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下人们想和别人做同样的事情，另一种情况下人们尽量回避与别人做同样的事情。

然而，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囚徒困境会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能生成一个无效均衡：给定他人的行为，每个人都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然而如果每个人都做出相反的选择，所有人都能获得效用改进。这就要求社会组织做出努力，寻找一些能形成集体决策的方法，或者能达成某种可执行的协议，或者重塑人们的行为动机，以使人们放弃他们原本可以选择的行为，而做出相反的选择。

然而，当人数比较多时，囚徒困境所体现的无效均衡就不是那么明显了。我们可以画出一些关于选择R策略和L策略的人数的曲线以找到无效均衡，这些曲线不具有MPD曲线的形状、斜率和端点特征。

因此，我们也许应该在此确定一个一般性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囚徒困境中的无效均衡，而是指所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即：在这些情况下，通过非一致性选择和非限制性选择所能达到的均衡都是无效的——也就是说，通过协调的、限制的、组织的、管制的或集中的决策，能够使每个人获得效用改进。或者使某些集体的总利益扩大的所有情况。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应该对以下两种选择进行区分：（1）自我约束条件下已经形成的占优选择——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偏好两种完全不同的均衡中的一种，但是可能会陷在他们并不偏好的那种均衡中。（2）通过强制要求、可执行的协定、集中化决策，或者其他一些使每个人的决策都建立在他人决策基础之上的办法而形成的占优选择。MPD是要求执行非均衡选择行为的多种情况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尽管还并不是非常特殊。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于处于MPD或类似情况下的人，组织人们执行限制性的选择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要做的。“他们”可以是一群坚守沉默原则的诈骗犯，也可以是一群组织抵制运动的偏执狂，也可以是组织市场垄断的密谋者，或者是策划秘密会议的政治反对派。


交叉曲线

为了使MPD适合这种更大的类别划分，让我们来看MPD中选择曲线为直线的情况——以图7—2中的B图为例——如图7—3那样将R曲线上移。R曲线穿过原本位于上方的曲线，L曲线不再是无条件的最优选择曲线。在图形的左部，仅有少数人选择R，R是受偏好的选择。如果我们假设进行了任意一种有序的调整，我们就能在两条曲线的交叉点处得到了一个稳定均衡。
[18]

 如果多于这个数目的人选择R，L就会成为更好的选择，人们就会放弃R而选择L，直到这两种选择的价值相等。选择R的人越少，R就是一个越有吸引力的选择，人们就会放弃L选择R，直到R的优势消失为止。

[image: ]
图7—3



这个均衡点不可能是集体最大化的点。如果有些原本选择L的人选择R的话，那所有人都会从中获益。选择R策略的人数沿着曲线上升；所有放弃L而选择R的人都将在R曲线上达到一个比他们原本所处的“均衡点”更高的点。（集体最大化可以在右端点之外的任何一点发生。）

那么这种情况与MPD有多大的不同呢？对所有人来说，两者所提供的均衡点都劣于当更多人选择R策略时的价值。

MPD与这种情况的区别仅在于，在MPD均衡点上，没有人选择R策略；而在交叉曲线情况下，两条曲线都向右上方倾斜，有人选择R策略。但是两者之间的这种区别并不是很明显。在两种情况下均衡都是无效的：如果更多的人选择R而不是都集中在均衡点附近，那所L有人都能获得更大利益。而在两种情况下集体最大化并不需要所有人都选择R策略。

（没必要要求所有人的汽车后备箱里都备有拖车链。每两辆车有一根拖车链就行了，两根拖车链并不比一根拖车链更好。表示“有拖车链”的R曲线应该是接近水平的；表示“没有拖车链”的L曲线起点基本上位于R曲线下方，逐渐弯曲并且穿过R曲线，渐趋右端点并变得与R曲线平行，两条曲线之间的垂直距离相当于拖车链成本。如果人们能够观察到汽车拖车链的使用频率并能做出相应反应，那么两条曲线的交点就是一个均衡点。因为“有拖车链”的曲线是水平的，所以均衡点正好相当于每个人都购买并准备了一根拖车链，但并不显优；集体占优点必须具备更大的拖车链使用频率，但不是百分之百。因为存在曲率，所以处在均衡点之下的拖车链数量所造成的不足对于选择L的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

在图7—3中，在图形右边，L策略受偏好（此时多数人都选择了R），而在图形左边，R策略受偏好（此时多数人都选择了L）。如果保持两条曲线都向右倾斜，并且相交，我们可以将两条曲线相互交换：这样我们得到在右边R策略受偏好，在左边L策略受偏好。这就是图4—2中所描述的情况。这里我们有两个均衡点，一个是全部人都选择R，另一个是全部人都选择L。右边的均衡点由于存在外部性，因此是更好的均衡点。但是，如果每个人都选择左边的均衡点，那么没人有理由选择另一个均衡点，除非选择这个点的人足够多，能够跨过曲线交点所形成的峰值。

在图7—4中，L可以用来表示携带可观察到的武器装备，而R则用来表示没有带任何武器。如果其他人都带了武器，那么我也会带武器，但是如果其他人都没带，那我也不会带。（这些可以用来表示核武器及“单个国家”吗？）武器的可观察性有两个影响。如果L和R与图4—2中所表示的一样，个人所带的武器被隐藏起来，或者说核武器仍处于秘密阶段，你就不知道自己位于曲线的哪一个点上——无论你面临的曲线是哪一条。更有可能的影响是，武器的可观察性将会改变收益——携带武器的风险和收益通常取决于携带的武器是否能够被明显地看出来。（即使武器本身不能被禁止，某些可靠的武器检查措施也可能会起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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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注释


[18]
 下面更精确地说明了均衡位置的计算。用X表示选择R的人数（X是整数）。L曲线和R曲线的线性表达式如下，L=aX+b,R=cX+d;当L=R时这两条曲线相交，即X=(d-
 b)/(a-
 c)。（因为L曲线更陡，并且左端点低于R曲线,所以分子和分母都是正数。）无论是从L变成R还是从R变成L都不能增加收益时,就实现了均衡。从L变到R增加了一个选择R的人数，所以第一个条件是aX+b≥c(X+1)+d;这等价于X≥（d-
 b+c）/（a-
 c），它表示从点c/（a-
 c）到交点右侧的点（d-
 b）/（a-
 c）之间的距离。从R变成L减少了一个选择R的人数，所以第二个条件是a（X-1）+B≤cX+d;这等价于X≤（d-b+a）/（a-c），它表示点a/（a-c）到交点右侧的距离。因此，X的均衡价值处于一个单位范围之中——这个范围的上限和下限之间距离为（a-
 c）/（ac）——也就是从点c/（a-
 c）到交点右侧的距离。在这一个单位范围内必然有X的唯一整数值。（除非这个范围的两个端点正好位于两个整数点上，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两个不同的均衡值，这时个人可以在两个选择之间相互变换并且不改变他的收益或损失。）举例来说，如果L曲线的斜率是R曲线斜率的两倍，那么均衡值就位于交叉点右边一个或两个单位范围内。如果人口数量很大，那么均衡值与交叉点之间的距离就会非常小，在图上将无法反映出这个很小的距离。


有条件的外部性

将R曲线按顺时针方向旋转，直到如图7—5所示那样向下倾斜，与L曲线相交。外部性并不是一致的：一个R策略选择会使那些位于左边的人获益，而一个L策略选择则会使那些位于右边的人获益。然而我们仍然有一个均衡点。并且如果各自选择的收益是某种可以用相同尺度衡量的商品的话，那这个均衡点就仍然不是集体最大化的一点。

这里有点差别。如果集体最大化点位于交叉点的右边，那么在这个最大化点上必然有些人——即那些选择R的人——不如在均衡点上收益高，除非对他们进行补偿，或者人们轮流做出牺牲。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特殊的组织问题。

图7—5可以启发我们考虑信息在这个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为了使问题更具体化，假设在公路突发事件中，有两条线路，司机们对这L两条线路都不熟悉。如果司机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这两条线路中随机选择，那么结果将会类似于50-50的分配，在图7—5中这个分配点位于两条曲线交点的右边。选择R的司机一旦知道情况后就会后悔没有选择L，但是这个结果却比均衡分配下所能得到的结果在整体上更优，并且，作为一场“公平竞争”的选择，所有司机都会认为这个结果比交叉点上的结果要好。有鉴于此，在直升机上观察到这一结果的交通指导员也不应干涉，因为如果他加以干涉，他要冒着使本来畅通的线路变得拥挤，从而使两条线路都失去吸引力的风险。（如果我们将R曲线画成水平形状，那么这个结果将会更加明显。）如果直升机交通指导员告诉那些在较拥挤线路上的司机另一条较不拥挤的线路的情况，是否会由此改变整体状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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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下面，用R曲线表示暴风雪后待在家里的人，用L表示驾车出门的人——也是两种选择。收音机里的播音员告诫人们都待在家里不要出门。许多人都乖乖地待在家里了，而驾车出门的人却欣喜而惊奇地发现马路居然如此空旷畅通；如果别人也知道了这一情况，他们一定都会驾车出门。如果所有人都驾车出门，他们都将会位于L曲线较低的左端点上。夸大其词的告诫，往往比“真实”的告诫（例如，一个自我肯定的告诫）更能阻止出行人数，从而导致一个近似于最优的结果，除非人们已经知道这一告诫的程度需要打折扣（或者事先已经达成服务协定，人们可以随时获知有关道路情况的信息，这样他们就都会自发靠近两条曲线的交叉点）。

接下来，在保持R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条件下，将曲线整个下移到完全处于L曲线的下方（见图7—6）。这样，所有人都选择L时也会出现一个均衡点。选择R可以使选择L的人获益，而选择L可以使选择R的人获益。这种情况与MPD不同，因为即使没有补偿措施，没有R选择者的联盟也能成为一个可行集合。同样，L曲线上的均衡是无效的。如图7—6所示，如果R曲线左端低于L曲线不太多，只要有一些人选择R，就有可能产生集体最大化。然而，要引导人们选择R从而使集体结果最大化，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组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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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公地

对上面这种情况有一种常见的解释，这就是“公地”。有两个公共的牧场，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两个牧场上自由放牧自己的牲畜。同样的情况还有两条公路，任何人都可以在公路上自由驾驶。任何一个在公路2上驾驶的人都会使在公路1上驾驶的人获益，因为他的行为减少了公路1上的堵塞程度而增加了公路2上的堵塞程度。任何一个在公共牧场2上放牧牲畜的人都增加了牧场2上的牲畜数量，而减少了牧场1上的牲畜数量。任何有关两个可替换位置上的堵塞问题都可以用两条向不同方向倾斜的曲线来表示。


双重均衡

让我们回到直线情况下的双重均衡情况上来。

我们在此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两条曲线的斜率可以完全相反，R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而L曲线向左上方倾斜，这样的外部性是有条件的，并且是“自利性”的——即R选择支持R选择，L选择支持L选择。第二种情况，两条曲线都向右上方倾斜，R曲线比L曲线更陡。（当然，它们也可以都向左上方倾斜，但这是同一道理，只要把R曲线和L曲线调换一下就行。）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有两个均衡点，每个均衡点都在曲线端点上。组织的问题就是要达到最优的均衡点。如果两条曲线倾斜方向相同，那么哪个均衡点是最优均衡点就不言而喻了；但是如果它们倾斜方向相反，那么这两个均衡点都可能是最优均衡点。

在任何一种有两个均衡点的情况下，问题是（如果确实存在这个问题的话）要如何得到一个共同选择，或者改变足够多的人的选择以实现最优均衡。也许并不需要强制、约束，或者集中化的决策；也许仅仅需要一开始就使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就可以了。如果这种选择是一次性的，只需要使每个人相信其他人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就足够了，而人们的这种预期仅仅通过信息沟通就可以形成，因为一旦人们形成了一致性的认识，他们就没理由不做出正确的选择。

如果已经形成了无效的L策略均衡，每个人就都会不愿意选择R，除非他们认为其他人都会选择R。这种情况需要做出某些有组织的调整，比如规定单行道，以及靠左或靠右行驶等。人们可能会陷入无效均衡之中，每个人都等待他人改变行为，没人愿意做第一个尝试改变的人，除非他有信心使其他人也随之改变行为，从而使他的尝试不至于落空。

现在让我们注意一下两条曲线都向右上方倾斜与它们斜率变化趋势相反这两种情况之间存在的小小差别。在前一种情况下，尽管联盟本身是可行的，但是不足以吸引其他人选择R策略并使其可行。图7—7说明了这种情况。如果每个人都选择L，那么一定存在一定人数，姑且再称之为k，能够通过选择R获得更大收益，即使他们人数非常少，从而不能使R成为受所有人偏好的选择。这个关键数字点出现在R曲线达到L曲线左端点的高度时，这与MPD情况下一样。如果选择R的联盟人数超过了这个数字，那么这个联盟就是可行的；如果联盟人数达到了与两条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更多的人数的话，它就足以吸引其他人都改变他们的选择。但是如果这个联盟太小，以至于无法达到改变他人选择的目的，它也仍然是有作用的。即使是在具有两个均衡的情况下，也仍然含有MPD性质的内容：存在某种联盟，当它选择R时能获得效用改进，虽然其他人也同时获得了效用改进，虽然联盟中的任何一个人如果背叛集体选择了L也能获得效用改进。这种情况的不同之处在于存在一个更大的联盟，能够诱导其他人改变他们的行为选择，因为当这个联合体足够大时，它可以使R成为一个受偏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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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不完整双重均衡的MPD

MPD与双重均衡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和人口规模上的区别差别不大。在图7—8中，当人口数量为x时，有两个均衡点。如果k与人口数量无关，将人口数减少到y，出现的情况就是MPD。将人口数继续减少到z，MPD就会消失。MPD不过是一个“不完整的双重均衡”，因为人口不够多，无法超过峰值。（同样，双重均衡只不过是一个“扩展的MPD”，因为前者比后者增加了足够多的人数，从而使该联盟得以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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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弯曲度

我们能给出无数种不同的L-R曲线，但是无法保证现实中确实存在一对这样的选择，对应着某一对具有启发意义或构造意义的曲线。直线的情况略微有R些不够明确，它通常用来作为整个单调曲线集合的代表。但是直线的简单性却会带来一定的偏差；直线只相交一次L；并且除了端点之外它们也没有最大值和最小值。一些具有弯曲度z的曲线可能y会改变外x部性应该具有不变边际作用的假设。


一致性

一类有趣的情况是两条曲线都呈现出U形，如图7—9中所显示的三种不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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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一个基本关系是“一致性”：对于任何人来说，无论他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其他所有人的一致性选择都要比混合选择好。

在图7—9上面的那种情况中，如果有足够多的人选择R，R策略就是这个人愿意采取的偏好选择；如果有足够多的人选择L，那么L策略就是这个人愿意采取的偏好选择。这里存在两个均衡点。一个均衡点是占优均衡，但是两个均衡都要比一个很大范围内的其他中间分配好得多。夏令时可能是一个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假设现在是夏天，用R表示执行夏令时。每个人都执行夏令时，那是最好的。如果每个人都执行标准时间，事情也不差。但是，如果人们在安排办公、工作进度表、节目时间和晚餐时间时采取不同的标准，那么事情就会很糟糕。此外，与靠右行驶、实行米制计量制度这样的问题不同，对个人来说最糟糕的问题还不是不能与其他人保持一致，而是使所有人都不能彼此保持一致。即使我目前处于夏令时时间内，如果全世界有一半人都在执行夏令时，而我却不知道究竟是哪些人在执行夏令时，我还是能以标准时间更好地驾驭我的生活。一个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如果跨越了时区，他会将他腕表上的时间仍旧保持在“家乡本地时间”上，这样也能处理好各种情况，除非他要和其他一些也没有调整时间的旅游者打交道。

图7—9中间的那种情况与上面的基本相似。但是这时每个人都有点希望自己属于少数派，而同时希望其他人保持一致。如果要找到一个和夏令时相对应的例子，那很容易，我们前面谈到的当四天工作制被普遍推行时，是选择周一还是周五作为第三个休息日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例子。为了避免这天拥挤的人群，如果别人都选择在周一这天驾车出城或去打高尔夫球，那么我就愿意选择周五休息。（或者，如果我是个杂货店老板，那么我愿意在别的店都关门的那天营业。）同时，在组织一场高尔夫球赛，或者和朋友们去海滩度假，或者仅仅知道哪家商店在营业，以及谁还在上班等这些问题上，其他人做出的一致性选择是一个有利条件。总的来说，如果一个人不能得到独一无二的待遇的话，他最好还是与其他人保持一致。在任何情况下，如果达到了均衡，那么也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均衡。越是想要和别人不同，结果就越是对每个人都不利。

图7—9下面的那种情况表示了一种单一均衡情况，这种均衡是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但也不是一个完全满意的均衡。（这个图形本可以将L的端点画得比R的再高一些，并给出一个有效结果。为了说明问题，我没有这样画。）L表示十进制计量系统，R表示十二进制计量系统。每一种计量系统单独来看都运行得很好，但是如果一半人使用某种计量系统，另一半人使用另一种计量系统，结果就会混乱。此外，改变一种计量系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为子孙后代着想，我希望别人都能改变。然而，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却宁愿固守自己的那一套，即使我的那一套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正如在MPD中那样，我可能只愿意在与别人达成协议时才接受十二进制这种系统。如果我们只比较这两条曲线的端点，而忽略掉它们的中间部分，那是不是就成了MPD了呢？


互补性

现在让我们把曲线颠倒过来，如图7—10所表示的那样。这里同样有三种情况。除了前面所讲的一致性之外，这里还存在互补性。如果人们能在两种选择之间进行分配，那么情况就会好得多。然而，尽管每个人都希望万事万物的选择都能混合起来，但他希望自己的选择有时属于多数派，有时候属于少数派，有时候使自己的偏好不受任何影响。

有关互补性的一个明显的二元划分的例子就是关于性别的问题。让我们顺着第6章的思路来推测一下孩子的性别可以事先选择的情况。这个选择并不是二元的，因为多数父母都不止有一个孩子，他们可以对每个家庭的规模选择一些不同的整数组合。但是这一分析仅仅具有建议意义，所以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家庭可以决定要男孩还是要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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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想到，多数家庭都希望人口是男女混合的，并且男孩女孩各占一半。然而，一对夫妻有可能偏好下面三种不同选择中的一种。

第一种情况，人们可能有一个一致性的偏好，比如无论人口中的性别比例是多少，所有人都想要一个女孩，或者所有人都想要一个男孩，同时他们也强烈希望总人口性别比例是50∶50。第二种情况，每个人都可能想要一个较稀缺性别（scarcer sex）的孩子：因为将来无论是恋爱、婚姻甚至再婚，较稀缺性别的孩子都有优势。第三种情况，占优的性别可能具有一个超过“稀缺价值”的优势，而父母们在选择生育一个多数派性别的孩子时，可能会不喜欢这种男性或女性的人数优势。

在第一种情况下，存在一个满意均衡。在第二种情况下，存在两个不满意的均衡。在第三种情况下，则存在一个单一的不满意均衡。

在最上面的那个不满意的均衡情况下，我们可以定义一个k，即能够从强制性契约中获益的最小人数组成的联盟。

即使技术进步可以为人们提供这样的选择，并产生以上所述的这些问题，那现实的问题也不会如此严峻，因为每一对夫妻面临的选择并非二元选择，最后他们都会不止选择一个孩子。然而，即使是二元选择的例子，它也生动地提醒我们，对于严重偏离最佳的个人选择来说，一个良好的组织性措施就是不让人们选择——但是这种随机选择可能使人们受益，也可能使人们受害——并且不需要任何组织。


充足性

现在让我们看图7—11。一条R曲线两次穿过L直线。每个人都希望别人选择R，而处在中间的人们由于被吸引而选择R。局部使用杀虫剂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别人使用杀虫剂会使你受益。你的邻居们也使用了杀虫剂，否则购买的杀虫剂的价值就会丧失；如果别人也适量使用杀虫剂，那么你自己喷洒杀虫剂才是划算的；并且，如果最后几乎所有人都使用了杀虫剂，你也就没必要自己花钱来杀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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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广播系统有时候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如果几乎没有人有民用波段通信设备，那么人们也就不会通过它来进行交流；电台的外部性使有该设备的人比没有设备的人获益更多，尽管后者从这种通信系统中也获得了一些收益；如果足够多的人都拥有了该通信设备，那么其他人也会因此购买一台，以此作为平常的通信交流手段；最后，如果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台这样的设备，你倒可以省钱不用买了，因为你可以去朋友家里用他的设备，甚至在有紧急情况时，可以请任何一个路过的行人帮你发送信息。

委员会会议是一个大家更为熟悉的例子。如果没有人来参加会议，会议就要受影响；然而，除非出席会议的人数达到法定人数，否则会议就不值得去；在一定的数量范围内，你的到会可能是使会议有效的重要因素，但是如果到会人数太多，你又会觉得没必要放弃这么好的一个下午来参加本来可以不参加的会议。

用这些收益曲线，我们可以得到两个均衡点：一个是右上方的交点，另一个是左端点。（如果我们重新定义这两条曲线——即改变两条曲线的含义——那么均衡点也可能是左下方的交点和右端点。）


概要总结

非常诱人的是对种种可能的二元选择的收益结构所进行的详细的概要分类。尽管这些并不是无限多，但也极其庞大。即使是单调曲线，也可以是内凹的或外凸的、S形状的、弯折形状的以及锥形的，等等；当然，它们不一定就要是单调的曲线。这些不同形状是否值得进行区别分类，要看我们想要选择分析什么样的情况——均衡的个数、均衡有效性、信息以及负面信息的作用、潜在联盟的规模、约束性或强制性合约的重要性、人口规模的重要性，等等。同样，我们仅仅讨论了人口的一致性收益问题。所以，任何一种逻辑分类机制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要求。

然而，仅就直线情况而言，不同情况的数量还是有限的——至少，值得研究的不同种类是数量有限的。尽管如此，至少还有以下这样的不同情况值得我们进行区别分类：

Ⅰ.当所有人都做出同样的选择时，存在唯一均衡点。

A.这是所有人都偏好的结果。

B.如果所有人都做出相反的选择，每个人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1.集体总利益将处于最大化点上。

2.只要有一部分人，而无需全部，做出了相反的选择，集体总利益就会增加；可能有人比别人获益更多，但是相对于均衡点处，所有人都获得了更大利益。

C.如果有一部分人，而不是全部，做出了相反的选择，集体总利益就会增加，但是有人获得的利益却可能比在均衡点处时获得的利益少。

Ⅱ.当有人选择L而有人选择R时，存在唯一的均衡点。

A.如果所有人都选择R，那么他们都将获得更大的利益。

1.集体总利益可能因此达到了最大化。

2.如果有一部分人仍然选择L，集体总利益也能得到增加，相比于均衡点处，每个人都能获得更大利益，但是他们所获得的利益增加可能并不相等。

B.如果有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本来选择L的人选择了R，尽管有些人的利益可能减少，但是集体总利益会得到增加。

C.集体总利益达到最大化点。

Ⅲ.存在两个均衡点，每个均衡点都表示所有人都做出了相同的选择。

A.其中一个均衡是每个人都偏好的结果。

1.然而，较小的那个均衡值优于多数情况下的混合选择。

2.较小的那个均衡值比多数情况或者所有情况下的混合选择要差。

B.两个均衡同样令人满意，并且都优于所有混合选择情况。这些情况都可以用已经给出的图形进行描述。如果我们对图7—2中的两条曲线重新定义，就可以描述情况ⅠA，全体选择R就给出了一个可行的最大值。情况ⅠB1与图7—2A或图7—2C所表示的情况一样；ⅠB2则对应着图7—2B。而ⅠC则显示在图7—6中。情况ⅡA，—包括1和2在内，都可以用图73来说明，只不过具体情况取决于R曲线的斜率而已；ⅡB对应的是图7—5，—如果我们将图75中的一条曲线旋转至最大点与交叉点重合的位置，ⅡC就是这种特例。如果我们对L和R曲线进行重新定义（或者，换个方式，将图7—4中的L曲线围绕交点旋转，直至它向左上方倾斜），那么情况ⅢA1就可以用图7—5来描述。ⅢA2对应的就是图7—4，而如果图7—4中L曲线的左边与R曲线的右边一样高，ⅢB就是ⅢA1这种情况。

运用这些曲线而不是直线，可分析情况的多样性大大增加；正如在图7—10下面的部分所表示的那样，我们可能得到两个次优均衡，其他情况也是一样。

在每一种情况下，“均衡”这个词都应该理解成为“潜在均衡”。选择的顺序和时机以及选择的可逆性；有关他人选择的信息；信号传递、议价以及组织过程；风俗习惯、以往的先例、模仿；以及其他种种关键因素，我们在此都没有进行详细说明。所以我们不能肯定地说，现实选择将稳定地趋向我们在此所确定的“潜在均衡”。

正因为如此，这里并没有对各种二元选择情况进行分类，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这些二元选择的其他重要特征可能像收益那样具有重大差别，所以我们只是讨论了二元选择的效果曲线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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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ary choices,二元选择

collective maximum in，集体最优

complementarity in,互补性

dual equilibria in,双重均衡

externalities and,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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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family of models,家庭模型

lemons model as,次品模型

outcome preference in,结果偏好

for review session attendance,总结课的听课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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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vs-interactive process in,市场和互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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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 for,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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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s for,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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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ting,see segregation,分离，参照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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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ur,Judith M-,祖迪斯·M·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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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nologies,术语

thermostat,调温的

tipping model,倾斜模型

tolerance,color-ratio,see boundedneighborhood model,容忍度，肤色比例，参照有界邻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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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fic congestion,交通拥堵

commons model and,公地模型

information and binary choices in,信息和二元选择

social organization and,社会组织

traffic patterns,in semi-closed systems,交通模式，半封闭系统

traffic signals,invention of,交通信号，发明

pedestrians,crossing,人行横道

as self-enforcing,自我持续

as social planning model,社会计划模型

synchronization of,同步

“Tragedy of the Commons,The”(Hardin),公地的悲剧（哈丁）

“transition matrix,”“转化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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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writer keyboard,打字机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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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orm multi-person prisoner-s dilemma,see MPD，一致的多人囚徒困境，参照MPD

“unseen hand,”“看不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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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les，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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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ete vs.continuous,离散和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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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lso independent variables,参照独立变量

vicarious problem solving,不可捉摸的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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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ting lines,排队等候

water budget,用水预算

water shortages,水资源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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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pons,visibility of,武器，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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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ow-widower ratios,鳏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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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o-population growth,”零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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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的名字出自印度的、也是亚洲的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阿马蒂亚”是“另一个世界”的意思，具有智力的或想象中的未来世界的意蕴。泰戈尔的《吉檀迦利》中有一首诗，描述了这个彼岸世界，其意境酷似森的追求。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罢。

——泰戈尔的《吉檀迦利》诗35

（引自冰心译：《泰戈尔诗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献给安塔拉（Antara）、南达娜（Nandana）、英达纳妮（Indrani）和卡比尔（Kabir），希望世界少受幻象的囚拘


序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有这样一句名言：“绝大多数人都是他人。”这听起来就好像是他诸多胡言妙论之一，但不同的是，王尔德这次却合乎情理地给出了解释：“他们的思想是某个他人的意见，他们模仿他人的生活，他们最爱引用他人的话。”确实，我们受我们所认同的人们的影响是如此广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正如最近在科索沃、波斯尼亚、卢旺达、东帝汶、以色列、巴勒斯坦、苏丹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所看到的，那些被人有意挑起的宗派仇恨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只要略加煽动，人们对某一群体的认同感就可迅速膨胀，最终演变成残虐他人的武器。

确实，世界上的大多数冲突与暴行都是由某一看似唯一的、没有选择的身份认同而得以持续。煽动仇恨之火总是乞灵于某种支配性身份的精神力量，似乎它可以取代一个人的所有其他关系，并以一种很自然的好战方式压倒我们通常具有的人道同情和自然恻隐之心，其结果或是朴素的原始暴力，或是在全球范围内精心策划的暴行与恐怖主义。

事实上，全球范围内潜在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就是如下假设，即可以根据宗教或文化对人类进行单一的划分。关于这种单一划分的支配地位的信念使得暴力在全球一触即发。单一划分世界的观点不仅仅与那种认为人类大体上是一样的信念格格不入，而且也与那种较少受到关注但更为合情合理的观点，即认为我们的差异是多样的观点相悖。世界往往被视为由各类宗教（或“文明”、“文化”）组成，而忽略人们所实际拥有和重视的其他身份，诸如阶级、性别、职业、语言、科学、道德和政治。单一划分观要比多元和多种划分观更偏于对抗，而后者构成了我们所实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种理论上的简化主义往往可不经意地助长实际政治中的暴力。

此外，各种试图克服这类暴力的努力也同样因为概念上的混乱而束手无策，因为它们也——明确地或隐含地——接受了单一划分观，从而排斥了其他明显能克服暴力的途径。结果是，基于宗教的暴力不是通过加强公民社会来克服（尽管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而是通过动员各个宗教中的所谓的“温和”派领袖来劝说，指望这些宗教领袖们自己在他们的宗教内驱逐极端主义分子，并在必要时重新界定其宗教教义。一旦人际关系被视为一种单一的群体间的关系，诸如文明、宗教或种族之间的“交善”与“对话”，而完全忽视同一个人还属于其他群体（如各种经济、社会、政治或其他文化关系），那么，人类生活的大部分重要内容就消失无形了，个人被填塞入一个个“小盒子”之中。

把人们渺小化的可怕后果就是本书的主题。我们将重新审视和评价某些广为讨论的主题，比如经济全球化、政治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历史领域中的后殖民主义、社会生活中的民族性、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和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等。只有承认我们生活中关系的多样性，并且作为这个世界的共同居民而理性地思维，而不是硬把人们塞入一个个狭窄的“盒子”中，也许才有可能实现当代世界的和平。当务之急是需要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有自由确定我们事务的优先次序。与此相关，我们还要充分地认识到理性地发表意见——不管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与作用。

本书构思于2001年11月至2002年4月期间，当时我应帕迪中心（Pardee Center）戴维·弗罗金（David Fromkin）教授的热情邀请，前往波士顿大学做了六次演讲。该中心致力于研究未来，当时为该系列讲座所确定的主题是“身份认同的未来”。不过，在T.S.艾略特（T.S.Eliot）的小小启发下，我后来确信“现在与过去，都存在于未来”。因此，当本书完稿之际，它不但包含有对未来的预见，而且也涉及了历史和当今世界中的身份认同。

事实上，早在波士顿讲座之前，我曾于1998年11月在牛津大学就理性在身份选择中的作用做过一次公共讲演，题为“理性先于身份”。这是一次“罗马尼斯讲演”（Romanes Lecture），带有正式礼仪并定期在牛津大学举行（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在1892年作首次演讲；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于1999年也曾登坛演说）。由于非常正式的礼仪安排一，当我演讲的最后句话话音刚落，就由身着礼服的校方人员簇拥着步出讲堂（听众还来不及提任何问题）。虽然如此，由于事后有文稿传阅，我仍然获得了许多极有教益的评论。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使用了罗马尼斯讲座的文本，并且吸取了这些评论中的洞见。

确实，我还从由我所作的其他讲演（它们或多或少与身份认同有关）以及别人关于这些演讲所作的评论和建议中获益良多，这些讲演包括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my）的2000年年度讲演、法国学院（College de France）的特别讲演（由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主持）、东京的石坂（Ishizaka）讲演、圣保罗大教堂的一次公共讲演、曼谷瓦西拉兀（Vajiravudh）学院纪念披耶·比差努萨（Phya Prichanusat）的讲演、孟买和德里的多拉布·塔塔（Dorab Tata）讲演、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中央银行作的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讲演、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OXFAM）的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讲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希区柯克（Hitchcock）讲演、美国哲学协会的彭罗斯（Penrose）讲演、2005年英国博物馆的英国石油公司讲演等等。此外，我还从最近七年来在世界各地访问时所作的各次发言和随后的讨论中获益，这些地方包括：阿姆赫斯特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达卡大学、东京的一桥（Hitotsubashi）大学、伊斯坦布尔的柯克（Koc）大学、圣霍利奥克学院、纽约大学、帕维亚大学、格勒诺布尔的皮埃尔·孟戴斯法兰西（Pierre Mendes France）大学、南非格雷厄姆斯敦（Grahamstown）的罗德斯大学、京都的立命馆（Ritsumeikan）大学、塔拉戈纳省的罗维拉·维尔吉利（Rovira Virgili）大学、圣克拉拉大学、克莱尔蒙特的斯克利普斯学院、圣保罗大学、里斯本理工大学、东京大学、多伦多大学、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维拉诺瓦（Villanova）大学等，当然还有哈佛大学。这些讨论对理解我所要分析的问题很有帮助。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许多有益的评论和建议，在此我需要感谢比纳·阿加瓦尔（Bina Agarwal）、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萨拜娜·阿尔克（Sabina Alkire）、萨德尔·阿南德（Sudhir Anand）、安东尼·阿皮亚（Anthony Appiah）、霍米·巴巴（Homi Bhabha）、阿基尔·比尔格拉米（Akeel Bilgrami）、苏加达·伯泽（Sugata Bose）、陈致和（Lincoln Chen）、陈马撒（Martha Chen）、梅格纳德·德赛（Meghnad Desai）、安塔拉·德韦·森（Antara Dev Sen）、亨利·范德（Henry Finder）、戴维·弗罗金（David Fromkin）、前子·福田 帕尔（Sakiko Fukuda-Parr）、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亨利·路易·盖茨（Henry Louis Gates）、鲁纳奇·贾汉（RounaqJahan）、阿斯马·贾汉吉尔（Asma Jahahgir）、德瓦奇·贾殷（Devaki Jain）、艾沙·贾拉（Ayesha Jalal）、阿纳尼娅·卡比尔（Ananya Kabir）、普拉蒂克·坎吉拉（Pratik Kanjilal）、苏尼尔·基尔纳尼（Sunil Khilnani）、艾伦·科尔曼（Alan Kirman）、诚一近堂（Seiichi Kondo）、塞巴斯蒂亚诺·马费托尼（Sebastiano Maffetone）、尤格鲁·穆赫辛（Jugnu Mohsin）、马撒·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肯萨布诺·奥伊（Kenzaburo Oe）、西迪基·奥斯马尼（Siddiq Osmani）、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莫扎法·基齐勒巴什（Mozaffar Qizilbash）、理查德·帕克（Richard Parker）、库马尔·拉纳（Kumar Rana）、英格里德·罗贝恩斯（Ingrid Robeyns）、爱玛·罗思柴尔德（Emma Rothschild）、卡罗尔·罗瓦讷（Carol Rovane）、扎伊纳布·萨尔比（Zainab Salbi）、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英达纳妮·森（Indrani Sen）、纳吉姆·塞蒂（Najam Sethi）、拉赫曼·苏班（Rehman Sobhan）、阿尔弗雷德·斯捷潘（Alfred Stepan）、铃村小太郎（Kotaro Suzumura）、米里亚姆·特施尔（Miriam Teschl）、沙希·塔罗尔（Shashi Tharoor）和利昂·维泽尔蒂尔（Leon Wieseltier）。我对圣雄甘地有关身份的思想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其孙戈帕尔·甘地（Gopal Gandhi）的交流，他是一名作家，现任孟加拉邦邦长（governer）。

诺顿出版公司的编辑罗伯特·魏尔（Robert Weil）和罗比·哈林顿（Roby Harrington）对我帮助不小，包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建议。此外，我从与林恩·内斯比特（Lynn Nesbit）的交流中也获得教益。艾米·罗宾斯（Amy Robbins）出色地整理了我那潦草的手稿，汤姆·迈尔（Tom Mayer）则将各项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所执教的哈佛大学的学术气氛给我以很大的支持，此外，我也得益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所提供的各种便利，尤其是在暑期的几个月中。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历史与经济研究中心也为我提供了一个高效率的研究基地。在此，我必须诚挚感谢英加·胡尔德·马尔坎（Inga Huld Markan）为我解决了许多与研究相关的问题。感谢戴维·梅瑞克尔（David Mericle）和罗西·沃恩（Rosie Vaughan）为我所作的研究助理工作。在研究所需的资金方面，我非常感谢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梅隆基金会所联合提供的资助。

最后，还必须感谢参加由日本政府于2005年7月在东京举办的世界文明论坛的各国与会者，我有幸主持了该论坛。我从与他们的许多讨论中获益匪浅。此外，我也从2004年在都灵举办的、由彼罗·巴塞蒂（Piero Bassetti）主持的全球性与本土性研讨会和2005年在克里特岛伊腊克林举办的、由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主持的以世界民主为主题的西米研讨会（Symi Symposium）中学到了许多东西。

尽管当前公众对全球暴力的兴趣与讨论是由许多极其悲惨和令人不安的事件所引起的，但这些事情能够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毕竟是件好事。由于多年来我一直竭尽全力地呼吁在构造全球公民社会的过程中应多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区别于各国政府及其同盟常采用的军事行动和外交策略），因此，我为这种公众关注和参与由衷地感到鼓舞。这也许使我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但结局也的确更多地取决于我们如何起而应对我们所将面临的挑战。

阿马蒂亚·森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2005年10月


引言

几年前，我经过一次短暂的国外旅行回到英国（当时我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长），伦敦希思罗机场的移民局官员在极其细致地查看了我的印度护照后，提出了一个从哲学角度来看颇为棘手的问题。他注视着我在入境单上所填的家庭住址（剑桥三一学院院长公寓），问该院长——我肯定与院长有着很好的关系——是不是我的一个亲密朋友。他的问题让我犹豫了片刻，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否称得上是我自己的朋友。思索片刻后，我得出结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我对待自己一向不赖。并且，即使有时我说错了什么话，像我自己这样的朋友，对自己也没有任何恶意。但由于我迟疑了片刻才给出答案，移民局官员希望知道我犹豫的原因，尤其是他想了解清楚我是否不合法地居住在英国。

这一具体的事情最终得到了解决，但那次与移民局官员的谈话却不时提醒我，身份（identity）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当然，我们不难相信，一个事物总是等同于其自身。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曾指出，再也没有比“某物等同于其自身”这样的说法“更为绝妙但毫无用处的命题”了。但他又接着说，这种命题，尽管完全无益，但仍然“与某种想象的发挥相关”。

当我们从“自身认同”转到“与某个特殊群体中的他人认同”（这是社会认同所最常采取的形式）这个问题上时，问题的复杂性将大大增加。确实，许多当代的政治和社会争端都与有着不同身份认同的不同群体所提出的相互对立的要求有关。因为关于自己身份的观念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过去几年来，世界各地的暴行和暴力事件不但引发了难解的冲突，而且也导致了极度的思想混乱。全球政治对立往往被视为世界宗教和文化对立的必然结果。确实，即使不是那么明确，这个世界已日益被视作各种宗教或文化的联盟，而人们的其他身份则被完全忽视。隐含在这种思维路径之中的是这样一个古怪的假设，即可以根据某种“单一而又涵括一切的标准”来将世界上所有的人加以分类。对世界人口的这种宗教或文化分类导致了一种人类身份的“单一主义”（solitarist）认识，这种认识将人们视为仅仅属于某一单个群体（或是像现在这样根据宗教或文化区分不同人群，或是像以往那样按照民族和阶级来加以区分）。

单一主义的认识往往容易导致对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的误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把自己视为各种各样的群体的成员——我们属于其中的每一个。同一个人可以毫不矛盾地既是美国公民，又是来自加勒比地区，还可以拥有非洲血统；此外，还可以是一名基督徒、自由主义者、女性、小说家、女权主义者、异性恋者、一个主张同性恋者有权利自行其是的人、戏剧爱好者、环保积极分子、网球迷、爵士乐弹奏家；而且坚信外层空间也有智慧生物存在，并迫切渴望与他们交流（最好是用英语）。上述的每一个群体——她同时属于这些群体——都给予她一种特殊的身份。没有一种能够算得上是该人唯一的或单一的成员资格或身份。既然我们不可避免地拥有多重身份，在每一情况下，我们必须确定，各种不同的身份对于我们的相对重要性。

因此，对于人类生活而言，最关键的莫过于选择与推理的责任。与此相反，暴力往往孕育于这样的一种认知，即我们不可避免地属于某种所谓唯一的——并且往往是好斗的——身份，该身份可不容置疑地向我们提出极其广泛的要求（虽然有时候这些要求是那么不易接受）。通常，将某一唯一身份强加于一个人是挑拨派别对立的一个关键的“竞技”技巧。

不幸的是，许多主观上试图制止这类暴力的良好意愿也往往因为以为关于我们的身份没有多少选择可做而遭到挫折，这严重损害了我们克服暴力的能力。如果在人类不同群体之间实现友好关系的前景主要被视为诸如“不同文明之间的友善共存”、“宗教之间的对话”，或者“不同社群的友好往来”（我们正日益朝这个方向前进），而忽视人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我们在为和平设计进程之前，就把人类渺小化了。

一旦世界上的种种区别被整合简化成某一单维度的、具有支配性的分类体系——诸如按照宗教、社群、文化、民族或者文明划分并在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按照这种方法把其相关维度看做是唯一起作用的，那么我们所共享的人性便受到了粗暴的挑战。这样一个单一划分的世界比我们所实际生活其中的多重而有差异的世界更具分裂性。它不仅与那种过时的，认为“我们人类大体上一样”的信念（这种观念常被不无理由地讥讽为过于幼稚）相悖，而且也与另一种较少受到关注但更为合情合理的观念相悖，即人们之间的差异是多种多样的（diversely different）。在当代，实现世界和谐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人类身份多重性的更为清晰的把握，以及充分认识到，人们的这种多重身份是纷繁复杂的，并且坚决反对将人们按某一单一的、鲜明的界限来进行划分。

确实，概念混乱，而不仅仅是恶意，很大程度上应该对我们周围所发生的骚乱与残暴承担责任。对命运的幻象（illusion of destiny），尤其是那些宣扬这种或那种单一身份（及其相应的含义）的观念，有意无意地孕育了这个世界的暴力。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我们拥有各种不同的所属关系，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动（不管那些煽动者或他们的困惑不安的对手是如何向我们宣传的）。我们可以对自己的事情自由决定先后轻重。

对于我们所属关系的多样性以及对需要做出推理和选择的必要性的忽视，使我们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缺乏清晰的认识，并因此把我们自己推向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多佛海滩》（Dover Beach）一诗中所描绘的可怕情景：

我们犹如置身于黑暗的旷野，

陷入混乱的进军和撤退之中，

在那里，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混战。

我们能够比这做得更好。


第1章　幻象的暴力

非洲裔美国作家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在其1940年发表的自传《大海》（The Big Sea）中，如此描述当他离开纽约前往非洲时的兴奋心情。他把带在身边的美国书扔到大海中，“就好像从心中扔掉了数百万块砖头”。他正前往“非洲，黑人的祖国”。很快他将经历“真实的事物，去抚摸它们，目击它们，而不仅仅是在书中读到它们”。
[1]

 身份认同感不仅给人骄傲与欢愉，而且也是力量与信心的源泉。因此，身份认同的观念受到如此广泛的推崇——从大众层面上对爱护邻居的呼吁到抽象理论中的社会资本和社群主义的自我定义——也就并不奇怪。

但是，身份认同可以杀人——甚至是肆无忌惮地杀人。很多情况下，一种强烈的——也是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往往可造就对其他群体的疏远与背离。在群体内部的团结每每发展成群体间的不和。我们突然被告知，我们不仅仅是卢旺达人，而且更是胡图人（“我们憎恨图西人”），或者我们并非只是南斯拉夫人，而且更是塞尔维亚人（“我们极其讨厌穆斯林”）。根据我自己对幼年所经历的20世纪40年代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骚乱和分裂的记忆，1月份还是宽宏大量的人群很快就转变成7月份那些心狠手辣的印度教徒与残暴无比的穆斯林。数十万人死于非命，杀人者在大屠杀的指挥者的操纵下只是做了为他们“自己的人民”所做的事。无知的民众被套上一个单一且好斗的身份，由熟练的刽子手们带领着酿造了这场暴力事件。

认同感大大有助于加强我们与他人，比如邻居、同一社区的成员或同一国公民，以及同一宗教的教友之间的联系的牢固性。对某一特定身份的关注可丰富我们与他人的联系的纽带，促使彼此互助，并且可帮助我们摆脱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最近由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等人精辟阐述的关于“社会资本”的见解，清晰地揭示了同一社区中对他人的认同可以如何使该社区所有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因此，社区归属感被视为一种资源——跟资本一样。
[2]

 这种理解很有意义，但需要补充的是，我们还应认识到，认同感可以在使我们友爱地拥抱他人的同时，顽固地排斥许多其他人。在一个联系紧密的社区中，居民们可以本能地抱有团体精神而及时地互帮互助；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向刚从他处迁入的移民的家中扔砖头。排外的敌意可以与宽容的包容携手并进。

在世界范围内，因身份冲突而孕育的暴力似乎在越来越频繁地发生。
[3]

 即使卢旺达和刚果两国中冲突势力的力量对比已有所转变，一个群体针对另一个群体的暴力仍然没有停止。在苏丹，由于对伊斯兰身份认同的富有进攻性的唆使和对种族分裂的利用，在这个高度军事化国家的南部发生了针对无力反抗的受害者的强暴与杀戮。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仍然承受着因身份认同上的截然对立而带来的恐惧，彼此都随时将复仇的怒火发泄到另一方。基地组织（Al Qaeda）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培养和利用一种进攻性的伊斯兰身份来反对西方民众的。

在阿布格瑞比市（Abu Ghraib）和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可以听到类似的报告：一些美国或英国的士兵本来被送去为自由和民主而战，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包括了那些以极其不人道的方式来“软化”（softening-up）战俘的事情。针对敌方士兵或可疑异教徒的生死的无限权力在战俘与看守者之间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身份鸿沟（“他们与我们完全不同种”）。这常使一方完全拒绝考虑敌对方所具有的不那么带有对立性的特征，包括他们也属于人类这一事实。



注释


[1]
 Langston Hughes，The Big Sea：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Thunder s Mouth Press 1940 1986 pp 3 10


[2]
 参见Robert D.Putnam，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the Revival of the American Community（New York：Simon&Schuster，2000）。


[3]
 有相当多的经验性证据表明，种族中心主义并不一定和仇外情绪携手而至。例如，参见Elisabeth Cashdan，“Ethnocentrism and Xenophobia：A Cross-cultural Study，”Current Anthropology 42（2001）。然而，在许多著名的例子中，族裔的、宗教的、种族的或其他选择性的忠诚感被以一种夸张的形式加以利用，从而导致针对其他群体的暴力行为。这里的中心问题是“单一主义”教唆往往易于成功。


·对相互竞争的社会联系的认可·

如果基于身份的思考可以受到如此粗暴的操纵，那么，有无补救的办法呢？试图全部压制或禁止对身份认同的思考是几乎不可能的。理由很简单，身份认同固然可以导致暴力和恐怖，但它也是人类生活丰富性和友情的源泉，并且将身份认同视为一种普遍的恶将毫无意义。相反，我们必须用相互竞争的身份认同来挑战单一的好战的身份认同观。当然，这里也可以包括我们所共有的人性这种宽泛的认识，但还可包括我们每个人所同时拥有的许多其他种身份。这将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其他划分人们的方式，从而减少对某种单一划分的好战性的利用。

迫于压力，一个居住在基加利市的胡图族工人也许不得不把他自己仅仅看做是一个胡图人，并被召引去杀害图西人，但事实上，他不仅仅是一名胡图人，而且也是基加利人、卢旺达人、非洲人、工人和一般意义上的人。只要承认我们身份的多重性以及它们具有不同的含义，那么就需要我们在无法避免的不同身份间根据其各自的切合性和相关性进行选择，这一点特别重要。

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我们仍要看到，单一划分的幻象还是得到了许多善意的支持，这些支持甚至不少来自受人尊敬的——有些是非常受人尊敬的——思想学派，其中包括坚定的社群主义者和彻底的文化理论家。前者将社群身份视为无可匹敌和最高的认同，并且似乎是预先注定的，以至于不需要人们的自由意志（只需要“认可”——如果用一个大家常喜爱用的字眼），而后者则将全世界的人都按不同的文明分割开来，并将他们塞入彼此分离的小盒子中，其后果是严重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将自己看做是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我们同时归属于它们。一个人的公民身份、居住地、籍贯、性别、阶级、政治立场、职业、工作状况、饮食习惯、所爱好的运动、音乐鉴赏水平、对社会事业的投入，等等，使我们归属于各个不同群体。每个人同时属于这许多个群体，而其中任何一种归属都赋予她一种具体的身份。没有一种能够被视为该人唯一的身份，或者一种单一的成员划分。


·约束与自由·

许多社群主义思想家往往主张，一种支配性的社群身份仅仅关涉到自我实现，而与选择无关。但是，我们很难相信，个人在决定她所归属的各个群体的相对重要性时竟然毫无选择，而她只需“发现”（discover）她的身份，就好像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比如确定是白天还是黑夜）。事实上，在我们不同的归属与社会关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决定何者更为优先，哪怕只是在下意识地这么做。在各个不同的我们所属于其中的群体之间决定我们所忠于的对象和优先事务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自由，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承认它，重视它，并保护它。

当然，可做选择并不等于说没有约束。事实上，选择总是被认为是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做出。而选择身份的可能性则取决于个人的特点和外部环境，这些将决定何种可能性是向我们开放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件大事。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我们都是这样来做选择的。事实上，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基本和普遍的事实了，即在各个领域里的所有选择都是在具体的限制条件下做出的。比如，当我们决定去购物时，我们不能忽略这一事实，即我们所可以花的钱是有限的。“预算约束”（budget constraint）——经济学家如此称呼——无处不在。每个买家必须做出选择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预算约束，而只是意味着他的选择必须在他所面临的预算约束之内做出。

这个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道理在复杂的政治与社会领域内也成立。即使某个人不可避免地被视为——被其自身或者他人视为——法国人、犹太人、巴西人、非洲裔美国人、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尤其是在当代政治骚乱的环境中），他仍然可以决定相对于他所同时归属的其他身份，该身份的重要性。


·说服他人·

但是，即使我们自己明了我们希望如何看待自己，我们也许仍然很难劝说他人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我们。在南非实施种族隔离的时期，一个有色人无法坚持要求他人把她单纯地视为一个人，而不管她的肤色如何。她可能无法避免地被划入国家和社会的统治者为她准备好的某个类别中。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自身，在别人眼里，我们在维护个人身份方面的自由可能是极有限的。

确实，有时我们甚至不能充分了解别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因为这与我们的自我认知是两回事。一个流传很久的意大利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故事发生在法西斯主义迅速在意大利各地蔓延的20世纪20年代。一名法西斯党的征募官员要求一名来自农村的社会主义者改变信仰转而加入法西斯党。“我怎么可以加入你们的党？”这名被征募者答道，“我的父亲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我的祖父也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我实在不能加入法西斯党。”“这算什么理由？”这名法西斯党的征募人员不无理由地批评道。“你会如何去做呢，”他追问这名农村社会主义者，“如果你的父亲杀过人，你的祖父也杀过人，你会如何去做？”“哦，那样的话，”这名被征募者答道，“那我肯定会加入法西斯党。”

在划分他人的身份时，也有合情合理的时候，甚至是极其友善的情况，但是这种划分常常也可以是恶意诽谤，由此来煽动对被中伤的人的暴力。“犹太人是人，”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其《反犹分子的画像》（Portrait ofthe Anti-Semite）一文中写道，“但其他人则把他们看做是犹太人……是反犹主义者制造了犹太人”
[1]

 。指控别人往往蕴涵着两种彼此不同但相关的歪曲：错误地将人描述为属于某个指定的类别，并坚持认为这些错误的描述构成该人唯一相关的身份。为反对外部强加于个人的这种身份，个人可以反对对自己特征的错误描述，也可指出他所具有的其他身份，正如莎士比亚名著《威尼斯商人》的主人公夏洛克所说的：“难道犹太人就没有眼睛？难道犹太人就没有四肢五官、没有个子、没有知觉、没有情感、没有血气？难道我们不是和基督徒一样，吃同样的饭，为同样的利器所伤，生同样的病，用同样的方法治愈，并经历同一个冬夏的冷暖？”
[2]



主张人类的共性一直是不同文化在不同时间反对将人错误归类的思想的一部分。在2000年前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一名争辩者如此反问布里古（Bhrigu，一位既得利益阶层的代表）所提出的支持种姓制度的理由：“我们都有欲望、愤怒、恐惧、悲伤、焦虑、饥饿和劳苦，那我们的种姓差别究竟在哪里？”

诋毁他人做法的基础，一是对他人予以错误的描述，二是制造这些是这个可鄙弃的人的唯一身份的幻象。“曾经有一个我，”英国演员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在一次著名的采访中说道，“但我通过一次外科手术把它摘掉了。”摘掉身份是一次大挑战，但同样考验人的是他人来为我们移植一个“真实的我”，把我们描绘成不同于我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那种有组织实施的身份归类往往是各种迫害和扼杀的前奏。

再者，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人们难以说服他人接受与自己被指控的身份（以及相关的扭曲描述）不同的其他身份，这也并不等于说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可以忽略人们的这些其他身份。比如说，今天以色列的犹太人，就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犹太人。如果20世纪30年代纳粹党人的所作所为使得今天的犹太人除了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外没有其他身份，那才是纳粹主义的永久胜利。

同理，在否定单一身份和拒绝成为对某一目标人群进行暴力攻击的帮凶时，应该强调合理选择身份的重要性。对人们进行宣传，使得他们改变对自己身份的看法是世界上许多暴行的原因，它使许多老朋友变成了新敌人，让可憎的分裂分子一跃而成为权势熏天的政治领袖。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基于身份的思考中，推理与选择的作用极其重要，而不可有丝毫闪失。



注释


[1]
 Jean-Paul Sartre，Portrait of the Anti-Semite，trans.Erik de Mauny（London：Secker&Warburg，1968），p.57.


[2]
 The Merchant ofVenice，actⅢ，scene i，line 63.


·对选择与责任的否定·

如果确实存在着选择，但却假定它们不存在，那么推理就会被毫无批判的服从行为所取代，而不管这种行为本身何等荒谬。在通常情况下，这种顺从行为具有一种保守主义倾向，它往往起到维护旧习俗与旧传统的作用，而不遵从理智审查后的结论。确实，传统意义上的不平等——诸如在性别歧视的社会中不公正地对待妇女（甚至使用暴力），或歧视其他种族成员——所以得以延续，往往应归咎于人们对传统信念的不加反思的接受（包括传统弱者对于卑微角色的接受）。许多传统的做法及其所公认的身份划分应当受到质疑与审查。但即使在一国或一种文化里，传统也会发生变迁。让我们回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Stuart Mill）的遭遇，不无裨益。他的《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Women）在1874年出版后，许多英国人都将它作为穆勒离经叛道的确凿证据，其结果是，由于公众对该书几乎不感兴趣，它成为穆勒唯一一本让他的出版商亏本的著作。
[1]



但是，不加反思地接受某种社会身份并不总是与传统有关，它也可表现为对自己身份的突然转向，作为对自己身份的一种“发现”，而不包含理性的选择。这可在暴力的孕育中扮演一个可怕的角色。我前面提到过的我所记得的20世纪40年代印度教徒—穆斯林骚乱就是一例，我当时看到了——在一个完全不能理解的孩子眼中——政治分裂之后的大规模的身份转移（identity shift）。许多人原来的身份仅仅是印度人、次大陆人、亚洲人或者是人类的一员，这些原有的身份似乎被极其突然地抛弃而转成为印度教徒、穆斯林或锡克教徒。随后发生的大屠杀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人们的盲从行为，似乎他们突然地“发现”了自己的进攻性身份，而且对此不假思索和审视。同一个人突然之间判若两人。



注释


[1]
 参见Alan Ryan，J.S.Mill（London：Routledge，1974），p.125。穆勒指出，他关于妇女普选权的观点被看成“我自己的怪念头”，参见John Stuart Mill，Autobiography[1874，repri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69。


·文明的禁闭·

想象出来的单一身份的一个显著的用途，就是成为“文明的冲突”这个受人关注的主题的基本分类框架。该主题近来颇受重视，尤其是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ttington）出版他那影响很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之后。
[1]

 这一视角的困难在于，早在冲突——或者没有冲突——之前，它就预设了一种单一的分类观。事实上，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一主题，是依附于按所谓的文明圈对人类进行单一分类这一统摄性力量的，而后者又往往趋同于各大宗教之间的划分。不少人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这些宗教划分上。亨廷顿将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佛教文明”等等相对立。宗教之间的各种被宣称的对立，被凝结进了一种对人类社会之间存在尖锐而又不可逾越的分裂的认识。

显而易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世界上的人还可以依据其他的划分标准来进行归类，而每一种都可与我们的生活有关——有的甚至是息息相关：比如国籍、居住地、阶级、职业、社会地位、语言一、政治立场，等等。虽然最近些年来，宗教立场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我们不可以假定宗教上的差别足以抹杀其他差异，更不能将它们视为划分全球人类唯一的体系一。旦将全世界的人都归为“伊斯兰世界”“、西方世界”“、印度教世界”“、佛教世界”，支配性分类的分裂作用也就被体现出来了，即它不动声色地将人们强塞入了一组坚固的小盒子。其他分类原则（比如富人与穷人、不同阶级和职业、不同国籍和居处、不同语言，等等）则被淹没在这种所谓的看待人类差异的基本视角之中。

还在我们讨论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之前，文明冲突观点本身就存在着概念上的困难一，因为它假定某种单分类是唯一相关的。确实，“文明之间是否相互冲突”这个问题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即认为人类能够被先在地划分为彼此有别且分立的文明，而且人们之间的千差万别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而且是几乎不失其原意地说——被看做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的基本缺陷在我们开始面对各个文明之间是否必然相互冲突这一问题之前，就存在了。

令我担心的是，这种还原主义的视角通常还混杂着一种极其粗糙的世界史观，这种史观首先忽略这些文明体内部的差异性，其次它还有意忽略了所谓不同文明之间的——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相互作用的范围与影响（我在第3章将对此展开讨论）。此外，这种观念的误导性不仅仅在于能够吸引那些支持相互冲突主题的人（从西方的沙文主义者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而且也在于它让那些试图争辩但却仍然在其设定的概念范围内回应的人落入圈套。

这种基于文明视角的思维既是关于文明之间必然相互冲突理论的根本缺陷，也不利于近期普遍让人关注的“在文明之间进行对话”的努力。那种将人们之间的友好相处仅仅看做是文明之间的友好相处并予以追求的高尚和令人兴奋的努力，很快地将多维度的个人缩减到一个单一的维度，从而抹杀了人类多种多样的联系与活动，包括艺术、文学、科学、数学、游戏、贸易、政治以及对人类有共同兴趣的其他方面的联系与活动。这些联系和活动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为跨疆域的交流提供了丰富和多样的背景。如果追求世界和平的诚挚努力只是建立在一个关于人类世界的完全虚幻的认知之上，那么它必将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



注释


[1]
 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rking of the World Order（New York：Simon&Schuster，1996）.


·超越宗教·

由于越来越接受按宗教划分世界人口的观念，西方各国在应对全球恐怖主义和冲突时束手无策。尊重“其他人民”的方式是颂扬他们的宗教典籍，而不是指出无论在宗教领域还是非宗教领域中，他们在一个全球互动的世界中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参与和所取得的成就。在全球政治术语混乱不堪的情形下，为对抗所谓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西方政策的知识精英们把大部分的注意力用于界定——或重新界定——伊斯兰教。

然而，将注意力单单集中于宽泛的宗教类别，不仅仅会忽略影响人们的其他重要关注与思想，而且也通常会扩大宗教领袖的影响力。比如，此时的穆斯林宗教领袖们就常被视为所谓伊斯兰世界的当然发言人，虽然许多在宗教上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们与这个或那个毛拉
[1]

 在意见上存在着深刻的差别。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差别一，整个世界却下子不再被看成是由人们组成的，而倒成了一个宗教和文明的联合体。在英国，有一种糊涂观点认为，多种族的社会应当鼓励发展由国家资助的穆斯林学校、印度教学校、锡克教学校等诸如此类的学校，以补充现存的基督教学校。如此，在拥有能够在相互竞争的身份之间进行评判和选择的能力之前孩子们就被强有力地置入某一单一的宗教关系之中一。更早些时候，北爱尔兰的国立学校就根据孩子们在幼年时就被确定下来的宗教派别来分类教育，向人们灌输天主教与新教徒之间的政治不和的观念同样在今天事先被“发现的”身份不但被允许，而且被纵容用于在其他英国人口中播下更大的不和与分裂的种子。

毫无疑问，宗教与文明分类还可以是一种好战性的歪曲的源泉。这种歪曲可以采取一种极其粗糙的形式。这方面的一个有力证据是美国中将威廉·博伊金（William Boykin）的粗声——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了的——评论。针对他与穆斯林之间的战斗，博伊金用镇静而粗鲁的口吻说道，“我相信，我的上帝比他的大”，并且基督教上帝是“一位真正的上帝，而穆斯林的上帝只是一尊偶像”。
[2]

 当然，对这类偏执的观点，我们不难加以分辨，因此，我相信，像这类无教养而乱发的言论只会产生有限的影响。与之相反，在西方社会有关公共政策的讨论中，那些知识界精心组织的“制导导弹”则标示着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它们代表一种表面上更为高尚的视角，以通过将伊斯兰教适当重新定义这一友善策略来软化伊斯兰狂热分子，使他们不再成为对立者。他们认为，通过将伊斯兰教说成是一种爱好和平的宗教，而“真正的穆斯林”必须是一个宽容的个人（“所以，成为真正的穆斯林，友好共处”）就足以使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抛弃暴力。值此之际，拒绝将伊斯兰教视为一种对立的宗教无疑是恰当的，而且极端重要，但是也有必要追问，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的术语来定义“真正的穆斯林”必须是什么，这样做是否有必要，或有益，甚至是否可能。
[3]





注释


[1]
 毛拉，Mullahs，回教国家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译者注


[2]
 引自International HeraldTribute，August 27，2004，p.6。


[3]
 这一问题将在第4章至第8章中讨论。


·穆斯林与知识的多样性·

一个人的宗教并不必然是他或她的唯一和排他性的身份。事实上，作为一种宗教，伊斯兰教并不抹杀穆斯林在许多生活领域中的有责任的选择。事实上，完全有可能，一名穆斯林可持一种对抗性的态度，而另一名则可完全容忍异端，而并不妨碍他们同时都是一名穆斯林。

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回应以及对恐怖主义的回应，还因为人们很少对伊斯兰教史和穆斯林史进行区分而变得极端混乱。与世界上其他各地的人们一样，穆斯林也有不同的追求，他们的追求优先选择与所重视的价值并不必须被看做是与其伊斯兰教徒身份有关的（我将在第4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因此，并不让人惊讶的是，许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很乐意压制穆斯林的其他身份，以突出他们仅仅是伊斯兰教徒这一身份。然而，令人非常不解的是，那些试图克服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关联的紧张与冲突的人们竟然也不能明白穆斯林并不仅仅只是伊斯兰教徒。他们试图重新定义伊斯兰教，而看不到那些属于穆斯林的人们所拥有的多种维度的身份。

人们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他们自己——这样做有其充分的理由。比如说，一名孟加拉国的穆斯林并不仅仅是一名穆斯林，而且也是一个孟加拉人和一名孟加拉国人，通常都以孟加拉语、文化、音乐而自豪，更不用提他或她所可能拥有的与阶级、性别、政治立场、艺术鉴赏力等等相联系的种种身份。孟加拉国与巴基斯坦的分立完全不是由于宗教的原因，因为在未分裂前，当时巴基斯坦的东西两翼绝大多数人都共同分享穆斯林的身份。导致分离的因素是语言、文化和政治。与此相似，不存在任何经验上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热爱穆斯林史或者阿拉伯文化遗产的人必须只考虑宗教信念，而不同时考虑到科学和数学。事实上，阿拉伯和穆斯林社会在科学和数学上的贡献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们完全可以成为阿拉伯或穆斯林身份的一部分。但那些大而化之的分类则完全无视阿拉伯或穆斯林社会这方面的成就，它们将科学与数学放到了“西方科学”的篮子之中，而让其他人民仅仅在宗教中寻求荣耀。如果不满现状的阿拉伯好战分子在寻求荣耀时只能乞灵于伊斯兰教的纯洁性，而不是阿拉伯历史中的许多成就那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对手一，样，把宗教信仰放在了单一重要的地位，把自己紧紧地囚锢在这一单一身份中。

甚至西方人在热诚地寻求“温和的穆斯林”时也将政治信念上的温和与宗教信念上的温和相混淆了一。个人可以拥有坚定的宗教信念——伊斯兰教或其他宗教——但在政治上仍然很温和。萨拉丁皇帝（Emperor Saladin）在公元12世纪时积极地抵抗了十字军东征以捍卫伊斯兰教，但当迈蒙尼德（Maimonides）逃离一个不能容忍异端的欧洲时，他仍然可以非常自然地在他的埃及宫廷中为这位声名卓著的犹太哲学家提供一个高贵的职位。在16世纪之初，当异端分子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被送上罗马菲奥里广场的火刑柱时，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皇帝（他自始至终是一名穆斯林）则刚在阿格拉市颁布伟大的法令，在法律上赋予少数教派以权利，包括给予所有人宗教自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阿克巴追求他的自由政治时并不需要摆脱他的穆斯林身份，但他的这种自由政治并非为伊斯兰教义所要求当然也不受其阻止另一，。位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则否定了少数人的权利，并迫害非穆斯林，但这也不妨碍他是一名穆斯林，就如阿克巴皇帝并不因为他在政治上的宽容而不能成为一名穆斯林一样。


·混乱之焰·

坚持人类身份毫无选择的单一性，哪怕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观念，不仅会大大削减我们丰富的人性，而且也使这个世界处于一种一触即发的状况。代替这种支配性分类观及其所造成的对立的，不是不现实地声称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相反，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实现和谐的主要希望在于承认我们身份的多重性。这种多重性意味着人们同时具有相互交叉的不同身份，它有利于我们反对按某一坚硬的标准划分人们而导致的、据说是不可克服的尖锐分裂。当人类的丰富差别被压缩进一种恣意设计的单一分类之中时，我们所共享的人性也就遭到了严重的挑战。

其中最致命的损害也许来自于对推理与选择的忽视和否定，而这些推理和选择是承认人们身份的多重性所必然意味着的。单一身份的幻象远比那种多重的和多样的身份分类更具有分裂性，而后者代表着我们所实际生活的世界。这种毫无选择的单一性在刻画真实世界方面大大削弱了我们社会与政治思维的力量与范围。命运的幻象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2章　理解身份认同

在《南方的转折》（ATurn in the South）一书中有一段扣18人心弦的描写，其中作者V.S.奈保尔（V.S.Naipaul）表达了一种对个人在当代坩埚中丧失其过去及历史认同的担忧：

1961年，当时我在加勒比地区旅行，正着手写我的第一本游记。当我在马提尼克岛看到一些印第安人，并开始明白他们已被马提尼克市所紧紧包围时，我突然陷入震惊之中一，并感到种深深的触动，似乎在精神上被毁灭了。我感受到我已没有任何办法来分享这些人的世界观，而他们的历史在过去的某个时间应该和我的一样，但现在，无论是在种族抑或任何其他方面，他们已经成为外人。
[1]



诸如此类的关切不仅表达出一种焦虑和不安，而且极其清晰地表明，人们是如何赋予一种共同历史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力量的，并在此历史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归属感。

但是，历史与背景并不是看待我们自身以及我们所归属的群体的唯一方式。我们有太多可以同时归属的类别。我可以同时是亚洲人、印度公民、有着孟加拉历史的孟加拉人、居住在美国或英国的人、经济学家、业余哲学家、作家、梵语学者、坚信现世主义和民主的人、男人、女权主义者、身为异性恋者但同时维护同性恋权利的人、有着印度教背景但过着世俗生活的人、非婆罗门、不相信来生的人（如果有人想知道的话，也不相信前世）。而这些只是一个我可以同时属于的许多种群体的一小部分——当然，根据具体情形，我还可加入许多其他我感兴趣的群体。

归属任何一种群体都可能十分重要，这取决于具体的情境。如果不同的身份为赢得人们的注意力或先后次序而相互竞争（当然并不总是如此，因为在不同的身份之间有可能不存在任何冲突），该人就必须决定每种身份的相对重要性，而这又得视情况而定。这里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首先，承认身份具有普遍的多重性，一种身份的重要与否不必抹杀掉他种身份的重要性。其次，在具体情况下，在相互竞争的不同身份之间，个人必须就它们各自的重要性做出选择——不管是自觉地还是隐含地。

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他人认同对于一个人的社会生活来说可以是极端重要的。但是，让社会分析家们满意地接受身份并不那么容易。具体来说，在社会与经济分析的正规文献中，有两类不同的还原主义。一类可被称作为“身份无关论”（identity disregard），其内容是忽略或完全忽视与他人的身份认同及其对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比如，绝大多数当代经济学理论都假定，人们在选择他们的目的、目标和优先次序方面，不存在——或者忽略——与任何他人所共享的身份认同。虽然约翰·多恩（John Donne）早就警告道：“没有人是一座仅仅只有自己的孤岛。”然而，纯粹经济学理论中的人往往被假定成眼中“只有自己”的人。

与“身份无关论”的做法恰恰相反，另一种还原主义是假定每个人实际上都只属于某个单个集体，而且不多不少。我们将这种视角称作“单一归属论”。当然，我们知道，由于出身、社会联系和联盟，每个人实际上属于多个不同的群体。每一个群体身份都能够——有时候也确实——赋予该人一种归属感和忠诚感。尽管这一事实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但在一些社会理论家眼中，那种关于单一社会联系的假定——即使只是隐含的——仍然十分流行。这对于社群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政治理论家来说，都是十分欢迎的事。多元群体和多重忠诚的复杂性由此被抹杀，取而代之的是将每个人仅仅牢固地嵌入某一种社会联系之中；没有人类生活的丰富性一一，而只是按狭隘的公式把每个人放入个单的有机包中。

可以肯定的是，单一性假定不仅是许多身份理论的主要思想基础而且也是，——正如我在第一章所指出的——许多宗派狂热分子的惯用武器。这些狂热分子希望他们所欲鼓动的人们完全忽略他们的其他社会关系，因为它们会降低这些人对特定群体的忠诚度。唆使人们忽略其他社会关系和忠诚，而仅仅关注那些来自某一限制性身份的社会关系和忠诚的做法是极具欺骗性的，并且会导致社会关系的紧张与暴力。
[2]



既然在当代的社会与经济思想中到处充斥着这两类还原主义思维，我们有必要对两者加以严肃的考察。



注释


[1]
 V.S.Naipaul，A Turn in the South（London：Penguin，1989），p.33.


[2]
 也可参见Leon Wieseltier，Against Identity（New York：Drenttel，1996）。


·身份无关论与理性的白痴·

我们首先来看身份无关论。对于许多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那种狭隘的自私自利的个人假设无疑是“顺理成章”的，但与常理相悖的是，他们把这一假设推向极端（这也是非常普遍的），认为这恰恰就是“理性”（rationality）所唯一要求的。有一个我们常常会遇到的支持这样做的理由——即所谓能够彻底击倒对方的理由。可以这样发问：“如果不符合你的利益，你为什么这样做？”这种狡狯的怀疑主义质问使莫汉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马丁·路德·金、特蕾莎修女、内尔森·曼德拉都变成了大傻瓜，也使我们这些人变成了小傻瓜。它彻底忽略了社会生活中人的动机、社会联系和追求的多样性。这个一心一意追求私利的人为大多数的经济理论提供了行为基础，现在更被一些专用名词来加以尊崇，如“经济人”、“理性主体”。

当然，也有对这种唯利是图的经济行为假设的批判（甚至包括亚当·斯密，他虽然每每被视为“经济人”的奠基者，也对这种假设表达过深刻的怀疑），但大多数现代经济学仍然一意孤行，把这些质疑当成无关痛痒的说辞，可随手把它们抛在脑后。
[1]

 然而，最近一些年来，对“经济人假设”这种一般性的批判得到了实验博弈和其他行为检验结果的支持，这些结果明确地凸显出根据单一归属而行动的纯粹追求个人利益的假设与所观察到的人们的实际行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经验上的结论加强了概念上的质疑，即所假定的这类追求单一目标的人的精神状态是否具有一致性和可持续性，因为其在哲学上和心理学上所包含的限制竟意味着使得人无法有效地区分下面这些本质上完全不同的问题：“我应该做什么？”“什么最符合我的利益？”“哪些选择最能够实现我的目标？”“应该理性地选择什么？”那种以彻底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来行事的、但始终不能对这些不同的问题给出有区别的答案的人，我们可把他称作是“理性的白痴”（rational fool）。
[2]



因此，我们尤其有必要将个人对身份的认知与理解加入到经济学有关偏好和行为的假设中去。
[3]

 最近一些文献就此作了一些尝试。其中，个人对群体中他人的认同因素——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将其称为“忠诚过滤器”（loyalty filter）——可以强烈地影响个人的行为及人们之间的互动，其具体的形式可多种多样。
[4]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否定纯粹自利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个人的行为将必然受到与他人的认同感的影响。完全有可能，个人行为只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她对某种公认的行为规范的遵守（如商业诚信或公平感），或者针对他人的责任感（如信托责任），而不必与这些他人存在任何明显的身份认同。即使如此，与他人的认同感仍然可以是影响个人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并且是相当复杂——因素。人们完全可以不按狭隘的私利行事。

以上关于个人理性的宽泛讨论也涉及另一个问题，即行为规范的演化选择——这种选择具有工具性——的作用。
[5]

 如果认同感能够导致群体的成功，从而也使个人受益，那么身份认同感的行为模式将由此得以复制和扩展。确实，不管是在反思性的个人选择中，抑或在演进性的群体生存中，有关身份认同的因素可以是极其重要的；另外，很显然，将两者——批判性的反思与选择性的演进——结合起来可导致基于身份考虑的行为假设的流行。长期以来，在以“经济人”为主要假设的大部分经济学中，“身份无关”的观点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现在到了该把它掀下台的时候了。在政治学、法学和社会理论中也一样，近年来这些学科没少模仿所谓的理性选择经济学——这实在是过高抬举了它。



注释


[1]
 参见我著的On Ethics and Economics（Oxford：Blackwell，1987）。


[2]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探讨过一部分主流经济学中这一奇怪的假想特征在思想上的局限性：“Rational Fools：A Critique of the Behavio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6（1977），reprinted in Choice，Welfare and Measurement（Oxford：Blackwell，1982；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另见Jane J.Mansbridge，ed.，Beyond Self-Interest（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0）。


[3]
 参见George Akerlof，An Economic Theorist s Book ofTal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Shira Lewin，“Economics and Psychology：Lessons for Our Own Day from the Early 20th centur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34（1996）；Christine Jolls，Cass Sunstein，and Richard Thaler，“A BehavioralApproach to Law andEconomics，”StanfordLawReview 50（1998）；Matthew Rabin，“A Perspective o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6（2002）；Amartya Sen，Rationality and Freedo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essays 1 5；Roland Benabou and Jean Tirole，“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0（2003）。


[4]
 在其他著作中，可参见George Akerlof and Rachel Kranton，“Economics and Identity，”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 63（2000）；John B.Davis，The Theory of the Individualin Economics：Identity andValu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Alan Kirman and Miriam Teschl，“On the Emergence of Economic Identity，”Revue de PhilosophieÉconomique 9（2004）；George Akerlof and Rachel Kranton，“Identity and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s.”Journal ofEconomic Perspectives 19（2005）。


[5]
 参见Jörgen Weibull，Evolutionary Game Theory（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5）；Jean Tirole，“Rational Irrationality：Some Economics of Self-management，”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6（2002）。


·多重关系与社会环境·

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种还原主义：假定只存在一种单一的社会归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中都拥有不同的身份，这些身份源自我们的背景、社会联系以及社会活动。我已在第1章讨论过这个问题，但这里仍有必要再次强调。比如一，同个人，她可以是英国公民、来自马来西亚、有中国血统，是个证券经纪人、非素食者、哮喘病患者、语言学家、健身爱好者、诗人、反堕胎者、观鸟人、占星家，并且相信上帝创造达尔文以考验那些容易上当的人类。

我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属于多种群体一，每种群体都赋予我们一种潜在重要的身份。有时我们需要决定我们所属于——或不属于——的某个具体群体对于我们是否重要。这里涉及两类不同但彼此相关的考虑：（1）决定与我们相关的身份是什么；（2）确定不同身份的相对重要性。这两者都需要推理和选择。

当然，在社会分析中，寻求一种单一的分类方法并不新鲜。经典的社会主义文献在政治上将人们划分为工人与非工人，也是采用这样的方法。现在，大家已经认识到，这种两分法在社会经济分析中极具欺骗性（即使对于那些承诺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而奋斗的人而言，也是如此）。在此，我们不妨来看看马克思1875年（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是如何严厉地批评这种单一的身份划分的。马克思对德国工人党的行动计划（即《哥达纲领》）的批判包括反对将工人“仅仅”视为工人，而忽略他们作为人的多样性：

……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
[1]



仅仅粗略地假定每个人都属于一个群体，是难以让人接受单一归属观的。我们每个人显然都属于多个群体。同样，以下为单一归属观所作的辩护也是不能成立的，即认为虽然每个人同时属于多个群体，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某一群体将自然而然地成为该人所主要归属的群体，并且她在决定她所属的各个群体的相对重要性方面没有任何决定可做。

下文我会再回到认同观中的多重群体身份问题以及选择的作用问题上来，在此之前则必须指出，在各种身份的相对重要性问题上，外部因素有可能发挥深刻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全赖于理智与选择。澄清这一点很有必要，因为要把握好选择的作用，就必须将那些限制或约束个人选择的外部影响考虑在内。

首先一，个具体身份的重要性将取决于社会环境。比如，当一个人去赴宴的时候，他作为素食主义者的身份要比作为一个语言学家的身份更为重要，后者只是在他去做有关语言学方面的讲演时才特别相关。这种身份的可变性并不意味着支持单一归属的假定，但它说明了选择往往有赖于具体的环境。

其次，并非所有的身份都具有持久的意义。不难看到，某些群体身份仅仅只是短暂并且是非常有条件的。美国喜剧演员默特·萨尔（Mort Sahl）有次去看一部长达4个小时的冗长电影《出埃及记》（Exodus）（有关摩西率领犹太人走出埃及的故事）。他代表他的疲惫不堪的同仁们向导演诉求道：“奥托，让我的人走吧！”这群精疲力竭的观众们确实都有相互怜悯之心，但不难看出，萨尔所说的“我的人”与摩西——做出那一著名恳求的最初的人——所率领的有严密组织和强力统治下的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我们首先来看接受性问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分类，但并非所有可能的分类都能够合理地成为一个人重要身份的基础。我们来考虑一组世界上所有在当地时间上午9：00至10：00之间出生的人这是一。个清晰的和有完整定义的群体。但我们很难想象他们会为在该群体内达到团结并为由此而产生的身份认同而兴奋。同理，所有脚穿8码鞋的人通常并不会因鞋码相同而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虽然在购鞋时，或想脚穿它兴高采烈地走遍世界时，鞋码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给人划分类别几乎可以随意为之，但要做到身份认同就难了一一。更有趣的是，种具体的分类能否恰当地构成种身份，还取决于社会环境。比如，如果8码鞋的消费者们发现，由于某种难以理解的官僚主义原因（为了理解这种供给短缺的苦处，我们可想象自己身处苏联全盛时期的明斯克或平斯克），他们对该码鞋的需求无法满足，而这就可能成为他们彼此团结和认同的充分理由。他们可以成立社会俱乐部（如果能买酒那就更妙了），以交换哪里有8码鞋卖的信息。

同理，如果出于某种我们尚无法理解的原因，那些在上午9：00至10：00之间出生的人往往容易染上某种特殊的疾病（哈佛大学医学院可以被召来探讨这个问题），那么这里就又有一个共享的困境，并为身份认同提供了根据。我们再看这个故事的另一个可能的版本。如果某个独裁统治者下令限制在这个特定时间段出生的人的自由，因为出于某种迷信的缘故，他认为此时出生的人都会背信弃义（也许是某个麦克白式的女巫告诉了他，他将被某个在上午9：00至10：00之间出生的人杀掉），那么属于这一群体的人也可以达到相互认同并团结起来，理由就是他们同属于这一群体并共同遭受迫害。

有时某种分类很难在理论层面上得到支持，但由于社会安排，它仍然可能很重要。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曾指出，一种社会行动可以人为“制造一种区别，尽管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区别”，并且“社会魔术可以通过告诉人们他们是与众不同的从而改变他们”。而这就是竞争性考试所做的事情（第300名候选人可以神气非凡，而第301名则不名一文）。换句话说，社会领域中充满了差异，仅仅因为人们有意制造了这些差异。
[2]



即使某种类型是任意的或者没有合理根据，但一旦它们以鲜明界限的形式被明确表示出来，并被人们所认可，由此划分出来的群体也就获得了一种派生意义上的重要性（比如在公务员考试中，所涉及的差别是拥有一份好工作与没有工作），而这足以同时为界限两边的群体提供身份认同的充足理由。

因此，在各种相关身份中进行推理和选择超越了纯粹的理论范畴，而进入到充满特定社会意义的领域。在此，身份选择不仅包含理性的成分，而且这种理性选择还必须考虑到社会环境以及被划归这一或那一个群体的特定情况。



注释


[1]
 Karl Marx，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1875；English translation in K.Marx and F.Engles（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8），p.9.


[2]
 Pierre Bourdieu，Sociology inQuestion，trans.Richard Nice（London：Sage，1993），pp.160 61.


·对立身份与非对立身份·

我们还可以区分“对立身份”与“非对立身份”。不同的群体可以同属于某一种类，涉及同一成员关系（比如公民），也可以归属于不同的种类（如公民、职业、阶级或性别）。在前一种情况下同一，类别中的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某种对立，或者说在他们的身份之间存在某种对立。但当我们所涉及的是按不同的方式所划分的群体时（比如按职业与公民身份），就“归属”（belonging）而论，不同群体之间也许就不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对立。即使如此，虽然就“归属”而言，这些非对立身份之间不存在任何疆域上的争端，但它们还是可以彼此竞争以得到我们的关注和优先安排（attention and priorities）。当一个人必须做这件或那件事情时，他对各种身份的忠诚度之间有可能发生冲突。是种族身份优先呢，还是宗教、政治义务、职业操守或公民身份优先？

事实上，即使在存在着对立的类别中，我们也可以拥有多重身份一一。在最基本的意义上，种公民身份确实与另种公民身份之间存在对立。但这个事例本身就表明，即使是相互对立的身份，也不必要求该人仅有一种唯一的身份，而抛弃所有其他的身份一。比如，个人可以同时是法国与美国的公民。公民身份当然可以是排他的，比如在中国和日本（事实上，直到不久以前，美国的公民身份也是排他的）。但即使坚持这种排他性，双重忠诚也不见得就会消失于无形。比如，如果一名侨居英国的日本公民不愿意成为英国公民，因为她并不想丧失她的日本国民身份，但她仍然可以忠诚于与英国相关的许多情感联络或与她的英国身份相关的其他特征，而任何日本法院是无法依法禁止的。同理，一位昔日的日本公民在放弃日本公民身份而成为英国公民之后，仍然可以对她的日本身份保持相当程度的忠诚。

不管是对立类别，抑或是非对立类别，不同身份之间在优先次序与要求方面都有可能存在重要的冲突。但是，我们不必为了肯定某种身份的优先性而否定另一种身份的存在。相反，当发生冲突时，我们必须做的是，确定不同身份在所涉及问题上的相对重要性。因此，无论是在对身份的规定，还是在确定它们所提出的要求的相对重要性问题上，推理和审视都十分重要。


·选择与约束·

在每一种社会环境下，都可能存在着一批潜在可行和相关的身份，人们可以对它们的可接受性和相对重要性做出评价。很多时候，由于某些特征的经常和反复出现的特点——比如国籍、语言、种族、政治和职业——其多重性十分重要。个人也许必须对不同的社会联系的相对重要性做出决定，而这又取决于社会环境。很难想象个人竟然完全没有能力去思考各种不同的身份，也很难想象她必须只是“发现”自己的身份，就好像这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那样。事实上，我们都在不断地就我们所拥有的不同社会归属与联系以及它们的优先次序做出决定，即使有时是下意识地这样做。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选择是非常明确和经过认真思考后做出的，比如莫汉达斯·甘地深思熟虑地决定将优先性放在他对印度身份的认同上，并争取使印度从英国统治下独立，而不是放在作为一名受过良好训练的律师身份上来追求英国的司法正义。E.M.福斯特（E.M.Forster）的名言也表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不得不在背叛我的国家与背叛我的朋友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希望我有胆量背叛我的国家。”
[1]



既然每个人都同时归属于许多不同的类别和群体，那种关于单一归属的理论实在是不太可能站得住脚。人们之所以接受那种屡屡重复的信念（单一归属观的支持者们如此不厌其烦地鼓吹着），即身份是一种“发现”，部分是因为我们受可行性的约束（我无法选择成为一名来自拉普兰的蓝眼少女，完全习惯于长达六个月的黑夜），也许这些约束排除掉了所有其他可能的身份认同，因为它们是不可实现的。但即使如此，我们仍有选择的余地，比如在国籍、宗教、语言、政治信念或职业操守等方面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上。而这些决定的意义可以是巨大的：比如我前妻的父亲欧金尼奥·科洛尔尼（Eugenio Colorni），他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意大利，他当时就必须在意大利人、哲学家、学者、民主斗士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做出选择，并最终放弃学院里的哲学探究工作，而加入了意大利的反抗运动（他在美国士兵到达罗马的前两天被法西斯分子所杀害）。

当我们试图说服他人接受我们不同于（或者要强于）他们所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具有的身份时，选择身份所面对的约束就更严峻了一。名生活在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一、名生活在美国南方且不得不面对设立私刑的暴徒的非裔美国人，或者一名在印度北比哈尔邦面对高种姓地主的枪口加入叛乱的无地雇农，也许根本就无力改变压迫者眼中他或她的身份。在他人眼中，我们选择自己身份的自由是很受限制的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

很多年以前，当我还在剑桥大学读书时，我的老师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她是一位了不起的经济学家——对我说（在一次争论极其激烈的研修课上——我们有许多这样的课）：“日本人太注重礼节了；你们印度人太粗鲁了；中国人则恰如其分。”我立刻接受了这种普遍性的论断，当然，反驳的话只会给印度人的粗鲁性格提供更多的证据。我也明白，不管我如何说或者如何做，都不可能很快改变我老师心目中的我（顺便说一句，琼·罗宾逊实际上非常喜欢印度人；她认为他们粗鲁得妙不可言）。

更一般地说，在考虑我们的身份时无论是依据我们对自己的看法还是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都是在特定约束下做出选择。但这一点并没什么可稀奇的——在任何情况下做选择都是如此。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选择，它们总是在具体的约束之下做出的，这是做任何选择都面临的最基本情况。正如我在第1章所讨论的，任何一名经济学学生都知道消费者总是在预算约束下做出选择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选择，只是意味着他们必须在预算之内来进行选择。

在确定与基于身份的思考相关的要求和意义时，推理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很显然，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将影响我们的实践推理，当然，我们不能直接据此推断这种影响将如何——或者往哪个方向——发挥作用。一个人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可以不仅决定她属于某个特定种族（比如说库尔德人），而且认为这一身份对她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这一决定很容易使她为了该种族的福利与自由而承担更大责任——对她来说，这可以纯粹是一种自我义务感的扩展（其自我现在扩展到她所认同的群体中的他人）。

然而，这仍然不能告诉我们，她在做公共决策时是否应当善待她所认同的群体中的人。比如，如果她在做公共决策时偏袒自己的种族，这可以恰当地被视为一种可耻的裙带关系，而不是一种道德和伦理上的光荣美德。确实，正如自我否定是公共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可以要求该人在对待自己的族人方面特别严格。没有理由假定，认同或承认一种身份就必须导致实践生活中的团结一致；这还需要经过更进一步的推理与审视。事实上，在进行身份的思考与做出决定的整个过程中，理性审视都是必不可少的。



注释


[1]
 E.M.Forster，Two Cheers for Democracy（London：E.Arnold，1951）.


·社区身份与选择的可能性·

现在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论据与论点，首先讨论所谓个人社区身份的优先性，这种观点为社群主义哲学所强烈支持。这种思想不仅仅主张属于某个特定社群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也倾向于认为成为社区的一员是个人自我的扩展。
[1]

 在过去二三十年中，社群主义思想在社会、政治和道德理论方面的影响逐步扩大，而且社会认同对于行为与知识的支配性和强制性作用也得到了广泛的探讨与认可。
[2]



某些社群主义思想家——明确地或隐含地——假定个人对于其社群的认同必然是其主要的或者支配性的（甚至也许是唯一有意义的）身份。这一结论源自两种——彼此相关但截然不同的——逻辑推理一。种观点认为，个人无法获得与社区无关的身份认同，也无法以其他方式来思考身份。她的社会背景牢牢地建立在“社群与文化”之上，并决定了对她而言可行的推理模式与伦理观念。第二种观点并不接受这样的逻辑，但认为身份涉及发现，并且如果要比较的话，社群认同将必然成为一种最重要的身份意识。

我们先探讨认为存在严重认知限制的理论，这种观点往往采取一种极端的立场。该理论的某些强烈的版本告诉我们，除了在我们所归属的社区中流行的理性行动的标准之外，我们不可能再有别的标准。任何对理性的援引都将引发这样的反驳，“哪一种理性”或“谁的理性”。该理论还声称，不但对个人道德判断的解释必须基于个人所属的社区的价值观与规范，而且也只有依据这些价值观与规范，才能对个人的道德判断做出伦理评价。也就是说，其他与之竞争的各种规范不起作用。不同版本的类似观点已被不少人所强烈宣传和辩护。

这种观点事实上否定了评价——甚至可以说是理解——对不同文化和社会中各种行为与制度所做的规范判断的可能性，有时它也被用来妨碍严肃的跨文化交流与理解。这种疏离有时是为了某个政治目的，比如为了维护某种特别的习俗与传统，如妇女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或传统的刑罚方式，包括从切断手足到向通奸妇女投掷石块等。在这种观点下，广大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个认知上无法彼此沟通的“孤岛”。

必须对这些观点进行审视。显然，个人所属的社群或文化对他或她如何看待外部环境或所做出的决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当我们去解释某个行动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当地的知识、地方规范，以及那些在特定社群中为人们所共享的特别的认识与价值观。
[3]

 存在着充分的经验证据支持这一点。但是无论如何，这并不能成为削弱或消除在身份认同上进行选择与推理的可能性与作用的理由。有两个原因让我们拒绝这样做。

首先，即使某些基本的文化态度与信念可以影响我们推理的性质，它们也无法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充分决定它的结果。我们的推理可以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对某个群体的认同并受其影响，就丧失思考其他推理方式的能力。影响并不等于完全的决定，即使文化影响存在——并且也很重要——选择也仍然是有其余地的。

其次，所谓的文化也并不必然指唯一地塑就我们推理方式的态度和信念。事实上，许多“文化”可以蕴涵相当大的内部差异，不同的态度和信念都可以被容纳在一个被宽泛界定的文化里面。比如，通常人们认为印度传统上与宗教关系密切，并且在许多方面也确实如此，但与任何其他古典语言——希腊语、罗马语、希伯来语或阿拉伯语——相比较，梵语和巴利语拥有更多的无神论和不可知论的文献。14世纪的一部梵语教义文集《摄一切见宗论》（Sarvadarshanasamgraha，字义指“所有哲学文集”）共有十六章一，而每章都在宗教问题上表明一种不同的立场（第一章讲的是无神论），该书的目的是引导读者去掌握充分信息并在深思熟虑后再做选择，而不是宣扬相互之间无法理解的立场。
[4]



当然，我们的思考能力有可能与教育和天赋有关，作为心智成熟的人，只要有机会，我们仍然能够质疑并挑战那些教给我们的知识。虽然有时具体环境不容许我们这样质疑，但是怀疑与质疑的能力毕竟没有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

主张认知有限论的学者们往往——也确有一定道理——认为，我们的思考必须有个起点。但是这并不足以推断，无论该人先前的社会联系是什么，这些社会联系必然是不容挑战的，无法拒绝的，并且是永远有效的。拒绝身份认同的“发现观”并不必然是说在毫无身份“连累”的情况下进行选择（尽管一些社群主义都是这么认为的），相反，在有身份“连累”的情况下，选择仍然存在。选择并不要求选择者从乌有之乡跳到某个地方，而只是引导他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



注释


[1]
 关于自我与社群关系的问题，参见Charles Taylor的富有启发性的分析：Sources ofthe Self and the Making ofthe Modern Identi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和PhilosophicalArgument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另见Will Kymlicka关于这些问题以及相关问题的富有洞察力的评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An Introduc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


[2]
 关于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的批评，尤其见于Michael Sandel，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Jus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2nd ed.，1998）；Michael Walzer，Spheres of Justice（New York：Basic Books，1983）；Charles Tayor，“Cross-Purposes：The Liberal-Communitarian Debate，”in Nancy L.Rosenblum，ed.，Liberalism and the Moral Lif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另见John Rawls对Sandel等人对他正义理论的批评的回应：“Justice as Fairness：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4（1985），and Political Liberal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Sandel对此在1998年版的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Justice一书中再次予以回应。对于这场热烈争论的有价值评论，见Will Kymlicka：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An Introduction，chapter 6；Michael Walzer，“The Communication Critique of liberalism，”Political Theory 18（1990）；Stephen Mulhall and Adam Swift，Liberals and Communitarians（Oxford：Blackwell，1992，1996）。我本人对于社群主义对正义理论批评的质疑，参见Reason Before Ident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3]
 关于这一问题和相关问题，参见Frédérique Apffel Marglin and Stephen A.Marglin，eds.，Dominating Knowledg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


[4]
 关于在印度传统中异议与争论（dissent and argument）的作用，参见我的书：The Argumentative Indian（London：Allen Lane；and 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2005）。


·优先性与理性·

我现在从基于认知限度的观点转向讨论另一种支持身份无法选择的观点，即在“认识你是谁”的过程中发现所处的中心地位。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极其精辟地解释了这一观点（当然，还有其他社群主义观点），“社群所描述的不仅是作为公民，他们拥有什么，而且是他们是什么，这不是一种由他们所选择的关系（诸如自愿协会），而是一种由他们发现的归属，这不仅仅是他们自身的一种属性，更是他们身份的一部分。”
[1]



然而，找到自己多样的身份并不必然只有通过发现自己所处的境遇这一条路径。它是可以获取和通过努力赢得的。当拜伦一想到自己要离开希腊，从而使他与那些让这位典型的英国人如此认同的人们分开时，他有理由去悲悼：

雅典少女，我们即将分别，

哦，请交还我的心！

拜伦所获取的对于希腊的认同大大丰富了他自己的生活，也为希腊争取独立的斗争注入了能量。我们并不像身份发现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为我们蛰居的地方与归属所拘禁。

事实上，对身份发现论来说，很可能最强有力的质疑理由是，即使给定了我们在世界上所处的居所，我们仍然有各种途径来界定自己的身份。那种属于某个社群的感觉，虽然在许多情况下极其强烈，但并不必然抹杀——或者压倒——其他的联系与归属。我们随时随地面临着选择（虽然我们不可能花去我们所有的时间来描述我们实际上所做的选择）。

比如，我们来看加勒比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的诗《来自非洲的遥远哭泣》，该诗表达了他的非洲血统背景和他对英语及他所沉浸其中的文化的忠诚（对沃尔科特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归属感）在他身上表现出的背道而驰的吸引力。

何处我可以转身，与血管分离？

我曾经诅咒

那位英国治下的喝醉的官员，但如何做出选择

在非洲与我所喜爱的英语之间？

背叛两者，还是给予报答？

我怎么能面对这种屠杀而又无动于衷？

我怎么能离开非洲而生活？

德里克·沃尔科特不能仅仅“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他还必须决定他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去决定他生命中不同忠诚的范围。我们必须正视这种冲突，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想象的，并去探究我们所效忠的各种身份和亲善及其含义。如果沃尔科特想知道他对非洲的不可摆脱的依恋与他对英语的喜爱和使用（特别是他使用这种语言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难以置信的优雅）之间存在什么冲突，这就涉及对人们存在不同吸引力的问题了。相互冲突的吸引力在法国、美国、南非、印度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同样真实，如同在沃尔科特的加勒比地区一样。彼此冲突的吸引力——它们可来源于历史、文化、语言、政治、职业、家庭、同志友谊，等等——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必须承认它们，而不能根据片面的群体划分来抹杀它们。

关键问题不是是否任何身份都可供选择（这样说将是很荒谬的），而是我们是否会有各种不同的身份或身份组合可供选择。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拥有对我们所同时具备的不同身份决定优先次序的实质自由（substantial freedom）。
[2]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考虑上一章所讨论的事例一，个人的选择可能被这样一个事实所约束，比如说她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她仍然能够决定这一具体身份在她所可能拥有的各种身份认同（比如说政治信仰、国家认同、人道主义信念以及职业操守）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一个世纪以前，拉宾德拉纳斯·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发表了他的孟加拉语小说《哥拉》（Gora）。其中主人公哥拉区别于其孟加拉朋友和家庭的地方是，他强烈地固守印度教的旧式习俗和传统，并且是一位坚定的宗教保守主义者。但在小说的结尾泰戈尔把他置于一，个极其难堪的处境，因为他的养母——他一直认为是自己的生母——告诉他他是一，位被收养的孤儿，其爱尔兰亲生父母在1857年反对英国人的兵变中被叛乱的印度士兵所杀害（“哥拉”意味着白皙，看来他那种非同寻常的肤色此前已引起怀疑，但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刹那间，哥拉那好斗的保守主义倾向被泰戈尔的笔触消融掉了，因为哥拉发现所有传统主义神庙的大门都向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关闭了，而这恰恰是他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传统观念所要求的。

我们也会发现自身存在各种各样有关身份的困惑，虽然它们不一定像哥拉所处的困境那样严重。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必须把身份看做是一种发现。即使某个人发现了有关他或她自身的某个重要事实，也还有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哥拉必须选择，他是继续坚持印度教的基本教义呢（尽管他现在与之不可避免地有了距离），还是改变他对自己的看法。最终，在其女友的帮助下，哥拉决定把他自己视为仅仅是一个栖身印度的人，不受任何宗教、种姓、阶级或肤色的限制。即使至关重要的事实被挖掘出来，更重要的还是做出选择。生活不仅仅是命运。



注释


[1]
 Sandel，Liberalism andthe Limits ofJustice，pp.150 51.


[2]
 身份伦理对于个人行为至为重要，恰恰是因为在个人的许多归属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做出某种优先性的选择；关于这一点，见Kwame Anthony Appiah s beautiful analysis inThe Ethics of Identit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也见Amin Maalouf，In the Name of Identity：Violence and the Need to Belong（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2001）。


第3章　文明的界限

早在“9·11”恐怖事件骤然给世界增加了冲突与不信任之前，“文明的冲突”就已经是一个流行的话题了。而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又对业已为人关注的所谓文明冲突产生了一种广泛的放大效应。事实上，许多有影响的评论家都不自觉地把他们看到的全球冲突的现实与文明的对抗这两者直接联系起来。塞缪尔·亨廷顿在他那本著名的著作中强有力地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理论，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
[1]

 特别是他关于“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冲突的理论经常被援引。

文明的冲突理论存在两个明显的困难一。第个，也是更为根本性的困难涉及根据人们所宣称的文明“归属”进行分类这种做法的可行性和意义一。这问题先于那种认为被归为不同文明的人们之间必然相互对立，即人们所属的各种文明互相敌对的观点的问题。隐藏在文明的冲突命题之下的是一个更加一般性的思想，即可以把人首先视作这种或那种文明的从属物。以这种简化主义的方法来看问题，世界上不同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被视为他们被宣称归属的文明之间的关系。

正如我在第1章所讨论的，把任何人首先视作某种文明的成员（比如，按照亨廷顿的分类，把他们视作“西方世界”、“伊斯兰世界”、“印度世界”或者“佛教世界”的一员）就已经把人降低为一种单一维度的生物了。因此，早在我们开始追问不同的文明（世界人口依此分类）是否可能会——甚至必定会——发生冲突之前，文明冲突命题的缺陷就暴露无遗了。无论我们给予那个问题何种答案，只要以这种局限性的方式提出问题，在如何划分全世界的人的问题上，我们实际上就不自觉地支持了这种声称比任何其他划分方式都更为重要的做法。

的确，甚至那些“文明冲突”理论的反对者也有可能在不自觉地支持它的思想基础，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种对于世界人口的单一分类。认为属于不同文明的人们之间具有某种潜在的善意，这种热切的信念当然与只看到他们之间存在冲突与麻烦的那种冷冰冰的悲观主义非常不同，但是这两种看法却共享了同一种简化主义的信念，即可以首先从世界各地的人们属于不同的文明这一角度来理解和描绘他们。两派理论家——热情的和冷酷的——共享了同一种苍白的观点，即世界可以被划分为几个文明的小盒子。

比如，在争论伊斯兰文明的成员具有好战文化这一粗糙和恶劣的泛泛之论时，经常有人争辩说他们其实拥有一种和平和善意的文化。但是，这只不过是用一种成见取代另一种成见罢了，更有甚者，它其实还接受了这样一个隐含的假设：在宗教上碰巧是穆斯林的人在其他方面也基本相似。抛开把文明范畴定义为对立且分离的单位这一做法的各种困难不说，在这个例子中，双方论点所存在的缺陷都在于，他们共同假定人们从属于某种文明，并认为单一地或者主要地从以宗教为基础的文明视角出发是一种理解人类的很好的方法。在社会分析中，以文明划线是一种极富攻击性的做法，它窒息了其他的——更加丰富多彩的——理解人类的方式。甚至在吹响文明冲突的号角之前，它便为误解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人埋下了伏笔。



注释


[1]
 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rking of the World Order（New York：Simon&Schuster，1996）.


·单一视野与貌似深刻·

如果说文明冲突是关于冲突的相当宏大的命题的话，还有一些气势略小但同样有影响的论点，它们把文化与身份认同和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看到的冲突以及暴行的扩散联系在一起。与那种气势宏大地把世界人口划分成几个对立的文明——如亨廷顿所设想的那样——的方法不同，这些气势略小的变种把各地区的人口视为可以依据不同的文化和对立的历史来划分为相互冲突的团体，这些团体以一种近乎“自然”的方式互相怀有敌意。比如说，图西族和胡图族、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之间的冲突就被人从高深莫测的历史角度来加以阐释，似乎从中可以看出比贫乏的当代政治更为宏大的某种东西。

如果不深入理解当代的事件及其发生机制，就无法充分理解现代冲突——这样一来现代冲突反而被解释成了古代世仇的延续，当代的人们命中注定般地扮演起了古代戏剧中的角色。结果是，理解当代冲突的“文明”的视角（无论是宏大的还是略小的版本）恰恰仅成了一种主要的思想障碍，它妨碍了对主流政治的认真关注以及对当代激起暴力的过程与动态的考察。

不难理解为什么气势不凡的文明视角会吸引这么多人。它诉诸丰富多彩的历史以及貌似深刻雄辩的文化分析，它追求的这种深邃恰恰是“此时此地”的当下政治分析——这种分析似乎过于平凡和世俗——所没有的。如果说我要与文明的视角进行争辩的话，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看到它在思想上的诱惑力。

事实上，这让我想起了50多年前的一件事，那时我刚从印度来到英国不久，正在剑桥大学求学。有一位素以有深刻政治分析能力而闻名的同学善意地带我去看刚刚上映的电影《后窗》。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在影片中扮演一位精明但瘸腿的摄影师，他发现对面房子里发生了一些十分可疑的事件。像詹姆斯·斯图尔特一样，根据从后窗所能观察到的，我也确信——根据我自己天真的判断——对面房间内可能已经发生了一起可怕的谋杀。

然而，我的理论家同伴（即使在邻座观众小声抗议要求他闭嘴后）向我解释说，他敢肯定根本没有什么谋杀，并说我很快就会发现，整部电影其实是对美国麦卡锡主义的一个严重控诉，因为麦卡锡主义鼓励大家去怀疑他人的行为。他对我这位来自第三世界的新生说：“这是对美国日益严重的窥探文化的一个有力批判。”我当然同意，这样一种批判确实可以带来一部相当深刻的电影，不过我一直怀疑这究竟是不是我们所看的这部电影。我记得我后来不得不为这位失望的西方文化向导沏了一杯浓浓的咖啡，帮助他安心接受那个浅薄而琐碎的世界，在其中杀人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必须问一个类似的问题：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是否真的正在见证一场文明的大冲突，还是只是在经历某种别的更加普通的事情，只不过对于那些铁了心要追寻深刻和深邃的人来说，看起来像是文明的冲突而已。

然而，文明分析中追求深刻性的这种现象在思想分析领域中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某种意义上，文明分析只是反映并且放大了那些并不属于思想界圈子的共同观念。比如，把“西方的”价值观与“那些他人”的信仰对立起来的做法在公众的讨论中非常普遍，它不时见诸小报的标题并构成了政治演说以及反移民言论的一大特色。在我看来，“9·11”事件之后，对穆斯林的成见往往出自于那些并非真正专家的外行人。但是，文明冲突理论经常能够为粗鄙的流行观念提供一种所谓的复杂基础。精致的理论也能支撑并不复杂的偏见。


·文明解释的两个困难·

那么，用文明的范畴来解释当前世界事件的困难有哪些呢？45也许它最根本的弱点在于一，正如第1章提到的，它沉溺于种特别野心勃勃的单一性幻象（the illusion of singularity）。此外还要加上第二个困难：它对世界诸文明的划分过于粗糙，把它们看得远比过去和当前的经验分析所表明的更为同质、更为相互隔绝。

单一性幻象依赖于这样的假设，即它不把人视为有许多关系的个体，也不把人看成分别属于许多不同团体，相反，他或她仅仅是某一个特殊群体的成员，这个群体给了他或她唯一重要的身份。对这种对单一性分类的总括作用的信念，不仅作为描述和预测的视角而言是粗糙的，而且其形式和含义中都渗透着明显的对抗性一。种对世界人口的绝对的单维度划分，不仅与“世界上的人大体相同”这一古老的信念相对立，而且也与人们在许多方面都不相同这一重要而合情合理的认识相违背。人们的差异并不仅存在于某个单个维度。

每一个人可以拥有而且也确实拥有与很多不同的重要群体相关的不同身份，并且他们可以同时归属于这些不同的团体，这样一种思想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是过于复杂了。但是，正如我们在最后一章要讨论的一，这其实是种极为普通和基本的认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把自己看做一系列群体的成员：我们属于所有这些群体。一个人是妇女这一事实并不与她是素食主义者相冲突，而这又与她是一位律师不矛盾，而后者又不妨碍她成为一位爵士乐爱好者、异性恋者、男女同性恋权利的支持者。所有人都是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这种情况并不矛盾），而每一个群体都会给属于其中的她提供一种潜在的身份，这种身份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变得非常重要。

粗糙的单一分类的煽动性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并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对其进一步加以考察。通过划分不同文明来完成对世界上的人的单一理解这种做法存在着概念上的缺陷，它不仅违背了我们共享的人性，而且颠覆了我们所具有的多方面身份，这种多重身份并未沿着一条严格的界限把我们区隔开来。错误的描述与错误的概念可能让世界变得比原本更加脆弱。

除了不可靠地依赖于单一分类外，文明冲突视角还忽略了同一个文明内部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广泛的联系。这一视角在描述上的贫乏不只限于它对单一性的片面依赖。


·论把印度视为印度教文明·

让我用我自己的祖国印度在这一分类体系中被处理的方式来说明问题。
[1]

 通过把印度描述为“印度教文明”，亨廷顿在阐释所谓的“文明冲突”时不得不回避以下事实，即印度的穆斯林数量比除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之外的所有国家都多。按照亨廷顿的武断定义，印度也许不必被放在“伊斯兰世界”里，但是印度所拥有的穆斯林数量（1.45亿穆斯林——超过英法两国人口之和）远比亨廷顿定义下的几乎任何一个“伊斯兰世界”国家都多。此外，在思考当代印度文明的时候，很难忽视穆斯林在这个国家历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不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相互交织的贡献认真彻底加以认识的话，要想理解印度的艺术、文学、音乐、电影以及饮食的性质和范围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2]

 另外，日常生活以及文化活动中的交往也不是以宗教界限分割的。比如，尽管我们可以根据著名的西塔琴演奏家拉维·尚卡尔（Ravi Shankar）与萨罗德琴演奏家阿里·阿克巴·汗（Ali Akbar Khan）各自对不同的印度传统音乐形式的掌握而对他们的风格加以对比，但是我们从不把他们分别看做是“印度教音乐家”和“穆斯林音乐家”（虽然尚卡尔恰巧是印度教徒而汗是位穆斯林）。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文化创造领域，包括宝莱坞——印度大众文化的大舞台——那里许多一流的男女演员以及导演都出身于穆斯林背景（也有很多是非穆斯林出身），这些人被超过总人口80%的印度教徒广为钟爱。

而且一，穆斯林并非印度人口中唯的非印度教群体。锡克教徒以及耆那教徒都有重要地位。印度不但是佛教的发源地，而且佛教在印度的统治地位曾长达千年之久，中国人就经常把印度称为“佛国”。不可知论和无神论思想流派——遮卢婆伽（Carvaka）和顺世派（Lokayata）——至少从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活跃于印度，并流传至今。从4世纪开始，印度就已经有了大规模的基督教社区——这比像样的基督教社区出现在不列颠的时间早了200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陷落后不久就来到了印度，祆教徒从8世纪起也出现在印度。

显而易见，亨廷顿把印度归为“印度教文明”的做法有很多事实上的困难。从政治上来说这也是危险的。它会给业已严重的歪曲历史和操纵现状的做法一种虚假的可信度，而这正是近期印度教宗派主义政客所竭力煽动的。他们鼓吹以“印度教文明”来看待印度。确实，亨廷顿也经常被许多政治上活跃的“印度教徒特质”运动（Hindutva movement）的领袖们所援引。考虑到这两者间的相似性——他把印度视为“印度教文明”，而“印度教徒特质”的政治精英们则津津乐道于以“印度教的观点”看待印度——这种援引丝毫不令人感到奇怪。

在2004年春季举行的印度大选当中，印度教活跃分子政党（Hindu activist party）所领导的联盟遭到了惨败，形势几乎全面逆转。现在，世俗的印度共和国的总统是一位穆斯林，总理是一位锡克教徒，其执政党主席是一位基督教徒（这个结果对印度教选民占总选民超过80%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选举来说并非坏事）。然而，印度教宗派主义的印度观卷土重来的威胁始终存在。尽管鼓吹印度教印度观的政党在选举中只得到了不到四分之一的选票（只占印度教人口的一小部分），把印度视为“印度教文明”的政治企图并不会轻易消失。按照人为的单一宗教界限来对印度进行简单分类的做法不但在描述上存在缺陷，而且在政治上是具有爆炸性的。



注释


[1]
 此处讨论的一些问题，在我的另一本书The Argumentative Indian（London：Allen Lane；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2005）中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


[2]
 在The Argumentative Indian一书中，我探讨了印度多宗教和多文化的历史。


·论所谓西方价值观的独特性·

把印度描述为印度教文明也许是个低劣的错误，但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粗劣也出现在对其他文明的分类当中。试以所谓“西方文明”为例。“文明冲突”的支持者，在对这种单一划分的精深独到之处深信不疑的同时，更倾向于认为宽容是西方文明独特而持久的特征，并且可以追溯到历史深处。事实上，正是这一点被看做是各种价值观之间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导致所谓的文明之间的冲突。亨廷顿坚持认为“西方早在现代化以前就已是西方了”。
[1]

 他引证说（除了其他的所谓独特之处如“社会多元主义”之外）：“（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传统在文明社会中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日益普遍的看待文明区别的方式其实并非如一些人们想象的那样根源于西方传统的文化分析。例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他那本影响广泛的著作《西方的没落》中，在对西方文明和世界其他不同文明加以划分的时候，就给各文明内部的异质性以及各文明之间显而易见的相似性留下了充分的余地。事实上，斯宾格勒曾论述道：“如果放在恒河流域的话，苏格拉底、伊壁鸠鲁，特别是第欧根尼的观念中并无任何不合常理之处，然而如放在西方的大城市中，第欧根尼就会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傻瓜。”
[2]



实际上，亨廷顿的理论很难用经验来支撑。宽容与自由当然是近代欧洲的重要成就之一（除了某些偏离之外，例如纳粹德国，或者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和葡萄牙帝国在亚洲和非洲的不宽容统治）。但是，要从这里找出条独无二的历史分界线——回溯到千年以前——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对政治自由和宗教宽容的支持，就它们当前达到的形式而言，并非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或文明的古老的历史特征。柏拉图和阿奎那的思想中的威权主义倾向并不亚于孔子。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欧洲古典思想中曾有过的对宽容的支持，但即便把这作为整个西方世界的一个亮点（包括从古希腊到罗马再到维京以及东哥特），类似的例子其实也存在于其他文明当中。

比如，印度的阿育王（Ashoka）在公元前3世纪就曾致力于支持宗教和其他方面的宽容（他说：“出于种种原因，其他部族的信仰总是值得尊重的”），这肯定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对宽容的政治捍卫行动之一了。宝莱坞最近新上映的电影《阿育王》也许在细节上并非完全准确（比如充斥了过多宝莱坞式的歌舞和浪漫情节以及廉价的服饰道具），但是它正确地强调了2300年前阿育王世俗主义和宽容思想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对当今印度的持久意义。当后来的另一位印度皇帝、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在16世纪90年代于阿格拉发布类似的关于宗教宽容的敕令时（例如，“不应以宗教的理由而对任何人加以干涉，每个人都可以皈依他喜欢的宗教”），宗教裁判仍在欧洲广为流行，异教徒仍要被捆在火刑柱上施以火刑。



注释


[1]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the WorldOrder，p.71.


[2]
 Oswald Spengler，The Decline ofthe West，ed.Arthur Help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78 79.


·民主的全球根基·

类似地，民主常常被视作西方思想的精华，而非西方世界对它完全是陌生的。这种关于文明的简单化思想最近因为美国领导的联盟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体的过程中遭遇挫折而得到了某种支持。然而，如果把在战后伊拉克面临的困境的责任不是放在未经充分情报准备、未经充分磋商而仓促发动的军事干涉行动上，而是放在某种臆想的观点上，即伊拉克或中东或非西方文化不适合民主，这就真有混淆是非的危险。我要争辩说，在理解我们当前在中东或其他任何地区所面临的问题方面，后者是完全错误的。

人们也常有这样的疑虑：西方国家会把民主“强加”给伊拉克或别的国家。然而，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中心点落在“强加”上——暗含着这样一种对民主的专属性的观念：民主属于西方，它是一种纯粹的“西方”思想，它只能产生并兴盛于西方。这是一种对民主的历史及其当代前景的完全误导性的理解。

当然，现代民主和公共讨论的概念在过去几百年间深受欧洲和北美思想及经验的影响，特别是深受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力量（包括孔多塞侯爵、詹姆斯·麦迪逊、托克维尔、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民主理论家的贡献）的影响，对这一点不存在任何疑问。但是要从这些相对晚近的经验外推，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构建起一种本质的和长期的对立，那是对历史的歪曲。

与根据近期经验去重新构建长期历史的似是而非的做法相对照的还有另一种，———更有历史抱负的推理路线，它特别集中关注古希腊。所谓民主具有“西方”本质的看法经常与古希腊特别是雅典的投票和选举的早期实践联系在一起。古希腊这一具有开拓性的创举意义的确重大，不过从古希腊一下子跳跃到所谓民主具有“西方的”——或者“欧洲的”——本质这个命题上就是混淆视听了，这样说至少有三个明确的理由。

第一，在界定文明的时候存在着从种族角度分类的偏见。以这种方式看待各个文明，就会毫不困难地把诸如哥特人和西哥特人看成古希腊传统的恰当传人（我们被告知“他们都是欧洲人”）。另一方面，它却非常不情愿关注古希腊思想与南方和东方其他古代文明的联系，尽管古希腊人本身在谈到古代伊朗人、印度人、埃及人的时候（比起谈到古代东哥特人时）表现出了更大的兴趣。

第二个问题涉及早期古希腊经验的传承。雅典固然是进行投票选举的发源地，但在随后的几百年间，还有很多地区的政府采取了这种形式。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古希腊的选举治理经验对古希腊和罗马以西的国家——如现在的法兰西、德意志或不列颠这些地方——产生过多大的直接影响。相反，有些同时代的亚洲城邦——在伊朗大夏印度等地——在雅典民主兴盛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在城邦治理中却吸收了民主因素。例如，伊朗西南部的苏萨（或称为书珊）在长达12个世纪中就拥有一个选举出的委员会一、个人民大会以及由委员会提名、人民大会选举产生的地方官。

第三，民主不仅事关投票与选举，它也涉及公共协商与讨论，它每每被称做“基于讨论的治理”。尽管公共讨论确实在古希腊兴盛一时，它其实也出现在其他古代文明中——有时还蔚为大观。例如，在早期印度，有些公开大会就是专门为了解决佛教徒之间的不同观点争执而展开的，在会上，不同观点的信奉者聚在一起争论他们的分歧。前面提到的阿育王就曾在公元前3世纪的印度首都波吒利弗城（即现在的巴特那）主持了第三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佛教徒大会，他还试图编纂和推行最早的公共讨论规则（19世纪的“罗伯特议事规则”的某种形式的早期版本）。

世界各地都能找到公共讨论的传统。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在7世纪早期的日本，佛教徒圣德太子（Prince Shotoku）为他的母亲推古女天皇（Empress Suiko）摄政，在其于公元604年颁布的《十七条宪法》中，就曾坚持：“重要的决策不能由一个人单独做出，而必须与众人商议。”这要比13世纪签订的英国《大宪章》早六百多年。日本的《十七条宪法》还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多数人讨论如此重要：“当他人与我们观点不同的时候不要憎恨。因为人皆有心，心各有向。他是而我非，我是而他非。”
[1]

 因此毫不奇怪，有些评论家在这个7世纪日本的法令当中看到了“逐步迈向民主的第一步”。
[2]



公共讨论的久远历史遍及世界。就连雄霸四方的亚历山大大帝也曾领教过公众批评的滋味。当他在公元前325年左右在印度东北部驰骋的时候，有一次亚历山大问一群耆那智者为什么他们对这位伟大的征服者置若罔闻（亚历山大显然因为印度智者对他不感兴趣而觉得失望），他得到了以下有力的回答：

亚历山大陛下，每个人都只能占有我们脚下站立的这么一块土地。你和我们一样都是人，只是你总是忙于无益之事，弃家远征，累己害人！……你不久就会死去，那时你拥有的不过是一堆仅够埋葬你的泥土。
[3]



中东的历史和穆斯林的历史中也包含了许多公共讨论和通过对话进行政治参与的例证。在以开罗、巴格达、伊斯坦布尔为都城建立的穆斯林王国中，以及包括在伊朗、印度、西班牙的穆斯林王国中，都有许多公共讨论的支持者（例如10世纪科尔多瓦的阿尔拉赫曼三世（Caliph Abd al-RahmanⅢ），以及16世纪印度的阿克巴皇帝）。我在下一章讨论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和西方文化简化论者对穆斯林历史的系统性的错误阐释时将回到这一主题。

西方世界并不拥有对民主思想的专有权利。尽管现代民主的制度形式对于各地而言都是相对新近的，历史上以公共参与和讨论的形式出现的民主遍及世界。正如托克维尔在1835年他关于民主的经典著作中指出的那样，尽管他在美洲观察到的“伟大的民主革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新事物”，但从更宽泛的视角来看，它也可以被看成是“历史中最为连续的、古老的和永恒的趋向”。
[4]

 尽管托克维尔把他的历史例证限定在欧洲的历史经验之内（比如，他曾指出“七百年前的法国”允许普通人加入教士阶层是对民主化的一个巨大贡献），但是他的总体论点则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

纳尔逊·曼德拉在他的自传《通向自由的远行》当中，描述了当他还是一位少年的时候，当看到自己的家乡南非举行的地方会议的程序具有民主实质的时候，他是多么地深受其影响：

每个想要发言的人都发了言。这是最纯正的民主形式。发言者的身份也许存在着某种等级，但是无论是酋长还是平民、武士还是医生、店主还是农夫、地主还是劳工，每个人的话都被认真地聆听。
[5]



曼德拉对民主的追求并非来自任何西方的“强加”。它毫无疑问地源自他的非洲家乡，不过他倒的确为了把它“强加”给“欧洲人”（人们也许还记得，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白人统治者就是这样称呼他们自己的）而战斗了一生。曼德拉最终的胜利是人性的胜利——而不是一种特殊的欧洲思想的胜利。



注释


[1]
 参见Nihongi：Chronicles of Japan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A.D.697，trans.By W.G.Aston（Tokyo：Tuttle，1972），pp.128 33。


[2]
 参见Nakamura Hajime，“Basic Features of the Legal，Political，and Economic Thought of Japan，”in Charles A.Moore，ed.，The Japanese Mind：Essentials ofJapanese Philosophy andCulture（Tokyo：Tuttle，1973），p.144。


[3]
 根据Flavius Arrian的记载我们得知，亚历山大面对这种平等主义斥责的时候，表现出了与他和第欧根尼相遇时同样的尊重，不过他的行为并未因此而有任何改变（“与当时所表现出来的敬重刚好相反”）。参见Peter Green，Alexander ofMacedon，356 323 B.C.：AHistoricalBiograph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428。


[4]
 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trans.George Lawrence（Chicago：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990），p.I.


[5]
 Nelson Mandela，Long Walk to Freedom（Boston：Little，Brown，1994），p.21.


·西方科学与全球历史·

同样重要的是要看到所谓的西方科学是如何继承了世界性遗产的。西方的数学和科学与非西方的科学实践者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思想关联。例如，十进制法于公元后第一千年的最初几个世纪在印度产生，在该千年的末期由阿拉伯人传到了欧洲。大量来自不同的非西方社会——中国、阿拉伯、伊朗、印度以及其他社会——的贡献都影响了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及后来的启蒙运动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科学、数学以及哲学。

不仅全球科学技术的兴盛不是由西方独家领导的，而且还有一些广泛促进国际交流的重要的全球性进步产生于远在欧洲以外的地方。以印刷术为例，弗朗西斯·培根曾把印刷技术的发明称为“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态。”公元1000年之前的所有发展印刷术的早期尝试都出现在欧洲以外。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这些发展都与佛教思想家向公众传播思想和推动公众阅读的努力密不可分。事实上，在中国、朝鲜、日本等地，早期改进印刷术的尝试都是由佛教工匠们完成的。印度佛教徒在7世纪时也曾努力发展印刷技术，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不太成功，但是他们却贡献了世界上最早付印的文本的内容一，即部名为《金刚经》的梵文佛经一，这部经书由位印度和突厥混血学者在公元402年的时候从梵文翻译为中文。当这部书在公元868年以中文刻印的时候，它附带有一篇序言，其中写道：这部书刻印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它“免费传布四方”。
[1]



当然，对最近几百年来欧洲和美洲在观念与知识方面的巨大进步也应该给予充分承认。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当中取得的重大成就改变了人类活动的性质，西方理当因此获得足够的赞美但是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一个完全独立的。“西方文明”所发起，在光荣的孤立中形成的，这样一种假设则是彻头彻尾的幻象。

赞美一种臆想的隔绝状态对学习和理解世界的进步毫无益处，这种进步其实仰仗了许多不同地区的发展。的确，在西方成长起来的思想和知识近几百年来深刻改变了当代世界，但是我们很难把它看做是一种纯而又纯的由西方孕育的产物。



注释


[1]
 我在The Argumentative Indian一书中，对出版对于公共理性讨论的重要性曾加以探讨，见pp.82 83，182 84。


·拙劣的概括与模糊的历史·

有至少两条明确的理由来说明对文明区分的依赖性是有着严重缺陷的。第一，它在方法论上存在根本的问题，它包含着这样的潜在假设，即文明的区分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并且必须压倒——或吞没——其他区别人们的方式。那些挑起全球对抗或者地区宗派暴力冲突的人试图把一种预先设定的单一、对立的身份强加给人们，以便从这些人当中招募暴政的“走卒”，这虽糟糕透顶但还不至于令人惊讶；更让人难过的是，反西方的原教旨主义斗士竟从在西方国家滋生的对世界人民单一分类的理论中得到了隐含的支持，而大大强化了他们的褊狭的观点。

第二个问题在于，这种视角下的对文明的划分是建立在对事实的极端粗糙的描述和对历史的无知之上的。各文明内部那丰富多彩的多样性被严重忽视了，各文明之间的联系也被大大忽略了。

这一对密切相关的缺陷导致了对不同文明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联系的非常贫乏的理解，忽视了它们在科学、技术、数学、文学、贸易、商业，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诸方面的相互依赖。对全球历史的模糊认识形成了对各种文化的令人吃惊的狭隘看法，这其中也包括对西方文明的奇怪的偏颇解读。


第4章　宗教联系与穆斯林历史

最近有关文明冲突（clashing civilizations）的论点均倾向于将宗教差别作为区分不同文化的一个核心特征。然而，这些关于文明的理论，除了存在仅以一种社会联系为标准来看待人类这一概念性缺陷，以及忽视在那些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相关和不同的文明间所（实际）存在着的重要联系这一历史知识性错误（这两个问题在前一章都已讨论过）之外，它们还忽视了作为多数国家乃至作为多数文明的特征的宗教联系自身的多样性后一。个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同一种宗教的信徒常常分布于许多不同的国家和数个不同的洲。例如，如前所述，也许在亨廷顿看来，印度属于“印度教文明”，然而，印度拥有1.45亿穆斯林居民，是世界上最大的三个伊斯兰国家之一。宗教分类法并不能简单地适用于对国家和文明的分类。

这后一个问题，可以直接以人们所属的宗教类别（groupings）来解决，而不是将人们按宗教联系区分为粗糙的文明单位（如“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等像亨廷顿所作的那样的分类）。这种分类法（宗教类别法）更为简洁，缺陷更少，所以，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它已经吸引了很多人。以人们的宗教联系来看待个人，近年来在文化研究中无疑已相当普遍。但是，这种以宗教为中心来研究世界人民的方法，是否是认识人类的一条有效途径？

我必须争辩说：它不是。与文明分类法相比，它可能是对世界人民进行分类的一种更为适宜的方法。但是，它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试图仅以一种联系，即宗教，来看待人类。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分类法相当有效（例如，在决定宗教节日的选择上，或保证礼拜地点的安全上）。但是，若是企图使它成为社会、政治和文化研究的一般性基础，却会导致对其他多种联系和忠诚的忽视。而这些联系和忠诚，却是任何人都可能有的；且它们对于个人的行为、身份和自我认识，均甚为重要。无论是在讨论文明分类法还是宗教分类法时，意识到人们的身份认同及其优先选择具有多样性极其重要。

实际上，以宗教身份作为对世人分类的主要或唯一的标准渐趋普遍，这给社会研究平添了许多糟粕（grossness）。特别是这种研究法导致在理解上的一大缺陷，即它未能区分：（1）一个碰巧为穆斯林的人所拥有的多种联系和忠诚；以及（2）她所特有的伊斯兰教徒的身份。她的伊斯兰教徒的身份在她看来会是一种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身份，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否认她的其他身份的重要性。在通常所谓的“伊斯兰世界”中，穆斯林确实占据优势。然而，同为穆斯林的人们之间，在其他方面，可以并且确实大相径庭，如在政治和社会价值、经济和文学爱好、职业和哲学观念（involvement），以及对西方的态度等方面。如按这些“其他身份”来对全球分类，则划分界限会与宗教分类的界限截然不同。仅仅关注简单的宗教分类，将会导致我们忽视那些在宗教身份上是穆斯林的人们所关注的众多问题。

这个区分极为重要。当今世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其好战性猖獗。西方在反对它们的同时，常常伴随着对全体伊斯兰人民的强烈疑虑，虽然这种疑虑有时显得含糊不清。这种一般性态度除了概念上的粗糙之外，也忽视了其他更加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在政治和社会信仰上，穆斯林之间常常大相径庭。此外，在文学和艺术品位上、对科学和数学的兴趣上，甚至是在宗教信仰的形式和内容上，他们也每每相互有别。虽然当前政治的紧迫性已经导致西方在一定程度上对伊斯兰教内部的宗教亚派别有了更好的认识（如一个人是“什叶派”（Shia）还是“逊尼派”（Sunni）之间的区别），但是对于穆斯林群众和世界上其他人一，样也具有多种多样的非宗教身份的事实，西方却越来越缺乏进一步充分认识的意愿。事实上，在对政治、文化和社会事物的看法及优先性的选择上，穆斯林之间常常有着天壤之别。


·宗教身份和文化多样性·

属于同一宗教，乃至属于那些常被认为是与宗教紧密联系的领域的不同个体，在社会行为上，也常常存在很大差别。在当今世界，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说明。例如，可以比较一位生活在沙特阿拉伯的传统型的农村妇女的典型行为，和一位生活在土耳其城市（在那里，面纱罕见，着装风格常与欧洲妇女相似）中的穆斯林妇女的典型行为。也可比较一位生活在孟加拉国的、社会活动活跃的妇女，和一位同样生活在该国的但行为举止较保守的妇女，她们之间的行为习惯大相径庭——即便她们在宗教上都是穆斯林。

然而，这些区别不应被简单地视为是现代化给穆斯林群体带来的一种新现象。来自其他方面的、其他身份的影响贯穿了穆斯林群体的整个历史。试考虑一下公元14世纪时，两名穆斯林间的争论。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于1304年出生于丹吉尔，他花了30年的时间游历非洲和亚洲。在游历位于今天的马里和加纳之间的一个地方时，他对所见到的事物大为震惊。在距离廷巴克图不远的伊瓦尔坦（Iwaltan），伊本·巴图塔与该地的伊斯兰教法官（qadi）结为朋友，该法官在那里拥有一间民事办公室。

伊本·巴图塔记录下了他对法官家庭内部社交活动的蔑视：

一天，我来到伊瓦尔坦的法官的家里，在经他同意进入室内后，我却发现一美貌女郎正陪伴着他。在看见她后，我微犹豫，考虑是否退出，但她却对我嫣然一笑，毫不羞涩。法官对我说：“你为何退后？她是我的朋友。”对于他们的行为，我感到困惑莫名。
[1]



但是，法官并非是唯一一位令伊本·巴图塔感到震惊的人。他对阿卜·穆罕默德·俨达侃·阿穆苏斐（Abu Muhammad Yandakan al-Musufi）尤为指责。阿卜是一名认真的穆斯林，以前曾亲自访问过摩洛哥。当伊本·巴图塔到他家里拜会他时，发现一名妇女正与坐在长榻上的一名男子交谈。伊本·巴图塔写道：

我问他：“这女人是谁？”他说：“她是我妻子。”我问：“这男人与她是什么关系？”他回答：“他是她的朋友。”我对他说：“你曾生活在我们国家，且熟知伊斯兰教法（Shariah），你对这种现象缄默不理吗？”他回答道：“对我们来说，女人和男人间有联系，是可以接受的，且是一种良好的行为，我们不认为这有任何值得疑虑之处。她们与你们国家的妇女们不同。”我对他的懈怠教规感到惊讶。我向他辞别，以后再也没有去过。他后来数次邀请我，但我均未接受。
[2]



应注意的是，阿卜·穆罕默德与伊本·巴图塔之间的差异，并非基于宗教——他俩都是穆斯林——而是在于他们对正确生活方式的抉择。



注释


[1]
 Corpus ofEarly Arabic Sourcesfor WestAfrican History，trans.J.F.P.Hopkins，edited and annotated by N.Levtzion andJ.F.P.Hopki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285.也见Ibn Battuta：Travels in Asia andAfrica 1325 1354，trans H.A.R.Gibbs（London：Routledge，1929），p.321。


[2]
 Corpus ofEarly Arabic Sourcesfor West African History，p.286；此处“Shariah”被霍普金斯简化为“Shar”。


·穆斯林宽容和多样性·

我现在转向一个更具政治性的话题。在世界历史中，对于宗教宽容的各种态度，常常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在宗教上同是穆斯林的人中，可以发现，不同的个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例如，印度的奥朗则布皇帝是于17世纪后半叶登上莫卧儿王朝的帝座的。他被公认为是极不宽容的，甚至还对非穆斯林臣民征收附加税。然而，他的哥哥达拉·西阔（Dara Shikoh）则不同。达拉·西阔是沙贾汗皇帝和泰姬（Mumtaz Mahal——泰姬陵就是为了纪念她而修建的）的长子（及合法继承人），通过其生活和所作所为来看，他与奥朗则布的态度截然不同。奥朗则布杀死达拉，夺取了帝位。达拉不仅学习梵语并研究印度教，他还将印度教的《奥义书》（Upanishads）由梵文译为波斯文。这个译本在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是欧洲人对印度宗教哲学兴趣的主要源泉。

如前所述，达拉和奥朗则布的曾祖父阿克巴对宗教宽容极为支持。作为一项公认的义务，他确保国家做到“没有人因宗教问题而受到干涉，任何人应被允许转而信仰令其感到愉快的宗教”。与他对所谓“理性之路”（rahi aql）的追求相一致，阿克巴在16世纪90年代坚持要求各种宗教间的公开对话和自由选择，并组织定期讨论。参与讨论的不仅有主流的穆斯林和印度教思想家，还包括基督徒、犹太教徒、祆教徒、耆那教徒，甚至还有无神论者。
[1]

 除了达拉外，奥朗则布自己的儿子———也叫阿克巴亦反对他的父亲，并且为此先与位于拉贾斯坦（Rajasthan）的印度教王国，后来又与印度教马拉地政权（Marathas）联手（虽然他的反叛被奥朗则布彻底粉碎）。除了与其父亲在拉贾斯坦进行战斗外，阿克巴还给他的父亲写信，抗议其父亲对他的印度教朋友的不宽容和诬蔑。
[2]



面对穆斯林间如此多的差异，那些不能区分作为一个穆斯林和拥有一个伊斯兰教徒身份之间区别的人将会问：“依据伊斯兰教义，哪一个才是正确的观点？伊斯兰教是否支持这种宽容？到底哪一种是正确的啊？”这里面临的首要问题，并不是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而是这个问题本身是否是一个正确的问题。作为一个穆斯林教徒，其身份并不决定这个人的所有信仰。例如，对于阿克巴皇帝的宽容和异端，在16世纪印度阿格拉和德里的穆斯林中，就兼有支持者和诽谤者。实际上，他面临着穆斯林教士的强烈反对。然而，当1605年阿克巴去世时，一贯对其信仰宽容观点持强烈批评态度的伊斯兰神学家阿卜杜勒·哈克（Abdul Haq）也不得不承认，阿克巴尽管进行了诸多“革新”，却依然是一位优秀的穆斯林教徒。
[3]



需要认识到的是，在处理这种差异时，无须立足于阿克巴和奥朗则布二人中定有一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穆斯林。他们虽然没有共同的政治态度或社会和文化上的认同，但却可以同是杰出的穆斯林教徒。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名穆斯林对异端持不宽容态度，而另一名却非常宽容，但是，两人中任何一人，均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不再是穆斯林教徒。这并不仅仅因为“伊诘答”
[4]

 （ijtehad），或对宗教的解释，允许伊斯兰教内部存在很大的自由回旋空间；而且也因为一名穆斯林，在毫不妥协地坚持伊斯兰教基本信条时，在决定选择其他价值和优先性时，拥有很大的自由。



注释


[1]
 参见Pushpa Prasad，“Akbar and the Jains，”in Irfan Habib，ed.，Akbar andHis India（Delhi andNew 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7），pp.97 98。


[2]
 马拉塔国王桑布吉（Raja Sambhaji）的父亲正是湿婆吉（Shivaji），当今印度教的政治活跃分子把他视为大英雄，不宽容的印度教政党“湿婆神军”（Shiv Sena）正是以它的名字命名的（不过，莫卧儿历史学家虽然不是湿婆吉的崇拜者，但是根据有关记载，湿婆吉本人其实是相当宽容的）。


[3]
 参见Iqtidar Alam Khan Akbar s Personality Traits andWorld Outlook：A Critical Reappraisal，”in Habib，ed.，Akbar and His India，p.78。


[4]
 这个术语是指，在伊斯兰教徒对事物不确定时，努力运用学习的伊斯兰教知识，自己做出决定。——译者注


·非宗教性考虑和多样化的优先性·

鉴于今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政治上的不睦一，值得回顾下这两个群体间长期来相互尊重的历史。在第1章，我就曾提到过，12世纪时，当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被迫撤离一个不宽容的欧洲时一，他在阿拉伯世界则找到了处宽容的避难所。而为他在开罗的宫廷中提供一份令人尊敬和富有影响力职位的东道主，正是萨拉丁皇帝。鉴于他在为伊斯兰教而战的十字军东征中的英勇表现（“勇敢的理查德”（Richard the Lionheart）是他最著名的对手之一），萨拉丁的伊斯兰信徒身份不容怀疑。

实际上，迈蒙尼德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尽管在当今世界中，确实充满了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冲突的例证，但是，阿拉伯世界和中世纪西班牙的穆斯林统治者们，都曾长期试图将犹太人融为当地社会群体中的安全成员，确保他们的自由——有时是领导地位——受到尊重。例如，如同玛丽亚·罗莎·梅诺克（Maria Rosa Menocal）在其《异彩纷呈的世界》（TheOrnament ofthe World）一书中所写到的：到公元10世纪时，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科尔多瓦地区“已可与巴格达一争高下，甚至超过巴格达，而成为世界上最文明的地区”。这一成就来自于哈里发阿布拉赫曼三世和他的犹太人高官哈斯代·依本·沙普鲁特（Hasdai ibn Shaprut）的共同努力及其建设性影响。
[1]

 实际上，正如梅诺克所认为的，有大量证据表眀，犹太人在被穆斯林征服后，“其各方面的地位都提高了，因为他们从遭迫害的对象转变为受保护的少数民族”
[2]

 。

我们的宗教或文明身份也许确实很重要，但它只是多种身份中的一种。我们必须探讨的问题，不是伊斯兰教（或印度教、基督教）究竟是一种爱好和平的宗教，还是一种尚武好战的宗教（“告诉我们，它到底是哪一种？”），而是信教的穆斯林（或印度教徒、基督教徒），会如何将他或她的宗教信仰或行为同其其他个人身份特征及其他信条和价值（如对于和平和战争的态度）相联系。将一个人的宗教——或“文明”——的所属关系看做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身份，这种做法是存在严重问题的。

在任何一种宗教的虔诚信徒中，都既有狂热的好战者，又有和平的拥护者。与其追问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信奉者”和哪一个只是“冒名顶替者”，我们不如承认，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本身，并不能解决我们生活中要求做出的所有决定，包括那些与我们的政治和社会优先相关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表现和行为的问题。和平与宽容的拥护者及战争与迫害的支持者，均可属于同一宗教，并且可能都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真正的信奉者。这样说并不应被视为自相矛盾。一个人的宗教身份，并不抹杀这个人认识和所属关系的所有其他方面。

如果作为一名穆斯林是任何一位恰为伊斯兰教徒的唯一身份，那么，解决她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其他方面的大量选择的沉重负担，当然就落在其宗教身份上。但是，作为伊斯兰教徒很少会是一位穆斯林的唯一身份。确实，要是在身份问题上否定多样性和排除选择，那就将会形成一种极为褊狭和极具误导性的观点。即使是当前围绕“9·11”事件所形成的分类，就已经将穆斯林置于分类界限的所有方面，但与其问究竟哪一种才是正确的伊斯兰教立场，倒不如承认，对于与政治、道德和社会判断相关的事物，一名伊斯兰教徒能够选择几种不同的立场，而并不因此就不再是一名伊斯兰教徒。



注释


[1]
 María Rosa Menocal，The Ornament ofthe World：How Muslims，Jews and Christians Created a Culture of Tolerance in MedievalSpain（New York：Little，Brown，2002），p.86.


[2]
 Ibid.，p.85.


·数学、科学和知识的历史·

“9·11”事件中，有很多穆斯林丧生于世贸大厦一，对于这事实已有很多讨论。然而，并无证据表明，作为那里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将其视为西方文明的罪恶象征。当然，鉴于世贸大厦的参天高度和先进技术（运用建筑工程学中新兴的筒体结构方案），它确实具有标志性意义，因而在好战的政治观点中，是西方肆无忌惮的体现。有趣的是一，回想下，筒体结构方案的主要奠基者正是工程师法勒·拉赫曼·汗（Fazlur Rahman Khan）。他是一位从孟加拉国移民到芝加哥的工程师，承担了这项改革的基础性工作，后来又设计了其他几座高层建筑：如位于芝加哥的110层的西尔斯大厦（Sears Tower）和100层的约翰·汉考克中心（John Hancock Center），以及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达地区的哈吉候机大厅（Hajj Terminal）。与此同时，他参加了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于巴基斯坦的战斗，并且写了一本有关此次战争的书，可读性很强。如果认识到作为一名穆斯林教徒并不是一种包罗万象的身份，那么，穆斯林之间在文化和政治上可以分为不同类别的事实，就不足为奇了。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穆斯林教徒的许多知识贡献使得全球知识发生了重大转变。但这些知识贡献，在任何意义上，都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伊斯兰教的贡献一。即使在今天，当位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或斯坦福大学的当代数学家采用一种“算法”（algorithm），去解决一个计算机难题时，其行为都会有助于纪念一位9世纪的阿拉伯数学家艾尔哈瓦利兹米（alKhwarizmi）对数学所做的贡献。“算法”这一术语即源自他的名字（“代数学”（algebra）这一词，就是来自他的著作《代数学》（Al-jabr Wa al-Muqabalah）一书）。数学史、科学史和技术史上的许多其他重大进展，都是由穆斯林知识分子来实现的。

直到公元1000年后，许多这些重大进展才传至欧洲。那时，将阿拉伯文献译为拉丁文已经相当普遍。然而，有些则在更早些时候就已经通过西班牙的穆斯林统治者传入并影响了欧洲。举一个技术进步的例子。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穆斯林工程师，引进了应用于中东干旱地区的技术创新，在西班牙发展和使用了灌溉渠道（acequias）的技术。有赖于此，使得一千多年前在欧洲那些以前曾是完全干旱的土地上，得以种植谷物、水果、蔬菜及牧养动物。实际上，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穆斯林技师一直主管着这项令人艳羡的技术工作。
[1]



此外，在通过东半球的思想传播而实现的技术知识的全球化的过程中，穆斯林数学家和科学家的地位举足轻重。例如，十进制和三角学的一些早期成果，在公元1000年后，经由阿拉伯和伊朗数学家的著作，从印度传至欧洲。此外，印度数学家阿耶波多（Aryabhata）、瓦拉哈米希拉（Varahamihira）、婆罗摩笈多（Brahmagupta）等的数学成果的拉丁文本，是从他们5~7世纪的梵文论文翻译而来的，并通过两个不同的步骤，才在欧洲出现：先将梵文译为阿拉伯文，再将阿拉伯文译为拉丁文（我在第7章将再回到这些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上）。作为历史上这段时期创新的领袖，穆斯林知识分子是数学和科学全球化的最忠实的执行者。人们的宗教信仰，无论是伊斯兰教、印度教还是基督教，对于这些穆斯林数学领袖或科学领袖们的学术精神影响甚微。

与此类似，许多西方经典著作，特别是古希腊的经典著作，仅仅是通过其阿拉伯文译本，才在文艺复兴前，在公元1000年后的头几个世纪被翻译（主要译成拉丁文），才得以保存。很显然，这些阿拉伯文译本，原先并不是用来保存所译内容的，而只是供当时的阿拉伯语世界使用——这个世界在公元元年时，疆域辽阔。但是，在那具有决定意义的数个世纪中，这一过程所造成的全球影响和国内影响，都没有辜负那些世界性的思想界领袖们的学术水准与风范。



注释


[1]
 参见Harry Eyres，“Civilization Is a Tree with Many Roots，”FinancialTimes，July 23，2005。正如Jan Reed所指出的，“摩尔人的灌溉措施，经过后来的规模扩展，至今仍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干旱地区农业的基础。”（The Moors in Spain and Portugal[London：Faber&Faber，1974]，p.235.）


·多重身份和当代政治·

有几个原因，使得在今天关注以下区别非常重要：（1）完全或主要以人们的伊斯兰教（身份）来看待伊斯兰教徒，和（2）以他们的多样联系，来更加全面地认识他们：当然包括他们的伊斯兰教徒身份，但是，也不排除他们在科学兴趣、职业责任、文艺爱好、政治联系等方面的追求。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知识的价值——明白正在发生什么——的重要性。清晰的认识本身很重要这对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具有深远的影响。例如一，假设有伙激进主义分子，宣称他们的恐怖主义追求是由伊斯兰教义明确规定的，从而企图激进地扩张宗教管辖的范围。对此，我们当然要问，事实是否真是如此。若是与他们一样，不能对于伊斯兰教徒的身份和忠实恐怖主义者的身份——这在他们看来是伊斯兰教的事业——加以区分的话，这将是一个明显和严重的错误。当然，做出这一区别并不排斥关于伊斯兰教义是否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的思想讨论，但是，倘若完全忽视一名穆斯林的伊斯兰教徒身份和她的其他多种身份间的区别，那么这种讨论就简直无法开始。

事实上，大部分穆斯林学者完全否认伊斯兰教义中有任何要求、准许或甚至是容忍任何恐怖主义的地方。但也有不少穆斯林学者认为只要一，名穆斯林坚持伊斯兰教的核心信仰和行为，那么，即使他以不同的（在其批评者眼中，是错误的）方式来解释其使命，他仍然不失为一名穆斯林。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还会谈到。然而，首要的问题是：不要混淆一个人的宗教身份和她因其他原因所做的许多其他优先选择。

第二点，这个区别在反对宗教政治化的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宗教政治化不仅体现在伊斯兰教政治化的迅速发展上，还体现在其他宗教政治化的进程上（体现在诸如“重生派”基督教、犹太极端主义和印度教运动的政治扩张中）。在决定那些无须受宗教信仰“束缚”的事物时，拥有一种宗教身份与忽视理性的要求及思想自由的要求，在这两者之间的混淆不清，就会系统地支持行为世界中那些有时是非常肮脏、残忍的宗派主义行动。在这一逐渐极化（polarized）的世界中，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看到这种可鄙的政治化进程。这一进程形式多样，从直接有利于促进活跃的恐怖主义，到降低对这类促进行为进行抵御的能力，乃至到在宗教名义下鼓励对暴力的容忍。

例如，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学者赛亚斐·安沃 Syafi iAnwar），就曾以高度警惕的态度，描述了“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法化的蔓延”。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宗教行为的发展，而且是在一个具有宽容传统和文化多样性的国度里，一种极为好战的社会、政治观点的蔓延。
[1]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许多其他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尽管这些国家具有文化多样性和政治宽容的历史，但在伊斯兰教的名义下，这些国家的冲突性文化迅猛发展。如果要抵制政治的两极化，就必须强调以上的基本区别，因为利用宗教（在这个例子中，是伊斯兰教）身份，是唆使这类组织化冲突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2]



第三，这个区分，可以让我们对那些被外界归在某个“宗教盒子”中的国家的内部状况，有更为全面的认识。例如，一说到所谓的“伊斯兰世界”，就好像这个身份可以全面地解释如今那里发生的知识进步。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许多被正式称为伊斯兰教国家的地方，其内部正经历着各种政治行动，而它们的领导人，即便在宗教上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也不只从其伊斯兰身份中援引论据。

想想巴基斯坦，它无疑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教被设为国教，并且具有多种政治影响（如一名非伊斯兰教徒，无论他或她得到多少张选票，都不能被选为国家总统）。然而，这个思想活跃的国家中存在的公民社会，为许多主要或完全不是源自宗教的使命和追求保留了空间。例如，巴基斯坦具有一个专门的——在许多方面是高度成功的——“人权委员会”，该委员会不仅诉诸伊斯兰教的权利，也诉诸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权。巴基斯坦的人权委员会没有任何法律或宪法身份（实际上，它的正式身份只是一个非政府组织），而不像印度或南非的人权委员会那样是具有合法权力的组织。尽管如此，在如像艾斯玛·杰汉戈和雷赫曼等有远见的公民社会的领袖的带领下，人权委员会已经为争取妇女、少数民族和其他遭迫害者的自由，做了很多事情。它有限的成功，源于巴基斯坦的民法（即还没有遭到极端主义改良运动的摧残的那一部分）、持不同政见者的勇气和责任感、司法部门中许多正直人员的公平执法、大量进步的社会公众观点的出现，以及最后（但并非是最不重要的）：媒体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对不人道和破坏公民行为准则的事件的关注。实际上，巴基斯坦的媒体，与孟加拉新闻界一样，在直接调查和公开报道虐待案件以及为沉思的公众呼吁人权等——常常是世俗的——问题上，也非常活跃。
[3]



但是，正如巴基斯坦驻斯里兰卡前大使胡赛因·哈卡尼（Husain Haqqani）所指出的，这些因素并没有使得解决“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严重性”的要求得到丝毫减缓。对哈卡尼提出的以下具有说服力的判断加以关注，非常重要。他认为，“原教旨主义在巴基斯坦造成了超比例的影响，这是政府支持这些组织的结果”；同时，他还警告说：“由伊斯兰主义者和尚武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所控制的环境，是激进分子和输出性激进主义生长的理想土壤。”
[4]

 对于这些问题，必须分不同层次来解决：改革国家治理和军队，要求更多的民主权利，给予非宗教及非极端主义政治党派以更多的行动自由，以及对那些将学生们导向冲突和好斗行为的训练基地和原教旨主义学校采取措施。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巴基斯坦内部正在进行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巴基斯坦强有力的知识阶层起着有价值的常常是很有远见的作用。实际上，胡赛因·哈卡尼的犀利分析，也是这场建设性运动的一部分。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尽管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做了些非常重要的工作，但它一味沉溺于军事行动、国际外交、政府间对话以及与统治者合作（遍布全世界的，而不仅仅在巴基斯坦），这就造成了对公民社会重要性的严重忽视。

实际上，巴基斯坦在广泛的人道主义追求上，极具历史传统，而这是值得庆祝和支持的。在不少方面，它已经产生了可敬的成果，受到全球瞩目。例如，理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人类发展方法（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不是以国民生产总值，而是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作为判断社会进步的标准），是由一位巴基斯坦经济学家暨前财政部长马赫布卜·乌尔·哈克（Mahbub ul Haq），在全世界率先倡导的。
[5]

 这一方法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应用于评估公共政策的缺陷（对其批评常常十分激烈），包括在巴基斯坦。此外，它也是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作的建设性努力的主要方面之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A.Q.汗（A.Q.Khan）的黑市核武器，并不是巴基斯坦唯一出口的东西。

这类与宗教无关的重大贡献，依赖于相关人们的广阔视野，而不依赖于他们的宗教身份且这一。事实，丝毫没有使得马赫布卜·乌尔哈克变得不像一名穆斯林。有幸作为他的一位密友（从20世纪50年代我们同为剑桥的学生，到1998年他的猝死），我敢断定，在那些适当的方面，他的宗教信仰是很强烈的。认识到穆斯林的广泛责任，与他们仅仅是狭义上的伊斯兰教徒身份之间的区别，是极为重要的。

强调这一区别重要性的第四个原因，在于它在当前进行的一些“反恐战争”中，被严重地——有时是被完全地——忽视了。这会——我相信它已经——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例如，我认为，企图通过赢得宗教的支持来反对恐怖主义，不仅根本无效，而且还是一种严重的概念性误导这一一。主题，完全值得做次更为全面的讨论。



注释


[1]
 Reported by Michael Vatikiotis，“Islamizing Indonesia，”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September 3 4，2005，p.5.也可参见Vatikiotis s The Struggle for Islam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11 2003 M Syafi i Anwar，“Plur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Southeast Asia：Formulating Educational Agendas and Programs，”ICIP Journal 2（January 2005）。


[2]
 还有另一个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应该如何在社会和政治的背景下诠释伊斯兰教，还包括诠释的全面性问题。参见Ayesha Jalal，Self and Sovereignty：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in South Asian Islam Since 1850（London：Routledge，2000）。也见Gills Kepel，The War for Muslim Minds：Islam and the Wes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3]
 凭借勇敢和富有远见的记者的不懈努力，巴基斯坦活跃的独立媒体仍在日益走向联合，这对于巴基斯坦的和平与公正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不过这一现象还没有在巴基斯坦以外受到充分的重视。巴基斯坦的杂志Friday Times（在敢想敢干的Najam Sethi的领导下）和Herald以及The Dawn，The Nation，The Daily Times，News等报纸所确立的无畏传统，使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伟大的诗人、早年间PakistanTimes的著名编辑Faiz Ahmed Faiz如果能亲眼看到这些，他一定会感到欣慰，他曾为发展巴基斯坦的独立媒体而努力，然而他的心血后来却被军事统治和政治极端主义打得粉碎。他以及后来的Najam Sethi都被监禁。


[4]
 Husain Haqqani，“Terrorism still Thrives in Pakistan，”International HeraldTribune，July 20，2005，p.8.也见Husain Haqqani，Pakistan：Between Mosque and Military（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5）；或Ahmed Rashid，Taliban：the Story ofthe AfghanWarlords（London：Pan，2001）；Taliban：Islam，Oiland the New Great Game in CentralAsia（London：Tauris，2002）。


[5]
 见联合国人类发展计划署每年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该项目由Mahbub ul Haq发动并主持多年。在Mahbub ul Haq去世之后，这项为期长远的工作由他所资助建立的一家巴基斯坦机构（该机构目前由他的遗孀Khadija Haq主持）所负责实施。


·反对恐怖主义与认识身份·

对于穆斯林的多样化身份与他们特定的伊斯兰教徒身份混淆不清这不仅是一，个概念性的错误，它还会对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一不安全的世界中的和平政策产生严重的影响。在当今世界，人们对全球冲突和恐怖主义忧虑重重。这也难怪，因为这些威胁是真实存在的，要采取措施去战胜和抑制这些危险的任务也极为紧迫。近些年来，所采取的行动包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干预。这些都是值得公众讨论的问题（我得承认，对于在伊拉克行动中盟军所选择的政策，我是持彻底怀疑态度的）。但我在这里所关注的，是全球性解决冲突和恐怖主义的措施中的另一部分，即包括与文化关系和公民社会相关的公共政策。

如同第1章所讨论的，这本书将专门关注看待和理解这些冲突的概念框架，以及怎样阐释对公共行动的需求。对世界人民的单一分类，起了混淆性作用。这一混淆，为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所存在的危险性火上加油。我所说的这一问题，要远比一部分西方人对其他文化表达的粗浅而歪曲的观点——就如肆无忌惮的美军陆军将军威廉·博伊金所言，他宣称基督教的上帝要比伊斯兰教的真主“更大”——更隐晦。这在第1章已经讨论过。这种观点的荒谬和愚昧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另一个可以被认为是更大和更普遍的问题（尽管没有恶劣的诽谤），则是仅以与宗教身份相关的单一联系来划分人类所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这对于理解当今世界全球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本质及动态，极为重要。以宗教身份划分世界，导致对世人及他们间的关系产生一种深刻的误解，它还导致夸大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差别，进而忽视所有其他重要关系。

在处理所谓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时，对于作为一名穆斯林是否就要求他具有某种激烈冲突型的好战性，还是如许多世界领袖们所热烈——甚至是欢欣鼓舞地——讨论的那样，一名“真正的穆斯林”应该是一个宽容的人，一直存在争论。否定对伊斯兰教义的冲突性理解的必要性，在今天无疑是合适且极其重要的，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值得赞赏。但对于布莱尔常常呼吁的“伊斯兰教的宽容和真正的声音”这类说法，我们必须问：以对冲突和克制的政治及社会信仰，来定义一名“真正的穆斯林”，这在根本上是否是可能的——或必要的？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历史上，不同的穆斯林对此持有不同的态度。这一以宗教为中心的视角，及它所形成的制度性政策（这类做法颇为频繁，举一例子：“政府将与穆斯林领导人在下一阶段举行会谈，计划巩固联合战线”），已经起到了巩固和加强宗教权威声音的作用，同时降低了非宗教性制度和运动的重要性。

当然以单一身份，——宗教身份——来处理问题所存在的困难，并不仅仅对于穆斯林教徒来说是如此。在试图理解任何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印度教徒或锡克教徒的政治观点和社会判断时，如主要或只依赖作为其“群体”代言人的宗教领袖所宣称的内容，同样的困难也存在单一。分类法给予各宗教内部的上层人员以强势的话语权，而对其他观点则相对不予重视，或视而不见。

今天，人们所关注——甚至是感到惊讶的是，虽然人们企图将穆斯林和其他非基督教组织的上层领导，带入有关全球和平和地区安定的对话中，但是，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宗教原教旨主义及其对好战分子的招募活动也越来越猖獗一。然而这点丝毫不应该让人们感到诧异。试图吸收宗教领袖及教士来支持一项政治事业，以及试图以政治和社会态度重新定义相关宗教，就会降低人们在其适当领域内所拥有的非宗教价值的重要性——不论它们是否是宗教性的。

努力招纳毛拉和神职人员，让他们在与宗教直接相关的领域之外发挥作用，无疑会使在清真寺和寺庙内传播的东西变得有所不同。但它同时也降低了那些在宗教上是伊斯兰教徒的人们，在处理本质上是政治和社会问题时，与他人一起，发挥其能够并确定可发挥的公民创造性能力。此外，通过特别强调不同宗教群体在宗教上的差别，反而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感，而这常常是以牺牲其他身份（包括正在讨论中的作为同一国家的公民的身份）为代价的，且这些原本可以是一种更具凝聚力的身份。既然英国首相非常热衷于通过宗教领袖来对话一，那么，位英国伊斯兰教徒是否必须通过牧师或其宗教组织的其他领袖，去和本国的首相沟通呢？

忽视人们除了宗教身份以外的所有其他身份，被证明是企图降低宗教派别主义支配力的一种蹩脚方法。这点不值得大惊小怪。在饱受战火摧残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在处理那里更为困难和更为混乱的政治局面时，这一问题也尖锐地凸显出来了。2005年伊拉克的选举和公民投票，在其自身评价标准内，可以被看做一大成功：选举的确发生了，相当高比例的选民确实投了票，并且暴力干涉未能破坏总体上的成就。然而，由于除了宗教机构提供的机会外缺乏其他任何公开和共同参与的对话机会，所以可想而知，其投票过程极具派别性，并以宗教派别和种族划线。不同派别选民的参与（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派），由各个派别的发言人来生硬地传达，而这些选民所共有的公民身份，却没有机会产生影响和发挥重大作用。

尽管喀布尔的卡尔扎伊（Karzai）政府有许多成就（当然，已实现很多），阿富汗也存在一个类似的——如果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即让政府政策依赖于部落领袖和教士们的会谈，而不是依赖于公开对话和交流。这些对话超越宗教政治，因而较难组织，但极为重要。将宗教联系看做是一种包罗万象的身份，将会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鉴于阿富汗领导人面临的巨大挑战，必须耐心看待其所尝试的方法。然而，尽管不能抹杀卡尔扎伊政府所获得的荣耀，我们也必须说，这一狭隘的方式，从长远来看，可能会遇到麻烦。

至于如何应对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我们则有理由从那些与之斗争的世界领导人那里，获得比我们现在看到的更为清晰的认识。对单一身份的盲目信奉，造成了认识上的混淆不清。这就给战胜全球恐怖主义，以及创造一个没有因意识形态而导致的大规模暴力的世界，制造了严重的障碍。即便对于那些非常虔诚的宗教信徒来说，一旦我们认识到他们身份的多样性和宗教联系以外的世界，也可以为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充满问题的世界带来一些转变。


·恐怖主义与宗教·

我有幸对丹尼尔·珀尔（Daniel Pearl）有所了解。2000年夏天一，他参加了我在巴黎的个讨论会，我们随后进行了一次长谈。他那时就知道他不久将进驻孟买（Bombay——现在或称作Mumbai），为《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撰写有关次大陆的报道。随后，在2001年初，我又在孟买看到他，并有机会与他继续我们的谈话。我不仅对他非凡的智慧感到惊诧，也对他追求真理的精神和试图用这种方法来帮助建立一个更加美好、更少不公平的世界的责任感感到敬佩我们还谈到了。——特别是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这个世界上的暴力，除了由几乎不受关注的不公平所引起的外，也常因愚昧和混淆不分埋下祸根。对丹尼尔·珀尔志在通过促进认知和启蒙教化的发展来追求和平和正义的奉献精神，我在理智上和情感上都深受感动。正是这种研究和探索的奉献精神，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一。在我最后次与他见面的次年，他就在巴基斯坦被恐怖主义者抓捕并处死。

丹尼尔的父亲，朱迪亚·珀尔（Judea Pearl）是致力于促进跨文化理解的丹尼尔·珀尔基金会的主席。他最近在一篇感人而富有启迪性的文章中，表达了他对在约旦安曼举行的一次重要的穆斯林学者会议结果的不满。这次会议有来自40个国家的170名穆斯林神职人员和专家参加，他们试图定义“伊斯兰教的真谛及其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安曼会议的最后公报于2005年7月6日公布。该公报明确地宣布：“任何穆斯林团体，只要它信奉‘伟大而崇高的真主阿拉’和‘他的先知’（望和平和幸福降临到他身上）以及主要信条，并且尊重伊斯兰教义的主要信条，且不否认教义的任何必要条款，那么就不能将他们称为叛教者。”
[1]

 朱迪亚·珀尔对此感到失望，虽然他温和而克制，并未表达出愤怒，但他对此得出的结论是：“信奉伊斯兰教义的基本信条这一条件，使得人们永远免除叛教罪行。”他指出，这意味着，“本·拉登（bin Laden）、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以及杀害丹尼尔·珀尔和尼克·贝尔格的凶手们，只要他们没有公开反对伊斯兰教义，他们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良好成员。”

朱迪亚·珀尔的失望，显然反映了他的观念，即恐怖主义者的恐怖主义行为，不仅应该受到穆斯林学者的公开抨击（实际上，他们确实对此进行了明确的抨击），而且应该足以令他们被开除教籍。然而，开除教籍的事并未发生，且由于成为一名穆斯林的条件已经在伊斯兰教义中被根本确定了，故也不会发生开除教籍的事。在朱迪亚·珀尔的事件中，个人的失望是完全自然的。但是，当同样的期望被作为打击全球范围的恐怖主义的战略的一部分时，我们有理由问：西方的战略家们是否有足够的理由期待，可以通过一种宗教宣布恐怖主义者为该宗教的叛教者的方式，来打击恐怖主义？这一期望在安曼破碎了，然而，它是战略家可以抱有的一种合理期望吗？

如前所论，我们必须问：鉴于伊斯兰教并没有关于冲突和克制的明确规定，且几百年来，不同的穆斯林间的态度大相径庭，因而以对冲突和克制的信仰来定义一名“真正的穆斯林”，这是否是有可能的？当然，这一自由使得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可在同一会议上坚定地宣布：“由某些恐怖主义团体以伊斯兰教的名义所进行的暴力和恐怖主义行为，是与伊斯兰教的原则和思想完全矛盾的。”但是，这一断言——实际上是谴责——仍然未能将被批评的人定位为“叛教者”。而这一点，正是安曼宣言中穆斯林学者申明的核心点。叛教是一个关于基本宗教信仰和特定行为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关于正确阐释社会和政治原则的问题，也不是关于公民社会正当性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关于确定什么是大多数穆斯林视为是可怕的民事行为或可鄙的政治行为的问题。



注释


[1]
 Judea Pearl，“Islam Struggles to Stake Out Its Position，”International HeraldTribune，July 20，2005.


·穆斯林身份的多样性·

如果作为伊斯兰信徒是一名穆斯林的唯一身份，那么，当然对这个人的所有道德和政治判断，都必须与其宗教评价相联系。正是这种一元化的错觉，构成了西方——特别是英国与美国——在所谓“反恐战争”中，企图吸纳伊斯兰教的策略的基础。
[1]

 由于不愿意区分：（1）一名穆斯林的多种多样的关系和联系，以及（2）他或她特定的伊斯兰教徒身份，使得西方领导人选择以定义——或重新定义——伊斯兰教的古怪方式，来发动反对恐怖主义的政治战争。必须认识到，这种单一化的方式，不仅到目前为止收效甚微，而且实际上也不可能期待它有多大成效。这是因为，宗教这方面的问题与伊斯兰教徒们（不管他们多么虔诚）必须做出决定的其他事情之间存在区别。即便这两个领域间的界限难以廓清，开除教籍和宣布叛教的范围，也不能被远远扩展到背离已被明确规定的伊斯兰教义中的核心信条和行为的地步。宗教信仰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人包罗万象的身份。
[2]



当然，所谓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者也曾反复试图将宗教的作用深入地扩展至其他领域中去（正如阿卜杜拉国王所正确反对的），这与一致认可的伊斯兰教的信条和教义背道而驰。恐怖主义的招募者们，也确实希望伊斯兰教徒们忘记他们还拥有其他身份，忘记他们还必须对许多重要的政治和道德问题做出决定并对其决定负责，而响应招募者依据对伊斯兰教义的非正常理解所提出的倡议。对这些做法中的错误观念，无疑可给予仔细的检查和批判。但试图以宣称这些招募者为“叛教者”来阻止这些招募，这种战略同样错误地——在我看来，恐怕也是一种单一化的做法——将宗教范围扩展到其既定领域之外。

对身份多样性的基本认识，有助于抵制以单纯的宗教信仰来看待人的思维模式——不管这些人在宗教领域内是多么的虔诚。企图通过得到宗教的协助来对付恐怖主义，导致了在英国和美国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和其他上层人员在非宗教事务中的发言权加大。而眼下，正是需要对穆斯林在公民社会中，包括在民主化实践中，所能起到的政治和社会作用加以强调并给予更多的支持的时候。企图把宗教机构吸收到“正确一方”来反对恐怖主义，不但没有根除，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宗教极端主义者对公民理性的政治行为所起的破坏作用（不考虑其宗教派别）。轻视与宗教身份不同的政治身份及社会身份，使得公民社会沦于失败。现在正是它亟待加强的时候了。



注释


[1]
 这里特别有必要注意Mahmood Mamdani所作的极为清晰而富有洞见的区分：“我的目的是质疑被广为接受的这样一种假定……即宗教上的极端主义可以被等同于政治上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不一定是某种宗教取向的后果，无论这种取向是原教旨主义的还是世俗的。毋宁说，恐怖主义天生具有政治性。”（GoodMuslim，Bad Muslim：America，the Cold War and the Roots ofTerror[New York：Doubleday，2004]，pp.61 62.）


[2]
 这并不是要否认伊斯兰教义的主要内容可以通过某种其他不同的方式来界定；例如，可以参见M Syafi I Anwa在论文中对“法律排他性方式”（legal-exclusive approach）和“切实包容性方式”（substantive-inclusive approach）的区分：“The Future of Islam，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Muslim World，”ICIP Journal 2（March 2005）。但是这些变体当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把宗教变为一个人的全面涵盖性身份。


第5章　西方与反西方

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股强劲的抵制西化的潮流。它往往采取摒弃被认为是“西方”思想的形式——虽然这种思想历史上曾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出现和盛传，并且是我们全球历史的一部分。例如，尊重自由或维护公共理性，绝非西方所特有的。然而，它们被贴上了“西方”的标签，从而导致其他社会对其持否定态度。实际上，这体现在各种反西方的言论中从维护，“亚洲价值观”（这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曾风靡一时），到坚持认为伊斯兰教理想必须反对代表西方的一切事物（近些年来一，这立场获得了不少的支持）。

对西方——或所谓的西方——的这种固执态度部分源于殖民主义的历史。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西方帝国主义不仅破坏了那些受到殖民势力统治或控制的国家的政治独立性，还在这些国家中造成了一种对待西方的态度上的困惑——虽然这种困惑的形式广泛多变——从一方面的盲目模仿到另一，方面的坚决敌视。殖民化思维的逻辑辩证法同时包含了尊崇和不满。

不能简单地将这种后殖民时代对西方的不满视为对曾发生的殖民主义蹂躏、剥削和耻辱的反应。后殖民时代的异化不只限于对真实的受虐历史的反应，我们必须对其作更深一步的认识，而不是将这种情况仅仅简单地解释为“针尖对麦芒”。

但是承认并记住严重的殖民虐待确实曾经发生过，同样很重要。并且，对这些罪行的社会记忆（保存在诗歌和散文中）至今仍能鼓动反西方的态度。对昨日帝国（特别是英国）的深切缅怀之情，今天在欧洲（令人惊奇的是，甚至是在美国）又死灰复燃。但确实应该记住，对殖民主义罪行的感触是并非毫无根据的。

除了那些臭名昭著的殖民统治者的侵害和残暴行径（这很好地体现在发生于印度1919年4月13日的阿姆利则大屠杀中，这天，参加一次和平集会的379名手无寸铁的群众被枪杀）以外，他们所持的对这些隶属人民的普遍态度，常常造成了一种强烈的耻辱感和被强加的自卑感。被统治人民心目中的由殖民耻辱造成的阴影，应该同由殖民当局强加的政治和经济差距所造成的影响一样，受到同等的关注。

在《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一书中，约翰·班扬（John Bunyan）描述了一个“耻辱之谷”（the valley of humiliation）。多年的牢狱生活使他对耻辱体会甚深。实际上，在17世纪70年代他第二次坐牢期间，他已经开始写作《天路历程》一书（该书于1678年出版）。然而，这一想象的“耻辱之谷”虽然令人痛心，但它并不能与17世纪班扬所处时代中非洲所经历的屈辱沦落相提并论。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并产生了世界文明发展中的许多开创性成果，但此时却开始沦为欧洲的统治领地和猎奴场所。这些奴隶像动物一样被贩卖到“新大陆”。

怎么控诉耻辱对人类生活的破坏作用都不为过。奴隶贸易和殖民化（以及加于物质和社会侵害之上的种族歧视）的历史痼疾被“独立非洲委员会”看做是一种“反非战争”。该组织由艾伯特·特沃杰雷（Albert Tevoedjre）主持，其报告将非洲今天的主要任务确定为“赢得反耻辱战争的胜利”（这也正是报告所选择的标题）。
[1]

 如委员会所称，过去几个世纪里，对非洲的征服和诬蔑留下了严重的消极后果，非洲大陆的人民必须与这一消极后果斗争一。这后果不但破坏了旧制度并导致非洲人民错失了建立新制度的机遇，而且还损害了许多其他事物所赖以存在的社会信任。

类似的破坏也发生在其他地方。既然对“大不列颠”统治的真实记忆虽已在英国消散殆尽，但对其的缅怀（伴随着一股咖喱味）却甚为强烈，那就应该记着，南亚对英国的复杂态度中，包含着对其帝国思想中某些特别不受欢迎的成分（这些成分常与其他方面并存）的反应。在帝国的等级制度中，印度人原本并不少，而且尤其是在18世纪，他们还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一，旦帝国安定下来，从19世纪初期开始，制造某种差距就成为英国军官教育中的一个关键部分。
[2]

 这样做的一个基本根据在詹姆斯·穆勒的著名的《英属印度史》中得到最好的阐释。该书是那些将乘船前往印度一展才智的帝国干部们的标准读物。穆勒在书中说：“我们的祖先，虽然粗野，但却诚实正直”，相反，“印度人在其华美外表下，普遍隐藏着一种欺诈和不诚实的性格”。
[3]

 这本书是穆勒在从未去过印度、也根本不能阅读任何印度语言文字的情况下写作的，却被英国当局视为权威。随后不久，这本书还被后来成为在印度最有权力的英国统治者的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吹嘘成：总体上说，是自吉本的书以来，我们语言中出现的最为伟大的历史学著作。”
[4]



在这本“英国驻印官员的圣经”中，穆勒还明确表示，虽然某些人把印度人和印度教徒视为“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但他得出的结论却是：“他们只是在通向文明的道路上迈出了几小步而已。”
[5]

 为了阐明这一点，让我们从穆勒书中充斥的诸多对印度的抨击中一，选择条加以简单讨论这一。条与他对印度古代天文学的评价相关，涉及有关转动的地球和由阿耶波多（他出生于公元476年）提出的地心引力模型之间的争论。随后分别在6世纪和7世纪，这一争论又由印度天文学家瓦拉哈米希拉和婆罗摩笈多继续研究。这些著作在阿拉伯世界颇为著名，并在那里引起了大量讨论。实际上，婆罗摩笈多的论著在8世纪时就已经被译成了阿拉伯文，在11世纪时又由伊朗数学家阿巴儒尼（Alberuni）重译（因为阿巴儒尼认为，以前的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足）。

18世纪后期，在加尔各答任职于东印度公司的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开始接触到这些古老的梵文著作，并对这些古老的印度天文学著作表示出尊崇。
[6]

 对琼斯的“轻信”，穆勒感到极为惊诧。
[7]

 穆勒将这种把成就归功于印度的做法嘲笑为荒谬绝伦，并断言那些为琼斯提供材料的印度人是出于“矫饰和利益”。随后，穆勒得出结论道：“既然博学多识的威廉·琼斯爵士所认识的印度学者有机会从他那里熟悉并推崇欧洲哲学思想中关于宇宙系统的学说，因而非常自然，他从他们那里听到了这些天文学思想其实早就已经写入了他们的书里。”
[8]

 这样，穆勒认为印度人“总体上，有欺诈和不诚实的性格”的看法，最终在其《英属印度史》中成为一种解释历史的因素。

在对其想象的印度人的成就——特别是数学和科学成就——作了全面抨击之后，穆勒得出的结论是，印度文明与他所知的“其他劣等文明”不相上下，“与中国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极为相似”，并与那些“日本人、交趾支那人、暹罗人、缅甸人，甚至是马来人等次等民族”同样低劣。
[9]

 在这一综合评价之后，如果这些“次等国家”沦为对西方殖民主义不满的牺牲品，那么，将其原因简单地归为这些国家自身出现的多疑症就不太公正了。



注释


[1]
 Albert Tevoedjre，Winning the War Against Humiliation（New York：UNDP，2002），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Africa and the Challenges of the Third Millennium.这是下述法文报告的英文翻译版本 Vaincre l humiliatio（Paris，2002）。


[2]
 William Dalrymple的小说White Mughals（London：Flamingo，2002）引人入胜地描写了爱情是怎样在18世纪的印度超越种族樊篱的，当时在印度的1/3的英国男人是与印度妇女生活在一起的。然而，随着日趋紧张的帝国内部关系，这种情况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很难再现了。


[3]
 James Mill，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London：1817；republishe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p.247.


[4]
 引自John Clive s introduction to Mill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p.viii。


[5]
 Mill，The History ofBritish India，pp.225 26.


[6]
 威廉·琼斯经常被视作一个典型的“东方主义者”，从表面上来说他确实是。然而，任何企图找出所有东方主义者——从威廉·琼斯到詹姆斯·穆勒——共性态度的做法都将是难以为继的。关于这一点，见我的The Argumentative Indian（London：Allen Lane；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2005）一书第7章（“Indian Traditions and Western Imagination”）。


[7]
 穆勒认为琼斯对早期印度数学和天文学的信念是“出于热爱而产生的偏信，那正是人们对印度社会一度所持的态度”。他特别对琼斯带着“一种信仰的气息”去看待这些贡献而感到有趣（The History ofBritish India，pp.223 24）。在另一方面，穆勒把三种不同的主张混合在了一起：（1）引力的原则，（2）地球每天的自转，以及（3）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阿耶波多（Aryabhata）和婆罗摩笈多的关注主要围绕前两个问题，并曾对此进行过专门的论断，而对第三个则没什么涉猎。


[8]
 Mill，The History ofBritish India，pp.223 24.


[9]
 Ibid.，p.248.


·殖民化思想的辩证法·

我们必须克服殖民化思想及其固恋西方（不管是敌视还是尊崇）的狭隘视野。如果一个人将自己主要看成是遭受或其祖先遭受了殖民主义者歪曲和虐待的对象，那么，不论这种判断是多么符合事实，也是不明智的。

无疑，在有些场合，这一判断还是颇为贴切的。鉴于殖民主义造成的不平等仍然以不同的形式（“新殖民主义”这一术语常被用来描述这些情形）继续存在，并且近来出现了美化过去帝国格局的强烈愿望，使得这种场合频繁出现。然而，如果人们生活在对过去历史强加的劣等性的敌视之中，并让这种情绪主导以后的生活，那么，这只能说是对自己不公。这一情绪还会大大分散人们对其他目标的注意力，而这些目标正是摆脱了殖民统治的人们有理由重视和追求的。

实际上，殖民化思维执迷于与殖民者势力的外来关系。虽然这种执迷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发挥作用，但这种总体上的依赖很难构成自我认识的正确基础。正如我将要讨论到的，这种“反应性自我认知”对当前的事态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1）它给人们造成一种对那些“西方”思想的误解，从而引发针对许多全球性观念（如民主和个人自由）的不必要的敌视，（2）它造成了对世界知识和科学历史的歪曲解读（包括什么是典型的“西方的”，什么是具有混合传统的），以及（3）它往往促进了宗教原教旨主义，甚至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

我得承认这里列了相当长的一，串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但在我作进一步分析前一，让我以个与知识身份相关的历史事例，来阐明“反应性自我认知”的本质。这一事例是关于对印度历史的解释和对印度人身份的自我认知的。
[1]

 殖民主义者对印度在科学和数学领域成就的贬低（如詹姆斯·穆勒的论述）使得印度人产生了一种“被修正”的自我认知：通过选择自己的“优势领域”——即强调印度在“精神”事物方面的相对优势——来同西方一争高下。帕萨·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对这一态度的出现作了如下探讨：

反对殖民化的民族主义，在它与帝国主义势力开始做政治斗争前很久，就已经在殖民地社会中建立了自己的主权范围。它采取的方式是将社会制度和实践分为物质和精神两大领域。物质方面是“外部”领域，包括经济和治国术、科学和技术。在这一领域中，西方优越而东方落后。因而应该承认西方在这一领域的优越性，并认真研究和效仿其成就。而另一方面，精神领域是承担文化身份“根本”标志的“内在”领域。因而，一个国家在物质领域学习西方的技能越是成功，就越是要求保持其精神文化方面的特色。我想，这一模式是亚非反殖民化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
[2]



查特吉富有洞察力的分析或许有点过于“印度中心化”了，但他的结论——其提到的地理范围包含“亚洲和非洲”——可能只是对19世纪印度次大陆经历的一种普遍化。反应性自我身份，确实可在不同宗教中和不同时代，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存在。尽管如此，我认为，应该承认查特吉确实正确地指出了亚非殖民地思想倾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倾向，出现在亚非地区的欧洲殖民帝国的许多地区，包括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次大陆。这无疑促使印度人提出了他们的“精神基础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帝国主义轻视印度分析和科学历史的看法的反应。
[3]

 在反对帝国主义宣称自己无所不优的斗争中，选择这一重点（宣称精神方面是“我们的”）却导致了忽视和贬低印度在科学、数学方面的很大一部分文化遗产。实际上，在这一方面，这一倾向使得詹姆斯·穆勒对印度知识历史的错误阐释得以加强，而不是使其受到抵制。

还可以举出一例来说明反应性身份认同发展的普遍模式。后殖民主义世界中，有一种奇怪的现象：许多非西方的人民，倾向于将自己完全视为“他者”。哲学家阿基尔·比尔格拉米（Akeel Bilgrami）在其一篇名叫《穆斯林是什么？》（What Is a Muslim？）的论文中，对这一现象有过精彩的论述。
[4]

 他们倾向于将其身份主要定义为有别于西方人。这种“他者”表现在所涌现出来的关于文化或政治民族主义的大量自我定义，甚至表现在对原教旨主义的产生所起的作用上。

虽然这些“非西方”——有时是“反西方”——的观点意味着强烈追求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然而它们事实上是彻底对外依赖的，只不过是以一种消极和对立的方式存在的。这一沉溺性思维的辩证法导致了一种深存偏见且极具依附性的反应性自我认知一。此外，这种单化的思维模式，采取试图与西方“平起平坐”的方式（许多恐怖主义者正是这样看待其自己的行径的，他们或明或暗地援引殖民时代殖民者的残暴行径来为自己的行径辩护），以及通过诉诸西方世界在过去和当今所犯的罪行，来在当今世界中寻求正义。这种思维模式还可采取较为积极的方式，即试图“赶上西方”，并且“在其擅长的方面打败它”，或者是建立一个“甚至是西方人也不得不钦佩的社会”。这些积极的计划，也许并不像那些惩罚性或报复性行动那样具有负面影响和肤浅愤恨，但相同的是，它们也将其自身的身份认同归属于与他人的关系。昨日的殖民统治者对今天后殖民时代人们的思想仍然有巨大的影响。

西方将许多遍及全球的普遍性政治思想遗产（如自由和民主讨论的重要性）据为己有，而非西方国家则将自己看做是西方的“他者”。这一现象的另一个不幸结果就是使得西方的所作所为危害性更大。什么东西是“西方的”？对其的误判（如第3章所述，这种情况极为常见）严重损害了在非西方世界对民主和自由的支持。此外，由于宣称对“西方科学”必须抱有戒心，这也不利于认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

殖民化思维的逻辑辩证法，使得亚洲和非洲的事情更难办。多种例证均可以说明这一点。举一影响极为深远的例证：玛姆菲拉·赖姆菲勒（Mamphela Ramphele）既是一位杰出的医生，也是一位重要的种族隔离的反对者，还是一位世界政策制定者。他曾精辟地指出，南非之所以对艾滋病防治不力，是由于南非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公共政策深受对科学的不信任的影响，因为科学知识传统上都是由白人控制的。这与另外一种辩证性的影响交汇作用，导致对疾病置之不理，因为害怕一旦承认这一疾病，就会被一些关于种族的最恶劣的偏见所利用。
[5]



殖民化思维的辩证法不但对那些执迷于西方的人的生活和自由产生了严重的损害，而且一旦这些反应采取寻衅等暴力形式（包括那些被看做是报复西方的形式），还会给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带来浩劫。在后面的讨论中，我将再回到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上。



注释


[1]
 The Argumentative Indian，chapter 6，7，and 16.


[2]
 Partha Chatterjee，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6.


[3]
 与此有关的问题，另见我著的The Argumentative Indian，chapters 1 4 and 6 8。


[4]
 Akeel Bilgrami，“What Is a Muslim？，”in Anthony Appiah and Henry Louis Gates，eds.，Identiti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5]
 Mamphela Ramphele，Steering by the Stars：Being Young in SouthAfrica（Cape Town：Tafelberg，2002），p.15.


·亚洲价值观与一些更小的主题·

在这种反应式的对非西方身份的认同中，一种显著的表现形式就是许多东亚人士对“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宣称自己是自由和民权思想的历史保管者的说法（即塞缪尔·亨廷顿的说法，我已经在前文讨论过）所做出的回应。对于这一说法，那些主张“亚洲价值观”具有优越性的拥护者们并不做争辩。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与此恰恰相反。他们宣称，欧洲虽然是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故土，但是“亚洲价值观”则重视纪律和秩序，而据说这是“亚洲价值观”的一项神奇优点。他们向西方宣称，西方可以保持个人自由和权利；然而，亚洲则更适合坚持秩序化的行动和纪律化的行为。我们很难看不到这一堂而皇之的亚洲宣言背后所隐藏的对西方的沉溺。

对“亚洲价值观”的颂扬，在泰国以东地区的国家中（特别是在其政治领袖和政府发言人之中）最为盛行，虽然还有一种更为雄心勃勃的说法——认为亚洲其他地区的价值与此很“相似”。例如，新加坡令人尊敬的资政（及前总理）李光耀，是东亚复兴的一位伟大缔造者，也是一位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富有远见的政治领袖。他概括了“西方与东亚关于社会和政府观念的基本区别”。他认为，“当我说东亚，意思是指韩国、日本、中国、越南。它们与东南亚明显不同。东南亚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合体，虽然印度文化自身也强调类似的价值观。”
[1]

 李光耀还强调将亚洲价值观同抵制西方霸权的要求联系起来。他特别强调抵制美国的政治控制，并指出新加坡“并不是美国的一个附属国”。
[2]



在1993年于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会议上，一些官方代表团强调了亚洲和西方间的文化差异和价值观差异。新加坡的外交部长警告说：“如果用普遍性来否认或掩饰多样性的事实，那么，对人权理想的普遍共识将会带来有害的结果。”
[3]

 中国代表团在强调地区差异性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并确保在会议宣言采用的常规性框架中，为“地区多样性”留有余地。中国外交部长甚至提议说，在亚洲所作的优先选择中，“个人必须将国家权利置于其权利之上”。
[4]



我在第3章已经讨论过，为什么这种文化诊断无法站得住脚。对自由、公共讨论及所谓人权的支持，在亚洲（诸如印度、中国、日本以及东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诸多其他国家）并不比在欧洲表达得少。
[5]

 这里我们应该认识到：不仅仅对“亚洲价值观”的这种判断在本质上是具有争议的；也不仅仅是它事实上严重低估了亚洲知识遗产的范围和领域；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还应认识到，就现在所研究的问题来说，这种观点的起源在本质上完全是反应式的。在后殖民主义的辩证思维中明显存在着对区别于西方的偏好。对许多亚洲人来说，宣称亚洲有些事物比欧洲更好具有明显的吸引力。

碰巧，李光耀自己宣称的某些特殊区别确也难以否认。虽然支持政治自由和民主的亚洲人（包括本书作者），对李的言行与我们背道而驰这一点不能不感到怅然若失，但也不应否定他应得的荣誉。这里特别应该认识到，新加坡在李光耀的治理下，不仅经济上非常成功，而且能够给它的少数民族群体带来强烈的归属感、安全感和共同的国民身份。在这方面，大多数拥有颇多少数民族人口的欧洲国家，却没有能够为其少数民族提供相同的条件。在此，人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于2005年秋天在法国发生的与种族歧视相关的城市骚乱。

然而，事实仍然是，李对亚洲价值的概括，无法从对亚洲历史文献及当代经历的客观理解中得到证明。在李和他人的文章中，对亚洲价值的判断，明显的是出于对西方认为它们是自由和权利的天然发源地的说法的反应。对于这种说法，李不是提出质疑，而是倒持太阿以授柄西方。他辩称：是的，我们在西方的自由和权利思想方面，作为不多，但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有更好的东西。这种版本的反西方言论，从辩证意义上讲，也是执迷于西方的表现。



注释


[1]
 “Culture Is Destiny：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by Farreed Zakaria，Foreign Affairs 73（March-April 1994），p.113.


[2]
 引自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une 13，1995 p 4 See also Lee s insightful autobiography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The Singapore Story，1965 2000）（New York：HarperCollins，2000）。


[3]
 W.S.Wong，“The Real World of Human Rights，”speech made by the foreign minister of Singapore at the Second World Congress on Human Rights，Vienna，1993.


[4]
 引自John F Cooper Peking s Post TienanmenForeign Policy：The Human Rights Factor，”Issues and Studies 30（October 1994），p.69；也见Jack Donnelly，“Human Rights and Asian Values：A Defence of‘Western’Universalism，”in Joanne Bauer and Daniel A.Bell，eds.，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Human Righ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5]
 我对此的讨论见于Human Rights andAsian Values：SixteenthMorgenthau Memorial Lecture on Ethics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Carnegie Council on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1997），republished in an abridged form in The New Public，July 14 and 21，1997。也见我著的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Knopf；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and also“The Reach of Reason：East and West，”New YorkReview of Books，July 20，2000，reprinted in The Argumentative Indian（2005）。


·殖民主义和非洲·

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问题最严重的恐怕就是非洲大陆了。到20世纪中叶，英国、法国、葡萄牙和比利时这些帝国在非洲结束了它们的正式统治，同时，它们还强烈承诺要在非洲地区促进民主的发展。然而，好多地区却很快陷入了独裁主义和军事冲突、国内秩序崩溃、教育和卫生设施瘫痪，以及严重的地方冲突、社群间的争斗和内战。

本文无意探讨这一令人沮丧的状况的前因后果。非洲现在刚刚开始脱离困境，然而，传染病造成的巨大难题一，使得这任务更为艰巨。这些新生的（如艾滋病）和旧有的（如疟疾）传染病一一，摧毁了这大陆的许多地方。对这复杂的发展状况，我已在其他地方试加评论（特别是在我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本书中文版已于200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
[1]

 在这里，我只做几点评论，内容涉及殖民主义的持续影响和受囚禁的思维（captivated mind）。

第一，虽然已有大量的著述讨论了西方的世界霸权给非洲经济发展造成的阻碍（对向欧美市场出口的农产品、纺织品和其他商品的人为限制，以及令人难以承受的债务负担——这些债务负担只是最近才刚开始减轻），但是，也应该认识到西方列强在近年来非洲政治、军事发展中的作用。

20世纪后半叶，非洲在遭受传统帝国主义的蹂躏之后，碰巧又赶上了冷战时期的制度性障碍。非洲是冷战的一个重要战场（虽然这很少得到承认）。——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培养亲于自己的或者更重要仇于自己的敌人的，——军方统治者。当那些军阀——如刚果的莫巴托·赛西·赛科（Mobuto Sese Seko）、安哥拉的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之流——破坏非洲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并最终也破坏经济秩序）时，依据他们与苏、美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他们均可以得到苏联或美国的支持一。个民主政权的篡夺者，从不会缺少一位超级大国朋友，他们彼此之间往往缔结了军事同盟。在20世纪50年代，这个大陆本来应该是稳步发展积极的民主政治，但却很快陷入了这种或那种独裁统治，其独裁者常与冷战中的一方或另一方关系密切。在专制方面，这时的非洲甚至与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南非没什么两样。

这一局面现在正在缓慢地改变。在这种建设性的转变中，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起了主导作用。然而，西方在非洲的军事势力和煽诱，已经逐渐采用一种新的形式，那就是西方国家是全球军火销售的主要供应商。这些军火被用来进行地区战争和军事冲突，这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更不用说对那些贫困国家的经济方面的破坏。虽然军火出售和“推销”对于降低这一大洲的军事冲突来说，明显不是唯一值得关注的问题（对军火的需求当然也反映了这一地区内部存在的问题），但是，目前迫切要求停止大规模的国际军火贸易。在军火贸易中，出售军火常常与对军火的推销紧密相关。

在今天的世界市场中，军火的主要供应者是八国集团（G8），它们占据了1998—2003年间军火销售量的84%。
[2]

 日本是八个国家中唯一的非西方国家，也是唯一未参与这项贸易的国家。单美国一国就占据了全球军火销售量的一半，其中三分之二出口到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军火不仅造成了血淋淋的后果，还对相关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等造成了毁灭性影响。在某些方面，这是20世纪从60年代到80年代冷战以来，世界大国对非洲政治军事发展的无益影响在当前的延续。在冷战时期，世界大国对于颠覆非洲的民主负有主要责任。而今天出售和推销军火，使得它们在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军事冲突扩大化中继续发挥作用。美国甚至拒绝同意联合打击小型武器的非法出口（这是几年以前，由科菲·安南提出的一项颇为审慎的建议），这也反映了其中的重重困难。

在试图摆脱其殖民地历史和冷战对民主化的压制进程中，非洲今天仍然面临着诸多不利因素。其中一大难题就是冷战后出现的军事主义和持续不断的战争。在这个问题上，西方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今天广为使用的文明分类中，西方常被誉为拥有“文明社会中独有的人权和自由传统”（使用亨廷顿的说法）。然而，除了要看到这一论点的史实局限（前文已经讨论过）之外，还应该看到西方在损害他国，——包括非洲国家——的“人权和自由”中所起的作用。西方政府需要调整政策，对其境内的“死亡推销员”加以限制或予以取缔。要清除殖民化思维，还必须辅之以西方国家对其国际政策的调整。

第二，当然，人们的思维也存在很多问题。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认为：如果忽视了内生的‘传统’和外来的‘西方’思想，观念上的非殖民化终将归于失败。”
[3]

 特别是人们常常反复说的，民主不适合非洲，它是一种“非常西方化的东西”，这一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对于维护非洲地区的民主建设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除了没有认识到民主在非洲的建设性作用外（如同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这种文化观点还存在双重缺陷一：种西方发明，在世界其他地区也能非常有效（青霉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且事实上，如前所述，非洲的参与型治理也有悠久传统。

伟大的非洲人类学家迈耶·福特斯（Meyer Fortes）和爱德华·伊万斯普里查德（Edward Ewans-Pritchard）在其60余年以前出版的经典著作《非洲政治制度》（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一书中认为：非洲国家的结构意味着，君主们和酋长们是通过达成共识来进行统治的。”
[4]

 正如批评家所认为的，这一结论也许有点过于宽泛。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非洲政治传统中，问责和参与均具有重要地位，并且这两者在今天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视所有这些情况，而将非洲争取民主的斗争简单地看做是从国外引进“西方的”民主思想一，如前所述，将是种严重错误的看法。

这里再一次说明了认识到义务的多元性和多种身份的并存极为重要，且在实现非洲的非殖民化中，更是如此。阿皮亚解释了他是如何受其父亲“多样化的身份联系”影响的：“首先，是一个亚圣特人（Asante），又是一名加纳人，再是一个非洲人，还是一名基督徒和一名公理会教徒。”
[5]

 要正确认识具有多元身份的世界，就要求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多重归属和关系——虽然这种认识常被提倡这种或那种单一身份的观点所湮没。要实现身份的非殖民化，就要坚决摆脱单一身份和单一优先选择的诱惑。



注释


[1]
 Development as Freedom，and also jointly with Jean Drè ze，Hun g er an dPu b li c A c tion（O x fo r d：C la ren don P re s s，1989）.


[2]
 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the Stockholm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的数据推算，http：//www.sipri.org。


[3]
 Kwame Anthony Appiah，In My Father s Hous：Africa in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e（London：Methuen，1992），p.xii.


[4]
 Meyer Fortes and Edward E.Evans-Pritchard，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0），p.12.


[5]
 Appiah，In My Father s Hous：Africa in the Philosophy ofCulture，p.xi.


·原教旨主义和西方中心性·

我现在将话题转向原教旨主义，它显著存在于当今世界，并且在塑造社会忠诚和传播不满方面同样起了重要作用。当然，应该认识到，原教旨主义不仅在西方以外的地区，而且在西方均很流行。实际上，达尔文及其进化论，在今天的美国某些地区的受过教育的公众中，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要面临着更大和更加组织化的抵制。但这里我所关注的是非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在此，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它与世界殖民史之间的关系。

世界上许多非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运动都具有强烈的反西方性质，因此，如果说它们实际上是深刻依赖于西方的，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上，它们又确实深深地依赖于西方，特别是当它们提出那些明确和专门针对西方观念和意趣的价值观与优先性时，更是如此。将自己看做是“他者”（采用一个阿基尔·比尔格拉米已经详细讨论过的说法），使自己与某些外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是殖民主义的）权力结构形成对立，这种思维，是某些反对西方的最强烈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包括更为激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潜在信仰体系的一部分。

当穆斯林统治者控制着旧大陆的中心地带，并拥有巨大的控制力时（从公元7世纪到公元17世纪），他们并不是以反应性的方式来定义其文化和选择的优先性的。虽然伊斯兰教的传播意味着要克服其他宗教——诸如基督教、印度教、佛教以及其他等等——的支配力，但这无须穆斯林将其自身定义为“他者”从而与世界上的其他某些统治势力对立起来一。旦坚持联合反对西方的立场，并将西方视为“魔鬼撒旦”或诸如此类的化身，进而将反对西方视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从而将西方置于了原教旨主义观点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就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穆斯林原来的立足自身的立场。在穆斯林占据优势的辉煌岁月里，他们根本无须采用这种反应式的自我定义。诚然，今天也没有什么必要坚持这种定义作为一。名穆斯林意味着坚持某些明确的信仰（尤其是要求接受“除了真主以外没有任何主宰”和“穆罕默德是真主的先知”）以及履行某些行为义务（如祈祷）。但是，在这些宗教信仰和行为的宽泛要求之内，不同的穆斯林可以对世俗问题选择不同的观点，并且决定如何过着各自的生活。而且直至今日，遍布世界的大多数穆斯林仍然是这样做的一。相反，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为其自身划出了一块特定的领域在这一，领域内，西方对它们的社会观点和政治看法倒起着强烈的消极而核心的作用。
[1]



如果在这种意义上，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寄生于西方的，那么，有时针对美国或欧洲的恐怖主义则更是如此。将生命奉献于破坏西方和炸毁对西方具有重大实际或象征意义的著名建筑物，反映出他们对西方的执迷超过了所有其他优先性和价值。对这样的执迷，殖民化思维的辩证逻辑起着重要的鼓动作用。

如在第4章中所讨论的，在粗糙的文化分类中一，有个区别被严重混淆了，即（1）一个人是穆斯林，但这只是她的一种重要身份而不一定是她的唯一，身份一，以及（2）个人完全或主要由她的伊斯兰教徒身份来界定。把作为一名伊斯兰教信徒与单单具有的穆斯林身份混为一谈，在当代政治讨论中司空见惯。这一混淆是由一些令人困惑的因素造成的，而完全依赖粗糙的文明分类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反西方的思想和言辞中，反应式自我观念的出现也促进了这种概念上的含糊不清。与宗教相比较而言，文化、文学作品、科学和数学更容易为人们所共享。不少亚非群众将其自身视为与西方存在显著区别的他者，这一倾向导致了他们极为强调其“非”西方的——有别于西方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的——身份，而对他们的其他方面的自我身份关注甚少。

我将在后面再对这个一般性的分类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其中包括谈到它对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对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所做出的某些反应所起的误导作用。



注释


[1]
 即便有一些面向地方焦点的特殊政治运动，例如巴勒斯坦人对他们自己领土和主权的要求，仍存在对这些运动的原教旨主义解读，把这些地方性的对抗视为反对西方总体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全然不顾绝大多数当地人民（在这个例子中就是巴勒斯坦人）如何看待这些特别的地区争端的性质。


第6章　文化与束缚

人们已经坚定地得出结论：文化很重要。这种坚定性，似乎比所需的过强了些。很明显一，这结论是正确的——文化确实很重要。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文化是怎样重要的？”
[1]

 如前两章所述，根据文明或宗教身份来将文化分为僵硬刻板且相互独立的几个“小盒子”，这是一种极为狭隘的眼光。其他种类的文化概括，例如，以国别、民族或种族群体来加以分类，也会导致对相关人群的特征形成一种狭隘而单调的认识。当我们对文化的模糊认识与文化宿命论交织起来时，其结果就是，我们成为想象中的奴隶一，被种虚幻力量所束缚。

对文化类别的简单概括严重地束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显而易见，这类概括大量出现在大众信念和非正式的交流中。这些含蓄而歪曲的看法，不仅成为种族主义戏谑和民族主义诽谤的话题而频繁地出现，而且有时还会上升为一种宏大的理论。当文化歧视和社会观察之间偶尔存在相关性时（不管这种相关性是多么的偶然），一种理论出现了。而在这种偶然的相关性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时，这种理论还会拒不消失。

想想长期以来，在英国颇为流行的一种针对爱尔兰人的蹩脚的嘲笑（诸如“换一个电灯泡需要多少爱尔兰人”之类的粗言秽语）。在美国，也有类似的关于波兰人的同样愚蠢的笑话。在爱尔兰经济状况举步维艰的时候，这些粗浅的笑话在表面上与爱尔兰的经济困境甚为契合。然而在爱尔兰的经济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后——实际上，近些年来，爱尔兰经济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爱尔兰现在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算，几乎在欧洲国家中是最富裕的），这种文化定式及其所谓的与经济和社会间的深刻联系，却并未被视作是无稽之谈而被抛到九霄云外。理论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它会严重地无视真实可见的现实世界。



注释


[1]
 我曾试图对此加以探讨，见“How Does Culture Matter？”in Vijayendra Rao and Michael Walton，eds.，Culture and Public Ac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虚构的真理和实际的政策·

这些理论常常并不仅是一些无害的笑话。例如，在英国政府处理爱尔兰问题上，文化歧视确实起了作用。这种观点甚至在19世纪40年代，影响了对爱尔兰饥荒的预防。在对伦敦处理爱尔兰经济问题起影响的诸多因素中，文化异化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在大不列颠，贫穷常被归咎于经济变化和波动，然而，爱尔兰的贫穷在英国则普遍被视为（正如政治分析家理查德·内德·莱伯（Richard Ned Lebow）所指出的）源于爱尔兰人的懒惰、漠不关心和愚蠢无能。因此，“大不列颠的使命”，不应被视为“去减轻贫穷，而是应去教化其民众，并引导他们像人类一样去感知和行动”。
[1]



对爱尔兰经济困境的文化原因的探求，可谓源远流长，至少可以上溯到16世纪，这在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90年出版的《仙后》（The Faerie Queene）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的指责受害者的技巧，被有效地用来解释19世纪40年代发生的饥荒，并在旧有的说法上，增添了新的内容。例如，在爱尔兰人遭受的诸多灾难之上，又增添了吃土豆一项。而这在英国人看来，却是爱尔兰人咎由自取。尽管这次饥荒导致饿殍遍地（实际上，爱尔兰饥荒中的死亡率，要高于发生在世界上任何地区的有记录的饥荒的死亡率），但财政部长查尔斯·爱德华·特里威廉（Charles Edward Trevelyan）认为，伦敦已经为爱尔兰做了可以做的一切。

特里威廉还对爱尔兰的大饥荒提出了一个颇为著名的文化诠释，即将其与爱尔兰文化的所谓狭隘视野联系起来（而避免对大不列颠的统治作任何批评）：“在爱尔兰西部的农民阶级中，很少有一名妇女的烹饪技术能够超出煮土豆的范围。”
[2]

 这种做法大胆地背离了英国对其他地区（诸如法国、意大利，下一个也许是中国）的烹饪技术不敢妄下国际批评的传统。然而，这种对爱尔兰饥荒所作的古怪荒唐的文化解释，也真的值得在怪僻人类学的研究记录中占据一席之地。

文化偏执与政治专制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力量不对称，造成了一种强烈的身份差别意识。这种意识与文化歧视相结合，可被用来为统治和公共政策中的失误进行开脱。1947年，印度从英国独立出来。此前不久，即1943年，在孟加拉地区爆发了一次饥荒（这也是印度在20世纪发生的最后一场饥荒，因为伴随着殖民统治的结束，饥荒也在印度销声匿迹了）。对此，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作了有名的评论，认为这是由于那里的人“像兔子一样繁殖”而引起的。这一解释属于一种普遍的传统，即不是将灾难解释为由低劣的管理所致，而是由臣民们的文化所致。这一思维习惯，对造成孟加拉救灾行动中的严重延误，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而这场饥荒，导致了约200万~300万人丧生。丘吉尔杂糅诸种因素于一身，沮丧地认为，管理印度的工作之所以如此困难，是由于印度人是“世界上除德国人以外，最具兽性的民族”。
[3]

 文化理论显然是有其用处的。



注释


[1]
 参见Joel Mokyr s balanced assessment of this difficultissue in Why Ireland Starved：AQuantitative and Analytical History ofthe Irish Economy，1800 1850（London：Allen&Unwin，1983），pp.291 92。也见Mokyr的结论，即“爱尔兰人被大不列颠人视为异类，甚至是一个充满敌意的民族”（p.291）。


[2]
 参见Cecil Woodham-Smith，The Great Hunger：Ireland，1845 9（London：Hamish Hamilton，1962），p.76。


[3]
 参见Andrew Roberts，Eminent Churchillians（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94），p.213。


·韩国与加纳·

对经济不发达的文化解释，最近似乎获得了大量依据。例如，下面这段讨论来自劳伦斯·哈里森（Lawrence Harrison）和塞缪尔·亨廷顿合编的《文化的作用》（Culture Matters）一书。该书影响巨大，也颇具吸引力。下面这一段讨论出现在亨廷顿写的前言里，叫做“文化的意义”，内容如下：

在90年代初，我偶然看到20世纪60年代初加纳和韩国的经济数据。对它们那时经济上的相似性，我深感震惊……30年后，韩国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巨人，是世界第14大经济强国，拥有跨国公司，主要出口商品是汽车、电子器材和其他尖端技术产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与希腊接近。此外，它已经迈上了稳固的民主制度化进程。而在加纳，这些变化却无一出现。加纳如今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约相当于韩国的十五分之一。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巨大差异，该如何解释？毫无疑问，很多因素都起了作用。但在我看来，文化因素肯定是解释这一现象的重要方面。韩国崇尚节俭、投资、辛勤工作、教育、组织和纪律。而加纳的文化价值则与之迥异。简而言之，是文化起了作用的体现。
[1]



这一不寻常的对比，可能不用有发人深省的地方（但文中也可能抹杀了一些重要的事实）；然而，有必要对它进行深入研究。上文所引用的解释中的偶然性事件（casual story）极具欺骗性。20世纪60年代的加纳与韩国之间，除了它们文化倾向（predispositions）间的差异之外，还存在大量重要的差别。

第一，两国的阶级结构差别很大——韩国的商业阶级要庞大得多，同时也更为主动。第二，两国政治也差别很大。韩国政府在发起以商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时，愿意且积极地发挥了主导推动作用；而在加纳，同样的事却没有发生。第三，韩国经济与日本和美国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这至少在韩国经济发展的前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第四点——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到20世纪60年代时，韩国的识字率要远远高于加纳，而学校体制也比加纳要发达得多。韩国在学校教育方面的进展，很大程度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里，通过果断的公共政策来实现的。而这种现象，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是文化差异的反映（除非文化在笼统意义上，被看做是包罗一国内发生的所有事情）。
[2]

 鉴于亨廷顿结论的基础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因而他依据文化决定主义所做出的推断——不论是关于韩国文化的文化胜利论，还是对加纳前途的彻底悲观主义——都是难以成立的。

这并非是说文化因素与发展过程之间毫无关联。但它们确实不能脱离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而单独起作用。它们也并非是永恒不变的。如果一并考虑文化问题和其他因素来对社会文化做一个更加全面的描述，就能够大大拓展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包括发展过程和我们身份的性质。虽然在面对被视为是一成不变的基于文化的优先性时（如亨廷顿所说的，“加纳人有不同的价值”），我们可以举双手表示不赞成，但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新意，也不起什么特殊的作用。然而，有时要研究价值和行为是如何对社会变化做出反应的——例如通过学校和大学的影响。让我们再一次以韩国为例，它在20世纪60年代时，其社会在文化和教育方面，要远远优于加纳（而在亨廷顿看来，二者间此时的经济状况却极为相似）。这一对比，如已在上面所说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韩国在二战后采取的公共政策的结果。诚然，二战后教育方面的公共政策，也是受以前文化特征影响的。一旦我们将文化从命运的幻觉中分离出来，且将其与其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社会进程联系起来，就会有助于更好地解释社会变化。

在这种双向关系中，就像教育可以影响文化一样，以前的文化对教育政策也有影响。例如，一种显著的现象是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有着深厚佛教传统的国家的人民，都倾向于积极地拥有广泛的学校教育和读写能力。这不但对于日本和韩国来说是如此，对中国、泰国、斯里兰卡，甚至对于在其他方面衰退落后的缅甸来说，也是如此。佛教对感悟的关注（“佛”这一词的原意就是“感悟”），以及对阅读文献的重视（而不是把它交给僧人），也有助于促进教育的发展。从一个更加广阔的结构来看，这里也许有些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

然而，应该认识到，在接触他国和了解它们的经验的过程中，这一过程的互动性质能够给现实带来重大的影响。确实有证据表明，当韩国在二战结束后，决心快速发展学校教育时，它不仅是受到重视教育的传统的影响，而且也因为它对教育在日本和西欧（包括美国）所起的作用及其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



注释


[1]
 Lawrence E.Harrison and Samuel P.Huntington，eds.，Culture Matters：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New York：Basic Books，2000），p.xiii.


[2]
 参见Noel E.McGinn，Donald R.Snodgrass，Yung Bong Kim，Shin-Bok Kim，and Quee-Young Kim，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Korea（Cambridge，Mass.：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0）。


·日本的经历和公共政策·

早些时候，关于日本自身的教育发展，也有一个类似的国际互动和本国响应的故事。当日本从它自己强加的与世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时（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从17世纪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一直持续到现在），它就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发达的教育体系。而日本重视教育的传统，对取得这一成就，具有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在1868年明治维新时，日本的识字率就要高于欧洲。尽管如此，日本那时的识字率仍然很低（很显然，欧洲也很低）；但最重要的一点很可能是，日本那时的教育体制，还完全没有接触到西方工业化社会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

1852年，当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Perry）的新式轮船舰队，冒着黑烟闯进江户港（Edo Bay）时，日本人不仅深受震撼——并且有点害怕——以及被迫与美国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而且他们还对自身在智识上的封闭自守，作了检讨和反思。这在实现明治维新的政治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日本也决心改变其教育的面貌。在1868年发布的《五条誓文》（Charter Oath）中，有一条宣言就是坚决要求“求知识于世界”。
[1]



三年后，即1872年，日本发布了《学制令》（The FundamentalCode of Education），明确表达了实行新式教育的决心：

他日，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
[2]



木户孝允（Kido Takayoshi）是那一时代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之一，他极为明确地指出了这一基本问题：

吾国臣民，与今日之欧美民众无异；一切皆教育与否之所致也。
[3]



这是日本在19世纪后期决心赢得的一大挑战。

在1906年至1911年之间，日本的教育费用共计花费了城乡预算的43%。
[4]

 到1906年时，招募新兵的军官发现，和19世纪后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几乎没有一，名新兵是文盲了。到1910年时，日本已经被公认达到了小学的完全入学率。到1913年时，虽然日本在经济上仍然贫穷落后，但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书籍生产者之一：它出版的书籍量已经超过英国，并且实际上，还是美国的两倍多。事实上，日本经济发展的全部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人类能力（human-capability）的扩充来进行的。其中包括了重视教育和培训的作用，而教育和培训则是由公共政策和与之相关的支持性文化氛围（人们之间相互影响）来共同促进的。这种教育与经济之间相互联系并相互促进的关系极其重要，它奠定了日本经济和社会辉煌发展的基础。

将故事扯得更远些：日本不仅是一名学生，也是一名伟大的教师。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在发展方面的努力，深受日本在发展教育方面的经验以及社会、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显著成就的影响。所谓东亚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日本经验所激发而形成的成就。

在一个宽广的视野中关注文化的相互联系，是提升我们对发展变化认识的一条有益途径。这种观点，与完全忽视文化因素的观点（如某些狭隘的经济模型所做的），和将文化看做独立而静止的力量，从而永恒存在且具有不可抵挡的影响力的观点（如某些文化理论家所津津乐道的），均大不相同。文化宿命的幻觉，不仅具有误导性，而且还会严重消磨人们的斗志。这是因为，它会使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产生一种宿命意识和听天由命的思想。



注释


[1]
 William K.Cummings，Education andEquality inJapa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p.17.


[2]
 参见Herbert Passin，Society and Education in Japan（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Columbia University，1965），pp.209 11；Cummings，Education andEquality in Ja-pan，p.17。


[3]
 摘自Shumpei Kumon and Henry Rosovsk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Japan，vol.3，Cultural and Social Dynamics（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330。


[4]
 参见Carol Gluck，Japan s Modern Myth：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


·宽广视野中的文化·

无疑，我们的文化背景对我们的行动和思想具有重大影响。此外，我们的生活质量，也不得不受我们的文化背景影响。我们常把自己看做归属某个群体，对于我们的身份认同以及我们对这种归属的认识，文化背景肯定也有影响。我在这里所表达的怀疑，并不是针对承认在人类的认识和行为中，文化具有基本的重要性这一观点，而是针对另一种看法，即将文化看做是决定社会困境的核心的、无法改变的和完全独立的因素。

我们的文化身份极为重要，但它并不能孑然独立，并且脱离影响我们的认识和优先选择的其他因素。在承认文化对人类生活和行为的影响的同时，还要看到，尚有许多限制。第一，文化虽然重要，但它并不是决定我们生活和身份的唯一重要因素。其他因素，诸如阶级、种族、性别、职业、政治立场，也能起作用，并且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二，文化也不代表一种统一的特性。同一种一般的文化环境下，存在大量的差异。例如，当今伊朗，既有保守的阿亚图拉，也有激进的持不同政见者。这就像在美国，再生派基督教徒（born-again Christians）和忠诚的不信教者，都有自己的存在空间（还有大量的其他思想和行为的群体）。文化决定主义者常常低估同一种文化内部的异质程度。不一致的声音常常来自内部，而不是来自外部。此外，依据那些我们所选择关注的文化的特定方面（例如，不论我们是关注宗教，还是文学或音乐），我们都会得到一幅有不同内外关系的多变画面。

第三，文化也不是静止不变的。日本和韩国的教育转型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对其转型的简要回顾说明了变化的重要性，且这种变化常常是与公共讨论和公共政策紧密相关的，任何认为文化是静止不变的假设，不论或明或暗，都是灾难性的欺骗。运用文化决定主义所常常做的是将文化之锚固定在急行之舟上，极其无效。

第四，文化与社会认识和行为的其他决定性因素之间，是互动的。例如，经济全球化不仅带来了更多的贸易，也带来了更多的全球性音乐和电影。文化不能被看做是独立于其他影响的一种孤立的力量。这种文化孤立性的假设，常常被含蓄地使用，但具有深刻的欺骗性。

最后，我们必须区分“文化自由”的思想和“重视文化保护的思想”。“文化自由”思想集中关注保护或改变我们的优先性的自由（依据更丰富的知识或进一步的思考，或者依据我们对变化的风俗或风气的估计）；而“重视文化保护”的思想，则是文化多元主义讨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的新移民，常常以此为坚持传统生活方式提供依据）。将文化自由包含在人们应该重视的诸般能力中，无疑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对文化自由和文化多元主义优先性之间的确切关系，仍需做进一步探讨。
[1]





注释


[1]
 联合国《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New York：UNDP，2004）把文化自由包括进关注“人类发展”的项目中，这是对人类发展分析范围的一个重要拓展。


·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自由·

近些年来，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口号（因为它的潜在价值并不完全明了），获得了众多的支持。在同一国家或地区内，多种文化可以同时蓬勃兴盛。这种现象，可以看做有其自身重要性。然而，人们提倡多元文化主义的理由是，它是文化自由所要求的。对这一说法，必须做进一步的研究。

必须把文化自由的重要性与支持所有文化遗产的做法区分开来。后者根本不考虑如果相关者具有仔细辨别的机会，且对其他实际存在的选项和选择具有足够知识的话，他们是否会选择这些特定的行为。尽管近些年来，对于文化因素在社会生活和人类发展中的重要而广泛的作用，讨论甚多，然而关注点却常常或明或暗地倾向于要求文化保护（例如，那些迁移到欧美的移民，在继续坚持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却并不一定会进行文化调整）。在文化自由主义的多种优先性中，应该包含一点，即当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认为有理由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时，应该拥有对不加反思地接受传统的做法进行质疑的自由。

如果人类做出决定的自由很重要，那么，理性地运用这种自由而得出的结果，就必须予以尊重，而不是根据那些不容置疑的传统的强加的优势地位来予以否定。关键的环节应包括：我们判断其他选择的能力；认识到有哪些相关的选择；然后再决定我们应该想选什么。

当然，应该认识到，如果一个社会禁止某个特定团体的成员去追求他们所自愿遵从的某种传统生活方式，那么，这也是对文化自由的阻碍。实际上，对某些特定生活方式——诸如同性恋、移民和某些特定宗教团体——的社会压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司空见惯的。坚持要求男性或女性同性恋者，应该像异性恋者一样生活，或者蜗居不出，这不仅是要求一致性，而且也是对自由选择的否定。如果不允许存在多样性，那么，很多选择将难以存在。允许多样性的存在，对文化自由确实很重要。

如果允许且鼓励人们去过他们自己想过的生活（而不是让现存的传统来限制他们的生活），那么，文化多样性就会得以提高。例如，追求不同种族的多样化生活方式（如饮食习惯或音乐方面）的自由，能够使得一个社会的文化更富有多样性。这种现象，正是文化自由起作用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中，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尽管只是工具性的），直接源自文化自由的价值——因为前者是后者的一个结果。

多样性甚至在提高那些非直接相关者的自由方面，也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例如，一个拥有文化多样性的社会，能够通过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经历，来造福他人，因为他们能因此而享受这种多样性。要阐明这一点，可以认为非裔美国音乐的深厚传统——拥有非洲的世系和美国的演化——不仅有助于提高文化自由和非裔美国人的自尊，而且还拓展了所有人（不管是否是非裔美国人）的文化选择范围，并丰富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全景。这一说法，也言之成理。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关注的焦点是自由（包括文化自由），那么，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就并非是无条件的，而是应该根据其与人类自由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在帮助人们做决定时所发挥的作用而定。实际上，文化自由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是完全正相关的。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实行文化多样性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全部继承某一时刻恰巧出现的、所有以前就存在的文化习惯（例如，使新来的移民倾向于坚持其故有的风俗习惯等，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反对他们改变生活方式）。这是否意味着，为了“文化多样性”，我们就应该支持文化保护主义，并且要求人们坚持其文化背景，而不得考虑采用其他生活方式（即便他们有充足的理由去这样做）？这种对选择的破坏，将会使我们立即滑向反自由的立场，并从这一立场出发，去采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来阻止人们选择一种很多人都希望拥有的新的生活方式。

例如，在西方社会里，来自保守主义的移民家庭的年轻妇女，有时会受到长辈的严密看管，因为长辈们担心，她们会仿效主流社会的自由生活方式。此时，多样性是以文化自由为代价取得的。如果最终重要的是文化自由，那么，对文化多样性的重视，就必须是有条件的。多样性的优点，必须明确地依赖于这些多样性是如何产生和如何维持的。

实际上，以不同群体的人们各自所“继承”的作为追求文化多样性的基础，显然不是一个立足于文化自由的论点（虽然它有时表现得像是一个“赞成自由”的论点）。出生于一种特定的文化中，显然不是文化自由的一种体现；而坚持要求人们保持其出身的烙印，本身也很难是自由的体现。不给人们行使自由的任何机会，甚至不给人们以任何机会考虑，若有机会的话，他们将如何选择，绝不能看做是自由。正如社会压制是对文化自由的否定，使得一个群体的成员难以选择其他生活方式的顺从主义，这也是对自由的违背。


·学校、理性和信仰·

缺乏对其他文化和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的了解和认识，也会导致不自由。如今的英国，已经基本上成功地赋予了生活在这一国度里的不同背景和出身的人们以文化自由。然而，为阐明这里牵涉到的主要问题，即使是英国文化自由的一位推崇者（比如本书作者），也对英国政府扩展政府支持的宗教学校的行动（在第1章中我曾简要提到过），感到忧心忡忡。

不是减少现存的由国家资助的学校，而是除既存的基督教学校外，再增设其他宗教的学校——诸如伊斯兰教学校、印度教学校和锡克教学校——其结果是导致理性的作用下降，而孩子们本来是有机会培养和运用理性的。而且，这一切正发生在亟须拓展对其他人和其他群体的了解，以及增强做出理性决策的能力的时候。由于这些新设的宗教学校在孩子们决定自己生活的优先性方面，几乎不提供培养理性选择的机会，所以，它们对孩子们所施加的限制，是极为严格的。此外，这些学校还常常未能指导这些学生，如何对自己的多重身份（分别与国籍、语言、文学、宗教、种族、文化历史、科学兴趣等相关）予以关注，并为自己做出决定。

这并非认为在英国这些新设的宗教学校中，偏见问题（以及有意培养一种狭隘视野的问题），已经同在巴基斯坦的原教旨主义者所设定的马德拉萨斯学校一样极端。在世界的这一紧张地区，这些学校，已经成为褊狭和暴力——常常还是恐怖主义——的滋生地。尽管如此，即便是在英国，在这些新设的宗教学校里，培养理性的机会和对慎重选择的重要性的认识，也要远远少于这一国家中那些综合性的、不那么与世隔绝的学校。实际上，这些学校中的这种机会，甚至也要远远少于传统的宗教学校——特别是那些基督教学校，后者已有很长的传统开设内容广泛的课程，并能容忍不少对宗教教育本身的质疑（尽管这些老学校里的限制也可以变得更少些）。

大不列颠发展宗教学校的行动，还反映了一种特定的看法：大不列颠是“一个不同群体的联盟”，而不是生活在大不列颠的人的集合体，他们具有多种多样的差别，宗教的和群体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另外还有在语言、文学、政治、阶级、性别、住址以及其他特征方面的区别）。将那些还没有多少推理和选择机会的孩子们，以某种特定的分类标准，置于僵化刻板的小盒子中，并且告诉他们：“这就是你的身份，这也是你将得到的所有东西”，这种做法，对这些孩子们来说，是极为不公正的。

在英国皇家学院2001年的年度演讲会上，我有幸发表了一次演说（题目叫《其他人》）。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这种“联盟”式的方式，弊端丛生。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会严重损害英国那些来自移民家庭的孩子们个人能力的发展。
[1]

 此后（2005年7月），伦敦发生自杀性爆炸事件，该事件是由一些出生在英国但极端被异化的年轻人做的。这又为自我认知及其产生的问题，平添了一个新的方面。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联盟主义方式的基本局限性，远远超出了与恐怖主义可能存在的关系。我们不仅亟须讨论我们共同的人性（在这方面学校能够也已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还需要认识到，人类身份具有许多不同的方面，而人们需要运用理性，去决定该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对作为某一特定群体成员的身份，该赋予怎样的重要性。我在本书的最后两章，将再次讨论这一问题。

非宗派和非教区的学校教育，对于拓展（而非缩小）理性的范围（包括批判性的审查）来说，极为重要。莎士比亚曾表达过如下的忧虑：“一些人生来伟大；一些人成就伟大；而另一些人的伟大，则是别人给予的。”在孩子的教育中，我们必须明确，不要将渺小强加给他们。生活还在等待着他们。此事关系重大。



注释


[1]
 参见“Other People，”published in the Proceedings ofthe British Academy 2002，以及“Other People—Beyond Identity，”The New Republic，December 18，2000。


第7章　全球化与抗议

这个世界既富裕得惊人，又贫困得恼人。当今生活的富足前所未有：大量掌握的资源、知识和技术，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对我们的先人来说，却是难以想象的。然而，我们的世界也充满了令人惊骇的贫困和剥夺。大量的儿童恶衣恶食，备受虐待，缺乏教育，患有本不该患的疾病。每周有数以百万计的儿童死于疾病。这些疾病本来是完全可以根除的，或至少可以防止其肆无忌惮地吞噬生命。根据他们的出生地点，孩子们有的能够拥有极为富足的生活和各种便利，而有的则有可能面临极度贫困。

不同个人之间的机会极不平等，这使得人们对全球化是否能够服务于弱势群体产生怀疑。实际上，所谓的反全球化活动家，在抗议活动中所用的口号，明显地表现出对全球化的一种强烈沮丧意识。抗议者们认为，全球关系主要是相互敌视和对抗的，而不是相互支持的。受此观点影响，他们希望将世界的弱势群体从全球化的灾难中拯救出来。这些担心，造成了在遍布世界各地的游行示威中（这些游行示威发生在西雅图、华盛顿、魁北克、马德里、伦敦、墨尔本、热那亚、爱丁堡和其他地区），参与者喧声如雷地表达了对全球相互依赖论的批评。这些担心还得到了更多人的同情与关注。这些人也许并不想参加激烈的游行示威，但对他们来说，巨大的贫富差距是不公平的，应该受到责难。鉴于这些不公平，一些人也认识到，关于全球化身份会形成什么道德力量的期望，是完全落空了。


·抗议、准确性和公共理性·

现在我想说明，将剥夺和迥异的生活前景视为由全球化造成的灾难，而不是由社会、政治和经济安排的失误所引起的，是一种错误的看法。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安排，是全球关系密切化所可能诱发而非必然诱发的产物。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所谓反全球化的批评，有助于为公共讨论提出大量严肃的问题。它们常常可以，且确实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这些严肃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对事物原因做出极端的判断，可能会有几分偏颇。但这种判断很有启发性，它有助于我们研究如何解决那些严重问题。而这些严重问题，在当今无疑是存在的。

400多年前（1605年），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他的论著《崇学论》（The Advancement ofLearning）一书中提到，“表达和提出对事物的怀疑，具有双重作用”。第一种是直接作用：它帮助我们“预防错误”。第二种则指它在发起和深化一个调研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种调查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认识。培根指出，正是由于“怀疑的介入”，“那些本有可能被轻而易举、毫无疑问地通过的”问题，最终“被仔细认真地加以研究”。
[1]



即便反全球化运动（特别是那些年轻喧闹的抗议者们）所使用的某些特定口号很值得怀疑，但是，对全球化和全球性经济的性质提出疑虑，仍然具有积极的辩证意义。对于全球经济关系那些所谓的罪恶后果，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表示怀疑。这些所谓的罪恶后果，常常被用来作为那些反全球化文章的醒目标题。对于那些抗议者能够——且常常确实——提出来的重大问题，我们有必要做进一步的仔细研究。这一研究自身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实际上，这里出现的争论，可以作为针对重大问题的全球公共讨论的基础。因为民主政治主要就是关于公共讨论（如在第3章所讨论的），所以这些“全球性怀疑”所产生的争论，可以被看做是某种形式的（但必然是原始的）全球民主，具有基本的但却可能是极为重要的意义。
[2]





注释


[1]
 The Advancement ofLearning（1605；reprinted in B.H.G.Wormald，Francis Bascon：History，Politics and Science，1561 162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p.356 57.


[2]
 我曾在2000年6月8日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讲话（“Global Doubts”）中探讨过这一问题，并发表在Harvard Magazine 102（August 2000）。


·批评、抗议和全球团结·

现在我们来探讨全球化的抗议者和怀疑者们提出的大量问题。此外，我还将研究全球化的辩护者们所提出的对立观点。但在此之前，我想简要评论这些争论中或明或暗牵涉到的全球化身份的本质的问题。对全球化的一些核心批评，自认为有力地指出了在这个无情的世界里一个令人可悲的事实，即缺少一种有力的全球团结的意识。无疑，在处理令人深感懊恼的国际问题时，缺乏一种有效的全球道德，确实令人沮丧。

但我们是否真的生活在一个道德上相互孤立的世界里？如果全球团结的意识真的如此荒谬，那么，为什么世界各地那么多人（包括“反全球化”的抗议者，实际上还包括许多其他人）对世界的状况感到如此忧心忡忡，并且强烈地（虽然有时是喧嚣地）主张应该更好地对待社会地位低下者和贫困者？抗议者自身就来自世界各地，而不只是来自西雅图、墨尔本、热那亚或爱丁堡的本地居民。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试图共同抗议那些在他们看来严重困扰着世界人民的不平等或不公正。

如果人们根本就没有全球归属感，也对全球不公毫不关心，那么，为什么来自世界一地的男男女女们，要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所遭受的苛刻待遇，表示担心与忧虑呢？这些抗议运动所表达的全球不满（不可否认，有些说法相当粗浅），可以被看做是存在一种全球身份意识和某种关注全球的伦理的证据。

我现在得讨论，为什么“反全球化”这一术语，并不能准确地描述在“反全球化”名义下所表达的种种不满的性质。但是，不论我们叫它什么，不分国界的不满本身，不管是它关注的主题（包括其隐含的人道主义伦理和包容性政治），还是它形成的遍布全球的广泛兴趣和参与，都是一个重大的全球性现象。

这些关注所隐含的广阔的身份意识，远远超越了国籍、文化、社群和宗教的界限。这种强大的包容性归属思想，推动了如此多的人，去反对那些被认为是不公的、使得世界分崩离析的事。对于这种思想，我们难以忽视。实际上，所谓的反全球化批评，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全球性的道德运动。


·知识界的团结·

所有这些，使得深切关注反全球化批评的主题内容，显得更为重要。虽然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已经是被人们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但它完全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多种多样的全球互动：从文化科学的影响跨界扩展，到世界各地的经济和商业关系的扩张，都挂在全球化的宽泛标题之下。对全球化的一味排斥，不仅不利于全球商业，而且阻碍了某些思想、认识和知识的传播。而这些思想，有利于全球人民，包括全球人类中那些最为弱势的成员。因此，完全排斥全球化，具有巨大的负面影响。故而，在反全球化抗议的名义下出现的鱼龙混杂的诸般问题，现在亟须加以区分。知识的全球化，尤其值得高度评价——虽然所有的好处恰恰都能说成是与“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相关。

在新闻评论中和为数不少的学术著作中，全球化常常被看做是一个西化的过程。一些持乐观（实际上是庆幸）态度的人，甚至将它看做是西方文化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实际上，这一被称为绝对正确的学说还描述了一个极其程式化的历史。全球化起源于欧洲：首先是文艺复兴，随后是启蒙运动，再就是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导致了西方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而现在，则是西方的这些伟大成就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这种观点看来，全球化不仅是好的，而且还是西方惠赠给全世界的一件礼品。然而，这种历史观点的支持者们却常常会感到心烦意乱。因为不仅这一巨大的“恩惠”常被许多人视为一项诅咒，而且西方对世界的“有益礼物”，还常被“忘恩负义”的非西方社会唾弃和申斥。这一观点，就像许多美好的程式化故事一样，虽含有一点真实内容，但更多的是想象。而这些想象的内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为地促进了全球分裂。

还有另一种——在某些方面是“对立的”——故事，也备受关注，且起到了巨大的转向作用。这种观点承认西方的支配地位是全球化的核心特征，但却将那些与全球化联系的肮脏特征，均归咎于西方的支配地位。在这些批评中，全球化所谓的“西方”特征，常常具有重要但却有害的作用（这在持续不断的抗议运动辞藻中，随处可见）。实际上，全球化常被视为与西方主宰——实际上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延续——相联系。虽然不同的反全球化运动有不同的关注点和侧重点，但很显然，在许多此类抗议中，对西方支配的敌视占据显著的地位。在某些反全球化运动中，明显地存在着反西方的成分。对各种非西方身份的提倡（第4章到第6章已经作过讨论）——无论这种身份是与宗教相关（诸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还是与地域相关（诸如亚洲价值），或是与文化相关（诸如儒家伦理）——都会为全球分离主义火上浇油。

现在来看我们的关键问题，人们要问“全球化是否真是一种新式的西方诅咒”？总体上，我认为，全球化既不新，也不必然是西方的，更不是一种诅咒。实际上，几千年来，全球化通过旅行、贸易、迁徙、文化影响的传播以及知识和理解的扩散（包括科学技术）等形式，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全球性的相互关系常常富有成效地促进了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发展，而推动全球化的积极主体有时却生活在远离西方的地区。

要阐明这一观点，让我们回顾一下上个千禧年的初期，在公元1000年前后，全球科学、技术和数学的传播，改变了旧大陆的性质。但是，这一传播方向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传播方向恰恰相反。例如，公元1000年时，世界上的高新技术包括铁链吊桥、风筝、罗盘、纸张、印刷术、弩机、火药、独轮车和旋转扇。所有这些一千多年前的高新技术，在古代中国都已经成熟并且被广泛应用；而在其他地区，人们实际上则对此一无所知。全球化将它们传遍全世界，包括传至欧洲。在《精选杂文集》（Critical andMiscellaneous Essays）一书中，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声称，“当代文明的三大构成要素”是“火药、印刷术和新教”。虽然中国并非新教教义的发源地，故而在此项上自然不受臧否；但是，在卡莱尔文明要素的清单中，中国的贡献已经占据了三项中的两项，即火药和印刷术。然而，这些也只是中国所做出的全部贡献的一部分。在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一书中，弗朗西斯·培根认为文明要素包括“印刷术、火药和磁铁”。

如第3章所述，在东方数学影响西方时，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运动，从公元2世纪到6世纪，十进制在印度出现并得以完善。随后不久，它就为阿拉伯数学家们所广泛使用，南亚和西亚的数学和科学创新，是由一大批知识分子来开拓引导的，这些人包括阿耶波多、婆罗摩笈多、艾尔哈瓦利兹米。他们的著作在10世纪的最后25年里已经被传至欧洲，并且在上一个千禧年的初期，在促进欧洲转变的科学革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任何身份，只要它被说成是全球化中介的身份，那么，这种身份，就既不完全是西方的，也不是欧洲地方性的，更不是与西方控制有必然联系的。


·地方性对全球性·

一种错误的判断认为，必须抵制思想和实践的全球化，因为它们意味着，“西化”在殖民和后殖民世界中起着消极倒退的作用（这在第5章已经简要讨论过）。这一误判，激起了地方性的狭隘观点，不利于国际上技术和知识的发展进步。实际上，它不仅自身具有消极作用，甚至还会演化成非西方社会自掘根本（甚至是自身传统文化的根本）的一大途径。

让我们来阐明这种“地方主义者”看法独特的回应性性质。想想19世纪印度对使用西方科学、数学的思想和概念所做的抵制一。这发生在英属殖民地的论争仅仅是更为广泛的争论的一部分这一。广泛的论争集中关注于究竟是采用西方教育，还是采用本土的印度教育（好像这根本就是非此即彼），这被看做是一种不可逾越的二分法。西化者，诸如手握重权、令人敬畏的英国官员T.B.麦考利（T.B.Macaulay）在1835年（这是对印度教育具有深远影响的“时刻”）所写的材料中，没有提到印度传统具有的任何优点。正如他所说明的，“在这些人（印度语言和传统的支持者）中，我发现，没有人能够否认一，个欧洲好图书馆里的一架书，可以抵得上印度和阿拉伯所有的本土文献资料。”
[1]

 而部分是出于回击这种说法的原因，本土教育的提倡者，完全反对引进西方文化，而提倡传统学说和正统的印度教育。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双方似乎都承认，两种态度间必然是相互排斥的。

然而，由于文化和文明间的相互关联一，这假设必然会造成一些非常蹩脚的文明分类问题。三角学术语“正弦”（sine）从西方传至印度的过程，是广泛国际联系性质的一项鲜明的例证。这一现代术语（即“sine”）直接来自于19世纪中期的英国，并取代了旧有的梵文概念。而这也被看做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侵害印度文化的又一例证。

然而，十分有趣的是，“正弦”这一术语，实际上是来自于印度本国：它是由这一极为重要的三角学术语的梵文名称，经过多重翻译，演化而成。实际上，这一概念和术语的转变过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历史上（显然是“前现代化”时期）思想的全球化。5世纪的印度数学家阿耶波多，已经发展并大量使用了“正弦”的概念。他叫它jya-ardha，在梵文里面，其字面意思就是“弦半”。从那时开始，这一术语以一条有趣的路线进行迁徙。正如霍华德·伊夫斯（Howard Eves）在其《数学史》（History ofMathematics）一书中所述：

阿耶波多把它称做ardha-jya（“半弦”）和jya-ardha（“弦半”），以后又将这一术语简化为jya（“弦”）。阿拉伯人把“jya”音译为“jiba”，然后再依据阿拉伯省略元音的惯例，将其写作“jb”。但是，尽管有其技术上的重要性，“jiba”在阿拉伯语中却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词。以后碰到“jb”（是无意义的jiba一词的缩写）的学者们便以“jaib”一词作为替代。“jiba”和“jaib”字母相同，且在阿拉伯语里面都是好词，意为“小湾”或“海湾”。更迟些时候（大约在1150年），格瑞莫纳（Cremona）的杰拉尔朵（Gherardo）翻译阿拉伯文献时，把阿拉伯语的“jaib”换成拉丁语的同义词“sinus”（意为海湾），从这里产生出我们现在的“sine”。
[2]



鉴于世界历史中的文化和知识间的相互关联，我们对什么是“西方”和什么不是“西方”的问题难以遽下断言。实际上，阿耶波多的“jya”一词被译成中文，叫做“朙”，并被广泛地用在诸如“月间两朙”等词语中，字面的意思就是“月亮间距离的弦”。如果麦考利对世界知识史有更好的了解的话，他就会将其视野拓展开来，而不是仅仅关注那些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一架”欧洲书。他的印度反对者们，对西方的书架也就不会再感到那么疑虑重重。

事实上，如果欧洲在公元后第二个千年的初期，抵制来自中国、伊朗及阿拉伯世界的数学、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全球化，那么，欧洲今天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方面，就会贫乏得多。今天，虽然方向相反，但这一点同样适用。把科学和技术的全球化看做是西方帝国主义（如某些抗议者所倡议的），以此为由，对其进行抵制，这不仅是忽视所谓的西方科学技术背后的全球贡献（来自世界上许多不同地区），也会是一项极其愚蠢的实际决定。因为全世界都能从知识的投桃报李（give-and-take）中获益。将这一现象等同于帝国主义或等同于思想和信仰上的欧洲殖民主义（如抗议者的辞藻中常出现的），将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并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与在上一个千禧年初期时欧洲若是抵制东方在科学和数学方面对其的影响，所造成的后果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有些与全球化相关的问题确实与帝国主义存在联系。征服、殖民统治、异族支配的历史，以及被征服民族的耻辱感，今天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中肯贴切的（如前所述，特别是第5章所讨论的）。但是，如果将全球化主要视为帝国主义的一项特征，却是一大谬误。全球化是一个远比帝国主义更宏伟壮丽的过程。



注释


[1]
 T.B.Macaulay，“Indian Education：Minute of the 2nd February，1835，”reproduced in G.M.Young，ed.，Macaulay：Prose and Poet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p.722.


[2]
 Howard Eves，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Mathematics，6th ed.（New York：Saunders College Publishing House，1990），p.237.也见Ramesh Gangolli，“Asian Contributions to Mathematics，”Portland Public Schools Geocultural Baseline Essay Series，1999。


·经济全球化和不平等·

然而，反全球化的抗议者们又分为几大阵营。一些“经济全球化”的反对者，对思想全球化的任何状况（包括科学和文学），都不会予以责难。他们的观点值得仔细关注，但那些专门针对经济全球化的批评者们并不否认科学、技术和认识的全球化对世界具有极为积极的影响。因此，这种观点不可忽视。

然而，碰巧许多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成果，在世界各地都有目共睹。我们难以忽视经济全球化给世界上许多地区——如日本、中国和韩国——都带来了更多的物质财富；给其他地区——从巴西到博茨瓦纳——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繁荣。几个世纪前，除了少有的几个地区生活富足外，贫穷弥漫于整个世界。正如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1651年出版的经典名著《利维坦》（Leviathan）一书中所表述的那样：生活千篇一律的是“卑污、残忍而短寿”。而对于战胜这种贫穷，国家间广泛的经济联系和发展，以及应用当代生产方式的经济激励，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如果一概拒绝当代技术的巨大优势、贸易和交换的宝贵机会、破除封闭并对外开放的社会和经济的优点，我们很难想象世界各地的穷人的生活条件会如此之快地得到改善。来自赤贫国家的人们，吵闹着要求获取现代技术的成果（诸如使用新发明的医药，特别是治疗艾滋病的药物——这些药物已经改变了欧美病人的生活）；他们还寻求将更多种类的商品——从食糖到纺织品——更多地出口到富裕国家的市场；他们还想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赢得更多的关注。可见，对全球化的结果表示怀疑，并不表示人们想回到以前那种“闭关锁国”的状态。

实际上，今天所面临的最为突出的实际问题包括：是否能够更好地利用经济关系、技术进步和政治机会，从而能够更好地关注贫困者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实际上，这并不是抨击全球经济关系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如何更为公平地分配全球化的巨大收益的问题。尽管“反全球化”运动选择了这一术语，但这一责难涉及——必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的核心问题是现实存在且不时反弹的大规模全球不公和贫困，而不是所谓在没有全球经济联系下所能够取得的斐然成就。


·全球贫困和全球公平·

那么，全球不公和贫困究竟是怎么样的？这一分配问题以或明或暗的形式出现在所谓的反全球化者和支持全球化者的辩护中——这些辩护并非毫无道理。这一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实际上我认为这一，，问题受到了许多古怪而非核心的问题的困扰。一些“反全球化”的支持者宣称，核心问题在于：世界上的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却越来越穷。实际上，事实并非一律如此（尽管在大量事例中，特别是在拉美和非洲，事实确是如此），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今天，在认识全球经济中有关公平和公正的核心问题时这是否是一，条正确的途径。

另一方面，认为全球化并非是毫无意义的人们，常常依据且着重利用他们对世界穷人生活状况的认识，认为世上穷人的贫穷状况显然已得以改善，而不是（像常常宣称的那样）变得更穷。他们特别提到一些证据：即那些参与贸易和交换的穷人，他们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加穷困，而是恰恰相反，他们通过参与全球经济，变得富裕了。因此，这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对穷人并非不公：“穷人也能获利——那还有什么令人担忧的事呢？”如果承认这一点就是问题的核心，那么，全部争论都将转化为：在这一主要是经济性的争论中，哪一方是正确的：“全球范围内，那些忙碌终日的穷人们，究竟是越来越穷还是越来越富（告诉我们，告诉我们，到底是哪一种情况）？”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合适的问题吗？我认为它根本就不是。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不公平问题一，存在两大缺陷。第是要认识到，鉴于今天现存的全球设施状况，包括忽略和责任（omission and commission）的问题，许多人认识到进入全球经济困难重重。对贸易中获利者的集中关注导致了对那些被排斥在贸易之外的人们利益的忽视。这些人的数目是以百万计的，却极其不友好地被排除在那些特权活动的领域之外。在这里，排外与内部的不公平同样重要。要改变这种排外状况，就要求彻底改变国内经济政策（诸如对国内基础教育、保健设施和小额信贷等方面作更多的投入）。但除此之外，还需要他国，尤其是富国，调整其国际政策。首先，如果经济发达国家更加欢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品、纺织品，以及其他工业产品，则情况也将大不相同；其次还有人道且切实地处理以往债务的问题——这些债务严重地限制了贫穷国家的自由（令人欢欣鼓舞的是，近年来，朝这一方向已经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
[1]

 还有一大问题，就是援助和帮助（落后国家）发展的问题。对此，各种政治观点间虽存在歧异，但这个问题绝非无关紧要。
[2]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其他问题亟须解决，包括需要重新考虑现行的法律条款——比如当前的专利权制度（我很快会回到这些问题上来）。

然而，第二个问题却更为复杂，也更加亟须认识清楚。即便参与全球化经济的穷人们已变得稍为富裕，这也并不意味着，穷人们已经公平地得到了经济联系形成的收益及其巨大潜力中的一份；也不足以让人们去问，国际不公是逐渐扩大还是逐渐缩小。我们要反对当今世界中骇人听闻的贫穷与不公，也要抗议对全球合作利益的不公平分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声称不公平极为严重而且在日益恶化。

在一个拥有多种团体和不同身份的世界里，对公平问题需要做更为全面的认识。当存在由合作形成的利益时，与没有合作的状态相比，有利于各方的分配方式，就会存在多种选择方案。尽管有合作的要求，但是利益的分配却变化很大（这又叫做“合作性冲突”）。
[3]

 例如，兴建新兴工业，会产生巨大收益。但是，对于利益的分配，工人、资本家、销售者、产品购买者（和消费者）以及那些从当地收入增长中间接获利的人们之间，仍然会存在矛盾。而相应的分配，则依赖于相对价格、工资以及其他决定交换和生产的经济参数。因此，询问利益的分配是否公平或是否可以接受，才是一个合适的问题；而不只是问与没有合作的状态相比，合作是否对各方均有利（这种情况下，会有许多不同的备选方案）。

正如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约翰·纳什（John Nash）——由于根据西尔维亚·纳萨尔（Sylvia Nasar）精彩的人物传记《美丽心灵》而拍摄的电影大获成功，他已经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半个多世纪前所讨论的（这篇论文发表于1950年，是瑞典皇家学院在1994年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引用的著作之一）核心问题并不是与完全没有合作相比，一种特定的分配结果要更好——对许多可供选择的方案来说，确实如此。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在多种可选方案中，与其他替代方案相比，选中的一种特定的安排，是否是一个公平的分配方案。
[4]

 批评一种合作性的分配安排是不公平的（不管是针对现在的工业关系、家庭安排还是国际制度），不能仅以这种安排与无合作时相比对各方都更加有利来作为反驳的论据。（这种观点显著地体现在下面这种自认为有力的辩称中：“穷人们也获利了——那还有啥令人担忧的？”）对许多——可能是无穷多——可供选择的安排来说，事实确实如此。然而，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里，而是在对所有各方进行利益分配时，对各种不同的选择方案，应该如何加以挑选。

这一论点可以用一个类比来加以阐明。要说明一个极为不公且性别歧视严重的家庭安排是不合理的，就不能说与完全没有家庭的状况相比，妇女的状况要好些。（如果你认为目前的家庭分配对妇女来说是不公正的，那么，为什么你不离开家庭而独立生活？）这里的问题并不是不主张妇女们在家庭中寻求更好的待遇，而是以离开家庭在外生活作为替代。这里争论的核心在于，在现存的制度安排下，家庭体制内的利益分配方式，与可供选择的各种安排相比，是否是严重不公平的。许多关于全球化的争论所集中关注的问题——即穷人是否也从现存的经济体制中获利，在那些本应加以评估的对象眼中，是一项完全不值得关注的事情。这里应该问的是，穷人是否可以切实地得到更好且更加公正的待遇，同时使得经济、社会和政治机会的不均得以减少。如果是这样，那么通过什么样的国际、国内的新安排才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这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



注释


[1]
 必须承认英国在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的领导下，在推动八国集团向那一方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富有同情心的耀眼的公众人物Bob Geldorf领导的大众运动也为这类诉求赢得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学术界总是对这类喧闹的运动存在怀疑）。


[2]
 参见Jeffrey Sachs，The End of Poverty：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 inOur Lifetime（London：Penguin Books，2005）。


[3]
 我的论文“Gender and Cooperative Conflict，”in Irene Tinker，ed.，Persistent Inequalit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讨论了合作与冲突的相关性。


[4]
 参见J.F.Nash，“The Bargaining Problem，”Econometrica 18（1950）；Sylvia Nasar，A Beautiful Mind（New York：Simon&Schuster，1999）。


·更加公平的可能性·

然而，首先要讨论一些基本的问题。一项更为公平的全球分配状态，是否会彻底扰乱全球经济、社会关系体系。我们特别要问，要改变各个团体从全球化经济和社会关系中得到的收益分配状况，是否会损害甚至是摧毁由全球市场经济带来的收益。这一信念常常含蓄地用在对全球化的批评中，而其答案则被认为是否定性的。这一点，在人们对拥有全球性市场的世界的未来产生沮丧和消极情绪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影响。而所谓的反全球化的抗议者对自身名字的选择也是来自这一点。特别是有一个常见的古怪假设，即不管与现存的市场相联系的是什么私营规则、公共倡议和非市场制度，“市场的结果”都会如此。实际上，这一答案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点。

市场经济的运用可以容纳许多不同的所有权模式、资源效益、社会设施和经营规则（诸如专利法、反托拉斯法规、保健条款和收入补助等等）。依据这些条件，市场经济自身将会产生多种不同的价格、贸易期限、收入分配以及其他总体性后果——这些后果更为普遍却又大不相同。
[1]

 例如，每次兴建公共医院、学校和大学，或者将资源从一个共同体转移给另一个共同体，市场所体现的价格和数量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市场不是——也不可能——单独地起作用。没有任何“市场的结果”是与支配市场的条件毫无瓜葛的——这些条件包括对经济资源和所有权的分配。引进或提升关于社会安全及其他支持性公共干预制度安排也将使得结果出现重大的差别。

核心的问题并不是——实际上也不可能是——是否要运用市场经济。这一肤浅的问题很易于回答。世界历史中，没有任何经济不大量运用市场和依赖于市场的生产条件，却可以获得超出精英阶层奢侈生活范围的普遍繁荣。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否认以下的基本事实：市场经济的运行，在许多条件下都存在着严重缺陷。这是由于需要解决公共品的问题，以及（如将来讨论很多的）市场经济中不同参与者之间也许会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更常见的是信息不完全）的重要影响。
[2]

 例如，对于一辆旧车，它的买主对其的了解要比其卖主少得多。因此，人们必须是在部分无知，特别是在知识不平衡的状况下，做出他们的交换决定。然而，这些重大而严重的问题，可以通过那些有助于完善市场经济的合适的公共政策来解决。但是，如果完全放弃市场制度，就很难不对经济发展的前景造成彻底的破坏。

实际上，运用市场与朗诵散文并非毫无相似之处。要想完全放弃它并不容易，但在很大程度上，却依赖于我们选择朗诵什么散文。在全球关系中，市场经济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实际上，甚至就是在某一特定的国度里，它也不能单独运行。不仅是各种起作用的条件（诸如物质资源如何分配、人力资源如何发展、商业关系流行什么规则、什么样的社会保险才是适当的、广泛的技术知识该如何共享等等）能够使包容性的市场体制产生极为不同的结果，而且这些起作用的条件自身，也必须依赖于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起作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

正如经验性研究已经充分证明的那样，市场结果的性质受到教育、读写能力、传染病学、土地改革、小额信贷的实施以及适当的法律保护等方面的极大影响。且在上述任何一个领域中，都有一些事物可以通过公共活动极大地改变本地和全球经济关系的结果。我们正是要认识到且运用这一层次的相互依赖性，去改变全球经济的不公平和不对称——这是当今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仅仅是市场关系自身的全球化，还远不足以实现整个世界的繁荣。



注释


[1]
 事实上，市场经济的开拓型理论家，从亚当·斯密、里昂·瓦尔拉斯、弗朗西斯·埃奇沃思到约翰·希克斯、奥斯卡·朗格、保罗·萨缪尔森以及肯尼思·阿罗都曾试图说明市场结果与资源分配以及其他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他们——自亚当·斯密以来，提出了很多进行更为公平和正义的安排的方法和手段。


[2]
 参见Paul A.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Review ofEconomics andStatistics 35（1954）；Kenneth Arrow，“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1963）；George Akerlof，An Economic Theorist s Book of Tal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4）；Joseph Stiglitz，“Information and Economic Analysis：A Perspective，”Economic Journal 95（1985）。


·忽略与责任·

要在世界上寻求更为公平的经济和社会安排，将会使我们面临更多棘手的问题。例如，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全球资本主义明显更为关注市场，而不是建设民主、发展公共教育或是增加弱势群体的社会机遇。跨国公司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公共开支的优先性选择方面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们会导致这些国家优先考虑管理阶层和特权人员的需求，而不是优先考虑扫除普遍的文盲、解决缺医少药问题以及穷人的其他困难。
[1]

 这些不利的状况，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地区均可见到。对于这种不利的状况，必须认真面对并且克服它们。虽然它们也许并没有给公平发展施加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但重要的是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障碍是可以逾越的，并且真正地去克服它们。

全球经济的持续不平等，是与多种制度性缺陷紧密联系的。这些制度性缺陷必须被克服。为了维护基本的全球正义，除了要纠正某些重大的忽略外，还必须解决严重的责任问题。许多这类问题已经在文献中有过全面的论述。
[2]

 尽管如此，有些这类问题还需要在公共讨论中得到比目前更多的关注。

正如前一章所述，令人奇怪的是，有一项“责任”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而这一“责任”却导致了惨重的后果和长期的剥夺——即世界强国参与到军火贸易的全球化之中（近年来，国际军火贸易中的85%都来自八国集团，而这些强国是当今世界的主导力量）的问题。
[3]

 除了制止恐怖主义的需要外——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需要，且目前已经备受关注——军火贸易的全球化，也是一个亟须予以新的关注的领域。

在诸多有害的“责任”中，还包括贸易障碍。这些贸易障碍起到了严格的限制作用，同时又导致了经济效率低下，抑制了贫穷国家的商品出口。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公平的专利法问题。这些专利法严重不利于某些救命药物的使用——如治疗艾滋病所需要的药物——这些药品造价便宜，但由于昂贵的专利使用费，市场价格却被抬得很高。尽管避免那种使得药物创新研究难以为继的经济环境也很重要；但实际上，可以通过许多种合适的折中性安排——包括差异价格的方法——来给研究提供足够的激励，从而可以让世界上的穷人也能买得起这些性命攸关的药物。我们必须记住：穷人不买那些他们买不起的药物，就很难为药品生产者们提供任何激励。这里的问题是以明智且人道的方式，将效率与公平的要求结合起来。这就要求对全球的效率和正义有充分的理解。

现存的且占据主导地位的专利体制却事与愿违，它无法对那些目标是研究新药品（包括一次性疫苗）的医学研究提供足够的激励。而这些新药品，对那些购买高价药品的能力极为有限的穷人来说，将会用处极大。然而，对那些有利于低收入者利益的药品创新来说，它所得到的激励却又是微不足道的。这很好地体现在医药研究的严重歧视中——这些研究倾向于那些具有更多可支配收入的人们。鉴于市场经济的性质和收益计算在市场运行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必须改变药品研制的关注点，从而在根本上转变激励的模式。这些方法包括从修改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安排（包括对不同种类创新的收益，征收不同的税额），到以经过特别设计的支持方式来提供公共激励。
[4]

 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并不仅仅局限于加入市场经济和开放贸易及交易（虽然它们常常很重要），还应该包括使得分配由经济交流所形成的利益的制度安排更为公平、公正。
[5]



优化国内制度安排，对于全球化影响那些参与全球贸易的人们的方式，也至关重要。例如，竞争的压力，会使一些传统的生产者失去他们习惯了的工作。而如果这些失业者碰巧又是文盲，不能阅读操作指南，又不能遵从质量控制的新要求，或者他们正遭受病痛的折磨，这些病痛损害了他们的生产能力和活动能力，那么他们将很难在与全球化经济相关的公司中找到一份新的工作。
[6]

 由于这些不利条件，他们没有吃到全球化的甜头，却挨够了全球化的大棒。要弥补这些不利条件，就要求发展学校和教育设施，也要发展一种相互支援的保险系统，包括卫生保健系统。经济全球化并不仅仅是开放市场。

实际上，全球性市场经济与其伴随物同样卓越。
[7]

 全球性抗议——不论来自哪里——都将有助于使全球化（包括全球市场）得到更好的同伴。我们应当站在人道的立场上赢得这个世界，而全球性抗议有助于我们做到这一点。



注释


[1]
 参见George Soros，Open Society：Reforming Global Capitalism（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0）。


[2]
 参见Joseph Stiglitz，Globalization andIts Discontents（London：Penguin，2003）；Sachs，The End of Poverty：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 in Our Lifetime。


[3]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作为一个整体的20世纪90年代的比率是84.31%，而近来的数据显示的是一种更为强化而不是逆转的情形。这一问题在第6章中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讨论。在八国集团中只有一个国家（日本）没有任何这类出口。


[4]
 疫苗委员会（the Vaccine Board）以及全球疫苗与防疫联盟（the 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zation）对穷国能够广泛获得疫苗做出了巨大贡献。增加开发这类药品的激励因素的一个创造性做法是，通过全球性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国际机构提供预先担保的大规模采购，来确保医学研究的动力。参见Michael Kremer and Rachel Glennerster，Strong Medicine：Creating Incentives for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on Neglected Disease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5]
 关于“现代医学的全球性前线”这一普遍性问题，Richard Horton做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强调，见Richard Horton，HealthWars（New York：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03）。也见Paul Farmer，Pathologies of Power：Health，Human Rights，and the New War on the Poor（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以及Michael Marmot，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The Solid Facts（Copenhagen：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3）。


[6]
 关于公共服务在确保市场机制公平运转中的作用，参见我与Jean Drèze合写的著作India：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tion（Delhi an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7]
 参见我的论文“Sharing the World”，The Little Magazine（Delhi）5（2004）。


·贫穷、暴力和义愤·

如果在很多人的意识里，宗教和共同体是与全球暴力相互关联的，那么，全球贫穷和不公也同样如此。实际上，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消除贫困（的能力）来评判政策。因为这是防止政治冲突和动乱最为可靠的方法。将公共政策——国际和国内——作为基础，具有某些明显的吸引力。鉴于世界上的富国共同担心战争和骚乱的出现，消除贫穷的间接合理性——不是源于贫穷自身，而是为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就提出了一个论点，即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帮助那些贫困者。因为其假设的政治（而非道德）联系，它就为旨在消除贫困而分配更多的资源提供了一个论据。

尽管采取这一行动方向的原因易于理解，也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仍然是一条危险的途径。这一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其错误的可能性。如果它是错误的，那么，经济简化法不仅会损害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将倾向于破坏我们公开声称消除贫困的公共责任的基础。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利害关系，因为贫穷和严重不公即便与暴力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其自身就已经够糟糕的了，也应值得优先关注。正如美德的价值在于其自身，贫穷至少也是其自身的受害者。这并不是否认贫穷和不公与斗争和冲突间有着深远的联系，而是要求对这些联系以适当的关注和经验性的分析来进行检验和研究，而不是轻率鲁莽地随意支持一个“很好的理由”。

当然，贫困能够激起对现存法律和规则的藐视。但是它却不一定会赋予人们采取暴力行为的主动性、勇气和实际能力。贫穷不仅伴随着经济衰退，还伴随着政治无助。一个忍饥挨饿的不幸者，身体虚弱，意志沮丧，根本不能去从事打斗和战争，甚至不能去抗议和抱怨。因而，沉重无边的苦难和不幸常常伴随着少见的和平和沉默，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许多饥荒发生时，并没有出现多少政治暴乱、内部冲突或群体间战争。例如，19世纪40年代，在爱尔兰发生饥荒的那几年里，即便一艘艘满载食物的船只沿着香农河（River Shannon）顺流而下，将食品从闹饥荒的爱尔兰运到更具购买能力的英格兰，爱尔兰也保持着极为平静的局面。爱尔兰人并没有忍耐顺从的美名，然而，闹饥荒的那几年，社会总体上却是遵纪守法、秩序井然的（只有极少数例外）。看看其他地方的事例，比如1943年孟加拉饥荒时，在我对加尔各答的童年记忆中，我亲眼看到有人活活地饿死在糖果店的门口。而在商店的玻璃窗后面，虽然成堆的美味食物琳琅满目，但商店却没有一块玻璃被打碎，社会也没有发生犯法违规的事件。孟加拉人确实发动了许多暴力反抗（甚至在1942年，即1943年饥荒发生的前一年，还发生了一起反对英国统治的暴力反抗），但在发生饥荒的这一年却平静无事。

时机问题极为重要，因为在饥荒和剥夺所导致的衰弱和破坏后果结束很久以后，义愤仍然可以为不满情绪火上浇油。贫穷和饥饿的记忆，可以久久徘徊不灭，并可以被用来制造反抗和暴力。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发生饥荒时，社会平静无事。但是，社会不公的记忆及因政治和经济忽视而产生的世态炎凉感，却造成了爱尔兰对大不列颠的严重疏远，并在盎格鲁爱尔兰之间超过150年的关系中，大大加强了其暴力的特征。经济贫困也许不会导致任何即时性的暴力活动，但是，若是据此就断定贫穷与暴力这两个方面之间毫无联系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对今天非洲困境的忽视，对于世界将来的和平状况，将会有一个相似的长远影响。当非洲人口中，至少有1/4面临着因传染病而导致的死亡威胁时——这些传染病包括艾滋病、疟疾以及其他疾病，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富国）对非洲的所作所为，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非洲都不会忘怀。我们必须更清楚地认识到，贫穷、剥夺、忽视和耻辱，是如何与力量的不对称相联系的，并长期以来引发了暴力倾向。这种暴力倾向，又与某些冲突存在联系。这些冲突凭借悲痛情绪，来反对这个身份对立的世界里的那些强势者们。

尽管忽视是产生愤恨情绪的充分条件，但是侵犯、鄙视和羞辱则更容易导致反抗和起义。以色列借助军事力量，能够迁移、镇压和统治巴勒斯坦人民。然而，这种做法的全面和长远的后果，却远不只是它们眼下给以色列带来的那些即时性政治利益。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专横侵害，形成了一种义愤。而这种义愤为那些在对方看来是武力“报复”的行为埋下了伏笔。复仇的火焰，可能不仅仅是来自巴勒斯坦人民，还可能来自那些与巴勒斯坦在阿拉伯人、穆斯林或第三世界国家的身份间存在联系的更大群体。将世界按照“拥有”和“没有”的意识来进行划分非常有助于培养不满情绪，并且为那些常被视为“报复性暴力”的行为招募兵员提供了可能性。

要理解这是如何起作用的，就必须区别暴力起义的领袖和支持这些领袖的广大群众。像乌萨马·本·拉登那样的领袖，不会——退一步说——受到贫穷的困扰，也没有任何会让他感到没有分享到全球资本主义成果的经济原因。然而，这些富有的领袖们所领导的运动，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不公平感、不公正感和耻辱感。这些不公的事物，都被视为是由现存的世界秩序所形成的。贫穷和经济不平等，也许不会立即导致恐怖主义，或对恐怖组织的领袖们产生影响，然而，它们却为恐怖主义的招兵买马营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另外，许多爱好和平的其他民众，对恐怖主义持宽容态度，这是当今世界许多地区——特别是在那些具有遭受虐待意识的地区——的另一显著的现象。例如，这些意识包括落后于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或者某一地区对过去的政治屈辱印象深刻。对全球化收益更为公平的分配，将有助于那些长远的预防性措施：（1）阻止为恐怖主义招募炮灰，以及（2）阻止创造容忍（有时甚至是赞扬）恐怖主义的大环境。

尽管贫穷和全球性义愤可能不会立即导致暴力冲突的爆发，但从长期来看，二者之间肯定存在联系——这些状况会对出现暴力的可能性产生重大的影响。关于几十年——甚至是一百年——前西方列强蹂躏中东的记忆，直到今天仍然以各种形式继续在西亚存在。而这种记忆，被冲突的指挥者们加以培养和夸大，以用来提升恐怖主义者招收暴力志愿者的能力。对苏联——特别是对其阿富汗政策——的愤恨，在冷战中被美国战略家们视为一件非常好使的武器。然而，依据伊斯兰教身份单一观点中敌视欧美的态度（在这种单一的视角中，资本主义的美国和共产主义的苏联间的区别不大），这一矛头却又被公然反指向西方。在这种双重分类中，全球不平等的言辞脱离了它的建设性作用，而以一种经过适当修改的方式，被用来营建暴力和惩罚的氛围。


·意识和身份认同·

实际上，存在着对不公平和全球性义愤做出回应的多种方式。这些方式为了各自赢得今天世界人民的关注，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竞争。在一种观点看来，那种推动寻求全球公平的论断，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会沦为被歪曲、褊狭和激化的好素材。这些素材又被用来推动全球性复仇。

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评估全球不公平的影响时，如何处理身份问题。这可以将我们引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其中一种具有严重的破坏作用。这种方式就是，通过对过去的耻辱和当前差距的意识，依据身份的单一化对比（特别是通过一种“西方—反西方”的公式——这在第5章已经讨论过了），来培养和宣泄不满情绪。眼下，通过补充和——一定程度上是——激发人们的一种好战的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的）身份，以便时刻准备与西方开战的行为，早已屡见不鲜。这个世界充满了单一性的对立身份，而与宗教分类相比，经济和政治差异只能作为次等主题。

幸亏这不是处理全球不平等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屈辱的唯一途径。首先，更加公开地处理全球不平等和不满，同时更全面地认识相关的和可能的弥补措施（这一章的很大部分都是关于这一方面的），是一种富有成效的回应态度。其次，全球化自身也可以起到建设性的作用。这不仅可以通过利用全球经济关系的运行以及其他制度性安排的辅助作用（如前所述），来使社会更加繁荣，并进行更为公平的分配的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由全球经济密切联系形成广泛人际关系，进而形成跨国界联系的方式来实现。

近来，由于更为密切的联系、更加便利的交通以及更易入境等条件，世界缩小了很多。然而，在两百多年前，对于逐渐增强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对扩展身份意识的范围和我们所关注的公平的范围所起的作用，大卫·休谟已有过评论。在1777年出版的《道德原理探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一书中，休谟指出了这些联系（在名为“正义”的一章中）：

再一次假设几个不同的社会间，为了相互的便利和利益，而保持相互交往。与人们视野的扩大和相互联系力量的加强相对应的是正义范围的扩展。历史、经验和理性足以指导我们实现人类情感的自然发展和尊重正义的逐渐蔓延（这与我们熟悉这种优点的全面效果是相一致的）。
[1]



对于国家间贸易和经济联系能够增强相隔甚远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的可能性，休谟作了探讨。随着人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人们对远方的人们开始产生兴趣。而这些人的存在，在以前只是被模模糊糊地感觉到。

对全球不公平和不对称的广泛兴趣（反全球化是其中的一部分），可以被视为是大卫·休谟以下说法的体现：更为密切的经济关系，将把相隔甚远的人们，带入“正义认识的逐渐扩大”的范围中一。这与先前的说法是致的，即全球性抵抗的意见是当今世界新发展的全球伦理的一部分。尽管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评，常常只局限于口头谴责；但是这一批评，却很容易被延伸为通过合适的制度变迁来获取更多的全球性公平。

“反全球化”的批评，集中关注于当今世界弱势群体所遭受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待遇。由于这些批评中大量使用全球性伦理，这一批评不能被视为真的是反全球化的。这些激励人心的思想，要求为遭受剥夺和生活凄惨的人们寻求更为公平的待遇，还要求通过一种适当修改的全球规则，使得机遇的分配更为公正。全世界对这些问题紧迫性的讨论，要求富有成效地寻找到减轻全球不公的方法和途径。这一寻找自身就极为重要，而且这也必须是讨论它的首要——和重要——问题。然而，这一点对把我们从严重分裂的身份冲突中解放出来，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改变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方式。



注释


[1]
 David Hume，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Morals（first published in 1777；republished，La Salle，Ill.：Open Court，1966），p.25.


第8章　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

当今世界非常需要多元文化。特别是西欧和美国在制定社会、文化和政治政策的时候，这种需求尤为迫切。这丝毫不足为奇，因为日益增加的全球交往与联系，特别是日益增多的移民，已经使各种文化的不同实践紧密接触。人们大体上接受“爱你的邻居”这一劝诫，也许是因为邻居们与自己的生活方式基本上相同（“下星期天早上风琴手休息时我们再继续这段谈话吧”），但是现在接受爱自己的邻居的劝诫则要求人们善待自己周围的人非常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性质不允许我们回避多元文化所提出的严峻问题。

本书的主题——身份认同的观念以及它们与世界上暴力的关系——与理解多元文化的性质、意义、优点（或缺点）紧密相关一。我认为，对待多元文化有两种不同的方式，种是把多样性本身作为一种价值加以鼓励；另一种是把重点放在思考与决策的自由上，在尽量确保人们享有自由选择权利的前提下，弘扬多元文化主义。本书前面的章节曾经简要讨论过这些问题（特别是第6章），而且它们也属于如何更为宽泛地理解社会整体进步的问题：“以自由看待发展”——我曾在其他书中为之声辩。
[1]

 不过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评价当前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践，特别是在欧美的实践来加以更细致的考察。

中心问题之一必然是如何看待人类。是否应该按照人们所继承的传统特别是宗教信仰，以及他们出身的社群而把他们分门别类，并让这种他们自己无法选择的身份自动取得优先地位，并压倒他们的涉及政治、职业、阶级、性别、语言、文化、社会参与的以及其他种种团体身份？或者，是否应该把他们看成是具有许多团体归属的人，至于哪一种身份具有优先地位则必须由他们自己来选择（由他们承担起理性选择所带来的责任）？此外，我们在评价多元文化公正性的时候，是应该主要依据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自行其是”，还是应该依据他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在一个国家内获得受教育机会、参与公民社会活动以及政治经济过程而有效地运用做出理性选择的能力？要想公正地评价多元文化主义，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无法回避。

在讨论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时候，英国的经验值得特别关注。英国一直处在促进包容多元文化主义的前沿，既有成功也有不足，这些对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2]

 英国的伦敦和利物浦在1981年确实曾经发生过种族骚乱（不过不像法国2005年的秋天那么动荡不安），这些骚乱导致了面向一体化的进一步努力。在过去的25年间，英国的局势基本稳定。在英国，所有来自英联邦国家的居住者——其中大多数是非白人移民——都能立即享有完全的选举权，即便他们没有英国的公民资格。这非常有助于推动英国的族裔融合进程。此外，族裔融合进程还得益于移民在医疗、就学和社会保障方面获得了很大程度的无差别对待。尽管如此，英国最近还是有一部分移民产生了疏离感，并且还出现了土生土长的恐怖主义：一些来自移民家庭的年轻穆斯林——他们在英国出生、上学、长大——在伦敦通过自杀性炸弹袭击杀害了许多人。

因此，对英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讨论备受关注，其激发起来的兴趣和情绪之强烈，大大超出了人们就这一话题本身的界限所能做出的预期。在2005年夏天伦敦遭受恐怖分子袭击后六个星期一，法国家主要报纸《世界报》（Le Monde）以《英国的多元文化模式陷入危机》为题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随后另一，，家自由主义机构的领导人、美国“开放社会正义计划”主任詹姆斯·戈德斯顿（James Goldston）立即投入到争论中，他把《世界报》的文章称为“蛊惑性的”，并回应道，“不能因为有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就利用它做借口把英国1/4个世纪以来在种族关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一笔抹杀”。
[3]

 这里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一般性问题值得探讨和评价。

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多元文化主义已经走得太远”（戈德斯顿以此来概括批评者的观点），而在于应该采取具体哪种形式的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是否仅仅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宽容？人们选择某种文化实践是被以“社群文化”的名义强加接受，还是在有充分学习、思考其他方式的机会的前提下自由选择的结果？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否重要？在学校以及整个社会当中，不同社群的成员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去了解世界上其他人民的信仰——以及无信仰——并学会理解人们是怎样做出他们所必须（即使只是隐含地）做出的选择？



注释


[1]
 Development as Freedom（New York：Knopf；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
 关于美欧关系问题，另见Timothy Garton Ash，Free World：Why a Crisis of the West Reveals the Opportunity of Our Time（London：Allen Lane，2004）。


[3]
 James A.Goldston，“Multiculturalism Is Not the Culprit，”International HeraldTribune，August 30，2005，p.6.另一个不同的视角可参见Gills Kepel，The War for Muslim Minds：Islam and the Wes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articularly chapter 7（“Battle for Europe”）。


·英国的成就·

我于1953年做学生的时候第一次来到英国，这是一个为不同文化提供空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国家。许多方面的进步是极其巨大的。我还记得（我必须承认，我的回忆中有些许温情），我在剑桥的第一位女房东是多么担心我的皮肤可能在洗澡时褪色（我不得不向她保证我的肤色相当健康且耐久），此外她还很认真地向我解释说书写是西方文明的一项特殊发明（“是由《圣经》发明的”）。对于一个曾在英国文化多样性巨变中——间断性地但是长久地——生活过的人来说，今天的英国与半个世纪前的英国的强烈反差是非常有趣的。

对文化多样性的倡导显然有助于许多人的生活。它使英国在许多方面成为一个特别有生气的国家。多元文化带来了各种不同的饮食、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乃至诺丁山狂欢节的迷人魅力，英国给了它的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民各式各样的乐趣来享受并使他们引以为豪。此外，接受文化多样性（以及前面提到的选举权和公共服务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大致无差别的对待）让不同背景的人都更加容易地在这里找到了故乡的感觉。

不过应当记住，即便在英国，接受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文化取向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存在着一种间歇而又持久的呼声，要求移民放弃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接受他们所移居的社会的主流生活模式。这种要求有时会采取一种非常细微的观点看待文化，拿某些微不足道的行为做文章，著名的保守党政治领袖、可怕的泰比特勋爵（Lord Tebbit）曾提议进行“板球测试”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著名例证。这个测试要求一个很好融入英国的移民应该在英国板球队与他原所在国板球队（比如巴基斯坦队）进行比赛时为英国队加油。

让我们先来为此说上几句好话，泰比特的“板球测试”具有令人羡慕的优点即明确性，它给移民提供了极为清晰的程序，使其能够完成与英国社会的融合：“为英格兰板球队加油，你就是好样的！”用别的方法，移民也许将很难确认自己是否真正融入了英国社会，再说了，因为什么是英国的主流生活方式已变得不再那么容易识别，移民们应该适应哪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有点无所适从。比如，咖喱饭现在在英国的食谱中已经变得如此流行，以至于英国旅游局已经把它列为“正宗的英国餐”。在2005年16岁左右的英国中学生都要参加的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GCSE）中，“休闲与旅游”试卷当中有两道问题是：“除了印度食品，说出外卖餐馆经常提供的另一种食品”，以及“要想从印度外卖餐馆获得送餐服务，顾客应该怎样做”。保守的《每日电讯报》在报道2005年的GCSE考试时，并没有抱怨这类全国考试中的任何文化偏见，而是抱怨考题过于“简单”，任何人只要在英国生活过，不必接受任何专门训练，就都能回答上来。
[1]



我还记得不久前在一份伦敦的报纸上看到对一位英国妇女无可置疑的英国风格这样的描述：“她就像黄水仙或杂烩玛沙拉鸡（chicken tikka masala）一样，具有纯正的英国风格。”在这种情况下，一位来自南亚的移民到了英国也许就会有点犯迷糊了，要不是有泰比特的热心相助，他还真是很难弄清楚到底什么才算是确定的、外来人应该满足的成为真正英国人的标准。在以上看似琐碎无聊的探讨中所隐含的重大问题在于，当前的文化交往已经导致了全球范围内行为模式的大融合，要想再找到某种真正内生的、历久不变的“本土文化”已经很困难了。
[2]

 但是，有了泰比特勋爵的赐教，建立起英国特性标准的任务一下子变得既规整又非常简单（简直和回答前面提到的GCSE试题一样简单）。

最近，泰比特勋爵又进一步表示，假如他的“板球测试”早被推行的话，它本可以阻止出生在英国的巴基斯坦裔武装分子所实施的恐怖袭击。他说：“要是我的建议真被付诸实践的话，那些袭击就不太可能发生。”
[3]

 人们不禁会想，这种自信的预言可能低估了潜在的恐怖分子——不论他们是否接受过基地组织的训练——轻易地凭借支持英国板球队而通过“板球测试”，而同时又丝毫不改变他们其他方面的行为模式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泰比特勋爵本人到底有多喜爱板球。如果一个人喜欢板球比赛，那么他为一方或另一方加油要取决于一系列不同的因素，其中当然包括他对国家的忠诚或居住地认同，但也包括球技水平以及他对一场比赛——以及整项赛事——的兴趣。希望看到某种比赛结果经常会带来一种随机性，使得人们很难坚持不懈地支持任何一支特定的球队（无论是英国队还是其他球队）。尽管我的出身和国籍是印度，但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会为巴基斯坦队加油，不光是当它与英国队比赛的时候是如此，与印度队比赛的时候也是如此。在2005年巴基斯坦板球队访问印度的巡回比赛中，当巴基斯坦队在这项总共六场的赛事中连输两场后，我在第三场比赛中就为巴基斯坦队加油，就是为了赛事能保持悬念和趣味。后来，巴基斯坦的表现好得出乎我预料，连赢了剩下的全部四场比赛，以4∶2大胜印度队。（这真是印度人不断抱怨的巴基斯坦人“极端主义”的又一个例子！）

显而易见，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泰比特的板球测试所包含的告诫与获得英国公民权或居住权所应具备的责任完全无关，这些责任包括参与英国政治、参加英国的社会活动，以及停止制造恐怖袭击。它们与在这个国家里过一种有凝聚力的生活所需要的东西也相距甚远。

后殖民时代的英国很快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尽管有许多类似于泰比特的板球测试这样的建议，英国政治和社会传统的包容性质确保了这个国家内存在的不同文化模式被视为多族裔英国内部的正常现象而被全盘接受。丝毫不足为奇的是，有很多正宗大不列颠后裔的英国人仍然觉得这样一种历史潮流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并有时对英国居然变成这样一个多族裔国家而感到强烈的不满（我最近一次遇到这样的不满者是在一个公共汽车站，有个人突然对我说，“我早就看透你们了”，但令我失望的是，这位说话的人拒绝告诉我他从我这里看到了什么）。然而英国的主流公众意见，至少直到最近为止，仍然非常倾向于宽容——乃至称道——文化多样性。

所有这些，以及选举权和无差别的公共服务（前面曾讨论过）所起的包容作用，大大有助于英国拥有最近法国所特别缺乏的种族之间的和睦。不过，仍有一些多元文化主义的中心问题悬而未决，现在我就来谈谈这些问题。



注释


[1]
 “Dumbed-Down GCSEs Are a‘Scam’to Improve League Tables，Claim Critics，”by Julie Henry，Daily Telegraph，August 28，2005，p.1.


[2]
 关于融合对当代世界的重要影响，见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Culture（New York：Routledge，1994）。


[3]
 Agence France-Presse report，August 18，2005.


·多元单一文化主义的问题·

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多元文化主义与所谓的“多元单一文化主义”（plural monoculturalism）之间的区别。多种文化并存，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夜间往来的船只一样，这能算做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成功例子吗？由于英国目前已经被交往派（interaction）与孤立派（isolation）的对立所撕裂，这种区别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对恐怖主义和暴力问题也有影响）。

在探讨这种区别的时候，我想首先指出印度餐和英国餐这样看起来截然不同的东西都能真正称得上是多元文化的。在葡萄牙人把干辣椒从美洲带到印度以前，印度是没有这种东西的，然而今天它已经被广泛用在一系列印度饭菜当中，并且成了大多数咖喱饭的主要调料例如在口感辛辣的。，“温达卢”（vindaloo）当中就大量加有干辣椒，这种食物就像它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令移民回想起用葡萄酒和土豆佐餐的时光。此外，印度炉烧烤（tandoori cooking）也许是在印度完善的，但是它最早是从西亚传入印度的另一方面一。，咖喱粉则完全是项英国发明，在克莱夫勋爵（Lord Clive）之前根本不为印度人所知，我猜想，它是由英国军队食物演化来的。现在我们又可以看到在伦敦的印度餐馆里，正在出现许多做印度餐的新方式。

与此相对，让两种风格或传统并存而不融合交流，其实应被视作“多元单一文化主义”。近来我们经常听到的捍卫多元文化主义的大声呼吁，很多时候其实不过是在要求多元单一文化主义。如果一位保守移民家庭里的姑娘要出去与一位英国小伙子约会，这当然可以算得上是多元文化主义的行动。相反，她的监护人试图阻止她出去约会的行为就很难算得上是多元文化主义的了，因为它试图保持各种文化的分离状态。然而恰恰是家长们的这种禁止行为——它其实强化了多元单一文化主义——得到了许多自称为多元文化主义者的人们的大力支持，他们支持的理由是尊重传统文化，似乎姑娘本人的文化自由根本无关紧要，不同的文化必须被保存在隔离的盒子当中。

出身于某种特殊的社会背景本身并不是文化自由的实践（前文对此已有讨论），因为它不是出于选择的行为。相反，决意坚定地留在传统模式内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自由的实践，只要这种选择是在考虑了其他替代选择以后做出的。同样的道理，在深思熟虑后做出脱离——无论是部分地还是彻底地——某种既有行为模式的决定，也同样算得上是自由的实践。事实上，文化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可能经常发生冲突，如果以文化自由的名义捍卫多元文化主义的话，那么它很难被等同于毫不动摇地、不加思考地支持固守于某种先天继承下来的文化传统。

第二个问题与本书中已经大量讨论的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宗教和族裔虽然可能是人们重要的身份认同（特别是假如他们有接受或拒绝特定传统的自由的时候更是如此），但他们也会非常重视其他的一些归属。除非做出非常离谱的定义，否则多元文化主义不可能凌驾于个人参与公民社会的权利、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或者过一种非英国国教派生活的权利之上。进一步说，不管多元文化主义多么重要，它都不能自动给予传统文化超出其他文化的优先地位。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世界上的人民不能仅仅被从宗教归属的角度加以认识——把他们视为宗教的联邦。出于大致相同的理由，多族裔的英国不能仅仅被视为族裔社群的集合体。然而，这种“联邦式的”观点在当前的英国赢得了很多支持。的确，尽管这种观点颇有把人们塞进严格划分的“社群”樊笼的专制意味，但是它却经常被奇怪地解释为倡导个人自由的观点。甚至还有一种炫耀性的“憧憬”，认为“多族裔的英国在未来”将会是“由利益、爱以及集体归属感的纽带维系在一起的各种文化的松散联邦”。
[1]



但是，一个人与英国这个国家的关系必须得由他出身家庭的“文化”作为中介吗？一个人可以去亲近不止一种这样的“文化”，或者他也可以不去亲近任何一种。此外，一个人也可以做出决定，把自己的族裔或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性置于政治信念、职业责任或文学信念之下。无论他在那个臆想中的“文化的联邦”中处于何种位置，这都是一种由他自己做出的选择。

这些并不是抽象的考虑，也不是复杂的现代生活所独有的。早年间一个南亚人来到英伦三岛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柯妮莉亚·索拉布吉（Cornelia Sorabji）于19世纪80年代从印度来到英国，她的各种身份认同反映了她以及类似她的很多人具有的各式各样的归属。她本人以及其他人对她有各式各样的描述：她是一个“印度人”（她最终返回了印度并写了一部名为《印度的召唤》（India Calling）的感人著作），她对英国同样有故乡的感觉（“我有两个祖国，英国和印度”），她是一个“帕西人”（我是一个帕西族人），她是一位基督徒（对“基督教会的早期殉道者”充满了崇敬），她是一位穿印度传统莎丽服的妇女（《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说她“总是得体地穿着色彩艳丽的丝制莎丽服”），她是一位律师并且有资格现身高等法院法庭（曾在林肯律师学院学习），她是一位妇女受教育权利和闺阁妇女法律权利的捍卫者（她专门为戴面纱的妇女作法律顾问），她是英国对印度统治权的坚定支持者（她甚至不那么公正地指责圣雄甘地，说他“招募六七岁大的小孩（反英）”），她对印度一直怀有乡愁（“菩提伽耶的绿色鹦鹉，印度村庄的蓝色炊烟”），她是一个坚信男女不对等的人（她对被人看做“现代妇女”深感骄傲），她是一个男子学院的女教师（“18岁就进入一个男子学院”），她还是第一个从牛津大学获得民法学学士学位的女性（要求“牛津教职员大会颁布一条特别命令，允许她落座”）。
[2]

 柯妮莉亚·索拉布吉的选择肯定受到了她的社会出身和背景的影响，但她自己做出了决定并且为自己选择了优先次序。

如果多元文化主义坚持人的身份认同必须由他的社群或宗教背景来界定，而忽视一个人所有其他归属（语言、阶级以及与政治观点和社会角色相关的社会关系等等），并赋予宗教或传统传承自动的优先性，那么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道德和社会诉求都将存在严重的问题。然而，这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狭隘理解方式近年来在英国的官方政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积极推行新的“宗教学校”（faith school）的国家政策就很能反映这种理解方式，这类宗教学校是新近为伊斯兰教、印度教和锡克教儿童设立的（此外，基督教的宗教学校早就存在），这种做法不仅从教育上说是有问题的，而且它纵容了以分裂的观念去看待本已消除了种族隔离的英国的社会生活。许多这类机构恰恰正是在宗教优先性（religious prioritization）成为世界暴力冲突主要来源的时候设立的（英国本国的这类暴力冲突，包括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对立，其实与这些分立的宗教学校都不无关系）。布莱尔首相说“这些学校都具有强烈的宗教精神和价值观氛围”
[3]

 ，这话当然没错。可是教育绝不仅仅是为了让孩子们特别是幼童们浸泡在世代相传的古老宗教精神中。它还应帮助孩子们培养起成年人所应有的理性地做出全新决定的能力。重要的目标不应当是因为大不列颠人以前有他们自己的“宗教学校”，所以就得针对这个搞出一些表面的“平衡”；而应当是切实加强孩子们在一个族裔融合的国家里成长所必需的过一种“经过思索的生活”（examined life）的能力。



注释


[1]
 此处的描述来自于“多族裔英国的未来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Multi-ethnic Britain）荣誉主席Parekh勋爵的文章“A Britain We All Belong To，”Guardian，October 11，2000。还有许多类似的表达，它们都要求采取一种更为笼统形式的“联邦”制度。然而，Bhikhu Parekh本人在他的其他著作中颇具洞察力地提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其他前景，尤其见Rethinking Multi-culturalism：Cultural Diversity and Political Theory（Basingstoke：Palgrave，2000）。


[2]
 参见Cornelia Sorabji，India Calling（London：Nisbet，1934）；Vera Brittain，The Women at Oxford（London：Harrap，1960）。


[3]
 引自布莱尔首相2005年7月26日一次新闻发布会的讲稿。托尼·布莱尔在对待建立伊斯兰教学校问题上，表现出了与处理旧的基督教学校同样强烈的文化公平精神。这一问题在第6章中也曾进行过探讨。


·理性的优先性·

印度皇帝阿克巴在很久以前就非常清楚地指出了问题的核心所在，他曾在16世纪90年代对理性与信仰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的思索。大莫卧儿阿克巴从生到死一直都是穆斯林，但是他坚持认为信仰不能取得超过理性的优先地位，因为人必须靠理性才能证明——或者（如有必要的话）反驳——继承下来的信仰的正当性。在遭到鼓吹直觉信仰的传统主义分子的攻击时，阿克巴对自己的朋友同时也是他深为信任的副官阿卜杜尔·法兹尔（Abul Fazl）（此人通晓梵语、阿拉伯语以及波斯语，是精通包括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在内的许多宗教的大学者）说过这样一段话：

赞成理性拒斥传统主义道理至为明白，无须争辩。假如传统主义是正确的，那么预言家们仅仅听从长者就可以了（而不必带来新的启示）。
[1]



理性必定是优先的，因为即便要质疑理性，我们也必须得靠说理的办法。

阿克巴认为必须在多种文化并存的印度倡导宗教多样性，于是他安排了宗教对话，不仅请16世纪时主流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参加，也请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祆教徒、耆那教徒，甚至“遮卢婆伽”（Carvaka）——公元前6世纪以后在印度流行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一种无神论思想流派——的信徒来参加。
[2]



阿克巴对宗教信仰没有采取“全盘接受或否定”的态度，他愿意理性思考每一种复杂宗教的各种元素。比如，在与耆那教徒争论的时候，阿克巴对他们的宗教仪式持怀疑态度，但是信服了他们的素食主义主张，最后甚至指责所有的食肉行为。尽管所有这些引起了主张宗教应当建立在信仰而不是理性基础上的人们的愤怒，但阿克巴仍坚持他所说的“理性之路”（rahi aql），并坚持公开对话和自由选择的必要性。阿克巴还宣称他的伊斯兰教信念来自理性思考和选择，而不是“盲目的信仰”，也不是来自他所说的“传统泥沼”。

还有另一个进一步的问题（这与英国尤其相关），这个问题涉及非移民社群应当如何看待多元文化主义教育要求。是否应该采取类似让各个社群自行组织欢庆自己的历史节日那样的形式，而不必考虑让老“大不列颠人”去更加了解世界文明在起源和发展当中的全球性相互影响（第3章至第7章对此曾加以讨论）这样一种需要呢？如果所谓的西方科学或西方文化的起源依赖于中国的发明、印度和阿拉伯的数学、西亚对希腊和罗马遗产的保护（比如，在许多世纪后把被翻译成拉丁语的被人遗忘的希腊经典又转译为阿拉伯语），那么在当前多族裔的英国的学校课程中，不应该对这些丰富多彩的交往历史加以更加充分的展现吗？多元文化主义所优先考虑的问题与多元单一文化主义优先关注的问题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说与宗教学校有关的问题主要涉及赋予未经理性思考的信仰超过理性的优先地位这样一种有问题的做法的话，那么这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涉及用宗教而不是其他标准来划分人群的做法。人类行为与做事情的优先考虑受到他们全部归属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宗教的影响。比如，前面讨论过的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分离出去的例子，就主要是出于语言和文字以及政治上的优先考虑，而不是出于宗教原因，因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信仰同一种宗教。

孟加拉人社群尽管在英国算是一个很大的社群，但是它也被从宗教的角度，像其他同信一种宗教的社群那样被笼统划分为一大类，其文化和各种取向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承认。这种做法也许会受到伊斯兰教士和宗教领袖们的欢迎，但它必然会忽略那个国家丰富的文化，并无视孟加拉人原本拥有的丰富多彩的身份认同。它还有意忽视了孟加拉这个国家形成的历史。此时此刻，在孟加拉国内，世俗主义者与压制他们的人（包括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之间正在进行着政治斗争，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英国的官方政策似乎更加同情后者而不是前者。

这一问题的政治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必须承认，这一问题并非源自近几届英国政府。的确，许多年来英国的官方政策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即它主要从各自出身社群的角度来看待那些来自于南亚次大陆的英国公民和居住者，而当前——随着近来世界范围内宗教（包括原教旨主义）重要性的上升——社群又主要是依据宗教来界定，而没有采取对文化更宽泛的界定。问题不仅限于学校教育，也不仅限于穆斯林。把印度教和锡克教的宗教领袖分别当做英国印度人和锡克人发言人的做法，也是对同样问题的部分反映。这样的做法不是去鼓励不同背景的英国公民在公民社会中相互交往、作为公民去参与英国政治，而是让他们“通过”“自己的社群”来行动。

这种还原主义思维的浅见直接影响到了不同社群的生活模式，特别是给移民及其家庭的生活造成了严重限制。不仅如此，正如2005年的事件表明的那样，公民和定居者怎样看待他们自己也会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从一方面来说，如果一个人是在宗派模式下（不一定是暴力的模式）受教育成长起来的话，那么他受宗派集团主义影响的可能性就更大。英国政府正在努力阻止宗教领袖们煽动仇恨情绪，这当然是正确的，但问题肯定比这要复杂得多。它涉及有移民背景的公民是否应该在一个假想的社群联邦内，把自己首先视作特定社群、特定宗教族裔的成员，并且认为自己只能通过这种成员身份才能成为一个英国人。不难理解，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这种分裂性的观点都会更容易开启煽动和滋生宗派暴力的大门。

托尼·布莱尔想要“走出去”，“到穆斯林社群内部”讨论恐怖与和平的问题，“去深入了解（这个）社群”，这当然有必要。
[3]

 布莱尔致力于公平与正义的抱负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多族裔英国的未来在于认可、支持和帮助不同政治、语言、社会取向（以及不同族裔和宗教）的公民在各种不同的身份，包括作为公民的身份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相互交往。英国移民——穆斯林以及其他人——的参与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被首先放在“社群关系”的篮子里实行，并且要以宗教领袖（包括“稳健的”教士以及“温和的”阿訇，或其他宗教社群的和蔼发言人）为中介来完成。

非常有必要去重新思考和理解多元文化主义，既要避免对社会身份认同概念上的混淆，更要防止有意利用这种概念混淆带来的、甚至某种程度上受到鼓励的分裂。（如果以上分析正确的话）特别要避免把以文化自由为特点的多元文化主义与以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分裂主义为特点的多元单一文化主义这两者相混淆。一个国家不能被视为分裂的碎片的集合体，其中公民被固定在特定的碎片中。无论公开还是隐含地，英国都不能被设想成为一个由各宗教族裔构成的联邦国家。



注释


[1]
 参见M.Athar Ali，“The Perception of India in Akbar and Abu l Fazl in Irfan Habib ed Akbar and His India（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20。


[2]
 关于传统中对宗教思想的替代性派别（包括不可知论和无神论）进行理性思考这一问题，参见我的书：The Argumentative Indian（London：Allen Lane；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2005）。


[3]
 见2005年7月26日的有关新闻发布会。


·甘地的论点·

英国今天面临的问题与当年英属印度面临的问题有一种奇特的相似性，圣雄甘地认为这些问题正是由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直接造成的。甘地特别反对印度是一个不同宗教社群的集合体这样的官方看法。当甘地1931年来到伦敦参加英国政府倡议举行的“印度圆桌会议”时，他发现自己被安排在一个特定宗派的角落里，其名称“联邦结构委员会”颇能暗示问题所在。甘地仅被视为印度教徒特别是“印度教种姓阶层”的发言人，而其他半数印度人口则由英国首相选定的其他人来代表，他们各自代表一个“其他社群”，甘地对此深为不满。

甘地坚持说尽管他本人是一个印度教徒，但是他领导的政治运动是彻底的普遍主义的，而绝非一种基于社群的运动，它的支持者来自于印度的各个宗教群体。尽管他看到了各宗教之间的区别，但他指出以其他方式划分印度人口同样有意义。甘地向英国统治者提出了一个强烈的请求，要他们承认印度人各种身份的多重性。事实上，他说他不想专门为印度教徒代言，而是要为“千百万默默无闻、辛勤劳作、忍饥挨饿的印度人”说话，这些人“占印度总人口85%以上”。
[1]

 他还说，经过极大的努力，他甚至可以为其余那部分人代言，即“王公、地主，以及受教育阶层”。

甘地指出，性别是另一个英国分类所忽视的重要差异基础，正因为如此，印度妇女的问题根本没有被加以考虑。他对英国首相说：“对于妇女，你们完全拒绝为她们设立代表。”他进一步指出，“她们恰好占了印度人口的一半。”跟随甘地参加圆桌会议的莎绿琴尼·奈都（Sarojini Naidu）是唯一的女性代表。甘地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她已当选为印度最大政党国大党的主席（她于1925年当选，比英国妇女当选为主要政党的领袖早了50年，直到1975年，玛格丽特·撒切尔才当选为英国保守党领袖）。根据英印统治当局的“代表原则”，莎绿琴尼·奈都完全可以为半数印度人即印度妇女代言；另一位代表阿卜杜勒·卡亚姆（Abdul Qaiyum）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莎绿琴尼·奈都——他称她为“印度的南丁格尔”——还是一位在集会上广受欢迎的诗人，这又是一种与印度政治家完全不同的身份。

在这次访问期间的一次由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安排的会议中，甘地还强调他坚持竭力反对“对整个国家的分割”。
[2]

 甘地“保持统一”的努力当然最终并不成功，不过他仍愿意花比国大党领导层的其他人所能接受的更多的时间进行谈判，以阻止印度1947年的分裂。如果甘地目睹了2002年在他的家乡古杰拉特邦，由印度教宗派主义领导人组织的针对穆斯林的暴力行为，他一定会痛心疾首。
[3]

 然而，如果他知道这一野蛮行径遭到了印度绝大多数人的谴责，并导致了对古杰拉特邦暴行负有责任的政党在随后（2004年5月）的大选中遭到惨败，那么他也许会感到宽慰。

与他在1931年伦敦圆桌会议上提出的观点不无关联的是，甘地也许会从当前印度的政治状况中获得一些慰藉：印度超过80%的人口是印度教徒，但是当前却由一位锡克人作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一位穆斯林作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Abdul Kalam）），其执政党（国大党）由一位基督教背景的妇女领导。这类社群混合的情况在印度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到，从文学到电影，从商业到体育，大都如此，而且这类现象已不再被看做新鲜事。比如，印度最富有的商人（确切地说是印度首富）是穆斯林（阿齐姆·普莱姆基（Azim Premji）），印度板球队的队长是穆斯林（帕图蒂（Pataudi）和阿札鲁丁（Azharuddin）），第一位在国际网坛受到关注的女星也是穆斯林（萨尼亚·米尔扎（Sania Mirza）），问题不仅在于穆斯林在印度赢得了这些地位，而且在于在以上例子中，他们首先都被看做印度人，而不是被特意视为印度穆斯林。

在最近议会讨论英迪拉·甘地总理被她的锡克族卫兵刺杀后印度爆发的杀害锡克人事件的司法报告时，印度总理辛格对议会说：“我要毫不犹豫地不仅向锡克族人道歉，而且要向所有印度公民道歉，因为1984年发生的事件是对国家概念以及宪法原则的破坏。”
[4]

 在他道歉的时候，辛格的多重身份显得格外突出，对锡克族来说，他是印度总理和国大党的领袖（1984年的时候也是国大党执政），而他又是一个锡克人（他总是戴着一顶锡克族小帽）；对整个印度国家来说，他当然又是一个印度公民。如果用一种认为每个人只能有一种身份的“单一性的”视角来看的话，所有这些会变得十分令人困惑，但是身份与角色的多重性恰恰印证了甘地在伦敦会议上提出的论点。

印度的穆斯林人口几乎比世界上所有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都要多（印度有一亿四千五百多万穆斯林，几乎与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一样多），然而，印度却很少产生以伊斯兰教为名义的本土恐怖主义，与基地组织也几乎没有任何联系，这一事实早已被很多人指出过了。这有许多原因（其中也包括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强调的印度日益增长且趋于一体化的经济）。
[5]

 但是必须有一部分功劳要归于印度的民主政治本质，同样应感谢的是印度广泛接受了由甘地倡导的这样一种思想：除了宗教族裔之外，还有很多身份认同对人的自我认识以及国家内部不同背景的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都至关重要。

我知道作为一个印度公民，由我来声称由于圣雄甘地和其他人（其中包括印度最伟大的诗人泰戈尔，他曾对“印度的观念”做过清晰分析，并把自己的家庭背景描述为印度、伊斯兰和英国三种文化的结合）的领导，印度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内生的与伊斯兰教相关的恐怖主义，而这种恐怖主义正在威胁着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这多少有点自吹自擂的嫌疑。然而，当甘地问“想象一下把整个国家撕开割成碎片的情形，这样还能称其为一个国家吗”的时候，他表达的是一种普遍性的关切，而不仅仅是针对印度的。

甘地有这样的追问是因为他对印度的未来深感忧虑。然而，这样的问题并不局限在印度，它也可能出现在别的国家，包括那个直到1947年还在统治印度的国家。按照宗教族裔界定人民、从社群的角度预先决定某些事情的优先权而不考虑其他的身份认同，这样的做法曾在印度产生过灾难性的后果，甘地认为印度的英国统治当局支持这种做法，实际上，同样的问题也会困扰统治者自身的国家。

在1931年的圆桌会议上，甘地没有获得成功，就连他表达的不满意见，也只是被轻描淡写地记录下来，根本没有提及这些不满因何而发。甘地在会议上曾向英国首相这样报以微词：“在绝大多数这些报告当中，您会找到一种不满的观点，而且很不幸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不满属于我。”然而，甘地富有远见地拒绝接受把一个国家看做宗教和社群的联邦，这种拒绝却并不仅“属于”他个人。假如世界愿意正视甘地提醒世人注意的问题，那么这种拒绝同样属于整个世界。它也属于今天的英国。至少我个人希望如此。



注释


[1]
 Indian RoundTable Conference（Second Session）7th September，1931 1st December，1931：Proceedings（London：Her Majesty s Stationery Office 1932 参见C.Rajagopalachari and J.C.Kumarappa，eds.，The Nation s Voic（Ahmedabad：MohanIal Maganlal Bhatta，1932）。


[2]
 M.K.Gandhi，“The Future of India，”International Affairs 10（November 1931），p.739.


[3]
 2002年古杰拉特邦的可怕事件除了涉及野蛮之外，Rafiq Zakaria在Communal Rage in Secular India（Mumbai：Popular Prakashan，2002）一书中还富有启发性地探讨了这场蓄意挑起的暴力事件所引出的意识形态问题（包括否定甘地融合性观念的企图）。


[4]
 Indian Express，August 13，2005.


[5]
 Thomas Friedman，The World Is Flat（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2005）.然而，印度在克什米尔的记录尤其不能令人满意。克什米尔政治既受外来的恐怖主义，也受内部叛乱的困扰。


第9章　思考的自由

我第一次亲眼目睹杀人事件是在11岁的时候。那是一次发生在1944年的社群骚乱，在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于1947年结束之前的最后几年里，这种骚乱冲突屡见不鲜一。我看到个浑身流血的陌生男子突然跌跌撞撞地从大门闯进了我家的花园，他一边喊着救命一边要水喝。我大声呼叫父母，同时给他取来了一些水。我父亲赶忙把他送往医院，在那里他终因伤势过重而不治身亡。他的名字叫卡德尔·米亚（Kader Mia）。

印度独立之前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还导致了巴基斯坦和印度最终以那样一种方式分离。大屠杀出人意料地突然爆发，连一向平静的孟加拉邦也未能幸免。卡德尔·米亚是在达卡被杀害的，达卡是当时还没有分裂的孟加拉邦第二大城市——仅次于加尔各答，在分裂后又成为东巴基斯坦的首府。我的父亲当时在达卡大学任教，我们家住在达卡老城中一个名叫瓦立（Wari）的地区，那儿离大学不远，是一个印度教徒的聚居区。卡德尔·米亚是一个穆斯林，对他行凶的印度教歹徒就是认准了他这一身份。在那天的骚乱中，数百名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被对方杀害一，而这种状况后来还将日复日地重演。

那次突如其来的大屠杀似乎是凭空而来的，但是它肯定是由宗派主义分子煽动和精心策划的，与当时要求分离的狂热政治要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仇杀骚乱并未持续太久；孟加拉实现分离之后，冲突双方的气焰就烟消云散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暴力冲突的狂热情绪迅速降温，让位于其他看待自我与他人的观点，人们身份的其他特征获得了珍视。事实上，若干年以后，达卡市变成了孟加拉地区爱国主义的中心，孟加拉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共同拥有的孟加拉语言、文学、音乐以及文化受到了人们强烈的赞美。人们重新对共同拥有的丰富多彩的孟加拉文化产生了强烈的自豪感，而这种现象本身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的盲目狂躁中，它曾一度黯然失色。但是这种自豪感的重新出现也有着强烈的政治关切，东巴基斯坦（即巴基斯坦的孟加拉部分）的人们对于这个伊斯兰国家的两大部分在政治权力、语言地位以及经济机会等方面存在的严重不平等而深感不满。

巴基斯坦内部孟加拉人的疏离感最终导致了1971年巴基斯坦的分裂，一个世俗、民主的孟加拉国成立了，达卡成为这个新国家的首都。1971年3月达卡发生了屠杀事件，当时分离运动正在进行当中，巴基斯坦军队对孟加拉叛乱进行了残酷镇压，当时身份认同的对立是以语言和政治而不是宗教来划线的，来自西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士兵残酷镇压——并杀害——东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抗议分子（以及涉嫌抗议的人）。从那以后，新成立的“自由旅”（Mukti Bahini）就开始为孟加拉从巴基斯坦彻底独立出来而战斗。在“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当中，身份认同的对立主要是以语言和文化（当然还有政治）来区分的，而不取决于宗教上的差异。

在卡德尔·米亚被杀害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回想起20世纪40年代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致命的骚乱冲突时，我很难相信这些可怕的事情真的发生过。但就算当年孟加拉的社群冲突完全是转瞬即逝的（后来在印度其他地区发生的少数骚乱，就其规模和影响而言，远比不上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那场骚乱），它仍使数以千计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丧命。那些（以各自的“我们的人民”的名义）煽动屠杀的政治教唆者把各自社群中原本平和的普通人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们调唆这些人，使他们相信自己除了是印度教徒或者穆斯林（因此必须对“对方的社群”进行报复）之外，别的什么都不是：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南亚次大陆人，也不是亚洲人，也不是人类共同体的一分子。

尽管两个社群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从这种狭隘狂热的角度看问题的，但是相当多的人还是突然落入了这种可怕的思维模式的陷阱，他们当中特别野蛮的那些人——这些人大都处于各自社群的底层——很容易被引诱去杀害那些（从各自立场出发定义的）“残杀我们同胞的敌人”。透过宗派主义单一性的棱镜来看，原本多侧面的人都变得只有一种身份，这种身份仅与宗教——或者更确切地说——宗教族裔有关（因为就算一个人不信仰本族裔的传统宗教，也难以确保他不受袭击）。

卡德尔·米亚是一个穆斯林日间劳工，他是在去邻家打工挣钱糊口的路上遇害的。在大街上，一群素不相识，以前可能连正眼都没瞧过他的人挥刀朝他砍去。对于一个目睹这一悲惨事件的11岁的少年来说，这件事不仅成了名副其实的噩梦，而且非常令人困惑。为什么有的人会突然被杀害？会被那些他根本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冒犯过的人杀害？卡德尔·米亚被看做仅有一种身份——既然他是“敌人”社群的一分子，就“应该”被打甚至被杀——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对一个困惑的少年来说，基于身份的暴力特别难以理解。即便对于一位仍处于困惑中的成年人来说，理解这个问题也非易事。

在他被我们用汽车匆忙送往医院的路上，卡德尔·米亚告诉我父亲，他的妻子曾请求他不要在骚乱期间去充满敌意的地区。

但是他必须出门找工作挣一点钱回家，他的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由经济赤贫而带来的惩罚竟然是死亡。经济贫困与彻底不自由（甚至没有生存的自由）之间存在着可怕的联系，这样一种认识以巨大的力量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

卡德尔·米亚是作为一个受害的穆斯林而死的，但他同时也是作为一个穷人、一个在困难时期为挣钱养家而拼命找工作的失业劳工而死的。任何社群中总是最贫穷的人最容易在这类骚乱中遇害，因为他们不得不在完全没有保护的状态下外出糊口，而且他们简陋的住所也最容易被暴徒们洗劫捣毁。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骚乱冲突中，印度教歹徒轻而易举地杀死了贫困的底层穆斯林，而穆斯林暴徒杀害贫苦的印度教徒同样不费吹灰之力。虽然暴行受害者的社群身份完全不同，但是他们的阶级身份（都是些没有什么经济依靠的穷苦劳工）却差不多。但是在那些片面沉湎于单一性归属的日子里，除了宗教族裔的身份以外，其他身份都不为人们予以考虑。单一性对抗的幻象造成了对人的彻底抽象，吞噬了被卷入的对抗者的思考自由。


·暴力的滋生·

与60年前相比较，当前世界各地宗派暴力冲突的严重性与极端性有过之而无不及。隐藏在残暴行径背后的，是一种对人类身份的严重的概念混淆，这种混淆把具有多种维度的人变成了一种单向性的动物。一个于1994年应召加入胡图族杀人匪帮的人被赤裸裸地要求把自己仅仅看做一个胡图族人，而不是卢旺达人、非洲人或者人类（这些身份都是与他们要杀的图西族人共有的），他的唯一任务就是“要图西族人的命”。我的一位巴基斯坦籍朋友沙哈亚·汗（Shaharyar Khan）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高级外交官，他被联合国秘书长在卢旺达发生大屠杀期间派往那里，事后他这样对我说：“你我都曾目睹过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南亚次大陆骚乱中的野蛮行径，但是卢旺达发生的屠杀规模和种族灭绝的程度仍然大大超乎我的预料。”
[1]

 发生在卢旺达的屠戮行为，以及与之相关的邻国布隆迪的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仇杀，造成超过一百万人在短短数天之内丧命。

对他人的仇恨并非一件易事。奥格登·纳什（Ogden Nash）在他的诗（《对他人少些敌意》）中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学校中随便一个小孩都能爱得傻乎乎，

然而仇恨，我的孩子，那可是一门艺术。

既然如此，如果我们看到不同群体的人们之间存在大量的仇恨与暴力冲突，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这种艺术是如何形成的？”

单一身份的幻象符合冲突对抗策划者的暴力目的，它是由残暴行径的指挥者精心培养和塑造的。这种单一身份的幻象可以在冲突中加以利用，因此不难理解，它对那些煽动暴力的人非常有吸引力。他们竭力寻求这种简化主义的思维模式，这也并不令人奇怪。但是仍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一个存在着多重身份归属的世界中，在单一性身份显得极其幼稚的情况下，这种对单一性的培养仍然如此成功？根据一个人所拥有的众多身份之一而对其加以片面地概括，这当然是一种极为粗糙的思想方法（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对此加以讨论），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单一性幻象显然又是非常易于加以鼓吹和操纵的。出于暴力目的而鼓吹单一身份的人采取了这样的形式，他们首先根据特别的目的而挑选出一个身份群体——直接与当下暴力目的相关，然后通过片面的强调和煽动来抹杀人们的其他各种归属和关系。（“在我们自己的人民被杀戮、妇女被强暴的时候，你怎么还能谈论其他问题呢？”）

滋生暴力的艺术依靠某些本能，同时利用这些本能去挤掉思考的自由和冷静推理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它同样要靠一种逻辑——一种片断性的逻辑。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了特定行动而挑选出来的特定身份，确实是被招募者的真实身份：一个胡图人确实是胡图人，一个“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成员的确是泰米尔人，一个塞族人当然不是阿尔巴尼亚族人，一个心灵已被纳粹哲学毒化的温文尔雅的德国人当然是温文尔雅的德国人。为了把这些自我认识转化为杀人的工具，就必须（1）忽略掉所有其他归属的重要性，以及（2）以一种特别咄咄逼人的形式重新界定这种“唯一”的身份。正是在这里，卑鄙和概念混淆一起乘虚而入。



注释


[1]
 也见Shaharyar M.Khan，The Shallow Graves of Rwanda，with a foreword by Mary Robinson（New York：I.B.Tauris，2000）。


·高级理论的低级运用·

尽管要求人们把他们的思想局限在一种单一的身份认同似乎是一种很原始的做法，但值得注意的是，把人们塞进单一身份的盒子里，其实是很多关于文化与文明的高级理论的特征，事实上，这类理论目前相当有影响（正如我在前面的章节所讨论的那样）。当然，这些理论并非鼓吹或纵容暴力——确实远非如此。然而，它们都试图把人理解为主要是某一特定社会集团——或社群——的成员，而不把他们看做具有多样性身份的人。团体成员的身份当然可能是重要的（任何一个关于人或个人的严肃理论都不会忽视这些社会关系），但是，仅重视每个人的一种（而忽略其他所有）归属会造成一种对人的过分简化，一下子抹杀人的多方面归属与关系的深远影响。

例如，文明的分类者经常给印度贴上“印度教文明”的标签。这样的描述既没怎么注意到（正如前文已经谈到的）印度有超过一亿四千五百万的穆斯林（更不要说还有印度的锡克人、耆那教徒、基督徒、祆教徒以及其他人），也忽略了这个国家的人民有许多不通过宗教而发生的相互联系，这些联系倒是通过政治、社会、经济、商业、艺术、音乐等方面的参与而达成的。社群主义这一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派也以一种不那么直接的方式，宣扬基于社群成员的单一身份一，每个人只有种身份（oneidentity per human being）。事实上，这贬低了使人成为真正复杂多样的社会动物的其他各种归属的重要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别有意思的是要记住社群主义思想原本是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强调一个人的“社会背景”来建设性地理解身份认同问题的。
[1]

 但是原本非常值得尊敬的更加“全面地”理解人类的理论尝试，到头来却几乎蜕变成一种把人主要理解为某一个特定团体成员的狭隘观点。这样的观点，可算不上什么从“社会背景”出发的观点，因为每个人都有许多不同的联系与归属，其各自的重要性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很大区别。尽管“把人放在社会中去理解”这一令人称道的视角（它在许多社会理论中被反复援引）隐含着丰富多彩的观点，但是这种视角在现实应用的时候，却往往采取了一种忽视一个人多方面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并严重低估其“社会处境”的多样性的形式。这种隐含的观点以一种极端简化的形式看待人性。



注释


[1]
 参见Will Kymlicka，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0）。


·单一性幻象的惩罚·

对人类身份认同的单一性贬抑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幻象正好符合把人们划进各种严格单一性的归属之内的需要，它更可以被用来支持鼓动群体间的对抗。类似文明分类或者社群限定这样具有单一性特征的高级理论，其目标当然不是要为了播下对抗的种子——事实恰恰相反。比如，“文明的冲突”理论的提出与宣扬，其目的是要指出已经存在的现实（我已经指出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方式，但这跟动机和煽动行为是两码事），“文明冲突”的理论家们认为自己“发现”了对抗，而不是“制造”了或者增进了对抗。

然而，理论仍然会对社会思潮、政治行为和公共政策产生影响。人为地把人类贬低为单一性身份可能会带来对立性的后果，使世界变得更加易于被煽动。比如，前面提到的把印度视为“印度教文明”的简化主义界定，就得到了所谓印度教徒特质运动（Hindutva movement）的宗派主义活跃分子的喝彩。事实上，任何概念上的分类，只要被认为可以支持对印度的这种一概而论式的看法，就会被这个活跃的运动加以利用。该运动的极端主义派别甚至在2002年古杰拉特邦的暴力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次事件的绝大多数受害者都是穆斯林。在实际生活中，理论应用的后果有时候比理论家自己所预期的还要糟糕。假如这些理论不仅概念上含混，而且易于被用来强化宗派排他性，那么它们就会受到那些挑动社会对抗和暴力的人的欢迎。

类似地，有关伊斯兰教排他性的理论，以及对穆斯林所有其他（除宗教归属以外的）身份重要性的忽视，都可以被用来为暴力版本的圣战（jihad，这个易遭歪曲的名词既可以用来煽动暴力，也可以用来倡导和平）提供理论基础。在被错误地命名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最近历史当中，使用这种鼓动暴力的手段的事件屡见不鲜。在理论的部分帮助下，穆斯林在历史上丰富多彩的身份——如学者、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建筑学家、画家、音乐家、作家等等，这些身份曾对穆斯林过去的成就做出过极大贡献（正如第3章至第6章所讨论的，他们也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被片面鼓吹的好战的宗教身份所压倒，这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当前活跃的穆斯林异议分子认为当前的世界是屈辱和不平等的，当他们试图采取行动改变世界现状的时候，他们仅仅关注伊斯兰教在宗教方面的成就，而不去强调穆斯林在其他领域曾取得过伟大的成果，这样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而对人进行单一性的理解——特别是仅仅从好战性宗教身份的角度去理解——的还原主义，会被那些鼓吹暴力圣战的人用来堵死穆斯林原本可以根据他们丰富的历史传统而选择的其他道路，从而带来灾难性后果。类似地，在另一方面，在对这类恐怖主义进行抵制和斗争的时候，非常有必要诉诸人类丰富多彩的各类身份，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宗教身份（恐怖分子的招募恰恰依赖于这一点）。但是，如前所述，目前对恐怖主义进行抵制的思路往往不是局限在谴责有关宗教（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对伊斯兰教进行痛斥）上，就是局限在试图界定（或重新界定）这些宗教，以便把它们放在对立两者中“正确的”一方上（比如，用托尼·布莱尔打动人心的话来说就是“伊斯兰教的温和的、真正的声音”）。伊斯兰武装分子固然有充分的理由否认穆斯林除了伊斯兰教信仰以外的所有身份认同，然而那些抵制暴力的人也如此依赖于对伊斯兰教的这种狭隘理解和诠释，而不是诉诸穆斯林同时具有的其他多种身份，这真是令人费解。

有时候对单一性身份的强调甚至比伊斯兰教通常所允许的分类还要狭隘。例如，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区别就被用来挑起这两个穆斯林群体之间的暴力冲突。从巴基斯坦到伊拉克，这种冲突以更加狭隘的方式给基于身份的暴力对抗增加了一个新的方面。事实上，在我完成这部书之际，伊拉克新宪法到底能获得逊尼派领袖以及什叶派和库尔德人领袖的多大支持、伊拉克的未来究竟会怎样，都还很难看清。

伊拉克的完整当然受到许多历史因素的不利影响，其中包括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划定国界时的武断专横，以及由于美国单方面仓促发动军事干预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的分裂性的后果。但除此之外，占领当局的领导人在处理伊拉克问题时采取的基于宗派的政治策略（这与甘地所谴责的英国当局对待印度殖民地的做法完全没有差异）也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把伊拉克看做所有社群的集合体——个人仅仅被看做什叶派、逊尼派或库尔德人社群的一分子——的观点在西方媒体报道伊拉克问题时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这也确实反映了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政治走向。萨敦·阿尔祖拜依 Sa'Doon al Zubaydi伊拉克宪法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当然可以向BBC的记者詹姆斯·诺蒂（James Naughtie）发出这样的请求：“请你把我说成一个伊拉克人，而不是一个逊尼派好吗？”
[1]

 伊拉克的宗派政治以及那里正在进行的混乱军事行动纠缠在一起，使人很难指望在那个彻底混乱的国度中，伊拉克及其首都巴格达当前面临的社群问题能被转化为更加宽泛和全国性的问题来加以处理。

由于美国制定的政治方案倾向于把伊拉克看成宗教社群的集合体而不是公民的集合体，因此各种谈判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宗教社群领袖的决定与呼声上。在这个国家已有的紧张局势以及占领当局新制造出来的紧张局势之下，这样的做法当然是一条简便易行之路。但是，短期的捷径并不一定是缔造这个国家美好未来的最好途径，特别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尤其需要把一个国家视为公民的集合而不是宗教族裔的拼盘。

这一问题已经在前面——特别是前一章——以一个非常不同的国家即英国为背景讨论过了。尽管英国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与伊拉克截然不同，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把国家视为社群的联合、个人对社群的从属先于对国家的从属这样的问题却是共同的。甘地曾把培养和优先考虑这种基于社群的单一认同的做法称作对一个国家的“肢解”，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这种碎片化的做法加以政治上的关注。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伊拉克人身份的多重性，包括性别、阶级以及宗教的身份。人们不应忘记1931年甘地对行使对印度统治权的英国首相的提醒，妇女“碰巧占了印度人口的一半”——这种视角对当前的伊拉克同样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伊拉克问题上重视这类更广泛的焦点，这在今天与以往一样非常有必要。



注释


[1]
 参见“The Real News from Iraq，”Sunday Telegraph，August 28，2005，p.24。


·全球性抗议的作用·

单一性幻象也会影响人们理解和应用全球性身份的方式。如果一个人只能具有一种身份，那么在属于国家的身份与属于世界的身份之间做出选择就成了一场“非此即彼”的竞赛。同样，在人们的全球归属感与同样能打动人心的地方性忠诚之间也会出现这样的竞赛。然而，这种僵硬和排他的看待问题的方式，反映出了对人类身份性质的根本误解，特别是对其不可避免的身份多重性的误解。对全球性身份的诉求加以考虑，并不见得意味着减少了对地方性和国家性问题的关注。对何者具有优先地位的理性思考和选择并不一定要采取这种非此即彼的方式。

我在前文已经提出了一些具有全球维度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以及与这些问题相关的亟待解决的政策问题。特别是，为了使全球化变得更加公平，非常有必要进行制度性的变革。必须从不同的侧面去着手解决那些脆弱无助者所面临的困境。必要行动的范围涉及国家政策（例如，迫切需要扩大教育和公共医疗服务的范围）、国际行动以及制度性改革（例如，限制全球武器贸易；扩大富国市场对穷国的开放程度；制定专利法案并建立激励机制，使之更有利于世界上穷人所必需的药品的研发与普及，等等）。这些变革本身具有内在的重要性。但是，正如第7章所讨论的，它们还将有助于更加广义的人类安全，防止恐怖主义组织轻易地进行招募和训练。它们还进而有助于改变对暴力予以容忍的氛围，这种容忍本身正是造成那些充满了绝望情绪的社会滋生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

还有一个问题涉及思想领域在对待全球历史时的公正性，这不仅对于更加全面地理解人类的过去非常重要（这并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而且对于克服西方全面优越性的错误观念——这种错误观念毫无道理地引发了身份认同的对抗——也非常必要。比如，尽管最近有不少关于欧洲和美国那些具有移民背景的人应加强学习西方文明的议论，但是人们却并没有意识到“正宗英国人”、“正宗德国人”、“正宗美国人”等等也同样非常有必要了解世界范围的思想史。

历史上，不仅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地区在科学、数学、工程乃至哲学等不同领域都取得过辉煌的成就，而且现在所谓的“西方文明”以及“西方科学”的许多基本特征都深受世界各国的影响（第3章至第7章已对此加以探讨）。那些忽视了“其他”社会的有关文化或文明的理论，不仅限制了“正宗欧洲人”和“正宗美国人”的思想视野，造成了他们所受教育的片面狭隘，而且给反西方运动带来了一种挑衅性的分离感和对抗感，使这些运动沿着一条人为的“西方与反西方”对抗的界限制造分裂。


·一个可能的世界·

有一种貌似公允的观点经常被提出，那就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民主国家。事实当然如此，不过如果从公共理性的角度看待民主（我在前文已经讨论过为什么应当如此看待民主），特别是从有必要对全球性问题进行世界范围的讨论与协商的角度看待民主，那么我们就不必把全球民主的可能性束之高阁。这并非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即便这一过程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局限与缺点，仍然有必要推进广泛的公共讨论。在这种全球性身份的实践当中，很多制度或组织可以加以利用，其中当然包括联合国，此外，正如实践中已经开展的那样，还可以倚重公民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独立新闻媒体的不懈追求。

此外，许多其利益相关的公民要求更加关注全球正义问题的诉求（正如前文提到的休谟所预期的那样，“正义的边界会不断扩大”）也有重要意义。华盛顿和伦敦也许会因为外界对它们在伊拉克采取的联盟战略的广泛批评而大为恼火，正如芝加哥、巴黎以及东京被一些反全球化抗议搅得目瞪口呆一样。那些抗议者们的理由并不总是正确的，但是正如我曾试图说明的那样，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确实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对于公众的理性有建设性的帮助。这就是已经启动的全球民主的部分运转方式，它不必非得等到某个庞大的全球政府出现之后，再采取一种充分制度化的形式。

在当今世界，不仅迫切需要追问全球化中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而且需要追问那些塑造我们对世界整体的看法的价值观、伦理及归属感。根据对人类身份认同的非单一性理解，处理这类问题不一定要求我们把对国家的效忠以及地方性忠诚替换为通过某种庞大的“世界政府”的运转所反映的全球性归属感。事实上，不必替代我们的其他忠诚，全球性身份就可以得到应有的体现。

在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德里克·沃尔科特在谈起他对加勒比人（尽管其中包含着种族、文化、职业以及历史背景的巨大差异）的整体性理解时写道：

我从未发觉那样一刻

心灵被某种视界所撕裂——

金匠来自贝拿勒斯，

石匠来自坎顿，

随着钓丝沉入水中

那种视界也沉入了记忆深处。
[1]



为了抵制对人类的渺小化——这是本书的焦点所在，我们必须为世界打开这样一扇可能性之门，使它能够超越不幸的历史记忆，减缓现在的不安全感。作为一个11岁的少年，在卡德尔·米亚的头流着血垂在我腿上的时候，我无能为力。但是我可以设想另一个我们力所能及的世界，在那里他和我可以共同确证我们共有许多身份（即便敌对的单一主义分子就在门外咆哮）。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得确保我们的心灵不被某种视界所撕裂。



注释


[1]
 Derek Walcott，“Names，”in Collected Poems：1948 1984（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1986）.


人名索引

Abd al Rahman Ⅲ，Caliph（阿尔拉赫曼三世，哈里发）

Abdul Haq（阿卜杜勒·哈克）

Abdullah Ⅱ，King of Jordan（阿卜杜拉二世，约旦国王）

Abul Fazl（阿卜杜尔·法兹尔）

Abu Muhammad Yandakan al Musufi（阿卜·穆罕默德·俨达侃·阿-穆苏斐）

Agarwal，Bina（阿加瓦尔，比纳）

Akbar（son of Aurangzeb）（阿克巴，奥朗则布之子）

Akbar the Great，Emperor（阿克巴大帝）

Akerlof，Gerorge（乔治·阿克洛夫）

Alberuni（阿巴儒尼）

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大帝）

Ali，M.Athar（阿里，艾萨尔）

Alkire，Sabina（阿尔克，萨拜娜）

Anand，Sudhir（阿南德，萨德尔）

Annan，Kofi（安南，科菲）

Anwar，M.Syafi'i（安沃，M.赛亚斐）

Appiah，Kwame Anthony（阿皮亚，克瓦米·安东尼）

Arnold，Matthew（阿诺德，马修）

Arrian，Flavius（阿利安，弗莱维厄斯）

Arrow，Kenneth（阿罗，肯尼思）

Aryabhata（阿耶波多）

Ash，Timothy Garton（艾希，蒂莫西·加顿）

Ashoka，Emperor（阿育王）

Aston，W.G.（阿斯顿）

Aurangzeb，Emperor（奥朗则布皇帝）

Azharuddin，Mohammad（阿札鲁丁，穆罕默德）

Bacon，Francis（培根，弗朗西斯）

Bassetti，Piero（巴塞蒂，彼罗）

Bauer，Joanne（鲍尔，乔安妮）

Bell，Daniel A.（贝尔，丹尼尔·A）

Benabou，Roland（贝纳布，罗兰）

Bhabha，Homi（巴巴，霍米）

Bilgrami，Akeel（比尔格拉米，阿基尔）

bin Laden，Osama（本·拉登，乌萨马）

Blair，Tony（布莱尔，托尼）

Bose，Sugata（伯泽，苏加达）

Bourdieu，Pierre（布迪厄，皮埃尔）

Boykin，William（博伊金，威廉）

Brahmagupta（婆罗摩笈多）

Brittain，Vera（布里顿，韦拉）

Brown，Gordon（布朗，戈登）

Bruno，Giordano（布鲁诺，乔达诺）

Bunyan，John（班扬，约翰）

Byron，George Gordon，Lord（拜伦爵士，乔治·戈登）

Carlyle，Thomas（卡莱尔，托马斯）

Cashdan，Elizabeth（卡什丹，伊丽莎白）

Chatterjee，Partha（查特吉，帕萨）

Chen，Lincoln（陈致和）

Chen，Martha（陈马撒）

Churchill，Winston（丘吉尔，温斯顿）

Clive，John（克莱夫，约翰）

Clive，Lord（克莱夫勋爵）

Colorni，Eugenio（科洛尔尼，欧金尼奥）

Colorni，Eva（科洛尔尼，伊娃）

Condorcet，Marquis de（德·孔多塞侯爵）

Confucius（孔子）

Cooper，John F.（库珀，约翰·F）

Cummings，William K.（卡明斯，威廉·K）

Dalrymple，William（达尔林普尔，威廉）

Dara Shikoh（达拉·西阔）

Darwin，Charles（达尔文，查尔斯）

Davis，John B.（戴维斯，约翰·B）

de Mauny，Erik（德莫尼，埃里克）

Desai，Meghnad（德赛，梅格纳德）

Dev Sen，Antara（德韦·森，安塔拉）

Diogenes（第欧根尼）

Donne，John（多恩，约翰）

Donnelly，Jack（唐纳利，杰克）

Drèze，Jean（德热兹，让）

Edgeworth，Francis（埃奇沃思，弗朗西斯）

Eliot，T.S.（艾略特，T.S.）

Engles，F.（恩格斯，F.）

Epicurus（伊壁鸠鲁）

Evans Pritchard，Edward（伊万斯-普里查德，爱德华）

Eves，Howard（伊夫斯，霍华德）

Eyres，Harry（艾尔斯，哈利）

Faiz，Faiz Ahmed（法伊兹，法伊兹·艾哈迈德）

Farmer，Paul（法默，保罗）

Forster，E.M.（福斯特，E.M.）

Fortes，Meyer（福特斯，迈耶）

Friedman，Thomas（弗里德曼，托马斯）

Fromkin，David（弗罗金，戴维）

Fukuda Parr，Sakiko（福田-帕尔，前子）

Fukuyama，Francis（福山，弗朗西斯）

Gandhi，Indira（甘地，英迪拉）

Gandhi，Mohandas（Mahatmas）（圣雄甘地，莫汉达斯）

Gandhi，Sonia（甘地，索尼娅）

Gangolii，Ramesh（甘戈利，拉梅什）

Gates，Henry Louis（盖茨，亨利·路易）

Geldorf，Bob（格尔多夫，鲍伯）

Gherardo of Cremona（格瑞莫纳的杰拉尔朵）

Gibbon，Edward（吉本，爱德华）

Gibbs，H.A.R.（吉布斯，H.A.R.）

Gladstone，William（格拉德斯通，威廉）

Glennerster，Rachel（格莱纳斯特，雷切尔）

Gluck，Carol（格吕克，卡罗尔）

Goldston，James A.（戈德斯顿，詹姆斯·A）

Green，Peter（格林，彼得）

Habib，Irfan（哈比卜，伊尔凡）

Hajime，Nakamura（甚目，中村）

Haq，Mahbub ul（哈克，马赫布卜·乌尔）

Harrington，Roby（哈林顿，罗比）

Harrison，Lawrence（哈里森，劳伦斯）

Hasdai ibn Shaprut（哈斯代·依本·沙普鲁特）

Henry Julie（亨利，朱莉）

Hicks，John（希克斯，约翰）

Hobbes，Thomas（霍布斯，托马斯）

Hopkins，J.F.P.（霍布金斯，J.F.P.）

Horton，Richard（霍顿，理查德）

Hughes，Langston（休斯，兰斯顿）

Hume，David（休谟，大卫）

Huntington，Samuel（亨廷顿，塞缪尔）

Ibn Battuta（伊本·巴图塔）

Iwaltan，Qadi of（伊瓦尔坦法官）

Jahan，Rounaq（贾汉，鲁纳奇）

Jahangir，Asma（贾汉吉尔，阿斯马）

Jain，Devaki（贾殷，德瓦奇）

Jalal，Ayesha（贾拉，艾沙）

Jolls，Christine（乔尔斯，克里斯廷）

Jones，William（琼斯，威廉）

Kabir，Ananya（卡比尔，阿纳尼娅）

Kader Mia（卡德尔·米亚）

Kalam，Abdul（卡拉姆，阿卜杜勒）

Karzai，Hamid（卡尔扎伊，哈米德）

Kepel，Gilles（开普尔，吉勒斯）

Khan，Ali Akbar（汗，阿里·阿克巴）

Khan，A.Q.（汗，A.Q.）

Khan，Fazlur Rahman（汗，法勒·拉赫曼）

Khan，Iqtidar Alam（汗，伊克蒂达尔·阿拉姆）

Khan，Khafi（汗，哈菲）

Khan，Shaharyar M.（汗，沙哈亚·M）

Khilnani，Sunil（基尔纳尼，苏尼尔）

Khwarizmi，al（哈瓦利兹米，艾尔）

Kim，Quee Young（金奎永）

Kim，Shin bok（金兴伯）

Kim，Yung Bong（金雍邦）

King，Martin Luther，Jr.（金，马丁·路德）

Kirman，Alan（科尔曼，艾伦）

Kondo，Seiichi（近堂，诚一）

Kranon，Rachel（克拉农，雷切尔）

Kremer，Michael（克雷默，迈克尔）

Kumarappa，J.C.（库马拉帕，J.C.）

Kumon，Shumpei（宫门，鹈藤）

Kymlicka，Will（基姆利奇卡，韦 尔）

Lange，Oscar（朗格，奥斯卡）

Lawrence，George（劳伦斯，乔治）

Lebow，Richard Ned（莱伯，理查德·内德）

Lee Kuan Yew（李光耀）

Levtzion，N.（莱维齐奥内，N.）

Lewin，Shira（莱温，希拉）

Maalouf，Amin（马卢夫，阿明）

Macaulay，Thomas Babington（麦考利，托马斯·巴宾顿）

Madison，James（麦迪逊，詹姆斯）

Maffetone，Sebastiano（马费托尼，塞巴斯蒂亚诺）

Maimonides（迈蒙尼德）

Mamdani，Mahmood（曼达尼，马哈茂德）

Mandela，Nelson（曼德拉，纳尔逊）

Mansbridge，Jane J.（曼斯布里奇，简·J）

Marglin，Frédérique Apffel（马格林，弗里德里克·艾普菲尔）

Marglin，Stephen A.（马格林，史蒂芬·A）

Markan，Inga Huld（马尔坎，英加·胡尔德）

Marmot，Michael（马尔莫，迈克尔）

Marx，Karl（马克思，卡尔）

Mayer，Tom（迈尔，汤姆）

Menocal，María Rosa（梅诺克，玛丽亚·罗莎）

Mericle，David（梅瑞克尔，戴维）

Mill，James（穆勒，詹姆斯）

Mill，John Stuart（穆勒，约翰·斯图亚特）

Mirza，Sania（米尔扎，萨尼亚）

Mobuto Sese Seko（莫巴托·赛西·赛科）

Mohsin，Jugnu（穆赫辛，尤格鲁）

Mokyr，Joel（莫克尔，乔尔）

Moore，Charles A.（莫尔，查尔斯·A）

Mulhall，Stephen（马尔霍尔，史蒂芬）

Mumtaz，Mahal（泰姬）

Mussolini，Benito（墨索里尼，贝尼托）

Naidu，Sarojini（奈都，莎绿琴尼）

Naipaul，V.S.（奈保尔，V.S.）

Nasar，Sylvia（纳萨尔，西尔维亚）

Nash，John（纳什，约翰）

Nash，Ogden（纳什，奥格登）

Naughtie，James（诺蒂，詹姆斯）

Nesbit，Lynn（内斯比特，林恩）

Nice，Richard（尼斯，理查德）

Nussbaum，Martha（努斯鲍姆，马撒）

Oe，Kenzaburo（奥伊，肯萨布诺）

Osmani，Siddiq（奥斯马尼，西迪基）

Papandreou，George（帕潘德里欧，乔治）

Parekh，Bhikhu（帕里克，毕库）

Parker，Richard（帕克，理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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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bhan，Rehman（苏班，拉赫曼）x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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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ler，Richard（泰勒，理查德）

Tharoor，Shashi（塔罗尔，沙希）

Thomas Aquinas，Saint（圣托马斯·阿奎那）

Tinker，Irene（廷克，艾琳）

Tirole，Jean（梯若尔，让）

Tocqueviile，Alexis de（托克维尔，阿列克西·德）

Trevelyan，Charles Edward（特里威廉，查尔斯·爱德华）

Varahamihira（瓦拉哈米希拉）

Vatikiotis，Michael（瓦蒂基奥蒂斯，迈克尔）

Vaughan，Rosie（沃恩，罗西）

Walcott，Derek（沃尔科特，德里克）

Walras，Leon（瓦尔拉斯，利昂）

Walton，Michael（沃顿，迈克尔）

Walzer，Michael（沃尔泽，迈克尔）

Weibull，J rgen（韦布尔，约恩）

Weil，Robert（魏尔，罗伯特）

Wieseltier，Leon（维泽尔蒂尔，利昂）

Wilde，Oscar（王尔德，奥斯卡）

Wittgenstein，Ludwig（维特根斯坦，路德维希）

Wong，W.S.（吴，W.S.）

Woodham Smith，Cecil（伍德姆-斯密，塞西尔）

Young，G.M.（杨，G.M.）

Zakaria，Fareed（扎卡里亚，法里德）

Zakaria，Fafiq（扎卡里亚，法菲克）

Zarqawi，Abu Musab al（扎卡维，阿布·穆萨布）

Zubaydi，Sa'Doon al（祖拜依，萨敦·阿尔-）


主题索引

Abu Ghraib（阿布格瑞比市）

acequias，Muslim constructions in Spain（灌溉渠道，西班牙的穆斯林工程）

aesthetic taste（美学倾向）

Afghanistan（阿富汗）

Africa（非洲）

cold war in（非洲的冷战）

colonialism and（殖民主义与非洲）

democracy in（非洲民主）

epidemics in（非洲的传染病）

humiliation of（非洲的屈辱）

Ibn Battuta's travels in（伊本·巴图塔的非洲之行）

identity with（对非洲的身份认同）

militarism and arms supply in（非洲的军国主义与武器供应）

African American（非裔美国人）

music of（非裔美国人的音乐）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Fortes and Evans Pritchard）（《非洲政治制度》，福特斯与伊万斯-普里查德著）

agnosticism（不可知论）

Agra，religious tolerance of Mughal court in（阿格拉，莫卧儿王朝的宗教宽容）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export from poorer countries（农产品，从穷国进口）

aid and development assistance（援助与发展协助）

AIDS epidemic（艾滋病流行）

Albanians（阿尔巴尼亚人）

“algebra” and “algorithm”，origin of（代数与算术，其起源）

Al Jabr wa al Muqabalah（al Khwarizmi）（《代数学》，艾尔-哈瓦利兹米著）

Al Qaeda（基地组织）

America（美国）

Amman conference of Islamic scholars（2005）（2005年安曼伊斯兰学者会议）

Amman declaration（2005）（2005年安曼宣言）

Amritsar massacre（1919）（阿姆利则大屠杀，1919年）

Angola（安哥拉）

antiglobalization critique（反全球化批判）

anti Western element in（反全球化批判中的反西方因素）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经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批判）

global solidarity and（全球团结与反全球化批判）

use of term（反全球化批判的术语运用）

anti Semitism（反犹主义）

antitrust regulation（反托拉斯管制）

apartheid（种族隔离）

apostasy（背教）

Arabic translation of ancient texts in Greek and Sanskrit（古代希腊语与梵语经典的阿拉伯语译本）

Arabs（阿拉伯人）

globalization and（全球化与阿拉伯人）

scientific and mathematical heritage of（阿拉伯人的科学与数学遗产）

Argumentative Indian，The（《好辩的印度人》）

armament industry（军火工业）

ascribed identity vs.self perception（被他人归类的身份对身份的自我认知）

Ashoka（film）（《阿育王》，电影）

Asia and the Asian identity（亚洲与亚洲身份）

Asian values（亚洲价值观）

astronomy（天文学）

atheism（无神论）

Athens，democracy in（雅典，民主制）

Bactria，democracy in（大夏，民主）

Baghdad（巴格达）

Bangladesh，Bangladeshis（孟加拉国，孟加拉人）

in Great Britain（孟加拉人在英国）

independence of（孟加拉国的独立）

press activisim in（孟加拉国的新闻媒体的活跃）

women in（孟加拉国的妇女）

Beautiful Mind，A（Nash）（《美丽心灵》，纳什）

Belgium（比利时）

Bengal，Bengalis（孟加拉地区，孟加拉语）

Bangladesh independence and（孟加拉国的独立与孟加拉语）

famine in（孟加拉的饥荒）

Hindu Muslim riots in（1944）（1944年孟加拉地区的印度教-穆斯林骚乱）

literature of（孟加拉文学）

Berber engineers（柏柏尔工程师）

bigotry（固执，顽固）

Big Sea，The（Hughes）（《大海》，休斯著）

Bollywood（宝莱坞）

Bosnia（波斯尼亚）

Boston University，Pardee Center at（波士顿大学，帕迪中心）

British Academy（英国皇家学院）

“British Multicutural Model in Crisis，The”（Le Monde article）（《英国的多元文化模式陷入危机》，《世界报》）

Buddha and Buddhism（佛与佛教）

education and（教育与佛教）

printing and（印刷术与佛教）

Buddhist councils，ancient（古代的佛教会议）

Burma（Myanmar）（缅甸）

Burundi（布隆迪）

Byron's acquired identity with Greece（拜伦获得的对于希腊的认同）

Cairo（开罗）

Calcutta，famine in（1943）（加尔各答，该地1943年的饥荒）

capability formation（能力形成）

Caribbean（加勒比的）

Carvaka，agnostic author（遮卢婆伽，不可知论作者）

caste system（种姓制度）

Charter Oath（1868），Japanese（《五条誓文》，1868年，日本）

Chicago，Ill.，tall buildings in（芝加哥，伊利诺伊州，高楼大厦）

children（孩子）

poverty of（孩子的贫困）

religious schools and（宗教学校与孩子）

chili，and the spread of its usage（辣椒，以及它的广泛运用）

China，Chinese（中国，中国人，汉语）

globalization and（全球化与中国）

printing and（印刷术与中国）

choice（选择）

community identity and（社区身份与选择）

constraints on（对选择的约束）

denial of（对选择的否定）

multiculturalism and（文化多元主义与选择）

plural identities and（多重身份与选择）

reasoning and（推理与选择）

Christians，Christianity（基督教的，基督徒，基督教）

born again（再生）

British state financed schools for（英国的国家资助的基督教学校）

in India（基督教在印度）

Inquisitions and（宗教裁判所与基督教）

citizenship（公民，公民身份）

civilizational clash，theory of（文明冲突理论）

alleged uniqueness of Western values and（所谓西方价值观的独特性与文明冲突理论）

crudeness of characterization in（概括的粗略）

depth or appearance？（深度抑或表象？）

Huntington's views on（亨廷顿有关文明冲突的观点）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civilizations（文明冲突论与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

internal diversity overlooked by（为文明冲突论所忽视的文明内部的多样性）

singular identity assumed by（文明冲突论所假定的单一身份）

civilizations（文明）

“amity among”（文明之间的友善）

arbitrariness of racial definitions of（种族界定的任意性）

ingredients of，according to Bacon and Carlyle（文明的成分，根据培根与卡莱尔的论述）

singular identity based on（基于文明划分的单一身份）

civil society（公民社会，市民社会）

in Bangladesh（孟加拉国的公民社会）

multiculturalism and（文化多元主义与公民社会）

in Pakistan（巴基斯坦的公民社会）

strengthening of（公民社会的增长）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The（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亨廷顿著）

class（阶级）

as factor in identity（作为身份认同的要素）

Marx's view of（马克思关于阶级的观点）

singular affiliation and（单一的社会联系与阶级）

cold war（冷战）

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

Africa and（非洲与殖民主义）

humiliation as legacy of（作为殖民统治遗产的屈辱感）

obsession with West in（西方社会对殖民主义的留恋）

perceived inferiority and（自认低人一等与殖民主义）

see also reactive self perception（参见反向的自我认识）

communitarians（社群主义者）

community identity（社区身份，社群认同）

assumption of，as predetermined priority（社区身份作为先定的优先性假设）

choice and（选择与社区身份）

exclusion and（排外倾向与社区身份）

multiculturalism and（文化多元主义与社群认同）

as singular identity（社区身份作为单一身份）

as social capital（社群认同作为社会资本）

Confucian ethics（儒家伦理）

Congo（刚果）

Congress Party，Indian（国大党，印度）

cooperative conflict（合作性冲突）

Córdoba（科尔多瓦）

“cricket test”，Lord Tebbit's（“板球测试”，泰比特勋爵所主张）

Critical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Carlyle）（《精选杂文集》，卡莱尔著）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Marx）（《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著）

cross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exchange（跨文化的理解与交流）

Crusades（十字军东征）

cultural diversity（文化的多样性）

cultural freedom and（文化自由与文化多样性）

see also multiculturalism（参见文化多元主义）

cultural theorists（文化理论家）

culture（文化）

change and（时代变迁与文化）

conservation of（文化的保存）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经济发展与文化）

education and（教育与文化）

as factor in identity（作为身份认同的因素）

famines attributed to（饥荒对于文化的影响）

freedom and（自由与文化）

generalizations about（对于文化的抽象）

globalization and（全球化与文化）

heterogeneity of（文化的异质性）

Islamic identity and cultural variations and（伊斯兰身份认同与文化差异）

singular identity based on（基于文化的单一身份）

see also multiculturalism（参见文化多元主义）

Culture Matters（Harrison and Huntington，eds）（《文化的作用》，哈里森与亨廷顿主编）

curries（咖喱）

curry powder（咖喱粉）

Daily Telegraph（London）（《每日电讯》，伦敦）

Daniel Pearl Foundation（丹尼尔·珀尔基金会）

debt burden（债务负担）

decimal system（十进制）

Decline of the West，The（Spengler）（《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

democracy（民主）

in Africa（非洲的民主）

Asian values and（亚洲价值观与民主）

global（全球民主）

globalization and（全球化与民主）

global roots of（民主的全球根源）

as “government by discussion”（作为“通过讨论来统治”的民主）

hostility to，based on misapprehension（对民主的敌视，由于误解）

in India（印度的民主）

in Iran（伊朗的民主）

in Iraq（伊拉克的民主）

reasoning and（推理与民主）

developing countries（发展中国家）

arm sales to（对发展中国家的军火销售）

globalization and（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

omissions and commissions of globalization in（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与忽略）

Development as Freedom（《以自由看待发展》）

Dhaka（达卡）

Bangladesh independence and（孟加拉国的独立与达卡）

Hindu Muslim riots in（在达卡发生的印度教-穆斯林骚乱）

“discovery” view of identity（身份的“发现”观）

diseases（疾病）

AIDS（艾滋病）

diverse diversities（各种不同的多样性）

domestic economic policies and globalization（国内经济政策与全球化）

“Dover Beach”（Arnold）（《多佛海滩》，阿诺德著）

dress codes，of Muslim women（着装符号，穆斯林妇女的）

East Asia（东亚）

Asian values in（东亚的亚洲价值观）

Japan's influence in（日本在东亚的影响）

East Asian miracle（东亚奇迹）

East Pakistan（东巴基斯坦）

economic globalization（经济全球化）

culture and（文化与经济全球化）

fairness in（经济全球化中的公平）

inequality in（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平等）

market economy and（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

omissions and commissions of（经济全球化的责任与忽略）

poverty and（贫穷与经济全球化）

violence and the sense of injustice in（经济全球化中的暴力与义愤）

economic man（rational agent）（经济人，理性行动者）

education（教育）

in Africa（非洲的教育）

of British officers for the Empire（教育英国官员为帝国服务）

culture and（文化与教育）

globalization and（全球化与教育）

Indian vs.Western，alleged contrast（印度教育对西方教育，所谓的对立）

Islamic fundamentalist（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教育）

in Japan（日本的教育）

in Korea vs.Ghana（朝鲜教育与加纳教育的对立）

multiculturalism and（文化多元主义与教育）

state financed religious schools（国家资助的教会学校）

see also schools and schooling（参见学校与办学）

Egypt，ancient（古埃及）

and ancient Greece（古埃及与古希腊）

Maimonides in（迈蒙尼德在埃及）

Enlightenment，European（启蒙运动，欧洲的）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An（Hume）（《道德原理探究》，休谟著）

ethics（伦理）

community identity and（社群认同与伦理）

global（全球伦理）

ethnicity（种族）

Europe（欧洲）

democracy in（欧洲的民主）

Enlightenment in（欧洲的启蒙运动）

globalization and（全球化与欧洲）

Inquisition in（欧洲的宗教审判）

Renaissance in（欧洲的文艺复兴）

tolerance and liberty in（欧洲的宗教宽容与自由）

excommunication（逐出教会）

Exodus（film）（电影《出埃及记》）

Faerie Queene，The（Spencer）（《仙后》，斯宾塞著）

fairness（公平）

division of benefits and（利益的分配与公平）

global poverty and（全球贫困与公平）

intellectual（智力公平）

of multiculturalism（文化多元主义的公平观）

possibility of increase in（增进公平的可能性）

family arrangements and gender inequality（家庭安排与性别不平等）

famines（饥荒）

“Far Cry from Africa，A”（Walcott）（《来自非洲的遥远哭泣》，沃尔科特著）

fascist politics，in Italy（法西斯政治，意大利）

food habits（饮食习惯）

France（法国）

freedom（自由）

Asian values and（亚洲价值观与自由）

constraints on（对自由的约束）

cultural（文化自由）

hostility to，based on misapprehension（对自由的敌意，由于误解）

multiculturalism and（文化多元主义与自由）

plural identities and（多重身份与自由）

religious（宗教自由）

of thought（思想自由）

as alleged Western value（自由作为所谓西方价值）

French riots（2005）（2005年的法国骚乱）

Fundamental Code of Education（1872），Japanese（《学制令》，1872年，日本）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

Christian（基督教原教旨主义）

Hindu（印度教原教旨主义）

Islamic（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Jewish（犹太教原教旨主义）

reactive self perception and（反应性的自我认识与原教旨主义）

as a response to Western dominance（原教旨主义作为对西方支配的回应）

“Future of Islam，Democracy，and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Muslim World，The”（Anwar）（《伊斯兰的未来、民主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威权主义》，安沃著）

G8 countries（八国集团）

games（博弈）

experimental，assumption of self seeking tested in（博弈实验，用以检验自利假设）

globalization of（博弈的全球化）

gays，social suppression of（同性恋者受到的社会压力）

gender（性别）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GCSE）examinations in the UK（英国的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

Germany，Germans（德国，德国人）

Ghana（加纳）

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zation（全球疫苗与防疫联盟）

global identity（全球身份）

globalization（全球化）

criticism of，see antiglobalization critique（对全球化的批评，参见反全球化批判）

economic，see economic globalization（经济全球化，参见经济全球化）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历史视野中的全球化）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s and（知识界的贡献与全球化）

parochialism vs.（本土化对全球化）

as Westernization（作为西方化的全球化）

global state，not needed for global democracy（全球国家，并非全球民主所必需）

Globus et Locus（全球性与本土性）

Gora（Tagore）（《哥拉》，泰戈尔）

Goths（哥特人）

Great Britain（英国）

author's student years in（作者在英国的求学岁月）

“cricket test” and（“板球测试”与英国）

cultural freedom in（英国的文化自由）

empire of（大不列颠帝国）

food in（英国食品）

Ireland's relations with（爱尔兰与英国的关系）

Islamic clerics' role increased in（伊斯兰神职人员在英国的影响扩大）

multiculturalism in（英国的文化多元主义）

race riots in（英国的种族骚乱）

seen as a “federation of communities”（英国被视为“社群的联盟”）

state financed religious schools in（国家资助的教会学校）

terrorism in（英国的恐怖主义）

voting rights of Commonwealth citizens in（英联邦公民在英国的投票权）

Greece，ancient（古希腊）

democracy in（古希腊的民主）

survival of classic from（从古希腊留传下来的经典著作）

groups as sources of identity（作为身份认同来源的群体）

contrasting vs.noncontrasting（群体的对立性身份与非对立性身份）

fleeting and contingent existence of some groups（某些群体身份的短暂性与偶然性）

rejection of narrow self interest and（拒绝狭窄的自私自利与群体身份）

Gujarat，violence against Muslims in（古杰拉特邦，针对穆斯林的暴力）

gunpowder（火药）

Hajj Terminal（哈吉候机大厅）

hatred，singular identity and（仇恨，单一身份与仇恨）

head scarves（面纱）

health care（卫生保健）

medicine and（医学与卫生保健）

Hindu Muslim riots（1940s）（印度教-穆斯林骚乱，20世纪40年代）

Hindus，Hinduism（印度教徒，印度教）

British state financed schools for（英国政府资助的教会学校）

globalization of science and math and（科学与数学的全球化与印度教）

Hindutva movement（印度教徒特质运动）

historical identity，anxiety about loss of（历史身份认同，对失去历史认同的焦虑）

History of Mathematics（Eves）（《数学史》，伊夫斯著）

human commonality（人类的共性）

human development（人类发展）

human rights（人权）

humiliation（屈辱）

as colonial legacy（作为殖民统治的遗产）

inequality and（不平等与屈辱）

Hutus（胡图人）

hybridization（混血）

ideas，globalization and（观念，全球化与）

identity（身份，认同，身份认同）

class and（阶级与身份认同）

complexity of（身份的复杂性）

culture and（文化与身份认同）

language and（语言与身份认同）

literature and（文学与身份认同）

locations and（居所与身份认同）

morality and（道德与身份认同）

nationality and（国籍与身份认同）

as other people's identity（认同他人的身份）

politics and（政治与身份认同）

positive side of（身份的积极方面）

social commitments and（社会责任与身份）

social status and（社会地位与身份认同）

see also specific classes of identity（参见身份的具体类别）

identity disregard（身份无关）

identity shifts，violence and（身份转换，暴力与）

ijtehad（religious interpretation in Islam）（伊诘答，伊斯兰教中的宗教解释）

immigrants（移民，侨民）

imperfect information，market economy and（不完全信息，市场经济与）

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Africa（非洲独立委员会）

India，Indians（印度，印度人）

Amritsar massacre in（1919）（阿姆利则大屠杀，1919年）

atheistic and agnostic literature of（印度的无神论和不可知论文献）

British colonialism in（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

democracy in（印度的民主）

elections in（印度的选举）

global connections（全球联系）

Gujarat violence and（古杰拉特邦的暴力事件与穆斯林）

Hindu Muslim riots in（印度的印度教-穆斯林骚乱）

independence of（印度的独立）

mathematical and scientific work in（印度的数学与科学研究）

non Hindu groups in（印度的非印度教社群）

open dialogue in（印度的开放对话）

seen as a Hindu civilization（印度被视为印度教文明）

tolerance and pluralism in（印度的宽容与多元主义）

India Calling（Sorabji）（《印度的召唤》，索拉布吉著）

India： Development and Participation（《印度：发展与参与》）

Indian Round Table Conference（1931）（印度圆桌会议，1931年）

individual rights and liberties（个人权利与自由）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

Industrial Revolution（工业革命）

inequality（不平等）

globalization and（全球化与不平等）

identity and（身份与不平等）

women and（妇女与不平等）

injustice，sense of（不义，义愤）

violence and（暴力与不义）

Inquisitions（宗教审判）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知识产权）

patents（专利）

Iran，Iranians（伊朗，伊朗人）

ancient practice of democracy in（古伊朗的民主实践）

diversity in（伊朗的多样性）

globalization and（全球化与伊朗）

Iraq（伊拉克）

Ireland，Irish（爱尔兰，爱尔兰人）

irrigation（灌溉，水利）

Islam，Muslims（伊斯兰教，穆斯林）

Al Qaeda and（基地组织与伊斯兰教）

in Bangladesh（孟加拉国的穆斯林）

British state financed schools for（英国政府资助的伊斯兰教会学校）

cultural variations of（穆斯林的文化差异）

defining of（伊斯兰教的定义）

denunciation of terrorism（对恐怖主义的谴责）

excommunication and（逐出教会与伊斯兰教）

fundamentalism and（原教旨主义）

in India（印度的穆斯林）

intellectual diversity and（知识的多样性与穆斯林）

“legal exclusive” vs.“substantive inclusive” approach to（在伊斯兰教上的法律排他立场与实质宽容立场）

nonreligious concerns and diverse priorities of（穆斯林的非宗教事务以及不同的优先性）

in Pakistan（巴基斯坦的穆斯林）

public discussion and（公共讨论与伊斯兰教）

richness of identities of（穆斯林的身份多重性）

Shia（什叶派）

spread of（伊斯兰教的传播）

stereotyping of（对穆斯林的老套描述）

Sunni（逊尼派）

terrorism and（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

tolerance and（宽容与伊斯兰教）

Israel（以色列）

Istanbul（伊斯坦布尔）

Italy（意大利）

Iwaltan，Ibn Battuta in（伊本·巴图塔在伊瓦尔坦家中）

Jains（耆那教徒）

Japan，Japanese（日本，日本人）

constitution of seventeen article（A.D.604）in（《十七条宪法》，公元604年）

education in（日本的教育）

globalization and（全球化与日本）

Meiji restoration（1868）in（明治维新，1868年）

printing in（日本的印刷）

Jeddah（吉达）

Jews（犹太人）

in India（印度的犹太人）

Muslim tolerance and（穆斯林的宽容与犹太人）

Nazism and（纳粹主义与犹太人）

jihad（圣战）

John Hancock Centre（约翰·汉考克中心）

jokes，cultural stereotyping in（玩笑，其中蕴涵的文化定式）

Jordan（约旦）

justice（正义）

jya ardha，jya（Sanskirt for half chord，chord）（弦半，弦，梵文术语）

Kashmir（克什米尔）

knowledge（知识）

cultural freedom and（文化自由与知识）

globalization of（知识的全球化）

of other cultures and alternative lifestyles（关于其他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知识）

technical（技术知识）

value of（知识的价值）

see also literature；mathematics；science（参见文学；数学；科学）

Korean history（朝鲜历史）

see also South Korea（参见韩国）

Kosovo（科索沃）

Kurds（库尔德人）

land ownership and reform（土地所有权与土地改革）

languages and identity（语言与身份认同）

Latin，translations from Arabic to（拉丁语文献，自阿拉伯文献中译出）

Latin America（拉丁美洲）

legal framework，importance of（法律框架，其重要性）

patent rights and（专利权与法律框架）

Leviathan（Hobbes）（《利维坦》，霍布斯著）

liberty，see freedom（自由权，参见自由）

literacy（识字）

literature（文学）

and identity（文学与身份认同）

living conditions（生活条件）

locations，as factor in identity（居住地，作为身份的因素）

Lokayata，sceptical and agnostic philosophy（顺世派，怀疑主义与不可知论哲学）

London（伦敦）

Indian Round Table Conference in（1931）（在伦敦举行的印度圆桌会议，1931年）

terrorist attacks in（对伦敦的恐怖主义袭击）

Long Walk to Freedom（Mandela）（《通向自由的远行》，曼德拉著）

loyalty filters，Akerlof's concept（忠诚过滤器，阿克洛夫的概念）

McCarthyism（麦卡锡主义）

Magna Carta（《大宪章》）

magnets（磁铁）

Mahabharata（《摩诃婆罗多》）

malaria（疟疾）

Malaysia，Malays（马来西亚，马来人）

Manchester Guardian（《曼彻斯特卫报》）

Marathas（马拉特人，马拉特政权）

market economy（市场经济）

Martinique（马提尼克岛）

mathematics（数学）

Arab and Muslim heritage in（阿拉伯与穆斯林的数学遗产）

globalization and（全球化与数学）

Indian work on（印度的数学贡献）

media and public discussion（媒体与公共讨论）

in Bangladesh（孟加拉国的媒体与公共讨论）

in Pakistan（巴基斯坦的媒体与公共讨论）

medical research（医学研究）

medicine（医学）

microcredit（小额信贷）

Middle East（中东）

irrigation techniques in（中东的灌溉技术）

sense of injustice in（中东的义愤）

tradition of public discussion in（中东的公共讨论传统）

militarism in Africa（非洲的军国主义）

miniaturization of humans（人的压缩）

minority rights，minorities（少数权利，少数族群）

in Singapore（新加坡的少数族群）

Monde，Le（Paris）（《世界报》，巴黎出版）

monoculturalism，plural（单一文化主义，多元的）

morality（道德）

and community identity（道德与社群认同）

global solidarity and（全球团结与道德）

Morocco（摩洛哥）

Mughal ruel and tolerance（莫卧儿统治与宽容）

Mukti Bahini（freedom brigade）（自由旅）

multiculturalism（多元文化主义）

cultural freedom and（文化自由与多元文化主义）

diversity as value in itself and（多样性自身的价值与多元文化主义）

in Great Britain（英国的多元文化主义）

plural monoculturalism vs.（多元单一文化对多元文化主义）

priority of reason and（推理的优先性与多元文化主义）

two approaches to（两种达致多元文化主义的途径）

music（音乐）

Muslims，see Islam，Muslims（穆斯林，参见伊斯兰教，穆斯林）

nationalism（民族主义）

anticolonial（反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

identity and “othersness” and（身份认同、“他人性”与民族主义）

Nazism（纳粹主义）

neocolonialism，use of term（新殖民主义，术语的使用）

Netherlands，the（荷兰）

Novum Organum（Bacon）（《新工具》，培根著）

Ornament of the World，The（Menocal）（《异彩纷呈的世界》，梅诺克著）

Ostrogoths（东哥特人）

“other，the”，Bilgrami's analysis of，as reactive identity（“他者”，比尔格拉米的分析，作为反应性的身份认同）

Oxford University，Romanes Lecture at（牛津大学，罗马尼斯讲座）

Pakistan（巴基斯坦）

civial society in（巴基斯坦的公民社会）

creation of（巴基斯坦的建国）

“cricket test” and（“板球测试”与巴基斯坦）

fundamentalist madrasas in（巴基斯坦原教旨主义者的极端行径）

Islamic extremism in（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media in（巴基斯坦的媒体）

separation of Bangladesh from（孟加拉国与巴基斯坦分离）

and terrorism（巴基斯坦与恐怖主义）

Pakistan Times（《巴基斯坦时报》）

Palestine，Palestinians（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

Parsees（帕西人，印度拜火教徒）

Pataliputra（now Patna），Buddhist council in（波吒利弗城，今巴特那，该地的佛教徒大会）

patent rights（专利权）

penicillin（盘尼西林，青霉素）

pharmaceuticals（药品）

Pilgrim's Progress（Bunyan）（《天路历程》，班扬著）

plural identities（多重身份）

choice and（选择与多重身份）

as competing identities（多重身份相互竞争）

contrasting and non contrasting identities（对立身份与非对立身份）

decolonization of the mind and（思想的非殖民化与多重身份）

politics and（政治与多重身份）

recognition of（对多重身份的认可）

singularist presumption vs.（单一身份假设对多重身份）

social contexts and（社会环境与多重身份）

as source of hope for harmony（多重身份作为和谐的希望所在）

politics（政治）

choice and constraints and（选择与约束以及政治）

community identity and（社群认同与政治）

as factor in identity（政治作为身份认同的要素）

plural identities and（多重身份与政治）

religion based（宗教政治）

tolerance in（政治中的宽容）

Portrait of the Anti Semite（Sartre）（《反犹分子的画像》，萨特著）

Portugal（葡萄牙）

empire of（葡萄牙帝国）

postcolonialism，see 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后殖民主义，参见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

poverty（穷困）

as cause of unfreedom（贫困作为不自由的原因）

culture and（文化与贫困）

fairness and（公平与贫困）

globalization and（全球化与贫困）

removal of（消除贫困）

violence and（暴力与贫困）

printing，development of（印刷术，其发展）

prisoners，inhumane treatment（战俘，非人道的对待）

professions，as identities（职业，作为身份）

Protestants，Protestantism（新教徒，新教）

race（种族）

discrimination and（歧视与种族）

identities and（身份认同与种族）

rahi aql（the path of reason），Akbar's championing of（理性之路，阿克巴对该观点的支持）

Rajasthan（拉贾斯坦）

rational agent（理性的主体）

rational fool（理性的白痴）

reactive self perception（反应性的自我认知）

Asian values and（亚洲价值观与反应性自我认知）

fundamentalism and（原教旨主义与反应性自我认知）

spiritu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s（反应性自我认知作为精神上的比较优势）

as “the other”（Bilgrami's analysis）（作为“他者”，比尔格拉米的分析）

Rear Window（film）（电影《后窗》）

reasoning（推理）

as allegedly “Western” value（推理作为“西方”价值观）

community identity and（社区身份与推理）

democracy and（民主与推理）

denial of（对推理的否定）

faith based schools and（基于信仰的学校与推理）

global public（全球公共推理）

hostility to，based on misperception（对推理的敌意，由于误解）

influence vs.determination and（对推理的影响，对推理的决定）

multiculturalism and（文化多元主义与推理）

plural identities and（多重身份与推理）

priority of（推理的优先性）

religions（宗教）

“dialogue between”（“宗教之间的对话”）

and identity（宗教与身份认同）

violence based on（基于宗教原因的暴力）

world as an alleged “federation” of（世界作为所谓“宗教的联盟”）

religious authority，increased voice of（宗教权威，日益扩大的影响）

religious freedom（宗教自由）

religious schools，stated financed（国家资助的教会学校）

Renaissance，European（欧洲的文艺复兴）

Re thinking Multi culturalism（Parekh）（《反思多元文化主义》，帕里克著）

retribution，violence as（以暴力来报复）

Roman Catholics（罗马天主教）

Romans，ancient（古代罗马人）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British（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

Royal Swedish Academy（瑞典皇家学院）

Rwanda，Rwandans（卢旺达，卢旺达人）

Sanskrit（梵语）

astronomical works in（梵语中的天文学文献）

mathematics and（数学与梵语）

Sarvadarshanasamgraha（ “collection of all philosophies”）（《摄一切见宗论》，意为所有哲学文集）

Saudi Arabia（沙特阿拉伯）

schools and schooling（学校与办学）

science（科学）

Arab and Muslim contributions to（阿拉伯和穆斯林在科学上的贡献）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中国对科学的贡献）

globalization and（全球化与科学）

Indian contributions to（印度对科学的贡献）

postcolonial mistrust of（后殖民时代对科学的不信任）

“Western”（西方科学）

Sears Tower（西尔斯大厦）

sectarian confrontation（教派的对立）

identity shifts and（身份转移与教派对立）

singular identity and（单一身份与教派对立）

self perceived identity（自我认知的身份）

ascription vs.（他人强加的身份对自我认知的身份）

see also reactive self perception（参见反应性自我认知）

September 11 attacks（“9·11”袭击）

Serbs（塞尔维亚人）

Shariah（伊斯兰教法）

Shia Muslims（什叶派穆斯林）

Shiv Sena（湿婆神军）

Sikhs（锡克教徒）

British state financed schools for（英国政府资助的锡克教学校）

“sine”，use of term（“正弦”，术语的使用）

Singapore（新加坡）

Singularist view of identity（singular affiliation）（单一身份观，单一的社会联系）

civilizational clash theory and（文明冲突理论与单一身份观）

civilization based（基于文明的单一身份观）

community based（基于社区的单一身份观）

culture based（基于文化的单一身份观）

plural identities vs.（多重身份对单一身份观）

religion based（基于宗教的单一身份观）

violence and（暴力与单一身份观）

social capital（社会资本）

social commitments，as factor in identity（社会义务，作为身份的要素）

social contexts，identity and（社会环境，身份与）

social identity，see community identity；identity（社会身份，参见社区身份，身份）

solidarity，global（团结，全球的）

intellectual（知识界的团结）

solitarist approach（孤立主义方法）

see also singularist view of identity（参见单一身份观）

South Africa（南非）

South Korea（韩国）

education in（韩国的教育）

globalization and（全球化与韩国）

see also Korean history（参见朝鲜历史）

Soviet Union（苏联）

Spain（西班牙）

Sri Lanka（斯里兰卡）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ubjection of Women，The（Mill）（《妇女的屈从地位》，穆勒著）

Sudan（苏丹）

Sunni Muslims（逊尼派穆斯林）

Susa（Shushan），in ancient Iran，democracy in（苏萨（书珊），古伊朗时期的民主）

Symi Symposium（2005）（西米研讨会，2005年）

Taliban and Afghan politics（塔利班与阿富汗政治）

Tamil separation in Sri Lanka and “Tamil Tigers”（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分离运动与“泰米尔猛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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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技术）

globalization and（全球化与技术）

terrorism（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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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land（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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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violence（暴力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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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and commerce（贸易与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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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key（土耳其）

Turn in the South，A（Naipaul）（《南方的转折》，奈保尔著）

Tutsis（图西人）

underdevelopment，alleged cultural explanation of（不发达，所谓的文化解释）

United Nations（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ited States（美国）

see also America（参见美国）

Upanishads（《奥义书》）

Vaccine Board（疫苗委员会）

vaccines（疫苗）

Vajracchedikaprajnaparamita（Diamond Sutra）（《金刚经》）

Vietnam（越南）

Vikings（北欧海盗）

vindaloo（温达卢，咖喱肉）

violence（暴力）

cultivation of（暴力的孕育）

denigration and（诋毁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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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du Muslim riots（印度教-穆斯林骚乱）

poverty and（贫困与暴力）

religion based（基于宗教原因的暴力）

as retribution（作为报复的暴力）

against women（以暴力对付妇女）

singular identity and（单一身份与暴力）

see also terrorism（参见恐怖主义）

Visigoths（西哥特人）

voting rights，importance of（投票权利，其重要性）

West Asia（西亚）

Western civilization，Western values（西方文明，西方价值观）

alleged superiority of（所谓西方文明的优越性）

alleged uniqueness of（所谓西方文明的独特性）

democracy and（民主与西方文明）

fundamentalism and（原教旨主义与西方文明）

getting even with（报复西方文明）

globalization linked to（与西方文明相联系的全球化）

global roots of（西方文明的全球来源）

postcolonial obsession with（后殖民时代被西方文明所困）

resistance to（对西方文明的抵抗）

“What Is a Muslim？”（Bilgrami）（《穆斯林是什么？》，比尔格拉米著）

White Mughals（Dalrymple）（《白蒙兀儿人》，达尔林普尔著）

women，role of（妇女，其地位）

World Civilization Forum（2005），Tokyo（世界文明论坛，2005年东京）

World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1993），Vienna（世界人权会议，1993年，维也纳）

World Trade Center（世贸大厦）

yue jian liang ming（sine of lunar intervals）（月间两朙，月亮间距离的弦）

Yugoslavia（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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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正如第一卷一样，在为本文集选择和组织论文时，伊丽莎白·约翰逊丰富的经济学编辑经验使我受益良多。玛格丽特·舒尔茨借助图书馆对各种文献进行了检索。她也找出了论文中含糊不清和不适当的表述之处。长期担任我的秘书、技能娴熟的凯茜·格洛弗，一直协助我对论文进行持续不断的修订，直到本文集得到“出版许可”和完成导论部分。

西奥多·W·舒尔茨


导论

经济学家对报酬递增源泉的探索并非徒劳无功。它已经带来了引起收入增长的各种知识进步。不过，似乎每种知识进步，从发展过程来看，最终都出现了报酬递减。这意味着不存在不为人知的、独特的持续收入增长过程。

本论文集主要体现了亚当·斯密有关劳动分工依赖市场规模的著名定理。
[1]

 斯密很大程度上预见到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产生的巨大收益，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作为劳动分工结果的技能、技巧和判断力的更大增进”。斯密也指出了人力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很明显，市场规模的扩大是重要的，但斯密并没有分析产生市场扩展的条件、源泉及由此而导致的收入增长。

本书的第一篇论文从阿林·杨的《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开始。
[2]

 不过，在我的研究生学习时期并不知道阿林·杨的经济学，几十年以后我才接触到它。

当我1930年进入艾奥瓦州立大学时，经济学正遭受正统的报酬递减理论的束缚，这在我的专业领域农业经济学尤其表现极端。我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基于农业生产进步的观点看报酬递减》。
[3]

 我得到了40年的强大数据，借以驳斥马歇尔关于农业技术进步慢于土壤退化速度的预言。

接下来20年我专心研究土地、其他自然资源和食品价格方面的经济难题。为什么在大部分欧洲地区、英格兰、加拿大和美国，家庭个人收入用于食品的支出会下降到只占其个人收入的极小部分？按照我在本论文集前两部分使用的概念，这些国家已经变成“低食物消耗体”。用1990年的流行看法来说，很明显基本食物产品的实际价格已经下降了。我不断地问自己，“正统的报酬递减到底怎么啦？”

本书接下来第二部分的三篇论文，为识别和分析各种报酬递增过程中出现的根本问题提供了基础。杨的报酬递增概念同我们所观察到的高收入国家农业土地重要性的下降是相一致的。



注释


[1]
 Theodore W.Schultz，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
 （Blackwell，Oxford，1993）：see Part II,No.8，“Adam Smith and Human Capital.”


[2]
 Allyn Young,“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Economic Journal
 （Dec.1928），329-342.


[3]
 Theodore W.Schultz,“Diminishing Returns in View of Progres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14，No.4（Oct.1932），640-649.


1.研究的回报

在20世纪40年代期间，我日益发现，美国有组织的农业研究的回报能解释农业产出增长的很大一部分，为此而发生的支出已经变得很高。早在1953年我就对此有所研究：“如果把芝加哥、哥伦比亚、杜克、哈佛、霍普金斯、普林斯顿、斯坦福和耶鲁等大学得到的所有捐赠加总起来，并以4%的收益率计算，所得到的收益也只能支持20世纪50年代初期农业研究的四分之一。”
[1]

 按我的估计，1950年因为引进新的更好技术而在农业投入上至少节约了11亿美元，而同一年，联邦和州在农业研究上的总支出只有1.03亿美元。
[2]



要想找到农业产出的增长超过其投入增长的源泉，必须找到我们所看到的每一项新技术的源泉，确定其成本与回报，这要求把它视作内生变量。兹维·格里利谢斯（Zvi Griliches）就使用这种方法在他的论文《杂交玉米：技术进步经济学的一个探索》中作出了经典贡献。
[3]

 已经取得进展的另一种方法是把技能提高和知识进步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农业研究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这些研究所产生的价值。从1950年到1988年，世界人口增长了两倍多，世界粮食生产也是如此。对农业研究需求的一个表现就是，在相同时期全世界范围内农业研究的实际支出增长了七倍多。

我进一步研究了下列事实的经济意义。在杂交玉米种子被引入之前，1933年美国玉米种植面积是1.098亿英亩。到1987年，只有0.767亿英亩土地在种植玉米。尽管种植面积减少了0.33亿英亩，1987年的玉米产出却比1933年增长了三倍以上，二者的数量分别是82.5亿蒲式耳和24亿蒲式耳。我们也可以估算从玉米种植面积中减少的农田所应该得到的产出，玉米生产成本的下降，牲畜、家禽饲养成本的减少，尤其是巨大的消费者剩余。所有这些都是绿色革命的表现。

农业研究的持续进步也依赖于科学进步。科学研究投资的回报可能是递减的。大型科学研究的成本已经变得非常高昂，并且充满了政治因素。大学的自主性正受到损害。学术型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承担了太多政府的义务。严酷的真相是我们正在逐步走向组织研究的计划控制。

经济研究上的扭曲，部分起因于某些基金和政府代理机构在配置经济研究资金上的经济政策倾向，部分原因则在于某些学术型经济学家为了获得这些资金而迎合这种倾向。就经济学而言，对经济学教条和社会制度的批评正处于衰退之中。学术研究的激励为这些扭曲所困扰。

在大学内部，学术型企业家创新精神的重要性一般被低估了。校长、学部主任、系主任和研究项目主持人发现，要想不变成企业家很难。

在一个动态经济中，人们终其一生难以避免成为企业家。不过，无论一个人在这方面干得好与坏，都是另外的问题了。

研究所产生的收入增加在实现经济增长方面无处不在。新知识已经提高了土地的生产能力，并发展出了新的物质资本形式和人力技能。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的研究部门。

研究是对未知领域或部分已知领域的一种冒险活动。无疑资金、组织和有能力的科学家是必要的，但仅此还是不够的。产生知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的能力，这一能力我定义为研究型企业家才能。这是一种稀缺的能力；要想识别它很难；在非营利部门它只是偶尔得到回报；在许多研究型企业中它往往被过度组织化所滥用和损害。

在申请研究资金的时候，一个便利的假设是高度组织起来、为主持人所严密控制的研究机构才能胜任重要的研究功能。然而，事实上，这类大型组织最终无法产生创造性研究，无论是国家科学基金、政府机构、大型私人基金还是大型研究型大学。在华盛顿的国家研究主管人员中，没有人懂得科学知识前沿所形成的研究选择序列。我曾经是一位颇有能力的实验基金主管的研究咨询委员会成员，看到过基金所资助的各种各样的研究人员，我确信大多数科学家都是研究型企业家。然而，要设计好的制度去利用这些专用性才能是极为困难的。组织是必要的。同时，也需要创业活动。农业研究已经从各种实验基金、专用型大学实验室以及近期变得成熟的国际农业研究中心中受益。不过，也产生了过度组织化、自上而下指导研究、要求科学家花更多的时间准备报告来为自己所从事的研究辩护、似乎把研究当作是一种常规活动等前所未有的危险情况。

有组织地进行农业研究及其推广活动以取得发展和成就的历史，可以让人免予受到世界末日、增长的极限、新经济危机反复爆发等悲观论调的影响。在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地方，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未来几十年使得我们的评价等同于我们所使用的资源的环境特点。要想知道研究的需要，研究人员要了解相关知识的状态，它的前沿所在，以及它所提出的各种假说。

知识的生产是有成本的。同样需要作出资源配置决策。无论研究人员是否对市场感兴趣，市场所提供的价格信号不容忽视，它是向研究活动配置资金以及向研究机构配置个人时间时所应参考信息的基本组成部分。



注释


[1]
 Theodore W.Schultz,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McGraw-Hill Book Co.，New York，1953），pp.114-115.20世纪40年代末这些大学的总捐赠是大约6亿美元。


[2]
 Ibid.,p.115,table 7.7.


[3]
 Zvi Griliches,“Hybrid Corn:An Exploration in Economic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Econometrica
 ，25（Oct.1957），501-522.


2.传统农业的经济基础

我的一本著作——《改造传统农业》
[1]

 的核心是对贫穷国家以农业作为增长源泉的经济基础进行分析。下面我将总结与两个关键经济特征有关的逻辑和实证结果。

第一，让人惊奇的是，穷国的农民在使用（配置）他们具有支配权的农业生产要素时通常并不是无效率的。原因搞懂了就很简单。这些农民受到传统农业中典型存在的特殊经济约束；特别是他们受到获得和持有财富的偏好、农业技术水平的约束，这些约束实质上维持了好几代都不会变化。结果他们长期处于静态均衡。这样看来，那种认为改变这些国家现有农业生产要素的集合，使用不同的（更好的？）配置就能增加农业产出的流行观念，同应用于上述静态均衡中的农业行为的经济逻辑，以及可以获得的经验证据，都是不一致的。尽管看上去很奇怪，事实上，严格的配置检验证明，这些农民比现代农业的大多数农民都要有效率，因为后者处于一种失衡状态，这种失衡是由快速的现代化所造成的。

第二，考虑增加农业产出的投资，传统农业中的农民一般会耗尽所有盈利机会以投资到自己所能支配的农业生产要素上，这意味着农民长期以来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投资的边际回报率很低，以至对储蓄和投资的激励很小或者不产生激励。传统农业若要产生经济增长，其代价将过于昂贵。这表明，从更为实际的角度来说，增加更多的用于灌溉的水井和沟渠，增加更多的役畜工具，以及增加农民已经使用数代的其他可再生资本，能够提高的农业产出很少，少到难以产生具有吸引力的回报。

上述两个经济特点是理解传统农业农民行为的基础。第一点是现有资源已经得到有效率的配置，第二点是现有农业不存在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对于许多穷国以农业带动经济增长，这两个特点意味着，单一的以改进农民经济效率为目标的项目将必然失败。看上去很矛盾，以严格的经济标准衡量，在使用自己能支配的土地、劳动和可再生物质资本的特定配置方面，比之技术发达国家的农民，传统农业中的农民一般更有效率。同样地，只关注诱导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增加对他们已经持续数代的生产要素的投资的项目也会失败，这种投资的收益太低而没有农民愿意接受。

区别一下由农业内部与外部提供的不同生产要素是有用的。除了少数例外情况，穷国农民自己所能提供的一切投入品都只有较低的回报。事实上真正有回报的所有农业投入要素都来自农业外部。明显的例子如商业化肥、机器、拖拉机、杀虫剂以及具有更优越基因的植物和动物。尽管不那么明显，类似正规学校教育及提高农民技能的其他方式也来自农业外部。

上述高回报资源是提高农业投入质量的主要途径；农民只能从非农企业和从事农业研究、推广活动与正规学校教育的代理商那里获得这些投入。因此有必要采用各种方式和方法，不仅要提高可再生物质投入的质量，而且要提高农业生产的人力资本质量。迄今为止，在试图帮助穷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不清楚经济增长的源泉所在，除了少数例外情况下碰巧走对了方向，我们并没有使用正确的方法，也没有使这些正确方法的程式得以制度化。

在结束我的埃尔姆赫斯特（Elmhurst）讲座“经济学、农业与政治经济学”
[2]

 时，我作了下面的评论：

当社会主流思潮否定地租、利息和利润的存在性，宣扬市场竞争的盲目性时，相应的政治经济方法在配置农业生产的资源时受到严重的阻碍。各种资源配置方式被设计了出来，如通过配额来分配化肥和其他投入，控制农民从农场到农场和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在一国范围内分割农产品市场，禁止不同区域之间的流通，除非得到政府的授权，甚至不准农民之间相互交易。

于是问题的核心变成了解物品真正的经济价值之所在——只有那些按照命令生产和消费的物品才具有真正的经济价值。在这种情形下无论什么人，不管是计划者、集体农庄的经理还是小型私人农场主，使用这里产生的信息来做经济决策，结果都没有经济效率。这并不是说提供正确且有用的经济信息是无成本的。在上述环境下对于许多国家提供这类信息变得异常昂贵有两个原因：经济信息的质量极为低下且成本高昂。也应当注意，农业科学家通过更优良的植物、动物、化肥和设备所作的质量改进——这些在投入有效率使用时同样重要——也无法用来解决有关确定农业产品和投入的真实经济价值的难题。简单地使用更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农业产品未来的成本前景是什么呢？从技术可能性和纯粹的经济机会来看，降低成本的前景是乐观的，但从政治上的所作所为来看，这一前景不容易出现。同时，国际粮食会议形成了许多难有作为的报告，而社会思潮产生了强大的意识形态观念。但是报告和观念并不生产粮食。幸运的是，植物和动物并不读报告，它们也不会歧视任何政府的价值观念。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农民的所作所为是问题的关键。

第四部分的最后一篇论文涉及家庭经济学。使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家庭行为，我们已经得到了大量见解。

在这篇论文中，我假设自1900年以来美国每小时工作的实际工资的五倍增长已经使得家庭内部和代际的个人收入分配深陷困境。最重要的是人力价值的不断提高。

在我们从家庭行为的经济分析中获得大量知识的同时，我主张对分析框架进行扩展，把其他经济活动中的变化同家庭中的寿命增长变化，以及商品、耐用品和劳务相对价格的巨大变化联系起来。我们的分析框架对建立在持久性和暂时性收入概念上的高收入家庭研究进行了难以言喻的忽略，也忽略了经济条件变化时家庭的企业行为。



注释


[1]
 Theodore W.Schultz,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Conn.，1964）.


[2]
 See below,Part IV,No.2.


3.重新发现阿林·杨的经济思想

阿林·杨1928年的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直到最近仍然被人忽视。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发生的经济事件对于经济进步观点而言并非好事。大萧条、大规模失业和收入急剧下降完全吸引了经济学家的眼球。阿林·杨英年早逝也使得有关其论文价值的讨论无法持续下去。

最近，由杜克大学1990年出版的罗杰·J·桑迪兰兹的著作《劳克林·柯里的生活与政治经济学》为杨的分析方法来源提供了新的证据。我非常感谢桑迪兰兹引导我找到杨1928年分析方法的源泉，并帮助我获得有用的公开发表的各种文献。罗杰·J·桑迪兰兹编辑并发表在《经济研究杂志》1990年第17卷第3/4期的《尼古拉斯·卡尔多有关阿林·杨1927—192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讲座的笔记》一文，对于发现杨的思想起源非常有用。

杨对报酬递增起源的分析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深化思想。杨强调各种报酬递增活动的结合效果。他的目标是识别出各种报酬递增活动相互作用的总体影响。

大量因素可以用来解释已经内嵌入高收入国家现代化中的报酬递增的不断扩展。报酬递增的产生是由于：

劳动分工

专业化

技术进步

人力资本积累

正规学校教育，社会培训教育

干中学

获取知识

知识外溢

经济思想与知识

经济制度

经济组织

经济均衡的恢复

阿林·杨并没有使用数据来支持他的报酬递增思想。如果他活得更久些，考虑到他出色的统计能力，我们就能看到更好的实证分析。

现在我们可以得到能够反映生产力增长中无法解释的剩余的大量数据，这些剩余用作经济增长分析中忽略内容的测度。
[1]

 隐藏在这些未能解释的内容背后的就是各种报酬递增因素。

《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矛盾》是本书最后一篇论文。它主要是对经济学与政治学整合的相互关系和局限的批评性意见。

杨已经肯定，经济学中最有成就和最有启发性的思想就是“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规模”这一定理。集体选择需要一个政治市场吗？当涉及劳动分工、专业化、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及其他报酬递增的源泉时，政治市场的性质能与经济市场的性质相比较吗？值得讨论的是，通过这些市场中的某些部分彼此相互替代，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增进特定国家人民的福利？同时，这里也存在着冲突。

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冲突，就像婚姻中的情况一样，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引入政治市场没有减少这些冲突，发展经济学也不会减少这些冲突。发展经济学的支配性影响，过度增加了政府部门所不能有效承担的经济功能。从政策传统来说，这已经成为政府的一种责任。

杰拉尔德·M·迈耶在他的论文《形成阶段》的末尾，对这一经济学的新分支进行了精彩的总结：“人们可以把20世纪50年代主流的发展经济学视作结构主义，其特征在于贸易悲观主义，强调使用对新物质资本进行有计划的投资，利用剩余劳动储备军，接受进口替代产业政策，信奉中央计划的调控，依赖国外援助。”
[2]

 这正是我们批评这种发展经济学为什么会有如此糟糕的起点的原因所在。

在评价知识进步时，无论是政治学还是经济学，理论和证据都是至关重要的。
[3]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农业已经成为这种糟糕经济学的牺牲者，其受害程度远远超过它在其中所占的比重。以1910—1914年相对价格为基础的农产品平价是一个粗糙的经济学概念。供给管理，使用播种面积配额来进行生产控制，嚷着和平的口号向国外倾销粮食，也是糟糕的经济学。

大部分这种新发展经济学的一个主要错误在于下述假设，即标准经济理论不能充分解释低收入国家人们的经济行为。在此目的上建立的各种模型得到广泛的赞赏，这种情况持续到它们被显示最多不过是一些智力上的好奇才结束。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正如在高收入国家所做的一样，标准经济理论是可以用来分析低收入国家所面临的稀缺性问题的。

另一个错误是对经济史的忽视。古典经济学形成之时，西欧大部分人只能从自己的土地获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产品，并且寿命短暂。因此，早期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与今天那些低收入国家存在的主要问题相似。在李嘉图时代，英国家庭劳动收入的大约一半花费在食物上。这恰是现今许多低收入国家的状态。

当经济学家刚开始研究低收入国家的经济行为时，还没有产生一切有用的经济学分析工具。然而现在，我们有一个包含人力资本在内的解释力很强的资本概念；我们有知识的经济学概念，其经济价值已经得到确认和度量；我们有发生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失衡概念，以及能够应对经济失衡的经济主体概念；我们也有关于经济激励受到扭曲的性质和意义的概念。

没有经济失衡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

忽视了企业家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所起作用的经济理论，就像在演出《哈姆雷特》时缺少了“丹麦王子”一样。

专业化、人力资本和经济现代化是结伴而行的。是的，我们经济体系最明显的特征是人力资本的增长。没有它，人们得到的只能是艰辛的体力劳动和贫穷，除非能从财产中获得收入。



注释


[1]
 Moses Abramovitz,“Resource and Output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70，”Occasional Paper 5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ew York，1956），p.11.


[2]
 Gerald M.Meier，Pioneers in Development，2nd series
 （World Ban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1738.


[3]
 Allyn J.Young,“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Economic Journal
 （Dec.1928），527-542.


4.结论

阿林·杨的报酬递增概念是对亚当·斯密劳动分工引起的收入增长会受到市场规模限制思想的一种拓展。农业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在高收入国家经济地位的下降，反映了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替代性途径对收入增长的作用。这些替代性途径的主要源泉在于有组织的研究活动。

农业研究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有理由对其进行深思。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负担了太多的政府责任。具有倾向性的经济政策是有害的。对经济学教条和社会制度的经济学的学术批判处于衰退之中。设计的激励机制充满扭曲。学术型企业家才能的价值往往被低估。知识的生产是有成本的；必须作出相应的配置决策。在分配研究资金时必须考虑价格信号。

农业研究的进步使得绿色革命得以出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的经济政策正在降低能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激励。

农民家庭，尤其是农业中的农民家庭，都是灵活而强劲的经济实体。

有关阿林·杨经济思想的重新发现，推动了理论的进步，这一进步能够被应用来探寻世界上许多国家广泛存在的报酬递增。

同时，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存在的冲突是人类生活条件的一部分。尽管许多经济政策存在决策失误，全世界很多人的收入仍然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增长。


第一部分 搜寻报酬递增

第1章 来自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报酬递增
[1]



阿林·杨的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
[2]

 的开头是这样写的：“我的主题可能显得惊人地艰深，但我本意并非如此。”我的主题显得不会太艰深。通过配置资源以获得报酬递增并从中获得收益，看来超出了一般经济学能力的追求。

报酬递增思想在当前增长经济学中并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尽管在早期经济学家的思想中它具有重要地位。目前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内嵌于均衡理论中的报酬递减。可以肯定，没有经济学家想“回到报酬递减思想之前的无知状态……”
[3]

 然而，我们似乎已经被锁定到现有均衡理论的报酬递减中了。这样，我们就放弃了一种能够分析产生报酬递增的各种变迁的增长理论。阿林·杨的论文本来可以打破这种锁定状态，它可以使经济学更为开放，从而经济学家能够追寻报酬递增。它本来应当为那些导致产出增长超过投入增长，包括从“亚当·斯密劳动分工依赖市场规模的著名定理”
[4]

 中产生的收益，如此种种经济增长事件留下研究的空间。人们不禁想知道为什么经济学家没有因循杨的研究方法。原因可能在于他的断言使经济学家远离了这种方法，“事实上，我怀疑经济学家已经建立起来的分析工具……阻碍了我们对报酬递增现象在更一般或更基本的方面得到清晰认识……”
[5]



一个基本但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公理化核心中并不存在报酬递增活动，而任何报酬递增事件都意味着失衡的存在。当这种失衡出现时，也会产生从资源重新配置中获利的机会。那些看到并会采取行动利用这种机会的人就是企业家。

对出现在增长过程中的失衡特性以及企业家应对这些失衡所作贡献的经济价值的忽视，导致了增长经济学的两个严重缺陷。对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可观察的经济失衡现象进行解释，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学的忽视。熊彼特的经济发展分析方法是一个显著例外。
[6]

 他的理论以形成于经济体系内部的经济条件变迁为基础。这些变迁是企业家在体系内部的一系列活动的结果。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创造特定经济变迁活动的创新者。

我从经济增长模型产生之前经济学家相关的特定思想开始阐述。这些早期思想中有些对经济进步进行了深入论述，而这些理解在目前高度专业化的经济学中已经消失。然后，我转向那些几乎完全排除了经济剩余的各种经济测度，这种做法掩盖了与报酬递增经济学有关的大多数证据。最后，我更为全面详尽地研究了与专业化和人力资本相关的报酬递增。



注释


[1]
 本章首次发表于Gustav Ranis and T.Paul Schultz（eds），The Stat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Basil Blackwell，1988），pp.339-352。感谢来自兹维·格里利谢斯就我在剩余问题上的疏忽所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感谢詹姆斯·赫克曼对我所使用的部分证据的批评性评价；感谢罗伯特·卢卡斯指出他的结果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也成立；感谢舍温·罗森在备忘录里给出的宝贵意见。乔治·托利提醒我要研究城市外部性问题；以及雅各布·弗伦克尔建议我加入对国际贸易的研究。T·保罗·舒尔茨提醒我注意熊彼特的失衡理论和我对专业化局限性的忽视。理查德·巴里切罗为我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建议。感谢乔治·施蒂格勒的评论并指出应用其奥卡姆剃刀经济学原理受到的约束。约翰·里奇非常爽快地帮助我澄清了各种问题，并提醒我国际经济学相关问题中新出现的大量文献（参见本章注释37）。


[2]
 Allyn J.Young,“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Economic Journal
 （Dec.1928），527-542


[3]
 这一引语来自John Hicks,Capital and Grow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65），p.134。


[4]
 Young,“Increasing Returns，”p.529.


[5]
 Ibid.,p.527.


[6]
 Joseph A.Schumpeter,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1949）.See also his 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
 （Harper and Brothers，New York，1942），chapter 12.


1.增长理论产生前的思想

我们可以看到，最为耀眼的是有关劳动分工及其起源和收入创造能力的思想。劳动分工的重要性现在已经被低估了。它是理解专业化、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和各种类型报酬递增的关键。

早期思想对报酬递减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很清晰的认识。它的讨论都同特定的土地有关，但却应用于所有生产要素。理性的生产者无法回避也并不试图去回避报酬递减情形；他不会试图“……在一个花盆里栽种全世界的粮食”（阿巴·勒纳语）
[1]

 。李嘉图基于“土地天然的不可摧毁的生产能力”的概念，妨碍了人们对农业土地生产力提高的理解。

早期经济学家不仅看到了农业的土地专用性，也看到了土地位置的重要性和大自然的吝啬。考虑到当时同农业生产有关的知识状态的特点，他们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他们不可能预见到他们那个时代之后才发生的农业用地各种替代方式的发展。

土地生产力的限制，事实上的确严重影响到英格兰那段历史时期粮食产量增长的经济潜力，因此也成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看来，可以说当时这种“报酬递减”的特殊过时版本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我们不要忘了，那些杰出的早期经济学家都致力于土地改革。斯密、李嘉图和休谟把农业看作不思进取的部门。休谟指责农民具有懒惰倾向。他的看法简单明了：“懒惰习性天然盛行。很多土地没人耕种。那些耕种的土地，由于农民缺乏技能和勤勉，也没有达到最大产出。”
[2]

 斯密和李嘉图认为手工业和商业是进步的，而农业是那些游手好闲的土地贵族的温床。尽管从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一版（1890）到第八版（1920）期间农业产出有显著增长，第八版的前言表明尽管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马歇尔并没有从李嘉图有关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具有独特稀缺性的静态假设和逻辑中摆脱出来。
[3]

 进而，在哈罗德的动态经济学中产生了一个没有土地的增长模型。
[4]



罗马俱乐部的追随者也相信，农业无论何时何地都存在一种特殊的报酬递减法则。不只科林·克拉克一位经济学家在1941年得到这样的结论：全世界初级产品价格会急剧上升，即到1960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比1925—1934年的平均水平将改善90%”
[5]

 。（把如此迅猛的价格相对提高当作一种“改善”纯粹是一种扭曲解释。）他的预测走错了方向。错在哪里？问题不在于他的人口变量。人口急剧增长的程度远远超出他的假设。问题也不在于他的工业化增长率。克拉克简单地假设土地的报酬递减情况不会改变，而事实证明他错了。农业用地越少越好，难道不可能吗？——看看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或许马克·吐温会欣赏经济学的这种方法。

克拉克的李嘉图式土地模型和土地消失的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都是难以接受的。相反，存在让人信服的理由和有力的经验证据来支持“农业土地的经济地位下降”这一观点。
[6]



该观点的基本内容是农业受到那些导致报酬递增的经济条件变迁的影响。看看印度的小麦绿色革命：它始于1966年，当年小麦产量为1100万吨；到1984年，印度的小麦产量已经增加到4600万吨。当我们等待一种经济增长理论为这一非凡的生产事件提供解释时，常识就已驱使人们探寻农业中的报酬递增了，尤其是看到旁遮普所发生的事情之后：在那里，土地、化肥、设备、劳动、农民企业家才能的回报率都提高了。

早期英国经济学家看到的是英格兰制造业的产量增长。他们把一部分新增产出归因于报酬递增。他们时代经济条件的极好改善就是众所周知的产业革命。作为一种经济过程，它同今天农业中的绿色革命有很多共通之处。

对早期报酬递增观点的批评者认为，过于简化的概念，如“改善”之类，并不足以解释这些回报。批评者后来使用理论来说明报酬递增导致垄断。这显得更有说服力了。它意味着报酬递增与竞争不相容。最终，垄断会主导市场。然而，垄断并非普遍存在，因此报酬递增也不具有普遍性。

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第四版中总结出的报酬递增趋势观点是：（a）规模效应产生的报酬递增或者是内部的，或者是外部的。（b）自然起作用的生产具有报酬递减倾向，人起作用的生产具有报酬递增倾向。农业生产中人的作用是同报酬递增法则相一致的（第四版，第十章第八节）。（c）报酬递增法则可以这样表达：劳动与资本投入的增加通常会引起组织方式的改进，进而提高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效率。本质上，“报酬递增是努力与牺牲的数量与产量之间的一种关系”。

马歇尔强调健康、活力和人的能力的经济重要性，这预见到了我们今天所谓的人力资本。他对知识的评价也具有先见之明：“知识是生产最强大的发动机……在知识中的公共与私有产权的区别……其重要性日益增加：在某些方面比物质财产的公共与私有产权之分更为重要。”
[7]



从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那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广义的资本概念，它里面就包含了人力资本、进而专用性人力资本这些概念，它们是报酬递增的重要源泉。
[8]





注释


[1]
 Abba Lerner,The Economics of Control
 （Macmillan and Co.，New York，1941），p.16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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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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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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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millan and Co.，London，1948）,p.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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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ee below,Part II,No.1,“The Declining Economic Importance of Agricultural Land.”


[7]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
 ，book IV，“The Agents of Production，”chapter 1,pp.138 and 139.


[8]
 Irving Fisher，The Nature of Capital and Income
 （Macmillan and Co.，New York and London，1906）.


2.经济测度

早期经济学家并没有过多地使用统计方法，因而回避了统计证明的负担。他们通常依靠历史和个人观察进行研究。现在我们则求助于那些被认为可以得到理论支持的强大数据。

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资助的大量高水平研究都致力于经济测度，其中研究人员以阿布拉莫维茨
[1]

 为首，包括施蒂格勒、库兹涅茨、肯德里克、法布里坎特
[2]

 、穆尔、里斯、朗及其他人，他们研究了从全要素生产率所获得的巨大收益，全要素生产率则作为“剩余”或“对忽略部分的度量”而变得众所周知。为了消除这种忽略状态，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基本事实出错了。其他人则称“……这些变化是一种技术进步或知识增进……”，结果，解释总产出增长这一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3]



回顾一下那些研究被测度产出的增长超过投入增长现象所提出的解释和观点是有启发性的。在对这一“剩余之谜”所作的众多解答之中，没有人提到报酬递增，也没有人提到斯密、马歇尔、阿林·杨的贡献。报酬递增思想不再适用于这类研究。

在这些解答中，丹尼森和乔根森-格里利谢斯的研究尤其突出。他们对基本数据进行了分类和修正。丹尼森的方法与乔根森-格里利谢斯的方法明显有所不同。他们在一系列文章中争论彼此关于测度和解释方面的不同。在经济学文献中，这些论文作用甚大。
[4]

 在丹尼森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收入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生产率的提高；在乔根森-格里利谢斯看来，几乎所有这些增长都是由要素投入的增加造成的。
[5]



在我早期把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学的尝试中，利用了费雪的广义资本概念。我第一次对“教育形成人力资本”的估计
[6]

 在原理上类似于乔根森-格里利谢斯的方法。回头看来，那些已经发表的对美国1929—1957年可再生有形资本、劳动力教育资本（包括在职培训资本）存量的估计有些过于简化了。
[7]

 大量工作经验使我认识到，同质资本的简化假设对于资本理论来说是一场灾难
[8]

 ，被测度资本的各种异质形式，当经济条件变化时，可以在给定时点转化成同质资本，这种假设也存在严重的问题。

资本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所阐述的经济增长过程——这一过程通常是动态的——通常并不一致。这一结果是必然的，因为成本故事讲述的是沉没投资的寓言，另一个故事则同这些投资引起的期望服务流现值有关，它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化。但更糟糕的还是作为增长模型中资本加总基石的资本同质性假设。由于在失衡状态下资本回报率存在差异，经济增长动态学的基础表现为有差异的资本，无论资本加总方式是依据要素成本，还是依据资本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所提供服务的现值。现有增长模型没有一个能够证明这些有差异的资本是同质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呢？即使我们观察不到这些异质性，我们也得发明它们——因为它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因为它们是在增长过程中进行投资的激励所在。这样一来，经济增长的本质要素就被这些加总所掩盖了。
[9]



乔根森-格里利谢斯的测度是一项重要成就；然而，他们的估计并未测算出随时间变动边际生产率和回报率的不同。这样，在加总过程中，过去年代每个时期对投资所产生的激励差异对于资本形成来说，即使没有被掩盖，也并不突出。人们必须到其他地方寻找伴随报酬递增事件的与生产率提高有关的证据。

当研究丹尼森《1929—1982年美国经济增长的趋势》1985年的新版本时
[10]

 ，我发现他在劳动要素构成上所作的变动与乔根森-格里利谢斯的方法很相似，后者使用这种方式的目的在于解释产生这些变动的原因。在对待资本要素时则很难比较这两种方法。在丹尼森的研究中土地投入并没有变化，这与我所知道的情况有所不同。

就丹尼森对投入要素的核算来看，他的“每单位投入的产出”看上去似乎是有道理的。在他给出的每单位投入（被测度）产出变动的12个解释中，从长远影响来看，其中有几个解释提供了分析工具，可以用于研究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回报率的源泉。他认为规模效应可以加深专业化程度。这方面的问题吸引了我对丹尼森方法的关注，但他并没有提供能支持这一论断的证据。

对上一节所强调的测度难题，包括对规模效应、教育和失衡的估计，格里利谢斯在他有关农业生产力的研究中进行了识别和处理。下文引用了他有关这些问题的三篇核心论文。他的大多数结果见于论文《研究支出、教育和农业总量生产函数》。
[11]

 格里利谢斯指出，如果“假设均衡和规模报酬不变，就会脱离那些我们感兴趣的最重要问题”
[12]

 。对于当前的研究目的而言，在解释“人均产出的部门间差异时，对于工资率和教育这两个变量，后一变量更有说服力，并且在引入其他变量之后仍然有效，而工资率这一变量却不是这样”
[13]

 。他发现农业中存在大量的规模经济。他的结果证明了失衡的存在，并且观察到的各种行为说明生产者在努力消除这些失衡状态。以化肥为例，其边际产品价值超出化肥价格3~5倍。面临如此之大的失衡状况，农民的化肥使用量的年均增长率超过7.4%。这一均衡缺口（边际产品价值/要素价格）从1949年的5%下降到1959年的2.7%。
[14]

 在这一时期结束时，仍然存在大量的失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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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酬递增、专业化和人力资本

报酬递增思想已经对主流理论造成了破坏。它重提了资本主义经济中有关剩余和不劳而获的利润等具有意识形态的价值及分配问题，尤其是对经济均衡理论公理化核心的有用性造成了破坏。尽管如此，事实表明，报酬递增改善了人类福利。

把每次出现的报酬递增当作经济事件来看待是很有用的思路。大多数报酬递增是小的微观事件，例如因为杂交品种而可能引起农民的粮食产量提高。这类微观事件通常可以识别和测度，它们的经济影响一般可以确定。如果是大的宏观事件引起的报酬递增，例如产业革命，要测度投入、产出及其对生产率的确切影响就非常困难了。

报酬递增往往是暂时性的事件。当这些事件是小的并在开放市场竞争条件下出现时，它们的持续时间能明显地观察出来。当报酬递增事件出现时，会出现让人觉得重新配置资源很有价值的信息。行为主体会像企业家一样对即将获得的期望利润作出敏捷反应，他们的行为可以解释这些报酬递增事件所具有的暂时性。

很难把大自然视作报酬递增的巨大源泉。无论是从实践还是理论分析来看，报酬递增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报酬递增的源泉可能来自经济体系内部或外部。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就已经包含了那些来自经济体系内部的报酬递增现象。

报酬递增事件发生的频率如何？这类特殊的事件会引发一系列相关事件吗？经济体系具有产生报酬递增的内在能力吗？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

在下面对专业化进行简短的评论之后，我们会考察报酬递增经由专业化与专用性人力资本所发生的联系。

我们对专业化的认识很肤浅。我们并没有去测算过那些已经出现的专业化随着时间推移的深化程度。就工业而言，我们知道扣针工厂的专业化。就农业而言，我们乐观地认为不存在像扣针工厂一样的专业化。然而，在国际贸易领域，专业化长期以来一直是贸易理论及其实践的一部分。

农业并不能脱离专业化及专用性人力资本所产生回报的影响。如今的现代农民不是克鲁索。玉米种植带的农民家庭不再生产用于家庭消费的鸡蛋、牛奶、蔬菜、水果。这些农牧业产品是通过购买得来的。电力、燃气、电话业务、水也是经常从远离农业的地区经由管道输送，并需要付费购买。玉米种植者不再生产自己的玉米种子。他们往往购买适于在自己所处区域生长的杂交种子。生产支出主要由工业制造的投入品构成。猪的生产已经专业化为下面各个环节：（1）种猪生产；（2）繁殖小猪及其断奶；（3）使猪变肥；（4）提供市场需要的肥猪。然而，还是有人坚持认为农业中实际上不存在专用性人力资本。

这自然而然让我们想到马歇尔的名言“知识是生产最强大的发动机”。这一判断正确吗？农业的确如此——农业研究的成本和回报证明如是。在兹维·格里利谢斯有关杂交玉米及其研究成本与社会收益的经典博士论文发表之后，对农业研发经济价值的研究开始繁荣起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大概自1930年以来，投资于有组织的农业研究的回报率通常远远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正常回报率。

值得注意的是，凭借其所获得的专业技能，农业科学家具有了专用性人力资本。此外，现代农业中存在大量的专业化。规模报酬效应众所周知。人力资本对农业和农民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日益受到关注。农业研究能够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农业科学家的专用性人力资本。

菲尼斯·韦尔奇已经证明，当农业现代化出现时，对农民的教育具有很高的生产价值。
[1]

 韦尔奇成功地区分了教育的工作效应和配置效应。受到更多教育培训的农民所具有的高回报，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配置效应作用的结果。这种后天获得的配置能力是人力资本的一种特定形式。

专业化在城市与工厂、商业与制造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中随处可见。然而，对于专门职业如何？由于经济学家并不反对自己的行业是知识生产职业之一，我转而根据弗里茨·马克卢普的权威研究来分析美国知识和生产的分配。他1962年出版的书包含了当时所盛行的专业化广泛程度的丰富信息。
[2]

 来自马克卢普丰富思想的最新著作则同信息经济学和人力资本有关，这些领域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3]

 知识生产职业的范围与复杂性说明了人力资本的专业化，它们代表了这些职业生产率的极大提高。

然而，专业化存在着局限性。它也为报酬递减所约束。过度专业化就会导致损失。无须掩饰地说，经济学家也遭受过度专业化的负面作用。一位专门研究农民问题的经济学家，不能把农业经济学置于经济学整体中加以理解。哈耶克曾经善意地提醒，“仅仅关注经济层面是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的。”随后他又补充说，“一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人，即使没有明显的危险，也可能令人讨厌。”

现在来简短地回顾一下经济思想及其他证据，以便评介那些把专用性人力资本看作报酬递增重要源泉的假说。我不会过度关注大量有关企业绩效的证据，它们显示了从报酬递增事件中获得的回报率。

同被用来贸易的产品结构有关的人力资本贸易效应可以用来解释所谓的里昂惕夫悖论。与贸易理论相反，里昂惕夫悖论认为，资本丰富的国家应当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在我们知道进入这些出口产品中的劳动服务实际上具有人力资本密集性质。资本丰富的国家出口的是密集使用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产品。

在《家庭论》一书中，贝克尔把他有关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分析扩展到国际贸易领域。家庭成员对投资和时间进行专业化配置；“而且，由于报酬不变或递增，一切有效率的家庭成员都必定是完全专业化的”
[4]

 。因此，大多数从贸易中所获收益的根本源泉来自专用性投资和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好处。瓦伊纳和其他贸易经济学家解释了相似的国家从贸易中获利的经济原因，即这些利益的产生是对特定类型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进行专用性投资，并密集地使用这些资本进行生产的结果。

在最近的论文中，贝克尔回到了他的下述主张：专用性人力资本产生的报酬递增是在已婚男女之间的人力资本上配置时间并进行投资，从而形成劳动分工的强劲动力。
[5]



丹尼尔·格罗斯对相似国家在相似产品上进行双向贸易的经济理论作了进一步探讨。
[6]

 他也认为，特定人力资本专用性所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增可以解释这些贸易。不过，支持这一主张的证据还不多。

罗森在他的《替代与劳动分工》中谈到了这一问题
[7]

 ，此后在《专业化与人力资本》中作了下面雄辩的论述：

对专业化、贸易和比较优势生产进行投资的动力来源于使用人力资本产生的报酬递增。不可分性意味着投资的固定成本与随后发生的投资使用是相分离的。因此，回报率随使用而递增，并通过尽可能密集地使用专用性技能而得到最大化。即使生产技术呈现规模报酬不变，具有相同禀赋的个体也有动力对专用性技能进行投资，并出于相同理由相互进行交易。现代经济的发达生产力和高度复杂性就有力地显示了专业化的作用。
[8]



卢卡斯在他的马歇尔讲座《论经济发展的机制》
[9]

 中集中关注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的相互作用，以及那些认可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制度。这里我只给出同他的方法有关的一点线索：“人类知识（human knowledge）仅仅为人类所共有，既不是日本人的，也不是中国人或韩国人的知识……国家间的‘技术’差异……不是……一般‘知识’的差异，而是特定人员的知识差异。”知识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而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动力之一。

卢卡斯给予自己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概念以核心地位。这些从一个人向其他人溢出的效应，使得任何技能水平的人在人力资本丰富的环境中都更具生产力，并且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生产率。卢卡斯谈到，“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人力资本积累，涉及各个人类群体，采用的方式与物质资本积累完全不同”，这一界定应当限制在那些产生外溢效应的人力资本范围内。在此意义上，作为增长动力的人力资本的能力，是由人力资本外溢效应的回报所决定的。

一个国家在给定时点的人力资本，对于分析该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事实。这一人力资本禀赋的生产力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结构，与之相关联的是为每一部分结构提供服务的市场机会。就此而言，重要的是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在劳动经济学中，对通用性人力资本与劳动者的企业特定人力资本加以区分在分析问题时很有用处。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概念包含与报酬递增现象有关的大量人力资本形式。

有没有可能发现一些特殊形式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它们具有较高的产生报酬递增机会的概率并且能够确保对它们的投资？我认为这样做是有可能的，而且我也正在这样做。

在很大程度上，研发支出就具有这种特性。广泛地说，研发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这些技术进步产生于各种需要投入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样，研发科学创造出新的、更好的生产技术，将之加以应用就产生了报酬递增现象。看看全世界有组织的农业研究吧。它已经成为经济中具有很大规模的次级部门，以1985年不变价计算，它的年支出达到80亿美元。我们再近距离地观察下一位致力于提高植物（农作物）生产力的顶尖遗传学者所具有的科学研究能力。他是有组织的农业研究机构的一位重要成员，这一机构使得农业的粮食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就前景而言，农业生产力增长的这一重要源泉的收益还远远没有达到它的极限。因此，有必要继续对这类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研发并增加投资。

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另一类投资可以导致个人终生的报酬递增，例如初等教育方面的投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掌握一门语言，以具备有效阅读和写作所必要的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低收入国家在初等教育上的增长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有大量证据表明那些正在走向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农民的初等教育回报率很高。然而提供这些教育从而培养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学校还是存在严重的投资不足。这种高回报率表明初等教育是对经济增长具有关键作用的报酬递增的一种源泉。

我认为专用性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重要源泉之一，一种不涉及这类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的增长理论是很不完善的。增长理论也没有考虑企业家对增长的作用。无论是对增长理论的进步还是对增长经验的解释而言，理解这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都很重要。就与经济进步有关的各种重要问题而言，早期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被增长理论忽略的深刻洞见。斯密提出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所形成的专业化制约就是一个根本性的洞见。马歇尔有关报酬递增趋势的观点也是如此。难以理解的是经济学界对那些追随杨的经典论文脚步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长期沉默。在解释“剩余之谜”的年代里，经济测度的研究并没有受到斯密、马歇尔或杨的影响。这些研究的目的并非寻找报酬递增的证据。

有证据显示，专业化、人力资本和增长已经出现在大量经济学家的研究日程上。
[10]

 我们对专业化的浅显认识正在被适当的见解所纠正。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表明，专业化、专用性人力资本、报酬递增和增长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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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从经济史来看经济学的扩张
[1]



经济学由大量广泛而复杂的知识构成，任何一个研究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然而，很少有经济学家考察它的有用程度。我们非常明白，经济学的精确预测能力非常有限，不过这并不表明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在某些方面就没有用处。公平地说，那些沉迷于预测的经济学家的成绩并不比那些始终从事人口预测的人口统计学家好多少。我们倾向于强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似乎没有意识到它在应用上存在的许多劣势。我认为，尽管目前统计学做了大量工作，经济学的实证基础还是很薄弱。并且，为了找到拓展和改进理论有用性的各种可能，有必要加强理论的历史根基。

如果最近发生的经济事件足以确定我们所进行的哪些思考和理论具有经验效力，那么经济史对于加强经济学的根基就没有任何作用。如果过去长期记录的经济行为无法比现有来源提供新的更好的信息，那么就没有必要到经济史中去寻找这些信息。然而，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当我们试图检验和拓展经济学的知识基础时，当前的事件并不足以提供某些必需的信息，而特定的历史事件可以成为这些信息的一种来源。

物理学的科学名声依赖于大部分能够使用可控实验加以验证的知识。然而，天文学家所积累的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知识，不仅来自实验方式，更主要是出自对各种天体历史差异的分析。
[2]

 尽管经济学家很向往物理学家的研究方法，但这是难以实现的空想。在理解经济行为方面，一种我们能够增进知识的分析手段，类似于天文学家的研究，就在于经济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我先就经济学对历史观察的依赖作一点分析，然后简短地评论一下经济史的优势和劣势，最后，我会关注几个特定的研究课题。

经济史所含内容众多，其中很多东西都深入我们的思维和研究文献。麦克洛斯基对这些文献所作的一个简短综述非常有用。
[3]

 我们确信我们所已经知道的那些历史，是各种有或没有证据加以支持的历史洞见的混合物，它们隐隐约约地嵌入我们研究经济问题的假设和方法之中。就此而言，比之真正所知，我们既富足又贫乏。

因为所有可观察的经济事件都具有历史性，我发现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对短期方法和长期方法加以区分很有用。我将把那些考察很久以前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归于经济史之中。我会比较主观地判定，那些发生在50年或更早以前的事件就属于经济史，因此我的许多研究都是经济史领域的。
[4]



许多经济学家天性具有向决策者推销自己主张的强烈欲望；经济史学家还有额外的基因，这一点可以解释他们试图改造历史学家的欲望。除了政策之外，我认为经济史学家还追求两个基本目标：（1）重新解释历史；（2）拓展经济学知识。我赞成第二个目标。除了那些对历史具有专业嗜好和极高才华的经济学家之外，试图说服历史学家，某些他们已经接受的历史没有合理依据，我不认为这是对一位经济学家时间资源的有效配置。这种做法容易导致非常耗时的争论。尽管这可以缩短历史学家接受我们所得珍贵发现的时滞，但这种结果很少出现。我知道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

增加经济学知识存量的努力被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所困扰。正统理论倾向于把经济学家局限于一个基本上封闭的分析体系，然而不管现在还是过去，社会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意味着对经济学有用的贡献，不必只局限于用历史证据检验已有理论的含义。对理论的有用性进行拓展在适当时机可以是最终目标，但它常常并非产生创造性思维的目标。

大量同发展相关的历史洞见并没有来自理论的核心。我们所知道的是，当新形式的资本增加到资本存量之中时，异质资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以及各种需求收入弹性都不是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例如，在研究经济发展时，一个很有用的、可测度的概念是消费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我们从观察而不是理论中知道，食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不仅小于1，而且对于印度来说在0.5到0.7之间，对于美国来说小于0.3；我们也知道随着收入的提高哪种食品会成为劣等品。又如，当库兹涅茨发现高收入国家资产所有者的个人收入份额历史性地从45%下降到25%时，他没有检验从理论推导出来的假说。

就此而言，有两点需要记住：（1）我们可以感知的许多效用原理和稀缺性原理的影响都不是从理论中得来的；（2）我们经常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经济实体的可观察性质具有各种各样的属性，这些属性都是该经济实体在过去已经发生事件的结果。相应地，当它们被观察到时，它们并未脱离自己所处的历史过程。关于第一点，让我解释并把物理学家布里奇曼有关物理学的论断应用到经济学上。经济行为远比我们所思考的要复杂。然而，我们所思考的，比我们的经济学语言更有理解力，我们的语言比正统理论更有理解力，正统理论则比数理经济学更有理解力。人们可以到达许多乘坐飞机无法到达的地方。然而，触及经济行为的每一种方式，从思维到数学，都有自己的长处。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从它们结合产生的综合贡献中所得到的东西还是值得怀疑。

关于第二点，当涉及测度时，很少经济学基本概念不受历史的影响。它们通常不是“无历史的”。
[5]

 为了澄清这一观点，要求一个新术语来表示可观察的经济实体是否受到历史的影响。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一个引人入胜的短篇故事中塑造了“一个名叫福尼斯（Funes）的人物，他无法忘记所见、所闻、所感知、所经历的任何细节”。对福尼斯而言，这是一种糟糕的状态。我们借用这个人物的名字，用福尼斯来指可以“记住”过去的经济实体，用反福尼斯（afuneus）来指什么也记不住的经济实体。把这个故事应用到物理学上，维克托·F·魏斯科普夫发现“电子是具有很高反福尼斯性的物质”。然而，晶体的排列不同，很大程度上与它们的过去经历有关。在经济学上，无差异曲线系统和一般经济均衡的概念是反福尼斯的。可观察的土地、劳动和资本具有很强的福尼斯性。无论在哪里看到它们，它们都包含了由自己的历史所决定的特性。对于用于现有生产的要素，我也会考虑这种记忆性质。消费品也具有福尼斯性。以食品为例：在印度，大部分食品由农产品构成；在美国，家用食品的投入品只有大概三分之一来源于农产品。很明显，事实上，食品的结构很大程度上由能够观察到的经济环境的历史所决定。

上述两点意味着，经济史的发展使得我们超越了从现有理论和经济数据分析中推导出的假说。当人们认识到自己进行经济现象的跨部门实证研究未能考虑到的因素时，这些假说也打上了它们所经历历史的烙印。



注释


[1]
 First published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25,Supplement（1977）,245-250.1977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All rights reserved.I am indebted to Gary Becker,Robert Fogel,Arcadius Kahan,and Donald McCloskey for their helpful Comments.


[2]
 See Carl Sagan,The Cosmic Connection:An Extraterrestrial Perspective
 （Anchor Books，Doubleday&Co.，New York，1973）.


[3]
 Donald M.McCloskey,“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4（June 1976），434-461.


[4]
 麦克洛斯基使用20年作为分界线：我的50标准和他的20标准显示了年龄上的影响。


[5]
 本段开头的内容来自Victor F.Weisskopf,“The Frontiers and Limits of Sciences，”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28（Mar.1975），1526。


1.经济史的一些优势和劣势

问题导向的经济学家因为存在大量理论、不知道如何区别哪些有用哪些无用而苦恼；他们也为各种含糊不清的事实所困扰，当经验研究需要使用这些事实时，不知道它们隐含或忽略了什么东西。尽管最近定量分析技术有了非凡进步，很少有大学经济学家在“制造数据”来支持强劲的实证研究。他们看上去没有时间、耐心或资源来制造那些有真正需要的数据。

在这方面，经济史学家有几个优势。他们制造自己的数据，因而更容易防范那些隐藏在现有可以获得的经济数据中的遗漏或错误的东西。尽管大量经费已经用来进行“可控性经济实验”，这些实验也没有太大作用，因为无法控制所有能够影响实验者的、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因为实验者更注重使用策略来击败控制者。然而，历史中处处都有经济环境的显著变化，并且记录了人对这些变化的经济反应。它们是真正可观察事件的来源，这些事件的发生条件与不存在人为设计因素的所谓“经济实验”的发生条件类似。与物理学家不同，我们无法通过组织控制实验做完大量工作，但我们实际上可以像天文学家一样进行研究，因为他们需要观察各种比地球古老的天体。

再说一点，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明显优势是，经济史教育已经让研究生进入真正的研究之中，因为我发现学期论文对学生学习如何使用自己掌握的分析工具来做研究有很大帮助。

然而，经济学家也有几个劣势。支配着经济学的那些理论经济学家并不阅读经济史研究方面的著作。出现这种情况是谁的责任呢？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史学家重新解释历史的偏好导致他们的研究往往发表在史学家阅读的期刊上。我认为经济学家很难接触到那些专门研究经济史的期刊。而权威经济学期刊留给经济史研究的版面又太少了。
[1]

 为什么会这样？可能在于编辑偏向于理论及其在当前经济形势上的应用。另一种原因可能是，经济史学家对经济学知识的贡献太小，或者他们不知道如何展示自己的发现以便挑战经济学的权威和观念。一个证据可以支持这一原因的后一结论。15年前，我就预测不到权威经济学期刊可以用大量的篇幅来发表有关人力资本的研究。很明显，人力资本的研究迎合了这些期刊读者的需要。

另一个劣势是经济史缺乏足够的学术型企业家来为他们培养博士生开拓市场、获得研究经费、建立作为研究工作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工作室。当然，也存在少数值得注意的例外，如库兹涅茨、福格尔、诺思。我很乐意指出农业经济学家富有进取心的企业家才能，他们获得了研究所需的大量公共和私人资金，他们培养的博士在美国的占比接近四分之一，他们因为把理论同观察事实相结合而得到里昂惕夫少见的称赞。
[2]

 总之，我相信我所指出的经济史优势与劣势并不是有关这一主题的最后论断。



注释


[1]
 McCloskey,“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


[2]
 Wassily Leontief,“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Nonobserved Fac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9（1971），17.


2.研究课题

我曾经主张，研究的目的在于增强我们对经济行为的理解力。我也说过，完全依赖从正统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假说是不够的。但我并不认为目前我们对经济行为已经足够了解，从而可以发展出有用的经济理论来解释：（1）人口增长速度；（2）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私人权利之间的相互作用；（3）经济制度的发展；（4）对物化于新技术中的资本新形式的投资。

尽管这四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极为重要，尽管它们都已经反复列入我的研究日程之中，在寻求解答的研究中愈是深入，我就愈加体会到困扰每一个问题的异质性因素。例如，高收入国家出生率的波动就存在很多谜团，低收入国家的人口转型也是如此。资本的私有权利并不局限于财产权利。为什么私有财产相对于人力资本，其经济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显著降低？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考察，原因在于研究人员缺乏历史视角。尽管人力资本是人权的构成要素，但是它自身也包含着权利。目前尚不存在这样一种经济理论，它能够全面处理私有财产和人力资本权利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当然，也有一些进展，例如把特定经济制度当作适应经济发展要求而可以创造和改变的内生结构。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无法解释农业试验站是最早建立并作为有用的科学研究企业而得到公开支持这一简单的历史事实。最近建立的国际研究中心也是如此。我长期批评经济学家对待技术的方式。分析一种特别新且更好的投入——例如，杂交玉米——的成本与回报是有意义的，不过，假设新技术是同质资本而把新技术的各种形式都混在一起却是一场灾难。在许多模型中过于简化的术语“技术”其实是一个潘多拉盒子。事实上，每一种技术都是资本的一种特定形式，在我们准备对资本异质性进行适当处理之前，要建立可以解释技术变迁的一般方法的前途都是黯淡的。

人口、私有权利、制度和生产工艺的变化状态都在我有关经济史研究课题的私人清单上。但对于我来说，更明智的是，不超出我已经说过的内容，以免产生额外风险。当我转向清单上较次要的还未解决的问题时，《日本天皇》的一个场景告诉我：当受害者被发现时，我得到一份有关隐藏得很好的经济罪犯的小列表。接下来的评论将局限于列在我清单上较为次要的几个研究主题。

（1）在分析家庭经济行为方面，经济学最近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有关家庭的新观点。其中一个观点提出了下述问题：能否用经济学来解释西方国家从扩展家庭向核心家庭（小家庭）的显著历史变迁？威廉·J·古德从一个有才能的社会学家的角度对这种变迁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
[1]

 他把这一现象看作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但是确切来说，用于解释扩展家庭消失的现代化到底是指什么？这里有四种不同的解释：①随着生产活动现代化，市场的扩张增强了核心家庭相对于扩展家庭的比较优势；②因为家庭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向核心家庭的转变只是纯粹的收入效应；③随着市场的发展，对家庭内保险的需要降低；④由于母亲的时间价值提高，对多生小孩的需求降低。就现有证据来说，我没有办法确定这些解释哪个正确，或者除了多萝西·布雷迪所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家庭数量没有成倍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收入效应外，其他解释都有其必要性。彼得·拉斯利特的论文《往昔的住户与家庭》
[2]

 提供了一些与回答这一问题相关的信息。

（2）在家族文化差异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影响的争论方面，有两个关键问题：①为了把收入与价格效应同文化效应区别开来，需要做些什么？②家庭间可观察的文化差异是家庭长期生活的相同历史经济环境的产物吗？解答这些问题需要大量分析工作和历史证据。对处于特定地区各不同人种家庭的历史经验就需要很多讨论。例如，历史上西方犹太人对子女人力资本的投资就要比东方犹太人多得多。为什么？长期居住在南亚一带的中国人对子女的投资要比当地家庭多一些。摩门教徒比之其他人也是如此。为什么？通过研究这些历史纪录，我们有关人力资本代际投资的知识就可以得到增长。

（3）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城邦。我记得有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汉萨小镇，以及低地国家的城邦。此外，还包括曾经在地中海有过一度繁荣的比萨、热那亚、威尼斯及许多其他城邦。我把它们当作天然的经济实验室，它们的记录对经济学知识的扩展有着实质性的贡献。比起邻近的主权国家，这些城邦似乎达到了一个更高的个人收入水平，尽管它们只拥有较少的自然资源。
[3]

 而我国经济体已经过于庞大和复杂，无法分离出单独的证据以确定市场规模对生产力的影响，因此，对我来说，城邦已经成为唯一可以确定市场扩展所产生的影响的“实验体”。此外，似乎高度可信的是，比起相邻国家，在城邦里生活的人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多。历史记录能够支持这一假说吗？对城邦的这种看法部分为西奥多和弗朗西斯·盖格对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研究结果所支持。
[4]

 这两个现有的城邦处于亚洲极低收入地区的核心，几乎没有农田和矿产资源，有的只是人力资源，然而它们的个人收入远远高于亚洲的平均水平。通过研究过去城邦的历史记录，我们能够也应当用事实说明市场扩展的经济效应。

（4）影响人力资本投资激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的预期寿命。可以假定，预期寿命的提高会产生进行额外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一项研究认为，1950—1974年低收入国家的预期寿命提高了40%。
[5]

 尽管这一进步具有复杂的含义，但人力资本未来投资的方向是明确的。然而，对于引起低收入国家预期寿命提高的因素，目前并没有已经得到验证的解释。有关这一问题的数据很糟糕，因此难以找到真正的解释。然而，可以用另一种方法讨论这一问题：为什么在历史上西欧和早期北美的预期寿命增长率很低？我们也能通过人口转型时期预期寿命增长率的数据发现很多东西。例如，长期以来生育率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是预期寿命提高的结果？

（5）在地租和地主收入的历史上隐藏着重大的经济谜题。我们推测农业用地是增加粮食供给的关键制约因素。事实上，地球表面上只有十分之一的土地适合种植庄稼。然而，自大卫·李嘉图时代以来，农业生产的食物供给量已经增加了许多倍。甚至在人口规模庞大、分布稠密的西欧，尽管土壤禀赋贫瘠，也已经成为小麦出口区。在李嘉图提出经典的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之后，在西方国家，地租显著减少，作为经济阶级的地主逐渐消失。它们的经济解释是什么？理论的历史含义与那个时代以来发生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不过，经济理论对此并未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作为李嘉图分析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土地上更加密集地使用资本和劳动，是无法解释这种历史现象的。在分析农业地租所占收入份额的历史下降时，没有人像简·佩恩那样具有说服力。
[6]

 我认为解释这一谜题的关键在于人造替代物对土地的取代。就理论和实证分析的需要来说，我们目前还不具备必要的经济学知识。或许经济史学家有可能解决这一谜题。

总之，就经济史的作用而言，我的方法的目的不是重新阐释历史，而是通过识别过去的特殊经济环境以扩展我们有关经济行为的知识。至于理论方面，常常必须超越现有理论，这意味着需要对理论进行有用的拓展。这也意味着找到适合当前研究目标的各种历史事件的能力：从“自然的”经济实验中，经济史学家能够收集到我已经反复说明的五个研究课题所需的资料。



注释


[1]
 William J.Goode,World Resolutions and Family Patterns
 （Free Press，New York，1963）.


[2]
 Peter Laslett（ed.），assisted by Richard Wall,Household and Family in Past T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72）.拉斯利特根据自己的定义，认为他数据中的家庭是核心家庭。然而根据我的家庭概念，其中的许多家庭都不是核心家庭。


[3]
 See John Hicks,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69），and William H.McNeill，Venice:The Hinge of Europ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Ill.，1974）.


[4]
 Theodore Geiger and Frances M.Geiger，Tales of Two City-States:The Development Progress of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Nat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Washington DC，1973）.


[5]
 Bernard Berelson and staff,“World Population:Status Report 1974，”in Reports on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Population Council，New York，1974），p.7.


[6]
 Jan Pen,Income Distribution:Facts,Theories,Policies，trans.Trevor S.Preston
 （Praeger Publishers，New York，1971）.


第3章 应对失衡能力的价值
*



无论考察现代经济的哪一部分，我们都能看到许多人自觉地重新配置其资源，以应对经济条件的改变。这种应对效率在不小的程度上由他们的“配置能力”决定。这种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不仅仅限于那些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家。当所从事工作的价值变动时，出售自己的劳动服务或自我雇用的人们会重新配置其劳务。家庭主妇也会对家庭生产中的产品与服务购买组合进行时间配置。当学生的预期收益及期望从教育中获得的个人满意度价值发生变动时，他们同样要在所购买的教育服务上重新配置时间。消费机会在变动，因为纯粹消费需要时间，人们也会重新分配自己的时间来应对消费机会的改变。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索教育和经验如何影响人们感知、正确解释、采取行动以合理地重新配置资源的效率。需要记住的中心问题是：在什么程度上这种配置能力可以通过学习获得？教育和经验是这些能力可以测度的源泉吗？什么因素决定不同个体所具有的这些能力的经济价值？逻辑起点为下述概念：人类行为受个体在特定情形约束下的最优化原则所支配。我假设在一个包含所有个体决策的竞争性要素市场，交易条件会调整到令所有个体的决策达到相互一致关系，也就是说，供给倾向于与需求一致。至于要研究的特定能力，我假设对它们的需求由导致失衡的事件决定，对它们的供给则是人力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的计划是研究下列内容：（1）人类能力的概念；（2）个体为了恢复均衡所采取的行动；（3）静态思想；（4）两种经济状态的比较；（5）对企业家作用的拓展；（6）理论的构成要素；（7）大量证据的解释。



注释


*
 本文首次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3，No.3（Sep.1975），817-846。经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许可重印。感谢C·阿诺德·安德森、加里·S·贝克尔、玛丽·琼·鲍曼、伊萨克·埃利希、理查德·B·弗里曼、华莱士·E·赫夫曼、D·盖尔·约翰逊、劳伦斯·W·肯尼、唐纳德·N·麦克洛斯基、雅各布·明瑟、马克·纳洛夫、劳伦斯·S·奥尔森、乔治·萨卡洛普罗斯和玛格丽特·里德对本文早期手稿的评论。非常感谢福特基金会和NIE对我有关人类时间价值提高研究的资助，本文是其中的一部分。


1.人类能力的概念

我们对一个人能力的信息是从他的绩效中推论出来的。这样，能力就被看作实施特定行动的才能和效率。在人们所从事的各种服务活动中，我们只考虑那些被认为是有用和稀缺的服务，这意味着它们具有某种经济价值。来自任何能力的服务都具有时间维度；也就是说，每小时、每天、一年或一生所提供的一定数量服务。

能力具有各种类型；包括下列能力：（1）学习；（2）做有用的工作；（3）娱乐；（4）创造某些东西；（5）就我们研究问题而言的特殊能力，应对经济失衡。因为行为可以被观察到，假设所观察到的绩效同特定能力相联系就很方便。这些能力肯定会交叉和相互影响，但对能力加以限制以至似乎每一种能力都具有一系列特殊性质，对于进一步的研究很有用。不过，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这种还原主义方法容易产生误导，因为它假设能力是可分的；然而正常人的能力都是一个综合的系统。
[1]



我们的学校把很多注意力放在对天资和智力的测试上：例如IQ测试，其设计目的在于预测学校成绩。一些测试考察语言沟通和数量分析能力，用来预测学生在教育中的表现。部分目的在于限制供给，部分目的在于确保入行标准，职业协会提升测试用来决定谁有“资格”从事法律或医疗工作。除了具有局限性和滥用可能性之外，这些各种各样的测试在确定经济绩效方面的作用也很有限。
[2]

 很明显，这些测试也不是出于这一目的而设计出来的。经济学家在解释人们终生收入的广泛差异方面仍然面临很大的困难。能力差异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还是处于未知状态。尽管时间是有价值的，并且其经济价值在高收入国家已经长期而显著地提高，但事实上还没有人注意到，与花费的时间以及从娱乐、创造性活动和纯粹消费中获得满足有关的能力的作用。尽管现代经济中经济条件的变迁无所不在，但人们调整以适应这些变迁的效率还没有成为标准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内容。发生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经济分析对人类个体谋求均衡活动的忽略。



注释


[1]
 生物学上存在这样的争论：主张还原论的人认为所有生命现象都能够还原为根本的物理和化学运动规律，而主张层级论的人认为，生物系统的整体性对这一基本问题具有启发意义。


[2]
 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依靠可观察行为来确定人们所具有的某项能力的价值，而这些可观察行为被假设为该项能力产生的后果。这样，心理学家探寻的是认知能力，即人们借以了解事件的心理活动，以及察觉事件的方式。我探寻的是察觉并正确解释经济事件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类特殊的“认知能力”。


2.恢复均衡的活动

准确地判断那些处于失衡状态的人们在做些什么，并不是经济学的卓越成就之一。这些人的行为，隐藏在这一假设之中：他们的最优化行为可以瞬时恢复均衡。然而，他们事实上并不具备这种行为能力；然而更重要的是，即使他们有这样的能力，要在一瞬间对其资源重新配置也不是正常的经济行为。恢复均衡是要耗费时间的，并且，人们的行为取决于对给定失衡状态作出反应的效率，以及可以采取的一系列调整活动所产生的成本与收益。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核心并不在于分析那些从事恢复均衡活动的个体的特定行为与绩效。

具有严密逻辑的一般经济均衡理论
[1]

 基于下述两个基本概念：（1）人是一种最优化个体，其行为面临特定的约束；（2）存在一个拍卖市场，所有个体明确出价，确立使供求一致的交易条件。一般均衡理论形成了许多有意义的结果
[2]

 ，它们有助于实现经济学知识的系统化，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指导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尽管这种理论主要用于解释市场活动，也可以拓展到各种非市场活动的场合，正如它已经被用于分析家庭生产，教育投资及其他类型的人力资本，婚姻市场的选择与匹配、生育，父母投资在子女身上的时间和服务活动。在所有这些应用中，理论是研究各种经济行为的必备分析工具和方法。然而，对理论的分析性与事实之间的差异不加区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些事实包括个体并非总是处于均衡状态，而且不能瞬时恢复均衡。

与拓展一般均衡理论来分析的个体最优均衡化行为相反，现有研究采用了很简便的做法，即把表面杂乱无序的经济作为均衡状态处理。这种方法认为经济无时无刻都处于均衡之中，无论经济条件如何变化。要得到这样的结果，需要做的一切工作就是假定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能够满足经济均衡所要求的条件。信息搜索和交易成本的概念无疑非常有用，但是按照这种假设使用的话，它们的作用只是掩盖了那些持续不断的失衡状态。

我们试图分析各种实现均衡的过程，它们是，尤其是处于高收入及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体的个体的可观察活动。的确，一些应对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长期变化的调整活动已经纳入经济学家的研究日程。事实上，经济调整中的滞后现象已经受到了大量关注。许多引入滞后变量的复杂计量经济研究得以发表。马克·纳洛夫对这些研究的成就给予了中肯的评价。
[3]

 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统计推断问题，尽管有的研究对经济理论作了一些拓展，以解释那些被滞后变量所掩盖的均衡化活动。

本书的方法是对企业家才能这一概念加以扩展。我将假设一个企业家的供给函数，这一函数会考虑到企业家应对失衡的能力。在使用这一方法之前，我将对静态的现实性、两种大不相同的经济状态，以及企业家才能受到的不足关注加以评论。



注释


[1]
 K.J.Arrow，“General Economic Equilibrium:Purpose,Analytic Techniques,Collective Choi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3）（June 1973），253-272.


[2]
 K.J.Arrow，“Limited Knowledge and Economic Analysi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1）（Mar.1974），110.


[3]
 M.Nerlove，“Lags in Economic Behavior，”Econometrica
 ，40（2）（Mar.1972），221-251；also“Household and Economy:Toward aNew Theory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2）（Part II，Mar./Apr.1974），S2001.8.


3.静态思想

静态意味着零增长，也意味着配置能力的经济价值为零。如果资源供给及对资源提供服务的需求在足够长的时间中保持不变，经济便会处于一种不存在失衡现象的静态。目前，在评价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时，那些长期存在而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再度被提出来。对经济增长最终价值的怀疑言之凿凿，日益增多。零经济增长，伴随零人口增长，被许多人看作一种理想社会的条件。的确有可能死亡率和出生率的变动能够趋于人口均衡。
[1]

 然而，就零经济增长而言，人们的排序似乎更偏好于从正经济增长中得到日益扩大的选择和机会。当然，我并不是指他们不关心现代增长中出现的某些更明显的社会损失。

经济学家对那些雄辩知识分子的见解和民众的一般性显示偏好进行调和，但还远远没有成功。经济学家想作为知识分子一员而得到承认，然而他知道自己分析研究的根基在于民众的偏好。即使他鼓足勇气声称那些生活在安全富庶避风港中的知识分子怀有偏见，也显得讽刺意味十足，不够坦率。但不管事实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即经济服务于民众的一般偏好，而不是经济学家的特定偏好。

经济进步的思想要先于早期英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工作，然而，这些经济学家也不是只关注当时所谓“进步状态”的价值。亚当·斯密认为，“进步状态确实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健康状态……”，而“静态是沉闷无趣的”。李嘉图对此表示赞同。
[2]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思考经济的进步性变化时，“不满足于只是追寻变化的规律”。与当前的某些抗议类似，他也为这些“进步性”变化的最终目的所困扰。他坚持认为，富庶繁荣的国家可以从静态当中获得实在的好处。（请参见阿什利编辑的穆勒的著作。）
[3]

 放弃这些好处的国家将为进一步的生产技术改进和资本积累支付更高的代价。
[4]

 马歇尔对他的这位杰出前辈很不赞同，“然而，事实上完全调整是无法想象的。即便能够做到，也是不合乎人的需要的。毕竟人才是生产的结果；完全稳定的经济所生产的人，比机器好不了多少。”
[5]



从穆勒时代之前以及自穆勒时代以来“普通”百姓的经济行为来看，他们更喜欢一个有着“进步性变化”的经济。而且，自穆勒时代以来，现代经济已经形成了许多专业化部门，其目的在于提高生产技术。资本积累不断增长。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可以有组织地生产这类“进步”的经济。这正是我们将要考察并试图解释的经济现实。



注释


[1]
 Theodore W.Schultz，“The High Value of Human Time:Population Equilibrium，”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2（2）（Part II，Mar./Apr.1974），S210，reproduced in Theodore W.Schultz,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Blackwell，1993），Part III，No.5.


[2]
 L.Robbins,“On aCertain Ambiguity in the Conception of Stationary Equilibrium，”Economic Journal
 ，40（June 1930），194-214.


[3]
 穆勒这样写道：“我倾向于相信，它（静态）基本上是对我们当前状态的很大改善。我承认我并没有受到某些人所坚持的人生理想吸引，他们认为人类的正常状态是不断斗争；践踏、压榨和接踵而至的推挤，这些构成了当前社会生活，也是大多数人所渴望的，或者只是工业发展某一阶段令人厌恶的特征。”J.S.Mill,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ir W.J.Ashley
 （Longmans，Green and Co.，London，Toronto and New York，1909，as reprinted 1926），Book IV,chapter vi,p.748.


[4]
 在静态思想的各种“好处”当中，穆勒并没有预见到“一般均衡理论”会成为经济学的分析核心，该理论假设经济条件是给定的。罗宾斯（“On aCertain Ambiguity”，第202页）指出，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第4册第一段表示“在我们已有的均衡理论上增加一种运动的理论，即在政治经济学的静态学上添加动态学”，这就为许多意义含糊不清的问题敞开了大门。罗宾斯继续紧盯均衡理论，认为无法扩展它以处理经济发展问题；参见他的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Macmillan，London，2nd edn，1935。


[5]
 A.Marshall，Industry and Trade
 （Macmillan，London，1919），p.195.


4.两种经济状态的比较

一旦一个经济体达到均衡，从此对资源的供给及对资源所提供服务的需求保持不变，租金、工资和利率按照惯例维持下去，则经济会持续处于有效率的状态。
[1]

 如果经济条件保持不变，就不存在可感知的推力与压力而言，这种经济的价格是有效率的。

比较差异很大的两种条件下的总体效率是很有用的。在传统与现代农业条件之间的一个简单比较就可以显示出这种差异。在详细说明基本情况之前或它们对应用理论所具有的意义之前，请让我给出下面的推论。基本推论是给定可以利用的资源，传统条件下的农民比“现代”农民更为接近经济最优点，因为新的更好的（生产）可能性不断进入现代农民的选择范围。我在慎重考虑之后使用了“农民”（farm people）这一术语，因为不仅农业生产重要，家庭生产和农民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也重要。绿色革命之前的印度农民，比起艾奥瓦州的农民，在可支配资源的使用方面更为接近最优，后者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以来，要应对资源及相应机会上的诸多复杂变化。

可以简单说明这一推论背后的逻辑。那些生存数代并拥有基本相同资源的农民，趋于接近静态经济均衡。当生产技术多年都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时，农民从长期经验中知道他们自己的劳动可以从土地和设备中得到多少产出。在配置可支配资源，选择农作物组合，决定如何与何时耕种、灌溉和收割，使用什么工具同牲畜和简单的田园设备相结合等等方面，所有这些选择和决策都体现了农民对边际成本和收益的精心算计。这些农民也从经验中了解其家庭生产可能性的价值；在家庭内部随物质产品一起分配其时间时，他们也很好地考虑到了边际成本和收益。而且，当孩子长期处于正规教育具有很低经济价值的环境中时，他们通过向父母学习而获得有价值的技能。这是一幅传统农业生活的简化经济图景，其中包括如何适应多变天气的生活知识，强烈地意味着一种高水平的一般经济效率。
[2]

 它也表明，就一切实际目标来考虑，旨在应对长期经济变化的人类能力没有回报。

与此相对比，现在来看看那些生活在现代化经济进程中的农民。他们要应对一系列经济条件的变化，这些变化通常不是他们自己引起的，而主要是非农人口的活动导致的。出于这一原因，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就远远不足以解释大多数这类变化。然而，基于我在开始时强调的理由，这些变化仍然是内生的。它们主要来自有组织的从事农业研究，以及农民在农业和家庭生产中购买和使用的投入品的改进。相应地，应对新的更好生产可能性能力的需求，很大程度上由有组织的农业研究和生产农民所购投入品的非农企业决定。此外，重新分配资源以达到新的均衡也是要花时间的。而且，在原有变迁所引起的资源再分配完成之前，新的变迁又出现了。因此，这表明“充分效率”超越了现代农民所能达到的范围。



注释


[1]
 有些人类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一些孤立的“原始”社区，对生产要素的报酬通过惯例固定下来。


[2]
 这是我有关传统农业农民配置效率的分析基础：Theodore W.Schultz，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Conn.，1964。然而，基于我在1964年出版的这本书中所谨慎关注的理由，事实上很少看到农民处于“完美”均衡的状态和时期。


5.拓展企业家的作用

无论经济增长是否被认定为一种“进步”，它都是一个充满着各种各样失衡现象的过程。相应地，不同行业的个体都从事最优化行为，他们重新分配资源以实现均衡状态。在此意义上，他们都是企业家。

在经济学的理论核心中很少出现企业家这一概念。当出现这一概念时，通常只限于工商业者，这就排除了重新配置劳动服务的劳动者，也排除了重新配置其资源（大多数是他们的时间）的家庭主妇、学生和消费者。在标准理论中，很难看到涉及企业家才能的研究。加里·S·贝克尔的《企业家能力的供给曲线》是一个例外。
[1]

 当企业家出现在经济分析中时，分配给他们作为商人的功能只限于应付风险和不确定性。然而，承担这一功能的回报在一般均衡理论中是不允许存在的，因为后者意味着该功能的“利润为零”。事实上，很明显每一次寻求均衡的活动都包含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同样明显的是，个体改善了他们的经济处境，在此意义上，作为他们恢复均衡的结果，他们要得到回报。

尽管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很少见到企业家，但是他长期出现在一部分经济文献中。企业家早就在法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出现
[2]

 ，并且在早期英国经济学家的作品中得到了轻松自如的叙述，他们的研究已经成为主流理论的核心。在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中，企业家角色限于那些在市场部门中从事谋求利润活动的人。
[3]

 然而他们所做的工作仅仅是这一角色的一部分内容，因为无论处于市场内部还是外部的家庭和个体都承担了这一功能。正如熊彼特所看到的，企业家“创造”了发展性失衡；但他没有把企业家的功能拓展到成功地应付经济体系内部出现的其他一切失衡现象。在他的方法中，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企业家的“创造性和创新性反应”。因循这一思想，埃德温·盖伊、阿瑟·科尔、利兰·H·詹克斯试图在其他方面对管理性功能和企业家功能作出区分。但根据托马斯·C·科克伦的评价
[4]

 ，他们的研究在拓展已有理论方面似乎没有成功。正如已经注意到的，尽管工商业企业家仅仅是处于谋求均衡过程中的众多个体中的一员，但这无法解释熊彼特的贡献为什么没有成为主流理论的一部分。

伊斯雷尔·M·柯兹纳对企业家在经济理论中的状态进行了颇具洞察力的分析。
[5]

 他清晰地看到了现有均衡理论对企业家的忽略，但他坚持这种理论中的零利润概念，因而不能看到那些从事恢复均衡活动的人们所得到的经济回报。

值得反复指出的是，劳动力功能的标准经济学概念并不包括配置其时间的企业家角色，以及经济条件变化下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能力。类似地，家庭主妇在管理家庭生产和成人学生在决定如何对自己进行投资方面的企业家角色与能力，在大多数经济研究中都被忽视了。

分析人类有用能力的人力资本方法体现了一种显著进步，因为它明确提出了人们的各种技能以及获得这些技能的方式。刚开始的时候，这种方法在经验上只限于进入劳动市场的个体（这种场合才能得到有关收入的数据）。一种有关时间配置和家庭生产函数的理论在近期得以发展并被拓展开来，用在人类能力经济价值决定的分析上，这些人类能力长期以来在非市场部门受到极大的忽视。
[6]

 这种推广开来的方法，在分析人们被他人雇用或自我雇用、从事家务劳动、使用自己的时间对自己进行投资等各方面的人类能力时，也被证明是有用的。
[7]





注释


[1]
 Gary S.Becker，Economic Theory
 （Alfred A.Knopf，New York，1971），pp.122-123.


[2]
 B.F.Hoselitz，“The Early History of Entrepreneurial Theory，”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3（Apr.1951），193-220.


[3]
 J.A.Schumpeter，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ns.R.Opie 1911（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1934；3rd edn，1948）.


[4]
 T.C.Cochran，“Entrepreneurship，”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5，ed.D.L.Sills（Macmillan and The Free Press，New York，1968），pp.8791.


[5]
 I.M.Kirzner，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Ill.，1973）.


[6]
 重要的开端性论文来自Gary S.Becker，“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Economic Journal
 ，75（Sep.，1965），493-517。


[7]
 我已经概述了时间价值提高对纯消费活动影响的经济学逻辑，工艺技术改进对消费时间节约所起作用很小或没有作用这一判断的可信性，以及消费所需时间成为物质经济增长上限关键因素这一结论的含义。参见Theodore W.Schultz，“The High Value of Human Time”。


6.理论的构成要素

在分析人们谋求恢复均衡的活动时，我们假定存在对重新分配资源的经济激励，人们尽其最大能力对这些激励作出反应，他们的绩效差异则是进行反应时所要求特定类型能力差异的一个度量。按照这一假定，存在一类有用的能力，其价值是对该种能力的需求与供给的某种函数。正如一开始我们所注意到的，这种特殊能力体现了个体的某种才能，即感知到给定的失衡并恰当地评判其属性，以确定是否值得采取行动，如果值得，个体的反应就是重新配置其资源。从这些再分配当中实现的收益
[1]

 就是那些可以观察到的回报。

这些预期收益就是从事谋求均衡活动的经济激励。由于这些实现了的收益代表了收入的增长，很明显，它不是均衡理论中通常的瞬时调整所推导出来的“零利润”结果。采用杂交玉米所得到的盈利便是这种收益的一个例证。
[2]

 在家庭生产中，从使用机器缝纫替代手工缝纫中得到的效用所产生的收益也是一个证明。劳动者进行地区迁移得到更好的工作，学生调整自身的学业适应大学教育人才市场的变化，这些所带来的收入增长都是很明显的证据。

对这些能力所提供服务的需求取决于失衡的特性。于是，该需求就是所研究的特定经济失衡的某种函数。对于给定失衡，个体初始时行为激励高，随着资源的再分配，进一步调整的激励降低，就此而言是存在一条需求曲线的。
[3]



在寻找决定各种失衡类型的因素并明确它们各自对于资源重新配置的激励时，有充分的理由对企业、家庭、个人（劳动者和学生）所面临的失衡进行区分。例如，伴随营养学知识进步的激励，比起在家庭内部重新安排饮食的模式，在饲养家禽和牲畜方面更容易感受到并采取行动。需要改变自我投资的年轻人，与大多数需要改变结构和设备投资的企业相比，在未来回报上要面临更为复杂的集合。

这些能力所提供服务的供给取决于给定时点特定形式的人力资本存量，以及该存量因为所提供服务的回报而增加时所发生的成本和增长率。每个人身上的这种人力资本数量或许很小，但绝不会是零。不管人们有多么穷，不管他们在“静态”条件下生活了多久，不管他们的经验多么有限，也不管他们多么缺乏教育，在面对改善其经济处境的机会时，他们既不是漠不关心的，也不是毫无反应的。
[4]

 这些能力在特定区域（部门）的服务供给，通过具有较多此类能力的个体因失衡产生的激励进行迁移从而得到增加。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北印度地区新的小麦品种具有的高额利润所引发的反应，那里有不少素质很高的非农人员企图进入农业部门。这些能力的现有存量能够通过各种形式的扩张活动而得到补充（使之更有效率）。在更长时间内，如果激励仍然存在，通过从应对经济条件变迁的经验技巧中学习，以及通过培训和教育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供给能够并将得到增加。

可以对这些场合的教育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证明它是一个具有很强解释力的变量。重要的是要弄明白教育的何种特性增加了上述能力的服务供给。假设是教育——即使是初等教育——增强了学生发现和认识新问题、学习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的能力。尽管学生所获得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多地来自课堂教学，教育培养的这种能力似乎更具一般性，它对经济主体在察觉并解决经济变迁引起的问题时的表现有重要作用。



注释


[1]
 人们从资源配置中获益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情况一定会比失衡发生之前要好，但的确表明，相对于处在失衡情形下而言，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善。


[2]
 See Zvi Griliches:“Hybrid Corn:An Exploration in the Economic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Econometrica
 ，25（4）（Oct.1957），501-522；“Hybrid Corn and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Science
 ，132（3422）（July 1960），275-280.


[3]
 对分析可观察行为重要的那部分需求曲线处于大大超过零收益的位置，原因在于，如果收益很低，则引导均衡过程的激励过小，不足以确保实现完美均衡。与杂交玉米事件有关的失衡现象就很有启发意义。它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并迅速推广到整个玉米带。然而，就接受杂交玉米的采用率来看，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这些差异是从可供利用的杂交品种中得到的产量增长所导致的盈利能力有很大不同的结果。在艾奥瓦州，五年之内，杂交品种种植总面积的百分比从10%增加到90%以上，而在威斯康星州，同一时期只增加到60%（参见格里利谢斯，同上）。


[4]
 尽管在观察并采取行动方面的能力相对较低，他们应对强激励的绩效无疑表明，在世界最不发达地区的人口中，也存在胜任工作的能力。绿色革命时期小型、贫穷、受教育程度低的印度农民对新的、高产的小麦变种的迅速采用，是对这一点的有力证明。


7.解释证据

我们从限制失衡问题对个体最优化行为的含义开始，再对数据固有的困难进行评论，然后考察来自某些一般性观察和具体研究的结果。

7.1限制失衡问题的含义

我们不是去寻找证据以解释失衡存在的原因。相反，给定一种失衡状态，我们所关注的是重新配置资源的激励所引发的后续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配置能力的存量可以借助各种手段增加。然而，我们的分析只是限于这些人力资本的现有存量，尽管我们将指出，学生也具有不同的配置能力，这转而影响到他们的教育投资效率。

最容易用来进行实证分析的假说是教育和经验对资源再配置具有积极的重要影响。事实上教育兼有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个体收入趋于增加；随着收入的增加，个体的时间价值上升，这一结果就呈现为价格效应。

7.2困难

在此所研究的最优化行为中，风险和不确定性一直存在，很难确定的是，在个体的反应中，所观察到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风险与不确定性差异（包括个体的偏好差异）的结果。教育产生的配置效率可能影响信息搜索成本。不过在通常情况下，数据过于粗糙而不能分析这种相互影响。没有容易的方法可以识别和测度那些确实因特定失衡而产生的重新配置资源的激励，尽管这方面也取得了某些进展。小企业，也就是农民和家庭，或劳动者和进行自我投资的学生，比起结构复杂的大企业来说，得到有用数据的难度要小一些。然而，埃德温·曼斯菲尔德等对现代公司科研和创新行为的研究发现，教育差异影响着公司管理人员的能力。
[1]

 我将要谈到的特定研究主要限于小企业。菲尼斯·韦尔奇在有关教育在现代农业生产中作用的一项开创性研究中，对教育的“工作效应”和“配置效应”进行了估计。
[2]

 但是，在经济学中，还不存在决定性的检验。

7.3一般性观察

从历史来看，农业经济发展充满了教育对农民经济绩效具有积极效应的实例。尽管通常情况下其中既有工作效应又有配置效应，然而看上去相当明显的是，成功绩效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与教育相关的、处理经济条件变迁的能力。加利福尼亚的第二代日裔和墨西哥裔农民之间经济绩效的显著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教育上的差异来解释。在进入美国的第一代欧洲移民中，那些地位低的农民或被雇用的农民工以及受过很少教育的人，比起来自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人口组成的完备社区殖民地（例如艾奥瓦州的荷兰殖民地）的移民，获得的成功通常要少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农业的急速现代化削减了一半还要多的农场数量；接下来在农业中发生的生存与维持竞争中，在应对农业生产变化的能力方面，在决定谁能存活上，教育具有很强的积极影响。
[3]



类似地，在巴西，那些受教育程度更高、具有更多应对农业现代化经验的日本移民，与巴西大多数农民相比，在农业上的成功更让人印象深刻。加拿大的胡格诺派教徒及那些成为美国农民的胡格诺派教徒也是教育具有积极影响的例证。在以色列农业迅速发展的时期，西方犹太移民比东方犹太移民的成功要多得多；这方面，教育差异似乎也是一个有力的解释因素。
[4]



大量的国内移民已经并将持续存在，他们由那些面临工作机会变动而进行调整的劳动力构成。从经济绩效来看，那些受教育年限为16年的人比12年的人更为成功，后者又比受教育年限为8年的人更为成功。应对职位失衡的能力差异，很明显同教育相关。

7.4具体研究

不论使用什么分析方法，总有可提出质疑的地方。实证分析中容易处理的和有用的模型并没有详细说明全部经济体系，通常情况下也没有充足的数据来检验从这些模型推导出来的命题。然而，我们的信心因为这些研究得到的结果同一般性观察相一致而得到增强。我们需要注意这一事实，经济学的古典原理是这些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他们致力于解释自己所认知的、实际经济行为的一般性观察。然而，随着专业化的不断加深，我们往往倾向于解决更少的问题。今天那些深奥的经济学期刊无疑会拒绝斯密、李嘉图或马尔萨斯甚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文章。

让我从家庭生产开始说起。正如所注意到的，家庭长期在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之外。它们被认为是“非生产性的”，因为它们没有为市场生产；家庭中的活动被认为是消费行为。玛格丽特·里德的研究是早期的一个例外，因为它突出了家庭生产的经济特征。
[5]

 1953年，我把“家庭当作一种生产单位，它们处理、存贮、加工和组合各种食品，增加其价值，以满足它们所服务对象的偏好”
[6]

 。在此，家庭被看作经济企业，除了其他作用外，还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条件的改变。它们所购投入的价格、家庭主妇的时间价值和家庭生产技术，都随着时间变化，每一次变化都会产生激励，从而改变进入家庭生产中的资源。产生激励的变化也包括购买家庭耐用品，获得更多的营养品，当妇女的时间价值提高时为了“上班赚钱”而使用儿童保育服务，并以小孩的质量去替代数量。

尽管很明显的是，日常观察表明家庭的确会在感知到失衡时重新配置自己所拥有的资源，但并不明显的是，它们在绩效上存在广泛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家庭主妇的教育差异来解释。然而，通过20世纪60年代美国采用“避孕药”的差异率，我们能看到正规教育的影响。更为困难的是，识别和测度教育对家庭主妇利用营养学方面知识进步的速度的影响。家庭生产新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已经确定家庭主妇时间价值增长的配置效应主要归因于教育差异。因此，这就是用于家庭生产的时间价值的价格效应，并且，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形下教育的价格效应非常普遍。
[7]

 教育也影响婚姻匹配的选择。它会影响对子女的偏好。教育肯定会影响那些以兼职或全职方式进入劳动力队伍的妇女的收入。它显然会影响家庭主妇的家庭生产力。教育可能会影响子女的死亡率，也无疑会影响妇女控制生育数量的能力。

这些有关家庭生产的研究充其量也就是为我们所关注的行为给出了某种线索，它们并不是特意设计用来从教育的配置效应中分离出“工作效应”。把这些设定和识别对象当作工作效应，结果，对它们的估计可能会夸大纯粹的工作效应。T.迈克尔发现一些证据可以支持教育提高家庭效率的论点。
[8]

 然而，他的数据无法让他得到家庭应对经济条件变迁的差异率；尽管如此，他的研究从几个地方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表现要更好。

更多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对采用新的更好的避孕技术产生激励和反应的研究。对使用它们的成功程度差异的估计，显示了教育的积极影响。迈克尔的另外一项研究明确地处理了教育与生育控制之间的关系。
[9]

 他在一系列相互补充的分析性报告中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妇女在接受和使用更有效的技术以控制生育方面，比受教育程度低的妇女更为成功。里德认为，考虑到“加速的知识扩散”这一事实，观察到的教育对“由于知识和使用避孕新技术而产生的生育控制效率”的差异性影响是暂时的。
[10]

 此后，诺曼·B·赖德提供了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
[11]

 ，它有力地支持了里德的洞见。
[12]

 里德的结论是：“高等教育类别领先中等教育8个月，领先初等教育22个月（使用首先达到20%使用率数据）……在达到20%的使用率上，黑人比白人多用27个月。解释20世纪60年代生育差异的这一滞后现象所导致的后果之一是，尽管在60年代末期黑人和白人使用避孕药的百分比相同，但从整个60年代看，黑人的使用率是14.5%，而白人的使用率是20.7%。”在此我们通过直接有力的证据表明，为家庭主妇提供更多教育，可以增强她们对特定失衡的迅速感知和反应能力。

接下来再看劳动服务。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提供接受他人雇用或自我雇用的劳动服务，也有能力重新配置其劳动服务，只要这样做符合其利益。为了考察这两种能力各自对劳动服务供给的作用有多大，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区分。我们的国民收入核算意味着劳动服务的全部收入大约是非人力资本的3倍。面对具有如此经济重要性的劳动服务，我们想知道其中有多少是劳动者成功地重新配置的结果，而教育与经验对这种行为有什么样的影响。很明显，人的劳动服务价值受到一生中出现的许多不同类型失衡的影响：能胜任工作类型的失业率变动，工作机会的空间和行业转移，转移到同一行业内更高工资工作的激励变化，自我雇用与打工挣钱之间的机会变化，以及那些改变了时间在获取收入与进行自身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相对价值的变化。此外，退休之后，消费机会也存在地域变动。这些列举出来的失衡现象远远不是全部。尽管相当明显的是，受影响的人们确实对这些失衡作出了反应，不过，其反应获得多大程度的成功以及这些成功在何种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和经验，还需要具体的证据加以说明。

对移民的研究，其中一些包括职业变化，提供了某些间接信息。这些研究中大多数倾向于把移民绩效的差异归因于信息成本及移民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差异。然而，我将谈到的几个研究表明，人力资源在地域上的重新配置是对失衡产生的激励作出反应，并且教育提高了移民重新安置自己的效率。

在研究从农业迁出的移民时，戴尔·E·哈撒韦和布赖恩·E·珀金斯从社会保障委员会得到了一份独特的数据集，包括1957—1963年每个被研究者的连续记录。
[13]

 尽管样本没有关于教育的信息，考虑到这类人口的其他研究，收入差异可以作为教育差异近似值的一种有用替代方法。由于该数据集为那些因缺乏数据而通常被忽略的重要变量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以及他们进行的深入分析，其研究的结果有力地表明，来自更高收入地区和农场的移民，比起那些来自不利农业环境的移民，在变换职业方面更为成功。
[14]



塞缪尔·鲍尔斯使用人力投资方法分析了1955—1960年从美国南部迁出的移民，得到结论说，“一部分教育的货币回报在上升，原因是受更多教育的人们在适应经济失衡方面更为成功”
[15]

 。鲍尔斯评论了均衡方法在分析个体教育回报方面的不足，而这种回报可以说是个体对实现均衡过程所作贡献的结果。

人力投资方法在解释移民行为的重要方面已经被证明是有用的。使用这种方法的第一项研究来自拉里·A·斯加斯塔德。
[16]

 随后是阿巴·施瓦茨，他在这方面的第一项研究表明，期望终生收入的差异比当前收入差异对移民有更好的解释力，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对终生收入差异的反应最不敏感，并且这种反应随着受教育程度上升而单调增加。
[17]

 然后，他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迁移过程越有效率，转而（更快地）消除了地域失衡现象。
[18]

 琼·奥尼尔作出了另外的贡献，她明确考察了因消费机会变动而发生的移民教育所产生的影响。
[19]

 在加拿大的一项移民研究中，托马斯·J·库尔谢尼发现收入与距离之间的替代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敏感地上升。
[20]

 在研究1941—1964年哥伦比亚移民时，T·保罗·舒尔茨发现，乡村学校的可获得性延迟了学龄儿童及其父母的迁移，但教育提高了年龄更大的年轻人的对外迁移率，他们通常构成移民的主体。
[21]

 移民受到的教育使得“他们给予城市中的就业机会以更好的评价和反应”，并且，移民会因循“可预测的路线，从而减少地区市场之间的失衡”。

现在我们来看人力资本的投资。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解释配置能力供给的增加，而是要表明，学生们所具有的这些能力的存量会影响他们对教育引致的经济价值变化进行反应的效率。学生们面临不断变化的教育投资机会：对受教育人才的需求有高涨或衰退，对不同类型技能的需求会发生很大的变动，教育服务的成本会随时间推移而改变，学生们所放弃收入的变动也会影响这些投资机会。结果，学生们的实际行为往往发生在投资机会变动引起的各种失衡环境中。学生们在应对这些失衡时成功程度如何？他们的经验和受教育层次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绩效？理查德·B·弗里曼对职业选择的经济学研究表明，学生们对大学专业人才市场的变化具有强烈的积极反应。
[22]

 这一结果在他最近的研究中得到加强。该研究表明，黑人大学生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他们开放的新职业领域中占有很高的比率。
[23]



贝克尔估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育繁荣时期的第一个阶段中，（男性白人）从大学教育和高中教育中得到的私人回报率。
[24]

 我对他的结果的解释是，大学生们的反应接近于能够充分保持回报率处于近似均衡水平。另一方面，尽管随着高中注册人数的增长，高中生数量很大，但该研究表明高中生的反应仍然不够充分。1949—1961年大学毕业生的私人回报率稍稍低于15%，并且这一数字没有显著性的变动。高中毕业生的回报率则从1949年本来就比较高的20%，上升到1961年略高于28%的水平。
[25]

 推论表明，先接受了高中教育然后接受了大学教育的毕业生，在应对教育行业的失衡方面，比起那些先接受了初等教育然后接受了高中教育的毕业生，实际上更为成功（指回报率波动更小，当然也指其增长幅度更小）。

在一篇关于学生们大学教育投资的最优化行为论文中，我相当详细地考察了他们在受教育过程中从其配置能力中得到的收益。
[26]



我把农业生产放在最后讨论，因为它提供了目前可以得到的最好证据。农民们通常是自我雇用的工人和企业家。人口统计提供了与农民的年龄、经验和受教育程度相匹配的产出数据。而且，还有现成的用于获得必需数据的特殊样本调查可以利用。在分析这些数据时，几位经济学家使用独创方法估计了教育通过工作效应和配置效应所显示出来的经济价值。这一领域的研究，很大的贡献来自韦尔奇
[27]

 ，以及格里利谢斯对包括农业劳动力质量在内的农业投入的基本测度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
[28]

 作出了一项印度农业研究的D.P.乔德哈里是这一领域的先驱。
[29]

 布鲁斯·R·哈克对日本农民进行了研究
[30]

 ，彼得·R·穆克对肯尼亚小农进行了深入研究
[31]

 ，克雷格·C·吴研究了中国台湾。
[32]

 为了理解教育对农民配置能力的影响，托马斯·E·哈勒对哥伦比亚农民
[33]

 、华莱士·E·赫夫曼对美国玉米带农民
[34]

 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日益明显的是，教育对农业的价值取决于农民必须使其生产现代化所面临的机遇。然而，世界上存在许多贫穷的社区，它们缺乏这样的机遇；该类社区的农业倾向于维持在上面第4节所描述的“传统型农业”状态下。在这些社区，无法从教育中获得显著的产出增益。在我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我把考察对象限制在来自人们受教育很少或没有受到教育的社区的两组人类学数据上。
[35]

 我没有发现农业生产要素对其最优配置的显著偏离。从索尔·塔克斯在《廉价资本主义》一书中提供的数据可以发现，危地马拉帕纳哈切尔的农民虽然贫穷但还是有效率的。
[36]

 类似地，W·戴维·霍珀的一项研究中有关印度村庄塞纳普的数据有力地证明，这个村庄的农民们虽然很穷，但他们对可获得资源的利用是有效率的。
[37]



乔德哈里发现，到1960年，教育水平对印度的农业生产已经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受过教育的农民会率先使用化肥。他的结果意味着在与进口高产量的小麦和水稻品种相联系的所谓绿色革命之前，生产率上就存在进步，这同罗伯特·埃文森的结果是一致的。
[38]



哈勒的研究体现了分析技术上获得的主要进展。他将使用传统农业方法的农民与相同国家内那些处于现代化生产早期阶段的农民的绩效进行了比较。他对研究加以设计，以得到教育在哥伦比亚四个地区产生的工作效应和配置效应。在这些地区中，有三个地区的农民使用传统技术，第四个地区存在一些明显的现代化迹象。他直接从农民那里收集模型所需要的数据。他的结果表明不存在工作效应，但在第四个地区，即进入现代化早期阶段的那一地区，教育具有正的配置效应。“与投入要素使用有关的备用决策数目和复杂性的差异，导致了教育配置效应程度上的差异……这一结论的基础是在第四个地区发现的正教育配置效应。”
[39]

 哈勒也得出了政府承担的教育成本和学生的家庭遭受的私人成本（这些成本中超过80%是由学生放弃的收入所构成）。教育带来的可以识别和测度的收益被限制在第四个地区，并且他对教育回报率的估计也局限于该地区。在他的基本估计中，头三年的平均回报率为68%，五年的整体回报率是38%。他给出了哥伦比亚地区的投资回报率通常为大约15%。哈勒研究的含义是，不存在来自工作效应的教育收益，第四个地区五年教育38%的回报率所产生的收益主要来自成功应对伴随早期现代化出现的失衡的能力。
[40]



在寻求对美国农业生产力进步加以解释的过程中，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开始把教育和农民劳动服务的质量当作理解尚未得到解释的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因素。
[41]

 格里利谢斯发展起来的系统性方法
[42]

 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测度方法，包括估计教育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尽管这种方法无法区分工作效应与配置效应。韦尔奇设计的研究率先对这两种效应进行了区分。
[43]

 他的证据来自1959年的美国农业，当时农业投入正在迅速改善。韦尔奇遇到了一个谜题。受到大学教育的美国农民所占比例正在增加，而从事农业活动的大学教育的经济激励似乎不能只用工作效应来加以解释。尽管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农业需要一些新增技能，然而用大学毕业生的这些新增技能来解释劳动服务收入非常可观的增长很不可信——在韦尔奇的研究中，大学毕业农民的劳动服务收入比高中毕业农民的劳动服务收入要高出62%。韦尔奇结束时的评论既总结了他的结果，又在很大程度上揭开了这一谜题。“这里提供的信息在解释对大学毕业生需求的增长方面是重要的。考虑研究的影响。1940年每一农场的研究支出是4.3美元，1959年这一支出是28.40美元。根据他的论文中表5的系数估计，如果研究支出从28.40美元减少到4.3美元，在投入要素比例不变的条件下，大学毕业生对高中毕业生的相对工资会从1.62降低到1.43，这表明大约三分之一的工资差异会消失。”
[44]

 韦尔奇的分析并没有告诉我们大学和高中毕业生应对失衡的速度差异，这些失衡来自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农业投入改进。他所发现的是，根据1959年的相对工资差异，大学毕业生实质上比高中毕业生更为成功。在大学教育一般回报率大约为15%的假设下，我对韦尔奇结果的解释是，其中至少三分之一，即5%，代表了新增配置能力的回报。

然而，给定时期跨部门数据的均衡模型，用来分析农民应对新投入机会的均衡化能力，还是不充分的。我们想知道谁最先和谁最快实现新均衡。在实现重新配置方面，最先作出恰当反应和行动最快的能力才具有经济价值。为了明确这些调整的相关细节，需要一个均衡模型和行为数据，在此指农民采用更为有利可图的新投入的行为数据。从这一点来看，赫夫曼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45]

 赫夫曼的分析从确定玉米带农民对氮肥实际价格下跌反应的速度开始。他得到了从1950—1954年到1964年五个州（伊利诺伊、印第安纳、艾奥瓦、明尼苏达和俄亥俄）的县级数据，这一时期这些州全部庄稼的氮肥使用量增长了五倍。不久，他发现，更便宜的化肥使得杂交种子公司和农业试验站能够开发和生产对化肥更敏感的杂交种子新品种，并提供可以增加产量的新型农业作业方式。他的调整模型和对数据的处理详细说明并考虑了前人在分析农民教育的工作和配置效应时忽视的许多重要变量。
[46]



赫夫曼发现对失衡的调整与教育水平之间存在正而显著的关系。新增一年教育（在他的样本中是从10年到11年），将使得“每个农场的利润提高52美元，这是因为农场活动的配置效率单方面得到提高，即在玉米生产中使用了氮肥”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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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结论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下述假设，即成功应对经济失衡的能力可以通过教育得到增强，这一能力是现代化经济中个体私人拥有的教育的主要收益之一。我们在家庭主妇、劳动者、学生和农民实现均衡的绩效中可以看到这一点。没有理由认为这种能力对工商业人士不重要，尽管还缺乏必要的证据。除非建立一个均衡过程模型，我们无法分析这种特定能力的作用。在这种模型中，企业家才能的作用能够得到极大的扩展，企业家能力才会被当作一种稀缺资源加以供给。

还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是否能用心理学家所察觉的认知能力来替代教育作为解释变量呢？如果可以，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认知能力的不同？它是在许多不同类型人类行为中显示出来的普遍能力吗？既然它在供给上是一种稀缺程度不断增加的资源，其经济价值提高所引起的供给反应又是什么？本章的研究使得我们向一段似乎很长的新征途迈出了第一步。


第4章 人类时间价值的提高
*



思想和制度对于我们高度重视人的生命和人类时间价值的显著提高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庆祝我们建国二百周年所取得的成就无可厚非，但更重要的是批判性地反思和重新评价根植于我们制度中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思想。由于1776年出现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书籍、短论和文件，可以很方便地推断这些思想出现的相应年代。尽管这些思想是构成我们社会传统的重要内容，然而认为它们理所当然则不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其他可供选择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思想的支持，这种传统已经在逐渐衰落。

经济研究局（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二百周年座谈会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考察社会思想与政治经济的相互影响——特别地，需要关注农业生产力的经济史；土地所有者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的衰落；以及人类时间经济价值的上升。

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与集体的行动受到思想观念与制度之间相互影响带来的结果的制约，这些思想观念与制度由人与人之间可观察的反应行为构成。在此意义上，观念嵌入社会思想之中，而制度维系社会、政治、经济秩序。思想观念对制度化秩序的反应由两种历史类型构成：一类有助于将支配性秩序编纂成法律并使之合理化，另一类在反对现有秩序中产生、逐渐体现在社会思想中并强大起来使得支配性制度发生实质改变。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思想与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各个时期有着显著的不同。从四个时期来加以考察是有用的：1776年之前的重商主义时期；接着的经济自由主义时期；最近的表现为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命令经济等各种形式的新重商主义时期；方兴未艾的、在反对各种集权和独裁的制度化秩序中产生的新自由主义时期。

例如，流行了数十年的重商主义制度，在1776年之前就已经在英格兰合理化为经济思想。这些思想观念为政府对贸易、国内价格与工资、移民的限制提供了支持。这种社会政治秩序也通过国教和法律得到支撑。

在反抗当时支配性制度化秩序所带来的不利社会经济影响的过程中，1776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各种奠定自由主义基础的学术出版物都出现在这一年度。在一个开放的竞争性经济中，人们对市场价格作出反应，该市场价格不受垄断者所操控，具有国家作用受到极大限制的政治秩序——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经典贡献。斯密的经济思想得到他同时代更一般的自由思潮的补充，在接下来的数十年时间里深刻地改变了政府的制度化功能。

工业化带来了不利的社会影响。由于自由主义对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特性加以调和，因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这些产生于卡尔·马克思之前的批判性思想，被称为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然而，马克思的贡献在于统治了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基础。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反应极大地改变了许多民族国家的制度。政府的经济职能则扩展成为新重商主义的一种新形式。

在反对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目前产生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由于社会主义依赖政府职能的大幅度扩展，导致了一些国家的极端独裁政府。由于目前普遍可以看到的政府制度对个人自由的负面影响，类似于两个世纪之前对社会秩序的反抗再度出现。

本讲座所持见解的核心并不直接讨论上述各种经济体系的思想与制度。然而，我将提出的历史证据的确提供了某些间接信息，这些信息导致了对古典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充分性的置疑。本章所呼吁研究的经济史支持下面四个命题，它们不同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两种理论体系。

第一个命题来自这一事实，即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工薪劳动者，由于他们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大量投资，已经成为了资本家。工人们在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中所应对的机会或激励并不包含在李嘉图或马克思提出的理论之中。这些因素也不包含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整体理论之中。

第二，古典经济学核心的基础假设是李嘉图租金在个人收入份额中具有支配性地位，而实际情况与此相反，在高收入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所有者的经济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地位事实上已经显著下降。

第三，与马克思理论相反，并且在古典理论中也没有预料到的是，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变动对减少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已经产生重要影响。

第四，考虑到马尔萨斯前景，直到近期，理论还是对高收入国家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含义视而不见。尚有其他重要含义在本章中没有反映出来，即高收入国家农产品生产所需劳动力的显著下降。如果不考虑现有理论的源泉或模式，这些重要的历史经济发展是无法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

我首先提出经济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然后转向人类时间价格上升的度量，以及自然资源价格和租金的长期趋势。最后，我考察了一些人类时间价格提高的具体含义。



注释


*
 本章以《时间演变下人类时间的经济价值》的名义首次发表于经济研究局（1977年6月）主办的纪念建国二百周年座谈会《农业经济学专题论文集》，美国农业部出版，第1~24页。


1.人类时间价格分析的经济学方法

价值和资本是经济学的核心。事件与人类行为会改变价值总量和资本存量。那些扩大选择范围的改变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各种形式的资本在其性质上有着显著不同。自然资源是（经济上）不可再生的；厂房、设备和商品存货是可再生的物质实体；人类是具有人力资本属性的生产性主体。人类也是最优化主体，并且，从根本意义上说，在使用各种形式资本的过程中，人类的偏好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的概念及这一概念的发展与使用，是理论上最近的创新。在高收入国家，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非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

尽管不时会有糟糕的事件发生，高收入国家的人类行为已经导致人力资本个人存量的长期增长，这种增长又密切伴随着人类时间价值的上升。我们分析任务的一部分，就是对经济学核心加以扩展，用来解释长期变动环境下人力资本的形成与作用。

过去25年以来，我们已经得到了有关能够改变人力资本供给因素的经济学知识。学校培训、高等教育、在职经历、移民和健康都会影响人力资本供给。然而，解释人类时间经济价值的提高有两个主要因素，人力资本供给的变化仅仅是其中之一。通过人类时间价格显示的价值，是由市场和非市场服务的现有供给及需求，以及人们从其人力资本中获得的直接个人满足共同决定的。与对改变人力资本供给因素的经济学认识相比，我们对那些改变人力资本需求因素的认识并不令人满意。

要从历史视角认识有关人类时间价格尚未解决的问题，有必要超越当前事件和最近的经济增长现象。回忆一下早期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有用的，它依赖于以下命题：高度无弹性的土地（自然资源）供给形成李嘉图租金，人口增长导致长期不变（生存）工资，新增非人力资本和有用知识（生产工艺）进步带来更大规模的人口和李嘉图租金的上升。所有的家庭活动都被假设为非生产性的。相应地，重要的经济行为都被限制在市场性生产活动之中。

我们主要关心过去70年的经济史，以明确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时间的价格在那些发展成为现代经济的国家已经得到显著提高，然后明确另一个事实，即自然资源（包括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服务实际价格的长期趋势已经基本上保持不变。结果，相对于自然资源服务的价格，人类时间价格的经济重要性已经极大地上升了。

考虑到历史的发展特性，我们怎么解答下列问题：为什么在高收入国家李嘉图租金已经丧失其经济影响力？为什么人口增长的同时实际工资反而显著提高？与此密切相关的是，相对于人类时间供给的数量与质量的共同提高，为什么对人类时间的需求增长得更快？

尽管很明显的是，劳动服务的价格上升既不能用生存工资理论来解释，也不能用劳动剥削理论来解释，但也存在这样的事实，即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非常大的份额，只有劳动价值理论还是不够的。人力资本概念的发展使得有关劳动的经济学理论得到扩展，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那些有价值的后天习得能力（包括经由投资形成的技能）在供给上的增加。但是劳动经济学的这种扩展，正如前面所隐约指出的，并不能解释对已经内嵌于人口之中的人力资本服务的需求增长。

我们从提出一个一般性理论开始，并以下述命题为基础展开进一步的讨论：资本服务的价值是找到我们所提问题之答案的关键。我们需要一个广义的资本概念。能够再生的有形财富只是资本的类型之一。尽管自然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本章也把它当作另一种类型的资本。在这种包含人力资本经济属性在内的广义资本概念中，人类个体是最重要的一类资本。
[1]

 各种类型资本服务的价值都要通过人类行为体现出来。要解释这些行为，一种逻辑严密的经济理论需要以两个基本概念为基础：人类是最优化主体，其行为受到各自独特条件的约束；市场存在一个拍卖场，所有个体明确出价，确立使供求一致的交易条件。
[2]



我们对人类时间价值提高的分析方法集中关注供求交点随时间的变动情况。能改变人类时间供给的变量相当明确：用于市场和非市场活动的全部时间，包括分配给消费活动的时间；从事这些活动的全部人口的时间结构与质量。这些供给变量对单位时间价格及其收入效应的反应是相互依赖的。

在现有经济学知识状态下，对那些能改变人类时间需求的变量还不完全清楚。自早期古典经济学以来，自然资源服务的数量和价格，以及价格对工资的影响已经成为经济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成为重要的变量之一，尽管在行为表现上并不完全同理论一致。而且，在高收入国家，从自然资源获得的租金对人类时间需求的影响很小。非人力可再生资本存量及其服务的价格，以及这类资本的各种形式，构成影响人类时间需求的一个重要变量。从这类资本获得的收入对人类时间的需求具有实质性影响，即使该收入相对于劳动获得的收入已经出现下降。另外一个日显重要的变量是工薪家庭对有能力的专业技术人员个人服务的需求。

这里所提出的方法还需要一个关键变量，即有用知识进步所导致的生产工艺和消费的变化。这一变量具有两个重要的特殊经济属性。就自然资源来说，它由对这些资源的新型人造替代物构成。就可再生物质资本来说，它由那些与熟练人力技能互补的新形式资本构成，进而增加了对这些人力资本的需求，提高了人类时间的价值。

现在我们来整理有关人类时间价格长期上升的历史证据，这些历史证据主要集中在1900年以来的时期。



注释


[1]
 有必要区别下述两类人力资本，一类是与需要付出某些成本才能获得的能力有关的人力资本概念，另一类是包括个人所有天生和后天获得能力的人力资本概念。我们这里说的人力资本是指后一类概念。


[2]
 参见本书第一部分第3章“应对失衡能力的价值”。


2.测度人类时间的价格

全世界大多数人所面临的经济条件使得他们的时间价值都非常低。劳动获得的报酬很少。工作很辛苦；生活很艰难。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低收入国家。然而，相比较而言，少数国家普通民众的时间价值是极其高的。从经济史角度来看，在这些例外国家里，人类时间价格较高，只是近期发展的结果。在李嘉图时代，地租事实上比工资要高。自马歇尔时代以来，实际工资逐渐得以增长。例如，从1900年到1972年，美国制造业以1967年美元表示的实际小时“工资”从大约60美分上升到3.44美元。
[1]



我们先概览一下人类时间经济价值的长期增长情况。直接证据是估计1900年以来每隔十年的实际工资率。从美国开始，我们使用里斯的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报告，它对制造业生产工人每小时工作报酬进行了估计，这些数据可以作为市场部门人类时间价格的代表。每隔十年的实际小时价格都在上升。到1972年，每小时实际工作报酬的增长已经超过了5倍。正如可以预期到的，每小时实际工作报酬的年度估计也发现有几年出现了下降情况。这种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3个年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8个年度。
[2]

 然而，表I.4.1表明，每小时实际工作报酬存在显著的上升趋势。


表I.4.1 美国制造业生产工人的每小时工作报酬，1900—1972年

[image: ]


注：对1970年和1972年的估计是使用类似方法得到的。使用1967年美元对里斯的估计进行了调整（他使用的是1957年美元）。

资料来源：Albert Rees，Long Term Economic Growth,1860—1970（US Bureau Economic Analysis，Washington DC，1973），app.2，B70，pp.222-223.

一般来说，法国、德国、瑞典和英国的工业部门实际工资的上升趋势同美国很相似（见表I.4.2）。不过，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大约在1960年之前，瑞典和美国的实际工资增长率比其他三个国家要高，而其他三个国家中英国的工资增长要慢一些。实际工资变动也存在值得注意的其他国别差异。法国和英国在1900—1910年实际工资没有增长。自1925年以来，瑞典和美国的实际工资要大幅领先于其他三个国家。（这是否因为战争带来不同影响所导致的重要结果呢？）一直到1960年，瑞典和美国都保持了这种领先状态，而英国始终低于其他国家。最后，在20世纪60年代整个十年期间，法国和德国，加上瑞典和美国，1900—1970年实际工资增长了3倍，而英国的增长为2倍。


表I.4.2 法国、德国、瑞典、英国、美国工业实际工资指数，1900—1970年

（1890—1899年=100）

[image: ]


注：在解释表I.4.2所示的实际工资增长时，应当牢记我们研究的是年度工业实际工资。它们并非小时工资。比起里斯的估计，在获得就业总工作报酬方面它们是不完整的数据。相应地，里斯的增长率估计要比布朗的估计高。这样，布朗对美国1900—1970年的实际工资估计表明存在3倍增长，而里斯的实际小时工资估计表明存在更高的4倍增长。

资料来源：E.H.Phelps Brown，“Levels and Movements of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and Real Wages Internationally Compared，1860—1970，”Economic Journal，83，5871.根据附录表III和表V整理。

实际工资上升的事实有力地表明，除了实际工资折算指数蕴含的人类时间价格之外，相对于工资水平而言，各种价格都下降了。由于古典理论认为随着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地租面临上涨压力，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都关注地主的“不劳而获”收入，我们转而讨论那些主要依赖自然资源服务的价格变动趋势，并对农业用地的李嘉图租金加以评论。



注释


[1]
 这些数据是艾伯特·里斯对制造业生产工人每小时工作报酬使用1967年美元重新估计的结果（参见表I.4.1）。


[2]
 正如里斯的估计，实际小时工资的上升趋势表现为：从1900年到1905年，它呈现微弱的上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呈现剧烈的上升；此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又呈现微弱的上升。然后经历了25年的强劲上升趋势，此后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到1970年又呈现微弱上升。实际小时工资的下降年度有1904年、1907年和1908年，然后是1914年、1919年、1921年、1922年、1925年、1932年、1945年和1946年。


3.自然资源的价格和租金

我们现在给出这些自然资源价格变动趋势的证据。我们将集中关注那些与自然资源最密切相关的商品，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我们考虑可再生自然资源（农业资源和森林资源）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矿产资源，包括矿物燃料），并考察由这些自然资源形成的商品价格变动趋势。我们把这些自然资源统称为采掘业。我们所说的商品价格当然不是纯粹的自然资源原材料价格；相反，它们是劳动和可再生资本的生产性服务与自然资源原材料的各种组合产品的价格。

相应地，我们的采掘业包括采矿业（主要是金属和矿物燃料）、农业和林业。这些行业生产的大多数商品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倾向于长期保持不变。例如，1900年生产的1蒲式耳小麦，与1970年的小麦相比，差异极小。类似保持不变的商品还有铅、铜或硫黄。不过，牛奶和其他牲畜商品仍然存在质量变动的情况。一般来说，这些商品价格的历史记录比最终产品或中间产品价格的历史记录更为可靠。就美国而言，波特和小克里斯蒂
[1]

 对内战结束不久之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采掘业商品年度数据的估计进行了杰出研究。曼泰对波特克里斯蒂的研究进行了更新。
[2]



表I.4.3的经验数据表明，与表I.4.1显示的实际小时工资超过4倍增长的情形相比，自然资源商品折算价格在1900—1972年并不具有上升趋势，而是有轻微的下降趋势。
[3]

 在农业内部，尽管这一时期政府采用了各种支持价格政策，粮食折算价格还是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该时期结束时的牲畜价格折算总指数回复到了其初始水平（见表I.4.4）。一般来说，比起粮食生产成本，人类时间价格对牲畜产品的生产成本的影响要多一些。表I.4.5中矿物燃料的折算价格表明，尽管1972年的矿物燃料价格折算总指数比1900年下降了大约四分之一，但烟煤折算价格上升、石油折算价格下降。毋庸置疑的是，实际工资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烟煤价格的上升。


表I.4.3 美国采掘业商品价格折算指数，1900—1972年

（1900年=100）

[image: ]


资料来源：N.Potter and F.T.Christy Jr，Trends in Natural Resource Commodities（Johns Hopkins Press for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Baltimore，1962）.实际价格通过产出加权得到，使用密歇根州立大学罗伯特·曼泰1967年权数加以更新。实际价格指数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折算，1967年=100。


表I.4.4 美国农业商品价格折算指数，1900—1972年

（1900年=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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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见表I.4.3。




表I.4.5 美国金属和矿物燃料商品价格折算指数，1900—1972年

（1900年=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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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见表I.4.3。

我们没有在上述自然资源商品价格的研究过程中使用经济理论。我们既没有使用理论去获得貌似有理的结果或推导出可检验的假说，也没有去验证上述研究中所报告的价格变动行为。我们对实际数据使用这种明显非理论方法的理由在于，不存在一个可以容纳这里所考察的发展类型的一般经济理论。有些理论认为，在工业部门所使用的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商品之间存在替代，但它们也存在相互冲突。
[4]

 一些学者研究了与自然资源商品价值有关的舒适性服务的价值。
[5]

 再早一点，就是那种被视为引入李嘉图租金的一般理论了。

世纪之交的现有理论预测，自然资源商品价格会相对于工资而上升，自然资源所有者获得的租金收入所占国民收入份额会提高。其中最权威的就是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第八版前言中所作的中肯、雄辩的预测。上述研究中观察到的自然资源商品价格，包括农业生产的粮食价格，很明显同马歇尔的预测并不一致。而且，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他有关农业用地租金的预测也同他那个时代以来的事实不相符合。

目前没有现成的适合我们当前研究的一般理论。我们当前的研究，只限于局部理论，对自然资源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以及直接来自大自然的舒适性服务进行研究。有大量实证研究涉及对各种农产品、原材料和一些舒适性服务的消费需求收入弹性。那些有关需求价格弹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对于分析这几十年来的发展现象并不特别有用。

一提到不可再生自然资源，人们通常认为它们最终会消耗殆尽，或其舒适性源泉会受到永久性的损害，这毋庸置疑。至于可再生自然资源，在地球表面，适宜生长的、农业和林业所依赖的庄稼和树木也存在一个最终限制，对此也用不着争论。关于这一点，关键的尚未解决的经济学问题是，自然资源、劳动和可再生资本之间的替代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变化。

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建立一种有关下面每一类活动替代可能性的特殊理论是有用的：在生产自然资源商品和提供舒适性服务时，资本和劳动对自然资源的直接替代；在工业生产中，资本和劳动对自然资源商品的替代；家庭生产也有类似的行为；在最终消费时，为了节约自然资源而进行的调整。然而，为了全面处理各种各样的替代可能性活动，我们也需要知道实现替代的技术可能性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变动。

回想一下，一系列广泛的自然资源人造替代物已经得到发展；即农业生产中对土地的替代物，工业与家庭生产以及最终消费中对自然资源商品的替代物。这些过去产生的替代物能够被识别，它们的供给影响能够被确定，但是公平地说，经济理论还无法预测那些能替代自然资源的新增或新人造替代物的供给。缺少这种理论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忽视了这方面的未来发展。

在研究作为一种自然资源服务价格的农业地租之前，有必要简短讨论一下我们有关其他类型经济活动替代的现有知识。汉佛莱和莫罗尼简要地给出了美国制造业中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商品之间的替代情况。
[6]

 在评论了两组相互冲突的观点之后，他们呼吁提供新的证据，并使用两个可供选择的研究设计来估计1963年制造业的替代关系。他们的结论是，不管投入替代的根本原因是技术引致还是价格引致，有证据表明，大多数美国制造业资源使用自然资源进行生产时，都可用劳动和（更小程度上的）资本对自然资源进行替代。

对家庭生产中的替代还不存在类似的研究。毫无疑问，部分原因在于把理论扩展用于处理家庭生产和进行经验分析在经济学中尚是前沿性的新近研究。对替代的一些有用研究可以在最终消费结构（包括自然资源的舒适性消费）的选择中找到。

我们有关价格变动趋势的分析是令人愉快的；更少的劳动可以获得更多的报酬，1970年可以用与1900年相同的实际价格买到足够多的自然资源商品，尽管这一时期人口数量从0.76亿增长到了2.03亿，GNP几乎增长了9倍。然而这是真实的情况吗？我们的价格折算因子明显受到日益上升的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对于自然资源商品价格来说，它或许并不是恰当的价格折算因子。除此之外，我们处理自然资源的价格效应时存在一个严重缺陷。这一缺陷来自这一事实，自然资源租金在实际商品价格中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相应地，由于工资和可再生性资本成本构成的商品生产实际成本的比重不断提高，这导致我们在前面研究的商品价格存在偏高倾向。尽管采掘业人均小时产出已经提高了，我们发现，一般来说，商品的劳动密集程度越高，则该商品价格偏高的倾向越大。例如，就农业而言，小麦的折算价格在1900年到1970—1972年下降了一半，而新鲜土豆的价格在1920年（这是可以得到该价格资料的最早时间）到1972年提高了一倍。但愿我们能够确定这些自然资源服务的真实价格。

假如我们知道支付给农业土地初始所有者的真实租金，我们就可以得到最重要的自然资源服务价格，因为农业产出的价值决定着所有采掘业产出的总价值。
[7]

 但是我们仍然无法得到想要的租金，因为这里所给出的租金肯定也存在偏高倾向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这些农业地租并不是李嘉图租金；其中一部分才是支付给土地初始所有者的租金。

农业土地生产率中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土地改良投资而人为形成的。无疑也存在某些投资减少的情况和时期。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土壤贫化（包括水蚀和风蚀）就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问题。罗斯福新政就为土壤保持方案提供了政府补贴。尽管真实土壤贫化问题被过度夸大了，土壤保持方案，除了其他作用外，已经为土地改良提供了公共投资。

为了了解人为因素影响农业土地生产率的程度，我们暂时把目光转向世界其他地方。除了波河流域、英格兰部分地区和法国，西欧的原始土地通常相当贫瘠。成为农业用地之后，这些土地的效率就提高了。芬兰原始土地的生产力比邻近的大多数苏联西部地区要低；不过今天这些芬兰土地的生产力要远远超过苏联西部地区。日本原始农业土地的生产力普遍都要比印度北部地区低些。现在，它们之间的差异则是表现为日本农业土地的生产力更高了。阿根廷有着丰富的适宜玉米生长的自然土壤和肥沃的小麦产地，但是它的玉米产量远远低于艾奥瓦州和堪萨斯州。从很早的时期开始，大多数农民所面临的都是贫瘠原始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提高其生产力的投资。

在美国，农民们改良原始土地的投资形式多样且数量庞大。然而，这些投资并没有以稳定速率增长，因为投资激励随时间的推移有很大的变动。在20世纪前二十年的大多数年份里，这些投资数量很大，尤其是对排水系统的投资，它们现在已经成为玉米带的最好设施。从1920年到1929年，农田改良投资处于低潮，20世纪30年代更是如此。此后，政府承担了大部分农田改良投资支出，这些投资迅速增长起来。现代运土设备显著降低了梯田开垦、防止水源流失、土地平整等方面的成本。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灌溉面积增加了一倍；目前达到4000万英亩，为此耗费了数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是美国纳税人支付的。

在山区和太平洋沿岸各州土地更为干旱和经营更为粗放的农业区域，为牧场（包括那些质量好的处于更高纬度的草场）所支付的现金租金，在1970年，平均起来每英亩土地要低于4美元。从加利福尼亚每英亩农地的市场价值，可以得到租金中所隐含的投资效应信息。1970年，没有灌溉系统的农田每英亩售价平均为560美元，与之相比较，有灌溉系统、用于集约农田经营的土地售价为1090美元。有灌溉系统、用于运输和种植蔬菜的土地每英亩售价为1670美元，而有灌溉系统、对果树进行了投资的果园和小树木每英亩售价为2730美元。
[8]



林德特的一项有关土地稀缺性的研究
[9]

 包括了回溯到1900年农地租金的系列数据。它们是中西部5个州的每英亩土地的总现金租金。实际总租金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后得到。从1900年到1915年，这些租金几乎提高了15%，到1920年下降了30%，到1940年甚至降到更低。林德特的系列数据表明1950年开始出现了上升趋势。1970年这些租金比1900年提高了6%，但比1915年要低些。

尽管农地价格和农业商品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比总现金租金波动更大，但它们的变动模式通常来说还是相当类似的。不过，这些模式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初始土地所有者所得租金占总现金租金比重的直接证据。有间接证据表明土地所有者的支出，包括他们为管理这些土地付出的时间价值，从1900年到1970年已经大为上升。这一间接证据也表明，自1900年以来，土地改良投资、建筑及其他设施的投资，尤其是畜牧业地区（例如中西部）的投资，已经变得相当大。我对这一间接证据的解释是，1900年到1970年，李嘉图租金占总现金租金的比重下降了，根据我们提供的理由，该比重可能下降了三分之一。如果这一解释正确，它意味着折算后的总现金租金在1900年和1970年大概相同，结果，土地资源所贡献的价值生产力大幅下降了。造成这种下降的主要因素是社会发展对农地租金的影响，以及农地人造替代物的使用。

我们已经使用70年的经济数据来证明了人类时间经济价值的显著上升趋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时期那些最为依赖自然资源的原材料的价格并不具有上升趋势。尽管数据中并没有显示出，但仍然值得注意的是，1860年到1900年实际工资确实有所提高。这种增长幅度很小，几个世纪大概增长了十分之一到一倍，表I.4.2给出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相关数据。再回到更早期的历史，在李嘉图时期，实际工资也在上升，但这是根据食物成本作出的比较。小麦价格相对于工资的变动能给出相关信息。下面的估计告诉了我们许多有关小麦应用和工资水平的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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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N.Potter and F.T.Christy Jr,Trends in Natural Resource Commoditie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or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Baltimore，1962）.


[2]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罗伯特·曼泰教授很慷慨地复制了他的大量图表给我，对此深表谢意。


[3]
 有些读者对此深信不疑，即1973—1975年大多数依赖自然资源的服务的价格剧烈上升，从而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们无疑会倾向于把这些表中所列价格指数看作对未来没有意义的过时数据。反对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引起服务价格剧烈上升的各种事件，包括自然和人为事件，很大部分都是暂时性事件。那些能够解释1960—1972年所观察价格变化的经济过程，应当近似于更持久的相对价格，是它们而不是1973—1975年的暂时性价格通常会再度起主导作用。


[4]
 David B.Humphrey and J.R.Moroney，“Substitution Among Capital,Labor and Natural Resource Products in American Manufacturing，”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3（1975），5782.


[5]
 John V.Krutilla and AnthonyC.Fisher,The Econom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or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1975）.


[6]
 Humphrey and Moroney,“Substitution Among Capital.”


[7]
 1900年农业产出占采掘业总产出的72%，1970年这一比重为61%。


[8]
 Farm Real Estate Market Development（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July 1972），table 8.


[9]
 Peter H.Lindert,“Land Scarcity and American Growth，”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1974），951-984，app.table 1.这一系列数据包括的州有艾奥瓦、伊利诺伊、俄亥俄、威斯康星、明尼苏达。


4.人类时间价格提高的意义

人类时间价格提高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是无所不在的。它为解答许多谜题提供了思路。这些谜题包括制度从支持产权到支持人权的变化，生育率的下降，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劳动增加的价值而不是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升，劳动时间减少，人力资本的增长率提高。基于其所拥有的人力资本，行为主体甚至更像一个资本家，并且寻求政治支持以保持此类资本的价值。这些就是人类时间价格上升的主要影响。

人类时间价值的提高产生了新的制度需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专门为适应这种需求而出现的。我们所看到的是，应对经济中需求变化的制度方式多种多样。劳动者的法律权利扩大了，而同时财产所有者的私人权利受到限制。租户的法律权利也增多了。工作中的资历和安全日益受到保护，就业中的歧视逐渐减少。因为我已经讨论过这些制度性问题以及在其他相关问题中使用经济学分析工具进行研究的方法
[1]

 ，这里就不再对它们作进一步阐述了。



注释


[1]
 See Theodore W.Schultz,“Institutions and the Rising Economic Value of Man，”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50（Dec.1968），111-311,22，reproduced in 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Blackwell，1993），Part II,No.1,as“Institutions and the Value of Human Capital.”See also the useful paper by Vernon W.Ruttan，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s:A Skeptical Perspectiv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uncil，New York，1975），reprinted from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view，17（1975）.


5.劳动收入份额

工作中有效劳动力及每小时工资与非人力资本的数量及其所提供服务的价格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极其复杂的。库兹涅茨
[1]

 对这些相互作用进行了分析，他考虑的因素有土地所代表财富存量的增加，可再生资本存量的增加以及这些资本形式所提供服务的价格变动，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增加和单位工作时间价格的上升。他的分析意味着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

若劳动所占国民收入份额上升，则财产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下降。再一次引用库兹涅茨的研究。
[2]

 他考虑了相当长时间西方国家的发展情况，发现财产所有者的国民收入份额大约从45%下降到25%，而劳动收入份额大约从55%上升到75%。

到1970年，美国官方统计的国民收入中大约四分之三由雇员工作报酬构成。
[3]

 剩下的四分之一被归类为业主收入、租金收入、净利息和公司利润。这四种“财产性”收入（property income）包括相当大数量归属于人力的劳动收入（earnings）
[4]

 ，它们是付给个体的、作为其耗费生产性时间进行自我雇用和管理其财产的报酬。一个保守估计认为，所有归属于人力的总劳动收入，即工作报酬加上自我雇用的劳动收入，以及在市场部门管理资产所产生的收益，占1970年美国国民收入的比重超过了五分之四。

然而，统计出来的国民收入要远远小于人们从其财产服务和生产性时间中获得的全部收入，因为国民收入概念仅仅限于市场部门的经济活动。它不包括所有家庭生产的经济价值。家庭生产所实现的新增收入中，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家庭主妇的时间价值。它也遗漏了成人学生为进行教育投资而放弃的收入，以及劳动力进行在职培训所放弃的工资收入。这些及其他创造收入的活动都没有包括在国民收入核算之中。

从历史数据看，很明显，随着人类时间的价格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会上升。1900—1970年美国的经济发展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论断。1900—1909年期间，根据国民收入的官方统计资料，雇员工作报酬大约占国民收入的55%，而1970年这一比重为75%。
[5]

 在1900—1909年和1970年之间，非雇员工作报酬的收入份额变化情况为：业主收入从24%下降为8%，租金收入从9%下降为3%，净利息从5.5%下降为4.1%，而公司利润从7%上升到9%。由于整个经济的绩效在这段时间很不稳定，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后两种收入份额在此期间的波动幅度很大。
[6]





注释


[1]
 有关这一分析可见Simon Kuznets，Modern Economic Growth（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Conn.，1966），Chapter 4,181-183。该部分的分析限于美国和1909—1914年及1955—1957年期间。


[2]
 西蒙·库兹涅茨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研究是有关这一主题的经典贡献。参见：（i）“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Mar.1955），128；（ii）“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VIII Distribution of Income by Size，”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1（II）（Jan.1963），180；（iii）Modern Economic Growth；（iv）Economic Growth and Natio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1971）。


[3]
 US Bureau Economic Analysis，Long Term Economic Growth
 ，1860—1970（Washington DC，1973），p.22.雇员工作报酬包括个人以雇员身份获得的诸如工资和薪金、小费、红利、佣金、假日工资、实物报酬等形式的收入。


[4]
 我们将把劳动收入（earnings）的概念限制在个体通过生产性服务获得的报酬上。资产所有者通过其资产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所获得的报酬则称为财产性收入（property income）。


[5]
 US Bureau Economic Analysis，Long Term Economic Growth.


[6]
 原文如此，怀疑应指前两种收入份额即业主收入和租金收入——译者注。


6.农地租金

李嘉图租金丧失其影响力可以用下列因素解释：劳动收入份额提高，资产收入份额下降，租金收入份额显著下降——在1900—1909年和1970年之间，租金收入份额从9%下降到3%。土地初始所有者的农地租金所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比重变动非常小。结果，农场主的社会政治影响已经变得很微弱了。


7.工作的时间配置

单位时间报酬的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可以解释时间配置方面的大量变化。如果预期未来收入会随着受教育程度上升而增长，年青人会推迟就业而花更多的时间去接受教育。接受更多教育的年青人所得到的好处包括两部分，即他们所放弃的工资比年龄更大时参加工作得到的收入要低，他们实现高预期收入的时间也更长。

随着工资提高，那些凭借劳动获得收入的人们会更早退休，因为在他们工作期间可以积累更多的退休收入。这种收入增长也会产生相反的效应，即通过付费去改善健康状况，从而延长了个体可以选择的工作期限。妇女时间价值的提高使得她们使用各种形式的物质资本去替代家庭生产所耗费的时间。由于对妇女而言，抚养子女是劳动密集型活动，这就导致生育需求下降，妇女所多余出来的时间就被配置到市场上参与劳动。

收入的增长也解释了20世纪工作时数的下降或“闲暇”时间的增加。以美国民间经济为例，从1900年到1970年，平均周工作时数由53小时下降到37小时，每位雇员的年均工作时数从2766小时下降到1929小时。对1900年到1920年的年工作时数与收入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表明，年工作时数下降7%，年收入提高43%。从1920年到1940年这一组变化分别是12%和53%。从1940年到1970年则是，年工作时数下降13%，实际年收入增加73%。


8.趋于人口均衡

人类时间价格提高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对生育率的影响。论点是这样的：高收入国家的时间价格提高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生育率的下降。高收入国家的出生率已经处于或低于人口替换率水平。说明这一趋于人口均衡过程的论点可以在两篇论文中找到，其中一篇为纳洛夫所写，另一篇是我写的。
[1]



我从这一问题开始：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我们的思想和制度会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与人类时间价值的显著提高？当思考这一重要问题时，我借助历史观念来帮助我们批判性地考察那些融入制度之中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思想。



注释


[1]
 Theodore W.Schultz（ed.），Economics of the Family:Marriage,Children,and Human Capita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Ill.，1975）.可参见Marc Nerlove，“Toward aNew Theory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pp.527-545；也可参见Theodore W.Schultz，“Fertility and Economic Values，”Part II，pp.1420，这部分专门论述“人类时间价值的提高：人口均衡”。


第二部分 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第1章 农业土地的经济重要性正在下降
[1]



就李嘉图所处历史时期而言，他赋予农业土地以重要作用，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是英格兰的大多数家庭把大部分收入都用于食物支出，这种处理相当正确。从李嘉图到R.F.哈罗德迈出了一大步，后者在1948年《动态经济学》一书中选择经济变量时，认为忽略土地是适当的做法。
[2]

 事实上，李嘉图主要探寻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全部土地产品”如何分配给各种要素，而哈罗德致力于解释为什么美国这样的经济会发生萧条，他们都反映了各自历史时期的特点，此外，也反映了当时有关土地在经济中地位的既存信念。

很明显，对特定国家，土地不再成为过去那样的限制性因素了；例如，在英国和美国以及许多科技发达的社会里，经济已经从以前土地所施加的严峻约束中摆脱出来。这一成就是新的更好的生产可能性条件以及与这些收益相关的社会选择路径的结果。这种成就已经极大地降低了人们对土地的经济依赖性；它已经把土地要素的收入份额降低到占有国民收入的极小比重，并且引起获得收入的财产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式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吝啬的大自然在早期对经济的牢固限制得以大幅度放松。

李嘉图头脑中的社会是高食物消耗型的，而哈罗德与之相反，他们的差异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比较来说明。假设有两类社会。在第一类社会状态下，大部分生产性劳动都用于生产食物，这是一个技术不发达、人口相对于资源过多、生活水平很低、农业地租在要素总报酬中所占比重很大的社会。让我们假设在这样一类高食物消耗型社会中，75%的收入用于食物支出，即331/3%的食物成本是由农耕使用的土地（净）租金构成。在这种情形下，四分之一的收入按要素成本计算，将被“花费”在农业土地所提供的服务上。假设第二类社会是一种低食物消耗型社会。这种社会与美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相类似，假设大约12%的可支配收入用于那些进入食物领域的农产品支出，大约20%的农产品生产成本由净地租构成。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仅将大约2.5%的收入花费在土地所提供的食品生产服务上。
[3]



这些数字中任何一个都是我们所设想社会全部属性的重要体现。这两个社会之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差异如此之大——在其中一个社会四分之一的收入作为支付给土地的生产性服务的报酬，而在另一个社会这种报酬仅占收入的四十分之一，以至生活在这两种不同环境下的人们事实上很难理解这些差异意味着什么。对那种大部分财产由土地构成、这种财产不归耕作者而主要由一小撮不种田的家庭所拥有、大部分政治权力和社会特权掌握在土地拥有者手里的社会，土地改革的革命性意义实际上很难为生活在科技发达社会里的人们所理解。李嘉图的经济逻辑并不会让土地所有者宽心，但是对高食物消耗型社会的土地改革并不一定非要改变农业领域的经济关系。在那些土地向现有耕种者流转并不改变耕种单位规模或耕作类型的国家，基本的社会和政治问题通常处于最前沿的位置。在这种情形下，农业生产过程不需要改变；税收改变就可以吸取土地的净租金，因为它把地租从私人手里转化为国家的公共收入。

对一个世纪之前的思想者来说，似乎土地极大地限制了所有社会的经济财富，没有社会可以逃脱大自然强加的约束。（长期）报酬递减的古典法则就是经济史上这种信念的一个表现，然而情况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变。这种非凡的改变是怎么发生的？它并没有采用这种方法来实现，即紧缩经济，从而减少生产食物所要求的土地数量，进而使得土地这种特殊要素显得相对丰富。如果人口减少，这种结果是可以出现的。然而这方面的历史证据
[4]

 确凿；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人口增长是快速而明显的，在更早的历史时期这种增长也是显著的，它并没有停滞不前。

我将以两个命题的形式来阐述基于土地经济重要性下降的发展问题。第一个命题局限于农业和经济其余部分之间关系的某些变化，这些变化使得经济超越了之前的高食物消耗状态。第二个命题与土地投入相对于农业内部其他投入的变化有关。这里把土地限于生产农产品的农业用地，因而忽略了矿山、建筑、娱乐及其他服务用地。

我认为下面两个命题在说明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时具有历史有效性
[5]

 ：

（1）生产（或获得）农产品所需要的投入占社会总投入的比例在下降；以及

（2）用于生产农产品的投入中，土地所占比例没有上升，尽管在农业生产的整个投入组合中，相对于其他要素（包括土地在内）而言使用了更少的人力。
[6]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一旦这两个命题正确，则表明所有农业土地作为一种投入得到的增值，相对于特定社会所有投入的价值生产力，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下降。第一个命题推导出的经济结论并不充分，理由在于农业本身的萎缩并不必然意味着土地产生的增值也下降，这又是因为特定条件下土地贡献的价值可以上升到足以维持甚至提高它在社会总投入中的地位。同样地，如果所有土地的增值相对于农业中所有其他要素的增值下降，并且同时，如果农产品能够索得社会收入的更大份额，那么，使用所有农业土地作为一种投入的增值来测度的土地重要性能够保持不变甚至上升。然而，如果这两个命题都成立，土地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必然会下降。在第一个命题成立的情形下，在第二个命题中，土地事实上只是农业生产使用的所有投入中的一小部分，当然，土地重要性的下降也会更快。



注释


[1]
 本章首次发表于Economic Journal，61（Dec.1951），725-740。重印获得布莱克韦尔出版社（BlackwellPublishers）的许可。


[2]
 R.F.Harrod，Towards aDynamic Economics（Macmillan,London,1948），p.20：“……我建议抛弃土地报酬递减法则，不再使用它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我之所以抛弃它，仅仅是因为在本书的特定情形下，从数量上看，它的影响并不重要。”


[3]
 对1949年的一个粗略估计如下：个人可支配收入，1870亿美元；不含酒精饮料的食物支出，507亿美元；假设食物支出的一半代表食物的零售成本，则食物支出为449亿美元，其中大约一半或225亿美元是用于生产食品的农产品。225亿美元占1870亿美元的12%。参见美国商务部发布的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July 1950）第9页和第24页的相关数据。


[4]
 不过，爱尔兰的一段历史时期是这些情况的一个例外。


[5]
 这两个命题可以整合成一个更为一般性的命题，方法是把所有农业土地（作为一种投入）同社会的全部投入联系起来。然而，现有统计数据无法提供让人满意的数据来支持这个一般性命题，而其中的一些数据可以用来考察我所阐述的两个命题中任何一个的合理性。


[6]
 土地的经济重要性当然可以用不同方式体现。每单位土地相对价值的变动是一种方法。此外，当每英亩土地的租金相对于其他要素的报酬下降时，也可以说土地的经济重要性降低了。然而，这种方式并没有对土地价格—数量总体的变动进行完全测度。因此，我们转而采用全部土地相对于全部其他投入的“增值”来测度土地的经济重要性，尽管要把各种各样的土地打包成一种投入而用于农产品生产仍然存在困难。


1.整体经济中的土地

在转入经济学假设和对这些发展作出逻辑解释之前，让我们先简单地看一下支持我们第一个命题的经验数据，它们包括英国的情形和美国更为详细的一些相关数据。1800年之前的英格兰尚具备高食物消耗型经济的大部分特征，工人家庭要把大约75%的收入用于食物支出。
[1]

 而在1948年英国仅有27%的消费者支出用于购买食物。
[2]

 不过这些数字并不具有完全可比性，但无疑表明食物开支所占收入比例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在这方面，美国的历史记录相当容易解释，因为它有近乎完整的数据。一些结果可以从原始财产数据和工人职业中得出。根据对美国1805年所有不动产和动产的估计，个人财产总价值为25.05亿美元，其中16.61亿美元即大约三分之二由土地构成。
[3]

 那时，超过70%的劳动力以农业生产活动作为主业。
[4]

 到1850年，包括改良部分在内的农用土地价值占总财产的大约一半，而约60%的劳动力属于农业领域。1880年的数据更为精确，因为它把改良的农用土地分离了出来。该年度，在价值436.42亿美元的总财产中，农用土地只有81.58亿美元，其比重低于五分之一，并且大约5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1922年的国民财富大约为3210亿美元，而排除了改良部分的农用土地的价值为415亿美元，占总财富大约八分之一；27%的劳动力以农业生产为主业。

对第一个命题的另一种粗略检验是农业创造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不断下降。当然，对美国经济史早期阶段的收入估计受到很多限制，尤其是对我们所需要得到的东西而言更是如此。事实上，与更近时期相比，早期农民家庭自给自足程度更高，这使得要想得到当时农业创造出的所有收入数据极其困难，因此，当我们使用当前方式去研究早期农业时，所估计的农业收入低估了农业的贡献。然而，还是有可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发现。我们已经得到了一组有关美国从1799年开始的私人收入的估计数据。这些估计给出了下面的数据
[5]

 ：

[image: ]


更近年份的国民收入估计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测量农业要素的增值，包括土地相对于整个经济的全部价值生产力：

[image: ]


a.美国商务部（U.S.Department of Commerce）。1910—1919年的数据来自国民收入估计（旧序列）。其他数据来自the National Income Supplement to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1947年7月和1950年7月。

b.美国农业部（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Crops and Markets，1950年，第27卷，第139页；Farm Income Situation，1950年8月。商务部数据中，农业收入没有包括支付给非农地主的租金，因而对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相比于我所给出的农业部数据，其用处要小些。

不必再用更多的经验证据来支持我们的第一个命题了。幸运的是，这些事实众所周知并被普遍接受。然而，对于这些事实目前并不存在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会尽力阐述这种解释的基本要点以说明西方世界所代表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方式。

这一解释必须以最简洁的方式回答下列疑问：当一个社会的有效总投入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时，（1）何时一个社会发现它能以更小比例的生产性资源来生产或获得农产品？（2）它为什么会选择这种生产可能性？我们在此的任务不在于解释总投入的增加，而是解释这些变化所导致的生产可能性及其选择问题。

图II.1.1、图II.1.2和图II.1.3画出了三组生产可能性。在每张图中，特定社会都面临生产可能性曲线PP。A代表社会偏好的农产品和其他产品的组合，OM代表非农产品的产量，ON代表农产品的产量。

图II.1.1代表一种生产可能性曲线变动相对不利于农产品产量增加的状态。经济发展导致一种新的改善的生产状态，它用曲线P1P1表示。三角形ABC代表社会从PP移动到P1P1时不低于农产品或非农产品原有产量的选择范围。从A移到B后，如果该社会的选择是维持移动前的农产品产量，则此时它实质上有了更多的非农产品。然而，其他方向上社会的选择余地很小。即使它放弃生产比以前更多的非农产品，它也只能从A向C增加农产品产量。让我们假设，沿着这条新的更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出现了人口增长，这就要求AC能够提供足够的食物以维持原有人均消费水平。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社会选择维持原有水平，则意味着停留在P1P1上的C点，从P1P1得到的生产上的所有收益都用于农产品的生产了。这实际上就是李嘉图情形。

[image: ]
图II.1.1



图II.1.2刚好与图II.1.1相反。这是一种生产可能性曲线变动相对不利于非农产品产量增加的状态。从PP向P1P1移动时，三角形ABC再度表示选择范围，在这种状态下农产品比非农产品处于优越得多的位置。据我所知，没有人认为这种情形是一种现实情况，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无法摆脱马尔萨斯李嘉图穆勒植入我们头脑中的饥饿幽灵。回过头来看，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早期和中期接近这种状态；粮食生产可能性大为改善，而工业表现为“停滞”状态，同时，人口增长率急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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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I.1.2



然而，当我们使用长期视角来观察时，很明显的是，生产上的改进既对农产品有利，也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其他产品与服务有利。1910年以来的美国数据就甚为支持这一观点。图II.1.3表示了这种状态；因此，它比图II.1.1或图II.1.2在解释与我们研究问题有关的经济史方面更具有指导意义。在图II.1.3中，PP的形状表示，资源从农业转移到其他产业，或者相反，两种情况下的替代可能性都是相同的。新的更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P1P1也具有这种特点；三角形ABC表示社会可以沿AC选择更多的农产品或沿AB选择更多的非农产品，或者选择位于P1P1曲线上、BC之间、社会所偏好的两者的某种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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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I.1.3



如果生产可能性像图II.1.3所表示的那样，则从PP移到P1P1时，社会选择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自由来表达自己的偏好。当新的机会出现时，很明显西方社会偏好于相对多的非农产品和服务，或者换句话说，当新的更好的生产可能性出现时，社会所偏好的组合中农产品占所有产品与服务的比例在下降。

为什么西方社会偏好这些特定的组合呢？为了解释社会选择的路径，我们需要借助社会的偏好尺度（scale of preference）来分析。从长远观点来看，正如本研究中我们已经使用过的，假设不仅产品而且人口受到人们的偏好所制约。一种可能的偏好尺度是要求更多的人口，多到足以吸纳从新的改进后的生产可能性中产生的所有好处，这种偏好尺度可以在数十年的时间范围内自我显示出来。（这里并不能事先排除非农产品与服务的下降，即社会选择生产更少的非农产品与服务，以便生产更多食物来供养更多人口。）还没有方法可以直接度量这些偏好尺度；我们最多只能从那些可观察到特定效应的发展过程中间接推断它们的轮廓与地位。至少从统计上来说，人口增长的历史一目了然。西方社会并没有按照马尔萨斯李嘉图穆勒模型所预测的行为来作出选择。而且，随着人们的收入增加，很明显他们只愿意在食物尤其是那些充当食物的农产品上花费更少比例的收入。换句话说，农产品的收入弹性并没有保持在当社会处于高食物消耗状态时的高水平位置；它已经变得更小了，直到在现有条件下，如果社会具有像美国一样的高人均收入，则农产品的收入弹性相当低，大概在0.25左右，相对增长的收入而言许多农产品实际上处于劣等商品的地位。

在解释我们第一个命题成立的条件时，我们试图表明，随着经济发展产生的新的更好的生产可能性，并不排除对农产品生产的改善。这种情况在西方社会普遍出现，因为就像其他生产一样，技术进步、技能改进、更多资本投入和组织改良，在农业生产中也得到了应用。这种发展所带来的一个基本后果已经变成了社会所面临的有利选择环境。因而，人们对更多人口或食物，或二者某种组合的偏好，必定不会耗尽所有应用到食物生产上的改善可能性。在西方社会，很明显，这种环境下社会选择路径中所隐含的偏好组合，是相对于构成食物的农产品，生产更多的非农产品和服务。



注释


[1]
 Sir Frederick Morton Eden,The State of the Poor
 （1797），vols.IIIII.


[2]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Office，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Feb.1950），p.3.


[3]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9—1945（Washington 1949），table 1,p.1.当扣除包含有奴隶的财产时，总价值减少了2亿美元，即为23.05亿美元；当扣除那些与耕地不相邻或不靠近的土地时，土地财产下降为7.59亿美元，或者大约占总财产的三分之一。


[4]
 J.Frederic Dewhurst and Associates,America's Needs and Resources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New York，1947），table 215,p.620.


[5]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Series A15464,p.14.


2.作为一种投入的土地在农产品生产中的相对地位

我们有关经济发展问题的第二个命题是，农业土地的价值生产力，相对于农产品生产中使用的所有投入的价值生产力，并没有提高。支持这一命题的证据是相当确定的，因为现在能得到美国最近几十年的投入估计。但是在讨论这些数据之前，我们需要考虑处理这些经验证据时存在的某些困难。

作为投入的土地如何度量呢？1910年，美国有16.18亿英亩土地用于农业生产；到1945年，这一总面积轻微下降到15.70亿英亩。
[1]

 在此期间，用于销售和家庭消费的农产品数量增长了70%。
[2]

 然而，我们既不能从这两个事实得出结论认为农业土地总投入下降了（除了一种特别的没有多少意义的情形，即使用的土地面积减少了），又不能推断说土地的增值相对于农业生产中使用的所有投入的增值而言下降了。我们在这里碰到了一系列难题，例如：（1）什么是土地？（2）它能够被度量并加总吗？（3）能够确定其他投入吗？

不可能使用物理学术语把土地标准化；土地的物理属性不允许我们把它随意放入任何一个方便的经济学概念之中。土地不仅在物理属性上具有非常大的异质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能被耕作显著地改变。即使它没有被耕种，大自然也会对它造成显著的变化。对土地生产力进行投资和撤销投资都是可能的。那么在横截面或长期比较中的土地到底是什么东西？考虑那种对确定土地供给有作用、像英亩数量一样的物理单位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为把亚利桑那州半干旱、低产量地区和艾奥瓦州肥沃地区的土地面积加总起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个借助价值构成的加权指数，这种指数的构造基础要么是地租，要么是农业土地价格，要么是对土地生产性服务价值的其他估算。这些问题足够重要，值得进行专门的研究；不过这里并不打算就这些困难或者解决这些困难的途径作出详细说明。

在讨论美国有关农业土地增值的数据之前，考虑到最近一项研究所能提供的数据，先简要看看英国尤其是法国的情况。
[3]

 如果重农主义者面临现代法国的情形，他们的《经济表》将会给出一个很小的不起什么作用的“纯产品”。1900年农业土地租金占农业收入的比例大约为四分之一；从那以后又下降到这一数字的一半或更少；全部农业不动产得到的租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经低于5%，正如下面法国的数据显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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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数据很不完整，主要是因为在公开的数据中难以区分净租金与总租金。这里再次引用汤姆森的研究：

[image: ]


a.哈克尼斯（Harkness）有关英国总租金占净农业产出的百分比数据也表明了一种下降趋势（从1908年的39%下降到1930—1931年的26.6%），同这里是一致的。参见D.A.E.Harkness，“The Distribu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Income，”Journal of Proceedings of the Agricultural Economics Society，III（Mar.1934），30，table VI。

近几十年的美国数据允许我们有很大把握地确定土地投入在农业耕作中的增值。农业经济局对1910年以来农业生产中使用的物质投入变化进行了估计。这些估计表明作为投入的土地始终保持了相同的相对地位，它在农业生产所使用的全部投入中所占比例略低于四分之一。农业土地，即下面我们所定义的用于农耕的土地，在1910—1914年占农业总投入的23.6%，在1945—1948年占24.2%。然而，包括土地在内的投入构成与组合已经有了大幅度的变化。在总投入温和增长的同时，劳动力数量下降了。就农业土地而言，从1910年到1948年，农田总面积由8.8亿英亩增加到11.48亿英亩。
[4]

 同时，被统计为土地一部分的农场建筑（farm buildings）和其他改良土地在农业土地总价值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下面的数据总结了包括农业土地在内的各类投入的相对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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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使用1910—1914年的成本比，数据来自Glen T.Barton and Martin R.Cooper，“Rel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o Inputs，”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30（May.1948），table 2。

b.使用1946—1948年的成本比，来自农业经济局提供给作者的未公开数据。

现在似乎有必要界定一下本书使用的“农业土地”（agriculture land）的含义。它包括农田、牧场以及其他用于农耕和建筑的土地。它不包括没有使用在农业中的牧地和草场
[5]

 ，但这类土地的作用很小；与所有农业土地的净租金相比，农民为牧场而支付的费用
[6]

 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例如，1948年，这一费用大约是千分之一那么大。农业土地构成中的两个主要变化是可以度量的：（1）正如前面已经看到的，农业土地面积在所考察的40年中已经增加了大约30%；（2）即使如此，农业建筑占农业土地价值的比重在提高，从18%上升到33%，正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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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假设对于每美元投资，农业建筑与排除建筑后的农业土地有着大略相同的价值生产力，考虑到维修和折旧之后，大约一半农业建筑在价值上代表农业住宅，因而也需要扣除。结果，可以推断，去除农业建筑后的农业土地在农业总投入中的比重，1910年略微低于20%，1950年大约为16%。
[7]



然而，我们有关构成农业土地的各种资本信息还有缺陷。如前所述，我们只能使用粗略方式考察农业建筑，并对生产和消费各自使用的建筑加以区分。不过，农业土地中也包含了许多其他形式的资本，它们使用在各种场所，诸如围篱，风车、水井和其他水利设施，农场建筑的电线，土地清理、排水和灌溉设施，以及道路。此外，许多情形同土地生产力有关。然而，现有社会统计并不能使我们对这些项目作出令人满意的估计。毫无疑问，对于这些同土地生产力并无直接关系的资本形式而言，它们相对于农业土地总价值而言呈上升趋势，就如同农业建筑一样。但是经常有人断言农民一般会滥用土地，结果导致普遍的水土流失和土地耗竭，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大自然”土地生产力的大幅度投资撤销。然而，并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论调。尽管的确在许多特殊情况下发生了这种投资撤销现象，然而其所造成的损失，以一种开明的态度来看，已经为其他形式的土地改良所抵消且还有余。在美国，尽管出现了特殊情况下的土地损失，当今农业土地的生产力属性多半仍然远远优于40年前。

因此，可以很有把握地得出下面的结论：当同时投资和投资回撤时，我们所定义的农业土地的投入中，那些追加到土地上的资本成分正在日益增长。因此，我们推断，作为这种发展的结果，美国经济对土地的“原始和自然属性”的依赖程度要比前面数据所呈现的依赖程度还要更小。

农业生产中作为一种投入的土地相对于所有其他投入并没有增长这一命题，对于法国、英国和美国这些科技发达国家，从经验证据来看是正确的。作为我们分析基础的农业经济局投入估计数据，表明美国1910年以来的发展确实如此。对这种明显的发展趋势，是否存在一个让人满意的解释？

在概括出这一解释的大体框架之前，我们需要回忆一下与农业土地地位和贡献有关的发展。在1910—1948年期间，农业产出指数从79提高到141，或者说增长了79%；用于销售和家庭消费的农业生产指数从79提高到137，或者说增长了73%；用于销售和家庭消费的农业食品指数从75提高到134，或者说增长了80%。
[8]

 这一时期的最大投入即农业劳动力在数量上虽然下降了，但每单位劳动投入的价值却上升了，这足以保持整个劳动力投入在要素成本中的相对地位不变。隐藏在这种发展背后的两个基本变化是科技进步和其他投入对劳动和土地的替代，正如下面的数据所揭示的一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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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考虑构造指数来度量这些投入所存在的困难。由于使用不同的加权时期和技术并不会改变一般性结论，非常明显的是，新的更好的技术，可以提高单位投入的产出，并在这种发展中起了主要作用。粗略地说，现在3单位投入可以得到40年前4单位投入一样的产量。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对土地和劳动的替代变得更为经济了，越来越多的投入进入这种替代行列，尤其是机动车、化肥和石灰。

我们认识到土地并不是只用于生产粮食。在社会经济中它的其他用途也很重要，而本研究忽视了这些用途。然而，我们的结论是站得住脚的：李嘉图时期以来西方社会所代表的经济发展已经导致生产可能性的改进并通过社会选择降低了大自然的吝啬程度。这些发展的结果是，农业土地的经济重要性已经显著下降。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吗？美国的现状表明答案是非常肯定的。并且，看上去这种发展趋势还没有结束。然而，当前那些高食物消耗型社会走上类似的经济发展道路了吗？目前看来我们尚不能肯定。



注释


[1]
 指所有农耕地加上饲养牲畜的所有非农耕地。引自L.A.Reuss,H.H.Wooten and F.J.Marschner，Inventory of Major Land U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Misc.Pub.663,1948），table 16。


[2]
 数据来自Consumption of Food in the United States,1909—1948（Bureau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Misc.Pub.691,Aug.1949），table 3。


[3]
 下面法国和英国的数据引自普罗克特·汤姆森（Procter Thornson）一项未发表的研究，Productivity of the Human Agent in Agriculture: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该研究是芝加哥大学一项农业经济学研究项目的一部分，由洛克菲勒基金资助。


[4]
 以前的面积数据包括所有农业用途的土地，这里只包括农业耕地。本书接下来的内容会对这种差异进行讨论。


[5]
 参见Farm Production Practices,Costs and Returns
 （Bureau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Statistical Bulletin 83,Oct.1949）表27给出的有关测度农业土地投入所用方法的一个注释。


[6]
 包含在投入中的这些费用称为“杂项”。


[7]
 对农业建筑、农场住宅和用于生产的服务设施的估计参见：Income Parity for Agriculture（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Mar.1941），Part II,Section 5；The Balance Sheet and Current Financial Trends of Agriculture（Bureau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Bulletin 26,Oct.1950）；以及Federal Reserve Bulletin（Sep.1950）。


[8]
 对这些衡量生产的指标中的任何一个来说，如果使用1946—1948年价格加权来替代1935—1939年价格加权，则增长程度可能会小一点，但总体情况还是一样的。


[9]
 根据农业经济局提供给本书作者的未公开数据测算。


第2章 自然资源与收入增长之间的联系
*



我的主题背着一个知识传统的沉重负荷，在这种传统下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进步会受到在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和资本报酬递减的严重制约。尽管存在众多与之相反的证据，这种观念还是延续了下来。很明显，土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几乎难以再像李嘉图及其同时代人所认为的一样重要了。然而，要使我们摆脱旧思维的束缚并不容易，尤其是当这些观念已经牢固地进入各种强有力的教条之中时更是如此。

我的目的仅仅是清除这些思想中阻碍我们认识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更深入联系的不足之处。我建议研究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自然资源，其价值是什么？一个国家，尤其是穷国，其经济增长的可能性是否很大程度上会受其自然资源禀赋的制约？我们是否面临自然资源服务供给价格不断提高的情形？

在研究这些问题之前，我想把注意力集中到涉及自然资源的丰富的思想史；这方面并不缺乏文献。早期经济学家普遍把土地作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对用于采矿、渔业、林业、农业的特定自然资源，以及城市用地，都有比较成熟的研究。自然资源的分布和运输也得到诸多周密思考。目前有一些研究对作为财富存量和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都进行了较好的估计。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古老而维护良好的葡萄园，而我们的任务可以简单地看作收集这些知识成果。

但是，仅仅依靠现有知识成果无法达到我的目的。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自然资源并没有被放置在适当的经济地位上，因为现有知识很少考虑到替代物的出现、其他资源的数量和价值的增加，以及现代经济增长在开发更多种类自然资源替代物方面的动态特征。就这一点而言，对经济增长概念的理解就很重要了。在把经济增长限定为那些可以识别和测度的国民收入增长方面，我们做得很好。然而，更具有决定作用的是这些国民收入赖以增长的源泉。如果增长仅仅是传统可再生非人力财富存量和劳动力人数增加的结果，事情就变得简单了。不过，我们知道这种理解无法解释大部分国民收入的增长。我建议把经济增长看作一种特殊类型的动态失衡，在此过程中，经济将对各种优势资源的集合加以利用。优势资源是在特定意义上使用的，即这些资源可以提供有相对高回报率的投资机会；相对高的回报率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的不平等，以及这些回报率的均等化需要一个滞后过程；而且，这一动态失衡会持续到新增优势资源得以开发和利用为止。



注释


*
 本章首次发表于Joseph J.Spengler（ed.），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nomic Growth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1960），1-9。1961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1.作为生产要素的自然资源的价值是什么？

在衡量自然资源的经济重要性方面，目前有两种大不相同的观点和处理方式。一种观点赋予自然资源支配性的地位，例如古典动态学
[1]

 ；另一种观点则不给予自然资源任何地位，例如哈罗德模型中就不存在土地。
[2]

 哈罗德表示，“我建议抛弃土地报酬递减法则，不再使用它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我之所以抛弃它，仅仅是因为在本书的特定情形下，从数量上看，它的影响并不重要。”
[3]



这些优美的增长模型是工具还是玩具，让其他人来判断吧。然而，明显的是，它们都以特定经济在给定历史时期极其重要且普遍的宏观概念为基础。所考察的特定经济，在李嘉图时代是英格兰，在现代则是英国。根本环境事实上是非常不同的，正如我在上一章“农业土地的经济重要性正在下降”中试图证明的一样。
[4]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都不具有普遍效力。无论我们是用财富存量来测度自然资源，还是用它们所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流量加以测度，我们都是在对自然资源进行估计。我们有戈德史密斯对美国的估计，它表明从1910年到1955年以“全部土地”衡量的国民财富比重从36%下降到17%。农业土地在国民财富中的比例则从20%下降到5%。
[5]



当我们用生产性服务流量来测度自然资源时，我们预料它们在所有生产性服务中的比重甚至比它们在非人力财富总存量中的比重还要小。如果我们假设被生产出来的原材料流量与该流量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存量之间存在相当稳定的联系，则“佩利报告”（Paley Report）
[6]

 可以提供一些相关线索。在1904—1913年到1944—1950年期间，美国消耗的所有原材料价值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从23%下降到13%。就农业来看，在1910—1914年到1955—1957年期间，美国农业用地带来的收入，扣除追加到这些土地上的资本设备价值之后，占国民生产净值的比重从3.2%下降到0.6%。
[7]



在各种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源和所有资源之间存在两个一般性的关系，它们已经得到有力的经验支持（两个关系都是根据这些资源的生产性服务流量而不是财富存量来表示的）：

（1）当我们比较特定时期的国家时，我们看到，在用来创造收入的所有资源中，穷国的自然资源占比要高于富国。（我大胆断定穷国自然资源的占比上限在20%到25%的邻域中，富国这一占比的下限则为5%。）

（2）当一国实现经济增长从而人均收入随时间推移提高时，自然资源在用来创造收入的所有资源中的占比会下降。（似乎最近几十年以来这一占比的下降速度变得更快了。）



注释


[1]
 William J.Baumol,Economic Dynamic
 （The MacmillanCo.，New York，1951），chapter 2.


[2]
 R.F.Harrod，“An Essay in Dynamic Theory，”Economic Journal
 （Mar.1939）.See also Towards aDynamic Economics（Macmillan,London,1948）.


[3]
 Harrod,Towards aDynamic Economics，p.20.


[4]
 参见本书第二部分，第1章。


[5]
 Raymond W.Goldsmith and Associates,A Study of Sa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Special Studies，1956），vol.III,table W1；and Goldsmith's estimates appearing in the Thirty-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ew York，1957）.


[6]
 The President's Materials Policy Commission，Resources for Freedom
 （Washington DC，June 1952）。该委员会是由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命的。


[7]
 参见本书接下来的第二部分第3章，“经济增长中的土地”。


2.自然资源对穷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多大？

这一问题的答案基本上取决于穷国的增长可能性。我们在这里也面临两种相互冲突的评价。

经济学家普遍相信，初级生产——采矿业，尤其是农业——从根本上说是穷国经济增长的负累。穷国受到农业的过多束缚。土地通常以密集方式使用，而土地的供给实际上是固定的。农业劳动的边际回报等于零或近乎等于零。人们认为，这些条件使得为提高初级产品产量而额外追加劳动只能少量增加甚至无法增加国民产出。另一方面，为生产工业产品而投入类似的劳动和投资却能带来巨大的收益。而且，根据这种观点，落后是使用土地行业的固有产物，农业尤其如此；此外，令穷国经济困境雪上加霜的是，它在初级产品生产上更容易受到富国经济不稳定的影响。出于这些原因，下面的观念得到支持：自然资源行业，尤其是农业，比起那些促进工业化的行业，回报要更低些，因此，通常假设穷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工业部门实现。

对穷国经济增长可能性的其他评价认为，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包括农业土地在内，是相对重要的资产，并且穷国之间自然资源存量的差异是决定它们增长可能性的主要变量。

这一问题受到各种混淆和缺乏有力证据的困扰。一部分混淆来自自然资源的相对重要性存在差异。正如已经指出过的，穷国的自然资源相对于所有资源来说，通常比富国更为重要。然而，大部分混淆来自无法区别两种可再生资本的回报率，其中一种是在现有形式上追加的可再生资本，另一种是新的更好形式的可再生资本。

首要的事实在于，这两种形式的可再生资本，其技术特性有所不同，更进一步的事实在于，经济属性也不同，因为现有形式追加资源的边际回报率相对低于新形式资源的回报率。一旦对这两种形式可再生资本加以区分，关键问题便是新形式的资本是否具有独特性，以至它们的技术特性使之不可能在初级产品生产中使用。

我一点都不怀疑这些新的更好形式的可再生资本并不受工业部门的限制。它们之中的许多资本也可被应用到农业以及其他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的行业中。如果要做的选择只是下列之一，如多增加一口灌溉水井、一条沟渠、一头耕牛或者少数更为原始的工具以及在穷国使用的各种简单设备，想从资本存量的这种追加中获得相对高的回报率，实在是希望不大。但是，不管是农业还是工业，需要做的并不是这种选择。对于工业和农业，能够做以及可以带来更高回报前景的选择，就是使用新的更好形式的可再生资本。

经济思想史上一个长期信奉的教条就是，穷国新增资本的回报率相对要高一些。按照这一教条，回报之所以高是因为穷国伴随劳动与土地而使用的可再生资本供给量相对较少。穷国资本收益相对更高的这一观点得到下述现象的支持，即历史上出现了从特定西方国家向许多穷国的大量资本流动。人们认为，这种大规模的资本转移，是对一些相对富裕国家低回报率和存在能够接受这些资本的生产可能性的穷国高回报率之间差距的反应。这种评价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事实，即这些资本转移大部分并没有使得现有形式的可再生资本加倍；相反，这种转移的结果是导致穷国引入新形式的可再生资本。

人们普遍认为，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自然资源生产性服务的供给价格必定会相对于可再生要素的服务价格上升。我们已经被教导，当可再生资本存量伴随人口和产出增长而增加时，这一结果不可避免。更低的运输成本和生产工艺的改进，可以暂时阻止自然资源生产性服务供给价格的上升，这是人们希望看到的最好结果。然而，在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和资本报酬递减最终会出现。这种经济教条明显同我们的实证估计结果不一致；现在是我们抛弃它的时候了。但是，自然资源的供给固定，以及其生产的产品供给价格会上升，人们头脑中的这类观念还是不断持续下来。

一种看似可靠的方法是把原材料看作是在不变供给价格条件下生产出来的。这是佩利报告能够得到使用的基本假设。它是对已经发生情况的大致近似，到目前为止，以此假设为基础，对美国到大约1975年的原材料使用情况的预测做得相当不错。

然而，我意识到，在自然资源服务价格和原材料价格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遗憾的是，对自然资源服务（租金）价格的估计实在是太少了；我所关注到的研究都只限于原材料方面。这促使我对美国农业土地的服务价格变动进行了一些估计。
[1]



尽管我的估计遇到了许多限制，但结果有力地表明在1910—1914年和1956年之间，农业土地的服务价格相对于农产品价格已经大幅度下降了，与农业中使用的所有投入价格相比，则下降幅度更大。
[2]

 在解释这些估计结果时，应当记住，在1910—1914年到1956年期间，无论是与所有批发商品的价格相比，还是与所有零售消费品的价格相比，农产品的价格都大约下降了15%。

现在，作为农业投入的土地，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变得更为便宜了。在美国，农业土地服务供给价格的这种下降并不是反常的事件。它不是发生在农业生产紧缩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农业产出增加了大约80%。它也不是农业用地数量大量增加的结果。相反，可耕地实际上出现了轻微减少，从1910—1914年的平均数3.3亿英亩减少到1956年的3.26亿英亩；参见表II.2.1。我在这里并不是为农业土地服务相对价格的下降提供一个解释。仅仅注意到下述结论就足够了：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自然资源服务价格必定相对于可再生资本服务价格上升，这一命题很明显错了。


表II.2.1 美国农业产出与投入价格，1910—1914年和1956年*

[image: ]


*数据基于西奥多·W·舒尔茨，“经济增长中的土地”，表II，参见本书第二部分，第3章。

+这三个估计中的任何一个，我都尽力排除追加到农业用地上的可再生资本结构因素。也可参见Ross Parish，Trends in the Use of Summer Fallow in Saskatchewan: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未出版博士学位论文，University of Chicago，1959），其估计表明在萨斯喀彻温省，相对于小麦和其他主要农业投入要素的价格，农业用地的服务价格已经大幅下降。



注释


[1]
 参见本书接下来的第二部分第3章，“经济增长中的土地”。


[2]
 在主要类型的农业投入中，只有化肥的价格没有相对于农业用地的服务价格上升。


3.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

到目前为止，我的目的是表明，就要素成本而言，相对于所有资源的总价值，自然资源的价值一直在下降，并且这些资源的服务供给价格并没有相对于其他主要类型资源的供给价格上升。这一证据意味着下述推论：自然资源的边际贡献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尽管自然资源主要是大多数穷国经济中所谓落后部门的不可分割部分，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生产可能性使得自然资源成为经济增长的负担。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资源和可再生非人力资本、劳动力之间的联系已经被经济增长大大地改变了。我们一直在经历的经济增长类型，代表的是一种通过引入新的更好的资源来实现的经济变迁形式。这些资源在经济中的很多地方已经成为更多种自然资源的有效替代物。要总览这一过程，有必要使用广义上的资本概念，这一概念既包含非人力财富，又包含人力财富，从而可以考虑到对经济活动有用的劳动力能力存量的增长，这种能力通过对人进行投资而获得。
[1]



我们习惯上把新的更好的机器当作劳动的替代物。的确，农业中它们已经成为农用土地和劳动的重要替代手段。约翰逊的粮食产量研究把1880年以来玉米产出增长的三分之一归功于农业机械化。改良种子也是农业土地的重要替代物，它们对产出增长似乎具有同机械化差不多的贡献。
[2]

 在这方面，杂交玉米种子的经济效应值得注意。
[3]



再就是，新的资本形式也进入了化肥生产过程；它们看起来大幅降低了化肥的实际价格，以至通过替代作用，它们不仅在维持而且在降低农业土地服务价格上成为一种很强的力量。最重要的是人（这里指农民和其他农业劳动力）的能力的提高。这些新能力中的一部分也成为农业土地的替代物。

对这些新的更好的资源，长期以来的做法是把它们当作特设变量而贴上“技术进步”的标签。这是一种遮掩无知的便利方法，而且，同生产函数特性的经济学逻辑并不一致。断言一种生产函数（指农业生产函数）得以改进或者向右移动是由于技术上的某种进步，只是表明至少一种新资源（投入）被引入了生产过程，因为生产函数只能从生产所用资源的特性中推导出来。如果生产函数已经变化了，它总是表明至少有一种具有不同技术特性的新增资源被引入到生产活动中。因此，研究任务应当包括对概念加以发展并建立模型，使我们可以识别和测度那些提供新技术特性的资源，而不是把全部或部分没有得到解释的剩余简单地称为“技术进步”。

最后，我们所看到的持久而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并不只限于少数国家，我们想理解的经济增长也同传统思维模式不相符合。之所以不符合，是因为并非所有的经济增长史都如同传统思维所设想的那样，是以土地、劳动和资本为基础的静态长期均衡活动。当给定自然资源（土地）存量上的劳动和资本增加时，报酬递减并不是历史上出现的唯一游戏活动。对于我们想要理解的历史，由于以某种方式加入了更多好牌，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了。在某处已经产生了新的更好的生产函数。劳动的能力得以提高，对人的投资已经使得劳动与资本的界线变得非常模糊。随着新的有用知识的出现，资本与自然资源的界线也不再清晰。



注释


[1]
 See Theodore W.Schultz，“Investment in Man:An Economist's View，”Social Service Review
 ，33（June 1959），109-117.


[2]
 D.Gale Johnson，“A Study of Increases in Grain Yields in the United States,1880—1958，”University of Chicago
 （Oct.1959）.


[3]
 有关杂交玉米的研究，参见Zvi Griliches,“Research Costs and Social Returns:Hybrid Corn with Compariso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6（Aug.1958）。


第3章 经济增长中的土地
*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包括了国民收入的增加。国民收入被看作由资源所提供的生产性服务产生的收入流。这些资源由存量构成，而这些存量的增加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土地不是一种很容易增加的资源。我们认为土地的存量几乎是固定的。那么，土地的这一特性对经济增长意味着什么？古典解答，例如斯密，尤其是李嘉图，是相对于其他资源，土地服务的供给价格必定上升。一个长期信奉的教条就是土地的稀缺性会增加。然而，本章的主要任务是表明，对土地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古典见解还远远不能让人满意。

土地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这一命题目前已经得到普遍接受。但这一命题并不必然排除下列结果：经济增长过程中土地服务供给价格相对于其他资源服务价格上升，从这一角度看，土地确实变得更为稀缺了。我们的结果有力地表明，美国农业用地的服务价格并没有上升；相反，它们与其他相关价格相比，看上去还在下降。在传统思维看来，这些结果是令人困惑的。



注释


*
 本章首次发表于Theodore W.Schultz，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McGraw-Hill，New York，1953）。


1.关于土地的智力遗产

经济学家在思考经济进步的时候，长期以来就很关注土地的作用和地租索取权。早期英国经济学家认为土地和地租极其重要。亚当·斯密就在他有名的著作《国富论》第一册中，花了超过五分之二的篇幅来写“土地的租金”
[1]

 。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中，土地是关键，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用了不少篇幅来写地租、地租税、土地税、斯密教条以及马尔萨斯有关地租的观点。古典思想伟大的编纂者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也承袭了前人的做法；该书第四册集中关注经济进步，主要精力都放在人口与地租的相互影响上。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论仍然在猛烈地持续进行，许多没有价值的观点都被清除掉了。然而土地和地租的古典见解并不在此行列。它们被马歇尔整理和修改，继续承担着重要的分析功能。

自马歇尔——更具体地说是自1920年其《经济学原理》第八版出版——以来，大部分经济学家已经转向了经济不稳定性问题。大规模失业问题被置于研究进程的首位，凯恩斯主义得以成形。农业研究也不例外，我的《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
[2]

 一书就是那个时期完成的。时代和环境已经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无论什么地方的国家，穷国和富国，都想创造更多的国民产品。经济发展成为潮流。政治经济学的艺术和经济学家的技能都有着强烈的需求。

经济分析中的土地和地租有什么变化？如果只是粗略看看各种著述中所写的东西，就会得到它们已经消失的结论。某本广泛流行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就很少涉及土地和地租。
[3]

 农业经济学家与土地经济学家也没有改变课程中有关土地和地租的这种经济思维方式。

我们在考察有关土地的思想时还可以做得更好。为此我们需要用更为广泛的历史视角来看待土地作用的变迁。这一视角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范围。它不是坐落在思想山谷之中单一孤立的小屋。有关土地的思想源远流长且为传统所加持。自久远的历史以来，诗人和哲学家对这种传统的形成产生过影响。政治家和爱国者也有所作用。那么，什么是土地？对一些人来说，它是人们生活的地方，是家庭和根之所在。没有土地，就没有国家，更不用说什么主权了。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土地是人类的天然禀赋，自然资源存量终归是固定的，会成为生产活动的制约因素。土地包含了大自然原始的和不可再生的特性。土地具有我们言传赋予的含义。有些人极其重视土地，以至对土地根深蒂固的渴求被视作合乎自然，而人没有土地则违背自然法则。许多传统事实上建立在土地的荣耀之上。

总之，有太多的观点对土地进行了自圆其说的思考。结果，我们在这一主题当中找到了大量让人困惑、怀疑甚至无关的内容。有关土地出现了大量相互冲突的教义。
[4]

 对土地的经济作用、政治重要性和社会功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旧的教条和政策已经远远不够了，然而它们还是得以延续下来，因为我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知识能够把它们变得更好。



注释


[1]
 在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当代文库版（Random House，New York，1938）中，第一册的前面十章共计140页，该册第十一章和最后一章“论地租”共计115页。


[2]
 Theodore W.Schultz，Agriculture in an Unstable Economy
 （McGraw-Hill，New York，1946）.


[3]
 在保罗·A·萨缪尔森的《经济学》（Economic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第二版（McGraw-Hill，New York，1951）的索引中，就没有任何一处涉及土地。


[4]
 See Charles E.Kellogg,“Conflicting Doctrines about Soils，”The Scientific Monthly
 ，66（June 1948）.


2.传统观念同新现实的不一致

我们的怀疑和困惑源于许多新的经验。我们受到的传统教导说，城镇化会导致都市土地的价值攀升到极高水平。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是，许多都市区域的中心地带已经衰落，这些地带的土地价值正在下降。传统观念认为，所有土地的租金价值会提高，并且随着人口增长、国土被开发和人口稠密，土地存量的价值会相对于国民财富而增加。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租金收入所占比重与其他财产获得的收入比重相比，变得更小了，并且我们看到，土地在国民财富中的份额正在迅速下降。例如，自1910年以来，农业土地（agriculture land）所占国民财富存量的比例已经从五分之一下降到二十分之一（见表II.3.1）。


表II.3.1 1896—1955年以现值计算的美国土地和全部国民财富*

[image: ]


*数据来自Raymond W.Goldsmith,Dorothy B.Brady,and Horst Mendershausen，A Study of Sa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Vol.III.Special Studie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表W1；戈德史密斯的数据来自Thirty-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ew York，May，1957）。

早期的一个预言是，一旦国土开发殆尽，农产品将变得更为昂贵。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我们看到，自世纪之交以来，人口增加了一倍以上。数据表明，人均食物消耗已经大幅度上升了。然而粮食还是绰绰有余，它并没有变得昂贵。红肉数量大规模地增长，而它曾经被认为是拥有大量牧场的新兴国家在草地资源耗尽之前为自己保留的奢侈品。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20年前美国遏止了这些肉类人均消费的下降趋势。从那以后人均消费已经上升了三分之一，并且超过自1909年开始记录数据后的极高值。

我们受到的教导说，出于人的欲望，无论贫富，不管是农民还是贵族，天性都存在由来已久的对土地的渴求。20世纪20年代晚期，B.H.希巴德教授在威斯康星大学的讲座就有大量对土地这种渴求的阐述。例如，第一代和第二代德国农民家庭牺牲消费并放弃对子女的教育，就是为了存钱以购买更多的农田。已经致富的实业家继续购买和修建宏伟的庄园。但是证据的主要倾向明显与此不同。我们已经成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人口。我们乐意搬家，把住房卖给出价最高者，并迁移到别的地方。即使土地可以用来防范通货膨胀，即使私房所有者享有优惠的收入税待遇，即使每个家庭都得到了实际收入的巨大收益，观察到的土地需求也不支持土地渴求观点。很难证明土地是一种更受偏爱的资产。相反，许多有能力购买土地的人似乎更乐意拥有其他类型的资产而成为无地者。

即使如此，是否有足够的房屋供迅猛增长的人口居住？你只需要做的就是回想一下著名教授E.A.罗斯在《只有立足之地》一书中的严厉警告。
[1]

 但是，有什么证据能够支持这一看法：今天的人口比30年前提出这一警告时更为拥挤？简单地用人口数量去除以我们的19.04亿英亩土地是很不恰当的做法。可以肯定，我们的农村并没有变得更为拥挤。郊区的发展和城市中心区域的相对衰落表明城市不像以前那么拥挤了。通过更为频繁的旅行，以及公园和公共场所更为广泛的使用，更多的人享受着更多的空间。尽管如此，也许我们会变得更为拥挤；但这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

然而，土地还承载着其他含义。我们是车轮上的人口，经常迁移并且频繁旅行。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交通和更多的空间。然而，铁路的重要性在下降。不过公路仍然拥挤，尽管国家已经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城市停车位的供给正变得越来越稀缺。现在我们发展航空公司，遗憾的是，我们的航线已经变得过度拥挤。然后，用于导弹和其他太空发明的空间也不再是科幻小说中才有的事物。

土地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它在废弃物处置上的作用。现代人对于制造垃圾有一种让人吃惊的偏好。这种肆无忌惮的污染才能或许终将毁灭人类。我们污染自身周围的土壤、水和空气。作为一个古老的故事，烟尘公害长期以来就是说明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如何偏离的经典教学案例。航空旅行使我们重新意识到城市向空中排放的巨量废气和烟尘，因为人们经常看到受污染的空气拖着浩大的尾巴，顺风吹拂50英里甚至更远。另一种类型的空气污染是烟雾。放射性物质释放的辐射尘埃是另一种危险情况。事情还没结束。以水资源为例，我们已经开始接受许多溪流和江河的污染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进而把它们看作仅仅是废弃物的释放场所。对土地污染人们所知有限，但这也必定是关注的焦点所在。

如果我们推断，空气、水和土壤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人们制造的各种废弃物，我们差不多就是正确的。如果确实如此，“土地”的这种特殊服务面临着供给价格的上升，这一上升不在于市场价格而在于社会成本的核算。但是废弃物处置成本正在上升的观点相当新颖，因此，不应当同那些遗留给我们的传统观念相混淆。



注释


[1]
 Edward A.Ross,Standing Room Only
 （Century，New York and London，1927）.


3.从观念到理论

观念通常只是人们所持有的更深层次信念的表现形式。分析一个观念，你就会找到一种理论。我们已经考察过的有关土地的特定观点并非毫无关联；事实上，它们都是一种特定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部分。这就是我们的古典理论。这是一种土地具有关键作用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任何需要相当数量土地的生产，与那些需要很少或不需要土地的生产相比，都处于根本不利的地位。按照这种理论，土地总会带来报酬递减。更早时期的经济学家更为强调几个推论。他们推论出，农业必然遭遇报酬递减，而制造业会享受报酬递增。作为经济进步的结果，土地的租金价值必定会上升，结果，土地所有者会处于一个“更优越的”财富和收入地位。

这种有关土地、地租和人口的经济增长理论居于主流地位，继续支配着我们大部分的政策。尽管在一些富国已经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对穷国它仍然是基本理论。这种理论隐藏在大多数有关经济增长的现有教义之后，即使对忽略土地的新经济增长模型也是如此。增长之所以需要工业化，是因为它相信，工业比农业作用更大。这种信念认为，农业更有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因为农业过于依赖土地。各种各样的理由可用来支持这种观念。穷国的农业被认为普遍存在隐性失业。工业的规模经济处处可见。工业化会伴随着新技术和技能提高。然而，当我们深入各种各样观念的背后，就会发现它们其实都错误地以土地对农业生产的阻碍效应为基础。

重要的是，不要把这一经济增长理论同静态理论分析及静态条件下要素可变比例的含意相混淆。该理论以经济史的一种特殊观念为基础，即投入到土地上的劳动和资本存在长期报酬递减。在这种观念看来，土地的供给无法跟上劳动和资本的供给。早期英国经济学家深受这种经济进步前景的影响。这种严峻而严格的李嘉图逻辑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头脑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因为它使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下述基本含义更为明确：几乎固定的土地供给，使用更多劳动和资本时土地报酬递减。

即使是具有天才般洞察力的马歇尔——他把短期与长期、准地租与纯地租区分开来，对更为廉价的交通运输方式的贡献、新土地的开发和生产有用的新知识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思考——也无法从头脑中抹除李嘉图逻辑的支配。直到1920年，在他的《经济学原理》第八版序言中，马歇尔写道：

社会历史上曾经有某些阶段，土地所有权产生的收入特性支配了人类关系；这些特性或许会再度处于支配地位。不过在当前时期，新土地的开发，加之陆地和海洋运输费用的低廉，几乎遏制了边际报酬递减的倾向。这一术语是按照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使用的意义来说的，那时候英国劳动者的工资经常低于半蒲式耳上等小麦的价格。然而，如果人口以当前增长速率的四分之一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则从一切用途（假设就像现在一样不受政府当局的限制）得到的土地总租金价值，或许会再度超过从所有其他物质财产形式上获得的总收入——即便那时的财产也许会包含20倍现在劳动的价值。

已有这些记载的土地史与这种预测完全不同。尽管人口持续迅猛增长，土地的租金价值却没有相对于“从所有其他财产形式上获得的总收入”而上升。土地存量相对于总国民财富继续下降。在戈德史密斯的估计
[1]

 中，1896年（这一估计的起始日期，是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出版后的第六年）土地在总国民财富中的份额大约为38%，在1920年，土地份额下降到28%。到1956年，所有土地的存量——包括农业用地、非农业住宅和非住宅用地、森林和公用土地——在总国民财富中的比重只有17%。1883年，在布里斯托尔有关“进步和贫困”系列讲座的第一讲中，马歇尔责备亨利·乔治，指出，“乔治先生似乎认为，正确的地租——土地固有属性所产生的租金，包括地皮租金（ground rent）等——比它的实际水平要高。因此最好尽可能高地估计它，即7500万美元”
[2]

 。然后，他继续估计资本利息为2.5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估计的地租要高出两倍多。然而，1920年，在地租相对于从所有其他物质财产形式上获得的总收入甚至要更少时，他却想象了一个地租价值超过所有其他形式财产价值的未来。

经济增长数据作为证据的时代已经来到。前面我们所看到的一般类型的经济进步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这些证据了。对于一个令人满意理论的任何检验，它都无法满足。如果我们还广泛使用这种理论来分析经济变量及其之间的关系，就得不到任何有用的结果。如果我们还用它来推导出可检验的假说，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假说会一个又一个地得不到证据的支持。这是一种有缺陷的理论。作为一种研究经济增长的分析工具，它应当被抛弃。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被遗忘。作为人类智力遗产的一部分，它曾经是而且会一直是有关土地的思想山谷之中的古老建筑之一。



注释


[1]
 Raymond W.Goldsmith,Dorothy S.Brady,and Horst Mendershausen，A Study of Sa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iii（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J，1956），table W1，pp.1415.


[2]
 乔治·S·施蒂格勒1958年4月从新闻报道中重新油印了这些名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三次讲座》（Three Lectures by Alfred Marshall）的报道。当然，马歇尔指的是大不列颠地区，且这些数字的单位是英镑而不是美元。


4.土地服务的供给价格

有人或许会从前面的论证中猜测我们对下述经济增长理论并不那么满意：土地因其长期报酬递减性质而成为进步的限制因素，土地所有者被赋予特殊费用征收人的地位，并在使用更多劳动和资本时维持这种费用的增长。这就使土地租金价值成为经济进步更为沉重的负担。这种理论对一国经济增长中各个部门所能够作出的潜在贡献进行了排序，其中，农业的贡献率远远低于工业。农业之所以被置于较弱的次优地位，是因为它严重依赖土地。尽管如此，我对这些见解是否满意对于分析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理论无效这一事实。


5.国民产值和初级产品价格的增加

许多国家，无论穷国还是富国、老牌国家还是新兴国家，目前都致力于实现国民产出的大量增加。它们之中有些老牌国家在早期曾经引领了工业化之路，随后又丧失了前进的动力。这些国家中有一些现在摆脱了衰落状态，再一次获得了国民产值的巨大增长。一些新兴国家也实现了大幅度的增长。然而，这些国家看上去都对增长率不满意。同时，有关如何最好地赢得国民产值增长的思想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不过，经济学家希望，信念和价值上的这些差异不会导致对土地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分析的偏差。

简单地说明经济增长的含义是一种合理做法。我们已经使用这一概念来指国民产值的增加。出于当前研究的需要，没有必要对国民产值增加多大程度进行详细的说明。其年度增长率或高或低；这一增长率可能低于或高于人口增长率；它可能超过或低于国民财富物质存量的增长率。因此，我们的经济增长概念并不排除在土地上使用更多资本和劳动时出现的报酬递减情形。

从需求面来看，目前相当确定的是，个人收入较高的国家对农产品和原材料的需求收入弹性通常要相对低一些，正如大多数西欧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所呈现的情况一样。由于这种低收入弹性和这些产品的价格没有相对提高，我们可以预料，农产品和原材料价值在国民产值中的比例一般都在下降。

这样，我们对《总统材料政策委员会报告》（Report by the President's Materials Policy Commission）中提出的国家发展情况已经习以为常。
[1]

 在1904—1913年和1944—1950年期间，美国消耗的全部原材料价值
[2]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从22.6%下降到12.5%；这两个时期全部农业原材料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则分别为15.5%和8.2%。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具有高且持续增长的人均收入的其他国家的可比估计数据，假如它们没有显示出类似的原材料和农产品比重下降趋势，反而会令人惊讶。

在解释这类发展现象时，对于估计结果中揭示的低且还在逐渐下降的收入弹性，我们并没有觉得困惑不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需求没有增加，并且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原材料的相对价格没有上升。需求在持续增加，因为尽管收入弹性低，但它是正的，并且有收入来支持该需求的人口增长也不在少数。同时，原材料的供给很明显地轻易增加了，这一现象尚无令人满意的解释。

从数量上我们可以看到，1904—1913年和1944—1950年之间，农业原料以及所有原材料的总消耗实际上增长了一倍。
[3]

 从价格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最为依赖土地的产品价格，相对于其他产品价格通常都在下降。在美国1947—1957年，以现价计算的原材料批发价格根本没有上升；然而，中间材料和部件的价格上升了30%。类似地，在消费者价格指数内部，服务价格比指数内包含的其他大多数项目都要上升得多一些。如果我们从更长期来看价格的变动，也出现了类似的模式。在初级、次级和三级这三大类产品中，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其他两类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正在下降。但是，初级产品生产最为依赖土地（自然资源）。三级产品和服务的这种依赖程度则最低。



注释


[1]
 Resources for Freedom，Washington DC
 （June 1952）.


[2]
 不包括黄金在内。


[3]
 根据《总统材料政策委员会报告》，1904—1913年和1944—1950年期间，按1935—1939年价格计算，黄金以外所有原材料的消耗数量，从99亿美元增加到186亿美元，所有农业原料的消耗数量，从68亿美元增加到122亿美元。


6.农业用地充当投入的作用变化

我将集中关注农业用地（farmland），因为关于采矿、筑路、居住及其他非农用途的土地数据不大能够满足我研究目的之需。幸亏这方面土地的主要用途在于农耕。我将证明，与其他资源相比，美国农业土地并没有变得更为稀缺，这一结论是建立在农业用地服务相对价格变动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在我研究这些价格之前，简要地介绍一下农业用地的面积和获得的收入是有用的。

农作物的产量和收益在不断增加，而用于耕种农作物的土地面积在不断减少。例如，1932—1957年收获庄稼的土地面积从3.71亿英亩下降到3.26亿英亩，减少了12%。玉米、小麦和棉花等主要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减少得更多；1932年它们在所有农作物种植面积中的比例是55%，而1957年则只有40%。只看这三大类农作物的耕种面积，从1932年它们各自的峰值不断减少，已经释放出了1亿英亩土地，这一数量相当于法国、联邦德国、英国和丹麦的可耕地面积的总和。

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注意到的，作为一种投入要素的农业用地是给定的，它所占的权重甚至更小了，因为它获得的收入在各种收入流中的比重下降了。本研究中的农业用地可以使用农业不动产（farm real estate）代表，这样它就包括了所有投入到农业用地上的农场设施（farm structures）。这种农业用地概念可以被视作农业用地所代表的物质资本的一个总体测度指标。我们将在下面进行的比较中使用的一个净测度指标，则通过分离和去除农场资本设施得到。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农场资本设施被追加到农业用地上：1910—1914年，它们大约占农业不动产的15%，1948—1949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大约32%。我们对这种趋势使用外推法，估计出1955—1957年农场资本设施在农业不动产中的比重为37%。
[1]



下面的估计表明，在1910—1914年和1955—1957年之间，排除了农场资本设施之后，农业用地获得的收入在农业净收入中的比例从18%下降到11%，它在农业总收入中的比例从13%下降到5.4%，并且，在国民生产净值中的比例从3.2%下降到0.6%。
[2]



[image: ]


然而，我们还没有注意到的是，相对于其他主要类型投入，除了化肥之外，农业用地服务的供给价格出现了下降。下面让我总结一下产品和要素（投入）价格出现的大量变化：

（1）在1910—1914年和1956年期间，相对于消费者价格指数，农民销售农产品实际得到的价格下降了大约15%。

（2）1910—1956年，与全部批发商品相比，农产品批发价格也下降了大约15%。1929年是一个分界点，1910—1929年农产品价格相对于全部批发商品则略有提高，所以，1929—1956年间其价格的相对下降超过了15%。

（3）尽管不存在依据某些标准投入单位、真正使人满意的对土地租金率的度量方法，毋庸置疑的是，相对于农耕中使用的全部投入，农业用地的服务价格正在下降。如果没有别的原因，只要每小时人力的价格相对于其他类型投入显著上升并且人力在全部投入中显得更为重要，这种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4）列举少数关于土地以外农业投入价格在1910—1914年和1956年之间变化的数据是很用的。农民销售产品得到的价格指数可以为我们提供两个基准点；该指数从100上升到235。从1910—1914年到1956年，如果特定投入的价格上升超过这些基准点，则表明其价格相对于农产品价格上涨，相反，则表明其价格相对于农产品价格下跌。表II.3.2中列出的某些投入，在1910—1914年和1956年期间，其价格上升超过了农产品价格指数；农业工资率相对于农民销售产品得到的价格指数上涨了2倍多；建筑和围栏材料分别上升了五分之三左右；农用机械上涨了五分之二；农业用品相对于农民销售产品得到的价格提高了大概五分之一。另一方面，化肥价格相对于农产品价格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


表II.3.2 美国农业产品与投入在1956年与1910—1914年的价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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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DA，Agricultural Outlook Charts，1958
 （Nov.1957），table 19.

b.USDA，The Farm Cost Situation
 （May 1958）.

c.USDA，The Farm Real Estate Market
 （May 1958），table 2.

d.USDA，The Farm Real Estate Market
 （May 1958），table 2，扣除了农业设施的价值；这些设施的价值所占农业不动产价值的比重，1910—1914年为15%，1956年为37%，这是根据Raymond Goldsmith，A Study of Sa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Ⅲ,table W1的数据使用外推法得到的。

e.USDA，The Farm Real Estate Market
 （May 1958）.

f.与注释d相同，扣除了农业设施的价值。

g.USDA，The Farm Real Estate Market
 （May 1958），table 10.

h.与注释d相同，扣除了农业设施的价值。

（5）农业用地的服务价格正在发生变化。我们是从三项估计推断出这些变化的，其中两项估计根据农业不动产进行，另一项估计根据农业不动产的回报进行，这些估计都扣除了农业设施的价值或回报。这些估计
[3]

 表明：

（a）在1910—1914年到1956年间，扣除了农业设施的价值之后，每英亩农业不动产的价值相对于农产品价格下降了33%（表II.3.2第8项）；

（b）农业不动产的价值，除以农业用地的数量指数之后，比起扣除了农业设施后每英亩农业不动产的价值，略微有所上升，但相对于农产品价格下降了23%（表II.3.2第10项）；

（c）在1910—1914年到1956年间，扣除了农业设施的农业不动产得到的收入，除以农业用地的数量指数之后，相对于农产品价格下降了29%（表II.3.2第12项）。



注释


[1]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在A Study of Saving的表W1中对1910—1914年农场设施和农业土地的现价估计分别为56亿美元和314亿美元；它们在农业总资产中的比重略微高于15%。他表中最后两年即1948年和1949年，对农场设施和农业土地的平均估计分别为259亿美元和550亿美元，故而，它们在农业总资产中的比重已经提高到32%。在西奥多·W·舒尔茨的《农业经济组织》（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Agriculture,McGraw-Hill，New York，1953）一书第137页，我作出了大胆的估计，1910年农场设施在全部农业不动产中的份额为18%，1950年这一份额为33%。


[2]
 西蒙·库兹涅茨对1910—1914年国民生产净值的估计是年均310亿美元。因为他对1955—1957年的估计无法得到，我们使用美国商务部的估计3790亿美元，并把这一数字缩减23%，以使之同库兹涅茨的早期数据具有可比性。


[3]
 在测算农业用地的纯租金率方面存在各种困难。如果引入这些土地存量的价值变动，则会面临相关贴现率的变动。例如，1910—1914年同1956年相似的地方在于，当时农业用地的价格都在上升，预期受到下述信念的影响：这种正在发生的价格上涨并没有结束，拥有农业用地还可以得到资本收益。这两个时期不相似的地方在于，1910—1914年的市场利率比1956年要高很多。我们以农业不动产为基础测度了两个指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的下降大幅抵消了这两个指标的相对下降。对农业土地的任意测度指标都存在困难；英亩也是一个非常贫乏的近似度量。当人们使用不动产的资本回报这一指标时，所依赖的是通过归算到农业用地上的净收入而得到的剩余概念。我们把1910—1914年农业不动产总值的15%作为农业设施的价值，1956年该比例则为37%；但很难相信这样估计的农业设施能够体现（尤其是最近15年以来）农业用地中全部新的净资本形成。


7.农业用地的服务供给价格下跌

土地服务的供给价格正在下降，这可能吗？以美国农业用地为例，不考虑农业设施，我们在上文看到的证据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与农耕中使用的所有其他投入的加权平均价格、农民出售商品得到的价格或者消费品零售价格相比，土地服务的供给价格看上去正在下降。

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发生？如果国内产品为大量进口农产品所替代，上述情况就可能出现，然而这种现象并没有发生。相反，1910—1956年的美国农业产出提高了80%。如果有大量新的土地加入到农业用地的供给之中，上述情况也可能会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农产品需求曲线向右方大幅移动，而农业用地服务的供给曲线如果移动，也只是轻微向右移动。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吗？在这种情形下，为什么农业用地的服务价格没有上升呢？我们是否陷入了某种根本的不一致，从而很容易就相信了那些从纯粹经济角度看起来不可能发生的经济史？答案是否定的；真正的原因在于我们已经找到了对农业用地的有效替代物。


8.一种经济增长理论和一个假说

一旦发现，随着经济增长，土地服务的供给价格用不着提高，甚至可以下降，我们全身就都会充满乐观主义。这是应当庆贺的时刻。但是经济学家面临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怎么解释当初级产品的生产增加时，农业用地的服务供给价格并不必然上升？

让我们再看看发生了什么。国民产值的增加超过了人口增长，这就使得更高的人均消费成为可能。尽管消费者对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比较低，初级产品需求还是在持续增加，主要原因在于人口增长。新的家庭和劳动力的新成员赚到了收入，尽管收入弹性很低，但仍然为正数。在美国，从1904—1913年到1944—1950年，所有原材料的消耗实际上翻了一番。

尽管农业和林业这些初级部门的产品比次级和三级部门的产品和服务更为依赖土地，在不断降低的长期供给价格上还是提供了足够的产出。然后我们来看看初级产品生产中使用的投入品及其价格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正如人们所预料到的，我们看到，土地的数量只增加了一点点，远远少于农产品产量的增加。然而，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些土地服务的供给价格并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

这些就是必须面对的难以处理的经济事实。我们需要一种能够解释这些事实的经济增长理论。向土地上追加资本和劳动的报酬递减，继续使用这种旧的理论来掩盖这些事实，不仅混淆了思维，而且很明显不能解答上述难题。

我们已经了解到经济增长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增加。经济学家和其他人都要大力感谢西蒙·库兹涅茨对国民收入具有开创性的艰辛研究。然而，在度量国民产值及其数量变动方面还存在众多的难题。我们无法在此一一列举这些难题，但值得提醒的是，当经济中大量生产活动从自给自足和家庭领域转移到市场领域时，往往会高估国民产值的增长率。随着城市增长及更高生活成本逐步进入价格权重中，也会出现基本的定价困难。要想衡量农业对国民产值的贡献，尤其是对穷国来说，通常很难准确实现，因为有些因素被忽略了并且进入农产品权重的价格过低。然而，对国民产值的度量体现了经济学的一项重大进步，与我们在资源测度中面临的困难相比，这些度量中让人烦恼的误差其实就显得不重要了。


9.没有考虑到的资源

本书认为经济学家并没有考虑到生产中使用的所有资源。这些没有考虑到的资源中有些是新资源，其中某些资源已经成为土地的有效替代物。

我们的论证如下：为了把资源同经济增长关联起来，我们定义资源为那些在生产中提供有价值服务的生产要素。我们从这些生产性服务中得到收入。资源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这些服务的存在，并且以物质资源（非人力资源）为例，我们可以对未来预期收入流进行资本化和贴现。这些资源具有存量的性质。人力资源也可以被看作一种存量，尽管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作为“自由人”，它们并没有资本化。通过资源存量的增加，并对这些资源加以利用，我们就可以使国民产值增长。这样，资源增加导致了经济增长。

我们采用多种方式来增加资源存量。一些物质资源的存量增加起来比其他资源更为容易。很明显，土地是一类在存量上相对难以增加的物质资源。这一基本特点把它与其他物质资源区别开来。当我们测度物质财富的国家存量时，可以使用二分法，即把物质资源分为可再生的物质资源与基本上不可再生的土地。

这只不过是老生常谈：我们可以使芝加哥哈罗德·华盛顿学院（Loop College）的办公室和雇佣工人数量增加一倍、两倍或三倍，但我们只能略微增加该学院的土地存量。伴随着经济增长，美国可以令它的钢铁冶炼厂数量翻一番，但无法使它的玉米带的面积增加一倍。苏联能够建造许多工厂，却不能制造一个玉米带。

现代经济增长的另一个特点是全新的资源被开发出来，并在生产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在研究经济增长时，这些资源基本上都没有被考虑进来。我们相当关心现有生产的细节，以及资源在农场、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少许错误配置，却没有注意到决定国民产值未来增长速度的重要配置决策。我们迷失在细节迷宫之中，而不能看到那些能够增加特定资源存量、主要目的在于开发新资源的配置活动才是真正重要的决策。我们从经济学中得到的准则在原理上是足够明确的：我们想使得每一种资源的预期实际回报率都相等。然而，我们一直关注到，这一领域传统的物质资本可能得到5%甚至10%的回报率。我们看起来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有些新资源，例如对新的有用知识的投资，所得回报要高得多。对于那些恰巧为最好生产者所拥有的资源，在思考资源存量增加和经济增长以及测度国民财富时，我们要么完全忽略它们，要么最多根据需要临时考虑它们。

对资源的估计和对收入的估计存在着偏离。这是从国民收入及劳动和国民财富的相关研究中得到的一个基本发现。库兹涅茨的开创性研究，以及阿布拉莫维茨、肯德里克和戈德史密斯的后续研究基本上都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1]

 从长期范围看，从1869—1878年到1944—1953年间，阿布拉莫维茨的估计表明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3.5%，而由工时（man-hours）和国民财富存量适当加权组成的资源，其年均增长率只有1.7%。肯德里克在他的要素生产力研究中发现，1899—1919年要素生产力收益的年均增长率为1.1%，1919—1953年这一增长速度则提高了2倍。这一发现的含义是，传统资源增加以外因素导致的收入增长在后来的年度比早期年份要高得多。

我们还提供了另外一组更短、时期更近的数据。相应地，这些数据更为完整，也更为靠近对各种收入成分和一些资源赋予的权重所依赖的基期。美国1929—1953年间，国民收入完全翻了一番，提高了106%。以指数衡量的资源，则增加了33%。资源的两个组成部分，工时和资本存量，各自增加了17%和42%。总之，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3%，而资源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2%。土地、劳动和可再生资本加总起来的增长率，只有国民收入增长率的五分之二。

这些估计结果表明，资源与收入之间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正逐渐变弱。所看到的资源与收入之间的偏离，可以当作经济增长对那种仅限于传统资源的资源配置理论背离程度的反映。这种偏离也可以体现出那些经济学家没有考虑到的资源。为了认清一些根本问题，考虑下述实际政策问题是有益的：给定某种经济增长的模式，其国民收入增长率极大地超过了工时和物质资本的增长率，那么，能够提高一国经济增长率的最适当政策和方案是什么？

以美国为例，假设民众想把年度国民收入增长率从3.5%提高到4.5%。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方式，经济学家能够提出什么建议呢？

这一问题可以从一系列公共政策来考虑。人们可以方便地把这些政策分成两类，一类强调公共部门的作用，另一类赞成对私人部门进行扩张。第一类政策会主张把更多资源分配给政府，用于住房、城市发展、河流开发、水土保持、医院及其他健康设施、高速公路、公园及其他娱乐设施等的建设。但是，有什么可以证明这些扩大公共部门作用的措施能够大幅提高经济增长率？想来这些扩张的理由可以用一两个经济增长以外的目标来论证。我们关心的唯一问题在于：若其他条件保持不变，这些特定的公共措施是否大幅提高了经济增长率？就我掌握的文献而言，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并没有合理的证据可以对它加以支持。

现在让我们评论一下那些增加私人部门作用及其效率的政策。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增强家庭和企业在储蓄与投资上的激励，也需要减少现有政府项目（如交通和某些农产品定价方面）所导致的资源错配。这里又一次出现的是，每一项政策都在实现一两个与提高经济增长率无关的目标上具有优势。但是，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些政策本身能够大幅提高经济增长率吗？再一次指出，目前尚无这样的证据。

假设有两个政府项目更受人们关注。第一个项目采取政策以降低1%或2%的“正常”失业率。目前美国测度的劳动力在一个经济周期期间的平均失业率为5%，与此相反，这一项目的责任是要把失业率降低到2.5%。第二个项目的责任是增加储蓄和投资，从而相应增加传统可再生物质资本的存量。第一个项目能够产生明显的收益。但是一旦实现其目标，增加平均就业率将不再提高经济增长率。在第二个项目中，资本积累率的增加将能够更为持续性地提高经济增长率，但其效果很小，正如人们现在从收入和资源的增长模式中所了解的那样。

如果其他资源集合是找到大幅提高经济增长率的方式方法的关键所在，那些只考虑传统资源（即劳动、土地和可再生物质资本）的政府政策和项目就显得不足了。我们认为，这些尚未考虑到的资源集合可以提供对土地的有效替代物。



注释


[1]
 关于这些估计及其他估计的详细回顾，参见Theodore W.Schultz,“Reflection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Output and Supply，”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38（Aug.1956）。


10.以未考虑到的资源为基础的假说

让我们设想两组资源，其中一组包括劳动、土地和可再生物质资本，它们以传统方式处理和测度，另外一组由传统资源集合以外各种形式的人力和物质资本构成。第二组资源没有被计算在传统概念的“资源”范围内，因此，提出以这些未能考虑到的资源为基础的假说似乎是中肯的。

那些落到第二组集合里的资源具有如下特征：它们主要同提高传统资源的质量有关。这些资源基本上具有人力资本的性质，因为它们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劳动力素质和有用知识存量的增进。如果第二组资源的存量较传统资源得到增加，并且从这些新资源提供的生产性服务中所获得的回报率相对比较高，我们的假说就可以得到有力的支持。

这一假说已经得到日益增加的证据的支持。作为一种资源的劳动，其测度方法以工时为基础而无视人力素质上的改变。物质资本存量的传统度量方式则低估了这些资本质量上的大多数变化。同时，许多增进人力素质和物质资本存量的手段已经使用在生产性活动中。

教育可以提高人力素质，尽管我们通常恰当地认为教育是为文化服务的，但却远离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形成。下面让我引用一下我最近论文中的研究。

人们可以用教育中使用的资源来测度其中形成的（人力）资本数量。我尝试估计高中四年（第九、十、十一、十二学年）以及第十二学年之后教育所形成的总资本。用在这方面的私人资源和公共资源都得到了考虑。我对1920年和1956年总人力资本的尝试性估计，以及传统资本的估计……如下。当我们把这些教育看作提高个人素质的方式和资本形成过程时，可以发现自1920年以来总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要比传统类型总资本的增长速度快得多。教育形成的总人力资本远非无足轻重，因为它们在1920年占传统资本的7%，1956年这一占比已经提高到28%。

由于数据获取上存在的困难，我对净资本形成的估计没有这么完整。但是很明显的是，那些以人为载体的资本在一段时间内已经具有了更长的平均寿命，而物质形式（非人力）的资本则相反：它的平均寿命正在下降。相应地，与传统资本比较，教育在净资本形成的增加上的作用比上述总资本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要更大。

然而，也有许多未知之处。我想说的只是：如果教育和其他用于提高个人素质的资本回报率很高，正如它所表现出的一样，则这种形式资本的增长会占……上面……我们所研究的未解释经济增长的很大部分。
[1]




对美国1920年和1956年高中四年和第十二学年之后的教育形成的总资本估计

[image: ]


这些用于提高资源质量的投资，包括人力和非人力投资，其回报率是否高到能产生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国民收入增长？以教育为例，泽曼
[2]

 仔细地批判性地分析了教育对肤色、地区、性别、年龄、城市规模的影响，以及教育对城市男性工人工资和薪金的影响。他发现：那些接受了12学年教育的男性工人与只接受7~8学年教育的男性工人相比，如果年龄在25~29岁之间，前者收入要高出30%，这一结果与城市规模没有关系；如果年龄在30~34岁之间，前者收入要高出34%~43%，并且城市规模对该差距有影响；如果年龄在35~44岁之间，前者收入要高出37%~57%，这一差距再次同城市规模有关。

许多迹象也表明，用于探寻并开发新生产技术的资源会获得较高的回报率。当我准备《农业的经济组织》（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一书的第7章时，在分析美国生产数据的过程中，意识到了农业存在这种现象。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格里利谢斯的研究
[3]

 对用于“发现”和开发新生产技术的全部资源的回报率进行了最早的严谨的尝试性估计。在美国杂交玉米的例子中，按照10%的利率计算，从1910年到1955年，研究支出累积总量为1.31亿美元，净回报累积总量为65亿美元。就累积总量为1.31亿美元的研究投资来说，1955年的年回报总共为9.02亿美元，或者说，每一美元这样的投资，可以获得大约7美元的年回报。用来支持经济增长的这种资本的回报率是700%！

在表II.3.2中我们表明，在1910—1914年和1956年期间，化肥的价格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正如可以预料到的一样，农民们对这种价格变化已经作出了反应。根据格里利谢斯
[4]

 ，对化肥的引致需求价格弹性似乎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就我们研究的问题而言，更为密切相关的是那些降低化肥相对价格的开发性活动。这些基本要素还没有被人研究过。然而，一个有力的假说是，进入我们第二组集合里的新资源对降低化肥相对价格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注释


[1]
 In Francis S.Chase and Harold A.Anderson（eds），The High School in aNew Er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Ill.，1958）.


[2]
 Morton Zeman,“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White and Non-White Income Differentials in the United States，”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1955），table 25.


[3]
 Zvi Griliches,“Hybrid Corn:An Exploration in Economic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Econometrica，25（Oct.1957），501-522；and“Research Costs and Social Returns:Hybrid Corn and Related Innovatio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46（Oct.1958），419-431.




[4]
 Zvi Griliches,“The Demand for Fertilizer: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aTechnical Change，”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40（Aug.1958）.



11.结论

本书对土地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认识，与常识和古典经济学的看法大相径庭。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土地的经济重要性正在下降。它在生产国民产值的全部要素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变得很小了。这一特殊推论是我于1951年发表在《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上的一篇文章的核心思想。
[1]

 此后出现了戈德史密斯的研究，提供了表明土地的现值在美国国民财富中的比例正在下降的证据。1910年所有土地占全部国民财富的36%，1955年只占17%。农业土地下降得更为厉害，从1910年到1955年，它占国民财富存量的比重从20%下降到5%。在美国的资源所产生的收入流中，农业用地带来的收入已经变得只占很小的一部分。1910—1914年，去除农业设施后，农业用地的生产性服务在农业资源产生的净收入中占有18%的比重，而1955—1957年这一比重已经降低到11%。从整体经济考虑，农业用地产生的收入流在1910—1914年占国民生产净值的3.2%，在1955—1957年则只占国民生产净值的0.6%。这些估计为我的先前推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我们已经提出了一种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它不仅可以研究对土地的替代现象，而且可以研究别的理论还无法解释的其他经济发展问题。我们的理论建议把资源分作两个集合，即传统资源集（土地、可再生资本和劳动，因为它们是通常所设想和测度的资源）和新资源集。我们的假说赋予新资源集特殊的重要作用，即提高资源质量。它们基本上具有人力资本的性质。这些新资源的存量相对于传统资源正在增加，其回报也比后者更高。这是一个可检验的假说。尽管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我们考察过的证据是支持这一假说的。



注释


[1]
 该文的主要内容参见本书第二部分第1章，“农业土地的经济重要性正在下降”。


第三部分 通过有组织的研究增加资源

第1章 研究的价值与内生农业技术
*



经济学家尊崇的经济理论中几乎不涉及农业。包括稳定性和福利概念在内的经济学基本理论根本不要求将农业知识包含在内。在低收入国家，把农业看作穷人的宿命似乎理所当然。在高收入国家，农民的政治色彩随着他们数量的减少而不断加深，这是一个悖论，让人困惑。

我在这个时候关注农业，绝不是因为它是我在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第一个课题，而是因为有更好的理由驱使我这样做。

一张农产品的供求图仍然给予管理者们很大的乐趣。李嘉图的地租概念虽然有致命缺点，但仍被保留下来。地主土地所有制阻碍经济进步是事实，同时，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得以控制所有土地。

曾有几个思维敏捷的经济学家年轻时冒险进入农业迷宫，并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如兹维·格里利谢斯、马克·纳洛夫和弗农·拉坦。经济谜团和未开发的资料召唤着他们。他们的基本工具是理论和测度。亨利·舒尔茨以不朽的研究工作而成为上述领域的开创者。在食品需求方面参与探索的经济学家有很多，如吉尔西克、沃维默、斯顿、霍撒克、沃夫、托宾、伯克、尼尔。有关供给的资料，还需要能够解释报酬递增现象的理论来处理。



注释


*
 本文曾提交给1988年8月2—5日在哥斯达黎加首府圣约瑟举行的拉美计量经济学协会会议，并以“Value of Research,Endogenous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Progress:The Case of Agriculture”为名，发表在J.R.Vargas and F.Delgado,Progreso Tecnico yEstructura Economica，Proceedings of VIII Meetings of Latin American Econometric Society，San Jose，1990。


1.实际政策问题

在闭门造车地提出关于技术变化和知识演进的观点之前，我更喜欢以同国际农业研究中心有关的实际政策问题作为开端。拉丁美洲国家在这些中心的研究上下了很大的赌注，我希望这些政策问题能为我所研究的基本课题提供一些信息。

我考虑到下面四个方面：

1.1过度组织化对有组织的农业研究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危害

国际农业研究中心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使用所得资金对这些中心和从事研究工作的农业科学家进行合理分配至关重要。但是依我之见，这些中心依旧存在效率丢失的问题。掌管经济大权的人并不懂从事农业研究的科学家所掌握的知识。同样，他们也不理解农业中存在的大量异质性。

这个问题给美国的农业研究也造成了很大的负担。1982年发表在《农业科学》上的一份报告实质上是建议在美国更集中地控制这项研究。它致命的缺点在于未能理解出于农业需要而进行的研究的特点。农业生产具有特定土壤、特定农作物种类、特定畜产品、特定市场，当然还伴随着特定生产地点。正因为以上所有的特定性，农业生产本质上是极其异质的。甚至在大多数州内部，农业也绝不是同质的，因此需要研究。假设华盛顿有一个政府机构，幸运的是还有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管理者。这个管理者在职期间有超出同辈的眼光，有最高的电脑技术和能力很强的下属。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想让这个管理者作出符合美国农业研究需要的决定也不过是一厢情愿。让华盛顿获得对农业研究的优先权和控制是一个类似于戈斯计划（Gosplan）委员会政策失误的灾难。

如果一个农业科学家被要求花费大量宝贵的研究时间去论证其研究的合理性，就说明过度组织化了。应该提防这种伤害农业科学家研究创造性的过度组织化。

1.2缺乏支付薪水的资金

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主要存在于大多数低收入国家中。

那些稀缺的能够胜任专业农业知识的科学家是农业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关键投入，但与此同时，对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的需求却与日俱增。如果按照低收入国家的薪资标准来支付报酬，是没有符合这样专业标准的人才的。道理显而易见：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农业科学家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而在收入微薄的地方无法实现这样的投入，因此，能够胜任相关农业研究的人才的供给就不能实现。在国际农业研究中心区域范围内，这样的薪资问题是可以通过地理位置选择方式解决的。但是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大量农业试验站和农业研究所还是没有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我没有指出，对于组织化的农业研究所获得的绩效而言，研究型企业家才能也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那么我就犯了经济学上的短视。

1.3未能估计出研究带来的消费者剩余

对于“谁从农业研究中获利了”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反复思索。由于私人企业从事研究仅仅是为了利益，同时农业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也在迅猛发展，越来越大部分的农业研究在政府机构中进行。

在北美和西欧地区，由于相关剩余归属问题尚未解决，政府的经济扶持对农民的吸引力大大减少。此外，相关政府部门也逐渐发现，要得到剩余所需支付的代价越来越高昂。然而，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不管农民对用于农业研究的财政拨款持支持还是反对态度，其政治影响力都很小，因此，政府也就不用考虑剩余归属问题了。

有几个重要的实证问题尚未解决：在什么情况下，过多长时间，农民能够从农业研究成果中受益？即使一些农民获得了一些短期的生产者剩余，与此同时却有一些生产同样产品的生产者利益受损。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的？在竞争中把从农业研究中获取的利益转化为消费者剩余的过程需要持续多久？

30年前，在凯洛格基金会的一次名为“展望未来”的会议上，我证明了州政府对农业的拨款显示了城市对农业研究的强烈支持。在某些以城市为主的州中，就可以发现赠地学院（land grant institutions）投入大量资金对高水平农业研究加以支持。

城市和劳动者的政治影响在美国联邦食品以及涉及联邦农业研究资金的农业拨款中也相当明显。同时，这一点也可以证明城市居民并不认为农业拨款是没用的，相反，他们认为那是对他们有益的。

例如，如果记录下小麦和棉花的生产过程，我们会发现，在农业研究成果的帮助下，生产成本是逐渐下降的。尽管高收入国家农业生产的工时价格大幅提升，但许多其他农业产品的成本仍然是下降的。

食品生产成本的下降是消费者用于食品支出的比例缩小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随着食品生产成本的下降，贫困家庭要比普通家庭受益更明显。这就构成了一个收入效应，也就是说，减少了实际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现象。

现在，是时候看看成功的农业研究所带来的消费者剩余所具有的经济效益了。不可否认，农业的经济重要性确实在下降，但我们不可否认农业研究会带来消费者剩余。

因此，政府应该以可获得的消费者剩余为由来扶持农业研究。

1.4在未来的20~25年里，农业研究会因为科学的止步

不前而逐渐停止吗？如果科学长时间停滞不前，对农业科学家以及用于生产有用的农业知识的投入的投资将会呈现明显的报酬递减。

经济模型的理论阐述胜在它的巧妙、精炼、优美以及它的分析特性，但它们并不能告诉我们科学将在这个世纪剩余的年份中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需要站在长远的角度对即将发生的事或可能发生的事作出判断，这个过程包含经过长时间推敲得出结论以及合理的论证。我认为科学的进展速度还未达到顶峰，因此还存在足够的素材来保证农业研究的进行。

考虑到所有情形，我的论断表明，从长远的利益出发，持续增长的农业研究的经济价值将体现在对农业现代化的贡献上，这样，消费者剩余将会随之产生。


2.农业研究经济学

增长理论已经失去了它的分析魅力，因为在解释增长现象时，增长理论显然不够。它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处理，这就使得大部分经济学理论脱离了增长框架。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农业产出的增长量大大超出了农业投入的增长量，这让我们这些住在芝加哥的经济学家十分疑惑，于是这就成为一个尚未解决的经济学基本问题。其中一个解决方案是寻找每种可观察的技术进步的源泉，把外生技术进步转化成内生变量以确定其投入和回报。通过这个方案，兹维·格里利谢斯在他的文章《杂交玉米：经济技术变革的探索》
[1]

 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种方法已经获得了极大进展：它考虑技能和有用知识的增进，并把这些因素作为人力资本的构成要素。

与农业的悠久历史相比，有组织地进行农业研究的时间尚短。几十年来农业研究的高速发展让我们了解到了这种研究的外在价值。据说自1950年以来，世界人口已经增长了一倍，已经超过了50亿人口。同时，世界的粮食生产也随之增长了一倍，当然，不同国家的增长是不平衡的。但是自1950年以来，世界对于农业研究的需求已经增长到了其实际支出的7倍。

马尔萨斯人口论者在李嘉图有关生产粮食的土地理论之上，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即将出现世界粮食危机的说法。然而，事实是：许多低收入国家大幅度增加了粮食生产。这样的大幅增产如果没有农业研究的支撑是无法实现的。



注释


[1]
 Zvi Griliches,“Hybrid Corn:An Exploration in the Economic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Econometrica
 ，25（4）（Oct,1957），501-522.


3.农业研究的主干

政府对农业研究的支持已然制度化。这类研究在试验站、研究室以及国际化中心进行。研究需要专业科学家，也需要研究型企业家，但这些资源是稀缺的，占研究成本的绝大部分。因为这些研究身处其中，农业研究制度化并不能使之免受经济领域变化的影响。近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本及其带来的回报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使他们对农业研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

但是，自1950年才开始的农业研究经济学还处在未成熟阶段。尽管仍未成熟，人们也从中获得了很多。由于研究资金是政府公共支出的一部分，并配有有能力的研究工作者，其成本都被详细记录下来。但是由于人们对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了解甚少，所以还不知道决定优秀科学家报酬的因素。也同样缺乏有关现代科技设备国际市场的有效资料。虽然对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不平衡问题的相关讨论很多，但其本质及重要程度仍不得而知。对研究成果的经济价值的估算要比确定政府支出难得多。基本问题还是到底应该在研究中投入多少资金。


4.一种投资途径

农业太平常了，以至人们都不相信发展农业可以提高国家知名度。而进行农业研究就是为了扩大农业生产可能性。把农业研究作为一种投资需要长远的眼光，而且研究成果的取得就像野地里的野果子一样是不确定的。农民种植的高产杂交玉米的培植就花费了政府20多年的研究支出。在1933年以后，这项研究开始有回报了，并且社会回报率持续位于高位，比目前正常的回报率高出了许多倍。

短浅的眼光根本抓不住研究过程的本质和经济意义。如果受限于短期眼光，人们就会看到农业产品供给的高度无弹性。而从长远角度出发，供给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较有弹性，李嘉图的农业土地理论就失去了它的经济影响力。因为农业研究发现了提高土地承载力的新方法，也就找到了土地的替代品。结果是这些土地的供给在数量、质量和地理位置上都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可以看出土地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受人为因素的影响。


5.需求的改变

是什么驱动了对于农业研究的需求？营利性企业是为了利益而进行研究。但从中获得的利润是无处可查的。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这种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农业生产要素的行业，所投入的研究性支出是非常高的。弗农·拉坦估计，1979年美国用于农业研究投入的费用在8.14亿~9.09亿美元之间。此外，2.7亿美元用来购买包括农业生产运输所需在内的农用机械设备。美国农民购买化肥和其他植物营养剂、杀虫剂，以及其他化学、生物制剂、燃料、石化产品、机械设备和其他中间产品的费用总计710亿美元，其中190亿美元是生产性投入。

华莱士·赫夫曼与罗伯特·埃文森的一项新的重要研究即将完成，他们的文章《美国农业研究和教育的发展：经济学观点》表明私人农业研究费用是拉坦估计的两倍之多。
[1]

 但赫夫曼和埃文森所估计的研究对于农业生产的贡献，与拉坦的估计相差甚微。有证据表明，政府部门进行的农业研究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这些效益说明用于研究的投入有高回报率，而且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不应该仅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这些研究，政府研究机构也不应当觊觎研究所带来的消费者剩余。

正如以上所提到的，农业是经济中正在衰落的部门，但这并不代表未来的消费者剩余无法从成功的农业研究中得到。



注释


[1]
 Wallace E.Huffman and Robert E.Evenson，“The Development of US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An Economic Perspective.”


6.供给的改变

农业研究是一种创造有用知识的专业化活动。成功的农业研究增加了这些知识存量。随着这种知识存量的增加，供给也随之增加。

产生这些知识的经济学理论带我们进入了人力资本领域。人力资本是需要用人力资本来生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力资本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我们应当意识到这一事实，科学家是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这就表明我们需要用科学家来生产科学家。在这个过程中，专业化程度也会随之提高。但有两个重要的限制因素：（1）有能力的专业农业科学家的供给——培育农作物的人是最近关注的焦点，以及（2）科学进步。

可用作试验田的土地是可以不大考虑的因素。而且只要有资金来源用于建设，新的试验站和研究试验室在几年内即可建成。所需的现代科学仪器比较难获得。但事实上关键的投入还是有能力的专业农业科学家。然而，这样的资源确实是稀缺的。如果按照低收入国家的报酬支付标准，这样的专业化程度是没有办法办到的。

虽然没有很快就能解决的办法，供给的投入还是可以增加的。我们应当认识到：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需要几十年才能见效，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高产杂交玉米。

潜在的限制因素是科学的进展到底会如何。如果一段时间内科学停滞不前，农业科学家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投入都会显著降低。

再次重述一下我上面提到的观点：从长远角度来看，农业研究的经济价值是，那些为农业现代化服务的研究活动持续地大幅增长，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消费者剩余来。


7.生产力的内生增长

要想认识到增长的源泉，基本的方法就是找到经济生产力提高的源泉。生产力的提高要么来自经济外部，要么来自经济内部。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有效地使用了这种两分论。两分论除了可用于分析创新者的贡献外，还可用于解释其他各种经济变化的源泉。在寻找经济生产力构成因素的来源时，人们会发现事实上所有这些构成因素都是人为的，并且这些构成因素源于经济内部。太阳、地球、风、厄尔尼诺现象都跟增加我们的经济生产力毫不相关。

这一点值得反复申明。现存的增长理论没有给我们一个关于生产力提高的基本真实源泉的经济解释。技术的进步仿佛被看作是来源于经济外部。人力资本的增加，包括经济主体的企业家才能也被同样地看待。这种现存增长理论被用来分析生产力提高时，其隐含的缺陷是致命的。

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引进的高产小麦是由墨西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的优秀农作物培育专家培育的。截止到1984年，印度的小麦产量从原来的1100万吨猛增至4600万吨。当我们期待用一种经济生产理论来解释这一非凡事件时，我们应该尽力解释，在旁遮普省的案例中，为什么土地、化肥、劳动力、农民的企业家才能的回报率都长年超过了同期的正常回报率？

引发印度小麦绿色革命的种子根源于CIMMYT，它需要多年成本高昂的研究。很明显，CIMMYT的高产小麦来自国际经济内部。它是人为制造的，而有助于生产出印度高产小麦的每一种辅助性投入要素也是如此。

引人注目的美国玉米的高产现象对于很多了解农业的经济学家来说一定都不陌生。兹维·格里利谢斯的前瞻研究
[1]

 将杂交玉米研究的年度开支追溯至1910年。他证明，这些研究性支出的回报率远高于正常回报率。

思考下述事实的经济意义：杂交玉米的第一次应用始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为了目前的研究，我们把1933年视为前杂交玉米时期。在1933年，美国玉米的种植面积为1.098亿英亩，然而到1987年只有7670万英亩，比1933年少了3300万英亩。难以置信的是，1933年玉米产量为24亿蒲式耳，1987年英亩数虽然少了3300万，但产量却达到82.5亿蒲式耳，是1933年的3倍多。

杂交玉米的经济学故事包含所有辅助性投入，从生产玉米中释放出来的土地的其他产出价值、养育牲畜成本的降低以及玉米产生的消费者剩余，都发生于经济内部。它们都是解释经济生产力提高的基本因素。

在这里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为什么土地租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了，为什么土地所有者的经济基础在社会和政治方面都削弱了。



注释


[1]
 Griliches,“Hybrid Corn:An Exploration”.See also his“Research Costs and Social Returns:Hybrid Corn and Related Innovatio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1958），419-431;“Hybrid Corn and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Science（July 29,1960），275-280.


8.结论

尽量不要沉迷于研究稳态的经济学。

要坚持相信经济学家可以解释生产力的提高。

留心所要寻找线索的证据。

注意经济增长与经济失衡是相伴而生的。

研究回归均衡的经济学仍处于初创期。处理失衡的能力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最近一项关于农民的教育、健康、年龄、经验对其盈利机会作出的反应的研究也包括在其中。

搜寻报酬递增的研究迷失在增长理论的丛林之中！阿林·杨、马歇尔和斯密关于报酬递增的观点又重新被发掘出来。贸易理论和经济学的其他专业分支变得丰富起来。

熊彼特的创新者是可以提高经济生产力的人类主体之一。创新者的行为源自经济内部。但他是引致了失衡，还是发现了失衡的存在然后通过产生利润来恢复均衡呢？

人力资本投资非常重要。人力资本的内部私人效应有很多记录。随着罗伯特·卢卡斯的研究，人力资本的外部社会效应在理解增长过程中开始显得极其重要。人力资本密度假设有着丰富的内涵。

关于私人和政府对研发进行投资的经济学正茁壮成长。它的研究成果在解释生产、收入和福利增加方面的经济学中尚未得到充分利用。

我已经介绍了农业研究投资的特点。在世界范围内这种投资已经不断增长。投资的高回报率推动了它的扩张。但是农业研究投资中存在着过度组织化；在一些低收入国家，高技能的农业科学家的薪水太低；对农业研究的资助应当基于它对消费者剩余的贡献。从长远看，农业研究应该继续增加。


第2章 研究的政治学与经济学
*



我们对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表示敬意，是他把斯德哥尔摩变成科学家们的麦加圣地。现在每年的朝圣之旅主要由美国人进行，但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51位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医学家中，只有3位来自美国；1944年之后的20年间，这个比例上升为一半；再往后1975-1979年，几乎三分之二的获奖者来自美国。现在据说美国的科学研究已经达到巅峰，其生产力可能下降。而西欧和日本将会赶超美国。

科学已经达到巅峰的观点激起了我的兴趣。是由于存在着某种长周期，还是我们的“大科学”（big science）在显示着报酬递减？这种周期与报酬递减有一个类似的变动频率。但是科学与经济学是不应该混为一谈的，因为经济学与人类的弱点联系过于密切，并且在政治上没有人会受到同行注意。我非常清楚探讨这个话题所承担的风险。弗兰克·奈特著名的“谈话规律”（law of talk）非常有道理。“人们越聪明，就越有可能无法对社会原则和政策达成一致，从而这种不一致就越激烈。”我也深知经济学家不会做为了结交朋友需要做的事。科学家不会乐意接受成本和收益原则。政府对与理论经济学家的友好相处非常谨慎。经济学家唯一的真朋友是客观的、不良的事件：通货膨胀、失业与经济困难时期。

既然我要评论美国政府和公共政策，就有必要先消除你的忧虑。在我看来，无论科学的进步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还是为了最终用途，这两者都是相伴而生的。在生产羊时你总能同时得到羊毛和羊肉，虽然可能会强调其中一部分，但它们不可分离。我评价科学研究的方法依托于两个基本主张。第一个是知识的进步可以提高经济的生产能力，改善人们的福利状况。科学很明显增加了我们知识的积累。爱德华·希尔斯在他的文章《信仰、效用与科学的合理性》
[1]

 中曾深入探讨过这个问题。第二个基本主张是大多数科学贡献具有公共品特性，这意味着企业没有足够的动力来投资那些能产生公共品的科学研究。基于这两个主张，我们会面对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要确定从科学进步中所获得的公共品的价值，另一个是为科研提供大部分资金的政府部门的组织性问题。我认为，科学成果的价值通常会超过投资的正常收益率。学术界的科学家比为政府或企业效力的科学家从工作中得到更多的个人满足感。正因如此，他们能够接受相对稍低的工资。我也认为公共部门对科学研究资金供应的组织充斥着诸多扭曲，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

除了上述两个主张，还有几个次要问题我们也应该深思。在美国，那些大型国家研究实验室、加速器、望远镜、海洋考察船，以及用于自动控制、精密度衡量及计算的仪器，都要求对厂房与设备进行大笔投资。我们进行了许多大笔的投资，这些投资是不可分割的。能否通过调整现代科学研究使得小国可以力所能及？和其他任何国家相比，建立美国规模的科研基地就相当于在它们领域内设立一家通用汽车公司。在研究费用及科学家数量方面美苏两国都非常多，但有一个差异：苏联的效率比美国的要低。



注释


*
 首次发表时名为“The Productivity of Research: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Research，”in Minerva
 ，xviii，No.3（Winter 1980），644-651。


[1]
 Edward Shils，“Faith,Utility and the Legitimacy of Science，”in Science and Its Public: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Daedalus，Summer 1974），115.


1.增长理论产生前的思想

我的关注点是科学研究匮乏的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简要叙述一下我的评价。

很少的低收入国家具有科研人员和资金来启动并维持科学研究。1972年有129个这样的国家，它们的人口都少于5000万；其中49个国家的人口不到100万。
[1]

 这些国家既小又贫困。大多数石油输出国虽然现在很富有，可它们将来能够迅速建立起有成效的科研机构的前景一片灰暗。在低收入的大国中，巴西、印度和墨西哥是例外。除了农业研究外，由于资金缺乏，世界上至少五分之四的国家不打算从事任何成规模的基础科学研究。在斯里兰卡、坦桑尼亚或者危地马拉这些国家看来，通用汽车公司仿佛一个庞然大物。现代科学研究怎么才可以分拆成较小规模的项目呢？

我们钟爱巨大的研究机构和项目。但它们难以管理而且往往会出现经济理论中的规模报酬递减现象。其中有一些是研究基金的批发者，基金依可归责性分配。这些管制对小企业来说纯粹是负担。小型研究机构中的独立科学家反而有着显著的创造性。我认为很多研究机构的规模已经太大了；与那些适合独立科学家的小机构相比，效率相对较低。美国国家医疗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就规模超常。1979年，它从国家财政预算中得到三分之一的联邦资金用于基础性研究。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也在支持其他领域的超大规模的科学研究。可是从上述机构中获得既得利益的研究人员不会抗议，因为这样做会使他们的既得利益处于危险的境地。但在研究的过度组织化中被忽视的是，小型基础性研究机构主要分布在大学中。虽然很难辨清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大型研究机构更受联邦预算青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联邦资金向它们的倾斜的确是政府决策的结果。并且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说，它是受到研究的政治因素影响的结果。

1981年提议的预算使美国国防部成为基础研究增长最快的“买家”——以实际货币衡量上升了12%。
[2]

 更加依赖国防部提供的经费并不意味着学院派科学家的快乐时光到了。以这种方式分配更多的联邦资金，依然无法减少基础研究支持方面的扭曲现象。

美国联邦政府在大学校园里展开的社会改革，以政府持有的研究基金作为实施改革的筹码，这不仅仅是一个小问题。我注意到1979年美国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来自学术界。在我看来，谁来决定科学研究应当做什么，谁来配置完成这些研究的资金，是研究的政治学中的主要问题。



注释


[1]
 数据来自World Bank Atlas:Per Capita Product and Growth Rates（Washington DC,1974）。


[2]
 Eliot Marshall，“Defense，”Science,CCVII,4431（Feb.8，1980），619-620.


2.经济学与科学

科学是我们知识存量的一部分，科学研究增加了知识存量。科学作为知识，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和社会行为。科学经常在相当滞后的时期改变技术。科学家个人也从自己的创造性工作中得到满足。作为知识，科学是一种形式特别、完全人为制造的资本。它既不是一种自然资源，它的成果和维护也不是免费的。知识体系中的科学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它物化于物质实体之中，例如科学著作，以及计算机和杂交玉米这种实物形式。其余形式则物化于人类本身，构成人力资本。

增进科学知识的过程需要投入稀缺资源以求获取未来的收益与满足感。这是一种形式特殊的资本投资。科学研究是一个动态过程，常遭遇风险和不确定性。科学家都知道在探索未知或不确知领域时所付出的努力。追求科学假设的后果永远不能被完全预测，如果能就不能称其为研究了。

知识进步对于增加生产资源和改善生活条件至关重要。这里我以农业研究为例。到了1930年初，植物基因学家经过23年的研究培育出了杂交玉米。
[1]

 很多和玉米有关的其他研究成果也紧随其后。辅助性要素也增加了。到1979年玉米的种植面积虽比20世纪30年代少了3300万英亩，但总量增加了两倍。除了产量效应，种植玉米的农田也有了非凡的替代品。对此，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早在1890年就明确提出一个清晰的观点：“知识是生产最强大的发动机。”

我不想暗示所有知识存量的增加都只是科学研究进步的结果。私人企业家和个人都有独特的创造力。教育的功劳随处可见，健康状况的改善也是如此，因为较长的寿命可以延长人们运用年轻时获得的知识的时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低收入国家国民的平均寿命延长了一半还多。

但是，如果对这些知识的源泉进行全面考察，科学研究的进展就成为其中的主要来源了。让我非常吃惊的是，科学进步的价值完全被忽视了。我认为对此科学家应负主要责任。因为他们认为科学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其实并非如此。非科学家要想评定科学价值会被认为是对科学的侵犯。经济学家就被认为是侵略者。他们的确有嫌疑，因为他们似乎一定要贬低科学。分析并确定科学的价值并非易事，科学家很少会因此而在自己的领域内缩手缩脚，经常以自己不切实际为荣。但是他们对于经济学研究采取了回避态度。

农业研究经济学一直是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课题
[2]

 ，但在课题中有关理论的延伸和数据的获得方面还需付出更多努力。起初，研究范围集中在美国，然后集中在墨西哥，后来学生们开始了在印度的研究及对阿根廷和巴西的一些特殊作物的考察。美国的研究也由最初的玉米和猪肉逐渐扩大至整个农业领域。这些研究在一个关键的经济学问题上得出了有力的结论：考虑到与成功同时并存的失败因素，农业研究的回报率已经超过了经济中投资的正常回报率。

反科学运动对于科学价值的可靠评估没有兴趣，而是倾向于把科学政治化。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但以我长期对农业研究经济学和基础研究的参与，我认为科学研究投资的经济与社会收益都是比较高的。但我严重怀疑其中某些研究活动的效率。比如说，我们对癌症研究投入了大量资金，这就使得我们无法从事其他有价值的基础研究。这其中肯定有特定类型的研究，其间存在的报酬递减表明投资不能再进行下去了。在这个问题上，再保持沉默就不行了。有太多研究存在过度组织化的现象，科学家必须花过多的时间来应付那些强加于科学研究的管制。

谁为基础研究埋单呢？我对现在的做法并不赞同。照这样分类，美国的纳税人承担了大部分支出。从数据最为完整的最近的1968年来看
[3]

 ，69.3%的基础研究支出是联邦政府支付的，14.8%由企业支付，9.9%由大学承担，剩下6%由各种各样的非营利机构负担。谁真正在做研究呢？答案是大学和它们的附属机构承担了其中的59.1%，联邦政府16.1%，企业16.1%，其他非营利机构8.7%。资金是最重要的，因此联邦政府就有着最大的影响力。推测起来，其影响力应该超过16.1%，即联邦政府所承担研究的比例。在那些企业承担的基础研究中，政府每拨款1美元，企业就要相应配套3美元。对于大学以外的其他非营利机构承担的研究，政府只提供60%的研究经费。实际担负了五分之三研究任务的大学则处于最弱势的谈判地位。它们的研究资金只有联邦政府的四分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大学能控制的只是它们自己拥有的研究机构中的一小部分。冲突就在于此。



注释


[1]
 Zvi Griliches，“Research Costs and Social Returns:Hybrid Corn and Related Innovatio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6（5）（Oct.1958）,419-431.格里利谢斯教授花费大量精力从事美国研发经济学的研究。


[2]
 Theodore W.Schultz,“The Economics of Research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Occasional Paper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ervice,New York,1979）.


[3]
 National Patterns of Rand DResources,NSF78313（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Washington DC,1953—1978/9），p.4.


3.政治学与科学

基础性研究体现公众利益毋庸置疑，科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会有私人的、专业的兴趣也是一个事实。显然，公众利益与个人兴趣的紧密联系在政府与理论科学家或者说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中得到体现。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谁应该为基础研究埋单，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埋单。对于企业来说，这个问题相当简单，谁获利谁埋单。对于其余关乎社会利益的部分，就必须由愿意支持公众利益的私人赞助者和财政资金来承担了。然而，在根据研究项目种类、成本、花费来决定哪种项目最值得做时，往往太过草率。在我看来，把所有这些决策都交由国会和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来决定是不充分的。在与选民就大学自治进行谈判时，很有必要公开有关研究价值的信息。

美国联邦政府对于学术研究的支持并非直接进行，而是通过有关部门间接进行。能源部就控制着大量的资助应用和基础研究的基金。1981年基础研究投资资金在预算中的大幅增长是由国防部管理的，这也是对学术研究的非直接扶持。美国航空航天局对研究大规模的间接扶持没有上述部门有效。此外还有三分之一的基础研究基金是由国家医疗研究院间接扶持的。

我非常担心赞助者的影响会使研究出现扭曲。来自民间和联邦政府的赞助都可能使那些不能立见成效的传统基础研究衰退。1973年，得到联邦政府预算资助的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项目中，有60%是从事基础研究的大学进行的。到1978年，这一比例降为47%。长此以往，对于理论经济学家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1]



美国对于科学研究的扭曲逊于教条主义的苏联，这似乎还让人感到欣慰。诺尔廷和范施贝克比较了美苏两国的情况。
[2]

 在高学历科学家的人数方面，苏联生命科学家稍多；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两国几乎相同；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则是美国占优。苏联拥有的农业学家比美国多。
[3]

 农业研究自不用提，苏联其他方面的科学研究与美国相比是多么没有效率，这留给读者来想象和判断。

根据诺尔廷和范施贝克的描述，苏联的高学历农业学家比美国至少多70%。博伊斯和埃文森揭示了更大的反差。他们引用了三家反映科研水准的国际摘要性期刊中的农业科学出版物的数据。数据显示：1969—1973年间，苏联科学家的年均著作量为2690件，而美国同期的年均著作量为4700件。
[4]

 1929年，我曾在苏联当时非常著名的位于顿河沿岸罗斯托夫的小麦研究试验站待过一段时间。当时正值农业合作化运动前夕，这个试验站的研究水准与美国相当。但到1960年我做苏联科学院的访问学者时，当地农业研究的水平已经相当低了。除向日葵之外，我不知道任何苏联研究机构对农业生产力进步所作的贡献。苏联的农业研究已经遭受到其生物学教条的严重损害。



注释


[1]
 See above,Part III,No.3,“Distortions of Economic Research，”See also Rickard C.Atkinson
 ，editorial comment，“Federal Support in the Social Science，”Science，CCVII，4433（Feb.22，1980），829.


[2]
 L.E.Nolting and M.Feshback，“R and DEmployment in the USSR，”Science
 ，CCVII，4430（Feb.1，1980），493-503.


[3]
 Ibid.,table 12,p.502.


[4]
 James K.Boyce and Robert E.Evenson,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Program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uncil，New York，1975）.


4.结论

苏联式的教条与中央集权统治不可能成为支持科学研究的支柱力量。美国政府对于基础研究也有很多垄断性控制体制。认为这种体制会逐渐消失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约翰·威尔逊教授就曾以《大构思：大幻想》的题目开始他对美国状况的分析。并且发现，“不管人们是否倾向于认为目前联邦政府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关系是灾难性的”，这种关系其实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大大受损了。
[1]

 这个批评性理念贯穿于他担任国家科学基金会会长和芝加哥大学校长的任职过程。

一年前，杰拉尔德·皮尔先生在美国哲学协会中的致辞简洁而又具说服力：

如果美国大学的自主权能够得到公众支持的保证，就不必由联邦政府行政机构来对其颁布必要的扶持政策了，也不用国会来立法规定了。大学的自主权必须与选民商议。公众应当被要求对受资助的项目有充分的了解，从而实施对大学的支持。一些至关重要的投票者必须准备好接受这一提议，因为3000万大学毕业生在整个人口中占了很大的比重。
[2]



选民对科学的价值感到困惑可以理解。科学家（农业学家除外）几乎没有采取行动向选民普及科学知识以求得支持。结果，科学家必须面对很多“美国科学的未来”
[3]

 的困惑。“美国科学的未来”是由菲利普·汉德勒博士（国家科学院前院长）在他最近的一篇致辞中提出的。科学家必须要揭露“反科学、反理性”运动，例如：“最时尚的营养方式”、“没有根据的环境危害主张”等。科学家必须揭穿这些假行家及其谬论来建立选民对科学的信任。同时科学家也不得不容忍有关“反应堆对于繁衍后代的危险”这样无聊的讨论，并挑战“无风险社会”的愚蠢观点。如果不这样做，科学家就得屈服于“国家范围内的精神错乱”。汉德勒博士下面的话，生动有效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十年前引导公众注意到潜在的危险可能是有利的……但这也会使我们走错方向。例如，如果我们那样做了，公众的注意力只会仅仅集中在加起来可能5%，至多不超过10%的由辐射、人造化学物质及环境污染引起的癌症病例。这样做的代价是大量资源和人力已经被占用了”，这些资源和人力在更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活动中更为有用。

我期望我们能消除这些困惑，找到与选民协商的有效途径，以最少的归责管制获得公众对科学研究的直接资金支持。

大学的自主权目前正在受到侵害。理论科学家要对政府尽太多义务。一个尖锐的现实是我们正慢慢接近苏联模式。如果不逆转这种趋势，不久的将来，每年去瑞典科学院领取诺贝尔奖金的美国科学家会越来越少。



注释


[1]
 John T.Wilson,“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Washington Scene:1980，”unpublished paper
 （University of Chicago，Oct.1979）.


[2]
 Gerard Piel,“On Promoting Useful Knowledge，”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23（Dec.28，1979），337-340.


[3]
 Philip Handler，“The Future of American Science”（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icago，Ill.，Jan.29，1980）.


第3章 经济研究的扭曲
*



一些社会科学家认为经济学家一心注重所做研究在经济学方面的价值而贬低其在社会文化里的价值，并且罔置方法论研究，甚至对但凡有悖经济学理论中理性假设的社会行为不屑一顾，总是喜欢以帝国主义的手腕行事。同时他们也不喜欢经济学家处理资源匮乏情形下人类主体选择行为的方式。像美国国家科学院（NAS）就更倾向选择那些应用精确的数学方法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但它又对这些经济学家对国家科学院研究的批判性指责感到不快，其实那些研究都是国家科学院应政府的要求进行的。因此，政府只能通过为经济学家提供经济政策上的支持使其受制。目前经济学术界就流行研究当前的经济政策，即使这样的研究政治性很强且不可长久。

我将指出的经济研究的扭曲现象，不是由社会科学家对经济研究的定位造成的，其主要的形成原因在于一些基金会组织与大部分政府机构在分配经济研究资金时的经济政策偏向，同时许多经济学家为获取科研资金所作出的妥协让步也是其中的原因。

如今经济学家受益于其行业的快速发展而身价倍涨。对经济研究需求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最近新型机构的研究活动。这些机构在竞争研究资金中占了上风，而大学研究的相对优势则江河日下。各种基金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种经济研究新模式的发展，但联邦研究资金的增加才是更重要的原因。而一个行业高速发展的其中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会导致扭曲，经济研究亦不能幸免。从学术角度来说，为满足经济研究的需求而发生的一些混乱的变化情况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些情况却对那些代表执行政府机关的政治利益的新兴机构非常有利。我非常担心这种发展趋势会对理论经济学家的研究和教育作用产生消极影响。

大学活动的赞助人在资助经济研究项目的问题上从不采取中立态度。政治化的经济研究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从政府机关和一些基金会资助的“目的研究”和“任务导向型研究”不难看出这一点。私人赞助商也不例外。

本章的目的在于质疑那些为大学经济研究项目提供经费的社会机构。而这就需要对由社会机构评估标准导致的教育与研究功能的扭曲现象进行审视，与此同时呼吁对大学中的经济学家职责进行批判。



注释


*
 本文首次发表于William H.Kruskal（ed.），The Social Sciences:Their Nature and Us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Ill.，1982）。1982年版权归属芝加哥大学。感谢兹维·格里利谢斯、D·盖尔·约翰逊、威廉·H·克鲁斯卡和T·保罗·舒尔茨的有益建议和批评性评价。本章的一个稍微缩减的版本发表于Minerva 17，no.3（1979），460-468。这里获得了重印许可。


1.经济研究涉及的机构

我不会说在二三十年以前所有的经济研究都是大学在承担。大型企业，包括银行和商贸公司，在近几十年里都聘请经济学家进行对企业有利的研究。特别是从新政时代开始，劳工组织和全国的农场主组织就已经采取了这样的措施。由精英经济学家组成的相关政府部门早就设立，如农业部、商业部、劳工部、财务部下面都细分出相关机构，职责在于分析经济成分进而提供经济数据。在早期开拓性的非营利组织中，其中两个尤为值得一提。一个是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其发起人是著名经济学家瓦西里·米切尔），它作出了卓越的成就。NBER也曾寻求过大学里的理论经济学家的帮助并虚心听取批评建议。它分析及提供经济数据的活动所需要的相关设备和人员就不是大学所能提供的。例如西蒙·库兹涅茨和他的同事在NBER所做的卓越研究工作就引进发展了国民收入统计中所需的概念及测度标准。然而现在，NBER的经济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政策事项，在经济支持上也变得十分依赖公共资金。另一个是同样历史悠久的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深受基金会和公共基金的青睐。早期在哈罗德·莫尔顿的领导下，布鲁金斯研究所所进行的研究同当时特定的政策目标紧密联系，从那以后仍然如此。

其他的相对而言稍微不太出名的研究机构包括：（1）美国计划协会（Nat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可追溯到新政时期，一直以来政策导向性都很强。（2）经济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当时的企业组织间的主流观点持反对态度，反而对阐明当时的政策事项有重大贡献。（3）12家有着漫长历史的联邦储备银行麾下各设置了一个研究部并各由副总裁掌管负责。在华盛顿总部工作的经济学家的人力资源也十分充足。但是联邦储备的研究仅限于政府内部用途，出版在专业期刊上的少之又少。只有当哈迪在堪萨斯城银行担任行长时情况有所不同，还有近期的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也是一个例外。

在过去的25年里，进行经济研究的机构激增。正如上文所述，这个现象是由以特定经济政策研究为对象的大笔赞助资金上涨所造成的。研究资金的分配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更青睐于那些所谓“恰如其分”而与大学无密切关联的专门研究项目。不过，还是会有些大学的研究机构因为没有经济学院系安排的学术工作困扰而被纳入考虑。发生这样的变化的主要原因有：大部分经济学院系都太过死板、不知变通，拒绝跨学科和团队合作项目，而且终日周旋于进行博士研究、理论课题和实证研究间脱不开身。除此之外，在人们看来，大学一般要么不能要么不愿意投其所好地去改进自身来进行所需要的政策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发展势头迅猛。现在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高度专业化的研究机构。要列举出来不是个小工程量：其中从事经济研究的有超过300家。
[1]

 它们的研究领域覆盖经济发展、计量经济模型、国际贸易、税收、企业、教育、城市发展、能源、人力资源、消费者问题、环境改造、法律事务、医疗、人口和贫困问题等。每一项研究的资金投入都数目庞大。例如，每年美国联邦政府投入在贫困问题上的研究资金达9000万美元。
[2]

 因为经济研究项目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大学之中，这就表明大学的经济研究已经无法满足对这些研究的特殊需求。

很显然，经济研究基金会的一些民间投资者以及几乎所有的政府机构都一致认为大学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做他们所需要的研究。作出这样的判断以后，基金会所采取的策略就是选择性地扶持一些它们需要的研究作为内部活动来承担和管理。这就形成了一个确定什么样的项目类型得到资助的新方法。卡内基采取的策略与其相关但又不同，其基金会成立了一个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并分配了几百万美元资金给该委员会。福特基金会在1974年发表了第一份能源研究的内部报告——《选择的时刻》，这是提出有害经济政策主张的一个例子，即通过采取更受公众欢迎的方式来解决能源问题。其第三份内部报告——《能源：未来二十年》，是根据汉斯·H·兰德斯伯格的观点来写的，该报告具有较高的经济理论价值。现在，新的研究机构大规模地被建立起来，但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从事一流研究并得出高水准的分析研究报告。其中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是一个名为“未来资源”（Resources for the Future，RFF）的小规模研究机构。在过去的25年里，RFF主要从事与自然资源有关的研究。虽然自然资源与政治领域高度相关，但RFF仍然不依靠政府资金的扶持。该机构成功地抵制住了与另一家较大的有着一定政策扶持的机构“拉郎配式联合”的资金诱惑。

在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海军分析所和空军项目部对数学以及经济理论研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到了70年代，人力资本的博士及博士后研究得到了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的大力扶持。但随后这项研究被突然叫停了，因为它被认为在NIMH的法律授权下没有得到充分应用。早些年，由美国农业部（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拨款扶持的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农业经济研究也曾被突然叫停，原因仅仅是国会拨款委员一时的突发奇想。大部分国会议员通常反对将政府机构研究基金分配给那些对某些公共项目持批评态度的经济学家。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描述了近来经济研究活动的发展状况。毫无疑问，大量的相关研究对于满足资金赞助者的一些特殊需求是有效的。作为一个副产品，一些新的相关研究所也能偶尔地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但是这些新研究所的成功并不能解决理论经济学家的思想和研究对评价经济政策优缺点是否有用的问题。在下文中我将涉及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提出的观点主要是针对某些专业人士，他们管理着有分配研究经费权力的政府机构，深受国会强加的限制而没有自由，他们在决定理论经济学家为完成适当职责所需要的大学经费资助类型时，并不考虑资助对象的专业能力。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可能被认为是一个例外，但NSF也很少支持对经济分析现状进行批评的研究。尽管NSF对经济研究带有政治敌意，但它还是资助了纳尔逊和温特对于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批评性研究、福格尔对于社会机构的攻击性研究以及卢卡斯对于现有正统宏观经济学的批评性研究。我们应当关注的扭曲问题也包括大学为了得到研究经费所做的融通行为，这些经费的来源包括基金会、政府以及将自己的在研项目进行转包的新型机构。

在质疑社会制度的同时，我们不可忽略一个存在了几个世纪的问题，即经济学家所做的和社会主流制度希望他们做的之间的冲突。基本经济学问题之间的差异几乎与我所提到的涉及当今社会发展的冲突一样普遍。



注释


[1]
 Archie M.Palmer（ed.）,Research Centers Directory,6th ed.（Gale Research Co.Detroit,1979）列举了304家美国和加拿大的非营利性经济研究组织，其中大多数都附属于大学。


[2]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Evaluating Federal Support of Poverty Research（G.K.Hall&Co.，Boston，Mass.（cloth），Schenkman Publishing Co.，Cambridge，Mass.，1979（paper））.


2.对社会制度的质疑

经济学家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制度的批评者。在历史上，他们就曾批评过教会的经济学教条、国家、财产所有者阶级（地主）以及商人所谓的原则等等。虽然长久以来制度化教条与经济思想之间都有冲突，但冲突的本质已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雅各布·瓦伊纳总结了早期基督教创立者、经院哲学家、天主教社会思想世俗化趋势中所包含的，以及新教和资本主义兴起时的经济学思想。
[1]

 教会经济教条中有关高利贷、货币资本的非增殖性以及正义价格的问题，是当时学术界流行的讨论话题。瓦伊纳也有一篇带有批评意味的文章——《天意在社会秩序中的角色》。
[2]

 尽管当时宗教和经济思想的冲突有所缓和，但国家与教会就教义中存在的某些社会和经济问题仍存在分歧。

在高收入国家中，租金相对于劳动及其他收入的显著下降，使得地主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减弱，同时也缓解了地主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冲突。但企业公司、劳工组织、农业组织和环境保护组织所要求的经济权利又使得它们与经济理论的关系趋于紧张。

在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里，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尖锐。这一现象不仅仅局限于私立大学，也不仅仅局限于美国，而是普遍地存在于世界150多个国家中，只是在各国的表现形式不同。在大多数国家中，大学的学术独立性受到严重限制，在社会经济思想和研究领域尤其明显。这些国家提出的要求使得它们与大学的关系极为脆弱，也为大学发展带来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即使在美国也是这样，大学越依赖政府的资助，它们在社会科学领域自由的探索权利就越小。

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理论经济学家都必须唯政府马首是瞻。在苏联以及其他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尤其如此。在一些低收入国家，采取的是部分控制方针，政府选择使用外部补贴来弥补它们与富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这么做的前提是，一旦有所需要，理论经济学家能够为政府政策目标进行辩护。近几十年来，长期以来盛行民主的西欧和北美国家在有关经济政策方面也存在冲突。

大学里的经济学研究要比自然科学研究更易受到外界的干扰，这种说法很合理。同时，生物学研究也越来越受限于政府管制。但即使与之相比，经济学也是更容易受外界干扰的。在这里，我迫切地想要指出，最近的反科学运动正改变着科学与其在公众中的印象间的关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政府拨款政治化了。爱德华·希尔斯在他的文章《信仰、效用与科学的合理性》中深入地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
[3]





注释


[1]
 Jacob Viner，Religious Thought and Economic Society，这部四章的未完成著作由雅克·梅里兹和唐纳德·温奇编辑（Duke University Press，Durham，NC，1978）。


[2]
 Jacob Viner，The Role of Providence in the Social Order:An Essay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Philadelphia，Pa.，1972（cloth），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J，1976（paper））.


[3]
 Edward Shils,“Faith，Utility，and the Legitimacy of Science，”inScience and Its Public: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Daedalus，Summer 1974）.


3.理论经济学的标准

尽管存在通货膨胀和大学的财政紧张，但理论经济学家很大程度上过得并不糟糕，这主要是因为大学以外的市场对经济学家的研究也有着需求。但仅仅通过这样的市场检验，我们不能轻易得出结论说，经济学家在提供大学和社会需要的产品方面具有很高的生产力。事实上大学或者社会从理论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得到的效用并不高。经济学家虽然乐于评价别人使用稀缺资源的价值，但涉及自己时却很不情愿。在我看来，对于自己所拥有的研究自由，对于维护大学职能，对于自己能够从学校以外的组织获得研究基金的条件，大多数理论经济学家都沾沾自喜。他们强调自己的研究不受外界干扰的自由权，这些都体现在他们未能成功地在与民间赞助者、基金会以及政府机构的较量中得到分配研究基金的权利。但是要成功地做到这件事，就需要参与者具备一定的坚实知识，他们要深入了解与大学职能匹配的相关经济思想和研究的作用。当然，勇气也是必要的，因为需要承担疏远赞助者的风险，也就是有可能使他们对大学的资助减少。这种风险可以通过调整的方式巧妙地加以避免，即悄悄地、体面地交一份看起来能满足赞助者需求的保证书。

很显然，经济学家是与人类世俗活动打交道的。从实践角度来讲，经济学理论是非常有价值的。其效用不会体现在其恰恰缺乏的优美构架上，也不会体现在它所使用的精妙的数学方法上。经济学基本理论不论是对私人事务还是公共事务都很有效。政治经济学的精髓尤其体现在其能决定政府政策的经济成果。

按照我的评价，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之间的概念区别在确定理论经济学是否有用方面是没有意义的。现在流行的目标导向性研究和任务导向性研究的说法，通常只是干扰大学的借口。由资助机构选择人员，在某些政府机构管理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些人员对经济研究项目进行同行评审，这是一种很方便的机制，能够得到差异足够明显的评价，在确定是否对项目拨款方面，机构管理者得到了自由裁量的权力。说到理论经济学家的积极作用，他们的长处在于对私人经济行为和公共政策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价。这里所说的全面性并不是把理论经济学仅仅限制在改进经济学逻辑的内部一致性从而使之更为严格，也不是把经济学局限在数量分析工具及实证分析的改进上，尽管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为了保证这种全面性，经济理论学家必须考虑到社会属性以及人文、历史层面的观点。哈耶克
[1]

 曾经善意地提醒，“仅仅关注经济层面是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的。”随后他又补充说，“一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人，即使没有明显的危险，也可能令人讨厌。”在我看来，这一“专业悖论”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至少一部分经济学家的一个主要职责是把他们的才能投入到全面的社会与经济批判中，他们自由研究的权利是被其所在大学维护的。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理论和社会制度的学术批判正处于低潮，比如很少有人对芝加哥大学教授——雅各布·瓦伊纳、弗兰克·奈特、哈里·约翰逊、索尔斯坦·凡勃伦、亨利·西蒙、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的著作质量进行评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当中只有一位的研究与出版物是得到基金会、政府机构或私人赞助的。我还发现，如果只是按照自己的实际能力和研究兴趣做事，大学中的经济学家是很难得到学校以外机构的经费资助的。同样令人失望的是，社会对研究才能的搜寻使用了另外一套经济标准，结果就是当代经济学家缺乏对经济理论和社会制度进行学术批判的激励。我的论点正如本段开头所说，至少一部分经济学家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致力于全面的社会与经济批判，大学应该保证其自由研究的权利。

缺失批判是显而易见的。对各种联合国组织负责人的经济理论所进行的全面的批判性研究非常缺乏，尽管这些组织中的大多数都在贬低经济学理论。雅各布·瓦伊纳曾提到早期教会经济理论就得到了大量学者的支持，联合国内部流行的经济理论也没有受到学者的批判。哈里·约翰逊曾因批评过现行经济理论而久负盛名。
[2]

 伦敦经济学院的彼得·鲍尔对经济发展理论表示的不满是又一个例外。
[3]

 可是某些基金会所倡导的经济学软科学化趋势并没有受到经济学家的反对。这股逆流很大程度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live and let live）政策的产物，这种政策要求人们必须适应主流国际组织及美国国内的政治需求。

在分析选择以及稀缺性时，经济学家倾向于紧紧抓住个人及家庭的偏好，包括家庭活动所要求满足的偏好。然而有一些社会制度扭曲了这些偏好。一种广为流传的信念就是，市场失灵是经济出错的主要原因。因此，每个利益集团都有一份自己的市场失灵内容清单。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组织集团借助政府制定的公共计划和制度来寻求保护及救济。长久以来商业群体就是使用这种方法谋求其特殊利益的。劳工组织及各类有组织的产品群体为了自己的某种特殊利益这样活动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这一多元化过程目前因为健康、老龄化、贫困、收入转移、能源、环境及其他诸方面的种种政策已经混乱不堪。可是政府介入经济的修正结果并没有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反而引起了其他形式的经济失灵。我所担忧的是，经济研究部门所进行的专业研究会无意地支持经济领域中由于政府干预而形成的利益分割。当然，理论经济学家的职责并不是为这些利益分割服务，但是由于申请研究基金时必须满足的一些条件就间接导致了这样的扭曲状况。

多数大学里的经济研究没有达到最优水平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博士的研究并没有得到良好的组织。研究生也缺乏机会在定期会议上就自己的研究进展加以汇报，并得到同学及老师的有用建议。博士生导师也忙于向校外的私人企业和政府机构提供咨询。这些咨询工作也会消耗本该用于教职工作的精力
[4]

 ，尽管学校的管理层和大学教员宣称研究是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大学财务部门很少对经济研究加以直接支持。经济研究中的资金问题比科学研究更为尖锐。经济研究并不需要实验室以及昂贵的物质设备。一个实证经济学家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一个研究助手或者一个程序设计员、合适的计算机以及获取数据的经费。这些大学未被解决的问题对理论经济学家激励上的消极影响，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扭曲现象。



注释


[1]
 F.A.Hayek，“The Dilemma of Specialization，”in Leonard Dupee White（ed.），The State of the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Ill.，1956）.


[2]
 Harry G.Johnson,On Economics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Ill.，1975）.


[3]
 P.T.Bauer，Dissent on Development，Studies and Debate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1972）.


[4]
 虽然我对这些咨询业务有反感，但卡尔·V·帕顿和詹姆斯·D·马尔沃的研究表明，1969—1975年，来自学校的咨询数量并没有增加。而且有证据显示，在有限的机构类型及某些级别的学者中，提供有偿咨询的人无论是从研究数量、指导的研究生数、出版物，还是从担任系主任的人数来看都比不做咨询的人要更突出。可参见他们的文章：“Paid Consulting by American Academics，”Educational Record
 ，60（Spring 1979），175-184；也可参见他们较早的一篇文章，“The Correlates of Consulation:American Academics in the‘Real World’，”Higher Education（Aug.1976），319-335。


4.结论

非营利性基金组织的原则并不要求它们一定要支持短期的、政治化的经济政策研究。基金会偶尔也会向综合性的、长期的政策研究提供经费。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从20世纪40年代早期开始就向芝加哥大学的农业经济学项目持续不断地提供财政资助。在更早的时期，洛克菲勒基金会也主动向埃姆斯等经济学家提供慷慨的经费资助，而对所要研究的政策问题范围没有任何限制。我也非常感谢福特基金会六年来对我的研究和出版物的资助。当然，基金会所资助的项目不止上述所提到的这些，然而，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长期趋势表明，资金还是主要流向专门进行现实的、短期的经济政策问题研究的大量新型机构。

不过，在为综合性经济研究提供资金方面，政府机构就没有基金会那么自由了。这些政府机构在选择资助的研究项目时要受国会的管制。虽然国家科学基金会比其他政府机构更自由一些，但在判断短期研究项目的价值时仍受制于国会的标准。必须指出，国会已经把政府部门的大量政策研究任意地政治化了，因为设立的这些政府部门是要执行国会公布的政策的。研究的政治化不利于经济研究。虽然国会批准的研究资金数目庞大，但实际上在分配这些资金时，政府的每个行政机构都受到限制，资金要优先用于那些支持国会政策法令的研究。那些对政府活动或经济政策的消极影响进行批评的优秀研究，则无法列入政府部门的资助范围。

当然，联邦研究资金也并不总是以这种刚愎自用的方式加以分配。《珀内尔法案》（Purnell Act）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项法案保证一些大学研究能得到持续而稳定的联邦资金资助，其数量充足到可以给予终身职位。50年前，《珀内尔法案》就规定每年拨款6万美元（按1979年的价格计算为25万美元），为每个赠地大学进行农村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
[1]

 而农业经济学就是这些联邦资金最主要的接受者。教师和博士的研究都能从中得到长期且关键的扶持。这些研究不依附于联邦政府，尽管它们有时免不了要受到各州政府的政治干预。

我主张的核心观点在于，理论经济学家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质疑社会制度。而经济学家对自己的自由研究权利都过于自得。他们不够注意维护自己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职能。他们应该高度重视对于经济理论及社会制度的学术批评。对经济研究的扭曲不会因为迎合赞助者的研究经费支持而自动消失。



注释


[1]
 Theodore W.Schultz，with the assistance of Lawrence W.Witt，Training and Recruiting of Personnel in the Rural Social Studies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Washington DC，1941）.


第4章 农业经济政策的研究
*



1.核心问题

每一个中心议题都可以用一个问题来表述，这是我的习惯。

（1）怎么挑选有能力的经济学家并且使他们进入这家研究机构呢？比如，你极其幸运，刚好加拿大有许多非常胜任这项任务的高学历的经济学家，但你必须对他们进行选择，这并不容易，想让他们为你服务就更加困难了。

（2）怎样组织这家研究机构才能把真正重要的问题列上研究日程，而又不会控制研究，或者是损害其理论的完整性呢？显然，加拿大面临实际的经济问题，需要一批或者大批经济学家尽最大的努力才能解决。你如何确保这些问题能得到你选择来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的注意呢？这么做的同时你能否确保不会影响研究结果？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学会怎样处理这类事情，甚至在研究方面有着长期自由传统的西方国家也存在许多并不那么温和的压力需要应对。在下文中我将指出，美国也有着很多或好或坏的经验。你们在加拿大的经济政策研究也可能会有新的重要突破。

（3）你希望你的成果能经得起最高科学标准的检验，那么你如何来组织这家研究机构来确保你的经济学家能够服从资深同行不断的、适当的批判，而又不会使你的机构变成又一家大学？这一问题背后隐藏着诸多难以估计的危险。

（4）你需要一家持续、稳定又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研究机构。这一重要问题之中又隐含着其他问题。怎样来确定实际研究课题、研究的学术质量以及经济学家的效率，以便使用它们来作为晋升、报酬和其他奖励手段，从而提供有效刺激呢？



注释


*
 本文曾提交给1961年4月24日在加拿大曼尼托巴（Manitoba）温尼伯（Winnipeg）举行的农业政策研究国际会议，并发表于Cana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ix，No.2，97-106。


2.从美国经验中得到的教训

我没有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但下面我会谈到一些相关经验。我将分三个部分论述：（1）与大学无关的研究机构；（2）与大学相关的研究机构；（3）支持农业经济研究的公共基金。

2.1与大学无关的研究机构

在此，你可以设想现在有一群正在从事重要经济问题研究的优秀经济学家，他们所在的机构只是与大学里面的经济学家有松散的联系。在这种安排下，这个机构的困境可能在于它的研究太过接近政策问题，以致该研究为政策辩护，或者误入相反方向，完全回避了政策问题。在我看来，这种类型的研究机构在发展和管理高水准的研究工作上面临特殊困难。

我们可以从两家知名的全国性机构——布鲁金斯研究所与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吸取一些教训。多年以来，这两家研究机构都尽力使它们的研究接受外界评论。但这样的研究机构怎么可能从它们的经济学同行中得到严厉的批评呢？在罗伯特·卡尔金斯博士被任命为所长之前，布鲁金斯研究所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已经连续多年处境艰难。在卡尔金斯博士任命之前，该所的一些主要研究课题已经过于同政策问题纠缠不清，其中有一些对政策的鼓吹不遗余力。布鲁金斯研究所一度丧失了承担高水平研究的能力。幸运的是，卡尔金斯博士纠正了这一缺陷。但是他和他的同事能否达到他所制定的高标准，结果还需拭目以待。但如果这家机构与大学中的经济学家联系不紧密，要做到这一点将异常困难。

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与政策的关系并不密切。如果这也是一个“错误”，那这就是与布鲁金斯研究所方向相反。那些可以识别并加以测度的经济变量一直是NBER研究的重心所在。由于它的一些成员也在学校任职，他们的研究结果也就从大学得到了相当多的评价。这样的研究成果质量确实很高。但在我看来，他们的研究成果与公共政策的主要问题关系不大。事实上，NBER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其他经济学家的众多政策研究的基石。因此，阿瑟·F·伯恩斯离开NBER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也就很正常，他在处理国家经济政策方面给人留下了极其良好的印象。

我对兰德（RAND）公司经济部职能的了解仅限于其研究以及某些方面的咨询能力。兰德公司所做的研究是其专业领域的实际政策问题，并且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平。兰德公司也成功地招募了一流的经济学家。兰德公司经济部大部分的成功都要归功于现任职于华盛顿的查尔斯·希奇博士。

经济发展委员会（CED）的例子也很有启发性。虽然作为研究机构本身，人们未必能给它以很高评价，但在国家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和财政问题方面这家机构表现上佳。它大量使用大学中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智力资本。虽然经济发展委员会主要由企业家组成，研究基础很窄，但它学会了应该怎样向经济学家学习，而且在所涉足的经济政策领域提出客观意见方面显示出相当的能力。

在此我也可以评述全国计划协会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较新的未来资源学会的政策研究。但是既然我想引起你们注意的教训主要是来自布鲁金斯研究所和NBER，我就不多加叙述了。然而，请允许我把这些教训极端化，因此会远远超出我们所引用的实例。通常这类研究机构总是面临的危险在于，太过关注政策，从而丧失了客观性和做高水平研究的能力。相反的方向是，它们也会面临这种危险，即太过远离基本政策问题，满足于常规统计性工作，而不触及与主要政策选择相关的推论与解释。

2.2与大学相关的研究机构

主要的困难有三个：教学开始占支配地位；大学里的专业研究队伍变得与世隔绝；并且，相比较经济学里的实证研究，所谓的正式的或理论的问题受到了太多的关注。

为什么以教学为主？原因有许多：传统习惯强大的影响力；教员被雇用来就是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该带着书本在黑板上画写图表和公式；并且这样也不需要体力劳动。大学的基金就是用来教学的，并且许多基金管理者都很难看到研究与教学之间的联系。因此大部分私立大学和学院里的经济学系都很难有效地组织研究这件事儿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经费方面，赠地大学与学院则拥有充足的资源来支持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农业经济学。联邦政府通过《伯奈尔法案》很早就开始对各州进行这种财政扶持。早在20世纪30年代，艾奥瓦州就将大约三分之一的大学常用经费指明用于支持研究。大部分出色的经济学家都是一半时间用于研究，一半时间用于教学；或者一半时间用于研究，另一半时间用于其他事务。

近年来，私立大学更加重视经济研究，受到这种鼓励，大部分教职人员将自己从繁重的教学任务中解放出来。同样，研究所带来的声望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很显然的是，在更高层次的研究生教学中，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然而，正式的课堂教学和传统的高级研究课程（seminar）仍然处于支配地位，很少通过研究“讨论会”（workshops）这种方式来进行基础教学。从研究方面来讲，自然科学有着比经济学更好的组织协调。

现在很时兴在经济系内部成立新的团队并建立“中心”、“研究所”或者“协会”等机构来从事专题研究。许多这样的机构能够兴盛是因为它们吸引了基金会中的创造性冲动。成立这些机构的原因在于对实际问题的研究通常会干扰经济系的内部教学。它也是大学里的经济学家对于传统教学职责的一种变通之法。但是，请不要感到惊奇，时下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政策导向研究”！这种方法存在的问题就是这些专业团队通常在学术上与大学互不相干，因此在技术与科学标准上很难受到主流经济学的约束，并且它们在面临我上文提到的危险时也很脆弱。

在早期，这些大学里的专业团队主要是为了从事专门的实证研究，并且，如果它们愿意的话可以完全不涉及经济分析的理论与工具。斯坦福食品研究所（Stanford Food Institute）就是这样的机构。它曾经从事了很多有用的研究。尽管机构成员经常就政策问题发表看法，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对主流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思考都没有产生重要影响。在我看来，这些研究所很少与经济学有所联系，所以也很难在经济方面产生理想效果。

麻省理工大学的国家研究中心则拥有更好的表现。毫无疑问的是，联合聘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样，马克斯·米利肯教授的领导也产生了影响。我之所以提到它是因为它真的是一个例外，这家中心采用了相当高的经济学专业标准来约束自己的研究。当然，对于想开办这类研究的大学来说，学习这家中心的运作方式将会给它们提供许多助力。

迄今为止，芝加哥大学与智利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经济系之间的“校际协议”已经持续了六年。从一开始，这项以科研与研究生教学为主的计划就是经济系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像教员聘任和工作大体计划制定等所有重要决策，都与系里正常的教学和研究活动相似。结果让人非常满意，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天主教大学经济系已经完全融入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我相信，它显示了在大学里如何组织这种类似活动，因而它将会成为一个拥有大量优点的模式。

大学里的经济学家太过注重正式的和理论性的研究了。从另一方面来阐述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好，那就是——对实证或实际问题的研究太少了。这不是其中一方或者另一方的问题，而是一个最优结合问题。实际问题的研究会不断提升理论的高度，反之，计量经济学和统计技术的进步也会为实证研究提供新的机会。我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学校不重视实证研究是因为缺乏充足的资金；或者一些学校有足够的资源但是缺乏对于实证研究的有效组织。

2.3支持农业经济研究的公共基金

这里我将重心放在赠地学院和大学的经验，以及美国农业部“农业经济局”有时受到的影响上。基本问题主要有：（1）公众影响对学术公正性的损害；（2）地方保护主义；（3）政府的不稳定性及其对农业经济局的消极影响。

我强烈推荐大家认真研读查尔斯·M·哈丁的优秀作品——《农业教育中的自由》。
[1]

 哈丁深入研究了众多“政治事件”，我在这里只谈及其中的两件。一件是关于肯塔基州的低尼古丁烟草研究。这件事情本来和经济学没有任何联系，只与生物学家和农民有关。农民想要种植一种叶子中含有较低数量尼古丁的烟草植物，却忽然意识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激烈的政治争论中，因为立法机关当时正试图通过一项法案来阻止肯塔基州大学的这项研究。幸运的是，这项法案并没有被通过。但是对于学术界专家甚至州长来说，阻止其通过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

我依稀记得另一件事，它被哈丁教授称为“艾奥瓦人造奶油事件”。在读到哈丁教授对这件事的态度时，我感到非常吃惊，他所写的一切都不像是出自他客观、独立的立场，更不像是出自哈佛大学这样具有超然优势的学者之手。从他的态度中，我们感觉自己就像小动物一样，正在和正式及非正式的政治力量搏斗。我本来可以用完全不同的形容词来描述这些特殊力量，但是这件事与我试图主张的研究公正性有关。

从某一角度出发，哈丁教授说道：“在公众埋单的情况下，农业工人是不可能拥有象牙塔的。对他们来说，学术自由并不是一条护城河，而是经常需要他们修理和更新的盾牌。正如古代斯巴达勇士，他们用意念和力量筑成自己的城墙，以此抵抗敌人，或者进一步反守为攻。”

同时我也要讨论一下地方保护主义。我的意思是，州立学院和大学的农业经济学都将研究的重心放在它们所在州，而更重大的全国性的政策问题却不在它们的研究范围之内。为进一步说明，我们以加州大学詹尼尼基金会（Giannini Foundation）为例。加州很自然成为了它的研究对象。而除了M.R.邦迪克，几乎没有人真正进行全国性的研究。举个具体的例子：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失误，1959—1960年初的经济复苏非常微弱，因此美国农业深受其害。工业中过高的失业率使农民很难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农业受到这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消极影响。但据我所知，在我们的赠地大学中，没有农业经济学家或相关方面的经济学家将研究工作放在经济政策领域，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农民的经济福利具有重大意义。

再谈一下凯洛格的两笔拨款。一笔给了艾奥瓦州，另一笔给了北卡罗来纳州。这两个州的农业经济学家都在开拓新的重要研究领域。我确信这些资金都能被很好地利用，然而这些研究都是地区性的研究机构进行的。艾奥瓦州立大学的那项研究已经进行了很久，因此人们已经可以对它作出初步的判断了。尽管这项研究很不错，但它并非全国性的，而是局限于“玉米带”。然而真正与农民利益有着最大关联的经济政策并非区域性或局限于农业范围内，而是上升到了货币、财政和国际贸易层面。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关系到想要脱离农业、从事工业岗位的人们的利益。

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农业部的经济研究经历了高低沉浮的过程，这反映出联邦政府严重的不稳定性。政府并没有尽其所能地支持一流的研究项目，而是雇用了一帮唯唯诺诺的经济学家。哈丁教授曾受雇于农业经济局，在当时所做的研究中记录过部分这段令人遗憾的历史。他的相关文章发表在1946年8月的《农业经济学》上。1953年，老的农业经济局被当时的农业部部长完全分解
[2]

 ，而现任农业部部长又把各个部分重新组合了起来。但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有效率的研究组织，要花费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所有这些政府不稳定行为对农业部经济研究所造成的损害，其代价事实上是相当高昂的。



注释


[1]
 Charles M.Hardin,Freedom in Agricultur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Ill.，1955）.


[2]
 See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Feb.1954.


3.研究机构的条件

最后，我来总结一些成为一流研究机构的主要条件。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详细阐述每一个方面，我只能挑主要的来说。我会对上文提到的美国经验进行总结，但这远远不够，其他情况也必须考虑在内。

3.1规模

太容易组建一个具有庞大研究队伍的研究机构了。按照最低标准来看，一个研究机构最少应该有五位经济学家，并且每人应该拿出至少一半时间从事科研。在美国，研究机构的人员太过冗余。对于我们那些主要的农业经济系，如果能够削减人员，其中很多系都会变得更好，优秀的研究人员也不必被同事所拖累。如果让我来发展职员，我将会挑选三位农业经济学家和两位综合性经济学家。我不会要求他们都从事农业研究，因为经济的问题与农业关系密切但远不只是农业那么简单。

3.2研究中心的数量

开始的时候应该至少建立两个研究机构。一个研究机构是不够的。就像你不能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一样，这种做法会冒极大的风险。这是我从自然科学家那里学来的经验，并且如果这适用于自然科学，那么它就应该更适用于经济学研究。几年前，詹姆斯·科南特博士曾经提过一个有力的论证。他说，如果有一个研究小组承担了一个课题，研究如何“最好”地教数学，那么他们就不该去假设存在这么一个“最好”的方法。科南特博士简单地说道：“如果计划和资金不允许你进行至少两个或者三个项目来证明如何‘最好’地教数学，那你就别去接受这个课题。现实中有一打教数学的好方法，但不会有最好的方法。”

3.3兼职的内在危害

经济学家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和相关的教学当中。这意味着他们不应该去外面赚取咨询费。通货膨胀和薪水调整的滞后，促使一些大学里的经济学家不得不去挣取外快。他们的主要任务却被搁置了，这就使得赚取外快的机会成本特别高。这就意味着，经济学家的薪水应当达到一定水准，这样他们才不需要为了谋生而赚取外快。考虑到价格水平和优秀经济学家的“市场价值”，他们的薪水应该在15000~20000（加拿大元）美元之间。

3.4与学校的联系

就像上文所提到的，每一个这样的研究机构都应该与大学有所联系，因为这是使经济学家处于专业的技术和科学的评价体系下的最好方法，它是维持高水平研究必不可少的条件。研究资金的赞助者不能提供这种监督。资金的提供者和管理者没有资格进行这项任务。如果校长、系主任、管理人员或者其他人认为自己有资格去从事这类评价，那么整个研究机构将一事无成，因为资金的提供者将会破坏研究的公正性。

3.5董事会

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有一个董事会将研究机构和社会联系起来。这个董事会或者理事会原则上有责任制定研究的日常工作事项，这样，类似于农业和政府政策的实际经济问题才能得到重视。（再次说明，这个董事会不会接触分析性的问题，包括因果关系、经济逻辑、理论、模型、证明、测度和统计推断等。）这个董事会的管理行为应该表现得就像一个处于资金提供者和研究机构之间的“缓冲器”。在这方面，你可以吸取美国的教训，你也可以教我们如何在经济研究中使用巨额财政资金而又不损害研究的公正性。

3.6机构

最后，组织起来的董事会和研究机构应该保证其连续性，并具有从错误里吸取教训的实际能力。


4.结论

你将开始一场新的冒险。作为开拓者，你会面临很多艰难险阻，也会有人怀疑你的动机。那些赠地学院和大学的创立者就是这样过来的。这些机构如今在庆祝它们的百年诞辰，并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就。但是，正如历史教授E.D.罗斯所说，我们不应该忘记，《莫里尔法案》的颁布并不是为了响应农民的要求，相反，农民对此普遍都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甚至很多人都怀疑这一强烈激发莫里尔和其同事积极性的伟大构想——知识和教育能给农民带来尊严。

我真心希望你们能开始这场冒险，并且作为经济政策研究的开拓者继续前进。祝你们成功。


第5章 有组织的研究中的企业家才能
[1]



企业家才能在经济活动中无处不在。无论是象牙塔里的教授还是教会里的牧师，都需要企业家才能来避免经济的失衡现象。

在生命周期的不同点上，每个人都是一个企业家。每个人都忙于调节自己的时间分配来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企业家。和其他相关资源一样，时间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企业家才能也被当成一种经济活动。然而，很难确定哪些要素决定了企业家才能的需求和供给。

为了提供一个理解的基础，考虑一个应对经济失衡时所发生、随处可见的资源配置过程。无论考察经济的哪一部分，我们发现人们都会根据经济条件的改变而重新配置他们的资源。这种再分配过程不限于农民和商人。受雇提供劳动或自我雇用的人也随其工作价值的改变而重新配置他们的服务。家庭主妇也如此分配她们用于购物和家庭生产的时间。只要他们的期望收益和从教育中所得满足程度的预期价值发生变动，学生就会重新分配个人时间和受教育时间。在我们的大学里，学术型企业家才能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重要。如果一所大学长期完全按日常惯例分配资源，那么这所大学在走下坡路。校长、院长、研究项目主持人，还包括各系负责人、教师、研究人员，都是学术型企业家。一次获得知识积累或研究机会并不意味着永远拥有。教师遵守惯例只是在履行职责，研究人员遵守惯例则违背了研究的本意。如果有这样循规蹈矩的人，那么他们是失败者。尤其当消费机会在不断变化时，即使是纯粹的消费活动也需要时间，因此人们要根据机会的变化来重新分配时间。

我认为，处于动态经济中的我们在各自的生活中都是企业家，而能否扮演好企业家这一角色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然而，仅仅考虑可观察到的资源配置反应是不够的。问题来了：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人类这种感知自己该做什么的能力？现在我们有大量证据证明，教育能强化这种能力。菲尼斯·韦尔奇曾对教育的这种影响做了开创性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早在这种方法受到学术研究的重视之前，在艾奥瓦州的玛格丽特·里德就出版了《家庭生产的经济学》
[2]

 这本书。在该书中，劳动力的教育问题及其对移民的影响得到了研究者很大的重视。我也在“应对失衡能力的价值”一章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3]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经济失衡的哪些原因和性质决定着它对于企业家才能的需求？很少有理论能回答这一问题。即使有一些研究，但也用途不大，我会在下文中解释原因。这个关键而悬而未决的问题跟企业家所依赖的信息的特性有关。

在应用经济理论来分析企业家的功能时，企业家才能的供给或需求很少被注意到。我们可以创新而巧妙地将供求分析工具应用于劳动力、可再生资本品和自然资源上，却很少应用于分析企业家才能上。人们担忧那些无法预期的净利润和净损失，从而掩盖了企业家活动的经济价值。从经济学文献中不难发现，关于风险—不确定性的二分法在理论上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它的应用却有限。

一小部分经济学家在运用奥地利理论方法来分析企业家才能。这里我主要指伊斯雷尔·柯兹纳：《竞争与企业家才能》
[4]

 ，以及柯兹纳、奥德里斯科尔和里佐在1978年8月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AEA）年会上提交的三篇未发表论文。应用劳动价值论，我对这些论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还需要重读奈特，包括他为伦敦经济学院1933年8月重印《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所写的23页很有洞察力的序言。
[5]

 我最大的贡献在于推广和使用各种预期方法，来分析学生在教育中的预期收益变化时的行为，以及农民在处理技术变化和通货膨胀时的行为。我对这些问题的投入让我变得极为挑剔。企业家才能肯定不会只用来发意外之财或承受意外损失。

尽管这些论文都认为在标准均衡理论中没有企业家的存在空间，但主流经济理论的逻辑是如此严密，没有企业家也很正常。未预期到的利润和损失也不能充分解释企业家的存在。为了使企业家在理论中占领一席之地，企业家的行为必须具有某些经济价值。获得意外之财或承受意外损失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企业家才能具有经济价值，那么它必须起到一种重要的作用，而且它的供给是稀缺的，也就是说，对企业家这种资源存在需求和供给。我认为，只有当企业家才能具有它实际上“赚到”的收益那样的经济价值时，企业家在经济学中才有立足之地。

问题在于经济学家过度受限于奈特不确定性的某种含义，这种“（奈特式的）真正不确定性”的特定含义占有支配性的地位。如果这是唯一有效的界定，那么我们过分夸大的利润制度仅仅以某种未指定的方式分配突然出现的意外之财和意外损失。我发现在一个变化与失衡同时出现的经济中，柯兹纳的结论产生了不良后果。他在论文结尾提出企业家不是一种有用资源。根据柯兹纳，企业家的行为没有确定的经济价值。因此得出结论，在失衡占主导的经济中，企业家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柯兹纳在这个问题上的原话是：“……企业家才能并没有被当作一种资源……市场从来就没有意识到企业家的能力是一种可利用的有用资源。”

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哪里错了呢？错在柯兹纳赋予企业家独特的属性和纯粹利润的概念。他并没有说清楚是否存在非纯粹利润的收益。结果，就无法看到重新恢复均衡的那些人所得的报酬。在此，我要赶紧说明，我所引用的柯兹纳的文章和结论并不影响我公正地对待他的《竞争与企业家才能》一书。我发现这本书非常透彻地分析了企业家经济理论的发展状况。但一直到这本书结束，他都没有看到恢复经济均衡的那些人所得的回报。

奈特的著作并没有把纯粹利润和净损失的产生只是限于意外所得，而是把其中的大部分归为动态经济中企业家行为的结果。奈特详细地研究了经济中固有的或由于技术演进和价格的不稳定所带来的风险的不确定性问题。之后，奈特认识到知识进步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普遍又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6]

 他的文章大量地分析了实际情况发生变化和进步时信息和预期的局限性。可以看出奈特的确非常关心企业家对于均衡过程的贡献。他花了大量的篇幅（该书第五章）论述了缺乏不确定性的经济变迁和进步理论，并且再次（第十一章）回到“变化中的不变性”。注意，在奈特看来，要完全复制我们的思维，需要一个完全可知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是我们逃难时的庇护所。但是这里有一个决定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答。它涉及奈特对“风险和不确定性之间区别”的论断，即“风险所指的事件服从于一个可知的概率分布，而不确定性所指的事件是无法确定它的数学概率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第282页）。
[7]

 L.J.萨维奇有关个人概率的观点则否认二者之间的区别。

在我看来，为了能确定企业家的经济价值，我们需要对理论加以推广，从中得到有关企业家才能的供求因素的含义。我在1975年发表于《经济学文献杂志》的综述性文献就曾试图这样做。
[8]

 但是，沿着这个思路对理性预期理论进行论证、推广和应用的工作有多少能被完成呢？结果还不得而知。的确，适应性预期可以成为理性预期的一个完整组成部分。然而，确定那些随着时间而形成和改变企业家理性预期的实际信息来源，仍然存在没有解决的难题。另外，无论是现存的还是预期的失衡都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失衡有很多类型，并随时间不断改变。毫无疑问，在一个不稳定的经济中，学生的预期随着教育的价值而调整。农民的预期根据科技变化和通货膨胀而调整。但是这些预期源于何处呢？它们是用何种方式观察现象并采取行动的呢？至今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答案。

所有的科学研究包括农业研究都是一种冒险性事业。它需要有人来分配稀缺资源。考虑到资源的稀缺和知识现状，就需要有机构和人来决定最值得从事什么样的研究。研究不是在汽车装配生产线上装配零件、种玉米或是烤制一份蛋糕这样的常规劳动。研究是一个动态过程，是真正意义上的冒险。研究是做之前从未被做过的事，并竭力增加知识存量。在我的书中，我称那些作出研究决策的人为研究型企业家。可他们是谁？他们具有什么程度的素质？美国农业研究过度组织化了吗？在后文中我将论证这些研究确实过度组织化了。

追溯过去，农业研究领域确实出现过很多优秀的研究型企业家。我的名单包括：多年在明尼苏达大学任职的著名生物学家斯泰克曼和赫伯特·K·海斯。乔治·哈里成功地创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墨西哥政府的农业研究机构，墨西哥的机构后来逐渐演变为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在我看来，他的成功代表着卓越企业家的成就。类似的还有在印度工作的拉尔夫·卡明斯的成功。在经济学界，杰出的瓦西里·米切尔推动了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发展，还有约翰·布莱克的经历，以及过去20年约翰·克劳福德爵士的成就。其中最称职的研究企业家就是布坎南了。在艾奥瓦州的那些年，我欠了他很多人情，非常感谢他对我的帮助。

最后，我简要介绍一下我最近的一篇论文——《对于研究型企业家才能，我们正在做什么？》。
[9]

 在论述企业家才能在研究中的应用之前，我先简要重述一下企业家才能的作用。

研究的动态性在经济增长领域和实际研究行为之中都普遍存在。从长远来看，更新更好的知识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如果没有知识进步，整个经济将达到一个静止状态，所有的经济活动本质上都会变成例行公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知识可以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并使新形式的物质资本和新的人力技能得以发展起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经济研究中的研究性部门。

事实上研究的本质是对于未知领域或部分未知领域的一种冒险活动。这个过程仅有资金、组织和优秀的科学家还不够。创造知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的能力，也即我所定义的企业家才能。它是一种稀缺的能力；这种才能往往难以识别；只是在非营利研究部门中被随意地支付报酬；它渐渐被误用，并受到研究机构过度组织化的损害。在这一点上，农业研究也不例外。

这些研究型企业家是什么人？在追求利润的商业企业中，首席执行官（CEO）履行着一种企业家功能。研究机构的管理者可能是企业家，然而大部分实际的企业家才能是处于科学知识前沿的科学家作出评价的能力。他们的专业能力可以用来确定最值得从事的研究设想。

在申请拨款和研究经费时，极少有人考虑到作为研究型企业家才能源泉的稀缺性能力。最方便的一种假设是认定一个高度组织化、被管理者稳定控制的研究机构在执行这个重要的功能。但实际上，控制过严的大组织往往会扼杀创造性的研究，无论这个组织是国家科学基金会、政府机构、大型的私人机构，还是一个大型的研究导向型大学。在华盛顿的国家研究项目的管理者中，没有人能知道科学知识的发展状况和前沿理论所能提供的研究选择集合。基金会的经理中也没有人知道为了履行这一功能需要了解些什么。我曾担任一个研究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多年，该委员会是给一位极有才能的试验站主管做顾问的。作为委员会成员，我们也能过问经费分配，能够看到这些资金所支持的众多研究人员。我确信大部分专职科学家是研究型企业家。但是组成一个机构来有效使用这些特殊才能极其困难。组织是必要的，也需要企业家。农业研究就受益于试验站、专业化的大学实验室，以及最近才发展起来的国际农业研究中心。但研究经常处于过度组织化的危险中。顶层指挥着下面的研究工作，要求专职科学家花费大量时间提交报告来“证明”自己所做研究的合理性，要求他们把研究当成常规工作。

在现代化的经济中，企业家所履行的必要功能具有相当大的经济价值。让人有点困惑的是，标准均衡理论对企业家并不熟悉。这就难怪决定企业家供求的因素长期受到忽视。



注释


[1]
 Kaldor Memorial Lecture,Iowa State University
 ,October 15,1979.


[2]
 Margaret G.Reid,Economics of Household Production
 （John Wiley&Sons，New York 1934）.


[3]
 See above,Part I,No.3,“The Value of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Disequilibria.”


[4]
 Israel M.Kirzner，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Ill.，1973）.


[5]
 Frank H.Knight，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Reprint No.16，1933）.


[6]
 Frank H.Knight,“Diminishing Returns from Investmen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2（Mar.1944），2647.


[7]
 Milton Friedman，Price Theory
 （Aldine Publishing Co.，Chicago，Ill.，1976）.


[8]
 See above,Part I,No.3.


[9]
 Theodore W.Schultz，“What Are We Doing to Research Entrepreneurship?，”in Wm.F.Hueg Jr and Craig A.Gannon（eds）
 ，Transforming Knowledge into Food in aWorldwide Context（Miller Publishing Company，1978），pp.96-105.


结论

（1）美国有组织的农业研究及其推广活动所取得的发展和成就史，就像一支良好的疫苗，让人们对世界末日论、增长极限论和每年都要出现的农作物危机所带来的忧郁与悲观具有免疫能力。

（2）在华盛顿和美国的其他地方，没有人真正认识到如果像我们这样使用资源，未来几十年后环境将变成怎样。我们应该保持灵活、怀疑和敢言的批评态度。
[1]



（3）懂研究的人需要知道科学知识发展的现状、它的前沿以及所提出的假说。只有优秀的专职科学家才最了解这些东西，他们是进行创造性研究所必需的研究型企业家。

（4）由于知识的生产成本高昂，我们必须作出分配的抉择。无论我们是否支持市场，市场提供的价格信号仍然是信息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在分配研究资金和投入到研究机构中的时间时，都不应当忽视这种信息。
[2]





注释


[1]
 See the editorial by Charles J.Hitch，“Unfreezing the Future，”Science
 （Mar.4，1977）.


[2]
 See Theodore W.Schultz，“The Economics of Research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ervices
 （IADS Occasional Paper，New York，Nov.1979）.


第四部分 现代农业的起源

第1章 传统农业的现代化
*



无论什么原因，对一个穷国来说，建立现代化的钢铁厂要比现代化的农业容易得多。无论是出于生产需要还是国家威望，当一个穷国要建立钢铁厂时，可以求助于欧洲人、俄罗斯人或者美国人，而且能保证有求必应。但当一个穷国想发展现代化的农业时，又能满怀信心地求助于哪个国家，并且确保它学到的经验可行呢？去跟苏联学？这肯定会要求过于注重意识形态。当然，施助的国家必须是现代化的农业具有巨大贡献的国家之一。因此，美国有这样的资格。我们拥有现代化的农业，但是我们的农产品在国外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呢？

作为现代农业的建设者，美国为什么不擅长于在国外推广现代农业的经验呢？我们因将公地赠与农业学院、试验站、推广服务机构和农业部而闻名于世。虽然我们常常忽略农民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但我们非常看重提供农业投入品、处理和分发农产品的工业，重视服务于农民的通信网络，重视农民的技能。然而我们似乎并不知道怎样把这种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的方法制度化地推广到海外。

不能说我们没有尽力帮助穷国实现它们的农业现代化，因为我们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提供农业技术援助。我们多数的基金会工作都是开拓性的。农业大学也一直在国外进行相关研究。另外，我们参与他国的计划来帮助其实现农业产出的增加。我们还参与别国的土地改革、农村信贷机构的建立、社区发展计划的实施，还提供其他类型的农业推广服务、农业技术援助、大学合作项目以及安排专业化的培训等等。但是尽管有这些项目，这些措施至今为止甚至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我们自己和受援国的领导者都逐渐开始怀疑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的能力了。然而，是什么导致了这样明显的失败呢？

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困难是目前有了太多的解释。有些人认为失败在于我们对美国农业成功的真正基础没有搞清楚，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最为关键的制度因素；也有人认为原因是我们对短期内完成的事作了完全毫无根据的预期；也可能是我们计算成本和收益的方法不恰当，因此对于效率的检验存在缺陷。但是无论困扰我们的问题根源是什么，其中一些援助项目毫无疑问优于其他项目。与此同时，现在的危机在于：由于我们和我们的政府不能正确评价这些项目，甚至效果最好的项目也可能会得不到支持甚至会停止援助。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所有情况加以整理。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项目的失败呢？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将按以下顺序进行论述：

第一，阐述传统农业的经济基础；

第二，说明私人谋求利润的行为在哪些方面需要互补性的公共行为；

第三，明确为实现穷国农业现代化而进行的大多数项目不能成功的原因；

第四，说明一个有效途径的基本要素。



注释


*
 首次发表时题名为“Economic Growth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e，”in A.H.Moseman（ed.），Agricultural Sciences for the Developing Nations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Washington DC，1964）,pp.185-205。Copyright 1964 by AAAS,重印得到出版社的许可。


1.传统农业的经济基础

我的书《改造传统农业》
[1]

 的核心是分析农业作为增长源泉的经济基础。因此，我只是概述与两个重要经济属性有关的逻辑与实证结果。

第一，人们会惊喜地发现，总体而言，穷国的农民配置自己可以支配的农业生产要素时并非没有效率。然而，一旦理解其中的道理就变得简单了。这些农民通常受制于典型传统农业的特定经济约束。具体而言，就是受制于谋求和持有财富的偏好以及生产技术状态的约束。这两个条件事实上几乎持续好几代而保持不变，因此长期以来达到了一种静止的均衡状态。因此，对这些地区现有比较糟糕的农业要素集合采用一种不同（更好？）的配置方式能大幅增加农业产出这一流行的假设既不符合原有均衡中农民行为的经济逻辑，也不符合现有的经验证据。这一点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可在严格的配置检验基础上，我们发现穷国的农民要比大多数现代农业中的农民更有效率，因为后者处于失衡状态，这也是所谓“快速进步”的结果。

第二，当提到增加农业产出的投资时，传统农业中的农民一般都会利用所有的收益机会来对自己能够控制的农业生产要素进行投资。这就意味着对农民长期以来应用的农业要素加以投资，其边际回报率很低，以至农民几乎没有激励进行储蓄和投资。因此，传统农业产生经济增长的代价是很高昂的。在实践中这表示，世代以来农民一直在为灌溉修建更多的井和沟渠，购买更多牲畜和农业工具，以及投入此类其他形式的可再生资本。但添加这些要素几乎不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实际上已经无法产生可以吸引投资的回报率。

在理解传统农业中的农民行为时，有两个基本的经济属性。当我以此为基础建构理论时，我称第一个属性为“有效配置”，第二个为“无报酬的投资机会”。它们所隐含的农业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对许多穷国而言真实而确切。因此，那些只是为了提高农民经济效率的方案注定要失败。我要重申：不管看起来多么荒谬，在严格的经济学标准下，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在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土地、劳动和可再生物质资本的特定集合时，通常都比技术先进国家的农民更有效率。同样地，那些只是一味引导传统农业农民增加其世代使用的农业要素投资的援助项目，也将因不被接受而失败，仅仅是因为回报太低了。

那么使得我们所研究的传统农业实现经济增长的报酬源泉是什么呢？是更多的土地吗？在历史悠久的、长期定居的国家中，边界已经确定，人们很难得到更多的适合耕种的土地。当然，有些国家可以；例如印度近年来农业产量的提高，其中一部分似乎就源于可耕地数量的增加。但是，在未来的10年中，这个办法几乎不可能再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虽然在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尤其像巴西，新修的道路开辟了很多新的定居地，但是一般来说，农业产量的提高只能来自大面积的已耕地，尤其是对长期定居的穷国来说更是如此。

增加灌溉设施和增加可耕地有着近似相同的经济地位。例如，印度人均可灌溉土地的数量是日本的三倍，但是近年来印度仍然投入大量资金增加灌溉设施。反之，如果印度投资足够的资金来发展低成本高效率的化肥产业，其收益无疑会比投入到灌溉设施多得多。在这方面墨西哥是一个明显的例外，灌溉设施一直是其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再购置与穷国正被使用的农业生产要素相同的牲畜、农机、相关工具和设施，绝对不会是增加报酬的源泉。

在这里，区分一下农业内部形成的投入品和从农业外部供给的投入品会很有帮助。很少会有例外，穷国农民自产的农业投入品成本一般都很低。然而事实上，所有真正有使用前景的农业投入品都来自农业以外的供给。肥料、农业机械、拖拉机、杀虫剂和基因优良的动植物的发展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子。学校教育和其他提升农民技能的方式相比之下虽然不太明显，但也属于农业以外的供给。

高收益的源泉主要来自对农业投入品的质量改进。农民只能从非农企业和从事农业研究、推广工作和学校教育的机构获得这些投入品。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开发提高质量的方式方法，不仅改善实物性可再生投入品的质量，而且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素质。迄今为止，在我们帮助穷国发展现代农业的尝试中，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并不确定。即使有时我们碰巧集中在正确的目标上，也无一例外地未能按照正确的顺序去做，未能促使这一过程制度化。

建立钢铁厂的人的工作可能更简单一些，但很明显，他们证明，与我们在农业现代化方面相比，他们在建立钢铁厂时更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



注释


[1]
 Theodore W.Schultz,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Conn.,1964）.


2.经济激励弱在何处

有两个因素是农业经济现代化的关键。它们是：第一，改善农业投入品的质量；第二，以农民能够获取并可以有效利用的价格供应农业投入品。但是单靠营利企业而没有研究机构、学校教育和推广工作的帮助无法实现这个目标。也就是说，仅靠单一的市场途径远远不够。尽管人们在经济政策领域大都倾向于市场途径，遗憾的是，农业研究、推广工作和农民子女的教育不能这样做。美国农民就是在正规农业服务机构中接受技能培训的。下面我会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非农领域的营利企业在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投入品时常常缺乏经济激励。

为了避免被误解，有两个关于经济激励的问题我必须先说明一下。我所讲的缺乏激励，并不是说穷国的农民对价格没有反应。穷国的农民对于价格变化和信贷条件要么漠不关心，要么反应不当，这种看法是明显错误而且有害的。

在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农业现代化时，我们对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如果产品价格被压制，农民的利益被损害，无论方案的设计和管理有多好，也不会成功。很明显，如果化肥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太高，在这种情形下就不能推行那种引导农民多用化肥的方案，因为农民肯定不会也不应该再多用化肥。在日本，每英亩土地的化肥使用量是印度的很多倍，因为日本的化肥价格比农产品价格低得多。在日本购买一磅氮肥需要的小麦磅数不到印度的一半（参见表IV.1.1和表IV.1.2）。如果用大米来衡量价格，差距甚至更大。印度农民购买化肥需要支付的大米数量，是日本农民的3~4倍，泰国农民所花费的价格则超过5倍。印度
[1]

 和泰国的农民都认为使用化肥无利可图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公共法480》
[2]

 （Public Law 480）条款的实施下，农产品的出口很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不仅影响到世界农产品的价格，更重要的是与所研究的问题相关——它会影响一些穷国农产品的价格，这些国家大量接受该法案下美国的出口品，从而使得本国农产品价格受到冲击。尽管受援国可得的资源总量增加了，但是该条款下的进口很可能大幅压低了本国某些农产品的价格，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增加农业产量的经济激励。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并帮助穷国纠正其国内普遍存在的低价出售农产品而高价购买投入品的现象，那么我们事实上就是玩忽职守。

即使并没有公开的政策导致上文提到的抑价和提价现象，其他与经济激励相关的基本问题也会影响受传统农业约束的农民。上文已经说明了可观察配置效率和无回报投资机会的经济基础。其含义是，处在并不宽裕经济中的农民，在利用现有贫乏的农业资源集合时，不得不精打细算；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即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刚好相等。这些农民已经把从经济效率中得到的好处全部用于各种实际用途。他们也耗尽了从对自己长期使用的农业生产要素所进行的新增投资中得到的好处。他们能够获得的生产技术水平也已经达到外部极限状态，正好使边际储蓄倾向和边际投资回报率相等。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没有非营利农业研究机构、推广工作及学校教育的援助，营利企业就不能有效地促进农业现代化呢？答案真的很简单。因为这些服务的大部分收益由个人和企业获得，而生产者却一无所得。这意味着如果营利企业想去提供服务，它们就必须负担所有的成本，却不能获取所有的回报。因此，企业是否会为大众提供农业研究、教育培训、推广工作等服务，由其边际收益能否补偿边际成本决定。既然营利企业得不到大部分（社会）收益，期望这样的企业按照社会最优目标去做就是错误的。那么显然，营利企业在这方面无法达到社会最优，其基本经济原因仅仅是因为它们不可能得到这些行为的所有收益。


表IV.1.1 化肥和农产品价格：不同商品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1960—1961年

[image: ]


a.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表174。农民为了增加耕地营养而对袋装化肥支付的价格。

b.1960年生产者价格。来自FAO表126。

c.1959—1960年价格。

d.来自FAO表126中批发价格的75%。这一调整参见Indian J.Agr.Econ
 .,17,8184,Jan.Mar.1962。

e.是袋装化肥和散装化肥的均价。

f.1960年稻谷的生产者价格。来自FAO表133。

g.来自FAO表133中粗米批发价的83%。参见Indian J.Agr.Econ
 .,17，table 1，p.48，and Appendix 1，pp.5152，Jan.-Mar.1962。调整基于1957—1958年波普尔市场的季节流通价。

h.1960年生产者价格。来自FAO表130，印度批发价按75%调整。

i.来自FAO表134。

资料来源：FAO，Production Yearbook
 ,1961,Vol.15.


表IV.1.2 八个国家的化肥和大米价格，1960—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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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数字包括包装大米。泰国价格是曼谷的批发价。

资料来源：FAO，Production Yearbook
 ,1961,Vol.15,Tables 133 and 174.



注释


[1]
 在印度，化肥相对于甘蔗和马铃薯的价格来说是有吸引力的，这可以从农民的行为中得知。


[2]
 1954年7月10日通过的《公共法480》允许美国使用“剩余”农产品进行对外资金援助。


3.缺乏成功及其原因

在本章的一开始我就指出，作为现代农业创立者的我们在穷国的援助计划并不成功。但是我们在海外的农业计划真如我所推断的那样失败吗？对此我首先要承认，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这个推断。相关数据很难得到。遗憾的是，当初没有人能预见这些计划的试验性质，因此就没有人进行必要的记录，也就无法从这些试验中得出结论。

1960年有一些证据能支持我的论断。外国农业产量的增长与我们在这些国家推行的农业计划似乎有点联系。除了一两个例外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农业产量增长几乎都发生在我们援助过的国家。日本和以色列是最为成功的。西欧诸国中的奥地利和希腊也如此（参见表IV.1.3）。美国对希腊的援助无疑对希腊农业近年的增长有所贡献。然后是墨西哥，墨西哥农业发展带来的经济增长引人注目，墨西哥农业产量的某些增长很可能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的农业研究所有关。菲律宾和中国台湾经常被当作效果上佳的例子引用，它们接受了我们大量的援助，这两个地区总的农业产量的增长远远高于大多数地区。再看印度和巴基斯坦，我们在这两个国家投入了大量的公共和私人资金以及智力资源，但其农业部门的绩效仍然很差。


表IV.1.3 各个国家和地区农业总产量和人均产量的增长（1935—1939年和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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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黑体字代表特别成功的国家。

b.1961—1962年数据。

c.1962—1963年数据。

几年前，我和一些同事调查了拉丁美洲正进行的技术援助项目对拉美各国的经济影响。
[1]

 我们在拉美的技术援助项目很早就开始了。1943—1955年间，美国在拉美对农业和其他自然资源项目投入了4400万美元，也就是说，美国在这期间平均每年对拉美的政府支出达到了900万美元。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些项目的产量效应会渐渐显现。可尽管拉美的农业产量总体上的确持续增加了，但农业产量增加的速度没有人口增加快。在1953年到1961—1962年间，有9个国家的人均产量都下降了；其中有2个国家（阿根廷和乌拉圭）没有接受过我们的援助，而另外7个国家，尤其是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巴拉圭、秘鲁，我们对每个国家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技术援助项目。在人均产量增加的11个国家中，有一个国家（委内瑞拉）没有接受过我们的农业技术援助，剩余国家中有两个（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取得了农业产量的些微增长。这些证据表明，我们推行的农业现代化计划和已实现的农业产量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

为什么我们援助别国一直缺乏成功呢？答案就在于我们对援助任务的认识。我们有太多的设想了，每一种设想都基于一定的观点和经验。因为首先我们是在实践，十分依赖实用主义思维，并且我们的思维都是建立在大量试验的基础上。但实际上，由于缺乏一个一般性理论来指导决策和评价实际行动，这些思维经常会被无关的考虑所淹没。

造成这种困境的部分原因源于我们混淆了手段和目的。然而本应当很明显的是，我们的基本目标不是建立一套新的农业制度；只有在成为农业经济增长的源泉时，这些现代化制度的存在才能得以确保。而且在实践中，我们也不能充分证明农业产量的增加是建立制度的结果，我们很有必要按照成本收益法来证明建立农业制度是一种相当划算的经济增长源泉。至少在一个国家不能找到比这种增长途径成本更低的方法。

穷国的农民大多受到传统农业的经济约束。但无论在哪个国家执行农业推广计划，如果这些计划建立在农民使用（配置）他们可支配的农业要素一定没有效率的假设上，那么这些计划很有可能没有意义，也不能推动经济现代化。

也有一些农业推广和农村信贷计划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发起的，其观点是：穷国的农民既不储蓄，也不会拿充足的收入进行农业投资，他们无法达到一个最佳的信贷量。其实这些项目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传统农业的经济约束下，农民不可能得到有回报的投资机会。因此，农民不可能借助这些项目从传统农业中得到日益递增的回报。

诋毁穷国农民的说法实在太流行了。常见的说法是他们偏于懒惰，既不勤勉也不节约，并且缺乏企业家才能，还有因为文化方面的某些缺陷，他们的基本经济素养匮乏。的确，穷国存在例如学校教育这样的文化限制，但是这些限制与上文提到的经济素养并不相关，我们不要再诋毁穷国农民的经济素养了。实际上，我们在国外推行的农业推广计划试图引导农民采用一个或多个新的农业投入品，可这些农业投入品并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对农民来说不值得引用。对于这些新的农业投入品，包括技术和生产工具，农民并非天生就厌恶。他们只是因为从使用这些投入品中得到的收益很少，近乎于零甚至为负，于是作出正确的回应。因此，这些农业援助项目几乎没有产生效益。

在大多数情况下，穷国农民极有可能不对我们实施的农业援助计划作出回应，因为这些计划没有给农民提供真正便宜并有利可图的农业投入品，让农民接受并学习如何有效地使用它们。有利可图的新的农业投入品的缺乏正是问题的关键。在农民能够得到这种投入品的地方，例如，墨西哥，农民作出了反应，我们可以看到，农业部门出现了大幅的经济增长。

因此，这些农业援助项目缺乏成功的原因，可能并不是充斥在相关文献中的那些可以列出很长篇幅的传统理由。也就是说，可能不是因为在国外从事农业推广工作的美国农业专家在土壤、农作物、家畜和农场管理方面所受的训练不够，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国外花费足够长的时间，更不是因为他们的活动组织不力或不够融入当地农业社会文化中。虽然农村信贷设施可能匮乏，但是也只有在新的非常高效的农业投入品出现后这一因素才能发挥作用。农场规模可能会太小，但这也不会是缺乏成功的原因。也不会是像大家所说的，穷国农民喜欢偷懒，不节约勤勉，没有企业家才能。事实上，这些项目没有成功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农民没有可以采用的有利可图的农业投入品。



注释


[1]
 参见Technical Cooperation in Latin America（Nat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Washington DC，1950）。这些研究由NPA赞助，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几本书，书名都在所引文献中提到了。


4.一种有效的途径

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能建立起作用的推广部门、研究机构、学校和营利企业呢？是否有一种自然秩序呢？在什么方面它们相互竞争或者相互补充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会帮助我们找到一种有效途径所需要满足的必要条件。仅仅一味追求农业产量而不顾成本不是问题的解决办法。成本必须根据那些形成收入流的报酬来核算。我们的经济目标是增加收入，可决定性的问题是应该付出多少成本呢？因此，经济核算应当以收入流的来源为基础，不管收入流是来源于农业还是其他经济活动。传统农业的一大特征——成本过高已经阻碍了我们对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由此断定，改造传统农业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提供低价的资源。在现代化农业中，这些资源的提供者包括营利企业，以及公共的和私人的非营利机构，需求者首先则是依赖信息来了解资源的农民。因此，一种有效的方法就是把这些企业、农民和机构联合起来，共同作为农业收入新源泉的提供者和需求者，这样他们就可以实现最优收入增长速度。

以经济发展概念为基础的分析表明成功进行农业改造项目必须依赖以下基本条件：

（1）必须存在具有相当高回报率的新农业投入品；

（2）对于农民来说，得到这些投入品具有可能性；

（3）农民得到投入品后必须学会有效使用它们。

第一个基本条件是指，任何改造农业的项目都必须以能带来明显收益的农业投入品（有时也泛指工具和技术）为前提。这样的农业投入品主要由具备特定质量的因素组成，这些因素是物质投入和人体不可或缺的。这些因素根植于农具、农机、化学制剂、土壤结构以及动植物的基因特征中，也体现在农民获得的大量新技能中。有利可图的农业投入品是一个关键的基本条件似乎显而易见。并且不容置疑的是，我们在国外推行的农业项目缺乏成功大多是因为没有满足这个条件。

除了极少数的特例，我们国家最为优秀的农民也没有找到和开发出具有高收益的农业投入品。1904—1915年，在艾奥瓦州的75000块土地上进行了为期超过12年的玉米良种测试。正如马丁·L·莫舍
[1]

 所说，即使有特别有能力与干劲的领导和工作者，这种提升玉米产量的途径仍然见效缓慢，困难重重。艾奥瓦的玉米平均产量也只是从1896—1905年的每英亩32.4蒲式耳增加到1913—1915年的每英亩33蒲式耳。

我们自己的农业研究机构虽然在农业研究方面历史悠久，却也未能生产出高回报率的农业投入品。尽管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的农业研究就一直无所突破，但是我们一直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在那之前的几十年，我们的农业研究曾创造出源源不断的增长。1900—1925年农业产量的增加可以说完全是传统农业投入要素增加的结果。当时农业产量的增长率很低，每年只有大约0.9%，而传统农业投入要素的年增长率为1%。
[2]

 因此，我们或许会比较谨慎，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印度、拉美各国或其他穷国的农业试验站已经发现了高回报的农业投入品等着农民来采用。尽管可能会有例外，但总体上60年代的农业试验站还没有产生巨大的成功；在这方面它们可能比得上我们1900—1925年间的水平。

通过直接转移美国高产和高回报的农业投入品到穷国，能取得多大的成效呢？无疑我们不得不从经验中学习。我们已经付出了高昂的学费，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通常这种农业投入品的直接转移对穷国来说是没有回报的。

然而我们还有第四种来源——新的农业研究。可为什么新兴的研究会比已经考察过的旧方式更富有成效呢？原因相当明显。因为科学知识（包括科学理论和原则）最近有了重要进展，这些知识经过实践验证是有益的。当然，这些知识对于热带农业来说可能不完全适用。新的农业研究代表着一种等待被激活的重要的科学资源。但是在针对国外的农业项目中，这种新型的农业研究却被忽视了。

到1964年，尽管美国政府在整个拉美积极进行了长达20年的技术援助，可一个一流的农业研究中心都没有建立。墨西哥农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这却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任何的技术援助，而是因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与人员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日本自力更生，发展得极好。但在整个南亚，我们的政府和私人对农业的援助都不少，但大都忽视了新的农业研究。只有印度的小麦、玉米和高粱品种的新研究和菲律宾刚刚成立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是例外。

关于穷国的农业研究中心还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1）数量；（2）科研人员；（3）最优规模。有一些小国很可能一个一流的研究中心也负担不起。而像巴西、印度这样地大物博的大国呢？
[3]

 我们自身的经验最具说服力：在美国只选择建立一个一流的研究中心并且把它建于华盛顿实在荒谬。当然在整个印度，把新德里的皮萨（Pusa）作为唯一的一个农业研究中心也十分荒谬。对于第二个问题，显然科研能力无可替代。因此，美国国际开发总署（Agenc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AID）和大学的协议总体上也并不成功。不过在另一方面，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却拥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研究团队，墨西哥农业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也相当优秀。至于研究中心的最佳规模，相关研究太少。就我所知，还没有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调查过科研人员之间的互补性。只有一个科学家的研究中心太过荒谬，一个太小的研究中心可能会离最优规模过远。我们自身的经验似乎支撑了两种推论：第一，研究人员应当是一个学院或大学的必要组成部分；第二，研究人员的数量不能少于我们大多数州农业试验站的人数。用这个标准衡量的话，达到最优规模的美国农业研究中心也许不到10个。

现在来看第二个基础条件：农民能够得到具有大量高回报率的农业投入品。如果这样的投入品被发现、改造并得到验证，谁来生产并把它们提供给农民？新型良种的繁殖和分配就是一个例子。一般来说，试验站和推广服务机构不能有效地进行这种活动。非营利的农业部或合作社也不能有效地完成这项任务。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方法转由营利企业来承担这项任务。不用说，许多穷国的政府部门要么不相信这些私人营利企业，要么试图在政府内部建立这样的小机构，实际上就是不愿意把这么重要的供给职能转移给服从市场规律的企业。

第三个基本条件是向农民传播信息，提供农民可以学习的方法。严格来说，只有其他两个条件满足后这个条件才能得到保证。因此，农业现代化进程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基本顺序。但是我们一直在重复犯错，总是在其他两个条件未满足时就进行第三个任务。比如在秘鲁，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精细化的农业推广服务已经开始成形，但遗憾的是，由于有回报的投入品不足而没能发展成功。20世纪60年代早期，印度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在早期我们国家的农业推广服务似乎也没有向农民提供有用的信息和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为增加农业产量付出了很多努力却鲜有成功也证明了这个推断。与1912—1914年的产量相比，1917—1919年美国的农业产量只增长了一个百分点。
[4]

 无论如何，只要我们的目的是实现农业经济增长，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农民必须能得到具有高回报率的农业投入品，否则农业相关服务机构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

但是在恰当时机进行推广服务只是信息传播和学习的一个方面，农民所付出的成本则是另一个方面。除了其他因素外，这些成本主要取决于农民面临的新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在考虑成本时，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农民会接受什么价格的投入品。这里提出一个假设：农民愿意接受的概率主要取决于新投入品的回报率。无可非议，新的生产过程越复杂，成本就越高。假如一个新的高回报投入品只需要传统生产方法的一些简单变动，农民获取信息和学习方法的成本就很低，于是精心设计的推广计划就是不必要的。我们也发现有时候一些新的投入品十分有利可图，以至一旦农民发现这些投入品有用，就会导致供不应求。这样的投入品就像自喷油井一样难得，大量事实证明，在国外推行农业计划时，很需要发现和推广这样的投入品。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杂交玉米就是这样一个发现，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和中期，尽管玉米的价格普遍走低，快速采用杂交玉米种子的核心玉米带的农民仍然得到了最多的回报。

然而，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业生产变得越来越复杂。许多新的投入品只有在经过生产方法的多种变动后才会有收益。这就要求农民了解大量信息，并学习新技术。

信息传播和学习还有另一个方面，即需要营利企业、新投入品主要供给者、推广服务提供者和学校等非市场机构之间的协作。尽管在这方面我们在国内做得很成功，但在国外推行的项目中这一点就往往被忽视了。因为我在别的地方已经涉及了这一点，在这里就不详述了。
[5]



还有一个关于信息和学习的问题，虽然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但我也只能在本章最后提及了。从长远看，我们很有必要明白农民获取新的技能也是一种主要的、有利可图的新投入品。虽然我一直在强调新的物质投入品，尽管它们是必需的，但对经济活动有用的知识进步所产生的成就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新的技能。农业现代化就要求掌握这些新技能，这促使我们关注农民的人力投资问题。怎样最有效地对农民进行人力投资呢？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个问题知之甚少。在某些情况下，应急计划是必要的，像旨在指导农民的农业示范、在职培训等。但从10~20年这样的长远观点看，投资于教育很可能是最经济的措施。这意味着相对于成本来说，教育的收益可能极高，远高于通过其他途径学习新技能的投资收益。

安东尼·唐对日本农业投入产出的研究
[6]

 让我对农业研究、推广服务和教育的投资收益率作出了极其乐观的推断。这个推断是针对1880—1938年这个时期的。在这期间的前五年，98%的总支出用于教育，而在最后五年，农业研究和推广服务也占到了总支出的9%。所有这些教育、研究和推广服务的社会回报率高达每年35%。哪里还能取得比这更可观的经济增长呢？

毫无疑问，身为现代农业的创立者，我们应该尽快学会在穷国发展现代农业。尽管困难重重，但终有一天我们可以像成功地建立一座钢铁厂一样帮助穷国实现农业现代化。



注释


[1]
 Martin L.Mosher,Early Iowa Corn Yield Tests and Related Program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Ames,Iowa,1962）.


[2]
 Vernon W.Ruttan，“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American Agriculture，”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a Academy of Sciences 1961
 ，71（1961），353-360.1925—1950年，农业产量每年增长1.5%，而常规投入品每年只增长0.4%。


[3]
 我们肯定还记得，在建立赠地大学时，美国还比较穷。1862年的《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生效时，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964年的1/7；1887年向农业研究投入联邦资金的《海奇法案》（Hatch Act）生效时，人均GNP只有现在的1/4。


[4]
 See Neal Potter and Francis T.Christy Jr,Trends in Natural Resource Commodities
 （Johns Hopkins Press,Baltimore,Md,1962）,table EO-1,p.81.


[5]
 Schultz,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chapters 10 and 11.


[6]
 Anthony M.Tang,“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Japanes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1880—1938,”Economic Studies Quarterly
 ,13（1963）,table 2and p.97.


第2章 经济学、农业和政治经济
[1]



自1972年以来农产品的涨价提出了几个重要的问题。这些过高的初级产品世界价格是长期的，还是暂时的？照我看来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农业采取何种措施。那么政府行为又会给农业成本带来什么影响呢？在这一背景下，也可以提出下述价值和价格问题：如果世界农业的成本一直这样高，在未来10年或更长的时期内，能以比1974—1975年更低的价格提供满足需求的农产品吗？我认为使农业增产的技术进步和投资机会肯定能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但这并不是说这些技术进步和投资机会都能实现，也不是预言政府会采取适当的措施。

显而易见，国与国之间政府的农业政策有着很大差异。同样也很明显的是，国家之间农业部门的经济绩效也大不相同。然而，不太确定的是，这些经济绩效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农业政策造成的。大多数农业经济学家认为这个问题太有争议，难以分析，还有人认为这个问题需要特殊价值、福利目标和政府当局的支持才能解决，这些问题都超出了实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然而，我的观点是，经济学家可以研究这些问题的主要内容，可以评价政府农业政策的经济后果。

为了说明我的想法，考虑一下1973年农产品价格开始急剧上升时全球在农业反应上的显著区别。能够使得农民扩大农业生产的真正激励在各国之间差异很大，而这些差异跟政府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因此，1973—1975年类似的一场“思想”试验，研究了政府政策对于农民生产激励的不同影响，以及这些激励上的差异对农民生产行为的影响。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试验。

根据瓦伊纳的定义，农业经济学是农业经济学家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大都完成得很好。瓦西里·里昂惕夫在就职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说中就公正地赞扬了经济理论在实证研究中的应用。他对下述经济学研究倾向加以批评，即提出理论假设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可以观察的现象。但他也注意到，“以下情况例外，即理论和实证分析适当平衡，及农业经济学专家与相邻学科专家进行合作”
[2]

 。然而，里昂惕夫教授的评价仅仅说对了一部分。确实，作为农业经济学家我们非常了解土壤、农学、农作物和家畜，而且我们也了解农业科学家的贡献所在，但是我们对于农民作为工人、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角色的了解很肤浅。我们精通现代数量分析技术，有时候我们当中还有一人促进了这种分析技术的进步。我们对农业生产和管理的研究是以企业理论为指导的，我们构建的宏观模型是把农业当作总体经济的完整组成部分来考虑的。但里昂惕夫教授没看到社会和政治思想对经济学越来越多的反对。政府倾向于轻视经济学，经济学家也不愿意或无力应对这种负面倾向。农业经济学中的“理论和实证之间的恰当平衡”也不足以应对这一挑战。

这种对于经济学的否定不单独局限于低收入或高收入国家，不局限于某一类型的政府，也不只存在于农业领域，很明显其他经济学分支也不能幸免。大多数国家和国际政治领袖，无论他们是为第一、第二还是第三世界说话，都从心里轻视经济学。但是尽管对于各国现实中的政治组织、卡特尔、市场、商品合约、要素和产品的内部定价机制来说，差异在所难免，然而共同之处在于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提供产品和服务必定产生成本，这一板上钉钉的事实不会被国家或国际政治所抹杀。于此，经济学的发展不仅很有希望而且很有必要。

一个取巧的方法是迎合反对意见。但这样经济学家的作用就会降低到可以容许的地步。虽然公司、工会、农民组织和消费者都在提倡发挥经济学的积极作用，但他们并不是天真的经济主体，因为他们总是不惜牺牲别人来为自己争取利益。为了满足这些组织的特殊利益而曲解经济学就等于是廉价推销经济学。虽然政府确实有必要存在，但如果政府无论做什么都要经济学屈从于它们，就等于取消了经济学的真正用途。所有这一切对我们从事农业研究的人来说，意味着农业经济学家不能只把政府的特定经济目标当作给定的研究对象，否则经济学家只能依附于政府。如果经济学家真的这样进行研究了，我们将很容易观察到，经济学家已经变成了政治经济的应声虫。

我相信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足以评价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成本和福利影响。我们不必因价值判断而陷于困境。当然，我现在论据不足，很明显我需要一些证据的支撑。接下来引用我的同事哈里·约翰逊的一段文章：

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遭受到的某种处罚或享受到的某种特权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及在学术生涯中专业能力的成熟，不得不根据逐步扩大的制度和文化框架来思考问题。而刚毕业的年轻的经济学家……专业技能有限，深受导师思想的影响，还处于不变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下，因此他最初只能运用他的技能……另一方面，只有当他变得自信，而且经验足够多时，他才可以质疑社会制度……
[3]



不用说，农业经济学家并非以批判性评价各种政治制度对农业的经济影响而闻名。一般来说，经济学家越宽容，价格和价值的积极意义就越弱。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不要在分析中引入价值判断，而且一定要十分小心地确保你的假设不会遭到违背。

有两种学术方法可以用来处理经济假设和价值判断。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其中一种方法用于质疑理论分析的假设和讨论隐含在理论中的价值判断。这种方法很恰当地被称为“规范经济学”
[4]

 。从那以后，研究的重点转向在给定的假设下，经济理论的含义能否被可观察的经济行为证实。这种方法就是“实证经济学”。

对早期英国经济学家过于简化的假设提出疑问并不难。不过他们理论的某些特定含义在实践中是有效的，例如，取消进口小麦的关税可以增加劳动阶层的实际收入。马克思就认可这个理论，并称这种关税为“面包税”。尽管马克思理论所依存的假设受到诸多批判，他有一个观点却得到了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史强有力的证实，即农业中的技术进步会降低地主的收入份额。然而，马克思及古典理论的其他观点则没能经得起实证经济学的检验。

我认为合适而重要的分析工作不必局限于研究当前经济发展问题。我们可以从充满政治经济试验的经济史中获取信息。我将从历史的角度首先论述社会思潮和制度秩序的相互作用，从而展示特定政治经济制度的兴衰以及这些制度不稳定的原因。然后我将考虑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对当前及近期农业更为重要的经济影响中的某些内容。



注释


[1]
 来自“纪念埃尔姆赫斯特讲座”，发表于Theodore Dams（ed.），Decision-Making and Agriculture
 （Alden Press,Oxford,1977）,pp.1524。重印得到了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和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的许可。


[2]
 Wassily Leontief,“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Nonobserved Fac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9（1971）,17.


[3]
 这段话引自Harry G.Johnson，“Learning and Libraries:Academic Economics as aProfession;Its Bearing on the Organization and Retrieval of Economic Knowledge”，Minerva，13（4），621-632。


[4]
 Harry G.Johnson，On Economics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Ill.，1975），p.ix.


1.社会思潮和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

我要诉诸三个假设：社会思潮由各种社会、政治和经济观点组成；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塑造了社会（国家）的制度化秩序；现存社会制度的失灵反过来会改变社会思潮。体现在社会思潮中的观点又有两种历史类型：一种是对主流制度的合理化并使之条理化，另一种是对体现在社会思潮中的、足以引起政治经济制度变革的现存制度的反对。
[1]



例如，在1776年之前的英国流行了一个多世纪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就得到了教会和宪法的支持。当时的经济“文献”也使重商主义合理化，它们为政府对贸易、国内价格、工资及移民政策的限制提供了支持——限制政策再度展翅高飞。重商主义的理论主张中有一个观点是：工资水平的降低能增加国家产出。正是这个理论为当时的贫困效用论提供了依据。

回顾历史，当时的贫困效用论令人震惊，这不是因为贫困效用论不再被大多数国家推行，而是因为这个理论当时竟受到了如此多的公开支持。贫困效用论在英国历史上推行了一个世纪，在这期间，下层社会的贫困被宣称是合理的。1660—1776年，为了使贫困效用论合理化，英国的重商主义把当时的外交和国内政策变得十分繁杂。埃德加·S·弗尼斯
[2]

 在他的一篇关于哈特、沙夫纳和马克思理论的获奖文章中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贫困效用论”。在那个时期名人的理念可以使人怀疑任何时期的社会思潮。托马斯·孟德的观点是“贫穷和物质匮乏一定会使人变得智慧而勤劳”。阿瑟·扬声称“除了傻瓜，每个人都知道下层社会必须贫穷，否则他们永远不会勤劳”。约翰·劳主张“劳动者导致了反复出现的高价，因为只要食品价格便宜，他们就会无可救药地变懒”。威廉·配第主张“消费应该征税，向国外移民应该被限制”，他认为慈善机构是懒惰的温床，人口越多劳动者就会越穷，因此应该鼓励外来移民。克劳恩的主教乔治·伯克利提议，为了推行贫困效用论，应该奖励多子女的家庭，而对无子女的家庭征税。
[3]



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贡献是证明了下述见解：与重商主义经济学家的主张相反，政府强加的低工资减少了国家产出。我认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实证经济学的一个绝佳例证。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提出是为了抗议重商主义对社会和经济的不利影响。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逐渐发展成强大且内部一致的社会思潮，最后，重商主义制度最终被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所代替。因此，1776年很容易就被当作自由主义思潮的诞生年度。被称为经济学圣经的《国富论》也是在这一年出版的。亚当·斯密主张的基石是下述命题：在一个开放竞争的经济中，不存在任何私人和政府的垄断约束，政府的功能也受到极大限制，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基于不同的自我利益各行其是，就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斯密的经济学思想成为当时自由主义社会思潮核心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深刻地改变了许多政府的制度性作用。

在亚当·斯密的经济体系中，贫困效用论无法产生作用。真正的效用是体现在人们谋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的。斯密的开放竞争市场理论隐含着自由贸易，以及一个工资不会固定不变或政府不对工资加以限制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并且人们可以不受约束地从农村迁往城市或迁往国外。随着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带来的经济机会的出现，移民大量出现。移民带来的人口的增长反过来又引起了迁移。我们甚至可以从奥古斯特·哈克斯豪森
[4]

 1843年去俄国的自述中看出，俄国政府实行自由主义政策，当时的教派分裂运动（Mennonites and Hutterites）就是在这些政策下发生的。

但是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具体实践却引起了抗议。这种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被认为有重大缺陷，即这种体制承认私人财产权，因而会造成劳动者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弥补这个缺陷的方法体现在很多倡导政治经济秩序的社会思潮中，即政府扩大其职能，政府的职能要比重商主义时期更全面。从社会思潮角度来看，这就是社会主义；从政治经济制度角度来看，它可以界于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到指令经济体制之间的任何范围。在卡尔·马克思之前，表示抗议的观点倡导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然而，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强调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基础。对马克思理论的应用极大地改变了许多国家的制度体系。如上所述，许多这些国家的政府经济职能明显扩大了。

支持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开放竞争的体系是盲目的，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效率和公平，人们的个人利益必须得到引导和控制。价格、工资和移民都是政府为了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手段。

目前出现了一种新兴的新自由主义迹象。由于社会主义对政府越来越依赖，一些国家形成了强大的专制政权，政府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也造成了消极影响，结果类似两个世纪前对社会制度的抗议又出现了。

过去三个世纪的历史纪录显示出社会思潮和制度很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有一些周期性特征。比如当社会制度运转不良时，就会埋下衰落的种子。在我看来，不稳定的周期说明形成制度的社会思潮是不足的。



注释


[1]
 引自Theodore W.Schultz，The Economic Value of Human Time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USDA，Washington DC，1977）。


[2]
 Edgar S.Furniss,The Position of Laborers in aSystem of Nationalism
 （Houghton Mifflin,Boston,Mass.,1920）,chapter 6.


[3]
 See Theodore W.Schultz,“Public Approaches to Minimize Poverty，”in Leo Fishman
 （ed.）,Poverty Amid Affluence（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Conn.,1960）.


[4]
 August von Haxthausen,Studies on the Interior of Russia,edited by S.Frederick Starr and translated by Eleanore L.M.Schmidt（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Ill.,1972）.


2.农业和政治经济

大多数农业经济学真正重要的部分是研究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差异。当市场被政府分割时，扩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就丧失了。当进出口被管制时，农产品价格就会失常。当市场出现垄断时，农民和消费者最好要当心了。当政府批准向农民采购农产品时，农业经济就会被置于接受者的地位。当农业部长把农业科学家看作其职员时，农业研究事业就会停滞不前。

由此而论，农业经济学有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在短期中，农业经济学最常被用来测试重大变化。1973—1975年的重大事件发生得出乎意料，并且迅速地导致了巨大的变化。我将用这一时期的事件来评论农业经济学的短期影响。在长期意义上，我会研究过去30年中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各种影响。

如我之前所说，1973—1975年的世界农业在价格方面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试验”。我们都知道，食品和粮食的短缺会提高这些产品的经济价值，但有一个事实却被忽略了，即价值的提高被各国政府极大地扭曲了。一些主要国家抑制短缺引发的经济信号，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就不用调整他们的消费来适应短缺，因此，其他国家的消费者必需的调整负担就增加了。同样地，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农业生产中，农产品的价格受到抑制，农民就没有增加产量的经济激励。与欧共体形成强烈的对比，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食品和粮食市场是开放竞争的，农民能对升高的价格作出敏锐的反应。巴西的农民也能对大豆价格的变化迅速地作出回应。总体而言，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低收入国家比欧洲经济共同体有更好的经济记录。

一个国家对农产品价格的控制会增加其他国家的不稳定性吗？看看1973—1975年粮食与谷物供求平衡的变化产生的价格效应吧。答案是肯定的。理论和实证都说明了这一点。当一国政府通过控制农产品进出口来实现国内价格的稳定时，会引起其他国家价格不稳定现象的增多。

虽然20世纪60年代农作物歉收导致的世界粮食产量不足的幅度远高于70年代早期，但是70年代早期开放市场中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却远远超过60年代。这两个时期农产品价格的差异一般被认为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粮食储备政策导致的。但是对这些储备政策的价格效应的仔细分析表明了70年代的价格波动还有很大一部分无法解释。

盖尔·约翰逊（1975）
[1]

 提出了一个假设。他认为20世纪70年代农产品价格无法解释的不稳定性是由国内价格控制政策造成的。与60年代相比，70年代早期更多国家粮食的生产和消费被纳入通过限制进出口来稳定国内价格的政策体系中。事实也证明了这个假设：限定国内农产品价格逐渐成为苏联、欧共体等的政策规定，而这些国家近年来的粮食消费量几乎占到世界总消费量的一半。因此，当世界供求平衡改变时，几乎半数国家的价格“都没能对消费和生产起到任何作用”。所以，所有的调整一定是由另一半国家承担的。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些调整由两类国家承担，即粮食主要出口国和进口粮食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理论表明，没有限价的国家由于粮食短缺造成的价格上涨是半数限定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国家的2倍。这一理论的重要含义与价值判断无关，它是可检验的，并且依据实证经济学，实践也支持了这一理论。

从长远来看，发展农业时什么样的政府控制政策会得到农业经济学家的推荐呢？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并没有意义，因为我们还没有对其他可选择的政策工具进行分析并确认其经济绩效。下面我将列举一些永远都不会被遗漏的经济罪犯——它们永远都不会被人遗忘。

在《公共法480》
[2]

 下粮食由美国转向受惠国，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力因此而提高。这个法案在我的列举内，因为当涉及构建农业时，《公共法480》是一个义务。

政府当局从生产者手中收购农产品是一种糟糕的经济现象。当这种现象发生时就说明使用这种政治权利的国家肯定陷入了农业困境。不用说，行政收购也是我列举的主要经济罪犯之一。

在市场中，有必要区分处于竞争中的合作组织与作为政府机构享有垄断权的市场管理机构。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农业经济学家大都忽视了P.T.鲍尔对西非市场管理机构的优秀研究。这些机构总会借一些高尚的借口成立，比如，稳定农业价格。但如果农产品主要用于出口，这些机构就可以很方便地成为增加政府收入的一个工具；作为唯一的买方，它可以低价向农民买进，再以高价卖到国外。这样政府机构就成功地把优质出口品置于死地。并且，这些机构还“雇用”大量受政府青睐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分赃制度”。关于肯尼亚的各种购销管理机构的评定主要汇集在《肯尼亚的农业发展》
[3]

 这本书中，这本书很有说服力，而且很实用。我认为享有垄断权的市场管理机构也是一个经济罪犯。

虽然《公共法480》下的进口政策、行政收购和享有垄断的供销管理机构等对农业产量的负面影响并不难测定，但是这里还有有待解决的别的更重要的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消除了以上负面影响，租金、利息和利润就“永远不会被人惦记”，这样说对吗？为什么不用管制价格代替竞争价格？黑市繁荣的经济含义又是什么呢？

从1929年开始，我独自去访问苏联，后来又考察过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技艺高超、技术领先、装备精良。可使人困惑的是，这些国家的农业发展却有失水准。尽管它们投入了大笔资金来提高农业生产，但很明显，生产牛奶和肉类的成本仍然极高，消费者的需求量也不足。天气状况、气候和土壤都不是这个谜题的关键，我们也不能归咎于农业生产管理能力不足。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不尽如人意的农业发展的分析中，我的同事盖尔·约翰指出这不是集体农庄的过错。
[4]



问题的关键在于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而在资源配置中，缺乏经济效率正是问题所在。配置问题不仅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各国用于配置资源的管理方式不尽相同，但实际上，配置问题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也很普遍。

当社会主流思潮否定地租、利息和利润的存在性，宣扬市场竞争的盲目性时，相应的政治经济方法在配置农业生产的资源时受到严重的阻碍。各种资源配置方式被设计了出来，如通过配额来分配化肥和其他投入，控制农民从农场到农场和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在一国范围内分割农产品市场，禁止不同区域之间的流通，除非得到政府的授权，甚至不准农民之间相互交易。

于是问题的核心变成了解物品真正的经济价值之所在——只有那些按照命令生产和消费的物品才具有真正的经济价值。在这种情形下无论什么人，不管是计划者、集体农庄的经理还是小型私人农场主，使用这里产生的信息来做经济决策，结果都没有经济效率。这并不是说提供正确且有用的经济信息是无成本的。在上述环境下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提供这类信息变得异常昂贵有两个原因：经济信息的质量极为低下且成本高昂。也应当注意，农业科学家通过更优良的植物、动物、化肥和设备所做的质量改进——这些在投入被有效使用时同样重要——也无法用来解决有关确定农业产品和投入的真实经济价值的难题。简单地使用更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也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最后回到我开始时提出的问题：农业产品未来的成本前景是什么呢？从技术可能性和纯粹的经济机会来看，降低成本的前景是乐观的，但从政治上的所作所为来看，这一前景不容易出现。同时，国际粮食会议形成了许多难有作为的报告，而社会思潮产生了强大的意识形态观念。但是报告和观念并不生产粮食。幸运的是，植物和动物并不读报告，它们也不会歧视任何政府的价值观念。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农民的所作所为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农业经济学家能够帮助农民就太好了！



注释


[1]
 D.Gale Johnson,“World Agriculture,Commodity Policy,and Price Variability,”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Dec.1975）.


[2]
 参见本书第四部分第1章注释3。


[3]
 Judith Heyer,J.K.Maitha,and W.M.Senga（ed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Kenya（Oxford University Press,Nairobi,Kenya,1976）:see especially chapter 10.


[4]
 D.Gale Johnson,“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viet Collective Agriculture,”unpublished paper
 75:28（Offi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Research,University of Chicago,Dec.1975）.


第3章 全球农业现代化中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1]



当市场价格变成影子价格时，资源配置便成为一门精巧的艺术了。当人力资源变成体力资源或者脑力资源时，语言的选择就是诗人的事了。但是当我们说起工资和薪水、熟练和不熟练工人时，影子价格就进入经济学的领域了。如果诗人愿意听我们的意见，我们可能会对他说市场不太需要体力资源，而强烈需要智力资源。那么他们就可以像爱丽丝虚构兔子一样想象市场了。

薪水相当于价格，它们意味着一个市场的存在。特定高技术人才的市场已经国际化了。其中的人员随着市场薪水变动而在国家之间流动。一些人力资源就是这样在世界范围内配置的。尽管一些观察者认为这种现象会导致“人才流失”，是有害的，但经济学家还是应当谨慎对待这种有关人才市场的评价。尽管这个市场显然并不完善，尚不成熟，但确实是一种制度上的成就。我认为我们的任务是尽力找到导致市场不完善的原因，尤其是要学会使它完善技术人员的配置，从而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加强市场力量，使之更有效率，而不是损害或削弱市场。

我研究的问题是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国与国之间的有效配置。我把经济学家排除在外，不是因为他们的技能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没有价值，也不是因为国际化市场不需要经济学家的才能，更不是因为经济学家已经得到有效配置，而是为了保证客观或无偏性。

在观察时以报酬均等化作为思考准则是很有帮助的。首先我会概述使这种特殊的人力资源报酬均等的各种方法；其次探讨引起配置无效率的两个主要原因，这两个原因不太容易看出；最后为国家间人力资源报酬均等化问题提供可能的解决办法。

阐明这个问题的一些假设条件很有必要：（1）人的天然禀赋的配置及获得这些禀赋的必要条件，与国家或穷或富有着相同的概率；（2）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土地）是给定的，不可能被转移；（3）耐用的可再生非人力资本（包括土地改良在内）存量是可以改变的，但每年的变动较小；（4）农民每年购买的农业投入品是从国内或国外获得的，一些现代农业投入品也可以这样获取。

还有几个附加条件，虽然看起来不太合理，可以把它们看作便利的假设。这些条件是：（1）已经取得必要技能、有资格成为农业科学家或技术人员的本国和外国个体，他们对收入的反应不只表现在获取技能上，还表现在从事的工作上。也就是说，他们在国与国之间的流动不仅是为了获取必要的培训，也是为了找工作。（2）有一种相当强的趋于私人所谋算的均衡的倾向，尤其是在国家内部。（3）新技术与现代物质投入品在生产中有很强的互补性。长期来看，这些新技术和现代物质投入品一般都会取代传统农业中的生产要素，即传统的物质资本（土地）和不熟练人员。（4）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不平衡，这是新技术和与之互补的现代物质投入品的供给差异造成的。

但是，这是否由于“人才流失”造成的呢？撇开那些普遍而混乱的看法，令人信服的答案是“不”。正如哈里·约翰逊教授所指出的那样
[2]

 ，“人才流失”这个词其实“别有用意”，它涉及经济和社会福利的隐藏定义。这个词代表的是经济民族主义的目标，而非那些流动人才的福利。最近的研究也大都证明了这个问题。虽然约翰逊
[3]

 、赫伯特·格鲁伯
[4]

 、格鲁伯和安东尼·斯科特
[5]

 都特别阐明过国际人才流动的问题，但是在如何处理所谓“人才流失”问题上，还是有许多甚为混乱的政策主张。现在不是说“美国佬，滚回去”，而是说“不要去美国”。经济民族主义实行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人才外流的措施。人才的自由选择和福利水平就这样被损害了。不管我们的文化价值取向如何，我们当中总会有一连串贬低个人的提议。这些提议是对契约式服务的一种回应，是为了不让人才外流或保证出国进修的人才能够回来。为什么不直接建造更多的柏林墙呢！目光短浅的做法是政府压低高技能人才的薪水，并通过各种社会和政治手段来保证“充足的供给”。这种方法的哲学根基与1660—1775年在英国流行的为支持贫困效用论而推行的经济民族主义类似。
[6]



澄清我们目前面对的问题的另一个途径是对知识的不同状态加以区别。我们知道，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供给高度集中在发达国家，并且雇用这些人员要花费很高的成本，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农业现代化所必需的技能，即那种就回报率而言值得进行投资的技能。私人营利企业的另外一个能力就是，可以促进这种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在国内或国家间相等。我们知道，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和出口农产品方面一直落后。但我们却没能看到这种差异实质上是由与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工作相关的知识进步导致的，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回报率低也是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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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gar S.Furniss,The Position of the Laborer in aSystem of Nationalism（Houghton Mifflin,Boston,Mass.,1920）,chapter 6,17.


1.均等化的各种途径

现在我借助国际贸易理论来说明问题。通过贸易而使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可能仅仅在理论上成立。但是这种使报酬均等化的途径难道只是纯粹的虚构，真如凯夫斯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
[1]

 ，这只是建立在“充满讽刺意味的要素价格均等定理”上的“一个极其无用的推理”吗？充满讽刺意味的理论也可能提供好的均等化途径，以此为基础的更多均等化方法是凯夫斯和其他人看不到的。
[2]

 而且，以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为例，他们在国家间的流动也伴随着要素价格均等。因此，我们就有这种人力资本产品的国际贸易，以及这种形式的人力资本在国家之间的流动，因而也就有相关的收益率均等化方法。高级捕鼠器（the better mousetrap）的谚语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能放置一个更具吸引力的诱饵，世界市场的机遇将纷至沓来，或者如果你愿意，会有人安排你在国外销售你的产品。为了确定这些均等化途径的规则，我们必须采用实证研究。

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新增加的价值，是作为农业投入品和农业商品的一部分进入贸易的。他们出版的著作也会进入贸易，并且他们也在国家间流动。简要概述如下：

（1）他们创作专业论文。期刊越理论化，术语越深奥，引用就越频繁。对于生物学家来说，《国际基因期刊》就是成功的标志。致力于小麦研究的培育者更喜欢在这本期刊上展示其知识成果。但是旁遮普省生产小麦的耕种者不会了解这本期刊，印度从事推广活动的工作人员和经济决策者也不会读这本期刊以求获利，甚至从事小麦研究的培育者也可能会让这本科学期刊落满灰尘。然而，这本期刊中最有价值且最为基础的新知识却在国家间传播，并且这本期刊的成本不超过年订阅费率。长期来看，我们就很容易低估新知识中的这种“贸易”的经济意义。但即使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贸易”也是不均衡的。我确信人们会发现，比如日本和苏联的个体和机构会大量订阅这个领域质量高低不同的期刊，但许多巴基斯坦、印度和阿根廷人则不会订阅。

（2）农业科学家与技术人员发现并培养的农业投入品中也存在着贸易。这些投入品包括品种更优的种子、鸡、土壤和食品添加剂，还包括药剂、机械发明物等等。然而，其中一些高度专业化的品种仅仅适合某些农场，而另外一些品种在应用时又不太专业。实现更大范围应用的成本和收益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增加小麦的地域适应性的实践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功，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诺曼·鲍罗格和他的同事在墨西哥推广小麦的实践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政府部门也可能成为贸易者。印度政府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印度政府1965年就从墨西哥购买了200吨“索诺拉（Sonora）64”小麦种子和50吨“莱尔马罗若（Lerma Rojo）64”小麦种子，1966年又从墨西哥购买了18000吨“莱尔马罗若64”小麦种子。我们经常断言印度农民对改善他们经济状况的方法漠不关心，可恰恰相反，印度农民对这些小麦种子的需求竟超过了供给。这些小麦在印度迅速地传播，“在当年的大丰收后，这种生长周期短、施肥效果显著的良种的供应应该不再是制约因素了”
[3]

 。

盈利厂商当然也是贸易者。它们是国际范围内某些农业投入品的供应者。也就是说，它们提供现代设备、杀虫剂、农药、其他用于农业生产的化学药剂，还有最重要的——化肥。通常，如果市场太小，它们生产农业专用性投入品来出售就不会盈利。

（3）我们不应该忽视农产品贸易的作用。它的贸易量当然很大。如果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带来的知识进步仅仅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即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那么这种知识进步带来的报酬均等化就得依靠农产品贸易的调整来完成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该知识进步会倾向于提高发达国家在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样的基本转变已经出现了，并且会持续发展下去。但毫无疑问，他们错了。他们没能分清楚这种变化是短期的还是永久的。我们所说的进步并不仅限于发达国家，相反，基础科学知识的进步都可以转移并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因此，除了短期的变化，从长远来看，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新知识不会损害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4）除了以上贸易渠道外，知道怎样到国外工作的人也是贸易者。这种人才在国家间的流动也是要素报酬均等化的一个途径。发展中国家的私人企业可以从发达国家招纳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政府也可以引导他们中的一些人员迁移或到国外工作，而且可以培训当地的核心人才成为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如果有必要，这些人也可以出国进修。近几十年，墨西哥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与这些途径相关的影子价格在哪里呢？谁为了什么而向谁支付报酬？要确定多少数量的美国人有资格成为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以及他们能够获得多少薪水，所需的基本数据却难以获得。1960年美国统计局关于《海外的美国人》的专题报告给出了一些与之相关的线索（见表IV.3.1）。从这份报告中，我推断出大约400名美国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海外工作，其中不到一半的人是联邦政府雇员。
[4]

 这大约相当于在美国工作人员数量的2%。（美国农业试验站和农业部在1965财政年度共雇用了10900名科学家；与农业相关的研究行业也雇用了同等数量的人员。）
[5]




表IV.3.1 1960年在海外的美国人（按种类区分）

[image: ]


*US Census of Population 1960
 ,Americans Overseas,PC（3）IC,Selected Area Reports.



注释


[1]
 R.E.Caves,Trade and Economic Struc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1960）,p.92.


[2]
 感谢安妮·O·克鲁格（Anne O.Krueger）教授的一篇未发表文章“Factor Endowments and Per Capita Income Differences Among Countries”（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67）。


[3]
 Ralph W.Cummings,Wheat Production Prospects in India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New York,Feb.8,1967）.


[4]
 在表1中我归纳了1960年在海外工作的美国人。专业是农林业和生物科学并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的联邦雇员共有379人，“其他公民”中符合条件的有408人。我估计这787人中大约一半是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5]
 See ANational Program of Research for Agriculture（Association of State Universities and Land-Grant Colleges and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Washington DC,Oct.1966）,table F1.


2.配置无效率

研究发现，人力资源是由一小部分拥有特定技能的人构成的。这些人受雇于商业企业或在研究机构（如试验站、实验室、研究所）从事一些研究型工作。在美国，这些为私人营利机构效力的人员数量与非营利机构大致相当。市场上，对这方面技能的需求强劲而活跃，并且我们不得不承认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对双方工资上的差异是相当在意的。他们的工作所创造的新增价值一旦进入农产品贸易或者那些被当作农业投入品的产品的贸易之中，这些价值就是可贸易的。此外，这些人也在国家间流动。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难道不希望看到这类人力资源在国内外的配置出现一个很强的均衡趋势吗？如果对这种期望的检验是一个趋于维持配置均衡的动态过程，它肯定不是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结果，因为目前的人力资源离有效配置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这种配置无效率的原因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显而易见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本国的工业进程和支持城市消费者，一直谋求食品价格的低廉和进口替代政策。因此，相对于其他价格，很多这些国家的农产品价格一直是受到压制的。一直以来农业投入品的价格也是相对较高的。由于价格缺乏效率，这些国家的错误配置像杂草一样到处疯长。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利润和这些部门产生的经济增长来说，发达国家在援助、贸易和国际货币组织方面的表现都很糟糕。
[1]



但是这一领域的效率也因为另外两个条件不具备如此明显的发展状态而受到损害。一个是与农业相关的知识进步速度。另一个是营利企业对这些知识能够进行的投资是有限的。

让我们假设均衡趋势是很强劲的，但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知识的演进是长期的过程而不是一劳永逸的。考虑到这个概况，即使有强劲的均衡趋势也不能达到均衡。如果这一领域知识进步的速度继续上升，这种失衡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发加剧。几十年前我们进入了一个与经济相关的知识进步时代，演进还在不断加速。结果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个世纪已经出现的不平衡加剧了。经统计发现，与过去几十年相比后者从技术进步中的获益更少，已经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第二个条件被巧妙地隐藏在我们大部分的生产经济学中，也就是说，那些营利（农业与非农业）企业并不足以在这些活动中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是产品固有的天性。假设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一段时间内开发出了两种不同系列的产品。其中一个系列的产品是这个企业专用的，也就意味着只有这个企业可以申请专利，从该产品系列中获取利润。如果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开发出的这种产品具备专用性，营利企业在雇用他们时就可以假定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在美国，拥有这项技能的工人中有不到一半的人为营利企业工作。另一系列的产品是通用的，它们的生产不是为任何企业专用的。这种产品在公共领域（public domain）出现。如果企业要生产这样的产品，它就不能独占这种产品的全部或者部分生产。与此相对应，如果这类产品是通用的，正如在此所定义的一样，那么一家企业无法使得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相等。因此，如果一种产品是通用的，那么一般它会遵守这种情况：如果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雇用完全由营利企业决定，企业在他们身上将会投入过少的资源。换一种说法，如果只有谋利的私人行为，私人企业的支出将低于最优水平。因为有不少回报这些企业是无法得到的，它们会耗散到全社会，有些回报归于其他企业，有些归于消费者。即使私营企业可以得到强有力的专利保护，这种保护也不能确保在雇用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时产生一种具有社会效率的资源配置。
[2]



现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最好通过以下命题来加以描述：

（1）对于专用性产品，正如上述分析，营利企业的行为与我们的理论相符，但与这些企业在传统资本和拥有传统技能的雇佣工人上的投资相比，它们对雇用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所得利润的反应存在较长的时滞，因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盈利能力也经常受到不确定性的干扰和挑战，并且需要相当长时间和相当的经验来获取对价格的有关信息。

（2）对于通用性产品，生产活动有必要由公共机构、基金会和大学组织。这里我们就进入了社会核算体系，但是相关的影子价格特别是产品价值和社会回报率难以得到。这类产品的组织与信息不充分相结合，导致经济效率无法实现。

（3）与之相对比，发展中国家在这两种产品系列的生产和分配方面的效率要比发达国家低得多。说到专用性产品，发展中国家的私营企业在这方面信息闭塞，经验匮乏，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它们的反应比较滞后。但是在与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工作相关的通用性产品的生产与分配方面，它们的差异更为巨大。

（4）当说到通用性产品时，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表现比发展中国家的表现要好很多。有明显证据表明它们在这类活动中的投资是远远不足的。



注释


[1]
 Harry G.Johnson,Economic Policies Towards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Washington DC,1967）.


[2]
 Theodore W.Schultz,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Conn.,1964）,chapter 10.


3.可能的解决措施

正如一开始所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在国家之间有效配置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产品和服务。未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以最佳方式做到这一点？国际贸易是一种方式，国家间人才的流动则是另一种方式。

为了使经济活动的计算更有效，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两个重要的改革：（1）把更多的生产转向营利企业，降低其对这些活动带来的利润的反应滞后性；（2）建立一套体系来引导非营利组织配置资源，使它们能更好地权衡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收益。

（1）第一项改革的关键在于区分专用性产品和通用性产品。我认为现代农业中隐藏着很多专用性产品，并且为了增加发现这些专用性产品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设计农业研究来寻求新的知识。因此我们应该付出实际的努力来说明和识别可能属于这种类型的产品。我确信我们最终会发现尚存有诸多机会来增强国内和国外营利企业的作用，并通过它们参与的国际贸易而使得国家间报酬均等。

（2）有证据表明试验站的工作人员通常都不区分专用性产品和通用性产品。相反，为了能继续执行项目，更多人倾向于模糊二者的界限，即使他们的工作已经达到了开发专用性产品的阶段。如果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真的，那么向营利企业进行产品转移的合意行为就被延迟了。

（3）既然对于专用性产品，市场规模是决定其潜在盈利能力进而影响企业进入该市场的重要因素，那么在寻找作为专用性产品基础的通用性产品时，我们的设计应当使之适用于尽可能大的市场。这并不是空谈。一方面，提高通用性产品的地域专用性可以增加收益。例如，杂交玉米最开始只适合在一个地区生长，然后被限制到同一类型的农业产区，最后甚至被限制到由一两个县的部分地区组成的更具同质性的产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开发对地域和其他农业生产条件不要求太多专用性的产品。比如，对光不那么敏感和能使用更多种类化肥的农作物新品种。

（4）用来减少营利企业对农业领域盈利机会的反应时间的方法和手段十分重要且复杂，我在这里不能展开充分的研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发展中国家喜欢设置贸易壁垒（包括对农业投入品），喜欢制定规章制度来降低在这些国家设厂的外国企业的盈利能力，不管这些产品是不是有利于本国农业经济的增长。但是造成反应滞后的因素比这些壁垒和政策更普遍、影响更大；并且这些因素在发达国家也起着作用，尽管作用没那么明显。它们属于获取经济信息的成本，在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充满经济活动时，人们可以利用这些经济信息来预测未来的盈利能力。寻找降低这些成本的方法应该纳入经济学家首要的研究日程，这有赖于农业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帮助。

（5）现在来看第二项改革，必要条件是：①农业领域的非营利组织应该专业化生产通用性产品；②设计一个核算体系来确定这些行为的成本和社会收益；③非营利组织要把这种研究当作一种投资活动，并依照预期相对社会回报率显示的先后次序进行决策；④建立一个高技术人才的国际市场，不设置贸易壁垒，不限制人才在国家间的流动，要向人才支付与其工作的社会边际收益相称的薪水和报酬。

（6）但是这些收益足够支付必要的薪水和相关的成本吗？一些有力的事实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在转向这个问题之前，先看一下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联合建立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可能会更有帮助。这个研究所的运作成本很高，因为它要向科学家支付高昂的报酬，再加上住房及其子女的教育费用等。但是科学家的工作能力、合适的组织，再加上或许一点好运已经足以证明，这无疑是一家高收益的研究机构。

我所提到的一些有力的事实是指格里利谢斯
[1]

 和彼得森
[2]

 对高收益的农业研究的分析，这项分析由美国政府组织并资助。在发展中国家也有这样的研究，即阿迪托巴莱塔
[3]

 关于墨西哥的农业研究。从这项研究中我们发现，1943—1963年，墨西哥实现了290%的年均回报率。到1963年，墨西哥的薪酬和用工设计已经足够并且已经建立起以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为核心的研究团队。其中156人拥有理科硕士学位，81人拥有博士学位，还有700多名相关工作人员。另外，还有10名科学家可能并非墨西哥人，而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如果按照当前回报率计算，并考虑到成本并非只包含薪酬，我们把现在的工资提高三倍，墨西哥仍然可以产生至少100%的年均回报率。

我确信，墨西哥高收益的实践可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复制。这些国家的有组织的农业研究需要充分发掘并利用这样的投资机会。制定足够高的工资来逆转所谓“人才流失”趋势，这样这些国家的相关企业仍然可以盈利。虽然美国公共机构和基金会的资金支持在为这些国家开启投资机会方面很重要，但这里我们要做的还是把相关影子价格变成真正的经济选择，并向这些政府证明这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好投资之一。

这样一来，影子工资就变成了真实工资，真实工资又可以吸引国际市场中外流的人才。实现有效配置也变得可能，我们想象中的兔子变成了真正的兔子。



注释


[1]
 Zvi Griliches,“Research Costs and Social Returns:Hybrid Corn and Related Innovatio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6（Oct.1958）,419-431；and“Research Expenditures,Education,and the Aggregat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unc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4（Dec.1964）,961-974.


[2]
 Willis Peterson,“Returns to Poultr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1966）.


[3]
 N.Ardito-Barletta,“Costs and Social Returns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Mexico,”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1967）.


第4章 低收入国家的农业生产力经济学
[1]



我们的经济思想为我们的经济学语言所制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就一直受制于“绿色革命”这个术语。这个术语指的并不是新事物，因为自农业发明起这样的事件就时常发生。早在历史学家开始记述工业革命之前，绿色革命就已经发生了。然而，相对于我们的宗旨而言，这两场所谓的革命都没有对经济现代化的主要部分，即农业和工业的相互作用，发现并提出重要的、正确的问题。

下面的问题应当纳入我们的研究日程：（1）政府和私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足够吗？（2）对知识生产部门的投资足够吗？（3）经济组织能提供最佳的经济激励措施吗？（4）私人企业的经济价值完全实现了吗？我认为大多数国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否定的。

对于与上述难题密切相关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需要先提出几个基本的概念和假设：

（1）我将使用一个广义资本概念。它包含所有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两种资本存量的增加都是投资的结果。研究证实，在现代化进程中，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与物质资本有关。功能性收入分配显示出一个国家的收入越高，收入中来自工资、薪水、自我雇用和企业家才能的部分就越大。在美国，大约五分之一的国民收入来自物质资本，即资产，接近五分之四的国民收入来自人力资本，也就是来自工资、薪水、自我雇用和企业家才能。

（2）现代化借助各种方式的投资获得了新形式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不可避免会导致经济失衡。这些新形式的资本改变了生产过程和业已实现的均衡。政策、法律都不能避免这种失衡，当然花言巧语也不起作用。

（3）随着现代进程的发展，在有效处理失衡的问题上，企业家才能的经济价值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企业家，经济就会崩溃。此外，市场在组织企业家职能方面至关重要。

（4）在增加生产和福利方面，经济组织和用于增加知识存量的投资比传统的资本投入更重要。这个关于组织和知识的看法可以追溯到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曾在《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四册第一章清楚地提到，“知识是生产最强大的发动机”，“组织协助知识增长”
[2]

 。

我现在转到农业经济学。富人大多都是城市人，他们对农业了解得最少。然而，这阻止不了他们对农业问题发表意见。我们富有的城市专家在食品和农业方面进行了大量可怕的预测，却没有农民把它们当真。在《圣经》里有一句古训：“富人难以上天堂”，套用在经济学上，即“富人难以理解穷人的经济行为”
[3]

 。

最近大量出现的可怕预测是说，事实上适合耕种的土地数量有限；用来耕种土地的能源也将耗尽；来自农业研究的农业生产力增长逐渐降低。因此，很快我们就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食物来满足仍在不断增加的人口。这些预测大都未经过细致分析。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还有很多关于食物供给的悲观预测，结果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当然，这一事实不能证明目前的预测也是错的。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谨慎看待与现代农业发展有关的迹象及其对于未来粮食供给的意义。
[4]

 我认为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农业生产力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并且生产力增长的源泉远远没有耗尽。
[5]

 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内，如果农业投资被用于农民的教育和健康，被用于开展农业研究和对研究成果的宣传，那么我们就不会进入报酬递减时期。

我花费超过50年的时间去尽力了解世界各地农业发展的复杂性。1929年，我在苏联建立了大量的参照物。后来我又回到这些地方来检查其农业发生的变化。我观察墨西哥农场和农民的第一次尝试是在1930年。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回到墨西哥。

我有幸能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直接进行农业考察。我的想法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观察的影响。我见证过失败和成功的实践，我知道不同国家的农业绩效是不平衡的。政府从经济失误中吸取教训要比农民学会利用新的有价值的经济时机慢。

据说女人发明了农业，她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男人不再能通过打猎获取足够的食物。我们主要的食用作物几千年前就有了。现在不论好坏，我们所有人——政府、银行、计划制定者、工程师、经济学家和科学家，都认为我们掌握了农业发展的奥秘。我们告诉贫困农户做什么和怎么做，却经常忽略了农妇对农业的重要性。

我对农业发展的前景既不悲观也不乐观。我认为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前景不会由地球的物质资源决定，即不取决于空间、适耕地数量或能源，一个决定性因素将是人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农业发展的前景是无可限量的。在未来几十年中人类能取得的成就不可能被预料到。马尔萨斯不可能预料到父母的素质对孩子数量的影响；李嘉图也无法预料到现代农业研究的成果已经取代了土地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国富论》的卓越也没能让亚当·斯密或那个时代的其他任何人预知会有一些国家约五分之四的国民收入来自薪金，而只有五分之一左右来自资产。美国就是这样的例子，美国大部分财富来自人获得的能力，即人力资本。

农业研究的经济价值现在受到了广泛的认可，面向低收入国家需求的援助和农业研究正在取得真正的进展。虽然组织问题还大量存在，但如果有足够的时间，这些问题都会被解决。在过去30年中，许多低收入国家投入了大量的公共和私人资金用于提高健康、教育和技能水平，也因此提高了人口素质。

对经济组织感到悲观是有原因的。从最坏的角度看，现实中的经济组织是非常糟糕的，因为中央计划经济已经失去了魅力，市场失灵的教条也逐渐得不到支持。但是市场的经济地位仍然遭到削弱，限制市场作用的政府干预仍然在降低农业生产力，致力于扩大和加强市场作用的国家实在太少。大多数国际捐助机构都有反市场的倾向。而对于这些问题，大多数私人基金会除了支持农业研究时立场坚定，其他方面都摇摆不定。

经济集中控制最强大的国家，如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在为农业部门创造可行的市场空间方面可能进展缓慢。中国也许是个例外，但我们还必须拭目以待。

在非洲，许多国家政府的更迭不利于农业发展。在拉美，甚至那些人均收入较高、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投资取得过辉煌历史的国家，现在在政治方面亦不稳定，农业亦不能幸免于其不利影响。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都居住在亚洲，而且这些人大多以农业为生。农业前景取决于亚洲国家经济上的成功。除了中国（因为中国正在进行经济政策的重大变革），其他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现实迹象表明它们正在为提高农业生产力而努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现在将回顾一下最近影响农业潜在经济生产力的变化，然后讨论获得农业生产经济潜力的关键条件。



注释


[1]
 这篇文章是提交给“台湾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经济研究所第一届中华讲座（Chung-Hua Lecture）的，发表于Conference o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Japan and Korea,December 1720,1980，pp.15-27。


[2]
 Alfred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acmillan and Co.，London，1930）.


[3]
 这是我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演说主题。“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重印于Theodore W.Schultz，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
 （Blackwell，1993），Part I,No.1。


[4]
 关于最近的农业研究对于农业生产力的贡献，参见Theodore W.Schultz，“The Economics of Research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IADS Occasional Paper，New York，1979）。


[5]
 Theodore W.Schultz，“Investment in Population Quality Throughout Low.Income Countries，”受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资助，发表于Philip M.Hauser（ed.），World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Challenges and Prospects（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79），339-360;也可参见Theodore W.Schultz and Rati Ram，“Life Span，Health，Savings and Productivit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27，No.3（Apr.1979），399-421。


1.发展概况

我列举的良好的发展包括：（1）工业以农业为代价而进行的补贴在减少；（2）健康状况的改善；（3）农业比较优势的增加；（4）更多更好的教育；（5）农业研究的进步。在农业区域布局方面，由于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了诸多农业难题。农业生产也受到了来自诸多方面的不利影响：（a）政府对市场的损害；（b）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行公共投资所产生的扭曲；（c）由于农业激励措施的扭曲，农民私人经济行为未达到最优水平。现在我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些发展。

（1）之前整个工业化进程很少或根本没有关注过农业发展，但近年来，以农业为代价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下降了。虽然廉价食品政策在许多低收入国家仍然盛行，但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相比，忽视农业发展的国家越来越少了。很明显这是一个有利的进步。

（2）健康状况的改善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健康状况改善方面可以得到的最好的指标是寿命延长。许多低收入国家在过去30年里人均寿命延长了近50%。这一卓越的成就甚至超过了欧洲在低收入阶段的人均寿命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起，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长期存在的人均寿命之间的显著差距大大减小了。这一成就的取得对农业生产有决定性意义。

（3）更多更好的教育、对更好的生产技术信息的获取以及经验教训都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力。每一个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都提高了人口素质。务农的年轻农民比他们的祖先获得了更多的人力资本。他们的劳动更具生产力，许多低收入国家的农民已经是茁壮成长的企业家。

（4）自20世纪30年代晚期起，一些高收入国家的农业生产力极速增长。农作物产量和其他生产手段都远远超过低收入国家。随着生产力差距的拉大，农业方面的比较优势转移到某些高收入国家。现在这种差距逐渐减小，从而农业的比较优势也开始向一些低收入国家转移。

现在我以小麦生产为例粗略地衡量一下这种变化。相对于加拿大和美国近来小麦的增产，印度北部农民显然提高了其小麦生产力。类似的有利于低收入国家的变化也发生在其他农作物及家禽、家畜上，只是变化速度相对较慢。

（5）由于以满足低收入国家要求为导向的农业研究的增加，比较优势的变化可能更大了。国际农业改革的成功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对国家农业试验站和实验室的财政支持和组织。尽管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但发展方向已经确立起来了。这意味着农业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贡献已经实现均匀分布。

（6）由于经济全局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发展，难题又出现了。这些发展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而显著地改变一国内部最佳的区域布局。高收入国家也没能逃脱这些问题。然而在日本、西欧的一些国家、加拿大和美国，这些农业中的问题大部分都被解决了。在极大程度上，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通过政府政策，而是通过以农业为目的的人口流动或是通过农业家庭同时从事非农业生产来实现的。
[1]



农业中这种区域重新布局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提高生产力的经济机会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是土地、气候条件、市场和农民素质的多样性导致的。还有一个原因是相对于其他经济部门，农业部门减少了。普遍的经验事实表明，相对于非农人口农业人口减少了，而且完全是在经济增长的更高阶段下降的。

我第一次正式开始我的学术工作时，美国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农民，但现在只有3%了。从那时起到现在，超过3000万人脱离农业成为城市人口，这很可能是在如此短时间内最大规模的迁移。

而且，随着一国内部农业区位比较优势的变迁，一些地区丧失了相对其他地区的优势。例如，比之玉米地带，从平原地区（Plains States）迁出的农民比例要高得多。相应地，印度德干半岛的农民可以得到的经济机会就没有旁遮普地区的多。



注释


[1]
 日本和美国的农业家庭收入中超过一半来自非农业，主要是非农业的工作。


2.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

我现在将讨论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从印度的实践来看，建立现代化的钢铁厂比实现农业现代化更容易。许多低收入国家的纺织业要比农业发展得更好。中国香港在为世界市场生产电子元件方面要比孟加拉国在为本国人民生产稻米方面更成功。工程师更擅长于设计可以发电的水坝而不是大规模的高效灌溉设备。大多数国际捐助机构在关于社会改革的要求上表现强劲，但一涉及农业生产力却表现不佳。

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决策人员认为理解一个高产的、繁荣的、富有活力的农业所需的基本条件极为困难。要是认为只靠几处地产、几件简易的工具和强壮的脊背就能达到目的，那就把问题想得太容易了。农业生物学并不简单。只靠读几本入门的书籍是无法掌握所要求的物理和化学条件的。政府官员很少能察觉到农民真正的经济实力。

在农业生产方面有三个基本经济要素：（a）农民分配农业领域的资源时能履行政府官员不能履行的职能；（b）农业研究是一种创造性活动，不能从上至下地被指挥或管理；（c）任何农业经济组织如果不能提供可行的市场空间，就不能使农业生产、农民的劳动回报及企业家才能达到最优。

农民不是机器人，对于能改变现状的经济机遇他们并非漠不关心。他们是能够很好地测算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精明的经济主体。政府也不要把农业工作者与科学家看作其职员，对农业活动和农业研究的集中管控必然会失败。

就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言，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通过大量事实得出了一致的结果。吸取各个国家成功和失败的教训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增长。亚洲国家农业成果的差异很有启发性。日本的大米产量大大增加，韩国也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菲律宾也在农业现代化方面展现出了美好前景，而中国台湾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是最好的。在南亚，马来西亚西部在棕榈果方面的成就显著；而尼日利亚虽然率先发展棕榈果却失败了，与马来西亚形成强烈的对比。尼日利亚的经济政策对棕榈果的生产简直是一场灾难。

在农业研究方面，印度远远领先于中国。中国严重缺乏熟练的农业科学家，然而印度现在拥有大量优秀的科学家。但事实上，真正能满足农业发展必要条件的国家十分罕见，大多数政府都造成了对农民经济激励的扭曲。当提到模式化的经济政策时，我们发现不存在农业部门的经济体最有可能，比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关于这一点我们还要仔细考虑。

在农业发展中投资和组织经济活动非常关键。无论一个人在处理经济事务时多么能干，无论这个人是农民、工程师、管理者还是政府官员，组织的无效率都会引起投资失误。我这里所指的投资是能提高未来收入和满足程度的各种资本形成过程。我认为组织包括所有的公共和私人经济机构。在农业中，它也包括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组织联系。作为企业家，农民不仅受到土地、设备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制约，也受到与有利可图的经济机会相关的信息限制，还受到常常被经济组织扭曲的激励的制约。很明显，由于无效组织造成的不当投资，农业的潜在生产力在许多国家没能实现。接下来我就从投资开始论述。


3.投资

那些能够在各种可行的投资选择中产生最大回报的资本形成往往是投资的目标。既然存在各种各样的资本，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个广义资本概念。认为资本只有物质形式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物质资本仅仅只是投资内容的一部分，更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力资本。然而，在国民收入和资本账户中，使用了一种容易误导人的做法，即忽略了人力资本形式。这是因为传统观念把人力资本投资看作当期消费或福利支出。从长期对经济增长包括农业生产力的贡献来看，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提高了人口素质——健康水平的上升，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教育、技能和工作培训，通常都是高回报的投资。

对农业研究的投资需要设备和优秀的农业科学家。研究成果反过来也有利于物质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比如，一种新型的高产水稻品种是一种物质资本，那么农民从农业研究中获得的更好的轮作信息就变成了一种人力资本。科技进步对知识体系的重要贡献也就变成了人力资本存量的一部分。

采用了广义资本概念之后，下一步就会面临资本的异质性，因为各种资本形式大不相同。我同意希克斯的看法
[1]

 ，他认为资本同质性的假设对于资本理论来说是一场灾难。

资本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所阐述的经济增长过程——这一过程通常是动态的——通常并不一致。这一结果是必然的，因为成本故事讲述的是沉没投资的寓言，另一个故事则同这些投资引起的期望服务流现值有关，它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化。
[2]

 任何给定时点的现有资本存量都是由很多不同的具体形式的资本构成的。根据相应的投资成本，这些不同形式资本的当前回报事实上很少相等。即使按照预期回报，过去的所有投资都是最优的，但是实际取得的回报也会随着经济增长的变化而改变。

现实中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当然会受到可用资源的制约。多样的投资选择也要求资本异质性的存在。由于经济增长的动态性和实际回报率的不同，特定形式资本的预期回报率也会不断变化。各种特定形式的资本回报率的差异是无法避免的，这是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结果。目前所有的增长模型都无法证明这种回报率的差异只是特例。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呢？即使我们观察不到这些差异，我们也得创造出它们，因为它们提供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信号。



注释


[1]
 John Hicks,Capital and Grow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65）,chapter 3，p.35.


[2]
 Schultz,“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


4.组织

尽管资本理论有局限性，但是也为投资提供了有用的经济学原理。关于经济组织原理的争论颇多。争论一直在有关中央集权与市场的观点和理论方面持续。实际上，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对农业集中控制是没有效率的。不依赖市场对农业直接实施经济控制的政府行为没有成功过，因为任何一个农场资源的有效配置都不是通过从上至下的管理完成的。

在农业现代化中，经济组织中的基本部分包括特定的政府行为和有活力的自由市场，缺了哪一个都不行。在这里，区分政府在哪些经济活动中有比较优势、在哪些活动中没有比较优势很必要。
[1]





注释


[1]
 关于这个问题的扩展分析，参见Theodore W.Schultz,“Markets,Agriculture and Inflation,”L.J.Norton Lecture
 ,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Champaign,June 11，1980。


5.政府的优势

不考虑标准如何，稳定的、管理有方的政府在以下活动中有比较优势：

（1）在收集和报告农业统计数据方面政府有优势。这些统计数据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讲是重要的信息来源。美国农业部在这方面成果显著。

（2）在提供交易商品的衡量标准及贸易中执行该标准时，政府有优势。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中，这些标准对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的定价都极其重要。

（3）在确定购买者和销售者的产权方面，政府是绝对的权威。

（4）在减少动植物病虫害的发生和传播方面，政府有比较优势。食品卫生检查就与之密切相关。

（5）稳定物价水平从而避免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也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稳定物价总水平超出了消费者、农民、劳动者或商人的能力范围。

（6）农业研究也需要有政府参与在内的特殊组织机构。

有组织的农业研究是一个新生事物。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对农业研究经济学了解甚多。这项研究对提高农业生产力作用甚大，而且它的投资回报率通常也很高。这些回报率告诉我们，有组织的农业研究值得尝试，也给了我们进行这项研究所需成本的一个参考。但是不管回报率多高，它都没有告诉我们谁应当承担费用，研究又该怎样组织。细想一下与农业有关的试验站、实验室和大学的研究。它们不出售产品也能使研究成果为公众所用。它们也没有提供可以补偿研究成本的资金。谁从中受益、谁承担成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在亚洲，不到5%的研究费用是由工业部门负担的，在美国则是25%。可以理解，工业企业也会限制对它们所希望从中获利的农业研究项目的投资，这个经济学道理很简单明了。

可能有人认为正如工业企业一样，按照同样的经济学逻辑，应当由从中获利的农民支付研究费用。套用这种逻辑的第一个难题是，在竞争条件下，农业研究成果导致的农产品实际生产成本的下降被大量转移给了消费者。最先采用新的高产品种的农民能够获利。但当绝大多数农民都采用这个品种时，大部分收益就转移给了消费者。而且即使农民成了受益者，他们也没有能力独自进行农业研究。农民更不可能组织起来并资助国家的农业研究。

虽然农业研究的好处最后大多归于消费者，但让消费者来组织并资助国家的农业研究事业也不可能。对现代有组织的农业研究而言，唯一可取的方法是把农业研究的大部分成果定义为公共品。这样，它们就必须由公共资金来支付费用，而且不会排斥私人对农业研究的投资。

在用公共资金来支持更多基础研究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组织难题没有解决（离解决还差很远）。此类研究大多数是由大学来进行的。但是此类研究基金的配置和随之而来的管制却严重损害了科学家正在进行的研究。与低收入国家相比，高收入国家的农业研究机构的历史更悠久，管理更有方。这个还未被解决的重要难题就是过度组织化和高层对农业研究的过度控制倾向。
[1]





注释


[1]
 Theodore W.Schultz，“The Economics of Research and Agriculture Productivity，”也可参见本书第三部分第2章“研究的政治学与经济学”，以及本书第三部分第3章“经济研究的扭曲”。


6.市场的优势

尽管关于市场失灵的讨论甚多，但市场并没有被淘汰。虽然许多规章制度和政府干预扭曲了市场价格，但市场仍然存在，市场仍然发挥着经济所需要的重要的定价职能。虽然市场承受着各种限制，但市场仍然很强大，这更让我们知道市场在生产、贸易和消费方面有多么重要。很容易就能罗列出没有依靠具有活力的市场所产生的负面经济影响。

（1）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取消”市场的政府没有一个能取得农业现代化的成功。毋庸置疑，一切中央集权的经济在配置农业资源方面都没有效率。苏联虽然拥有自己的农业机械、化肥，并对农业进行了大量投资，但还是没能建立起现代化、高效率的农业部门。当我在苏联考察时，曾与集体农场的管理者进行讨论，所以了解到他们其实是精明能干的人，不应该为苏联农业发展的低劣绩效负责。用莫斯科发出的命令取代市场价格是一个糟糕的主意。

（2）在南亚，由于恶劣的气候导致粮食歉收，从殖民地时期开始，政府就经常从农民手中强征粮食。而现在一些政府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从农民手中获取粮食，再提供给平价食品商店，这主要是为了城市消费者的利益。
[1]

 这样的行为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了农民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可能性。

（3）几年前，印度政府废除了小麦市场，转而由政府直接控制小麦的分配，结果却引起了社会混乱，政府只好放弃了这个貌似崇高的尝试。

（4）大多数欧共体政府都在国内对主要的农产品实行过高定价，其实这是一个昂贵且浪费的政策。在这些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不是一个可行的政策。按照国际市场价格来进行自由贸易对于欧共体国家的消费者来说是一种福利。

（5）相比之下，许多低收入国家尽管对粮食的需求旺盛，但却压低它们的农产品价格。对于大多数这样的国家，自由贸易和按照国际市场价格确定国内价格对其农业现代化来说是一个福利。

（6）借助进口控制、产量和化肥分配，一些低收入国家实际上通过政府来控制化肥定价。政府这种无效的努力和浪费的例子随处可见。

最近，我编辑了一本书，名为《农业激励的扭曲》
[2]

 ，里面的一组论文都是由优秀且经验丰富的国际农业权威人士撰写的。上述负面影响在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都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市场价格是经济体系的必需品，这一点要反复强调。只有买方和卖方一致同意、双方都对之影响甚小的价格，才是接近交易物品真正经济价值的价格。



注释


[1]
 Theodore W.Schultz，“Distortions of Information about Food，”Agricultural Economics Paper
 No.80（7）（lecture at Macalester College，Saint Paul，Minnesota，Mar.20，1980，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2]
 Theodore W.Schultz（ed.），Distortions of Agricultural Incentives（Indiana，1978）.


7.社会和文化价值

社会和文化价值同我一直提到的经济价值有可能一致吗？不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社会服务，还是促进公平，政府和市场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济学家喜欢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值得关注的是这句话对于任何社会（国家）的文化、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都适用。免费的食物、免费的住房（不收租金）和免费的医疗保健可以隐藏这些服务的经济价值，但却不会消除它们的生产成本。任何付费物品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用必须一致，否则就会出现稀缺资源的浪费和滥用。

社会和文化价值的确重要。它们必须适当地被包括在经济分析中，因为在大多数研究中，它们都与人力资本有关。对教育投资的研究不会削弱教育中文化因素的作用，因为学生期望从教育投资中获取的未来文化满足程度也是其收益的一部分。这一点对于任何其他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也都适用，比如为增进和维持健康进行的投资。原则上，任何需要使用稀缺资源的文化或社会价值都不会是免费的。在这些条件下，很有必要解决社会价值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一致（相等）问题。“外部性”在经济中并非是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庇古
[1]

 和他关于工厂排放烟气造成的社会成本的分析。与向工厂征收污染费用相比，用管制方式来解决这类问题没有效率，因为前者可以产生一个明确的价格。还有一些其他的外部性问题，比如市场没有能力生产某些很有价值的公共品。至此，我已经介绍完了有组织的科学和农业研究，它们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存量，这些知识会进入公共领域并转化为有价值的公共品。



注释


[1]
 A.C.Pigou，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Macmillan and Co.，New York，1920）.


8.结论

上文我主要论述了对人和知识的投资，以及对经济活动的组织。在对知识的投资中，我主要集中于农业研究。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现代化的有组织的农业研究是一项起决定作用的活动。虽然有组织的研究要求充足的资金（资源），但通常是高回报的投资，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好方法之一。

我一直比较重视与经济组织有关的问题。在很多国家，长期内主要的经济无效率都是反对市场发挥作用的大量偏见造成的。既然农业研究主要在公共部门进行，那么组织问题就专门针对这些部门的表现了。政府的不稳定会有碍于农业研究。即使有稳定的政府和支持农业研究的保证，也会存在三种研究型企业家，即高层政府官员、研究主管和农业科学家。他们各自拥有其制定研究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但这三者之间经常缺乏协调安排，因此就无法汇聚每一方拥有的信息来共同有条不紊地作出决定。

对于在首都工作的政府官员来说，农民是被遗忘的一方。然而正是农民生产了粮食。他们熟知自己的地块和保护地力的方法。他们知道不管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能否生存，风、雨和太阳都漠不关心。害虫、昆虫和疾病对他们的庄稼虎视眈眈。大自然是吝啬的。被遗忘的农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经济主体。他们把边际成本和收益计算到一种极为精巧的程度。他们比我们更关心改善自己和子女的命运。农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增加其生产的激励和机会。


第5章 变化中的经济和家庭
[1]



尽管我们对家庭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获得大量结果，但经济条件变化时家庭处理经济失衡问题的能力却还没有人研究过。在这一章我们考虑三个问题。首先，讨论家庭作为一种经济实体没有逐渐消失的原因。我认为虽然存在家庭各种经济功能衰退、离婚率上升以及其他不利因素，家庭的生存能力仍然十分强劲有力。其次，我们的经济手段应当拓展至研究以下诸因素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人均寿命的增长，商品、耐用品和服务相对价格的大幅度变动，收入构成中持久性和暂时性部分的变动，以及家庭的企业家才能。最后，可以把这一点视为一个假设，家庭代际禀赋的分配对个人的禀赋和报酬分配影响较小，而对以下方面影响较大：长期中实际人均收入的增长；收入构成及其中的永久性和暂时性部分的变化；从工资、薪水及企业家才能中得到的人力资本收入，相对于从财产中得到的收入，二者之比率的提高。

家庭经济并不是那么和谐，家庭可能无法逃脱经济学家的悲观倾向。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属于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我们只是忠于经典智慧。按照推理，我们的结论并不乐观。我们发现家庭的稳定性受到人力资本增长、人类时间价值的长期上升和普遍的收入转移的损害。1960年以来，美国的离婚率增长了一倍，非婚生育率也增长了一倍。
[2]

 经济发展得越好，妇女赚钱的能力就越大，离婚率就越高。然而，我们不能就此推断出家庭就要消失了。

不管怎样，子女的生养不会消失，生养子女的比较优势毋庸置疑，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可接受的生育子女的生物替代技术，在抚养子女方面也不存在包揽一切的社会替代方法。我们有理论和实证来解释为什么每个家庭的孩子越来越少。但是每个家庭平均该有几个孩子我们无从得知。

家庭是与企业、家人或市场等不一样的经济实体，家庭本质上是一个生物的、文化的、法律的、经济的机构。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家庭的这些特点当作一种制度来研究。然而无论是教会和民政部门批准的婚姻，还是同居情侣，都没有陷入困境。当涉及数据和实证研究时，我们发现同居而未婚的情侣数量太多以致无法统计。
[3]

 虽然根据婚姻制度并不能提出富有成效的经济学假设，然而婚姻市场的观念开启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作为一种生物的、文化的、法律的经济实体，家庭在应对政治经济变化方面历史悠久。对家庭作用的短期观点非常悲观。贝克尔在他的《家庭论》开头（第1页）简洁地陈述道：“从过去30年的事件看，西方国家的家庭已经彻底改变了，甚至有些人声称家庭几乎被毁灭了。”但在该书的最后一章“家庭的演变”中，他又提出基于许多历史事件的长期观点，家庭的生命力非常强大。

虽然很难区分好坏，但家庭近期所有的衰退趋势并非都是坏事。从长期来看，家庭的生存能力比达尔文主义更长久。



注释


[1]
 首次发表于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4，No.3，part 2（1986）。1986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感谢玛丽·琼·鲍曼、约翰·里奇、玛格丽特·里德、弗农·拉坦、T·保罗·舒尔茨的批评性评论。


[2]
 See Gary S.Becker，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1981），figs 11.1,11.5，pp.237-256.


[3]
 Ibid，fig.11.6，p.248.这样的情侣现在大约有200万对。


1.家庭的企业家才能

把家庭看作被动的经济实体并不对，家庭的行为并非是常规性地重复。它不是一个机器人，而是一个精明的、能作出决策、采取行动的经济实体。我发现把家庭看作应对内外部条件变化的决策者是很有用的。在过去，一个平静而没有变化的社会并不是家庭生活的主体。我认为未来的家庭无可避免地需要应对变化。

实际上，几乎没有家庭能够在变化出现时，在其家庭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获得和保持均衡。我们应该努力确定的是那些可以引导家庭成员去实现均衡的激励。因为家庭还是生物的、文化的、法律的实体，所以失衡并不限于经济领域。

我发觉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既然我们在对家庭经济行为进行专门研究，为什么在我们的家庭经济研究中家庭的企业家才能却被忽略了。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研究并不是我们在此所说的家庭经济学研究的主流，然而在他经典的《消费函数》一书中，他从理论和实证方面研究了家庭的企业家才能。
[1]



我们的经济学方法并不太喜欢研究经济绩效和家庭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不是说我们假定了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家庭，而是我们倾向于把经济中的变化隔离出来，并当作给定的数据来处理。关于家庭经济学，我们想知道的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绝大部分，都是经济绩效对于家庭机遇、家庭结构和家庭作用的影响。因为在长期中，家庭的选择、作用和经济重要性与经济绩效和成就有着紧密的联系。家庭也不能避免短期的周期性变化，如经济周期、就业波动、有利或有害的（印度）季风、经济增长率的巨大变动等等。有关长时间累积性经济变迁以及人均收入显著增长的研究，将充分增加我们对美国家庭的理解。

当我们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家庭的变化时，就会发现长期中的经济机会增加了，专业化的市场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提供许多家庭以前自给自足的服务活动。专业化也改变了家庭的结构，因为妻子和丈夫以外的家庭主要成员，会离开原有的家庭并建立各自的家庭。家庭收入的累计增长也使得父母能够从经济上支持子女的婚姻及其家庭，直到他们有足够的收入自力更生。令人满意的个人收入也使得退休的夫妇或单身老人能够脱离子女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经济增长创造的机会增加就导致了家庭成员的减少，家庭结构也就发生了改变。经济增长会引起经济条件变化，因此家庭的企业家功能仍然重要。



注释


[1]
 Milton Friedman,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J,1957）.


2.家庭的衰落

以夫妻为核心的家庭成员数量在减少。家庭经济自给自足的能力在衰退。成年子女对父母晚年的赡养费用在减少，有时意外也会导致这种赡养费用的支付提前。由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不充分，所以以上这些家庭的变化可能只是假设。但是正如农业部门的经济重要性在世界范围内显著下降，我把家庭衰落的假设看作一个可以接受的命题。同样地，这一命题与李嘉图“土地原始产权”带来的地租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下降有着密切联系。

家庭的这些衰落什么时候会结束呢？对于家庭经济行为的研究也许已经到了要给这些问题一个临时答案的时候了。兼职或全职已婚妇女在劳动力中的比例还没有上升到顶峰。没有明显的理由会让我们相信，妇女的时间价值不会随着现代经济增长而继续增加。随着要求蛮力的劳动需求的下降，以及对体力要求更少的技能性劳动的增加，更为合理的是，女性与男性相比，其劳动时间的生产率价值提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将减少。但迄今为止，由于要生养教育子女、做家务劳动或在劳动力市场就业，妇女在这三方面的时间配置还没有实现一般经济均衡。

在家庭作为一种经济实体发生衰落的过程中，导致上述各种现象的福利影响还有待分析。而另一方面，从长期看，个人家庭收入的累计增长有可能还会继续。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观察到家庭的自给自足能力在下降，我对此毫不怀疑。通过谨慎的推理你就会发现，家庭会越来越依赖市场绩效，它们从中得到的效用在提高。亲戚数量的减少，以及老年时对子女依赖的变弱，也会产生某种效用。


3.经济和家庭的相互作用

把经济学应用于理解家庭行为已经得到了引人注目的新知识。但是我们的理论还没有被应用来理解那些并非源于家庭内部，而是源于经济其他部分的经济变化的性质和意义，还没有涉及两者之间的分歧。现在考虑以下还未解决的问题。

3.1人均寿命的激增

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寿命延长的成本降低了。这就使得可观察的预期寿命显著延长，因而可被视为一个非凡的成就。西欧和北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比很多低收入国家花费了更长的时间。比如在印度，根据1951—197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男性的预期寿命增加了43%，女性增加了41%。
[1]

 到1981年，正如世界银行所预计的，印度人口的预期寿命增加了52%
[2]

 ，比1951年增长了63%。在过去的30年中印度见证了人均寿命的激增，提高了人们的福利水平——诚然，福利水平的提高可能并不平衡。人均寿命延长的主要原因是知识进步。家庭也受益于各方面的努力，比如现代药物在治疗疟疾、肺结核和其他流行性疾病方面的有效性，医疗中心提供的服务，更多更好的食物带来的营养增进等等。我想知道下述现象及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1）对于预期寿命延长，可以观察到的成本下降；（2）家庭对这种低成本的反应速度；（3）随之出现的家庭结构、家庭成员的年龄构成和家庭职能的变化。我的假设是，人均寿命激增的主要原因是延长预期寿命的成本下降了。

当我同一位忽视相对价格
[3]

 变化的经济学家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很警惕。如果这位经济学家对中央计划经济极度支持，更明智的做法是同他讨论诗歌。实际上，相对价格的变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效率赖以产生所必需激励的主要源泉。

在将我们所讨论的方法应用于家庭行为的很多场合中，出于实证研究的方便，我们主要关注劳动所得（earned income）（包括工资和薪水）的变化。但是商品、资产（房屋、汽车、家庭耐用品）和服务等的相对价格变化的来源和影响很少得到研究。

相对价格变化所创造的激励，能引起资本存量的结构和规模以及家庭收入来源的变动。这些变化和家庭变化的相互作用应当提上我们的研究日程，正如下面的案例所示。

3.2小麦—大米价格比

小麦和大米是世界上的重要粮食。小麦已经很便宜了，比大米要便宜得多。大多数以大米为主食的家庭将至少一半的收入花在了食物上；而许多以小麦为主食的家庭只花费一小部分收入在食物上。在美国，食品支出只占个人收入的12%。

1867—1877年，在伦敦世界市场，小麦价格超出大米价格30%，但是到1911—1914年，两者价格几乎相等。而多年以后，现在世界小麦价格只有大米价格的一半。
[4]

 可这两种食物每吨所含的营养价值几乎相同。那么就产生了两个疑问：相对大米来说，为什么小麦的成本下降了？为什么小麦对大米的替代性很弱？

思考一下劳动需求的变化，小麦的生产活动以男性为主，而在亚洲的部分穷国，种植和收获大米以女性为主。男性和女性的劳动需求情况如何？它们对于家庭收入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3.3玉米和牛奶生产中的劳动力

在美国，从1929年到1979年，生产100蒲式耳玉米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从115小时减少到3小时，生产100磅牛奶的时间从3.3小时下降到0.3小时。玉米的价格降低了30%，而牛奶的价格上涨了13%。农民的实际工资增长了3倍多。（实际工资从0.49美元/小时增加到1.59美元/小时，名义工资从0.25美元/小时增加到3.41美元/小时。）玉米生产对妇女劳动的需求很小，而与专门从事大田作物的生产相比，后者对妇女劳动的需求足以减少她们的非农就业。萨姆纳
[5]

 研究了非农就业的劳动供给和农业家庭成员的劳动收入。从他对伊利诺伊州的样本数据看，与其他农业生产类型相比，“奶牛场主的妻子更不可能从事非农工作”。

3.4相对价格的变化

很难找到检验相对价格变动对家庭行为影响的数据。舒尔茨
[6]

 基于瑞典1860—1914年的数据表明，黑麦相对于黄油价格的下降，引起妇女相对于男性工资的上升，以及生育转型。结论是：“瑞典这50年的县级数据表明，妇女时间价值相对于男性的上升，对瑞典生育转型、维持男性实际工资的稳定、婴儿死亡率和城市化都起着重要作用。”



注释


[1]
 Rati Ram and Theodore W.Schultz,“Life Span,Health,Savings and Productivit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7
 （Apr.1979）,399-421.


[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3（World Bank，Washington DC，July 1983）.


[3]
 成本。——译者注


[4]
 参见Theodore W.Schultz，“O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Agriculture，”载于Theodore W.Schultz（ed.），Distortions of Agricultural Incentive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Bloomington，Indiana，1978），根据美国农业统计局的数据更新。也可参见A.J.H.Latham and Larry Neal，“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 Rice and Wheat，1968—1974，”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36（May 1983），260-280，app.2，cols.B，G。文章说明了在印度和伦敦出现的大米和小麦价格的联系。


[5]
 Daniel Sumner,“Off.Farm Labor Supply and Earnings of Farm Family Members,”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1977）.


[6]
 T.Paul Schultz,“Changing World Prices,the Wages of Women and Men,and the Fertility Transition：Sweden 1860—1910,”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3:6（Dec 1985）,112-611,54.


4.家庭的企业家才能和暂时性收入

如果可以，请解释一下，为什么家庭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会完全忽视家庭收入的持久性和暂时性部分。我记得，多萝西·布雷迪
[1]

 基于美国1935—1936年小城市、乡村和农场的数据所作出的家庭收入研究并未得到重视。玛格丽特·G·里德
[2]

 关于家庭暂时性收入部分巨大差异的分析也被忽视了。甚至更糟糕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
[3]

 在此理论上的发展和应用也被忽视了。

多萝西·布雷迪研究暂时性收入的线索是1935—1936年城市、乡村和农民家庭的资产和负债的变化。通过考察家庭资本形成的各种形式，并对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其他家庭行为加以分析，玛格丽特·里德拓展了布雷迪的研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布雷迪和里德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企业家才能和暂时性收入之间的密切联系，即：工薪阶层家庭的持久性消费和持久性收入的比率明显高于企业家家庭，“企业家和非企业家家庭的持久性消费和持久性收入之间的比率差异比我们之前考察的更大、更稳定”
[4]

 。

在思考造成这种忽视的原因时，我排除了对持久性或暂时性收入概念学术上的敌意，也排除了家庭收入研究不知道使用这种概念的理由。原因在于，布雷迪、里德和弗里德曼是在一个更广泛的经济条件变动情形下进行分析的。在他们的分析中，他们没有排除重建均衡时所需的企业家才能。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就分析家庭经济行为的非标准方法来说，其使用余地肯定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注释


[1]
 Dorothy S.Brady et al.,Changes in Assets and Liabilities of Families
 ，Five Regions（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Miscellaneous Publication No.464，Consumer Purchases Study:Urban，Village and Farm，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 DC，1941）.See also their 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s，Five Regions，Farm Series（USDA，Miscellaneous Publication No.465，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 DC，1941）.


[2]
 Margaret G.Reid,“Effect of Income Concept upon Expenditures Curves of Farm Families，”in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15（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ew York，1952）.


[3]
 Friedman，A Theory of Consumption Function.


[4]
 Ibid.,p.227.


5.关于经济回报的分配

最后我要突出一下本章的主题。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头脑不清。我会解释对这一点我为什么羞于启齿。

我认为，在以收入或财富表现的经济回报的分配中，可观察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家庭一代人行为的结果，而禀赋的分配则是两代人甚至多代人行为的结果。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及其应用，我们的知识还是很充足且有用的。

另一部分经济回报的分配是长期中经济条件变化的结果。无疑，这部分才是我们目前要考虑的问题的中心。食品价格的下降给穷人带来的好处远远多于富人。在李嘉图时代，劳动者家庭至少要支付工资的一半来购买食品。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北美和西欧国家家庭在食品方面的花费不到总收入的1/5。农业生产率和农业经济效率的提高缓和了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国民收入中属于地主的份额减少了，因为李嘉图形式的地租相对于其他来源的收入变少了。因此，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也减少了。库兹涅茨
[1]

 从长期的角度研究发现，国民收入中来自资产的比例从大约45%降到25%，而来自劳动的收入则从55%上升到75%。
[2]



我的假说是，1900年以来，美国每小时劳动实际工资的5倍增长改变了家庭内部和代际的个人收入分配。因此，最重要的是人们的时间价值还在不断增长。



注释


[1]
 Simon Kuznets，Modern Economic Growth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Conn.，1966）.


[2]
 也可参见我对库兹涅茨分析的详细阐述，Theodore W.Schultz，“The Economics of the Value of Human Time，”载于Theodore W.Schultz（ed.），Investing in Peopl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80）。


6.结论

家庭改革的问题留给别人去研究吧。生养子女是家庭自己的事情。家庭不会消失。从家庭的经济行为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反应灵活且充满活力的实体。家庭最近出现的变化并非都是坏事。恰恰相反，其中大多数与最优经济行为一致。

虽然从对家庭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我们得到了很多启示，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拓展研究内容，把其他经济变化和家庭中的因素（例如，“寿命革命”，以及商品、耐用品和服务的相对价格的巨大改变等）联系起来。很难解释基于持久性和暂时性收入概念的高水平家庭收入的研究为什么会被忽视。此外，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经济条件变化时家庭的企业家行为也被忽视了。

与家庭对其经济禀赋的分配相比，以下因素要重要得多：实际人均收入普遍上升对分配产生的影响，收入结构及其持久性和暂时性部分的变化，收入中来源于人力资本部分（即工资、薪水及企业家才能的回报）相对于收入中来源于资产部分的比重上升。


第五部分 政府、经济学和政治学

第1章 政府在促进收入增长中的作用
[1]



我们每个人对繁荣和进步都甚为看重。要实现它们，公民的能力极其重要。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并不知道实现最优收入增长所必需的组织要求和技能。

我的评论基本上限于贫穷国家
[2]

 ，并且我的讨论针对大部分贫穷国家，它们只依靠对现有资源的利用且这种利用还存在许多浪费，从而没有获得太多经济增长。在这些国家，要实现对它们至关重要的经济增长，有必要花费努力和资本去做三件事：增加可再生产品的数量；提高生产性个体的素质；改进生产技术。第一件事使得有形资源的存量增加，后两件事使得无形资源的存量增加。一些经济增长也可以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来实现。与此相反，上述资源产生的部分收益，会为不可再生要素的报酬递减所抵消，尽管这种抵消程度因国而异。

那么，政府在促进收入增长中的作用是什么？它不仅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经济增长过程，也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获得和配置努力与资本以增加资源存量并扩大市场规模的最佳方法。目前，人们对资源贫乏国家的浪费过于关注，认为这些国家还存在经济增长可以持续获得的诸多闲置资源。而且，相对于给定努力和资本支出下的最优经济增长率所要求的无形资源存量来说，人们过于强调有形资源的积累。这就意味着私人努力和公共努力的方向需要重新定位，这一问题留待本章后面部分再研究。

需要认识到，对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目前的各种看法有着很大差异。问题远远没有解决。考虑到整个世界形势，与这些问题相关的事实和标准或价值观存在广泛的差异，没有人会对此感到奇怪。经济发展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的良好社会思想在这些国家受到怀疑。接受了西方价值观的一方处于守势，它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也是如此。一种新的活跃的民族主义已经在这些国家的土壤之中扎根，它们刚刚从殖民主义中释放出来。它们正在努力实现内部统一和自主管理，害怕外国资本、经济援助和其他帮助的进入。要解释这种新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一些重商主义的基本思想比我们当中流行的经济发展观点更合适。民族之间为争夺政治权力正发生的激烈斗争也对此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宣传方式来看，它们各自的经济系统很明显又彼此倾轧。但没有这么明显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以及最近尤其是西欧国家生产和收入的迅猛增长，同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之间是否有关联。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舆论已经为意识形态所左右，结果，讨论、交流和不产生误解日益困难。而且，随着争夺权力的国际斗争白热化，政治学和经济学再度被混合在一起。很难相信这些问题没有或将来不会严重影响到我们有关政府作用的观点。

我们也要注意到，当政府积极行动时，它们选择建议时并不是完全中立的。大多数这些政府管理着贫穷国家。它们最多想采取一些可以增加自己国家生产、收入和财富的措施。这么做的必要性是紧迫的；操作视野几乎总是短视的。这些政府转而向少数富裕国家或虽然很穷但取得了显著进步的国家寻求建议。它们想要的和通常所接受的意见多半都体现了政府的作用，没有人会对此感到惊奇。这里提到的注意事项并不是指责这种倾向或所提出的建议，而是说明存在这样的特点。

有必要讨论一下经济增长的意义。它在这里意味着一个上升中的收入流，此时产出增长率会超过人口增长率。相应地，我将使用的经济增长就是指人均收入的提高。这样来定义经济增长有几个理由。一个高于人口增长率的收入增长率是目前大多数开始实施经济发展计划国家的目标。我想利用的数据也用于说明这一概念。我不想陷入目前许多国家都存在的老生常谈问题，即人口增长吸纳了所有的新增产出，结果人均收入没有提高。要承认确定收入时有许多概念上和度量上的困难，但我不会在这里涉及它们。我也不会考虑个人收入分配，除非它受到提高生产性个体素质的那些度量方式影响。
[3]



现在我将详尽论述一下这一命题：对于大部分国家，只是简单地让所谓的闲置资源变得更有生产率并不能实现经济增长。与事实相反的看法其实普遍地存在着。最近几年出现的大量文献认为，一个国家，无论其可支配资源多么贫乏，都能够通过对现有资源重新组合来创造奇迹。这种观点的主要根据在于，人们发现农业部门许多工人的边际生产力不仅远远低于其他部门，而且确实为零
[4]

 ；当然，几乎所有穷国的农业部门都非常重要。有人怀疑大量资源闲置是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失业的后果。

据我所知，穷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农业转移出一小部分现有劳动力，例如5%的比例，不会降低其产出。当然，我排除了下述情况：向农耕中投入新增非劳动资源，导致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或者引入更好的技术。考虑到农业生产要素中存在的广泛替代现象，几乎不可能构建这样一个理论模型，能够允许任何一部分劳动供给的边际生产力为零。

秘鲁最近正修建一条沿安第斯山脉东坡到廷戈玛丽亚（Tingo Maria）的公路，所使用的农业劳动力大多来自附近可以徒步到达的农场；由于这些劳动力的退出，该地区的农业生产迅速下降了。在巴西的贝洛哈里桑塔（Belo Horizonte），城市建设洪流吸引了附近乡村的工人，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削减。

穷国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之所以非常低，其原因在于其由传统资源构成的糟糕资源集合，但它的边际生产力并不等于零。而且，这些国家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通常都很低。下面这种情形在很多国家经常存在，即很长时间、经常是数十年，农业近似处于一种静止状态，人们发现劳动的平均价值和边际价值几乎一致，这种一致程度甚至超过美国那种迅速发展的经济。在一个“技术约束假设”基础上，埃考斯
[5]

 对这种资源闲置观点作了更细致的阐述，他的落脚点不是基于该观点的理论逻辑，而是基于其相关性。

我所看到的史实如下：一个实际上长期处于静止状态的穷国，无论是在农业与其他经济部门之间还是农业内部，都不可能在要素配置上表现出任何明显的错误，而一个处于迅速增长的国家，更可能因为经济发展而使得某些领域被忽视或受到抑制。例如，西欧、英国、加拿大和美国，比那些经济增长很少或没有增长的穷国
[6]

 ，有着更多这种资源配置错误现象。

然而，有少数国家存在例外情况，这使得我开始对本章在此的论断加以限制。通过利用现有闲置资源，这些例外国家能够实现相当可观的产出增长。它们包括阿根廷和智利，或许还有巴拉圭。阿根廷这个并不太穷的国家，其表现就足够明显。对该国农业部门早期增长而近期下降的一项研究
[7]

 表明，当前的农业产值比人们所预期的低了整整三分之一，这种预期的依据来自该国农业资源特点和20世纪40年代早期就开始取得的进步，以及具有可比资源的其他国家的农业增长。然而阿根廷为它的愚蠢经济行为付出了高昂代价。比起只是简单地提高其优良的可支配资源集合效率，它本来可以获得更高的产出。

智利虽然不算穷，但考虑到其已有资源集合，它长期未达到最优状态，主要原因在于它要对付通货膨胀。根据观察和可获得的数据，我大胆猜测，为了对付长期的巨额政府收支不平衡，智利放弃了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正常产出。通货膨胀本身不会导致严重的资源错配。除了灵活的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灵活的汇率，以及面对货币贬值而不断调整的利率，还可以使用的其他方式就是对货币和准货币征收特别税。然而，其中的矛盾在于，当通货膨胀发生时，政府通常被迫采取行动，削弱价格的灵活性，并对外汇和外贸加以限制。而且，许多在穷国特别缺乏的管理甚至企业家才能，都被用来实施这些控制手段了。随着被控制的价格和汇率与其基本经济“真实”值之间的差异日益加大，腐败的激励就会增加，并且，尽管这些腐败可以对一些极度扭曲措施进行局部纠正，但公共和私人作为整体需要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8]



现在可以讨论本章先前所提出的命题了。除了在阿根廷和智利等少数国家，致力于利用现有闲置资源不会导致太多经济增长，因为它们相对来说并不是很重要。流行观点认为穷国很大一部分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这只是一个错觉。相反，认为这些穷国的任何农业劳动都远远低于其平均生产力，也很令人怀疑。一般而言，这一点似乎是正确的，即要素比例失衡的确存在，但这并不足以为政府的经济增长方案提供有力的支持。因此，把政府放在这个位置并承担这样的功能是错误的。

现在让我说明本章某些部分谈到的看法，即最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取决于特定无形资源存量的增长，这些资源通过生产技术水平、人类个体素质以及传统可再生产品存量的增加来体现。它们都需要投入努力和资本；都需要在同一时间增加；只是集中关注有形资源集合是错误的，产业化被看作实现最优经济增长率之路通常就是这种错误认识的表现。

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只给出一种大概的分析方法。大多数对经济增长的理论构建基于下述信念（假设）：使用从狭义上构想的资本作为基本变量，这种狭义资本被局限于可再生产品的存量。在我的知识范围内，还没找到证据来支持这里所定义的可再生资本品增量对经济增长具有首要作用的看法。

正如法布里坎特利用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丰富研究所作的解释所指出的，美国经济史肯定不会支持上述有关可再生资本品在经济增长中的首要贡献与地位的看法。
[9]

 过去80年（从1869—1873年到1949—1953年），美国人均产出以1.9%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不断上升。在研究这一非凡经济增长（即人均产出的提高）的来源时，法布里坎特只把它的十分之一归功于有形资本存量的增加，这种有形资本包括厂房、机器设备、存货和外汇净资产等建筑设施（不包括消费者的家用工具、军用资产以及土地和地下资产）。
[10]



法布里坎特这样写道，“对于给定劳动和有形资本，我们已经学会为消费和投资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每单位投入的产出提高了近四倍，或者其年增长率大约为1.7%……这种国民效率的提高是一个显著的持续过程。”他也指出，80年中几个主要时期和经济的各个角落都出现了国民效率的这一上升趋势。因此，根据法布里坎特，自美国内战以来，美国显著的经济增长（人均收入的提高）大约有十分之九来自劳动和有形资本存量增加以外的因素。人们可能不一定认同这些精确的结果，我相信，法布里坎特也会认为，随着基本研究的进行，这些结果会得到大幅度的修正。但是这些估计的方向和数量范围，甚至可以解决许多概念上和测度上的困难，它们是如此重要以至在构建经济增长理论时不能忽略。

当然，有人更喜欢具有可比性的估计，这些数据来自一个或多个穷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例如，墨西哥和巴西，以及日本的长期发展过程。然而，遗憾的是，目前没有这样的估计数据；没有多年充满困难并经常枯燥乏味的研究，就无法得到这种数据。因此，我们在构建理论时必须利用现有数据。
[11]



那么，用什么可以代表经济增长呢？内战后的美国经验——它们同人们在穷国观察到的经济发展过程并非不一致——不支持下述观点：经济增长（人均产出的上升）全部或更主要是取决于可再生产品存量的增加。法布里坎特称这一人均产出上升的关键因素为“国民效率的提高”，即可观察到的产出与劳动和可再生产品投入比率的增加。这意味着经济增长部分地由可再生产品存量的增量决定，部分地，或可能更大程度地，由导致国民效率提高的因素决定。

因此，这里的经济增长使用三个基本变量的某种函数代表，每一个变量（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都由分配到它们身上用于促进其发展（即增加其数量）的努力和资本决定；这些变量是本章一开始就提到的：（1）可再生产品的数量；（2）生产性个体的素质；（3）生产技术水平。此外，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提高国民效率，也成为这一过程的一种特殊要素。这些变量都要放到一个允许非再生性要素报酬递减从而阻碍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中来加以分析。

在进一步发展这种分析方法时，我认为把人类个体的素质和生产技术水平作为经济变量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这些变量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资源配置决定的，即在很大程度上由促进其发展的努力和其他投入决定。有人可能认为这一方法只是对以既有资本存量增加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理论的一种扩展。我并不反对这种理解；然而，即使把该方法看作一种理论上的扩展，它也对经济增长依赖的资本和相应努力作了完全不同的界定。

我最后的讨论将指出这种方法对于政府作用的意义。我之所以讨论这些，是出于前面已经提到的某些忧虑。

首先让我重新陈述一下本章前面部分已经得出的两个重要推论：

（1）姑且不论这种政府作用是否适当，贫穷国家的政府依据所谓的闲置资源来采取经济发展计划是错误的。

（2）贫穷国家的政府把工业化作为一切经济发展计划的核心也是错误的。这种做法会导致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要素比例失调”。

我认为其余部分的观察是尝试性和探索性的：

（1）对于大多数穷国，通过追加努力和资本来提高其生产性个体素质而导致的产出增长，看起来比用等量投入来增加可再生产品存量带来的增长要超出很多，尽管后者在经济发展计划中通常得到优先考虑。这表明相对多的资源应当配置到例如健康服务、营养知识进步以及教育等方面。在那些可以提高生产性个体素质的资源配置方法中，健康服务似乎比教育的效果相对要好一些。

政府在这些极其重要领域的作用是什么？肯定不能认为它不重要。我认为波多黎各可以作为典型事例来说明，在为经济发展准备高素质的生产性个体时，政府能够和应当做些什么。墨西哥在扩大教育基础和深化专业人才的培训上也做得不错。通常大多数穷国对健康服务配置的资源太少，而波多黎各和墨西哥却是例外。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在这一领域都发挥了明显积极的作用。

（2）经由大学、研究机构、农业试验站、推广服务机构以及其他方式，为了提高技术水平——科学活动、技术研究、新的生产技术开发与传播——而花费的努力和资本，如果以经济增长来衡量，其回报率无疑非常高。想必穷国可以引进来自富国的更高水平生产技术。然而，这种可能性会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受到更大的限制。富国所发展起来的技术更为适合劳动比资本昂贵的经济体。基础科学和技术知识可以引进，但这些知识和可在穷国应用的生产技术之间差距通常非常大。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墨西哥政府之间有关玉米研究的优秀合作表明，使用美国的杂交玉米和玉米育种科学知识，为墨西哥开发有用的玉米品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工作良好的试验站就很难找到。即使在美国，仍然有很多州无法提供让人满意的条件来进行这些农业研究。组织各种推广服务，把有用的知识传授给农民，是最近才出现的创新活动，并且尚未得到充分认可。

政府在这一领域的作用最为复杂。国内外企业作为新技术有效传播者的功能也非常容易为政府所低估。看起来从美国到拉丁美洲的更有用技术的传播是通过商业企业进行的，而不是经由其他单一渠道，尽管基金会、大学、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以及美国所支持的农业、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宗教活动对技术转移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政府能够、实际上也必须发挥重要作用，不仅要为企业开展技术传播创造条件，而且要为科学活动、技术研究、试验站和推广服务机构建立制度基础。

（3）就把努力和资本配置到增加可再生产品存量方面来说，正如我已经强调过的，许多穷国过于看重工业化，而不注重提高生产性个体的素质和生产技术水平。其他部门，例如农业、矿业、交通运输和通信业、金融业、流通业以及服务业，通常也只在经济发展计划中得到很少的关注。这里允许我再次提请注意波多黎各和墨西哥所取得的成就，可以推断它们在这一复杂领域找到努力和资本的最优组合以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比大多数国家做得更好。

（4）让我也指出一个众所周知并被长期接受的事实，即政府的不稳定性，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会对经济增长中投入的一切努力和资本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大多数穷国都具有这样的特征。

从个人角度来看，我们将继续赋予繁荣和进步以极高价值。我们自己想得到这些东西，我们也乐于帮助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得到它们。然而，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理解远远未能令人满意，并且在帮助穷国及其政府实现这一重要目标上也做得相当糟糕。本章的主旨就在于表明，我们在这方面能够而且应当做得更好。



注释


[1]
 本章首次发表于Leonard D.White（ed.），The State of the Social Science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Ill.，1956），pp.372-383。该书1956年版权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所有。


[2]
 本章的研究仅限于“贫穷”国家，基本上是指那些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或只有极小经济增长的国家，尽管本章后面部分的大多数内容也可应用于“富裕”国家。


[3]
 我提供的经济增长定义更为接近W·阿瑟·刘易斯教授在《经济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George Allen&Unwin，London，1955）第一章使用的概念。


[4]
 See P.N.Rosenstein Rodan，“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 Eastern Europe，”Economic Journal
 ，53（June.Sept.1943），202.


[5]
 R.S.Eckaus，“Factor Proportions in Underdeveloped Area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Sept.1955），539.


[6]
 但是即便在这些西方国家，由于经济迅速增长，这些受到抑制或被忽视的领域也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


[7]
 我在这里所指的研究是芝加哥大学的马托·巴列斯特罗斯所做的。


[8]
 巴拉圭是一个特例，它使用一种极其简单的政策来对外贸交易活动“征税”以增加公共收入，这极大地损害了其主要产业——养牛业的产出增长。


[9]
 Solomon Fabricant，Economic Progress and Economic Change，in the 34th Annu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ew York，May 1954）.


[10]
 当然，这种资本新增数量中很大部分仅仅是为了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我们不考虑产出上的这一特别成就和这些资本所作出的贡献，因为我们在此关心的是超出人口增长所余下的产出增加。


[11]
 可以找到一些部门数据，例如，有些数据来自克拉伦斯·穆尔在芝加哥大学时为了确定墨西哥和巴西农业产出与投入变动所做的研究。


第2章 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矛盾
[1]



在应邀写作有关经济发展部分的这篇论文时，有人问我：“你的专业努力是否产生了作用？”每当我在国会委员会上作证时，我的答案都是“否”。我在整个拉丁美洲演讲得越多，那里的经济扭曲现象就越严重。在印度，费边主义战胜了我无可挑剔的经济学。尼日利亚的官员和我一致认为，对棕榈果征收高额出口税实际上是竭泽而渔。的确如此。我们都是对的。1929年，我第一次冒险进入苏联。1960年，苏联科学院犯了一个错误，请我去做演讲，从那之后农作物歉收就成为自然界的正常现象。1980年，我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和复旦大学的系列讲座真正地产生了效果。中国的农业经济政策迅速走上正轨，其研究生则选择去芝加哥以掌握经济学的核心。

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很明显都需要人类行为参与其中，还不清楚的是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劳动分工。我们接受阿林·杨的判断，经济学中最有成就和最有启发性的思想就是“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规模”这一定理。
[2]

 有关政治市场的新分析思想刚刚起步。这种政治市场的特点是什么？就劳动分工、专业化以及扩大政治活动规模的收益而言，它们是否同经济市场具有可比性？

然而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知道这两种市场的最佳结合点。问题是，如果用一种市场的活动去替代另一种市场的部分活动，要替代到什么程度，才能让特定国家的人民享受到更好的服务？同时，这里并不缺乏矛盾。

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矛盾，就像婚姻中的情况一样，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引入政治市场没有减少这些矛盾，发展经济学同样不能减少它们。发展经济学的支配性影响，过度增加了政府部门所不能有效承担的经济功能。从政策传统上来说，这已经成为政府的一种责任。杰拉尔德·M·迈耶在他的论文《形成阶段》结束时，对这一经济学的新分支进行了精彩的总结：“人们可以……把20世纪50年代主流的发展经济学视作结构主义，其特征在于贸易悲观主义，强调对新物质资本进行有计划的投资，利用剩余劳动储备军，接受进口替代产业政策，信奉中央计划的调控，依赖国外援助”
[3]

 。这正是我们批评这种发展经济学为什么会有如此糟糕起点的原因所在。

当谈到农业生产经济学时，一些国家的政府就像根据月相来种植庄稼的农民一样富有经验。饥荒则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在非洲的部分地区，大多数这些饥荒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地政府国内政策导致的后果。把饥荒当作由干旱造成的，这总是很方便的做法。

无论贫富，全世界大部分人都有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期望。经济学家对这些期望所知不多。人们在寻找有用的信息，但他们似乎对经济学家提供的信息评价很低。政治家则很谨慎地对待那些关注长远目标而对自己没有什么价值的学院经济学家。“农产品的未来成本是什么？”当考虑这一问题时，我曾经写道：

农业产品未来的成本前景是什么呢？从纯粹的经济机会来看，降低成本的前景是乐观的，但从政治上的所作所为来看，这一前景不容易出现。同时，国际粮食会议形成了许多难有作为的报告，而社会思潮产生了强大的意识形态观念。但是报告和观念并不生产粮食。幸运的是，植物和动物并不读报告，它们也不会歧视任何政府的价值观念。
[4]



对于自己的农场，卑微的传统农民也要比只懂经济学的富国专家更有优势。农民对他的土地、当地气候以及其努力工作的期望回报知道得很多，这些都是所谓的专家不知道的。农民也知道，雨、风和太阳并不会关心他和他的家庭是否能够生存下去。害虫和疾病严重危害着他的庄稼。大自然总是很吝啬的。这种默默无闻的农民是农业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经济个体。他斤斤计较地盘算自己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他对改变自己及其子女命运的关注并不比我们少。

完全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非常稀少。日益加深的专业化长期以来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食物供给无法脱离农业经济的生产力，农业也不是唯一的经济实体。然而，传统农业下农民的行为似乎过于简单，而不能被视作经济活动。它看起来就像是没有熟练技术、价值为零的劳动。这些幻觉充斥于我们的思想。

无论是评价经济学还是政治学知识，理论和证据都至关重要。我将从那些人们需要注意的各种误导性观念、错误的概念和缺乏依据的零碎理论开始进行评析，它们困扰着经济学对农业问题的思考。无论什么原因，农业所受的伤害已经超过了糟糕的经济学本应对它造成的影响。在我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好像花了太多精力来批判这种经济学。

眼前就有一个例子。以1910—1914年相对价格为基础的美国农产品平价是一个流行的经济学概念。在艾奥瓦州立大学的时候，我竭尽所能地揭露了这一概念内部错误的经济学逻辑。我埋葬了它，但是它不会死亡！农业收入平价概念更为糟糕，但它产生的经济危害要小一些。农业供给管理，使用播种面积配额进行生产控制，嚷着和平的口号向国外倾销粮食的经济学，这些都是糟糕的经济学。我也就人造黄油和黄油的价值进行过争论。这些就是伪经济学的几个例子，这种冒牌经济学是美国一些农业政策曾经并在某种程度上继续依赖的基础。某些高收入国家也不能完全避免这种糟糕经济学的影响。

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我关注人力资本，以解决经济增长中无法通过传统生产要素增加来解释的那一部分谜团。然后，我转向低收入国家的农业生产力，主要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国家农业部门的表现同美国相比会差很多。

我转而向发展经济学寻求指引，这是一门用来刻画低收入国家最优经济增长率的经济学新分支学科。我天真地忽略了该学科是由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学家建立的这一事实，我以为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任何关于农业的知识所蒙蔽，我不知道他们的理论建立起来就是为了到国外去使用。由于我对农业的偏爱，他们有关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中农业作用的看法让我感到非常震惊。他们理论的主旨如下：农业中的机会在经济增长中最不具有吸引力；对农业的投资是不值得的；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是工业化。农业可以提供启动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资本；它可以为工业提供无限劳动供给；它甚至能够以零机会成本来提供大量劳动，因为农业中有相当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为零从而是多余的。所需要的政策和管理手段是促使农产品价格下降，以便有利于城市消费者，从而可以推动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对正常经济激励不起反应，而是经常采取相反的行为，这意味着农产品的供给曲线是向后弯曲的；并且现代农业投入要素的不可分性要求使用大农场来以最低的成本提供农产品。

我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对这种经济理论及其政策含义进行了批评。
[5]

 我认为（第10页）发展经济学的这一方法“根源于某种经济思想，这种经济思想是同大萧条时期大规模失业相关联的……‘隐性失业’的概念……被推广到工业化程度很低或没有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并且在推广的过程中形成了这样一个教条，即这些国家农业中相当大比例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为零”。

在我的分析中，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明确传统农业的根本特征。下一步是“确定通过投资方式改造这种农业是否有利可图”（第24页）。

当农民局限于使用传统生产要素时，他们……对经济增长贡献很小甚至没有贡献，因为在要素配置上几乎不存在明显的无效率……还因为用于增加传统要素存量的投资，作为经济增长源泉其代价昂贵。这两个命题，即要素的有效配置和投资的低边际回报率，能够明确地表述为一个可以进行经验检验的假说。还有另外一个假说，即尚存在其他可供选择的生产要素，它们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成本要相对低些。

就传统农业的配置效率而言，我的任务是检验“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无效率的情况相当少见”这一假说（第37页）。我借助了索尔·塔克斯和W·戴维·霍珀的实地研究提供的数据，前者是热爱经济学的人类学家，后者在完成实地研究和博士学位论文之后选择了经济学。

索尔·塔克斯在《廉价资本主义》（Penny Capi

对印度塞纳普尔（Senapur）的分析，以W·戴维·霍珀《中印度北部一个村庄的经济组织》（1957年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为基础，结果表明当地人贫穷但有效率（第44~48页）。

我并不惊奇，我对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这一教条的批评，触及了某些人敏感的神经。我的结论如下：

穷国农业中部分劳动边际生产力为零是一个错误的教条。它的根源值得怀疑。它依赖的理论假设不可靠。在分析1918—1919年印度流行性感冒导致农业劳动力死亡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时，进行的一项严格检验表明，这一教条无法获得任何支持（第70页）。

当我写作《改造传统农业》一书时，政治市场正严重地损害经济市场。强烈的意识形态差异妨碍着经济学家之间达成共识。但是，回头看来，那些遇到了与我们同样的意识形态冲突的早期经济学家，他们有着不同而同样误导后人的教条。重农主义者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经济剩余——他们的第三种租金。几个农本主义者仍然信奉这一教条。我们不要忘记，斯密、李嘉图以及休谟都把农业看作不思进取的部门。

休谟指责农民具有懒惰倾向。他的看法简单明了：“懒惰习性天然盛行。很多土地没有耕种。那些被耕种的土地，由于农民缺乏技能和勤勉，也没有达到最大产出。”
[6]

 斯密和李嘉图认为手工业和商业是可以进步的，而农业是那些游手好闲的土地贵族的温床。尽管懒惰的诋毁之言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作用，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非洲部分地区的农民会做得更好，只要有巨大压力存在，无论是增加地租还是压低农产品价格。我强烈反对这种看法。
[7]



经济体系服从报酬递减的历史法则，在农业领域更是如此，这一信条不仅为罗马俱乐部所持有，而且为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普遍接受，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并没有从李嘉图农业土地报酬递减的静态看法中完全摆脱出来。
[8]



一位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1941年得出结论说，世界初级产品价格正急剧上升。他预测说，到1960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比1925—1934年的平均水平将改善90%”
[9]

 。（把如此迅猛的价格相对提高当作一种“改善”纯粹是一种扭曲解释。）他的预测走错了方向。错在哪里？问题不在于他的人口变量。人口急剧增长程度远远超出他的假设。问题也不在于他的工业化增长率。克拉克简单地假设土地的报酬递减会长期维持下去，这一点被事实证明错了。
[10]

 农业用地越少越好，就像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难道不可能吗？或许马克·吐温会欣赏这样的经济学的。

五十多年前，在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中
[11]

 ，我给出证据表明农业中已经出现了长期“报酬递增”，并且我认为，以静态均衡条件为基础的报酬递减概念，无法用来分析经济条件变化时的回报。在那篇论文中，我选择了一个短语“基于进步的观点”，现在我不会使用它了，因为这容易被指责为阶级行为！一个更为安全的术语是“经济状态的变动”。我知道任何经济体系中的经济活动都不可能只遵循惯例、单调重复和达到最大幸福。经济变迁明显是普遍存在的。这些变动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成功与失败的对立，以及利益冲突。在亚当·斯密看来，“进步状态确实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健康状态”，而“静态是沉闷无趣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不赞同这种看法。他写道，“我倾向于相信它（静态）整体上是对我们现有状态的极大改进。”我认为值得庆幸的是，在忙碌的进步与平静重复的经济生活之间的选择，不是由科学家、经济学家或世界银行决定的。

大部分这种新发展经济学的一个主要错误在于下述假设，即标准经济理论不能充分解释低收入国家人们的经济行为，因此需要一种不同的经济理论。
[12]

 在此目的上建立的各种模型得到了广泛的赞赏，这种情况持续到它们被认为最多不过是一些智力上的好奇才结束。于是，冈纳·米尔达尔转向文化和社会等领域来解释印度糟糕的经济绩效。这些领域的一些学者对于如此使用其研究成果感到不安。然而，当我使用人类学家的数据时，他们却慷慨地给予了我帮助。现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正如在高收入国家所做的一样，标准经济理论是可以用来分析低收入国家所面临的稀缺性问题的。

忽视经济史则是另一个错误。古典经济学形成之时，西欧的大部分人还只能从自己的土地获得维持生存的必需品，并且寿命短暂。因此，早期经济学家所面临的问题与今天那些低收入国家存在的主要问题相似。在李嘉图时代，英国家庭劳动收入的大约一半花费在食物上。这恰是现今许多低收入国家的状态。马歇尔告诉我们，当李嘉图1817年出版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时，“英国劳动者的周工资经常低于半蒲式耳上等小麦的价格”
[13]

 。现今印度农民的周工资则接近两蒲式耳小麦的价格。
[14]

 懂得一个世纪或更早以前欧洲穷人的经验和成就的相关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理解今天低收入国家的问题及各种可能性。对我的研究目的而言，这种理解比有关地表、生态环境或者未来计算机的详尽知识更为重要。

标准经济理论有其局限性。下面我将讨论其中的一部分。然而，这些局限性并非专门针对低收入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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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卸责任的借口

农业绩效受到的损害很容易被归因于糟糕的气候，或者农民的反常行为，或者人的生育能力，从而掩盖了经济政策的失误。季风或者干旱也被当成罪魁祸首。因为是在达科他州长大的，我知道气候影响的好坏本是农民正常预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埃塞俄比亚多年来也是如此。该国目前的饥荒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经济政策的后果。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院长基思·格里芬写道：

1982年，我受埃塞俄比亚政府的邀请，带领一个由西方经济学家组成的大型团队，对该国经济政策进行全面调查。在当年9月提交的报告中，我们强调农村的恶劣情况，并相当坦率地指出经济的主要弱点在于农业。农业部门的全部生产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7%（从1974—1975年到1979—1980年）。也就是说，人均农业产出以平均每年大约0.8%的速度递减。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将会导致悲惨的后果，它会使得这一容纳该国85%人口的部门迅速贫困下去。很明显，这种情况是不能被继续容忍下去的。

唉，情况还是在持续。我们的警告被忽视了，我们的政策建议遭到拒绝，在考察团的赞助者联合国机构的默许下，我们的报告被该国政府束之高阁。
[1]



苏联、波兰以及相当多的其他国家，其农业绩效的低劣，并不是大自然的过错。

按照低收入国家农民真正的经济利益所向，他们并不受传统所制约。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有力证据表明一旦有机会改变他们的经济命运，这些农民是能够利用这一机会的。

很流行的借口是指责人口过多。我不想暗示人口增长率过高不会导致一些严重问题，因为肯定要考虑医疗设施和学校等额外成本。但是人口增加不应该用来掩盖经济政策的失误。

农业绩效之所以表现不佳，真正的罪魁祸首在于农民缺乏可以从中得到回报的经济机会。



注释


[1]
 Letter to the Editor，The Times
 （London，Nov.10，1984）.J.J.麦格雷戈提醒我注意到这封信。


2.分析工具

当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低收入国家人们的经济行为时，并不能随意使用一切有用的经济学工具。现在我们可以使用的工具有：广义资本概念，它包含了人力资本；知识概念，其经济价值可以识别和测度；经济失衡概念，它出现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类主体概念，它具有处理失衡现象的能力；对经济激励扭曲的本质和影响的概念。接下来我将简要评析一下这些概念。

2.1欧文·费雪的广义资本概念

尽管马歇尔认同费雪主张广义资本的精湛论点，他还是认为费雪“在确保与市场有关的现实性讨论的必要性方面考虑得太少”
[1]

 。然而，费雪的概念并没有促进人力资本研究的深化。这一概念是从试图说明那些无法由传统生产要素解释的国民收入增长中脱颖而出的。

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就职演说的开头部分，我这样说：

尽管很明显人们可以获得有用的技能和知识，但不太清楚的是，这些技能和知识是资本的一种形式，这种资本很大部分是有意识投资的产物，在西方社会它比传统的（非人力）资本要增长得快一些，其增长也是经济体系最为明显的特征。人们普遍看到的是，国民产值的增长比土地、工时和可再生物质资本的增加要快得多。人力资本的投资可能是解释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
[2]



我最初的人力资本概念使我转而研究发生在人身上的投资，即对教育、健康、就业和创业经验等方面的投资。不久我发现资本理论中的资本同质性假设带来了很坏的影响。十余年来，人力资本概念被用于研究美国和低收入国家农民的教育问题，此后，我就有关人力资本的政策问题和研究课题写了一篇综述。
[3]



到1971年为止，思想和研究的相关进展包括两个基本部分：“‘资本’部分依赖于这一命题，即特定类型的支出（牺牲）创造体现在人身上的、未来可以提供服务的生产性存量。另一部分依赖于‘时间’的分配，这使得经济学可以处理一系列广泛的非市场行为。”这两部分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

增长环境下人力资本的发现，揭示了人力资本形成中被放弃的收益的重要性。微观理论对放弃的收益这一概念加以推广，建立了时间配置理论。在微观家庭理论方面的这种推广，为分析非市场行为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可以使用有力的证据来说明经过严格定义的人力资本。但是，这一定义同样会遇到某些困扰一般资本理论尤其是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概念的含糊问题：

资本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所阐述的经济增长过程——这一过程通常是动态的——通常并不一致。这一结果是必然的，因为成本故事讲述的是沉没投资的寓言，另一个故事则同这些投资引起的期望服务流现值有关，它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化。但更糟糕的还是作为增长模型中资本加总基石的资本同质性假设……这一假设对分析经济增长动态学并不合适。由于非均衡状态下资本回报率存在差异，经济增长动态学的基础表现为有差异的资本，无论资本加总方式是依据要素成本，还是依据资本在不同生命时段所提供服务的现值。现有增长模型没有一个能够证明这些有差异的资本是同质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作茧自缚呢？即使我们观察不到这些异质性，我们也得发明它们——因为它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它们之所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原因在于它们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这样一来，经济增长的本质要素就被这些加总所掩盖了。

很少有人会怀疑，提高人们能力的投资对于经济增长以及从消费中获得的满足程度的确很重要。
[4]

 现在我们知道，忽视人力资本使得对经济增长的分析产生了偏差。土地过于受到重视。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土地的经济重要性下降不易被察觉。
[5]

 我们开始发现专业化与人力资本增长密切相关。我将回头再来分析专业化与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国际资金提供者，包括国际捐赠机构的一些严重投资政策失误，主要是低估人力资本价值所产生的后果。

2.2马歇尔的格言：“知识是生产最强大的发动机”

目前我们对农业研究的成本与收益所知甚多。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投资政策分析，过去几十年来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令人印象深刻。农业研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得以识别和度量出来。有组织的研究活动被看作经济中的一个子部门，它专门从事知识的生产。

因循兹维·格里利谢斯在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研究成本与社会收益：杂交玉米及其相关创新》中的经典研究，对农业研究的经济价值的分析开始逐步兴盛起来。该研究为这一领域的一系列博士论文奠定了基础，其他学者也就此作了大量分析工作。
[6]

 在发现和形成农业研究的国际视野方面，我们应当大力感谢许多杰出的农业研究企业家：乔治·哈拉和F.F.希尔；三位具有冒险精神的科学家——理查德·布拉德菲尔德、保罗·C·曼格尔斯多夫和埃尔文·C·斯泰克曼；还有弗兰克·帕克、拉尔夫·卡明斯、诺曼·博洛格、戴维·贝尔和尼尔·布雷迪，以及可以列在这一名单上的其他人。
[7]



国际农业研究中心无疑获得了成功。目前有由35位捐赠人资助的13个中心，其年度总预算超过了1.9亿美元。
[8]

 这种国际范围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乔治·哈拉、当时任福特基金会副会长的F.F.希尔，以及其他重要的研究型企业家。

尽管这些研究中心很成功，我发现它们还是存在四个方面的缺陷：（1）它们无法替代低收入国家的现有国家试验站和实验室；（2）它们与高收入国家重要的研究型大学和试验站之间过于缺乏联系；（3）负责分配经费的中心管理处，在下述意义上有些管得太多了，即研发人员花了过多时间来撰写课题申请书，以“证明”其研究的合理性；（4）有几个中心，例如尼日利亚就有一个，只关注当地食品生产而忽视了重要的出口商品。更一般来说，把研究局限于食品生产，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食品生产，是同经济比较优势原理不一致的：实际收入的大幅度提高来自以木本作物和纤维作物为主的出口增长。最近的一份《世界发展报告》就明确和令人信服地支持了这一观点。
[9]

 由于生产和贸易中比较优势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那些只促进部分非洲地区粮食作物生产的农业研究就不是最优的。

以198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的全世界范围内每年的农业研究支出，从1959年的大约20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70亿美元以上。
[10]

 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10~15年，全球粮食供给很明显会高于没有这些农业研发支出的情形。农业粮食生产的实际成本将会继续下降。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也会继续下降。

政府扭曲了农业激励的国家无法从农业研究的贡献中获得全部好处。在那些激励没有受到扭曲的开放市场经济中，以高产量新品种和其他发现为源泉的农业生产增长率是最高的。中央计划经济，尤其是苏联，很明显就存在这样的扭曲。埃及、中部非洲的许多地方、部分中美洲，以及其他地区，也有明显的扭曲现象。
[11]



2.3没有经济失衡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

对现有研究目的而言，这一命题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即便在最为有利的情形下，当生产和分配的变化引起实际收入提高时，经济失衡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它们无法通过法律、公共政策来加以逃避，口头上的花言巧语更不可能回避。第二个含义涉及对人类个体的激励和采取的可以恢复均衡的行动。

假如农业能够实现长期均衡，农民的经济行为将像传统农业中的所作所为。农耕活动基本上就是例行公事。这里不存在新技术，耕种的土地、使用的装备和劳动不会发生变化，各种农业资源的生产力会保持不变，需求也会不变，进而使得相对价格不变。在这些条件下，长期成本、风险和收益几乎肯定能够确知。因此，这种情形事实上不需要企业家活动；常规管理就足够了。

然而农业并没有处于这样一种均衡状态。相反，农业被改造成一种生产效率日益提高的活动，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现代化”，其间，当出现新的更好的机会时，农民的行为会产生改变。这种处理失衡的能力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很高的价值。
[12]



很多模型都假设了一个平稳而极度快乐的经济现代化；然而，真正的现代化过程充满了各种各样无法进行保险的风险、一些导致无法预料的收益与损失的真正不确定性，以及经济条件改变引起的政治冲突。尽管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相对于中央计划经济具有比较优势，然而这些经济会遭遇到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繁荣与萧条，以及各种各样的不规范经济行为。

均衡理论隐含的结果和传统农业中农民的经济行为似乎是一致的。但是当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时，这一理论的含义同包括农民在内的经济主体行为就没有多少共同点了。以理论研究为基础的均衡理论能够扩展到适用于经济条件变化的情形吗？一个途径是在失衡与企业家行为之间建立联系。这种方法可以使用能够让人信服的证据加以支持，经济学家经常提到这一点，即当开放市场经济的任何一部分发生失衡时，就会产生经济主体采取行动恢复经济均衡的激励。用莱尔·欧文的话来说，就像地球的重力对那些来自外太空而离地球足够近的岩石和金属碎块具有吸引作用一样，当存在重新配置资源的激励时，经济均衡会具有吸引失衡的倾向。
[13]



这些激励的本质及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经济意义，在经济理论中还没有得到说明。

2.4没有企业家的经济学

那种忽视企业家在现代化中所起作用的经济理论，就如同在演出《哈姆雷特》时没有“丹麦王子”一样。
[14]



在处理同成本、收益和风险有关的问题时，全世界的农民都是精打细算的经济人。在他们自己那个小型配置领域内，他们就是进行微调工作的企业家，其微调是如此精准，以至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学家看不出他们是多么的有效率。尽管对涉及自己农场企业的新事件在感知、理解和反应上，农民因其学历、健康和经验而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一种基本的人力资源，即企业家才能。在大多数农场企业中，还存在第二类企业，即家庭。这里，家庭主妇从事着经济活动，就配置自己的时间并在家庭生产中使用农产品和所采购的商品而言，她们也是企业家。企业家才能被数以百万计的男性和女性在小型生产单位中提供，它使得农业成为高度分散化的经济部门。在政府取代并承担了这些企业家作用的场合，农业现代化的效率反而很低。在那些政府没有推行农业国有化的地方，农民和农村家庭主妇的企业家才能具有重要的作用，他们所能得到的经济机会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无论考察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哪一部分，我们都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人有意识地重新分配自己的资源，以应对经济条件的变动。

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并不仅限于从事商业活动的企业家才具有。无论是出售劳动还是自我雇用的人，都会随着工作价值的变动而重新配置其服务。家庭主妇也会投入时间来组合家庭生产中采购的产品和服务。同样地，当期望收益以及从教育中所获个人预期满足程度的价值发生变化时，学生会在购买的教育服务上重新配置自己的时间。消费机会也在变动。由于纯粹的消费活动需要耗费时间，很多人会随消费机会的变化而重新配置自己的时间
[15]



很明显，就农业而言，

低收入国家数以百万计的农民都有能力在土地、劳动及机会的利用方面作出改变……应对失衡状态的必要性会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尽管低收入国家的农民很少甚至没有受过教育，他们近来的行为表明他们具有相当高的学习能力；他们颇有智慧，在采用新的高产粮食品种上取得了成功。再考虑到低收入国家需要的农业研究的贡献，以及投入到这些国家农业发展中的大量追加资本，明显可以看出，新一代农民在把这些研究成果和追加资本转变成粮食生产增长方面具有很强的能力。
[16]



同时，现有理论无视企业家作用的经济价值，使用标准生产函数理论的实证研究也没有估计过企业家对生产所作贡献的价值。

2.5经济激励的扭曲

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府；与经济领域有关的政府行为实际上是对“政治市场”的回应。许多高收入经济体的政治市场对农产品估价过高，而大多数低收入经济体与之相反。

正如我在本章开始所提到的，新发展经济学主张的经济政策严重扭曲了低收入国家的农业激励。当时我就对它们表示反对，并将继续这么做。政府和一些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理解生产者激励对实现最优生产力增长所起的重要配置作用。由于激励失误，农业的真正经济潜能没有被挖掘出来。这种没有实现的经济潜能可以用来衡量全球农业中普遍存在的经济失衡程度。
[17]



政府也有做得对的时候。恰巧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有一个显著的例子。戴维·霍珀讲到了这一案例。
[18]

 尽管新德里1966年初就有人呼吁政府禁止进口高产量种子，农业部长还是决定进口新型墨西哥矮秆小麦种子。大约18000吨这种小麦种子在春末时从墨西哥运送过来。新种子适宜在旁遮普的农田及邻近地区种植。印度小麦价格要比进口小麦价格略低一些。即便如此，新种子产量的增加提高了小麦种植的盈利性。旁遮普的农民企业家迅速采用了新品种，原因是这样做更为有利。印度的小麦产量从1966年的1100万吨提高到1984年的4600万吨。土地所有者获利了；农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率上升了。我们称之为一场绿色革命。但是在成就展现之前，印度国内外出现了许多批评，它们只是预测这种经济“进步”的负面社会效应，而不是寻找方法把旁遮普的成功推广到其他地方的农业中去。方法倒是有了，但目前因为缺乏激励而受到抑制。许多国家都处于这种激励状态，即现代化过程中农民进行那些可以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投资无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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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Paul，Minn.，1977）；and D.Gale Johnson，“International Prices and Trade in Reducing the Distortions of Incentives，”in Theodore W.Schultz（ed.）
 ，Distortions of Agricultural Incentive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Bloomington，Indiana，1978），195-215.


[18]
 David Hopper，“Distortions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Resulting from Governmental Prohibitions，”in Schultz（ed.）
 ，Distortions of Agricultural Incentives，6978.


3.提高投入品的质量

提高投入品质量的过程提出了下述三个问题：（1）质量的特性是什么？（2）这些特性的成本是什么？（3）当从质量中得到的收益超过了成本时，什么因素决定了达到新均衡的过程和所需要的时间？质量的特性可以识别并加以度量；这些特性的成本也能够确定，均衡过程亦然。
[1]



我们要大力感谢格里利谢斯对投入品的开拓性研究，这一贡献始于他在博士论文中有关杂交玉米的研究。在他的论文中，下面三篇对于展示他的方法和结果应当排在第一位，即：《测度农业投入：一个批评性综述》、《对生产率增长源泉的测度：1940—1960年的美国农业》以及《研究支出、教育和总量农业生产函数》。
[2]

 与目前大多数其他经济部门给予的相关信息相比，格里利谢斯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告诉了我们更多有关农业投入品的经济学知识。

有关农业产出和投入的官方统计数据的改进表明，学术研究并非徒劳无功。
[3]

 然而，这些统计数据没有充分考虑到物质资本的异质性；它们排除了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农民后天获得能力所提供服务的经济价值。农业研究所作贡献的成本和收益都被忽略了。在正常条件下，理想的统计数据将表明，实现的产出价值等于投入品的服务价值加上利润或减去损失。而美国的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产出增长超过投入增长1~3.5倍。当然，在那样一个对生产率下降有太多困扰的时刻，我们可以很舒心地接受这种生产率数据。

个人作为经济主体所需要的素质，可以通过其健康、教育和培训的工作效应与配置效应呈现出来。
[4]

 这些素质的源泉来自人力资本的投资。该投资的回报则不会很快就产生，投资的价值会贯穿一个人从青少年到成年整个生命阶段。

涉及个体素质提高的经济学，其核心要点包括：（1）农民购买的投入品（这是素质的一个重要来源，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所购买投入品的增加会对农业现代化有着显著的影响）。（2）非农部门，它是高质量投入品的主要源泉；购买它们的激励取决于这些投入品的盈利能力。（3）当期成本，以及研究的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4）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提高的农民的素质。



注释


[1]
 See Theodore W.Schultz，“On the Econom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ver Time，”Economic Enquiry
 ，20（Jan.1982），1020.


[2]
 兹维·格里利谢斯的三篇论文分别发表于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42（Dec.1960），14；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71（Aug.1963），331-446；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4（Dec.1964），961-974。


[3]
 See Economic Indicators of the Farm Sector:Production and Efficiency Statistics,1979，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tatistical Bulletin No.65（Feb.1981），90.


[4]
 Finis Welch，“Education and Produc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8（Jan.-Feb.1970），3559；and also“The Role of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in Agriculture，”in Schultz（ed.），Distortions of Agricultural Incentives，259-281.


4.推动经济增长的专业化和人力资本途径

的确，我们经济体系最明显的特征是人力资本的增长。没有它，人们得到的只能是艰辛的体力劳动和贫穷，除非能从财产中获得收入。在威廉·福克纳《闯入坟墓的人》一书中，描写了一个发生在清晨的场景——一个贫穷孤独的农夫在田间劳作。没有技能和知识的人会陷入极端糟糕的无所依靠的境地。
[1]



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人力资本的报酬递增紧密交织在一起。我们亲爱的自给自足的鲁滨逊·克鲁索，或者在封闭经济中生存的一个自给自足的家庭，或者在很少有或几乎没有国际贸易的加勒比小岛上生活的一小群人，这种微观经济实体，只具有最低程度的劳动分工、传统的专业化形式和低回报的人力资本。

国家之间在自然禀赋、生产性物质资本以及包括知识在内的人力资本上有着极大的不同。东亚有少数资源不那么富足的国家或地区，在经济绩效上明显比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要好。看看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它们没有石油，没有铁矿石；其中两个还是没有农业的城邦。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均耕地面积远远少于中国大陆。哈里·T·大岛将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也将日本包括在内）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就业和教育的显著上升，以及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较差发展绩效进行了比较。
[2]



我对所选择的三组实体经济绩效的评价如下：（1）位于增长率前列的是四个有冲劲的、成功的东亚经济体；（2）接下来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四个经济体（马来西亚接近并有资格进入我第一组的“四小龙”集团）；（3）在大部分热带非洲和一部分加勒比与拉丁美洲地区，存在着一些经济绩效很差的经济体。

为什么经济绩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是拥有或没有煤、石油、铁矿石及其他矿产造成的后果吗？是耕地面积和生产力不同的结果吗？我对相关证据的解释表明，答案是“否”。当市场伴随交易而不断扩展时，专业化行为会受到刺激，这种专业化是以劳动分工提高生产力为基础的，并且，经济现代化也会带来人力资本的报酬递增。

正如表V.2.1显示的那样，新加坡和牙买加的经验藏有专业化与发展之间如何关联的秘密。这一秘密的核心是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则依赖于市场规模。新加坡的市场很大，而牙买加的市场很小。阿林·杨的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揭开了这一秘密。报酬递增来源于更为发达的劳动分工，后者可以引起产出增长而同时生产成本不必呈现相应比例的增加。用杨的话来说，“经济变迁具有了进步性并在一个动态的均衡中自我扩展”
[3]

 。


表V.2.1 两个小国的经验：新加坡和牙买加

[image: ]


资料来源：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8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4）.

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的显著进展来自舍温·罗森的《专业化和人力资本》一文。
[4]

 他的看法如下：

专业化、贸易和投资于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其激励来源于使用人力资本产生的报酬递增。不可分性意味着投资的固定成本部分与对投资的后续利用相互独立。因此回报率随着资本利用而递增，并能够通过尽可能密集地使用专业化技能而获得最大化。因此，即便生产技术规模报酬不变，禀赋相同的个体也有把技能上的投资专业化并相互交易的激励……现代经济的极高生产力和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因于专业化。

长期而言，经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就是人力资本，也就是说，体现为人身上所具有的能力和知识，而不是体现为土地、其他自然资源或物质资本的其他形式所具有的性质。数十年来，经济中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就是对人口素质的投资。



注释


[1]
 Schultz,“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The Free Press，New York，1971），p.47.


[2]
 Harry T.Oshima，“The Industrial a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East Asia，”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9（Dec.1983），583-607.


[3]
 Young，“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533.


[4]
 Sherwin Rosen,“Specialization and Human Capital，”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1983），4349.译后记译后记报酬递增是经济学皇冠上失落的一颗明珠。尽管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不少学者一再拾起了它，然而，对于现今的主流经济学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异端。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在于“报酬递增同完全竞争不相容”，即使不限于完全竞争假设，报酬递增同主流经济学的均衡理念也是存在冲突的。然而，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大量的报酬递增现象，像分工、技术、制度、网格带来的回报超出收益的现象比比皆是。主流经济学仍然傲慢地生活在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的世界之中。


5.自我评价

有必要作一个自我评价；我沉迷于对自己进行更好的判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过于看重削减国际贸易壁垒对美国农业经济复苏的作用。然而当我研究世界农业问题时，我1964年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却对贸易的经济作用缺乏关注。我1971年的著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也忽视了贸易。当涉及要去除国家内部诸多价格扭曲现象时，消除贸易壁垒就是实现经济效率和获得福利收益的一个重要手段了。

我花了数十年时间才明白，虽然我的分析很有道理，为准备和陈述国会证词所耗费的大量时间，对国会的行为却没有显而易见的影响。我也慢慢地知道，为国际经济委员会服务、为政府或国际代理机构工作，只不过降低了我的时间价值。如今我坚信，我的比较优势在于从长远角度思考问题。

当有人为了说明一个观点以支持或反对我，而引用我已经发表的著述时，我就从中得到了职业快乐。我希望有人尤其是相关专家能阅读我的著作。比之版税，我更为看重对我著作的翻译。我最快乐的事就是我的《对人进行投资》一书已经被翻译成九种语言。


6.结论

（1）国际机构、捐助团体、低收入国家的政府以及私人对人力资本是否有足够的投资？从长远视角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2）在知识生产部门是否有足够的投资？农业研究领域的情况相当好。展望未来，知识投资的长期回报率可能会持续高于其他投资的正常回报。

（3）政府和国际机构是否对农业土地的经济贡献估计过高了？答案是肯定的，部分原因在于盛行的李嘉图租金观念，没有看到农业土地的大部分生产力因人为所致，并且农业土地的替代物是农业研究所开发出来的。农业土地的经济重要性很明显正在降低。

（4）经济组织产生了最优经济激励吗？就农业而言，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处于最为糟糕的状态。许多高收入经济体政府所形成的激励对农产品过于重视，而大多数低收入国家，尽管存在粮食短缺，情况正好相反。

（5）对于作为现代化结果而出现的经济失衡，企业家应对这种失衡能力的经济价值是否得到充分认识？答案是否定的。遗憾的是，标准经济理论倾向于忽略企业家的存在。经济政策的应用也忘记了这种经济主体——它可以解释经济学中产生的许多错误。

（6）从专业化和人力资本中获得的经济利益紧密交织在一起。

我怎能知道我的专业研究是否产生了任何作用呢？无论如何，我所知道的是，对于经济发展还有很多我所不知道的东西。


译后记

报酬递增是经济学皇冠上失落的一颗明珠。尽管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不少学者一再拾起了它，然而，对于现今的主流经济学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异端。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在于“报酬递增同完全竞争不相容”，即使不限于完全竞争假设，报酬递增同主流经济学的均衡理念也是存在冲突的。然而，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大量的报酬递增现象，像分工、技术、制度、网格带来的回报超出收益的现象比比皆是。主流经济学仍然傲慢地生活在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的世界之中。

本书作者，西奥多·W·舒尔茨，大名鼎鼎，译者就不赘言了。书名的关键词就是“报酬递增”，探索其源泉与影响、与主流经济理论的冲突或一致。

全书共分五大部分，19篇论文。第一部分“搜寻报酬递增”，是全书的方法论基础；第二、三、四部分主要是把报酬递增思维用于分析农业土地及其经济政策问题，当然，有时也超越这一范围，例如对土地以外的自然资源的分析（第二部分第2章），以及对家庭经济学的讨论（第四部分第2章）；第五部分则讨论了经济学家和政府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及其相互之间的冲突。

本书从“搜寻报酬递增”入手。报酬递增的理论源泉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分工与专业化思想，专用性人力资本则是报酬递增的重要源泉之一。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就是舒尔茨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他在这一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报酬递增同主流经济理论的冲突，在农业领域的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传统农业经济学认为土地就是报酬递减的，农民是非理性的，传统农业生产缺乏效率。舒尔茨则坚持认为，包括农民在内的一切个体都是理性的，传统农业生产已经处于其长久以来所形成的惯性均衡状态，因而是有效率的。从这一点来看，舒尔茨的“新古典”传统甚至比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更为彻底。他认为，在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集合内进行投资，回报率很低。然而，农业研究及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专业化投资，改变了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集合，带来了报酬递增。这也同高收入国家农业土地的重要性日益下降的客观现象是一致的。显然，这些深邃的见解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改造传统农业”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除此之外，在我看来，舒尔茨这本英文版本出版于二十余年前、其实际写作年代更早的著作，还提出了一些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存在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比如第三部分和第五部分，在不止一处提到了独立的经济学术研究受到政府政策、利益集团或研究经费的左右，行政官员自上而下地指挥着学术研究的方向，学者花大量时间写标书证明其研究的价值所在，结果，学者丧失了基本的判断能力，学术研究水平上不去。然而这些问题直到今天都没有得以妥善解决，未来还可能一直存在下去。在此强调这些，只是希望引起有良心和有资格的学者的注意与思考，希望能够找到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及组织学术研究的合理方法。

本书的翻译分工如下：致谢、导论和第一、二、五部分由李海明副教授翻译，第三、四部分由赵波副教授翻译，最后由李海明副教授校订、统稿。本书的翻译也得到了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SWU130-9369；SWU130-9383）和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项目（13SKB021）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所有翻译尽量保持在“信、达”的层次，“雅”则难免令读者失望。由于译者学识所限，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海明

2015年11月于重庆北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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